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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序一

  分享经济浪潮下，一个实践者的梦想


  在我接到写序邀请的时候，恰逢2016年全国“两会”闭幕，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两次提到“促进分享经济发展”、“支持分享经济发展”,从之前中央文件中的“发展分享经济”到现在的促进与支持，足以看到分享经济在中国整体经济格局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分享经济的特征是大众参与，资源高效配置，用户体验更好。这种“不求拥有，但求所用”的新经济模式既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又满足了消费者的潜在需求，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股新动能。幸运的是，滴滴在意义非凡的分享经济大潮中扮演了先行者和实践者的角色。


  三年前，我们通过信息匹配，完成了出租车与乘客的连接。后来我们发现即使80%的出租车司机已经加入了滴滴，很多乘客高峰期依然叫不到车，因此我们推出了专车、快车。


  但很快我们发现不管有多少职业司机在平台上，高峰期依然不能满足所有的需求，所以我们把B2C和C2C结合起来，把那些非专职司机的空余时间、闲置资源分享出来。通过“人人帮助人人”的分享经济模式，才有可能把高峰期和平峰期的问题完美解决。所以我们推出了快车产品之后，又推出了快车拼车、顺风车、跨城顺风车。


  现在，我们用90%以上的应答率和60%的拼成率，解决了打车难问题，同时将分享经济的模式与理念带到了中国400多个城市，让2.5亿中国百姓切实感受到了分享经济带来的便利与舒适。


  滴滴关于出行的梦想，就是用互联网把所有的交通工具都连接到互联网上，用越来越强大的交通云，用越来越智能的引擎去调度一切，导航一切，提升整个城市的出行效率，提升每一个用户的出行体验；用分享经济的模式，让这个城市不再增加一辆私家车。我们的使命一直没有变过——“让出行变得更美好”。我们的愿望是成为全球最大的一站式出行平台。


  最近半年，伴随着滴滴的快速发展，我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分享经济在互联网时代突然火了？为什么是在出行行业？为什么滴滴成了分享经济的代表？分享经济在中国发展前景如何？我想大概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回答这些问题。


  第一，工业时代晚期的资源紧缺是分享经济出现的大背景。


  在工业时代，物权的私有化是所有权的概念。由于工业化大规模生产，商品极大的丰富，让拥有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但是直到工业时代晚期，也就是最近十年，很多领域开始出现了资源紧缺。人们发现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够拥有这么多的东西，因为空气、交通等很多领域，包括能源都有瓶颈，资源并不支持每个人欲望无限的索取，这是第一个大背景。


  第二，在资源最紧缺的领域，孕育出了最先锋的分享经济。


  这是因为交通资源、路面资源是中国交通发展最大的瓶颈。过去的十几年，中国汽车的保有量在快速发展，但是道路的发展跟不上车的发展。中国的车到底是不是很多？答案是：并不多。实际上中国只有1.5亿辆民用汽车，8亿的城镇人口，大概18%左右的人均汽车拥有量，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但如果我们把汽车的数量从1.5亿辆提高到5亿辆，从现有的道路资源来看，完全不现实。因此，替代性的方案应运而生：在不增加汽车总量的情况下，通过更好的分享提高汽车的使用率。


  第三，互联网平台是分享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


  没有互联网平台，分享经济是没有条件发展的。所有的分享都是互联网组织的。在互联网产生之前，拼车只能是邻里互助或者在路上举牌子，交易成本非常高，并没有可行的平台和组织方案。正是因为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智能匹配供需，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加上交通行业存在的瓶颈，才使得整个分享经济开始在这个领域快速发展。


  第四，中国将是分享经济发展最快、发展最大的市场之一。


  中国与美国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买车非常贵，但是打车相对便宜；美国买车很便宜，开起来也很方便，但是打车非常贵。因此美国的穷人都是自己开车，有钱人天天在打车；中国恰恰相反，刚刚毕业的白领才会打车，一旦有钱就要去买一辆车。因为成本和性价比有优势，所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和车流向像滴滴这种共享出行的平台。分享经济和拥有经济的性价比的差异，使得用户更快地迁移过来，我相信中国有可能是分享经济发展最快、发展最大的市场之一。


  此外，2016年，中国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资本、人才越来越成熟，创业门槛更低，将有越来越多的创业企业会加入分享经济的实践中来。庞大的用户需求、节俭的文化传统以及先期成功的实践，都预示着分享经济在中国将有无限的发展空间。


  今天，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有很多已经领跑世界，这是分享经济时代中国人创新创业的力量，更是民族产业发展的骄傲。未来，以市场和技术创新为主导，以用户利益为根本，构建一个企业、政府“互通互联，共享共治”的“命运共同体”,让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插上互联网技术的翅膀，成为真正世界一流的互联网强国，这是我们共同的期望。


  分享经济的时代已经来了，抓住时代的机遇，迎接世界的挑战，是每一个互联网企业的责任。


  程维

  滴滴出行创始人兼CEO


  推荐序二

  分享经济：破解经济剩余的秘密


  西方经济理论需要发生一场革命。自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到“利己主义”后，“理性经济人”就成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理性经济人，被看作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化身，把利己看作人的天性，是只顾自己利益而不顾别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代表。


  但在分享经济这个催化剂的作用下，这个利己主义的假设发生了变化。在新兴的互联网平台上，人们不再把所有权看作获得产品的最佳方式，不再注重购买、拥有产品或服务，反而更多地采取一种合作分享的思维方式，更倾向于暂时获得产品或服务，或与他人分享产品或服务。使用但不占有，是分享经济最简洁的表述。但这远远不是分享经济的全部。


  我们看到的是，供应和需求，这一对经济学矛盾，在分享经济这个催化剂的作用下，也在按照一种不同以往的模式实现大规模的连接——这是一个新情况。与传统经济不同的是，这种连接基于经济剩余。经济剩余在企业层面表现为闲置库存和闲置产能，在个人层面表现为闲置资金、闲置物品以及闲置时间，通俗地说也就是闲钱、闲物、闲工夫。


  激活经济剩余，是社会财富增长的一个新途径。


  过去，经济剩余的存在是碎片化的，零零散散地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整合成本极高，社会价值很低。现在，借助于分享经济的各种创新模式，大量的经济剩余被整合起来，在全社会范围内重新对接供需，于是就产生了新的经济效益。


  由此，实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宏观经济的发展也具备了新动能。


  分享经济何至于个人资源的分享？腾讯众创空间正在实践一种面向创业企业的模式——产业生态资源分享。具体来看，众创空间以企业为核心，为之分享网络平台流量、技术、产品、办公环境、软硬件设备、投资、传媒等适合企业成长的各种要素，使创业者可以集中精力专注于产品研发和运营等核心事务，大大改善了过去创业服务资源闲散化的问题。


  不光是企业端可以有分享经济，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也可以引入分享经济。目前，世界主要国家都认识到分享经济对于资源高效分配的重要价值，高度重视发展分享经济，许多国家确立分享经济的战略性地位，出台鼓励政策促进分享经济发展。例如，英国政府2014年制订分享经济计划，旨在打造分享经济的全球中心；韩国政府也提出发展分享经济“示范城市”;欧盟拟出台分享经济发展指南等。


  分享经济是一场深刻的经济革命。在去中心化的价值传承下，合作分享的思维方式成为商业发展的主旋律，这对于整个社会的资源重构、组织重构、供需重塑，甚至治理模式都带来巨大影响。正如罗宾·蔡斯所言，“人人共享正在推动这个工业化社会转型为分享经济社会”。


  尽管分享经济在中国发展得如火如荼，但分享经济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发挥出价值。当下的中国，持续扩大有效内需与加快供给侧改革正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两项重要手段，分享经济也在重新构建更有效率、更具持续性的新型供给关系上展示出巨大潜能。


  首先，分享经济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到供给侧改革这一历史进程中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智能手机和高速无线网络的普及使得个体自主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是一个信息汇聚中心和传播主体，每个人都是雇主和雇员。新兴的分享经济企业不再生产商品，而是提供信息和交易平台。


  其次，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共享，将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随着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深度融合，一批创新型分享经济平台正脱颖而出，得到消费者和市场的广泛认可。据粗略估算，2015年，分享经济在我国市场总体规模约为1万多亿元。分享经济正从交通出行和住宿领域，拓展到个人消费的各个领域，同时企业端市场也正在逐渐成形。


  可以预见，这场已经影响了数亿人的分享经济风潮，将重新构建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商家、商家与商家之间的连接，提升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效率，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加快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构建一个更富有人文情怀的社会。


  郭凯天

  腾讯研究院院长


  前言

  分享经济：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


  2015年，中国经济社会实现了历史性的“双过半”:服务业在GDP(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首次超过一半，达到50.5%;中国社会互联网渗透率首次超过一半，达到50.3%。这标志着消费取代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同时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逐渐占据主流消费市场。


  2015年也是“互联网+”开局之年，社会各界积极拥抱互联网，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为基础的创新创业浪潮风起云涌，在推动“双过半”的过程中起到临门一脚的作用。


  2015年“两会”,我曾提出《关于以“互联网+”为驱动，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建议》,希望能够利用互联网的平台、信息通信技术把互联网和包括传统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结合起来，从而在新领域创造一种新生态。2016年“两会”,我提交的五份议案之一是《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建议》。应该说，分享经济与“互联网+”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是“互联网+”在各行各业应用和普及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新模式，具有打破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经过一年时间，“互联网+”铺摊子、打基础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未来将在教育、医疗、交通这些规模大、痛点多的垂直行业领域纵深发展。而分享经济很可能成为“互联网+”与这些传统行业结合的主要业态和模式。


  也许目前分享经济还不足以成为定义一个时代的大词，但它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机遇。一方面，这两年来围绕着出行、租赁等领域集中出现了一批新公司，创造了大批就业岗位。它们虽然分属不同行业，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围绕着包括人、服务、商品等社会剩余资源的供需关系再匹配，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经济模式。另一方面，发展分享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从2016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到“十三五”规划纲要，到英国、法国、韩国等多个国家政府都提到要积极发展分享经济。


  分享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并非偶然，而是当前O2O(线上到线下)产业、互联网行业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在新常态转折背景下催生的一种新模式。分享经济虽然破土萌芽未久，却已表现出强大的爆发力和生命力，迅速地促进万事万物的互联互通。


  移动互联网发展的硕果


  就在过去两三年里，以Airbnb(空中食宿)、滴滴为代表的一批分享经济公司迅速崛起。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分享经济在全球的市场交易规模约为8 100亿美元，在中国，分享经济的市场规模也达到1万多亿元人民币。从一个停留在纸面上的观念到转化为席卷全球的经济和社会潮流，分享经济在全球取得爆发式发展的背后，主要得益于其自身的三大特性。


  首先，分享经济是对闲置资源的社会化再利用。许多人可同时分享时间、空间、物品等资源，提高了闲置资源的使用效率，创造了更大的市场价值，使消费者获得了优惠和便利，使拥有者获得了额外的收入。分享经济企业整合了社会大量的闲置资源，实现了三赢的局面。


  其次，分享经济把熟人之间的分享关系扩大到了陌生人群体，提升了社会成员的互信水平。分享经济是基于熟人关系催生出的商业形态，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熟人信任开始过渡到商业化信任。在这一新型的商业模式下，人们发挥分享的精神，借助互联网带来的便利，依靠团体协作的方式，让社会资源重新流动起来，从而实现按需分配的社会资源再分配，真正实现“使用而无须占有”的美好愿景。


  再次，促进了生产方式由大规模单一中心转向去中心化的个性化定制。相比前两次工业革命塑造的以“单一中心、大规模、统一标准”为主要特征的模式，分享经济去中心化的价值网络更加注重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个人既是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大大激发了创业创新活力，赋能予人，实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总体来看，分享经济也是当今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移动互联网发展以及智能终端的普及实现了参与者的广泛互联，移动支付和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LBS)让分享变得简单快捷。网络与大数据分析技术实现了资源供需双方的精准高效匹配，极大地降低了个体之间碎片化交易的成本。社交网络及信用评价机制日渐成熟，培育了新的信任关系。分享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一个超级连接网络的形成，通过对社会闲置资源的再利用，强化了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连接。


  加速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人口结构也开始迈向老龄化，消费对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但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的现象依然存在。如今，分享经济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到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都提到了要发展分享经济。


  2015年11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并发表题为“创新增长路径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讲话，提到“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创造历史性机遇”,并将分享经济作为推动改革创新的重要创新案例。[1]


  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致辞中也肯定了分享经济。他指出：“目前全球分享经济呈快速发展态势，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路子，通过分享、协作方式搞创业创新，门槛更低、成本更小、速度更快，这有利于拓展我国分享经济的新领域，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2]


  从实际情况看，分享经济在推动经济转型、新旧动能转化上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


  首先，分享经济有助于化解当前国内一些地区和一些产业存在的经济剩余问题。以国内房地产市场为例。据国家信息中心统计，国内待售商品房面积已经从2010年底的2.16亿平方米增加到2015年11月的6.86亿平方米以上，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0%以上，房地产市场“去库存”的形势仍然较为严峻。按照分享经济思维，至少有两种做法可以较为快速地去库存：一是分享经济平台与开发商合作，批量签约来销售库存房源，这为开发商提供了增值服务，将促进有管家、带租约和可交换的房产出售；二是分享经济平台发展以租代售，通过连接开发商、业主和消费者，满足各类租房需求，迂回地盘活长期闲置的地产库存。


  其次，分享经济也可以作为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有力抓手，为服务业增长提供新动能，实质性地推动结构调整。一是分享经济通过互联网社会化平台，能将社会闲置的库存资源变成新供给。比如个人的房屋、车辆、资金和知识、经验、技能等资源，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大规模地实现供需匹配，同时还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二是能有效地扩大消费需求。一些餐饮类分享平台以分享个人经历等方式吸引有兴趣的人前去消费，促成了很多体验型、尝鲜型消费，提升了人们对服务的购买意愿。


  再次，分享经济可以有效扩大就业，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增加居民收入。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一批新兴在线雇用、众包快递等平台，已经提供了超过3 000万个全职和兼职就业机会。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在2015年6月所做的一项调研显示，滴滴平台旗下的出租车、专车、快车、代驾、试驾等服务，一共创造了近300万个就业岗位。


  当前，我国的分享经济正从交通出行和住宿领域，拓展到个人消费的多个细分领域，同时企业端市场也正在逐渐成形，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条件。可以预见，这场已经影响了数亿人的分享经济风潮，将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一股强大的新动能，有助于中国经济实现动力转换，把服务业变成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一个更加互联互通的时代即将到来


  尽管发展势头蓬勃，但分享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如监管、供给、利益调整等多方面的制约和挑战。


  相关监管还有待进一步与时俱进。当前国内产业监管思路倾向于区域与条块等管理方式，注重事前审批和准入。但在分享经济时代，融合性新业态大量出现，突破了传统的细分式管理模式，导致多数分享经济模式都有“违法”嫌疑，面临随时都可能被叫停的风险。因此，面对分享经济新型商业模式、经营方式等与传统产业的不同，监管部门不能削足适履，强迫新事物符合旧的监管框架，应因地制宜地调整监管策略，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及时清理阻碍发展的不合理规章制度，促进分享经济发展。


  创新引发的利益调整加大了统筹协调难度。比较典型的是在出行、住宿行业，分享经济拥有突出的成本优势和全新的商业模式，使得相关领域的传统企业面临一定的压力，不可避免地使分享经济遭到了一些质疑和阻挠。但是分享经济与传统企业也有很多相互融合的例子，比如林肯汽车与CustomMade(一个设计师在线沟通平台)制造商合作，共同设计高端汽车珠宝，Walgreens(沃尔格林)与TaskRabbit(一个任务发布和认领社区网站)合作将处方药送到家，Home Depot(家得宝)使用Uber(优步)快递圣诞树。未来，分享经济和传统企业融合发展的例子会越来越多。


  基础设施能力不足限制了更多民众参与进来。分享经济是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产物，其需求广泛存在于我国城乡各地。然而，国内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首先，中国仍然有一半人口尚未直接使用互联网，他们之中有相当多的是残障人士、老年人、老少边穷地区居民，我们应该让他们有机会融入移动互联网世界，享受分享经济带来的红利。其次，移动宽带4G/3G(第四代/第三代移动互联网)还需要在老少边穷地区加速普及。再次，上网的资费依然偏高，有进一步降低的空间。


  从长远看，分享经济仍然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的阶段性成果。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观念的变化、商业模式的迭代，未来必然还会推陈出新，涌现出新的模式。万事万物可能还会以当下无法想象的方式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对于未知的探索和孜孜以求的实践正是人类社会生息延绵的魅力所在。


  
    [1] 延展阅读：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16/c_1117147101.htm。

  


  
    [2] 延展阅读：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09/10/c_1282158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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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子 分享经济不是分享经济


  分享经济的起源是什么？当我们面对一个新生事物的时候，总会想要追根溯源。我们发现，现在处于全球热议中的分享经济，原来不是过去学院派眼里的分享经济。这是什么情况？


  作为一个名词的提出，分享经济的研究渊源可追溯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经济学家李炳炎教授在《社会主义成本范畴初探》(1981)和《劳动报酬不构成产品成本的内容》(1982)两篇文章中，在国内外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核心观点。1984年，美国经济学家马丁·劳伦斯·威茨曼(Martin Lawrence Weitzman)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是《分享经济》,他在书中提出了分享经济理论。


  两位学者分享经济理论的关注点都是基于微观的企业行为，在分配领域中探寻经济动力不足背后的因素，倡导建立一种新的利益分享制度和财税政策，以建立新的经济刺激结构和机制，消除传统的利益矛盾，解决经济发展动力不足问题。说穿了，核心是研究工人与资本家如何分享企业收益的问题。


  显然，当下红遍全球的分享经济，并非以上两位经济学家研究的分享经济。它是一种新兴的经济现象，是一种结合了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技术的社会化的商业范式。


  既然它是基于社会化的分享，那是不是等同于基于社会化大生产的信息共享呢？2002年，哈佛法学院教授、世界著名网络研究中心——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主任尤查·本科勒(Yochai Benkler)在《网络财富》(The Wealth of Networks)一书中提出“共同对等生产”(commons-based peer production)的概念来重点描述其社会化生产思想。在他看来，利用网络技术进行社会化生产，可以解决资源合理利用的问题，而在信息时代，由个人及或松散或紧密的合作者进行的非市场化、非专有化的生产所发挥的作用将日益加大。


  听起来似乎很有“分享”的精神。但遗憾的是，本科勒教授的观点着眼于解释维基百科、开源软件和博客圈这样的例子，这些模式恰恰不是分享经济研究的典型。换言之，它们仅仅是“分享”,而不是“分享经济”。


  那么，分享经济究竟是什么呢？


  至此，我们需要引入一个新的概念——“协同消费”(或协作消费)。


  所谓协同消费，从字面理解，这是一种群体消费模式，许多消费者抱团消费，比个人消费更有议价优势。这个名词源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马库斯·费尔逊(Marcus Felson)和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教授乔·L. 斯佩思(Joe L. Spaeth)。这两位教授在1978年发表了一篇论文《社区结构与协同消费：一种日常活动的方法》(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当时协同消费也被称为“合作式消费”。


  2007年，Oxygen Consulting公司的管理咨询师雷·阿尔格(Ray Algar)将“协同消费”这个词语引入自己标题即为《协同消费》(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的文章中。他发现协同消费是一种席卷全球的现象，消费者通过在线eBay(易贝)和Gumtree(英国最大的分类信息网站)等网站，交换商品和服务，通过Trip Advisor(猫途鹰，全球知名的旅行社区)分享住宿经验，以及通过集体购买力共享(所有权)高价值资产，如汽车、房地产和飞机等。他的这篇文章强调了“分享”的因素。


  后来，协同消费又演变出更丰富的含义，例如百度百科里提到：协同消费，指消费者利用线上、线下的社区(团、群)、沙龙、培训等工具进行“连接”,实现合作或互利消费的一种经济模式，包括在拥有、租赁、使用或互相交换物品与服务、集中采购等方面的合作。


  再后来，2011年，《时代》周刊将“协同消费”列入改变世界的十大观念之一。


  2013—2014年，《经济学人》连续发表多篇文章，报道美国的分享经济发展状态，突出报道了Airbnb、Uber等公司在分享经济商业模式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机遇。


  许多政府也开始推波助澜。其中，英国显得很有雄心壮志。英国政府于2015年提出构想，希望推动英国成为世界上最适合创业、投资和发展的目的地。为此，英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推动分享经济的发展，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追根溯源的本意不在于咬文嚼字，而在于通过对历史的梳理，追寻本真，把握未来。我们不难看出，协同消费之于分享经济，几乎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分享经济传播范围更为广阔，它超越了东西方地域，超越了社会形态，作为一次由互联网技术应用引发的革命，引导了全球经济体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把我们每一个人带入了未来。


  第一章 一探分享经济真相


  有很多学者和机构认为，分享经济的内涵与协同消费、按需经济、零工经济等类似。细细体会一下，你会发现分享经济与这些概念都有交集，有的时候甚至高度重合，但又貌合神离，各有差异。


  协同消费的真相


  雷切尔·博茨曼认为“分享经济”就是“协同消费”。她跟人合作写了一本书来阐述这个观点，书名是“What’s Mine Is Yours: The Rise of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中文意思是“我的就是你的：协同消费的崛起”,出版后的题目被译为《共享经济时代：互联网思维下的协同消费商业模式》。书中指出，协同消费是在互联网上兴起的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简单地说，消费者可以通过合作的方式来和他人共同享用产品和服务，而无须持有产品与服务的所有权。这个定义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虽然强调的是协同，其实本质是分享，而且，还着重提出了分享的对象是产品和服务。


  雷切尔·博茨曼认为“二手交易”也是分享经济的一种典型模式。二手交易将闲置的二手资源通过转售使其得到再利用，提高了二手资源的使用效率。因此，她认为协同消费包括三种形态。


  第一种形态叫“产品——服务系统”(product-service systems),即人们将自己的私人用品——汽车、房子等在闲置时出租给其他人使用来获得额外的收入。


  第二种形态叫“市场再流通”(redistribution markets),即二手物品交易，代表形式有免费赠送的Freecycle(美国一个闲置物品捐赠平台),或进行出售的eBay、Gumtree和一些允许交换闲置物品的论坛。


  第三种形态叫“协同式生活”(collaborative lifestyles),即众多有着相似需求和兴趣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分享交换一些相对隐性的资源，比如时间、空间和技能，典型的有“时间银行”。


  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芬兰坦佩雷理工大学的尤霍·哈马里(Juho Hamari)研究小组。该小组开展了一项关于分享经济中协同消费的研究，对254个协同消费平台进行了分析，指出这些行为可以被分成两大类型的交换：所有权的访问和所有权的转移。所有权的访问意味着所有者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提供和分享商品和服务，例如出租或出借。所有权的转移，包括交换、捐赠和购买二手物品。他们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发布在《分享经济：为什么人们参与协同消费》一文中。


  这种观点还获得了更多人的支持。一份关于德国分享经济的报告《德国的分享经济现象：参与协同消费的消费动机》(The Phenomenon of the Sharing Economy in Germany: Consumer Motivations for Participating in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Schemes)在对分享经济进行分类和定义时也遵循雷切尔·博茨曼的理念，认为分享经济不仅包括P2P(点对点)服务，同时也是产品——服务系统和再分配市场：第一，允许客户使用产品，而提供者保持所有权；第二，覆盖市场，新的或二手物品进行易手；第三，按需服务，汇集个人完成任务。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峰会在报告《循环经济创新与新型商业模式》(Circular Economy Innovation & New Business Models Initiative)中也将分享经济同协同消费一起分为三个系统：再分配市场，例如eBay、Craigslist(一个大型免费分类广告网站)、Swap.com(一个大型母婴用品寄售平台)、thredUP(一个儿童旧衣物寄售平台)、Yerdle(一个旧货分享平台);产品——服务系统，例如Zipcar(一家网上租车公司)、Snapgoods(一家社区租赁服务网站)、CarShare(一个汽车共享平台);协作型生活方式，例如Airbnb、Skillshare(一个技能分享网站)、LiquidSpace(一个为经常出差者提供办公空间的平台)。


  基于协同消费，Zipcar的创始人罗宾·蔡斯写了一本书《共享经济》(Peers Inc: How People and Platforms Are Inventing the Collaborative Economy and Reinventing Capitalism)。中文版将其中的“collaborative economy”(协同经济)硬译为“分享经济”,但是，罗宾·蔡斯认为“协同”才是她要在本书中传递的核心思想，在协作的过程中，分享是一个必要环节。由此也可以看出，所谓协同也好，分享也罢，基本方向一致。


  强调“劳动”的视角


  除此之外，分享经济还有许多其他的名号。这些名号从不同的视角对分享经济的内涵进行了解读，能帮助我们对分享经济进行更深入全面的理解。


  比如，美国新闻网站The Daily Beast(每日野兽)在2009年1月12日刊登的文章《零工经济》(The Gig Economy)中首次提出“零工经济”的概念。打零工，不就是对个人闲暇时间的一种分享吗？通过闲暇时间发挥个人才能，提供服务，完成不同的“任务”,换取收益，这也叫兼职。因此，在一次竞选演讲中，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也以“零工经济”来泛指分享经济模式。零工(gig)原指任何一种工作、职业、任务，这种定义描述了分享经济的一种新的含义：在线的工作雇用，即人们通过社会化平台获取更加具有弹性和灵活性的工作机会，劳动者只在某一时间段内提供某种特定的服务，而不再长期受雇于某一组织或机构。


  美国当代最著名的学术思想机构之一阿斯彭研究所(The Aspen Institute)认为，虽然分享经济还没有官方的定义，但通常指围绕一个技术平台，促进商品、资产和服务在不同个体和动态领域集合间的交换。在其《经济机会：工作在美国》(Economic Opportunities: Working in America)系列报告《分享经济中的未来工作》(The Future of Work in the Sharing Economy)中将分享经济型公司分为促进财产或空间交换和劳动交流两个方面。


  第一，财产或空间交换：出租一个房间或一所房子(Airbnb),出租汽车(RelayRides和Getaround)、自行车(Liquid)等。


  第二，劳动交流：搭车或分享车程(Uber、Lyft),根据各种各样的任务进行按需劳动(TaskRabbit),打扫屋子和房屋维修(Handy),按需提供副食服务(Instacart)。


  分享经济的实践者，The People Who Share的创始人贝妮塔·马托弗斯卡(Benita Matofska)女士提出了一个内涵更为丰富的定义。她结合自己从事分享经济多年的工作经验，对分享经济做出了界定。她认为，分享经济，也被称为点对点经济、协作经济、协同消费，是一个建立在人与物质资料分享基础上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包括不同人或组织之间对生产资料、产品、分销渠道、处于交易或消费过程中的商品和服务的分享。这个系统有多种形态，一般需要使用信息技术赋予个人、法人、非营利性组织以冗余物品或服务分享、分配和再使用的信息。一个通常的前提是，当物品的信息被分享了，这个物品对个人或组织的商业价值将会提升。


  一种开阔的视角


  麻省理工学院公民媒体中心2014年发布的《分享真的即关爱？点对点经济初探》(Is Sharing Really Caring? A Nuanced Introduction to the Peer Economy)报告，将分享经济细分为以下几类。


  1. 对等市场(peer-to-peer market places):也被称为对等经济，将在线市场作为一个集合点，匹配提供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例子有Airbnb、Etsy、Getaround、Shapeways、Uber和Lyft。


  2. 礼品经济(gift economy):服务空间，一个礼品经济的组织，将送礼风气描述为“商品或服务的转移安排”,例如任天堂系列的软件开发人员将代码免费分发给粉丝，其他例子有工具图书馆、同人小说等。


  3. 共同对等生产方式(commons-based peer production):由无数志愿者贡献而产生的小型“产品”,例如维基百科等。一般来说，人们的参与动机为社会认可和个人满足感。其他例子还有开源软件、黑客组织等。


  4. 团结经济/民主财富(solidarity economy/democratic wealth):社区成为管家，财富通常用于互助，财富和资本不只局限于金钱，例如时间银行等。


  5. 协同消费(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一个目标为零生产的经济和社会，例如Zipcar、社区公园、自行车共享等。


  6. P2P借贷：包括小额贷款、购买债务资产等，例如Lending Club、Neighbor.ly等P2P平台。


  7. 众筹(crowdfunding):例如DonorsChoose、Patreon,Kickstarter、IndieGoGo等众筹平台。


  8. 车辆共乘(ride sharing)。


  所有权与使用权


  与开阔视角相对的，有一种专业化视角。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其著作《使用权时代》(The Age of Access)中提出了使用权经济(access economy)。这一说法来源于分享经济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即使用权优于所有权。未来对于物品和资产，人们不追求如何拥有它，而是考虑怎样使用它。比如，我不一定需要拥有一辆车，我可能只是需要用它进行一次短途旅行，所以我并不需要一直拥有它。


  国内许多学者持此论者甚多，原因是杰里米·里夫金的理论入华甚早，以至于世人只知有此不知有其他。杰里米·里夫金是美国经济社会评论家、演说家、美国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会总裁，是Uber与Airbnb等分享经济领域的独角兽崛起的引领者。他写了两本书，在中国拥有大量粉丝，一本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另一本是《零边际成本社会》。[1]其中，《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书做出了关于未来世界的三大预测：协同分享经济将颠覆许多国际化大公司的运行模式；现有的能源体系和结构将被能源互联网所替代；机器革命来临，我们现在的很多工作将消失。这本书将《使用权时代》的一些重要观点进行了提炼，翻译入华后传播广泛，但对分享经济的观点并无更广阔视角。


  经济模型论


  另一些学者和机构根据目前分享经济的现象，将其定义为一个供给和需求重新匹配的经济模型。例如，普华永道在报告《分享经济：消费者情报系列》(The Sharing Economy: Consumer Intelligence Series)中指出，分享经济作为一种经济模型，区别于单纯的分享：(1)数字平台连接闲置产能和需求；(2)交易超越所有权，以实现更多的选择和更低的成本，包括出租、贷款、订阅、转售、交换、捐赠；(3)更多协作消费形式；(4)品牌体验，情感联系；(5)建立在信任基础上。普华永道在报告中指出，分享经济允许个人和团体通过未充分利用的资产来获取收益。实物资产通过这种方式化为服务，例如，闲置车辆的车主可能会允许别人租用他的汽车，或者公寓所有者在度假时可能出租他闲置的公寓。


  韩国民宿Kozaza(一家出租网站)创始人JoSanKu在其报告《分享经济》中将分享经济定义为一个基于共享、交换、交易或出租来获取产品而不是所有权的经济模型。他认为分享经济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术语，通过分享时间、知识、资金和自然资源等物质和非物质资源来获取社会、经济、环境、政治和精神利益。


  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Fraunhofer IAO)在报告《城市环境中的分享经济》(Sharing Economy in Urban Environments)中，将分享经济定义为通过技术和社区允许个人和公司分享产品、服务和体验的实践和经济模型。


  报告《用户声誉：在分享经济中建立信任、保护隐私》(User Reputation: Building Trust and Addressing Privacy Issues in the Sharing Economy)把分享经济描述为一个基于人类和物理资源的经济模型，且是两个人之间的交换，一个人需要一种商品或是服务时可以向另一个人借或租。


  姜奇平提出，未来互联网将广泛产生一种新的A2A(应用对应用)模式。他指明：“A2A的核心特征是对等应用，即应用与应用之间点对点协同。A2A的特点在于可以不经过中央平台控制，在网页应用之间自下而上形成自组织、自协调、自适应的智能化商业的复杂生态。”A2A对商业生态结构的要求会加强，会逐渐由网页本身提供原本由平台提供的公共产品，最终将整个经济引向以不占有为核心特征的分享经济模式。


  循环经济视角


  另一种对分享经济的研究视角基于循环经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峰会在报告《循环经济创新与新型商业模式》中提到分享经济是循环经济的补充，同时分享经济和协同消费都能释放闲置产能——尚未开发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的价值以及没有被充分利用的资产，现在可以通过技术平台重新分配。


  朱丽叶·斯格尔(Juliet Schor)在报告《争议分享经济》(Debating the Sharing Economy)中认为，分享经济活动可以分为四类：再循环、提高耐用资产的利用率、交换服务和共享生产性资产。


  第一类，再循环。代表有早期的eBay和Craigslist,2010年之后的thredUp和Threadflip(一个二手精品衣饰交易平台),以及免费交换网站Freecycle和Yerdle,物物交换网站Swapstyle.com。


  第二类，促进耐用商品和其他资产的集中和使用，提高耐用资产的利用率。在交通领域有创始者Zipcar,同时有汽车租赁网站Relay Rides,拼车服务Zimride,用车服务Uber、UberX、Lyft,自行车共享有波士顿的Hubway和芝加哥的Divvy Bikes;在住宿领域，有创始者Couchsurfing,还有Airbnb。


  第三类，服务交换。最开始是时间银行，后来有TaskRabbit和Zaarly。


  第四类，生产性资产的共享，目的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生产，比如黑客空间、Makerspaces、Skillshare.com和Peer-to-Peer University。


  基于四大要素提出的定义


  关于分享经济定义，真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何才能有更直观的理解呢？研究发现，有一些学者和机构定义的分享经济或多或少都涉及四个要素：个人、闲置(过剩)、网络平台及收益。


  例如，英国商务部在其最新发布的报告《英国的分享经济》中指出，分享经济由将人们聚集起来的交易平台构成，这些平台实现了需求和供给的对接。早期分享经济参与者的动机来源于更少消费和更多合作所带来的潜在收益(包括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这个定义涉及人、平台和收益三个要素。


  哈佛大学商学院商务管理教授南希·科恩(Nancy Koehn)认为：“分享经济是指个体间直接交换商品与服务，包括共享车、共享房间、闲置物品交换等，所有这些交换皆可通过网络实现。”这里提到了三个要素：个人、闲置和网络。


  罗宾·蔡斯在其著作《共享经济：重构未来商业新模式》中认为，过剩产能+共享平台+人人参与，形成崭新的“人人共享”模式，把组织优势(规模与资源)与个人优势(本地化、专业化和定制化)相结合，从而在一个稀缺的世界里创造出富足。这里强调了过剩、人人和平台。


  迈克尔·J. 奥尔森(Michael J. Olson)和塞缪尔·J. 肯普(Samuel J. Kemp)在《分享经济：行业演变轨迹深度解读》(Sharing Economy: An In-Depth Look at Its Evolution & Trajectory Across Industries)一书中认为，分享经济现象是由个人寻求降低成本并创造利润而产生的。分享经济是一个市场，即：(1)用户是个人、企业或机构；(2)资产或技能的供应过剩和共享，为分配者和用户创造了经济效益；(3)网络为共享的沟通与协调提供便利。这里不同程度地提到了四个要素：个人、过剩、效益、网络。


  在国内，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凌超和张赞在《分享经济在中国的发展路径研究》一文中指出：“分享经济被称为P2P模式，主要是一种单个自然人之间，通过某一平台(一般是互联网平台)对自己所拥有的物品进行的租赁交易。”这个定义涉及个人和平台两个因素。


  刘国华和吴博强调了互联网因素，他们在《分享经济2.0:个人、商业与社会的颠覆性变革》一书中提出：移动终端+“互联网+”+存量高效激活+万众参与=分享经济2.0。


  凡此种种，不再一一列举。


  腾讯研究院提出了一种更为直观的定义：分享经济，是指公众将闲置资源通过社会化平台与他人分享，进而获得收入的经济现象。这里包括四个要素：第一个，所谓公众，目前主要以个人为主(将来会衍生到企业、政府等等，但形式应该是以P2P为主);第二个，所谓闲置资源，主要包括资金、房屋、汽车等物品与个人知识、技能和经验等；第三个，所谓社会化平台，主要指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了大规模分享的平台；第四个，所谓获得收入，主要有三种基本模式：网络租借、网络二手交易和网络打零工，这三者也是基本的分享模式。换言之，若四缺一，可能就不是我们关注的分享经济。


  必须注意的是，这里提及的三个模式，主要针对个人参与者而言。在国际上，现在已出现了企业和政府参与的现象，因而分享经济的内涵还会进一步丰富。


  当然，要准确把握分享经济的本质，依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现在是全球创新的时代，分享经济随时都可以衍生出更丰富的含义。


  要形成一个定义，除了对研究者的统计有意义外，其他作用似乎有限。腾讯研究院的定义依然有些宽泛，但好处是明确了分享经济涉及四大核心构成要素：人、资源、平台和收入。我们深切地希望将来会有更准确的定义。


  
    [1] 《第三次工业革命》和《零边际成本社会》已于2012年5月和2014年11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第二章 四大商业范式的基因


  对于分享经济而言，并不是只有个人分享的实践，才算分享经济。因为个人分享只是目前阶段的主流，未来很快会出现企业间分享，以及更广泛的分享方式。简要地概括，从供方和需方的主体类型来看，分享经济可以分为四种基本的商业范式：C2C(个人对个人)、C2B(个人对企业)、B2B(企业对企业)、B2C(企业对个人)。值得注意的是，这四种范式都带着明显的互联网基因，强调所有供需者人人参与直接交易，即P2P。因而，它的基因就是：分布式，去中介。在本书中，我们大致可以这样理解，带有这种基因的，即分享经济，反之则不是。


  
    表2–1 四大商业范式
[image: ]

  


  C2C模式


  C2C模式是最为典型也是最常见的模式。供需方都为个体，通过社会化网络平台进行交易。核心特征为：供需方直接在平台上对接分享，包括注册登录、选购下单、服务交付、评价分享、售后服务，平台仅起到供需信息匹配的作用。


  据腾讯研究院统计，2015年在分享经济所涉及的超过35个领域中，有超过80%的领域以C2C的商业模式为主。由此可见，以个人参与为主的模式是分享经济的主体组成部分。


  C2B模式


  供方为个体，需方为企业。双方通过专业分享平台进行交易。核心特征同C2C模式相同，即供需方直接在平台上对接分享，平台仅起到信息匹配作用。与C2C模式最大的区别在于面向的需方为企业用户。


  C2B模式可能是分享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之一。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1月2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C2B是大势所趋，一个企业不再是单个封闭的企业，它通过互联网和市场紧密衔接，和消费者随时灵活沟通。C2B模式作为互联网时代的新商业模式，将在分享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将成为影响未来商业格局的决定性力量。[1]


  B2B模式


  B2B模式，指企业和企业之间，通过分享平台进行闲置资源的分享。平台起到供需匹配的作用。例如闲置生产设备的分享，以Floow2为代表。再比如闲置医疗设备的分享，例如Cohealo。


  虽然目前分享经济的主要模式为C2C,但我们认为分享经济的发展前景在B2B,企业能够提供更多个人无法提供或无法接触到的资源。我们可以预见，未来B2B模式也将在分享经济中占得一席之地。


  B2C模式


  B2C和B2B一样，供方为企业，可以分为两种模式。


  一种模式为：供方为具有闲置实物资源的企业，需方为个体，社会化网络平台转变为承包商模式，代理供方闲置资源，由平台与需方直接对接，赚取其中的差价。典型企业包括YOU+、WeWork等，这些企业通过承租社会闲置场地，再以装修——分割——转租的模式向客户出租。从某种意义来看，在这种模式中，供方的作用类似中介企业，Zipcar是代表之一。


  另一种模式为：通过社会化网络平台，企业向个体提供闲置资源的分享服务。平台进行信息匹配，可收取一定管理费。例如滴滴巴士，拥有闲置巴士的旅游或者租赁公司通过滴滴平台，向个体用户提供巴士服务。


  从时间来看，分享经济在发展初期以Zipcar为代表的B2C模式为主，目前演变成去中心化、轻资产、低成本的C2C模式。未来的趋势将是C2B和B2B两种模式。其核心应该在于分享闲置资源、降低成本，而非扩大价差谋利。


  由于目前对于分享经济仍没有权威的定义，所以从学术角度来看，还有不少争议点。例如，有学者认为，分享经济并不总是具备营利的条件，例如朱丽叶·斯格尔在文章《争议分享经济》中没有界定分享经济必须是营利的，她将平台划分为营利性的和非营利性的。


  
    表2–2 营利性平台和非营利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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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认为那些经营公共非营利组织的共享平台，实际上发挥着“公共物品”的作用，许多公共物品具有G2P(government-to-peer,政府对个人)结构，而非P2P结构。


  有学者认为B2C模式并不能纳入分享经济中，分享经济应该是发生于个人之间的活动，但也有学者和机构认为B2C属于分享经济。


  而The People Who Share的创始人贝妮塔·马托弗斯卡女士认为分享经济的主体是个人或者组织。与她持相同观点的是英国学者、知名媒体人托马斯·史班达，其在《C2C的分享经济只是开始，高潮还在B2B》一文中指出：“未来一个时期，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资源共享将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对于重型设备等高价值资源的共享将为企业带来巨大的收益。”他也认为分享经济不仅仅是个体之间的分享，企业与企业之间高价值资源的分享将会占据分享经济这种经济模式的主流。


  
    [1] 延展阅读：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1/31/c_128688663.htm。

  


  第三章 经济剩余解决的问题


  经济剩余改变一切


  2015年，我们有过这样的思考：旅游经济，大致指的是我们在各地旅游的花销；黄金周经济，是指我们在黄金周7天内的消费。分享经济，从经济学角度该怎么理解呢？


  后来，我们想到了一个词，经济剩余，至此才算找到了一把钥匙。我们认为，分享经济是一种通过大规模盘活经济剩余而激发经济效益的现象。它的存在，致力于解决经济剩余问题。


  所谓经济剩余，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化过度消费的产物。在农业社会时期，社会生产不足，人类通过奴役牲畜加强生产，而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进入工业社会后，人类开始驾驭机器，在各种各样机器的协助下，生产力大大提升，而需求却常常不足，因为很多领域消费过度开发而产生了过剩现象。比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家里原先没有电视机，买一台都要排队；后来家家户户都有电视，当你家里有了两台或者三台的时候，你还有继续购买的理由吗？但厂商依然在大量生产，很容易形成积压。有的厂商或许会说本厂零库存，但事实是，有相当一部分产品没有送到终端用户手里，而是积压在各种渠道商的仓库里。社会化大生产发达之后，大家兜里的钱随之多了起来，于是购物不再因需要而产生，而是成了一种习惯，想买就买，于是许多商品在生命周期还没走完的时候，就被抛入了路边的垃圾箱。这是一种消费剩余。


  因此，经济剩余，在企业层面表现为闲置库存和闲置产能；在个人层面表现为闲置资金、物品和认知盈余，通俗地说也就是闲钱、闲物、闲工夫。


  在过去，经济剩余像玻璃碎片一样，零零散散地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整合成本极高，难以发挥应有的社会效益，想分享，也是小规模小区域地进行。


  而现在，分享经济通过互联网技术，把大量的碎片整合到专业平台上，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供需匹配，产生了新的经济效益——形成了新的镜面。


  由碎玻璃碴变成镜面，分享经济化解了经济剩余问题。这大概可以称为镜面效应吧。


  对此，可以概括为四句话：


  
    1.凡有剩余，皆可分享。


    2.凡有人在，皆有剩余。


    3.凡有分享，皆可实现。


    4.凡有实现，皆是双赢。

  


  第一句，分享经济的产生，源于经济剩余。所谓经济剩余，如上所述，在个人表现为三闲资源：闲物、闲钱和闲工夫，在企业表现为闲置库存和产能。只要有经济剩余存在，便会有分享行为产生。


  第二句，经济剩余哪里有？人是经济剩余的源头，个人有、企业有、政府有、城市有……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经济剩余存在。


  第三句，网络平台支撑了分享经济发展。经济剩余的分享，不等于分享经济。要使分享这种零星的碎片行为变成分享经济，必须大规模化。正如要把所有人连接起来，必须依靠网络一样，经济剩余的连接，也须依赖发达的网络平台。在网上，能想象出来的内容几乎都可以实现。当然，这种分享应该消除中介。


  第四句，分享经济要产生收益。人们参与分享经济的根本目的在于节约成本，参与双方都会受益：需方降成本，供方增收入。反过来说，如果某种分享经济的平台带来的不是供需双赢，那就是值得怀疑的。


  如果换个角度，从生产和消费的角度来看，从经济剩余角度可以解决哪些问题呢？


  报纸和电视告诉我们，当前经济形势不妙，全球经济低迷，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来自消费过剩。消费过剩带来的社会问题很大，比如城市里轿车消费过剩，导致交通拥堵，路边停满汽车，挤占了行人的道路；再比如房屋，许多人拥有多套房屋，以至于超出了生活所需，让房屋成为一种投机需求，价格只涨不跌，于是各地开发过剩鬼城林立，绑架了整个国民经济。


  消费过剩，如果换用分享经济的思维，该怎么解决呢？答案是提高剩余资源的利用率。人们过度消费了许多不需要的商品，这些商品可以进入再流通领域，再度利用，因而不必通过扩大生产，也可以满足生活需要。


  另一方面，分享经济思维有助于解决生产过剩吗？这也是个很现实的问题，现实得让人挠头。生产过剩产生的是大量积压库存，而积压库存，除了降价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化解思路？从理论上说，分享经济的以租代售有助于化解库存，比如面对大量的房地产库存积压，很多房地产商开始采用以租代售的方式，逐步出货。有的汽车制造商开始发展以租代售的业务，把新下生产线的汽车租出去，而非卖掉！


  但是，还有一个常见的故事令人忧伤：牛奶生产过剩。白花花的牛奶，一半被迫低价出售，一半用于喂狗，或者倒进了沟里。面对牛奶剩余，分享经济还有效吗？


  我们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销售转为租赁，这种转换之所以能实现，核心在于房屋可以重复使用，我们把它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后，在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对使用权进行租赁。而牛奶是一种快速消费品，消费周期比较短，重复消费频率较高，使用权一旦湮灭，所有权也随之消失，如何租赁？


  如果你拥有一个分享经济剩余的平台，那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我们假设这个平台覆盖全国各个地区，而且活跃着大量用户，那么在甲地过剩的库存，很有可能成为乙地畅销的商品！


  社会上普遍存在着大量的过剩资源，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供需匹配效率过低而长期闲置。如果能够创造出调和供给和需求的平台，大量的社会闲置资源将被充分利用，发挥各自的价值。


  分享经济的意义在于实现全社会的剩余资源匹配。过去，经济剩余以碎片化的方式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整合成本极高，难以发挥应有的社会效益。分享经济的出现创新性地化解了经济剩余问题，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在线支付平台、便捷的交通、物流网络和社会化媒体，快速高效地把经济剩余整合到专业平台上，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供需匹配，产生了新的经济效益。


  三个“剩余”的分享模式


  我们已经定义了经济剩余，从这个角度来看，分享的行为可以总结为三个模式：


  第一种，使用权剩余的分享，强调使用而不占有。


  第二种，时间剩余的分享，个人具备的多重“身份”,带来大量就业机会。


  第三种，所有权剩余的分享，二手物品进入再循环，产生了节约资源的环保效果。


  
    [image: ]


    图3–1 经济剩余的分享

  


  第一种模式：使用权剩余的分享


  经济剩余的第一种分享模式，即关于使用权的分享。当你自己的物品多起来的时候，可以考虑把它租出去，这也是目前最流行的对个人闲置资源的分享方式，大致对应两种套路：闲置物品，可以通过个人在线出租平台实现分享；闲置资金，目前主要是通过P2P借贷平台，借给第三方使用。


  在线租赁目前在出行、房产、办公空间、闲置资金等方面都取得了快速发展。


  在出行领域，分享经济产生了许多创新性的模式，除了国外的Uber、Lyft和国内的滴滴出行等，还衍生出多种业态，例如一对一的面向高端商务车市场的专车服务、采取低价策略的快车服务及社会私家车的出租服务，还有一对一或一对二的出行线路相同的人共同搭乘的拼车服务，以及一对多的用户在既定线路上预订座位的互联网巴士服务。


  这种玩法越来越有趣，出现了向四面八方蔓延的趋势。除了汽车这种交通工具的分享外，还纳入了其他的各类五花八门的交通工具，例如船舶、私人飞机、游艇、自行车等等。


  在房产领域，Airbnb改变了传统酒店行业的游戏规则，普通人也能以低于酒店的价格出租自己的房间，可以非常灵活地选择日期和租客，不受过多门槛限制。当然，这里的内核是对自住房闲暇时间的出租。虽然分享经济的壮大带来了不少“专业资源”,例如二房东和职业房东等，但依然调动了社会上沉淀的不创造价值的大量闲置房间，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


  从面向消费者的闲置房间出租，到面向自由职业者和创业者的闲置办公空间出租，房屋出租的外延进一步扩大。拥有闲置办公空间的业主可以通过分享平台直接与租客对接，例如马上办公。另一方面，更多机构采用WeWork这种承租——装修——转租的模式分享办公空间。


  在闲置资金领域，一般学者认为，P2P网贷和股权众筹是一种创新的分享形态。点对点的模式无需银行中介，直接由个体对个体进行金融交易，无论是对于个人投资者还是信贷借款方而言，交易成本相对于传统金融机构都会更低。


  尤其是众筹类项目方，初期难以从银行获取贷款，却能通过融资方式获得。网络众筹方式能够减少之前融资的信息不对称，同时也可以提升市场影响力。


  这些“租赁经济”型分享平台的迷人之处在于，可以令租借双方获得双赢的局面。从理论上讲，出租方可以通过已经拥有的资源获取收益，而承租方则能享有比大规模专业性组织更加经济和便利的选择。因而，不论年龄背景，不管个人企业，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逐渐超越购买产品本身的需求，而是更倾向于购买产品的使用价值。


  使用而不占有，这种形式打破了私人物品一直以来排他性和竞争性的属性，使得私人物品也可以在消费者中以个人对个人的形式被分享。这就是分享经济中的第一大重要形式——使用权剩余的分享。


  第二种模式：时间剩余的分享


  除了物品可以分享，如果你有闲置的时间，那么个人劳动能力也可以分享。这种玩法也被称为“临时工经济”“自雇经济”等等，对应着提供各种付费差事和办公室零碎工作的在线市场催生的大量工作机会。


  借用克莱·舍基为此特别提出的一个新名词：认知盈余。按照她的观点，认知盈余是一种随着全世界累计的自由时间不断聚集而产生的新资源，使我们有权使用这种资源的最重要的两个转变已经产生——全球受教育人口累计起来每年超过1万亿小时的自由时间，以及公共媒介的发明和扩散，它使得以前被排除在外的普通市民能够利用自由时间从事自己喜欢或关心的活动。


  个人劳动能力分享的现象提示我们，关于人力资源的观念应该革命了。


  从分享经济的实践来看，它打破了行业的进入壁垒，以较低的就业门槛释放大规模的生产能力。而这些生产能力，过去散落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被传统固化的管理体制束缚，无法参与社会化大生产，例如专车司机、短租房主、私厨服务提供者、自由快递员等。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正悄悄把数百万人变成兼职者，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工作机会。未来的工作，还需要朝九晚五吗，还需要固守一个工作岗位吗？


  伴随时间剩余的分享，带来各种“身份”的崛起。如果你是一位医生，可以拥有多重身份，比如你除了专业知识丰富，还会开车，还炒得一手好菜，那么，闲暇里你可以拥有教师、司机、厨师等等身份。具体进入哪个行业，看你的意愿。平台早就准备好了！(第十七章有更多探讨)


  在出行领域，在线代驾平台也在迅速发展。与汽车分享不同，代驾分享的是代驾司机的驾驶技能和闲置时间。当雇主因不能自行驾车时，就产生了代驾需求。他们可以通过App软件申请代驾找到就近代驾司机，由代驾司机将车辆开到指定位置并收取一定的代驾费用。当前代驾主要应用于酒后代驾，但同时在旅游代驾、商务代驾和长途代驾场景中也有一定的应用。


  在餐饮领域，在线雇用主要表现为共享厨房模式，分享平台消除私厨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并不断挖掘供给端资源，通过整合有空闲时间、热爱烹饪且乐于分享的社会闲置生产力，打造“家庭厨房共享平台”,可以有多种形式：包括致力于高频+刚需的一日三餐家常菜外卖服务，例如“回家吃饭”;或者寻找散落于民间美食的私厨电商平台，例如“觅食”;从国外传来的以美食、社交、文化等多种元素在内的个性化私厨饭局，例如“EatWith”模式“我有饭”;还包括致力于高端大气家宴的私厨上门服务，例如“爱大厨”。众多家庭厨师的私厨技能和闲置时间对外分享，获取收入和精神层面的满足，食客则可以获得不同于餐饮的个性化味蕾感受。


  此外，还有家政服务模式，例如美国家政服务平台Care.com的运营方式是首先由个人发布服务信息，平台审核通过后在平台上发布信息供用户线上订购。这里的家政服务人员有一部分是兼职工作者。


  分享经济与教育行业相结合，缓解了教育行业的供需不平衡，整合了社会个体的力量，用自己的技能和知识提供培训服务，既可以让每一个人成为老师，也可以使每个人变成学生。这同时也缓解了教育行业的信息不对称，通过分享平台的展示和沟通，将各类师资力量，包括个人和机构与学生直接对接，以较低的交易成本，打破了传统培训机构的信息壁垒，越来越多的师资力量从传统培训机构脱离出来，以个体或团队的形式，在分享平台上进行授课，例如跟谁学，同时也打破了行家分享的“强关系”圈子，让普通大众也能够触及“弱关系”的牛人，这也是分享经济最具创造力的部分。


  与知识分享平台，例如知乎、百度知道等不同的是，教育行业的知识分享更侧重一对一的服务，并且提供满足特定用户话题和需求的深度信息服务，无论是“自得”和“榜样”的电话/在线沟通，还是“在行”一对一的见面聊，都是在为针对性、私密性的知识服务提供场景，也为建立深度的人际链接创造了可能。


  在专业服务领域，以威客为代表的专业服务个体，在分享经济时代更加大放异彩。威客，旨在通过互联网将智慧、知识、能力等共享给需求方，并获取实际收益。兼职的任务接受者占绝大多数。其主要涉及的领域就是文化创意产业，业务范围包括设计类，例如建筑设计、平面设计、广告设计和网站开发等各类服务。


  此外，在律师行业、咨询行业都出现了采取分享模式的企业，例如法律服务平台绿狗网以调动社会闲置生产力的众包方式，使人人都能成为公司注册代办人。


  而专业服务的另一个大市场，为最近越来越火的手艺人市场，包括美甲、美妆、按摩等领域的传统线下手艺人都纷纷提供分享。这类分享平台，更多的是面向存量市场，缓解供需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升信息匹配效率，用户和手艺人都可以拥有更加灵活的时间安排。


  在线雇用还衍生出了C2C任务协作模式，例如国外的TaskRabbit。用户可以通过平台发布自己的任务，雇用别人去做，也可以发布自己的技能，提供服务。C2C任务协作在看护、物流、医疗等方面都取得了快速发展。


  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进程加速，社会化养老模式逐步提上日程，例如国内出现的“陪爸妈”,就是利用分享经济的方式切入居家养老领域。看护人员来自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医护人员和养老护理专业毕业的学生，他们被称为“健康管家”。当老人提出服务预约后，健康管家们会前往家中判断老人的具体需求，提供医疗健康服务。社区医生定期提供“上门检查+社区医院陪诊”服务。


  另一大市场是宠物看护市场。随着市民出游、返乡等需求增多，传统的专业机构寄养由于场地、时间以及资金的限制，往往不能满足宠物主人需求。而有了“宠物帮”和Rover等宠物家庭寄养平台，有需要寄养宠物的人可以选择把宠物交给寄养师，而有时间、有能力接受宠物寄养的家庭则可以申请成为寄养师，为宠物主人托管宠物。


  在物流领域，分享经济与快递行业相结合，整合海量社会闲置运力，基于需求商家的地理位置定位，高效调度附近自由快递人或者货运车辆，接到需求后到商家所在处取货然后送至目的地。对于同城物流来说，这是一种比传统快递更快捷也更节省时间的方式。目前已经涌现出人人快递、达达配送、京东众包等协作物流平台。


  这类创新的物流模式也将是异地配送未来的趋势。杰里米·里夫金曾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中预言：就物流互联网而言，传统的点对点和中心辐射型运输应该让步于分布式的联合运输。一个司机负责从生产中心到卸货地点的运输，然后接一批在返回路上的交付货物。分享经济的模式是这样的：第一个司机在比较近的中心交付货物，然后拉起另一批货物返回，第二个司机会装运货物，送到线路上的下一个中心，可以是港口、铁路货场、飞机场，直到整车货物抵达目的地。


  第三种模式：所有权剩余的分享


  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所有权的转让也会成为经济剩余的新兴玩法，因为很多闲置资源可以进入再流通领域，比如二手交易。


  在线二手物品交易，准确地说，是指个体通过社会化网络平台进行二手物品所有权交易，可以简称为二货买卖。二货从闲置状态通过分享再次投入使用，提高了自己的利用率。与第一种模式不同，二货玩法是基于使用权和所有权两权合一的分享。


  对于二货买卖的流行，追究原因，大概有两个。


  一个原因是，网购的刺激，产生了冲动型购物，消费过度。历年来，网购的价格战成为各大电商平台首选，多种多样的促销活动更是博人眼球，折扣、秒杀、买一送一等比比皆是。低于原价一大截的售卖，刺激着消费者的购买神经：不管有没有用，先下单再说。举例来说，2015年阿里“双11”销售额定格在912.17亿元，相比2014年的571.1亿元，增幅达59.7%。


  大部分冲动网购所花的现金，最终都变成了家里闲置的“不动产”,比如一年都穿不了几次就落伍的衣服，看着赏心悦目却毫不实用的家居用品，满足自身心理、用了不觉得物有所值的奢侈品，等等，成了贬值又占空间的废品。


  中国人口众多，本就在资源共享和流动方面拥有巨大的优势。再加上网购的蓬勃发展，催生了一大批“剁手党”,他们乐于网购，却经常后悔多买东西，因此产生大量闲置物品，中国二手市场的潜力由此可见。


  通过二手交易将闲置的物品交易出去，对卖家而言，既可以获取经济收益，又可以拉动新的购买需求，既可以为家里腾出新的空间，又可在下个网购节日更愉快地消费。对买家而言，以较低的价格获取质量还不错的物品，性价比超高。于是，闲置物品交易平台日益生意兴隆。业界人士介绍，购物狂欢节之后总会迎来日活跃用户高峰。


  另一个原因是，产品更新速度加快。尤其是数码类产品，更新换代非常快。据58同城发起的《闲置物品能换钱——你在网上卖过二手吗？》调研显示，有72.12%的人选择了数码类产品，如手机、电脑、相机等。而据德勤咨询分析，2015年全球智能手机的销售量为14亿部，其中10亿部智能手机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升级需求。在14个发达国家市场中，大约70%的智能手机用户在过去一年半内升级了他们的手机。


  因此，随着闲置物品的逐步增多，分享经济下的二手物品交易市场“闲鱼”“转转”“有闲”等各种线上二手物品交易平台获得快速发展。


  二手物品的交易形式，有的完全是以物易物，有一些是付费购买，还有一些是二者的混合形式。有些时候交易发生在陌生人的弱关系中间，有些时候是基于社交网络的交易连接。


  其中一种是以物易物。


  比如，Yerdle旧货分享平台。人们可以通过社交账号登录Yerdle,在好友之间分享闲置物品，而且都是免费的，只需要支付运费就可以。Yerdle平台上目前已经拥有1.2万名注册用户，1/4的人每周都有浏览Yerdle的习惯，以随时查看是否有自己满意的产品。


  这家创业公司就是“集体消费观”最新的典型代表之一。赞成“分享经济”理念的人认为，相比从生产环节下手，通过压缩原料来让产品的生产变得更环保，努力提升消费者对产品的使用率则是更为重要的路径。


  第二种是付费交易。这种付费交易又包括两种模式：C2C模式和C2B2C模式。


  C2C模式，例如“58赶集”与腾讯合作推出了闲置物品转让的App(应用程序)“转转”,欲借移动端垂直切入市场，释放被压抑的二手需求。据数据统计，“转转”上线当天注册用户即超过10万。上线一周内，单日在“转转”平台上新发布的商品数超过5 000件，每天在“转转”平台上达成交易量数千单。


  而阿里将会拆分淘宝旗下的闲置物品交易社区“闲鱼”,成立专门的事业部独立运营，已获得红杉中国、IDG资本等多家重量级投资基金青睐，资本市场估值超过30亿美元。根据“闲鱼”官方数据显示，此平台上拥有每天超20万件闲置物品的成功交易。


  第四章 “分享”之后，“按需”崛起


  2015年1月，《经济学人》杂志发了一个重要的文章《招之即来的工人》(Workers on Tap),介绍了一个现象：公司的员工可以变得像水龙头的水一样，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而不必天天都出现在老板面前。这是从“按需经济”(on-demand economy)角度给分享经济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


  文章发现，在旧金山和纽约等地，按需经济正在崛起，谷歌和脸谱网等大公司的年轻技术人员可以利用手机上的应用要求Handy或Homejoy帮助清理公寓，通过Instacart采购食品和递送，通过Washio洗衣服，通过BloomThat送花等。


  而这些应用的开发商，是从打车应用Uber身上获得灵感的。


  文章分析，知识密集型公司已经向市场外包更多工作，部分原因是其可节省成本，也可解放更聪明的全职员工专注于可带来最多价值的领域。


  鉴于这种公司越来越多，文章指出，这种繁荣标志着一种更深入转变正进入新阶段。现在，使用无处不在的智能手机平台以各种各样的新方式传递劳动和服务，将挑战20世纪的许多基础理论，包括公司性质和职业生涯结构等。


  说起按需经济，尤其是IT(信息科技)人士可能会想起IBM公司在十几年前提出的“on demand”一词。大概为了显得有力，当时没有翻译成“按需”,而将之翻译为“随需应变”;到了2007年，IBM又向全世界发了一个“新版本”:e-Business,on demand(电子商务，随需应变)——企业可以很自如地在整个企业内部梳理、优化并整合从订单到最终产品的全部流程，然后通过电子商务方式打通整个供应链，将企业外部的重要合作伙伴、供应商和客户连接在一起。


  时至今日，按需经济大行其道。那么，按需经济和分享经济能不能画等号呢？


  有个专业网站，名曰“THE ON-DEMAND ECONOMY”,将“按需经济”定义为一个致力于提出能使日常生活更简单有效的商业解决方案的集合。这个集合和它的参与者正在塑造近十年来消费体验的趋势，并希望领跑世界。如果仅仅从定义上来看，按需经济和分享经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然而，我们点击几个链接，再往下追究，就会有惊奇的发现。


  该网站将按需经济的公司按业务范围分为商业服务、快递、教育、家庭看护、健康和美容、家政服务、P2P产品、停车、宠物看护、预订及票务、交通和旅游等。


  这与我们对分享经济的分类非常相似。我们还可以发现，THE ON-DEMAND ECONOMY网站纳入每个分类中的企业大部分都是我们所认为的分享经济中的企业，包括Uber、Airbnb、TaskRabbit、Postmates等。


  按需经济的着眼点，更多是对闲物和闲工夫的租借与售卖。例如，丹妮丝·约翰逊(Denise Johnson)和安德鲁·辛普森(Andrew Simpson)在文章《按需经济如何改变工人待遇》(How On-Demand Economy Is Changing Workers’Compensation)中借用罗伯特·哈特威格博士(Dr. Robert Hartwig)的观点，提出按需经济的存在，包括临时司机、劳动力、房屋所有者转变的房东和独立的专业人士，正在改变美国劳动力和保险行业。


  Uber创始人特拉维斯·卡兰尼克表示，他更喜欢将分享经济定义为“按需经济”。他认为，Uber使得乘客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实时一键叫车。对于司机而言，Uber也是按需经济的体现。司机打开应用就上班，关闭应用就下班。目前，很少有工作让人们可以随时上下班。Uber既可以向消费者提供服务，又可以让合作伙伴灵活地进行工作。


  工业模式的终结


  按需经济预示着一种泰勒所无法想象的经济合作形式的到来，也预示着工业时代的终结。这位在20世纪初创建了科学管理理论体系的管理大师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说过：“科学管理如同节省劳动的机器一样，其目的在于提高每一单位劳动的产量。”有人形容，在实行泰勒制的工厂里，找不出一个多余的工人，每个工人都像机器一样一刻不停地工作。另一位大师福特则将工厂的科学管理发挥到了极致，他创造的标准化流水线是典型的大工业生产的组织形式，代表了传统机器大工业生产的最高水平。


  他们绝对不会想到有朝一日，工人可能不再属于流水线，也不再属于自己的工厂。


  按需经济给工业社会的组织模式画上了句号。代之而起的是：第一，随需随用，一切产品和服务都可按需获取；第二，改变了职业模式，一切工作都可以是临时的。按需经济把职业自由人与为大众提供服务联系起来，大规模地提供个性化服务。


  在这个新时代里，我们对待工作、办公室里的同伴和雇主，要进行一种全面的心理革命。


  分享主义


  分享经济简单来说是一门把自己的闲钱、闲物、闲工夫，通过一些网站分享后赚钱的生意。如果分享经济仅仅是一门酷生意的话，如何解释它风靡全球，不光受到了民众的欢迎还受到了许多政府的推崇？如何解释它引发了众多学者孜孜不倦的研究解读，而全然没有一个共识呢？如何解释众多的企业，不光是服务业，甚至制造业的公司都在思考如何分享甚至推出以租代售的经营模式？这背后，定然大有文章。


  分享经济的基本理念


  分享经济的一个重要理念是使用而不占有，这是由Airbnb创始人布赖恩·切斯基(Brian Chesky)提出的。按照以前的方式，如果我对某一资源或物品产生了需求，那么我一定会把它买下来，完全占有它。通常过一段时间，这项资源便处于闲置状态，也就是说，我们为了一时之需支付了不必要的额外费用。


  而在分享经济下，我们追求资源的使用价值，而非产品本身，即使用所有权，而不占有所有权。这个理念强调在不影响所有权的情况下，对某一种东西的使用权的分享，比如出租多余的房间，分享你的驾驶和汽车，分享一段视频，分享一段文字。只要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并不一定总是需要通过买卖获得所有权，而是可以进行租或借。


  分享经济的另外一个理念是——够用即可。雷切尔·博茨曼在其畅销书《共亨经济时代》中强调了这个理念。分享经济源自人类最初的一些需要，包括合作、分享、个人选择等。信誉资本带来了正面、积极的大众合作性消费，创造了一种财富和社会价值增长的新模式，而分享经济将颠覆传统消费模式。雷切尔相信我们处于这样的变革时期，我们正从大量的闲置和浪费的宿醉中苏醒。分享经济可以瓦解过时的商业模式，帮助我们跳过过度消费这种浪费的模式，并教会我们何为“够用即可”。


  丽莎·甘斯基(Lisa Gansky)在其畅销书《独享不如共享》(The Mesh)中兼容了这两个理念，进一步提出，分享经济强调的两个核心理念就是“使用所有权”和“不使用即浪费”。


  新的消费观念形成


  随着分享经济的发展，“闲置就是浪费、使用但不购买”的新消费观念将逐步形成，利用更少的资源消耗满足更多人群的日常生活需求，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条件。


  新的消费观念的产生激发了分享经济的发展，分享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流理念反过来又潜移默化地激发了新的消费观念的传播和影响。


  在强调所有权的社会里，拥有私人物品的多少会被当作判断个人财富多少和地位高低的依据，以至于长久以来人们普遍崇尚“过度消费”。为满足欲望，人们不停地购买、不停地使用、不停地淘汰产品，甚至于不区分什么是真正需要的、什么是不需要的，因此导致闲置的物品囤积。而大量闲置物品的产生不仅对个人来说是极大的浪费，而且也会造成地球资源的过度浪费。


  随着分享理念的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习惯“轻资产”的生活方式，大家不追求繁复的生活，而是将生活和工作分解开来，减少不创造价值的内容，充分发挥剩余部分的价值，从而推动环境的保护和资源的节约。分享经济改变了传统产业模式下的大规模生产产能过剩、排浪式消费的状况，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社会供给模式，形成了物尽其用的可持续的消费理念。


  例如，目前很多年轻人认为拥有一辆汽车已经不再是身份的象征，取而代之的是能拥有出行的自由。这种只想为产品的使用价值付费而不想完全占有产品的消费理念，颠覆了个体在传统工业中对私人产权的思维定式。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选择“只租不买、按需付费”的方式。


  引领社会发展的动力


  我们不得不观察一下分享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以便解开脑海中的疑惑。原动力至少有两个，第一个跟宏观经济周期相关，第二个跟互联网技术相关。


  分享经济并不是横空出世的新鲜事物。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分享经济是经济下行周期的产物，而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正是促进分享经济觉醒的原动力。


  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贷供应商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告破产，次贷风暴酝酿。随着华尔街救市失败，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各国经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仅以美国为例，2008年后，美国的就业人数总体减少了76万，失业率大幅度上升，超过了7%,这一数字远高于2003年经济低迷时期的最高水平6.3%。欧盟统计局2008年10月3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欧元区的失业率为7.5%,高于2007年同期的7.3%。


  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上帝在为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金融危机下经济形势的持续低迷，使得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失业人口大量增加，人们收入减少，只能靠出租、贩卖个人闲置物品来维持基本生活，很多公司也开始共用同一座办公楼来节约成本。大众惊喜地发现，分享经济能够减少支出(价格是参与分享经济的核心因素),还能够利用闲置的资产来获取额外收入，分享经济的概念开始被逐渐接受。


  我们认为2007—2013年是分享经济开始爆发的阶段。短租领域的代表Airbnb和众筹界的明星Kickstar成立于2008年，分享出行的代表Uber和跑腿网站TaskRabbit于2009年成立，食品共享网站Grubwithus于2010年成立。2010—2013年，每年分享经济初创企业的数量以将近50%的增速发展。


  正如我们看到的，当经济危机席卷全球的时候，分享经济在租车、租房等多个领域蔓延开来，以Airbnb和Uber为代表的分享经济巨头快速发展起来。这些现象的产生正反映了美国经济萧条带来的减少成本、缩减开支的需要，人们普遍需要寻找兼职来赚取生活费补贴家用，这一契机推动了分享经济的大发展，因此，金融危机带来的寒冬客观上为分享经济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


  中国分享经济的发展稍慢于全球，直到2011年才开始快速发展，这与中国的经济形势密切相关。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GDP增速自2010年之后持续下行，2015年GDP增速收于6.9%,创25年新低。经济下行使得人们重新审视消费观念，更多的人选择以分享经济的方式生活。正是在这个阶段，我国大多数分享经济企业开始建立和集中发展。


  例如，2011年，途家、蚂蚁短租等在线短租平台起步，全国最大的P2P网站陆金所成立，国内医疗知识分享代表春雨医生成立；2012年现象级企业滴滴成立，P2P租车平台PP租车进入市场；2013年，全国首家众包快递企业人人快递成立，众包家政服务e袋洗成立；2014年，滴滴专车上线，拼车、租车多家企业创建，以回家吃饭、觅食为代表的私厨起步，达人分享模式和办公分享出现，个人服务“您说我办”成立；到了2015年，滴滴顺风车、巴士和代驾上线，网购二手交易App——淘宝闲鱼、58转转、京东拍拍成立，私厨、巴士、教育、物流、医疗等行业继续扩张。


  第二个动力，互联网技术连接了每个人。


  或许有人会思考，美国历史上经常爆发经济危机，那时为何不见分享经济随之发展？这里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因素——移动互联网。正是因为智能手机打开了通向每一个人的道路，这个过程犹如将数不清的玻璃碎屑拼合成一个镜面，由此，才有了分享经济的大爆发。这不得不归功于一个天才推出的划时代的产品。


  2007年，美国除了次贷风暴爆发外，还有一个革命性的产品问世——苹果公司推出了智能手机iPhone。2007年1月9日，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为此召开了全球新闻发布会，向世界宣布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同年6月29日，iPhone上市。


  随后不久，谷歌公司大力推广安卓操作系统。2007年11月，开放手机联盟在谷歌的倡导下建立，联合了业内84家硬件制造商、软件开发商和电信运营商共同组建。联盟共同合作，开发改良安卓系统。2008年10月，全球第一部安卓系统智能手机诞生，在随后的时间里，安卓系统也在谷歌的推广下，逐渐从手机延伸到电视、相机、游戏机、平板电脑等其他领域。


  移动互联网打开了通向每一个用户的道路。在谷歌和苹果这两大公司的助力下，智能终端也获得了爆发式增长。以谷歌为例，据谷歌官方发布数据，2011年第一季度，安卓在全球的市场份额首次超过塞班系统，跃居全球第一。2013年第四季度，安卓平台手机的全球市场份额已经达到78.1%。2013年9月24日，全世界采用这款系统的设备数量已经达到10亿台。2015年9月，谷歌披露，安卓移动操作系统的用户总数已达14亿。


  分享经济在全社会大规模推广，需要有统一的信息技术作为底层基础支撑。例如租车平台，出行人只要通过手机软件发送请求，车主就会在收到提醒后进行交易，在没有智能手机的时代，你根本无法想象这样的场景。


  分享经济所需要的技术，还包括大数据和云计算。后两者使得高效处理海量信息实现供需匹配成为可能，使得个体随机分享具备了加入大规模商业化行为的条件。


  以滴滴出行为例。滴滴利用大数据分析，提升了交通运能的资源使用效率，向着智能交通生态体系发展。滴滴出租车覆盖全国360座城市，每天订单400万；专车覆盖80座城市，每天订单300万；顺风车覆盖全国338座城市，每天订单182万。消化这么多订单，需要数据匹配非常准确。当订单像大潮一样涌起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采用新型的大数据分析工具，通过分析司机行车习惯，精准推送叫车订单，提升订单匹配率，通过动态调价，实现潮汐战略，满足一天的需求变化。


  Uber通过大数据技术，将不同客户需要的出行路线进行匹配，解决了供需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Uber中国大数据专家江天在2015中国国际大数据大会上以“人民优步+”为例，指出该功能理念是基于大数据将不同乘客进行路线匹配，来及时调剂供需平衡。比如，当第一位乘客打开App叫车之后，车一般会在5分钟之内到达，乘客上车之后会根据后台算法匹配行程相近的第二位乘客，使出行变得高效便捷。


  此外，不能不提的一项技术是智能支付。如果说移动互联网是分享经济得以发展的技术支撑，那么跨越时空限制的在线支付的大规模商用则是其大规模的发展保障。


  一方面，在线支付能够保障供需双方的财产安全，例如预付房费通过第三方支付到平台账户中，当交易完成后再进入房主口袋，类似支付宝在淘宝买卖双方之间发挥的作用，促进交易的安全。另一方面，在线支付的便捷性，也能够为高效分享提供保障，例如滴滴推出的企业付费服务，与企业采取公对公结算形式，用户在使用企业出行服务时无须再自行支付和报销，费用自动在企业的账户当中扣除。在许多交易中，卖方和买方并不会私下见面，有效地使用在线支付平台能够增加对买家和卖家的吸引力。


  此外，还少不了精确定位技术、地图导航技术等等。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一个假想


  分享经济所具备的超越性动力来自互联网基因，不仅具有极大的商业实践价值，还具有极其深刻的社会意义。


  进入分享经济大门，就是按需经济。按需经济实现后，我们进入了人人分享、各取所需的阶段。


  而未来社会的经济基础，可能建立在人人分享的基础上，是之谓分享主义。


  分享主义，其实并不遥远，它就在前面等着我们，等着整个社会。我们要做的，仅仅是在商业实践中迈出一小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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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秋，腾讯研究院做了一个统计，发现分享经济热潮正席卷全球，已经有几十亿消费者从中受益。到了2016年春节过后，分享经济不仅在北美、欧洲、亚洲和大洋洲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且在非洲也开始萌芽。


  分享经济作为一场经济变革，我们所见到的这一切，是其多年厚积之下的薄发。分享经济不是新生事物，在2000年已经开始出现，甚至还可以追溯到更早，但一直不温不火，2009年出现了实质性的大幅增长(即2008年金融危机后),而最近两年则出现了井喷——从2014年至2015年，短短两年内，流入分享经济的风险资金规模增长了5倍多。根据Crowd Companies(一家机构)的统计，2014年和2015年两年的投资额分别为85亿美元和142.06亿美元(合计227.06亿美元),而自2000年到2013年全球流向分享经济的投资额累计才43亿美元。


  不仅如此，从行业覆盖来看，分享经济也正加速渗透到人们衣食住行的诸多领域，深刻改变着人们工作和消费的方式。目前，分享经济涵盖教育、健康、食品、物流仓储、服务、交通、基础设施、空间、城市建设以及金融等各个领域。参与分享的主体也不再仅仅是个人，出现了企业级分享的趋势。分享经济对国民经济的修复和重塑，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纵观各国，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现象，分享经济由产业创新带动，自草根创业崛起，受政府多方支持，得以高速发展。美国、英国、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政府的态度，可以说各有特色，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决策者的几种不同的视角。这对转型中的中国，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第五章 美国——分享经济风暴眼


  2012年，沃尔玛的一位高管安迪·鲁宾辞职了。他和另外一个朋友创建了Yerdle网站，专门从事二手物品交易。当时，在很多人眼里，这种做法有点不务正业。他在公司的一个演讲中讲了一个故事：每年他都会给女儿买新的足球护腿，新的来了就把旧的收起来。有一次看球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踢球用护腿的没几个人，如果球员们能把自己闲置的旧装备用起来，那该多好！这个想法让他激动不已。他还联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在他修理汽车、整理家具的时候，常常会感觉工具不够用，而顺手的工具却躺在邻居家的车库和橱柜中蒙尘。这位零售界巨头的高管觉察到了一个新世界：“过去几十年的工业生产模式下，零售业的固有思维模式就是让机器不断地生产，并努力将更多的产品销售给客户，但实际上很多人手中都有大量闲置的物品，其实只要交换一下就可以充分利用价值，很多朋友已经有的东西，我不需要再买新的。”


  从朋友手里买旧货，不用怕被坑。这真是一个绝妙的点子。因此，鲁宾找到环保人士亚当·韦尔巴赫谈了创业的想法，两人一拍即合，于是一家名叫Yerdle的旧物分享网站在“黑色星期五”购物季期间诞生了。通过这个平台，用户可以免费向朋友和熟人提供二手商品，包括服装、电子产品等等。


  黑色星期五是美国圣诞大采购日，性质有点像中国人春节买年货，不同的是时间定在11月的第四个星期五，这是美国人疯狂大采购的第一天。在这一天，商场都会推出大量的打折和优惠活动，进行大规模的促销，进而获得丰厚的盈利。在美国，商场一般以红笔记录赤字，以黑笔记录盈利，因此这一天被商家称作黑色星期五。Yerdle创建于黑色星期五期间，除了搭上大采购的便车，还有点旧货平台向新货宣战的意味。


  分享经济平台在美国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深受美国人喜爱。路透社发了一则深度专题报道对此现象进行了研究，专题认为，以分享和租赁服装、电子产品、小型家电为基础的新兴产业正在迅速崛起，尤其吸引着美国7 700万的千禧一代(泛指出生于1980—2000年的人)。普华永道的乔·阿特金森(Joe Atkinson)也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千禧一代是最热衷于分享的群体，占分享经济人群的40%。


  路透社分析原因认为，受到学生贷款债务和经济危机的重创，千禧一代不再强调“拥有”某个想要的东西，而是以“分享”和“物物交换”为主。


  对这种“分享而不占有”消费理念的热爱，可能源自美国人独特的不堪回首的危机经历。美国前后陆陆续续经历了大大小小12次经济危机，众所周知，最后一次由2007年的次贷危机引发。受危机影响，美国经济低迷不振，企业效益下滑，裁员的裁员，关门的关门。习惯了依赖透支消费、寅吃卯粮这种消费模式的美国人，变得心有余悸、小心翼翼。在恢复经济的过程中，美国人需要大量的工作机会，需要维持高效的生活，怎么破？分享经济应运而生。


  分享经济给美国人的生活带来了新奇的刺激。译言网曾经介绍过一对旧金山老两口参与分享经济的案例。旧金山一家电话公司的老板亚当·赫兹和他的妻子琼，热心参与分享经济。由于孩子们都成家了，这两位空巢老人便将一套两居室的住房通过Airbnb网站和Couchsurfing向外出租。在自己忙不过来的时候，他们还通过TaskRabbit网站接待房客，并把钥匙交给他们。


  TaskRabbit,中文译为“任务兔子”,也称为“跑腿兔子”。通过这个网站，你可以雇一个人来帮你跑腿办事，而这些办事的人都是经过了犯罪背景调查确认为清白的人，他们也想多挣些钱。赫兹说：“这是一个很棒的接触人的方式。”他的套房每晚收费99美元，一年中大约有一半的时间可以出租，获得的额外收入不菲。


  专门为分享经济类项目提供融资的风险投资家克雷格·夏皮罗(Craig Shapiro)为之赞叹说：“在旧金山，TaskRabbit可以让人一个月挣到5 000多美元。那可都是真金白银啊！”


  美国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分享经济的发达国家。分享经济的龙头企业，如最为人熟知的Uber和Airbnb等企业都创立于美国。美国《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凯文·凯利在“2013腾讯智慧峰会”上分析互联网未来10年的大趋势时总结出四个关键词，其中之一便是“分享”。他进一步阐述说，就前景而言，分享经济无疑是美国甚至世界的未来发展大趋势。


  一份美国用户的调查


  2014年12月，普华永道公司与全球领先的调研公司BAV咨询公司合作，跨年龄、收入、地域和性别抽样调查了对分享经济有一定了解的美国消费者。[1]调查采用在线调查方法，样本总量共计1 000个。调查发现，44%的受访者对分享经济比较熟悉，其中18%的受访者曾作为消费者参与分享经济，而7%则作为供应商参与了分享经济。


  曾参与过分享经济的成年人中，57%的美国人“对分享经济公司很感兴趣，并会关注它们”,72%表示“将在未来两年里参与分享经济消费”。其中，最热衷分享经济的人群有：18~24岁的年轻人、家庭收入在5万到7.5万美元之间的人、有未成年孩子的父母。


  在熟悉分享经济的成年人中，对它的喜爱有很多原因，其中，86%认为分享经济可以让生活更实惠，83%认为它很方便高效，76%认为它对环境保护有益，78%认为它可以建立更强大的社区关系，63%认为它比传统企业更有趣，89%认为它基于供应商和用户间的信任。


  关于交换使用权的问题，81%熟悉它的人认为这种分享的方式比传统掌握所有权的方式更省钱，43%认为如今的所有权更像一种负担，57%认为这种分享方式可以被看作新的拥有方式。但是也有72%的人认为，每个人对分享经济的体验都是不一样的，69%仍然不信任分享经济公司，除非被信任的人推荐。64%的消费者认为在分享经济中，同行的监督比政府监管更有效。


  作为供应商参与分享经济的美国人跨越了不同的年龄和家庭收入。参与的人中年龄在25~34岁(24%)与35~44岁(24%)的最多，55~64岁的老年人(8%)最少。并且，收入在2.5万美元到4.999万美元的人(24%)最多，15万到19.99万美元的人(3%)最少。


  根据1099报税表格收集的人口统计数据，与美国劳动力人口统计数据进行比较，发现相对于传统劳动力，现在参与分享经济的劳动力中，男性、年轻人、高教育程度和白人较多。


  重点业务领域


  美国分享经济业务分布在哪些行业？普华永道调查结果显示，参与分享经济活动的美国人最热衷于四大类业务，其中参与程度最高的是娱乐和媒体业务(9%),而8%参与汽车与交通业务，6%参与住宿业务，2%参与零售业务。


  旧金山市市长办公室商业发展主管劳蕾尔·阿万尼蒂迪斯(Laurel Arvanitidis)则认为，交通和住房是分享经济目前两个最受重视的业务领域。


  汽车与交通分享业务


  一般来说，旧金山被视为分享经济的源头。分享经济理念之所以能在全球得到快速普及，得益于旧金山的Uber。


  去过旧金山的人都知道，当地的出租车服务是以差闻名，这给了Uber创业的机会。2009年，Uber公司诞生了，2010年，Uber打车软件上线。打车族们使用之后，纷纷叫好，然后撰写博文，通过推特和脸谱网等社交媒体互相推荐，一炮打响。Uber从2009年创建，到成长为全球估值最高的非上市公司之一，仅仅花费了5年多的时间。


  Uber火了，继Uber之后，2011年Sidecar上线，2012年Lyft创建，这些挑战者的业务也开始走向全球。


  除了打车叫车这种出行服务分享之外，汽车分享红红火火发展起来。这两者的不同在于，汽车分享强调用户即司机，比前者更接近传统的汽车租赁。比较著名的有Zipcar、FlightCar等等许多公司。FlightCar采用P2P模式提供机场租车服务，它将闲置不用的汽车从车主手中集中，然后出借给游客，出租人不仅可以免停车费，还可以借此赚取额外收入，游客也获得了方便，双方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


  普华永道调查数据显示，8%的美国成年人都参加了某种形式的汽车共享，1%则做过这个新模式下的供应商，按小时、天或周接送乘客或出借他们的车。在研究考察的分享经济的所有类别中，此类是消费者最接受并希望继续发展的。喜欢分享汽车的人中，56%认为这种方式更省钱，32%认为可以有更多出行选择，28%认为更方便。


  起初Uber司机驾驶林肯城市轿车、凯迪拉克凯雷德、宝马7系列和梅赛德斯–奔驰S550等车系。在2012年后，Uber推出了“菁英优步”(UberX)服务，加入了更多车型，并在2012年宣布扩展业务项目，其中包括可搭乘非出租车车辆的共乘服务。此后，Uber陆续完成了多笔增资项目，包括在2014年纽约上线的“自行车同城快递”(UberRush)、“快递送餐服务”(UberFresh),和2015年上线的“货运服务”(UberCargo)、“送冰激凌”(Uber Ice Cream)、“送圣诞树”(Uber Tree)、“搬家服务”(Uber Movers)等。


  创新业务层出不穷。维基百科里有一段介绍，最简单的汽车分享运营体系只有一两个集合地点，但更为先进的体系允许汽车接送至指定工作区域任何可用的公共停车位。


  上面提及的这些，还仅仅是服务领域的做法，在分享经济的推动下，就连汽车制造商也跃跃欲试，忍不住要涉足其间。


  通用汽车推出一个名为“Maven”的新项目。通用汽车总裁丹·阿曼(Dan Ammann)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人们想要充分利用拼车、汽车分享这样全新的服务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消费者行为正在发生显著变化。从这些变化中，我们看到了巨大的商机，同时也希望我们能处于这一市场的最前沿。”


  通用汽车为此将整合多种服务，其中包括正在密歇根州安阿伯市测试的汽车分享服务、一项二手车服务(最初在纽约启动，现已扩大至芝加哥)、在德国提供的P2P汽车分享服务，以及在美国、欧洲和中国的大学校园开展的相关服务。


  政府也开始引入汽车分享。美国Local Motion公司将政府、企业和学校的车队数字化，员工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查看附近空闲车辆并刷卡开车。每辆汽车都有一个小盒子，一是用来标示是使用Local Motion服务的车，二是可以根据汽车的移动位置追踪汽车，查看实时情况。普通用户如果想要使用Local Motion服务的汽车，只需要下载Local Motion的App软件，再拥有一个员工证或公司门卡就可以了。


  住宿分享业务


  据普华永道调研结果显示，在分享住宿业务中，6%的美国人曾作为消费者参与酒店分享经济，1.4%则作为供应商来参与活动。在这个业务领域中，最成功且最早的平台，当属Airbnb。


  通过Airbnb,用户可借助网络或手机应用程序发布、搜索度假房屋租赁信息并完成在线预订。从2008年8月创建到今天，Airbnb冲出了美国旧金山的出生地，用户遍布192个国家近34 000个城市。这家网站是新兴的分享经济的突出代表，截至2015年2月，其估值已超过412亿美元，更被《时代》周刊称为“住房中的eBay”。


  零售与商品分享业务


  据普华永道调研结果显示，在分享零售与商品方面，78%的消费者认为这类活动可以减少污染。这一日益被认可的想法也直接影响了传统消费者的购买力，截至2014年12月的数据表明，传统购买交易金额降低了0.9%。这个领域的代表企业有很多，比如Neighborgoods、SnapGoods、Poshmark、Tradesy等。


  其中，SnapGoods网站于2010年8月由罗恩·威廉姆斯和约翰· 古德温创立，主要提供租借物品的服务，网站连接需要某种物品和希望有偿出租的供求双方。由于网站上求租类的发帖数量和活跃度更高，从2011年3月开始，SnapGoods则将重点放在租借需求上。网站可以为租借者提供身份验证，并对交易提供担保，在出租方满足网站条款的情况下可以承担丢失、损坏等情况下的物品损失。SnapGoods还设置了推荐奖励，使得提供交易推荐的人可获得相应积分，可用于自己的交易活动中。网站的创建者认为，SnapGoods不仅仅解决了大家的租借需求，更多的是推动了大家相互帮助。


  美国政府态度


  美国政府在多年以前就逐渐开始尝试接触分享经济，例如政府鼓励采用分享交通系统来提高环境资源的使用效率，相关的管理实践措施在美国已初具规模，在城市内专设名为“完全街道”的共享自行车道。另外，美国政府还大力促进集土地使用与服务分享于一体的综合社区的发展。


  在分享经济形成风暴之前，美国政府就用分享经济的理念做过一些尝试，推行了税务福利共享等政策。美国双子城圣保罗和明尼阿波利斯，就以其独特的税基共享方案而闻名。政府根据各地区财政差异，将七个税收管辖县所贡献的40%收入，作为税基投放到分享池中，再基于各地人口和收入来重新分配分享税基，以此减少财政差异，达到平衡。[2]


  随着新问题不断出现，政府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诸如广受热议的Airbnb和Uber等分享经济企业，在政策不明确的灰色地带开展业务，围绕如何监管以及如何保障消费者利益的讨论自分享经济出现就从未中断过。


  由于并没有统一立法，美国各州的政策制度各不相同，对于分享经济的举措也是各自为政。


  2015年，全国城市联盟(NLC)对30个美国大型城市进行了关于分享经济的情感调查。[3]调查结果显示，其中9个城市持完全积极的态度、21个城市存在模糊的态度；有40%的城市仍采取与现有规制相似的管理方法处理与分享经济相关的问题，稍加管制的占6%,完全禁止的仅占1%,另有一半城市已经开始着手制订相应的新政策和监管计划，


  全国城市联盟还对986个城市的主要政府官员进行电子邮件访问，调查他们对分享经济的态度。调查结果显示，有71%的政府官员支持整个分享经济行业的发展，66%支持分享交通行业的发展，44%支持分享住宿行业的发展。许多官员都认同分享经济确实给居民生活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好处。


  虽然整体上支持者居多，但官员并不全盘认可分享经济现象。调查结果表明，有61%的官员担心分享经济中的公共安全问题，另外还有一部分官员对用户权益的保护、不符合现有标准的行为规范，以及可能产生收入损失等问题表示担忧。


  从官员态度调查来看，各地方政府还没有在如何应对和处理分享经济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总体上较为包容。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具体措施各有差异，但所有政府官员都认同一点，即不能扼杀创新能力。


  据估计，2020年底，会有超过40%的美国劳动力(约6 000万人),将成为职业自由人、承包商或临时工(Intuit,2010)。


  美国政府看到分享经济带来巨大的便利与收益后，在欣喜地大力推动其不断发展之余，也在为由监管缺失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担忧。


  可以说，上述两种情况是当下美国政府对分享经济不同态度和应对措施的缩影，但美国政府勇于直面尚未解决的监管问题，采取了广泛听取公众意见来积极应对的方式。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于2015年6月9日举办了一个关于“竞争、消费者保护以及分享经济提出的问题”的研讨会。会上，人们大多支持出租房屋或汽车的分享行为，并希望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依靠这些服务来支付他们的抵押贷款或缓解其他支出压力。但是，传统服务业人员则不太支持这类导致竞争的分享行为。关注者们认为，政府需要根据人们的建议来进一步民主地思考政策更新的问题。


  在实践方面，美国政府持积极倡导分享经济的态度，推行了鼓励政策，如分享城市计划。2013年6月，这项计划在美国市长议会中，由包括旧金山市长和纽约市长在内的15位市长共同发起，他们一致认为，分享城市可以更好地鼓励分享经济，并认为当地的陈旧法令可能会阻碍其发展。


  
    [1] 参见普华永道，《消费情报系列：分享经济》(Consumer Intelligence Series: The Sharing Economy)。

  


  
    [2] 参见胡利安·阿杰曼、邓肯·麦克拉伦和阿德里安·谢弗–博雷戈(Julian Agyeman, Duncan McLaren and Adrianne Schaefer-Borrego)教授作品《分享城市：写给那些参与“大创意”项目的朋友》(Sharing Cities, Written for Friends of the Earth’s ‘Big Ideas’ Project)。

  


  
    [3] 参见全国城市联盟，《转变合作消费观念》(Shifting Perceptions of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第六章 加拿大——准备换掉旧鞋走新路


  对于一个刚刚萌芽、规模不大但很有前景的产业，政府应该怎么办？加拿大政府的做法或许可以参考。在加拿大，分享经济正处于起步阶段。目前虽然还没有分享经济影响整体经济的确切数据，但政府已经认定这是一条新路，并且相信分享经济是未来经济的潜力市场，将能不断激发新的消费，提高生产力，催化创业，并产生新的税收。


  加拿大安大略省对分享经济的概况发布了声明，并表明大力支持的态度。安大略省认为正确的监管和税收环境可以帮助其创新发展。为了促使分享经济产业充满活力，蓬勃壮大，安大略省承诺与企业合作，遵守现有的义务，同时确保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及时制定新的政策规制以适应新兴经济变化。


  加拿大人何以对参与分享经济充满期待？分享经济平台带来了切实的利益。


  重点区域的发展特色


  2015年8月，安大略省商会和普华永道调研公司合作对安大略省居民做的民意调查显示，[1]40%的年轻人(18~34岁)被卷入分享经济，其中63%认为它比传统服务更省钱，49%被它的方便快捷吸引。


  在安大略，使用Airbnb平台出租房子的房主平均每月拥有450美元的额外收入，加拿大人平均每年有52个夜晚会在Airbnb出租房中度过。


  在多伦多地区，共有1.2万个Autoshare成员和超过40万名Uber司机，1/5的居民曾使用Uber服务。


  除了Uber等国外企业在加拿大分享经济市场的覆盖，本土企业在私厨、借贷、职业平台等领域较为典型，有很多深受当地人喜爱的分享经济平台，如线上职业信息平台Jobblis、线上个人借贷平台Borrowell、线上物品分享平台“厨具馆”和“工具馆”、拼车平台Blan Cride等，大约共有540万美元的资金通过网络借贷平台Borrowell发布。


  成立于安大略的Jobblis是为职业自由人和企业提供牵线搭桥服务的平台。因其采用可筛选出当地高信誉度求职者的管理机制，深受企业和个人喜爱，许多职业自由人和雇主利用此平台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该公司最近宣布将增加新功能，包括实时工资与发票追踪功能。


  Borrowell是加拿大领先的线上借贷平台，采用业内领先技术，提供更低的固定利率贷款服务，为加拿大人创造了一种更明智的管理债务的方法。由于平台设置了信用评分机制，精心挑选机构投资者，因而能提供更好的价格、更好的服务和更好的客户体验，在当地非常流行。


  由多伦多市民戴娜·博耶创办的线上厨具分享平台厨具馆，目前拥有五十余种可供分享的厨具。戴娜创办这个网络平台的起因是她曾打算买一台果汁机，但考虑到果汁机较为昂贵又不常用，而且占用空间，因此她冒出了租借和分享的想法，从此踏入了分享经济的大潮。目前，这个平台深受居民喜爱，扩展了原有服务并举办了多次厨艺讲座等活动。


  类似地，温哥华也有一个工具馆，它的规模更大。成立三年来，工具馆已经拥有了800名会员和1 000多种工具。它的创办者之一克里斯·迪普洛克的创业观点与戴娜·博耶颇为相似，同样认为某些工具其实没必要每个人都拥有，只要在需要用到的时候知道去哪里拿就可以了。


  除了安大略省，在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省会城市维多利亚，以汽车分享为主要代表的分享经济正发展得有声有色。


  分享的概念在维多利亚并不陌生。早在1998年，打着分享旗号的维多利亚汽车共享合作社(Victoria Car Share Co-operative)就已建立。2015年4月，成立于温哥华的另一家大型汽车共享合作机构Modo Co-op对其实施并购，后者目前在维多利亚甚至全加拿大范围内提供更为清洁高效的交通手段，升级车辆预订技术并稳定地拓展业务。


  2015年5月，维多利亚市议会采纳了一项道路交通修正案，在法律上允许目前在北美地区盛行的汽车自由共享或单向共享行为。这一修正案颁布后，汽车分享企业只需获得许可证，就可以让会员在市内利用共享车辆出行并在公共停车场停车。


  维多利亚政府认可这样一个观点：租借和分享可以减少整体闲暇时间，新的消费需求也能有所下降，这将有利于将个人和社会的消费向可持续的方向引导。政府和市民都认为分享经济能够提升生活质量，是减少环境污染、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一种应对方式。


  在《维多利亚市2015—2018政府战略计划》中，市议会提出了13项战略目标，而维多利亚议会认为分享经济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可持续性消费能够帮助该市实现这些目标中与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城市交通和环境保护相关的方面，表现出对发展分享经济的认可态度。


  政府面临的挑战


  分享经济对加拿大的监管机构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政府的作用是什么？下面提到的政府面临的挑战将是接下来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2]


  第一，消费者的安全保护


  目前还不清楚加拿大政府是否需要对分享经济提出特有的管理办法。在电子商务交易中，任何形式的分享都需要一定程度的信任，无论是使用他人的资产，乘坐他人的私家车，还是分享他人的宠物。在分享经济出现之前，政府干预是对市场失灵最有效的解决方案，防止商家利用信息不对称欺瞒消费者，损害消费者利益。比如，为了防止出租成本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监管机构会按规定筛查出租车司机的票价。


  近年来，在线声誉机制已经成为一个可代替监管机构和法规来建立信任的举措。这种机制鼓励买家和卖家彼此透明诚信，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许多分享经济公司也采取类似于政府在传统行业中做的预防措施，包括对供应商的背景进行调查，淘汰不良信誉的商家等。


  另外，传统的保险产品已经不适应分享经济发展的形势。安大略保险公司和监管机构警告普通司机，私家车载客收取费用的行为可能不在受保范围之内，因为在安大略，一项标准的汽车监管政策并不涵盖司机将私家车作为出租车来赚取收入的情况。因此，乘客很有可能乘坐的是没有受保的车，当消费者寻求法律支持和申请医疗费用的时候可能会面临尴尬境地。Uber曾考虑为这些运送乘客的司机提供保险，但保险公司表示，他们不能确定未来会在何种程度上支持Uber的这种举措。


  第二，税务制度


  分享经济中税收制度的执行问题也存在许多难点。分享经济行业中存在着收入相对微薄的人、凭借个人财产进行商业行为的人，也存在不习惯利用网络披露个人收入的人，这都为确定税收增加了难度。而且目前还缺乏监督独立供应商上报分享经济收入的办法，甚至有些分享经济的供应者根本不清楚他们的纳税义务。


  分享经济的商业模式结构对征收消费税也有一定的影响。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无论是分享经济公司还是独立承包商，他们的税收义务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混乱。例如，Uber本身作为一个技术平台，负责将司机和乘客通过智能手机应用聚集起来，司机因为运送乘客收取报酬，因而纳税是司机的责任，但是关于Uber平台是否也需要纳税却仍存在不小的争议。


  这些缺乏明确规定的问题若迟迟不采取措施，将不利于国家税收制度的完整性，而且会给现有的竞争带来不利的因素；更要杜绝因为存在法律空隙，而使某些参与分享经济的人有逃税的机会。加拿大政府应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第三，非传统劳动力的崛起


  许多人作为独立承包人、个体户或职业自由人，通过分享经济平台从事全职或兼职的“工作”。这看似灵活的工作性质虽然能为就业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却使他们失去了获得固定职员专属福利待遇的资格。这一点，也为政府带来了挑战。


  而据风投机构OMERS Ventures的首席执行官约翰·鲁福洛估计，未来职业自由人在美国和加拿大可能越来越多，传统就业的优势与分享经济就业的自由之间的矛盾将会越来越大。


  不过，分享经济下非传统劳动力的兴起并不是完全积极或消极的，如何发展还需依赖加拿大政府的有力管制。


  加拿大政府态度


  相比于发展较为领先的英美等国家，加拿大的分享经济仍处在新生期，尽管面临诸多挑战，政府正在探索一条新的道路，这种情形跟中国极为相似。在监管上，政府尚未有创新，依然穿着旧鞋子。来自莫厄特中心2015年2月的一份名为《分享经济政策制定：不应仅仅打地鼠》(Policymaking for the Sharing Economy: Beyond Whack-amole)的报告中指出，针对多伦多出租车司机和出租车车辆有大约40页的许可要求，从强制性的培训到每月行车安全检测等各个方面都有诸多详细的规定；同样，对于安大略的酒店和旅馆业管理也有33项立法约束。这对出租车行业和酒店业，尤其是对分享经济中的交通与住宿分享领域，无疑是巨大的监管负担。现有的多项规定中必然存在过时的政策，应当及时删除或更新。


  虽然目前还在沿用现行监管法规，但是，加拿大政府已觉察到换新鞋子的必要性，开始为新法律框架的拟定和修改做准备。例如，安大略省政府认为正确的监管和税收环境可以促进分享经济的创新和发展，希望能够通过一些举措来支持。


  安省调查中心向政府提出了六项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建议，这对于政府正拟定的管理新框架可能会有所借鉴。[3]


  1. 在已有的研究、调查的基础上，制定新的监管框架。伴随着数字科技的兴起，现有的许多法律将成为过去，政府是时候考虑更新这些过时的条例、创造新的监管框架了。在短期内，地方政府可以互相合作，安排监管审计小组，找出确定的不必要的、过时的法规标准，以便于下一步的行动。


  2. 将保险覆盖范围扩展到每一个产业。保险公司应该提供灵活的保险组合，以填补现有领域的空白。至于政府是应首先为企业和个人提供汽车共享行业的保险计划，还是首先向保险公司咨询，就现有的保险覆盖范围、更改立法的必要性等问题进行明确的阐述，可能需要进一步讨论。


  3. 回顾劳动法案，评估分享经济带来的影响。安大略政府正针对现代劳动审查方案与公众进行协商，考虑适当修改劳动关系和就业标准，维护企业与雇主的权益，保护工人的利益。


  4. 地方政府与联邦政府合作，制定税收指导手册，使分享经济参与者明确纳税义务。可行的方案包括开发在线税收计算器，以帮助参与分享经济业务的用户更易计算需缴纳的税款；鼓励第三方平台制作模板，让用户更容易知道如何报告来源于分享经济的收入，以及如何缴纳税款。


  5. 税务局公布围绕划分收入等级、激励独立供应商如实汇报分享经济收入、明确税收规则等问题的解决方案和标准。税法应该明确规定分享经济所得税的缴纳办法，让分享经济参与者了解纳税的责任与义务。


  6. 分享经济虽然对监管机构提出了许多挑战，但也是不可小觑的机遇。引导得当，分享经济可以带来新的竞争，去除过时的监管要求，保护公共利益，鼓励创新，为消费者创造更大的价值，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1] 参见安大略省商会，《驾驭分享经济》(Harnessing the Power of the Sharing Economy)。

  


  
    [2] 参见莫厄特中心，《制定分享经济政策：不能只是打地鼠》(Policy Making for the Sharing Economy: Beyond Whack-A-Mole)。

  


  
    [3] 安大略省商会，《驾驭分享经济》(Harnessing the Power of the Sharing Economy)。

  


  第七章 英国——发现魔法世界


  2015年英国商务部关于分享经济的调查报告显示，英国通过参与分享经济获得的个人收入已经达到了数十亿英镑，3%的英国劳动力通过分享经济平台提供服务。英国的分享经济正在有声有色地展开。


  纵观全球，各国政府意识到分享经济为发展带来的巨大利益，都在酝酿着发展计划，其中行动最快、思虑最全面的当属英国。英国政府对分享经济发展的态度好像哈利·波特发现了奇妙的魔法世界，对之充满了向往，在欧盟各国中表现得最为积极。


  打造全球分享经济中心


  早在2014年初英国就已经宣布决心打造全球分享经济中心，并从政策等层面予以支持，鼓励发展分享经济。英国政府表示会不遗余力地营造促进分享经济自然生长的良好环境。


  2014年9月，英国商务部启动了一个独立调查项目，对英国的分享经济进行评估，并找出英国在成为分享经济全球中心的道路上面临的障碍，其最终目的是为把英国打造成分享经济全球中心制定一张路线图。


  2014年11月，英国独立研究报告《开启分享经济》(Unlocking the Sharing Economy)出炉，向政府提出了30多条建议。2015年3月，英国政府下属的商业创业和技能部对这份研究报告做出回应，发布了一份政府对策，涵盖一揽子分享经济扶持政策，正式迈出了成为“分享经济全球中心”的第一步。


  英国人对分享经济的热情极高。Airbnb曾于2014年3月公布过，当时有超过100万名顾客来自英国和法国(Airbnb用户总量当时为200万名)。同年，尼尔森的一项有关共享社区的全球调查也显示，在60个国家有超过3万名受访者愿意参与分享经济活动，这其中有1/3是英国人。


  2014年，内斯塔慈善基金会委托TNS(特恩斯市场研究公司)进行了一项针对英国人参与分享经济情况的调研(以下称内斯塔调查)。[1]结果显示：在过去的一年中，有64%的英国人参与了分享经济活动，25%的人是利用网络和移动应用来参与的；35~44岁的人、已婚人士、有很多孩子的人、农村人、寻找全职或兼职工作的人、管理人员、专业人员、行政人员以及照顾儿童的人，比起其他人群更容易参加分享经济活动。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参与分享经济活动与不认识的人交往并发生金融交易。内斯塔调查显示：2013年一年间，英国有20%的人购买或出售过自用商品，其中包括8%的受访者甚至提供无偿出借或免费赠送的商品或服务。16%的英国人与他们不认识的人进行互动。英国人参与分享经济活动的范围也较广，10%的受访者使用互联网技术来获取或提供媒体资源(如书籍和DVD),8%进行服饰配件的分享，7%参与家居用品的分享，5%分享运输交通，4%分享旅行相关产品，1%分享工作和任务等，不一而足。


  2015年秋季，英国政府官员履行公务时，可以选择分享经济中的住宿和出行服务。而早在2010年，英国克罗伊登理事会就通过决议，开始与Zipcar合作，让汽车俱乐部成员取代政府车队，并在工作时间为其开辟专用车道，其余时间则允许当地居民参与使用。


  背后的战略思考


  我们发现，英国人喜爱分享经济的初衷源自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短缺。随着国际经济大环境面临困难，英国经济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目前英国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领域正面临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最冷寒冬。还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本轮的经济下滑趋势与预期相比将持续更长时间，情况也比预想中的更严重。


  作为英国经济的支柱产业，金融服务业至关重要，金融业的不正常运转将直接导致英国经济失灵。目前英国的主要银行面临两难困境，在希望获得资金来改善资产负债的同时，也担心不断上升的违约风险，导致了银行放贷的意愿不足，进而信贷紧缩带来的经济活动缩减，成为目前困扰英国的重要问题。


  除了金融业外，英国住房市场持续低迷，也对整体经济造成了不利影响。根据英国银行家协会公布的数据，2013年11月，英国各大银行批准的住房抵押贷款约为1.78万笔，环比下跌14%,同比下跌60%。


  此外，随着经济形势恶化，英国失业率不断攀升，而这会影响个人消费开支，使经济增长缺乏动力。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3年11月底，英国失业人数已经连续10个月上升，失业总人数攀升到186万，失业率达6%,为1999年年中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这样经济困顿的时期，分享经济的诞生仿佛给英国人民带来了希望。[2]


  首先，它可以省钱。36岁的已婚妇女安托瓦内特，育有两个孩子，在伦敦生活和工作，是个不折不扣的分享经济狂爱粉。她认为在分享经济的世界里可以活得更简单、高效、节省。她和丈夫放弃了购置私家车而加入Zipcar汽车俱乐部，用租的车接送孩子、拜访亲戚、进行日常家庭采购等等，她还用Zipvan来收集便宜的家具。这样一来，他们在汽车保险和维修费上平均每年就可节约2 000英镑。如此一来，他们一家都非常有成就感，并更加热爱这种生活模式。


  其次，可以为需求者提供工作机会。艾略迈德来自塞拉利昂，他的家在残酷的2011年内战中被炸，父亲也因此去世了。他和母亲不得不重新振作起来重建家园，承受着巨大的经济负担。5年前，他为谋生来到了英国伦敦，偶然间登录了Hassle平台，突然他真实地体会了重生的感觉。目前，他成为这个平台上最忙碌却最快乐的清洁工，每周平均工作40小时。通过努力，他不仅赚取了重建房屋的钱，甚至还通过借宿于其他客户的家完成了环伦敦旅行。


  再次，分享经济鼓励创新。牧师格雷厄姆·亨特于2011年加入圣约翰教堂。但是由于格鲁吉亚建筑年久失修，教徒在慢慢减少，格雷厄姆也很苦恼。他认为，如果教堂再不创新，就必然会没落。于是，格雷厄姆代表教堂加入了JustPark平台，通过网站和App提供了8个车位供司机停车。教堂位于霍斯顿(Hoxton)的心脏地带，离拥堵的人口聚集的伦敦金融城只有几分钟车程，因此教堂的停车场非常受当地居民和上班族的喜爱。通过JustPark,教会利用以前未开发资产可以平均每月多收入500英镑。这些收入使得教会能资助一些社区项目，比如当地的夜间住房和建设一个操场，同时也可以雇用更多的青年辅导员来吸引年轻人入会，促进了教堂的蓬勃发展。由此，陈旧的教堂焕发新生。


  分享经济为工作生活带来了上述种种好处，受到英国居民的喜爱，进而引起了英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府加大推行和扶持力度，又促进了分享经济的发展，由此不断正向循环。


  从供应方的角度来讲，分享经济在英国其实并不算新鲜事物，从最传统的公共浴池、自助图书馆到合租住房，都展示了英国人不介意分享的理念。纵观当下的英国分享经济企业，一部分属于借助互联网技术重新包装的传统企业，例如帮助百安居客户分享DIY(自己动手)技能的平台——StreetClub;另一部分属于在分享经济浪潮中应运而生的新企业，如P2P借贷鼻祖Zopa。


  英国的分享经济企业近年来层出不穷。分享经济公司JustPark的调查报告显示，2015年，仅伦敦的分享经济初创企业就有72家，在全球范围仅次于纽约(89家)和旧金山(131家)。


  英国本土的分享经济公司发展势头迅猛，未来有很大可能会凭借强劲的速度占领传统行业的市场份额，大幅度拉动经济增长。发展突出的企业大都集中在P2P借贷和融资领域，比较出色的企业有Funding Circle和Zopa等。Funding Circle近期成为全球第一家允许融资资金超过1亿英镑的股权融资网络平台；而2005年在英国成立的Zopa,则是P2P借贷平台的鼻祖，目前拥有超过8万名借款者和5.2万名活跃贷方，仅2013年一年内就促成了2.4亿英镑的借贷，自成立以来累计促成的借贷超过了5亿英镑。


  除了金融领域，英国分享经济在其他领域也有很多典型的企业。


  目前约有1.8万个英国家庭、学校和俱乐部等社会组织通过JustPark网站出租自有的停车位。这在停车位紧张并且费用颇高的英国大城市尤其受欢迎，发展前景非常可观。2006年，车位分享平台JustPark成立。平台与不同地区和类型的停车场合作，覆盖了公共停车场、教堂或酒店车位、居民区车位等各个领域，用户可以借助该平台随时随地寻找方便的位置停车。目前，每年有超过2.5万名车位出租者和600万车位使用者通过该平台实现车位分享活动。


  FRN(Furniture Re–use Network,二手家具平台)也受到热烈的欢迎。迄今为止已经有超过300个英国的慈善机构和社会企业组织通过FRN网站响应政府的一项“再利用家具电器以帮助有需要的人们”的政策号召，经测算每年为95万个低收入家庭共节省3.4亿英镑的家电开支，平均每年减少38万吨二氧化碳排放。FRN网站在供需两方面在未来还将有继续的增长，意味着它将能获得进一步的业务扩展。


  此外，英国首个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慕课(MOOC)平台——Futurelearn也初具规模，目前超过20所大学和四个文化机构已经签署了提供课程的协议。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的分享经济定义中，慕课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分享经济典型，但是我们发现英国的在线教育分享活动十分活跃，官方和行业分析也将之纳入了考量。


  英国的典型分享经济企业还有很多，它们良好的运营状况使英国政府看到了分享经济巨大的发展前景。


  未来增长点


  分享经济深受英国居民的追捧和喜爱，再加上英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在英国可谓想不火都难。英国商务部的独立调查报告认为，[3]就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未来英国的分享经济将朝着衣物时尚、食品、商品、B2B电子商务以及打造分享城市的方向发展。


  首先，衣物时尚领域。Wrap研究[4]发现，英国家庭平均拥有大约价值4 000英镑的衣服，但其中至少30%使用没有超过一年。分享模式可以让人们通过出借或租用的方式体验更多时尚风格，甚至可以从拥有的闲置衣服中赚钱。在美国，Rent The Runway平台用户仅在2014年上半年就租了价值3亿美元的衣服，这预示着衣物时尚领域拥有强大的发展潜力。英国这一领域的分享经济仍然处于早期阶段，目前类似的平台数量不多，Girl Meets Dress是其中之一——通过共享设计师服装的方式，用户仅需支付小部分购买价格就可以租到高价的衣服，反响较好。另外还有优衣库服装回收计划(Uniqlo’s Clothing Recycling Initiative)和玛莎购物(M&S’s Shwopping)等。总体上讲，衣物时尚领域的分享经济目前属于可开发空间较大的一类形式。


  其次，食品领域。食品分享模式可存在于食物的生产和分配中的各个阶段，现有的项目包括：想要种地的人和拥有闲置土地的人通过某个平台联系起来，如休·费恩利–利惠廷斯托尔的分享项目(Hugh Fearnley-Whittingstall’s Landshare Project);直接从农民手里购买粮食的企业平台，如Farmdrop和The Food Assembly;像Grub Club那样的弹出式餐厅，邀请美食大师到临时餐厅，让消费者体验别样风味；和不能自己做饭的老年人共进餐食的分享平台，如Casserole Club。在食品方面的分享经济企业已现出雏形，但当前仍存在法规监管不统一的问题，还需要企业和政府共同摸索出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


  二手商品交易领域也是分享经济中日渐流行的一部分，英国现有的案例包括：Freecycle这样的社区团体，鼓励人们放弃他们不想要的东西的使用权，将之回收再利用；物品分享平台如RentMyItem、Ecomodo、StreetBank和StreetClub,供人们免费或支付少量金额来共享物品，如居民的电动工具等。这些模式对于那些人们需要却不常用而且又很昂贵的东西来讲，特别有效且便捷。而且Wrap研究表明，消费者使用他们的电子产品时更注重其可持续性：仅5%的消费者买卖过DIY制品和园艺产品，但78%的人愿意考虑这样做；80%~90%的消费者愿意考虑交易电视和笔记本电脑这样的消耗性电子产品；19%的消费者正在租用DIY制品和园艺产品，其中69%认为这个模式可以利用。


  B2B电子商务和物流分享也是具备潜力的领域。迄今为止，在分享经济上的大部分创新都是关于消费者的，然而，分享经济也为企业提供了分享彼此资源的机会。英国人力资源部门已经开启共享后台的功能，但这只是开始。BrandGathering是一个在线平台，它帮助企业开展合作营销并进行品牌推广活动，利用对方的网络和客户来帮助企业节约资金。另外，作为分享经济的另一个领域，物流可能会越来越重要。在全球其他地方已经有Nimber这样的分享经济平台实现对等方式交货，提高效率的同时又节省资源。


  最后，是分享型城市理念。目前英国已经设立了两个试点城市，利兹和大曼彻斯特。未来可着重挖掘这一领域的发展，鼓励更多的城市加入分享城市计划，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交通、办公室、宿舍和技能，都引入分享经济模式的运用中。


  总之，通过内斯塔的调查报告和英国政策建议报告可以看出，在英国新模式的发展过程中，分享经济的理念对于连接社区、推动城市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完善的智慧的发展规划可以使个人、企业、政府和社会都有所受益。我们希望通过借鉴国外，尤其是英国的做法，帮助我们自己的分享经济得到更公平更健康的发展，共同创造更光明的前景。


  英国政府态度


  英国政府正积极尝试各种鼓励政策，推行积极促进分享经济的政策计划。


  综合多篇学者为英国政府提出建议的文章，我们发现英国在分享经济领域实现领先全球野心的策略多集中于以下几点：


  1. 政府应该利用分享经济所提供的机会，提高公共资源的利用率。


  2. 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确保严格的审查，特别是对住宿和在线任务共享平台的审查。


  3. 支持分享经济初创企业，鼓励通过实践和创新，共享分享成果。


  4. 不同的分享经济业务要集中制定统一的服务和行业准则。


  英国政府十分重视分享经济领域，在政策资金等方面都予以大力支持。在具体行业的扶持上，政府的努力也收获了一些成果。


  政府督促保险商为分享经济设计更多的保障服务，想方设法去除短租的法律障碍，鼓励开放更多O2O房屋短租，并出台一些助力政策，比如当租金每年不超过4 250英镑时会给予房主免税待遇。2012年，英国还投入2亿英镑促进P2P借贷平台的发展。这对企业和创业者能够起到很大的鼓励作用，吸引他们汇聚于一处，催生新的商业模式。


  
    [1] 参见内斯塔&协作实验室，《正确认识英国协作经济》(Making Sense of the UK Collaborative Economy)。

  


  
    [2] 参见黛比·沃斯科(Debbie Wosskow),《解读分享经济：一项独立评估》(Unlocking the Sharing Economy: An Independent Review)。

  


  
    [3] 参见黛比·沃斯科(Debbie Wosskow),《解读分享经济：一项独立评估》(Unlocking the Sharing Economy: An Independent Review)。

  


  
    [4] 延展阅读：http://www.wrap.org.uk/content/valuing-our-clothes。

  


  第八章 欧洲其他国家——从南热到北


  欧洲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又面临着欧债危机，这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延续和深化，其本质原因是政府的负债已经超出了其合理的承受范围，因此面临严重的违约风险，损失惨重。分享经济模式开辟了新思路，带来能省则省的共享方式、大量的就业机会和额外的零工收入，给欧洲居民停滞的工资市场和暗淡的生活模式带来了春风。分享经济的滚滚热力正辐射欧洲各国，因此，欧洲人趋之若鹜。


  国际信息和数据机构奈尔逊在网上调查了3万多人之后发现，37%的英国人接受分享经济，而欧洲和全球平均水平分别为54%和68%。在欧洲，南部国家的人最乐意参与分享经济，其次为北欧和东欧，但是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的人参与热情相对较低。


  各国展现出有趣的差别


  整体看来，欧洲国家普遍已经开始涉足分享经济的不同业务，但各个国家发展分享经济的着力点各有不同，呈现出有趣的差别。


  瑞士


  据2015年德勤的调查[1],瑞士人最为接受的分享经济活动是分享交通和住宿，占分享经济的比重约60%,另外在物品交易、服务和金融方面，也已经开始涉足。超过一半的瑞士消费者表示，未来的一年中将参与分享经济活动，还有18%的居民已经参与过分享经济活动。该调查还揭示了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瑞士人中，65%讲法语的居民表示非常支持分享经济，但讲德语的居民中却只有32%做出相同表态。


  瑞士的分享经济初创企业生存在良好的商业环境中，以Airbnb和Uber为首的外来分享经济企业受到热烈的欢迎，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瑞士初创企业锋芒渐露，有几个甚至已经将业务扩展到其他国家。全欧洲最大的租房住宿平台HouseTrip、扩展到德国的共享车位公司Parku和一经启动就被认为是软件开发领域先锋的汽车共享平台Sharoo都是瑞士本土的分享经济企业。


  荷兰


  荷兰在饮食分享经济的发展尤为引人注意，这与当地居民的饮食习惯和文化息息相关。荷兰的外卖种类不如纽约丰富，且价格又不如德国便宜，所以可改进上升的空间很大，吸引了分享餐饮企业的大量出现。


  在荷兰，比较著名的平台有Peerby和Shareyourmeal。其中Peerby是一个将某顾客的临时租借需求与愿意租借的人相连接的平台。Peerby曾参与阿姆斯特丹RockStart加速器项目，并获得荷兰创新机构和社会组织的支持，赢得了PostcodeLottery环保挑战赛的国际可持续发展奖，吸引了商业投资者。Peerby目前吸引投资总额约为50万美元，拥有1万个平台会员，每月增长10%~20%。


  Shareyourmeal是一个在线市场网站，它提供家庭厨师，可以向感兴趣的邻居推销自己家里煮的饭菜。它的创始人在全职工作时，每天都需要订外卖，这使他感觉严重缺乏社区的温暖和爱心，感到冰冷孤独，于是萌生了这样的创业想法。目前，其用户群体共有超过3.5万名荷兰用户和8 000名比利时用户，每年增长2万名新用户，平均每天增长60~120人，可见它的潜力是巨大的。该公司已经吸引了来自基金会和地方当局的多次补贴，近期的目标是回收成本，开始正式赢利。


  芬兰


  芬兰的分享经济在金融领域得到很大发展。这里的居民生活很安逸舒服，愿意在网上安排各种活动，特别是金融活动。而且芬兰政府在多年前已经引导市民在各类行政系统(比如纳税系统)中使用电子身份认证，使得在线借贷的步骤比较简单，这对于金融类分享经济平台而言是非常理想的市场。


  在芬兰，Fixura是一个深受喜爱的在线P2P借贷平台。它允许潜在贷款人和借款人分别设定他们借或贷的具体标准，并通过多个贷款人参与贷款，将个人风险降低，赢得了客户的喜爱。目前，公司正在为4 500项贷款提供服务，共有约1 500个投资者和约2.5万个借款者。截至目前，Fixura促进贷款1 300万欧元，总利息返还给投资者超过100万欧元，每年的平均收益约为10.91%。[2]


  法国


  在法国，拼车业务最为引人瞩目。由于在欧洲乘飞机太昂贵，乘火车时间太长，成立于2006年位于巴黎的长途拼车服务公司BlaBlaCar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更廉价方便的出行方案。2015年，该公司刚刚融资2亿美元，融资后估值15亿美元。据统计，过去3年中，BlaBlaCar共收购8家公司，其中还包括德国Carpooling网站。目前BlaBlaCar的业务覆盖19个国家，共覆盖2 000万名用户。拿到融资后，BlaBlaCar相继在俄罗斯、印度、墨西哥、巴西和土耳其等新兴市场开展了新业务，并且计划在2016年进军拉美和亚洲市场。


  分享经济的本土代表企业，除了BlaBlaCar,还包括Leboncoin。因为在法国，个人间物品和服务的交换在实践中应用非常普遍，二手物品的买卖尤为常见。Mediaprism研究负责人劳伦斯·比约–戴维(Laurence Billot-David)指出：“目前，法国的二手市场交易原则已深入人心。”尤其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其中59%曾买过二手货)、月收入低于1 500欧元的上班族(62%曾买过二手货)以及农村人(55%曾买过二手货)。


  德国


  德国也是较早踏入分享经济的国家，汽车共享业务已有较长时间的发展，不来梅市已经进行了26年。该业务最初是由一个仅有30人和3辆车的环境保护俱乐部发起的，后来逐渐发展为商业化企业，许多汽车分享业务的运营商与之合作，汽车分享的效率和服务质量得到提高，进一步促进了汽车分享事业在不来梅市的发展，甚至在其他城市扩展了业务。


  2013年3月初，德国举办的全球最大的信息及通信技术博览会汉诺威CeBIT(德语“办公及组织中心”的首字母缩写)展会，主办方在官方网站上写道：“无论在经济界还是在社会上，‘分享型经济’目前都是一个正在激烈讨论的议题。”


  受益于成熟的汽车科技，分享经济也在汽车相关领域崭露头角，汽车共享已跨出有力一步。统计显示，2015年德国私家车共享用户有26.2万人，相比2014年增加了15.8%。随着汽车共享行业的发展，汽车运营商们也纷纷开始发展自己的共享业务。宝马、奔驰、大众等品牌运营商都开设了汽车共享服务，客户可以摆脱烦琐的预订和取车手续，仅用手机就可结算，也不需要把车归还原处。除了物品可以共享，连“人”也可以共享。目前德国约有200家企业已经开展过员工交换活动，员工可以在交换的过程中相互学习技术，也有利于企业的共同进步。德国财经网指出，分享型经济的兴起与欧债危机有关。特别是年轻人由于经济拮据，采取共享节省了支出，但生活品质却没有下降，还增强了社交能力。网络和智能手机为这种分享型经济提供了保证。专家认为，分享型经济正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欧盟的态度


  欧盟成员国家对于分享经济有共同的愿景：提高资源效率、创造就业机会、建立社区参与、推进社会创新。有一些国家对分享经济的理念并不陌生，对当今分享经济潮流自然是乐见其成，在原有基础上进行鼓励和推进。


  在机动车较多的荷兰，20世纪60年代就发起过名为Woonerven的街道共享计划，荷兰Woonerven地区曾存在车辆和行人共同使用道路空间的情况，荷兰政府意识到这不仅仅会影响机动车数量的增长速度，也会增加道路安全问题，影响城市社区生活质量，继而政府将其街道进行了重新规划并取得良好成效。随后丹麦、德国和瑞士政府也纷纷实施类似项目，有效改善城市道路通行状况。


  还有，许多欧洲国家陆续推行了很多相关的分享举措。一些国家政府鼓励共享设施和服务，例如推行合作社，包含许多形式的合作，如零售商合作社(共享制造商的折扣)、职工合作社(共享企业的股份)、消费合作社(共享零售和金融服务)、住房合作社(共享各种形式的住房股份、会员资格或入住权)、能源合作社(在许多国家，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社区合作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其中包括西班牙政府扶持推行的蒙德拉贡合作社，其规模极大，母公司包含111个小型、中型和较大的公司。目前，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人合作组织，已在全球范围实现150亿美元的销售额。[3]


  有一些欧盟国家看到了分享经济成为拉动经济新增长的可能性，因此以较为积极主动的态度推动其发展，并大力支持各类项目。比如，Autolib是法国巴黎政府与波特利集团联合开展的“共享电动汽车”服务项目，该项目运用“企业运营+政府补贴”模式，希望达到公共服务和经济效率的无缝对接。据考证，截至2012年，该项目已经拥有3 000多辆共享汽车，运营站点增加到1 200个，并且将范围扩大至巴黎以外的其他城市。截至2014年12月份，Autolib已经吸引近4万人共同参与。波洛利集团推出另一个共享计划——bluecar,每星期就会有4 000~5 000次租用记录，尤其是周末的使用率最高，在短短的10个月里已经完成了超过50万次的租用记录，共行驶了300万英里(482.80万公里),预计在巴黎每年可减少相当于22 500辆车的排放量，即零排放行驶4 000万英里(6 437.38万公里)。目前在巴黎街头已有670个可供1 750辆车停放的停车点，最终的目标是建设可供3 000辆bluecar停放的1 050个停车点。同时，政府要对汽车共享组织或企业实施严格的监督。


  一些政府在分享经济领域虽没有大力推动的措施，却也有所作为，比如明确地提出了或鼓励或反对的政策。如在租房领域，法国将短期租房视为合法化；2014年2月，荷兰阿姆斯特丹通过立法对分享经济领域的Airbnb类家庭酒店业实现监管，是世界首个共享短租领域的立法法案。在法案中规定，出租者需申请“个人闲暇短租”许可证，建立“个人闲暇短租”新类别，允许本地居民将个人房屋在闲暇时间整体短租给外来访客，短租房屋可为自有住房或经房主同意的租赁房；房屋评估月租金须达到958美元以上(由相关机构根据其区域、房屋质量、环境等评估)才能获得“个人闲暇短租”许可。对非共享短租的限制包括同一租客不得连续短租4天以上，每房年整屋短租(非共享模式)不得超过60天。平台需要向房主及租客明示政府有关监管要求，每年向房主发送两次邮件提示法律规定。此外，还要求短租不得影响社区和邻居，如被投诉，监管机构可以取消许可；每房一批次接待短租访客不得超过4人，并向出租者征收旅游税5%。


  针对私厨外卖等共享餐饮的领域，德国成立全国统一的网络食品销售监管机构，规定网上食品供应商应在当地监管部门登记注册，以接受监督。


  荷兰经济大臣汉克·坎普(Henk Kamp)于2015年7月也表示，将修改法律，出台更多技术中立的法规，以推动住宿、交通等领域分享经济的发展，让荷兰成为相关创新的第一个受益者。


  在意大利一些城市，共享汽车可以在市中心的收费停车场享受免费停车待遇。这些措施既给消费者带来了停车便利，又降低了停车费用，吸引了一大批消费者。


  欧洲议会工业、研发和能源委员会与内部市场和消费者保护委员会联合发布对数字市场新战略的立场文件，支持分享经济发展，赢得了欧洲议会所有党派的支持。立场文件表示，欢迎互助经济模式带来的竞争增加和更多消费者选择，就业市场更具包容性，敦促欧委会和成员国支持分享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消除人为障碍和相关法律法规障碍。欧洲议会希望欧委会审视现有法规是否可以解决人们对分享经济的担忧，呼吁欧委会保持支持在线平台创新的政策。


  从欧盟2020年战略计划中也可看出欧盟非常重视分享经济的发展。该计划明确表示未来的商品和服务应加强智能、可持续和包容的特点，并且强调要重点创造就业机会，提升生产力与加强经济、社会和领土的凝聚力。[4]


  然而在实现伟大愿景之前，欧盟国家仍面临许多问题。地方政府需要组建什么部门或机构来支撑分享经济战略和发展？如何令分享经济有助于实现各国城市的目标，例如减少碳排放、气候行动计划以及回收再生资源？如何在分享经济生态系统下激励城市公共投资和社区集中融资，例如投资孵化器和加速器、建设共享基础设施以及鼓励小型公司创新？当前哪些城市已经可以直接加入分享城市计划，而哪些还需要做准备？……


  从政策法令来看，欧洲诸国(除英国以外)目前缺乏有针对性的政策框架和提供支持的机构，来规范这个新兴的领域。如果监管措施空白，可能会影响分享经济的创新和健康发展，甚至可能导致某些公司试图利用立法的漏洞来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比如，芬兰对P2P借贷市场并没有明确的监管。对于企业的借贷业务而言，无须像传统银行一样遵循严格的审查程序，虽然可以降低P2P贷款的壁垒，加快贷款交易的时间，但同时对客户利益安全的保障也变得薄弱了。


  荷兰对于P2P平台的计税和安全问题还未明确，Shareyourmeal客户在分享餐饮过程中的盈利是否需要上税不得而知。可以设想，若客户在分享餐饮时生病了，该如何负责任？类似问题都将使用户在参与分享经济时产生顾虑。在创新方面，虽然荷兰政府创新机构对Peerby表示大力支持，但是当其要求创新津贴时，却因政府部署的补贴计划只针对短期的循环计划(1个月已算长期了)不适用于这种新型创业计划而没有了下文。[5]


  欧洲分享经济联盟


  虽然在推行分享经济的路上困难重重，但是欧洲委员会前副总裁内莉·克勒斯(Neelie Kroes)曾发言：“事实上，无论是出租车、住宿、音乐、航班、新闻或其他业务，数字技术都正在改变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绝不能忽略、逃避或试图禁止创新带来的许多挑战。”足见其积极乐观的态度。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欧洲成立了分享经济联盟组织，并积极向欧洲政策制定者提供切实的数据和集思广益得出的解决方案，以促进欧洲分享经济的发展与创新。欧洲分享经济联盟帮助欧盟监督分享经济的推行过程，并提出了“MASSIVE”方针计划。其中“MA”指促进分享经济的主流办法是通过宣传来提高认识、知名度和提升政策的领导能力；第一个“S”是指通过倡导公平和合理的规定来维持分享经济，确保其经济成为欧洲政治上的首要任务；第二个“S”是指针对欧盟国家间的可扩展性和可效仿性，可树立实践情况最好的国家表率，并由它带领其他国家逐步发展分享经济；最后的“IVE”是指通过提高欧盟对分享经济的投资，在欧洲全部城市中开启相关的试点项目和平台。


  欧洲分享经济联盟还针对欧盟政策制定者提出如下建议：


  1.创造一个利于分享经济企业发展的环境，鼓励他们创造更多经济收入。必要时，可推行更智能和更有针对性的规定。


  2.重视分享经济企业，要将他们视作P2P市场的促进者，而不是传统的雇主。


  3.只有当市场失灵时，才可将立法视为一种辅助手段推出。


  4.公平对待P2P业务和传统业务的竞争关系。


  5.基于大数据和市场变化，灵活地制定决策和测量其影响。


  6.促进地方政府和城市学习分享经济机制，并规划合适的规则和基础设施。


  其他欧洲多国的组织也为鼓励分享经济，实现《欧盟2020战略计划》——视“分享”为整合欧盟的创新政策，相继推行了许多政策条例。比如：为扶持分享经济的初创企业，公共部门应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例如对市场数据的收集(CAPs projects of DG Connect);在众筹领域发布白皮书和咨询结论(DG Growth和欧洲众筹网);欧盟委员会将探讨协作和参与消费的可能性(DG Health,2015年7月);设立微型创业组织的许可和自由进入欧盟的劳动立法(专业资格证书修订指令);支持设立通用的P2P金融立法(金融服务修订指令);通过了分享经济的应急反应方案和弹性规划提议(DG Environment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s);组建更多的跨部门联盟，自上而下地开展重点宣传(P2P住宿联盟);建立欧盟的分享城市智能网络(夏尔巴人组会，2014年3月31日);在目前的产品设计中更多地关注产品寿命的临终阶段，为客户寻求持久的、可共享的产品设计(欧盟生态设计修改指令);在公开的欧洲议会和欧洲公民倡议中，强调分享经济和职业自由人就业的重要性(欧洲选举活动，2014年);为电子支付的消费者制定有效的保护措施(欧盟消费者议程、电子支付修订指令和BEUC);支持地方区域高速宽带项目的直接融资(欧盟数字议程发展协会)等。[6]


  
    [1] 参见德勤，《分享经济：瑞士如何看待分享和赚钱？》(The Sharing Economy: Share and Make Money How Does Switzerland Compare?》)。

  


  
    [2] 参见欧盟，《基于分享经济的P2P市场商业模式》(The Sharing Economy Accessibility Based Business Models for Peer-to-Peer Markets》。

  


  
    [3] 参见胡利安·阿杰曼、邓肯·麦克拉伦和阿德里安·谢弗–博雷戈(Julian Agyeman, Duncan McLaren and Adrianne Schaefer-Borrego)教授作品《分享城市：写给那些参与“大创意”项目的朋友》(Sharing Cities, Written for Friends of the Earth’s ‘Big Ideas’ Project)。

  


  
    [4] 欧洲分享经济联盟，《分享经济——如何应对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The Sharing Economy-Toolkit Based on Strength, 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5] European Union , The Sharing Economy Accessibility Based Business Models for Peer-to-Peer Markets.

  


  
    [6] 延展阅读 :欧洲分享经济联盟，《分享经济的优势、劣势及面临的机会和威胁》。

  


  第九章 澳大利亚——人气越来越高


  2015年，澳大利亚国家字典中心将“分享经济”选定为国家年度热词。正如澳大利亚国家词典中心主任阿曼达·劳格森博士所说的那样，2015年，分享经济在澳大利亚有着非常显著的表现，因为Uber等出行分享服务进入澳大利亚后引发广泛关注与讨论。


  澳大利亚人的“新宠”


  Vision Critical(关键愿景)与Collaborative Lab(分享经济组织协同实验室)合作发布的澳大利亚分享经济的调查报告显示[1],43%的居民认识或理解分享经济行为，61%注意到分享经济服务，其中27%关注了Uber、20%关注了Airbnb、17%关注了Kickstarter、16%关注了Goget、15%关注了CouchSurfing等分享经济公司。


  报告还显示，其中53%受访者曾在去年参加过分享经济的活动。在分享交通领域，参与过拼车的有34%,参与汽车共享的有10%,参与摩托车共享的有10%。在分享P2P零售货物领域，有11%受访者曾参与。在分享住房领域，7%参与房屋交换活动，22%参与房屋分享活动。在分享金融方面，9%参与众筹活动，8%参与P2P金融。


  那么这些用户都是以什么身份参与分享经济活动的呢？35%受访者以供应商的身份参与，76%以顾客的身份参与，18%既作为供应商又作为顾客参与。另外，15%以交换者的身份参与，主要指参与交换物品和服务，却不涉及金钱利益的情况。


  参与过分享经济的受访者表示，其动机主要有以下几种：节省金钱、尝试新服务、方便、不喜欢占有、保护环境、期待更多的合作以及看到了分享经济的价值。由于受益良多，所以很多参与者表示未来会再次参与分享经济活动。其中75%来自参与过分享交通的受访者、65%参与过P2P货物、64%参加过分享租房、60%参与过分享金融。同时，参与的人中9%已将分享经济服务完全视为传统服务的替代品，20%表示会经常参与分享经济，44%则表示只是偶尔参与。


  另外，也有63%受访者虽然目前并未参加但是期待未来能够参与分享经济。其中36%表示将参与分享交通、36%将参与分享住房、19%将参与P2P货物、18%将参与分享金融。但是，这些人仍对分享经济有一些顾虑：38%并不知道如何涉足这个领域，33%担心遇到诈骗，31%考虑到信任问题，还有22%不相信卖方或供应商的可靠性，12%表示不想被这种新兴服务所打扰，6%则并不知道如何进行论证。


  最后，大约33.3%的受访者看好分享经济，认为它一定会继续蓬勃发展，但有62%则表示不确定未来会如何发展。


  其他相关调查也有类似的发现。受任务分享型社交平台Airtasker委托，Pure Profile开展了一项《工作调研监测的未来》(Future of Work Research Monitor)研究，通过调查全国范围内1 004名有工作的人发现，将近43.5%的人说，他们今年想找一份新工作，92%的人希望赚点外快，68%的人说，他们正在考虑通过“分享经济”社交平台实现这一目标。年轻族群对灵活工作的渴望和寻觅新机遇的意愿较高—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已经开始利用这些在线平台了，其中25~34岁平台使用者的比例达到了10%。


  行业发展状况


  据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ACCC)调查，最近几年分享经济在澳大利亚已经开始快速成长，尤其是在交通和住宿行业，如外来企业Uber和Airbnb已变得家喻户晓，扰乱了本土传统行业知名企业。其他分享业务包括P2P贷款、共享任务、服务、家庭用品等也在不断扩张。


  澳大利亚企业Mindahome则为旅行者提供了新的分享经济思路，提出“顾家度假”的概念。很多希望出去度假的人往往面临宠物无人照管的困难，Mindahome提供一个平台，使愿意照顾宠物的人们可以自由交换度假居住场所。出门旅行的人可以选择住到同样出门度假的房屋主人家里，帮其照顾宠物和房屋，同时可以节省酒店的开支，并享受屋内的各种设施用品，体验家一般的居住体验。而房屋主人则可以节省寄养宠物的麻烦和费用。Mindahome目前已经帮助超过一万名澳大利亚的宠物主人寻找到愿意照顾家里的旅行者，也有上万名旅行者借助该平台实现了多地的完美旅行。


  另外，Airtasker的执行长蒂姆·冯表示，Airtasker任务分享型社交工作平台从2014年推出以来，用户数量已经从最初的7万人增长到今天的21万人。人们可以在该平台上发布任何“任务”,从低技术的体力劳动到市场调研等专业服务。如今，该平台每年要处理价值约1 000万元的工作。


  澳大利亚政府态度


  澳大利亚政府是分享经济积极的支持者。目前，悉尼出现了一种政府主导+企业运营的模式。目前，悉尼政府已设立400多个专属停车位来运营共600多辆共享汽车，为了鼓励消费者使用共享汽车，政府将会给予共享汽车一定的停车优惠，并已将“汽车使用共享”计划列入“悉尼2030”城市发展规划，并且给予足够的重视。由于该计划的核心是方便且实惠，据悉尼市政府统计，目前全市已经有6.4%的家庭使用共享汽车出行，超额完成了预期目标，“汽车使用共享”计划产生的社会效益是成本的19倍。为此政府又为2016年设置了将比例提高至10%,在2023年内达到22名会员共享一辆汽车的目标。除了悉尼市，德国不来梅市也通过此模式成功利用汽车共享替代了1 000辆私家车。[2]


  分享经济正在改变澳大利亚人买卖商品和服务交换的方式，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私人物品和公共资产之间界线的思考方式。澳大利亚工党致力于保护澳大利亚工人、消费者在分享经济活动中的劳动权益，因此制定了明确的分享经济劳动原则。内容如下：[3]


  1.主要的劳动属性是分享。具体的分享经济规则和条例应该广泛适用于澳大利亚人使用个人基本资产提供服务的各种情况，同时为了避免消费者产生过度的监管负担，应适度调节限制的力度。


  2.这种新型的分享服务必须保证良好的工资和工资条件。分享经济服务不应削弱澳大利亚工人的工资和条件。雇用劳动力的公司应该确保他们给出的定价和合同符合行业标准。


  3.所有人都必须支付合理公平的税款。分享经济公司必须按照澳大利亚标准公司税率纳税。由于分享经济活动发生在线上，所以简化税率计算非常有必要。分享经济公司在申报纳税时应该收集线上税务档案号码或澳大利亚商业号码，并且上报实际年利润数据。


  4.妥善保护公众安全。一方面，分享经济公司必须设立适当的保险政策来降低客户和第三方的风险，并且应该与保险部门合作，开发出适用于保护个人分享经济资产——比如用于分享的汽车和房屋——的保险产品。另一方面，分享经济服务应严格遵守澳大利亚消费者法的规定，同时在使用这些服务时，澳大利亚人有权对产品安全、欺诈行为和消费者利益进行维权。


  5.兼顾所有情况。鼓励分享经济平台为残疾人士提供服务，例如，Uber协助提供的残疾人助力轿车服务。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需要权衡管辖范围内哪些地方为残疾人士提供的服务可能无法达到标准要求，并有权稍做调整来提高可行性。


  6.严格执行规则。在制定法规时应该全方位考虑各种情况，并且应尽量减轻分享经济发展的负担。但是当确立了相关的法律后，就不允许澳大利亚人无视法律规则。严格执行立法，并对违反规定的行为零容忍。一旦有公司或个人触犯，势必受到严厉的惩罚。对于屡次违反法律的情况，政府应采取严打的行动，永久取消其运作资格。


  国家与地方政府也将遵循以上原则，逐步开展监管法律的改革计划。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和生产力委员会将负责监管活动的执行，确保法律被有效执行。


  现有已经执行的法规主要在私厨外卖领域，澳大利亚政府规定任何家庭作坊式的食品加工以及外卖同样需要申请商号。并且规定肉类或鸡蛋必须要储存在5摄氏度以下的冰箱里，食品容器不可以混杂使用，所有的原材料都必须记载购买来源和批次，以保证任何原材料需要被召回的时候可以随时找出来。任何违反食品安全条例的外卖机构将会被处以2 000到20 000澳币的罚款。如果外国人在澳大利亚涉事，甚至有可能会被遣返回国。


  
    [1] 延展阅读：关键愿景与分享经济组织协同实验室，《澳大利亚新兴的分享经济》。

  


  
    [2] 周溪召等，《我国汽车共享运营模式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3] 延展阅读：澳大利亚工党，《国家分享经济原则》。

  


  第十章 韩国——放松管制，放手发展


  韩国分享经济相比于英美起步较晚，是随着国外企业的进入才引发整个社会关于分享经济模式的思考和探索，但作为后起之秀发展却不显逊色。


  2015年10月和11月，釜山市曾面向全市500名19岁以上市民做过一项相关调查，调查显示，至2015年11月，只有5.2%的市民表示听说并了解“分享经济”。而在我们前面提到的普华永道对美国分享经济的调查中，有大约50%的受访者表示听说过这类公司，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表示会在未来两年内使用这类服务。釜山是韩国第二大城市，经济发展程度和人口规模仅次于首都首尔，上述调查虽然存在样本范围小的问题，但仍能反映出分享经济作为一个新兴事物，在韩国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更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可以利用。


  虽然起步较晚，但分享经济近年来的发展不可谓不迅速。根据韩国产业商务资源部统计估计数据，2015年韩国分享经济规模为4 700亿~7 300亿韩元，占全球分享经济规模的2.8%~4.4%。到2025年，预计韩国整体分享经济市场规模将达到84 900亿~131 500亿韩元。2016年1月，已有145家团体和企业在首尔“分享经济枢纽”网站(http://sharehub.kr)上注册，其中完全由政府设立的团体有4家，其他141家均为民间创业团体和企业或外国企业在韩分部。


  纵观韩国现有的分享经济企业平台，能发现这些企业分别针对多样的需求开发各种各样的互联网平台，这些平台分布在各类不同的行业中，积极探索发展模式。


  由首尔市政府支持运营的“分享经济枢纽”网站将注册的企业按其运营对象分成12大类，分别是教育、图书、物品、照片、影像和音乐、民宿、旅行、艺术、衣物、机动车、经验才能和知识，以及空间的分享。有的企业仅从事上述一种类型的分享经济业务运营，有的则涉及多种类型。除了人们容易理解的物品分享、住宿分享、车辆分享和知识分享以外，韩国的分享经济中还出现了把时间作为分享品的服务，比如Zipbob服务就是一种基于social-dining理念创立的互联网平台，它将有共同爱好的人通过网络聚集起来，提供给用户自行讨论并组织聚餐的平台，想要参加聚餐的用户只需要打开Zipbob网页，浏览并决定参加哪一次的聚餐即可。聚餐费用分为事前支付和现场支付两种方式，具体费用则视具体聚餐规模而定，Zipbob则与注册餐厅签订协议，从中抽取一定比例的聚餐收入。


  除了在“分享经济枢纽”上注册的企业之外，韩国部分观察者将房地产信托基金类型的企业也纳入分享经济的讨论里。


  典型行业发展情况


  韩国民间企业大都是初创企业，大多在2011年之后成立。汽车分享、住宿分享和二手交易市场是表现最突出的三个领域，而最快成长企业集中在汽车分享领域。


  汽车分享发展迅速


  韩国分享汽车市场基本呈现由SoCar和GreenCar并立的局面，首尔市、水原市等市政府通过与民间企业家的合作提供这类服务。目前韩国汽车分享初创企业密集，行业领头企业迎来好时代。


  2015年10月份京畿开发研究院调查了在韩国cckorea注册的主要分享经济企业，[1]其中80%的企业资本金不足1亿韩元，企业人员不超过5名，大多是初创企业。但与此同时，GreenCar和SoCar作为目前汽车共享领域的领先者，依然获得了外部融资。汽车租赁业的领头企业乐天租赁在10月以10 200亿韩元的高价买入市值7 000亿韩元的GreenCar 47.7%的股份，SoCar也接受了大企业SK集团的资金，后者以590亿韩元获得了其20%股权，这表示汽车共享市场的价值得到进一步认可。


  韩国京畿开发研究院2015年4月的调查显示，共享汽车市场的主要用户是年龄在20~40岁之间的男性职场人士和无车人士，每月使用次数不足3次的达到90%。使用理由中，相对于大众交通更为便利，没有其他交通手段等占据多数；而通行目的在平日里以旅行、购物居多。出现车辆共享之后，人们关于延迟处置现有车辆和购买新车的意愿为51.0%(其中延迟5年以上的占8.7%)。由此，保守估计共享1辆车能够替代16.8辆机动车，车辆分享经济能够抑制机动车数量增长，提高出行自由度和便利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激活大众交通，缓解停车位不足的压力。


  共享汽车服务类型中，韩国主要是公私合营的形式，首尔市、水原市等由公共机关支持的服务与GreenCar、SoCar等民间专门企业支持的合作提供服务。公共团体的事例还有LH公社面向出租公寓提供的“LH幸福车”服务，而专门共享企业除了GreenCar、SoCar以外还有Citicar等企业，已有的汽车租赁企业如KT rent-car、AJ rent-car等也开始进入共享汽车市场。


  截至2014年，GreenCar已覆盖702个服务区，注册有1 067辆车，而SoCar也覆盖有702个服务区，已注册1 002辆车。二者主要在首都圈提供服务，80%左右的服务区在首都圈范围。两个企业截至2014年末的会员数分别为22万人和18万人，这一数字在2015年1月都突破了50万人，其中SoCar更是在2015年8月率先突破100万会员数，增长速度极高。


  SoCar是韩国分享汽车领域的龙头企业，这家2012年以100辆共享车辆开始从事汽车分享业务的企业，凭借抢先占领首都圈分享汽车市场的优势和大力推广，以及针对不同种类车型设计的合理支付机制，尤其吸引20~40岁年龄层的韩国民众100万人，全国有1 600余处驻点，SoCar车3 100余辆，2015年上半年销售收入180亿韩元，发展迅速。目前该服务主要限于大城市，企业负责人表示将会在2016年继续在韩国其他中小城市推广此项服务，不仅如此，SoCar还与拥有16万司机会员的韩国打车软件Kakaotaxi合作，将道路交通服务进一步智能化和便利化，届时可能会有更快的增长。SoCar以迅猛发展的姿态将分享经济这一新型经济模式带入韩国的经济生活中。


  全球已有60多个国家1 000多个城市使用汽车共享服务，韩国截至2014年的会员数为496万人，自2008后增长了近40%。韩国的汽车共享市场尚未饱和，除了首尔、釜山等大都市以外的其他城市以及中小城市目前较少利用共享车辆出行，仍存在较大的成长空间。


  Airbnb引领分享住宿发展


  与分享汽车市场不同，韩国的住宿短租市场发展较早，长期以来，面向留学生、外地游客提供的客房在韩国各大城市都不罕见，但分享经济出现在住宿市场之前，提供房屋住宿的个人通常的做法是将自己的房屋情况介绍和提供住宿相关的事项上传到个人网页博客，或者通过委托之前的房客撰写住宿体验和攻略的方式吸引房客，总体上双方都需要付出一定搜寻成本。韩国目前就利用互联网平台提供短租这一市场而言，仍以Airbnb为代表的率先在韩国提供住宿分享平台的外国企业占据绝对优势。据Airbnb韩国负责人李准圭所说，2014年4月到2015年4月一年间，全球用户通过该平台到韩国旅游、访问的人数达到18万人，与之前年度同比上升294%。韩国市场成长的速度在整个亚洲区域内也是很高的，韩国越来越成为亚洲重要的旅游国家，Airbnb公司认为，在未来随着出游韩国的人数增加，公司在韩市场也会有进一步的扩展。


  本土初创企业在市场扩展、推广营销、引入融资等方面目前仍面临较大挑战。代表性的本土互联网短租企业有Kozaza、BnBhero等。


  二手物品交易活跃


  根据相关数据估计，韩国目前整个二手交易市场规模约18万亿韩元，其中线上交易规模约10万亿韩元。进行交易的二手物品按类别有衣物、美容用品、优惠券、日用杂物、育儿用品、家具、家电、机动车和自行车等等。在韩国各大搜索网站如Naver、Daum等都有一项名为“二手交易”的子栏目，专门用于用户上传二手物品照片、提供二手物品使用情况和期望报价，以及个人联络方式。这类网站访客量庞大，具备天然的用户基础。此外，韩国也有像Joongkonara(意为“二手天地”)、Open Closet这样专门用于提供二手物品交易的网站和应用软件。


  与韩国整体二手交易市场相比，线上规模约为一半以上，但随着互联网经济发展和分享经济理念的认同感提高，下载二手交易应用和注册二手交易网站会员的人数有增长趋势，目前利用互联网进行二手交易的用户数量约为韩国全体国民数量的1/4。


  分享经济兴起原因


  小户家庭带来的变化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韩国人中独身者和丁克家庭的比率在上升，越来越多的人更偏好一个人或者仅有两个人居住在一起。除此之外还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使得如今的韩国家庭中小户家庭的数量一直在增长。根据韩国统计厅的数据，一人户家庭的比重占全国的25.6%,也就是说在韩国有500多万户家庭是一个人构成的。小户家庭(1~2人)的比重则已经超过了50%。家庭结构的变化必然伴随着生活需求方面的变化。以机动车需求为例，一个三口之家或四口之家出行时，为了准备孩子的衣物、奶粉和婴儿车等，家里拥有一辆车是更为便利的选择。SUV车在一段时间占据了主流，但在仅有一两人构成的家庭里，机动车未必就是一件必需品了。尤其随着科技的发展，韩国的KTX铁路可以连接除了济州以外的几乎各个地方，在市内也有很方便的市内公交系统，几乎只在目的地是交通手段很难到达的地方时才会需要使用私人机动车。买房的需求与机动车需求类似，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韩国家庭的收入在小户家庭比重上升、就业难度增加的大背景下，自然有所下降，与之相反的是房价却在政策支持、不动产业景气下不断上涨，因此比起买房，租房更成为人们解决住宿问题的途径。


  “自有”财产需求的降低，为以“分享”使用权为理念的分享经济提供了发展空间。韩国分享车辆市场的高速发展和分享住宿市场的大范围覆盖也印证了这一点。关于生活方式和意识的变化经常是潜移默化又持久深远的，当“自有向分享转变”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时，分享经济就得到更广阔的发展天地；反过来分享经济日益渗透进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时，又会强化人们对于分享经济的认同和拥护。


  国民经济增长低迷


  在过去10年里，韩国经济呈现出快速发展，引人瞩目。然而如今这样的好日子似乎已不再。韩国十大财团之一的三星集团所属的三星电子曾在国际市场风光无限，击败了许多日本、欧洲的电子制造商，而现在三星电子的竞争力似乎不再强盛。曾经为三星、LG和苹果手机三家独大的韩国智能手机市场如今也悄悄被华为、小米等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瓜分着市场蛋糕。其他韩国企业巨头如现代汽车、LG电子以及大量造船企业也出现了困难。种种迹象表明韩国经济已经开始碰壁，经济增长率长期低于4%,至今增长缓慢。


  经济低迷的环境下，人们收入提高受限，过度消费观念相应减小，并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比起自有，分享更好”的协同消费观念，从收入最难以负担的住房开始，扩展到机动车、儿童物品等其他消费领域，从更加经济实惠的角度进行生活中的消费决策。


  智能手机普及率高


  SoCar代表金智满在谈及企业在成立不到4年间成就高速发展时提到，这一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受益于韩国很高的智能手机普及率以及通信网络发达的优势。分享经济的一大要素就是基于互联网平台，互联网将需求者和供应者连接起来，节省双方的搜寻成本，高效匹配供需双方并解决问题，将各自分散的需求赢利点集合成庞大的需求网络空间，从而创造价值。韩国发展分享经济的一大优势在于其互联网系统发达，智能手机的普及也给相关企业推广线上服务提供了良好基础。


  韩国智能手机普及率相当高，2013年6月美国市场调研公司(SA)发布报告称，2012年韩国的智能手机普及率为67.6%,比世界平均值14.8%高出3.6倍，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到2015年，这一数字达到83%,位居世界第四，仅次于阿联酋、新加坡和沙特阿拉伯。手机早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通过手机进行购物、上网、银行交易、发送电子邮件、听音乐与聊天等。韩国主要电子制造商LG和三星电子分别是世界第四和第二大手机制造商。智能手机通常采用分期付款签约购买的方式，电信运营商推出各种各样的话费流量套餐和手机绑定销售，分期付款期限通常为1~2年，用户每月分担的包括通信费在内的费用一般为40 000~60 000韩元，月负担较小。


  韩国的通信网络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是领先的。早在2011年，韩国就进入了4G时代，在2013年上半年，4G LTE网络已覆盖全国41%的手机用户。2013年6月，韩国电信运营商SK电信在首尔及其他部分城市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LTE-A(LTE-Advanced)网络，推出14天后，LTE-A使用者已超过15万，这是全球首个开启LTE-A商用的运营商。该网络支持每秒300Mb的下载速度，相当于28秒完成一部1GB电影的下载，是第四代通信网络LTE下载速度的4倍，是第三代网络通信技术下载速度的21倍。而韩国的无线网络覆盖也很高，连海边和地铁里面都可以使用Wi-Fi,通信公司在每个学校都铺设了Wi-Fi,餐厅和咖啡厅如果没有Wi-Fi更是没有生意做。首尔市政府还于2016年1月起，在首尔市内地铁覆盖超高速公共无线网络，以解决地铁车厢内网络速度慢的问题。


  政府鼓励创业


  韩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越来越多的大企业垄断现象。2015年韩国前十大集团分别是三星集团、SK集团、现代汽车、LG集团、韩国电力公社、Posco、GS集团、现代重工、乐天集团和韩国气体公司(KOGAS),这十大集团实现的全年收入为10 900 160亿韩元。


  大企业的垄断地位使得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地挤压，然而中小企业是社会90%就业岗位的创造者，它们的发展与很多人的生活和工作息息相关。中小企业发展面临困境，导致了更多的人失去工作或薪资减少，社会消费的动力也会随之产生不足。韩国大企业势力日益增强对国家存在“大而不倒”的问题隐患，一旦大企业出现问题，其影响将远远不止于一家企业陷入困境或倒闭，而是会撼动整个国家经济，这对于政府来讲是很可怕的。大集团垄断越来越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障碍，政府近年来也开始推出各项政策鼓励创业，正是政府认识到垄断的危害，并予以改善的努力表现。


  从这一点来说，政府鼓励发展分享经济是政府鼓励全社会创业的一个子项政策选择。自从Uber、Airbnb进入韩国市场，最先在韩国年轻人中间掀起共享热潮，并且出现了更多其他方面的分享平台，满足多样化的需求。有需求就有价值，从2011年开始民间分享经济创业团体和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设立起来，韩国创业者对于分享经济的青睐和热情让政府看到分享经济的活力，从而使政府有支持民间企业创立分享经济模式和平台的动机。


  韩国政府态度


  韩国政府对于分享经济的重视和态度，使得分享经济在韩前景非常明朗。2015年12月，韩国企划财政部(Ministry of Strategy and Finance)首次宣布拟将分享经济纳入制度层面管理。2015年12月8日，企划财政部正研究在“2016年经济政策方向”中包含分享经济相关政策的方案，计划确定后，将成为分享经济扩散的国内最初政策支援事例。企划财政部拟从汽车分享和住宿等产业形式比较明晰的部门开始接触，并研究相关规制的完善和推进特定地域的示范产业。在韩国，Uber及Airbnb等被判决为不合法，因此，政府比较关心的是警戒将“以什么范围，到哪种程度”予以放开。


  韩国政府拟对有突出贡献的企业给予资金支持和宣传帮助，还计划于2016年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调整以适应分享经济的发展。拟将分享经济做成服务新产业的政府层面的努力也变得可视化。2016年2月17日在青瓦台召开的第9届贸易投资振兴会上，政府将分享经济纳入了四大新服务市场的开拓方案中。


  政府计划首先打造对于分享经济的法律性、制度性基础，致力于将其纳入制度圈，从而促进创业及新的企业活动。具体来说，促使以“移动平台基础中介交易”为特性的分享经济能够适用以“直接交易”中心的既有法律制度，完善消费者保护和卫生、安全等存在问题的部分从而促使健康成长，并最大化活用分享经济特有的自律规制系统。另外，为最小化其与既有经营者的利益冲突，采取均衡接近的方针。从增长可能性相对较高，且有市场需求存在的住宿、车辆、金融产业促进制度改善。但并非单方面地促进制度改善，例如在住宿产业，在预想到既有旅馆、宾馆等利害关系从业者的反对及冲突等可能存在时，示范性地导入规制自由区等从而予以柔和应对。分享经济的理念在2016年内首先引入釜山、江原道和济州岛等规制自由区。至2017年，韩国将通过修改国家住宿业相关法律，使之合法化。


  韩国政府对分享经济的发展的支持，以地方政府最为积极，首尔市政府更是于2012年便开始推进分享城市建设。


  从地方立法来看，韩国的部分地方政府(主要集中在京畿道、首尔市、釜山广域市、城南市、全州市等地区)颁布了针对分享经济的法律法规，具体情况可参考附录。


  分享经济不是分享“所有”物品、空间、信息等，而是通过互相借予而提高资源的经济、社会、环境价值的活动。上述各项条例中包括了，为促进分享经济的支援中心设置和事务委托、分享事业参与团体或企业支援方案、分享促进委员会设置及运营等内容。其共同点是要求各地区的市长(区长)应组建共有促进委员会，并定期制订一份促进分享经济的具体计划。条例正式施行后，对民间企业或团体的分享活动的行政、财政性支援将成为可能，不仅是公共部分，甚至民间部分的分享经济参与活动也将更上一层楼。


  以城南市为例，其在条例制定之前即开展了市政厅会议室的市民借用、健身房开放、儿童乐园玩具借用，甚至市民停车场的建成、开放等多样化的分享事业。城南市还计划积极培育并支援分享经济事业，使市民能够享受更多的优惠。


  政府表态将在2016年6月份前制订针对培育以Airbnb、Uber、Kakaotaxi为代表的O2O产业的综合计划。这些计划中对各项规定的放松将是核心。吸取Uber在韩发展步伐由于与基本出租车企业的冲突而受阻的教训，政府意识到对于这类企业的束缚规定必须要放松。


  在监管方面，韩国政府对于分享经济典型企业Uber和Airbnb的态度并不宽容，二者先后受到来自韩国国土部的罚款指令，尤其是Uber的专车业务和Airbnb平台上的超短期租赁业务被认定为非法，Uber公司更在韩国首尔等大城市遭到了出租车行业协会和司机协会的多次集体抵抗。


  总而言之，原有的法律对于分享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约束和阻碍，但政府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分享经济这一产业形式创建新的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分享经济将能成为“政策的宠儿”。


  
    [1] 延展阅读：韩国京畿开发研究院，《汽车分享的经济社会性效果》。

  


  第十一章 中国港台地区——破土萌芽


  在亚洲，分享经济给传统商业模式带来巨大的冲击。分享经济活动有助于减少资源浪费，而不是从传统的企业中抢走商机。分享经济的目的是从共享资源中获得利润，相反，传统经济的思想是拥有资源再买卖谋利。


  推动发展的原因


  香港互联网注册管理有限公司(HKIRC)在2015年6月的一项针对近1 500名互联网用户的调查显示，近30%受访者曾参与过分享经济的相关活动，当中近50%的新用户群组表示有1~3次参与共享活动的经验，82%受访的互联网用户为分享经济的消费者，表示已把分享经济当作新的消费模式。香港最常见的三种共享活动是私家车共享、网上集资和房间住宅出租。


  香港人认为除了节省金钱外，共享活动可以带给他们有趣和愉快的经历，并且它是易用的、高效的。同时，调查结果也证明教育是改变观念的关键，因为互联网用户过往的参与经验、教育程度和共享活动有显著的关系。使用者以高学历人士为主，74%拥有大专或以上学历。


  推动香港人热衷分享经济的原因包括从重新分配闲置资源而获得的经济报酬、人们享受分享活动过程、能从分享行为中获得的满足感等。


  至于台湾，据台湾经济研究院分析，首先，台湾网络整备度高。2014年全球网络整备度指标(NRI)排名第14,经常上网人口数超过1 100万。其次，地狭人稠的地理环境带来了发展的机会。在人口密度高的台湾，更应通过分享经济充分利用闲置资源，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再次，国际知名的Airbnb、Uber、Sculfort Marina等纷纷进军台湾，引起热烈的反响。最后，本土初创企业的萌芽获得了人们的喜爱。共乘平台Carpo、物品及空间出租平台“租生活”、项目外包平台“爱苏活”等，皆是以分享经济模式运作。


  台湾的共乘平台Carpo,上线不到一年，共乘数即破万笔，平均每月吸引超过250位会员加入。2012年12月，吴敬庭召集7人小组在台北成立了Carpo,2013年3月正式运营。Carpo建立了可同时通过计算机网站及App使用的共乘平台，驾车者发布信息搭载顺路的旅客，乘客也能发布自己的共乘需求信息，不需要将手机、App账号等个人信息提供给对方，即可获得安全便利的共乘服务。


  目前的争端


  和所有新兴产业一样，分享经济也面临着一个法律的灰色地带，略显尴尬。在香港的法律中，导游必须持有证书。为游客安排旅游、食宿或交通等，一直被视为旅行社的专利。很显然，分享经济平台的用户大多没有旅行和导游证。香港旅行代理商注册处也表示，这些网站可能违反了旅行代理商条例，如果他们被检控和举报，最高可被罚款10万港元及监禁两年。除了第三方保险存在的问题外，出租车司机也提出对Uber的联合抵抗游行，他们抵制这些“黑车”抢他们的工作。


  台湾也遇到了相似的尴尬困境。据台湾经济研究院分析，在金融领域，有关规定明确指出“非银行不得经营收受存款或视为存款的业务”。在短租领域，短期租房被定义为观光旅馆、民宿或旅馆，经营前必须取得登记证。在交通领域，发生交通事故时平台是否提供司机及乘客保障、私家车提供载客服务是否侵害出租车业等问题尚未解决。在二手物品方面，贩卖二手物品的网络平台是否同样受消保法七天鉴定期管制也未有定论。


  地方政府态度


  新上任的香港特区政府资讯科技总监(OGCIO)杨德斌出席HKIRC以“分享经济：机遇与威胁”为主题的第7届数码市场研讨会表示，看到出席研讨会人数众多，已理解到香港市民对分享经济的关心。他认为10年后分享经济将有3 000多亿美元市场，市场机会巨大，《时代周刊》更提到分享经济会是改变世界未来的十大想法之一。杨德斌在提到分享经济的挑战时也表示，其实香港政府也很支持创新，数码港和科技园都有支持初创企业的计划，不过创新想法遇上传统思路时难免不协调，法律应该尊重，如果有法可依的事应该遵从。即使有创新想法也不代表能不理法律，法律难免滞后于创新，这是全球都有的现象。他鼓励创新者、监管机构、消费者和参与机构都找寻方向达到共识，行出一条既不损害既得利益者，也不违反法律的道路，创出新的局面。HKIRC行政总裁谢安达也认为，分享经济模式减少资源浪费，已是大势所趋，调查显示香港的消费者已准备好接受这新模式，这可能会对传统行业有冲击。对于Uber车主及职员被高调拘捕，他认为事件只是小风波，大势不会因此消失。


  台湾经济研究院针对政策提出了如下改进方案。


  首先，需要对有关规定进行调整，包括跨部会协商和规定调适作业。跨部会协商指先行针对具有争议之议题或极具发展力之领域，邀请相关单位进行了解分享经济之本质与发展性，并协助各利害关系人进行沟通协调。有关规定调适作业针对可能抵触现行有关规定之相关共享服务加以盘点，让共享服务业者、民众与既存业者厘清管制规范，再个别讨论各领域该如何让共享服务符合台湾有关规定。对于不合时宜的有关规定，拟讨论松绑分享经济各领域相关条例之可行性，建立促进分享经济发展之依据。


  其次，创建平台，促进各界信息交流。通过举办座谈会等活动，集结产、官、学、研之多方会谈，建立各专家学者、从业者与当局间之链接，实时掌握产业动态、厘清从业者需求，并共同讨论最佳解决方案。鼓励民间建立共享信息整合平台，提供民众的衣食住行娱乐等共同需求信息，整合各领域从业者所提供之服务。同时亦可提供企业在经营管理、供应链管理、顾客管理等方面的相关功能，协助新创企业或中小企业通过平台资源得以快速发展。


  最后，促进发展。提倡与宣传分享经济之本质与重要性，通过文案、举办会议等相关活动提高各界对其认识。拟结合地方与台湾当局资源之力进行推动，例如台湾OTOP发展地方特色旅游，可将2014年票选出苗栗、彰化、花莲等10条民众最想造访的重点旅游路线，与民间共乘平台从业者合作，共同推广民众善加利用共乘服务，以期在推广地方特色时，降低当地旅游交通拥塞。[1]


  纵观各国，也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现象，分享经济由产业创新带动，自民间崛起，受政府支持，才得以高速发展。美国、英国、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政府的态度，可以说各有特色，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决策者的几种不同的视角。这对中国而言，将有着重要的启迪。


  随着分享经济席卷全球的浪潮，分享经济在中国大陆也获得了高速成长。近几年来，滴滴出行和途家网先后跻身全球独角兽公司，而猪八戒网、人人快递等一大批代表性平台也快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分享经济在国内呈现出全行业开花的趋势，快速渗透到许多细分服务领域，演化出众多的创新模式。


  然而，中国的分享经济创新创业仍处于成长期，高潮远远没有到来。经过几年快速发展，暴露了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从分享经济在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来看，这些问题需要在民众、平台企业和政府三方的共同努力下才能圆满解决，分享经济也才能够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1] 延展阅读：台湾经济研究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共享经济崛起对台湾中小企业之机会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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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 分享经济发展现状及问题


  当前，分享经济正在全球高速发展，成为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分享经济借助创新平台，以更低成本和更高效率实现经济剩余资源的供需匹配，达到了“人尽其能，物尽其用”,取得了巨大成功。根据初步统计，2015年分享经济在全球的市场交易规模约为8 100亿美元。分享经济在我国的发展方兴未艾，在租赁、出行等领域的创新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也提出发展分享经济，但目前分享经济的发展还面临一些问题，值得我们重视和解决。


  分享经济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


  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力和社会财富快速提升，经济过剩成为全球新问题。经济过剩带来了经济剩余资源，在企业层面体现为闲置库存和闲置产能，在个人层面则表现为闲置资金、物品和认知盈余。分享经济，可以通过大规模盘活经济剩余而激发新的经济效益。正如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夏季达沃斯论坛指出的：分享经济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路子，通过分享、协作方式搞创业创新，门槛更低、成本更小、速度更快，这有利于拓展我国分享经济的新领域，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目前我国分享经济在许多领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在闲置房产领域，一些网站通过以租代售的分享方法，催生了旅游住宿新模式，促进了旅游经济的发展；在劳动服务领域，在线服务众包模式得到社会认同，目前已创造了上千万的就业机会，极大缓解了就业压力；在交通出行领域，滴滴顺风车仅在春节前就输送81万人合乘返乡，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春运运力不足的问题，体现了分享经济化解社会问题的强大适应性。另外，在制造业领域，分享经济带来的生产革新也开始萌芽，已出现了分享供应链和通过以租代售化解企业库存的做法。


  当前，我国的分享经济正从交通出行和住宿领域拓展到个人消费的许多领域，同时企业端市场也正在逐渐成型。随着分享经济的发展，“闲置就是浪费、使用但不购买”的新消费观念逐步盛行，利用更少的资源消耗，满足更多人群的日常生活需求，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条件。可以预见，这场已影响了数亿人的分享经济风潮，将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一股强大的新动能，有助于中国经济实现“动力转换”,把服务业变成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影响分享经济发展的问题


  当前，我国分享经济还处于发展初期，市场发育不完善。2015年中国分享经济市场规模超过1万亿元(占GDP比例不足1.6%),其中非金融类的规模不足一成。而美国分享经济总量已超过3万亿元(占美国GDP的3%),并且非金融类的占比超过九成。相比而言，我国的分享经济还有很远的路要走。目前主要有以下几个制约问题：


  1.对于分享经济的监管，仍然坚持传统行业的管理理念，不利于行业创新。


  我国现有的监管思路，主要强调在细分市场基础上的市场准入监管，通过牌照等方式管理。而在分享经济时代，融合性新业态大量出现，突破了传统的细分式管理模式，如果直接套用已有的监管模式，监管效果不仅会大打折扣，更有可能直接扼杀新兴的经济业态。与此同时，在分享经济的监管方面，“泛安全化”现象值得深思。安全问题往往成为否定分享经济新业态的重要原因。但对于安全问题的讨论，失之于宽泛和空洞，往往缺乏充分具体的论证。


  2.征信制度等配套制度不完善。


  信用是分享经济的“硬通货”,市场的供需双方必须建立互信关系，才会发生分享行为，才能达成交易。分享经济下，需要通过二代身份证信息验证、社交账号登录、好友关系提示、双方互评体系、个人展示、保险赔付等制度，来快速增加经济参与主体之间的信用关系。但由于目前我国的征信体系仍不完善，例如在分享经济中，平台企业审查供应方的信用，只能依靠商业征信以及点评体系等方式。而更为真实有效的以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为代表的金融征信，以及各类行政管理征信(包括公安、工商、税务、海关等)难以与平台企业实现有效对接，使得平台企业对服务提供者的资质审查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和漏洞，会影响分享经济的安全性。


  3.基础设施能力不足，影响社会参与程度。


  分享经济是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产物，其需求广泛地存在于我国各地城乡之间。然而，我国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首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虽然已增长至50.3%,但比发达国家80%以上的普及率仍有不小差距。其次，移动宽带4G/3G应用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地区，部分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地区发展不够理想。第三，上网的资费依然偏高，有进一步降低的空间。基础设施能力不足直接影响了13亿国民对分享经济的参与。


  关于促进我国分享经济发展的建议


  1.认识层面，需进一步普及分享经济的理念和价值，并完善分享经济数据统计机制。


  政府可以从社会意识、学校教育以及设立分享经济示范城市等多方面着手，宣传分享经济给经济、社会和环境带来的良好效果，鼓励青年学生参与分享经济的创业创新项目，消除社会公众对于分享经济的一些疑虑和误解，最终提升社会公众对于分享经济的认识和参与热情。另外，分享经济带来的经济增量数据并没有体现在GDP统计中，建议政府建立新型数据收集机制，有效统计分享经济对GDP和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影响，为政府决策提供精准数据分析。


  2.监管层面，坚持包容性治理，营造开放包容监管环境。


  目前世界各国高度重视发展分享经济，许多政府出台鼓励政策促进分享经济发展。如英国政府2014年制订分享经济计划，旨在打造分享经济的全球中心；韩国政府也在放松市场管制，提出发展分享经济“示范城市”。面对分享经济新型商业模式、经营方式等与传统产业的不同，不能削足适履，强迫新事物符合旧的监管框架，应因地制宜地调整监管策略，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及时清理阻碍发展的不合理规章制度，促进分享经济发展。


  3.配套制度层面，完善信用机制等配套制度的建设。


  首先，应大力发展征信市场，加快社会征信体系建设，推进各类信用信息平台无缝对接，打破信息孤岛。加强信用记录、风险预警、违法失信行为等信息资源在线披露和共享，为经营者提供信用信息查询、企业网上身份认证等服务。其次，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和福利机制。有关机构应为分享经济参与者提供必要的保险和福利，提供分享经济就业指导，以帮助求职者提高经验、技术和收入。鼓励分享经济平台与保险机构合作成立赔付基金，或双方合作提供保险产品等。


  4.加快分享经济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


  进一步加强宽带基础设施建设，提速降费，消除数字鸿沟，使更多人融入分享经济平台，参与分享经济服务；推出分享经济示范城市，树立示范效应；将分享经济纳入政府采购范畴，鼓励各级机构使用分享经济平台进行采购、交通、住宿等服务。


  第十三章 城市出行的分享


  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分享经济在各国走过的道路，或多或少都会在中国找到映射。从中国来看世界，中国分享经济呈现出来的气象却又更加宏伟和瑰丽。笔者将之归纳为一个词：见龙在田。


  农历二月二前后，傍晚向东望，会看到东方苍龙星座的角宿一升起。这是一年之中东方苍龙星座第一次在太阳落山之后即刻升起，《易经》里将之称为“见龙在田”,民间叫作“龙抬头”。《周易·乾卦九二》有这样一句爻辞：“见龙在田，利见大人。”翻译成时下大白话就是，见龙在田，有想法的人们值得出来干一番大事，比如创业。


  分享经济正如苍龙一样崛起于地平线。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见龙在田”这个词，正是分享经济在中国的绝佳写照。这是春天到来的气息，这是生命复苏的黄金时节！数据显示，分享经济的诸多领域，有的正在萌芽，有的蓬勃向上，有的突飞猛进，充满了生命的张力。


  例如出行分享领域，市场规模就非常宏大。据滴滴披露，2015年，滴滴出行全平台(出租车、专车、快车、顺风车、代驾、巴士、试驾、企业版)订单总量达到14.3亿，这一数字相当于美国2015年所有出租车订单量(约8亿，IBIS World及Statistic Brain统计)的近两倍，更是超越了Uber的全球累计10亿订单数。然而，这仅仅是一家公司的数据，如果扩大到整个行业，估计将在20亿单左右。


  在分享住宿领域，市场增长速度惊人，4年增长百倍。艾瑞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在线短租市场在2012年加速起步，当年市场规模为1.4亿元，2013年市场规模约为8亿元，2014年为38亿元，2015年市场规模约为105亿元。百亿规模不是空谈，另外两家机构，速途研究院和易观智库的数据也同样显示，2015年在线短租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


  中国的P2P网络贷款市场规模在2013年为270亿元，这一数字到2015年就达到了惊人的9 750亿元。资金分享领域的P2P网贷和众筹不仅发展到了很大的规模，同时还呈现高速发展的趋势。据零壹研究院数据，2015年中国网络众筹市场规模约为150亿元。P2P借贷和网络众筹合计市场规模为9 900亿元。


  在分享任务领域，根据猪八戒网用户数据推测，2015年中国职业自由人人数约为3 000万人，在线雇用市场规模约为234.5亿元。


  在分享二手物品的领域，据艾瑞咨询数据显示，2015年国内二手汽车市场规模约为5 000亿元，其中在线交易规模约为100亿元。家电类二手市场交易规模为1 000亿元，在线交易规模约为20亿元。除此之外，家居、书籍、玩具等其他品类二手交易市场规模相对较小。因此，预计在线二手交易总体规模约为200亿元。


  我国分享经济的发展正步入黄金期，原因大致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市场规模给力。中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用户群，分享经济在中国非常有群众基础。2016年1月22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0.3%,较2014年底提升了2.4个百分点；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6.20亿，较2014年底增加6 303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的占比提升至90.1%,手机是拉动网民规模增长的首要设备，也是推动分享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据尼尔森2013年在全球开展的对参与分享的意愿调查，94%的中国受访者都喜好与他人分享，此比例名列各国榜首，可见分享经济在中国的人气之旺。


  第二，风险投资给力。分享经济在我国的发展，从整体上晚于海外3年多。许多分享经济企业于2011年前后开始创建，2014年开始井喷。分享经济初创企业非常受欢迎，大量风险投资来支持创新。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企业，截至2015年底已经超过16家，覆盖八大行业；而估值超过10亿元的准独角兽也超过30家，累计估值金额超过700亿元。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全球性的投资高潮，正在伴随着投资行业的发展周期开始收缩。尽管创业融资在个别领域开始变得有点困难，但总体来看，国内外风险投资机构手里的资金，还可以支持分享经济创业发展2~3年。


  第三，公共环境给力。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分享经济，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报告中出现了“分享经济”一词。李克强总理指出，目前全球分享经济呈快速发展态势，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路子，通过分享、协作方式搞创业创新，门槛更低、成本更小、速度更快，这有利于拓展我国分享经济的新领域，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2016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两次提到分享经济。按照报告表述，分享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是创业创新的新潜能。《人民日报》为此发表评论，从2015年中央文件中首次出现的“发展分享经济”,到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里的“促进分享经济发展”“支持分享经济发展”,反映出的不仅是中央对分享经济的看重，还表明了坚定的立场和鲜明的态度。


  市场巨大，资本撑腰，政策给力，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分享经济在中国已经步入了黄金期。


  尽管分享主义商业实践在某些领域遇到了一些障碍，尽管有的领域刚起步，有的领域还在热身，但是，分享经济席卷中国，用分享主义实践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大势已成，任谁也无法阻挡。


  让我们先看一看未来的场景。


  谷歌正在研发全自动驾驶汽车，即Google Driverless Car,“全自动”在于该汽车无需驾驶员驾驶就可以在公路上安全行驶。新闻报道说，截至2015年6月，谷歌宣布该车已经在测试中行驶了160万公里，测试地点主要为旧金山、奥斯汀和得克萨斯州。这些城市将是无人驾驶服务最先推出的城市。


  无人驾驶汽车领域的竞争也愈发激烈。谷歌无人汽车摆脱了普通汽车的方向盘和刹车系统，只需一个按钮就可将客户顺利送达，适合多种场景下的不同需求。


  这种特殊的汽车，尽管受到政策的种种限制，但谷歌仍然在不遗余力地推进无人驾驶汽车项目。这种执拗，我们推测主要不是出于满足消费者过一把无人驾驶瘾的需求，而是受到了分享经济的鼓舞。这种推测不是空穴来风。自2015年2月以来，谷歌着手研发可与无人驾驶汽车相结合的服务，如果研发成功，将可能与Uber展开市场竞争。与此相映成趣的是，Uber以及很多汽车制造商也在开发无人驾驶技术，并进行了大量测试。


  谷歌的举动给出了明确的信号，要向Uber、Lyft这类出行共享先锋企业以及传统出租行业发起挑战。分享经济，有了谷歌这样的网络巨头的参与，该是多么热闹。


  可以设想，未来的一个城市，全部都是无人驾驶汽车，全部都经过统一平台集中分享，根据个人需要，随约随到，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的，将会是一副多么壮丽的场景。届时，城市大街小巷无须再停满私家车，也将无须为公车改革这样的问题烦恼。


  全城无人驾驶，大约10年后出现。而今，它正在茁壮地钻出地面，在它的故乡——美国加利福尼亚，谷歌正在为突破当地政府设定的限制而努力。


  三种交通出行方式


  当下，坐落在地球这一侧的我们的城市，还没有做好无人驾驶的各种准备，甚至分享乘坐汽车，还被一种抵制、怀疑和排斥的氛围所包围。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的城市交通出行，主要包括两大类出行方式：第一类是私人交通，包括步行、自行车、摩托车以及私家车等；第二类是公共交通，包括公交车、地铁、轻轨和出租等；近几年来，第三类出行崛起，包括网络约车、网络专车、P2P租车等等。这三类交通出行方式相互配合，正在完善城市交通出行服务系统。尤其是第三类方式，正以分享经济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但同时也带来不少争议。我们该如何看待分享经济对出行的改变呢？


  我们认为，第一类模式完全依靠个人力量，你买车我也买车，大家不加节制地自由发展，结果就是资源泛滥，这是产生经济剩余的根源之一。


  第二类模式主要依靠政府和少数企业，通过政策规定形成了一个带着浓郁管制色彩的市场，随着城市人口越来越多车辆越来越多，却出现了交通设施供不应求的困窘：一边是日益增长的庞大需求，一边是增长相对缓慢的供应。当需求长成了大象的时候，供应还是那只没有长大的蚂蚁。蚂蚁岂能给大象喂奶？这是管制策略给市场造成的困境。


  第三类模式依靠大众，通过市场机制和技术机制重新组织资源。这是一种强调整体、注重系统的科学模式，在给大象喂奶这样的一些令人头疼的社会问题上，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


  我们以国内城市交通问题为例进行分析。


  罗兰贝格咨询公司在一篇报告里，通过量、效、质、果四个方面，对城市交通问题进行了研究，我们借用这四个字进行解读。


  首先，在“量”的问题上，消费者出行需求不能得到有效的满足。集中表现为大城市早高峰和晚高峰时期车辆供给严重不足。以北京的出租车市场为例，从2003年至今的十余年间，北京市常住人口增加了700万，但是出租车总量却停滞在6.6万辆一直没有增长。北京市早高峰时段消费者对出租车的需求量比供给量高出3倍之多，供给和需求严重失衡。


  其次，在“效”的问题上，消费者出行效率低下。主要表现为交通拥堵严重，大量浪费出行时间。据罗兰贝格报告统计，2014年第二季度，中国十大城市出行效率指数仅仅达到50%(出行效率指数是指畅通情况下到达目的地用时和实际用时的比值，该值越接近于100%则说明道路越畅通)。十大城市当中平均每位消费者每年的拥堵时长达到85小时，其中北京市达到100小时，拥堵已经成为当今我国城市出行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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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1 北京市高峰时段出租车市场供需关系图


    资料来源：罗兰贝格《移动互联下的城市综合出行变革》

  


  再次，在“质”的问题上，消费者出行的层次需求不能被满足。主要表现为缺乏高品质服务。例如，高端商务人士、孕妇、老人、儿童、病人等具有特殊出行需求的用户不能得到高品质的个性化服务，出租车根本不能提供此类用户需要的舒适的乘车环境和优质的服务体验。据罗兰贝格调查数据显示，37%的城市居民认为出租车不能满足其升级的出行需求。


  最后，在“果”的问题上，主要表现为城市交通的不合理现象造成了大量的经济损失、严重的环境污染以及治安问题。据统计，2014年我国共有25个省份约6亿人遭受雾霾困扰，2014年北京市全年空气污染天数达到175天，而雾霾的首要污染源就是大量私家车上路造成的机动车尾气过量排放。


  第三类模式下的出行分享


  我们知道，一只蚂蚁无法给大象喂奶，一群蚂蚁也不行。但是，如果是满满一城市的蚂蚁，那显然就不同了。哪里有这么多蚂蚁？它们是来自社会的车辆，或曰闲置资源。


  首先，出行共享的方式通过创新业务模式，调动社会闲置车辆资源，大大增加了交通供给量，有效解决了高峰时期运力资源不足的问题。据罗兰贝格统计，截至2014年底，全国专车市场规模已达近30万辆，具有拼车意愿的私家车数量高达4 000多万辆。


  其次，移动租、约车平台大大降低了消费者等车和行车的时间，在降低交通拥堵的同时提高了出行效率。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拼车能减少55%的交通拥堵。而据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2014年移动出行白皮书》调查显示，随着专车移动出行服务的快速发展，我国2015年可以减少1 000万辆私家车上路行驶，预计城市日平均拥堵时间比2014年下降28.1%。


  再次，汽车共享服务有效满足出行的多层次高品质个性化需求。例如，滴滴推出的专车是提供与出租车差异化的中高端服务用车，专车对司机的选拔、培训、考核都更加严格。车上除提供饮用水、车载充电器外，还配置防霾口罩、蓝牙耳机、车载Wi-Fi等供乘客使用；为吸烟的乘客准备清洁袋，允许乘客携带宠物，也可为老人、孕妇、小孩等乘客提供定制服务。


  最后，大大降低了资源和能源的浪费，能够有效减少碳排放，保护环境。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推出的《关于推动我国互联网专车有序发展的政策建议》指出，一方面，汽车共享可以减少私家车的保有量，每增加一辆共享汽车在欧洲可以减少4~10辆私家车，在北美可以减少6~23辆私家车，在澳洲可以减少6~10辆私家车。另一方面，汽车共享可以大幅减少汽车空车行驶里程数。在欧洲，每个汽车共享用户大约会减少28%~45%的空车行驶里程数，在北美平均会减少44%。全球汽车空载率每降低10%,就能够减少碳排放量约364万吨，相当于3亿棵树的全年生态补偿量。


  据滴滴大数据显示，目前滴滴每年可减少碳排放约1 335万吨，相当于11.3亿棵树的全年生态补偿量。


  事实上，第三类模式高效而简洁，它受到了消费者广泛的欢迎。Uber已经覆盖了全球63个国家、344个城市，为消费者提供安全低价的专车服务。在国内，以滴滴出行为代表的车辆分享平台已经激起了一场全民共享出行的高潮。专车、拼车、分时租赁、代驾、P2P租赁等众多“互联网+交通”共享出行交通业态及其移动应用迅速涌现，并得到了飞速的普及和发展。


  第十四章 库存房屋的分享


  2007年10月，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大学毕业生租住在旧金山的一个小阁楼里。一个叫乔·吉比亚(Joe Gebbia),另一个叫布赖恩·切斯基(Brian Chesky)。当地要举办一个大会，吸引了许多参展商和游客前来观光，当地旅馆人满为患。这两位同学灵机一动，决定把客厅租给游客，再用游客交的住宿费来交房租。说干就干，吉比亚负责搞床位，他找了几个闲置不用的充气床垫，布置在客厅里；切斯基登录当地网站，发出了招租广告。计划进行得很顺利，三四天后，有三个年轻人成功入住他们的客厅。于是，第一桶金就这么诞生了。看着这笔小小的收入，布赖恩和吉比亚两人意识到，这是一个不错的商业模式，既然许多人都有闲置的房源，许多旅客想要有家的体验，那么为什么不做一个网站，让大家都能享受到这种新颖的服务呢？


  于是，Airbnb在2008年8月诞生了，到了2015年，Airbnb已经在全球超过34 000个城市落地开展服务，在全球拥有超过110万间房子提供给用户，发布的房屋租赁信息多达5万条。而实现这样的发展，Airbnb只用了7年，被《时代周刊》称为“住房中的eBay”。2015年夏季，该公司完成了10亿美元融资，估值超过240亿美元。预计到2020年，其息税前利润将达到30亿美元。


  Airbnb模式的两个条件


  从前面的案例可以看出，以Airbnb为代表的短租，是伴随分享经济模式兴起而出现的一种新兴的房屋租赁形式，它的崛起有赖于两个条件，一是旅游业的繁荣，二是相关的网络平台发达。


  从中国来看，满足第一个条件是没有问题的。随着我国旅游业近几年的蓬勃发展，亮点频出，行业得到快速的发展。根据国家旅游局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国内旅游人数20.24亿人次，同比增长9.9%;国内旅游消费1.65万亿元，增长14.5%,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高4.1个百分点；星级饭店经营出现回暖趋势，客房收入和平均房价增幅约1%。除了旅游外，商务出行也是促进短租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出差的人员通过短租住宿可以为公司节省一大笔差旅住宿费用，因此也颇受公司青睐。


  第二个条件也没有问题。在分享经济的大形势下，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将自己的闲置房屋出租给有短期住宿需求的用户。因为从住宿体验来看，短租房与传统酒店相比，拥有更低的价格但提供同等水准的服务，家的氛围还能为客户带来更强的归属感。短租房拥有房型更丰富、租期更灵活、服务型体验更充足等多方面优势。


  世界旅游组织的数据表示，2014年，中国出境游的游客人数达到1.09亿人次。自2012年以来，中国一直是旅游支出最多的国家。为此，Airbnb已经调整战略，将发展目标瞄准了中国市场。根据Airbnb公布的数据，2014年6月至2015年6月一年的时间内，通过Airbnb实现出境游的中国客户增加了700%。根据这一关键指标，中国已成为Airbnb增长最快的市场。


  国内旅游业高速崛起，各种房屋短租平台也发展起来，Airbnb崛起的两个条件已经因缘际会，它会给中国当前房地产行业带来什么启示呢？


  中国楼市高库存已经成为当前经济的痛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0月，全国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出现了20连跌，跌幅近九成，而库存面积已接近7亿平方米。让人焦虑的是，这一统计数据只包括竣工后未售出的现房，大量已建设未竣工，以及还未开工的潜在库存并未计算在内，一旦计入，中国楼市的库存可能倍增。


  如果算上全国各地的小产权房，以及一些没有纳入统计口径的房子，目前中国房地产沉淀房有2.2亿套，空置房近5 000万套。在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看来，现在的库存，按照去年的销售速度好好卖，要卖8年才能够卖完。[1]


  楼市库存问题已经引起中央高度关注。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强调，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2]11月1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更是指出，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带动住房、家电等消费。


  分享经济思维化解房地产库存


  途家网CEO(首席执行官)罗军介绍了两种思路，一是分享经济平台与开发商合作，批量签约销售库存房源，这为开发商提供了增值服务，能促进有管家、带租约和可交换的房产出售。二是分享经济平台发展以租代售，通过连接开发商、业主和消费者，满足各类租房需求，迂回地盘活长期闲置的地产库存。


  2011年，途家、爱日租、游天下、蚂蚁短租等短租平台相继创建，标志着国内在线短租的兴起。2012年，中国在线短租市场开始加速发展，据艾瑞咨询数据显示，当年在线短租市场规模为1.4亿元；而根据易观智库统计，2014年市场规模接近30亿元，2015年突破100亿元，4年时间市场规模增长超过50倍。在国内酒店市场普遍面临发展瓶颈期时，在线短租则表现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


  一些细分行业更是通过分享经济而迅速崛起。据统计，主攻城市短租预订平台的小猪短租，平台覆盖200多个城市的5万多个房源，2015年底的业务量较年初增长了4倍；做旅游民宿生意的途家超过40万套房源。


  图14–1显示，2015年上半年中国在线度假租赁市场中，途家的交易份额占比达到41.9%,领先优势明显，小猪短租、木鸟短租、游天下分列第二、三、四位。


  
    [image: ]


    图14–1 2015年上半年中国在线度假租赁市场厂商交易份额


    资料来源：易观智库

  


  短租行业蓬勃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需求和供给的共同推动。


  从需求端分析：旅游火爆带旺民宿短租


  据国家旅游局统计显示，2012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数为29.57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2.27万亿元；2015年，国内旅游接待总人数突破40亿大关，实现旅游总收入超过4万亿元。


  越来越多的人将旅行作为一种调节生活、释放压力的方式，而更多的人为了充分享受旅行带来的满足感，会放弃跟团旅游而选择自由行，因此每个城市中出现了很多“背包客”及“穷游客”。据在线旅游门户遨游网数据显示，2014年参团、自由行游客占比约为5.5∶4.5,相较于2013年度的6∶4,自由行游客的占比增长了5个百分点。


  出境游的发展则带动了境外短租的兴起。2015年我国出境游人数达到1.2亿人次，较2014年增长20%,平均每天有32.9万人出境。另外，根据《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显示，2012年我国内地受访出境游客出游消费中住宿所占份额在10%左右。随着人们对旅行享受的要求不断提高，住宿环境的选择也变得必不可少，2013年我国出境游客的住宿消费份额上升至15%。国内的代表企业住百家和游天下均主打出境短租，为出境游的游客提供便捷舒适的住宿。Airbnb则已在全球190多个国家、3.4万个城市提供服务，房客总数已突破2 500万。


  选择住处是旅行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也是决定旅行质量的关键因素。伴随着自由行的流行，民宿短租在年轻人中渐渐兴起。相对于酒店业，民宿短租有以下几大优势：


  ·价格优势


  相比于酒店而言，短租行业在价格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短租平台上的房源在水、天然气和用电费用上都是民用价格，这个价格一般是低于酒店需要支付的价格的。一般情况下，短租的房屋价格是低于酒店的，这也是吸引消费者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价格层面来看，短租房的优势尤为明显。短租房低于相同档次的酒店价格超过40%,而每天房价也要200元的经济型酒店房间仅可供2人入住，但相同地段和档次的短租房则可供4人入住。


  ·短租能够带来个性化的体验


  短租的特点是它不是一个具有强刚需的行业，它满足的是一种结合多样化、个性化和性价比的住宿体验的需求。而“共享”其实更适合这种长尾需求。此外，住宿相比于出行更具有社交属性，且其非标准化特征更为明显。


  在客户出行的过程中，每天在酒店花费的时间要占到一半，千篇一律的酒店布置很难给客户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木鸟短租将自己的竞争力聚焦于房源的“特色”,选取有特色有格调的房屋布置，争取创造记忆点，让客户拥有更美好舒适的享受。


  另外，在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更愿意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进行交流，包括当地文化、当地习俗以及风土人情等等。与此同时，通过这种方式也能结交到不同类型的朋友，扩充自己的朋友圈。


  从供给端分析：房产闲置资源丰富


  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我国城镇存量住房达200多亿平方米，户均住房超1套。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数据，2015年，中国家庭总资产中，房产占比高达69.2%,是美国的两倍多。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持久繁荣使得房屋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已成为一项盈余资产。


  不仅在中国，对于国外而言也是如此。据英国《卫报》调查显示，欧洲目前闲置的房屋超过1 100万套，这些闲置的房产大部分在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德国等西欧发达经济体。


  小猪短租大区总监刘瑜告诉记者：“国内的住房空置率近30%,而在三亚等旅游城市空置率甚至达到了80%以上。从这些数据看，短租市场还在普及阶段。”


  租房市场的发展与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转型升级密不可分。房地产市场居高不下的价格出现松动，从前依靠房屋买卖而获得投资收益的情况开始逐渐转变，积累的房产存量无法进行交易，必然会导致更多的房屋持有者转而将目光投向其他领域，围绕房地产而衍生的租房市场未来也将存在着很大的增长空间。在北京、上海的部分区域，短租的收益会是长租的数倍。因此，随着近些年来经济不断下行，很多人将自己闲置的房屋进行出租，不仅能够补贴家用，而且也为需求者提供了便利。这种现象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尤为明显。


  两大商业模式


  以Airbnb、小猪短租为代表的C2C模式


  Airbnb模式在国内的代表是小猪短租、游天下、蚂蚁短租、住百家，该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为房源发布者以及租房者提供一个信息发布和房屋交易的平台，平台本身主要依靠运营、收取佣金来盈利。佣金比例5%~10%不等。


  这种模式的形成依赖于三个角色，即房东、短租平台和房客。


  Airbnb高速的发展显示了房屋分享的价值。如今，Airbnb的线上房屋租赁服务已遍及全球191个国家的3.4万个城市，共拥有4 000多万套房源，估值已高达255亿美元，与全球市值最大的希尔顿酒店(255.2亿美元，截至2015年8月18日，下同)齐肩，并远远超过了市值约131亿美元的喜达屋酒店、92.2亿美元的洲际酒店和75.7亿美元的凯悦酒店。


  以Homeway、途家网为代表的C2B2C模式


  途家网是Homeway模式的国内代表。途家网拥有房源的具体控制权，对合作的房源进行统一的装修和管理。其盈利来源于与房东的分成，和提供其他的增值物业服务的报酬。从这个意义上说，途家网的经营模式更类似于传统的酒店。但是，因为其节约成本的方式是托管而不是租赁，途家网也只有当房客入住时才进行收入分成。


  途家以高端旅游度假市场为目标，房源主要来自个人托管、开发商未出售房源，也包括专业酒店公寓、别墅、民宿等。


  ·对于租客


  提供高品质服务式公寓是途家追求的目标，覆盖全国200多个城市的房源，可满足旅行、差旅等人群多样化的住宿需求。与其他短租公寓不同，途家的多数房屋均提供如机场接机、厨房厨具等五星级酒店附加服务，另外，途家网还积极开拓海外市场，现可提供覆盖全球96个国家超过5万套高性价比度假公寓的住宿在线预订服务。


  途家网提供的房屋全部保证为实地验真、图片实拍。同时途家还提供了完善的“房客保障计划”,保证为租客提供可靠放心的住宿体验。


  ·对于房东


  途家网不仅是一个免费的房屋推广平台，还为有闲置房屋的业主提供多样化的服务。房东不仅可以在途家免费发布房源信息，还可以选择房屋托管、房屋打理等服务。


  凭借着房源数量大、市场覆盖面广等优势，途家迅速成为短租市场中极具竞争力的一员。据统计，截至2015年第二季度，已经有超过4 000万用户下载了途家App,每天有数十万用户通过这款软件进行查询及预订。


  短租行业未来的创新


  新兴的短租市场还没有发展到构筑行业壁垒的时候。作为住宿行业下的一个细分市场，短租还未获得较高的市场认知，预计未来将有三个发展趋势。


  多样化短租场景扩展[3]


  无论是Airbnb,还是国内的途家、小猪短租、住百家等短租平台，都是从旅游和度假场景切入人们的短期住宿需求。然而，这个市场正在慢慢饱合，商旅市场正在成为它们的下一个战场。


  除商旅之外，以旅游和度假为主的短租不断发展，供给端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包括异地求职、看病等在内的过渡性短租需求日益增多。这类用户通常对价格更为敏感，更倾向于选择小猪、蚂蚁等C2C短租平台。


  社交向非社交发展。例如，Airbnb早期注重社交理念，房东会选择分享单个的房间或床位，以便大家共处一室开展社交。但后来Airbnb发现用户的住宿需求也很多样化，如家庭、情侣、团队等更倾向于选择独居的住所。于是，他们开始调整业务，增加独居的房子和公寓。据小猪短租的CEO陈驰估计，Airbnb上现在已经有75%住宿的场景，房东和租客不住在一起，而且这个比例还在升高。


  混合模式发展成趋势


  ·轻重结合发展


  短租行业的运营模式主要分成C2C的轻模式和C2B2C的重模式。这两种单一模式长期来看都难以发展，而介于纯粹的“轻模式”和“重模式”之间的混业经营或将成为未来趋势。途家已经开始从B2C向包含C2C在内的混合业态发展，一方面弥补开发商房源唯标准化的短板，进一步实现供给端规模化和多元化；另一方面在房东与用户之间搭建了一个社交互动平台。


  ·产业链拓展发展


  通过战略合作拓展产业链。“途家们”联盟实现了从酒店到短租再到长租的业务模式整合，未来也会涉及房地产、金融、众筹等项目。


  二房东问题


  随着Airbnb的全球化发展，用户量急增，房源数量也需要急速扩大。很多房主因种种原因并未上网，因而掌握巨大房源的“二房东”就成了合作对象。


  美国的二房东，被称作Property Manager,或称物业经理，与中国的“二房东”不尽相同，他们有时候也与OTA进行分销合作。


  但是，二房东与Airbnb的合作却受到了监管的压力。据《洛杉矶时报》报道，由于受到社区和社会团体的施压，美国的房屋管理部门也开始对Airbnb不断加强审查，导致后者开始减少一些与职业房东合作的业务。举例来说，Airbnb在洛杉矶地区最大的两个屋主的产品均在今年4月份下架，它们都是拥有几十套公寓的度假租赁公司，这一地区的其他大屋主的房子也相继从Airbnb网站上消失了。


  此外，还有些相关的法律规定也进行了限制。美国旧金山法律明确规定，转租者须先知会房主，并征得同意。若租房协议禁止，则不得转租。转租价格不得超过原租价，违者按日罚款1 000美元。法国的法律规定，业主外出度假的时候可以合法出租其主要居住场所。但是，如果业主有第二个家，其出租房屋的时候就需要支付旅游税。


  
    [1] 延展阅读：http://gz.house.163.com/15/1123/15/B949TERJ00873C6D.html。

  


  
    [2]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10/c_1117099915.htm。

  


  
    [3] 企鹅智酷出品的《复制Airbnb太难：中国短租行业“真相报告”》。

  


  第十五章 资金分享的光荣与梦想


  无风险的分享闲置资金，是人类自古以来的金融梦想。这个梦想催生了金融与分享经济的结合，产生了P2P网络借贷和股权众筹等一系列光荣的创新。


  然而，资金分享跟其他闲置资源分享略有不同，资金分享具有一定风险。人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尽管人类目前还没有办法实现完全零风险的借贷，却一直在努力降低风险系数。


  最近两年的情况却有点微妙，一提P2P网贷，就让人想到倒闭、跑路、不还钱等不良现象。这是怎么回事？


  回顾国内P2P网络贷款诞生以来的发展，似乎跌宕起伏已经变为一种常态：投资者在把钱汇入P2P网贷平台的同时，这一模式引发的风险问题却又源源不断。据银率网数据库统计，2015年中国新出现了1 862家P2P网贷平台，年末全国累计数量达到4 329家。然而伴随着平台高速增长而来的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仅2015年的问题平台数量就达到了1 054家，与2014年相比翻了一番，到2015年底，我国的问题平台数量达到1 439,占据了全部P2P网贷平台的33.2%。


  2015年底的“e租宝”事件将危机推向高潮。据新华社最新消息，办案民警表示，从2014年7月e租宝上线至2015年12月被查封，犯罪嫌疑人以高额利息为诱饵，虚构融资、租赁项目，持续采用借新还旧、自我担保等方式大量非法吸收公众资金，累计产生交易额达700多亿元。警方初步查明，e租宝实际吸收资金500多亿元，涉及投资人约90万名。


  然而，e租宝的问题到底是P2P行业本身的问题还是我们发展方式的问题？换句话说，P2P的信任危机是不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可以避免，我们应该如何做？


  “现在出的问题，实际上是伪P2P和变异的P2P出的问题。”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如说，“真正的P2P是不会出问题的。”


  其实，e租宝根本就不是P2P。据新浪科技报道，根据e租宝平台实际控制人、钰诚集团董事会执行局主席丁宁在看守所里的供述，他们虚构融资项目，把钱转给承租人，并给承租人好处费，再把资金转入其关联公司，以达到事实挪用的目的。换句话说，这就是所谓的“拆东墙补西墙”。e租宝的项目是假的，担保方也是假的。从这点来看，e租宝既不是金融信息中介，也算不上是P2P借贷，它上演的是穿着P2P外衣的庞氏骗局。


  那么真正的P2P网贷是什么？


  P2P网贷类似于民间借贷。全球首家P2P金融平台诞生于英国，于2005年成立的Zopa成为了网络借贷的鼻祖。同年，美国第一家P2P平台Prosper宣告成立，该平台为用户提供小额贷款服务，从中抽取一定比例的收益。上线3年后，平台借贷金额就达到了12.5亿元人民币，三个月以上的逾期还款率也仅为2.83%。美国的P2P平台还有LendingClub等。英美两国的蓬勃发展引领着P2P金融逐渐走向世界的视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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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5–1 国内外P2P网贷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十张图让你了解P2P网贷》

  


  2015年《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研究报告》认为，P2P网贷从2007年开始进入中国，拍拍贷是国内第一家注册成立的P2P贷款公司，同期还有宜信、红岭创投等平台，2013年以前P2P网贷平台数量不足200家。直到2013年互联网金融概念爆发，P2P平台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每年约有300家P2P平台诞生。


  2013年可被视为“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元年”,随后P2P平台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新阶段。平台数量仅在2014年12月就净增35家，成交量达到370.77亿元。截至2015年11月，我国正常运营的P2P平台已达到了2 612家。


  
    表15–1 我国P2P行业规模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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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研报《银行与P2P携手共进》

  


  从市场份额来看，我国P2P平台在全球范围内也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其中以红岭创投为首。其他网贷平台也迅速发展起来，市场规模日益增大。


  目前，国内P2P网贷平台较多，竞争较大，形成了鱼龙混杂的局面，如何在众多P2P网站中甄别较有发展前景的企业，需要我们进行谨慎的分析和思考。


  P2P网贷的优势


  如上文所言，真正的P2P是不会出现类似“e租宝事件”这样重大的问题的，而英美P2P借贷的健康发展也向我们证明了这个行业健康发展的可能性。并且，短短10年间，能够在英国、美国和中国快速流行起来，说明这种基于民间借贷的金融模式有其自身特有的优势。具体来看，这些发展优势主要分为如下几点。


  第一，投资收益高。


  P2P网贷年化收益率超过10%,基本上为同期存款的3倍左右。


  “网贷天眼”抽样调查了约12 200名投资人，95%的投资人投资网贷盈利。其中60%投资人的投资回报年利率在16%至20%,低于2013年25.06%的行业平均水平。


  第二，投资期限灵活。


  与银行理财产品相比，P2P网贷产品的流动性更高，收益率也更大，用户的投资时限也更灵活，包括1个月、3个月、6个月、12个月、18个月、24个月等。


  第三，借贷便捷性高。


  一方面，P2P业务办理流程相对简单透明；另一方面，网贷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P2P网贷运行


  据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的报告概括，我国P2P网贷的运营模式主要有以下四种。


  1.传统平台模式


  该模式中，P2P平台作为纯粹的中介方，为借款人和投资者提供信息通道：借款人通过该平台发布相关借款信息；投资者根据平台选择相关的借款人。其通常采取一个投资者对应多个借款人的形式。借款利率通过投资者竞标确定，并要求还款人采用按月还本付息的方式，以降低投资者的风险。[1]


  拍拍贷就是传统模式的典型代表。长期以来，拍拍贷采用纯线上交易的模式，通过大数据分析借款人的信用情况，建立起自己的信用体系。这类模式的未来发展将主要依赖于大数据技术的进步和在线征信体系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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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5–2 传统平台模式流程图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2.债权转让模式


  该模式中，首先由借款人向P2P平台发出借款申请，平台对借款人进行审核；审核合格后，由平台指定的债权人将资金出借给借款人；然后，平台再将该债权推荐给相关投资者，完成债权转让，此时平台对该债权提供担保。


  但是，该模式需要大量的线下地勤人员，信用审核成本高，且受地域限制，不利于业务的快速扩展；另外，也存在一定的政策风险，是触碰监管红线最严重的模式。[2]


  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是宜信公司。鉴于该模式可能存在的问题，宜信制定了严格的线下信用审核机制，采用多个投资者与多个借款人对应的模式，也要求按月还本付息，以分散风险。同时公司还建立了风险准备金，以应对突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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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5–3 债权转让模式流程图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3.担保模式


  该模式又分为两种。


  一是P2P平台引入第三方机构对平台项目的风险进行审核，并为投资者的资金提供本金保障，P2P平台给予其一定的渠道费和担保费，但不负责坏账的处理，不承担资金风险，只作为中介提供信息服务。典型代表是陆金所和人人贷等。


  二是由P2P平台自行担保，主要通过自行提取的风险准备金来为相关的坏账买单，如果出现逾期情况，投资者可将该债权相应的本金和利息转让给平台。该模式在我国发展迅速，大多数网贷平台采取了该模式，因为其更符合我国的国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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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5–4 担保模式流程图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4.小贷模式


  该模式中，P2P平台与全国领先的小额贷款公司进行合作，由小额贷款公司为P2P平台提供优质的借款人，并且与P2P平台共同对相关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模式为小额公司的转型提供了一定的参考，甚至可能会带来小额贷款公司的一场产业革命。[4]


  这一模式的代表企业为有利网。该模式的优点在于整合了平台和小额贷款公司的优势，产生杠杆效应，实现优势互补，同时也更具备互联网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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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5–5 小贷模式流程图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众筹的魔术


  除了P2P网贷，股权众筹也值得一提。众筹目前有股权众筹、捐赠众筹、奖励众筹这三种主要的模式。从资金分享的角度来看，股权众筹更值得关注。所谓股权众筹，公司通过出让自己公司的部分股份，让投资者以入股的方式进行投资。它也是三种模式中能够筹集到最多资金的模式，使用股权筹资模式，超过21%的项目能够筹集超过25 000美元的资金。我们所熟知的股权众筹的平台主要有天使汇、大家投等。而捐赠众筹则是投资人对于该项目进行的“无偿捐赠”,发起人不需要提供任何回报，该模式多存在于公益类众筹平台。奖励众筹则由投资者进行出资，获得发起人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作为回报，典型代表有点名时间、众筹网等。


  201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发布，意见提出：开展互联网股权众筹融资试点，增强众筹对大众创新创业的服务能力，成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


  根据私募通统计，从投资阶段来讲，参与股权众筹的融资方种子期和初创期企业占比较高。总体来看，天使汇本年度发起项目2 607个，为四家知名股权众筹机构之首，已募集金额达7.69亿元人民币；原始会发起融资项目281个，已募金额1.94亿元人民币；大家投共发起185个融资项目，已募金额3 933万元人民币；天使客仅有18个项目上线，但已募集的金额为2 875万元人民币。


  
    [1]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研究报告：《银行与P2P携手共进》。

  


  
    [2]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研究报告：《银行与P2P携手共进》。

  


  
    [3]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研究报告：《银行与P2P携手共进》。

  


  
    [4]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研究报告：《银行与P2P携手共进》。

  


  第十六章 所有权的剩余


  很多人持有一种观点：分享经济就是使用权的分享，即租赁。而二手物品交易，让所有权发生了转移，怎么会是分享经济呢？


  实际上，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当所有权存在剩余的时候，它也是可以分享的。二手物品交易基于所有权剩余，提高了物品的利用率，延长了其使用寿命。补充一点，二手物品交易大致有两种模式：有中介的和去中介的。前者是传统模式，而后者才是我们关注的——点对点的二手物品交易，即买家和卖家通过平台直接交易。前者，因为中介牟利的天性，往往是扩大价差，结果可能是双输。后者是互联网下的蛋，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让买卖双方共赢。


  传统交易的“柠檬市场”


  有中介的二手车交易市场情形如何？那是一个典型的“柠檬市场”。由于中介利用自己比买卖双方了解更多信息所造成的信息不对称，致使整个市场低效——当优质商品来到这个市场的时候，会被归为次品，而损失市场价值，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传统二手车交易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链繁杂等问题，因此，首先，二手车卖家相比于二手车中间商议价能力较低；其次，买方对于二手车市场鱼龙混杂的局面不敢“淌水”尝试，这便导致了人们设想二手车都是劣质的。因此，卖方只好选择不卖，或者低价卖给车行，或者以30%左右的价格损失卖给汽车中间商。


  分享经济为打破柠檬市场提供了合理的解决方法。绕过4S店、车商、车贩，提供买卖双方直接交易的平台，打破信息壁垒，将二手车交易流程进行透明化、标准化，破解柠檬市场的困局，为买家节约至少5%~7%的费用，让卖方多卖10%左右的价格。


  二手车电商平台起始于2010年，“车易拍”二手车在线交易平台推出。而从2013年开始，该市场发展较为迅速，风投对于二手车电商市场开始重视起来，车易拍、优信等代表企业获得了多轮投资。一些大型的公司也不甘示弱推出了相应的二手车在线交易平台，如平安集团的平安好车、上汽集团的车享拍等。


  到2015年，二手车电商市场迎来爆发期，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统计发现，中国在2015年1—11月的二手车市场累计交易了840.03万辆，交易规模达4 924.21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3%。而11月一个月就交易了84.64万辆二手车，环比上涨17.52%,同时交易规模(502.99亿元)环比上涨24.76%。


  我国的二手车交易市场规模依旧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据统计，发达国家的二手车交易量能达到新车交易量的2~3倍，而我国只占1/3。但是，这种差距也能说明我国二手车交易市场继续发展的较大可能性。


  经历了这几年的发展、成熟，在线二手车市场的商业模式也越来越百变。包括以人人车为代表的“上门检测+ 线上成交+ 送车上门”的C2C模式，以优信拍为代表的“B2B线上线下竞拍+B2C在线零售”模式，以车易拍为代表的“线下车况检测+ 线上平台竞拍+ 线下交车服务”的B2B模式等。


  人人车采用了直接沟通买家和卖家，充当交易第三方平台的角色。卖家不用出家门，人人车派人上门完成拍照定价以及249项现场检测评估，并出具书面报告。车辆信息、车况图片和价格信息将在官网上呈现，买家满意可选择看车，人人车负责接送买家。买家现场对车况、价格和检测报告的内容进行核实、同意之后，即可成交。随后，人人车会提供双方一个非常详细的上架检测，如果三方都不存在什么问题，则人人车直接包办之后的过户手续，而如若存在问题，三方还可以再进行协商。


  因此，作为交易中介，人人车负责的内容主要有：上门为卖家搜集车况信息、协助卖家制定价格；接送买家去看车、提供买家车况信息、协助验车；为双方包办过户。人人车收取的中介服务费只占成交价的3%,最低收费2 000元，8 000元封顶，远低于实体二手车商的10%~15%的中介费；此外，买家还享有该平台承诺的1年2万公里免费质保和14天无理由退车等服务政策。卖方可以付出最少的时间和精力，车辆售出后也不再承担任何责任；而买方也在车况和价格方面全程得到协助，售后质保也让买家放心。


  2015年8月，人人车完成了由腾讯战略领投的C轮融资，融资金额高达8 500万美元。融资之后，人人车的估值已高于5亿美元。此外，人人车也成为国内第二个获得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投资的二手车电商平台。


  二手交易市场火爆的动因


  商品经济时代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人，习惯在商家包装出的各种购物狂潮中冲动消费，受价格低廉、节日气氛等因素的影响，累积了很多使用频率不高的闲置产品。二手物品交易的出现便为冲动消费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出口，将自己的闲置物品转卖给需求程度更高的人，并获得一定的收入。再加上商品高速的更新换代，许多物品都会随着消费升级而变成闲置物品，二手交易使它们能够继续发挥剩余价值，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生活中还存在许多为了应对突发状况，购买后只使用过一次就不再需要的“一次性”物品。二手交易正好增加了这些物品的流动性，提高了物品的利用率，符合“环保节约，循环使用”的理念。


  社会观念的更新也使得使用二手商品不再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反而日益成为“时尚”。物价水平高居不下，尤其是大城市生活成本的提升，使得高档商品这类需求弹性大的产品需求量下降，二手商品的低廉价格满足了很多消费者平衡产品和价格的需求。


  二手交易两类模式


  目前，分享经济视角下的二手物品交易平台的运营模式主要有以物易物类和付费获取类两种。


  Yerdle是一个以物易物的二手商品交易平台，用户只需支付物流费用，即可免费购买平台上的物品。该平台上的二手商品交易并不产生货币支付，用户出售商品后会获得信用“积分”。最初注册的用户可获得平台赠送的250积分，用户通过平台上的物品买卖行为来获取信用积分，积分的存在建立起了另一种形式的信用体系。Yerdle建立起分享经济平台的同时，还建立了新的征信体系，形成了完整的商业模式。类似的网站还有Swaptree和Freecycle等，目前我国还未产生这种形式的二手交易平台。


  另一种类型就是更为普遍的付费获取类，即采用付费买卖的方式在网上实现二手交易，我国的淘宝闲鱼、良衣汇、拍拍二手和转转都属于这一类型。淘宝闲鱼平台上，只要你是淘宝用户，你就可以直接登录，直接转卖已买到的宝贝或闲置物品。卖方可自由设置转让地，并在平台上公布自己的所在地以及联系方式等信息。同时平台上用户的淘宝购买情况和信用记录都是公开的，可为闲鱼平台上出现的信用和交易安全提供保障。国外典型的付费获取类平台还有服装交易平台Poshmark、儿童用品交易平台Kidizen等。


  二手交易的未来


  根据网购产品推荐网站“什么值得买”的估算，美国2013年二手物品交易约占总零售规模的0.8%。若中国2015年的二手渗透率与该水平相同，则根据18.3万亿元零售额数据可估计出2015年我国二手物品市场交易规模约为1 462亿元。再加上多年来二手物品缺少流通渠道的情况，市场的规模可能比估算的更大。


  目前，我国的二手交易平台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其资本市场保持着较高的活跃度。据估计，已拥有超过5万交易社区的“闲鱼”在2015年资本市场融资已达30多亿美元，而且平台上每天可成功交易超过20万件闲置物品。此外，良衣汇也已获得了300万元人民币的天使轮投资。而2015年底，作为二手闲置奢侈品交易平台的“胖虎”也获得千万元人民币的天使轮投资。


  二手商品的特殊属性也为在线交易带来了隐忧，最核心的就是围绕商品质量产生的诸多问题。P2P模式虽然方便了买家和卖家之间的信息沟通，但是二手商品的质量、品相等诸多条件很难评估，综合性二手物品交易平台的商品类型繁多，仅凭线上信息无法全面了解。一般情况下，消费者需要自行评估二手物品的真伪、质量、来源，再加上卖家和平台都无法提供二手物品的售后服务，购买二手物品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未来的二手交易行业需要专注于打造属于自己的平台品牌，积累起稳定的用户群体。此外，产品的来源是二手交易的核心，二手交易平台需要制定更加规范化的流程和方式，严格把关二手商品的来源、质量、类型等各方面条件，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


  第十七章 时间剩余的分享：身份崛起


  2016年，你可以不再需要找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你可以成为身兼数职的自由人，你也可以创业成为“自己的老板”。这一切要归功于“身份”的崛起。


  在计划经济时代，通常认为工作岗位和职业身份基本是一体，工作岗位几乎等同于职业生涯的全部；在市场经济时代，有了就业岗位的说法，岗位不再是一个螺丝钉，拧在哪里算哪里，身份和岗位开始脱离，身份往往是岗位的补充；而在分享经济时代，就业岗位干脆让路，职业身份上位。


  如果你能够通过互联网，随时随地把自己的劳动、知识、技术、管理经验转换成实际收益，又何须把自己约束在一个朝九晚五的岗位协议里呢？传统的就业理论看来，没有雇用协议，就等同于失业。但是现如今，一个“失业”的你，却拥有了无数新的“身份”,增加收入的同时，实现了自身价值，也为社会创造财富。借助“分享经济”的东风，固定的工作岗位消失了，临时的工作身份崛起。个人闲置资源的分享，对传统的就业模式产生了重大的冲击。


  伴随着分享经济的普及，大量的临时性工作需求实现了供需匹配，通过众包、威客等等平台活跃在互联网上。私人大厨、私人外教、私人大夫、私人助理、私人顾问和私人物流等等，快速地吸引人们来到这个新世界开疆拓土。


  私人大厨


  私厨是指为私人做饭菜的厨房或个人，也可理解为私人定制的厨房。借助互联网平台，私厨文化逐渐走进大众视野，在一、二线城市蔓延。在平台上，私厨们将美食分享给其他人，在增加收入的同时获得满足感，对食客们来说，在享受各种各样美食的同时还能交到朋友。这不仅仅是对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也是生活方式的变革。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互联网餐饮行业运营模式与投资策略规划分析报告》资料，近两年，中国的私厨分享市场正在酝酿规模，等待爆发期的到来。近年来私厨行业大规模发展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第一，节省时间。


  众所周知，大城市上班一族的工作时间基本都超过8小时，他们没有多余的时间用来买菜、做饭，出于中高收入工作节奏快的考虑，一线城市居民请厨师上门做饭的需求正在释放，使得私厨分享平台有机会进入人们的视野。


  第二，性价比高。


  纵览几家私厨上门的宣传材料，价目大概如下：四菜一汤69~79元，六菜一汤99~109元，八菜一汤129~169元。因此，合理的价位使人们并不排斥私厨这个新兴领域。另外，实现“饭来张口”的愿望也是越来越多消费者进行尝试的重要原因。


  第三，更有质量更有参与感的就餐体验。


  随着近些年来生活质量的逐步提高，私厨强调的就是就餐氛围及贴心的服务，因此它的出现为人们就餐提供了新的选择，给人们带来了更有质量更有参与感的就餐体验。


  第四，随时随地吃上家乡菜。


  真正正宗的地方美食一定都是在寻常百姓家的，城中来自五湖四海的异乡人都能在家里做上一桌最正宗的家乡菜来抚慰同为异乡人的味蕾。足不出城，就能品尝到最地道的四川菜、云南菜、广东菜等，还能听听料理人讲他们自己的故事。


  第五，扩大社交范围。


  中国古往今来的社交场景许多都是通过“饭局”来完成的。现代人工作压力大，社交圈越来越小，通过一场饭局的时间，认识一群志同道合的陌生人，原本完全没有交集的生活圈开始有了交集。从调查数据来看，无论是私厨用户还是私厨主人，都对于社交有着较强的需求，他们对于一个私厨饭局最大的期待便是能够认识朋友，拓展人脉，并且他们也愿意为私厨主人组织的主题性社交承担更多溢价。


  私厨市场主要包括社交饭局的到店服务、私人厨师上门的家政服务拓展、美食寄售的电商服务、私厨外卖的O2O外卖服务四种模式，整体市场处于培育期，尚无巨头出现。其中以高频+刚需为主打的私厨外卖服务成为发展的新风向标。


  据易观智库统计，2015年中国互联网餐饮外卖市场规模达到457.8亿元人民币，其中百度外卖、饿了么、美团外卖占据市场份额85.8%,三家处于主导地位。因为市场体量庞大，巨头之外14.2%的市场份额也约有65亿元的市场规模，可供私厨外卖切入的潜在市场空间巨大。


  各类玩家从不同角度切入私厨外卖市场，觅食从C2C美食电商切入美食外卖，烧饭饭从厨师上门服务转型到外卖服务“味蕾”,e袋洗从“小e管家”拓展到了“小e管饭”,豆果美食上线电商平台“优食汇”,半成品食材销量占比很大。


  在私厨领域激烈的竞争中，目前群雄逐鹿的竞争态势下如何拓展新的增量市场，更快地跑出规模，拥有绝对话语权，同时向其他场景延伸，从多个场景覆盖用户需求，都是未来发展方向。


  私人教师


  互联网有效连接教育提供者和学习者双方，打破原有教育产业信息不对称的局面。分享经济在教育领域产生的新的身份是私人教师。比如，一个住在纽约的教师可以给一个身处北京的孩子上口语课，使在线英语培训迎来颠覆式的变革。


  网络教学持续升温，VIPABC网站就开发了这个新业务。VIPABC目前有超过4 500位英美系外教，遍布全球60多个国家、80多座城市，为学习者提供24小时真人在线服务。至今，已有超过1 000万人次的英语学习者在VIPABC见证了在线英语学习的卓越效果。


  VIPABC CEO杨正大博士表示：“我们将率先开放平台供全球使用，未来不论瑜伽、烹饪或任何专业技能，只要拥有任何一种技能，都可以利用我们的平台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和任何一个人分享。‘按需所选，专家随点’的随选专家时代已经来临。”


  除了其他行业从业者的兼职教学，学校在职教师同样可以实现网上教学。例如阿凡题，引入公立学校老师兼职答疑，打破不同区域教师资源的差异。轻轻家教等提供家教老师的搜索和一对一上门面授服务。跟谁学，线上+线下模式相结合，完成知识获取、答疑以及线下服务的闭环。


  分享经济在教育行业，改变了教育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均衡，传统分享经济模式拓展了教育资源的增量市场，提升供需匹配效率，而新兴的分享经济模式则是关于教育方式的创新。教育领域的分享经济，刚刚起步，正待绽放。


  私人大夫


  在中国，紧张的医患关系，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随着分享经济与医疗行业的结合，医生不仅可以在空余时间分享基本的问诊服务，还可以选择多点执业或上门服务等新兴模式。同时医院和诊所的闲置资源可以充分利用和流动，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打通移动医疗的线下闭环流程，推进分级就诊制度。


  传统医疗体制下，医院的设备器材是属于医院的财产，很多精密仪器、设备很大程度上也处于闲置状态。以病床为例，据卫计委统计，2014年，全国医院病床使用率为88.0%,其中公立医院使用率为92.8%,民营医院病床使用率为63.1%,一级医院病床使用率为60.1%,农村医疗医院病床使用率为60.5%,全国社区卫生医院病床使用率为55.6%,对比之下，三甲医院病床使用率为101.8%。


  私人医生有两种典型模式：


  第一种，春雨医生模式。


  随着春雨医生、丁香医生、平安好医生、好大夫在线等在线问诊平台的发展，通过众包的兼职医生，可以提供实时便捷的远程问诊服务，对于简单病症进行在线答疑，复杂病症提供转诊途径，未来将极大分流实体医疗资源的门诊需求，用户无须在医院挂号、排队等候，可以直接在网上询问。


  对医生而言，可以让医生在空余时间分享医疗知识，建立个人品牌；对医院而言，公司积累的用户资源可以产生巨大的营销价值；对患者而言，医生可以在线解答患者提出的问题并给予相关建议，患者提出的问题趋同性非常强，运用结构化数据，为用户提供诊疗建议。


  第二种，上门医疗模式。


  国外已经出现了Medicast这种上门服务的私人医生。Medicast能够为用户提供定制化的医疗解决方案，为医院搭建起技术平台，通过网络平台迅速地连接起医生和病人，从而使病人能够及时地获得符合自身情况的上门服务。


  国内也有类似趋势。2015年，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阿里健康”“滴滴出行”和“名医主刀”三家公司联合在北京、上海、杭州和南京四大城市进行了两天试水，两天内四座城市共计两千多位用户使用了“滴滴医生”上门服务。


  分享经济在医疗领域前景广阔。2015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明确指出，要促进医疗资源流动和共享，促进大型设备共建共享，推进医生多点执业，加强业务合作，加快形成公立医院与社会办医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格局。随着医改的不断深入，私人医生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私人助理


  传统威客服务，主要是面向企业的服务。威客模式的流行，使传统的“全员雇用，场地办公”模式已经过时，企业可以突破地域、行业或专业等因素限制，更加自由灵活地获取所需专业人才，向着虚拟企业的运作模式转变。例如国内专业服务企业猪八戒，已晋升成为独角兽。不仅是威客领域，任何有兴趣和技能的个体都可以通过这种众包服务成为企业的虚拟员工。


  而现在这种模式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分享经济为更多的个人服务者提供了就业机会，各类聚焦于细分领域的C2C私人服务平台，使拥有各类技能和兴趣及碎片化时间的劳动力资源得到有效解放，使用户的专属个性化和便捷化等需求得到充分满足。


  代表性的平台如国内的您说我办、国外的TaskRabbit,都是定位于本地综合性生活服务的众包平台，TaskRabbit依靠跑腿服务而闻名，日常琐事如排队、遛狗等都可以在这里实现。发布者在平台上公布需求并给出最高报价，接受方通过竞价争取，最后平台综合价格、距离和技能等因素确定最合适的人选。


  除了这种主打跑腿服务的私人助理模式，私人养老看护也在逐渐成型。


  私人看护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是全球唯一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按照国际上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7%作为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我国早在2000年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据全国老龄办预测，未来20年加速老龄化发展，平均每年增加1 000万老年人，到2050年左右，老年人口将达到全国人口的1/3。


  作为全球老龄产业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养老行业仍存在许多亟须完善之处。


  据36氪报道，“陪爸妈”团队利用分享经济的方式切入居家养老行业，具体采用的方法是：通过聚合数百名医护人员进入社区，进行属地化“邻诊”,即“社区医生上门检查 + 社区医院陪诊”,来解决老人对健康管理的刚需。


  除了社区医生外，平台还通过众包聚集了一批养老和护理专业毕业的学生，他们的角色是“健康管家”,通常一个区域分布有20~30人。当用户提出服务预约后，健康管家们会先前往家中判断老人的具体需求，决定是否需要医护人员的介入。同时，他们也会提供诊疗咨询、康复护理、健康教育、中医针灸、体质测试、慢性病管理等一系列即时性、无须排队的医疗健康服务，帮助老人做到预防胜于就医，小病不出社区。


  私人顾问


  “在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网站。你试过跟一个陌生人聊起你的困惑、或者是跟着素未谋面的人在陌生的城市游玩吗，“在行”网站就建立起这样一种社交方式，让你和一个素昧平生的人第一秒就推心置腹、玩得尽兴。


  网友有文章这样点评：利用社会化众包完成对普通人的迷津指点，这就是分享经济的最大意义。据虎嗅网报道，“在行”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搜索、社区等网络渠道无法满足“个性知识需求”的悖论，是做个性化的经验分享，主打一对一、面对面的交流模式，其特征就是短时间内进行快速大量的信息交流。在行的首批行家乐于分享，擅长沟通，他们是“分享型人格大聚集”,以用智力帮助他人为乐趣。这是“认知盈余”理论的又一次印证。跟在行相类似的以知识达人为模式的平台还有许多，比如Skillshare、自得、榜样等。


  私人物流


  人人快递CEO谢勤在“第五届中国电子商务与物流企业家年会”上说：人人快递在“互联网+”的分享经济体制下诞生，核心就是协调有空余时间的城市居民，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顺路捎带，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低成本的配送人力需求。未来人人快递要做到全民快递、全民销售，以后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销售员，满足身边的朋友，以及自身的消费需求，真正实现自己给自己打工。


  全民快递，这个理念体现了私人物流的含义。因而，人人快递，主要面向个体，提供“定时取”“帮我买”等服务，将社会化物流与社会化销售相结合。此外，达达配送也正在探索另外一种创新——面向中小型商户，配送员基于LBS(基于位置的服务)进行抢单——取货——送货服务。


  不仅在同城配送，在跨城快递领域也有新的突破。


  空间客车是一家利用社会闲散资源实现快递当日达的快递2.0时代的技术服务平台，采取的就是一种众包物流的模式，是分享经济在快递行业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空间客车想要整合闲散的“归人”资源，解决的是远距离、跨城市的快件时效问题，从高铁、飞机的闲置空间切入，小快递件由此见缝插针，让旅行也能赚外快。一般快递公司需要2~3天才可以到达，最快的顺丰跨城运送也很难做到当天到达，而空间客车可以做到城际9小时内达到。对于那些急需要拿到物品的用户来说，他们愿意支付一部分费用来满足需求。[1]


  被称为“最后一公里物流”的同城货运也存在着极大的发展空间。同城货运区别于全国联网的物流服务，而是近提供某个城市内部的短距离物流服务。同城货运的使用能够极大地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效率，充分利用我国千万货车司机几乎全部空车返程的现实情况。


  非标准化的服务才能满足个性化的需求。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加大、生活的空余时间趋于碎片化以及对生活品质更高的追求，“代买+ 配送”的服务模式正逐渐兴起。分享经济大趋势下，平台对接“有钱没闲”和“有闲没钱”的两大人群，既利用了碎片化时间，又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社会资源的浪费。


  
    [1] 延展阅读：http://b2b.toocle.com/detail--62929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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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经济与中国当下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分享经济可以提高存量资源利用率、增加社会总供给、提高消费购买力、扩大消费需求，为宏观经济结构调整提供新的思路。


  2015年，中央提出了“供给侧改革”,要实现中国经济的“动力转换”,把服务业变成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分享经济为供给侧改革提供了新的视角，目前已经出现了两大机会窗口，分别是化解地产库存和服务业升级。


  从第一个机会窗来看，分享经济以租代售的模式，为化解房地产库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目前中国房地产沉淀房有2.2亿套，空置房近5 000万套，已经累积了6.86亿平方米的房产库存，以现在的销售速度，至少需要8年才能全部销售完。按照分享经济该怎么做呢？途家网实践了两种做法，一是分享经济平台与开发商合作，批量签约来销售库存房源，这为开发商提供了增值服务，促使有管家、带租约和可交换的房产出售；二是分享经济平台发展以租代售，通过连接开发商、业主和消费者，满足各类租房需求，迂回地盘活了长期闲置的库存房屋。


  从第二个机会窗来看，分享经济为服务业增长提供新动能，实质性地推动了结构调整。具体表现为三方面：第一，分享经济通过互联网社会化平台，将社会闲置的库存资源变成新供给。比如个人的房屋、车辆、资金和知识、经验技能等资源，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大规模地实现供需匹配，同时还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第二，有效地扩大了消费需求。以出行为例，北京有2 000多万人口，而满足出行需求的只有6万多辆出租车，滴滴、Uber等平台释放了社会化运力，将之扩大到数百万辆私家车，消费增长数十倍。第三，分享经济促使就业机会大大增加。目前以猪八戒网、人人快递等为代表的新兴在线雇佣、众包快递等平台，已经提供超过3 000万的就业机会。总之，各类分享经济平台的发展，带来了各种便利条件，为促进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新动能。


  此外，分享经济改变了传统的雇佣模式和就业模式，开辟了新的就业渠道和机会，有助于缓解供给侧改革的就业压力。


  分享经济还可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资源消耗，能够减缓对未开发资源的消耗速度，其在新能源领域的应用也促进着环保产业的发展。虽然分享经济与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但在本篇内我们将从辩证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就本体论而言，“分享经济”一词的出现，就意味着经济的定义要改写了。英国人对此先知先觉，他们在英国商业部报告《英国的分享经济》(The Sharing Economy in the UK)表达了一个观点，即目前官方的GDP并没有将分享经济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纳入核算，尽管分享经济正处于快速成长阶段，但仅通过官方数据无法追踪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何止英国，在全世界都是如此，更不必提中国了。


  第十八章 扩大供给


  扩大供给有两条路，第一条是提高闲置资源利用率，第二条是产生新的供给来源。


  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从大家最心爱的私家车说起。


  没有打车软件之前，私家车大部分时间处于闲置状态。交管部门有数据统计，在中国，一辆私家车的平均使用公里数大约为20万公里，而一辆出租车的平均使用公里数超过60万公里。原因是私家车闲置时间比出租车要长得多。


  比如你有一辆车，加盟滴滴出行前后，使用率有什么变化呢？


  没有进入滴滴前，每天跑1小时，进入滴滴后，每天多跑了0.13小时，显然，利用率提升了13%。


  每天跑1小时，这个数字来源于2015年12月1日的《学习时报》的一篇文章，我国一辆小轿车每天平均闲置时间是23小时，即每天跑1小时。


  加入滴滴每天跑1.13小时，来源于推算，《中国智能出行2015大数据报告》显示，滴滴2015年累计完成订单14.3亿单，行驶时间4.9亿小时，滴滴平台的汽车总量估计超过0.1亿辆，4.9÷0.1÷365=0.13,平均每辆车在加入滴滴后每日多跑了0.13小时。


  据中国IT研究中心(CNIT-Research)正式发布的《2014—2015年中国移动出行应用市场研究报告》显示，现在中国有13亿人口，一天约有4.5亿人有出行需求，其中3 000万~5 000万人是用出租车和专车。以此来看，人车比=13亿/3 000万≈40∶1


  以北京为例，作为一个常住人口已经超过2 000万的大城市，按照40∶1的人车比来算，至少要50万辆出租车。而2015年北京市的出租车数量仍维持着2003年以来的数量，仅为6.6万辆，远远无法满足人们日常的出行需求。


  除了私家车之外，我们也能将闲置的客车、货车用于同城物流等领域，例如G7货运人、物流QQ货车帮、云鸟配送、货拉拉、1号货的、蓝犀牛等同城货运平台，都提高了机动车的利用率，补充了社会货运车辆的运力，大大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


  在其他领域，原理也是如此。


  产生新的供给来源


  过去，社会供给的提供者主要是以企业为主，现在，供给面扩大到了个人。私家车，仅仅是冰山的一角。


  随着个人和企业把闲置资源拿出来分享之后，即使工厂没有生产新的汽车、衣服等商品，开发商没有建造新的楼房，社会总供给也得以增加。


  以旅游住宿为例，过去旅游，游客只能住酒店、宾馆，在旺季的时候，常常会遇到酒店客房爆满无法入住的情形。而现在，通过在线短租，可以选择入住民居，民居一下子扩大了旅游住宿供给总量，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供给几乎是无限的。根据途家网CEO罗军介绍，自2011年12月1日途家网平台正式上线运营以来，目前已覆盖中国大陆288个目的地和海外及港台地区353个目的地，在线房源超过40万套，包含公寓、别墅、民宿等各种房源。目前，途家已与国内172个政府机构签约，并与大量国内房地产开发企业达成战略合作，签约管理资产超过1 000亿元人民币，签约储备房源超60万套，正在洽谈的房源项目超过1万个，未来途家网的房子可达到100万套。面对这些数字，不由得让人兴奋，这难道不是一种新供给力量的崛起吗？


  在房屋短租领域，除了途家以外，还有蚂蚁短租和木鸟短租等创业公司，它们也分别开发了近30万套精品房源，覆盖全国300多个城市。


  据途家网官网数据显示，在目前国务院经济研究所统计显示的5 000万套空置房的房东中，约有6%愿意将房屋用于在线短租，这就意味着未来至少还有300万套房源进入在线短租市场，这将大大增加中国的旅行住房供给。


  第十九章 扩大需求


  从需求来看，分享经济能够提高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和消费者福利，从而拉动消费增长，在经济下行的形势下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提高实际购买力


  一般来说，实际购买力的提升有两个原因：(1)成本降低；(2)收入提升。而分享经济恰恰就能从这两个方面同时提升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


  成本降低


  成本的降低来自两个方面。第一，直接成本的降低。分享经济是基于互联网的平台经济，在这个平台上，供需直接匹配，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同时能够免除复杂的手续和昂贵的中介费用，降低交易成本，相对地提升了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第二，选择成本的降低。比如选择租住民居的成本，显然要比五星级酒店低廉许多。按目前国内经济型酒店的定价，一个标准间每天需要150~300元，一个普通套房每天需要400~700元，而一个总统套房每天需要1 500~3 000元。而在短租平台，我们用每天不到100元的价格，就能整租一个房间，而整租多个房间也不过需要100~800元，如果整租别墅(200平方米以上),每天只要800~3 000元。


  波士顿大学乔治斯·泽尔瓦斯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还发现，面对Airbnb的竞争，传统酒店通常采用降价的策略，这在中低端酒店尤为常见。Airbnb的用户对价格较敏感，相对于传统酒店来，价格折扣策略是有效挽回用户的好办法。这样一来，所有的旅行者(不光是Airbnb用户)都因Airbnb价格折扣策略受益，因为住宿成本更低了。


  可能有人会怀疑，一些分享经济的领域，比如私厨，提供的一顿饭的人均价格要高于某些常见的餐厅。我们要如何断定分享经济确实能够减少中介费用、降低成本的呢？


  这是一个需要考虑不同参考系的辩证问题，但毋庸置疑的是，目前共享厨房模式的几个平台，例如觅食、我有饭、回家吃饭等，免去了传统餐厅房租、服务员的工资等费用。与同等的菜品、就餐环境相比，私厨模式的价格优势或许不那么明显，但质量上却比一般饭馆更有保障，当然更不用说它可以带来的社交体验这样无法用金钱衡量的福利了。


  收入增加


  分享经济面向普通人提供通过身边资源参与经济活动的渠道，进而产生了新的财富流通渠道，消费者自身可以作为分享经济中的分享者获取常规工作收入以外的额外收益，增加整体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不考虑通货膨胀的情况)又使得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得到绝对的提升。


  《福布斯》杂志就曾估计，2013年通过分享经济直接流入分享者的收入，让提供分享的人加起来挣了35亿美元，每年增幅超过25%。


  白宫经济顾问吉恩·斯珀林(Gene Sperling)在对Airbnb的研究中发现，这个平台的大部分房屋出租者是工薪阶层，他们将自家的主卧空出来租给旅行者，频率大概在每年66天。这项业务每年为中产阶级家庭带来约7 350美元的额外收入，可将中产阶级家庭的年收入提高14%。而据Airbnb统计，旧金山的房主平均每年出租58天，可获利9 300美元。


  根据The People Who Share网站发布的报告《国家分享经济报告(2013)》(State of the Sharing Economy Report 2013)显示，英国分享经济参与者平均每年赚取416.16英镑的额外收入，部分较高的达到5 000英镑；美国分享经济参与者2013年共赚取额外收入达到35亿美元，同比增长25%。


  著名的汽车租赁平台RelayRides也曾做过调查，每一个通过该平台出租汽车的私家车主，平均每个月能挣到250美元，有些车主挣的钱甚至足以抵消当初购车的费用。


  据英国商务部发布的一份名为《开启分享经济》(Unlocking the Sharing Economy)的独立报告，在英国有超过2万名业主通过JustPark出租他们的车位，平均每年能够获取额外收入465英镑(在伦敦为810英镑);人们通过easyCar Club出租自己的汽车每年能够赚1 800英镑。


  在国内，虽然没有官方数据显示分享经济使得居民收入提高，但我们可以从几个领域的代表性平台加以观察。


  据滴滴出行的调研数据统计，96.5%的司机在从事专车服务后，每月收入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其中78.1%的司机收入提高了10%以上，39.5%的司机有30%以上的收入提高。2015年12月30日，滴滴专车司机杨峰(化名)说：“这几个月我一共接了2 000多单，加上滴滴的补贴，效益还可以。”杨峰还表示，他只是兼职出来开滴滴专车，平常经营着一家餐馆。“原本我开的是一辆起亚K2,这辆帕萨特是我新换的，首付款就是我这几个月当专车司机赚的钱。”


  在果壳网推出的“在行”平台上，有需求的用户花费每小时200~500元的聊天费用，可就互联网、理财投资、教育等方面存在的疑惑进行咨询。我们假设一个“行家”平均每月提供10小时的咨询服务，那么一个月即可获得额外收入2 000~5 000元。根据对“在行”网站上行家人数的统计，目前该平台上约有8 000位行家，其中56%住在北京。截至2016年2月29日，成功约见最多的是诸葛思远，她已经以499元/次等价格共进行了645次一对一线下面谈，收入已超过30万元。


  再来看以回家吃饭、好厨师、小e管饭、妈妈的菜、蹭饭等为代表的“私厨”平台，目前好厨师平台上共有500多名厨师，而回家吃饭运营总监周统表示“目前在北京已经有上百个小区的1 000多人通过自家厨房做饭当兼职”。参照好厨师平台当前统一的定价，在自采食材的前提下，六菜一汤为99元，四菜一汤为79元，我们假设兼职厨师每天做4~6道，每月的额外收入就能够达到2 000元左右。据《法治周末》报道，赋闲在家带孩子的张丽(化名),也在网上找到了能让自己忙活起来的事儿。她表示，原本她每天都要做一家人的饭菜，现在只要每餐多做一些饭菜，就能送外卖了，如同做份兼职的工作一样，多少能带来点收入。


  新的消费增长点


  我国当前积极倡导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靠出口、消费和投资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在目前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拉动内需成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核心手段。


  分享经济的出现为中国实现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动力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与传统产业运行环境所不同的是，分享经济无须额外的新投入来刺激经济增长。它所做的是现有社会资源的合理再分配，通过最优化配置供给方(产品、服务)和需求方，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运行效率。


  美国行动论坛在研究报告《独立承包商与新兴零工经济》中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虽然分享经济还处于早期阶段，但它将成为21世纪美国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同理，分享经济也会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以短租为例。根据艾瑞咨询《2016年中国在线度假租赁市场研究报告》和易观智库《2016中国在线度假租赁市场C2C模式盘点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在线度假租赁市场交易额约为42.6亿元，同比增长122.0%。艾瑞咨询认为，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因出境游的带动，出境度假住宿市场将实现高速增长。2017年，预计整个中国在线度假租赁市场的交易规模将达到103亿元。


  根据2016年1月蚂蚁短租联手搜狗大数据发布的《2015国内出游及短租趋势发展报告》显示，2015年，国内旅游突破40亿人次，中国国民出游率人均超过3次。而蚂蚁短租平台数据则显示，平台用户出游者比例高达80%,用户选择短租，主要为解决旅行中的住宿需求。


  报告还显示，艾瑞咨询、速途研究院、易观智库等机构关于“2015年国内短租的市场规模环比增长163.0%,预计超过100亿元”的预测似乎有些保守。


  随着短租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短租必将成为中国一个新的消费增长点。


  在出行领域，租车市场的规模正在不断壮大。罗兰贝格战略咨询公司的报告指出，2013年，中国汽车租赁市场规模为340亿元，并将在2018年增至650亿元。


  在二手物品交易平台，闲鱼的资本市场估值已超过30亿美元。根据闲鱼官方数据显示，此平台上每天有超过20万件闲置物品实现了成功交易。在闲鱼平台上，主要进行交易的有数码产品、运动器械和衣服鞋子等价值并不小的二手商品。我们假设每件商品均价为100元，那么每天成交额为2 000万，每月成交额为6亿，年成交额达72亿。


  同为闲置物品交易平台的“转转”也打出了“每日解救价值560万元的闲置宝贝”的标语，年成交额可达20亿。


  普通的商场，例如北京西单大悦城购物中心，2015年上半年销售额约为人民币20.49亿元。两相比较，可见二手物品交易已经达到了不容小觑的市场规模。


  也许有人会疑惑，传统经济下与这些需求相对应的新产品的消费交易额更大，为什么分享经济更有潜力拉动经济增长？


  我们认为，原本有很大一部分的消费需求因为价格过高被极大地抑制，以短租房屋为例，并不是所有人都住得起酒店，但短租房屋却满足了更多人的需求。人们可以通过较低的价格占有或是使用所需的产品和服务，当这些被抑制的需求得到释放的时候，消费总量也会随之增加。


  第二十章 就业机会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化解产能过剩将是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之首，这其中涉及“僵尸企业”合理有序地退出市场。由于国企重组、僵尸企业退出市场等因素，势必会对我国就业形势产生很大压力。


  分享经济的发展能够提供多样化的就业渠道和机会，身份的崛起，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缓解了社会就业压力。注意，这里提的是，就业机会，而非就业岗位。就业机会是临时性的，双方可以不签协议，体现为一种“职业身份”;而就业岗位是相对固定的，有老板和雇员的角色分别，一般需要签署雇用协议。


  美国人对此最有感触，他们表现出了一种更为激进的乐观态度。美国知名风投基金经理詹姆斯·阿尔托奇是个有趣的例子，他有很多“职业身份”,除了写书、写文章，还是一个创业者，创办以及联合创办了20多家公司，同时还是一名活跃在Podcast上的播客玩家。


  詹姆斯在最近发表的文章《2016年，你需要辞职的10个理由》中给上班族们敲了一记醒钟：拿着固定工资的白领，是时候摆脱掉朝九晚五，转而在互联网上实现职业自由人的蜕变了。文章提到，“过剩能力”经济只会发展得越来越庞大，这其中有很多平台可供选择，不仅仅是Aibnb和Uber,还有阿里巴巴、eBay、Etsy、Infusionsoft等一系列公司。所以，为了提前在未来赢得先机，那么你现在就应该环顾四周，检视自身，看有哪些富裕的东西可以拿出来当作商品放到市场上去交易。之所以说检视自身，是因为你智力上的“富裕”也是一种资源，千万不要小看你的脑力。我们生活在“想法经济”时代，随时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创意工作者。


  下一个大事件


  硅谷两位著名天使投资人罗恩·康威(Ron Conway)和艾瑟·戴森(Esther Dyson)以及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John Hennessy)早在2014年彭博社举办的“下一个大事件峰会”(The Next Big Thing Conference)上便讨论了分享经济对员工和创业者们的影响。康威和戴森相信，Uber和Airbnb等公司正在创造就业，分享经济具有改变游戏规则的潜力，在被机器人接管之前，有些工作仍然需要由人来完成。


  而早在2013年12月，波士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对778名受访者进行调查之后，发现这些人在闲暇之余从“非正式工作”赚取的收入平均占到他们正式工作收入的4.4%。如果剔除人们出售物品或出租房屋的收入，该比例依然达到1.8%。


  我们在之前提到，分享经济有时候也被称为“零工经济”(gig economy),美国行动论坛的研究报告《独立承包商与新兴零工经济》显示，2002~2014年，美国从事零工经济的人口增长了8.8%~14.4%,相较之下，同期美国总体就业仅增长了7.2%。其中，网络分享经济增长迅速，特别是Uber、空中食宿所代表的交通、住宿领域。比如，2009~2013年，交通共享行业为美国做出了5.19亿美元的贡献，创造了22 000个就业岗位。


  显然，分享经济催生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分工方式，改变了传统的雇佣模式和就业模式，人们可以依照自己的兴趣和技能，灵活选择工作机会，以自雇型劳动者的身份参与到经济活动中，而无须依托于相关企业，催生了更多自由人的诞生，就业机会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


  从众包物流来看，截至2015年7月底，人人快递网全国平台上的会员已达1 200万，自由快递员将近1 000万，每日产生几万个订单。达达目前已经覆盖了北京、上海、广州等40多个城市，服务超过15万家商户，日订单量达100万。2015年12月31日，达达又完成了D轮融资，融资额度在3亿美元左右，平台估值超10亿美元，成为新一家独角兽。


  根据猪八戒网提供的数据，目前该平台上聚集了300万家微型企业和1 100万创意设计、营销策划、技术开发等文化创意人才和商务服务、装修服务、生活服务等服务人才。而另一家兼职类服务平台“微客”也拥有超过800万技术人才。


  在拼车市场，根据易观国际发布的《2015年第三季度拼车市场监测报告》,滴滴顺风车、嘀嗒拼车、天天用车、51用车这四家企业目前占据市场份额的98.2%;滴滴顺风车接入司机数量达到550万人，占据市场份额约为69.0%。嘀嗒拼车认证车主数量为150万，其市场份额为20.9%。据此，我们估计拼车市场从业人数约为800万人。


  分享经济能够吸纳产业升级过程中的大量冗余人力资源，无论是脑力劳动者还是体力劳动者，无须很高的就业门槛，也无须烦琐的流程步骤，在网络分享平台上，动动手指，就能将闲置资源在全社会分享，并获得合理的收入。


  同时，分享经济下，职业自由人、个人、个体商户通过各类平台进行兼职或是服务外包，劳动合同不再成为就业过程中的必需品，短暂的劳务关系成为新兴就业市场中的主流。


  2015年6月的麦肯锡报告也显示，全世界有超过2亿拥有各种才能的人可以从自由职业平台上获得更多的工时和收入，大规模业余化成为潮流。


  自雇和产销者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自雇型经济(self-employed economy)与分享经济(sharing economy)有很多重合的地方，只不过前者侧重于劳动关系的考察，后者侧重于商业模式的描述，两者有很大的交集。


  在我国，存在着庞大的自雇阶层。社科院在《中国的阶层结构与收入不平等》一文中提到，我国自雇阶层人口约占全社会就业人口总数的11.51%,月收入占全社会收入的比重为13.89%,被视为“老中产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按就业人口总数约为7.6亿计算，自雇阶层人口达到了8 700万人。该文中的自雇阶层，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而产生的新名词，主要指从乡村或城市底层分化出来的阶层。他们往往技术水平不高，因此无法通过进入企事业单位工作的方式获得收入，很多人目前经营个体生意或家庭式作坊，是拥有一点资本的低层经营人员，以及无法或不愿进入企业上班的家庭经营者。


  Self-employed,内地一般翻译为自由职业者。《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有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自由职业人员，一般是指那些靠个人的知识技能独立为生的医生、教师、律师、新闻记者、著作家、艺术家等。现在，一般所说的自由职业人员，是指那些不与用人单位建立正式劳动关系，又区别于个体、私营企业主，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专业知识技能并为社会提供合法的服务性劳动，从而获取劳动报酬的劳动者。”


  产消者指的是生产者(Producer)和消费者(Consumer)的结合，在分享经济下，消费者在参与类似Uber和Airbnb这样的分享经济平台时，很容易集供方和需方角色于一身，因此，自雇型劳动者与产销者密不可分。


  在美国，自雇型经济的爆发源于经济低迷。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美国很多企业日子难过，无论是中小企业还是大企业，关门的关门，裁员的裁员，失业率一度高达10%,奥巴马政府为此焦头烂额。但与此相反的是，自雇人员数量却迅速增长。《中国证券报》曾报道，现在美国每3个工作者中就有1人从事自由职业，从软件工程师、艺术从业者到销售人员，遍布各个行业，总数已经达到4 200万人，比2005年增长了3倍。《福布斯》中文网曾惊呼“美国正走向职业自由人时代”。招募机构MBO Partners预计，在2020年之前，美国职业自由人和独立工作者的人数将攀升至6 500万人。职业自由人，一个过去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如今正日益成为美国经济生活中不容忽视的存在，甚至有人把职业自由人经济称为这个时代的工业革命。


  在日本，社会老龄化促进了自雇型经济的发展。据日本总务省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日本年轻劳动力人口当中，职业自由人所占比例达到6.8%,创历史新高，以打工等形式工作的职业自由人人数为182万人。日本相关人士分析，日本社会的老龄化趋势加剧，再加上年轻人生育观念的转变，年轻人口的数量急剧下降。很多年轻人没有寻找正式稳定的工作，而是选择短期兼职或临时打工的方式，这一比例的年轻人数量处于高位，从而推动了自由职业者比例的升高。


  中国经济发展已然进入新常态，GDP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参考发达国家，未来还可能进一步降低。并且伴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年轻人的就业观念也发生了变化，网络职业自由人的数量越来越多，这种倾向会越来越明显。


  目前在自由职业市场的主要参与者有美国的Upwork和澳大利亚的Freelancer.com,两者都已经完成了多轮融资。Freelancer.com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自由职业众包平台，覆盖247个国家，有1 700万职业自由人用户和800多万职位信息，整个公司的估值达28亿美元。2014年，Freelancer.com的净收入为2 600万澳元，同比增长39%。Upwork由成立于1999年的Elance和成立于2002年的ODesk于2014年合并而成，并在2015年更名。目前，Upwork的平台商有900万注册职业自由人用户和400万注册包发商，每年公布300万职位，估值在10亿美元，已融资1.688亿美元。


  Upwork董事法比奥·罗萨蒂(Fabio Rosati)说：“目前世界上有大约2.3亿知识工作者，未来全球的自由职业市场规模将达2万亿~3万亿美元。”职业社交平台LinkedIn也开始利用本身的平台和资源优势，试图切分“分享经济”这块蛋糕，把更多自由职业者和工作机会相连。


  现实意义


  “互联网+自雇”对中国经济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促进就业。


  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的改革使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力也使得城市就业机会面临寒冬，掀起了超过1 200万的农民工“返乡潮”。;近年来，部分钢铁、煤炭等行业面临过剩的问题，存在一些减员现象；科技的飞速进步推动了机器人的发展，部分机械性工作被机器人代替。近日，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认为，由于国企重组等因素影响，我国要准备迎接第二轮下岗潮。对此，央企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发布的2015年第三季度聘用指数为–0.79%,同比大幅萎缩。


  针对媒体报道企业裁员事件时，人社部部长尹蔚民表示：企业未形成“大规模裁员潮”。同时他也坦言，劳动力总量仍在高位运行。一方面招工难，另一方面就业难。由于服务业一线岗位劳动强度大、工资收入低，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去，造成招工难。同时，每年700万以上的大学毕业生造成了就业难的问题。预计十三五期间每年就业人数2 500万，就业总量压力很大。


  对社会而言，自雇型经济的意义在于，可以缓解就业压力，激活传统行业创新活力。能够自我雇用也是对就业市场的一个贡献，如果大批人都愿意这样做，那会大大缓解中国的就业压力。


  众所周知，经济增长是决定就业的风向标。近年来，我国经济面临三期叠加的严峻考验，GDP增长逐步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回落，而全国潜在就业人数则有增无减，增速的放缓对于就业增长带来了一定压力。


  自雇型经济为创新创业从另一个角度做了有力的诠释。人们发现，传统行业供需不平衡的现象竟然消失了，无论是脑力劳动者还是体力劳动者，在网络分享平台上，动动手指，就能将闲置资源，在全社会分享，并获得合理的收入。


  据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专项调研显示，滴滴出行通过出租车叫车服务，已直接或间接创造超过20.06万就业岗位。


  通过网络分享平台，自雇型劳动者实现了隐性就业，对显性的传统雇佣关系形成了有效补充。在经济下行压力下，自雇型经济无疑为就业稳定打了一剂强心剂。


  第二，行业创新。


  从行业竞争角度来看，“互联网+自雇”还有助于焕发传统行业的活力。


  传统行业面临一个困境，日益僵化的市场系统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比如城市交通出行，按照既有的供给规模和行政管理模式，远远不能满足庞大的消费需求，甚至于衍生出一些灰色地带——规模庞大的黑车市场。


  自雇型经济有助于推动这种矛盾的解决。分享平台企业通过使自雇型劳动者和消费者直接对接，打破既有行业和企业禁锢，充分协调潜在的社会闲置生产力，以近似于一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最大限度地激发市场创新活力，在为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化、便利化和经济性福利的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传统行业的变革和升级，涌现出出租车行业改革、传统汽车厂商以租代买等新的气象。


  Uber号称全球最大出租车公司，但是没有一辆车。酒店巨头希尔顿成立近百年的历史，全球只有71.5万间房间，而Airbnb于2008年成立，短短7年时间，注册分享的房间数已经达到100万间。


  这种创新优势体现在：一方面，分享平台企业以轻资产运营，协调供方不受成本限制，来源广更易满足用户的多元化需求，从而快速获得规模化发展。另一方面，尤为重要的是，平台企业只需为自雇型劳动者实际提供的服务买单，而无须为其承担其他额外的保险和福利支出，显然比同业务领域的重资产企业获得更好的投入产出，因而这种模式在资本市场获得高度认可。据统计显示，在全球10亿美元规模的创业公司中，Uber和Airbnb均位居前三。


  第三，虚拟企业。


  从自雇型经济的角度来看，传统的“全员雇佣，场地办公”模式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企业组织更加弹性化：企业可以突破地域、行业或专业等因素限制，更加自由灵活地获取所需专业人才，向着虚拟企业的运作模式转变。


  在这样的条件下，企业的人力资源将变得更加丰富。如果借助于外包和众包等模式，企业能够更加高效地匹配市场高峰和低谷的供需，构建更合理的企业劳动力结构。例如Wonolo,面向零售商，提供临时搬货工的按需服务，帮助零售商灵活配置与调遣搬运人力。类似的还有Zaaly平台，面向企业提供临时人力服务。


  为企业服务的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受雇员工，还可以有很多顾问型的“外脑”。吸纳更多外脑智慧，能够帮助企业获取更多优质资源，尤其在文化创意服务领域更为明显，例如各类威客平台就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专业服务交易。


  两个挑战


  自雇型经济给社会带来了一些挑战，其中最受争议的，集中表现为两点：一是自雇模式引发的社会保障系统风险，二是分享平台的信任问题。


  第一，脱离社会保障安全网，自由的背后暗藏成本危机。


  自雇型经济下，分享平台与接入的供方为独立承包人的关系，平台免于履行雇主义务，独立承包人为自我雇用，不享受传统雇佣模式下的各类社会保障，例如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退休金、加班费、产假等福利。当劳动争议发生时，例如工伤，难以维权获得保障。如果在缺乏社会保障机制的条件下大规模发展，甚至有可能造成维护社会安全网的社会保障系统失灵的风险。


  对于赚外快的兼职人员，本职工作和兼职工作之间的劳工纠纷难以清晰界定。而对于全职利用平台生活的自雇型劳动者，逐步意识到工作和报酬的不相符，例如平台虽然身为中介，但是仍对自雇者提出诸多管理要求，进而引发了大量该领域的诉讼。例如出行行业的Uber、Lyft,家政服务业的Homejoy,众包物流行业的Instacart等都惹上官司。据数据统计，一旦自雇模式被否定，对于创业期的分享平台而言，自雇型劳动者所带来的社会保障成本将增加30%以上，这对于创业型公司的扩张无疑带来重负。


  除了面临着对与平台直接关联的供应方的权益保障的挑战，来自消费者的权益诉求也是自雇型经济平台目前正着力思考的问题之一。据媒体报道，2016年1月，南京一名大学生小陈搭乘“专车”发生事故，保险公司以车辆擅自变更使用性质为由拒赔。原来，该乘客小陈喜欢打“滴滴专车”,当事车主刘某在承载小陈途中因避让车辆与另一辆车发生碰擦，小陈也被碰伤。二人希望从保险公司处获得赔偿，然而保险公司在得知事故发生在“专车”运营过程中，认为刘某车辆是按照私家车投保的，而他擅自变更车辆使用性质，造成车辆风险增加，于是拒绝赔偿。车主刘某试图找滴滴公司，却也碰了壁。


  这一事件最终经民警协调，乘客和车主双方达成赔偿协议。但值得注意的是双方都没有获得保险理赔，无论是刘某的私家车险抑或是滴滴专车方面的相关保险。这只是自雇型经济在员工权益保障和用户权益保障上存在漏洞的众多案例之一，类似事件在自雇型经济产生之初就不断出现，在全球各地陆续上演，随着社会对于自雇型经济的关注热度不断高涨，社会对身处其中的自雇型经济平台和公司无疑提出了更多质疑和要求，是亟须找到妥善解决方式的议题。


  第二，管理模式松散，引发信任问题，影响分享平台长远发展。


  分享平台将分享从强关系圈子拓展到弱关系的陌生人之间，信任是分享行为产生的前提，信任保障体系决定着信任的程度，进而影响分享的活跃度和平台的发展。分享平台的供方为自雇型劳动者，与平台之间是松散的管理模式，自雇型劳动者一方面约束力差、不稳定，同时来源广、素质参差不齐。对于平台而言，在急速扩张的同时难以保证面向客户的服务质量，带来各种信任问题，例如安全保障问题和不良的体验问题，平台因此需要投入较大成本进行补贴来维持供需方的黏性，并通过事后的一系列管理规则来规避和补救。


  在本书的其他部分分析了分享经济发展中信任的重要性，信任问题也是分享经济当下面临的几大重要课题之一，虽然越来越多的分享平台进行了多种尝试，推进了信任保障体系的建成和完善，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仍是一条漫长的道路，需要分享平台联合法律监管以及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


  第二十一章 环保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改善生态环境是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这种形式为环保产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对环保产业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很多观点认为，分享经济这一经济模式与环境保护之间是一种和谐并进的关系。例如英国商务大臣萨义德·贾维德(Sajid Javid)认为分享经济通过更有效利用资源，对环境有积极作用；此外耶雷米安·欧阳(Jeremian Owyang)在《一个市场定义报告：协同经济》(A Market Definition Report: The Collaborative Economy)中也将环境压力列为分享经济社会驱动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分享经济与环保之间的关系有哪些？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减缓资源消耗；第二，减少污染排放；第三，促进环保发展。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提到，分享经济可以通过对社会存量资源的再分配来实现对已开发资源进行重复和高效地利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缓对未开发资源的消耗速度。


  减缓对未开发资源的消耗


  “资源”可分为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两大类。而对于自然资源来说，它并非都是不可耗尽的，最典型的例子如矿物资源，采出一点其存量便少一点，尽管其中有的尚可循环使用。而资源消耗对环境的影响主要有二，其一是自然资源本身是环境的一部分，其耗竭带来的环境价值损失是无法挽回的；其二是资源消耗过程中如果超过了生态系统自身的修复功能，那么生态平衡就会遭到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也就会恶化，如会产生特大洪涝灾害、沙尘暴等等。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你需要的时候，如果你去买了一把二手的木椅子而不是买了新的，那么就会减少对木材的砍伐。如果很多人这么做，就会减慢我们对树木的消耗，使得生态系统可以进行自我调节，有利于环保。


  除了木材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矿产以及水、石油、动物等等。阿克苏诺贝尔全球可持续发展和HSE(健康、安全和环境)部总监安德烈·维尼曼(Andre Veneman)曾说过：“资源将越用越少，人们应该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寻找全新的循环方式来应对这一问题。我们需要看到每一种材料的潜在价值，这不仅是企业社会责任，更是商业头脑。”而分享经济的商业模型恰好体现了人们用一种不同的思维去审视物品的潜在价值。


  延长物品使用时间


  在分享经济的三种基本商业模型中，二手交易市场最能体现分享经济对资源利用的影响。二手物品从闲置状态通过分享再次投入使用，延长了物品的使用时间(也就是增加了资源的使用次数，实现资源的重复利用)和使用价值(充分发挥了资源的价值，即资源的高效利用),在经济流程中系统地避免和减少废物，走出传统工业经济“拼命生产、拼命消费”的误区。目前，网上二手交易市场发展很快，说明大量的闲置物品重新被利用起来。如美国二手买卖占整个网购市场的10%左右。在中国，网上二手交易平台越来越多，比较出名的有58同城的“转转”以及淘宝二手平台“咸鱼”。与此同时，网上二手物品交易平台上的活跃用户也越来越多。例如，“转转”是在2015年“双11”的第二天上线的，根据“转转”官方数据显示，“转转”上线当天进入的用户发布的闲置商品数超过9 000件，日活跃用户量近11万，下单数1 137单。而“闲鱼”近几年也发展迅速，只要是淘宝网的用户都可以直接进入“闲鱼”,无须再次注册，因此“闲鱼”的用户量也非常庞大。此外，据“闲鱼”官方数据显示，此平台上每天有超过20万件闲置物品进行成功交易，广受消费者与运营者双方好评。分享经济下的二手物品交易的成功意味着闲置物品不再局限于废物回收处理，而是变成高质量消费品被再利用，相当于延长了消费者对产品的使用，因此减少了资源浪费和过度消费。


  减少资源消耗


  以滴滴出行为例，快车、专车、拼车、租车、巴士等交通领域产生的商业模式也减少了对汽油等能源资源的消耗。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研讨结论表明，每一辆共享出来的车可以减少9~13辆在道路上行驶的车，甚至可以减少共享人的行驶里程数的44%,这可以减少人均能耗量。而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发现，拼车服务UberPool能够减少55%的交通拥堵以及减少40%的出租车数量。此外，SideCar的首席执行官苏尼尔·保罗(Sunil Paul)也指出：“由于创新的出现，我们认为，10年之后汽车的保有量将比现在减少一半。如今人们认为必须拥有一辆汽车，未来的观念将转变，有车坐就行。”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出行共享领域中，分享经济可以减少人均能源消耗量和汽车保有量。一方面，汽车的生产量会因此减少，从而减少了生产新汽车的过程中所需资源的消耗；在另一方面，汽车保有量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释放了公路资源，减少了拥堵，而堵车会造成较大的能源消耗。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分享经济也减少了对资源的消耗。


  减少污染排放


  与上述两点不同，分享经济与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难以定性。从分享经济盛行的领域来看，金融与文化娱乐方面对污染排放量的影响较小；居民服务方面有可能会增加物资和服务流通过程中的交通运输，从而提高交通上的污染排放；与其他领域相比，分享房屋和汽车的发展可能对污染排放造成更为直接的影响。


  第一，相关研究表明，与传统租住旅店相比，租用“分享房屋”可有效降低人均碳排放，这是由于公共面积较小，所需能耗较低，房客在家庭房屋中会更节约。Airbnb在其博客《一个绿色出行方式：房屋分享的环境影响》(A Greener Way to Travel: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Home Sharing)中展示了一个由环境咨询组织Cleantech Group编写的调查报告，该组织在2013年对全球8 000个房客和房东进行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显示，欧洲房客住一晚Airbnb提供的房屋，与住酒店相比减少了89%的温室气体排放，在北美地区该数字也达到了61%。从总量上来看，Airbnb在欧洲和北美洲所减少的排放量分别等同于当地20万辆和33 000辆小汽车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同时，这个报告还说明了Airbnb有效地减少了旅客在能源和水资源方面的用量，环保作用十分明显。


  第二，共享汽车的兴起能够减少城市堵车造成的污染排放。汽车共享模式减少了人均用车数量，缓解道路交通，同时停车用地的减少也会为城市绿化带来空间。德国不莱梅当地政府的研究结果显示，不莱梅每增加一辆共享汽车，私家车就会相应减少11辆。数据还显示，50%的人在加入汽车共享之前就拥有一辆车，但是加入汽车共享之后，约有37.1%的人放弃了私家车。波士顿咨询2016年2月发布的最新报告《汽车共享新前景：新型出行方式对汽车销量的影响》也显示：2021年预计汽车共享使汽车销量减少约5%,到2025年，中国汽车市场增长率预计将从11%降至5%左右。故从道路拥堵的角度来看，分享经济对减排存在着正效益。


  第三，从生产端出发，汽车制造业作为重工业之一，属于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二手车市场和共享汽车的发展也会减少新车的生产量从而减少其生产端的污染。2016年初，乘联会发布了2015年中国汽车销量排行榜，显示广义乘用车累计销量2 058万辆。《搜狐汽车2015年中国二手车交易数据分析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整体二手车交易车辆(独立VIN)704.74万辆，实际过户量超过960万辆。如此比较发现，二手车交易量约占2015年汽车交易总量的1/3左右。另外，如图21–1所示，中国汽车流通协会2015年二手车调查报告调查显示，2014与2015两年间月度二手车成交量环比均呈上升的态势，二手车销售市场正在快速发展。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同样情况下，二手车与新车相比可能存在耗油量大、污染更为严重的问题，故二手车市场的兴起所带来的最终污染影响，还需要从多方面进行考证。


  第四，从消费端出发，分享经济模式对消费者需求的影响比较复杂：二手商品的兴起可能会使闲置物品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消费者对新产品的需求，这个效应有可能会传导到生产端，减少新产品的产量从而减少生产端的污染。但同时，分享经济也有可能会激发消费者在更多领域的需求量，或者促进产品革新，增加产品更新频率从而刺激生产。再者，新需求的出现可能会增加商品服务的运输，从而增加交通带来的污染排放。所以从目前来看，分享经济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对减排来说到底是功是过，还很难下确切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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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1 2014、2015年二手车市场整体表现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流通协会

  


  促进环保发展


  国家高度重视供给侧改革，政策利好明确，对于环保企业而言，关键是如何从服务于过剩产能中解脱出来，寻找自身的产业转型升级路线。分享经济的理念逐步盛行，为环保产业降低了修行门槛，提供了新的发展的方向。


  首先，分享经济目前已经被运用在电力行业中。如通过家庭光伏或风力发电，每个家庭就变成了一座小型发电站，自家需要用的时候就用，不用的时候就放在电网上共享。目前，德国已经在这方面开始了尝试，很多家庭用绿色能源(太阳能、风能等)发电，多余的电量就卖给国家或者其他家庭。经济学家以及未来学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说，这使得德国大型的电力生产厂商少生产了7%的全国电力总产量，而大型的电力生产厂商生产电力的方式(一般为火力发电、核能发电等)并没有这些家庭式的分散小型电站环保(新能源发电产生的污染几乎为零)。因此这种小型发电站不仅可为居民带来收益，而且可减少环境污染，因此这种模式在德国受到推广。


  其次，新能源汽车、自行车等环保出行方式可以借助分享经济快速发展起来。2015年，“初一嗨”租车还推出了出租新能源汽车业务，首批在北京地区投放华晨宝马之诺1E,在上海则投放了一批荣威550 Plug-in,后续或将逐步推广到其他业务城市。随后，绿狗租车在北京开展电动车分享业务，充电方便，价格实惠。易开新能源汽车共享云平台也在开展新能源汽车分时租赁业务。这些出行方式不仅减少污染排放，更为所到之处吹来环保新风尚。


  互联网公司员工李先生就充分感受到了分享经济为现实生活带来的好处。从前他上下班只能费力挤公交或者花高价打出租车，现在只需要打个专车或顺风车，方便舒适还省钱。从前下班后还要愁晚饭吃什么，现在只要在下班前从“回家吃饭”上订好餐，回家时差不多正好拿到，晚饭轻松解决。亲身体验了分享经济的好处，李先生也跃跃欲试，希望也成为分享者中的一员。他正在申请新能源汽车指标，打算以后也加入顺风车行列，既方便了他人，还多了个增加收入的新渠道。


  目前，北京几大高校内部，ofo共享单车正在引起校内大学生们的注意。总计5 000余辆的小黄车中，除创办起初部分车辆为平台方提供外，后期加入的车辆均为学生自身闲置车辆，通过平台统一粉刷和改造之后上线。由于共享单车使用更加自由，不用承担车辆维修保养成本，校内很多学生已经将使用频率不高的闲置自行车分享至平台，ofo共享单车因此在较短时间内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半年内，其平台共享自行车数量从2 000辆增长至5 000余辆。共享单车较大程度上提高了闲置自行车的使用频率，也降低了校内学生的出行成本。随着高校之间信息的交流和环保出行理念的进一步普及，ofo等商业化的公共自行车产品也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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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章 分享主义宣言


  分享经济正撼动着传统买卖交易行业的根基。人们不再把所有权看作获得产品的最佳方式，不再注重购买、拥有产品或服务，反而更多地采取一种合作分享的思维方式，更倾向于暂时获得产品或服务，或与他人分享产品或服务。


  如果抓住这一点，看现在的分享经济思维，那就成了不是说你给我多少的问题，而是你我如何合作分享的问题。传统经济学的基本理念变了。


  《新资本主义宣言》的作者乌玛尔·哈克说：“如果那些被正式称为消费者的人消费减少10%,而对等分享增加10%,那么，传统企业的利润率将受到更为严重的影响。也就是说，某些行业必须转型，否则就会被淘汰。”


  乌玛尔·哈克的预言，已经由传统企业的担心变成现实，分享经济的蝴蝶效应正在持续发酵。IBM 2015年针对全球企业管理层的调研显示，高层管理者认为，Uber式颠覆性入侵是即将到来的最大竞争威胁，竞争的边界越来越模糊。


  IBM调研报告指出，美国施奈德物流公司首席信息官朱迪·莱姆克认为：“这是‘Uber综合征’,竞争对手以一种完全不同的业务模式闯入行业，你发现自己完全没有招架之力。”加拿大Tangerine银行的首席运营官伊恩·坎宁安说：“很难预测日新月异的技术环境。你无法了解自己缺少什么知识，但是却仍要努力保持领先地位。”对于参与调研的全球高管们来说，最大的威胁来自目前还没有被视为竞争对手的新竞争对手。


  对于传统产业而言，分享经济是一次涅槃式的重大机遇。尽管某些既定的商业模式和收入来源会随着分享经济企业崛起而受到威胁，但也为企业转向这种可持续性更强的消费模式提供了大量转型机遇和潜在的赢利途径。


  那么传统行业面对分享经济，怎样顺势而为，拥抱分享经济浪潮带来的市场效益？已有领军企业做出了表率和示范，在此将代表企业的招式汇总和拆解如下，供在分享经济浪潮下寻求自身突破的企业参考和借鉴。


  招式一：拥抱


  传统企业可以主动向分享经济领域转型，推出分享经济相关的产品和服务，从卖新和卖多向以租代售和二手交易转型。这种识时务的做法，已在汽车、零售和地产等行业初步成形。


  汽车领域的创新业务


  借助于分享思维，产生了许多创新业务，号称“生产一辆车，销售无限次”。


  ·汽车分时租赁


  汽车分时租赁，类似于商业运营的汽车共享(Car-Sharing)。1948年瑞士苏黎世合作社首次推出了汽车共享方案，随后在90年代出现了大批商业公司。2010年开始，汽车厂商纷纷开展汽车共享业务，使用传统汽车或电动汽车来运营。


  汽车分时租赁业务的模式比较相似，主流为依托GPS(全球定位系统)和电子钥匙等技术向用户提供便捷的按需租赁：注册用户通过GPS定位和智能手机搜寻最近的共享汽车，使用电子钥匙打开车辆后就可以享受服务。用完车后可以开回原地或者放在另一个汽车分享地点。这样一辆汽车可以循环高效地交给下一个人继续使用，提高车辆使用效率。


  在全球来看，德、美、法等国的车企巨头，均将汽车共享作为战略型业务推向市场。


  德国戴姆勒成立全资子公司戴姆勒智能交通服务集团，在2009年率先推出创新的城市绿色出行方案car2go,是最早做汽车共享项目的车企，成为该理念在全球的领导者和执行者。截止到2015年12月，car2go已拥有110万会员，在欧洲和北美的9个国家的31个核心城市成功运营，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共享项目。


  2015年12月，car2go在重庆开展汽车共享项目“即行car2go”,开始其在亚洲地区的首次内测，计划2016年正式投运。


  宝马的汽车共享项目DriveNow于2011年4月发布，截止到2015年，已经在柏林、伦敦等7个城市落地，拥有超过24万名用户，成为仅次于car2go的车企汽车共享项目。另一家德国车企巨头大众，也于2011年11月在汉诺威推出了名为“Quicar”的汽车共享项目。


  法、美等国车企在汽车共享领域的发展也不甘落后。2012年雷诺Twizy电动汽车的自助租赁服务启动，2015年雷诺推出电动车“Bluecar”,专门用于开展欧洲汽车共享业务，计划扩展自身在欧洲电动汽车共享服务领域的版图。在2015年举行的上海国际消费电子产品展览会上，福特宣布在伦敦推出GoDrive试验项目。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则更热衷共享汽车领域。通用汽车于2015年11月推出汽车共享项目Maven,旗下的欧宝在德国推出了汽车共享业务CarUnity。


  国内北汽新能源与富士康共同投资成立电动汽车分时租赁公司，2014年推出名为“GreenGo车分享”的纯电动汽车分时租赁业务，涉及B2C、B2B、B2G(商家到政府)等业务模式。其中B2G模式已成为国家科技部公务/员工私人用车合作伙伴，开创了公车改革的应用先河。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以car2go为代表的汽车分时租赁业务，打破了传统租车业按天计费和在门店租车还车的运营模式，开启了“汽车共享”新概念。


  汽车共享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缓解城市私家车数量过多带来的道路拥挤、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同时还能够满足出行者们不同的出行需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曾就汽车共享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一辆分享车辆可以满足相当于13辆私家车的使用需要。还有调查显示，已在美国、加拿大、德国等地推广的汽车共享项目car2go的用户中，也有15%~25%的会员会放弃开私家车出行。


  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好处，众多车企均向汽车分时租赁这一战略方向转型，未来将为整个城市的交通格局带来深远影响。


  相对于部分汽车厂商大刀阔斧地推出汽车共享业务，以租代售向分享经济转型，还有一些汽车厂商则相对谨慎，采取了新车“销售+共享”两种模式相结合的中间玩法。这种中间玩法，按照销售和共享的先后顺序，可以分成两种形式。


  汽车融资租赁，又称以租代购，是国外非常盛行的购车方式，实现汽车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让用户先用车后买车。用户可以零首付(缴纳相应保证金),以长租的方式从经销商那里获得汽车的使用权，按月支付租金，待租期满后，通过过户获得汽车的所有权。


  前瞻网分析显示，在欧美发达国家，租赁购车模式不仅是汽车金融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非常普及的汽车营销手段，对广大客户而言非常便捷。目前美国采用融资租赁方式售出的汽车占到汽车销量的35%,日本每年的汽车租赁销售规模为200多万辆，约占其全国新车销售量的15%,并呈不断增长趋势，德国以这种方式销售的汽车则占本土汽车市场近五成。而在中国，汽车融资租赁模式处于发展初期，渗透率远不及海外。


  另一种模式，主要是指汽车购买者通过汽车厂商指定的共享平台出租所购买汽车的闲置时间，背后体现着P2P租车的思维模式。


  福特汽车在2015年国际消费电子产品展览会上发布了“智能移动计划”,将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多项试验项目，其中就包括关于P2P车辆分享的分享经济模式。


  福特汽车与美国Getaround和英国easyCarClub公司进行点对点汽车共享项目的合作，福特公司请部分贷款购买福特汽车的消费者签约，出租他们的汽车以供借车人短期使用，通过分享获得收入以减少还款压力，当然该项目中的借车人需要经过驾车资质的审核。


  无独有偶，2016年，宝马允许顾客在购买MINI时，可以选择通过宝马的分时租赁平台DriveNow来出租他们的汽车。这项服务最初将在美国推行，随后会扩展到伦敦等DriveNow布局城市。


  国内也有企业开创了类似服务的先河。2015年，汽车租赁公司易海出行，联合易到用车、特斯拉汽车等企业推出“极车公社”,用户只需要交纳10万元入会费，每月支付一定使用费，即可拥有一辆全新的特斯拉汽车。在汽车闲置时，也可以交给易到公司作为专车运营，还能获得一定的共享补贴。等协议期满，用户可以自行选择是否买断该车产权。这种模式，是在汽车融资租赁的基础上，叠加了P2P租车的新元素。


  这种新型的“购买+共享”模式，以灵活多样的方式和低廉的分期成本，惠及更多的汽车购买人群，也无疑有助于汽车行业的整体发展。


  在这个Uber和Airbnb的时代，社会和汽车业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汽车厂商正以警惕的目光关注着汽车共享这一新生市场，并采取行动力图确保自己在这一趋势中不被边缘化。生产一辆车，分享无数次，正是汽车厂商在分享经济风潮下孕育出的商业新范式。


  创新型的房屋出租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2015年1月中旬发布《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指导意见》,旨在鼓励、支持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政府关注地产市场，向以租代售业务模式转型，背后无疑是我国房地产市场去库存的巨大压力。


  到了2015年，据国家统计局12月数据显示，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已增至71 85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5.6%。按照我国人均住房面积30平方米计算，待售住房可供2 390多万人口居住，这已经超过2015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总和。


  随着分享经济的兴起，长租公寓、众创空间、短租平台，为住宅市场、非住宅市场等各类房地产市场去库存提供了有效路径。而这背后的逻辑是依托房地产市场存量，以分享经济的方式，盘活散落的各类闲置资源，满足用户及企业的多元化需求。


  地产商在获取项目、改造运营方面占有天然优势，因而已出现领军地产商变身包租公，以租代售，进军长租公寓或众创空间市场。


  ·跑马圈地的长租公寓市场


  据投房研究院研究，目前我国长租公寓行业处于指数级发展的初期，国内青年租房的市场规模已达到近8 000亿元，长租公寓行业所处的时代环境推动当前众多优质公寓企业(如自如友家、YOU+、优客逸家等)在这一时点爆发。


  面对长租公寓的潜在市场，包括万科、嘉华、阳光城、招商等房企纷纷加入长租公寓市场，通过多样化的运作模式，实现存量房的去库存化，亦是一种有效的盘活资产的方式。


  2015年，万科的租赁公寓品牌“万科驿”落地，首家由村屋改造而成的万科驿——广州万科驿天河软件园店于2015年2月开张。同年10月，广州的第4个分店，万科驿金融城店开业，这是由工业厂房改造而成的长租公寓。


  在万科驿的介绍中，有这么一句自我描述，“它不会是你奋斗的终点，但却可以成为你梦想的起点”。


  万科驿的模式与常见的长租公寓平台运作模式相近，从业主手中租赁整栋或分散的闲置房源，进行统一的改造和装修，再加上社区物业式的管理方式，统一冠以万科企业的名义对外出租。


  其他地产商的玩法却不尽相同，嘉华地产将自有物业的部分房源设计为服务式公寓，以“尚臻”的品牌对外出租，包括上海静安和徐汇的住宅项目都保留了部分可出租的公寓。


  阳光城则采取与长租公寓“寓见公寓”合作的模式，阳光城负责提供房源，寓见公寓负责长租公寓的整体运营和管理。


  无论是哪种变身包租公的玩法，地产商进军长租公寓，总体上改变了之前开发商建房卖房的“一锤子买卖”,试图以租代售，建房、卖房之外，在租房这一领域探索可持续的赢利之路，背后正切合分享经济“使用而不占有”的思维内核。


  ·共享办公的创业浪潮


  众创空间切入的是非住宅市场。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2015年商品房待售面积中，办公楼和商业营业用房的非住宅待售面积达17 940万平方米，占总待售面积的25%。不仅仅是住宅市场存在库存，非住宅市场也面临着严峻的库存压力。


  地产商除了以长租公寓切入市场去库存外，还有另一条路，就是以SOHO中国为主打的共享办公模式。


  2015年初，SOHO中国看准“碎片化办公及移动办公存在巨大市场空间”,推出了移动办公产品SOHO 3Q,该项目被定义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共享办公空间”,是SOHO集团业务由“开发-散售”转型为“开发-持有”的实验之举。目前主要布局在北京和上海两地，未来会在二线城市布局扩张。


  SOHO 3Q项目是典型的O2O模式，将SOHO中国的写字楼办公室，灵活对外出租，预订、选位、支付等所有环节都在线上完成。按照潘石屹的定位，“SOHO 3Q既不是孵化器，也不是普通的商务中心，它为创业者提供交流的场所和平台，但核心能力还是在于写字楼本身，对接资本、孵化创业企业应由更专业的机构来做”。这一点，与腾讯众创空间打造立体化全要素创业孵化器的定位截然不同。


  由众创空间扩大而成的产业地产和产业园区，是地产商对于闲置房地产市场的打造利用形成的更加整体的解决方案。


  南海意库位于深圳，总占地面积为4.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是招商地产力图打造的创意产业园区。最早是蛇口的“三洋厂房”,后经过改建成为深圳市文化产业基地之一。该园区目前有6栋独立建筑，已经吸引了超过100家创意类企业入驻，园区的创意文化集聚效应日益凸显。


  招商地产的这一“意库”模式，已受到部分地市政府重视，未来有可能被复制到更多城市，盘活当地荒废的产业园区。


  经济结构的调整往往与产业升级并驾齐驱，我国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大，未来5年经济将保持新常态发展，加快经济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地产行业的转型也已经走向纵深，无论是工业用房还是商业用房，各类待售的和闲置的库存压力倍增，亟待有效激活存量市场并赋予其价值。在这样的背景下，地产商选择业务模式转型，变身包租公，以长租公寓、共享办公或者产业园区等多种形式，主动盘活散落在社会的闲置房源已是大势所趋。


  推陈和出新并不矛盾


  英国设计师奥尔索拉·德·卡斯特罗认为“过度生产和廉价服饰的兴起让我们忘了保留衣服和纺织品，给它们找到新用途的价值”。据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统计，每年美国要扔掉260亿磅的衣服、纺织品和鞋子。2009年美国消费者扔掉的东西比1999年增加了40%,预计到2019年还会再增加40%。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在线二手交易也逐步发展，势必对传统零售业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耐用消费品和奢侈品行业。但是，这种影响带有两面性，对于新品市场不一定是威胁，反而有可能产生协同效应。


  传统家具用品商宜家2010年在瑞典推出在线分享平台，宜家的会员可以免费在平台上出售宜家的二手商品。表面来看，这个平台并未为宜家带来任何财务收益。然而在其背后，这种分享经济的理念，有助于提升宜家品牌的忠诚度，因为宜家二手物品交易带来的环保效应与宜家的经营理念相契合。同时，消费者如果很容易卖出旧的宜家产品并得到现金支付，就获得了更多流动资金可购买新的宜家产品，又有空出的空间来存放。通过扶持二手市场，宜家成功践行了间接推动新货销售量的策略。


  另一个支持在线二手交易的零售业代表公司是美国巴塔哥尼亚户外用品公司。据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评论》发布的因斯布鲁克大学的研究显示，2011年9月，巴塔哥尼亚宣布与eBay合作，这在当时让业界困惑不已：此次合作最初是要降低服装销售量。的确，初看的话，这种想法很不合理。哪家公司会通过降低客户的产品购买量来促进发展？


  后来巴塔哥尼亚给出了清晰的答案：顾客购买越少、分享越多，就越能降低消费造成的环境压力。为将这一理念落实到行动上，巴塔哥尼亚和eBay合作建立“共同衣物纤维伙伴关系”平台。该平台旨在方便所有人出售和购买二手巴塔哥尼亚产品。它为公司带来最直接的收益是品牌化效应。客户如有不穿的旧的巴塔哥尼亚衣物，现在大多会将其转卖，从而在公众之间的流传度增加，无论在互联网上还是在实体店中。另外一点同宜家的效果类似，可以间接推动新品销售量。


  二手销售的理念已经是一个存在很久的概念，并不具有开创性。然而巴塔哥尼亚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减少购买新产品作为说服消费者完成的目标。此外，它还认为，这样的行为可以为自身带来收益。


  对于零售商而言，巴塔哥尼亚和宜家家居的成功案例已证明，支持分享经济可以吸引注重环保的客户，提高公司声誉，同时开拓新的市场和消费者群体。


  鼓励消费者参与在线二手交易，与消费者购买公司新产品不一定矛盾。国内网络零售商看得更加清楚。


  随着历年“双11”“双12”网络购物节引爆电商市场，物质逐步由稀缺到富足，中产阶级消费升级，闲置物品增多是趋势。传统二手交易面临着商品的真伪、商品的物流和售后等一系列问题，很难建立明确的交易规则和商品评估标准。当前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支付手段、信用体制和物流机制等流程环节的完善，已经涌现了BAT的身影。


  平台具备各类二手资源潜在用户的流量基础，例如网购交易信息、二手发布信息等，依托用户黏性，从综合性二手市场切入二手交易领域。阿里2014年推出二手物品在线交易社区闲鱼，主要用于解决剁手党们冲动消费之后想要转手卖出的需要。用户通过淘宝账户可以直接登录，一键发布在淘宝上购买的闲置物品或者其他二手物品，形成交流到支付等闭环，2015年由淘宝拆分独立运营，足见其在阿里的重要作用。


  类似地，58转转依托58同城的在线二手信息发布网站，从信息切入交易。京东推出拍拍二手交易平台。


  不仅国内网络零售业巨头有这样的觉悟，国外零售业巨头亚马逊也是英雄所见略同。


  据TECH2IPO报道，风头正劲的数字零售商亚马逊推出一项专利，允许消费者像转让二手书、二手电视那样转让二手电子书、音乐、视频和应用程序等数字文件。根据对该专利的描述，用户所拥有的数字产品将存储在用户的个性化数据存储空间，即云端。当用户将自己拥有的数字文件转让给其他用户时，系统就会将该文件复制到受让用户的个性化数据存储空间中，并且会把该文件从它原来所有者的存储空间中删除。


  对于零售商而言，转变卖多和卖新的思路，通过在线二手交易，间接促进新货销售市场，打造品牌效应，延长二手资源的使用价值和使用时间，无疑是拥抱分享经济的一个新方向。


  招式二：借力


  如果企业没有上述汽车厂商、地产商或零售商那么大的魄力和资源，自身推出分享型业务，也可以循序渐进，在现有的业务领域和运作模式下，小试牛刀，借助分享经济的思维，以社会化力量开展企业运营和筹集资金，例如众包运作或者股权众筹，尝鲜分享经济。很多企业已经这样开始，而且走得很远了。


  众包下的虚拟组织模式诞生


  无论是劳动密集型还是知识密集型企业，都可以与众包平台合作，借助于虚拟员工，满足人力的临时性需求，使企业不再依托全职员工的重资产组织模式，形成更合理的企业劳动力结构，更加有弹性地匹配市场高峰和低谷的供需，从而能够更加高效地响应市场。


  劳动力密集型公司已经向市场众包更多工作，一方面可以节省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解放更聪明的全职员工，专注于可带来最多价值的领域。例如制药公司Pfizer(辉瑞)中，员工把自己20%~40%的时间用于辅助性工作(打印记录、操控数据、安排会议等),而只有60%~80%的时间用于知识工作，现在Pfizer已经将这些工作众包。


  因为需方企业的这种变化，服务于此领域的众包服务平台也越来越多。例如CrowdSource(众包)是一个第三方的平台式机构，它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客户(大中型企业)管理劳动密集型员工。如果企业需要大量劳动密集型人力时，就可以通过CrowdSource平台实现。它于2014年夏天上线，目前已经拥有200多家客户，其平台的数据库中已经录入了50多万名工人的信息。与传统第三方机构最大的区别是，CrowdSource在劳动密集型领域非常专业，如在线零售和出版业。


  如果企业对于用人的时效性要求比较高，可以与提供急需用人服务的分享经济平台Wonolo合作，据TECH2IPO报道，该公司2013年由两位旧金山的企业家创立，是一个临时工即时招募平台。


  企业职位信息发布以后，使用Wonolo应用程序赚钱的用户可以认领，然后在数分钟或数小时内开始工作。假设一个在线零售商突然意识到自己缺少一些订单确认人员来巡视仓库、定位需要打包和运送的货物，他就可以在Wonolo上发布招聘信息，当天就可以招到工作人员了。


  劳动力众包的趋势在国内也逐步明显，更多的是集中在生活服务众包圈，企业通过整合利用分散闲置社会资源的分享经济新型服务模式，打造大众广泛参与、互助互利的服务生态圈。例如老牌洗衣连锁机构荣昌洗衣，成立互联网洗衣产品e袋洗，招募社区兼职人员为众包“小e管家”。用户可以通过e袋洗平台随时下单，附近“小e管家”按预定时间上门取件，交给临近外包洗衣店完成清洗。今年，e袋洗将众包服务从“小e管家”拓展到了“小e管饭”,充分整合社区的私厨资源，提供外卖服务，开始O2O布局拓展。


  简单的重复劳动力外包，只是服务众包的一部分。分享经济下，越来越多的由传统雇员完成的专业性工作，逐步从外包公司转移到众包个人手中。这种众包服务模式，不受地域、行业或专业等因素限制，能够使企业获得相比之前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更优选择，在创意服务产业尤为常见。


  例如宝洁开创“创意集市”众包平台；Quirky众包模式“创意电商”。


  通用电气和Local Motors公司共同成立众包平台FirstBuild,进行众包设计和生产。召集全球各地优秀的设计师、创客、工程师和学生，帮助通用电气提升现有的家电设计水平。FirstBuild将采用线上全球共同创造，联合线下微工厂现场制造的并行模式，试图以更快的速度将新产品推向市场。


  国内创意众包服务平台，以猪八戒网为代表，服务涵盖平面设计、开发建站、营销推广、文案策划、动画视频、工业设计、建筑设计、装修设计八大主打类目。自2006年成立以来，有超过500万家中外企业通过猪八戒网平台开展服务众包。2015年平台交易额75亿元，市场占有率超过80%。


  除了创意服务的相关企业积极通过众包平台收罗各类创意外，其他专业领域的知识众包服务平台也层出不穷。例如咨询领域，就出现了HourlyNerd和Eden McCallum等代表企业，位于洛杉矶的Business Talent Group为公司提供临时高管。


  服务众包模式的背后，是分享经济对于传统企业组织运作模式的颠覆。分享平台上的需求企业，不再单一利用有限的正式员工资源，以轻资产模式运行。整合全球无限量潜在的兼职/职业自由人资源，就像Uber整合海量私家车一样，更高效地满足自身业务需求，更快速地撬动市场，从而在分享经济下，创新性地重构了组织的运作模式，快速发展壮大。


  以众筹点燃创业的火焰


  目前，创业创新蔚然成风，2015年3月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开展互联网股权众筹融资试点，增强众筹对大众创新创业的服务能力，成为重要内容。毫无疑问，这种新型的投融资模式，将深刻地影响中国经济。


  对于创业企业而言，股权众筹集合社会闲置资金，融资效率远高于传统金融渠道，除资金外，还获得了消费者对该产品的评价报告，项目一旦融资成功，就相当于做了一个大众广告。多方利益兼得，成为未来创业企业融资的趋势。


  据《中国众筹的十个经典案例》研究显示，3W咖啡通过众筹模式筹集股东会员。通过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每个人10股，每股6 000元，相当于一个人6万。很快3W咖啡汇集了一大帮知名投资人、创业者、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其中包括沈南鹏、徐小平、曾李青等数百位知名人士，股东阵容堪称华丽，3W咖啡引爆了中国众筹创业咖啡在2012年的流行。几乎每个城市都出现了众筹的3W咖啡。3W很快以创业咖啡为契机，将品牌衍生到了创业孵化器等领域。


  正如国务院《关于加快构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撑平台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的，全球分享经济快速增长，基于互联网等方式的创业创新蓬勃兴起，众创、众包、众扶、众筹(以下统称四众)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撑平台快速发展，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线上线下加快融合，对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动力强劲，潜力巨大。


  企业可以借助众包模式激发创业新活力，借助众筹模式拓展创业创新融资，无疑是迎合分享经济大趋势，拥抱分享经济的又一有效途径。


  招式三：合作


  除了自身转型和社会化运作外，传统企业可以通过与分享经济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合作，分享业务资源和客户群体，无须过多的资本投资，即可实现品牌推广和市场盈利双赢。


  OTA与短租竞合同在


  对于短租行业，人们往往研究的是其与酒店的竞合关系。摩根士丹利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Airbnb对OTA(在线旅行服务公司)的冲击更大，希尔顿、万豪等连锁酒店不必太担忧。摩根士丹利对4 000名游客进行调查，结果显示，Expedia和Priceline等在线旅行服务公司因Airbnb的崛起遭受的损失更大。


  OTA平台的主要业务之一是为用户提供旅游攻略，但是当用户使用像Airbnb等短租平台的时候，这种场景化消费延伸拓展的旅游服务潜力较大，因为房东是本地人，房东的介绍更加具有针对性和真实性，比商业化的旅游攻略要强太多。因此，有些短租平台已经在着手规划订门票、租车等旅游服务。例如住百家、木鸟短租等不仅提供短租，还提供租车、门票等旅游周边服务，力图打造一站式旅游服务平台。


  而这种冲击只是业务场景逐步趋同的一个方面，OTA与短租企业也存在着协同双赢。例如2015年，中国最大的出境旅游一站式平台穷游网与分享经济领军企业Airbnb结成战略联盟，Airbnb已与穷游网在全球20个热门城市进行房源对接，用户可通过穷游网上的Airbnb房源展示，进入Airbnb网站并完成预订。双方的合作涵盖了线上及线下活动、联合营销推广，以及全球特色旅游目的地专题展示活动等。


  在这种合作的背后，是双方优势资源的互补。穷游网作为OTA网站，信息搜集、数据分析和需求分析等线上能力是优势，线下房源则远不及拥有海量线下特色房源的Airbnb。两家联盟，正好实现了线上和线下资源的优势互补，整体打通了旅游O2O闭环。


  酒店业与共享办公整合


  传统操作方式下，在酒店预订一个会议室比较麻烦，需要反复电话沟通和确认。同时，和挂在Airbnb上闲置的房间一样，酒店里的许多会议室一天里大部分时间也都闲置着。


  LiquidSpace正是从这一市场切入，帮助自由职业者及其他寻找办公空间的人找到符合其需要、时间要求和地理偏好的工作场所，虽然类似于星巴克的咖啡连锁店可能为这类人群的工作地点提供更多的灵活性，但过于开放的环境不符合创造性的工作环境要求。


  为此，LiquidSpace与万豪酒店达成合作协议，万豪酒店将闲置的会议室提供给LiquidSpace,LiquidSpace再按小时出租给有需要的创业者和小微企业家，为其举办会议或者集体讨论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


  类似的还有喜达屋酒店与共享办公平台Desks Near Me的合作。这类合作的酒店往往坐落在市中心，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适合个体和群体办公需求，并提供网络接入和视频会议等服务设施，更加容易满足移动办公人士的专业性需求，同时也通过共享模式提升了自身物业的利用效率。


  众包物流逐渐成为零售业O2O的标配


  众包物流，以基于LBS的社会化众包方式，解决传统配送速度慢、成本高、配送不到家等弊端。线下零售机构和电商平台，纷纷与众包物流平台开展合作，打通物流配送的最后一环。


  美国有机食品零售商全食超市与众包百货电商Instacart,在全美15个城市开展合作，用户在Instacart上下单，众包采购配送员提供一小时送货服务，客户平均采购量迅速上升到之前的2.5倍，每周销售金额也增加了150万美元。


  私厨行业，起初配送环节是交送私厨自身完成的，但是由于接单任务繁重，配送的效果并不是很好，有时候甚至会影响到食客的体验效果。因此，越来越多的私厨共享平台选择众包物流，就近配送食物，以确保食物的口感和用户体验。


  电商平台也逐步推出开放性的配送平台，作为自建配送队伍的社会化运力补充，主要服务自身电商业务，例如百度外卖、美团众包、饿了么蜂鸟、京东众包等。这些电商众包平台，依托自身订单体量，快速领跑市场。饿了么蜂鸟，上线一周后日订单突破50万。美团外卖众包，上线一周日订单突破10万。


  对于零售业而言，物流配送是O2O闭环的重要环节，通过与众包物流平台合作，提升配送效率，为消费者提供最大程度的便利，也是在共享模式下业务创新的一种表现。


  巨头跨界合作成生态


  大多数分享经济行业处于起步期或成长期，市场格局尚不清晰。对于分享经济平台来说，率先在市场中跑出规模，拥有话语权，就可以基于现有的业务逻辑和平台规则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Uber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构建了以闲置私家车等为运力的城市运输和物流系统。


  对于国内出行行业而言，共享出行借助“刚需+高频”的应用场景，以按需出行的方式颠覆了传统出行市场，成为仅次于共享金融的第二大共享行业，同时造就了以滴滴为代表的现象级企业，2015年占据市场份额80%以上。


  滴滴作为出行巨头，围绕出行场景，以专车、拼车、代驾、巴士、试驾等一站式出行平台为核心。众多跨界的合作伙伴与滴滴一同参与出行共享的多样化场景建设，以营销跨界、业务跨界和平台跨界三种模式，构建跨界生态体系。


  例如与乐居、觅房等地产平台合作“打车看房”;与马蜂窝合作“胡同专车”,上门接驾，也提供胡同写真；与阿里健康、名医主刀合作“一键呼叫医生上门”;与招行合作汽车金融，为滴滴司机提供购车分期服务；入股饿了么，并与餐饮业合作“一键叫小龙虾”;与河狸家合作打造“万圣搞鬼造型专车”活动。


  滴滴还推出开放平台，目前接入的应用总数已达300家。又例如滴滴与华住酒店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在酒店App平台上增加“专车优享”入口。


  除了出行领域巨头跨界合作外，在分享经济的其他领域，跨界合作也非常常见。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评论》发布的因斯布鲁克大学研究显示，百事集团与跑腿网站TaskRabbit合作，宣传其新款软饮料Pepsi Next并吸引新客户。“额外时间”是百事赞助的一项竞赛活动，赢家会得到TaskRabbit一小时的免费劳动时间。该竞赛活动每次持续4周，每周会给出50个任务。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像百事这样的大型跨国企业会与初创公司TaskRabbit合作。这是因为PepsiNext的目标客户“特别热衷技术事务，年轻且有抱负”。而TaskRabbit的客户就包括这类年轻、有抱负的技术热爱者，通过与其合作，百事能将其品牌与TaskRabbit提供的放松式服务精神有效结合起来。从而达成有可靠的人替你完成生活中的琐碎小事，你可以将节省下来的时间投入专职工作的营销场景。


  跨界已经成为国际潮流，跨界合作的形式和领域也在不断拓展和深入，传统企业与分享经济平台开展多样化的合作，彼此借力，善用热点和创造话题，不失为品牌宣传和市场开拓的双丰收。


  招式四：并购


  传统企业可以依据自身战略需求，通过收购或投资分享经济创业企业，快速进入分享经济市场。通过分享经济的差异化产品服务来完善自身产品体系，一方面避免与分享经济模式的正面竞争，提升存量客户的保有，吸纳分享经济潜在客户；另一方面通过收购或投资，能够快速布局，获取在分享经济领域较大的话语权。


  传统企业收购分享经济企业，海外已有案例出现。最典型的就是2013年，租车巨头安飞士·巴吉集团以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号称全球首家分享经济企业的ZipCar公司，顺利切入分享经济领域。


  无独有偶，2016年，通用汽车5亿美元注资打车应用Lyft之后，当月又收购旧金山共享用车公司Sidecar的技术和资产。据车云网报道，Sidecar其实是全球最早提出P2P汽车共享概念的公司，早在2012年便推出相关功能，而当时Uber和Lyft还未在此领域有所动作。


  通用汽车收购Sidecar,注资Lyft,推出汽车共享项目Maven,彰显了它在汽车共享领域的布局和野心。


  除了像通用、安飞士·巴吉集团这样大刀阔斧地收购分享经济外，传统企业也可以采用投资或控股的方式，与分享经济平台共同发展，共享分享经济的发展红利。


  宝马集团投资共享停车初创公司JustPark,后者现在是全球共享停车领域的龙头老大，超过50万名司机使用其服务。宝马后来在其新MINI系列中集成JustPark公司的移动应用，便于车主方便地找到停车场所并进行支付。通用汽车还控股RelayRides,RelayRides属于P2P私家车短租服务。


  除了共享出行领域，酒店业也意识到短租公寓有可能会分流其客源，开始资本运作切入短租平台。凯悦酒店集团参与豪宅版AirbnbOnefinestay的4 000万美元融资。新加坡雅诗阁集团入股国内的途家网，宣布成立合资公寓管理。


  凯悦等酒店品牌对短租行业的投资表明，短租业务对于大型酒店品牌而言，是潜在的创新业务领域。位于纽约的酒店咨询公司Lodging Advisors LLC的首席执行官肖恩·亨尼西表示“酒店品牌与短租企业开始合作只是时间问题，其他酒店很可能会跟上凯悦酒店的步伐”。


  在医疗共享领域，代表企业名医主刀宣布，公司已完成由复星医药领投、高榕资本和真格基金跟投的6 000万人民币A轮融资，这也是复星医药在分享经济领域布局的重要一环。


  无论是投资控股，还是兼并收购，这些传统企业已经意识到进入分享经济可以获得的实质利益，尤其是客户参与一个令人兴奋的新模式而引发的巨大关注。


  回过头来看，分享经济通过互联网方式重组分散在各个角落的社会资源，增量市场的补充，能使无数分散的即时性供求信息同步透明化，使得供应方和需求方直接通过平台进行高效合理的匹配。把不同人群的不同动机同步连接起来，就变成了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交易集市，更大程度上提升全社会的经济运营效率。


  传统企业一直在追求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经济”,而分享经济下，“规模可以更加经济”。分享平台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移动互联网的实时定位服务能够迅速找到身边的产品或服务，供需双方可以高效便捷地连接，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提供服务，提供价值，整合起来的大量独立个体能够发挥长尾效应。


  无论是前面提到的转型、借力、合作抑或资本运作，对于传统企业而言，进退有据，可激进可谨慎，用多样化的方式去拥抱分享经济。传统企业及时响应新形势的挑战，快速适应当前及未来的商业模式，进而在不断发展的经济领域内创造新的收益增长源。这才是拥抱分享经济的正确姿势。


  第二十三章 分享主义的新经济实践


  在2016年两会期间，马化腾提出一个大胆的预言：分享经济将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动能。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力和社会财富快速提升，经济过剩成为全球新问题。经济过剩带来了经济剩余资源，在企业层面体现为闲置库存和闲置产能，在个人层面则表现为闲置资金、物品和认知盈余。分享经济，恰恰是一种通过大规模盘活经济剩余而激发经济效益的经济形态。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经济浪潮中，分享经济该如何施展身手呢？


  产业生态资源的分享


  创业经济是一种新经济。它建立在创新事业基础上，从制度结构、政策和战略上支持并保证经济创新，从而促进中小企业的不断创新与发展。早在20世纪80年代，彼得·德鲁克把创业经济定义为“新经济”,并称之为“近代经济和社会史上发生的最重要、最有希望的事件”。


  这个结论是在研究了美国7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的创业活动之后得出的。1973~1975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美元与黄金彻底脱钩，美元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美国经济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然而，德鲁克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1970~1980年，2 000多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中，大多数是由小企业和新企业提供的。经济虽然低迷，但创业经济日趋活跃，而且逆势上涨。


  这个趋势完全与“二战”过后的情况相反。1950~1970年20年时间里，美国每4个新就业机会中有三个是由大企业或政府创造的。每逢经济衰退，失业集中发生于新企业或小公司。


  到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开启了美国经济的供给学派改革。这个时代也正是美国IT产业全面创业、全球扩张的时期。诸如微软、苹果、思科等“小”公司均成长于这个时代。伴随着美国IT产业起飞，里根经济学落地，美国经济滞胀问题得以解决，整体经济开始复苏，个别年份发展特别强劲。


  当前，创业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正在上演通过供给侧改革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的大戏，以“互联网+”为驱动的创业经济正是这个时代最强劲的节奏。我国正处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的阶段，创业创新日益活跃，创业经济逐步升温。


  众创空间在创业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众创空间”这一概念最早于2015年1月28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之后科技部等部门相继下发文件推进众创空间政策的建设和落实。


  国务院《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指出，众创空间是顺应网络时代创新创业特点和需求，通过市场化机制、专业化服务和资本化途径构建的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新型创业服务平台的统称。这类平台，为创业者提供了工作空间、网络空间、社交空间和资源共享空间。


  从具体商业模式来看，众创空间以初创企业、创业者、成熟企业的内部创业部门等为服务对象，基于自身的核心资源和引入的第三方资源，通过线上线下平台，汇聚投资者、传媒机构等，为创业者提供集约化、一站式配套服务，以及低成本办公环境、软硬件设备，使创业者可以集中精力专注于产品研发和运营等核心事务。


  在创业的创意形成、产品开发、团队建设、融资、市场推广等各个任务阶段，众创空间提供相应服务，帮助企业解决成长中的各种问题。


  资源如何分享


  2014年全球合作伙伴大会上，腾讯开放平台提出“以百亿资源扶持百家创业企业”的“双百计划”。依托腾讯系各大平台核心资源，以资源扶持优秀创业团队，加速项目成长，始终致力于成为中国创业领域最优秀的加速器。


  在2015年腾讯全球合作伙伴大会上，腾讯集团首席运营官任宇昕表示，腾讯开放平台5年来，接入应用数已超过400万。至2015年4月，腾讯开放平台上合作伙伴的收益分成就已超过100亿元，相当于诞生了50个亿万富翁，孵化上市或借壳上市的公司已经超过20家。


  腾讯众创空间负责人侯晓楠介绍说：为了帮助创业者解决募集资金、人才招募、辅导培训和品牌宣传等方面遇到的难题，腾讯众创空间推出了“开饭、开工、开学和开麦”四方面的资源分享。


  针对创业团队的融资需求，2015年，腾讯众创空间正式推出创投联盟服务，该项目简称为“开饭”,英文“OPEN FUND”,通过搭建创投联盟合作平台，为创业者和投资人提供投融资对接服务，如“开饭融资专场培训”、“腾讯开放日”等，超过40%的参与团队拿到了下轮融资意向！针对创业者不同阶段的融资需求，腾讯众创空间连接行业顶级天使投资人及风投机构，打通“天使轮–孵化成长–融下轮”成长闭环，结合投前辅导能力及结构化精准对接。


  针对创业团队普遍存在的招人难题，腾讯众创空间推出人才招聘资源分享。该项目简称为“开工”,英文为“OPEN TEAM”,旨在为创业者和高端人才搭建一个互相交流和认识的服务平台，通过内外部合作伙伴建立核心人才库资源，同时以双周一次的高频节奏，在腾讯众创空间各城市基地内组织线下分享、配对服务落地。腾讯众创空间通过与内部腾讯大学、人力资源招聘管理线，外部BAT离职社群、人才网站、猎头等联盟合作渠道建设核心人才库，并引入优质项目源创始人现场互动、亲聘，满足创业者对各类人才招募的需求。同时腾讯众创空间通过与各类知名人才机构合作，为创业者提供不同层次的人才输送服务，其中包括南极圈、智联招聘等。


  创业辅导资源分享，核心是为创业者提供包括创业知识和业务技能在内的多维度、全方位的知识能力提升辅导。该项目简称“开学”,英文为“OPEN CLASS”,旨在通过短期(为期2~3天的一次性培训)的产品、技术、运营、营销等专业技能类辅导，帮助早期创业者迅速具备优秀创业者的专业能力。众创空间通过与腾讯大学、腾讯应用宝、广点通、腾讯云、腾讯地图等合作，组成腾讯专家团，输出腾讯精华的产品思维、技术、运营、营销等专业技能，并引入行业内知名创业辅导机构或个人组成导师/辅导联盟，满足创业者各类学习提升需求。同时众创空间也与行业知名机构合作，为创业者提供不同层次的创业辅导服务，其中包括长江商学院、南极圈、优米网等。此外，我们还在“开学”项目基础上推出了“开赢”(OPEN CLUB)项目，针对高增长性A轮后的企业创始人提供封闭式创业营服务(每次2~3天，为期3~6个月的长期培训)。


  营销传播资源分享，专注于为创业者提供品牌曝光和公关传播服务，该项目简称“开麦”,英文为“OPEN VOICE”。其核心主旨是让品牌自己发声——学会营销，能够自我营销，有渠道营销，通过营销能得到媒体、投资人、求职者对品牌的关注，同时获取流量资源。媒体服务包括创投媒体曝光和营销机构推广两部分，其中创投媒体联盟包括TechWeb、TECH2IPO、猎云、创界、科技先生等科技类媒体，雷锋网、雷科技等智能硬件媒体，亿欧网等O2O类媒体，以及三分微视、蛋解创业等音频视频媒体，为创业项目提供采访报道服务。营销机构联盟包括开干、胡说七道、口袋专家/加速会、创业最前线、新知百略等，为创业公司提供不同价格、不同类别的产品包，涉及外脑服务、稿件撰写、媒体投放、广告设计、广告投放、新媒体传播等。


  众创空间激活剩余资源，加速创业经济的模式得到了各地政府的积极欢迎。2016年1月6日，腾讯众创空间旗舰示范基地正式开园，随着与会嘉宾按下启动魔方，“第一弹”“衣见如故”“独立日”等6个上海本土的创业项目作为第一批入驻新园区的创业者代表，接过了正式入驻园区的钥匙。


  这个示范基地位于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核心区，由腾讯与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合作共建，总面积近5万平方米的产业园区示范基地将分三期建设，预计于2016年底全面建成。根据腾讯众创空间规划，在未来三年内，众创空间将与上海的创业者分享腾讯创业17年来的产品思维和务实创业经验，力争实现优质孵化50~100家企业，并将通过互联网精品项目的孵化，带动上海市的互联网产业链发展。


  重构分享组织生态


  分享经济，是“互联网+”与传统产业融合的创新产物。分享经济借助于“互联网+”的先进技术，以更低成本和更高效率连接整个社会的经济剩余资源，使无限的闲置资源被激活，重新赋予价值。而这其中，高效而低成本的连接是分享经济的关键。分享经济企业除了自身平台形成了对于供需双方的连接外，像滴滴快车、爱大厨这些分享经济企业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微信企业号来作为自己的连接工具。


  ·滴滴快车案例


  滴滴快车平台管理着海量的司机群体，需要做到能快速将乘客需求细分，在不同的时间点，对不同的需求信息进行快速反馈。


  在运用企业号之前，滴滴快车尝试过QQ群、邮件、微信群、App来反馈信息，但信息碎片零散，产品发展早期使用尚可，规模一大后各种问题就暴露出来。


  基于企业号，滴滴快车开发出帮助司机快速熟悉滴滴出行App以及城市交通的滴滴课堂；还有福利专区、人工客服等应用，实现司机之间分人群的精准沟通，日常推送打开率甚至高于40%。相当于提供了一个永不离线的点对点的沟通工具。


  目前，滴滴快车企业号被越来越多的司机关注，将内部管理信息系统与企业号集成后，已开通即时通信、知识共享、公文发放、福利建设、订单管理、培训服务、客服等诸多功能，后续还将建立自助查询功能。平台更加自主，也让交易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爱大厨案例


  爱大厨做专业厨师上门服务，也曾考虑过给厨师们专门搭建一个App客户端用于沟通管理，但客户端每年光维护、开发的技术员工资就要数十万。最后爱大厨选择了微信企业号，“企业号的运营成本大概是App的1/10”。


  用企业号将厨师和用户连接起来后，用户下单，爱大厨的系统就会自动匹配厨师或者用户指定厨师，并将下单消息推送给厨师。还可以通过分析厨师服务数据和用户订单数据来挖掘和提升更多的服务细节。同时，用微信自带导航功能帮助厨师找到用户。而企业号的IM(即时通信)功能，实现了厨师与客服、用户无阻沟通的需求，支持图片、语音、文字，有效提升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


  不仅是分享经济企业，像美的电商，基于企业号建立分销平台，让渠道真正扁平化。改变了过去传统的线上、线下渠道成本过高的局面。


  在这个分销平台上，经销商通过企业号来招募、管理分销员，一线的分销员用企业号为消费者提供商品推荐、答疑、成交的一对一的服务。在分销平台上，分销员可以打造自身的专业形象，将手机端和实体店面结合起来，并在企业号中进行日常管理，查询订单、物流信息及提佣情况。


  最终，通过企业号，分销员的销售门槛降到了最低，而用户的体验也因为能一对一服务，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我们可以看到，作为连接企业内外部运营管理的移动应用入口，自2014年9月正式上线以来，微信企业号快速发展，截至2015年11月底，微信企业号企业账号数达到60万，企业号内总用户数达到1 000万，日活跃用户数200万。整个11月份日消息总量平均达到1 200万条。


  在企业号蓬勃发展的背后，根据腾讯研究院《互联网+重构组织生态——微信企业号白皮书》,微信企业号从重构企业的IT系统入手，为互相割裂的软件平台提供了一个统一轻量入口，利用微信在社交领域的优势，重构工作场景中的人际互动，连接企业内外的实体和虚拟关系。这些微观机制的改变，正是“互联网+”对各类机构的组织微革命、管理微创新，也正是企业号在分享经济下大放异彩的原因所在。


  微信企业号，为微信的机构用户提供了一个撬动微信大生态中内容资源、关系链资源的杠杆。系统梳理工作社交这一复杂场景，旨在打造连接企业、员工、上下游和IT系统之间的移动应用入口，建设“互联网+”时代的企业生态。


  与传统企业软件相比，微信企业号一则在功能性上对外开放高级接口，大量使用第三方软件，丰富用户选择。二则顺应办公社交化潮流，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企业级IT市场，而是以打通企业内外关系链条为立足点，帮助企业构筑自身的移动互联生态。


  与服务号、订阅号不同的是，企业号有现实中正式社交关系的背书，因此获得了更大的控制权、更多的自主空间。


  紧密型关系圈


  微信企业号面向机构用户，致力于增强机构内部沟通、机构内部与相关方的沟通。这些沟通需求的背后往往有现实中的紧密型关系圈支持，企业号因此具备一些区别于微信订阅号、服务号的特殊设定。例如微信企业号可以对连接对象划范围。在范围内，企业可以根据沟通需求的不同对消息内容、传递方向、发送次数做自由组合，几乎没有限制。达成的效果就是信息的定时、定点、定向发送。这一功能只有在办公场景中才会经常使用到。


  总体上看，注册企业号将获得更高的管理权限和更多的应用接口支持。通过这样的设定，微信企业号可以帮助企事业单位在微信的大社交生态中聚合出一个紧密、层次分明的小关系圈。在这个紧密联系的小关系圈中，不仅有自己的员工，还有需要密切协调的其他关系，如供应商、客户等。


  功能型生态圈


  微信企业号集成了微信强大的原生功能，如支付、语音、视频。这些功能在企业号中发展出丰富变化。


  一方面，依托紧密型关系圈，这些功能有了更多的玩法。例如支付功能，用户可以通过企业号发起支付，款项直接进入企业账户。企业可以利用定时、定点、定向发送信息的特点，派发微信红包，进行微信转账，使用企业号对成员进行付款。


  另一方面，微信企业号还向企业软件的第三方开发者开放SDK(软件开发工具包),后者可以将微信原生的图片、语音等功能整合进自己的应用当中，着力打造实用、适用、好用的企业号办公软件生态。


  可以说，微信企业号自身已经形成一个动态演进、互相竞争的生态圈。站在使用者的角度，微信企业号好比一个有无限空间的工具架，用户可以从工具架上方便地取用、更新。在此基础之上，微信企业号平台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解决方案体系。


  不仅服务于企业的“企业号”


  微信企业号不仅仅服务于企业，只要是在现实中确有紧密联系需求的各类组织，如学校、机关单位，甚至是没有营业执照的协会、公益组织、网络社区、企业架构中的一个部门，都可以申请微信企业号。


  在申请通过后，组织内部的成员可以在没有互加好友的情况下搜索对方微信，实现微信通话。组织内部的各个系统也可以实现统一入口，方便对接。


  连接组织生态


  借助工作社交的高黏性、强需求，微信企业号顺理成章地成为办公场景的移动中枢、连接企业内外各相关方的核心平台。


  由轻到重，深度整合内外资源：站在办公与社交重合的起点，微信企业号提供了一个轻量的总入口。通过这个轻量的总入口，为后续功能复杂的重量级办公应用导流。


  由一般到个别，量身定制的B端软件系统：入口内部，是微信企业号日益丰富的第三方开发生态。围绕微信企业号进行开发的服务商，不仅可以为企业号用户提供模块化的功能套件，还可以根据不同用户的不同需求进行定制化开发。用户可以依照自己业务模式的不同、需求的不同采购最适合自己的办公软件组合。


  “互联网+”时代，组织机构管理的理想状态，就是利用微信企业号针对紧密型关系的强力连接力，以自身为平台构建一个紧密相关的社交网络，在相关方的频繁互动和交换中沉淀数据，在迭代分析中不断升级，创造价值。让每个机构都成为平台型、生态型组织，都成为大数据公司。


  连接一切的生态布局


  2015年，腾讯宣布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腾讯只做两件事，第一是连接器，第二是内容产业。


  连接，是一切可能性的基础。腾讯致力于通过微信、QQ通信平台，成为连接人和人、人和服务、人和设备的一个连接器。腾讯自身并不会介入到很多商业逻辑里面去，而是通过大量投资腾讯生态周边的伙伴，实现最大限度地连接各个传统行业，成为最好的连接器。


  近些年来，腾讯也在分享经济领域进行了一些布局。


  历经十余载的发展，腾讯已逐步成长为目前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综合服务提供商之一。作为战略投资者，也开展了一系列“优势互补、前瞻布局”的投资。分享经济是促进互联网创新的重要的一环，我们愿与所有投资人一起，把握未来发展趋势，促进产业长远的发展。


  
    表23–1 分享经济领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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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经济之所以席卷全球，必须要归功于一个看不见的推手——政府。


  为应对分享经济带来的新消费浪潮，各国政府因地制宜地推出了不同的政策。尽管分享经济在全球的发展体现出区域间不平衡的样态，尽管各国分享经济又存在着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但就目前各经济体的政策来倒推其目的来看，又会发现其目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推动分享经济的发展。


  以上内容便构成了如今全球分享经济政策的“基本面”,即在推动分享经济发展的目的引导下，通过差异性与同质性的政策，为本地区、本国的分享经济起步、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也即当今分享经济政策发展的“一点两面”:促进分享经济发展中心点，体现出政策的同质面与差异面。


  如何分析基本面？我们可从以下三个层面入手来解读一下：国家战略层面、具体促进措施层面以及监管层面。


  第一，国家战略层面能够直接反映出国家对分享经济的态度。往往宏观战略的提出与相关地区、国家经济、政治利益密切相关，也与相关领域的发展态势高度关联，而分析这种战略就能看出分享经济在该地区、国家的发展概况。经过分析，目前全球主要国家在分享经济方面主要采取积极应对的战略，打战略组合拳。


  第二，具体促进措施层面。具体促进措施是该地区、国家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候的具体办法，也是“一点两面”中差异性与同质性的集中体现，分析具体的促进措施可以更好地明确各地区、各国的具体办法，具象化地展现政策的区域与国别属性，同时也能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直接的借鉴样板。目前可以看出，各国在分享经济的促进措施上采用了“五连环”的方式，大力推动分享经济发展。


  第三，监管层面。监管问题一直是新经济形式出现后的焦点，是否应该监管、如何监管等问题也是政府需重点考虑的。而目前监管层面出现的是“一体两翼”的特点。


  第二十四章 国外政策经验


  国家战略层面


  从战略层面观察各地区、各国的政策，总体表现出积极推动分享经济发展的趋势。欧盟通过其单一数字市场战略，希望抓住分享经济机遇，在数字经济时代弯道超车；美国利用其先发优势，宏观战略上呵护分享经济发展；日韩等国也在积极探索，战略上为分享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积极战略部署，打出“组合拳”


  欧洲诸国、日本、韩国等积极进行分享经济的战略部署，利用战略定位、长远规划等方式，发展分享经济，在战略上打出“组合拳”。


  从战略定位角度看，欧盟将分享经济列为欧盟单一市场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欧盟内部资本要素、人员要素等自由流动的重要一环，也与欧盟单一数字市场战略遥相呼应。从战略部署上看，分享经济受到了极大重视。自2015年起，欧盟核心机构，如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相继通过关键性文件对分享经济的发展进行部署。例如2015年12月，欧洲议会发布对数字市场战略的立场文件，其中提到大力支持分享经济发展。


  在欧盟诸国中，英国对分享经济的重视以及定位显得更为突出。2014年，英国政府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成为分享经济的全球中心。紧接着，2015年3月，英国商业、创新和技能部发布了“一揽子”分享经济扶持政策。英国对于分享经济战略的重视用“雄心勃勃”形容并不为过。英国期望将分享经济作为开启第二次大航海时代的契机，而第一次大航海时代的英国正是全球经济的中心。此次英国如此庞大的战略意图正能印证分享经济的重要。


  除了战略上对分享经济进行重要定位，对分享经济进行时间规划也是如今各国的重要战略举措。


  2016年，欧盟委员会宣称它计划出台一份“欧盟分享经济议事日程”,为分享经济的发展设定路线图。欧盟路线图的规划可以类比为欧洲的“五年计划”,反映了欧盟对分享经济的渴求，以及分享经济在欧盟发展较为滞后的现实。一方面，分享经济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将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抓住分享经济有助于在后危机时代驱动区域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相较于已经具有成熟分享经济企业的美国市场而言，欧盟分享经济显得相对匮乏，如何后发制人、赶超美国也是欧盟目前从战略上重视分享经济的原因。


  对分享经济进行战略上的时间规划并不是欧盟的“专属”,同样地，韩国政府也对分享经济进行了详细的规划。2015年12月，韩国企划财政部首次宣布拟将分享经济纳入制度层面管理，并研究出台“2016年经济政策方向”,其中涵盖分享经济相关政策方案。2016年2月17日在青瓦台召开第九届贸易投资振兴会，政府将分享经济纳入4大新服务市场的开拓方案。2016年，韩国政府计划将分享经济在釜山、济州岛等自由区进行试点，到2017年，韩国计划修改国家住宿业相关法律，使之合法化。


  日本也进行了规划。日本总务省在最新发布的2015年《信息通信白皮书》中明确将“分享经济”列入“生命、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未来”一章。白皮书中提到，在信息时代，分享经济已经成长为全球创新的起点。日本将会进一步整合信息技术和社交媒体，在国内建立更安全的信用体系，进一步开发分享经济的潜在市场。


  上述国家和地区将分享经济置于战略高度，并且采用的是积极部署各种战略措施的方式去推动分享经济在该国家和区域发展，体现了各国在促进分享经济发展方面的战略思维，希望能抓住分享经济的浪潮，在数字经济时代实现弯道超车。


  具体观察各国会发现，虽然分享经济已经在上述国家萌芽，并开出一定的成果，但是，如要我们列举结出的果实，发现并没有如Uber、Airbnb之类发源于美国，进而影响世界的分享经济公司。这意味着分享经济在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已经展现出足够的潜力，但是还需要更多的“推手”。因此，从多个维度出发，以打出战略组合拳的方式去推动分享经济发展最为妥当。


  平稳战略应对，呵护发展


  基于分享经济市场发展的不同，美国的战略应对与以上诸国有所不同。其中美国比较突出的战略表现，就是美国贸易委员会向外界传达的对于分享经济的基调——以一种不会妨碍创新却能保护消费者的方式，监管这类新的商业模式。美国的战略上的平稳是以其市场发展作为基础支撑，如今排在世界前列的分享经济企业中大多数都是美国公司，战略的定位应当从积极推动转为理智呵护为主。


  和其他国家、地区不同，美国的战略定位看似稍显“薄弱”,实则不然。究其原因，在于美国的分享经济发展阶段与其他国家、地区不同。依然可以从Uber和Airbnb等公司的发展中，窥出美国目前分享经济发展的端倪。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上，美国已然发展出数量众多、质量优秀的分享经济企业，分享经济的发展需要的是呵护与引导。因为市场——这才是看不见的推手——已经使用其自由竞争的法则为分享经济的发展疏通了道路。因此，目前美国分享经济战略上的应对就主要站在呵护的立场上，“清理道路上的石子”,并且对相应的风险进行防范。


  总体而言，在制定战略时，需要和本国分享经济发展阶段相结合，因地制宜地制定分享经济战略。不过，也应当看到上述战略的通性，即无论是积极推动还是战略呵护，其立足点都是促进分享经济发展。此点应当始终作为战略措施的基本点。


  具体促进措施：五连环


  具体促进措施是各国政府在推进分享经济发展中采取的具有普遍共通性的、能够有效带动分享经济发展的措施。当然有些措施也具有本国特色，显示出国别的差异。同时，即便是相同的措施，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也存在差异。但无论是共同的还是有差异性的措施，都为分享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此选取其中有典型意义的5个举措进行分析。这5个措施好比推进分享经济发展的“五连环”,共同促进了对于分享经济的认识，并以试验的态度探索分享经济发展，最终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惠及公民的利益，其措施一环套一环，层层递进，为分享经济发展提供较大的动力。


  积极调查研究


  分享经济有着自身的发展特点，对症下药、量体裁衣才能更好地促进分享经济的发展。在这个角度上，相关国家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2013年欧盟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召开听证会，就分享经济展开讨论，目的就是为了更加了解分享经济。此外，作为此次听证会的另一项成果，成立了分享经济的行业组织，即欧盟分享经济的联盟。该组织存在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市场调研，参与成员国相关政策制定的多边会议以及提供行业政策建议。


  英国自提出要成为分享经济全球中心后，就采取了大量行动，这包括2014年9月英国商务部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该小组主要对分享经济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包括分享经济给英国带来的价值、传统行业可能面临的风险、分享经济领域里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内容。


  美国主要由联邦贸易委员会来分析分享经济，从2015年开始联邦贸易委员会就举办研讨会，主要邀请美国知名学府相关领域的专家，听取学者对于分享经济的看法。


  除了联邦层面的调查外，美国地方政府层面，由美国国家城市联盟自我开展对于分享经济运行状况的调查，积极探讨分享经济在各城市的发展状况。


  同理，韩国由政府主导，也对分享经济进行深度研究。由韩国的企划财政部引导，开始和汽车共享、住宿等产业形式比较明显的部门接触，并对如何完善规制展开研究，目的在于能够推动相关地域的示范产业。韩国企划财政部不仅自主调研，也领导相关机构对分享经济进行分析，例如2015年11月，企划财政部和韩国开发研究院举办了主题为“分享经济的扩散：争论焦点与解决办法”的论坛，由韩国与国际上的分享经济专家参与，探讨了包括住宿、车辆、金融等分享经济产业发展概况。


  正如之前所述，分享经济作为新生事物，其发展具有自身特点。为了更好地促进其发展，在制定相关政策前需要对分享经济做出更加深入的分析，“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显然，传统的分析方式包括向专家、学者、产业部门等了解经验，多方参与的讨论显得尤为必要。


  创新政府管理，推动公众参与


  分享经济的发展注定会惠及百姓，例如交通类的分享经济平台就是以更合理的价格、更贴心的服务便利了民众出行。因此了解民众对于分享经济的意见至关重要，这也是参与式民主的重要形式。对此欧盟和美国选择一致。


  欧盟于2015年9月展开公众咨询，并于2016年3月将咨询的结果公布在网络上。咨询内容涉及分享竞技平台、公众对于现有法规的意见以及对于个人隐私的关注。


  美国对于民众意见的了解主要是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由联邦贸易委员会提供相应网络反馈渠道，通过网络来了解民众对于分享经济的看法。


  当然，相关国家政府也会认真参考通过咨询得来的公民意见，在推进分享经济发展过程中，使经济发展的果实能够进一步惠及公民。


  由于人人都是分享经济的参与者，分享经济成果和公众的关联十分紧密，因而，想要更加充分地了解分享经济，了解民众对分享经济的意见，保障民众决策过程的参与权也十分重要。对分享经济“望、闻、问、切”才能对症下药。


  鼓励行业协会的发展


  这里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欧盟。


  分享经济归根到底是市场经济的产物，通过行业协会管理与自律，不仅能更有利于分享经济的发展，而且更能够适应分享经济自身的特点。这里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欧盟及英国。


  2013年后，欧盟成立欧洲分享经济联盟，该联盟的作用重大，媒体公关、市场调研、组织公共辩论等，尽力发挥对分享经济的促进作用。


  2015年3月，在英国政府推出分享经济扶持政策的同时，由英国商务部组织，全英国最有影响力的20家分享经济企业成立了一个分享经济行业组织——Sharing Economy UK(SEUK),该组织的目标有三：第一是倡导分享经济。通过传统和新兴媒体，统一发声，大力宣传分享经济的益处，并与政府紧密合作，游说立法机构，推动分享经济成为主流商业模式，助力英国成为分享经济的全球中心；第二是制定标准。会员企业通过一份行为准则，从维护分享经济信誉、员工培训和保障安全等方面着手，以期为所有英国分享经济企业树立清晰的、需要遵从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原则；第三是寻找对策。协会通过支持研究项目、总结企业成功实践等方式，努力解决分享经济企业共同遇到的问题和挑战。


  “春江水暖鸭先知”,行业协会处于行业第一线，对于相关行业的了解最为密切，加强行业自律最能体现该行业领域的利益。分享经济归根到底是市场经济的产物，通过行业协会的管理与自律，不仅能更加有利于分享经济的发展，而且能够更加适应分享经济自身的特点。


  发展试点城市


  由于全球对于分享经济的认知尚不完善，除了采取理论探讨，实践也是获取有关分享经济知识的一种重要渠道。因此各国都采取划分“试验田”的方式，对分享经济的运作以及监管等其他事项进行实验，好比划出分享经济的“特区”。


  欧盟鼓励各国对分享经济展开试验，并愿意在各国试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做推广。更进一步鼓励各国对国内城市进行试点，例如2016年2月2日，荷兰阿姆斯特丹加入分享城市的行列，创业公司、社区中心、公立图书馆等多方主体参与，开展从知识、资产到技能的分享活动。此外，鼓励通过借助欧盟市长之约或欧洲智慧城市创新合作伙伴等城市之间的平台机制，地方城市总结和交流分享经济的经验。


  英国政府认识到分享经济能够以创新方法帮助城市解决社会和经济挑战，并推动当地发展。为此，英国政府决定2015~2016年在利兹市和大曼彻斯特区设立两个实验区，重点支持在交通、住宿和社会保障领域的分享尝试，如利兹市成立一个网络分享平台，分享资产和服务，包括闲置的空间和设备，以及居民的各项专长和技能。


  在美国，由国家城市联盟自行开展合作，反馈各城市在分享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状况，并且制作成报告供各城市进行学习。


  日本政府已经公布，从2016年1月开始，以东京都大田区为战略特区，开始实行Airbnb合法化，即一般的民宅可以直接“有偿”租借给其他人住宿。


  面对新生事物，各国政府都采用划“特区”的方式获取相应信息。这种方式既能保证不落后于实际，也能保证将可能的不利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利用“软法”推动分享经济


  法律的制定要经过严格的程序，因而效力较高，具有很强的执行力，但也有不易更改、容易落后于实践的问题。因此面对新兴事物，往往不会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这种方式也叫作“软法”。在面对分享经济如此新的事物时，欧盟便十分明智地采用“软法”进行管理，十分契合分享经济。


  欧盟即将出台的分享经济政策没有采用条例、指令的形式，而是采用指南的方式，可谓深思熟虑之后的明智之选。一方面，分享经济正蓬勃发展，远未到成熟定型的时候，这意味着分享经济仍处于不断快速变化发展之中；另外一方面，分享经济的崛起对传统经济形态已经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如果采用条例和指令的方式，虽然法律效力层级更高，但过于刚性，缺乏调整和回旋的空间，既难以满足分享经济不断变动的需求，容易造成“一刀切”,也容易引发传统经济业态的反弹。


  采用指南形式的好处在于，在划定底线的同时，给予各国自由发展分享经济发展的弹性。比如在2015年9月，欧盟启动关于分享经济的公共咨询之时，欧盟委员会就明确表示，在该公共咨询结果公布前，排除出台法规来规范如Airbnb和Uber等分享经济企业的可能性。


  英国目前采取的也都是政策类的方式，并非采用成文法律对分享经济进行规制，并且这些政策都是鼓励性政策。英国政府逐步更新其政府采购框架，让分享经济成为政府采购的选项之一，如从2015年秋季开始，英国政府官员履行公务时，可以选择分享经济中的住宿和出行服务。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增加政府办公资源的分享程度，如从2015年春季开始，英国税务及海关总署开展了一个实验项目，通过数字平台分享其闲置的文具、办公用品、家具和IT设备。


  同之前的试点一样，想要既促进相关领域的发展，又将分享经济的安全等风险问题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软法”治理无疑也是一种不错的举措。


  上述5个具体措施的立足点皆为促进分享经济的发展，构成环环相扣的“五连环”。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促进一项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即首先认识，然后实践，再通过实践得来的认识进一步完善认识，指导实践。能够灵活、机动地运用这5项措施，对于分享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监管层面：一体两翼


  普通意义上理解的监管，即对事物进行管制，多带有控制、约束的意味。然而也可以从另一种角度理解监管，即政府对待事物的处理策略。本节便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看待各地区、国家的监管策略。具体来讲，包括一体两翼三个方面的内容：市场准入、消费者保护以及从业者保障。


  市场准入


  就市场准入而言，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都遵循了一个路径，即采取“底线”策略。所谓的底线策略就如同用政府行为为分享经济的底部划定一条线，在这条线之上的事情，分享经济都可以去做。这无疑是对分享经济的一种极大的鼓励。


  欧盟通过两个措施，将分享经济的准入环节打通：其一，将参与分享经济的企业划入平台企业的范畴之内，有助于从根本上理清一些困扰分享经济发展的法律争议，如专车公司与司机是否属于雇佣关系等；其二，《欧盟服务业指令》全面适用于分享经济，这大大有助于消除现有法律对分享经济设置的准入门槛和壁垒，比如指令要求欧盟各成员国确保其服务市场的自由准入和非歧视待遇，最重要的是取消了跨区域经营企业需在营业地设立独立分支机构的要求，取消了对企业在其他成员国进行服务性经营需向当地政府报批的要求。


  美国在准入环节上的表现多体现为地方政府的底线策略。科罗拉多州州长约翰·希肯卢珀(John Hickenlooper)已经签署法案授权出行分享类服务的运行；加州公共事务委员会通过了一个法律框架，使得出行分享类的公司可以在该州境内合法运营。而奥斯丁、西雅图、华盛顿等市政府也出台政策明确允许出行分享类平台运行；奥斯汀和旧金山市政府还允许房屋分享类的平台运作。这种形式表现为在分享经济运行的道路中，清扫掉一切路障，允许分享经济驾着快车迅速行驶。


  市场准入是企业能够开展业务的前提，如果市场准入条件非常高，那么能够进入市场展开竞争的企业将少之又少。当前全球分享经济发展中，市场准入障碍是一个核心障碍。目前世界上主要国家和地区都意识到传统市场准入制度对于分享经济的障碍，在市场准入方面不断调整相关制度，以适应分享经济发展。


  消费者保护


  分享经济自诞生以来引起的比较重要的一个关注就是安全性问题，而且是集中在对于消费者的安全保护上。为了解决该问题，包括欧盟、美国都采取从平台与从业者入手，解决该问题。


  欧盟借助监管平台中介的条例指引，鼓励分享经济保险的发展，为分享经济确立最低限度的安全和质量标准，从而让消费者放心参与P2P分享活动。


  以交通领域的分享经济为例，英国和美国以监管来保护消费者的方式值得学习。例如英国将专车纳入《约租车法案》管辖，同时对专车的车辆进行详细的规定，包括车辆运行年限、年检等。对专车平台进行管理，要求其商誉良好，公司无破产等负面信息，公司管理层也无不称职之处。对于司机也有严格要求，包括年龄要求、驾驶能力要求、身体健康要求以及是否有违法、犯罪记录。同样地，在美国芝加哥，也有相关条例对专车做出类似监管，间接保护消费者，包括车辆上要有显著标识，驾驶员年龄、驾照符合规定，驾驶员无犯罪记录、无吊销驾照记录并且完成平台培训。另外，专车平台应当对驾驶员信息进行公示，并且应当方便残疾人士使用。美国加州为了应对网络约车这种分享经济类型，从“管车、管人、管平台”三方面入手保障消费者权益。具体而言，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创设了一种新的公司类型，称之为“交通网络公司”(TNC,此类公司不允许拥有用于开展服务的车辆)。网络平台在加州运行仅需一个牌照；允许私家车接入；司机及车辆审核由TNC完成，TNC对于司机的年龄、驾照、培训情况、背景调查、驾驶记录、保险等都有特殊要求，从而保障消费者安全。


  总之，分享经济消费者保护核心问题是安全问题。目前采用的监管模式是间接的事前的监管，通过规范从业者和平台，保证消费者接受的服务或者产品的质量，从而保护消费者。消费者保护方面应摒弃“泛安全化”思维，应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解决相关安全问题，促进分享经济发展。


  从业者保障


  如何监管分享经济的从业者，同时保证从业者的相关利益也是分享经济政策的重要一环，而在这一环节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举措有两个：保险制度以及税收优惠制度。


  欧盟首先就提出要鼓励分享经济保险的发展。依然以专车为例，在英国以及美国芝加哥，都要求平台在经营时提供保险，其中芝加哥要求强制保险。保险的目的在于，若发生交通事故，该保险能够对驾驶员进行赔补；或者针对驾驶员提起的诉讼或仲裁做出赔偿判决，该保险能够先行赔付。从风险分担层面对从业者提供了一层保护。


  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大量自雇劳动者。美国有自雇纳税人个人所得税减免政策，我国台湾地区对自雇劳动者有社会保险政府补贴制度，此类制度让分享经济从业者享有与其他劳动者同等的权益和保障。


  “市场准入”“消费者保护”“从业者保障”,“一体两翼”反映的本质监管思路是给分享经济放行，即无论分享经济发展的样态如何，尽量使分享经济能够在现今的体系下运行，同时抓住市场运行中可能出现问题的关键点，扫除障碍，为分享经济发展铺路。


  第二十五章 中国的应对部署


  宏观的政策环境


  “分享经济”概念首次在中央文件中被提出，是在2015年9月26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构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撑平台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53号)中。该文件指出，在当前全球分享经济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我国要壮大分享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以把握发展机遇，汇聚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同时，要推动整合利用分散闲置社会资源的分享经济新型服务模式，以激发创业创新活力。


  2015年10月29日，党的第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我国要坚持创新发展，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分享经济。同日，发展分享经济，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被纳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2015年11月19日，国务院在《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66号)中指出，我国要完善分享经济，调整完善有利于新技术应用、个性化生产方式发展、智能微电网等新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广泛拓展、使用权短期租赁等分享经济模式成长的配套制度，以加强助推新兴领域发展的制度保障。


  2016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国将把发展分享经济作为“十三五”时期的重大举措，要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成长，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分享经济发展，建设分享平台，做大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集群，打造动力强劲的新引擎。同时报告称，充分释放全社会创业创新潜能是我国政府2016年的工作重点，政府将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提高实体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为此，我国需要发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集众智汇众力的乘数效应。打造众创、众包、众扶、众筹平台，构建大中小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创客多方协同的新型创业创新机制。支持分享经济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富裕起来。


  从2015年中央文件中首次出现“发展分享经济”概念，到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促进和支持分享经济发展；从2015年中央清楚指明发展分享经济对我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具有重要意义，到2016年中央进一步提出分享经济对实施“互联网+”行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实体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的推动作用，都表明发展分享经济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


  地方政府的政策措施


  目前，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将发展分享经济的促进政策纳入本地区政府未来的工作重点，其主要着力点表现为在市场准入监管和配套制度完善上为发展分享经济营造宽松的制度空间。


  在市场准入方面鼓励融合创新


  对于发展分享经济涉及的市场准入监管，主要涉及对于可能的新的市场主体的监管和新的入市交易客体的监管两个方面。


  从目前地方政府所推出的发展分享经济的思路和具体指导性政策看，地方政府发展分享经济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利用创业创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对于市场主体的监管主要还是立基于在原有市场监管框架上进行适应发展需求的创新。具体而言，不少地方政府将发展分享经济与实施“互联网+”行动并列，要求通过促进互联网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构筑发展新优势和新动能，拓展发展新空间。这包括加快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发展分享经济。许多地方政府将分享经济模式视为一种以互联网思维为支撑的新技术和新知识，认可其在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激励经济社会新潜力发展方面将能够产生积极影响。例如，北京市和南京市政府分别要求推进基于互联网的产业组织、商业模式等创新，推动互联网新理念、新技术、新模式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发展，以发展分享经济、激发经济增长新潜力。


  另一方面，不少地方政府认识到分享经济模式可能表现为各类资源的使用权短期租赁，因此很可能为新的入市交易客体提供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配置相应的市场准入制度。河北省、安徽省政府和大连市政府制定的相关经济政策都明确提出，分享经济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使用权短期租赁”。甘肃省政府和无锡市政府指出发展分享经济的要义在于“整合利用分散闲置社会资源”。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无锡市政府将“分享经济”的定义写入《无锡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即不同人或组织之间对生产资料、产品、分销渠道、处于交易或消费过程中的商品和服务的分享，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可能参与租赁的“使用权”和闲置的社会资源，既可能包括有形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商品，也可能包括无形的分销渠道或服务；既可能包括静止的生产资料或产品，也可能包括那些正处于交易或消费过程中的商品或服务等。


  一些地方政府提出了重点或优先支持分享经济发展的领域，主要集中在能够改善人民生活的服务行业领域。例如，福建省政府提出在设备租赁、交通出行、旅游、房屋出租、体验评价等领域提供新服务，以培育“互联网+”新业态。无锡市政府提出拓展分享经济新领域，重点支持快递物流、家政服务、教育培训、媒体创意、租赁服务等领域。在这些被列举出来的行业领域中，涉及的大多数交易客体(例如机器设备、交通工具、房屋、旅游服务等)都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市场准入监管制度的规范，如何充分让这些已经在首次交易活动中完成分配的资源顺利进入二次或多次交易活动，需要政府对已有的市场准入制度进行适度调整。


  从支持创业创新和升级消费结构刺激增长


  发展分享经济需要调动分散闲置的资源，因此相应地，需要通过宏观政策引导大众将手中的社会资源投入到新的生产环节中，同时也需要引导消费者接纳这种新的产品供应来源和产品形式，形成健康良性的生产消费循环。为此，地方政府积极鼓励大众创业创新和升级消费结构。


  具体而言，为激励群众汇聚智慧、互利共赢，积极分享手中的闲置资源，从而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甘肃省政府提出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大众力量推动整合利用分散闲置社会资源的分享经济模式，发展以社会服务为核心的电子商务平台，积极发展线上与线下联动的知识内容众包，促进形成智慧汇集分享新模式。


  在激励广大消费者接纳分享经济下新的消费模式、为分享经济健康发展营造良性经济循环方面，不少地方政府将促进消费升级、增加中高端消费作为分享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在于利用分享经济优化生产供给结构、实现供需双方高效对接的特点，打造群众广泛参与、互助互利的服务生态圈，拓展服务性网络消费领域。


  积极制定配套制度进行监管


  在市场秩序监管方面，许多地方政府将自身在促进分享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职能定位为为分享经济成长提供配套制度、积极为强化产业模式创新提供制度保障，在划定政府监管和市场机制的边界上表现出了克制。例如河北省政府要求下属各责任单位调整完善有利于新技术应用、个性化生产方式发展、智能微电网等新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广泛拓展、使用权短期租赁等分享经济模式成长的配套制度。


  无锡市政府提出建立健全行业标准规范和规章制度，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机制，营造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建立健全各类互联网分享平台，完善网络信息安全体系，为分享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提出建立健全行业标准和规范以监管分享经济的发展，这就提高了各类市场经济主体对政府政策和措施的预见性，有利于分享经济参与者积极投资和消费，而政府提出完善网络信息安全体系，又进一步表现出政府将自身市场秩序监管职能限定为保护网络通信安全等最重要的社会秩序价值，有助于市场交易成本的降低和信任机制的建立。


  同时，无锡市政府还提出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机制。表现出政府对利用自身权力监管分享经济市场秩序表现出克制的同时，积极推动市场声誉机制的建立，试图利用市场自律对分享市场秩序进行更及时和有效的监管。


  市场监管中的问题


  当前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出台了多项政策支持分享经济发展，并对其发展的内容和形式给予了较大自由。然而，分享经济在实际发展中面临较大的市场监管法律适用上的障碍，具体可以概括为“一体两翼”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体”指的是分享经济的市场准入存在障碍；“两翼”指的是适用于分享经济发展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和从业者保障这两方面的配套制度。


  市场准入


  设计合理的市场准入制度是分享经济取得繁荣发展的前提条件，然而现行的市场准入框架体系不适用于分享经济许多具体形式的发展。这是因为分享经济通过社会化平台消除了市场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使得经过第一次交易从而退出流通渠道的资源或资源上附着的某种权能得以再次或多次进入经济循环。资源重新进入经济循环的过程直接或间接冲击着传统的市场准入规则，尤其是对那些实施特许经营的产业或领域产生了较大影响。


  以专车为例，分享经济产生前，私家车只能为车主个人或家庭使用；分享经济产生后，本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私家车通过打车平台能为任何有需要的个人租用，这就直接冲击了实施特许经营的出租车行业。对于是否允许私家车进行“专车”服务，目前存在两种观点：支持观点认为，对专车进行市场准入监管应当严守“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的原则，尊重技术和市场发展的客观需求，专车作为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应当被认可；质疑观点认为私家车从事专车服务的合法化将降低出租汽车的市场准入门槛，使原有的出租车特许经营制度归于无效，可能导致出租汽车行业陷入无序经营的风险。


  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反映到具体实践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对于专车市场准入的监管态度和措施。2015年10月10日交通部发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网约车管理暂行办法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部意见稿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即“专车”)界定为出租客运性质，并试图沿用监管出租车市场准入的方式监管“专车”,要求专车经营者必须在服务所在地拥有固定营业场所并登记分支机构，同时应当根据经营区域向市级或者县级道路运输监管机构报批等。而另一方面，在《网约车管理暂行办法意见稿》出台之前，上海、义乌等城市就已经开始了专车运营合法化的试点：上海市向滴滴公司颁发国内首个约租车平台的许可证，并试行“政府管平台，平台管车辆和司机”的监管模式。


  消费者保护


  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的配套制度能在分享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保障交易安全的作用。完善网络时代下的征信制度能够较为有效地保护分享经济中的消费者权益。这是因为分享经济实现了陌生人之间个人对个人资源交换，交易双方对对方履约能力的信任是交易能够达成的直接原因，因此信用制度是分享经济规范发展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也是分享经济模式下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第一道防线。分享平台通过审查交易双方的资质并对其履约情况进行累计评分，能够建立相对完善的征信体系，保护消费者。


  然而目前中国最完善的征信信息系统，包括以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为代表的金融征信，商业征信以及各类行政监管征信(包括公安、工商、税务、海关等),无法为分享平台所分享，大部分的征信信息主要依靠平台企业在运营过程中自行积累，这无疑将给分享平台在消费者进入交易前提供风险预警信息带来障碍。


  从业者保障


  分享经济催生出了许多新兴的劳动关系，制定适用于分享经济的从业者保障配套制度能有力助推分享经济的发展。分享平台提供供需信息，为从业者创造了就业条件、扩大了就业机会，同时平台上供需双方互评机制有利于实现就业平等，这调动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越来越多的个体从业者选择自主创业，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通过接入网络平台提供服务来获得收益，成为新型的自雇劳动者。但是如何对这类从业者权益进行保护，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全球分享经济几个政策趋势


  经过对目前世界上主要国家在分享经济中重要政策的分析，对于未来的政策走向，我们形成了如下判断：


  第一，未来将有更多国家将发展分享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发展分享经济，这是我国第一次将分享经济写入党的全会决议中，标志着分享经济正式列入党和国家的战略规划。此外，欧盟、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等也出台了多方政策，支持、鼓励发展分享经济，作为一项国家战略规划。《第三次工业革命》作者杰里米·里夫金曾经做出关于未来世界的三大预测，其中之一就是“协同分享经济将颠覆许多世界大公司的运行模式”。因此，可以预见，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推行改革，鼓励分享经济推动经济发展，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


  第二，创新监管思路、调整法律法规适应分享经济发展。


  分享经济从住宿、出行等行业，扩展到了诸多传统行业。但是，以Uber、Airbnb等为代表，在全球发展过程中，均遭遇了市场准入、安全等方面的障碍。Uber在其发展过程中，因平台、司机的资质和证照以及安全等问题，多次遭到限制、取缔甚至封杀；Airbnb在美国多个州引发了税收方面的争议。造成分享经济与制度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一方面是面对新兴事物政府监管思路传统，另一方面是既有法律法规设定的准入门槛、合规要求、劳动保护等不利于分享经济进入相关行业并做大做强。因此，创新监管思路、调整既有法律法规，就成为各国推动、鼓励分享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三，从单一监管走向协同治理。


  从各国对分享经济的管理来看，一个大的趋势就是从单一监管向协同治理演变。虽然治理与监管表面相似，其理念却大不相同。监管更多强调的是政府单方面的管理，而分享经济根植于网络平台，更强调多元化的参与，不仅涉及政府最低限度的管理，也涵盖企业、行业自律、消费者意识提高、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等诸多因素。不仅如此，与一味强调政府监管相比，治理的理念更加强调市场的力量，通过市场的充分竞争，可以实现监管的目的。因此，将针对传统业态的监管规则继续用于分享经济，显然是不可取的。在分享经济发展初期，采用协同治理的模式就成了一个必要的选择，一方面需要确保最低的安全和质量标准，另一方面需要为分享经济创新发展提供空间。政府监管的介入需要以市场和平台的失灵为条件，当平台可以通过自身政策合理控制相关风险时，就没必要进行过度干预和规制。


  第四，新型劳动关系亟待制度建设。


  劳动者权益问题是分享经济平台面临较多的一个问题。比如，2015年6月，美国加州劳动委员会认定Uber的一名司机是该公司的雇员，而非Uber一直主张的独立合同工。我国《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第十八条也规定，专车经营者与接入的驾驶员签订劳动合同。这一政策引发了业界一片质疑和反对。事实上，平台和供应方、需求方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传统的雇主、雇员、消费者之间的关系，雇主需要和雇员签订劳动合同，并为雇员的职务行为向消费者承担责任。如果继续将传统劳动关系用于分享经济平台，必然导致分享经济平台向传统商业组织回归，导致分享经济丧失赖以生存的土壤。比如，有的网络约租车公司有超过100万专车司机，如果要求其和所有司机签订劳动合同，无疑会成为全球雇员最多的公司，而雇员最多的互联网公司亚马逊也不过10万员工，相应的强制性劳动保障和福利将会让其承受巨额经营成本，这对创业公司而言是致命一击。因此，探索、创设新型劳动关系成为各国政府大力推进分享经济的当务之急。


  建议与对策


  结合未来趋势，我国可以如何应对？结合调研，我们内部进行了探讨，初步思考如下：


  第一，从宏观政策层面上，实现“监管”向“治理”转变。


  我国分享经济要实现大幅度发展，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政府管理的新理念。“监管”理念强调的更多的是政府单方面的管理，“治理”的理念更加强调市场的力量，通过市场的充分竞争，可以实现监管的目的。政府监管部门应该充分吸纳市场参与者的意见，政策立法需要“开门立法”、“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更多遵循市场主导思路，对分享经济持更包容、鼓励和促进的态度，站在更高的战略高度看待分享经济对中国发展和转型的意义。


  以细分行业政策和行动计划推动细分行业发展，建立分享经济的“负面清单”制度。在分享经济、“互联网+”等宏观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已经出台了很多政策文件和行动计划，但是在分享经济比较活跃的交通、食宿、服务和劳动、零售、金融等领域，相关的扶持和鼓励政策并不多见。例如，在监管障碍最多的出行行业，应当通过优化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等，建立分享经济的负面清单，明确分享经济的“敏感”领域。在清单之外的行业，允许分享经济企业自由进出，清除平台在准入许可、劳动关系等方面面临的障碍。


  第二，在配套制度层面加强完善贯彻。


  分享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离不开其他配套制度的支持。


  首先，完善征信制度等配套制度，采用公众咨询、软法治理等灵活制度，共同推进分享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并且可以重塑社会信任。信用是分享经济的“硬通货”,市场的供需双方必须建立互信关系，才会发生分享行为，才能达成交易。因此，一方面应大力发展征信市场，加快社会征信体系建设，推进各类信用信息平台无缝对接，打破信息孤岛；加强信用记录、风险预警、违法失信行为等信息资源在线披露和共享，为经营者提供信用信息查询、企业网上身份认证等服务。


  其次，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和福利机制，有关机构应为分享经济参与者提供必要的保险和福利，提供分享经济就业指导，以帮助求职者提高经验、技术和收入。鼓励分享经济平台与保险机构合作成立赔付基金，或双方合作提供保险产品等。


  可以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引导资本市场予以资金扶持、鼓励行业自律组织的组建等方式，共同促进分享经济在我国的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第三，在监管层面，创新监管方式和手段。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监管的理念深入人心。虽然治理与监管表面相似，其理念却大不相同。监管强调的更多的是政府单方面的管理，而互联网治理更多强调多元化的参与，不仅包括政府管理，也包括行业自律、企业参与、消费者意识提高等诸多因素。不仅如此，与一味强调政府监管相比，治理的理念更加强调市场的力量，通过市场的充分竞争，可以实现监管的目的。


  差异化监管和适度性监管。差异化监管要求监管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被监管对象本身的特点，尤其是面对新生“商业物种”的商业模式、经营方式等与传统不同，不能削足适履，强迫新事物符合旧的监管框架，而应在监管中鼓励创新，宽容试错。至于适度性监管，实质是监管机构要保持权力的谦逊，对于市场的创新，更多应该交由市场规律来处理。


  合理界定和解决安全问题。作为新兴的经济业态和商业模式，分享经济存在一些安全问题，但空泛地谈论安全问题意义并不大，正确的解决思路可以是：第一，分享经济的商业创新是否比传统商业模式带来更多安全问题；第二，新产生的安全问题是否可以通过配套制度加以解决。


  第四，通过多种形式为个体赋能。


  分享经济是以个体为中心的经济，平台的中心化地位只是表面现象。只有个体在其知识、技能、信用等方面强大了，分享经济才有未来。因此，政府需要通过多种方式为个体赋能。首先，需要完善包括版权、商标、专利等在内的知识产权制度，切实保障参与分享经济的个体的智慧成果。其次，分享经济将个体从公司等传统商业组织的束缚之中解脱出来。最后，要普及互联网教育，消除数字经济鸿沟，实现真正的全民共享分享经济。


  第五，加快分享经济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


  进一步加强宽带基础设施建设，提速降费，使更多人融入分享经济平台，参与分享经济服务。推出分享经济示范城市，以城市为单元，通过统一分享平台，整合城市现有公私资源，有效调节供需矛盾。将分享经济纳入政府采购范畴，政府可以身作则，鼓励各级机构使用分享经济平台选择合适差旅住宿和交通方案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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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分享经济的未来，一直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热点。


  我们认为，它将按照以下几大路径发展：


  目前分享经济处于个人闲置资源分享阶段，是以个体为基本单位，个人通过平台进行闲置资源的分享。对于传统服务业，分享经济正从交通出行和住宿领域，拓展到个人消费的多个领域，将会助力服务业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在服务业之外，C2C个体分享拓展到能源、农业等领域，凡有剩余，皆可分享，已逐步实现。


  在3~5年内，会全面进入企业闲置资源分享阶段，企业为基本单位，整合企业之间的闲置资源进行分享，包括闲置产能和设施的共享。通过消化过剩产能带来的生产革新也逐渐萌芽。


  再往后看，未来5~10年，会进入公共闲置资源分享阶段，目前已在局部萌芽，主要由政府牵头，主导公共服务资源开放共享。例如政府采购分享型服务，政府闲置资源分享，分享型公共交通等。


  未来10~20年，会进入整个城市的闲置资源分享阶段，目前海外已经有试点出现。以城市为单位，由政府统筹整合整个城市的闲置资源和分享主体。除公共服务的分享之外，还会统一规划各行业分享企业的布局。


  目前世界各国高度重视发展分享经济，许多政府出台鼓励政策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美国是分享经济发展的源头，作为产业源头，美国有非常多的创业公司，政府也在致力于推动分享经济的发展。英国政府2014年制订分享经济计划，旨在打造分享经济的全球中心。韩国政府也在放松市场管制，提出发展分享经济“示范城市”。


  第二十六章 个人分享的再创新


  短短三五年间，国内分享经济风潮，已经席卷出行分享、空间分享、美食分享、金融分享、二手交易、物流众包、专业/个人服务、医疗分享、教育分享、自媒体10大主流行业，超过30个子领域，创新了原有的商业形态，形成分享经济的新玩法。


  而纵观全球，分享经济除了这10大主流行业外，在其他服务领域，创新频出。同时农业、电力等传统产业的阵地也出现出了分享经济的星星之火。分享经济强调去中心化，人人都是产销者，个人的服务是最小的载体，但整合起来，能够发挥最大的镜面效应。


  这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生产关系，正在诸多新兴领域里生根发芽。


  新兴的服务分享


  高科技设备租赁


  一家名为KitSplit的初创公司试图在科技设备的租赁服务市场寻找机会。


  产品制造者、工作室和个人都可以将设备短期租赁。网站上租赁的产品，以摄像类的设备为主，也包括其他的高端设备。目前网站上已有价值超过100万美元的相机、无人机和其他的高端设备。相比购买设备的高额价钱，150美元用于租赁一个DJI幻影无人机24小时，高端的RED Scarlet-X摄像机是395美元，而一副谷歌眼镜是30美元，能够低成本地满足使用者的临时性需求。


  平台主打社交模式，在平台首页上能够直接看到几位物主的人物简介，就像个传统的社交平台一样。同时也会有协议保障和社交账户绑定等机制，来保障这类高端设备租赁的安全性。


  出租教科书的公司也能上市


  Chegg被誉为“图书租赁界的Netflix(网飞)”,是一家靠出租教科书起家后来上市的美国公司。


  2003年，3个美国大学生创办了Chegg的前身Cheggpost,并在2007年正式更名为Chegg。美国大学生在教材购置上可谓费时费力又费钱。首先，由于美国版权费用的高昂，平均一个学生一个学期在新教材上的花费要将近1 000美元。而学期结束后，大学生会将这些已经失去价值的旧书转手卖给回收旧书的书店或是之后几届需要用到教材的学生。


  而通过Chegg平台，学生以原价50%的价格租赁他们所需的教科书，然后在学期结束的时候将书寄回。一方面使旧书的沉没成本获取收益，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大学生的购买成本。因此，Chegg的成功实际上是看准了美国的教科书市场。起初Chegg的业务增长非常快，2008年到2010年，收入就从1 000万美元增长到1.5亿美元，并于2013年上市。


  随后，Chegg也在不断进行业务的转型，试图摆脱单一的教科书租赁模式，以图书业务为入口，打造一站式学生服务平台，例如数字化学习服务、实习就业服务、学生中心等等。


  你的东西存我家


  国外自助寄存服务已经很常见，通常是传统的B2C业务，当然租金较贵，且位置偏远。而Roost则通过C2C的方式开展，用户可以将家里的闲置物品以一种更好更轻松的方式来寄存，甚至可以放入邻居家的闲置空间内，包括地下室、车库、阁楼或者其他空间。


  Roost网站提供按照地区、空间大小搜索合适的存储空间，也可提供两种存取权限：一种是用户有钥匙可随时拿取物品；一种是用户没有钥匙，但可以提前48小时告诉空间主人需要里面的物品。


  为保障将物品存放在陌生人家里的安全，方便租户判断出租者的安全性和信任度，网站上会公布出租者的部分信息，包括个人简历、评价信息和信用等级等等。此外，为了防止发生如损坏、丢失等情况，双方也会签署保险协议。Roost也会控制交易过程和支付环节。


  Roost将用户闲置的空间利用率进一步提升，如果不能用来住人，没关系，也可以出租用以仓储，同样可以获取收益。


  靠Wi-Fi自动赚钱


  Wi-Fi这种虚拟资源共享，在国外已经很常见。早在2007年，社会化Wi-Fi共享平台Fon就开始在欧洲运营，并于2013年进入美国市场，包括最近出现的Griggi,采取了与Fon类似的运营机制。


  用户只需购买Fon的定制Wi-Fi路由器(Foneras),就可以成为Fon公共热点的运营者，并将自家Wi-Fi的一部分带宽隔离出来用于Fon会员之间免费分享，非Fon会员的用户则可以付费使用，所得收益由Fon与会员分享。在这过程中，Fon负责背后的计费系统等基础设施，实际上扮演着Wi-Fi网络虚拟运营商的角色。


  对于国内而言，根据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6.68亿，手机网民规模已达5.94亿，其中，83.2%的网民曾通过Wi-Fi接入过互联网，在单位和公共场所Wi-Fi无线上网的比例分别为44.6%和42.4%,Wi-Fi已成为网民重要的接入方式。国内也已经出现了平安Wi-Fi合伙人、Wi-Fi万能钥匙等分享Wi-Fi热点的应用，整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


  个体手工艺者的新出路


  美国手工艺品电商Etsy成立于2005年，于2015年4月上市，公司市值一度超过35亿美元。截至2015年，Etsy拥有140万卖家和1 980万买家。Etsy自称“我们不仅是一个集市，更是一个艺术家、收藏家、创造者、思想者和实干者交流的大社区”。据统计，Esty上的店家绝大多数为兼职工作者或自由职业者。


  而Etsy与淘宝类大型电商网站的区别，核心在于其主要面向个体手工艺人，进行手工限量制作的要求。Etsy最大的特点是对于手工艺品有着高标准的要求。每件商品都是由设计者亲自设计、亲手制作，并签署姓名的。成批量生产的商品绝不会出现在Etsy的商品中。


  这种规定绝不仅仅是理念，Etsy在流程上，同样这样实践：Etsy也会追究手工艺品的历史来源、制造商、原料，甚至是制作流程。如果商户没有参与制作，而是代理产品或工厂批量生产，则会被Etsy拒绝。Etsy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对这些信息进行审核，确保产品均由手工制作且不侵权。


  此外，对于设计者来说，Etsy也是值得尊重的合作伙伴。他们尊重设计者的意愿，肯定其价值。


  农业分享萌芽


  新时代的经济模式分享经济，正在进入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农业，分享经济在农业领域的变革才刚刚开始。


  水资源也可以分享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不仅是高科技、娱乐业的热土，同时也有着高度发达的农业，有近8万个农场，2013年农业产值达464亿美元。全美超过1/3的蔬菜和2/3的水果及坚果是在加州生产。但是加州大部分地区正在经历严重的干旱，有可能引发消费价格上涨、农业的萎缩，造成不可逆的环境问题。


  按照联邦法律和加州地方法律中对于水资源的规定，个人、团体或机构均不拥有水。人们只有通过合法登记、申请许可证或执照等方式才可以获取适量的水。此外，由于加州法律对用不完已分配水量的农户有相应的处罚措施，这会导致农户为了避免受到惩罚而浪费水资源。


  SWIIM公司与美国农业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犹他州立大学合作，经过5年的研究和开发来创建这个系统——使农民可以通过平台出租多余的水。这套软件首先帮助农民更有效地管理水资源，根据特定环境中的农民经营情况量身定制灌溉技术、作物清查等具体方案。农民遵循指导成功地节约水量后，可以通过向邻居出售剩余的水来增加收入。


  “对农民来说，水是实实在在的产权，是最有价值的资产，”SWIIM的CEO凯文·法兰西(Kevin France)说，“我们是在保护愿意节约用水的农户，在不浪费水的同时保证他们的用水权不被削弱。”


  SWIIM平台目前在科罗拉多州投入使用，但不久将被扩展到美国的其他地方，包括加州。公司与西部种植者协会达成协议，来进行SWIIM系统在加州少数地区的试点。


  闲置农业设备的分享


  专注于农业技术转型领域的Farmlink平台，于2015年推出MachineryLink分享项目，是基于网络的农业设备共享项目。


  根据美国农业部2012年的调查显示，农民拥有2 000多亿美元的机械设备，但是农业生产通常具有季节性，设备经常在一年的其他时间闲置。直到下一个农作物季节——就像全国大多数农民拥有的其他设备一样。


  然而，随着大宗商品价格下滑和农场的利润下降，2015年8月发布的一份美国农业部报告，显示2015年农场的利润是583亿美元，创下2006年以来的最低，农民渴望能够更高效和经济地利用农业重型设备，因为购买和维护这些设备花了成千上万美元。


  “MachineryLink是农业市场的Airbnb,”FarmLink的主管杰夫·杰马(Jeff Dema)认为，“农药喷雾器一年的平均操作时间不到60天，但对于零售商和农民来说是一个昂贵的投资。分享经济模式将为设备带来更丰厚的利润，来提高农业行业的现金流和投资机会。”


  平台致力于帮助农民利用收获季节峰值的差异性在淡季向数百公里之外的种植者出租闲置设备。平台还提供重型设备的运输服务，消除了设备共享的一个主要障碍。


  平台应用本身很简单，农民把想要出租的设备信息和照片放入网站上。其他农民可以在网站上申请在特定的时间租赁该设备，所有者可以批准或拒绝租赁，并通过网站来管理预订、运输和计费。所有者可以设定价格，一旦交易确定，平台收取交易价格15%的费用，由所有者和租赁者分摊。


  除了美国之外，欧洲也开始关注农业设备领域的分享。2015年AGRISHARES平台在欧洲的塞尔维亚成立，旨在建立一个农业的分享经济市场。


  平台可以在线匹配租赁者的需求和所有者的闲置资源，不限于物理资产或机械，它还可以提供服务，或纯粹的资源(人力或物力)。


  通过农业设备共享模式，承租人将按需租用设备，同时减少了所有权负担；对于出租人而言，可以增加投入的灵活性，提升现金流和收入。整体上增加现有的农业机械、设备和其他资源的使用情况，优化效率和降低双方的成本。


  正如FarmLink的主管杰夫·杰马所说，“提高生产力的机会在这个行业是巨大的”。


  向你的邻居买电已经实现


  除了农业C2C之外，在能源领域，关于分享经济有很多设想，比如新能源电动车的充电桩共享。将自家闲置的充电桩分享，来解决整个电动车充电不便捷的难题。在海外，关于能源领域的分享，已经有企业付诸实践。


  Yeloha,成立于2015年4月，是一家美国波士顿的初创企业，让太阳能共享成为可能。


  Yeloha商业模式为匹配“太阳主人(sun host)”与“太阳伙伴(sun partner)”。太阳主人免费提供他们阳面的屋顶，进行太阳能发电面板的安装，太阳能产生的所有电量会送入正规的电力网络，仪表会跟踪生产了多少太阳能电力。太阳主人获得一定比例的免费电力使用，剩余的电力会分享给太阳伙伴。


  太阳伙伴需要订购太阳能电费，Yeloha的订购价是一个太阳能面板每年65美元，保证产生336千瓦时的电力。如果一个家庭每月电力账单是120美元，每年需要购买20个太阳能板，来覆盖所有的电力成本。而20个太阳能板，一年的账单为1 300美元，相比普通的电力费用，大约节省10%。


  这个项目4月份正式启动以来，Yeloha将在数百个城市的成千上万的人与太阳能相连。“这听起来很疯狂，但我们真的需要太阳能电池板无处不在，”Yeloha的联合创始人阿米特·罗斯纳(Amit Rosner)说，“没有借口今天不会使用太阳能。”


  美国能源部的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NREL)认为，虽然目前共享太阳能仅占太阳能市场总额的一小部分，但这种商业模式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在美国已经有更多的项目在实施，国家通过法律来支持共享太阳能，公共事业部对于这种模式也变得越来越有兴趣。


  未来Yeloha将继续向家庭屋顶之外的各种场所扩张。“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太阳下。”罗斯纳自信地说。


  而另一家荷兰创业企业Vanderon则选择了另一种经营模式：它支持客户不通过公用电力公司，而是直接向独立发电者(例如安装发电机的农场主)买电。目前这个平台上有12个生产商，一共能产生够20 000个家庭使用的电力。


  Vandebron的创始人创办这个平台的最初目的只是想让消费者能够绕过公共电力公司，而直接向拥有风力发电能力的农场主购买能源。


  举个例子，卡迪克夫妇是一对位于荷兰北部的农场主。他们的发电机能够产生供600户人家使用的电力，他们便可以选择将剩余电力信息登记到平台上，如果有买家觉得价格合适(目前他们的价格是28美分每千瓦时),就可以在平台上直接购买电力。


  Vandebron并不会通过买卖交易来收取费用。具体的电力交易价格是由买家和卖家自主决定的，而平台只会按月份收取注册费用。而对于卖家来说，他们也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自主选择买家。


  全球的3D打印分享


  3D打印是制造业分享经济的重要一环，以3D打印设备为核心的众多“微型工厂”使数百万小型参与者聚集到一起，形成全球性协同分享系统。


  3D Hubs成立于2013年，总部在阿姆斯特丹。它建立了3D打印机共享服务平台，目标就是通过连接3D打印机所有者和需要设备的人们在全球范围内打造一张3D打印的共享网络。目前3D Hubs网络包含超过27 500个全球3D打印服务地点，向超过150个国家10亿个用户提供离家10英里(16.10千米)范围内的3D打印服务，服务范围将近世界人口的15%。在中国也有多家3D打印注册了该网站。


  3D Hubs的操作流程十分简单，用户只需要上传3D打印模型，选择打印的材料，及按需选择可用的本地设备，填上收货地址并付费，作为出租者的打印机机主就可以接受订单，并打印产品，寄送给用户。


  相比集中式的3D打印服务商Shapeways,3D Hubs作为全球领先的分布式3D打印社区，对于交货速度非常自信：“我们的速度很快，从获得订单到送至运输，这段平均交货时间只需要1.2天。而像我们的竞争者Shapeways则需要一周时间来准备打印的材料，而特殊的材料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


  3D Hubs的脚步并没有停止，于2015年10月推出了一项名为3D Hubs HD的新服务，它将联网世界各地的工业级3D打印机，满足用户更广泛的3D打印需求。


  3D分布式打印不仅在国外成为一种风潮，在国内也有初创企业开始进入这一市场。


  3D打印代表着制造业未来的一大核心发展方向，据Gartner(一家信息技术研究和分析公司)预测，全球的3D打印市场将从2015年的16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134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达到103.1%。


  分布式3D打印这种分享经济的理念，使3D打印机拥有者可以提供遍及各地的可选3D打印机，有助于收回机器成本，减缓机器折旧。需求者在下单过程中，可以就近选择自己身边的打印机，并让打印的过程变得更加透明、可控。


  奥巴马也在2014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强调了3D打印技术的重要性：“制造业在经历了10多年就业人数不断减少之后，过去3年就业人数增加了50万。这一发展趋势值得庆祝。去年，我们在俄亥俄州扬斯敦成立了首个制造创新中心。一间曾经关闭的仓库现在成了一流的实验室，许多新人在这里研发3D打印技术，3D打印有为我们制造产品的方式带来新的革命。这在其他地方也可实现。”


  第二十七章 企业端分享新风向


  分享经济新的商机出现，除了C2C的如火如荼，B2B也开始悄然发展，跨越多个领域，从办公场所到闲置的机器设备都有B2B分享的身影。企业闲置资源分享，主要指企业分享其闲置资产(包括空间或流水线上的设备),或者分享产能、营销等资源，实现生产共享和协作双赢。一方面帮助供方企业在资产闲置期间提高收入，另一方面帮助需求企业“以租代买”降低生产运营成本，更加促进了企业虚拟化运作。


  一直都有公司向企业出租设备，可以是任何东西，从复印机到推土机。但这里的新机遇是指企业利用自己的闲置设备或产能开展租赁业务，目的是为了提高它们的利用率。在过去，使闲置设备产生额外价值的主要方式是出售它，而分享经济平台出现，则提供了其他的选择。


  对于分享经济模式下的供方企业而言，本身不拥有资产，企业是通过协调海量的社会闲置资源作为供方来满足需方。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提供服务的边际成本很低，当交易无限次增加时，边际成本最终会趋近于零。


  如果某一家企业一个季度不赢利，他们可以轻易地减少其临时性劳动力的规模，或者减少购买一些设备的新合同。对于企业而言，分享经济能够按需为企业提供服务与资源，防止不必要资源的花费。企业只需要支付他们所需要的成本即可，同时也有助于提高效率，企业可以专注自己的强项，然后把其他弱项外包出去。


  分享经济的这种轻经济特性，能够促使参与其中的企业玩家，具有因“轻”而拥有的一系列优势：快速领跑市场的潜力、贴合市场需求的柔韧性及丰厚的资本回报性。


  从概念上讲，在工业B2B模式的使用方面，类似的模式一直存在。从本质上来说，B2B都是隐藏在“合同制造”以及各种外包形式(如设计、维护方面)下的核心理念。


  对于C2C的分享而言，个体之间的信任非常重要；而对于B2B的分享而言，分享设施或产能，则是关注于分享质量及所带来的最终用户体验。


  目前，企业级分享经济已深入到企业价值链的多个环节，包括采购环节的设备以租代买，生产环节传统的代工厂线上化，发货环节的运力和仓储共享及营销环节的营销活动共享、办公空间共享、专利共享及将C2C运用到商旅市场服务等多个领域。


  生产设备共享起步


  Floow2成立于2012年初，是企业级共享市场，针对一些建筑、运输、农林业企业经营中可能出现的机器闲置状况，Floow2提供网络平台，给企业间租用器械和人力提供便利。平台会在供应链的各个方面，帮助企业提高效率和可持续性。


  Floow2在荷兰和德国首次推出时主要关注重型设备。目前该公司的网站上提供了2.5万项产品，目前处于全球化快速扩张进程中。


  通过和Floow2合作，可以使企业闲置的机器被利用起来，利用沉没成本获取收益。这也给了其他公司以租赁价格获得所需设备的机会，从而无须投资和拥有该设备。


  另一方面，企业间的租借费用也比一般租借公司的便宜，能够降低企业的生产运营成本。帮助初创公司减少市场上的进入壁垒，创业公司可以全力投入核心业务的运营中，而不必过多投资于所使用的设备。


  Floow2企业CEO威尔·罗本曾指出：“我活跃在重型设备的生产领域多年。我注意到，客户不断购买新设备，而相同的设备却在几英里外闲置。原材料被浪费了，公司资金也浪费了。供给和需求可以在网络平台上聚集。Floow2主要解决了三大问题：(1)我们帮助出租的企业增加收入；(2)我们帮助租赁的企业以共享替代拥有，减少投资成本；(3)我们停止消耗世界的原料来源。自平台2012年成立以来，我们受到很多国家和国际媒体的注意，越来越多的建筑和农业公司加入我们的平台。”


  医疗设备共享萌芽


  号称“医疗设备领域的Uber”的初创企业Cohealo成立于2012年，CEO斯劳特(Slaughter)自己曾经卖微创机器人和腹腔镜手术设备。Cohealo的想法源于他的经历：看到昂贵的设备只是放置于医院存储壁橱。


  Colealo允许分布广泛的医院之间可以分享它们昂贵的医疗器械，如核磁共振仪、CAT扫描仪等其他器械。这种B2B分享经济的模式，将医院临床资产的闲置能力转化为利润，平台提供了一个集中化管控的云平台来跟踪注册医院的设备，使医院的临床运营团队可以基于平台搜索、预订所需设备，并保障设备运输的安全性，同时能够提供设备的数据分析报告，以便医院更有效部署资金和设备，来解决真正的临床需求，从而使医疗机构可以更经济地管理资源，最大化地使用他们最昂贵的医疗设备，给临床医生更多的技术支持，为病人提供更好的体验。


  在Cohealo公司的网站上，清晰地展示着公司使命——


  “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周围的大量低效医疗设备上。卫生系统通常每年花费数千万美元用于设备的购买和租赁。然而，平均利用率42%意味着大多数设备处于闲置状态。一家医院的新脊柱外科手术台可能布满灰尘，而附近的一个医院由于设备问题取消手术，或者送走患者。我们的解决方案结合了技术平台和物流支持，提供医疗设备随时随地按需服务。有些人称我们的做法为分享经济或协作消费。对我们来说，将最好的医疗技术提供给每一个病人是我们的使命。”


  建筑设备共享出现


  YardClub成立于2013年，是旧金山初创公司，允许承包商彼此租赁机械设备。建筑设备租赁已经是每年近400亿美元的产业，但是YardClub正试图建立一个更成熟的在线平台。


  建筑承包商必须在业务前期做大量投资，且不确定多少设备将用于未来。因为承包商的工作经常不稳定，可能某几个月有很多项目，其他月份就处于闲置状态。因此，在建筑业，重型机械，如挖掘机、推土机在项目之间往往是闲置的状态。


  YardClub旨在帮助承包商和建筑公司最大化他们的设备价值，提升其利用率，使承包商可以出租他们的闲置设备，而当自己的生意比预期要好时，租赁其他承包商的设备。


  “这是一场完美风暴，”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认为，“我们看到分享经济在C2C的产业已经立足，但我相信它可以在B2B领域产生更大的影响，如建筑、农业和制造业等任何前期在重型设备投资的领域。”


  2015年，大型建筑设备生产商卡特彼勒在美国宣布向YardClub提供战略融资。卡特彼勒公司负责分析和创新部门的副总认为：“点对点技术改变了交通和住宿等其他行业，而YardClub开发了建筑设备行业类似的创新解决方案。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客户不能进行所有权的共享，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


  建筑设备经销商可以将分享模式作为加强客户关系的另一个途径，通过增加重型设备的利用率和降低设备所有权的总成本——与前面提到的传统企业转型是一个道理。


  物流业共享平台化


  仓储和运输构成了物流的核心环节。物流的分享经济模式早已存在，因为物流受季节性波动影响较大。丰收时节，农民外租仓库进行存储，果农外包车队运输售卖等等。而分享经济模式下，B2B的运输和仓储可以向平台化发展。


  运输运力共享


  Cargomatic号称货车界的Uber,致力于连接运货商与资格认证的货车司机，其建立初衷就是要解决货车载货不满、运货商耗费大量成本寻找货车以及无法追踪货物等问题。


  运货商只需登录Cargomatic官网，登记所要运输的货物、所在地、运往地以及要求何时到达，平台就会给出价格，一旦运货商接受了该价格，该订单就会出现在平台上。当货车上有多余空间，货运司机就可以在平台上选择符合自己货车运输力且同方向的订单，充分利用货车闲置空间，同时运货商可以实时监控货物状态。


  目前该平台主要是在旧金山、洛杉矶和纽约市提供服务，因其短途货运的定位，所以该平台仅接受商业区的短途订单。为保障运输质量，运货司机必须以公司名义进行注册，这个要求是要保证司机具有保险、货运执照和相关许可。


  这种共享运输运力的模式，不仅可以帮助卡车司机赚更多的钱，还能提高整体货运效率。国内类似的货运共享平台也已出现。


  仓储空间共享


  除了运输环节，仓储环节同样可以开展B2B的共享。Flexe公司表示，企业业务总是处于动态变化中，而传统的仓储空间却保持不变，一些企业仓储空间短缺，一些企业却有太多闲置，就像C2C的Airbnb和Uber一样，Flexe是B2B的仓库资源共享平台，连接有闲置储位的出租者和有额外仓库空间需求的承租者。


  Flexe分享美国200个仓库，覆盖45个主要市场，平台上共40万个的仓储位占地面积超过了1 000万平方英尺(92.90万平方米)。对于买方来说，当企业需要仓库来仓储货物时，就可以登录平台按照自己特定的需求来搜索最为合适的仓库，从而方便而高效地解决企业库存问题。而对于卖方来说，只需登录平台，注册仓库的具体属性和仓储信息，并且接受平台统一提供的报价，操作非常简单。这意味着他们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提高私有仓库的利用率，并且赚得额外收益。


  营销共享开始发展


  英国商务部的调研报告指出，B2B是分享经济的发展方向之一。Brand Gathering是一个在线平台，它连接企业开展联合的营销和品牌活动，不仅帮助企业减少投入，还可以互相借用网络和客户。


  Brand Gathering公司设立的目标是为了帮助初创公司免费获得新客户，提高销售量。免费的意思是，初创公司推广自身品牌不是通过传统的耗费大量成本的广告形式，而是通过与其他品牌进行合作营销，既节省营销成本又成功达到营销效果。


  新品牌通过Brand Gathering进行品牌推广，需要以下三步：


  第一步，寻找合作伙伴。通过Brandmatch工具，根据会员信息匹配与之具有相同客户定位的品牌合作方。会员也可以在网站上浏览其他品牌发布的近期活动计划，寻找适合自己品牌推广的活动。


  第二步，联系潜在合作方。利用ProposalBuilder回复潜在合作方发布的活动公告，或者直接联系想要与之合作的品牌公司将自己的营销方案告知对方。


  第三步，开始合作。双方合作进行具体活动时可以向Brand Gathering寻求建议，其ControlPanel工具帮助会员跟踪活动任务，并帮助规划活动安排、提供品牌营销建议等。


  专利共享不是难题


  知识产权、人才和品牌，共同占全球公司大约80%的价值。然而，在美国申请专利最多的公司——宝马、三星、佳能、索尼和微软等——仅在2013年的专利申请就超过21 000项，但由于投资成本过高，只有一小部分制成产品并推向市场。


  传统企业之间也可以开展无形资产的共享，例如通用电气与创业邦(Quirky,现已关闭)曾牵头合作了一项在线社区发明共享，创业邦(Quirky)的发明家有权使用通用电气的专利和技术，生产合资产品。例如智能遥控窗户空调，可以设置为跟踪运动、声音和光线的家庭监控器、Pivot变形插座等。


  B2B共享进驻商旅市场


  商旅市场，正成为分享经济的下一个征途。2014年，分享经济的两大代表Uber、Airbnb纷纷将业务范围扩展到商旅市场。对于企业而言，除了成本之外，还可以迎合出差人员的喜好和考虑办公便利方面的因素。


  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旅游领导组织(Travel Leaders Group)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商务游客正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地使用分享经济服务。超过40%的代理商表示，客户对标准住宿以外的备选住宿供应商感兴趣。2/3的商旅代理表示，客户已要求使用按需服务的运输服务。


  Uber公司2014年推出一项专门针对公司用户的打车服务Uber for Business,是与专业的差旅管理服务提供商Concur的合作项目，Concur的解决方案涵盖了《财富》100强70%的公司。企业在Uber网站上注册，员工可以同时拥有私人Uber账号和公务账号，因公出行时切换为公务账号，和Concur账号实现对接，打车消费的账单能够直接进入报销程序，完全不需要先垫付、再报销。


  除了Uber,Airbnb公司2014年中旬也与Concur开展合作，向商旅业务进军。当商旅用户在Airbnb上搜索住处时，提供给他们的将会是更有针对性的住宿服务，例如一整套公寓，配有Wi-Fi等设施，并且符合公司在差旅方面的费用政策。


  这显然是双赢的局面，商旅客户不必再面对标准化的商务酒店，可以在Airbnb按需选择个性化和便利性的住宿，Airbnb的房东，将迎来一个更大的租客群体。


  在国内，滴滴出行也于2015年初推出企业版。企业版上线半年，已有5 011家企业开通了滴滴企业版账户，超过60万人次使用滴滴企业版提供的出行服务。“下车不付钱，月底不贴票”是最受员工欢迎的功能。


  携程商旅市场部负责人表示，分享经济进入中国的差旅管理体系，要满足三个条件：政策完善、技术成熟和客户有需求。目前最大的障碍是政策壁垒，国内对于分享经济的法规政策还处于探索阶段，发票、合规问题等尚未解决；在技术方面，相信这对于大部分专业的差旅管理机构而言并不困难；分享经济的确给效率至上的商务人士带来了便利，但企业的差旅政策是否允许，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以上条件都能被满足，相信国内的商旅管理行业很快也能成为分享经济的受益者。


  B2B企业之间的共享，代表了一种商业范式的转变，企业不再一定拥有，不再单纯依赖与大型供应商的关系，而是按需获取许多小供应商的资源，以一种虚拟企业的方式来协同工作和运转。事实上，B2B正要迎来发展的黄金期。目前B2B行业领先的企业有Floow2等企业，而在未来，B2B平台必定会迎来更多的企业，这些企业能够提供更为多元化的经营项目和服务，无论是有形资产还是无形资产都可以通过B2B的方式进行分享。同时企业数量的增加也会促进企业之间分享更多的资产，可以说B2B的前景十分广阔。


  正如Floow2创始人之一基姆·特乔亚(Kim Tjoa)所认为的：“我预见到分享经济成为未来的一个组成部分。世界上任何业务脱离资产共享都不能前行。Floow2是可持续的，它在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加强了组织和人们之间的社会凝聚力。这将会创造多重价值。”


  第二十八章 公共分享萌芽


  公共分享其实离我们不远，身边早就有。段永朝老师推荐过一个案例：上海有个平台，汇集全市400余家高校、企业、科研院所7 000余台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设施，向社会开放共享使用、提供仪器信息展示、检测测试服务等服务。


  加盟研发平台的大型仪器设施向社会开放共享服务的单位，每年还能够依据《上海市促进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共享规定》领取“共享服务资金奖励”。


  这个平台名叫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运行好多年了，效果非常好。在上海注册的中小企业，如果使用加盟研发平台的大型仪器设施，进行科技创新活动，产生具体费用，可享受市财政给予的资金补贴。


  这是公共资源分享的典型案例。建设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是《上海实施科教兴市战略行动纲要》明确提出的一项战略任务。在该平台的简介中可以看到资源分享的范围：研发平台是运用信息、网络等现代技术构建的开放的科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由科学数据共享、科技文献服务、仪器设施共用、资源条件保障、试验基地协作、专业技术服务、行业检测服务、技术转移服务、创业孵化服务和管理决策支持十大系统组成。


  从城市建设角度来看，公共分享显然大大有利于提升城市的国际竞争力。


  分享经济同样会渗透到政府和城市公共服务领域，尽管进展仍旧比较缓慢，但是政府已经纷纷开始拥抱分享经济。无论是政府革新采购框架，还是积极推动政府机构闲置资源的分享，抑或主导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的共享，都意味着分享经济从个人到企业，离整个城市的分享型系统又近了一步。


  政府采购里的机遇


  国家公车改革正在循序推进，据统计显示，截至2015年11月底，目前中国27个省(区、市)的公车改革方案已经得到批复，取消公车73.9万辆，改革前公车总数是163.3万辆，压减比例达到45.22%。


  在这种趋势下，地市政府积极响应政策号召，以节能减排、经济高效为前提，借助移动互联网的渠道找寻解决方案。而分享经济，为政府公车改革，提供了有效路径。利用分享经济平台代替传统服务，国内外已经有许多典型的实践。


  例如，2010年，英国克罗伊登区理事会通过决议，开始与Zipcar合作，让汽车俱乐部成员代替政府车队，并在工作时间为其开辟专用车道。其余时间则允许当地居民参与使用。


  美国达拉斯市政府主导与租车应用Zipcar、停车应用ParkMe以及支付应用PayByPhone达成合作，三家公司在平台上共享资源/用户/数据，为当地居民提供智能出行的环境。


  在中国，2015年6月29日滴滴平台正式宣布，将在“滴滴企业版”的基础上，根据政府机关客户的不同需求，推出“滴滴政府版”,为取消一般公务用车的政府机关提供出行用车解决方案，收费将采用单位统筹与个人支付相结合的模式。政府机关用户可以自主通过管理后台，为不同部门和级别的公务员设置不同的车型、时间等用车权限。地方政府车改后的剩余的车辆也可以纳入滴滴平台进行管理，优先保障公务用车需求，闲置时服务民用市场。


  长期致力于推动公车改革，有“公车改革第一人”之誉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曾对媒体表示，政府机关原先配备的司机也可以纳入滴滴平台，成为专车司机，既可接公务出行订单，又可利用滴滴平台接民用订单，解决再就业问题的同时，亦能提高收入。


  不仅是滴滴一家，政府公车市场的巨大前景，让多家专车公司争先进入。据财政部公开的2015年数据，仅中央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就达63.16亿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占一半以上，达34.59亿元。将这样大量的公务用车需求陆续释放到市场，对于正高速发展的共享出行平台来讲无疑极具吸引力。


  易到用车与人民数字(人民日报社旗下公司)在2015年合作推出政务用车平台。第一期试点主要为人民日报数字屏媒覆盖的400家中央国家机关部委及北京市党政机关单位，随后将拓展至中国三线以上城市的各级党政机关，更长远来看，其目标将会覆盖乡村等基层政务用车。在这个模式中，人民数字屏媒成为承载分享活动的平台，机关单位人员通过其终端叫车使用。


  对于公车改革来说，如何能够与共享出行平台合作共赢，对于政府公车改革的顺利开展和专车市场的未来都是重要的一步。


  不仅是在出行领域，在住宿市场，政府也可以拥抱分享经济。残奥会与Airbnb的合作是个不错的思路。2016里约奥委会暨残奥会主席卡洛斯·阿蒂尔·努兹姆(Carlos Arthur Nuzman)以及Airbnb共同创办人暨产品长乔·吉比亚(Joe Gebbia)于2016里约奥运会总部举办的记者发布会上共同宣布：Airbnb正式与2016里约奥运会签约成为官方另类住宿供应商。这也是Airbnb首度签约成为世界最大运动盛事的官方赞助商。


  卡洛斯·阿蒂尔·努兹姆指出：“若想增加住房供应并接触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事实证明Airbnb是绝佳的选择。我们很清楚Airbnb在里约的供应能力，也了解和此另类住宿的龙头企业合作，可为来体验里约与奥运会的游客，带来难以评估的正面影响。预期将接待来自100多个国家中为本国选手加油的观众，因此非常高兴能够和Airbnb合作。”


  政府闲置资源分享


  政府机构除了革新采购框架外，还可以自身开展转型，进行闲置资源的分享，例如英国政府为增加政府办公资源的共享程度，从2015年春季开始，英国税务及海关总署通过一个数字平台实现其闲置的文具、办公用品、家具和IT设备的共享。


  也有互联网企业看中了政府市场这一商机，作为第三方分享平台，整合政府闲置资源的共享和充分流动。据gt(government technology)报道，MuniRent是一家位于美国密歇根州的创业公司，它想致力于通过科技提高政府能力，让市与市之间可以互相租借设备，这种服务的理念在于为政府提供一种提高效率的经济基础设施，它与Lyft和Airbnb一样都给予了参与者使用的便利性和低成本。


  MuniRent的CEO艾伦·蒙德(Alan Mond)认为：“我已经积极参与到分享经济的发展之中，而且我想要做得更大，我想开始一个新的分享经济领域——协同政府。”在密歇根采访完30位公共事业部门的主任之后，他发现MuniRent是有市场发展空间的。


  许多城市都有闲置的设备，而其他相邻城市的政府可以通过向它们的“邻居”租用设备而节省时间和金钱，因而中等城市可以提高重型设备的使用率，而小城市可以便捷地租用到这些设备。


  平台设备清单的编制方法采用的是联邦应急管理局物资分类标准，这是一种标准化的命名方法，它可以使得公共事业部门主管清楚地知道他们租借了哪种类型的设备。这种明确的分类方法在快节奏的紧急情况下是很关键的。


  政府机构成为会员是免费的，MuniRent会从交易中的设备所有者的收入中抽取10%~20%。平台处理达成交易的管理过程，如提供租赁合同、开发票、寄送支票等所有的后台过程，而政府成员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准备好机器，然后承租的城市可以随时来拿走它，用完后归还给出租的城市。


  政府间的合作不会仅仅局限于设备的租用，同样MuniRent也不会。如果仅仅是设备租用的话，会面临同样的资源可以以极低的酬金被承包。MuniRent还可以开展基于服务的在线雇用，正如蒙德所说：“如果一个市政局想要出租他们的清扫工和清扫机，正如密歇根的切尔西市所做的，他们完全可以在MuniRent上实现这一想法。”


  促进公共设施分享


  城市公共设施包含城市生存和发展所必须具备的工程性基础设施，是城市顺利进行各种经济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的基础，包括能源系统、交通系统、通信系统等。


  从海外发展来看，政府促进城市公共设施的分享，目前主要从数据共享、交通共享等方面开展，逐步向其他领域辐射。


  政府可力所能及做到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开放政府的数据库。这种数据同步方案项目旨在基于开放数据，帮助当地政府更有效地为市民提供公共服务。现在许多国家、地方政府都有“开放数据”项目。


  白宫首席信息官主导开发了美国政府数据库Data.gov网站，该网站含有10万个数据库，大众可以根据公式、标签、数据库的类型、主题、贡献数据的机构、组织类型和出版社等各种方式搜索，任何人和团体都可以从中获得所需要的数据，通过开放或公开数据、信息，增强创新能力。


  法国雷恩市和巴黎市政府先后于2010年10月和2011年1月建立开放数据门户后，此后法国各地方政府也纷纷开放数据。2015年，英国曼彻斯特(共享型试点城市)政府开展数据同步方案项目。韩国政府与市民免费共享具有较高社会经济价值的首尔市公共数据。


  除了共享数据外，在城市公共设施与分享经济的结合中，共享出行是先驱领域。


  政府通过促进拼车、租车、公共自行车共享等普及措施，减少城市道路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减少个人汽车所有权和相关的成本，减少停车需求以充分利用宝贵的专用停车位，提高无车人士的流动性，同时提高诸如公共交通、步行或骑自行车等替代汽车的交通方式的使用率。这些解决方案向使用者和城市传达了值得注意的一点，即经济、时间、公共卫生和环境成本等方面，通过共享出行得到了极大节约。


  海外政府也出台了多样化的政策，促进共享出行领域的发展。[1]


  1.为共享出行提供指定范围、费用打折或者免费停车


  停车位置方便、停车有保障是用户参与共享汽车的主要动机，而共享运营商则缺少与密集停车位的入口对接，这是运营商在业务扩张中的一大限制。因此，使共享车辆覆盖更多的停车场，可以增加城市中共享车辆的参与度。


  城市可以通过豁免停车时间限制、增加共享汽车停车场、停车免费或者降低收费或者发放停车证、统一停车条款(即共享车辆可以在街上任何位置归还)、允许住宅车位向共享汽车租赁等多种政策促进共享停车位的便利性。例如美国华盛顿特区于2005年开始为共享汽车运营商提供街道上的停车位，之后拍卖给了3个运营商84处路边停车场，获得近30万美元的收入。2013年7月1日，旧金山将扩大其6个月前在街道上的共享汽车停车点，这是旧金山交通局提出的共享汽车政策的一部分。这种租赁人口稠密地区的停车位给共享汽车运营商，其目的在于增加共享汽车的可见性和可触及性。同时，还提供大部分汽车共享停车场由街道市政停车场以折扣拼车费率(约50%的全月率)。


  2.为共享汽车申请更合适的地方税收或补贴


  芝加哥、波士顿、波特兰等城市降低了共享车辆税率，取得了成功。他们让市政法规区分共享车辆和传统汽车租赁。


  巴黎政府与波洛利(bolloré)集团签订意向公共服务协议，规定一方面波洛利每年为Autolib项目中运营的每辆共享电动车承担3 000欧元的费用，该费用主要用于维修和保险等服务。另一方面政府将提前支付波洛利400万欧元的资金来补贴公司，维持项目经营。


  3.为拼车提供道路规划支持


  几十年来，随意拼车行为发生在美国道路拥堵的各个城市，包括在华盛顿、休斯敦、西雅图以及许多高承载车辆车道，这些高承载车道在高峰时段能大幅减少旅行时间，如旧金山-奥克兰海湾大桥。指定拼车搭车点例如在街道上放标志或在高速公路入口匝道处放路标，鼓励合伙用车，充分利用时间和节约成本。


  政府可以为拼车出行进行市政规划，例如城市可以沿高速交通路线建立或扩大高承载车辆车道，通过指定方便地点作为拼车打车点和换乘站，鼓励拼车。


  除了数据共享、交通共享外，海外政府在其他公共设施领域，也陆续有相关举措出现。较为常见的方式为政府与企业合作，建立供市民共享的有价值的公共设施，如公共交通工具、公共图书馆、公共衣柜等，不仅可体现政府注重社会关怀，还着实提供了便捷高效的生活方式。例如：德国街头出现的公共图书馆、公共衣柜、“赠物箱”、公共物品柜等“共享式街头公益”活动设施等。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分享经济进程的不断发展，政府积极拥抱分享经济已是大势所趋，无论是政府资源的开放共享，还是城市公共设施的共享都已萌芽和发展，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不断参与进来，使得分享经济的道路越发展越宽广。


  
    [1] 延展阅读：分享和可持续经济法律中心，《分享城市政策》。

  


  第二十九章 打造分享型城市


  分享经济已经衍生出许多社会应用场景，分享城市大概是最激动人心的一个。在1800年，全球只有3%的人口居住在城市。现如今，这个比例已经上涨到50%,而且据预测，全球城市人口将在2050年达到70%左右。


  在经济需求和新技术的驱动下，人们创造出新型的更灵活的方式来满足就业、住房以及出行等生活需要。过去，人们只能购买汽车并占用宝贵的城市空间来停车，现在，人们可以选择共享汽车、停车位来减少公民、城市基础设施和环境的负担；同样，在住宿市场中，旅客可以选择私人家庭住宿代替酒店住宿。可以预想，分享经济会对城市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比如重塑城市空间、创造就业机会、减少犯罪、交通管理以及为公民提供资源等方面，将来都会有重大的改变。


  城市最初建立的目的就是分享，分享是推动城市繁荣、创新和交流的引擎。对于面临越来越大资源压力的城市来说，现在是时候跟随先驱们发展分享经济了。


  如果要发展分享型城市，可以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要提供分享网络，可以将诸如交通、住房、个人资产以及技能等资源在这个网络中实现分享；第二步是以市民为中心，提高现存公共设施的分享能力以及增加个人闲置资源的分享途径。


  首尔和阿姆斯特丹等是典型的分享型城市。城市通过自主设计公共设施、行业布局以及规章制度来保证不同形式的分享经济模式的运行，并且通过制定分享经济的政策来支持食物供应、就业、住房和交通等领域，以保持和发展当地社区经济从而加强城市共享领域。


  在这样的“分享城市”中，汽车共享服务的普及大大减少了交通堵塞和碳排放量，居民可以通过打零工来赚外快、通过共享办公或其他空间来充分利用闲置资产、互相传授知识技能、利用闲暇时间相互帮忙、共享资源以节约资金等等。分享经济的出现使城市进入更广阔的平台，这里的就业机会更多，智能科技更发达，人们也更健康。


  据非营利新闻平台shareable网站不完全统计，全球正积极搭建分享城市网络，2013年10—12月，世界上近50个国家开始规划它们的分享资源。截至2015年，近100个城市已经加入这个雄心勃勃的城市共享计划中。


  分享经济对政策制定有深刻的影响。分享经济挑战了传统城市规划和监管框架的核心假设——住宅、商业、工业和农业活动应该彼此分离，同时每一个家庭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通过共享、交换和对等的买卖，分享经济把独立的人们及其工作连接在一起，通过合理安排基础设施、服务、优惠政策和法规，城市政府也开始向分享经济促进者的角色转变。


  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分享城市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特殊角色，但目前仍有许多政府不知道分享经济的存在，即使已经实施分享经济计划的政府也很忐忑，不确定这是否真的会带来益处。但是无论如何，政府部门的参与对分享城市的建立至关重要。


  至于如何实施具体分享经济实施措施，城市可以建立一个相关的委员会，寻找机会，创造和推广“分享城市”。研究分享经济模式下的公共服务、创新和公民参与形式，开辟闲置政府资产(如空间、土地)共享的新途径，建立可以共享的基础设施，建立分享经济成员加入(居民、社区、公司和社区领导等)的鼓励机制，实现可持续的覆盖全范围的“分享城市”。


  政策制定者和政府机构应该加快制定和实施相关法律与监管措施，为企业、消费者、供应商和交换者提供共享的保障机制，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规则已经是过时的基础交易行为。政府应收集各方面数据，了解城市现有消费以及资源浪费的情况，专注于创立一个更强大的有利于分享经济发展的环境，为这种新的商业模式成功运转奠定良好的基础。


  目前，英国、美国、韩国、荷兰和意大利等国都明确推出了分享城市的试点，下面就是有代表性的分享城市的具体介绍。


  英国的试点城市


  英国政府2014年制订分享经济计划，旨在打造分享经济的全球中心。并于2015~2016年在利兹市和大曼彻斯特区设立两个实验区，两地有不同的侧重点，利兹侧重出行分享；曼彻斯特侧重于健康以及社会关怀事业上的分享。除了英国政府明确规定的试点城市之外，首都伦敦也在智慧城市和分享城市领域有所尝试。


  利兹城市地区


  利兹是英格兰西约克郡的一个城市，在工业革命后，利兹市成为英国重要的制造业中心，后来经济发展后成功转型，如今成为经济中心，服务业为其主要产业，占比达到70%。利兹市现在已经成为英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其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也十分迅速。


  利兹将会通过一系列的举措检验分享城市这一概念的可行性，相关举措主要是将各种各样的出行分享方式和传统出行结合起来，包含当地汽车俱乐部的App、自行车共享的App以及有关公共汽车、火车和出租车的App。此外，当地部门也将建立一个由理事会运作的平台，方便居民分享设备(如火车、剪草机)和相关技能。具体内容为：[1]


  1. 开发新的手机App和共享运输系统——使乘客无缝使用公共汽车、火车、汽车俱乐部、出租车和自行车服务。


  2. 用汽车俱乐部会员替代当地市局车队；为汽车俱乐部开放更多的停车区域(比如火车站)。


  3.利兹城市地区和西约克郡的专家合作建立科克里斯理事会，由彭博慈善基金会(Bloomberg Philanthropies)提供支持。科克里斯理事会正在探索新的公共资产和公共服务提供方法，旨在充分利用未开发的本地资源和闲置的空间与设备，如利用本地居民使用剪草机或卡车的技能。


  大曼彻斯特郡


  曼彻斯特市是英国第二大金融中心，同时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商业、工业、文化中心。其隶属的大曼彻斯特郡是英国最大的都市区之一，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经济区之一。


  在曼彻斯特，分享经济将会服务于健康以及社会关怀领域，利用技术发展社区资源，更好地将居民和服务供给方对接起来。具体内容为：[2]


  1.侧重于健康与社会关怀。通过志愿服务和创建社区中心的方式提高社区功能，满足居民需求。在传统的健康和社会保健服务的基础上，加强社会应对能力，从根源解决焦虑和社会隔离的问题。


  2.大曼彻斯特更深入地了解个人和社区的重要性，利用社区资产，发展社区中心和微型企业，以促进新技术的利用、价值交换和志愿服务的一体化。


  3.政府开放同步数据。数据同步方案旨在帮助当地政府利用开放数据更有效地为市民提供公共服务。政府各部门和其他公共机构之间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数据传递，中小企业也能够获取政府开放的数据来开发商品及服务。


  4.鼓励创新应用。允许和鼓励公共部门、商业企业和社会组织运用新公开的数据集。在所有开发出来的应用中均包含使用的数据集链接，以保证这些数据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


  伦敦


  伴随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伦敦将面临巨大的资产和资源压力，分享经济在普遍紧缩的预算约束下快速发展，其发展既包括民间商业的尝试也包含政府支持分享经济的举措。


  现在伦敦居民私有轿车的保有率很低且在持续下降。与此同时，自行车分享服务取得了显著的成功，高额的住房成本激励人们充分利用房屋、办公室和公共建筑。


  伦敦市民开始接受各种分享经济平台，比如Airbnb、Love Home Swap、Zipcar、Hassle和TaskRabbit等，这些平台在伦敦尤其是东区科技城取得了成功。


  大伦敦政府推出“分享城市灯塔计划”,并进行了一些首创性的试验。2015年，该计划获得欧盟委员会24 988 759欧元的资助。其中具体涉及分享经济领域的措施包括：


  试验以共享电动自行车取代私有轿车，将电动汽车用于当地物流和汽车共享领域；


  建立数据分享的新模型，使人们得以利用海量数据来改变城市、社区和服务业的运行方式，再进一步建立公共数据分享平台以供各个城市使用等。


  美国的分享城市及决议


  2013年6月，美国市长议会中，由包括旧金山的李市长和纽约市的彭博市长在内的15位市长共同发起分享城市计划。他们一致认为分享城市可以更好地发展分享经济，但是当地陈旧的法令却在阻碍其发展。最终会议通过了“支持分享城市政策”的第87号决议。该决议正式承认了分享经济的重要性及其带来的机遇。


  决议认为，经济的不稳定造成了美国城市地区大量失业，即使生产力激增，但是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收入和工资却停滞不涨；在过去的30年中，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收入年增长率只有0.36%,而整体经济增长率却是2.66%。过着与世隔绝生活的美国人数量自1985年以来增加了一倍，老龄化群体这一现象更为突出。无论是城市还是郊区，邻里社区关系均有所下降。


  新兴的分享经济重新定义了物品和服务的交换、定价和创造的方式，即公民之间通过交换来替代占有物品或服务，把未充分利用的资产放到分享经济市场中进行交易，实现其价值。分享经济为公民提供新的途径改善就业、住房、交通以及食品状况，为家庭和当地企业带来了额外收入，还将产生再投资社区。新的经济机会催生出众多的企业。


  迄今为止，城市已经为分享经济投入了很多资源，存在于社区居民、邻居和同事之间形式多样的分享加强了社区间联系，使城市在经济和环境的重压下更具弹性。在过去几十年里，许多城市已经率先通过试点推出了分享经济运营模式，如汽车和自行车共享、联合办公、消费合作社、家庭交换和共享、工具库共享等，这些方式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通过这种方式，居民接触到一些原本接触不到的物品和空间。新的技术平台和社交工具使更多市民通过与陌生人分享闲置物品而获得了更多交易机会。分享经济企业已被视为创新和保障就业的引擎，能在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推动经济发展。


  分享经济影响到城市的方方面面，改善了包括经济增长、城市化、运输、减少犯罪、设计城市空间、创造就业机会、提供公共服务在内的诸多领域的传统运行方法。因此，为更好地支持分享城市发展，美国市长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 鼓励人们更好地理解分享经济及它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带来的利益，建立更强大、更标准的方法来衡量它对城市的影响。


  2. 加强地方力量，重点审查现有条例中可能阻碍分享经济的部分，提出修订的解决办法，惠及公民。


  3. 积极推广已被验证有效的共享机制，适当公开政府所有的资产，使普通公众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闲置资产。


  对于纽约、旧金山等分享城市，政府已经开始落实决议，从多个方面着手推进：


  纽约


  纽约科技发达，一直被视为初创企业和投资人的沃土。在分享经济的大潮中，纽约当之无愧成为美国东部分享经济的中心，许多分享经济的初创企业诞生于纽约。其中代表性企业有Citibike、Trustcloud、Krrb、Applico、Igobono、EatWith等。Citibike是纽约市推出的自行车共享系统，2014年该系统拥有600辆自行车，租借者可以在位于曼哈顿岛和布鲁克林的332个站点租借或归还自行车，迄今为止，该项目已经进行了1 320万次的租借服务。预计到2017年该市骑行者数量将会达到2007年的3倍，而且统计发现，自2001年起自行车的人均事故率下降了72%。


  纽约市近些年在分享城市领域的尝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中既包含政府的相关政策支持，又包含社会组织在建设分享城市中的尝试：


  政府在皇后区建立了企业孵化器——企业家空间，培育与食物有关的纽约初创企业。实现了全天24小时开放，已有超过100个创业者在此建立自己的业务。在最初的两年间，该孵化器为当地经济贡献了500万美元。


  纽约市长期支持分享住房。都市住房援助委员会成立于1974年，已帮助超过1 600户居民分享有限的住房。通过与城市签订长期合同，都市住房援助委员会为居民提供种子资金、技术援助、法律咨询、建筑规划、管理培训等住房分享服务。


  近几年来，家庭生活中心(CFL)作为一个非营利性的社会服务组织，已在大的移民区如日落公园、布鲁克林等地孵化新的工人合作社。2012年，纽约市议会向CFL拨款14.7万美元，帮助它在纽约其他城市社区培育两个额外的非营利合作社孵化器。


  自1985以来，纽约家庭护理合作社为低收入、工作不稳定、缺乏工作机会的慢性病人、残疾人、老年人提供家居护理工作。该合作社雇用了近2 000名工人。


  纽约布朗克斯罗盘高中与绿色工人合作社合作，为高中生开设分享研究院。在分享发展班中选择部分优秀学生为学校的分享事业建言献策。[3]


  旧金山


  旧金山因其毗邻硅谷，被认为可能是美国分享经济的最大中心。著名的共享性企业Uber、Airbnb、Lyft、City Car Share、Science Exchange、Feastly、Fitmob、Udemy等总部均在旧金山。除了我们熟知的Uber、Airbnb、Lyft、City Car Share外，还有许多其他领域的共享型企业。Science Exchange是一个科学合作的平台，科学家可以在这里预订全球最好的实验室的实验，旧金山的OncoSynergy生物技术公司就将其全部实验都外包给该平台，以帮助其测试治疗埃博拉病毒的药物。Feastly是一个共享美食的平台，旧金山是该平台的三大主要市场之一。


  旧金山分享城市的建设除了共享型企业的发展带动，政府的相关支持也必不可少。2012年，旧金山政府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分享经济研究小组，综合考察有关分享经济的经济优势、创新企业等政策议题。2013年7月15日，旧金山市长李孟贤宣布当天为“Lyft Day”,以纪念Lyft公司在旧金山的建立。政府对分享经济的支持还有许多有趣的例子，例如2013年8月，当旧金山交通委员会宣布奥克兰海湾大桥在劳动节关闭维修时，顺便为市民推荐了Carma这个拼车App来帮助缓解交通拥挤。以下列举了旧金山政府近些年来为促进分享经济发展和分享城市建设的相关举措：


  1. 2013年7月1日，旧金山为表示对汽车共享计划的支持，将汽车共享车位的使用权限延长了6个月。


  2.制订新的多元化汽车共享发展计划。城市规划要求，新建建筑需提供永久性的汽车共享车位，某些非住宅区需占比5%的停车位，供认证的汽车共享组织或其他类似的合作项目短期使用。


  3.创建了一个新的土地使用类别，称为“周边农业”,允许农业进入大多数住宅、商业区和工业区附近。这使得各种社区园林、社区支持农业、园林市场，商业农场能在不到一英亩的范围内出售或捐赠他们的农业产品。


  4. 2009年，市长加文发出指令，要求该市改造空地、屋顶、窗台和隔离带等闲置土地，使其成为社区花园或农场。


  5. 共享办公室与物质资源。2012年，旧金山的经济和劳动力发展组织为环境与经济权利组织提供了办公室。[4]


  在倡导分享经济发展的同时，旧金山政府也重视企业的正当竞争和消费者权益的维护。2014年旧金山经济与劳动力发展部在领导跨界融合与创新时曾提到，政府承认分享经济的价值，不过政府也有责任平衡消费者利益和新技术发展，也要确保如出租车等行业的正常竞争秩序。2014年Airbnb的合法化就是该理念的典型代表，Airbnb合法化的一个要求就是要与相关利益方签署条约，保障消费者权益和行业竞争。


  韩国：首尔分享型城市宣言


  韩国首尔市描绘的是一幅互联网时代分享型城市的蓝图。当地政府公布了首尔分享中心的网上目录，其中提供的服务遍布全国，具体包括共享时间、空间、技能、商品以及信息。首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现代分享型城市的范例——分享型城市不仅仅是一个公共部门得以进入到私人分享经济商业的地方，更是一个需要政府和公共部门积极推广分享经济的地方。


  首尔市于2012年9月20日公布《首尔分享城市宣言》,并发表了《首尔分享城市促进计划》,后者包括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扩大城市共享事业和分享城市基础建设的政策内容。首尔市将“分享城市”视为社会革新的对策方案，期望由此创造新的经济机会，减少资源浪费，解决首尔市区存在的一些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


  以往的城市政策主要是集中在道路、停车场、学校、图书馆等分享城市的基础设施，今后将建设提高空间、物质、技术等闲置资源使用效率的设施，尊重私营部门的同时，引导公共资源对市民开放共享。


  首尔市为支持《首尔分享城市宣言》制定了以下措施。[5]


  1.为分享城市开放信息平台


  首尔市于2013年6月26日开设了“首尔共享枢纽”(http://sharehub.kr)官方网站，将分享企业的相关信息和分享城市信息汇聚在一起。市民只需搜索“分享城市”一词，就可以轻松找到所有相关的信息，参与分享经济活动也变得更加容易。


  “首尔共享枢纽”网站还与国内外分享经济团体和企业、媒体及社会各领域信息一起，形成网络，发挥着联系各机构的支持作用。


  2.支援“分享团体”及“分享企业”


  为提高市民对私营分享团体、分享企业的信任度，首尔市实施分享团体和企业的认证制度。截至2015年9月，首尔市已认证63个团体及企业为“分享团体”及“分享企业”,赋予它们分享城市品牌标识(BI,Brand Identity)使用权，政府支持这些企业在市民中开展宣传活动，并推进他们与首尔市相关部门的合作事业。


  首尔市为分享经济创业项目的预创业者提供办公空间、咨询和活动经费等支持，已支持63家分享经济团体和企业，支援金额超过4.7亿韩元。


  3.扩大市民参与


  “首尔市共享促进委员会”是由法律界、媒体、企业、非营利私人组织、科研机构、经济、社会福利、交通、创新事业部门的局长级公务员组成的，主要职责是为促进分享经济建言献策，并进行对分享团体、分享企业的认证审议。


  象征分享城市首尔的BI和标语是政府鼓励市民参与的一项措施。共享首尔BI将数学符号“÷”和“+”加入了共享首尔BI的文字中，以传达分享能创造出更多便利的理念；而标语“千万种分享，千万种幸福”也希望市民通过分享提升生活质量。二者都是政府向市民征集并筛选出来的，首尔市民提供了许多风格各异作品，政府对分享城市的宣传力度可见一斑。


  政府致力于举办多种形式的活动让市民参与进分享城市的建设中来。2013年1月起，首尔市政府与分享企业Wisdome合作，举办了帮助市民理解分享城市和分享经济以及学习参与分享经济方法的“首尔遇上分享经济”演讲活动，累计共有1 207名市民参与。2013年4月，政府举办了市民收藏图书的分享活动、“共享书柜”活动以及在地铁里看书的快闪族聚会“读书的地铁”,市长朴元淳与市民在地铁里分享图书。2013年8月，举办了共享首尔展览会，吸引了一万多人前来参观。10~11月间，通过与分享企业Zipbob、Wisdome等的合作，政府在市中心举行了体验活动，让市民当场体验分享企业的各项特色服务，获得了市民们热烈的反响。


  截至2015年9月，首尔市政府主导发起了十余项城市资源的共享项目。


  2016年，首尔市政府称将会继续推进相关工作，重点将放在培育以Airbnb、Uber为代表的O2O企业和服务上，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在法律和制度上为分享经济发展和分享城市建设铺路。在经济危机和经济环境不明朗的时期里，促进分享经济增长，是政府促进社会繁荣、增强经济恢复能力所能做的重要事情，这应成为城市谋福利的决策者和规划者的行动指南。


  
    表29–1 首尔市政府主导的11项城市资源共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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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欧洲第一个分享城市”


  ShareNL是荷兰一家致力于发展分享经济的平台。2013年11月，这个组织的官网上出现了这样一句使命陈述：将阿姆斯特丹变成欧洲第一个分享城市，令每个人都能获得使生活更加精彩幸福且可持续的产品、服务和知识。同时该组织还表示其工作目标是让阿姆斯特丹市长埃伯哈德·凡·德拉恩(Eberhard van der Laan)签署一份类似美国15位市长签署过的分享城市计划决议。


  为什么在阿姆斯特丹会出现这样一群人和这样一个组织？这与荷兰，特别是阿姆斯特丹这个城市在发展分享经济上取得的进展有很大的关系。荷兰本土的分享经济初创企业成长较快，其中部分企业的业务已经发展到邻国。投资于这一领域的资金逐渐丰富，主要行业和大型企业机构也纷纷开始关注分享经济的发展。随着各方关注分享经济的热度攀升，荷兰的分享经济将迎来它的黄金时代。


  其实不仅仅是在民间和行业组织，阿姆斯特丹政府也在积极建设分享经济。政府极力推广汽车分享事业，阿姆斯特丹在推进汽车分享上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并且该市还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对Airbnb这个在许多地区引起争议的分享经济鼻祖企业公开表示了开放的态度，阿姆斯特丹政府是这样描述Airbnb的：“假日短租这样的现象，符合阿姆斯特丹这个宣扬价值自由和积极连接世界的城市。它更好地利用存量房，填补游客的需要，为游客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并且刺激了本市旅游经济。它也很好地适应了目前正茁壮成长的社交媒体，满足游客‘像本地人一样生活在阿姆斯特丹’的需求。”


  自成立之初，ShareNL就向阿姆斯特丹政府提交过多次发展分享经济的提案，引起了政府官员的注意。另外在协同实验室(Collaborative Lab)和Shareable等多个机构的咨询和帮助下，阿姆斯特丹于2015年2月正式发起了关于“阿姆斯特丹分享城市”的联合倡议，该项目联合了包括分享经济初创企业、分享经济行业组织、高校机构和政府机构在内的各界人士的力量，共同为建设欧洲第一个分享城市、到2030年建成共享社会(collaborative society)的目标努力。


  ShareNL 2016年2月份的一份报告显示，84%的阿姆斯特丹市民乐于分享，包括工具出借、汽车分享、空间分享、服务分享和饭食分享等。目前在阿姆斯特丹如火如荼进行着如下的代表性分享城市项目：


  ·汽车分享：大量的驻车拥堵挤占了城市儿童游戏活动的空间，此项目着眼于解决这一问题。


  ·空间分享：城市图书馆项目，为市民提供座谈和研讨空间；分享塔(The Sharing Tower),为有相同兴趣和理想的租客提供合作和分享的空间。


  ·物品分享：物品租借平台Peerby鼓励邻里间租借。


  意大利米兰：共享世博


  2014年12月，意大利第二大城市米兰，市议会通过一项决议，决议中采纳了分享经济的定义，同意用“分享使用”的概念代替“所有”的概念，并出台了名为《分享城市米兰》的文件，为分享经济在该市的发展提供指导。在相关企业、贸易协会和消费者组织的通力合作下，米兰成为意大利第一个正式认可分享经济概念并推行相关政策的城市。米兰还将于2016年11月16~18日举办主题为“分享城市”的2016欧洲城市论坛。


  在出行共享、空间利用、信息共享和政府资源共享等方面，米兰具有较多经验。


  自2013年起，一个由学者和城市规划家等组成的委员会便尝试推动“共享世博”(Sharexpo)计划，以“分享经济”作为世博举行期间的城市运作模式，借此消除意大利当时存在的阻碍协同性服务发展的法规障碍，推动分享经济发展。米兰主管经济发展的官员克里斯蒂娜·塔亚尼在世博会前接受采访时曾表示：“米兰世博会必将成为一个试验场，考验这些主打商品及服务再利用的(分享经济)平台是否好用，米兰正为一系列分享经济运营商登记注册。分享经济企业借世博会的契机，在米兰实现了一次较快的发展。”


  据媒体报道，世博会前夕，Sharexpo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3/4的意大利人愿意使用房屋共享服务，可见居民对分享经济持有较高的热情和认可度。


  世博会期间，米兰的交通共享也有一些新的举措。2015年5月彭博社报道称，米兰的汽车共享项目中，有5家运营商运营了共1 800辆汽车，米兰还自称有欧洲第四大自行车共享项目，米兰的自行车共享系统有3 600辆自行车和大约3.1万用户，在全世界居第12位。世博会期间，米兰市还引入了电动汽车共享，与意大利CSG公司的Share’NGO品牌进行合作，推广电动交通共享事业，成为电动汽车共享的城市。


  米兰市的企业家在世博会期间也参与了很多空间分享的活动，以满足世博会的需要，例如企业共享办公空间、餐厅共享厨师服务等。据媒体报道，当地一家名为Open的书店在世博会举办前期曾提供了40个活动空间，一个月举办过60场活动。Presso是一家位于唐人街的产品陈列室，其实也可以认为它是公共客厅，因为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出该店，并且使用店内的产品，同时这个店面还支持将空间租给个人，供其举办私人晚宴或者派对。店面不会向居民个人收取任何费用，其盈利来自于来店内推广产品的公司支付的报酬。米兰市政府鼓励这些共享空间在世博会结束后继续运营，在政府投资150万欧元的5个空间中，有两个空间是“分享经济区”,专门负责分享经济相关的讨论与合作。


  米兰世博会，成了分享经济的演练场，也将分享经济这种新的城市管理模式的良好运作展现给世人。


  分享经济通过有效利用公共资源——如与市民团体、商业以及公共部门的合作，实现福利最大化。这个理念将会被用于城市发展之中。


  分享城市是一个有趣的混合体，包含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等整个城市的资源，它基于一系列公共资源的有效运行来保障，这些公共资源几乎包括了从网络到公开的数据、闲置的公共土地等方方面面。


  分享城市将会创造出更多公民参与的途径，让大家认识到城市是一个共享的空间，并让社区中的每个人都有机会能够分享，创造出资源、价值和知识分享新形式。这个开放资源的网络平台，列举并定位了城市所有的活动以及居民之间的交换，而且允许公民交换所有种类的东西。分布式网络可以通过个体市民参与、合作来创造财富。它可以将原本困难又花钱的工作变得很容易，使得资源利用更有效率，减少了废物排放，降低了处理成本和管理成本。


  对于如何建设分享城市，英国创新基金会Nesta将其总结为以下八大方面，包括：管理规范分享经济，防止其破坏性地侵入现有经济；积极宣传本地的分享城市建设；主动寻求创新，在采购和运营方面引入分享经济的解决方案；为分享企业提供更多的机会；投资建立分享城市所需的技术和企业；提高城市物理和数字的连接性；支持创新和分享经济的内部能力；利用数据来创造更大的公共价值。


  正如当年市场经济开启了世界经济的新篇章，分享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也正将不同主体、不同城市、不同国家、不同领域席卷其中。


  正如本篇提到的，从分享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分享经济参与的经济主体正趋于多样化，从个人之间的分享，到公司之间设备、资源分享，再到政府之间公共服务的分享，最后发展到以城市为单位的分享型城市。分享经济从其发源地美国扩展到欧洲、再到亚洲、大洋洲等各地域。分享经济初创企业最初只是出现在少数科技发达的城市，伴随着分享经济的发展、分享理念的普及，更多的城市也慢慢开始拥抱分享经济。分享内容也纵深发展，从最初出行住宿的分享，扩展到农业、制造业等产业，最终达到凡有剩余皆可分享的局面，成为本世纪最不可忽视的经济新业态。


  
    [1] 延展阅读：英国商业、创新和技能部，《政府回应独立审查分享经济》。

  


  
    [2] 延展阅读：英国商业、创新和技能部，《政府回应独立审查分享经济》。

  


  
    [3] 延展阅读：Shareable and the Sustainable Economies Law Center: Policies for Shareable Cities。

  


  
    [4] 延展阅读：Shareable and the Sustainable Economies Law Center: Policies for Shareable Cities。

  


  
    [5] 参见首尔市官方网站“分享城市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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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分享经济政策报告[1]


  一、政策梳理


  1.国家立法


  目前，韩国尚未出台针对分享经济的国家层面的法律规定，韩国政府正致力于制定相关规定。


  2015年12月，韩国企划财政部(Ministry of Strategy and Finance)首次宣布拟将分享经济纳入制度层面管理。


  2.地方立法


  韩国的部分地方政府(主要集中在京畿道、首尔市、釜山广域市、城南市、全州市等地区)颁布了针对分享经济的法律法规，具体情况如下[2]:


  
    [image: ]

  


  对于分享经济，韩国目前并没有全国性的法律规制，仅由部分地方政府出台了相关促进或活用化条例(以下统称“条例”)。上述各项条例对于分享经济也只给予了概括性的指导意见，但具体细节仍不够完善。


  3.各机构对分享经济的认知及观点


  对分享经济的赞成和反对意见势均力敌。有评论认为，分享经济是创造新规范的革命性的构想事业，也有评论认为，它破坏了既有产业秩序，可能会有被犯罪分子所恶意利用的担忧。对于分享经济，总体上存在正反两方面的观点，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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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对分享经济的认知不够充分，且分享经济并未能够扎根的韩国来说，分享经济还存在以下问题：


  (1)可能会变质为地下经济。在形成分享的过程中，在非正常经济环境下存在税金问题、价格制定的问题等，为防止这种副作用需具备相关法律制度。


  (2)可能会掠夺自营业者和部分劳动者的饭碗。出租车与住宿业是典型的小规模产业，而像Uber和Airbnb等大规模资本的进入横扫了小业主的经营。


  (3)分享的名称本身存在问题。分享的概念是从不追求金钱的等价的观点出发，因而在商业性服务中使用分享的单词不够准确。


  此外，对分享经济存在的担忧还有，与既有经营者的平衡问题、税金问题、被犯罪分子恶意利用的可能性等。亦有主张认为，为了创造多样并具有创意性的构想，应完善严格的规定制度使其能够接受新的趋势。


  4.反面政策


  与企划财政部正相反，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Ministry of Trade,Industry and Energy)认为分享经济的扩散不会对产业产生积极影响，因此，将不予以政策支持。


  而负责产业政策的产业部对分享经济亦持否定态度。该部的结论是政策支持的弊将比利要多，因分享经济的出现即是进入低增长时代的证据，经济增长停滞，货币流通不活跃才导致分享经济受到瞩目。政府将这种情形予以扩散是不正确的，应交给市场自律。


  5.法院判例


  2015年9月，韩国法院对世界最大的提供住宿分享服务的Airbnb做出了认定其不合法的判决，成为热门话题。在韩国，经营住宿业，应向管辖区政府进行申请，未遵守该制度的情况下即在Airbnb注册房屋并接待用户的一部分人员被处以罚款。Airbnb自2013年1月进入韩国后迅速成长，一年期间已有20多万的用户。但最近法院的判决显示，其与既有产业秩序存在冲突的这一问题浮出了水面。


  与Airbnb一样，作为分享经济代表的车辆分享服务Uber的情形也与之类似。在韩国，与Uber签订合同并提供车辆和司机的车辆租赁公司被处以了罚款，且Uber因未申报即使用位置信息被提起诉讼。最终，Uber在韩国只运营着与出租车公司合作的“Uber Taxi”以及提供豪车服务的“Uber Black”。


  二、政策分析


  1.政策对于分享经济的促进作用


  2015年11月19~20日，韩国开发研究院(Korea Development Institute, KDI)和企划财政部共同举办了主题为“分享经济的扩散：争论焦点与解决办法”的论坛。本次论坛由分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欧洲共同体(EC)等国际组，作为分享经济中心的旧金山市、国际分享企业等国内外分享经济专家参与，以住宿、车辆、金融、才能分享为中心，探讨了各产业的现状与主要焦点。论坛讲演者分享了各自的政策或实务经验，对于分享经济在韩国怎样稳定地扩散，以及与此对应的所需政策与课题是什么进行了讨论。


  开发研究院研究委员黄顺株(황순주)分析分享经济的经济效果，提出了根据供应者的规模适用差别性规制的想法，提议根据供应者自律确定的交易规模来适用与之相应的法规。该研究委员认为，尽管本提案可能会导致服务供应者过低申报或政策管理费用过多的风险，但如将该义务委托给分享服务提供平台，可降低该种风险。另外，对于供应者的社会风险，可要求分享服务平台提供责任人保险及自检规定。开发研究院经济政策部研究委员李华灵(이화령)认为，作为低增长时代应对方案的分享经济，不会替代既有的产业结构或企业，而将对此起到完善的作用。


  2.趋势预测


  从分享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的先进经验来看，其共同点之一是参与分享的人们在营造着愉快的关系，这一点才是分享经济与租赁产业的最大差别。实践中，曾分享过一次房间的业主会继续参与分享的原因即是能够认识他人使其感到特别愉快。但韩国还未形成这种文化，如要发展分享经济，需构筑信赖关系且企业层面应预置防止损害的措施。


  另外，分享经济还需要国家制度层面的支援。分享经济的基础是P2P,个人与个人之间交易自由方可为分享经济注入活力。但与外国不同，在韩国个人之间借用汽车的交易是违法的，在制度层面遏制了分享的可能性。另一个问题是，对于分享经济应是非营利性的认知。分享经济通过不断分享能够创造经济性的附加价值。若参与分享经济的企业能以商业化理念来运营，能够达到保护环境与追求利益，并以更好的服务吸引用户的良性循环的效果。


  经济趋势基金会总裁杰里米·里夫金在2015年10月19日于大田会展中心(Daejon Convention Center,DCC)召开的“2015世界科技论坛”上强调，分享经济是目前能够克服资本主义局限的突破口，而将此向全世界范围扩散的过程中，韩国将起到主导性以及灯塔的作用。


  三、总结


  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分享经济在韩国也将普遍化，这是因为只有韩国人才具有的叫作“정(情)”的韩国DNA。分享经济的另一个名字，就叫作情。分享自己所拥有的同时也分享了情的分享经济模式，以及在解决环境问题的同时能够感受到人情味，才是分享经济的理想状态。


  
    [1] 延展阅读：http://blog.naver.com/cc_korea/220548675920。

  


  
    [2] 延展阅读：http://www.law.go.kr/main.html。

  


  日本分享经济政策报告


  
    分享经济对资源的充分利用和环境的保护作用巨大，近几年它在迅猛发展，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够与欧美国家相媲美。


    ——长谷川岳(总务大臣政务官)

  


  政府政策的支持


  以Airbnb为例，虽然Airbnb在日本的发展受到诸多政策阻碍，然而数据显示，从2013年开始，Airbnb在日本的交易量就以每年300%的速度增长。根据Airbnb的官方统计数字，2014年7月到2015年6月间，在日本使用Airbnb的外国人有52万，是之前的500%,产生的经济效益达一年2 200亿日元。


  Airbnb的蓬勃发展，依靠的是庞大的市场需求，更确切地说，是外国观光客爆炸性增长带来的住宿需求。日本外国观光客从2012年的800万人次到2015年的1 900万人次，预计到2020年会增长到3 000万人次(保守估计);房客的人数2015年是720万人，到2020年预计增加到1 700万人。目前东京大部分的旅馆订房率都已经到九成。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将意味着更大需求，日本政府也开始为届时旅客的住宿问题寻求合适的解决方案，政府逐渐意识到Airbnb的必要性。


  因此，为了推动共享经济的发展，日本政府最大的支持莫过于《旅馆业法》的改革。2015年12月7日，东京都大田区议会正式会议[1]通过条例案，政府认可了“民宿”。日本政府已经公布，从2016年1月开始，以东京都大田区为战略特区，开始实行Airbnb合法化，即一般的民宅可以直接“有偿”租借给其他人住宿。但同时规定，旅客居住时间必须是7天以上，并且房主有义务提前通知周边的居民。条例还规定，政府有权进入室内对房产设施进行检查，以保护旅客人身财产安全。基于政府法令，还必须满足房间的使用面积在25平方米以上，内含厨房、浴室和卫生间等设施并无偿提供外语服务。人们预期，日本政府一方面还会放宽对Airbnb的管制，另一方面可能考虑将适用范围扩展到全国。


  在这种大好政策下，相信Airbnb、TOMARERU等民宿服务将会比之前发展得更快，创造出更大的便利，也带来更大的经济收益。


  此外，2015年10月20日国家战略咨询会议[2]上，首相安倍晋三强调“道路运输法不是禁止无许可的借贷，而是对车主和司机共同承担管理费的机制的整顿，要缓和道路法的相关规制”。不过，日本政府对Uber的态度仍然较保守。鉴于Uber的需求状况和Airbnb并不一样，后者是已经发生的巨大又迫切的需求，相对来说Uber并不那么迫切。此外，优秀的服务和高安全性保障使得日本出租车本身就是一项优势服务。但目前，考虑到Uber的英文界面对外国游客更方便，所以在之后政府仍会逐渐承认其合法化，只是相对进展较慢。


  2016年1月22日，在第190届国会上，安倍在其施政方针中亦提出“观光立国”[3]的概念：“我们接下来的目标是3 000万人，不，应该把目标定得更高。实施战略性的签证放宽政策、推动对于扩大《旅馆业法》的管制改革。”


  日本总务省在最新发布的2015年信息通信白皮书中明确将“分享经济”列入“生命、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未来”一章中。白皮书中提到，在信息时代下，分享经济已经成长为全球创新的起点。但与此同时，白皮书中提及，日本只有不到30%的人乐于使用外国的共享经济服务，其余的人仍然对此类服务的安全性和信用系统表示担忧，日本将会进一步整合信息技术和社交媒体，在国内建立更安全的信用体系，进一步开发共享经济的潜在市场。[4]


  日本厚生劳动省(负责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部门)也开始在改进法律方面下功夫，让房东更容易出租自己的房子，其中，这些改进包括放松对最小房间面积的限制。


  国民的支持


  在市场行情和日本互帮互助的文化传统的作用下，共享经济在日本已经越来越受到民众的支持。


  1.振兴乡村地区的有效途径[5]


  Uber能够为那些独自住在小乡镇，子女都在大城市的老人们提供出行便利。Airbnb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国人，去那些并不出名的地方旅游观光。


  譬如，在日本奈良县的Asuka村，160户人家欢迎日本和外国学生通过访学的方式，来村子里走访历史古迹。这个村子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由于之前一直未见足够多的旅馆，导致Asuka很难接待大量的游客。民宿的服务方式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相应地，民宿在日本的冲绳县也很受欢迎。


  在日本冈山县津山市，名为Yuka的Airbnb房东在两年半以前就开始用自己闲置的房屋接待游客。目前已经有45批来自欧洲和澳大利亚的游客住过那里。津山市本身不是一个热门目的地，但是Yuka的邻居很赞赏他的举动，甚至成立了一个特殊组织“omotenashi(以诚待客)”,或者说接待团，来提供一些文化体验，例如穿和服、插秧等。据Yuka所言，整个社区都很享受这种文化交流。


  2.消费模式的改变和日本文化的推动性[6]


  日本作家三浦展在2012年即出版《第四消费时代：共享经济，让人变幸福的大趋势》一书。书中，作者把近代区分为四个消费时代[7]:


  第一消费社会：日俄战争至“二战”前。大城市中产阶级兴起，以西方大型品牌为消费对象。


  第二消费社会：“二战”后至石油危机。工业化发展带动大生产，人们大量消费家电、汽车，经济迅速增长。


  第三消费社会：石油危机至2004年低成长期。经济增速放缓，人们注重产品差异和个人特色。


  第四消费社会：2005~2034年。经济停滞，越来越多的人追求简朴生活，满足感来自人际关系密切带来的充实，而非来自物质。


  简而言之，国民从消费模式体现了以下价值观转变：由注重国家到注重家庭，再到注重个人，最后到注重社会。日本的第四消费社会现象，跟欧美社会的共享经济潮流互相呼应。三浦展认为日本的转捩点是“3·11大地震”,毕竟再多的物质也不能保障生活，而政府发起救助之前，民众早已互通信息互相帮忙，表现强烈自治意识。


  此外，社会意识方面，共享主义、简约休闲的日本文化传统近几年重新被国民重视起来，例如年轻人不再盲目消费欧美名牌，更多地认同自我品牌，例如地方特色手工艺品，更多地开始回归自然、关注民俗风情。而在消费过程中，建立的人际关系和心灵满足感成为最重要的东西。


  三浦展在书中提到两个例子。日本多摩平住宅区是建设于20世纪50年代的住宅区，大厦近年复修，改造其中5栋住宅大厦。如今，一些居民是年轻人，另一些为大学生，社区还在居民区开辟菜园，还会不定期举行活动促进居民交流。如此一来，避免整区都是长者，减少孤立感。另一个例子是鹿儿岛市的丸屋百货公司，他们允许地区组织在店内举办活动，例如播放电影，为辍学学生创办“爱心学校”,开设食材烹饪班，这些活动，打造了百货公司“社区活动中心”的形象，丰富着当地居民的生活。


  最为重要的是，日本的社会信用体系也很发达。目前来看，日本很少出现租用汽车损坏，租客盗走房东财物的情况。这与日本国民高素质密不可分。日本民众从幼儿园起接受诚信教育，而走入社会后，诚信也成为一个人立足社会的道德财富和生存资本。


  3.协会力量积极连接民众和官方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共享经济的推动者在2015年12月14日一般社团法人协会上，以促进在国内普及为目标，设立了“一般社团法人共享经济协会[8]”,在相关企业上相互支持，为共享经济的发展有显著的贡献。2016年3月9日，共享经济协会发布了《公开征求意见书面意见书》[9],意见书重点提出了对于旅馆业法的改进，该意见书于2016年4月1日实施。


  对日本未来分享经济的展望


  近来，人们格外关心日本经济形势，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言论。宏观来看，日本经济的确出现了战后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现象，此时共享经济作为一种发于民间的商业模式，为低迷经济中的人民生活带来独特的效益(例如收入、心灵或者人际关系方面的满足)。共享经济本身浓厚的P2P、C2C色彩，影响着每个社会参与者的行为，融入人们的消费习惯里。在日本，大力发展共享经济能够充分利用闲置资源，甚至更为“环保节约”。随着人们的消费越来越趋于简约、自然与和谐，共享经济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政府对于共享经济的态度很特别，欧美国家走的是“先开放再规定的路线”,而日本是“先规定再放开”。也就是说，欧美国家共享经济的发展曲线像一条趋于平滑的曲线，而日本更像一条S形曲线，而且在这种一点一点放开的谨慎态度下，共享经济在日本的发展进程中也会相对少犯一些错误。总之，日本政府的态度已经趋于积极，国家的信息技术已经高度发达，高素质的国民对于自身文化认可度日渐提升，对于资源共享也越发重视，这些力量都成为推动共享经济发展的因素。相信在未来的几年里，共享经济一定会一改步伐缓慢的现状，迅速成长起来，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带来丰厚的社会福利。


  
    [1] 延展阅读：http://asahichinese.com/article/travel/news/AJ201512080015。

  


  
    [2] 延展阅读：http://japan.kantei.go.jp/97_abe/actions/201510/20article1.html。

  


  
    [3] 延展阅读：http://www.kantei.go.jp/cn/97_abe/statement/201601/1215803_11145.html。

  


  
    [4] 延展阅读：http://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whitepaper/ja/h27/html/nc242110.html。

  


  
    [5] 延展阅读：http://asia.nikkei.com/Business/Trends/Japan-s-countryside-may-have-its-savior。

  


  
    [6] 延展阅读：http://www.storm.mg/article/50341。

  


  
    [7] 延展阅读：https://ronaldyick.wordpress.com/2016/02/22,共享经济，日本的新消费模式。

  


  
    [8] 延展阅读：https://sharing-economy.jp/。

  


  
    [9] 延展阅读：https://sharing-economy.jp/news/20160309/。

  


  英国分享经济政策报告


  
    分享经济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我希望确保英国处于分享经济的前沿与中心，并且成为能够与旧金山相媲美的高科技初创企业的发源地。


    ——马修·汉考克

    (英国商务部负责商业、企业和能源的国务大臣)

  


  正是看到分享经济不可阻挡的发展势头和巨大潜力，英国政府2014年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成为分享经济的全球中心(Global Center for the Sharing Economy)[1]。为此，英国政府从政策层面给予极大支持，鼓励发展分享经济。


  扶持政策出台过程


  2014年9月，英国商务部启动了一个独立调查项目，任命戴比·沃斯科(Debbie Wosskow)成立一个调查小组，对英国的分享经济进行评估，评估的内容包括分享经济给英国带来的益处以及对传统商业构成的风险、分享经济领域的政策法规以及消费者利益保护等内容，进而找出英国在成为“分享经济全球中心”的道路上面临哪些障碍，最终目的是为把英国打造成“分享经济全球中心”制定一份路线图。[2]


  扶持政策主要内容


  在政府对策中，英国政府将扶持政策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性的扶持政策，另外一类是针对分享经济细分市场的具体建议。一般性的扶持政策包括如下6项内容：


  第一，试点“分享城市”。英国政府认识到分享经济能够以创新方法帮助城市解决社会和经济挑战，并推动当地发展。为此，英国政府决定2015~2016年在利兹市和大曼彻斯特区设立两个实验区，重点支持在交通、住宿和社会保障领域的共享尝试，如利兹市成立一个网络共享平台，分享资产和服务，包括闲置的空间和设备，以及居民的各项专长和技能。


  第二，建立数据收集和统计制度。分享经济是一个新兴且快速发展的新业态，对其进行精确统计评估有很大的难度，因此英国政府让创新实验室(Innovation Lab)和国家数据办公室(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通力合作，统计和评估英国分享经济的发展规模和经济影响。此外，国家数据办公室还可以与外国数据机构合作，并提出分享经济细分市场发展的可行性报告。


  第三，开放政府身份核实系统和犯罪记录系统。信用体系是分享经济网上交易进行的基石，英国政府正在与银行、移动网络运营商等协商，逐步对包括分享经济平台在内的私人经济部门开放政府的身份核实系统(GOV.UK Verify)。此外，向分享经济平台开放犯罪记录查询服务(Disclosure and Barring Service),英国政府承诺实现网络查询，并降低查询的手续和费用。


  第四，将分享经济纳入政府采购，探索政府资产参与共享。英国政府逐步更新其政府采购框架，让分享经济也成为政府采购的选项之一，如从2015年秋季开始，英国政府官员履行公务时，可以选择分享经济中的住宿和出行服务。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增加政府办公资源的共享程度，如从2015年春季开始，英国税务及海关总署开展了一个实验项目，通过一个数字平台实现其闲置的文具、办公用品、家具和IT设备的共享。


  第五，消除数字鸿沟与鼓励保险。分享经济离不开网络的支持，但英国在2015年仍有20%的人口缺乏基本的网络使用技能，尤其是老年人。英国政府承诺到2016年，将使这一数字减少25%,使得更多英国人能够享受到分享经济带来的益处。此外，英国政府支持保险公司开发适应分享经济的保险服务，欢迎英国保险商协会发布世界第一份分享经济保险指引。


  第六，简化税制。英国税务及海关总署在英国政府官网上发布分享经济纳税的指引，并开发税务计算App,以帮助分享经济参与者简单快捷地计算出应缴纳的税额。此外，税务及海关总署计划充分利用网络媒体(如YouTube、Twitter)以加大分享经济纳税宣传。


  至于分部门的具体政策，从住宿共享、技能和时间共享、出行共享等方面一一提出具体政策，如住房共享领域，政策明确提出要区别对待居民零散出租闲置房屋与商业酒店，并且政府鼓励房东将闲置房间出租，并给予税收优惠，比如租金每年不超过4 250英镑，就可以对分享出租的房间给予免税待遇。在出行共享领域，伦敦交通局在2015年已经宣布，专车在伦敦属于合法运营。


  政策评价


  如果从参与人数、市场规模以及标杆企业等指标来看，英国全国目前都很难与美国洛杉矶相提并论，后者诞生了Airbnb、Uber等分享经济鼻祖，并且这些企业目前都是业内举足轻重的企业。但是英国政府十分重视分享经济领域，通过从政策环境上予以大力支持，力图实现“超车”,将英国打造为“分享经济全球中心”。综合英国政府推出的政策，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目标明确，政策系统。在法国、德国、西班牙等西欧其他国家还在为是否应该放开短期租赁、出租车行业而争吵不休时，英国已经大步走在它们的前面。一方面，“分享经济全球中心”是一个明确具体且可量化考察的政府目标，从参与人数、市场规模、标杆企业以及创业公司的数量等指标可以评估政府目标的实现程度。另一方面，英国政府出台的政策系统且有层次，努力全面立体地解决分享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障碍。这其中既有针对整体分享经济行业的顶层设计，从试点城市、数据采集、信用体系、保险、政府采购到税收，也有针对各个细分市场亟须解决问题的具体政策，如鼓励个人对个人的房屋短租，允许专车合法经营，甚至为了让英国一直处于分享经济的前沿，英国政府从2015年开始编列预算，并动用基金，对分享经济中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和新领域给予资金支持。


  其次，行业组织推动政策的实施。英国分享经济的发展，不仅得益于政府层面的政策扶持，行业协会在其中也发挥巨大的保驾护航作用。2015年3月，在英国政府推出分享经济扶持政策的同时，由英国商务部组织，全英国最有影响力的20家分享经济企业成立了一个分享经济行业组织——Sharing Economy UK(SEUK),该组织的目标有三个：第一是倡导分享经济。通过传统和新兴媒体统一发声，大力宣传分享经济的益处，并与政府紧密合作，游说立法机构，推动分享经济成为主流商业模式，助力英国成为分享经济的全球中心；第二是制定标准。会员企业通过一份行为准则(Code of Conduct),从维护分享经济信誉、员工培训和保障安全等方面着手，以期为所有英国分享经济企业树立清晰的、需要遵从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原则；第三是寻找对策。协会通过支持研究项目、总结企业成功实践等方式，努力解决分享经济企业共同遇到的问题和挑战。


  最后，政府大力推动分享经济的发展。英国政府真正关心的是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在传统行业和分享经济相冲突之时，英国政府并不一味保护传统行业，反而认为分享经济是技术进步、资源稀缺和商业模式创新等因素融合驱动下形成的未来经济发展大趋势，传统企业应该抓住机会实现自身的革新。因此，面对产业发展机遇，英国政府大力鼓励分享经济的发展，政策带有明显的导向性，最为明显之处在于政策的设计者本身就是分享经济的利益相关方。英国分享经济的扶持政策以一份独立的研究报告为蓝本和路线图，这份报告主要由分享经济参与者完成，《开启分享经济》研究报告的作者戴比·沃斯科，其身份是英国住房分享公司“爱屋置换”(Love Home Swap)的创始人和CEO,同时他也是英国分享经济行业协会(SEUK)的第一任轮值主席。英国商务部负责商业、企业和能源国务大臣马修·汉考克在研究报告的前言中更是直白无讳地阐述英国官方立场，当其他国家和城市正在取消消费者选择，限制人民更好地利用自己资产自由的时候，英国正在拥抱这个全新的、颠覆性的商业模式，它能够带来更多的商业竞争和消费者福利。英国的目标是成为分享经济的全球中心，并引领世界分享经济的发展。


  
    [1] 延展阅读：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move-to-make-uk-global-centrefor-sharing-economy。

  


  
    [2] 延展阅读：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378291/bis-14-1227-unlocking-the-sharing-economy-an-independent-review.pdf。

  


  法国分享经济政策报告[1]


  法国分享经济发展迅猛


  在法国，个人间物品和服务的交换在实践中应用非常普遍，二手物品的买卖尤为常见，2/3以上的法国人有这方面的经历，为分享经济的萌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基础。近年来，个人消费观念也逐步由注重“拥有”向注重“使用”转变。这一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法国分享经济的飞速发展。调查显示，在过去的一年中，法国分享经济的推进稳步有序，充满活力，显示出强劲的潜在发展势头。


  法国数字经济产业部2015年发布官方报告《分享经济的挑战与前景》,根据该报告，法国和美国、西班牙是世界上分享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国家，不少企业在本领域内均处领先地位，例如：在出行方面，BlaBlaCar是欧洲领军的拼车出行服务平台之一，并已开始将其业务领域拓展到国际层面；在食品消费方面，作为基准平台的VizEat和La Ruche qui dit Oui(LRQDO),可在多个国家为消费者提供合作解决方案；在融资领域，法国是众筹平台最为活跃的欧洲国家，2013年第一季度到2014年第一季度间的增长率超过100%,代表网络平台为Ulule。


  此外，法国分享经济企业普遍比较年轻，79%的企业成立于2008年后，近50%的企业成立时间不超过3年，非常具有活力。他们涉足衣、食、住、行、娱乐、购物、服务、融资和交通仓储九大行业。其中，融资、住宿、出行等行业参与者众多且竞争激烈；饮食和购物领域为卖方市场；服务和服装方面市场分散，正在发展中；娱乐和交通仓储领域发展相对有限。


  截至2014年第一季度，排名前十的分享经济企业按月访问量排名如下：BlaBlaCar(出行),A Little Market(购物),Etsy(购物),Delcampe(收藏),Airbnb(住宿),Videdressing(服装),La Ruche qui dit Oui(食品),Viagogo(娱乐),Vestiaire Collective(服装),Zepass(娱乐)。


  宏观微观因素刺激分享经济发展


  宏观层面，经济危机影响下的转变。2007~2008年爆发的经济、金融危机导致法国居民家庭预算紧张、购买力下降，为节约开支或创造补充性收入，法国分享经济有了飞速发展；科技进步，尤其是数码工具、信息通信技术及电商的发展，对分享经济产生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就业市场不景气和高失业率，促使经济活动多样化和个体化，使就业市场发生转变，越来越多的个人参加到分享物品或服务的交易活动中。


  另外，法国政府有关分享经济的法律规范及税收政策对分享经济的发展同时产生刺激和抑制作用。


  微观层面，市民消费习惯促动分享经济发展。无论是否亲身参与分享经济，法国人普遍对分享消费模式印象良好。虽然这种消费模式由居民购买力等因素刺激产生和发展，但常常与社会团结、资源共享、环境保护等社会价值紧密相连。消费者对于网络平台的交易安全、保障性及实用性的信心不足可能成为分享经济发展的主要阻力。


  分享经济政策挑战重重


  1.新兴分享经济企业与传统企业竞争关系


  在法国，分享经济企业通过C2C模式，建立个人物品、服务供应者与个人消费者之间的直接联系，对按照B2C模式建立的传统消费模式产生冲击。分享经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换过程的灵活、迅速及非物质化，以及个人购买力最大化的可能性。虽然这种新的消费模式代表经济革新，并创造更多交易机会，但也带来不少问题。


  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在于，互联网交易平台在很多方面不受相关行业领域现行法律法规和税收制度的约束，得以以较低的成本提供物品及服务。例如，巴黎合作超市La Louve采取非营利性协会的组织运作模式，大部分日常工作由协会会员以志愿者身份承担，超市因此得以以比传统超市低很多的价格提供物品。但该超市在劳动法及食品卫生方面存在一定问题。此外，由于分享消费模式促使个人用户转向通过非专业物品或服务提供者，而不是通过专业物品服务供应商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互联网交易平台也在逐渐引起有关行业领域的“非职业化”趋势。


  不少分享经济企业认为其提供的服务是对该业务领域内已有的服务内容的补充，而非竞争关系。为确定某一具体行业领域内分享经济企业和传统企业间的关系，应对该行业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做更为具体的分析。为避免不必要的摩擦，并且为各类型企业之间的对话提供便利，政府应尽快清楚表明立场。


  2.当前立法难以适应分享经济发展


  目前，适用于数字平台的法律是由欧盟2000年6月8日颁布的第2000/31/CE号关于信息企业和电商服务的指令转化而来，规定在2004年6月21日施行的《数字经济信任法》中。


  分享消费涉及的法律问题比较多，其中部分问题可由现行的民法典和消费法典予以规范。但是，除众筹平台享有专门的法律地位外，目前可以适用于分享经济的法律规范远远不足以应对迅速发展的消费平台。考虑到数字经济活动的跨国性，为确保对消费者权益、数据和公平竞争的保护，应在欧盟层面加强针对数字平台，尤其是分享消费平台的立法活动。


  3.用户个人信息及保护问题


  法国分享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凸显了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分享经济企业及部分传统企业坚持政府应当在不影响创新的前提下，规范分享经济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保护及其知情权，尤其应注重大数据管理，且通过设立个人信息安全储存空间来保障个人交易安全。政府应一方面改善和加强消费者对相关信息的了解和掌握，另一方面应清楚划分参与分享交易各方所应承担的责任。


  总体而言，法国分享经济发展迅速，但相关挑战也不少。对此，法国官方报告也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建议，其中包括：提高分享经济企业作为相关经济活动参与者和地区的发展战略核心的价值；强化参与分享物品及服务交易的个人知情权和保护；确保不同类型经济活动参与者之间待遇平等，减少或避免不正当竞争；在分享经济本地化的过程中予以必要辅助；加快建立新兴分享经济企业和传统企业间沟通的桥梁，强化不同类型经济活动参与者之间的协同作用；将分享经济企业定位为发展职业技能的媒介；为在社会和环境领域有所创新的分享经济企业筹措资金提供便利等。


  
    [1] 本报告主要资料来源为法国政府官方分享经济报告：Enjeux et perspectives de la consommation collaborative, http://www.entreprises.gouv.fr/etudes-et-statistiques/enjeuxet-perspectives-la-consommation-collaborative。

  


  欧盟分享经济政策报告


  
    分享经济能够创造额外的工作机会和经济增长，通过提供社会互动和更便宜的服务和商品选择，分享经济使消费者大获其利。


    ——Elżbieta Bieńkowska


    （欧盟内部市场、工业、创业和中小企业委员）

  


  欧盟立法过程


  早在2013年9月，欧盟经济和社会委员会(EESC)召开公开听证会，以讨论分享经济这一新兴的商业模式对于欧盟的重要性，并发布了一份名为《协作消费，21世纪可持续性商业模式》(Collaborative or participatory consumption, a sustainability model for the 21st century)[1]的意见。听证会之后，在EESC的倡议下，成立了分享经济的行业组织——欧洲分享经济联盟(European Sharing Economy Coalition),该联盟的设立目的在于整合力量，统一发声，推动欧盟层面和成员国层面分享经济政策的开展。


  2015年，欧盟对分享经济立法进程大大加快。2015年9月，欧盟委员会启动一项将分享经济包括在内的公众咨询，希望在保护创新、公平竞争和保护消费者三者之间达成平衡。2015年12月，欧盟层面关于分享经济的争议终于尘埃落定，欧洲议会发布对数字市场战略的立场文件，其中大力支持分享经济发展。虽然文件出台过程中，各国议员激烈争论，但分享经济最后赢得了欧洲议会所有党派的支持。这份立场文件表示，分享经济促进商业竞争和消费者福利，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文件敦促欧盟委员会和各成员国重新审视现有法规政策对分享经济的阻碍作用，逐步消除法律政策层面的障碍，进一步促进分享经济的发展。


  2016年1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报告对欧洲议会的文件做出回应，报告宣布欧盟委员会在2016年3月出台《分享经济指南》,在考虑成员国不同利益的前提下，指南将着力于如何更统一地在欧盟范围内促进分享经济的开展。


  主要促进措施


  在发布《分享经济指南》(下称《指南》)的同时，欧盟委员会宣称它计划出台一份“欧盟分享经济议事日程”,为分享经济的发展设定路线图。《指南》将着眼于评估现有欧盟法律与分享经济发展之间的监管差距，指导如何实施现有的欧盟法律，以更好地适应分享经济的发展。根据欧洲学者的总结和建议，欧盟现有和将实施的分享经济促进政策主要可以分为以下4个方面：


  第一，普及分享经济概念，提升消费者参与分享经济的意识。分享经济意识的提升主要依靠教育，通过逐步在初级、中级、高等、成人以及职业教育中植入分享经济的概念和原理，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分享经济的益处，从而接受和主动参与分享经济。


  第二，破除行业准入壁垒，确立安全和质量标准。通过全面贯彻《欧盟服务业指令》(EU Services Directive),打破各国设置的行业准入壁垒和简化行政手续。同时借助监管平台中介的条例指引，鼓励分享经济保险的发展，为分享经济确立最低限度的安全和质量标准，从而让消费者放心参与P2P分享活动。


  第三，鼓励各成员国试点分享经济城市，通过已有互动平台加强城市之间经验交流。2015年，英国已经在利兹市和曼彻斯特市开展分享经济城市的试点，2016年2月2日，荷兰阿姆斯特丹也加入分享城市(Sharing City)的行列，创业公司、社区中心、公立图书馆等多方主体参与，开展从知识、资产到技能的分享活动。此外，通过借助欧盟市长之约(EU Covenant of Mayors)或欧洲智慧城市创新合作伙伴(European Innovation Partnership on Smart Cities)等城市之间的平台机制，鼓励地方城市开展分享经济的经验总结和交流。


  第四，服务支持和资金扶持。通过设置一站式的服务平台，将行业准入、融资和纳税等服务加以整合，节省分享经济企业的成本。同时，希望借助欧盟2014~2020多年度财政框架(EU Multiannual Financial Framework Program 2014~2020)等政府财政和其他基金项目，为分享经济平台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政策评价


  大力发展分享经济，在欧盟已经上升到非常重要的高度，在欧盟的2020年战略计划中，明确表示未来的商品和服务应加强智能、可持续和包容的特点，并且重点要增加就业机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激活社会经济的活力和凝聚力。总结欧盟的战略计划的促进政策，具有以下特点，值得深入思考和借鉴：


  首先，清除制度障碍，努力营造有利于分享经济发展的法律制度。现有法律法规如何与快速变化发展的分享经济相适应是一个让各国政府头痛的问题。从欧盟的现有做法来看，欧盟在专门的分享经济促进政策之外，亦十分关注如何消弭现有法律法规与分享经济发展之间的监管差距。分享经济在欧盟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战略计划，而是置于欧盟单一市场战略计划之下实施，具体而言，欧盟通过单一市场战略计划之下已有的两个抓手，实现对分享经济的监督管理与推动促进：第一个抓手是平台企业。2015年9月，欧盟委员会对于分享经济的公众咨询其实是欧盟如何处理在线平台企业这一更大语境下的一部分，此次公众咨询的主题是“平台企业的社会和经济角色”(EU commission seeks the view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role of platforms),而分享经济是该咨询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将参与分享经济的企业划入平台企业的范畴之内，有助于从根本上理清一些困扰分享经济发展的法律争议，如专车公司与司机是否属于雇用关系等。第二个抓手是服务。分享经济虽然是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但从经济形态上划分，仍属于服务业的范畴。在欧盟，大力发展分享经济亦服务于欧盟构建统一内部服务市场这一目标，因此，《欧盟服务业指令》将全面适用于分享经济，这大大有助于消除现有法律对分享经济设置的准入门槛和壁垒，比如《欧盟服务业指令》要求欧盟各成员国确保其服务市场的自由准入和非歧视待遇，最重要的是取消了跨区域经营企业须在营业地设立独立分支机构的要求，取消了对企业在其他成员国进行服务性经营需向当地政府报批的要求。


  其次，行业协会先行。早在2013年，欧盟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召开有关分享经济的听证会之后，欧洲第一个多方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分享经济协会——欧洲分享经济联盟随之成立，并在之后推动分享经济在欧洲的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欧洲分享经济联盟承担的任务主要有：媒体公关、市场调研、组织公共辩论和成员国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多边会议、主动参与欧盟委员会的咨询活动和提供行业政策建议，并促使分享经济服务于欧盟战略诸多目标的实现，如单一数字市场战略、可持续性消费和生产行动计划等。更难能可贵的是，欧盟议会和欧盟委员会对于行业协会的建议亦十分重视，在多次的公开咨询中皆可听到分享经济参与者的声音。


  最后，欧盟划定底线，鼓励各国开展实验。欧盟2016年3月出台的分享经济政策没有采用条例、指令的形式，而是采用指南的方式，可谓是欧盟深思熟虑之后的明智之选。一方面，分享经济正蓬勃发展，远未到成熟定型的时候，这意味着分享经济仍处于不断快速变化发展之中；另外一方面，分享经济的崛起已经对传统经济形态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如果采用条例和指令的方式，虽然法律效力层级更高，但过于刚性，缺乏调整和回旋的空间，既难以满足分享经济不断变动的需求，容易造成“一刀切”,也容易引发传统经济业态的反弹。采用指南形式的好处在于，在划定底线的同时，给予各国自由发展分享经济发展的弹性。比如在2015年9月，欧盟启动关于分享经济的公共咨询之时，欧盟委员会就明确表示，在该公共咨询结果公布前，排除出台法规来规范如Airbnb和Uber等分享经济企业的可能性。因此，欧盟推动分享经济发展的政策思路是：欧洲议会全票通过支持分享经济的议案，相当于欧盟已经为分享经济划下了支持的底线，而欧委会2016年3月出台《分享经济指南》,则是鼓励各成员国先试先行，之后在总结各国优秀做法和实践的基础上，再择机推出新的政策。


  
    [1] 延展阅读：http://www.eesc.europa.eu/?i=portal.en.events-and-activities-built-inobsolescence-presentations.32540。

  


  美国分享经济政策报告


  美式监管：给风筝放线


  了解美国政府目前对于分享经济的监管，首先要明白美国政府分为联邦政府与州、地方政府，联邦政府和州、地方政府都有相应的权力在各自所管辖的领域里进行监管。而如今，就联邦层面而言，并没有统一立法，也没有出台相应的政策明确监管内容，只是总体表面上乐于支持分享经济。具体到各州、地方而言，由于各自发展情况不一，法律条例制度也参差不齐，各州、地方政府对于分享经济的做法就有所不同。2015年，美国国家城市联盟对美国30个最大的城市对分享经济的态度进行了调查，当问及针对分享经济的监管时，其中54%的城市表示对分享经济不采取任何监管措施，而30%的城市表示希望可以和原有的经济模式一样进行监管。[1]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分享经济的态度似乎是多元的，但是其实暗含着统一的主线。


  具体来说，从联邦层面来看，分享经济的发展已经引起了FTC的重视。FTC主要职能是执行多种反托拉斯和保护消费者法律，目的是确保国家市场行为具有竞争性。FTC目前并没有具体的管理分享经济的举措，但是已经展开了一系列前期工作。


  第一，举办研讨会。经过一年多筹备，2015年6月9日FTC举行了一场主题为“分享经济议题：平台，参与者与监管”的研讨会，邀请来自斯坦福经济学院、哈佛商学院等的诸多专家针对“市场竞争、消费者保护、监管”问题展开讨论。[2]会议之前，FTC就针对监管问题拟定了一个标准：监管要顾及市场竞争，监管不能破坏市场创新。在此基础上FTC希望明确现有的数十年之久的规定是否还能行之有效。


  第二，向地方政府传达“旨意”。虽然联邦并无统一立法管制或者促进分享经济，各地方政府有权在自己管辖领域里“因地制宜”,但是FTC还是希望各地做法能够统一。2014年4月FTC提交评议给芝加哥市议会议员赖利(Reilly),对芝加哥市通过一项旨在授予安排交通的分享经济软件许可的条例的行为表示赞赏，不过同时也表示希望可以适当减少条例中规定的税费，以免影响相应平台的发展。[3]


  第三，向外界发声，表明态度。FTC的工作人员会在适当场合向外界传达内部想法，例如2015年FTC的主席伊迪丝·拉米雷(Edith Ramirez)通过新闻发布会向外界表示分享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收入，而FTC希望能够进行更多的调研以更好地理解分享经济。同年5月份，FTC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玛丽娜·拉奥(Marina Lao)告诉英国《金融时报》:“实际上，我们希望弄清楚的是，我们如何以一种不会妨碍创新却能保护消费者的方式，监管这类新的商业模式。”[4]


  第四，广泛征求社会意见。FTC通过各种渠道向美国大众表明希望了解美国民众对于分享经济的态度，并且公布了详细的意见反馈渠道。同时还将研讨会的成果公布在FTC官方网站以供民众参考。FTC在2015年已经针对分享经济的不同内容征集了至少两批次民众意见，并挑选其中一些公布在其官方网站上。


  在FTC进行探索的同时，美国各地方政府表现就更为直接：在科罗拉多，其州长约翰·希肯卢珀(John Hickenlooper)已经签署了法案授权了出行分享类服务的运行；加利福尼亚的公共事务委员会通过了一个法律框架，使得出行分享类的公司可以在该州境内合法运营；而到各市政府，奥斯汀、西雅图、华盛顿等也出台政策明确允许出现分享类平台运行；奥斯汀和旧金山市政府还允许房屋分享类的平台运作。可见在经济需求的推动下，美国各地方政府的表现更为务实。[5]


  如今美国从联邦到地方对分享经济的态度，就如同放风筝，此时需要的是不断地放线来测试分享经济能飞多高，而不是急于拉紧绳子，而目前来看这根线还比较长。


  对美式政策的评析


  相对于欧盟急于出台成套成文政策来指导分享经济发展，美国对于分享经济的态度显得更为豁达，能够感受到其胸有成竹的气魄。一来实践中美国分享经济的发展已经站在了世界前列，无须政府更多推动；二来“谋定而后动”,只有冷静思考后的政策，才能真正合适分享经济。细想“美国特色”的做法，确有以下值得学习之处：


  第一，市场先行，政策后动。统观美国政府对分享经济的态度，就是要分享经济先行发展，其发展如何完全交给市场去评判。分享经济已经在美国盛行多年，而FTC却迟迟不出台相关政策进行管理，其目的就是希望首先由市场对分享经济进行成分检验，其次通过市场和各地政府的反映来检验现有制度的缺陷或者不匹配之处，最后，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都需要经过反复讨论与论证，不仅要做到制度上科学，而且要能够沟通民意。显然，经过美国市场检验过的分享经济是值得称赞的，它培养出了Uber、Airbnb这样的巨头，也发展了上百个各类型的候补梯队，分享经济是值得追逐的。而这些年集中出现的平台与各地政府之间的管理矛盾也让FTC认识到现有制度和分享经济的不和谐之处，这才有FTC后继的研究与讨论。


  第二，统一思想，划定底线。虽然美国并不急于管理分享经济，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容许出现思想上、指导思路上的混乱。FTC不断地通过媒体，通过与当地政府进行接触，就是想传达出支持分享经济的态度。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急需新的经济驱动力，分享经济让美国政府看到了一个新的增长点。统一对分享经济的态度有利于经济的更进一步复苏。而与此同时各地政府又一致地划出底线，从形式上表现为相关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例如加利福尼亚的公共事务委员会通过的法律框架，使得出行分享类的公司可以在该州境内合法运营；但是这种政策是一种“底线”政策，其真正含义是允许分享经济的平台运行，只有在其运转偏离轨道，例如损害消费者利益等时才会出来进行干预。也因此，美国的分享经济企业可以迅速发展。


  第三，地方试点，高层等待。采用中央或者说联邦立法具有效力强，执行力强的特点，但是也有不易更改的问题。因此，每一个联邦层面的政策的实行都必须慎之又慎。美国的做法就是把问题先抛给地方，由地方各自尝试解决之道，由联邦层面(这里就是FTC)进行观察、筛选以及指导。与此同时，联邦层面也会征求学界、商界以及社会的意见，综合考量、统筹兼顾，出台最终的意见。


  
    [1] 延展阅读：Nicole DuPuis and Brooks Rainwater:The Sharing Economy An Analysis of Current Sentiment Surrounding Homesharing and Ridesharing, National League of Cities. http://www.nlc.org/Documents/Find%20City%20Solutions/City-Solutions-andApplied-Research/Sharing%20Economy%20Brief.pdf。

  


  
    [2] 延展阅读：https://www.ftc.gov/news-events/events-calendar/2015/06/sharing-economyissues-facing-platforms-participants-regulators。

  


  
    [3] 延展阅读：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14/04/ftc-staff-submitscomments-chicago-city-council-proposed。

  


  
    [4] 延展阅读：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1960。

  


  
    [5] 延展阅读：Nicole DuPuis and Brooks Rainwater:The Sharing Economy An Analysis of Current Sentiment Surrounding Homesharing and Ridesharing, National League of Cities. http://www.nlc.org/Documents/Find%20City%20Solutions/City-Solutions-and-AppliedResearch/Sharing%20Economy%20Brief.pdf。

  


  跋


  本书是腾讯研究院出版的第一本分享经济的专著。其中或有种种不足，但基本反映了我们对未来信息社会中经济活动可能的组织形态的思考。


  作为独占的反义词，分享行为古已有之。其往往被视作人类社会性的体现和利他天性的流露，以经济学理性人假设反证的姿态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分享经济与分享行为有着明显的区别：分享经济无关利他，是在理性人假设条件下的市场自发选择。


  分享，大体上描述的是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状态。从罗纳德·科斯到奥利弗·威廉姆森的新制度经济学传统，将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分离视为交易成本产生的重要原因。具体说来，由于在事先订立的合同中无法穷尽所有事后的可能变化，理性人逐利的特质必然导致事后的种种龃龉和争执，成为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滋生的土壤，显著推高交易成本。利益方不得已采用收购的方式取得物权，也即剩余控制权(residual rights)以避免事后的混乱。


  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权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天然是保障使用权的最完整也最昂贵的手段，是应对交易成本的不得已而为之。正如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所说，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所有的经济行为都应交由独立市场(arm’s length market)完成，以资本、物权、雇佣、层级、命令为基础的生产组织形态将不复存在。


  交易成本为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如同理性人假设一样，被当作在现实中不存在的理想状况，仅供理论探讨。


  直到移动互联网普及、点对点的分享经济平台出现。


  在移动互联带来的技术革命浪潮中，分享经济平台正在扮演独立交易市场的角色。平台上一个个自由活泼的个体成为特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因为信息的高度发达，独立的评价体系得以建立，信任和信用得以伸张，交易成本因此大幅降低。这些点对点的直接交易，也许与交易成本为零的理想状态仍有距离，但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却因此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具备真正的大规模经济意义。


  看到这一点，应该就能理解为何我们坚信分享经济是风口，能够创造实实在在的价值，而不仅仅是“风险资金造就的虚假繁荣”,也不会在“停止补贴后就自然消亡”。


  我们坚信，通过分享经济平台节省下来的资源不会在经济循环中凭空消失。这些经济节余，不论是以货币还是实物的形态存在，都会随消费、储蓄、投资等不同渠道重新投入经济活动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说，分享经济压抑新增消费的担忧并无理据。


  我们坚信，分享平台搭配的长效可累积信用机制和即时反馈实时监控特性，能够拔除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种种龃龉和争执。原本因高道德风险而被弃置的独立交易机会重新变得有利可图，而在场外观望的交易方也会重回市场。网上约车、短租无一不是这一论断的强有力例证。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观察的结果来看，分享经济平台都创造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


  我们坚信，一辆存放在普通人家的普通轿车，停在车库里，是只会产生折旧费用的消费品；分享出去，却能成为产生正现金流的有价资产。这个家庭的利润表里因此减掉一个费用项，换来资产负债表中多出一个资产项。千千万万这样的家庭汇总起来，改善的是全社会的利润和资产负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思维实验，托分享经济的福，这已经是日常的现实。


  本书的诞生，首先要感谢马化腾先生和郭凯天先生对于分享经济理念的认同和有力推动。


  感谢滴滴的程维先生，作为中国分享经济最有力的践行者，拨冗为本书撰文，与我们一道分享滴滴对于分享经济的实践洞察。同时也要感谢参与了本书调研的途家、小猪短租、猪八戒网、人人快递、人人车、挂号网等分享经济领域的新兴企业，正是他们的积极探索，共同推动了分享经济理念在更多领域的实践。


  感谢腾讯研究院分享经济的研究和写作团队——张孝荣、孙怡、蔡雄山，他们在近一年以来一直保持对分享经济产业及政策等方面持续和深入的研究，成果不断。感谢Brent Irvin、谢呼、江阳、程武等各位领导以及沈丹、李航、岳淼等各位同事对课题研究的大力支持。感谢其他参与本书写作和策划的腾讯研究院的同人——张钦坤、程明霞、李刚、周政华、刘金松、崔立成。正是大家的通力协作，使得本书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


  特别致谢段永朝、姜奇平、张新红等各位专家的支持，尤其是段永朝老师对于全书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感谢参与腾讯研究院分享经济风潮研讨的诸多学者、媒体和一家民宿、e袋洗等企业朋友，你们的观点和案例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支撑。


  同时还要感谢参与本书资料搜集整理、提供调研支持的众多同学——金宁、刘嘉琪、刘玉玲、高燕、郝璞璞、刘烔言、曾文婉、邹迅羽、苏亚、任帅涛、胡佳、孙那、王少棠、李思羽、曹建峰。


  感谢中信出版社的卢俊先生、朱虹女士和本书编辑赵辉先生与腾讯研究院一起组成了高效的团队。


  最后，要感谢关注分享经济，关注腾讯研究院的众多读者朋友，大家是我们前进的最大动力。如果您对本书及分享经济有任何意见和建议，希望不吝赐教，您的任何观点我们都非常期待。


  分享经济的风潮，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开启，腾讯研究院将会在分享经济以及其他新经济领域开展持续的研究积累，将最新的信息和成果快速无间断地推送出来，做好产业界与学术界的连接器，我们期待和所有热心互联网社会科学研究的同人一起关注、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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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奇点》在经济稳定性与持续扩张的技术之间复杂的结合点上，提出了一种既带有挑衅性又带有补救操作性的观点。


  ——柯克斯评论（Kirkus Reviews）


  希尔在《经济奇点》中提出的尖锐批评可能会对广大读者产生影响，读者在进行下一次旅行或短租时，或者选择到机场的出行方式时，将不会选择通过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来完成，因为这样做可能会助长共享经济企业的剥削，让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去做“优步”司机，赚着比最低工资还要少的薪水，而且要把自己的卧室通过“空中食宿”出租出去赚点钱来补贴生活开销。


  ——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


  如果有人想了解技术究竟怎样破坏了我们的工作方式，并且如何侵害了整个社会的安全网，还想了解政策制定者究竟应当怎样回应，才能够保障不断增长的临时工经济中的那些工人能够获得足够的福利，那么《经济奇点》应被推荐为必读书目。


  ——劳拉·丹德烈亚·泰森（Laura D’Andrea Tyso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美国总统经济委员会前主席


  在《经济奇点》中，史蒂文·希尔用近乎可怕的细节证明了这样一件事，即这些向美国工人及其家庭许愿能够给予更多更新形式的工作的方式，实际上让他们的经济地位更加每况愈下、预期风险更大，并且更加不稳定。值得庆幸的是，希尔不仅简单地预感到了这场大灾难，而且以一个见多识广的制度改革作为这本书的结尾，这套改革方案的提出将可能扭转这种悲剧的局面，毕竟这些只是现有工作形式的潜在威胁。任何一个对美国工作条件稍有所关注的人——无论是美国工人、工人的拥护者、劳动力市场研究人员还是政策制定者——这本书都是开卷有益的。


  ——珍妮特·C.戈尼克（Janet C.Gornick），纽约大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研究生中心主任，卢森堡跨国数据中心主任


  《经济奇点》是一部令人信服的著作——里面充满了大量实证分析、案例分析和一手资料——给出大量证据证实了现阶段被广泛热议的所谓21世纪商业模式的有害之处，而这些恰恰是平时最容易被忽略的。史蒂文·希尔的著作是迄今为止我所见过的最有力度的论证，论述了现阶段所谓“共享经济”的许多已颇具共识的悲剧一面，并且提出了一个投资人、公民自由主义者以及每一个还在乎“美国梦”的人所亟须关注的现实。在最核心的部分，《经济奇点》实际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催化作用，鼓励我们去勇于挖掘硅谷所带来的阴暗一面。这本书不仅提出了颇具深度的批评，还提供了一个颇具价值的积极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也许能够帮助美国的工人阶级逃离即将到来的大灾难。


  ——萨沙·梅因瑞斯（Sascha Meinrath），X-Lab总裁；帕默·谢尔（Palmer Chair），宾夕法尼亚大学


  史蒂文·希尔的《经济奇点》是一部至关重要的著作，它能够帮助我们把握现阶段关于“共享经济”一些争论的方向。它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共享经济的持续扩张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至关重要的法律法规发挥效力，而这些法律法规则是为重要公共目标服务的。


  ——迪恩·贝克（Dean Baker），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出版商，“击败新闻”经济博客博主


  史蒂文·希尔对兼职的、不稳定的“优步经济”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评论，这本书揭示了一个新的亚经济是怎样游离在法律约束之外为工人提供工作并对全职工作产生破坏的。这是一场远程公司算法的暴动！


  ——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消费者权益倡议人士


  史蒂文·希尔撰写了一部非常及时而且非常重要的专著，它针对“1099经济”的未来提出了许多真问题。作者的论述始于旧金山，这当然是一个观察那些正在改变我们所在世界的技术和商业创新的最佳位置。《经济奇点》应当作为每一位致力于为共享经济的红利如何惠及所有人而不是仅仅被一小部分破坏者所独占而进行努力的政策制定者的必读书目。


  ——伦尼·门东卡（Lenny Mendonca），麦肯锡公司名誉董事


  在未来的很多年里，史蒂文·希尔的分析、评论与行动主义，都将帮助我们理解美国的政治经济学。他的最新著作《经济奇点》以惊人的洞察力引人入胜地论述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如果我们再不去关注在那些经济巨头的控制下正遭到威胁的“美国梦”，我们就永远不知道美国人即将失去什么。


  ——卡特里娜·梵登·霍威尔（Katrina vanden Heuvel），《国家》杂志的编辑兼发行人


  我们热衷于谈论技术的创新和破坏，但是很少去理解和讨论这些问题对社会产生的切实影响。史蒂文·希尔所撰写的《经济奇点》一书简直棒极了。这是我所读过的关于技术创新和“创造性破坏”在未来以极快的速度对我们所产生冲击的分析方面最好的书。


  ——彼得·史密斯（Peter Sims），硅谷行业协会联合创始人兼常务董事，《小赌注：如何从那个细小的发现中得到突破性想法》的作者


  史蒂文·希尔颇具反思的专著《经济奇点》充分剖析了所谓的“共享经济”。正如希尔所阐述的，工人所重新失去的安全保障被利用这种新兴模式的掠夺性资本家所有，而这些人仅占整个人口收入最顶层的百分之一。《经济奇点》这部专著提供了一个十分必要的反思，它论述了失去安全保障究竟是怎样影响经济繁荣的诸多方面的。


  ——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美国展望》的作者之一，《债务人监狱：紧缩政治以及可能性》


  这部专著充分论述了为什么“共享”经济其实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这是一个绝佳的观点。


  ——乔尔·罗杰斯（Joel Rogers），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美国社会：究竟在如何运转》的作者


  
    献给玛丽亚·费尔南德斯（Maria Fernandes），她曾是“唐恩都乐”（Dunkin Donuts）的一名工人，而今已成苍穹繁星一颗，她明示了我们注定要失去什么；献给我的侄子和侄女，希望你们即将继承的世界仍如父辈和祖父辈所熟知的那样一如往常；献给露西（Lucy），这也是我一直在做的事。

  


  前言 旧金山地震


  我们如何消除障碍，才能使其他大多数人与少数实力派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总之，如何才能使我们的自由经济实现充分就业，即为企业提供充分的利润，为劳动者提供充盈的工资，并为所有公民提供充足的机遇？


  ——约翰·费茨杰拉德·肯尼迪（John F.Kennedy），1962年[1]


  我在旧金山，望着窗外，看到寒冷、灰色的雾气穿过金门大桥上的红色跨栏。我正在观察世界的变化。大量发源于旧金山湾区的颠覆性发明和创新正在产生令人惊骇的影响：能够将你的头脑变成移动电脑或者视频监控器的谷歌眼镜；让你再也不需要司机的无人驾驶汽车；始终能追踪你个人偏好（无论你是否愿意）的搜索引擎；采用日益精密的软件及编程运算，能够完成以前被认为非人类不可完成的工作任务的机器人；如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医生那样正在寻求活组织转化的干细胞研究和再生医学。


  当然，现在“哈利·波特魔杖”般的无线电已经让我们在手掌中就能完成所有的任务，从通信革命（电话、短信、邮件、微博）到信息革命（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新闻、天气、娱乐播报），到创新革命（相机、视频、音频、应用程序），再到强大的GPS（全球定位系统），有了它我们就不可能再迷路了。我们释放着史无前例的潜力来记录、发布并撰写我们清醒时的每一刻，几乎要成就精准地分配我们所拥有的9000亿纳秒（即约15分钟）的传说。当我们正在一步步地感受苹果和安卓系统所带来的便利时，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同样的设备也许正在为政府或企业服务，以一种连纳粹盖世太保或者斯大林内务人民委员部都难以想象的方法，暗中监视着我们。现在，这些设备早已从它们的科技涅槃之地——旧金山湾区——蔓延开来，到达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精灵已破瓶而出，且如覆水般难收。


  旧金山湾区一直以来都是混乱和革命的焦点。无论是疯狂的旧金山淘金者49人队、“垮掉派”诗人联盟、黑豹党、妇女运动、同性恋婚姻、反战抗议、自由言论游行、自由恋爱，还是嬉皮士“花的力量”和迷幻音乐，旧金山湾区都是其发源地。在创新无止境的旧金山，更进步的永远是当下。但是今天，“革命”一词已经毫无疑问地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一些品牌，诸如谷歌、苹果、甲骨文、脸书和推特，正主宰着突飞猛进的数字领域，这些公司已经成为商业模式创新、创造及成功的代名词。创业公司开始寻找各种途径，将计算机软件和算法与各个行业联系起来：从移动电话到手表，从无人机到家用电器，从音乐到电影，从酒店到五角大楼，从农业到装配线地板。机器人和自动化正在不断地激发生产率，使它达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水平——随之而来的就是所需要的劳动力的减少，这就是为什么说机器化正在产生一种将全面代替人工的威胁。


  简而言之，科幻般的昨日就是于硅谷与城市之间的101高速公路上不断穿梭而来的，就像一辆高科技蒸汽压路机在印第安纳波利斯500英里[46]大赛上来回巡航。创新的浪潮和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最大化席卷全国，无非就是在不断寻求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包括通信、创造、信息、教育、娱乐、工作、购物和旅行，等等。它的席卷具有历史性，它的野心具有彻底性。技术趋势的引领人和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ssen）简要地总结道：“软件将吞没整个世界。”[2]


  现在，从线上技术解决平台派生出的最具突破性的发展趋势，看来注定要深刻地改变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方式——“共享经济”，有时也被称为P2P（点对点）电子商务经济、协同消费经济、按需经济等。共享经济炙手可热，是风险投资和媒体青睐的对象，它们总是浓墨重彩地宣扬共享经济的每一个新发展，其中包括一些估值已经数百亿美元的企业，尽管这些企业实际上还没有真正赚到一个子儿的利润。这些代表性企业包括“空中食宿”[47]（Airbnb）、“优步”（Uber）、“任务兔子”（TaskRabbit）、“一揽子找工作”（Elance-Upwork）、“来福车”（Lyft）、“路边车”（Sidecar）、“扎力”（Zaarly）、“艾特斯”（Etsy）、“洗衣忍者”（Washio），以及许多类似的应用平台，它们已经在旧金山湾区被孵化出来，并且被誉为“未来趋势的新化身”。这些互联网企业充分利用在线网页和应用程序平台，从而将买方和卖方、劳动者和服务直接联系起来，以一种原来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方式剔除了所有中介。亚马逊和易趣网是使用这类技术的先驱，初创时期是为了卖书和日常用品。现在，共享经济企业已经将这种商业空间进行了无限的拓展，使它们能够提供多种服务、商品和劳动。


  但这种革命不仅是商业性的——其领先的预言家说，共享经济在美国企业的战壕中提供了另一种切实可行的雇佣方式。这种方式无须你出卖灵魂给任何人，而是可以作为你所拥有的微型企业的代表为你自己工作。在你和客户之间也不再需要中介，这份工作可能直接呈现在你的电脑上，也可能通过网页或应用程序呈现在你的智能手机上——你所需要做的就是等待并且检查应用程序信息流中是否有关于付费工作的信息。你再也不是只能低三下四的雇员，要通过为别人赚钱来得到重用——你可以经营所拥有的微商，可以自愿地做你想做的事。这就是传说中的“自食其力经济”（DIY Economy），它取代了陈旧的后工业经济中所谓的“自由劳动力”，而升级为“独立的”、“为自己工作”的劳动形式，并且奉行“做属于我们自己的自由职业事业的首席执行官（CEO）”这样的信条。


  没错，对技术狂想家来说，石头的价值就在于能够不断地产生黄金。布莱恩·切斯科（Brian Chesky），曾经是一名健美运动员，现在是“空中食宿”的创始人兼CEO，年仅34岁的百万富豪，看起来正在用拯救全世界的标准来不断地打造他的企业。“我认为我们正处于革命的中期。”他在旧金山的一次会议上如是说。[3]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共享乘车企业“优步”的创始人兼CEO，同时也因为其大胆言论而家喻户晓，曾经表示他的公司将“使家庭自有轿车成为历史”。[4]利亚·布斯克（Leah Busque），“任务兔子”的创始人兼CEO也不甘示弱，宣称她所想成就的是“彻底改变人们工作的方式”。[5]而媒体，诸如《经济学人》、《福布斯》、《快公司》、《科技博客》、《连线》也在为这种轮班换岗而大肆宣扬。[6]


  坐在旧金山，我就相当于已经坐在了这次“地震”震中的前排。然而，那些技术天才为我们计划好的未来却迟迟未出现，反而从现实角度来看越来越让人忧心忡忡。这不仅是指那些被驱逐的人，包括一些年老或者残疾的房客，“空中食宿”以此清空整栋大楼来满足通过“空中食宿”预订房间的旅客，甚至已经在为究竟是否应当履行缴纳当地酒店税这一责任为自己进行辩护；也指那些就像墨西哥短期合同工那样绝望且没有任何规律工作的工人——“待出租的手臂”——来从事通过“任务兔子”、“一揽子找工作”、“众包数据”（CrowdFlower）或者其他收取佣金的网站找到的工作，有时比最低工资还要低（据一些工人所说）；还指中低收入家庭在科技推动下不得不踏上现代“血泪之路”，不得不离开旧金山湾区，因为他们再也无法负担得起逐年攀升的开销；更指“优步”等企业，“优步”已经被估值约510亿美元——比达美航空和美国联合航空的估值还要高，并且逼近通用汽车和福特集团的估值——这些企业都拥有不少于30家不同的海外子公司，它们无非就是在加勒比地区设置了一些邮箱，想通过避税天堂来大幅减少在美国的税收负担。[7]


  是的，共享经济的影响远非如此。新经济的空想者——我已经把这个新亚种叫作“技术人”（techno sapiens）——一心预想着对美国劳动力、雇佣质量以及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方式进行通盘重塑。


  当然，当事实摆在面前的时候他们也会承认，“总会有短暂的中断和紊乱”。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是他们的准宗教信条，更何况新经济在旧金山湾区、纽约城、洛杉矶以及其他席卷过的地区，已经推翻了一大批传统的住宅、劳动、交通以及其他供给的规律和准则。随着新经济从“左海岸”开始跨越全美，从蓝色的州到红色的州，[48]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新经济为大多数美国人提供了一种“不公正待遇”来替代“新政”，尽管“新政”铸造了美国的中产阶级，并且在过去的时期——“二战”后——让美国不用嫉妒任何人而成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这些混乱的力量和趋势动荡不安，许多事情也危如累卵。


  在本书中，我将挑战常规思维，揭示为什么“技术人”为我们所计划的愿景通过把美国工人和国民经济逼入死胡同来“庆祝”新经济的诞生。这本书将揭示，所谓的“共享”经济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并且冰山已日益逼近。冰山本身就是我所说的“自由职业者社会”，共享经济则会逐渐成为这个勇敢的新世界的中心。


  自由职业者社会的逐步形成


  在2008年经济大衰退的后危机时代，无论是“左倾”人士还是右倾人士至少都对一件事达成了共识：美国劳动力已经变得更容易受伤害了。工资更低，保险更少，安全保障也被取消了。更令人警醒的是，现阶段的收入不平等已经变得和1928年，[8]即大萧条前夕一样糟糕，1%最富有的美国人中的1/10——16万个家庭[9]——现在占全美财富的近1/4，这一比例竟是过去几十年的两倍。2013年美联储对消费金融的调查显示，最富有的10%的家庭占全美财富的75.3%，同时最贫穷的50%的家庭仅占全美财富的1.1%。[10]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最贫穷的90%的家庭所占财富比重甚至还没有我们祖父辈高。[11]这种情况看上去像在“新政”中［由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在20世纪30年代颁布的一揽子“新政”，包括那些在大萧条之后消除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政策］从未出现过。


  对未来的预期看上去也并不光明。不同于以往的经济复苏，最近一轮的“复苏”并没有让大多数人产生变化。尽管自2008年大衰退时期以来，企业利润增长了30%，并且在2013年创下2.1万亿美元利润的历史新高，但是这些企业已经停止了在美国投资的步伐。[12]《华尔街日报》称，美国的跨国企业和大公司为所有美国工人提供了1/5的就业机会，但是随着海外雇工的兴起已经开始不断削减就业岗位，2000~2010年，这些公司削减了美国劳动力290万人，而在海外则增加了240万人。[13]2010~2012年，美国最大的35家企业所增加的工作岗位，有3/4都是在海外。[14]与20世纪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这些企业在那个时期增加了440万个美国本土的工作岗位，而仅增加了270万个海外工作岗位。


  除了解雇美国工人，这些“机灵鬼”企业还找出了许多漏洞和国外避税天堂来减轻它们的税收负担。[15]这些企业为所赚取的2.1万亿美元利润仅缴纳了4190亿美元税收，实际税率低于20%[16]——这是1931年以来的最低税率，是20世纪60年代企业所缴纳税率的1/3，甚至比中产阶级缴纳的税还要低。[17]联邦税收中由美国企业缴纳的份额，已经从1952年的33%下降至现在的不足11%。[18]“美国”企业已经忘记它们是从何而来的了。


  虽然企业利润逐年攀升，但是税收收入骤然降低，而且工资作为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已经是“二战”以来的最低值。[19]家庭实际收入的中位数比2007年下降了8个百分点。[20]许多工作都在2008年大衰退中失去了，这些工作被认为是“好工作”——有体面的工资、医疗保险、退休金、安全保障（有一些工作安全措施）。现在，没有新公司愿意在工厂和工作场所上进行投资，工作岗位的质量在持续下降。所谓的复苏创造出近一半的新工作机会，但只支付比最低工资稍微高一点的薪水。经济已经复苏好几年了，但在整个经济中，中档和高档工资产业比大衰退之前减少了近200万个工作岗位，低档工资产业也减少了185万个工作岗位。[21]的确如此，美国市长会议发布报告称，新工作岗位提供的平均工资比大衰退中工人所失去的工作岗位提供的平均工资低23％。[22]


  如果本书是一出百老汇舞台剧，那么这些数据和指标就是舞台剧的天幕——上面画着风景和舞台布景——等待着舞台上到底会进行怎样的表演。舞台上的演员就是极其庞大的、数量正在增加的自由劳动力、承包商、临时工和兼职人员大军，这些人被判定在未来的自由职业社会中扮演主要角色。工作岗位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就是工人越来越依赖于这些“不规律”的雇主。这些做法已经引发了一种新经济模式——“1099经济”[49]，因为这些雇主不会像其他常规和长久雇主那样提供W-2个人所得税表格。有所不同的是，他们提供的是投资等所得税（1099-MISC）表格，在国家税务局分类中显示为“独立合约人”（Miscellaneous Income，MISC，杂项收入）。[23]采用“1099模式”的生意与采用W-2工资收入相比优势非常明显：雇主总是能够显著削减成本，通常能达到30%甚至更多，因为不必为“1099工人”担负健康成本、退休、失业或者工伤补贴、午休、加班、残疾、疾病、节假日离岗及其他成本。总之，支付给合同工人的只是他们在劳动过程中所花费的定量时间，而且这种工作时间正在被一件件“微工作”压缩得越来越短。


  把业务外包给这些“1099工人”，已经越来越多地成为美国企业领袖用来削减成本和实现利润最大化的选择。一位新经济的热情支持者道破了这些雇主的新战略：“今天的企业都想要一种劳动力，它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签约或解约”[24]——就像我们关上水龙头或者关掉收音机那样简单。


  由此看来，美国企业——一向作为“新政”领域提供“好工作”的压阵队员，已经越来越依赖“1099工人”大军了。实际上，2014年由自由职业者联盟（Freelancers Union）委托的一项联合研究表明，超过1/3的工人——5300万美国人——现在都属于自由职业者。“自由职业者已经成为新常态。”萨拉·霍洛维茨（Sara Horowitz）说。她是自由职业者联盟的执行董事。[25]其他研究也预计，在未来十年中，有近1.45亿美国工人中的大多数——约6500万名工人——将发现他们处于同一境地，即将转变为“独立工人”：自由职业者、零工、合同工、散工、微型企业家、微工作承担者、个体经营者、临时工、长期择业者、长期零工。这确实是对工人分类的新方法，这种分类法把劳动力群体分割得让人有些眩晕。[26]甚至许多全职的、非常专业的工作岗位也有向这种方式转变的可能。


  从某种意义上说，雇主和雇员看起来就像婚姻关系，他们之间存在一种承诺和命运上的关系。这样看来，现在的雇主只想和他们的雇员玩“一夜情”，这显然会使承诺杂乱无章，而且会增加宏观经济的短期性和不确定性。取代摇摇欲坠的“新政”社会的是一个黑暗世界，其中富有和强大的经济精英——这些人不仅生活在旧金山，而且遍布全国——与他们的政治盟友合作建立政策体系，使他们能够塑造其专有员工并成为不抱团的“1099雇工”。雇主已经结束了与雇员之间的“婚姻”般的雇佣关系，而更喜欢那些可以随时开始、随时结束的关系。这对国家的未来而言是一种直接威胁，也会影响曾经享誉世界的“美国梦”。


  欢迎来到自由职业者社会。


  这条路上除了挤满不同种类的微工作承担者之外，还包括“1099经济”的工种，工人驻扎在城镇外围，“灰色”雇工住在里面。没有信心的工人越来越多，他们正在彻底脱离劳动力群体。他们中的许多人原来都是在办公室工作的，并且拥有半永久性合同，但是现在都沦入“地下”或“灰色”经济，这也是自由职业者社会中增长最快的用工军团。这些工人生活在“美国梦”的边缘，一只脚踏入并不真实的工作场所。迫使人们成为灰色雇工的力量非常强大，而且数量已经达到了非常大的规模，以致他们已经对国家失业率统计和税收收入产生了影响。“下降的失业率伴随下降的就业率同时出现，这在常态下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位劳动力市场专家说。失业率和就业率是成反比的：如果其中一个指标上升，那么另一个指标会下降。但现在并非如此，因为大多数工人都沦入了灰色经济，这部分数据不在官方统计数据内，而且这一统计不到的人群数量越来越大，以致失业率看起来也开始下降了。


  但是越来越多的专家相信这种统计并没有反映现实状况。甚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她的工作是最大限度地保障积极的预期，都不得不于2015年2月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之前承认全局并不像失业率下降所显示的那样乐观。这是因为“在边缘挣扎的、没有自信的工人”数量激增，与此同时，“异常大量的个人都在做兼职，而他们可能喜欢全职工作”，她证实道。确实，与大衰退出现之前相比，美国劳工统计局预计加入劳动力大军的美国人少了1200万。而且，这一数据可能被少算了。[27]


  在这条道路上，在那些驻扎着灰色雇工的城镇外围，共享经济将遇到它最黑暗的一面。在自由职业者社会的黑暗、混乱郊区，网络和应用程序在收取佣金后，可以帮助所有人实现匿名购买服务和商品。“共享”经济变成了一个怪异的、破旧的连续统一体。在过去的某一点上，就会沦为邪恶的、非法的行为，这一点可以“丝绸之路”（Silk Road）为代表——它在易趣网上专门出售次品及违法商品和服务，直到它被联邦调查局捣毁（尽管那时已经有许多类似的网站取代了它的位置）。“丝绸之路”事件进一步揭示了共享经济的趋势即将脱轨，如果不对它们进行适当约束的话。通过匿名网站的网页窗口，你可以雇用一个“任务兔子”来修剪你的篱笆，或者通过“绿色租赁”（Spinlister）来租用一辆自行车，以及通过“优步”来租用一辆轿车，当然，你也可以购买违禁药物，雇用一个妓女或者租赁一把半自动步枪。或者还有更糟糕的，在“需求导向经济”的准则下，你甚至可以通过“丝绸之路”雇用一个职业杀手。匿名技术能够满足那些紧急需要钱的人。


  对相关焦虑的关注已经越来越多，甚至包括数百万的美国工人与一次性雇工相比已经变得越来越少，匿名技术将会带来更多匿名工种。办公自动化、机器人、越来越多的“智能”设备和人工智能，已经在许多工作中开始代替人类——并且首席专家说：“这一过程还将继续加速。”牛津大学一项针对700多种工作岗位的研究预计，在未来的20年中，“美国现存的工作岗位中有47%的可能存在电算化的风险”[28]——这意味着6000万个工人将受到“技术性失业”的威胁，正如经济学家凯恩斯所说的那样。[29]技术倡导者埃里克·布莱思约弗森（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在他们的畅销书《第二次机器革命》（The Second Machine Age）中表明，随着人们的工作岗位被替代，新的工作岗位将被创造出来，就像过去曾经出现的那样，新机器和新技术创造新工种。[30]但是美国宇航局的程序管理员马克·诺尔（Mark Nall）说：“与之前的破坏不同。在之前的破坏中，农业机械代替了农业工人，但是创造了工厂就业，并制造了机器，但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并不是这样。随着它们的用途越来越广泛，技术能力越来越强，受到影响的绝非一小部分经济部门，而是波及一大片。”[31]随着这种波及范围越来越广，几乎每一位邻里、每一个城镇、每一个行业和工作场所，都将受到这种影响，越来越综合的软件和精妙的计算机算法将接手许多工作任务，而这些工作任务以前只有人类可以完成。《纽约时报》的科技记者法哈德·曼约奥（Farhad Manjoo）写道：“人工智能机器正变得如此完美，升级得如此迅速，以致已经准备替代人类了。”在非常广泛的行业中，人工智能机器比以往的机器所能做的工作要多得多。[32]


  因此，“看不见的手”现在是指机器人的手，而且它不在“共享”情绪范围内。一种保守的观点认为，新工作岗位总是会以一种难以预测的方式神奇地出现，现在看来这是建立在一种站不住脚的、盲目的信仰基础之上的。大量工作岗位的转型是令人畏惧的，正如牛津大学的研究结论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凝视水晶球的占卜者是错的，那么累积的“就业缺口”将是毁灭性的。这一现实的、令人不安的迹象已经开始出现：《华盛顿邮报》在2010年称，美国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创造的新就业岗位数量为零。[33]对于美国工人和就业岗位创造而言，这无疑是失落的十年。自“二战”以来，没有哪一个十年经历过低于20%的就业增长。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那个经历滞胀和能源危机的十年，就业岗位也增长了27%。


  共享经济对这些糟糕的趋势无计可施。事实上，它还加速了这一趋势，因为正如我们所见，对美国工人而言，它把“给所有人机会”演变成了一场恶性竞争。


  矿井中的金丝雀


  我自己也正在亲身经历这种新工作方式的无常。在华盛顿特区这样的智囊团世界工作了许多年之后，我主持的项目失去了大量资金支持，并且在不久后被迫关闭了。我的所有雇员，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被解雇了。我当时正在推销自己几个月之前出版的一本新书，所以我有几个月的时间来适应这种变化。在那期间，所有的事情看起来都是那样平常和自然，但是我始终没有意识到我已经上了那条众所周知的“好工作”带来的既安全又有保障的船，原有的固定薪水、就业保障和一系列复杂的安全保障都化为泡影，只剩下变成自由撰稿人的我站在冰冷、深邃的水里。


  突然间，我要自己负责支付医疗保健、安排退休账户，并且要为退休做储蓄准备。我还必须支付雇主一半的社会保障税，以及医疗保险——还要从我的收入中再额外扣除8%。我的医疗保险费成本也开始飙升，因为我脱离了医疗保险费的大池子，在那里我可以谈判到一个满意的税率。事情还不仅如此。一时间，不仅每一篇文章和演讲的报酬不再像以前那样丰厚，而且我在咨询编辑下一篇文章和演讲、研究、访谈上所花费的时间都得不到任何报酬。这让我看起来就像一个装配线上的工人，要依靠生产每件产品的效率来计件取酬；那些与我的工作日看上去“无关”的部分——休憩和沐浴休息、员工会议，或者吃冷饮的时间，通常都会在一个“好”工作中当作工作时间支付报酬——已经被剥削到骨头里了。我注意到自己不仅再也没有带薪休假、病假、节日，也没有失业保障和工伤补贴。我不得不追踪多种途径和各种来源的收入，以确保“不道德”的编辑没有欺骗我，而不是从一个固定雇主那里定期收到一张工资单。


  简单来说，我必须在兼顾、兼顾、再兼顾的同时，不停地向上攀登——我的生活已经以一种我从未预料到的方式被颠倒。并且我发现，陷入如此境况的并非我一人。其他许多朋友和同事——包括曾获得普利策奖的记者、教授和知识分子，当然也包括我那些粉领、白领和蓝领朋友——都已经变成“1099工人”。他们都发现自己要面对同样的挑战，无论是在他们的专长领域、行业或生意中。简而言之，我们都已经步入一个“不稳定”工作的世界，这完全超乎我们为此所做的准备。


  别担心。共享经济的梦想家——如潘格洛斯（Pangloss）博士在《伏尔泰的老实人》一书中经常表示，要看到“所有可能世界的好处”——已经为我们量身定制了一个计划。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资产来“赚钱”——出租我们的房屋、轿车、劳动力、行车道以及其他私有财产——利用一大批中介网站或者移动应用程序，诸如“任务兔子”、“空中食宿”、“快速租赁”（SnapGoods），还有共享乘车企业“优步”和“来福车”等。


  例如，费雷德里克·拉尔森（Frederic Larson）很享受作为《旧金山纪事报》一名具有30年工龄的助理摄影师，在那段工作经历中，他获得了无数奖项，包括普利策奖。在刚刚60岁出头并且要养育两个正在上大学的孩子时，他突然遭遇了经济危机带来的悲剧，《旧金山纪事报》——原本拥有大量读者的报纸，在短短几年间丧失了一半的读者——精减员工并于2009年将他解雇了。他不得不做一些兼职工作，作为一名临时讲师在一所艺术院校教学生摄影，但是这份收入还是让他入不敷出，并且没有任何相关的社会保障。他已经成为一个从稳定工作和“好工作”岗位脱离的人、一个有不稳定工作和过着不稳定生活的自由职业者。他的价值在自由市场中遭受到了巨大打击，他的世界也变得动荡不安。他没有足够的财力来提前退休，但是对于从头开始这件事情而言，他的年纪又太大了。


  所以还能怎么办呢？他只能利用资产来“赚钱”了。


  他在绿化很好的马林县（在从旧金山跨过金门大桥的位置）拥有一套豪华的房子，所以通过“空中食宿”在线中介服务，他每个月将自己的房子出租12天，每晚价格在100美元左右。这是一种收入的来源，真真切切，但是这笔收入与他之前的工作薪酬相比实在是太少了。但是不得不说，房主的确通过“空中食宿”从一名专业摄影师变身为一个客栈老板——就在他自己的家中。他也要承受一些伤害作为代价——在那些接待客人的夜晚，他不得不忍受将自己关在家里一个独立的带锁的房间里，并且只能去当地的健身房洗澡。现在，每个月的12个晚上——生活的40%的时间——他都将自己关闭在一个“兔子洞”里面，还是在自己的家里，而家中的陌生人则有权使用其他空间。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都是有收入的，所以其他“资产”是不是也能“赚钱”呢？他那辆漂亮的普锐斯怎么样？每周四晚，他通过共享乘车服务软件“来福车”（它的广告词是“你朋友的车”，而且这类车因为要在所占用汽车的前排摆放疯狂的粉红色的小胡子作为标志，所以非常容易辨认）把自己的汽车变成一辆出租车。现在，在每周四晚上，这个专业摄影师就成了一名出租车司机——在他自己的轿车里。他之前的职业生涯搁置了，如果还没有完全结束，那么他也可以开始浏览一下诸如“快速租赁”等网站，看看是否能将他非常贵重的摄影设备出租出去。[34]


  欢迎来到共享经济。这个赢得多个奖项的前摄影师以及数百万的类似雇员开始被迫上蹿下跳地寻找各种资产和任何之前的东西来赚点钱。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将被迫通过资产“赚钱”——我用了共享经济一位梦想家最喜欢的词——不仅包括他们的房子、车子，而且包括他们生活中任何可以出租的东西。重商主义色彩浓厚的《福布斯》杂志——共享经济的鼓吹者，兴高采烈地为这些预言“打蜡”：“车道上几十平方英尺的面积都可以通过‘停车熊猫’（Parking Panda）来赚钱。你房子里面的狗狗友好房间可以通过‘狗狗旅行’（DogVacay）变身为其他宠物的阁楼。通过‘快速租赁’，车库里一个闲置许久的钻头都能够为房主带来每天10美元的收益，而房主只需要简单张贴一份声明即可。通过‘速流’（Liquid），一辆主人从来不骑的自行车也可以通过为一名游客提供交通工具而获得每天20美元的收益。”[35]


  费雷德里克·拉尔森就是其中较为幸运的一位。他曾有成功的职业生涯，所以现在可以用之前的一些资产来赚钱。但是那些只剩下一样东西——劳动力可以出租的人将何去何从呢？


  针对这些人，共享经济的领袖也已经凑在一起设计出一套东西——从它的影响来看，确实就像回到了中世纪。诸如“一揽子找工作”、“任务兔子”和“自由职业者”（Freelancer.com）等网站都已经开创了“劳动力中介”网站和移动应用程序，允许大量工人通过与其他人竞争来对工作竞标，导致工资越来越低，直到最低点，把自己狠狠地摔在又硬又冷的劳动力市场的地板上，以此来吸引大量买主购买自己的服务。由于互联网能够延伸至全球各地，许多劳动力中介网站都将美国工人直接放在与菲律宾工人、印度工人、泰国工人以及其他地区工人共同竞争的同一平台上。结果显而易见：便宜的第三世界劳动力不断地削减发达世界的工资。


  一个争强好胜的微企业主，为了使自己能够更好地利用“任务兔子”和其他网站，发现自己就像一只轮子上的仓鼠，越跑越快，“我尝试过一些在线工作网站，工资一开始还算合理，直到你意识到你花费了至少一半的时间在沟通（从一个微工作到另一个微工作），并且总是在处理这种碎片化的工作，而这些都不在收费范围内。再加上15%的自雇所得税、网站抽取的佣金（通常每一件微工作都要收取10%~20%），再加上有许多工作要与第三世界的工人一起竞争，这种形势确实已经开始让人厌恶了”。[36]


  另外一个“微工作”承担者，一名富布莱特学者，刚刚拿到MBA（工商管理学硕士），在“五美元网站”（Fiverr）接手了一批微工作订单，来保证自己在找到一份固定工作之前的“美漂”日子里有些收入。“五美元网站”是一个在线工作中介，通过大批量工作任务和服务把买方和卖方联系起来，每一份工作只需要支付五美元（自然如此，就像它的名字那样）费用。在完成总计27个订单之后，她发现一共赚了176美元。“我已经看到，那些站在7-11（日本一家便利店）门外的乞丐都赚得比我多。”她说。[37]


  为了防止有些人认为这只是一些懒惰的和不满的“1099工人”，卢卡斯·波威德（Lukas Biewald）——另外一个从旧金山起家的“按需提供劳动力”企业“众包数据”的联合创始人和CEO，阐述了公司的运行框架。“我们结束了每小时支付给工人2美元或者3美元的时代，”他在一次采访中说，“它真的取决于你所需要的质量水平。”[38]所以希望赚到最低工资的工人不必再申请了。


  共享经济数以千计的难民在“随时签约、随时解约”经济中的经历相似。前景如此黯淡，以致一些雇主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一位“任务兔子”的雇主，《旧金山纪事报》的专栏作者，雇用了一只“兔子”（是的，“任务兔子”就是这样称呼自己的工人）来做家政服务，她非常惊讶——这些“兔子”怎么能用如此低的工资来回复她的广告。她写道，他们“都是为了每小时赚一点点钱而疯狂工作的人，比我还是个小青年时兼职照顾小孩赚的钱还少”。[39]她在自己的邮箱中比较那些找工作的疯狂“兔子”，发现竞标的价格越来越低，就像在现场看选手参与《价格猜猜猜》（The Price Is Right）一样。


  但是实际上哪有什么游戏秀呢，更没有游戏秀的选手。他们都是“1099工人”——“任务兔子”、承包人、临时工、日工、微工作承担者，几乎都是契约劳动力的新形式。让形势变得异常紧张的是，这些人不是那些寻找兼职的青少年，或者离职后想赚些外快的家庭主妇，而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濒临或已经被解雇的“兔子”：他们中的至少70%都拥有学士学位，20%拥有硕士学位，甚至还有5%拥有博士学位。[40]这种学历都是一般情况下大家认为应当能在大学或者华尔街找到工作的水平。这些居无定所的工人以前或许都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但是现在只能在人才市场中漂泊游荡。当然，这些“待出租的手臂”更不用指望能得到卫生保健、退休和其他保险福利，甚至也没有工会代表。


  类似“任务兔子”、“众包数据”、“一揽子找工作”、“自由职业者”、“专家网”（Guru）、“扎力”、“五美元网站”，以及其他很多利用这种有利可图模式的应用程序和网站数量越来越多，都建立在大量“1099工人”的基础上——他们为了卑微的工作和很少的工资出卖自己的劳动。许多自由职业者比墨西哥短期合同工好不了多少，他们要在一个特别赤裸的、与他人恶性竞争的环境中提供服务。雇主可以选择最低的价格，也有可能在将来还想维持这种最低的价格。近一个世纪以来，这些网上中介业务终于在最深的经济衰退中获得主要动力，这绝非巧合，大多数最脆弱工人的境况就是正在被迫走向这种最脆弱的境地。共享经济的信徒把自己表现成一个改变美国工人这种潦倒局面的人，但事实上他们带来的这种改变更让人害怕。我采访过的一名“优步”司机就嘲笑一些人对“共享”经济的理解：“它更像是‘共享面包屑’经济。”


  共享经济的捍卫者称，“空中食宿”、“任务兔子”、“优步”、“来福车”，以及其他得到风险投资的企业，提供了更低的价格、更广泛的服务，为消费者提供了便利，并且在经济举步维艰时为那些下岗工人提供了一种收入来源。这种论断有一定的真实性，但是“沃尔玛”也可以说同样的话——问题在于整个经济和社会付出的成本到底是什么？当然不是像共享经济梦想家所说的那样：“你虽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从工作中获得医疗保健、失业保障、退休金和享受病假，但现在你自己是老板了。恭喜你。”当我们把所有雇员分类都加在一起，且这些工作岗位因为面临办公自动化和机器人将取代上百万份人类的工作，而正在变得炙手可热和不确定时，我们到达了一个让人警醒的、不稳定的境地，这种境地正在改变美国工人脚踏的大地。


  这就是新经济：被承包、被迫成为自由职业者、“被共享”、被自动化、被“优步”、“被1099”。实际上，共享经济的承办商正在伪造一个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钱人可以成为匿名人士，从事匿名交易，通过中介网站和移动客户端来雇用那些没钱的、被迫在线的工人进行恶性竞争，然后看看谁的劳动力更廉价，或者谁能够更廉价地出租他们的房子、车和其他私人财产。诸如“优步”、“一揽子找工作”、“任务兔子”、“空中食宿”、“来福车”等网站，都正在采用亚马逊和易趣网的模式作为自己逻辑上的下一步。它们受益于一种光环，似乎方便与革命的美观相结合。“共享”经济的概念听起来如此妙不可言——环境适宜、政治中立、反消费主义，并且它的所有包装都被委婉、模糊地打上了“共享”的标签。但是，并不能因为视觉上产生了一个乌托邦式的旋转，就认为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诱人世界，因为继大衰退以来，在政府和大企业都抛弃我们的时候，它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最大的经济崩溃期。


  凝视经济奇点的深渊


  当我参加硅谷的技术展会时，或者与任何新经济自我推销者交谈时，或者在“旧金山咖啡”（这个地方已经越来越多地充满年轻的、天真的自由市场技术追捧者）不经意间听到他们的谈话时，我常常十分惊讶于他们为了改变世界所做的努力，对外宣称是以一种他们自以为是地认为会全方位地带来积极改善的方式——而与此同时却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如果没有其他情况，那么他们一定是被自己盲目的自信所保佑，并且相信自己能够改变命运。新经济技术人通过他们的艾茵·兰德（Ayn Rand）乌托邦式自由主义信条，感觉这样非常公平、正义，尽管新经济有参与扩大“就业缺口”的实力——全职雇员所需工作的数量和质量与经济中实际供给之间存在差异。


  但是，如果就业的命运继续衰落，并且总工资和薪水再也不能为消费者提供足够的收入来购买任何美国公司生产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经济就会出现一个危险的不平衡——不断下降的经济压力会导致2008年的大衰退卷土重来。自1992年达到23%的高点以来，5%的家庭已经承担了30%的消费。[41]并且最新数据显示，这种转变还在加速。随着不平等如此巨大而且还在扩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多少人的钱包里有足够的现金或者ATM（自动取款机）账户来形成购买力。随着这些令人不安的趋势越来越根深蒂固，它们还将为更广泛的宏观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


  科技迷和天真的未来学家总是喜欢幻想被他们称为“科技奇点”的东西——未来的一个时期，预计是在2045年，“人工智能爆炸”会让机器实现真正的智能，它们能够自我设计更智能的版本，甚至可以超越它们的人类发明者，因此会产生深远影响并彻底改变人类文明，这就叫作“奇点”。在本书中，我还将阐述另一个让人不安的地平线，我将它称为“经济奇点”——因为几乎没有消费者需求而从内引爆经济的引爆点，原因是财富集中在极少数特别有能力的人手中，这些人把国家最优质的资源都据为己有。每个人都有可能通过共享经济而变得只能去争抢“废料”。确实，这两个奇点会成为同一个未来的两个方面，一种技术封建主义会威胁“美国梦”所有美好的和真实的东西，但也会使美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正如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他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所说，这种“精英群体扩大”的趋势，如果没有政策干预，就一定会继续下去。美国强有力的中产阶级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美国模式中一个非常有魅力的部分，也是美国稳固超级大国地位的核心部分。但是自由职业者社会的开始会逐步切断世界范围内缔造中产阶级之路。


  由于这些作用力不断增强，世界经济和美国国内的“华尔街资本”越来越能感受到竞争的压力，促使美国企业解雇自己所拥有的劳动力。[42]几十年来，美国商会和企业领袖的目标就是打破工会联盟，现在看来已经取得成功了。现在，他们的目标看起来是击溃劳动力本身。但是这种努力最终将是适得其反的，将释放出“经济奇点”这个幽灵。


  趋势已经出现，压力还在不断加码。看上去就像有某些邪恶的力量，正在瓦解近两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向一个更公平和平等的社会努力的过程，并且使时间倒转到一个更古老的时代，那时的君主和贵族都凌驾于农民和农奴之上。实际上，经济学家朱莉特·斯考尔（Juliet Schor）已经把共享经济和自由职业者社会称为“后工业农民模型”。[43]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将技术封建主义模型目前所产生的轨迹，与将时钟调回到的19世纪晚期的镀金时代做过对比。在那个年代，不平等的水平令人震惊，工人几乎没有权利、安全保障和工作保险，而且像铁路大亨杰伊·古尔德（Jay Gould）一样的强盗贵族可能会夸下海口：“我能雇用一半的工人阶级去杀死另外一半。”如果古尔德能活到今天，那么毋庸置疑，他会利用大量在线、需求导向的共享经济服务去做那件事。


  这就是“新政”以前世界的类型，美国人会认为自己已经被遗留在了后视镜当中。突然间，就像与哈利·波特（Harry Potter）齐名的、拒绝死亡的无形恶魔伏地魔（Lord Voldemort）一样——它又回来了。


  但是正如新经济的追捧者试图把所有人带回去一样，我们现在也正是时候问自己：我们想从工作中得到什么，以及我们到底想要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里？我们现在正在走向的未来，一个受共享经济激励的未来，会降低工作岗位的质量和数量，而这些工作塑造了中产阶级社会中间阶层——我的父母和祖父母、你的父母和祖父母，以及现在的我们——我们真的能从这样的未来中获益吗？或许新经济正向以数百万计的“1099工人”为基础的、有人控制的自由职业者社会的轨道发展，它会不会破坏使美国在“二战”后变成了领袖国的社会体系？这些基本问题的答案还有待商榷，这取决于自新交易曙光普照以来我们赖以生活的许多假设和价值。


  但是，由于自由职业者社会或者“共享面包屑”经济的出现，没有什么是注定的或者不可避免的。实际上，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共享经济在正确的方向上的确是有潜力的。现在的轨道是特定法律、法规、制度和实践的结果，所有的这些都是人为创造的，但所有的这些也都是可以修改和改变的。本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哪些法律法规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带领我们正在进行的转型期有利于保持“历史之箭”的正确方向。


  实际上，我们能让历史成为我们的向导。在19世纪中叶，当新的工业工人阶级开始联合起来反击恶劣的环境时，正如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以及其他人所预言的“革命的威胁”被政客化解了，这些政客明智地选择扩大政治和经济权利，开始规范公司制度，并且开始注重安全保障和社会保险。“在影响方面，他们改造了资本主义，使它能够变得更加包容并且能够在系统中给予工人股份。”普林斯顿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如是说。[44]


  今天的挑战时刻，需要一个类似的政治经济改革——以政府的“有形之手”和有代表性的民主为导向。以新的数字技术、基于网页和应用程序为基础的平台、智能机器、机器人、生物技术和其他领域的潜在利益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谁会从它们在我们国家经济中侵占的卓越效益中获益呢？这对于我们的时代而言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这个勇敢的新世界的核心困境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来说明：如果智能机器和机器人可以完成所有独立的工作，并且共享经济网站可以提供所有的服务和商品，那么工作岗位就不需要人类了吗？谁会从这难以想象的巨大的生产力中获得最大的收益呢？它会是少数“宇宙的主人”，如首席企业家和投资者，还是会将收益广泛地分配给公众？


  没有任何人的水晶球可以告诉我们答案，但我们所知道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济被重构，以更高的生产力和新技术让财富收益流入更少数人的口袋里——大约1%的人。我们还知道，工资一直没有上涨，尽管企业利润大幅增长。所以我们国家的经济现代史表现得太生动了，以致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大多数人并不一定会从技术创新和生产率提高中获益。事实上恰恰相反。


  其实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过渡期有什么样的政策和政治追求，在我们的社会开始接近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未来之前。它就要来临了，就像来自另一个星系的一颗巨大的彗星，比公众或政客所能意识到的更为迅速。而我们正走在与它进行正面碰撞的道路上。


  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曾经说：“我们要么拥有民主，抑或我们将拥有一些集中了大量财富的少数人，但是不能兼得。”[45]看来我们注定要通过生活实验来测试他所说的是否正确。美国正站在一个岔路口上，凝视着不熟悉的风景。我已经坐在了一个前排的座位上，而这一切，就在这里，就在旧金山这座一直以来的“淘金热”城市。


  
    [46]1英里约为1.6千米。——译者注

  


  
    [47]“空中食宿”为Airbnb的俗称，Airbnb官方中文名为“爱彼迎”。——编者注

  


  
    [48]在美国，蓝色代表支持民主党，红色代表支持共和党。——译者注

  


  
    [49]“1099经济”指类似“优步”一类的新兴经济模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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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在“1099经济”中回到未来


  2014年4月1日“愚人节”，旧金山的天气既温暖又潮湿。我正站在第二十四街和瓦伦西亚街的拐角处，观看一场非同寻常的杂技演员表演。很长时间以来，这里都是拉丁美洲人的地盘，而今已经日益被中产阶级当作旧金山教会区。有一半人穿着鲜艳的黄色和蓝色条纹的丝绸紧身衣，瞪着像青蛙眼一样的大眼睛，翩若惊鸿地穿过清晨街道潮湿的路面。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毕加索的名画——《卖艺人家》。


  但这里的“卖艺”并不是说真的在杂耍。加上一个由25个人组成的人群，他们反而是在堵塞交通。具体来说，他们阻碍了所谓的“谷歌专属巴士”，这纯粹是一个私人包租，是谷歌在雇用舒适的豪华客车运送其居住在旧金山的员工到旧金山以南40英里的谷歌园区——硅谷的心脏芒廷维尤。脸书、苹果、基因泰克和其他硅谷的公司都有专属巴士来接送员工。关于这些“海盗飞船”的笔墨已有许多——事实上，它们就像苏丹那样待在公交车站里，等待它们每天固定的1.4万名乘客，而傲慢地阻断了城市公交车和每天旧金山人的工作之路。[1]事实上，伯克利大学的研究发现，高科技企业专属巴士停车站周围的租金提高了20％，原因就是长期租户越来越多，这也使贪婪的房东不断提高租金价格，高到只有高新技术企业才能负担得起。[2]事实上，这种日常垄断的特权，谷歌、脸书和其他企业只是“慷慨”地为旧金山支付总额1美元的代价而已——是的，就是1美元——每天每一个公交车站（私人汽车如果霸占公交车站，那么将承担271美元的罚款，但专属巴士则从崇尚技术的政府官员那里获得了一张几乎免费的通行证）。[3]


  硅谷王者表现出来的贪婪和纯粹傲慢已经引发了许多抗议活动，以及一些（并未成功的）针对占用城市公交车站的立法管制或较高收费的尝试。（经过强烈的抗议之后，谷歌才同意向手头拮据的当地公共汽车和运输公司捐赠680万美元。[4]）丽贝卡·索尔尼（Rebecca Solnit），一位旧金山作家，将这些专属巴士称为“承载着已经着陆统治我们的外星人霸主的宇宙飞船”，这引起了强烈共鸣。[5]


  “谷歌专属巴士”及对其的抗议活动引起了很多媒体的关注，包括本地和全国各地媒体，这成为旧金山名声变差的标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旧金山与一个备受尊敬的天主教宗教人物教皇弗兰西斯一世同名，他宣誓毕生服务于救助穷人）。但在第二十四街和瓦伦西亚路口的一个杂技演员抗议的早晨，有一个人夹在其中，没有一个人关心他：谷歌的巴士司机。他是一位非裔美国男性，与他接送的年轻的科技员工相比，他的穿着更像示威人群。抗议者陷入他们的激情中，盯着他的脸凝视了一会儿，实际上是在指责他是个叛徒。他向白人抗议者进行了愤怒的反抗，而我则开始陷入十分恐惧的怀疑中。


  但不一定是出于对他的工作或雇主的忠诚。原来，这些“海盗飞船”司机也都是硅谷“从两头攫取利润”这种商业模式的受害者，他自己的工作保障非常脆弱。很少有司机直接为科技巨头工作，一般都受雇于外部承包商。工资的差距、科技公司的正规员工与服务人员的工资差距，以及福利和工作条件的差距，不仅包括司机，还包括保安、清洁工和园丁，其差距都是巨大的。司机和其他服务人员也是无形劳动力的一部分，也使得硅谷表面上运作得更好，但我们看到的是，他们获得的工资还不够基本开销，工作条件几乎是半封建的。[6]


  就像吉米·马瑞纳（Jimmy Maerina），“脸书”员工专属巴士的一位司机，每天都要从旧金山他们居住的地方，驱车37英里到加利福尼亚州的门洛帕克市公司总部。[7]吉米的乘客只为“脸书”工作，但吉米和其他90多个“脸书”的专属巴士司机则实际上属于一个独立的承包商，称为“循环运输”（Loop Transportation）。由于运输的一个循环并不能满足家庭开销，也不足以负担得起高消费的旧金山湾区的体面生活，吉米和同事每天的日程都非常忙碌。他们每天从早上5：30开始，到附近的“脸书”园区的主要巴士站，晚上8：45结束一天漫长的工作。他们每天工作超过15个小时，这显然是违反劳动法规定的，所以“循环运输”（名副其实）发现了一个漏洞——它迫使司机每天都要无工资地工作5~6小时。不仅如此，吉米和其他司机被禁止在他们的分班期间从事其他工作。不幸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住得太远了，从通勤所在地回家，等交班工作确定后再返回，中间路途遥远，所以他们只能选择坚持和等待。


  当“循环运输”回应关于不公平劳动费用的质疑时，它自称慷慨地提供了一个可供休息的拖车——这是真的。但它只有四张床和一个浴室，并且要几十个司机共用，还没有空调。因此，大多数司机在换班的时候被迫在他们的车里休息或睡觉。硅谷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地区，没有太多树荫，司机必须在车窗上挂上毯子来遮阳，并根据不同的季节打开车里的空调。“在那个停车场里，你就像人质一样，”吉米说，“也没有任何工资。”[8]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吉米都没有和自己的家人见过面。“当我每天早晨5：30离开家开始一天的日程时，我的孩子都还没醒。在我每天晚上9点左右到家的时候，他们已经睡觉了。我错过了家庭聚餐、帮助孩子做家庭作业——错过了一个家庭应该一起做的所有事。”[9]


  受到内心不公平和愤怒感的驱动，吉米在同事中发动了一场工会活动。这导致了“循环运输”对司机的胁迫，甚至威胁吉米说要解雇他，“脸书”也识时务地支持这一方。从一个努力成真的反工会剧本上撕下一页，“循环运输”代表“脸书”园区“通知”司机，工会实际上会伤害他们的利益。当吉米将自己和同事的委屈在《今日美国》出版的一部叙事专著中公之于众时，“脸书”感到很尴尬。[10]工会代表罗马·阿洛伊斯（Rome Aloise）在写给“脸书”CEO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一封公开信中说：“这让人回想起当时的贵族，训练有素的仆人围绕着他们。坦率地说，并没有什么改变；所不同的是，贵族是你的员工，而仆人则是每一天送他们来回上下班的专属巴士司机。”[11]


  最后，这个市值达到2060亿美元的科技巨头让“循环运输”给司机加薪：高达每小时0.75美元。而如果这个慷慨的结果是说服司机不需要一个工会，那么它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2014年11月19日，87名司机以工会作为司机代表投了赞成票。[12]


  这只是一个故事，但它揭示了许许多多硅谷存在的对劳动力双重待遇的问题，那些看不见的劳动力一直受到豪宅、玛莎拉蒂、酩悦香槟阴影的折磨。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社区调查数据显示，2005年，当第一辆高科技企业的专属巴士在旧金山范尼斯大街和瓦伦西亚大街上穿梭时，约有2.33万个家庭年收入在20万美元以上。[13]截至2012年，旧金山原有的“2万户”[92]家庭数量上升了一倍多，变成4.62万个家庭。根据一家硅谷合资企业，即在该地区发布年度报告卡的商业友好咨询机构表示，硅谷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间的差距已经明显扩大，在同一地点，一些世界上最富有的公司，其员工收入已经达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而无家可归的人数也增加了20％。[14]此外，尽管由于高技术工人的薪水增加，人均收入明显上升，中等家庭的收入也已经连续几年下降。这种统计上的异常现象表明——不平等正越来越严重且整体水平呈上升趋势。旧金山湾区已经成为一个由HNWI人士和UHNWI人士控制的地区——分别指高净值人士（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和超高净值个人（Ultra-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不仅在纯粹的富裕家庭聚集地，也在政治和自由市场的火药被加载到的、即将在未来被重塑的地区。


  亡命之时往往行亡命之策。所以反对谷歌的专属巴士承包商“为你驾驶”（We Drivell）的一名司机提起诉讼声称，它完全没有对换班期间的司机进行补贴，也没有提供法定的休息时间，还有其他涉嫌的违规问题。[15]但那些控制着美国最好的名牌企业的亿万富翁巨头乐意让私人承包商做开发工作。在中国，这样的承包商包括富士康——组装苹果手机（iPhone）、苹果平板（iPad）、微软游戏机（Xbox）、亚马逊电子书阅读器（Kindle）和其他高科技产品（在富士康，曾有150名员工威胁要集体自杀，以此抗议糟糕的工作环境），或许就在自己的后院。[16]


  
制造出永久临时工和独立职业者


  但事实上，硅谷并不是美国唯一一个采取这种策略的地方，因为自由社会需要更深的根，外包给“1099承包商”越来越多地成为企业降低成本、赚取更大利润的方式。特别是制造业企业越来越依靠私人承包商雇用的临时工、自由职业者和其他类别的“1099员工”，它们根据自己的需要而随时签约和解约。


  比如，克里斯·杨（Chris Young）是在日产位于田纳西州士麦那制造厂的装配线上的一名工人。他和其他几十名员工一起工作，每天基本上都重复着同样的工作。但他没有穿上令人垂涎的日产工作服，他的许多同事都穿着——因为他并不是在为日产工作。[17]


  他是一个“临时工”。他为“耶茨服务”（Yeates Services）工作，这是一个私人承包商，日产所用的大多数工人都是由它提供的。克里斯认为，“我制造同样的英菲尼迪SUV（运动型多用途汽车）”，工作与日产的员工一样，但和其他“耶茨服务”员工只能获得一半的薪水（“耶茨服务”支付每小时10~18美元），享受较少的工作安全保障与社会保障。像硅谷一样，汽车制造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双重用工系统，而处于底层则意味着克里斯不能拒绝加班，没有病假，不被接受长期残疾，也没有享受租赁公司车辆的特权。工资如此之低，他买不起一辆新车（他自己的车是2001卡弗利尔，已经跑了20万英里），也无法获得抵押贷款和退休储蓄，更别提养育四个孩子——几乎入不敷出。


  有时他一周工作七天，在周六和周日也有10个小时轮班——尽管大量重复性工作导致他患有严重的腕关节疼痛（很久以前在一次摩托车事故中恶化）。“没有人真正关心这样一个事实：你一周工作七天已经筋疲力尽了，还需要依赖一些药物来保持清醒，或者依赖一些药物去入睡，或者减轻疼痛，”他说，“我的同事每人都有一些不同类型的疼痛，不是手掌、手指、背部、脚，就是其他部位……但是如果你不想承受这种高强度的工作，你就得把柜子清理干净，然后卷铺盖卷儿走人。”


  《华盛顿邮报》报道，日产作为几家准备在田纳西州扩张势力的外国汽车制造商之一，已经在企业界踏上腾飞之路。从戴尔到亚马逊，一些公司已经外包了其业务的重要部分，从呼叫中心、仓库，到数百名员工的机构，并已经在“工作权”地区设立了商店。对加入工会的最低收入工人而言，田纳西州在国内具有最低水平，只有6％（而全国平均数是11％）。根据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田纳西州临时工大幅增长了56%，从2009年的5.1867万个飙升至2012年的8.099万个，即使工资中位数还是持平的。在大衰退之后，临时工人数量的暴增是田纳西州就业增长的主要来源，因为在整个州的工作岗位总数中，超过3%都是临时的，这也是国内的最高值。


  在日产濒临破产的2001年后，它就开始在一线起用临时工了。截至2008年，日产解雇了近1/3的永久雇员。大衰退后，随着汽车消费需求的复苏，日产开始使用外部私人承包商所提供的雇员进行生产作业。该公司拒绝透露其7000名员工中到底有多少人来自外包机构，但许多现任和前任员工透露，根据职位很容易可以看出，这种雇员占多数。


  在全国范围内，美国劳工部报告显示，全国有比以往任何时候数量都多的临时工，约280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2％。[18]加上考虑到现在很多工人都正在变成临时工的事实，美国工作人员协会（临时行业贸易组织）的报告显示，在2013年，超过1200万人曾在雇员中介作为临时工工作过一段时间。它现在被称为“国内外包”——不是把工作外包到海外，而是在国内外包，这些原来的永久全职和兼职员工转变为临时的“1099员工”。总体而言，联邦数据显示，自经济衰退结束以来，临时雇员中介提供了近1/5的就业机会。但美国人员协会认为，这个数字可能更大。随着经济继续不稳定地胶着发展，临时工作数量的增长比私人部门就业增长速度快了10倍——“甚至超过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急剧上涨”。[19]


  该行业不再只是供应办公室助理，其中绝大多数的增长是在仓库和工厂的蓝领职位，现在有1/20的蓝领工人都是在2012年成为临时工的。汽车和其他制造业曾经是美国经济的支柱之一，是提供高工资、就业保障和一张通往“美国梦”的机票。中产阶级就是建立在这些行业之上的，因为美国是舒适的消费社会，所以他们成为世界羡慕的对象。现在，越来越多的汽车工人正在经历这种每况愈下的工作，成为一名只能领取最低生活工资的临时工。


  而临时工作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增长最快的一个方面，“为了人民”（ProPublica）公司调查记录了一系列相关问题。越来越多的临时工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短期”。一些原来被聘为“临时工”的工人其实一直在同一家公司工作，时间长达11年，但从来没能得到一个全职的工作岗位——从此成为新型的“长期临时工”。[20]并且无论在哪个行业，工资都很低，临时工的工资水平低于其他工人工资水平22个百分点。[21]更糟糕的是，公司会把最危险的工作分配给临时工；在全国范围内，临时工在更危险的蓝领职业（如制造和仓储工作）方面更容易找到工作。在一些国家，临时工遭受截肢的数量竟是普通工人的3倍。[22]甚至国内一些具有很大成就的公司，都已经在使用移民劳工经纪服务和临时工中介机构，而这些机构实际上是在骗取工人的工资。[23]


  临时工、长期临时工、长期劳工——这些都是工人的一些新种类，而且越来越持久地成为劳动力大军中的主力。他们就像等待被送入工业机器的另一种资源，加入了另一种已被开发的种类，我们称之为“独立承包商”或者“独立职业者”。


  以弗里茨·埃林贝格（Fritz Elienberg）为例，他作为全职员工在波士顿的住宅通信网络公司（RCN Corporation）从事了五年有线电视和互联网服务工作。据《纽约时报》报道，每周中有六天的清晨，6：30之后，他和其他十几个员工就已到达办公室，在那里他们会收到当天的安装计划。在高强度劳动的基础上，埃林贝格工作时间非常长——达到10~14小时——然而他从未收到过加班费，也就是按照规定应该发放的高出原标准半倍的工资。而且，当梯子砸到他的脚上，致使他严重受伤的时候，公司也不会支付他的医疗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受聘于独立承包商，这就意味着住宅通信网络公司并不认为他是一名正式员工。从各种意图和目的来看，根据住宅通信网络公司的行为，埃林贝格被认定自己是自己的老板和CEO，他在为自己工作，而不是受雇于住宅通信网络公司。[24]


  通常，这些“独立”承包人能受到正式员工那样的待遇，甚至被提供桌子和电话线。当埃林贝格作为一个独立的承包商承担一份康卡斯特公司的工作时，他开着一辆面包车，穿着一件印有“康卡斯特”字样的衬衣。他安装电缆供应商的设备，客户将因为他的工作而向康卡斯特公司付钱。[25]但他和那些“独立职业者”同事的地位比正式员工低，许多承包人本来是不愿意接受挑战的，但受到严峻的就业市场的逼迫，不得已而为之。当埃林贝格的脚受伤后，他发现，作为一个承包人，他不能享受公司的赔偿，而这对他而言是最后一根“稻草”。于是，他就加班费问题和失去效益的价值起诉住宅通信网络公司。


  “我并不喜欢成为独立承包人，”埃林贝格先生这样评价自己在住宅通信网络公司的工作，“我并不觉得自己是老板。我一直坚信我只是一名员工。这对大公司和中介机构来说，的确是一种双赢局面，但对我们工人来说是双输。我们没有加班费、病假、假期、医疗保险和养老金。”[26]更何况他也没能保住工作——埃林贝格在提起诉讼之后很快就被住宅通信网络公司解雇了，这更加重了他满腹牢骚的报复心理。


  刚开始，独立承包人只分布在少数职业当中，如清洁工和保安，但现在已经非常普遍了。证据比比皆是，雇主一边利用临时工人，一边利用税收体系，因为将正式员工错误地分类成独立承包人还可以避税。《工厂的裂隙：为什么工作对这么多人而言变得越来越糟糕，以及改善这种状况我们能做些什么》（The Fissured Workplace: Why Work Became So Bad for So Many and What Can Be Done to Improve It）一书的作者大卫·韦尔（David Weil），曾被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任命到美国劳工部工资与工时司工作。他告诉《华尔街日报》的记者：“现在的确有几乎是令人瞠目结舌的违反标准劳动法的行为”，特别是在对工人的错误分类这个领域，“现在的确有许多企业都存在不遵纪守法的违规行为，因为它们根本不想或它们认为自己不需要这么做”。[27]公司通过对员工进行错误分类，把他们当作独立承包人，来避免为他们支付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失业和工伤职工赔偿，同时也规避了支付加班工资、节假日或病假中的工资。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俄亥俄州前总检察长理查德·科德雷（Richard Cordray）说，“对员工进行错误分类将导致人均成本降低20%~30%。”[28]


  光一个工人的工资和福利支出就能减少20%~30%，这显然为公司带来了更多利润。在加利福尼亚的一项调查中，30万名承包商中的2/3都称自己并没有直接雇员。[29]联邦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雇主将340万名正式工人的劳动合同非法“伪装”成独立承包商。据美国劳工部估计，高达30%的公司都存在对员工进行错误分类的行为。[30]企业这样做不仅减少了30%的用工成本，还发现这对分裂工会而言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策略——独立职业者总是在正式员工旁边做同样的工作，不仅对正式员工的工资和福利产生了下行的压力，也对正式员工发出了警告——“如果你不小心，这个岗位就不一定是你的了”。


  公司解雇所有或大部分工人的例子比比皆是，然后再雇用同样的工人——但是作为独立承包商，摆明了就是在钻这种法律漏洞。世界上最大的制药公司之一默克（Merck），是实行这个卑鄙策略的先驱者。当面临削减成本的压力时，该公司出售了其位于费城的工厂，解雇了400名员工，而后又重新雇用他们作为独立承包商。然后，让他们与公司签约，为公司制作抗生素，其实前后雇用的是同样的员工。[31]亚利桑那州一家公关公司LP&G解雇了88％的员工，然后重新雇用他们，将他们作为自由职业者在自家工作，但没有任何福利待遇。[32]美国每个月同性恋读者最多的《出柜》（Out）杂志，解雇了全体编辑，再把他们返聘回来，大多数编辑被返聘回来的形式是自由职业者，没有福利待遇，并且工资遭到削减。


  一旦很多公司都采用这种做法，就会释放出带来系统性后果的“竞次”效应。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1099自由职业者”、临时工和承包商来削减成本，同行业的其他公司就会受到市场压力，从而被迫去做同样的事情，否则就会面临市场份额及利润的下降。就像运动员的类固醇丑闻那样，这些做法就是经济运行中的类固醇——一旦某个竞争对手这样做，从而获得竞争优势，其他竞争对手就不得不紧跟着这样做。


  对员工的错误分类还产生了另外一个严重影响：据美国国税局估计，仅一年时间，这种行为就让美国政府减少了16亿美元的所得税收益（因为公司不负责从“1099工人”的工资代扣所得税，许多独立职业者也从未将税收汇至国税局）。[33]另一个国家就业法项目的研究发现，“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收入每年损失数十亿美元”，就是由于对员工进行了错误分类。[34]曾担任司法部部长，现为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杰瑞·布朗（Jerry Brown）成功起诉了两家公司，原因是它们错误地将300名员工认定为独立承包商而不是普通员工，而且不支付最低工资和加班费。这种行为直接导致该州工资税方面有欺诈，布朗在对公司的判决中赢得了1300万美元。像康卡斯特的工人，许多领先的连锁酒店的房间清洁工和前台接待员，比如希尔顿和万豪，实际上都是在为承包商公司工作，而不是酒店。在许多情况下，政府大楼里的接待员和警卫都不是政府雇员，而是来自私人安保承包商的低工资工人。大部分美国公司的技术支持呼叫中心工作人员都会说一口纯正的、流利的英语，那是因为他们都是班加罗尔或者其他地方的印度工人，没有哪一位是直接为公司工作的。当一个位于孟加拉国拉纳广场的工厂因火灾导致超过1100名服装工人遇难后，像贝纳通和汤米·希尔费格这样的公司却将不安全的生产条件归咎于分包商公司。苹果公司直接雇用了6.3万名员工，而十倍于正式员工的工人是通过各种私人合同关系来雇用的——超过75万人。这就是让苹果——这个世界上最现实的公司出现技术质量问题时——推卸责任的原因，中国的富士康工厂被曝出残酷的工作条件时，这些工厂正是制造苹果手机和平板的所在地。而苹果公司只是归咎于承包商。[35]


  一种“假装看不见、假装听不见——直到记者抓到我们再说”的态度，以及邪恶的双胞胎——私人公司承包商的阴谋，已经在美国企业的地界上非常普遍。到底由谁来负责坚守劳动力的标准，不确定性在不断增加，最终成为一池浑水，并且让执行更加复杂。在只有1/3雇佣工人的今天，许多公司具有代表性的名牌产品并不是自己生产的，而是由其他代工企业、特许经营企业、第三方承包商和临时机构来完成的。这导致诉讼越来越多，比如一个联邦快递的工人，开着公司的卡车，并且穿着公司的制服，但是并不被公司认定为正式员工。[36]2014年8月，联邦上诉法院在裁决中，发现2300名联邦快递司机被错误地分类，认定为独立承包人，这种错误分类表现在联邦快递极大地控制了他们的日程安排和工作方式，包括强迫他们“穿上联邦快递的制服，必须驾驶联邦快递批准的车辆，并且要求这些员工严格执行联邦快递所要求的着装标准”。威廉·弗莱彻（William Fletcher）法官说。三名法官组成的小组最终裁定，由于现在的这些承包人以前应被视为员工，所以他们有权享受员工的福利，如加班费和报销费。[37]


  但是由于求助于法律注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雇主和雇员之间已经出现了“裂隙”。随着那些大公司试图贪婪地左右兼顾，雇佣关系变得更为碎片化。随着承包商、分包商、再分包商等的层次越来越复杂，雇佣关系变得难以按图索骥。[38]许多位于硅谷的公司都典型地存在这种“裂隙”关系，因为它们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最主要的”，所以拒绝直接雇用其他员工。十亿美元数量级的初创公司只有极少数的固定员工，“这些固定员工实际上是利用那些临时工、独立承包人、自由职业者和其他类型的‘1099工人’来工作的”。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说。他是《美国展望》（American Prospect）的作者和合作编辑。[39]


  然而正如凯瑟琳·斯通（Katherine Stone）在她的专著《从手工业到数字化》（From Widgets to Digits）中所提及的那样，工人的保障和利益的整个结构都开始变成“新政”——最典型的就是所有的权利都法治化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些预测都建立在工人是作为在公司中生产商品的正式员工来对待的。[40]随着这种关系逐步解体，正如极地的冰雪逐渐融化一样，承包商和应急工作者的权利已经变得很少了。相比于正式工人，他们更容易体会到雇主对工资的剥削。相对更低的工资、违规的超时工作，以及违反健康和安全法律的工作条件等，导致他们几乎没有寻求法律救济的途径。“现代的雇佣关系，”韦尔在其书中写道，“对于他们都是承担核心的正式员工这一假设而言，没有丝毫相似之处。”[41]


  对美国劳动力这种恶化的状态持拥护态度和辩护态度的人声称，在全球化时代的新经济背景下，我们必须接受这种附带损害，作为我们保持国际竞争力和经济领袖的代价。确实，在2014年9月旧金山召开的技术危机破坏会议上，“1099经济”这个词被作为当今商业模式的“创新劳动力实践”的核心组成部分受到称赞，尤其是在硅谷的初创公司。[42]风险投资企业夏尔巴风投研究表明，对硅谷许多初创公司的调查，包括属于共享经济的初创公司，都表明许多企业都在用的“自由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模型将改变法律、健康保健和投资银行等行业，因为这些行业将涌入大量“1099员工”。最后，只有极少数人将拥有全职或者兼职工作职位——一个好的工作职位。夏尔巴风投的报告显示，这是因为“永久员工或者小时工对于方方面面而言通常都是最没有效率的工种”。[43]


  当数百家美国企业都在越来越多地雇用“1099员工”时，许多其他国家已经开始着手回应与在美国产生的相似指责，它们颁布相关法律来保护那些数量正在增长的临时工、永久性临时工、自由职业者和独立职业者。这些措施包括，将安全保障福利的覆盖面延伸至“1099员工”，限制临时任务的持续时间，保障同工同酬，保障“1099员工”与其同行在一定程度上的法律平等，并且禁止公司雇用临时工来从事危险作业。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收集的数据显示，有43%的国家都已经对临时任务的持续时间进行了限制。在德国，临时工和独立职业者被保障与公司雇用的正式员工同工同酬。在韩国，任何临时工都以两年为期限，一旦超过这个期限，公司就必须将该工人作为自己的正式员工，否则就必须解约。在巴西，临时工和独立承包人的限制期限为三个月，有特殊情况必须得到劳动部的延期许可。在意大利和日本，这一期限为三年。而在捷克共和国，临时工作的期限是12个月。[44]


  但是在美国，临时工人通常会从事数年不变的工作。据OECD的数据显示，美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都给予临时工、自由职业者和独立职业者最低的保护。[45]


  将美国现阶段产生的对“新政”的漂移简单归因于美国企业要回应全球经济压力是很不合理的，因为欧洲、日本和全球其他各个国家都面临同样的压力。相反，这种有问题的方向只是美国所秉承的具体的本土法律、政策和法规所产生的结果，而许多其他国家并不支持这么做。


  
再见“朝九晚五”，你好“朝九晚墓”


  制造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和通信部门的工作岗位以前都是令人羡慕的稳定的工作，一直努力工作的美国人，如弗里茨·埃林贝格、克里斯·杨、吉米·马瑞纳以及他们的家庭，都可以享受到中产阶级的殷实生活。但在今天的新经济背景下，在这些工作岗位的员工都要踉踉跄跄地生活，不难想象那些低收入的工人——每天周转于快餐行业、酒店部门和其他服务业岗位的工人，应当怎样生活。这些工人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将麦当劳式的微笑挂在脸上了，因为他们要忙着应对在通往“美国梦”的黄金大道上对他们而言变得越来越稀缺的机会。


  比如，玛丽亚·费尔南德斯（Maria Fernandes），一名32岁的单身女性，是一名快餐店工人。其性格非常活泼，整日都在担心自己的体重，她崇拜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和他的音乐。她怀着一颗善良的心，经常用小块的硬面包圈喂养她邻居家的鸟，还定期为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买咖啡和甜甜圈，甚至在自己都入不敷出的时候。玛丽亚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葡萄牙移民家庭，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她期望有一天自己能够存到足够多的钱，去美容学校学习，努力成为一名美容师或美发师。[46]


  但是玛丽亚永远也不会实现她要去美容学校的梦想了，因为她已经死了。许多人都认为，她是被在快餐店做工人期间极其糟糕的工作环境杀死的。


  玛丽亚并不仅仅在一家快餐店工作，因为她赚得太少了，甚至比新泽西州的最低工资——每小时8.25美元还要少，所以她同时打三份工，所有的工作都是在新泽西北部不同的甜甜圈店。她下午在纽瓦克工作，夜间在林登工作（大约30分钟车程），而周末在哈里森工作，从一个工作地点辗转到另一个工作地点。她的日程看起来非常辛苦，经理夸奖她是一个模范员工，然而她不能经常回家睡觉——为了赶上工作日程的安排，她不得不经常在休息站或者停车场的车里睡一会儿——在这里睡两个小时，在那里再睡三个小时。


  正如《纽约时报》一篇文章中所报道的那样，她像往常一样打着火在车里睡觉，这当然是为了保证夏天车里开空调凉快一些，冬天吹着热风暖和一些。由于在车里睡觉太过频繁，她开始在后备厢准备一瓶汽油，因为她实在不想让睡醒之后因油箱空空而无法赶到下一个工作地点的情况出现。她的男朋友警告过她，说这样太不安全，但是她实在害怕错过任何一份工作。在工资如此低的情况下，她每个月必须为公寓支付550美元的房租，不要去想她负担两个人的空间——而是一间她偶尔在里面睡一觉的公寓——她经常不得不睡在她的“带轮子的家”里。


  在林登工作了一夜之后，2014年8月25日清晨，玛丽亚在新泽西州伊丽莎白瓦瓦便利店的停车场开始睡觉，此地距离纽瓦克下午班的地点大约有一半的路程。便利店的监控摄像机拍摄到她在清晨6：27进入该店后面的停车场。她把驾驶员的座位放平，然后闭上了眼睛。不久之后，一位瓦瓦便利店的员工到达店里开始工作的时候，还注意到玛丽亚在她的车里。他认为她在睡觉，所以就径直走进了店里。几个小时之后，当他在下午3：30下班时，他发现玛丽亚仍然躺在那里，但是那个时候她已经满口白沫。他立即告知了经理，经理立即拨打了911。急救人员回应说，汽油罐子在后备厢里倒了，整个车里都充斥着挥发出来的油气。一位警员调查发现，导致玛丽亚窒息的正是倒了的汽油罐子所挥发出来的过量的一氧化碳。当玛丽亚在下午5：56被宣布死亡的时候，她仍然穿着“唐恩都乐”那家店的工作服。


  玛丽亚·费尔南德斯的死引发了一场国家性宣泄，就像这个国家通过我们即将创造的社会的类型开始审视自己的灵魂。这一次对国家灵魂的反思，让人想起在亚洲，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在一次肇事逃逸事件中死亡的事情，[47]当时许多人都问如果此事发生在美国会怎么样。美国是中产阶级诞生之地，如今却在走下坡路，任何一个美国公民都有可能不得不同时打三份工。玛丽亚被看作美国低工资群体所面临的艰辛状况的代表，也是几十年来普遍下降的工作岗位质量的结果。


  但是也有其他人认为还有一大堆问题尚未回答。比如，玛丽亚为什么在车里睡觉还打着火？为什么要在车里放一罐汽油？为什么她不稍微开一点窗透透气？如果她真的如此潦倒以致必须打三份工，那么她怎么能承担得起打着火在车里睡觉呢？《纽约时报》网站上的一位评论者坚持认为，这一教训对低工资工人来讲值得汲取。他写道：“打着火在车里睡觉是非常愚蠢的，这就是费尔南德斯女士死亡的原因。”另一个评论者写道：“或许糟糕的判断才是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而不是什么低工资。”


  确实，在汽车里放一罐汽油的确是一个悲剧的错误决策，但是一个人在睡眠严重不足和体力透支的情况下做出一个错误判断也并不奇怪。正如一个评论者回应上述指责时所写的：“如果我每天睡不够六小时，我都写不好我的名字，况且这还只是一个朝九晚五的久坐的工作。”另外一位玛丽亚的捍卫者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写道：“我非常穷并且常常睡在自己的车里……如果（这些批评者）曾经有过生活在现代贫困中的经历，他们就会理解这个事件的一些细节，例如在车里睡觉这样再普遍不过的行为。那些指责她在财务上浪费了汽油（因为她运行着车载空调）的读者一定也睡在开着空调的卧室里吧。”


  所以，玛丽亚或许可以做出一些更好的选择，但是她错过了。作为一个低工资永久自由职业者，要想努力达到收支平衡，有限的选择空间让她不容有失。新泽西州也有成百上千名像玛丽亚这样打多份工的人。卡尔·万·霍恩（Carl Van Horn）是位于新不伦瑞克的罗格斯大学劳动力发展中心的主任，他说：“这就是那些特别想找到全职工作却不能如愿的人。在这些情况下他们像上紧了发条一样筋疲力尽。在更多的情况下只会制造一种特别强烈的紧张感。”[48]


  与此同时，“唐恩都乐”在2013年的销量达到了93亿美元，其CEO奈杰尔·特拉维斯（Nigel Travis）得到了420万美元的工资、股票期权和福利，比2012年上涨了120%。[49]他还作为该公司的年度代理获得了另一份2100万美元的股票期权。[50]“唐恩都乐”归属于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的一家老公司贝恩资本，已经从它所雇用的低工资工人大军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51]玛丽亚·费尔南德斯就是在新经济下从“普通商业”模式中遭受附带损害的人。像她这样的低工资工人已经触碰到了绝望的底线，而这个国家却认为这种绝望已经过去了。确实，我们希望它们赶快消失。


  恰恰相反，商业领袖还在持续不断地发明新方法来压榨他们的低工资工人生命和活力的点点滴滴。众所周知，许多沃尔玛的工人都必须接受公共援助才能达到收支平衡；万豪酒店请客户给女佣小费——这个连锁酒店的工资显然低到无法让员工达到过上体面生活的标准。现在，奸商想出了另一个歪招儿——“实时调度”（just-in-time scheduling）。[52]


  雇主逐渐开始要求他们的雇员随时随地待命，而且几乎不会提前通知他们日程安排。一大群零售业的雇主已经开始使用数字日程系统，从而方便将雇员的工作时间调成特别精确的顾客最有可能光顾的时间段。[53]逐渐地，兼职工人根本不知道他们被排在哪个时间段上班。或者，一个员工在被安排的工作班次出现了，却被告知回家待命。相似事件就发生在密尔沃基的玛丽·科尔曼（Mary Coleman）身上。她按照自己在“派派思”（Popeyes）的工作班次安排，坐了长达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到达工作地点，但是她的老板告诉她，现在不需要上班。对于被取消的班次，她没有收到任何工资和补偿。[54]


  这一技术被雇主用来减少他们的用工成本，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而不是使每个人的生活更加轻松和有希望。由此产生的不稳定因素剥夺了低工资雇员安排他们生活的能力，以致他们不能去安排托儿时间、安排（学生的）课程或者第二份（或第三份）工作、参加家庭聚会或者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这种技术能够让雇主更加便利地雇用一大批兼职工人来代替全职工人（他们需要为全职工人支付额外的安全保障）。这就意味着，许多像玛丽亚·费尔南德斯的工人不能通过一份工作达到足够的工作时间从而实现收支平衡，而是必须同时打两份或者三份工，导致对其他方面的滥用和危险敞开了大门。总之，用“实时调度”来安排工作日程后，工人已经不可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了。


  这种没法预期的工作尤其给2700万兼职的美国人带来了问题。[55]其中一些兼职人员是“1099工人”，另一些是有规律的W-2雇员。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失去了战场。2007年以来，特别向往全职工作的兼职人员的数量几乎已经翻了一番，达到了750万人，尤其是在后危机时代，并且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56]兼职工作人员几乎没有任何途径获得任何形式的健康保险和失业保险。[57]将近30%的美国人声称他们的工作安排是从白天开始，但结束的时间不确定。并且据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47%的兼职小时工年龄都在26~32岁，大都是提前一个星期甚至更短的时间才得知他们的工作安排。[58]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研究发现，老板会给部分年轻人而不是给所有的员工下令来发布工作安排。[59]另一项迪莫斯（Demos）的研究表明，女性、非裔美国人以及拉美裔美国人受到“实时调度”的影响并不成比例。[60]


  快餐店的工人是更多使用“实时调度”的群体，他们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只有24小时；将近70%的低收入工人都没有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改变工作起止时间的选择。[61]他们的平均工资是8.94美元，甚至有的人赚得更少。[62]结果，有一多半的快餐店工人都要接受公共援助，每年要花掉纳税人70亿美元。[63]此外，另一项研究表明，被支付大幅度过低的工资并且被迫接受强制的不确定的工作时间，导致89%的快餐店工人没有休息时间，被迫去做一些黑市工作，甚至在一些情况下还会被欺骗以致拿不到工资，尤其是在加班工资方面。[64]与此同时，快餐店CEO在2012年的平均工资就已经达到2670万美元，这个数字导致CEO与工人的工资比率高达1200∶1，远远高于其他行业。[65]


  快餐行业的领导品牌，如麦当劳（纳税人每年要花掉12亿美元来为麦当劳的工人提供公共援助[66]），当然可以支付得起满足普通人生活的工资，但它声称自己并没有必要这么做，因为它相当自信，它是大多数年轻人择业时的首份工作选择，且几乎没有给年轻人提供晋升的通道。实际上，有一半的快餐店工人都超过了28岁。[67]麦当劳已经通过下发超过1.4万个特许经营权来试着摆脱违反劳动和工资法的行为，并声称这些工人并不是为它工作，而是为具有麦当劳特许经营权的门店工作——所以母公司不应当负任何责任（麦当劳对这些具备特许经营权的门店有事无巨细的上百条要求，既包括快餐店内部和外部设计，也包括食物质量、着装等，甚至包括餐巾的设计）。[68]


  像麦当劳一样，纳税人每年要花掉62亿美元来为沃尔玛的工人提供公共援助，沃尔玛却不必为这种剥削的商业模式接受任何批评。[69]2014年6月，沃尔玛的一个司机打了喜剧演员崔西·摩根（Tracy Morgan），还杀死了其同伴。据警方说，他已经24小时没合眼，已经连续工作了13个半小时（联邦政府的限制是14个小时），然后又继续完成了他的最后一个班次，而不是选择遵守政府的限制，因为他急需用钱。[70]仅仅是作为山姆·沃尔顿（Sam Walton）的继承人——三个孩子和一个儿媳——就能成为《福布斯》最富美国人排行榜上的第6位、第7位、第9位和第10位，[71]总财富则达到1400亿美元，但是沃尔玛官方仍然坚持认为，用“实时调度”来安排工作是商业模式的核心，对沃尔玛的成功至关重要。[72]这种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包括仓储配送行业和制造业。


  但是众议员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派）提出质疑：用“实时调度”安排工作“对（沃尔玛）来说，究竟是一种成功的商业模式，还是对其从生意中赚到更多的利润至关重要？这两件事情并不完全一致。如果使用‘实时调度’安排工作时间和临时工人的目的在于为沃尔玛家族牟利，为美国最富裕的人牟利，而不是将商业成果与其员工分享，那么我们就会在这个国家中失去经济公平的所有感觉”。众议员米勒联合了工作时间安排的应用程序“工作表”（Work Act），后者将命令那些雇用从事短期工作的工人的企业支付额外工资，并且要求雇主为上下班时间在四个小时以上的工人支付最低工资。[73]当然，这项法律在联邦层面通过的概率很小，但旧金山和佛蒙特州已经通过了这个版本。一项名为“公平工作周”的全国运动正在推动立法，来限制许多地方的这些行为，包括密尔沃基、纽约、圣克拉拉、加利福尼亚等。这场战斗一直到最近才打响。


  与此同时，低收入工人也有正准备开始反击的信号。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快餐店工人发起的对极低工资的反抗以及不进行报复组织工会的权利正在蔓延，[74]已经在美国的150多个城市发生罢工现象。2014年5月，在麦当劳股东会议上，将近一百名工人在反抗他们的不公平待遇时被逮捕，并且当时有大约2000名反抗者，包括几百名身穿工作服的麦当劳工人，在公司位于伊利诺伊州奥克布鲁克的总部进行游行。[75]


  2014年7月，1000名快餐店工人在全国游行，目的是召开第一次全国会议，策划如何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包括每小时15美元的最低工资和无报复地组织工会的权利。一位会议的组织者写道：“我已经在麦当劳工作了10年，但是每小时仍然只有7.35美元的工资——只比联邦规定的最低工资高几个子儿而已。我的四个女儿应该过得更好一些，我也应当过得更好一些。麦当劳和其他快餐公司应当知道，当你没有足够的工资来生存的时候，你就会为生活做许多其他工作。你必须这样做，直到你得到公平的待遇。”[76]


  最后，在2014年12月，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宣布了一项决定，点名麦当劳公司——在它的加盟店中作为工人的“联合雇主”，必须由母公司通过特许经营权的方式负责数百个针对违反法律和公司的投诉。这引起许多企业和贸易组织的强烈抗议，它们称这个决定打击了“特许经营权体系的心脏”，而这个体系在公司业务已经运行了许多年。[77]但是来自美国劳工部工资和工时司的大卫·韦尔指出了雇主方存在的明显矛盾：“这些公司规定质量标准和最终的产品或服务，但是，如果出现了劳动力问题，他们就会认为，‘这些人不是我的员工’。你真的能这样两头获利吗？”[78]


  当低工资问题和快餐店工人已经有了一些收获时，劳动人民的另一个胜利也随之到来。2015年2月，“脸书”的司机投票赞成与“循环运输”签订的合同。经卡车司机谈判后的合同能够提供一个相当高的有通盘意义的工资，增长近20%，那些有分工变化的司机还将得到额外的工资，那些不想有分工变化的司机最低工作时间为六小时，这些司机还能够与正式员工一样，享有更多的带薪休假和病假，以及健康保障和福利津贴。“脸书”司机这一轮的胜利反过来刺激了硅谷其他公司司机组织的水平。当工人联合起来，并且摆出一些关于不公平和不公正的清楚且有说服力的证据时，他们就毫无疑问地胜利了。[79]


  现在仍然有许多像玛丽亚·费尔南德斯的人生活在我们身边，尽管我们看不到他们。他们是那些每天都积极面对挑战的英雄，与已经失去理智和斗志并且颓废的雇主做着斗争。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口信中，他说过：“我们的努力尝试不是为了让那些富有的人更加富裕，而是让贫穷的人能够获得更多保障。”[80]


  
中产阶级农奴


  或许对许多人而言，这并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甚至是可以接受的——快餐行业的工作岗位质量在平均标准以下。这种工作岗位被认为是某些人不得不去从事的一种工作，并且只要时间再长一些，你总会找到更好的工作。但是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员开始感受到收入的削减和安全保障的下降。许多人致力于跻身知识分子和创新精英的行列，却在“1099雇员”的高学历临时劳动力大军中逐渐成为无足轻重的一员。


  有许多记者都曾经在领军报纸中获得奖项，而今却被解雇了（一些人可能是被散文创作机器人所取代——详见本书第六章），并且现在已经沦为为不知名出版物写豆腐块文章的撰稿人，而这些出版物通常只是随便施舍一些稿费。许多平面设计师和网页开发人员都是完成这项工作就去找另一项工作，通常都是挣扎在寻找下一份临时工作的路上。自由职业者技术工人的群体还在不断扩大，这些人以自雇形式为硅谷大亨或其他技术资本工作，特别努力地想浮上水面透透气。还有一些兼职教授，他们被聘为“临时知识分子”，我很好奇他们到底能不能获得终身职位，或者势必会成为游走在学术界的吉卜赛人（被称为“高速公路上的传单”），在他们剩余的职业生涯中要从一所大学穿梭到另一所大学。[81]还有那些前景特别黯淡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在学校学到的技能和教育对于在咖啡店做浓缩咖啡而言毫无用处，然而他们只能在这些地方找到工作。当然还有自由职业的电影制片人、编剧、摄影师、编辑和翻译，他们必须花大量时间来寻找下一份工作，在这些时间里他们得不到任何工资。


  想象一下，华尔街的一家金融或者法律公司的秘书，在金融危机的废墟中被解雇，然后又在“复苏”的经济中找到了一份工作，成为当地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文员，并且被告知没有健康保险和退休金。再想象一下，兰登书屋的一位编辑，在继图书销量不断下降、经历了旨在削减成本的“黑色星期三”彻底重组后，现在必须要面对自己成为一个自由职业作家的经纪人、过上不稳定生活的事实。[82]


  还有，谁能忘记2009年1月15日在哈得孙河紧急迫降的美国航空公司1548次航班呢？！它的机长是切斯利·萨伦伯格（Chesley Sullenberger）。“萨利（Sully）”萨伦伯格一时间成为国民英雄，但是仅一个月之后，他就在国会面前公开证实飞行员工资、津贴和其他福利的大幅削减，这逼迫有经验的飞行员离开了这个行业并且威胁到乘客的安全。萨伦伯格机长告诉众议院航空小组委员会，他的工资近几年来已经削减了40%，而且津贴已经被终止了。[83]收入的削减“将飞行员和他们的家庭置于一种入不敷出的财务境地”，萨伦伯格称，缺少有经验的飞行员，“我们将看到公共飞行行业出现更多的事故”。[84]


  他的证词并不都是猜想：在他提供证词不到两周之前，国家被一场多年罕见的特别严重的航空撞机悲剧震惊了，即科尔根（Colgan）航空公司3407次航班。3407次航班是一个区域通勤航班，同时还是大陆航空公司的航班，是一个联合飞行支线航班。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飞行支线航班的飞行员每小时的工资少于12.5美元，甚至比纽约市的出租车司机每小时的工资还低。[85]通常，他们并没有足够的病假时间，却不得不从居住地到支线基地通勤数百甚至上千英里，导致许多人都在身体透支、虚弱或者生病的情况下坚持飞行。[86]这件事不容小觑。在美国，支线飞行员所承担的飞行日程占到了一半之多，每年要运送美国乘客1.6亿人次。当科尔根／大陆航空公司的3407次航班在2009年2月12日撞进纽约州布法罗附近的一幢别墅时，飞机上所有人以及待在地面的别墅主人全部遇难，它的飞行副驾驶员仅能赚到1.62万美元的年薪。实际上，这名飞行员常在业余时间做兼职工作，在咖啡店打工来补贴微薄的工资，并且通宵达旦地从家里开车到西雅图，就是为了完成科尔根安排在纽瓦克的工作。[87]这个航班的机长在前一天也是大老远地从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家中赶来的。通过驾驶舱语音记录器，能听到这两名驾驶员在航班飞行的过程中一直在不停地打哈欠。


  3407次航班空难以及萨伦伯格机长非常精彩的证词使大家聚焦于高技术职位的工作条件，例如，商业航线的飞行员，但是这种恐怖事件越来越频繁，以致它们听起来太熟悉了，我们从许多其他岗位和行业中听到过这些事，也从家庭、朋友和伙伴中听到许多相似的故事了。


  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发生在大多数行业和工作岗位中，以致蒂娜·布朗（Tina Brown）——一位华丽的媒体大亨，《名利场》（Vanity Fair）、《纽约客》（New Yorker）和《每日野兽》（Daily Beast）的新潮的前任编辑——都已经开始怀疑这些事情对自己的伙伴和朋友的影响。


  “如今，每个人都有一个基于项目的自由职业岗位，都可以成为一个耍诡计骗钱的人。我身边的人都不再有一份正式工作，都是打零工的人，”她说，“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认识的少数人开始打零工，并且假装他们很享受这种做‘许多有趣的事情’的‘自由’和‘多变’。但是，一年之后，没人再有兴趣去演这种封面故事了。”[88]


  听起来，像弗里茨·埃林贝格、克里斯·杨和吉米·马瑞纳等人就像工人阶级一样，但布朗谴责“大家怎么会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感觉，为了赚点儿小钱每天辛苦地打三份工，（如果你幸运的话）可以得到原来一份固定工作提供的工资，（如果你不幸运的话）比原来一份固定工作提供的工资还要少。得到的当然都是负效益……竭尽全力地打三份工就是这个游戏的名字……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兼职岗位而不是固定工作岗位，美国公司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多人都去休永久产假了”。


  以往，蒂娜·布朗都是以举办她关系网中的一线明星参加的奢华宴会而出名的，但是突然间，她变成了一个新生的工会领袖。“那些谄媚的底层人群已经在焦虑、不确定和备受欺辱的临时工作（以前被称为计件工作）中生存了很长时间，”她说，“现在，那些在社会顶层的人也在学习第一手劳动‘个人主动性’、‘自力更生’和一丁点儿同情心——或许一丁点儿都没有——的奇迹，与像失败者一样被解雇的精英分子似乎没什么两样……随着经济自由落体式的滑坡，美国的工作环境还在发生改变，并且现在社会顶层的人也在拼命赚钱……现在拼命赚钱看起来很拉风。”


  布朗还敏锐地观察到，那些丢掉“好”工作并且已经参与到1099混乱世界工作的许多美国人，现在都是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地为许多客户工作，赚着与之前相比更低的工资，而且没有工作保险。确实，许多人都必须通过多种途径来赚钱，每年找十几份甚至更多份的工作。他们必须落实和支付自己的健康保险，并且为退休进行储蓄。在没有雇主承诺任何福利津贴或者401（k）计划的情况下，实际上也没有哪个雇主可以支付与员工贡献相匹配的工资。他们必须自己推算个人所得税并且将税单寄到税务局，而且作为一名“1099雇员”，他们还必须支付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看起来既像自己的雇主又像雇员，他们需要成为自己的记账员和会计，但这种技能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学会的。此外，这些作为雇员的不同工作有很多都是有时间交叉的。许多雇员在他们的工作生涯中，都是从兼职到全职、到临时工、到永久临时工、到独立执业者、到承包商、到自由职业者、到微工作承担者，再回到最初。


  即使这些雇员能够赚到和中产阶级同等的收入，他们也是生活在不知道下一份工作从何而来的不安中，并且不知道他们这样努力地打多份工到底能坚持多久。他们生活的许多方面原来都是相对简单的，现在都变得十分复杂。越来越多的雇员必须面对这种通过技能设置来适应处境的变化，这越来越不适合我们的时代了。


  
短工的另一个名字


  从底层的快餐店工人到空气稀薄的顶层的蒂娜·布朗的晚会，几乎所有人都在忍受被压榨的疼痛。它随时随地在发生，在高层或者底层，在每时每刻，在世界上的每个角落，在各个年龄段和不同特征的人群中。上述挣扎前行的人的故事只是近年来上百万美国工人每况愈下的经历的一个缩影，而且现在也看不到尽头。这些数字已经清楚地表明，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即使他们在大衰退之后能够再次找到工作，他们的工作保障也更少、工资更低，并且几乎没有安全保障。如果说之前他们是在一个雇主与雇员互惠互利的关系当中，那么现在他们就只剩自己了。在过去20多年里，劳动力已经变得越来越脆弱，期望值也在不断下降。现在，大衰退已经完成了转型。企业已经资本化的危机让他们加速使用所有钻法律空子和第三方运营的各种类型的“1099工人”作为雇员。这是同一个策略的一部分，母公司可以逃避为他们的员工提供体面的中产阶级工资和安全网的责任。现在的公司都很明智地找到一种方式，即让第三方机构来扮演坏人的角色。


  总之，这是一个勇敢的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大量不确定性和风险正在变得稀松平常，并且伴随着人们的生活。已经演变成“不稳定”的数百万的美国人，都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却只能当“矿井里的金丝雀”，数百万美国工人即将遭遇的预言，也是全世界数百万工人即将遭遇的。加上危机的若隐若现，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有3/4的美国人在靠薪水生存，没有应急储蓄来渡过一旦失业的难关。[89]这就是新型短工，“劳动力移民”新浪潮的一部分，这些人被经济浪潮所驱使，在不同的工作之间、不同的雇主之间辗转，而且一旦遇到困难，也没有安全网保护自己。美国工人的新困境，促使作家玛丽恩·克雷恩（Marion Crain）和迈克尔·谢若登（Michael Sherraden）把此写入了他们的著作《在经济脆弱性的阴影下工作和生活》（Working and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Economic Fragility）：“一场悄无声息的危机正在路上，国家将为此付出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成本。”[90]


  美国并不是这些劳动力压力和趋势发生的唯一地点，但是与许多发达国家相比，它们在美国发展得最快。不稳定工作岗位、兼职雇员、临时工和自由职业者的增长已经在其他发达经济体中出现，比如，英国、德国、日本和西班牙——但不像在美国那样严重，其中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把固定工作雇员所能够享有的保护和安全网也延伸到了临时工、自由职业者和兼职人员群体中。但是全球的轨道还是让人不安的。[91]


  欢迎来到自由职业者社会。“1099工人”的大军已经开始变成自由职业者、承包商和临时工，甚至许多固定职工和全职雇员也在逐步地受到压榨，感受到了自身处境的变化。数百万美国人正在离开他们的大型设备，开始在自己的孤岛上生存。由于环境不受他们的控制，所有这些不同种类的工人，现在就像矿石那样被铲进咆哮的炉子，还美其名曰：“共享”经济（其实是一个误称，正如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的那样）。


  
    [92]原文数字为“200K”，直译应为“20万户”，但是参照上下文，此处应为“2万户”。——译者注

  


  
    [1]Alexandra Goldman, “Curbing the Google Bus,” Al Jazeera America, February 5, 2014, http://america.aljazeera.com/opinions/2014/2/google-bus-san-franciscopublictransitrentgentrification.html (accessed March 20, 2015).

  


  
    [2]Alexandra Goldman, “The ‘Google Shuttle Effect’: GentrificationAnd San Francisco’s Dot Com Boom 2.0,” Professional Report, University California at Berkeley, Spring 2013,http://svenworld.com/wp-content/uploads/2014/01/Goldman_PRFinal.pdf(accessed March 20, 2015).

  


  
    [3]Joe Fitzgerald Rodriguez,“Activists, union challenge Google bus pilot program,” Bay Guardian, February 19, 2014, http://www.sfbg.com/politics/2014/02/19/activists-union-challenge-google-bus-pilot-program (accessed April 29, 2015).

  


  
    [4]John Coté and Marisa Lagos, “Google Says ＄6.8 Million for Youth Muni Passes Just a Start,”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February 28, 2014, http://www.sfgate.com/news/article/Google-says-6-8-million-for-youth-Muni-passes-5273937.php(accessed March 20, 2015).

  


  
    [5]Rebecca Solnit, “Diary,” London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7, 2013, http://www.lrb.co.uk/v35/n03/rebecca-solnit/diary (accessed March 20, 2015).

  


  
    [6]Jeff Elder, “Google to Make Security Guards Employees, Rather than Contractors,”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3, 2014, http://blogs.wsj.com/digits/2014/10/03/google-to-make-security-guards-as-employees-rather-than-contractors/ (accessed March 20, 2015).

  


  
    [7]Aaron Taube, “Facebook Shuttle Bus Driver Explains Why He’s Furious about His Job,” Business Insider, November 18, 2014,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facebook-bus-driver-explains-why-hes-furious-2014-11 (accessed April 29, 2015).

  


  
    [8]Kristen V.Brown, “Facebook’s Bus Drivers Push toUnioniz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November 19, 2014, http://www.sfgate.com/news/article/Facebook-bus-drivers-push-to-unionize-5804445.php (accessed March 20, 2015).

  


  
    [9]Teamsters,“Long Days,Low Pay for Facebook Drivers,” Teamsters News, October 3,2014,http://teamster.org/news/2014/10/long-days-low-pay-facebook-drivers(accessed March 20, 2015).

  


  
    [10]Jessica Guynn, “It’s a Long, Tiring Haul for Silicon Valley Bus Drivers,” USA Today, August 14, 2014, http://www.usatoday.com/story/tech/2014/08/13/facebook-shuttle-bus-drivers/13478347/ (accessed March 20, 2015).

  


  
    [11]Steven Greenhouse, “Facebook’s Shuttle Bus Drivers Seek toUnioniz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5,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4/10/06/business/facebooks-bus-drivers-seek- union.html (accessed March 30, 2015).

  


  
    [12]Teamsters, “Facebook Drivers Vote to Join Teamsters,” Teamsters News, November 19, 2014, http://teamster.org/news/2014/11/facebook-drivers-vote-join-teamsters (accessed March 20, 2015).

  


  
    [13]Darwin Bond Graham, “The Flipside of San Francisco’s Displacement Crisis: The Influx of the Very Rich,” 48 Hills, May 5, 2014, http://48hills.org/2014/05/05/flipside-san-franciscos-displacement-crisis-influx-rich-darwin-bond-graham-yahoo-began-running-hulking-purple-buses-san-francisco-2005-google-followed-two-years-lat/#permanently-moved (accessed March 20, 2015).

  


  
    [14]Jessica Guynn, “San Francisco Split by Silicon Valley’s Wealth,” Phys.org, August 22, 2013, http://phys.org/news/2013-08-san-francisco-silicon-valley-wealth.html (accessed March 20, 2015).

  


  
    [15]Brown, “Facebook’s Bus Drivers Push to Unionize.”

  


  
    [16]Clifford Coonan, “Workers Threaten Mass Suicide at Company That Supplies Apple,”The Independent, January 12, 2012,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sia/workers-threaten-mass-suicide-at-company-that-supplies-apple-6288160.html (accessed March 20, 2015).

  


  
    [17]Lydia DePillis, “This Is What a Job in the U.S.’s New Manufacturing industry Looks Like,” Washington Post, March 9, 2014,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wonkblog/wp/2014/03/09/this-is-what-a-job-in-the-u-s-new-manufacturing-industry-looks-like/ (accessed March 20, 2015).

  


  
    [18]Rebecca Smith and Claire Mckenna, “How the Domestic Outsourcing of Blue-Collar Jobs Harms America’s Workers,” 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and National Staffing Workers Alliance, March 2015, http://www.nelp.org/content/uploads/2015/03/Temped-Out.pdf (accessed April 29, 2015), page 1.

  


  
    [19]Michael Grabell, “The Expendables: How the Temps Who Power Corporate Giants Are Getting Crushed,” ProPublica, June 27, 2013, http://www.propublica.org/article/the-expendables-how-the-temps-who-power-corporate-giants-are-getting-crushe (accessed March 20, 2015).

  


  
    [20]Ibid.

  


  
    [21]Rebecca Smith, “The Permanent Temp Economy,”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September 8, 2014, http://www.usnews.com/opinion/articles/2014/09/08/nations-growing-numbers-of-temp-workers-need-labor-protections-unions (accessed March 20, 2015).

  


  
    [22]Michael Grabell, “Temporary Work, Lasting Harm,” ProPublica, December 18, 2013, http://www.propublica.org/article/temporary-work-lasting-harm (accessed March 20, 2015).

  


  
    [23]Michael Grabell, “Taken for a Ride: Temp Agencies and ‘Raiteros’ in Immigrant Chicago,” ProPublica, April 29, 2013, http://www.propublica.org/article/taken-for-a-ride-temp-agencies-and-raiteros-in-immigrant-chicago (accessed March 20, 2015).

  


  
    [24]Steven Greenhouse, “U.S.Cracks Down on ‘Contractors’ as a Tax Dodg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7, 2010, http://www.nytimes.com/2010/02/18/business/18workers.html?_r=1 (accessed March 21, 2015).

  


  
    [25]Cari Tuna, “Employers and Workers Clash in Court Over ‘Contractor’ Label,”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20, 2009, http://www.wsj.com/news/articles/SB10001424052748704112904574477991168814928 (accessed May 5, 2015); also see Donna Goodison, “Ex-cable installer sues Comcast,” Boston Herald, October 2, 2009, http://www.bostonherald.com/business/business_markets/2009/10/ex_cable_installer_sues_comcast (accessed May 5, 2015), page 27.

  


  
    [26]Greenhouse, “U.S.Cracks Down on ‘Contractors’ as a Tax Dodge.”

  


  
    [27]Lauren Weber, “Wage-Law Enforcer Favors Proactive Approach,” Wall Street Journal, http://www.wsj.com/articles/boss-talk-wage-law-enforcer-favors-proactive-approach-1419972132 (accessed March 21, 2015).

  


  
    [28]Greenhouse, “U.S.Cracks Down on ‘Contractors’ as a Tax Dodge.”

  


  
    [29]James Surowiecki, “The Underground Recovery,” New Yorker, April 29, 2013,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3/04/29/the-underground-recovery (accessed March 21, 2015).

  


  
    [30]Greenhouse, “U.S.Cracks Down on ‘Contractors’ as a Tax Dodge.”

  


  
    [31]Claire Gordon, “How Employers Can Legally Strip Your Job of Benefits,” AOL Jobs, April 27, 2012,http://jobs.aol.com/articles/2012/04/27/how-employers-can-legally-strip-your-job-of-benefits (accessed May 5, 2015).

  


  
    [32]Brian Pedersen, “Employees Turned into Contract Workers at Tucson PR firm,” Arizona Daily Star, March 18, 2009, http://tucson.com/news/employees-turned-into-contract-workers-at-tucson-pr-firm/article_1b109902-c538-55b5-9c8b-e6c91c51d13b.html (accessed March 30, 2015).

  


  
    [33]Tuna, “Employers and Workers Clash in CourtOver ‘Contractor’ Label.”

  


  
    [34]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Independent Contractor Misclassification Imposes Huge Costs on Workers and Federal and State Treasuries: A Survey of Research,” 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August 2014, http://www.nelp.org/page/- /Justice/IndependentContractorCosts.pdf?nocdn=1 (accessed March 21, 2015).

  


  
    [35]Robert Kuttner, “Why Work Is More and More Debased,”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23, 2014,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14/oct/23/why-work-more-and-more-debased (accessed March 21, 2015).Even in the sensitive realm of foreign policy, private contractor firms like Blackwater are increasingly present in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providing frontline national security services and support for the U.S.government and military, often with an appalling lack of accountability.

  


  
    [36]Ibid.

  


  
    [37]Bob Egelko, “Court Rules FedEx Drivers in State Are Employees, Not Contractor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August 28, 2014, http://www.sfgate.com/bayarea/article/Court-to-FedEx-Your-drivers-are-full-time-5717048.php (accessed March 21, 2015).

  


  
    [38]David Weil, The Fissured Workplace: Why Work Became So Bad For So Many and What Can Be Done to Improve I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39]Kuttner, “Why Work Is More and More Debased.”

  


  
    [40]Katherine V.W.Stone, From Widgets to Digits: Employment Regulation for the Changing Workpla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cited in Kuttner, “Why Work Is More and More Debased.”

  


  
    [41]Weil,The Fissured Workplace，page 183.

  


  
    [42]http://nymag.com/daily/intelligencer/2014/09/silicon-valleys-contract-worker-problem.html.

  


  
    [43]SherpaVentures, “SherpaVentures On-Demand Economy Report,” Scribd, 2014 ODE Report, http://www.scribd.com/doc/235776320/SherpaVentures-On-Demand-Economy-report (accessed March 21, 2015).

  


  
    [44]Michael Grabell, “U.S.Lags Behind World in Temp Worker Protections,”ProPublica, February 24, 2014, http://www.propublica.org/article/us-lags-behind-world-in-temp-worker- protections (accessed March 21, 2015); see also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Employment Protection Legislation, 2012- 2013,” OECD EPL Database, update 2013, http://www.oecd.org/els/emp/All.pdf (accessed March 21, 2015).

  


  
    [45]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Indicators of Employment Protection,” OECD.org, http://www.oecd.org/employment/emp/oecdindicatorsofemploymentprotection.htm (accessed March 21, 2015).

  


  
    [46]Rachel L.Swarns, “For a Worker with Little Time between 3 Jobs, a Nap Has Fatal Consequence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8,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4/09/29/nyregion/3-jobs-plenty-of-dreams-and-the-fatal-consequences-of-one-dangerous-decision.html (accessed March 21, 2015).

  


  
    [47]Tania Branigan, “Toddler Left Dying after Hit and Run Prompts Soul Searching in China,” Guardian, October 17, 2011,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1/oct/17/toddler-hit-and-run-china (accessed March 21, 2015).

  


  
    [48]Tom Hayden, “Woman Who Worked in Four Jobs, Overcome by Fumes, Dies as She Naps in Car,” NJ.com True Jersey, August 26, 2014, http://www.nj.com/union/index.ssf/2014/08/deceased_woman_in_elizabeth_worked_four_jobs_ napped_in_car_overcome_by_fumes_police_say.html (accessed March 21,2015).

  


  
    [49]Dunkin’ Donuts, “Dunkin’ Donuts Press Kit,” Dunkin’ Donuts Newsroom, October 28, 2014, http://news.dunkindonuts.com/presskits/dunkin-donuts-press-kit (accessed March 21, 2015).

  


  
    [50]Gary Strauss, “Dunkin’ Brands CEO Got Plenty of Dough in 2013,” USA Today, March 26, 2014, http://www.usatoday.com/story/money/business/2014/03/26/dunkin-brands-ceo-got—plenty-of-dough-in-2013/6923985/ (accessed March 21, 2015).

  


  
    [51]Deal Book, “Dunkin’ Donuts Parent Files for an I.P.O.,” New York Times, May 4, 2011, http://dealbook.nytimes.com/2011/05/04/dunkin-donuts-parent-files-for-an-i-p-o/ (accessed March 21, 2015).

  


  
    [52]Amy B.Dean, “Workers Are Constantly on the Edge of the Knife,” Truthout, September 12, 2014, http://www.truth-out.org/news/item/26120-workers-are-constantly-on-the-edge-of-the-knife (Accessed March 21, 2015).

  


  
    [53]Nancy K.Cauthen, “Scheduling Hourly Workers: How Last Minute, Just-In-Time Scheduling Practices Are Bad for Workers, Families and Business,” Demos, March 14, 2011, http://www.demos.org/publication/scheduling-hourly-workers-how-last-minute-just-time-scheduling-practices-are-bad-workers (accessed March 21, 2015).

  


  
    [54]Steven Greenhouse, “A Push to Give Steadier Shifts to Part-Timers,” New York Times, July 15,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4/07/16/business/a-push-to-give-steadier-shifts-to-part-timers.html?r=0 (accessed March 21, 2015).

  


  
    [55]Greenhouse, “A Push to Give Steadier Shifts to Part-Timers.”

  


  
    [56]Maria E.Canon, Marianna Kudlyak, and Marisa Reed, “Is Involuntary Part-Time Employment Different after the Great Recession?”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Louis, July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stlouisfed.org/publications/re/articles/?id=2536.

  


  
    [57]“Employee Benefits in the United States—March 2014,”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News Release, USDL-14-1348, July 25,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bls.gov/news.release/pdf/ebs2.pdf.

  


  
    [58]Sarah Jane Glynn and Joanna Venator, “Workplace Flexibility,”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Washington, D.C., 2012, available at https://cdn.americanprogress.org/wp-content/uploads/issues/2012/08/pdf/flexibility_factsheet.pdf.

  


  
    [59]Greenhouse, “A Push to Give Steadier Shifts to Part-Timers.”

  


  
    [60]Cauthen, “Scheduling Hourly Workers.”

  


  
    [61]Glynn and Venator, “Workplace Flexibility.”

  


  
    [62]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Going Nowhere Fast: Limited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the Fast Food Industry,” 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Data Brief, July 2013, http://nelp.3cdn.net/84a67b124db45841d4_o0m6bq42h.pdf (accessed March 21, 2015).

  


  
    [63]Susan Berfield, “Fast-Food Wages Come With a ＄7 Billion Side of Public Assistance,” Bloomberg Business, October 15, 2013, http://www.bloomberg.com/bw/articles/2013-10-15/mcdonalds-low-wages-come-with-a-7-billion-side-of-welfare (accessed March 21, 2013).

  


  
    [64]Tiffany Hsu, “Nearly 90% of Fast-Food Workers Allege Wage Theft, Survey Finds,”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1, 2014,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14/apr/01/business/la-fi-mo-wage-theft-survey-fast-food-20140331 (accessed March 21, 2015).

  


  
    [65]Susan Berfield, “Fast-Food CEOs Make 1,000 Times the Pay of the Average Fast-Food Worker,” Bloomberg Business, April 22, 2014, http://www.bloomberg.com/bw/articles/2014-04-22/fast-food-ceos-make-1-000-times-the-average-fast-food-worker(accessed March 21, 2015).

  


  
    [66]Clare O’Connor, “Report: Walmart Workers Cost Taxpayers ＄6.2 Billion in Public Assistance,” Forbes, April 15, 2014,http://www.forbes.com/sites/clareoconnor/2014/04/15/report-walmart-workers-cost-taxpayers-6-2-billion-in-public-assistance/(accessed March 21, 2015).

  


  
    [67]Christine Owens, “Trying to Raise a Family on a Fast-Food Salary,” Reuters, August 29, 2013,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3/08/29/us-family-fast-food-idUSBRE97S0ZT20130829 (accessed March 21, 2015).

  


  
    [68]Melanie Trottman and Julie Jargon, “NLRB Names McDonald’s as ‘Joint-Employer’ at Its Franchisees,”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19, 2014, http://www.wsj.com/articles/nlrb-names-mcdonalds-as-joint-employer-of-workers-at-its-franchisees-1419018664 (accessed March 21, 2015).

  


  
    [69]O’Connor, “Report: Walmart Workers Cost Taxpayers ＄6.2 Billion in Public Assistance.”

  


  
    [70]Esther Kaplan, “Americans Are Working So Hard,It’s Actually Killing People,” Nation, November 17, 2014, http://www.thenation.com/article/186425/work-speedups-have-consequences-boss-never-imagined (accessed March 20, 2015).

  


  
    [71]Kerry A.Dolan, “Inside the 2014 Forbes 400: Facts and Figures about America’s Wealthiest,” Forbes, September 29, 2014, http://www.forbes.com/sites/kerryadolan/2014/09/29/inside-the-2014-forbes-400-facts-and- figures-about-americas-wealthiest/ (accessed March 21, 2015).

  


  
    [72]Dean, “Workers Are Constantly on the Edge of the Knife.”

  


  
    [73]Rosa DeLauro, “Miller, Harkin, Warren, DeLauro Introduce Legislation to Establish Fair Work Scheduling Practices,” Rosa DeLauro, July 22, 2014, http://delauro.house.gov/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657:miller-harkin-warren-delauro-introduce-legislation-to-establish-fair-work-scheduling-practices&catid=2&Itemid=21 (accessed March 21, 2015).

  


  
    [74]Cherri Delisline, “I’ve Worked at McDonald’s for 10 Years and Still Make ＄7.35 an Hour,”Quartz, July 26, 2014, http://qz.com/240827/ive-worked-at-mcdonalds-for-10-years-and-still-make-7-35-an-hour/ (accessed March 21, 2015).

  


  
    [75]Leslie Patton, “McDonald’s Workers Arrested at Protest near Headquarters,” Bloomberg Business, May 22, 2014,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4-05-21/mcdonald-s-tells-employees-to-stay-home-as-protests-loom (accessed March 21, 2015).

  


  
    [76]Delisline, “I’ve Worked at McDonald’s for 10 Years and Still Make ＄7.35 an Hour.”

  


  
    [77]Trottman and Jargon, “NLRB Names McDonald’s as ‘Joint-Employer’ at Its Franchisees.”

  


  
    [78]Weber, “Wage-Law Enforcer Favors Proactive Approach.”

  


  
    [79]Gregory Wallace, “Facebook’s bus drivers set for raises after union vote,” CNN Money, February 22, 2015, http://money.cnn.com/2015/02/22/technology/facebook-bus-drivers-union/ (accessed April 29, 2015).

  


  
    [80]Franklin Roosevelt, “Second Inaugural Address,”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January 20, 1937,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15349 (accessed March 21, 2015).

  


  
    [81]David Bacon, “Teaching Today: Leleua Loupe’s Journey as a Freeway Flyer,” Capital and Main, February 11, 2015, http://capitalandmain.com/inequality/teaching-today-leleua-loupes-journey-freeway-flyer/ (accessed March 21, 2015).

  


  
    [82]Motoko Rich, “Publishers Announce Staff Cut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 2008, http://www.nytimes.com/2008/12/04/business/04publish.html?r=0 (accessed March 21, 2015).

  


  
    [83]Henry Blodget, “Capt.Sullenberger: Stop Cutting Pilot Pay or Next Plane Will Crash in River,” Business Insider, February 24, 2009,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capt-sullenberger-stop-cutting-pilot-pay-or-next-time-plane-will-crash-in-river-2009-2#ixzz3V4zrVyzI (accessed March 21, 2015).

  


  
    [84]Joan Lowy and Michael Sniffen, “Pilot Who Landed Plane in Hudson River Slams Pay Cuts by Airlines,” Seattle Times, February 25, 2009, http://www.seattletimes.com/politics/pilot-who-landed-plane-in-hudson-river-slams-pay-cuts-by-airlines/ (accessed March 21, 2015).

  


  
    [85]Joshua Rhett Miller, “Low Pay One of Many Difficulties Facing Regional Pilots,” Fox News, May 13, 2009,http://www.foxnews.com/story/2009/05/13/low-pay-one-many-difficulties-facing-regional-pilots/ (accessed March 21, 2015).

  


  
    [86]Matthew L.Wald, “Pilots Set Up for Fatigue, Officials Say,” New York Times, May 13,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5/14/nyregion/14pilot.html?_r=0 (accessed March 21, 2015).

  


  
    [87]David Saltonstall, “Continental Connection Flight 3407 Co-Pilot Rebecca Shaw’s Husband, Mother Come to Her Defense,” Daily News, May 15, 2009, http://www.nydailynews.com/news/continental-connection-flight-3407-co-pilot-rebecca-shaw-husband-mother-defense-article-1.411059 (accessed March 21, 2015).

  


  
    [88]Tina Brown, “The Gig Economy,” Daily Beast, January 12, 2009, http://www.thedailybeast.com/articles/2009/01/12/the-gig-economy.html (accessed March 21, 2015).

  


  
    [89]CNN Money, “76% of Americans Are Living Paycheck-to-Paycheck,” CNN, June 24, 2013,http://money.cnn.com/2013/06/24/pf/emergency-savings/ (accessed March 21, 2015).

  


  
    [90]Marion Crain and Michael Sherraden.Working and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Economic Fragilit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age xiii.

  


  
    [91]Valentina Pop, “Unemployment on Slow Downward Trend, Report Says,” EUObserver, September 4, 2014,http://euobserver.com/social/125465 (accessed March 30, 2015).在欧洲，不到一半的临时工在合同满三年后的那一年之内，都可以取得一份全职合同。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德国，如果按照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来计算，则1/5的工人被认为是“低工资”工人（尽管经合组织的这一平均水平仍然比美国的水平低得多，如果按照美国的水平计算，有大约1/4的工人属于“低工资”范畴）。临时性的工作，对德国“灵活性”模型的核心部分，已经开始被过度使用，而且也不是一个通往永久工作的确定通道，并不像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der）的社会民主政府刚开始所承诺的那样。许多施罗德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方案在最初的确为德国带来了许多积极影响，但后来就不怎么起作用了。在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管理下，这些改革方案成为德国弄巧成拙的紧缩政策的基础，并最终影响了整个欧元区和欧盟的基础。

  


第二章 “空中食宿”与“共享经济”：经济的“救星”还是“尽头”


  正如万维网、电子邮件、推特、“友元函数”（friends）、“用户”（followers）、“个人识别码”（pins）、搜索引擎、“智能”手机和其他新经济的固有产物一样，共享经济已进入了国家的词典中，伴随另一种创新的联结技术、经济和未来的浪潮。但是，到底什么是“共享经济”呢？


  共享经济包括一个巨大的公司阵列，横跨许多行业和工作岗位。这些公司擅长的领域，例如，交通［代替出租车的应用软件，如“优步”、“来福车”或者欧洲地区的“长途拼车”（BlaBlaCar）］，日常劳动力［“任务兔子”、“一揽子找工作”、“洗衣忍者”、“家乐”（Homejoy）］，私人财产的出售、出租或者交易［“艾特斯”、“邻里网”（Peerby）、“停车熊猫”、“后院”（Yerdle）］，房屋出租［“空中食宿”、“假期出租”（VRBO）、“狗狗旅行”——是的，就是当狗狗的主人外出度假时把狗狗寄养在你家］，等等。这些公司中的一些成员具有非常明确的商业性质和赚取利润的本质，其他则打着理想主义和环保主义的旗号，声称要通过最小的货币交易，建造一个交换物品和服务的窗口来减少浪费和消费。


  但是，它们除了在职业和行业上有所不同之外，实际上都是共享经济公司，拥有同样的特征：基于互联网和应用程序的平台的创新使用来连接买者和卖者（而且包括一些非营利性的事务交易），包括物品、劳动和服务。这种事务通常被称为P2P——在你和另外一个个体之间，不是“个人对企业”（即在你和一个商店或者企业之间）。[1]这些公司运营这些平台，针对它们提供的匹配服务来收取费用（根据不同的公司，它们针对买者与卖者之间事务交易所收取的价格也不同，通常在10%~25%）。这种基于互联网和应用程序的平台天赋异禀，你可以叫一辆“优步”车，或者一个“任务兔子”来组装你的宜家家具，或者租一个“空中食宿”房间，或者进行“自行车闲置租赁”（Spinlister），或者使用你自己的洗衣店“洗衣忍者”来清洗衣物，而且你只要发布消息就可以，根本不用与某个销售员或者中介打交道。只要点击一下你的鼠标和应用程序，一切就都搞定了！虚拟商店，全天候无休假营业，遍布全世界。“全世界的工人，打开你的智能手机吧。”技术分析师叶甫格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说。[2]


  这一数字空间大幅度降低了所谓的“交易成本”，最初是由像易趣网和亚马逊这样的网站使用的，它的创始人最终都富可敌国。作为数字技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些公司传递给共享经济的是对卖家和买家的想法进行评级：它们有可靠的众包信息，能从数千甚至数百万的交易中积累智慧，从而对卖方的声誉提供“网络认可度”。这一特点被称为“信誉分析”，旨在增强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度，降低交易风险。能够很轻松地与世界上所有的陌生人联系、买卖东西和交易，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非商业目的，这是一个真正的游戏改变者。


  但这一技术的本质也意味着，这些交易是客观的和匿名的。你再也无法了解当地的店主，也不能与销售员聊天。在线市场几乎切断了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正如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所说，就像社会资本那样，消费者与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者都是“孤独地买东西和卖东西”。资本主义在它涉及的范围内已经对客观的商品化有了很大的倾向性；而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数字技术在“共享”经济的核心更加放大了这些原有的倾向，不仅通过“破坏”的方式，正如科技爱好者喜欢吹嘘的那样，而且释放了许多干扰元素。


  垂涎三尺地在亚马逊、易趣网、脸书和推特的成功基础上继续建造，风险投资已经倾注了数十亿美元，通过资本投资注入许许多多的共享经济公司里。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梦想家，也无论是亲商人士还是追求小而美的环保主义者，吹响共享经济的号角都是我们国家缘何困难重重的答案，而且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因。有如此多的动力和资金在背后支持，共享经济已经在美国经济中独领风骚，它是一枚不寻常的双面硬币：一面是企业资本主义，另一面是分散的工人和草根。随着自由劳动力社会越来越近地进入我们的视野，共享经济的梦想家正在将技术定位为经济的发动机，这将使美国上千万员工（例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及的工人类型）推入后“新政”经济时代。


  毫无疑问，他们的眼中充满了自信的技术乐观主义，有时还包裹在环境可持续性和分权的诱人价值中。其忠实的信徒——共享经济——是革命性的，而且对于更多的理想，它具有很大的潜力，能够以一个更加潜在的、温和的版本来重塑资本主义。据说它将使工人成为个人微型企业或自己企业的老总，无论是做杂工的人、清洁女工、“优步”的司机，还是拥有自己房产的业主，都在将个人资产货币化。事实和数字已清楚地表明，经济和劳动力正在走下坡路，但共享经济大师拥有一个愿景，他们坚信一个非常人性化的愿景，认为这个愿景能够给予人们更多的生活的力量。不仅仅是愿景，他们也有雄心要撕毁和改造“旧经济，过去的经济”，[3]正如他们所说，就像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分裂者的历史继承人，带着营销策略，针对所有的数以百万计的突然发现自己焦虑不安的美国人。但矛盾的是，最著名的共享经济公司招揽并吸引了数十亿美元的风险投资。你能用老板的办法来推倒老板的大厦吗？或者，在这个过程中，你能成为新的老板吗？


  
“空中食宿”的龙卷风


  与其他公司相比，“空中食宿”是共享经济精神的典型代表。作为共享经济最成功和最熟悉的面孔之一，它站在共享哲学在营销战略方面的前沿。“‘归属感’是‘空中食宿’的理念”，它的年轻的34岁创始人兼CEO布莱恩·切斯科[4]说：“确实，我们所指的是‘家’。你看，一所房子只是一个空间，但一个家是你的归属地。这是我们公司的核心理念：归属感。”在一个混乱的颠倒的世界里，他的话听起来让人安心，而且他在许多采访中都表示真诚地相信这种话。


  作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商业奇迹，“空中食宿”最初是在旧金山当地由一群二十几岁的人发起的，切斯科和他的室友乔·杰比亚（Joe Gebbia）都毕业于罗得岛设计学院。2007年的失业导致他们支付房租非常困难，再加上注意到一个工业设计会议可用酒店的空间不足，切斯科和杰比亚就把充气垫放在客厅的地板上（所以他们把公司的名字叫作“空中食宿”），把他们在市场区南部酩酊街市场的公寓变成了一家廉价旅馆，集合了便宜的旅馆和短期床位加早餐的特点。口袋里有了这些可以快速赚到的钱，他们开始拓展业务，专注于那些缺乏住宿的会议和事务。他们联合那些想赚外快的朋友将其公寓也出租几个晚上，还把计算机程序员南森·布林克兹克（Nathan Blecharczyk）拉入创始人群体，建立一个网站，而后企业的发展速度快得犹如火箭升空。


  他们在美国的城市地区挖掘了丰富的人脉资源，但是最终也会发展到世界各地，因为他们抓住了接待旅客的利益之所在。这些业主反过来又填补了那些寻找低成本住宿而不得的旅客需求的空缺，特别是在旺季，那时酒店的房间总是稀缺的。“空中食宿”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商业帝国，但它吸引的还是真正的草根一族。


  年轻的企业家初生牛犊不怕虎。现在，发展了近十年的“空中食宿”已经成为全球成功的一个案例，市值达到250亿美元——甚至比已经有50年历史的凯悦连锁酒店还要高——并且曝出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即自成立以来，它的客户人次达到了2500万，目前拥有分布在3.4万个城市和192个国家的100万个房源。[5]它在全球的雇员达到了1000人，这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虽然发展还没多久，但是它已经成为一个标志性公司了。“空中食宿”年轻的创始人开始成为眼界广阔的亿万富翁，他们自己有时都很难相信如此美好的前景，他们在全球住宿和旅游行业做出了顶级的创新。


  但是在旧金山、纽约、洛杉矶等地，这场淘金热产生的影响有好有坏。“空中食宿”不仅是一个“社区驱动的酒店公司”，正如它的创始人所说，而且是一个大规模的违法催化剂、税收流氓，更为不幸的是，它还产生了驱逐长期房客的动力，包括老人、残疾人、孩子，甚至是生命垂危的病人。其他短期租赁公司，诸如“假期出租”、“疯狂钥匙”（FlipKey）、“如美家”（Roomorama）和“回家”（Home Away），在规模上要小很多，但都在模仿“空中食宿”的模式。原因在于，许多城市都遭到了整个街区痛苦的瓦解，许多业主和房客的关系都受到迫害，这一关系原来是基于法律保护并且已经稳定了几十年，但现在被那些“空中食宿”的投资者和急于套现的当地房地产利益集团所无视。如果“归属感”是“空中食宿”的理念，那么这一理念能否实现取决于你是否归属于正确的阵营。


  为了了解“空中食宿”的旋风，让我们来看一看旧金山三位居民的现状，他们表明了它的承诺和风险。第一位，我们来看看布莱恩·切斯科，作为“空中食宿”年轻的CEO、联合创始人、前健身教练、新晋亿万富翁与“信任和共享”理念的提出者，他在冒险资本主义支持者对利润强烈追求的欲望中，挣扎着维持自己的真诚。


  第二位，我们来看看凯瑟琳·勃鲁姆（Cathryn Blum），一位“空中食宿”的业主——或者说“共享者”，他们喜欢这样称呼自己——试图在她位于波特雷罗山的家中提供一个房间以供出租，来满足那些认为旧金山是一个特别具有吸引力的环球旅行者的需求。


  第三位，我们来看看特蕾莎·弗兰德瑞奇（Theresa Flandrich），一位退休护士，在北部沙滩伦巴底街租住的一间两居室公寓里生活了30多年，并且在那里抚养自己的儿子长大——现在正在拼命斗争，因为一个贪心的业主想驱逐她（以及其他与她在同一栋楼中居住的房客），而业主是为了在她的公寓中腾挪出空间来“空中食宿”（是的，“空中食宿”已经变成一个动词，并且具有肮脏的内涵）。


  就像山姆·谢巴德（Sam Shepard，曾经是一位剧作家，居住在旧金山并在那里写出了他最好的作品）戏剧中设定的冲突演员一样，这三种面孔总是在他们有时并不能完全理解的力量强制下打来打去，存在冲突就意味着他们到目前为止并不能实现“共赢”。这一点表现出了悲剧的本质。


  
案例一：在北部沙滩穷困潦倒


  特蕾莎·弗兰德瑞奇带我在北部沙滩的周边逛了一会儿。北部沙滩不仅是旧金山历史最悠久也是最受人喜爱的地区之一，在20世纪早期，作为自治镇，曾有许多意大利移民定居在这里，因此有“小意大利”之称。意大利人在欧洲移民涌入美国的浪潮中寻求机会，开商店、建造房屋和教堂，其位置毗邻渔人码头，所以他们还执掌当时非常繁荣的水产捕捞业。乔·迪马吉欧（Joe DiMaggio）的父亲就是旧金山湾区的渔民，而“摇摆乔”（Joltin’ Joe）则在旧金山市政大厅娶了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6]；乔·迪马吉欧的运动场就在特蕾莎公寓的几条街之外。北部沙滩曾经是一个多代同堂的居住之所，人丁兴旺，孩子在街上玩棍球，与爷爷奶奶住得很近，都是大家庭。邻里相熟并互相帮助，而且让人能感觉到一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安全。特蕾莎说：“这是一个真正的社区。”


  但现在已面目全非。仅就她居住的那条街而言，在一个街区，特蕾莎就能指出五栋楼（包括她自己所住的那栋）的所有租户都收到了驱逐通知。在街角，有更多楼里的租户也都收到了驱逐通知。“大部分楼房，”特蕾莎说，“是由照顾他们社区的老意大利人所拥有的。他们保持了租金的合理性，并不介意控制租金，因为，是的，我们都是邻居。”特蕾莎说了很多次“邻居”这个词，“他们互相帮助，而且作为一名护士，我在他们需要医疗保健的时候也会给他们提供帮助。大家都相互照应。”


  如今，意大利老一辈人已经慢慢变老或去世，而许多人的孩子都不在旧金山居住，基于种种原因，他们都想把楼卖掉。一个新的贪婪的业主买了这些楼。业主都像彼特·伊斯坎达尔（Peter Iskandar）一样喜欢泡沫地产（是的，这真是他的房地产公司的名字），他来自印度尼西亚，是一个把这附近视为个人淘金好机会的投机者。像大富翁游戏那样，他购买物业后就开始驱逐房客——经常使用可疑的手段——通过这种方法把这些享受公寓控制租金的人赶出去。然后再抬高租金，将这些楼作为公寓卖出，比如，最近就卖给了“空中食宿”那些人。反拆迁测绘项目显示，伊斯坎达尔先生已经在附近买了至少十栋楼。[7]为满足自己的野心，他驱逐了一个68岁的患乳腺癌的老太太；他还驱逐了70多岁依靠助步车生活的卡洛·塔内罗（Carlo Tarrone），卡洛已经在他的公寓里住了56年；他也驱逐了70岁的肺癌患者桑迪·毕晓普（Sandy Bishop）。“我甚至找不到一个地方住，因为我没有足够的钱，”毕晓普说，“也许我应该留下来让警察带我走。”[8]伊斯坎达尔就如同一个破碎球，打乱了老人和病人的生活，而且只针对最弱势的那群人。一些人指责他这种扭曲规则、搞“清理老人”的无耻行为。


  沿着这条街，特蕾莎带我去了一栋有四个单元的楼房，经过一个古朴的、铺满砖头的胡同，那条路让人想起罗马纳沃纳广场周围的蜂巢迷宫。所有的住户都已经被赶走了，而现在，四个上了锁的箱子挂在公寓入口的栏杆上——这栋楼已经成为“空中食宿”了。每一套公寓里都有新面孔进进出出，他们会获得密码锁的组合密码，通过密码锁登记入住，然后退房，所以不需要业主或经理来处理这些事务。交易就在“空中食宿”的网站上以匿名的形式完成，不需要当事人出面。这一栋栋楼曾经是邻里街坊的安乐窝，而现在变成了“空中食宿”的旅游者的酒店。


  过了这条街，另一栋楼也经历着相似的命运。走过两个门之后，还有一栋楼。再走过一些街区就是唐人街了，那些脆弱的老年人英语说得也不怎么好，地主利用语言和文化障碍将移民家庭和老年人驱逐出户，那些人几乎无力保护自己。[9]另一个街角，特蕾莎的80岁的朋友圣迭戈·德里奥（Diego Deleo）是这场驱逐中受害的一位老人。圣迭戈是17岁时从意大利的巴里来到这里的，一直是一名砖匠工人。他告诉她：“特蕾莎，建造这座城市我也有份儿，但是现在他们想把我赶出去。”他已经在北部沙滩生活了40多年，过去的30多年他都是在栗子街的公寓里度过的，他的太太前些年就在那个公寓里过世，那里充满了他和老太太的回忆。他说：“北部沙滩就是我的生命。对我这种岁数的人来说，‘驱逐通知’和死刑没什么两样。”[10]


  特蕾莎居住的楼也面临相似的命运，尽管环境与其他相比有所不同。这栋楼的业主在96岁高龄时去世了。“她和我关系很好，”特蕾莎说，“我以前经常帮她做医疗护理。”每一位住在这栋拥有四个单元的楼房中的人关系都很好，包括那位在一楼经营小杂货店的巴勒斯坦店主。特蕾莎说：“业主给这些居民留有余地。如果你这个月财务很紧张，他们就会让你下个月再付房租。关系就是好到这种程度。”


  病重的业主已经把这份遗产留给她远在南加利福尼亚拉古娜海滩的侄女。她的侄女接管一周之后，就给楼里所有人发放了驱逐通知，其中包括一个患有很严重的帕金森症的男人，而这位侄女却声称这是合法手段，称为“业主自主搬入”——她的家人搬进来，包括她自己，尽管没有谁实实在在地住在旧金山。


  “4月11日早上7点，门铃响了。然后，有一个发通知的人，”特蕾莎说，“我儿子开了门，他收到一张通知。我很生气，很悲伤，十分震惊。我儿子当时必须去工作了，但是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天哪。这是我唯一的家。虽然我从没想到在这里度过自己的一生，但是我希望你一直住在这里，妈妈。这是我们唯一能够继续和邻居庆祝所有节日的地方’。”[11]


  通过在旧金山租赁版面发布通告，近2000户家庭在2013年被驱逐，比2012年增加了13%。[12]由于当地大部分出租屋里面居住的都不止一个人（旧金山的租金对大多数人来说太贵了，以致人们不能拥有自己的私密空间），房地产专家估计2013年被驱逐的人数至少达到了5000人。业主无情地使用不同的战术，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房客进行了非法驱逐，如声称他们要修复这些楼房。[13]这些业主清楚地知道，在法律层面，租户有权利在修复工作结束后搬回自己的单元住。但是租户并不知道，而业主当然也不会告知他们这些消息，因为业主的目的就是让这些租户从享受租金控制的公寓中搬走。业主为租户提供几千美元来搬迁，并告知租户他们没有选择权，而这些租户——尤其是当他们老了、有残疾、患有疾病或者英语水平不高——通常都没有意志力或者韧性来反击。经过几轮收购和驱逐之后，业主就真的可以对这种拒绝施加压力。业主骚扰和威胁租户，不提供清理垃圾服务，拒绝做修理……突然间，这些租户连最基本的用水和用电都难以得到保障。


  业主也开始加大了使用“疑难杂症驱逐法”的力度，驱逐那些享受租金控制的公寓的租户——制造一些莫须有的事端，声称一些小的违规行为是“滋扰”行为，比如，携带自行车通过公共走廊，喷花公寓的墙壁，在公共区域放婴儿车，或者在公寓中播放音乐的音量太大。在钻法律的空子以定义所谓的“滋扰”的情况下，房东发出一份驱逐通知，引发法律纠纷，而大部分租户连工资都没有，更别提支付其他费用了。


  2014年，在这种莫须有的“滋扰”罪名下，旧金山1000多名租户被赶出他们的家园。违反租赁和滋扰行为已经成为旧金山驱逐租户的主要原因。大多数租户，特别是老年人不清楚他们的权利，或没有勇气捍卫自己的权利。[14]一旦被驱逐，大多数人都会搬离城市，因为他们被驱逐出享受租金控制的公寓之后，根本支付不起一间公寓的卧室的租金，这一费用在2014年接近3500美元（2013年是2795美元），有两间卧室的公寓价格更是高达4500美元。[15]在这种价格的压力下，旧金山内控办公室预测，2013年这个城市有1017个租金控制的房屋单位消失。[16]“当这一切连年发生的时候，而且已连续了许多年，”旧金山房权委员会的萨拉·肖特（Sara Shortt）说，“我们地区的结构、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的城市就要被割裂了。”[17]


  但是特蕾莎与邻居和楼内的居民联合起来成功地反抗了驱逐令。他们成立了北部沙滩租户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与会者就非常多，超过了100人。她帮助德里奥拒绝了驱逐令，而且其他人也正在进行反击。乔·托比那（Joe Tobener），一位旧金山当地的律师，已经代表许多租户反击贪婪的业主及其非法驱逐。托比那是一位心直口快的人民律师，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是由一位有六个孩子的单亲妈妈依靠出纳员的工资抚养长大的。“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罗宾·汉。”他告诉我，代表这么多脆弱的租户来反击由“空中食宿”实施驱逐的背后的富人的利益。“我们每周能接到60个电话。”租户中的许多人都反映，他们被非法驱逐的原因就是业主可以利用“空中食宿”、“假期出租”、“如美家”、“疯狂钥匙”或者其他应用服务软件来租给旅行者。“几乎没有什么用，就像第三世界，”他说，“‘空中食宿’为旧金山长期租客的驱逐做出了长足的‘贡献’。”[18]


  旧金山像纽约和其他主要城市一样，都有许多法律法规组成的特别复杂的法典，来监督不动产和业主—租户之间的关系。其中一条法律就是禁止公寓或者家庭进行短于30天的出租，以此来有效防止那种困扰特蕾莎及其邻居的诡计——当业主觉得将他们的不动产变成游客酒店更划算的时候，就会减少给当地长期居民的房屋供给。这种行为被称为“非法经营酒店”，而且已经在几十年前就被《公寓转换条例》所禁止。


  业主通常极力避开这项法规，甚至是“克雷格列表”（Craigslist）作为第一家互联网线上服务开始经营短期租赁的时候，那些钻法律空子的人都少得可以忽略不计。但是现在，“空中食宿”以及其他短期租赁中介，凭借设计到位的网页和应用程序门户，把业主寻找短期旅客租赁变得非常简单。它们把钻法律空子变得非常便利从而不断扩大规模，而且据《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2014年5月的调查数据显示，在“空中食宿”网站上，有4798套不动产在网站列表中，另外还有1200套在“假期出租”的网站列表中。[19]一个彩色的地图显示了这些列表在当地所做的事，地图上的上千个点（尤其是在城市的东半部）使旧金山看起来就像一个昆虫聚集地。[20]


  旧金山规划委员会的外村尚·菅谷（Hisashi Sugaya）称：“短期租赁已经在法律边缘徘徊了很久，并且一直无所作为。但是这些公司在城市的面前使它重新燃起，它们激励有能力的人来钻法律的空子。”[21]在一个几乎2/3的居民都是租房住的城市（这个比例在全国范围内只有1/3），业主和开发商却运用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影响租户和不动产获利者之间的平衡，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这种关系已经彻底改变了。田德隆区房管主任兰迪·肖（Randy Shaw）对“空中食宿”这种现象进行呼吁：“在整个城市中腾挪出更多的空间供游客使用。”[22]旧金山租户联合会的主席特德·吉里克森（Ted Gullicksen）说：“我们称之为旧金山的‘酒店运动’，老人、大家族和低收入租户被驱逐出这个城市。”[23]


  “空中食宿”拒绝对此承担责任，它声称自己只是一个订房机构，是一个把业主和旅客联系起来的匿名、迅速、便捷的商业模式。但是这很虚伪。这就如同一架飞机“隆隆地”在低空飞过却不想为它所制造的噪声买单。此外，“空中食宿”已经开始打击无论是在旧金山还是在其他地方想规范这种商业模式的各种尝试，它找了一个数十亿美元市值的公司所能买到的所有律师和说客。这些尝试包括认为“空中食宿”应当像凯悦集团和喜来登集团一样，为每一位顾客缴纳酒店及入住税。这项税收主要由城市来征收，为了覆盖那些由外地人使用的公共服务和设施的成本。旧金山的财务长官估算，“空中食宿”欠了旧金山2500万美元税收，而且已经以拒绝支付的形式拖欠了三年。[24]“空中食宿”抱怨，从5000名房主手中征税实在太难了，但是一些批评尖锐地指出，“空中食宿”的平台能够如此轻易地掌握运营好几百万客人的6%~12%的订房服务费，那么对业主征收另外3%而现在已经统统流入自己口袋的税收显然也不是难事（逃避的这些税收已经让它更迅速地成为一个数十亿美元市值的公司）。如果“空中食宿”能够轻松地掌握这些变化，那么为什么它管理业主和客户之间的酒店税就这么难呢？显而易见，这些共享经济公司所信奉的“共享”并不包括将利润进行共享，相反，它们表现出一种非常“不共享”的行为。


  最后，随着第一名反对“空中食宿”的选民指着它的脑袋，在民粹主义的威胁下，“空中食宿”在2015年2月终于缴纳了所有拖欠的税收，并且开始从旧金山的业主手中征收酒店税。这表明，这件事归根结底也不是那么难。但“空中食宿”在其声称正在运营中的全世界其他600多个城市还是继续拒绝征收或者支付酒店税收。


  与此同时，旧金山的结构也遭到了破坏。至少特蕾莎和她的邻居几乎没有从市政厅得到任何帮助。确实，旧金山市长李孟贤（Ed Lee）的首要金融支持者就是罗恩·康威（Ron Conway），一位硅谷的风险投资者，在“空中食宿”中持有非常重要的股份。而且作为一名当地的投资人，康威还不止投资了“空中食宿”一家公司。彼得·蒂尔（Peter Thiel）作为一名科技投资的亿万富翁，是一个与政治息息相关的旧金山居民，他是贝宝（PayPal）的联合创始人，也持有“空中食宿”很大的股份（“脸书”也是这样），个人净财富在2013年从14亿美元飙升到22亿美元，与“空中食宿”市值的稳定上涨不无关系。[25]可悲的是，“空中食宿”提供的新型共享经济服务对一小部分人来说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它驱逐了旧金山的长期居民，并且减少了可供长期租赁的房屋供给，尤其是能够享受租金控制的公寓，更不用提永久性住房了。在淘金热城市，生活已经变成了这样，那些保护长期租户的法规也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因为公务人员被牢牢控制在硅谷那些技术智慧大师的手里。


  
案例二：只剩下房屋拥有者时，尽头就来临了


  接下来出场的是凯瑟琳·勃鲁姆，她是我在旧金山市政厅一场针对如何处理“空中食宿”在本地的影响的会议上遇到的。在一个类似于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的建筑里，监事会（旧金山市议会的名字）在那里权衡究竟是把“空中食宿”在这个城市中的做法合法化还是对其进行制裁。作为一位知名的“猫鹊”（Catbird），凯瑟琳是一个非常乐观的、热情的而且技术全面的人，她是一名采景人——如果你想在这个城市中拍一部电影或者做一场电视秀，那么你需要一些特别的位置作为背景——动物园、海洋和金门大桥——你要雇用一些像猫鹊一样的人来提前勘察位置。这就要求她不仅是一个会选择正确地点的专家，而且还能提供许可和管理服务。


  猫鹊侦查（Catbird Scouts）就是她那个小公司的名字，而她这份工作的性质其实就是自由职业者——她通常也不知道下一份工作什么时候会来，从哪里来。她自己的房子是一个三层的叠拼别墅，从波特雷罗山顶可以看到壮观的旧金山湾区，正好是南面的市中心，所以“空中食宿”提供了另一条让她增加收入的途径。“‘空中食宿’真是天赐良机。”她告诉我，她可以利用自己的家来“赚钱”，这些偶尔与她同住的游客每个月能为她带来几千美元的收入。这些收入对她在旧金山这样开销特别大的城市生活下去至关重要。[26]


  一些业主甚至一些租户，就像“空中食宿”经常强调的那样，通常利用短租来帮助他们支付抵押贷款或者房租。“有几千户家庭，‘空中食宿’让他们可以在旧金山生存下去，”发言人尼克·帕帕斯（Nick Papas）称这一说法引用了一个公司的调查，“56%的业主利用‘空中食宿’的收入来帮助自己偿还抵押贷款或者房租。”[27]


  但是一个长期租户也能为凯瑟琳等业主带来这种收益。在这样一种住房极端短缺的情况下，为什么不把房间出租给一个特别需要房子的长期租户，而是通过“空中食宿”租给旅客呢？


  凯瑟琳·勃鲁姆称，找一个长期室友有很多麻烦。比如，你可能会摊上一个特别糟糕的租户，而且你很难赶走他。另外，她也想留一间客房给来探访的朋友或者家人。考虑到这些，凯瑟琳认为，“空中食宿”能够更好地满足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可以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以便他们更好地了解旧金山。


  她还看到许多其他积极的方面。“这种方式还盘活了那些游客可能从来不会到达或者探访的地区，”她说，这个城市的许多地方根本没有酒店，所以游客以前大都集中在市区，“我们肯定不能和酒店相比……但是酒店不会像我们这样让游客有宾至如归的感觉。”[28]


  我向凯瑟琳提起特蕾莎·弗兰德瑞奇和德里奥——他们这些人怎么办呢？凯瑟琳没有试图去支持那些驱逐整栋楼租户的行为，但是她坚持自己的权利。“我的房子是我的私有财产。为什么我不能用它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呢？”私有财产权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文化拉力，而且拥有房产是“美国梦”的核心部分（房产拥有率在美国比在德国和瑞典高得多，后两者只有40%~50%，而前者高达64%）。[29]拥有房子的美国人有权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来处置自己的财产——即便是在旧金山当地人已经被住房短缺深深地伤害的时候，他们仍有权利拒绝提供更多住房给长期租户。当驱逐租户的业主所驱逐的是一整栋楼里的老人或者残疾人的时候，凯瑟琳的态度很容易受到诟病。而当这种态度是来自像凯瑟琳这样的某一处房产的主人的时候，这些业主短租房屋也只是为了让自己所拥有的重要资产收益最大化，从而减少生存压力并且维持生活，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了。


  凯瑟琳和许多像她一样的“空中食宿”业主进入了监事会的房间。当一名监事会成员做完司法解释，并且旨在制裁“空中食宿”违反了现行法律而且拖欠税款的时候，凯瑟琳（与那些“空中食宿”雇用的政治组织者）成为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对派的领袖。她和其他组织成员都加入了由“空中食宿”成立的“公平分享”联盟，“同龄人”（Peers，一个全国范围内的网上组织，共同打击针对共享经济的管制）和像她一样的“空中食宿”业主还给自己贴上了新标签——“住房分享者”。我坐在监事会的长官室，周围360度都是金蜜木的木板雕刻，上面镶嵌着一个世纪前的珍稀的东北橡木。我聆听一位接一位的发言人讲话，大家都排成长队等候，这条队伍一直排到房间的后面甚至门外，人们情绪高涨，看起来更像是在赌博。有人评论说，在公共演讲区上面的石膏里，有四个恶魔般的头。在当地的传说中是有这样的存在，它们代表了公众总是如何为当地的官员带来麻烦。[30]


  时至今日也毫无两样。“空中食宿”的组织者集结了大批人群，而且凯瑟琳及其伙伴赞美和保护自己口中所说的“分享住房”。他们充分显示了“‘空中食宿’的全球业主，联合起来”的决心，但显然没有人承认，“空中食宿”这样的公司实际上没有支付当地的酒店税。而且凯瑟琳及其住房共享者同伴也不会承认，自己的收入给特蕾莎·弗兰德瑞奇及其邻居带来了麻烦。虽然特蕾莎及其同伴与租户联合会和其他住房正义组织也来到了听证会的现场，但他们明显不能与一家亿万市值级别的公司所能够掌握的资源相提并论。而且让那些年事已高的人或者残疾人来出席市政厅听证会也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因此，公共官员听到的证词与现实有很大差别。几乎每一个“住房共享者”都诉说着一个基本相同的故事——他们只是生活在自己家的“普通人”，偶尔出租空余房间来补偿入不敷出的财务；在“空中食宿”的睽睽注视下，他们只能通过公司的门户来展示自己，他们也只是一些普通的旧金山人，尝试着多赚一些外快来度过艰难的生活。这何错之有呢？


  这正是错误之所在：“空中食宿”在洛杉矶的数据分析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虽然“空中食宿”拒绝“共享”其数据，但《旧金山纪事报》的一项相关数据分析显示，有接近5000家旧金山的家庭、公寓和独租或合租的房间都通过“空中食宿”从事短租，其中2/3的房子在租赁期间整栋房子或者整套公寓都没有业主居住；并且“空中食宿”1/3的租赁都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来控制。[31]数据专家汤姆·斯利（Tom Slee）的一项独立研究也显示了与《旧金山纪事报》研究相似的结果，而且他的研究还发现，“空中食宿”总收入的70%是从那些出租整栋房子或者整套公寓的业主手中获得的（而非那些在自己的家里或者公寓里腾出一间独立的房间或者合租的房间来获得），而且“空中食宿”总收入的40%都来自那些手中有长长的业主名单的人。[32]换句话说，“空中食宿”在旧金山总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都不是来自听证会上的那些业主——如凯瑟琳这样拥有和居住在自己家里而只是偶尔腾出一间房短租的“普通人”；相反，“空中食宿”越来越多的收入都来自那些把自己的房间从当地居住市场中剥离出来的职业业主，他们让自有房产彻底转变为游客住房。在这个过程中，许多类似的业主开始清理享受租金控制的租户，甚至驱逐了几千个像特蕾莎·弗兰德瑞奇及其邻居那样的人。[33]


  在我问及关于这些数字的解释时，一名“空中食宿”的代表称，仅仅是因为一整栋房子或者一整套公寓的名单而且业主并没有露面，就去判断这套房子的业主是一个职业业主是武断的。他解释说，一些人可能因为工作长期在外出差，或者长期住在自己的朋友家，而且通过“空中食宿”短租他们的房子也是在他们特别需要有收入的时候。“空中食宿”还称，旧金山有22万户出租单位，它的公司仅仅占据了或者说业主仅仅提供了5000套单位，这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对整个住房市场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这乍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可是在旧金山房屋空置率才2.9％——也就是整个城市只有6400套单位——“空中食宿”已经占据了这个城市可获得的空置房产的绝大多数。[34]这实际上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且自“空中食宿”彻底拒绝提供任何关于所拥有的业主数据并且抗拒任何对数据的要求以来——除非像在纽约那样被传唤——这家公司就给了自己找到其他借口的空间。近两年来，“空中食宿”的业主数量上涨了三倍之多，证据显示，正如《旧金山纪事报》所总结的那样：“‘空中食宿’距离起初基于家里睡床的理念渐行渐远，作为一个为人们短期出租空闲房间并且与客人相互影响的服务，这简直就是与初衷自相矛盾的写照。”越来越多的整栋房子或者整套公寓的全天出租，势必带来严重和持续的游客交通拥堵，“应该给这个公司加一个权重，即它是否在允许业主轻视严格的租赁法律”。[35]


  如果“普通人”并不是“空中食宿”最大的业主收入来源，那么谁是？谁又是“非普通人”的“空中食宿”业主呢？


  他们是像安妮特·法哈多（Annette Fajardo）这样的职业业主。法哈多实际上是一个管理“空中食宿”的资产经理，她代表那些只想把房子和公寓租出去却不想处理其他麻烦事情的业主。随着旧金山度假租赁的兴起，对类似法哈多这种业务的需求在近几年被不断开发。她的团队包括助手和会计，他们一起管理40多户拎包入住的单位，客人可以在“空中食宿”、“如美家”、“假期出租”、“回家”、“旅行顾问”（TripAdvisor）和“克雷格列表”（Craigslist）上预订房间。她每天能进行100多个针对她所管理的不动产的咨询，而且大约有一半的咨询都是通过“空中食宿”进行的。


  “我们有谷歌、苹果——你可以在任何时间搭乘到公交车，”法哈多告诉当地周报《旧金山海湾卫报》（Bay Guardian）的记者，一间卡斯特罗公寓的餐厅，如果由她在“空中食宿”上陈列，价格就可以高达每晚350美元，“我能拿到谷歌员工的所有时间表，也是花了大价钱的。”[36]她的客户是那些提供整套房子或者公寓的业主——所有的房产单位都是从当地住宅租赁市场永久退出的。显然，与凯瑟琳·勃鲁姆相比，法哈多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空中食宿”业主。她并不是一个偶然出租自有房的一间空房来增加收入的业主（也不是她那些出门在外的客户）——她是一个专业的房地产经营人。毫无疑问，“空中食宿”不会揭开她的商业面貌。事实上，这些职业业主也并没有在监事会的听证会上露面。


  安妮特·法哈多并不是创建这种全职的管理短期房地产租赁商业模式的唯一一人。技术企业家肖恩·康威（Sean Conway）创建了“空中配套”（Airenvy），管理旧金山59套“空中食宿”的房地产，有15位员工，而且收取12%的佣金，他们管理所有事务——从清洁房间到收发钥匙。[37]一位名叫杰西（Jesse）的“空中食宿”职业业主管理85套房地产。[38]比尤娜·维斯塔房屋出租公司在它的网站上列出了76套房地产。还有一位叫博纳特（Bernat）的职业业主管理48套“空中食宿”的房产，还列出了“欢迎来到洛杉矶”网站上的盖洛德套房，那是一栋新盖的公寓楼，而这栋公寓楼中至少有七套不同的公寓都同时在“空中食宿”的网站上列出了招租单。一个在当地《商业周刊》商品房“旅社”板块发布的广告显示，有一套位于日落区1500平方英尺的房子要出售，广告语是“创造收入的家”。“在2013年总收入是71452美元，随着2014年假期出租形势上涨，被预订的次数更多了。”[39]从表面来看，这间房子与这条路上其他中产阶级家庭的房子并没有什么区别。


  旧金山许多长期在外工作的公寓业主，都把他们的房子通过“空中食宿”等网站进行短租。他们都是富裕的硅谷高科技企业家、马林县的律师和医生，以及海湾地区的高管，看那些“豪华”的邮政编码就知道了：从洛斯阿尔托斯山、索萨利托、帕洛阿尔托、门洛帕克、希尔斯伯格、阿泽顿到拉菲特。有些人生活在遥远的纽约市、夏威夷以及中国香港等城市，他们的一些在旧金山的房子和公寓被列在“空中食宿”和“假期出租”的网站上，有的租金甚至高达每晚7000美元。[40]“空中食宿”的网站数据称，通过调查发现，在每5000个对外出租房源中，每晚达到300美元或更高的住宅类型就有500多个——这几乎不可能是生活在旧金山的“普通人”的住房。在一个人口如此密集、空间如此紧凑的城市中，这些空荡荡的公寓和豪华住宅为“空中食宿”提供了赚外快的很多机会，它们吞噬了宝贵的空间，因为这些空间原本可以用于供给经济适用房。


  然而更不幸的是，旧金山调查官的一项研究彻底揭露了市政厅在预期或计划住房危机上的失败。现任市长李孟贤，以及前市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和威利·布朗（Willie Brown），当房地产市场在他们的监督下倾向于富人的时候，他们却选择视而不见。2007~2014年，超过1.9万套新的住房单位是在旧金山建造的，但2/3（近1.3万套）的售价只有富人才能负担得起。这其中的1/4（约5000套）售价专为穷人准备，而只有1/2（约1213套）的售价是针对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没有资格购买享受补贴的低收入住房）。[41]市政厅自由放任的政策，使私人住房市场变得疯狂，严重扭曲了价格信号，导致供给无法满足需求。


  这个自由放任的政策未能调动城市监管，随着“空中食宿”的酒店运动浪潮慢慢地蔓延到整个城市。“48山”（48 Hills）调查网站上的文件显示，《公共记录法案》发现，监管机构虽已知道了非法出租数量的增加，但自2011年以来，还没有对这种行为采取任何措施。[42]这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在“空中食宿”和“假期出租”网站上看看谁是违规者就行了；其网站上列出的虚拟广告就是业主犯罪的证据（可能也是网站的），还配着房子的清晰照片和公开展示。但市政府官员拒绝给网站“捣乱”（就像一条城市备忘录里面所说的那样），不仅如此，还采用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政策手段来敷衍那些提出申诉的人，尽管事实就是数千件违法行为持续了好几年。一个城市规划人员的备忘录显示，2014年4月4日，只有3例收到了违规信，而2012年以来仅有15例被强行关闭。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故意共谋的政治干预的结果呢，许多人难道没有开始怀疑吗？很显然是这样的。“48山”还发现了一个导火索——这是一通由李孟贤市长的办公室打到监管机构的电话，这种对监管机构施加影响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43]


  终于在2014年，市检察官丹尼斯·赫雷拉（Dennis Herrera）对两名业主进行指控，称他们驱逐长期租户，其中包括两名残疾人。原因就是业主可以非法将住宅变成昂贵的旅馆。[44]但这个案子的影响力太小了，也来得太迟了。随着市政府已经被房地产开发商和“空中食宿”的投资者绑架，这些群体已经触及了最高级别的政府，旧金山的中产阶级正在准备从城市逃亡到海湾对面那些相对廉价的地方，如奥克兰、伯克利、圣利安德罗和里士满。在旧金山市的背后，越来越多的是富人，以及那些每天都被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就像踏上一辆失控火车的劳动力的残骸。[45]


  虽然现实如此严峻，但是在监事会的听证会上，凯瑟琳和她的同伴作为“普通人”的业主，没有人愿意承认拥有多套房的业主把整套房子都作为旅馆房间来出租，或者出租了整套房子而不是出租了一间空闲的房屋。相反，他们众口一词，反复唱响口号，那就是“公平共享”和成为“共享房屋者”。“空中食宿”聪明地操纵着这些人——而不是特蕾莎·弗兰德瑞奇和她的邻居，也不是安妮特·法哈多和肖恩·康威——“空中食宿”的目的就是要抓住那些容易受骗但同时能够博取政府官员同情的人。“48山”网站的博客编辑提姆·雷蒙德（Tim Redmond）评论道：“听证会几乎就是一场闹剧，它只关注一个层面——‘共享’这个词到处都是，以致你差点就相信了，如果这不是一个巨大的、有利可图的房地产经营业，你在一个现代听证会上谈论的都是关于和平、爱和国际协调。”[46]


  监事会最终通过立法将旧金山“空中食宿”的董事合法化。他们还附加了业主必须遵守的一些条款，包括一个非常慷慨的限制，来规定一个住房单位每年可供短租的天数。但大多数观察者认为，这种年度限制很难得到保障，如果非得说它可以实现，那么必须强制要求“空中食宿”提供相关的数据，尤其是当这项法规未能达到以上要求时，允许强制执行，以此来推动执法的落实。旧金山的房屋检查员告诉我：“监事会并没有分配一些资金或者资源来落实这项法规的执行，而且规划委员会在指定的执法责任范围内也没有相关规定。他们甚至不想这样做。”毫无疑问，这就是计划委员会显示出的惊人的无能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新法律的一条要求是，家庭共享业主必须在城市中注册登记，但是在截止日期过去两个多月之后，仅有9%的“空中食宿”和“假期出租”的业主进行登记（部分原因是政府工作人员和资源在登记过程中配备不足）。[47]说客以及内部影响在市政厅占了上风，甚至影响了李孟贤市长，他简直就是硅谷金钱操纵下的“波洛尼厄斯”（Polonius），其还在2015年的市情咨文中大肆宣称“为我们的城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机会和繁荣……我们的社区再次熙熙攘攘，遍布年轻的家庭”。[48]


  李市长的置之不理，已经导致“空中食宿”演变成一个巨大的漏洞，成为职业的房地产经营者，而且无视已经长期存在的城市法律，而这一法律过去一直保护着当地的房地产市场，禁止短期游客租赁。正如鲍布·狄伦（Bob Dylan）曾经唱的那样：“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现在轮到你了……纽约……新约客”


  随着旧金山已经在“空中食宿”的龙卷风路径中蜷缩不已，战场已经开始向其他地方转移，因为它在旧金山当地房地产市场引起了轩然大波。“空中食宿”在巴塞罗那（违反当地法律）被罚款；在伦敦也受到了处罚；而在巴黎，它的业主（因非法租赁）遭受突击检查；在柏林则遭到在大多数情况下的禁令（为了保护城市的存量住房）；[49]在纽约，该城市和官员不像在旧金山那样被绑架，一场混战随之而来。


  纽约州总检察长艾瑞克·施奈德曼（Eric Schneiderman）办公室在纽约市展开调查，包括从“空中食宿”传唤数据到把它告上法庭。他在调查中发现，在“空中食宿”145万美元的总收入中，几乎有一半来自那些在网站上至少挂出三套短租信息的业主。[50]这种情况与旧金山十分相似，“业主”实际上并不是作为“普通人”的业主，也不是只想短租一个空闲房间，他们是专业运营商，在黄金地段经营多个租赁项目，导致《纽约时报》所称的短期租用托管的“职业化”。[51]


  “空中食宿”在纽约市约有两万个房源（数据来自“空中食宿”网站）。一旦它建立和运行起来，一个“空中食宿”租赁网站就足以赚到很多钱。2010～2014年，它对272个预订清单的管理就得到了680万美元的收入，平均每晚358美元。另一个案例是，曼哈顿下城的一个厂房改造成了一个像蜂巢一样的公寓，同时都在“空中食宿”打起了广告。总检察长的报告称，“空中食宿”已经被大型运营商主导，他发现6%的业主创造了37%的收益，高达1.68亿美元。[52]专业人员管理的房产单位数量为3～272套。从经济适用房角度来看，更令人担忧的是，该报告显示在2013年将近2000个单位被租用超过了半年，而短租则对当地居民市场造成了挤出效应。[53]这些租金占总收入的38%。现实是，由短期租赁服务创造的市场，吸引了“一群穿着讲究的专业运营商，他们比业余爱好者赚的钱更多”，总检察长的报告总结道。


  这些运营商之一，罗伯特·陈（Robert Chan），或者可以称他为“都市”（Toshi）陈，作为“空中食宿”的“房主”成为一名非著名助手，协助管理200套公寓，这些公寓分布在许多不同的大楼里，但是都属于“都市酒店”公司。他从开发商手中以高出市场20%的价格买入，然后把这些公寓以短租等非法形式转租出去，通过“空中食宿”赚了很多钱。他的公司现在已经越来越能赚钱，以致开发商都开始愿意与他一起做生意。


  “我也不知道开发商居然腾空所有公寓来为我的生意创造空间，”陈声称，“开发商过来找我，并且说我们需要你来帮我们出租整个大楼。”因为他们能通过陈赚到比传统出租更多的钱。[54]这是一桩肮脏的生意，而且陈的公寓往往给旅行者带来很多困扰，在“尖叫”（Yelp）和“旅行顾问”网站上，许多旅客抱怨在陈的公寓中遭遇的问题。例如，没有热水、有臭虫、广告不实、服务粗鲁等。正如一位“尖叫”网站上的评论者所说的那样：“千万不要住在这里！这是我一生中待过的最差的地方——简直就是贫民窟。”[55]最终，陈的这种非法运营行为被揭穿，生意被强行禁止，而且他同意向那些没有得到本来应该得到的酒店承诺和保险的顾客支付总额100万美元的赔款。[56]


  据总检察长报告所述，在纽约，“空中食宿”的租赁生意中近1/3都是非法的，违反了《城市区划法》以及其他法律，尤其是那些禁止30天及以内短租的综合法律。[57]汤姆·斯利的另一项通过科技分析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总检察长的报告，这项研究的结论也表明，在纽约城，“空中食宿”有大约1/3的生意来自整套房屋的出租，而在短期租赁期间房屋的主人根本不住。[58]总检察长报告总结称，“空中食宿”通过违反《城市区划法》的行为已经赚到近4000万美元，涉嫌欺诈城市酒店税百余万美元，这其中还有少数特殊的房主变得更加富有。[59]


  “空中食宿”试图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并在自己的网络系统中忽略这些事实且变本加厉地声称，纽约城、旧金山和其他不愿意配合“空中食宿”模式的城市，仍然处于“老旧商业模式”的运营管理之下。在2014年6月的一档国内电视节目上，房主凯蒂·库里克（Katie Couric）和CEO布莱恩·切斯科解释道：“许多法律都是在20世纪甚至19世纪制定的，而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60]如同在旧金山那样，纽约的“空中食宿”也试图在它的生意中树立一种“普通人”房主的形象，声称它是一种“允许长期居民住在他们的家中以赚点外快来帮助自己平衡财务”的商业模式。[61]就像凯瑟琳·勃鲁姆和其他人一样，“空中食宿”同样声称它为那些缺乏酒店的地区提供了栖身之地，并强调其在纽约的租赁生意的18%原本应当是由酒店来承担的，而其他82%的业务都在“传统旅游规划以外的区域”。然而又一次，总检察长调查发现事情并非如此：在曼哈顿，仅仅三个区域——下东区/唐人街、切尔西/地狱厨房、格林尼治/索霍区——就占据了“空中食宿”总收入的40%，达到1.87亿美元；而在偏僻的自治市镇，如皇后区、史泰登岛和布朗克斯，订房占比只有3%，合1200万美元。


  在2015年1月的一场市参议会听证会之后，纽约州的女议员琳达·罗森塔尔（Linda Rosenthal）代表曼哈顿的上西区指责“空中食宿”说：“这个公司正在试图创造一种所谓的‘共享经济’……它的网站上的房主使当地房产市场供给更加紧张，这家公司只是把利润‘分享’给了那些非法公司。就像一家到处抢劫的军团一样，‘空中食宿’的非法公寓涌入这个城市以及全国其他城市的市场，而且在入侵结束后，它还向政府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试图钻法律的空子，而这些法律原本是用来保护租房和房屋供给的。”[62]


  还有一种情况加剧了纽约房屋供给的复杂性，即曼哈顿通过房屋盘查发现，有75%的房屋都是属于消费合作社的，不同于一个有独立产权的公寓或者住宅，纽约城房屋消费合作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至少20世纪20年代，由许多贸易集团发起，比如，美国服装工人联合会。这些贸易集团非常尽职尽责地保护其成员有足够的房产供给，所以这些属于消费合作社的公寓楼比有独立产权的公寓或者住宅管理严格得多。[63]一般来说，房客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他们之间不是亲密的朋友就是家人，而且转租是被明令禁止的。消费合作社普遍都站出来明确表示反对在其公寓楼中实施“空中食宿”的短租行为，而且已经制定了相关规章制度，也出台了警告备忘录。


  一个消费合作社的房客非常期望通过“空中食宿”把自己的公寓短租出去。在外出度假的时候，他抱怨说自己收到了“从门缝里塞进来的两页纸的信件，明令禁止租客和股东成为‘空中食宿’的房主”。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所在的消费合作社还拿出一个非常严肃的结果进行威胁：1000美元的罚款、逐出公寓甚至因蔑视法律而入狱等。这些听起来很尖锐，但与此同时也能从他所在的消费合作社发布的公告里看出合理性，其说明为什么这么多邻里都特别强烈地反对在他们的周围出现“空中食宿”式的酒店：“这座公寓楼是我们的家，我们不想把它变成一家酒店、缤客（B&B）或者周末逍遥游的住所等，非法转租给陌生人不仅涉及公寓楼的安全和环境问题，而且对那些遵守规则的股东十分不公平。”[64]许多消费合作社已经开始非常积极地监察“空中食宿”的网站，以检查是否有违反约定的人，而且收紧了公寓楼的安保系统，要求门卫仔细检查房客，甚至要求居民签署授权房客来访的表格等。[65]


  房屋消费合作社在纽约是非常有政治势力的，所以纽约的政治家要比旧金山的政治家的胆量大得多。在新闻发布会上，首席检察官施奈德曼驳回了“空中食宿”的公关自旋，称这家公司想表现成一个有用的和善良的公司来帮助普通人，但是事实远非如此。不同于旧金山那些不顾读书人反对而倒戈并且拒绝执行法律的官员，施奈德曼发表了承诺制裁的言论：“一个华而不实的广告竞争并不难改变这是非法行为的事实。”[66]市议会议员马克·力文（Mark Levine）也表示同意，并补充道：“不管‘空中食宿’怎样辩称其房主绝大多数是普通人，也100%是虚假的信息。”[67]


  因此，纽约和旧金山的相关数据都坚定地否认“空中食宿”的房主是“普通人”的真实性，无论这个公司是通过公共关系宣传还是像凯瑟琳·勃鲁姆及其同伴之类的代言人。但是在美国其他城市怎么样呢？“空中食宿”的龙卷风在那些地方表现如何？


  洛杉矶新经济联盟（LAANE）对“空中食宿”的房主研究表明，有8400个房主都是虚构的将家中空闲房间进行出租的“普通人”，普通短租的总额收入实际上仅占“空中食宿”总收入的11%。其他89%则都是由职业房主或者机构赚取的，而这些出租都是将整套房子或者公寓进行出租，并非一间空闲的房间。[68]洛杉矶郊区的一栋227个单位的住宅楼中，有20%的单位都在“空中食宿”的名单中；丹妮尔（Danielle）和莱克茜（Lexi），这两个年轻的女房主都拥有一个经过验证的“空中食宿”账号、照片和个人签名，但实际上是GHC假期不动产出租的职业经理人。[69]


  洛杉矶新经济联盟的研究还发现，超过7000套房子和公寓已经从洛杉矶市内租赁市场退出，被用作短期出租。旅游胜地好莱坞和洛杉矶北部时髦的海滨小镇威尼斯这两个区域首当其冲地遭到了严重冲击。正如《洛杉矶时报》从“空中食宿”在威尼斯、好莱坞和其他著名旅游区域的数据来分析，“空中食宿”在每一处都占据了所有住房单位的4%~7%，因此被总结为“使住房供给短缺更加恶化”。威尼斯居民委员会给市政官员上报的信件中称，威尼斯短租的数量在一年内激增了三倍，并声讨这种投资者的“淘金热”行为。“这种行为使圣莫妮卡和威尼斯之类的地产价格飙升。住在银湖更是不可能了。”那些试图寻找长期租赁的失败的租户抱怨道。[70]“空中食宿”一直强调它“为那些没有从当地旅游消费中获益的人带来了经济效益”，而洛杉矶新经济联盟的报告则发现，实际上，“空中食宿”的房主集中在城市的95个区域当中的9个区域，这9个区域构成了这家公司在洛杉矶总收入的73%，而仅威尼斯一个小镇就集中了这家公司总收入的23%。[71]当然，无论是这些地方还是其他地方的“空中食宿”，短期出租都是违法的，因为这种行为违反了洛杉矶的相关法律，并且没有缴纳任何酒店税。[72]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相关研究表明，阻止这家公司实际上就是在遵守法规。波特兰市议会已经与“空中食宿”进行了沟通，试图通过一部法律来约束这家公司的行为，要求房主必须注册许可证，并提交消防和安全检查。但与洛杉矶的情况类似，据当地的《维拉麦特周报》（Willamette Week）报道，在一个月的截止日期已过时，波特兰的1959个房主只有6%的人进行了注册。一份调查报告经过分析“空中食宿”网站上的数据发现，有39%的“空中食宿”房主都同时出租好几套房子，并且有75%的房主都是将他们的整套房子或者公寓进行至少半年以上的出租，这明显有违波特兰的新法律（这部法律规定房主可以将自己的房子变成“空中食宿”，但是房主自己每年要在该房屋内居住9个月以上）。[73]另一项在芝加哥、圣地亚哥和洛杉矶的研究表明，一半的访客和收入都来自在“空中食宿”里出租多套房屋的房主——不是“普通人”，而是职业房主。[74]


  那么，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空中食宿”遥远的全球经营表现如何？采用与在旧金山和纽约的研究中获取数据的相同路径，汤姆·斯利收集了9万户房主和12.5万条出租信息——大约是“空中食宿”总业务量的1/5——来自世界各地的18个城市，来研究“空中食宿”在全球的情况。[75]他的研究结果相当具有启发性：“空中食宿”在这些城市的总体状况，与其在旧金山、纽约、洛杉矶、波特兰和其他美国城市没什么两样。在这18个城市中，“空中食宿”44%的总收入和45%的总客源都来自那些同时出租多套房屋的房主。在个别城市，包括罗马、巴塞罗那、东京、墨西哥城以及其他一些城市，超过一半的客源都来自那些同时出租多套房屋的房主。而在伦敦和柏林，这一数据为50%。此外，“空中食宿”在这18个城市的总收入的一半以上都来自整套房屋的出租，而不是那些空闲房间的出租。在个别城市——巴黎、伦敦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甚至高达70%~80%的总收入都来自整套房屋的出租。[76]


  来自世界各地的证据，从旧金山到纽约，再到巴黎和柏林，结果不言而喻：“空中食宿”想将自己的公司打造成一个“普通人”标准的模样，这些人利用自己家里空闲的房间或者沙发留宿访客来赚外快，但数据绝不支持这种观点。恰恰相反，该数据说明了“空中食宿”距离自己创办的初衷走出了多远，已经不再是聚焦于沙发客或者空闲房间的出租利用。汤姆·斯利总结道：“事实证明，这种对‘空中食宿’的理想化描述可能总有原因。”这种原因就是他所指责的想掩盖“持续的商业模式的事实”，有“更多的生意来自那些同时出租多套房屋的房主那里”，这“非常让人质疑这家公司声称要创建一个新商业模式的口号”。实际上，“空中食宿”已经开始变成“更像‘回家’以及其他假期短租商业模式”了。“沙发客”这种狭隘的描述曾经被媒体用来形容“空中食宿”的商业模式，但现在事情已经远非如此。


  这种描述不仅不准确，而且“空中食宿”拥有自己的数据系统，所以它很清楚自己的商业发展轨迹。这就意味着，“空中食宿”的战略正是冷笑着利用那些感人的故事，诸如“普通人”作为房主这样的事情掩盖它实际的商业模式：致力于让这些职业房主和拥有多套房屋的机构来进行短租，削弱法律控制的效力，并且吞噬掉永久居民的房屋供给，从而将城市变成游客酒店的混杂场，避免安全、消防、税收和区划等市政法规对它的约束。


  那么凯瑟琳和她的那些“房屋共享者”怎么办呢？我对他们所做出的必须平衡家庭财务开支的行为表示同情。美国的房主是那些非常专业和具有保护自己大额资产投资意识的人。然而，某种程度上，他们又变身为积极参与阶级斗争的人。拥有房屋的人——甚至是像凯瑟琳一样的年轻房主，想办法把房屋租给旅行者，来对抗那些没有房产的人群——那些租户和永久居民——在诸如洛杉矶这样的城市中，这些穷人中的2/3都是租户，而在纽约甚至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是如此。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房主仅仅是那些像凯瑟琳这样自己拥有并居住在自己房屋里的人，只是偶尔将空闲的房间短租出去，那也没有什么人去过多指责这种行为。但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空中食宿”就会因为缺乏投资人而没有办法上市，更没有办法发展得比“脸书”还成功。归根结底，就像旧金山租户律师乔·托比那所说的那样，“空中食宿”的网站掌握着全部数据，能够分辨出哪些是职业房主和机构——这些人同时出租多套房屋单元，或者出租整套房屋，“它可以把这些数据提取出来并告诉我们，但是它不愿意这么做。”[77]只要轻轻点击一下鼠标，“空中食宿”就能够“驱逐那些正在驱逐租户的职业房主”——从它的网站上积极主动地排除那些职业房主、旅客宾馆以及多房产机构，但是这意味着要损失一大笔生意，以及正在日益扩大的市场。在纽约，它最终将那些特别不像话的违反者象征性地做了处理，但那也是在总检察长传唤了公司数据记录后做出的。这家公司在大多数时间都已经设计好了许多清晰的模式，或者拖着，或者能少做就尽量少做，只有当那些管理者或者舆论压力实在强大到迫使它不得不做的时候，它才象征性地做出一些整改。布莱恩·切斯科可以对外宣称任何他想实现的共享、信任和归属感，但是他和他的投资人从来不愿意杀死他们那只“会下金蛋的鹅”，尽管那些贪婪的职业房主和拥有多套房产的机构所搞的破坏正在改变他们所经营的城市的结构。


  这根本不是什么“共享”，这只是原始的、赤裸裸的资本主义。


  
“空中食宿”是自己所说的那个样子吗


  除了违反法律、经常逃避纳税、不断催化当地房地产市场的瓦解，并且导致许多租户被驱逐外，“空中食宿”及其他短租网站还存在其他安全问题，无论是居民区与租户之间，还是与顾客之间。酒店一般都有消防和安全规范，但是“空中食宿”的房主家中并没有。当凯蒂·库里克问及这些事情的时候，布莱恩·切斯科并没有正面回应这些问题，而是声称“空中食宿”为房主提供了免费的烟雾和一氧化碳探测器。“我们想达到最高标准。”他说，试图摆出一张诚恳的面孔。但是当库里克进一步求证“空中食宿”究竟怎样才能确保房主遵循消防和安全条例的时候，切斯科吞吞吐吐地说不出来，并开始谈论他们自己的一套“自我管理”系统。然后，他有些生硬地岔开了话题，声称：“我们想确保这些关键点和规章制度都更加规范化，以便（监管者）认识到人们居住的家毕竟不是酒店。这些房屋并不是酒店，应该按照家庭的标准进行管理。”[78]


  但是正如这家公司许多其他的日常公关那样，这样的回答只是在“踢皮球”。作为一名“隐形”的“空中食宿”房主——只有这么做我才能够看得更清楚——我决定感受一下切斯科所说的提供给房主免费的、“自我管理”的烟雾和一氧化碳探测器这一“最高标准”。通过“空中食宿”的网站，我向一名工作人员进行咨询。接着，我很快收到一封简洁的回复邮件，并告知我直接到“空中食宿”指定的网页上浏览。[79]然而那个网页并没有为我提供一个免费的探测器，而是提供了一张免费的“紧急安全卡”，声称我可以使用这张卡来为我的客人“列出紧急号码、退出路径和其他资源”。很明显，“提供免费的探测器”只是一纸空文——尽管“空中食宿”的代言人没有自找麻烦地提到这些事情。[80]巧言令色的布莱恩·切斯科在与凯蒂·库里克的对话中也没有提到一个失效日期。显然，“空中食宿”声称的为房主提供消防和安全规范程序只是一纸空文。


  “空中食宿”还拒绝为“蠕变因子”承担责任——这是一个如此开放的平台，以致任何人都能把他们住的地方注册成短租场所。性犯罪者、恋童癖者、连环强奸犯——“空中食宿”不仅没有对房主的背景进行任何环节的检查，而且在短租的房屋里没有任何监控设备。“我们不想去证实，也没有去证实任何成员的身份”，“空中食宿”在服务条款中声称，“你应当为顾客负责验证身份和合意性。”作为一名竞争者，“如美家”与“空中食宿”的模式大同小异，但是坚持使用正式房主验证的相关程序。“我们的房主验证非常严格，”“如美家”CEO张嘉恩（Jia En Teo）说，“当一名房主在我们的网站上注册时，他不会立即成为活跃账号，而是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质量控制和严格的程序。我们有专业团队来联系这些房主，并且索要账单和账号，还会做尽职调查。”[81]


  切斯科告诉凯蒂·库里克，他们有100名员工致力于信任和安全工作，[82]而且“房主验证账号时要通过联系他们的社会关系和扫描他们的官方账号，以及确认私人信息的细节才能达成”。[83]为了测试“空中食宿”的系统，我作为一名房主进行了注册。我拍了一些我自己房子内部和外部的照片，在15分钟之后就成为一个“空中食宿”网上的“活跃”账号。没有背景审查，没有验证我的身份，没有确认我的私人信息细节，没有问我任何问题，甚至没有任何一个所谓的信任和安全团队的人工客服联系过我。我可以用我邻居房子的照片，或者用一些从“美好家园”（Better Homes and Gardens）下载的照片。在一个小时之内，我就有了第一个来咨询的潜在客户。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收到了几十条询问，有些短租价格甚至达到了每晚4000美元。对于“空中食宿”这一系列的做法，我印象极为深刻，而且颇为震惊。


  除了房主，“空中食宿”对客人的情况也不进行任何安全把控。同一个街区的邻居突然就会发现，他们的隔壁住着一些短租的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这些人进进出出，享受旅游时光，无限地与自己的孩子、老人以及其他脆弱的人接近。当然，酒店确实也是这样，但酒店是在一定区域内存在这种行为。而对于“空中食宿”和短期租赁者来说，现在整个城市都是过来寄宿的陌生人。


  毫不奇怪，邻居经常抱怨的噪声和骚扰，来自一个正在不断发展的事实——完全陌生的人住在隔壁。有些客人曾从事相当不友好的“职业”，包括犯罪行为，如卖淫团伙、狂欢、吸毒派对、袭击、盗窃、身份盗用、把公寓洗劫一空等，而许多公寓也并不是从真正的房主手中租过来的。[84]还有一些客人在到达他们的“空中食宿”租赁房屋时才发现，网站上的华丽照片和实地实物完全不符。在大多数情况下，受害者想从“空中食宿”网站上获得一些帮助的请求——无论是来自主人还是来自客人——能得到的都只是一个缓慢的、吝啬的回应——如果有回应。在一些情况下，“空中食宿”已经提供了一些网站的信用，但投诉人发现，“空中食宿”的管理者似乎更关心这些事是否出现了负面影响，而不是进行整改或制定更好的政策。在一个典型案例中，一个客户的家被毁，“空中食宿”的客人把她的家里洗劫一空，她却发现“空中食宿”的客服对此没什么反应，直到她在博客中揭露这件事情。[85]而后，她说，布莱恩·切斯科居然亲自向她致电——仅仅是为了试图劝说和强制她删除发布的那些噩梦般的经历，因为这些负面信息会对“空中食宿”产生不良影响，例如影响公司的发展和潜在融资机会。[86]


  在经历许多公开的抱怨之后，甚至包括那些来自公共部门的关注，这家公司终于投入了由伦敦劳合社赞助的100万美元，建立了“房主监管”系统。但是按照“空中食宿”一贯的处事风格，这个监管系统也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投入运营，还附有非常模糊的免责声明，因为它“不应当被当作房主或短租者的保险替代品。房主监管不包括：现金和有价证券、收藏品、珍贵艺术品、珠宝、宠物以及其他个人责任”。[87]可见它并不包括应该包括的内容。而且，它只是处于“第二位”，这意味着业主自己不得不首先声明他们拥有自己的保险公司，尽管许多保险公司都禁止商业行为，而且声称要取消那些对于将自己的住宅变成旅馆的相关政策。最后，“空中食宿”的相关责任也不会延伸至美国之外的地域，这对于迈克·西沃尔曼（Mike Silverman）这位58岁的美国人而言的确是一个大问题，他的手臂在阿根廷被房主的罗特维尔犬严重咬伤，导致手臂出现了一个六平方英寸的裂口，并撕开了动脉和肌腱，不得不住院进行了两天一夜的治疗。


  西沃尔曼联系“空中食宿”，要求其承担自己的医药费用和其他相关损失。但他得到的所有回复都是网站循例发送的邮件，网站否认失职并且拒绝补偿由于他自己的行为造成的损失。“很抱歉，根据我们的服务条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进行任何赔偿。”但是，这家公司曾经向他保证，它会将他当作一位客人那样周到地为他服务并且希望他旅途愉快。


  然而，当《纽约时报》的记者就这一事件联系“空中食宿”，并声称坏消息可能已经出现的时候，“空中食宿”的“服务条款”突然就变了模样。这家公司为西沃尔曼支付了医药费赔偿以及其他相关开支。这位受了重伤的客人、一位工程师和战略顾问、一位使用了多次“空中食宿”而且此前一直对这种服务赞不绝口的人，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像“空中食宿”这样的中介公司特别需要同时对房主和客户进行必要的保护。“它们看上去很想拒绝它们在这桩生意中应当扮演的角色。”西沃尔曼说。在《时代周刊》那篇文章的上百条评论中，大多数读者都反映了“空中食宿”租赁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包括他们的贵重物品（如笔记本电脑）被盗窃的时候，“空中食宿”都众口一词地回应：“这不在我们的服务条款范围内。”[88]


  当然，尽管“房主监管”非常疲软无力，但它至少还是存在的，然而它仍然没有覆盖那些与邻里相关的影响。邻居经常产生这样一种合理的想法，那就是他们有权利拒绝住在一个陌生客人来来往往、宛若酒店的房子旁边。这也是《城市规划法》及相关条款做出短租相关规定的原因之一。但是“空中食宿”和其他短租机构已经打破了这种与平和街区之间的平静，并且打乱了那些与他们相邻而居的家庭和居民的生活。


  
案例三：宣称“信任”和“归属感”的首席执行官


  下面我们将迎来第三位主角的登场，即布莱恩·切斯科本人。他以前是一位健身教练，毕业于罗得岛设计学院，一个视频的悬挂窗口中播放了切斯科在大学毕业时进行的演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十分厚颜无耻。这位后来变身为“空中食宿”合伙人和CEO的人，当时戴着帽子，身着长袍，趾高气扬地走上舞台，用悸动的低声线演绎了迈克尔·杰克逊的一首《比利·简》，而且在表演过程中把自己的黑色长袍扯破，露出里面的白色礼服。他在把他的地址给同学、家人和教职员之前，笨拙地走起太空步，胯部随着节拍摆动。他的演讲与其说是深刻，不如说是娱乐，其中穿插的妙语连珠、滑稽的俏皮话，甚至偶尔健健美，充满了22岁那个时期特有的智慧。视频里面的这个年轻人很卖力，略显浮夸，不过他自觉地说并不确定自己的未来（毕竟，还是要从艺术和设计程度上来讲），但有足够的信心享受自己的毕业阶段。他表现出了一定的领导才能，有点像一个啦啦队队长在催促队员做最后的欢呼。[89]


  那是2004年，但是现在，在他的新角色扮演中，恬不知耻、领导才能和啦啦队队长的特质仍然呼之欲出。当切斯科在旧金山大学于2014年4月举办的酒店会议上发表演讲时，他并没有提及复杂的问题，更没有提及他商业模式中的负面细节。那些像特蕾莎·弗兰德瑞奇及其邻居等都不在他的演讲范围之内。相反，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还在剧本中为自己的公司完全颠倒了角色——把它说成是一个拯救世界的“蓝盔部队”。


  “这就像围桌而坐的联合国一样，它具有非同凡响的力量。”切斯科说。[90]在公司的首页，切斯科担任首席思想家。在视频网站YouTube上可以看到他成为CEO的早期采访，他是一个有些笨拙的年轻人，瞪着大眼睛，挥舞着双手，并没有对自己和合伙人有那样好的前景预期。他有一种“质朴无华”的吸引力，所以当他说话的时候，在回应许多难题的时候，他会说：“我们认为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们正在寻找解决办法，但还不能明确解决它们，因为我们毕竟是一家新公司。”他表达了这样一种十分完整的天真的真实性。但是许多年之后，对于同样的老掉牙的问题，当提问变得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具体时，切斯科的回答反而变得闪烁其词。


  这并不仅仅是说“空中食宿”拒绝对其在开辟途中所造成的破坏进行回应，切斯科还想将它全部变成一种新型理念，建立在信任、共享、联合和归属感的基础上。2014年年初，切斯科及其合伙人从连自己都难以置信的成功中大喘了一口气，并重新思考他们的使命，这使他们公司在2014年7月发展成一个新型的符号和品牌。切斯科发表了关于新修订的对于“空中食宿”的设想，一篇1100字的说辞被公开翻译成八种不同的语言，像他在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这是另一个揭示这个年轻人是“天才”的时刻。


  “乔、内特和我，在去年进行了一些灵魂搜索，”切斯科写道，“我们质问自己，‘我们的使命是什么？’‘空中食宿’的本质理念到底是什么？而答案恰恰就在我们眼前。人们认为‘空中食宿’就是用来租房子的。但实际上，我们强调的是‘家’的概念。你们看，一间房子只是一个空间，但家是你的归属。而且这种让这样一个跨国集团如此特别的东西就在于能让你在第一次到达某个地方的时候就获得归属感，那么你就能属于任何地方了。这就是我们公司的核心理念——归属感。”[91]


  作为一位年轻而略显放肆、滔滔不绝地站在舞台中心的大学演讲者，切斯科将他的公司定位为一个日益增长的商业帝国。在一个宏伟的愿景中，他把自己定位为致力于扭转歪曲的文明，来回应历史错误的漂移。


  “我们通常都会觉得归属感是理所当然的事。现在的城市原本是乡村，”切斯科写道，“每个人都认识对方，并且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拥有一个称作家的地方。但是在20世纪机械化和工业革命之后，这些信任和归属感被机械化大生产以及没什么人情味的迁徙经历破坏了。我们不再信任彼此。也正因如此，我们失去了社区所包含的最重要的东西。”


  这听上去就像一个新生的福音，切斯科特别明确地想进入一个富裕的、红火的源泉，而源泉就是现代生活充满了孤独和隔离。他这么做就是为了将他的公司不仅定位为一个酒店业务而且它正在塑造一场全球运动的载体、一个拥有信任和共享的社区。但不是宗教或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或结束侵犯人权的行为，就像以前的梦想家尝试的那样——不是这样的，布莱恩·切斯科的革命行动是通过……一个商业交易……就是向游客提供可供短租的房屋来实现的。


  “就像我们一样，一开始你可能觉得你短租出去一间房是为了赚点儿外快……但是你从‘空中食宿’得到的回报远非仅仅是财务回报这么简单——这些都是人脉——房主和客人之间。当新技术让千里迢迢的彼此变得更容易接近时，你就可以通过这些技术把人们聚在一起。然后你就会沉迷于想要一种人类普遍渴望的归属感——一种想被欢迎、被尊重、被赞赏的渴望，无论你是否能够得到。归属感就是对‘空中食宿’最好的定义……‘空中食宿’将我们带回了那个让所有人都能找到归属感的地方。”


  切斯科用标志性的贺卡般的语言结束了他的文字，还不忘看似谦逊地签上了他的鼎鼎大名：“我期待着开启一个不可能的旅程的新篇章，立足于这样一个第一次开动马达的理念——坚信归属感可以带我们去向远方。——布莱恩。”


  这种理念类似于将约翰·列侬（John Lennon）的“想象”嫁接在一家酒店的业务上。它更加类似于耐克的广告语“想做就做”（Just Do It），或者苹果品牌的广告语“非同凡想”（Think Different）。这种理念在同时尝试挖掘孤独、寂寞的感觉，挖掘社区的向往，挖掘历史与经济脱轨的感觉，以及想去异国他乡的渴望——然后将所有的感觉联系起来，变成一种真正的和不断增长的金融需求。抓住“空中食宿”的房主在经济困难时想利用自己的财产为家里赚点儿外快的想法，实际上就是在“货币化”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孤独。这当然是有史以来“最辉煌”的营销策略之一。


  就像一个真正的福音那样，布莱恩·切斯科看上去虔诚地相信自己新创立的信仰。但是就像许多创始人一样，他被一叶障目了。他把任何不适用于这个理念的现实和故事从自己的蓝图中删除了。他在旧金山大学会议的发言中说道：“如果我们赢，那么没有人会输。”而且正像在大学里发表演说的年轻人，他在标榜自己言论的时候，就像那个孩子气的、秉性善良的、热情的人，以致听众都陷在被他粉饰的世界所带来的一种时尚感和炫酷感之中。然而不幸的是，切斯科忘记了所有那些像特蕾莎·弗兰德瑞奇以及这个城市中其他人群——甚至整个世界中类似的人群——这些人确实没有赢得什么，而且正在“空中食宿”所造成的房屋供给压力之下面临被非法驱逐的威胁。他忽略了所有并不情愿的邻居，这些人特别不愿意让他们的邻居把家变成短租旅馆。他特意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普通人”已经越来越不是他商业模式的核心，事实上核心业务都落在了职业房主和综合机构的手中，他们将整套公寓短租给旅行者甚至将整栋大楼都变成旅馆，即使他们必须将老弱病残人士非法驱逐才能达到目的也在所不惜。这是真的，他忽略了所有正在消失的公寓和正在上涨的房租，虽然并不是所有因素都归结于“空中食宿”，但是该公司绝对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布莱恩·切斯科和其他“空中食宿”的执行官，以及他们背后的风险投资者，看上去都觉得自己不应该为颠覆了这么多人的生活负责。他们既不用对破坏负任何责任，也不用对由于他们倡导的“共享革命”所带来的附带损害负任何责任。他所倡导的革命使命与其投资人的需求之间显然是矛盾的，他并没有理解这种矛盾，即随着它的规模和业务不断扩大，这种联合势必会被打破，直到最后它将会到达一个拐点，这个拐点会让这家公司坚信的东西和成立的原因之间的矛盾变成一个最大的笑话。


  这一切的最大悲剧也许恰恰在于“空中食宿”的核心理念是一个绝佳的主意——它已经巧妙地利用网络和应用程序技术、开放的全球市场，将旅游与经济拮据的家庭联系在一起。采访了一些作为“空中食宿”的“普通人”房主之后，我相信这种服务是合法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他们缓解一下入不敷出的境况。但在这种模式下，以自由放任的态度看着那些贪婪的房地产商和综合商业代理不断进行短租专业化，“空中食宿”已经成为自己最大的敌人。随着受害者数量的不断上升，它已经远离自己的“共享和信任”的理念。


  如果“空中食宿”和切斯科真的秉承这种理念，那么他们完全可以与当地政府和租户协会草拟法律方案以涵盖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并且公开解释：“看，这种立法可以规范商业模式，可以将专业人士拒之门外，维护‘普通人’的权利。”切斯科可以将职业房主和多房产机构从“空中食宿”的网站上剔除出去，这样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他们把急需的住房转变成旅馆的行为。他可以禁止任何专业机构或个人从事第三方代管活动，这就可以打击那些长期在外的房主；他可以与那些要求房主必须注册的城市进行合作，从而剔除那些没有注册的房主；他的公司也可以在已经开展业务的3.4万个城市支付酒店税，可以从房主那里收集数据，并且为城市强迫管制或者缴税的机制提供匿名数据，包括每一个房主到底出租了多少个夜晚的房子、他们所收取的中介利率是多少。这不是什么难于登天的事情，只是看他愿不愿意去做。但切斯科显然不愿意做，因为那会减少他的核心业务量。[92]


  “空中食宿”并不是造成这种混乱的唯一的短租服务机构，但它是最大的一家，因此也是混乱监管中最大的受益者。没有任何竞争者能够与“空中食宿”所占据的市场相提并论。[93]而且，在那些没有出现严重住房危机的城市和地区，尤其是那些对游客而言没有任何吸引力的城市和地区，严重程度可能远没有这家公司在旧金山、纽约、巴黎、伦敦、巴塞罗那、洛杉矶以及其他类似城市大。因此，应当进一步缩小范围来认识，“空中食宿”必须做什么，为了实现目标，它一定要做哪些努力才能挽救自己的商业模式和声誉。对布莱恩·切斯科和“空中食宿”而言，去证明像史蒂夫·琼斯（Steve Jones）这样的评论家的批评是错误的，显然不太现实，这样一位改革论者、《海湾卫士》的前编辑，曾直言：“‘空中食宿’和它年轻的创业者似乎并不在乎这些批评。”[94]


  基于这一认识，“空中食宿”只不过是野蛮的资本主义，并没有什么“共享”在内。让人对“空中食宿”及其推手“共享”理念产生更多怀疑的是这一事实：“空中食宿”在成为拥有130亿美元市值的商业平台之前，只是一个叫作“沙发客”的非商业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人们只在自己的家中招待客人，彼此没有金钱交易，这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提供一种有价值的协调服务。目前也有这样一个平台叫作“爱换家”（Love Home Swap），这个网站有利于那些非常有吸引力的家庭来招待他们在网上认识的朋友。创始人黛比·沃斯科（Debbie Wosskow）说他的商业模式是“喜欢网上约会的家园”，相比“空中食宿”的盈利模式而言，“我们更加纯粹地交换……我对于把自己的家变成一个赚钱机器没什么兴趣，但把我自己的家搬到世界各地是一件很有趣的事”。[95]


  确实，我们都知道，“空中食宿”也深深地了解怎样才是一种真正的“共享”模式，因为当超级飓风“桑迪”摧毁纽约的时候，“空中食宿”与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联合起来为无数无家可归的纽约人提供了免费住房。[96]“空中食宿”建立了这样一个专门致力于灾后救援的网站，在那里注册的需要住房的受害者可以与业主取得联系，并免费获得住房。“空中食宿”称，1400多个房主敞开家门并为那些滞留者提供就餐服务。“空中食宿”在公益方面的努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应对圣地亚哥的重大火灾中，在应对多伦多和亚特兰大严重的冰暴中，在应对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伦敦、撒丁岛以及科罗拉多的严重洪灾中，包括在应对菲律宾的台风“海燕”的过程中，其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97]


  这些案例告诉我们，你可以利用互联网或者应用程序平台进行一些真正的“共享”，但其有效性就在于这些人具有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初衷。同时也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共享经济是从交换中获利的，而不是依赖大手笔的风险投资。这些依然处于起步阶段的新平台的事件还告诉我们，哪些共享经济的企业是“好的”，哪些是“坏的”。


  毫无疑问，“空中食宿”从它在布莱恩·切斯科和乔·杰比亚公寓的起居室里艰难的起步阶段一直发展到现在，是一个非凡的故事，甚至是一个美国制造的发家致富的“寓言”故事。不过遗憾的是，“空中食宿”就像“优步”和“来福车”以及其他风险投资基础之上的“共享经济”企业一样，实际上抱着与“共享”擦肩而过的迥然不同的目标——利益——这些企业想让你与客人共享你的家或你的汽车，而对于每一笔交易都要收取相当可观的中介费。与此同时，这些企业还降低了同行的工资标准，并且逼迫同行提供相对更少的工作岗位（在世界范围内，有1000名雇主缩减了130亿美元的员工开支——凯悦酒店在全球范围内的雇员达到了4.5万人）。[98]它可能看起来像一个典型的成功的公式，但投资者要当心：“空中食宿”是一个矛盾的定时炸弹，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非法短租和非法避税，到达临界点之后就可能会炸得灰飞烟灭。


  在“空中食宿”和其他短租中介网站中，几乎没有企业能够帮助美国劳动力顺利地转型，进入一个升级版的自由劳动力社会。恰恰相反，它们已经成为另一种食利资本主义的商人，吸食来自他人财产和劳动力的利润，导致焦虑和危机在这些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人群中不断攀升。“空中食宿”破坏了酒店业的行规，压低了游客所需要付出的价格，同时也让这种压低的成本伤害了那些作为房主的很难保护自己的脆弱的“普通人”。显然，布莱恩·切斯科和他的共同创始人乔·杰比亚做了一些调整其商业模式的事——关注真正的共享和关怀，并且致力于倡导真正的共享和归属感经济——因为他们坚信这对于领导一个只有单一商业模式的大公司而言至关重要，必须锁定收入增长和市场份额的扩大。主要是由于前路还有上市的事务在等待他们，而全球市场的份额是重中之重。“空中食宿”的关注点就是扩张，而这些从罗得岛设计学院毕业的食利者似乎不太在意谁挡着他们的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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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优步”的定时炸弹


  如果说“空中食宿”是一家以“归属感”为企业文化核心的共享经济企业，那么另一家出行共享经济企业“优步”则是与“不载任何罪犯”的理念相伴。“优步”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现象，它也是草根起家，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到了46个国家的250个城市，狠狠地打击了各地出租车企业的小心脏。显然，又一位CEO与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比尔·盖茨（Bill Gates）、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站在了同一水平线上，而这些CEO都是把他（或者极少数的她）本人鲜明的个性烙印牢牢地打在公司的经营中。在公众的意识里，这些CEO与其各自执掌的企业如同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企业文化中也深深地打下了他们个人性格的烙印。“优步”的创始人，现在已是亿万富翁的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就是这样一位CEO——不管怎么说都是这样。他是一个执掌“狂野西部”资本的坏男孩，打破了穿制服的规定，袭击对手并且在所到之处不断惹出争议。一名曾经与他共事的企业家这样描述他：“特拉维斯是一个具有自我人格的人。”而其他人对他的描述则更加直接：“他就是个浑蛋。”[1]


  但他已经带领自己的公司拥有最为非凡的某种东西——尽管没有人特别确切地知道这个非凡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卡兰尼克把自己视为艾茵·兰德的革命者，并且声称“优步”不仅会打败出租车和其他共享出行公司，而且会取代拥有私家车这件事情。他的目标就是把“优步”的司机网络——他希望，最终是，无人驾驶汽车——变成一个物流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运送包裹、食物以及其他商品都可以成为现实。这就叫作“让拥有汽车这件事成为历史”，[2]卡兰尼克声称。


  但是这毕竟正在进行中，而且，“优步”——正如“空中食宿”那样——已经占据了传奇偶像的地位，开始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以及词典中的一个新的动词和名词。这家公司被许多自由市场论者致以欢呼，作为一个颇具“分化”特征的新事物，它改变了交通产业的模式，还为运输部门带来了巨大创新，传统模式中“大出租车”存在太多腐败垄断。2009年在旧金山起家以来，“优步”一直在以一个令人震惊的速度增长，而且背后拥有诸如高盛、黑石、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以及谷歌风投等集团的支持，它几乎成功地吸引了每一笔最大的直接投资。作为一个初创企业，这在美国史无前例。在硅谷的黑暗世界中，炒作和幻想通常能够代替实实在在的产业，“优步”现在的市值评估已经到达了骇人听闻的510亿美元——客观比较而言，这已经比“脸书”在同样增长阶段的估值还要高，比达美航空（390亿美元）和美国联合航空（260亿美元）还要高，而且高到已经接近这个行业的国王本身——通用汽车，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526亿美元）。没有制造出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甚至没有实实在在地拥有一辆汽车和一名直接雇员和司机（因为司机都是独立的合同工），这个初创企业有这么高的估值真的令人难以想象。


  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就像蝙蝠侠漫画里面的“双面人”大反派哈维·登特（Harvey Dent）那样，在“优步”漂亮的脸蛋上已经开始出现了阴暗面和伤疤。在卡兰尼克倡导的一场叫作“从踏板到金属”的战术运动中，“优步”经历的就是从丑闻到丑闻，这些丑闻不断地阻碍着它的发展历程，而且掩盖了共享出行行业的许多优势。迄今为止，共享出行企业还没有达到像“空中食宿”蹂躏整个社区和房地产市场那种破坏性，这一点倒成了“优步”的优势。极少有人对着已经被破坏了的出租车行业的大爆破而掉眼泪，因为出租车行业本身就充满了垄断集团、政治贿赂和糟糕的服务。


  实际上，随着美国开始陷入自由劳动力社会，大多数美国人都开始寻求一种可靠的方式来为他们的生活赚点儿外快以获得一些收入，这就为P2P的共享出行提供了可能——但仅仅是在它正确发展的情况下。正如卡尼兰克所了解的那样，马路上司机和车辆的供给就是这个产业的平静，而且这些司机所需要的其实对于卡尼兰克的野心而言也是一种矛盾。“优步”的商业模式看起来是依赖于司机群体的爆炸式增长，而且是存在法律漏洞的情况下。正如非常厌恶“优步”做法的一位前任“优步”司机所说的那样，这种经济会尽自己所能让自己与“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保持一定距离，这样做就让“一个基于应用程序的出租车服务变得不那么职业化、不受管制，而且让司机变得越来越没有安全感”。[3]然而司机也不可能形成联合工会来争取特许权等权利——这些便利条件让司机非常容易地转向其他共享出行企业，或者随着共享出行软件变得更加普遍，这些司机甚至可以几个人联合起来成立自己的公司。[4]“优步”就像那个时候打击与自己具有同样想法的企业一样去战斗，共享出行服务大声疾呼针对性监管，来控制司机群体的爆炸式增长，以确保公共安全，减少价格欺诈和打击新共享技术的滥用，并且提升监控能力。


  然而所有这些警告都彰显出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并不是一个仅仅有兴趣做好这个公司的一个人。他的“优步”既不能控制它的司机和自由职业者社会中1099经济的临时劳动者，也没有给予私人或者公共安全足够的关注。相反，这家“共享”经济企业的重点就在于市场份额，用它贪婪的爪子去肃清所有竞争者，并且坐上共享行业中的头把交椅。就像“空中食宿”那样，“优步”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就是为IPO（首次公开募股）疯涨做准备，它也并不在乎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到底违反了多少条法律。实际上，“优步”的CEO已经在韩国受到刑事指控，原因是其从事非法出租车服务运营，并且官方已经提出了准备发布逮捕令的警告；在阿姆斯特丹“优步”的欧洲总部，当权机构在2015年3月突击审查了出租车应用程序的公司，对“优步”进行了罚款并禁止其运营。[5]在全世界范围以及整个美国，“优步”都正在遭受重大监管障碍的打击。尽管它在早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但已经变成了一个自己吹起来的快要破掉的泡沫。该公司正在走钢丝，而这一切都归因于它臭名昭著的CEO特拉维斯·卡兰尼克。


  
出租车行业的塔斯马尼亚恶魔


  当一辆“优步”汽车把我放在旧金山市中心，我从车上下来的时候——这也是我第一次乘坐“优步”汽车，因为我要为撰写这本书做调查——大量印象涌进我的脑海。汽车非常干净，年轻时髦的司机也彬彬有礼。他看起来不到30岁，有像范·戴克（Van Dyke）那样的面部毛发，而且有一个“我就是摇滚乐队贝斯手”那种类型的臀部。当我在通往马路的楼梯口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等待我了，仅此而言他就已经甩了出租车司机几条街。在我们的行程中，他告诉我，做“优步”司机只是他的一份兼职，他觉得“优步”是一个用来赚外快的不错的临时工作（他当然不是在摇滚乐队工作，他是一名正在学习平面造型设计的学生，并且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成为一名艺术家或者插图画家）。


  另外，这一段旅途经历比在出租车上好了许多。我是一名雇了汽车司机的人，那么我就是按照英里被收取费用的，旧金山阳光灿烂、五彩斑斓的社区总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呼啸而过，但是“优步”汽车并不在车里显示距离数字，我不用看着价格不断上涨的过程，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尽管没有计价表，但是应用程序会提前告诉我预计需要的金额（除非是需求高峰期，高峰时段的价格甚至会飙到十倍——或多或少）。应用程序还有一大好处，即我可以等着车来接我，我可以在我的智能手机上看到它到来的过程。但是这听起来其实也就是智能手机、谷歌地图和实时GPS的时代啊，出租车公司只需要一段时间也可以抓住这个特征。然而一个显著的不同在于，我是用手机应用程序来叫一辆“优步”汽车的，而不是像电话叫车那样得到一个不知道什么的派遣。但总而言之，“优步”其实也是一种出租车。这个新兴的产业“革命”只是把电话叫车变成了应用程序叫车，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特拉维斯·卡兰尼克非常不喜欢乘客认为“优步”是另一家出租车企业。出租车产业已经被严格管制，而且即使是脾气暴躁的卡兰尼克也对这些管制和强制征税无计可施。“我是在技术产业领域的，”[6]他告诉《波士顿环球报》，而且技术产业通常把自己视为具备知识界的精华，属于创新和“首创”的胜利，而等级制和停滞不前就是犯罪。正处于39岁的年龄，这位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辍学者留着看起来像多年未打理的短而硬的胡须茬儿，穿着属于陆战队风格，头发已经斑白，卡兰尼克就是这样一个自由放任的资本家，他的“推特”头像选用的是艾茵·兰德《欲潮》的图片。他的“特拉维斯耸耸肩膀”[7]展现了突出的角色特点，生活奢华、兄弟会气派、稍显稚气等特点，就在与他进行的自认为煽动了“自助运输革命”这样的谈话中频繁跳转，从他的“推特”图片资料中可以看到他喜欢说唱歌手“史努比狗狗”（Snoop Dogg）[8]，而且喜欢把自己成为亿万富翁的能力吹嘘到性感火辣的地步，好像就像随便叫到一辆“优步”汽车那样简单：“是的，我们管这个叫作笨蛋。”他在接受《智族》（GQ）采访时说。[9]


  欢迎来到特拉维斯的世界。


  “优步”并不属于出租车行业，这是真的，至少不是出于便利人们生活的目的。因为它并不拥有哪怕一辆出租车，也没有任何固定司机或者直接的员工（司机都是1099合同工）。“优步”与其他共享出行的企业，如“来福车”和“路边车”等都扮演着中介的角色，把司机和车与准备出行的顾客联系起来，然后为提供这项服务收取佣金（这个比例从最初的每单5%一直上涨到现在的20%~25%，甚至更高）。它的价值最初起源于比传统的出租车稍微便宜一点，[10]当然也更加便利——只要点击一下应用程序，附近的“优步”司机就会在5~15分钟内出现。在旧金山这样一个随便叫个出租车都要等45分钟的城市，这对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是一种解脱。卡兰尼克已经受到驱使——或者说已经着迷——被这样一个任务，即拥有足够闲置的游走的司机，以确保能够在任何潜在乘客叫车的时候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一方面扩大覆盖范围，另一方面缩短等待时间。


  “优步”的价值也源自它声称能够监控它的司机和汽车，以确保司机和乘客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在“优步”的官网上，这家公司大声宣称“每一位共享出行的活跃司机都通过一项严格的程序处于实时监控之下”，包括“一个包括三个步骤的犯罪背景审查”。[11]而落实到实际应用中，“优步”为这些调查额外收取每位顾客1美元的“安全出行”费。这听起来信誓旦旦。


  但是对洛杉矶和旧金山的地区检察官而言并非如此。2014年12月，他们联名对“优步”乘客保护提起诉讼，声称它在服务安全方面误导了顾客。这起诉讼谴责“优步”过度收取顾客费用而且蔑视法律规定。[12]在新闻发布会上，旧金山地区检察官乔治·加斯科（George Gascon）控诉“优步”在保护顾客方面提供了虚假声明。加斯科称，因为“优步”（也包括它的首要竞争对手“来福车”）并没有采集司机的指纹，所以公司对司机的作案背景调查“一无是处”。[13]“优步”确实没有做现场扫描（其中包括指纹采集），而在加利福尼亚，法律规定大多数出租车企业都要进行最高标准的背景调查。[14]实际上，美国联邦调查局将“优步”的方法称为“基于姓名的犯罪背景审核”，而其错误率实际上高达43%。[15]“这家公司反复强调这种虚假声明，”加斯科说，“导致乘客在是否应当上一辆陌生人的车时对自身安全有错误的判断。”


  卡兰尼克与其他“优步”运营者以一种受害者的论调进行反击，他们认为“大政府”管得过于宽泛，但他们已经很难表现得惺惺作态了。这个问题此前已经火爆了一段时间。“优步”在国际上开始臭名昭著，因为它在印度新德里开展业务时，一位“优步”司机因为绑架乘客而被逮捕。这位女乘客在乘车的过程中睡着了，当她醒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被司机带到一个十分偏僻的地区。按照这位女士的证词，司机在停车之后对她实施了强暴。[16]警察声称，“优步”根本没有对这名司机进行足够的背景调查，相似的性侵事件在此前已经发生过两次。[17]新德里市政府迅速禁止了“优步”在当地的运营。其他印度邦也对该起诉讼迅速做出了相似回应。


  在美国，“优步”司机同样面临大量指控。在波士顿，三位女士声称（在不同的事件中）被“优步”司机性侵。[18]在洛杉矶，一位“优步”司机因为绑架一位醉酒女乘客而被捕。这位女乘客醒来的时候是在一家汽车旅馆的房间里，通过旅馆的监控设备可以看到，她当时是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被司机带进去的。[19]在华盛顿特区，一位“优步”司机因为绑架被起诉。在布鲁克林，一位“优步”司机由于从两名乘客身上盗窃了价值5000美元的珠宝而被捕。[20]其他控诉和抱怨还包括强暴、骚扰和另一起绑架。[21]在其中一起强暴案件中，一个有作案前科的司机竟然通过了“优步”的背景调查测试；[22]在另一起案件中，“优步”司机用锤子对一名乘客进行了重击，导致该乘客颅骨骨折。[23]而关于司机经常明目张胆地从“优步”的数据库中保存女乘客的电话号码并且经常联系她们、要求约会以及通过其他方式见面等类似事件，在“优步”司机中更是屡见不鲜。[24]


  在新德里事件发生之前的一个月——2014年11月——芝加哥的一名“优步”司机由于性侵案件被捕。在随后的指控中，人们发现，这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在共享出行公司从事接送乘客业务的司机——居然是用她老婆的名字注册的。[25]在洛杉矶，一名“优步”司机通过将一个已经被认定的账号从一个司机手中转到另一个司机手中的方式，证明了怎样轻松地利用一些伎俩来愚弄“优步”的背景审查。一些司机实际上还共享账户。这家公司了解这些情况，对待这些事却是用另一种方式，这名司机如是说：“因为寻找司机比想象中难得多。而这家公司只是想要有人为它开车。”[26]


  如果不老老实实地承认背景审查系统存在缺陷的话，那么“优步”的女发言人恐怕就难以解释为什么在芝加哥会出现这种失误。但是这位女发言人立即十分无礼地转向对乘客的指责，这也是“优步”一贯用来掩盖外界批评的手段之一。


  “在上车之前，为了确保安全，‘优步’的乘客有责任检查司机的驾驶证，并且检查司机的面孔是不是和证件上一致。”她说。[27]这是首例——一个最新的安全程序，既要检查司机的面孔，还要检查司机的驾驶执照，当享受这样一家四处宣扬自己具备令人安全可靠的服务时。在此前的一起案件中，一位乘客——曾在哈佛大学做讲师——声称被“优步”司机勒至窒息（这名司机在指控中否认自己这么做过），卡兰尼克迅速将这起指控忽略掉之后，就开始声称“这起案件压根儿就是子虚乌有”。[28]


  就像“优步”的许多辩护者所说的那样，刑事案件以及其他不好的事情确实也经常发生在出租车司机身上。“优步”试着声明其背景审查比出租车企业的审查更多、更详尽，尽管许多事实已经告诉我们并非如此——关于“优步”背景审查的一项学术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这项研究由纽约城市大学的研究组完成[29]——讲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就像一名“优步”司机所说的那样：“我曾经在马萨诸塞州、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做过出租车司机，你必须提供一个美国交通局开具的30日之内有效的证明你有10年驾龄的证明，通过药物和酒精测试，到警察机关进行指纹备案。而这些背景审查‘优步’一项也没有。”“优步”却辩驳说自己的背景审查比出租车司机的更严格，这名司机就直言不讳地说：“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30]


  “优步”非常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不需要为司机的行为承担责任，因为从本质上来讲，它并不是一家出租车公司，而只是一家基于互联网和应用程序来连通司机和乘客的中介公司。司机都是私人承包者，并不是“优步”的员工，所以公司也不需要对他们负责。这就是一家坐拥510亿美元市值的公司雇用的高价律师团在辩护中所做出的令人无法容忍的辩驳。


  但这恰恰就是“优步”正在做的——就在2013年新年前夕晚8点的旧金山，在它的司机撞击了6岁小女孩索菲亚·刘之后。


  当索菲亚、她的妈妈和弟弟悠闲地从人行横道上穿越马路的时候，一名叫作赛义德·穆扎法（Syed Muzaffar）的“优步”司机驾驶一辆本田越野车撞倒了他们三人。索菲亚当场死亡，她的妈妈和弟弟受了重伤。穆扎法被逮捕，并以驾车过失杀人罪被起诉。但是“优步”迅速做出反应，拒绝承认自己存在过失，声称穆扎法是一名独立承包人，而不是一名直接雇员，而且他当时并没有载客，也不是在去接乘客的路上，因此从技术上来说他根本就不在“上班”。“‘优步’确实不是导致这场交通意外悲剧的原因。”它的律师说，所以它也不必承担任何法律责任。[31]


  死者的家属将穆扎法和“优步”一并告上了法庭，并强调当时穆扎法正在登录自己的“优步”账号，在对索菲亚实施致命撞击的那一刻，他正在等待下一个叫车订单。司机规范中也约定了他的工作职责之一就是等待他的下一个订单。[32]相关证据还表明，穆扎法曾经有鲁莽驾驶的不良记录，包括因每小时超过100英里而导致交通事故被捕——而这也是“优步”的背景审查根本没有审查出来的事情。[33]


  此前一年，加利福尼亚州公用事业委员会就已经开始要求共享出行的公司投保商业责任险，覆盖了它们的司机，尤其是如果该车辆是出于商业意图被使用的，那么法律程序上不允许司机使用自己的汽车保险（商业汽车保险是另一种不同类型的保险，它的价格通常高于私人保险的3~10倍）。最新的法律规定每起事故的赔偿至少在100万美元，而且“优步”当时也照做不误——但如果司机是在登录了“优步”的应用程序，但并没有乘客在车内，或者也没有在接乘客的路上，那么这个责任究竟由谁来负，这部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34]这就是“保险缺口”，也是“优步”一直在尝试从索菲亚·刘的死亡事件中逃脱责任的缺口。


  然而这个分歧打破了行规。克里斯·多兰（Chris Dolan），多兰法律事务所的律师，也是索菲亚·刘一家的代表律师，声称“优步”这样的经营是“海盗”经营。“难道司机是比萨饼送货员吗？他们的保险只有在比萨饼在车里的情况下才有用？从司机登录应用程序一直到关闭应用程序期间，应该一直在起作用。所有在路上驾驶机动车的司机，无论是载客还是空车，都应该享有商业保险，一周7天，一天24小时。”以出租车司机为例，只要在车里，他们就应该享受公司提供的商业保险。这位律师将共享出行行业称为“正在等待悲剧发生。它们（‘优步’等）想逃脱责任——因为它们自认为特殊，它们是‘科技型企业’，所以不必遵守这些规则”。[35]


  用来逃脱责任的所有类型的必要措施，现在都已经成为“优步”的常用战术。这家难以被起诉的公司似乎自始至终就不在意那些十分狭隘的司法解释到底践踏了谁的利益。它只是屈服于来自公众意见的压力——并非来自法律咨询者和投资人，意识到这些关系到自己公司的信誉——卡兰尼克终于大张旗鼓地声明要弥合“保险缺口”。[36]但是相关细则表明，这也只是覆盖了极少部分人，远远低于法律所规定的保险要求，即当有乘客在车内时，相关保额要达到100万美元。这一行为也揭露了“优步”另一种盘剥劳动者的类型，只要在允许的情况下，它都会这么做，尽管它已经是这样一个有几十亿美元市值的公司。


  
“优步”的“爬行跟踪”事件


  不进行足够的背景审查，逃避责任，以好战的心理忽略那些受骗者——这已经成为特拉维斯世界的标志。这位“优步”的CEO总是经常性地和一系列所谓的敌人进行严厉的责骂，包括那些反对相关创新的政府机构、“大出租”公司以及其他共享出行企业（如“来福车”和“路边车”）。[37]本来所有这些“敌人”都是在“共享”经济创业公司的这个由金钱驱使的世界中公平竞争的，但是“优步”由于将目标瞄准了另一个敌人——媒体评论家，而使自己大踏步地逾越了公平竞争的底线。


  2014年11月，当“优步”的高级执行官埃米尔·麦克（Emil Michael）从曼哈顿那次奢华的私人晚宴上出来的时候，就注定要度过非常糟糕的一天、一周，甚至一个月。出席这次宴会的都是一些最优秀的人，包括演员爱德华·诺顿（Edward Norton），作家和出版商阿里安娜·赫芬顿（Arianna Huffington），《纽约日报》的拥有者莫特·朱克曼（Mort Zuckerman），英国政治幕僚伊恩·奥斯本（Ian Osborne），等等。特拉维斯·卡兰尼克也在受邀之列。“优步”当时已经在一系列新闻故事所揭露的丑闻中摇摇欲坠，而埃米尔·麦克作为“优步”的高级副总裁，也是能够直接连通国防部的董事会成员，他产生了一个更加让人不安的想法，即“优步”将着力打击那些在媒体中试图挖掘“优步”肮脏事件的记者团体。


  本·史密斯（Ben Smith）作为美国著名的新闻聚合网站Buzzfeed的总编，也参加了那次晚宴，并且转播了实况报道。在晚宴上，麦克宣布，要花费100万美元雇用四组最高级别的观察员和记者团队，来帮助“优步”回击相关媒体的敌对行为——他们将深入“你们（指攻击‘优步’的相关媒体）的私人生活、你们的家庭”，曝光私人生活的细节，并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38]麦克声称。也就是说，无限度地对批评人进行追踪。


  麦克尤其点名了一名记者——萨拉·莱希（Sarah Lacy）——有硅谷监视者之称的《潘多拉日报》的CEO兼总编，曾经尖锐地批评“优步”和卡兰尼克。她基于一系列事实指责“优步”有“性别歧视和厌女癖”，这些事实包括那些对“优步”司机进行性侵行为的指责。莱希声称，她感觉乘坐“优步”车极不安全，所以删除了“优步”的应用程序，并且鼓励大家尝试使用其竞争者“来福车”的应用程序。“我简直不知道我们需要提醒到什么程度，才能使这家公司尊重女性和保障我们的安全。”她写道。[39]


  在那次晚宴期间，麦克对莱希的专栏感到非常愤怒，并且声明“优步”肮脏的挖掘者会曝光莱希和她的私人生活。不过很快另一位晚宴参与者史密斯向麦克提出质疑，认为这个计划一旦被公众发现反而会使“优步”产生许多问题，但是麦克——这位与国防部沾亲带故的执行官——回应道：“没人知道这是我们做的。”


  当这个故事被史密斯全程报道之后，一轮新的媒体大战彻底爆发。卡兰尼克通过自己的“推特”立即对相关问题予以全面否认——而不是进行道歉——也婉言拒绝将埃米尔·麦克开除，尽管外界对此呼声很高。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倚仗自己与国防部沾亲带故，“优步”的“爬行跟踪”已经开始咆哮着骚扰那些记者和评论人了。“爬行跟踪”系统通过“优步”的应用程序收集了相关乘客的大量个人信息，而且这些信息已经被用来追踪某些乘客——包括对它提出批评的媒体人。这种追踪行为可以对追踪人进行直接的骚扰和围追堵截。


  “优步”再一次被弄得措手不及——当它被纽约城市的总经理乔希·莫拉（Josh Mohrer）公开揭露的时候，“优步”通过BuzzFeed新闻网所发布的报道追踪到她的注册信息，然后在她乘坐“优步”汽车的时候通过“爬行跟踪”来追踪她的位置。[40]据《旧金山杂志》的一位记者报道，当她写了一篇关于“优步”的封面故事之后，“优步”通过不同的渠道对她进行“友情”提示，提醒她已经被“爬行跟踪”监视出行，并且挖出了她的注册账号。[41]


  然而还有比这更恶劣的事件。当风险投资家彼得·西姆斯（Peter Sims）写了一篇在曼哈顿乘坐“优步”汽车的博客之后，他就开始从一位并不是特别熟悉的女性朋友那里接到消息，告知他已经被“爬行跟踪”监视。[42]那个人告诉他，她当时正在芝加哥一个“优步”午宴上，发现西姆斯的一举一动都在被实时监控，并且在一个公开的大屏幕上进行播放，周围许多人都可以同时实时观看。除了西姆斯，“优步”还在纽约同时追踪30个优步用户的位置和动态。西姆斯正在赶往佩恩的火车站，准备乘火车去华盛顿，而这位在芝加哥的熟人“能够继续对我汽车的位置进行更新”，他说，这彻底把他激怒了。[43]当这位女士向他展示他当时的位置是在芝加哥一个公开的“优步”宴会上进行直播的时候，他真的“太生气了”。他的位置被这家公司公开追踪，并且像病毒一样扩散到他人身上，但是“优步”对此并不承认。[44]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芝加哥这位“优步”乘客开玩笑似的将这种高科技“爬行跟踪”实时秀称为“变态跟踪狂的视野”。


  显然，“优步”对于尊重隐私的再次保证也并没有什么意义，就如同它再次保证要对司机背景进行严格审查一样不可信。“优步”已经建立了一个应用程序，名字叫作“上帝视野”（God View），这个应用程序能够追踪媒体人或者其他想追踪的目标，曾在“优步”工作的两名员工声称。这是一个公司内部使用的工具，它可以显示每一辆“优步”汽车当然也包括当时在车内的乘客的位置。这两名员工都在“优步”工作到2014年春天，他们说“上帝视野”这种应用程序可以非常轻松地掌握公司内部所有员工的动向（尽管司机本人没有权利这样做）。[45]正如揭发者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所曝光的那样，至少有50万名私人承包者可以使用国家安全局最高保密级别的数据库，“优步”已经授予数百名员工监视顾客私人生活细节的权限，而且是在根本没有告知顾客其隐私已经暴露的前提下。


  来自在线杂志《每日科技》的贾森·米克（Jason Mick）认为，埃米尔·麦克事件充分暴露了“优步”有“很强烈的恶意倾向……‘优步’丑陋的一面在全世界已经昭然若揭”。[46]


  它是一个两面的小人，的确如此。


  
是交通革命，抑或是……税收骗子


  就像“空中食宿”一样，“优步”也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法律常规并且开始逃税。实际上，“打破”传统法律法规这件事还被许多其他公司津津乐道。它们坚信，纽约、旧金山以及其他没有合作的城市，正在受“一种旧商业模式”的支配，以致不允许创新企业生存，尽管它们打破了一些常规，但是做出了如此巨大的对社会和人们有利的事情。正如“空中食宿”的CEO布莱恩·切斯科那样，特拉维斯·卡兰尼克也将自己塑造成与那些“因循守旧的人”进行斗争的人。时至今日，已经有如此多的美国人失业，以致他们的誓言有了可信的空间。


  但是正如“空中食宿”那样，越近距离的观察越能够揭露丑陋的一面。“优步”所提供的基本服务实际上与任何一辆出租车或者豪华轿车所提供的服务相差无几：承载乘客到达他们的目的地而获取报酬。但是出租车公司和豪华轿车服务在大多数城市都需要支付“制服税”并且向当地政府缴纳相关费用，而“优步”一直拒绝这样做。“我们到底是美国航空，还是Expedia（一家网络旅游公司）？”卡兰尼克在《华尔街日报》的一次采访中质问。[47]他坚持认为“优步”与Expedia更接近，仅仅是一个连接买者和卖者的平台公司。当然，“优步”确实在为它的每一分利润缴纳联邦公司所得税——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像苹果、谷歌和其他公司那样，建立了一个国外补贴和税收天堂的综合网站，来最大限度地减少自己在美国本土的纳税额[48]——但是它始终坚持不缴纳地方政府的制服税，因为它没有切实地拥有一辆出租车或者直接雇用一名司机。正如它的共享经济企业同盟“空中食宿”那样，“优步”商业模式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打破”那些所有美国人都向往做的事情——逃税。


  但是“优步”对法律法规的无视并非仅仅停留在纳税层面上，因为它坚持自己并不是一个传统的出租车或者豪华轿车服务公司。卡兰尼克坚信这意味着“优步”不需要接受普通出租车执照的管制，而且不必循规蹈矩地遵守其他安全监管、保险和相关要求的管制。在每一个地方，当这家公司打破了传统管制——事实上几乎在所有地方都是这样——它都表现出一副无赖的样子，拒绝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还尝试恐吓当地政府。在很多情况下，它开始变成自己最大的敌人，甚至不愿意做出任何承诺。“优步”的这些做法在伯明翰、阿拉巴马等地尤为明显。


  “优步”信步走入伯明翰政府部门，声称它想在当地开展业务。它提出自己打算创建一种独立的商业模式分类的理念，并且与城市议会进行了多轮谈判周旋。“优步”对此有许多手段。金·拉弗蒂（Kim Rafferty）作为领导交通委员会的女议员，曾经在华盛顿地区使用“优步”，并且声称她喜欢这种模式。[49]当地出租车行业也没有切实地进行反对。“黄色出租车”的主席告诉《伯明翰商业杂志》，他并不介意进行竞争，但是“优步”并没有与大家在同一规则下进行公平竞争。[50]女议员拉弗蒂声称，共享出行和出租车行业应当形成竞争局面。拉弗蒂说：“最后，市场将决定谁是胜出的一方。”[51]


  所以，在伯明翰，表面上看“优步”似乎已经完胜了。拉弗蒂草拟了法规，允许“优步”入驻经营，但是它要遵守包括安全和乘客保护等规定，包括共享经济公司必须为所有使用私家车从事商业运营的司机提供全天候的商业保险等。而“优步”仍然一意孤行，声称它已经有自己的政策体系，包括保险、背景审查和监控等。女议员拉弗蒂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表示遇到了相当大的挫折。


  “‘优步’已经多次告诉我们它们不属于交通领域的一分子。它认为这些司机都是独立的小企业，而这些司机应该被允许以自己想要的方式运营，没有监管，包括政府监管或者其他任何监管。这当然也包括没有商业执照规定以及对收入进行征税。我们也觉得不胜其扰。要求‘优步’配合任何遵守法律的事宜时，它总是全部推翻，概不执行。”[52]


  当议会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通过法规的时候，“优步”已经暴跳如雷。“优步”的发言人泰勒·本奈特（Taylor Bennett）丢掉了所有端庄得体的伪装，放出言论攻击拉弗蒂：“议员拉弗蒂的真本色今天终于赤裸地暴露……她已经表现得足够清楚，即保护大出租汽车行业以及收紧行业竞争比营造一个安全、可靠的出行方式更加重要。众所周知，这里面一定存在‘暗箱操作’。”[53]


  拉弗蒂果断地进行了回应，把“优步”的声明称为一种“不公平的个人攻击”。“优步”表现出“不尊重多变的政府管制措施，但是我们需要保护公众安全并且保障竞争公平……‘优步’提出这种改变规则的需求，甚至想把政府变成只对自己有利的一方。它要求我们去做这些不道德的事情。但我们绝不会因为恐吓、压力和催促就去做这样的事”。[54]


  这只是“优步”逃避地方政府管辖的诸多案例中的一例。但是在伯明翰，它一头撞在了墙上，因为它遇到了这位坚决拒绝因为特拉维斯·卡兰尼克的恐吓就屈服的倔强女议员。“优步”好战的作风不仅让自己不能在伯明翰立足，还导致了其他方面的负面效果。消息不胫而走，而且这些消息为亚拉巴马州的其他地方敲响了警钟。由于自己的傲慢无礼，“优步”在塔斯卡鲁萨县以及其他亚拉巴马州的城镇都为非法经营付出了代价。在短短的时间里，塔斯卡鲁萨县警察局通过“突击行动”逮捕了两名“优步”司机。一名司机被捕的原因是，作为运营性质的出租汽车承载两名便衣警察，却没有营业执照。另外还有六名司机受到了警告，原因是他们在无照和没有进行检查的情况下将自己的机动车进行了租赁。[55]


  类似情况已经在很多城市发生。然而，一扫自己的傲慢无礼和笨拙不堪的公共关系处理方式，“优步”和共享出行行业最终将立足的根本定位在所有方面都对现存出租车服务的不满上。出租车公司经常压榨自己的司机，出租车司机的平均薪水一直徘徊在3万美元——而这是典型的贫困工资线。[56]“出租车公司是一个邪恶的帝国。”正如卡兰尼克在许多采访中直言不讳地怒斥，出租车公司通常是一小部分有政治关系的经营者在经营，而且在抗拒打破垄断的时候常常显示出自己的政治影响力。[57]它们通常都会利用自己在市政厅的影响力来排除新的竞争，或者阻断一些积极开放出租车市场的行为。“我们正处于政治交锋中，一方的代表是‘优步’，另一方的浑蛋代表就是‘出租车’，”卡兰尼克在一个科技会议上公开表示，“没有人喜欢它，它并没有什么特征优势，但是它已经融入政治组织和机制中，许多人都欠它的情。”[58]


  特拉维斯·卡兰尼克以及他的“优步”宝贝就这样傲慢地、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而且卡兰尼克已经将这个公司变成了一个高度符合自己意愿的公司联合体——它由高盛、谷歌、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以及许多投资人那里募集的几十亿美元作为资金支持，并向这些投资人保证不会赔钱。一些投资人已经开始反抗卡兰尼克，认为他在斥责和打破地方割据方面太过激进。“优步”的一位投资者曾不经意间谈起卡兰尼克这种好战的性格：“想当一个破坏者，又不想当浑蛋，这是很难做到的。”[59]


  如此看来，“优步”和“出租车”的对决，实际上是浑蛋与浑蛋的对决，而非常不幸的是，司机、公众和许多地方政府正在这场对决中被无辜牵连。


  在许多情况下，这场争论讨论的范畴聚焦于一些古老的议题，如政府应不应当管制，以及自由竞争和税收的问题。为了理解这些问题是怎样影响出租车、豪华轿车和现代的共享出行行业，我们十分有必要简要回顾载人出行服务的历史。


  对商业乘客运输的许多形式的管制已经持续了上百年。通常，这种管制是为了阻止由于商业运输而导致的车辆迅速增多进而引发交通的混乱。例如，雇用马车早在17世纪就已经出现在巴黎和伦敦的街道上了。1635年，查理一世出台法令，要求所有的运输车辆都必须取得国家颁布的执照，“以限制马车的过量使用而造成交通混乱”。[60]


  在上百年之后的美国，“大萧条”让数百万人丢了工作，其中一些人拥有私家轿车。突然间，“租车”行业被挖掘出来。不确定性比较高的司机时不时地就卷入伤害乘客的旋涡中，还有一些不安全的乘客时不时地对司机造成伤害，并且在这些事件中受到身体创伤和精神创伤的人通常都不能顺利地获得补偿和公平对待。更有甚者，大量承载车辆和竞争让利润率大幅降低，直到现在这些司机平均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得到的收入却难以糊口。在1933年，美国的交通部官方陈述中说道——看起来非常有预见性地阐述了与当下十分类似的情况——“这种对出租车的过量供给引发了价格战和价格扭曲，并且运营者和司机都没有保险和商业责任。从城市层面到全国层面，政府官员和新闻界都应当呼吁对出租车行业进行公共管制”。[61]


  这一回应使得许多主要城市都开始建立基于执照、费用、保险以及其他与出租车服务行业相关事宜的管制。更重要的是，这些城市还对整个城市所允许容纳的出租车总量进行了限制。利用出租车奖励机制以及其他方法来收紧出租车供给，防止运营商如潮水般涌入市场，并且通过一种合法的途径来确保司机能够获得一笔可观的且可持续的收入。曾几何时，这一方法还包括各市政府可以控制消费者数量的增加以及强制施行安全保护措施，如背景审查和提出保险要求等。这种特殊的管制通常就是一个非常复杂且持续很长时间的历史沿其路径发展下去的最终结果，并且受到随着时间推移的特定时期文化的影响。除了那些对自由主义论者和自由市场论者的针对性抗议，大多数管制产生的原因通常都是基于良好的出发点，并且反复推敲了许多年。


  “优步”和共享经济的通道颠覆了历史。时至今日，在没有恰当管制的情况下，很难想象共享技术到底怎样使一个又一个城市中不计其数的司机过上“好日子”，而且没有足够的安全保障，没有足够的薪水，也没有足够的消费者保护。来自有“硅谷监视者”之称的《潘多拉日报》的保罗·卡尔（Paul Carr）说道：“如果‘优步’不必遵守执照法规，那么无论是汤米、迪克还是亨利，任何人都可以选择在自己的车上喷上‘出租车’的字样，并且通过互联网提供商业承载服务。”伦敦常常受流氓和无照出租车的困扰，据报道，在一个月之内，就有11位妇女声称遭到了人身袭击；对陌生人实施抢劫的肇事者中，有80%来自无照司机。[62]


  《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者凯瑟琳·蓝贝尔（Catherine Rampell）则指出了当今大众社会必须面对的其他两个显著的社会问题：严重的交通拥堵和排放物污染。“出租车奖励机制以及其他管制规定了城市可承载的运营车辆的数量上限，这通常都被当作一种出租车行业的卡特尔保护主义而遭到嘲笑，”她写道，“但是它们限制的是来回寻找乘客的空车的数量，而这些空车有时候就停在交叉路口并且污染空气。继续允许城市开放那些数量更多并且相对没有管制也不需要付出什么成本的准出租车辆，将是一件完全没有必要的事情。”[63]


  而这恰恰就是特拉维斯·卡兰尼克的野心，即让更多的“优步”司机尽可能地去践踏更多良好的公共政策目标。按照来自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迪恩·贝克（Dean Baker）的说法，随着“优步”（当然也包括其他共享经济企业，如“来福车”和“空中食宿”）的避税行为和侵犯管制行为，我们更加质疑这些公司能否为经济和社会带来价值。“宰客行为的发生将会更加猖狂，”而且从那些需要缴纳税收的公司手中抢夺业务也变得更加普遍。“规避税收和管制也许并不是破坏性的——但是这种行为对于市场的扩大而言是十分有害的。”贝克声称。[64]如果“优步”和“来福车”都涌入市场，它们就可能削弱所有司机赚取最低工资的权利（在现实中已经有信号表示这一切开始发生了，虽然“优步”还坚持相反的观点——稍后详述）。这些现代服务正在剥削本已非常贫穷的出租车司机，并且引发了比拼最低工资来取得胜利的恶性竞争。


  贝克说：“现行的许多管制也许确实到了做出改变的时候，因为这些管制从最初的设计到现在已经确实有些狭隘或者过时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要免除所有传统商业模式的管制或者税收，而仅仅是因为它们采取了一种通过互联网提供服务的模式……如果这些服务是在一个固定的场地运营的，那么它们就必须缴纳税收。正如它们所表现的那样，这些企业实际上让一小撮人富裕起来了。”——尤其是已经非常富裕的投资人——“他们企图通过一种新的方法来欺骗现行经济体系”。


  一些曾在“优步”工作的高管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马特·科赫曼（Matt Kochman）是“优步”成立之初在纽约市的总经理，2011年他从“优步”离职。科赫曼辞职的原因就是他受不了“优步”对监管者的咄咄逼人的态度。“‘优步’的战略就是‘你可以试试阻止我们，我们必定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科赫曼说，“不重视规则和管制，仅仅是因为你想推行一个所谓的新产品，或者你开创了一种看待事情的新视角，这听上去并没有什么道理。”[65]


  另一位“优步”的前雇员声称，这家公司的模式就是先发展自己，等有管制的时候再想应对模式。“‘优步’已经得到了可观的融资、利润和市场份额，所以对它而言并没有讨好各方的必要。”[66]


  毫无疑问，“讨好各方”从来都不是“优步”的处事风格。这包括它打击“大出租车”以及与它模式相似的共享出行竞争者（如“来福车”和“路边车”）。“优步”已经掌握了许多肮脏的技巧来赢得一些优势，比如，抢夺竞争者的司机。“来福车”进行了相似的报复。在观察了所有的针锋相对之后，《华盛顿邮报》的蓝贝尔特意指出：“随着对仗势欺人的‘大出租车’的打击报复，‘优步’和‘来福车’也变成了大恶霸。”[67]


  遇上新的老板、行事如旧的老板，她这样写道：“除了更少的管制，并没什么不同。”


  
“优步”的最大谎言：它的司机


  除了所有的粗暴举动之外，“优步”的胜利与否还取决于它商业模式的重要“输入”因素——它的司机。这对于它的商业模式而言是最主要的瓶颈，除非无人驾驶汽车全面上线（这取决于到底是什么样的无人驾驶汽车，它是否能够准确地判定方向，是否能够十分有效地应对监管和自动克服日常使用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障碍）。没有足够的司机群体，“优步”的510亿美元市值就将付诸东流。任何一个精明的投资者其实都有这样的疑问：“特拉维斯到底是怎么哄骗这些司机为他干活的？”


  “优步”在宣传语和公开陈述中，把司机称为自己的“合作伙伴”。但问题是，卡兰尼克自己公司的利益与他所谓的司机伙伴的利益之间恰恰是冲突的。出租车的历史表明，当汽车的数量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控制的时候，司机的收入往往会更好。但是卡兰尼克恨不得满大街都是“优步”的汽车，来创造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来说）巨大的“剩余价值驱动的蓄水池”，不但能够减少顾客的等待时间，而且能够横扫行业内的竞争者——无论是出租车还是其他共享出行企业。事实就是，这位CEO的利益与他的司机伙伴之间的利益存在巨大的冲突，而这恰恰就是这家公司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


  我们已经看清了事情的本质。包括“优步人民”（Uber People）网站在内的许多在线论坛上，司机都在聊关于分享出行的生活，其中许多内容都涉及司机往往需要等待几小时才能等到应用程序接到订单时所发出的“砰”的声音。“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我没有等到‘砰’的一声，”一位沮丧的司机写道，因为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橘子郡，成群的空闲“优步”汽车都堆在那里，“我们在应用程序排名上一个摞一个，就像正在乞讨的人。”[68]


  随着公司规模呈指数式的扩张，“优步”声称它已经雇用了成千上万的“合作者”——尽管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一数字到底是多少。2015年11月，“优步”通过与普林斯顿经济学家阿兰·克鲁格（Alan Krueger）共同合作的一份报告发布了内部数据以及对自己内部司机的专项调查，阿兰·克鲁格是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理事会的前任主席。[69]这份报告声称，截至2014年12月，“优步”拥有超过16.3万名司机，如果这一数据真实，那么毋庸置疑，这意味着这家公司对大衰退之后推动就业力量之大不容小觑。然而实际上，这其中80%的司机都是兼职，而这些司机的一半以上每周从事载客工作的时间少于15个小时；只有一半司机在一年中一直是活跃的。据“优步”的报告显示，大多数“工作”都是临时的，甚至是兼职的，卡兰尼克声称要成为颇具竞争力的就业创造者实际上是在吹牛，而且这个牛皮已经越来越失去光彩了。美国著名网络杂志Slate的记者艾莉森·格列斯伍德（Alison Griswold）写道：“每个月雇用上千名司机这一表象是十分虚伪的——大多数司机都是做做兼职而已——这位CEO想以这种方式来预示新型工厂工作增长的到来吗？”[70]


  但是克鲁格的报告也排除了广告效应，而抓住了卡兰尼克捕风捉影似的类似菲·泰·巴纳姆（P.T.Barnum）的声明中的错误：“优步”司机都拥有较高的收入，能够赚到非常舒适的中产阶级的薪水。“优步”的CEO最早在2013年对《华尔街日报》称，“优步”的司机每年能够赚到10万美元。[71]而我在2014年8月克雷格列表网站上所看到的一则“优步”的广告则声称，要保障司机“每个月的收入不低于1850美元”，这就意味着总体而言全年的收入要超过9.6万美元。尽管这些数字含有相当大的水分，但是仍然被媒体用了数月之久。《华盛顿邮报》不加甄别地进行了报道，声称“优步”司机每年的平均薪水能够达到9.0766万美元，这一数字的依据仅仅来自“优步”发布的一篇博客。[72]《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甚至认为“优步”开创了“能够终结出租车司机贫困的时代”。如果这是真的，这些数字就意味着一个全职的“优步”司机所能够获得的收入，与在旧金山或者纽约从事科技工作的技术人员一样多——而在这些城市，技术人员是在所有收入中名列前20%的职业之一。


  但是克鲁格的报告基于“优步”的内部数据，声称在洛杉矶和华盛顿特区，“优步”司机的平均薪水是每小时17美元，在旧金山平均薪水可以达到23美元，在纽约平均薪水可以达到30美元。[73]如果一位司机在洛杉矶和华盛顿特区能够达到每小时这种水平的收入，就意味着他每年要工作5800小时——每天至少工作16个小时，每年要工作365天——如果是在纽约，那么每年也要工作3300小时——每天至少工作9小时，全年无休——才能够达到年收入10万美元的水平（而一个普通的全职雇员，每周只需工作40个小时，每年平均工作时间是2000小时）。如果在这种时薪水平下按照每周工作40小时来计算——而大多数“优步”司机是不会这样做的，因为有4/5的司机仅仅是兼职——那么在洛杉矶和华盛顿特区，司机的年收入勉强能达到3.4万美元；即使在纽约，也只能达到6万美元。


  这种水平的薪水看上去也许较为体面，但这一数字在克鲁格的研究中是十分模糊的，因为它没有将“优步”司机的相关费用进行扣除，如汽油、汽车保养、汽车贷款、车辆折旧、通行费、保险、洗车、过路费以及其他相关支出等（报告在一个段落中简要提及了一点，但是很隐晦）。这些成本是切切实实的固定开销，预计每周要花费司机130~150美元，那么每年就是7000~10000美元。[74]如果司机足够精明，那么他们也许能够把这些费用作为“业务费用”从税收中扣除，但是无论如何，这些费用也会加码到那些拿着最低工资的全职“优步”司机的身上。Buzzfeed网站的乔安娜·惠妍（Johana Bhuiyan）做了一项实验，在纽约市内随机打了11次“优步”汽车，发现在扣除那些常规成本之后，“优步”司机的年收入并不比出租车司机高。“优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在诋毁出租车行业的低工资，但如此看来，“优步”试图诉说的神话也只是一场空而已。


  惠妍追踪采访过的一名司机说：“当你考虑到这些费用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自己从‘优步’里实际上得不到什么。我每周工作四天，最忙碌的几天通常是周四到周日。我在这些天工作时长会达到14~17个小时。如果我只工作10个小时，那么我的收入基本上刚刚满足费用开销，只能赚到100~150美元。我如此努力地工作是因为我还要支付房租。”[75]香农·莉丝－赖尔登（Shannon Liss-Riordan），一名波士顿律师，收集了许多代表“优步”司机控诉不平等劳动境遇的案例，包括将这些司机错误地划分为独立合同工，以此来避免为这些雇员提供相关的福利开支。她说：“我并没有看到这些司机认为自己比出租车司机赚得多，他们的收费比税收还低，还必须自己支付所有的费用。”[76]


  当克鲁格的报告发布之后，一些顺遂的媒体还在忠实地报道关于“优步”的积极方面，“优步”司机的在线论坛已经被数以百计的讽刺加嘲弄的评论挤爆了。“这就是为什么经过制药公司自己测试过的药到你的手里就变成盐了。”一名司机写道。另一名司机则写道：“‘优步’真伟大，但这种伟大仅仅局限于‘优步’自己发布的命题研究所证明的……我的亲身经历就是我赚的还远远低于所谓的平均工资。”还有司机警告式地指出，这项研究中使用的是2014年10月的数据，但是在2015年1月之后，“优步”就在48个城市降低了司机的收费标准，降低的幅度“直接导致收入锐减40%”——这意味着这份报告中的数据已经过时了，而同时另一个尖锐的指向就是媒体完完全全地搞错了。[77]因此，只有这些司机才知道这份报告中到底掺杂着多少水分，而就是依据这份报告推理出来的结论，还要适时地被“优步”用在美国市长联席会议上，以作为显示自己的竞争力从而在更多的城市进行扩张。


  让我震惊的是媒体的行为（这与克鲁格本人并无关系，他是一位有名望的经济学家），媒体对于“优步”提供的数据简直是照单全收。让我更加震惊的是，媒体怎么能就这样毫无考证地对“优步”的数据进行全面报道，对一家有许多出尔反尔和十分靠不住且有前科的公司提供的数据进行直接报道。现在我们必须证明：“优步”数据的可信程度极低。在纽约每小时能赚到30美元？这是谁说的——也只有“优步”自己吧！


  除了少得可怜的工资，“优步”遭到指责的其他原因还包括，突然单方面改变司机与公司之间的合约，降低司机每一单的收入，而且降低乘客的收费标准。看上去在“优步”和它的司机之间并没有什么固定的契约，而且卡兰尼克完全没有表现出要与司机对话的态度，甚至很少谈判。例如，2014年，“优步”在降低价格的同时（在某些地方降低的程度高达20%），还提高了对每一单的抽成，这一比例从20%增长到25%~28%（实际上，在“优步”刚刚创立的时候，这一数据仅为5%）。[78]2014年1月，一名司机抱怨：“就在昨天晚上，在周末来临之前，‘优步’发了一封邮件给我们，说准备立即降低我们的份额收入，幅度达到30%，从每公里2.45美元降至每公里1.80美元，而且告诉我们不要焦虑，让我们更努力一些，多拉30%的订单来保持原来的收入水平，原因是我们将比以前更加忙碌。你猜怎么样？我们没有办法更忙……因为我们已经够忙了。”[79]


  “优步”在一年之后的2015年1月继续降低价格（正如克鲁格的报告中所发布的那样），而且再次逼迫司机通过祈求更多的订单来弥补收入。[80]这就是“优步”解决问题的逻辑：工作更加努力一些，开车时间更长一些，再多接些订单，取消休息时间。为此还出现了一个专有名词：开快车——通常用于流水生产线上的工人。看起来，特拉维斯·卡兰尼克期望自己的司机变成在自己掌控下的机器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的驾驶座上，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最好是一整天、一整周、一整月，甚至一整年。


  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单方面降低价格的举动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司机的净收入。“优步”已经习惯于通过价格战来与出租车行业和共享出行竞争者（如“来福车”）进行竞争。的确，在这家公司的广告中，乘坐“优步”的价格确实比乘坐出租车低（而且相关数据看上去是真实的，平均低10%~20%）。[81]“优步”的战略就是彻底拉低竞争者的价格，通过打价格战把对手踢出本行业，而它能够这样做完全基于对司机的剥削。不必吃惊，许多司机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优步”与其竞争者之间的恶性竞争中受到了附带损害。就像一名司机所说的，为了弥补降低的20%的价格，你每天增加的不仅仅是20%的工作量，因为多干20%“意味着你的车要跑更多的里程并消耗更多的汽油”——意味着司机要为此支付更多的费用，而“优步”并不承担这部分额外费用。在份额收入被削减之后，一位“优步”司机说：“我现在挣的钱只够吃饭，这可不是开玩笑。”——所以这些纳税人不得不自己补贴“优步”的吝啬，就像他们在沃尔玛或者麦当劳工作时那样。[82]


  除了收入降低之外，越来越多的“优步”司机还抱怨其他形式的不平等和不被尊重的待遇。在全国范围内，司机都抱怨“优步”不遵守承诺，支付薪水的政策缺乏诚信并且给予他们错误的激励——如不兑现对他们承诺支付的比率，除非让这些司机去跟不要脸的“优步”邮件系统大吵一架。[83]“优步”坚持它旗下的司机应当保持他们的汽车做到车里车外都光洁如新，并且为乘客提供多种便利设施，如薄荷糖和瓶装水（“优步”也曾经在广告中提及它的司机会提供这些）——然而司机只能也必须为这些东西自掏腰包。（“优步”告诉顾客，这些服务的小费都包括在收取的份额费用中，司机却反映他们并没有从“优步”得到这些小费。甚至有一些司机控诉“优步”侵吞了原本属于他们的小费，因为“优步”曾经为乘客增加过一个选项，包括在应用程序上添加为“无饥饿小孩”运动进行慈善捐款的选项——但是拒绝添加小费这一选项。[84]）这家公司就是这样盘剥自己的司机的，把这些“合作伙伴”慢慢逼到怒不可遏进而走向反抗。


  此外，由于“优步”司机属于独立的承包商——属于“1099工人”——他们没有任何健康保险、失业救助以及工伤补贴，也没有病假、带薪年假以及其他社会保障。一些“优步”司机在赚钱的过程中甚至受过重伤，然而很多情况下都是由乘客造成的，包括被袭击、刺伤、窒息或者其他。但是他们并没有从这家公司获得一分钱的支持或者补贴。（在一些州和城市，出租车司机虽然也是独立承包商，但是他们能够获得一定的工伤补贴。[85]这一措施基于一项联邦统计数据，即出租车司机与其他工种的司机相比，有21~33倍更高的概率被谋杀。[86]）


  “来福车”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加具备塑造一个“良好”的共享乘车企业的成功的可能性，声称要与“优步”截然不同，但事实是这家公司也没有将这种策略实行下去，“来福车”也开始和“优步”一样削减司机的份额收入，并且剥削自己的司机。例如，它启动了一项奢侈服务计划，叫“来福车＋”（Lyft Plus），以此与“优步”的黑色轿车和越野车服务竞争，把自己的司机卷入进来——但发现这项服务没能继续增长后就突然单方面取消了这项计划。但是大多数司机都已经被“来福车”诱惑了，他们相信进行奢华型服务将会给自己带来更高的收入，而且自掏腰包支付3.4万美元购买了一辆印有骗子“来福车”标志的福特“探险者”越野车，并且被纳入了司机库。许多司机不得不卖掉自己原本拥有的轿车，而且从亲戚朋友那里借钱，目的就是能够买得起一辆奢华型机动车。所以短短几个月之后，当“来福车”突然取消这项计划时，那些已经纳入“来福车＋”计划的司机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这些司机还得继续为这样一辆昂贵的、每加仑汽油只能跑14英里的高油耗越野车偿还贷款。不过出于信誉考虑，“来福车”提供了援助，这些司机或者可以选择让公司帮他们卖掉机动车，或者直接申请获得1万美元的额外津贴（而这实际上仅仅覆盖所得税），但是这些救助协议与这些司机的付出相比实在少得可怜，导致一大群司机火冒三丈。[87]


  “来福车”和“优步”都强调，他们的司机属于1099型合同工，都是小企业拥有者，应当为自己的运营业务承担相应的风险。但实际上，这些公司都在变着花样剥削自己的司机，并且引诱他们上钩。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如此着急地招募更多的司机，就是为了将这些司机牢牢控制在手里，从而确保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优步”甚至大刀阔斧地出台了一系列肮脏的服务，比如，组织那些想购买新车的司机去申请“准最低贷款利率”——而这些贷款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些司机所能负担得起的。根据“优步人民”网论坛上司机的讨论，一个集中的话题就是关于贷款偿还，它的利率高得让人无法容忍——21%。[88]“优步”在不允许司机收取小费的同时，还在司机中建立了贷款偿还机制，直接把这些借钱的司机移交给借贷方。值得关注的是，“优步”的融资项目实际上是安德鲁·蔡平（Andrew Chapin）的主意，他原来就职于高盛集团，现在“优步”工作。[89]


  尼克·伍德费尔德（Nick Woodfield）是法律集团的一位律师，已经对由该事件所造成的伤害进行过帮助。“问题就在于，这些劳动力根本就不懂他们所进入的费用安排体系到底是什么样子，”他说，他们认为自己进入了一份既具有弹性工作时间又能够获得高工资的行业，而且进入门槛很低，这些特征吸引了很多急需赚钱的人，而人们对作为一个独立承包商这一概念一无所知，“你把大量工人都吸引到一项雇佣方案中，而他们对这一方案完全不了解。”[90]


  甚至包括“共乘家伙”（The Rideshare Guy）软件，a.k.a.哈里·坎贝尔（Harry Campbell），一个曾在“优步”开车的司机称，他现在是一个非常火的博主，而且经常针对本行业进行抨击，曾经就批评“优步”和“来福车”单方面削减司机的工资并且虐待司机的事件。“‘优步’根本就没有得到为它开车的司机的认可，”坎贝尔说，“除了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以外，像‘优步’这样的公司简直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诚意来对它的司机做出承诺，而是不断地给他们施加压力。司机非常希望像特拉维斯·卡兰尼克这样的人能做一些正确的事情，并且能够为司机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但是你根本不必对一个市值如此之高的公司做正确的事情抱有任何期望。”[91]


  换句话说，这些共享出行的公司承诺能给司机月亮，但实际上只给了司机一些沙子。这些状况和其他问题加在一起，让司机怨声载道，他们抱怨收入被削减，总是遇到不公平待遇，并且遭到侮辱。约瑟夫·戴·沃尔夫·桑多瓦尔（Joseph De Wolf Sandoval）来自加利福尼亚应用程序司机协会（CADA），这是一个与卡车司机工会有联系的司机组织，旨在帮助这些司机通过沟通和接受教育来改善自己的工作条件。他问过国内许多司机一个同样的问题：“你现在比六年前的状况更好吗？”他说：“并没有任何一个我们对话过的司机或者我们协会的成员，会告诉我们‘是的，我现在比六年前过得好’。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日后会一年不如一年。”[92]


  
司机的反抗


  一点儿也不令人吃惊，这些司机将他们的抱怨记录下来——大声且明确地表达了出来。在2014年夏季和秋季，世界范围内的“优步”司机上演了自卫战和罢工。同年9月在洛杉矶，50名“优步”司机在停车地点集合起来，对他们收入不断被削减表示反抗。[93]一名司机说，他已经经历了四轮份额收入降低，从每英里2.5美元下降到1.1美元。在圣莫妮卡，200个“优步”司机在公司办公室外面集中反抗，声称他们需要被平等地对待，取消份额收入的削减和其他不良的状况。[94]在纽约，60个反抗者举着醒目的牌子，上面写着“‘优步’：你最值钱的资产是司机”。其中一名反抗者说：“我已经开了两年‘优步’汽车，当我开始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我是热爱它的。但是它与‘来福车’和‘黄色出租车’开展的价格战深深地伤害了我们，没有任何组织保护我们，所以我们必须站出来反抗以保护自己的利益。”[95]


  此前在西雅图，大约100名“优步”司机通过集体辞职来反抗份额收入的削减。西雅图共享出行司机协会抱怨说，如果把费用都算进来，司机实际上是赔钱的。此前在旧金山，在“优步”发布进一步降低价格的声明之后，大约100名“优步”司机在公司全球总部的门外集会，要求提高自己的收入。10月22日，芝加哥、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等城市相继出现了联合反抗和罢工。之后伦敦也加入进来，包括一些“优步”司机删除应用程序或者拒载乘客等。诉讼案件也频频被提出，其中包括集体诉讼，司机声称“工作被进行了错误的分类”，而“优步”却坚持认为这些司机就应当定位为独立承包商而不是固定的员工。另一桩法律案件则是关于“优步”剥削司机小费的控诉。把司机联合起来的组织纷纷建立起来了，诸如加利福尼亚应用程序司机协会、“优步”司机网、西雅图共享出行司机协会，以及许多在线论坛，包括“优步人民”网等，大都是由城市或者行政区组建的（“优步”已经就这一决定进行上诉）。[96]


  如果有任何未决诉讼的相关决定有利于原告司机方，并且将“优步”和“来福车”的司机不是当作独立承包商来对待，而是当作直接固定雇员来对待，那么共享出行的商业模式就将被彻底推翻。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这些公司不仅愿意支付上百万美元来留住这些司机，而且可能会突然同意为司机支付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失业保障和工伤补贴等。


  司机联合组织正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许多都是按照城市或地域来组织的。[97]“这不仅仅是一个以不满和不专业的司机为群体的小组织，就像‘优步’所认为的那样，”桑多瓦尔说，“对政策和项目感觉到不开心以及不安是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而不管司机怎么样，‘优步’还是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想法。”[98]


  “优步”司机也尝试通过另一种在雷达监控下的方式进行反击，利用“优步”的一个带有可笑特征的叫作“浮动价格”的编程。这是当需求攀升的时候“优步”提高份额收入的一种方法，理论上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司机接单，从而减少顾客等待的时间。浮动价格是由一个非常复杂的计算机算法驱动的，这一算法是基于对特定时间内顾客和司机供给的计算。当乘客需求飙升——在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周末晚上、假期（尤其是在比如新年前夜等晚宴较多的时间里、在美国独立日或者在万圣节等），或者在突发公共事件或者灾害的时候——份额收入就会变得毫无预期得高涨，通常上涨幅度达10倍之多。这引发了诸多不满，激怒了公众，而且“优步”被认为是在乱要价。


  例如，在飓风“桑迪”席卷之时，“优步”遭到了强烈批评。因为当时许多人急于逃离飓风，所以用车需求飙升，而价格也随之飙升。当时，甚至最大化自己利益的“空中食宿”都表现出了一副“良好共享经济企业”的形象，在飓风期间提供免费住房——但是在特拉维斯的世界里，事情不是这样的。需求上涨之后，“优步”的计算机算法开始发挥作用，所以价格就飙上去了。这种乱要价的行为迫使施奈德曼对这家企业提起了控诉，即根据1979年的价格上涨法律，禁止企业在危机发生的时候随意涨价。[99]


  在硅谷的帕洛奥图，一辆火车撞死了一名行人从而致使其他火车延误，这导致“优步”的需求发生了变化——从价格上来看，变成了平时价格的3倍。[100]在2013年12月，纽约市暴风雪期间，喜剧演员杰瑞·塞恩菲尔德（Jerry Seinfeld）的太太、烹饪出版物的作者杰西卡·塞恩菲尔德（Jessica Seinfeld）乘坐“优步”汽车时被高昂价格震惊了，“优步”搭载她在曼哈顿行驶了3英里，却收取了她415美元，是平时价格的8倍。[101]


  以上的所有事例实际上都只能看作“优步”遭到全世界谴责的恶劣事件的一个“暖场”。


  2014年12月，在澳大利亚悉尼，一名持枪男子在一家咖啡馆内挟持顾客作为人质，造成了严重的悲剧。警察和特警队破门而入，把周围地区封锁起来并且发起了围攻，造成三人死亡（包括持枪男子本人）。随着公众涌出这一区域，“优步”的价格飙升了4倍——起步价达到了100澳元（折合约80美元）。[102]


  除了在灾难期间飙升价格之外，假期、周末或者在司机数量不足的情况下，“优步”的这个计算机程序都会被唤醒——如同自动化股票市场交易的计算机算法一样，通常会加剧金融恐慌——而且抬高价格。埃利奥特·阿斯伯里（Elliott Asbury）在丹佛参加万圣节舞会，距离家18英里，通常需要花费50美元——但是他那时花费了539美元，是平时费用的10多倍。[103]这实在是触目惊心的“不给糖果就捣乱”的现象。


  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一名妇女在乘坐了10.8英里的“优步”汽车之后，被收取了400美元。在洛杉矶，一名妇女在乘坐了14英里的“优步”汽车之后，被收取了357美元。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达勒姆，戈甘迪普·宾德拉（Gagandeep Bindra）在万圣节晚上回去乘坐了15英里的“优步”汽车之后，被收取了455.03美元；在当晚早些时候，他的去程也是乘坐“优步”汽车，而那个时间段他只花费了44.25美元。[104]这些都只是价格荒谬飙升的许多例子中的一部分。所有的“受害乘客”都表示，并没有任何明确的提示告知他们现在需要支付这样高额的车费。通常，当价格开始飙升的时候，司机本人也未必都能够察觉到。一位身受其害的乘客说：“这种价格飙升政策完全不透明。它没有告诉乘客这一段行程需要花费上百美元。相反，它只告知乘客目前的价格是基准费用的9.8倍。但是基准费用通常是5美元，这是所有乘客都知道的。”


  这些受害的顾客中，很多人都尝试过联系“优步”，而且在极少数情况下，“优步”会在总车费的基础上稍微打一些折扣。但是通常情况下，这些顾客都得不到任何回应，从而加剧了“优步”的不良形象，卷入了乱要价和宰客的风波中。


  在此我们要谈一谈“优步”司机是怎样公开玩弄这一涨价机制的。一些司机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涨价事件之后，逐渐掌握了这个系统的启动规则，从而通过刻意提价来提高自己的收入。“优步”和“来福车”的司机凯利·德桑（Kelly Dessaint）就个人经历写了一篇博客——《车轮的背后：一个共享出行司机的忏悔》，陈述了司机的这种策略，而实际上这是“优步”机制所造成的扭曲激励的结果。


  “作为一名‘优步’司机，你很快就会学会这一招，即如果价格没有飙升上来，你就先不要抢订单接客。有很多博客和驾驶培训教新司机怎样才能更好地利用驾驶策略赚钱。他们都在强调同一件事情：等待价格飙升。”[105]


  “优步”不会在时间空闲期分派司机工作，司机可以在这段时间去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所以在线上论坛中，司机经常讨论怎样才能搞定价格飙升问题。“迄今为止，一个被证明能够确保在价格飙升的时候抢到订单的方法，”德桑说，“就是先在线下等待并从乘客的应用程序端进行实时监控。一旦一些城镇开始变亮的时候，你就开车到那个位置去接收订单，就可以得到一个预期的高价格。”这叫作“追赶涨价潮”，而且大部分司机也都是这么做的，他这样写。简而言之，价格飙升机制已经导致不恰当的激励，它扭曲了价格机制，因为它鼓励司机都待在家里伺机而动，从而导致一种人为的司机供给短缺。而这一行为会启动价格飙升机制的计算机算法，从而驱动着顾客打车的价格飙升。


  这个机制看起来就像这家公司跟乘客玩了一个奇怪的把戏，而且另外一项研究表明，这个机制也可能以其他方式发生另外的状况。这是因为当在一个区域发生价格飙升的时候，司机趁机蜂拥而入，甚至从其他地区开车到价格飙升的区域。“如果某个人在服务不周到的区域非常需要一辆车，那么他的等待时间就会变长……此时‘优步’的涨价机制反而会在邻近的已经没有司机的区域里出现。”[106]尽管行市总是出现狂涨暴跌而且评价很差，但特拉维斯·卡兰尼克仍然坚持捍卫价格飙升机制，声称是基于他所认为的僵化的正统经济理论——这是供给和需求的作用机制，是自由市场，是经典经济学，他告诉《名利场》。[107]但是记者鲍勃·沙利文（Bob Sullivan）——《看懂资本主义》（Gotcha Capitalism）的作者，评价这种价格飙升机制的时候说：“‘优步’这个应用程序让人感觉有点像第三世界经济中价格的涨幅速度，你早晨从家出门时打车所用的钱，到晚上才发现根本就回不了家。”[108]卡兰尼克显然不知道他的司机正在操纵这个机制——司机就坐在线下观察和等待他们能获得2倍甚至3倍价格的时候再上线工作。由于他一直以各种吝啬的方式剥削自己的“合作伙伴”，所以这些司机也想通过这种他们可以支配的方式对他进行回击。


  “来福车”也有自己的价格上涨机制，被称为“黄金时间”，但是另一家共享乘车的公司“盖特”（Gett）打破了这种“过山车”似的价格模式。“盖特”能够一直维持一种稳定的价格，即使是在顾客需求高峰期的时候。虽然没有涨价，但它仍然会在忙碌的时间段支付其司机一个相对高水平的工资，这些钱都来自“盖特”的腰包，而并非来自乘客。其他一些共享乘车软件已抛弃了价格上涨机制，如“维亚”（Via），如果你提前支付5美元（有时可能是7美元），它就会利用双层平台发布用车消息。[109]这些竞争者已经表明，价格飙升机制并不是简单地由“供给和需求”机制来驱动，而是由“优步”和“来福车”轻率的政策所驱动，而这些政策背后并没有什么经济学基本法则的支撑。考虑到“优步”所造成的所有丑闻和耸人听闻的头条，以及反反复复的违法行为，一些州和地方政府做出叫停“优步”、“来福车”和其他共享出行公司的举措也就不足为奇了，还有一些州和地方政府在这些公司的发展过程中设置了重重障碍，直到它们服从当地的法律法规。在弗吉尼亚、马里兰、南卡罗来纳、纽约市、内华达州、迈阿密、费城、芝加哥、伯明翰、新奥尔良、圣安东尼奥以及其他许多地方，“优步”都遭到了叫停或者受到限制。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甚至通过法院的介入来叫停“优步”。西雅图一开始对每家公司做出了不得多于150辆运营汽车的上限（这些公司同意遵从特定管制之后，政府就取消了上限），并且要求它们缴纳一笔5万美元的准入费。在某些地方，运营车辆遭到依法没收，司机也被处以罚款。[110]


  在欧洲和其他地方，这种反对的力量愈演愈烈。在2014年6月，成百上千的出租车司机把城市中心变成了停车场，这种类似的抗议席卷了整个欧洲。此前，在巴黎，出租车司机砸碎过“优步”汽车的车窗并损坏轮胎；而这次在巴黎、伦敦、马德里、柏林以及其他城市的反抗中，出租车司机通过阻塞交通来表示对“优步”以及其他基于应用程序的共享出行服务的抗议。[111]来自全球各地的照片记录了欧洲各国首都成千上万辆出租车堵在路上的情形。许多欧洲政府和法院甚至进行了强烈的回应，在法国、西班牙、德国、芬兰、比利时等地，政府和法院都表示要停止“优步”在当地的运营。在西班牙，一位法官明确裁定禁止电信运营商和银行为这家公司提供服务，并且强制“优步”停止运营。[112]而中国、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南非、韩国、中国台湾、巴西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对“优步”出台了禁止运行、进行罚款以及扣押车辆等措施。[113]


  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停止共享出行公司运营的原因大体上是一致的：这些公司通过不合理规避当地执照管理和税收约束而对当地出租车行业造成了不公平竞争，毕竟出租车公司是必需的。“优步”的这些不公平竞争的行为包括录用司机的时候缺乏注册管理、缺乏保险和保障安全的程序（包括有效的背景审查），而这些都是进行商业运营的机动车所必需的。无论是政府还是法院的法官（每当这些事情闹到法院的时候，法官出面裁决也是必需的事），都不认为由于“优步”声称自己是一个所谓的“不同的”或者“基于科技和软件的”企业，或者提供了一种与传统出租车和豪华轿车服务有所不同的“新型服务”，就应当受到一些超越税收及法律法规约束的特殊待遇。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国外，当遭到当地政府或者法院法官的强行关闭、罚款或者严厉指责的时候，“优步”在许多地方对此进行的回应——想办法继续运营——就像一个思想迷失的蹒跚行走的人，一边走一边痛斥着官僚主义。抱着各顾各的“先做后道歉”的态度，“优步”已经为司机偿还了罚款，这家公司自身拥有的510亿美元市值是事实，有足够的钱来做这些事，并把这看作自己商业模式的一种开销。一位德国批评者反驳道：“我们对此已经没有任何期待。‘优步’就是一个狂野的西部资本，不会考虑顾客的权益。”[114]


  从“优步”这种傲慢和笨拙的处理方式中获益的，自然是其他共享出行公司，尤其是“来福车”。除了自己的一些有问题的战术外，“来福车”已经试图完全把自己放在反对“优步”的一方，对待自己的司机更加友善，对公共部门的态度也没那么傲慢和强烈抵触，并且表现出一副热情友好的面孔。“来福车”对自己的新雇员建立了导师制度，这些导师都是拥有“来福车”工作经验的人，并且经常组织司机之间的聚会，以方便沟通。[115]许多司机都同时为“优步”和“来福车”工作，所以越来越多的司机都认为“来福车”的礼貌和尊重让他们更愿意参与其中。在2013年年初，“来福车”的业务只在一个城市开展，即洛杉矶。但是到2014年，它已经发展到了美国的20个城市。到2014年中期，已发展到60个城市。[116]这家公司同样受到重金支持，其市值也达到了近25亿美元。“优步”虽然优势非常明显，但它仍然是在这个行业中的一家正处于增长和发展早期的公司。


  与此同时，出租车公司遭受了另一个严重的打击。无论如何它毕竟只是一家出租车公司，与“优步”、“来福车”以及其他共享出行服务的企业并没有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进行竞争。以前集千万宠爱于一身的小孩，现在正站在十字路口上，遭到了这种打击。在旧金山，每辆出租车每月的载客人次在一年半之内从1424人暴跌到504人，根据旧金山市交通运输局的数据来看，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享出行的增长。旧金山出租车司机协会进一步发现，这一现象还与注册的出租车司机数量相关，旧金山的出租车司机从2013年的8500人左右骤降了1/3——超过2800人——他们注销了已经注册登记的出租车司机职位，转而在“优步”、“来福车”或者其他共享出行企业就职。[117]“很多年以来，人们可以通过开出租车来养活自己，”经济学家迪恩·贝克说，“人们开了二三十年出租车，缴纳租金，养活家庭，这是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工作。但现在它已经开始消亡了。”那些一直很鄙视“大出租车”的人似乎可以庆祝一番了，但别忘了你想要的是什么。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很有可能让你在未来的某一天对消失的黄色出租车缅怀不已。


  
让“优步”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


  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对“优步”的立场产生了叠加的影响。一个头条接着一个头条，都在喋喋不休地报道这些冲突、袭击、丑闻、侵犯隐私、宰客、乱要价等事件，所有这些却都被自命不凡的年轻的CEO熟视无睹。顾客当然乐意看到价格降低，但是随着“优步”一个又一个头条负面新闻的报道，公众也开始做出了强烈的反应。


  《纽约时报》曾发了一篇名为“‘优步’的羞愧”的报道，这些乘客已经受够了这些“恐怖游行”，而且都在考虑从手机里删除“优步”应用程序。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潘多拉日报》的萨拉·莱希就因为公开支持“来福车”而遭到了“优步”高官埃米尔·麦克有针对性的报复。凯莉·霍伊（Kelly Hoey），一位纽约的天使投资人，出于隐私问题而删除了自己的账户信息。她说：“我不想让他们持有我的个人信息、我的信用卡或者我的名字。”伊姆兰·马利克（Imran Malek），一家数字营销管理平台的开发商，每周使用“优步”的次数曾经高达七次，也删除了“优步”应用程序，并称“我的手指一直在删除键上徘徊”。针对这种情况，“优步”表现出一种“赢者通吃”的态度，“谁有钱谁说了算”。[118]


  女乘客尤其反感卡兰尼克的性别歧视。一些人甚至把“优步”服务叫作“共享强奸”而不是“共享出行”。[119]丽萨·阿贝塔（Lisa Abeyta），新墨西哥阿尔布开克的一个技术公司的创始人，曾是“优步”的忠实用户，她说她曾为能够成为一个“优步”的顾客而感到自豪：“我们有这种感觉，那就是我们在给予人们力量。”但是这种感觉戛然而止，而且她最终从手机里删除了“优步”应用程序，并写了一封邮件给“优步”，要求这家公司彻底删除自己的账户信息。“竞争和肮脏是两回事，”阿贝塔说，“这家公司行事不端，是垃圾文化。我没办法为这种公司欢呼庆祝。”[120]


  2014年秋天，随着“优步”的一个丑闻接着一个丑闻，“推特”上开始出现一个特别流行的标签：＃删除“优步”＃。[121]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们深深地被特拉维斯世界困扰着。风险投资家兼作家彼得·西姆斯（“优步”曾在芝加哥的一个会议上公开展示对他的车进行定位追踪）说：“我见过数千名创始人和数千家公司。‘优步’是我所遇到的最傲慢的公司，而且是最不可理喻的公司。这并不是我轻易地做这样的判断。我实在是被这种产品设计和用户体验震惊了，难以再信任这家公司，而且不会再使用这个应用程序了。”[122]


  安德鲁·奥昂纳德（Andrew Leonard）为《沙龙》（Salon）写了一篇《为什么“优步”必须被停止》的文章，与西姆斯的观点一致：“毫无疑问，‘优步’现在似乎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频繁接触的一件物品，它反映了脱缰的资本主义的本质……这就是强盗贵族做事的方式。从上到下，这种公司都有一种街头霸王的感觉。”[123]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优步”已经开始变成一个这样的公司，人们从爱它到恨它……就像一位政治代表所发表的负面言论很快爬上了排行榜。顾客的这种感觉不仅是针对“优步”，而且很快蔓延到对“来福车”、“路边车”，甚至发展到了那些已经非常成熟的出租车公司。


  来自政治代表的声音：“优步”对它所引起的公共关系问题的回应就是引发更多的公共关系问题。2014年8月，这家公司聘请了大卫·普劳夫（David Plouffe）——贝拉克·奥巴马2008年总统竞选的策划者之一，作为它的政策与战略首席官。这件事至少表明了“优步”想改善公共关系所做出的努力。普劳夫是众目睽睽之下将奥巴马送入白宫的人，而且无愧于卡兰尼克所强调的那样，普劳夫将是“‘优步’竞争的管理者”。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卡兰尼克还聘请了至少161位游说议员的说客，在美国至少50个州和城市开展行动。[124]这一波普劳夫运动涉及民主党建设内部各种各样的政治领袖。一些人认为看到了希望，因为现在这家公司毕竟是由一个成熟的人在管理，而不是如卡兰尼克这样行为恶劣的乳臭未干的少年在负责。“优步”很可能得以扭转乾坤。[125]但是其他人对此的反应则是冷嘲热讽。经济学家及作家朱莉特·斯考尔的专长就在于研究和报道共享经济，她说“优步”正在为打破政府规制的战争做准备，这次准备中打头阵的就是“雇用普劳夫，让他带来一些旧有模式下的政治资本，以备日后反抗”。[126]


  在普劳夫走马上任之后，关于“优步”恶劣行径的媒体头条陡然增加，以致公关向导不得不出面代替他。他把自己所能用到的所有重要关系都用上了，甚至聘请了普林斯顿的阿兰·克鲁格（曾经是奥巴马行政管理团队中的一员），就是为了让他写出一篇信誉度极高的、为大众所接受的报告，而这个报告的相关分析仅仅基于“优步”自己的预期和服务器上的互联网数据。聘请普劳夫这件事，不仅说明“优步”的恐慌程度已经攀升到相当高的等级，而且显示出“优步”和背后的亿万美元的支持者渗透到这个国家权力顶峰中最高层的能力——尽管它还只是一个非常有问题的商业模式实践，它正在绞尽脑汁地威胁那些反对自己的记者和评论者，甚至存在对隐私的侵犯以及对司机的不平等对待。


  能使“优步”继续发展的原因，从报表上看，就是投资者的梦想。“优步”在全球仅有900个雇员（这只是个粗略的数字——“优步”拒绝公开真实数字），而且大多数职员位于旧金山，所以它的费用和开销非常小，收入流却非常高，而且一个季度比一个季度大。[127]汽车租赁公司“赫兹”（Hertz）的市值只是“优步”的1/4，但是在全球拥有3万名雇员。因此对硅谷的风险投资者来说，他们看到的是一家在数字上能够达到投资人所期望的公司，而且能够稳定地赚到许多钱。


  但投资者应当更谨慎些。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已经公开表示，他的商业模式如果摆脱去补贴政府各项开支的烦恼就将会更加成功——就是不像它的竞争者那样缴纳同样的税收，或者遵循同样的规章制度和管制。法国公司“欧洲长途拼车网”（BlaBlaCar）在欧洲已经有超过500万的用户，在欧洲以外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允许司机寻求那种可以分担城市间交通成本的乘客。其更多的是一家非营利性机构，而非商业企业，没有哪个司机是靠这种程序来生活的，这个应用程序的客户就是一些用自己的车跑长途时给同样旅程的乘客提供座位而得到一些额外长途费用的人。这项服务还设置了司机收取费用的限制，并且恰当地保障司机只是对于付出的成本收取一些补偿，而不能获取超额的利益。尼古拉斯·布鲁森（Nicolas Brusson）是这家公司的CEO，认为坚持“共享精神”非常重要，正因如此，他才提供了一种被自己称为“新型网络交通”的服务程序。


  如果回顾出租车产业上百年的历史，就会发现对这个行业的去管制和加管制总是在不断交替。针对同一个产业，管制的源头又被开启，而且是正义的出手——卡兰尼克、“优步”以及共享出行行业正在破坏进驻的每一个小镇。但其超大市值吸引了一大群人，所以投资者仍然愿意将手里的大量现金交给卡兰尼克，而忽略了这家公司正走在钢丝上的所有信号。“优步”就是自己的泡沫，而且正在等待破灭。


  
让共享出行的未来更美好


  正如“空中食宿”那样，“优步”和其他共享出行公司不自觉地做了一件好事——它们已经打破了出租车行业的垄断。如果管制合理，这个新兴产业将会为那些想要以一种灵活的方式赚点钱的人创造一些工作机会。在我采访过的“优步”和“来福车”司机中，很多人说这些应用程序对他们很有帮助，尤其是兼职人员，这些人都是为了赚些外快，而不是全职承担这一工作。全职司机则对此愤愤不平。这其实说明：事情是矛盾的。在我看来，对“优步”和“来福车”表示满意的人，恰恰是使用这些应用程序最少的人，也是开车时间最短的人。


  与此同时，有一点非常明确，即共享出行公司其实并不是一种实质上的“共享”经济，名不副实。“优步”和“来福车”只是纯粹赤裸裸的资本主义，与弱肉强食的自然界并无区别。另外，“街边车”现在则以一种稍显不同的模式尝试兑现“共享”的承诺。有两项不同的相关研究表明，“街边车”的司机每英里比其他应用程序的司机多赚20%；而且在旧金山，“街边车”的价格还比其他共享出行和出租车服务的价格更低。[128]“街边车”的CEO苏尼尔·保罗（Sunil Paul）说，他将这家公司定位为一个注重经济实用的共享出行的服务，而将“优步”定位为一种更昂贵的服务，针对那些“完全不介意6倍或者7倍价格飙升”的用户。“街边车”同样制定了一揽子物流服务计划，这项计划将载人和载物在同一路程中结合起来。这意味着对乘客而言，他的行程可能更加便宜，司机还能从每一单行程中赚得到多的钱。“街边车”说，这将是一个“双赢”局面。[129]而时间最终会向我们证明这一切。


  当然，还有许多方法能够让共享出行的商业模式实现“共享”的理念。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有一种广泛共识，那就是政府有充分的理由来规制这一产业。这类企业应当被强制要求为司机上保险（包括健康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以及失业保险），进行最高标准的背景审查，保障司机的机动车都达到安全标准，限制储备司机池的规模，并且为司机提供一个最低限额的安全网以保障司机的基本生活。这也符合这个行业内公司的最大利益，因为一旦共享出行软件被广泛使用，就会促进公司之间的公平竞争——包括潜在司机的竞争——为什么大家不去选择一家不厌其烦地进行背景审查、正常纳税、遵纪守法而且尊敬司机的公司呢？


  越来越多的公司已经开始提供一种完全不同的共享服务，而且这种形式显然为我们提供了更好的范式。“我们所拥有的最大的交通空间，”布鲁森说，“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并不是飞机、火车和公共汽车，而是私家车。在城镇中行驶的私家车里面，总是有空的座位。我们想把私家车变成一种公共交通工具。”[130]


  谈到公共交通，芬兰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赫尔辛基的运输局发明了Kutsuplus软件，它是一种类似于“优步”的软件，用来为公共交通服务，它不是尝试去发动那么多私家车，而是能够将许多去相近目的地的人集合起来提供一次性服务，以节约资源。在这个应用程序池中的出行者的出行计划都会被实时地统计，所以他们总能通过乘坐同一个迷你巴士以一个更便宜的价格共享出行。乘客发现，通过Kutsuplus出行，速度和出租车并没有太大的差距，然而成本只有出租车的1/4，而且99%的出行都能够保证准时准点。这些迷你巴士上都配有免费的Wi-Fi（无线网）。这个案例为我们展示了公共交通未来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发挥更加有效率并且更加划算的巨大潜力。[131]


  在美国，“欧洲长途拼车网”在城市间交通中被使用得最多，而不是在某一个城市内。但是在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奥斯汀区域内的共享出行企业“uRide”，以及奥斯汀的“卡玛拼车”（CarmaCarpool）在这些城市提供了类似服务（“卡玛拼车”还在位于旧金山湾区的一些城市提供了共享出行服务的私家车平台）。乘客每英里支付0.2美元，司机可以赚0.17美元，这笔钱会直接存入司机的电子“钱包”内。没有谁会变得更富有，这只是一个共享成本的过程（“uRide”对未读过大学的退伍军人司机开辟了优先处理通道）。“La’Zooz”是以色列一个去中心化的共享出行平台，也就是说，它“能够实时地将交通中的空座位信息进行同步”，其联合创始人马坦·菲尔兹（Matan Fields）说：“交通真正需要的是实时出行共享。”这意味着乘客能够找到符合自己出行路线的非商业运营车辆，而不需要提前计划（这一点与“欧洲长途拼车网”不同，它在相关支持技术下还是需要提前计划的）。但是与“欧洲长途拼车网”一样，“La’Zooz”也正在试图提供实时共享出行服务，以此来“最大限度地利用已经跑在路上的私家车内的空间”，菲尔兹说。[132]这些不同的案例共同表明“共享”出行很可能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而这个发展方向绝非风险投资所追求的利润、市场份额或者上市。


  共享出行应用程序还有很大的潜力为交通行业开辟新世界。谁也不能确定它最终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以及“优步”到底在发展过程中是否会被竞争所淘汰，而且我们也无从得知。正如我们看到的“空中食宿”和房屋共享，行业中总是有“优质”的和“劣质”的共享出行公司。“优步”就是这样一家“劣质”公司。就像“空中食宿”一样，“优步”（包括“来福车”）是一家靠资本发展的公司，它借着经济形势恶化和自由职业者社会的出现，让你把自己的车用来拉载乘客，而它从每一笔订单中抽取佣金。现在已经组织形成的共享出行经济模式并不是一个为了积极迎接自由劳动力社会的版本，也不是一个为了帮助那些没有什么选择的“普通人”而设置的新经济的工作岗位。


  共享出行显然具有更加惠民的潜力——但随之而来的是更高的社会和经济成本。只有在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式之后，这意味着有正确的管制，包括公司和司机的正常纳税，共享出行才会显示出潜在的推动力。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管制会逐步出现，但是“优步”（与“空中食宿”类似）一定会对在诸多共识下的改革的每一步都进行抗争（而且为了赢得斗争，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已经赢得了其他“技术人”的崇拜，如《旧金山商业时报》在2014年将他推举为“年度首席执行官”）。[133]但是当无人驾驶汽车技术完全成为现实的时候，所有的赌局都会随之消失。毋庸置疑，无人驾驶汽车是人类交通史上的巨大革命，但从技术是提高生产力的关键的角度来思考，一个突出的问题显而易见：到底谁会从中获利？是普通大众，还是一大批风险投资者和硅谷精英？


  如果这个技术最终落到特拉维斯·卡兰尼克的手中，那么问题的答案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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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与“任务兔子”和“一揽子找工作”一起恶性竞争


  20世纪90年代初，我成为一名美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志愿者，参与了其为农业工人在华盛顿州历史上争取到第一份劳动合同的艰苦战役。在美国，农业工人是备受压榨的工种之一，夜以继日地做苦力劳动，却领着最低的劳动报酬，受到微乎其微的劳动保护。这些农业工人大都是拉丁裔，曾经是酒庄的劳动力，负责圣密夕酒庄和哥伦比亚山峰酒庄的葡萄采摘工作，而这两家酒庄都隶属于美国烟草公司。我至今还记得在华盛顿州东部地区的走访，我看到一帮工人挥舞手臂并且伸出他们隆起的手掌使劲伸向疾言厉色的监工，我深感震惊，酒庄只愿意挑选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去做工，他们不得不蜂拥而上，尽管酒庄只会付给他们相当于第三世界的工资水平。“选我吧！选我吧！”每一个墨西哥短期合同工（Braceros，Brazo在西班牙语中有“手臂”的意思，而Bracero则是指一种合同工人，即“利用自己的手臂来赚钱”的工人）都歇斯底里地喊道，极力争取这个工作岗位。这一幕揭露了剥削令人恐惧的一面，让我终生难忘。


  当我第一次听说近几年集中出现了从事经纪工作的诸如“任务兔子”、“找工作”、“一揽子”以及其他相似的网站和应用程序时，我忍不住想起那段经历。许许多多像这样的在线“共享经济”公司，扮演的角色实际上就是劳动拍卖，在这些网站和应用程序上，任何个人或者公司都可以从网站上陈列的一系列清单中挑选并雇用其中一个人为自己工作。这看起来就像一个老式的拍卖场，但恰恰相反——与老式拍卖总是“价高者得”不同，工人与其他人竞争的是更低的标的价格——在一些情况下甚至低得有些离谱——而这一切只是为了抓住这份工作机会。“选我吧！选我吧！”这看起来就像全世界的劳动力都挤在了一起——在这个老式的拍卖场里，如果想得到工作，就得不停地切断旁人工作的期望。


  “共享经济的一个很大的前提，”《纽约时报》的凯文·卢斯（Kevin Roose）写道，“就是要有萧条的劳动力市场，在这个萧条市场中，许多劳动力都需要为生活开支赚点儿补贴，他们想把自己已经拥有的物品和自己的劳动力以一种创新的方式来实现货币化。”[1]而这些劳动经纪网站和应用程序正是被设计出来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目的的，代价就是抽取他们工资的一部分作为自己的佣金。


  如今，在工作市场的赌博场里面，“找工作”和“一揽子”这两家公司（或者说网站）是两只“领头羊”。它们的作用其实就像建立了一个用来找工作的“易趣网”，每一个工人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竖起自己的小招牌来吸引顾客购买他们的服务。这两家公司使用的都是“游戏化技术”，在这种技术支持下，最关键的并不是一个模范工人的工作效率到底怎样，而是每一个人总是可以通过更低的价格来竞标同一份工作。这些劳动力的购买方可能是需要这项服务的一家公司或者某个人，他们只是为了节约劳动力成本来提高产量水平而已，雇用临时工比雇用长期工的成本低得多。


  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件简单的事，直到我们意识到“找工作”和“一揽子”已经吸引了全球的求职者。以“找工作”为例，它是一个为有创造力的自由劳动者设立的网站，包括网站开发人员、软件和移动应用程序开发人员、标识设计人员、文章作者、翻译、客户服务、技术支持专家等。“一揽子”采用的也是相同的商业模式，只不过它覆盖的职业有所不同，这个平台上的工人更加专业，例如，工程师、建筑师、法律工作者、金融工作者和管理人员等。这些服务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主要是通过工人来完成的，而与工人所在的地理位置没有关系。一名标识设计人员、网络开发人员、建筑师、律师、工程师或者翻译，都可以通过网络承接来自全球各地的工作任务，并且通过电子邮件或者“碉堡箱”（Dropbox，一个提供同步本地文件的网络存储在线应用）来完成所有的工作。


  这种网站或者应用程序使美国工人陷入了竞争，竞争对手是来自菲律宾、印度、孟加拉国、泰国、肯尼亚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便宜劳动力，而这些来自第三世界的劳动力显然在削减发达国家的工资。例如，如果点击“找工作”的链接，我们就能看到清单上列的都是能够提供标识设计服务的工人，而更醒目的是，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标识设计者所要求的每小时薪水为50～150美元，而来自东南亚和非洲地区的劳动力则可以低到每小时3～4美元（来自这些地区的大部分劳动力所要求的每小时薪水都低于10美元）。[2]即使“文章作者”这种工作也是如此，那些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工人要求每小时薪水15～40美元，而来自南亚和东亚的劳动力则低至每小时3美元。[3]在每一个工作种类中实际上都存在这种情况——那些来自发达国家的有创造性的工人提供服务所要求的每小时收费标准是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10～30倍。


  撰写文章是我较为了解的领域，而那个最低价格降低了这些写作者的薪水水平已经是一个定律了。来自发达国家的自由写作者完全不能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如果他们“要求”一份与来自第三世界劳动力一样低的工资。这种竞争——这些开发出“毁坏创造力”的技术者想让顾客以最低的价格获得最好的服务——而实际上只是助这些工人之间恶性竞争“一臂之力”。当然，在多数情况下，这种竞价模型对顾客来讲是有优点的，因为他们可以雇用更加廉价的劳动力。但是也并不尽然。一位用户如是说：“在‘噢办公桌’（oDesk，后更名为‘找工作’）网站上，所有的自由职业者为了击败他人赢得竞标，一般都会陷入恶性竞争。这虽然使买方的成本不断降低，但是同时也使工作完成的质量不断降低，因为那些自由职业者根本没有时间去注重细节，何况预算也不允许他们这么做。”[4]


  除了无法保障工作质量之外，“找工作”和“一揽子”还要抽取大约10%的佣金装进自己的口袋，这笔佣金附加在工人每小时的费用里面。这些公司的运转不需要为这些临时工提供医疗保险、退休金、工伤或失业补贴、残疾人补贴、带薪休假、年假或者其他假期，因为它们压根就没有任何“雇员”。这些平台上的工人都是处于灰色地带的“1099工人”。他们在找到下一份工作的间歇时间里面得不到任何收入，一名合同工在一个在线论坛上抱怨：“我希望‘噢办公桌’和‘一揽子’能够为我在它们的网站上所花费的找工作的时间进行一些补贴，因为我们如果赚得越多，要缴纳的佣金也就越高。”[5]


  渐渐地，这些线上工作经济做出了对于整个经济而言更大的事情。“找工作”和“一揽子”分别是这个市场中排名第一位和第二位的公司，而且截至2013年2月，“一揽子”已经拥有50万家企业用户和200万名登记在册的职业自由劳动力（来自“一揽子”的内部数据）。[6]“噢办公桌”或“找工作”顾客规模逐渐庞大，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270万名自由职业者和54万名顾客。[7]接下来——一个大动作震惊了整个市场——这两家公司在2013年12月合并成了一个庞然大物。更让人吃惊的是，反垄断监管机构竟然对此熟视无睹。时至今日，这两家公司已经完成合并，并取名“一揽子找工作”（实际上就是“找工作”），在全球180个国家共拥有1000万名合同工人（其中1/4来自美国）[8]，每年的合并账单接近10亿美元。[9]在全球范围内，有接近400万家企业通过这一平台来寻求劳动力，从而使这些企业能够自由地增加或减少劳动力，就像开关水龙头一样容易。“一揽子找工作”的创始人兼CEO法比奥·罗萨蒂（Fabio Rosati）一直在满腔热情地宣扬这家合并后的公司的美好前景，强调“独立的劳动者是劳动力队伍中增长最快的一个群体”，在美国，有大约1/3的工人游离在朝九晚五的传统劳动力市场之外，他说，而且“在未来10年中，这一数值还将攀升至50%”。[10]


  很多大企业，包括联合利华、微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思科、松下和沃尔特·迪士尼，都用这个平台来雇用和管理自由劳动力，此外还有数百万家小企业和个人也同时在使用这个平台（实际上，小企业的数量占“一揽子找工作”工作雇用总量的70%）。[11]一个典型应用的案例，就是“脸书”通过“找工作”完成了一项庞大的持续进行的工作：监督它的10亿用户所发的帖子，以保障这些帖子符合“社区标准”。通过“找工作”，它在土耳其、菲律宾、墨西哥、印度和摩洛哥等地雇用了50人，盯着屏幕上“脸书”用户所发布的需要被监督的内容，而“脸书”仅仅支付这些工人每小时1美元的工资（而平均薪水是4美元）。[12]许多需要监督的内容都是极其烦人的事——虐待动物、砍头、恋童癖、恋尸癖、白人至上主义的仇视言论、自杀等。“掴客”（Gawker），美国一家八卦网站，在网上采访了一些监督者，这些人不仅被这些图片困扰，还被低工资困扰。一名21岁的摩洛哥小伙子阿米恩·德考威（Amine Derkaoui）辞职了，他说：“说来真是丢脸，他们在压榨第三世界的劳动力。”[13]其他监督者也表示同意，声称在“找工作”应用程序上找到的都是工资很低的工作。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关于低工资的言论公之于众的时间，恰恰是“脸书”宣称其完成了华尔街历史上最大规模的IPO之后的一个星期，当时这家公司的市值飙升到了160亿美元。但是这些钱并没有分享给它的“1099工人”。“脸书”通过“噢办公桌”和“找工作”应用程序将自己丑陋的一面不经意地曝光了。


  一位经常使用“找工作”服务的企业客户把这项平台服务称为“生化远程办公”。[14]为什么叫作“生化”？因为一个逻辑上的挑战为这些在线工作中介网站带来了很多困扰，那就是管理这些散布于世界各地的自由劳动者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一揽子找工作”对此有自己的办法：它研发了一项新的在线数字技术，可以用来进行“雇员监控”，说起来简直就是创造了一个受严格统治而失去人性的社会。


  “一揽子找工作”为客户提供了一系列在线管理和监控工具，可以用来打击“网络浑水摸鱼”的雇员——这些赚钱少得可怜的第三世界自由劳动力还必须集中精力，工作非常努力，避免虚拟的“饮水机效应”[79]出现。这家平台公司已经开发了软件——还试图更温和地将其称为“私密工作空间”，这种软件能以分钟为单位提供自由劳动者使用电脑敲击键盘和鼠标的移动轨迹的记录。而在监控劳动者方面的最新研发成果——偷偷拍摄周期截图，可以方便雇主确认到底是否是一个潜在的网络懒鬼承接了他们的工作。这些截屏的时间是随机间隔的，以便雇主可以随时仔细审查工人的工作。[15]史蒂芬·卡斯瑞尔（Stephane Kasriel）于2015年4月出任“一揽子找工作”的CEO，满腔热情地吹捧了他们的监控技术：“截屏工具的设计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就像真实的办公室那样，我可以从随机生成的截屏上看到工作人员是否正在完成我所交代的工作。”[16]


  而且“一揽子找工作”的员工也应当知道这些情况，因为这家平台公司在其坐落于加利福尼亚州芒廷维尤的分部，正在身体力行这个管理工具：它雇用了740个工作人员，组成了24小时团队进行监控，此外还有遍布全球的500个自由劳动力在从事这项工作。[17]在劳动力队伍中，有2/3的人是临时工——这些人都不享受社会保障网的支持——在许多美国企业里，这仅存的1/3长期雇员也在担忧他们向往的未来，“一揽子找工作”更是为此开辟了道路。作为数字临时工行业最大的企业，它在经济危机期间实现了迅速扩张，并且在经济复苏的阶段实现了持续扩张。预计到2020年将扩张到160亿~460亿美元的规模，一家名叫“人力资源行业分析”的研究公司称。[18]


  与“优步”和“空中食宿”等共享经济企业一样，大多投资机构和风险投资机构都看到了“一揽子找工作”在不久的将来所具有的巨大价值。“一揽子找工作”背后的资本支持者都是硅谷最大的投资机构，包括标杆资本（Benchmark）、全球资本合伙人（Globespan Capital Parters）、西格玛合伙人（Sigma Partners）、T.罗·普利斯集团（T.Rowe Price）、凯鹏华盈（Kleiner Perkins）、皮科特资本（Pequot Capital）及花旗集团（Citigroup）。[19]投资机构抱着很满意的态度注意到一种趋势，这种趋势也是经德国软件跨国公司和牛津经济研究院研究证实的，经过对2700名执行官的调查，83%的执行官都表示他们有计划在未来的几年之内增加临时工的比例。[20]因此，“一揽子找工作”两家公司的兼并就是市场份额快速增长和继续挖掘“1099劳动力”的需求的一种结果。从特拉维斯·卡兰尼克的书上撕下来一页，一个为我们熟知的定律就是“物以类聚”，就好像存在这样一个引力场，“一揽子找工作”已经足够庞大并且还在不断扩张，从而最终实现IPO，自带硅谷光环，好像在宣称“石头的价值在于能不断地产出黄金”，散发出炽热的光芒。


  但是这些经济结果对美国工人而言意味着什么呢？“在光亮中有一个黑点，虽然宣称着‘这难道不美妙吗’的景象看似闪闪发光。”斯托·博伊德（Stowe Boyd）说，她曾是一位Gigaom（美国著名的科技博客之一）研究机构的分析师，曾经研究过“找工作”的业态发展。“它就是通过找工作这个资源进行经济套利。”从美国到廉价劳动力的聚集地，例如菲律宾，博伊德说，它对劳动力的影响“具有非常大的负面效应”。[21]反对者声称，雇主通常都想以最低的报酬找到质量最高的劳动力，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基于互联网的工作中介已经在地球上的地理区域内实现了无限扩展，但是工作订单的区域加起来还不足一个足球场那么大。无论大型企业还是小型企业（正如我们看到的，也包括共享经济企业），都开始把自身和工人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远，随着一种正在增长的——我们可以进行“国内工作外包”——经济常态的出现，这些公司更加可以对劳资关系不管不顾了。无论人们愿意与否，这就是越来越多的企业雇用劳动力的现状，也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工作处境的现状。


  “一揽子找工作”和其他互联网工作中介，如“任务兔子”、“众包数据”、“工作市场”（Work Market）、“书呆子小时工”（Hourly Nerd，这家应用程序可以雇用拥有工商管理学硕士的劳动者）、“图钉”（Thumbtack）、“外包网”（Exec）、“自由劳动者网站”（Freelancer.com）以及“专家网”（一直使用在线竞价的程序），现如今已经变成了雇主世界。工资水平被逐渐铲平，工作质量日益下降，一股绝望的气息涌入劳动力大军。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工人都开始在互联网上排起了长队，就像许许多多以日付薪的墨西哥短期合同工一样，去争夺那些不知道是谁撒在他们中间的一点点面包屑。


  
“任务兔子”的麻烦


  当“一揽子”和“找工作”首先使用在线工作拍卖机制以确保全网自由劳动力能够争先恐后地贱卖劳动力的时候，它们所针对的工作类型——大多数是创造性和技术性工作——这种性质实际上限制了这家公司所影响的劳动力人群。许多工作，尤其是服务型工作，都必须通过某个人身体力行地去切实完成。这些服务是不能够在全球第三世界里面寻找廉价工人的。这个现实实际上拯救了美国的数百万本土工人，但也仅止于此。


  “任务兔子”于2008年在旧金山成立，很快就发展成一个非常流行的网站，它能够把同一个地域内的自由劳动力与有特定任务和差事需要完成的顾客对接起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将这家公司称为“美国的一个最大的后起之秀”。《连线》杂志则将这家公司称为“一种革命”。[22]美国广播公司（ABC）夜间新闻将“任务兔子”誉为拯救美国工作危机的重要工具，因为它以一种方式帮助人们“赚钱养家糊口，做自己的老板，帮助人们走出去赚钱，并且重燃生活的希望”。[23]贝宝亿万富翁彼得·蒂尔的创始人基金以及其他风险投资家为这家公司注入了数千万美元。“任务兔子”在人们期待的早期阶段得以顺利发展。


  而后“任务兔子”就开始为自己做广告，以一种更圆滑的方式，为自己树立了一种非常友好的甚至是“邻居一样的”互联网服务，可以帮助顾客“找到工人来帮助自己完成一些杂务活或者有技术性的工作”，而这些工人也是来自“你的邻居”，这些人掌握特定的技能，并且已经通过了背景审查。“任务兔子”——是的，这是对这些工人的统称，在刚开始的时候——被顾客雇用去完成一定数量的特定工作，如油漆篱笆、到杂货店买东西、耙落叶、送外卖、安装宜家家具、载客就医以及其他“零零散散的工作”。这家公司的创始人不直接称呼这家公司本来的名字——一家寻找每日劳动力的工作中介——而是把这家公司包装成“共享经济”理念下的公司，基于“信任”和“一对一的雇佣关系”，而且试图以一种非常温暖而舒心的名字出现，再加上一个可爱小兔子的标识。


  利亚·布斯克，“任务兔子”的创始人兼CEO，已经成功吸引了40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她说自己想建立一个做杂务活的市场。“邻居帮助邻居——这其实是一个旧理念的新体现。”这家公司网站上赫然写道。[24]安妮·雷蒙迪（Anne Raimondi），“任务兔子”的一位执行官，反倒有更广阔的视角：“诚心诚意地，我们想对人们的工作方式发动一场革命——具体来说就是针对一些人如何找到另一些人来为他们工作的方式。”[25]


  毫无疑问，在经济危机非常严重的阶段，找到一份工作对许多美国人而言都是一项非常艰难的挑战。而且即使后来大衰退结束了，工作市场对许多人而言都还没有完全恢复。2011年1月，美国大约有57.6%的在岗职工失去了工作，比这个水平更糟糕的情况出现在1983年（而事实上这一纪录在2015年2月重新被刷新，攀升至58.9%，比2008年大衰退之前的情况糟糕得多）。[26]尤其是对数以百万计的事业人员而言，他们中的许多人失去工作已经持续6个月以上，“任务兔子”开始体现出其吸引力。在2013年中期，这家服务机构已经在9座城市开展了大约1.1万单业务。在历经2013年10月的被政府关闭之后，“任务兔子”宣称它已经在一天内成功交易了1.3万份订单。[27]关于这家公司的最新消息是，它已经扩展到了美国的18个城市，甚至还发展到了伦敦，有大约2.5万个顾客在线使用它的应用程序。[28]


  与“一揽子”和“找工作”类似，“任务兔子”也是在初试运营阶段就开始使用工作拍卖技术，只不过这家公司所针对的劳动类型是基于本地的杂物劳动。作为在这个平台上中标程序的一部分，它具备“共享经济”许多花里胡哨的功能，比如“游戏化技术”和“信誉分析”，允许顾客对“兔子”进行评价和排名，并且允许他们发表用户评论。利用这些技术产生的结果，“任务兔子”可以完成对每日所有劳动力的绩效评价。通常，如果某个人想借助自己在这方面的大量工作经验而试图以一个较为公正的价格来争取一份工作的时候，他通常都不会成功，因为这个机会会被那些出低价的工人抢走。一位“兔子”抱怨道：“任何一个有点资历的勤杂工在克雷格列表中谋取一份工作，每小时都可以赚到18~25美元。而那些在‘任务兔子’平台上发布工作信息的顾客往往可以得到一些失业的、接近疯狂的人为他们报价每小时8美元。而且‘任务兔子’还会对价高者收取更多的佣金。”[29]“任务兔子”的佣金规模大约是在每份“兔子”的薪水中抽取20%（这个比例曾经是15%，[30]而且越来越多的“兔子”在论坛中表示，这一佣金水平还有可能更高，甚至高达50%）。[31]


  一名曾经的“兔子”说：“每一个工人都被逼无奈地降低他们的预期薪水，直到最后一无所剩。这种设计简直就是逼着大家恶性竞争。”凯茜（Cathy）也曾是一名“兔子”，她说道：“‘任务兔子’这个平台本身就会误导投标。我们根本不知道工作提供者到底想花多少钱……这份工作的价格会不停地降低，有时候甚至会达到一个我自己认为‘合适标的’的一半价格。”[32]正如“一揽子找工作”，这个平台中也存在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整个价格水平往往是由最低出价者来决定的，这种行为是拖曳工资朝更低水平发展的核心原因。


  刚开始，许多“兔子”都对他们的经历充满了希望，对能够从多个渠道获得收入很感恩。但是一段时间以后，这些“兔子”就开始抱怨这项服务在初期就有潜在的不公平，以及这家公司商业运营模式中剥削的本质。


  另一位曾经的“兔子”说：“一些发布工作任务的人是非常有钱的，而且他们需要一些像看不见的精灵一样的劳动力，在晚上进行和完成工作，并且承担的都是脏活累活，但这些人一点儿都不想多付报酬。”[33]凯茜称：“发布工作的人通常会低估自己要完成的到底是怎样的工作，我就做过许多比最低工资还要低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任务兔子’会对兔子工人进行评价和排名，如果你不想做就不做了，那么这些顾客可以投诉你，让你在网上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坏工人一样。”这是一个具有共性的抱怨，通常，这些工作都比在广告中描述得要更大、更繁重，或者顾客总是希望工人把周边的甚至与其相关联的工作一并进行处理，但是拒绝为此支付额外报酬。而且如果“兔子”拒绝做这些工作的话，他就可能会接到一个来自“任务兔子”网站上的顾客对其进行降级评价的通知。顾客甚至很有可能因为一个芝麻大点儿的事情就被投诉，而“任务兔子”的管理者就会让这名工人暂停服务，甚至开除他。评价系统是共享经济所强调的信誉分析中受到最高吹捧的重要部分，但是工人对这个系统已经怨声载道甚至进行反击。而且这种抱怨一部分还来自一种单方面约束工人的极不平等的合约，那就是要求每一位兔子都戴上一个标识，上面写着“公司有权在任何时间出于任何原因甚至毫无理由地终止或暂停你使用服务软件的权利”。[34]没有上诉过程，没有仲裁过程，没有工会代表，许许多多的“大棒”就竖立在那里，而为“兔子”提供的“胡萝卜”却非常有限。凯茜将她作为“兔子”进行生活的那段时间比喻为“粘在鞋底的口香糖”。


  萨拉·凯斯勒（Sarah Kessler），商业和技术杂志《快公司》的一名编辑，通过尝试使用“任务兔子”和其他工作中介软件，试图揭示自由劳动力经济的状况。在纽约，她花了四个星期极力争取工作机会，通过试验，她得出结论：“科技世界无论是对萎靡不振的工作市场提供解决方案，还是对收入市场提供解决方案，答案都是不公平的。”她在一篇非常有趣但颇值得引人思考的评论文章中如是写道。


  “通过零零散散的工作把日程表排满是很不容易的，”她以日记的范式写道，“我获得的五份工作都拒绝了我。有时候我按照自己日程上的时间等待工作与我联系，但最终都是杳无音信。我几乎在每个小时里都在为得到一份工作而进行竞争。即使我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份比较体面的时薪，但是那又算什么呢，我几乎没有一次是按时按点地完成工作，而且还要搭上找工作以及与雇主沟通的时间。”绝非共享经济经常承诺的那样——“你可以做自己的老板，你可以拥有自己的微型企业”——她说：“实际上，我在工作的时候没有任何控制力，因为要得到一份工作就要把所有零零星星的时间都用上，根本没有其他精力。”[35]


  凯斯勒还提到了史黛西（Stacie），这是一个通过“任务兔子”找工作的成功案例。除了全职工作以外，史黛西每年还从“任务兔子”平台上赚到了6000美元，赢得了“精英兔子”的头衔。“如果不是还有一份全职工作的话，我可以完成更多的任务，”她说，“但是即使我承担双倍的工作量，总收入还是很低——每年只能赚到1.2万美元，而且没有任何福利。你并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就会被叫醒。你必须恨不得每天24小时都醒着，而且，我的天哪，我可能某一天会赚到300美元，而接下来的三天每天只能赚到12美元。”


  另一个人，罗宾（Robyn），他的评论在某种程度上更加痛苦：“在网络崩溃后失业的两年时间里，我尝试了许多类似的在线找工作软件，发现这些平台其实就是在招收奴隶工人，完全不值得自己花费精力去申请——而且在你的身体里面还会散发出绝望的不舒服的感觉。”[36]


  凯斯勒把自己在“任务兔子”上赚钱的经历总结了一下：“我最成功的一天看起来就像个赢家。我做了一份舞蹈工作，每小时赚到10美元；在哈佛俱乐部工作，每小时赚到15美元；包装礼物，每小时赚到20美元。一整天赚到了95美元。这是我最理想的8个半小时工作。期间没有任何休息的时间。唯一的停工就是我10分钟的吃饭时间，我承接的一份包装礼物的工作地点在马克的公寓附近。但是如果加上我在不同任务之间沟通的时间，我其实一共工作了11个小时。”这是在“任务兔子”已经收取了20%的佣金之后，还是比某一些城市的最低工资要高一些。“与他们向我承诺的什么劳动力革命完全不同，”凯斯勒总结道，“我所有的体会就是，非常难以得到的工作机会、非常低的报酬，还有一个总是把工人放在不利位置上的系统。”


  对大多数“兔子”而言，成功是遥不可及的事情。而且这些出卖劳动力的工人也不会得到任何工人福利和支持。根本没有什么“邻居帮助邻居”，而只是为“剥削”换了个名字罢了。


  与其他临时工机构和工作中介相比，“任务兔子”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这些兔子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很高。70%的兔子都拥有学士以上学历，20%拥有研究生学历，而且有5%取得了博士学位。[37]许多以前看起来“非常好”的工作，如今都已枯萎，进而被风吹走了。毫无疑问，这些“兔子”都有不同的原因，但是他们都找不到其他工作作为收入来源，“任务兔子”和其他劳动力中介机构所提供的服务对此产生的作用显然微不足道。从积极的一面来看，这种工作平台毕竟把这些将要失业及已经失业的工人与雇主联系了起来，使他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赚到一些外快。这听起来要比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消磨着意志、身无分文要好得多。相关提倡者认为，这些在线劳动力中介能够帮助自由劳动力度过最为糟糕的雇佣形势。的确，如果这些在线中介不是在现在的经济形势下出现，不是在这种近几十年来制造业就业岗位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出现，如果这些服务平台不是在这个时间出现，不是在这个中产阶级迅速衰退的时间出现，那么这些平台倒是有可能为那些可以接受这些条件的、能扩大宏观经济总量的、真正想赚些外快的人提供一些机会。


  恰恰相反，这些“兔子”原本都不是应当去做日结薪水的低端劳动者。这些工人没有讨价还价的理由，不仅因为他们这样做可能会被辞退，而且因为他们在这种匿名技术下彼此隔离并不能成为一个联合体。他们是分散的劳动力，没有办法聚在一起商议对策或者运筹帷幄，而这些技术就是为了防止他们联合起来或者串通一气来提高自己的薪水。


  一位曾经的“兔子”被问及是否认为“任务兔子”打着为众多失业者创造良机的旗号中饱私囊时这样回答——“绝对的，”她说，“它知道许多人已经失业了，或者即将失业，这些人太需要钱来生存。你不做，总有人在排队等着代替你，‘所以你必须心怀感恩地对待你得到的每一次机会’，基于这种情况下的这种态度给人的感觉怪怪的。”[38]


  如上所述，媒体和观察者齐齐赞赏“任务兔子”是一场“革命”，但是它们下这种结论的时候并没有真正与“兔子”进行过对话。一位《商业周刊》的作者更是夸张到为这些平台企业欢呼：“未来，我们都会变成‘任务兔子’。”[39]然而一位曾经的“兔子”毫不客气地回应：“革命？哪种革命？法国大革命吗？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遭到斩首示众的那场革命吗？那是因为许多人需要农民。”[40]


  利亚·布斯克已经开始捍卫公司的商业模式，声称——听起来与特拉维斯·卡兰尼克以及布莱恩·切斯科有点相似——“这家公司对‘兔子’的职责仅仅在于尽可能地提供最好的平台，而不是其他”。“我们想要做的是帮助这些独立的合同工建立自己的商业模式，”她说，“我们并不是想让他们变成‘任务兔子’的雇员。他们自己拥有裁量权，自己掌握想发展的方向。他们在想工作的时候，能以一个他们想要的薪水价格去工作。”[41]


  当然，“任务兔子”还要在此基础上削减20%（甚至更高）的佣金。这些工人还必须在劳动力市场的灰色边缘地带做这件事，就像墨西哥短期合同工那样来推销自己的劳动力：“选我吧！选我吧！”


  
从“一对一”到“临时工机构”


  除了一些暂时性的问题和越来越多的曾经来自工人群体不满的声音，“任务兔子”看起来还是在很坚定地、逐步地搭建自己的平台，以一种共享经济狂热爱好者的身份，而且吸引了投资人和媒体的注意。然而……一个巨大的变化发生了。


  2014年7月，“任务兔子”突然宣布它要抛弃原来的在线劳动力拍卖技术。这家公司正在做的是在硅谷中被美化为“支撑点”的一种技术——技术支持者声称它的商业模式已经难以维持，因此损失了大量金钱，所以必须适时做出重大调整。这家公司调整了平台的运作模式，尤其是工作定价机制。与拍卖模型下工人对工作的竞标中总是“价低者得”大不相同，工人现在必须描述他们每小时工作效率的细节，而且必须是在与这份工作相关的领域——无论是打扫房间、跑腿做差事、勤杂工还是帮忙搬家。“任务兔子”缩小了自己的业务范围，开始针对那些顾客能够提出更多要求的任务。此外，“任务兔子”开始使用一种算法，即能够将雇主和承包者之间进行匹配，并且为每一份工作建议一个潜在的能够胜任的工人。然后顾客就可以针对这些候选人去审查他们的资历和能力——还有一个重大改变——其只有30分钟的时间决定是否接受这份工作。如果候选人没有在这段时间内给出明确答复，这份工作就会自动转到下一位工人的手里。“任务兔子”还是会在每个订单中抽取约20%的佣金。[42]


  改变远不止如此。这家公司还把对工人曾经的称呼改变了，这些工人再也不叫什么“任务兔子”了，而是改成了“塔斯克”（Taskers）。毕竟“兔子”这个名字在劳动力的场景下无疑会勾起人们的回忆，让人想起在迈克·摩尔（Michael Moore）的电影《罗杰和我》（Roger and Me）中那些小动物，电影中那些在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市被通用汽车解雇了的几千名汽车工人。令人记忆深刻的桥段就是，这些居住在弗林特的被解雇的工人不得不靠养殖并卖掉兔子来维持基本生活。


  虽然做出了一些改变，但大多数工人仍然不开心。因为在以前的机制下，他们虽然必须把自己放在线上参与拍卖，与其他工人进行恶性竞争，但是至少能够自己选择愿意参与的工作。而现在，这些工作简直就是摊派给他们的。“在拍卖机制下，我还能找到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工作，”斯泰西·罗伯特-奥尔（Stacey Roberts-Ohr）说，他在任务兔子上接受的任务通常从协作到购买杂物，是一个很宽泛的范畴，“现如今，我自己无法选择想做什么。”[43]


  更有甚者，在每一位“塔斯克”都必须在30分钟内做出是接受还是放弃任务的要求下，“任务兔子”就像拿了一根“必须按时安排时间”的鞭子，简直是达到了最高限度的烦人的水平。这些“塔斯克”可能必须持续地进行通话，而且在一份新工作即将提供之前几乎没有任何通知，把毫无确定性的他们茫然无措地扔在那里，他们想要规划自己的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


  布斯克为这种变化进行坚定的辩护，认为这种变化对于“任务兔子”保持一种“需求增长的开发”而言非常必要，但是已经出版的报告称，这家公司正在应对完成任务数量的下降局面。这个机制表明，太多的“兔子”都是不高兴的自由兵，他们完成工作的质量很差，无论这家公司是怎样进行相反方面的修辞，它想要工作任务数量增长的目标还是落空了。[44]


  然而，“支撑点”的真实面目就是使“任务兔子”的新商业模式演变成一个更像是传统临时工机构式的模式。这种转变在一年前就开始了，但是“任务兔子”悄无声息地加强了它在帮助其他公司雇用临时工方面的工作，这些工人往往要用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而不是以一件一件任务来雇用的。[45]许多雇主已经开始将“任务兔子”作为自己招募临时工的一个重要工作中介平台。经济学家朱莉特·斯考尔是研究共享经济的专家，声称发现了“任务兔子”正在转变成临时工介绍机构的证据。对于某些工作而言，比如，编辑和校对工作，那些在网上表现得效率特别高的人能够再次获得大量订单，然后把订单分包给其他下线，而他们能一直保持在很显眼的高度上。一位“兔子”套着另一位“兔子”，环环相扣。[46]


  支持其他企业并且为雇主提供临时工人已经逐渐变成“任务兔子”增长最快的一项业务。“针对企业服务和我们的市场空间选择，我们重新调整了公司的技术，是为了支持我们业务中的新机会。”巴斯克说。在那一刻，控制损失与诚信似乎相结合了。[47]这家基于P2P发起的共享经济企业的主业似乎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那么新战略起作用吗？在一些关键方面，它似乎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因为这种战略将“任务兔子”推进了与一些后起之秀的大型公司同台竞争的境地——这些公司每年都能够雇用2300亿人次的临时工，这一行业中的龙头企业包括万宝盛华集团（Manpower）、德科公司（Adecco）、必胜人力资源公司（Kelly Services）及美国境内的其他公司。这种战略更直接使“任务兔子”陷入了与同等规模的公司进行竞争的境地，这些公司的规模相当，而且现在已经与“任务兔子”的特定工作平台十分相似，如“勤杂手册”（Handybook），它能够提供清扫和整理房间的服务，而且规模已经扩张至26个城市，并且得到了4900万美元的支持。[48]


  但是“任务兔子”的底牌就是它能够提供更便宜的临时工，比万宝盛华集团和必胜人力资源公司等提供的临时工人都要便宜得多。这些公司都要抽取工人工资的40%，而“任务兔子”对临时工人才抽取26%的佣金。[49]“任务兔子”正在对旧范式展开反击——通过提供比竞争对手更低价格的临时工人来实现。这项措施得到了许多公司的认可，其中包括沃尔玛，它将自己雇用临时工人的工作交给了“任务兔子”，就是因为“任务兔子”能够提供更便宜的劳动力——而且平台公司也拥有更少的权利——比沃尔玛的人力部门权利要少得多。[50]


  或许“任务兔子”会在“支撑点”技术下取得成功——尽管我还是持怀疑态度——但是无论如何，在所有意图和目的的考虑之下，它曾经参与过的P2P的共享经济模式已经成为历史。你还是可以雇用一位私人“兔子”来做一些特定的工作，但是这已经不是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了。


  
为什么共享经济已经止步不前


  “任务兔子”并不是使用“支撑点”技术的唯一一家共享经济创业公司。“支撑点”技术一时间就像一阵传染病一样——也是触发器——四处蔓延。2000～2008年，共享经济公司的数量出现了激增——“从事X业务的‘优步’”这种商业模式，正如它们所称呼的那样，因为它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在细分市场，并且尝试主宰一个领域，比如，家庭保洁、私人助理、洗衣服务、安装和修理、红酒、宠物照料、装备出租、快递、搬家等。随着劳动力中介行业领域的细化，五花八门的企业开始不断涌现——“五美元网站”、“家乐”、“校园服务员”（Campus Bellhops）、“书呆子小时工”、“本地实时工作网”（Wonolo）、“自由劳动者网站”、“专家网”、“精美的手”（Fancy Hands）、“众包数据”、“外包网”、“加速网”（Rev）、“图钉”（肚皮舞舞者，有人吗？）、“快递伙伴”（Postmates）、“汤匙火箭”（SpoonRocket）、“扎力”、“任务英雄”（Taskhero）、“工作市场”（Work Market）、“动起来网站”（GoGofers）、“边走边拍”（WeGoLook）、“帮忙网”（Helpouts）——已经在“任务兔子”的带领下创建了自己的网站，以便吸引足够多的工人付出自己的劳动力从事一些小微服务行业来赚点儿薪水。就像“任务兔子”那样，这些公司也开始察觉到发展中的困难，并感觉自己的商业模式开始停滞不前。


  这种情况当然不是硅谷的创业公司第一次走向消失殆尽的边缘。20世纪90年代末，曾一度繁荣发展的网络公司纷纷破产，出现了著名的破产潮——“宠物网”（Pets.com）、“城市快达”（Urbanfetch）、“科兹莫”（Kozmo）、“威普旺”（Webvan）、“计算机网”（Computer.com）——截至2011年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51]当地口口相传的数据是，有3/4的创业公司都失败了，而有超过9/10的创业公司从未得到过回报。[52]


  这一次，“樱桃网”（Cherry，一家洗车网站）、“普里姆”（Prim，一家洗衣网站）、“单元货品”（Snapgoods，一家装备出租网站）以及“回味红酒”（Rewinery，一家红酒销售网站）也都走向了破产，有一些是悄无声息地破产，有一些是高调地破产。我最喜欢的一个案例就是“单元货品”，这家公司曾经一度被许多鼓吹共享经济的记者引用，作为一个非常炫酷、时髦的公司的典型代表，帮助人们把他们的装备租赁出去，比如租赁一个你从来没有用过的钻头、你的背包或者你闲置的自行车——尽管如此，在2012年8月，这家公司也已经开始没有业务。如果你在许多专注于技术行业和硅谷的在线杂志上做一个调查，你就会非常奇怪，为什么没有任何一篇文章探讨“单元货品”究竟是怎样破产的。但是这家公司就是这样消失了，“嗖”的一声，无迹可循，却仍然活在那些鼓吹共享经济的人的心中。我在推特上对这家公司的前任CEO罗恩·J.威廉姆斯（Ron J.Williams）进行了一次采访，这家奇才公司就躲在“单元货品”推特账号所伪造而成的遮布的后面，它所发表的唯一一种论调就是“我们已经采用了‘支撑点’技术，并且与超过五万名用户进行了沟通，我们正在努力钓大鱼”。而越来越模糊的是，它坚持“我们决定建立技术和强化社会关系以及邻里之间的信任度”——这种论调曾经是共享经济一度所倡导的，为一家公司制造了幻想而不是脚踏实地，现在这种论调已经基本消失得无迹可寻。


  “扎力”在其发展到鼎盛阶段的时候，是另外一家风险投资者非常看重的共享经济的公司，包括史蒂夫·乔布斯、炙手可热的风投公司凯鹏华盈以及易趣网前任CEO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在内的著名投资人都曾经出现在它的股东名单当中。这家公司对自己在市场中的定位，就是“任务兔子”的竞争者，而且与它从事非常相似的服务，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和CEO博·菲什巴克（Bo Fishback）是一个非常傲慢的人，曾经在一个听众会议上解释自己公司的业务：“如果你曾经说，‘我要为Y支付X美元’，那么‘扎力’就一定能够为你服务。”[53]用硅谷的话来说，“扎力”曾经是一家“基于邻近范围的、实时的、买方占主导的市场”，这就意味着它的网站和应用程序能够实时地将当地的顾客与当地的提供者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可以建立在任何基础之上。这就是所谓的“需求导向”经济，《经济学人》曾经特别赞赏地吹捧过这家公司。[54]菲什巴克一度高调地宣称自己的公司是何等的与众不同，在一个舞台上，一个戴着棒球帽、拿着一包牛奶的男人对一头奶牛生拉硬拽——“如果我想支付100美元，来换一杯奥马哈乳业的奶牛所生产的新鲜牛奶，那么就会有一个人非常乐意去帮你做这件事”。随着“买方和卖方热情”的不断高涨，以及“有钱没时间的人”和“有时间没钱的人”之间的联系逐渐增强，就像众多共享经济梦想家一样，菲什巴克认为自己的业务还有扩张的空间。这位CEO挥舞着他自由意志论下的艾茵·兰德主义，幻想着将“扎力”创造成“大众参与的就业市场，在该市场里，人们将没有任何借口说，‘我不知道如何得到一份工作，我不知道如何开始’”。[55]


  但是结果令人唏嘘，这些都是令人兴奋的早期阶段，都发生在“扎力”被许多风险资本砸中的时候。时过境迁，今日的菲什巴克更加谦虚，他的公司也是如此，已经度过了几轮“支撑点”。“要求任何事”的商业模型已然不再，正如菲什巴克曾经抱有的对美国工人和这家公司的远大抱负也已然不再。菲什巴克的联合创始人埃里克·凯斯特（Eric Koester）也脱离了困境。相反的是，“扎力”已经变成一家只针对四个相对平凡的劳动力市场的视野非常狭窄的企业了：房屋保洁、勤杂工服务、草坪护理以及女佣服务。听起来是不是非常耳熟？因为这太像“任务兔子”了，这家公司以前的基于雇佣服务的顾客，现在已经变成从这家网站上挑选四种不同类型的“专业人士”，正如这家公司所称呼的那样——保洁员、勤杂工、花匠和女佣。


  下面再来说说“外包网”。与“扎力”和“任务兔子”十分相似，“外包网”创始于大张旗鼓开展的家政服务业务，这家公司聚焦于为特别繁忙的、高能高效的“宇宙主宰者”（至少它自己是这么认为的）提供私人助理服务。[56]与其他共享经济企业一样，刚开始的时候，这家公司也在P2P经济方面抱有较大的野心，并且想对我们的工作模式发动一场革命：将那些有钱没时间的人和那些有时间却没有钱而又特别着急想赚钱的“1099工人”联系起来。如今，如果你登录这家公司的网站，就会发现业务范围已经变窄了许多：只关注家庭保洁。实际上，这家公司已经卖给了“勤杂手册”，而后者在早期一直是作为改进版的“任务兔子”与其直接进行竞争。


  到底发生了什么？一种模式开始在这些一度发光的“白矮星”般的命运的劳动力中介公司出现：在大张旗鼓地启动之后，在数千万美元计的风险投资疯狂的追逐下，不断叫嚣着要对人们的工作方式以及社会组织P2P经济模式转型进行革命，而最后这些公司中的大多数居然演变成了一种平庸的、老掉牙的临时工机构（其他没有演变的则似乎直接陷入了一种黑洞的虚无中）。


  市场的力量已经导致这些公司开始向在自己平台上使用最多的一小部分服务行业收敛。针对“任务兔子”不稳定轨迹的评论有许多，《快公司》的萨拉·凯斯勒写道：“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导致这些找工作的竞技平台最终变成基于应用程序的临时工介绍机构，而不是什么新的工作模式的革命。”[57]确实，从现实的视角来看，甚至连“优步”都仅仅是一个临时工机构而已，只不过这些工人只做一种工作——开车。


  “外包网”的前任CEO贾斯汀·堪（Justin Kan）写了一篇自我反思式的告别博文，表达了自己对公司的错误认识。他的洞察发人深省。


  他的公司针对这些顾客在网站上雇用一名私人助理这项服务，每小时收取顾客25美元（后来涨到30美元），而工人得到的是80%，或者是每小时20美元。这看起来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薪资水平了，但让他非常吃惊的是，他发现，当这些工人制定自己的日程表时，考虑到工作不稳定等因素，经常拖延时间，并且忙乱地从一份工作转换到下一份工作。工人将自己的开销全部核算进去，这份薪水看起来就不是什么大买卖了。尤其是因为这项工作有“一定要准时准点”的要求，所以工人必须时刻关注自己手机的动态并随时待命，而且要不停地打电话联系各种工作。堪写道：“事实证明，在旧金山这样的城市，每小时20美元根本不能起到足够的经济激励作用，因为这种薪资水平难以保障工人的基本生活，所以往往导致针对公司平台上尖锐的需求出现严重的劳动力供给短缺……当然，让我们一直保持供给充足是不现实的。如果我们的大多数工人都想在工作日工作，这就必然意味着周末的劳动力供给会不足。”——通常，“外包网”的客户经理希望工人始终都能随时待命。[58]


  堪说，这家公司还得到一个“错误的感觉，那就是为客户服务的质量比以前更好了”，因为招募的家务活勤杂工素质普遍都很高——而在一个“外包网”理想中的低工资水平和总是准时准点开始工作的要求下，是不可能得到像是在硅谷的公司中所雇用到的人那样高的自我激励的（这一点显而易见）。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导致许多客人都得到了一个非常差的使用经历，尤其是像“任务兔子”这样的公司，需求导向下的工人并没有出现在工作地点的概率非常高（这一点可想而知）。事实证明，他发现：“大多数有能力的人都不愿意从事一份兼职工作。”


  的确，事实就是，共享经济的梦想家所不能抓住的东西，就是当每个人都不想成为一个临时工，或者说都不想“创建自己的公司”，利亚·布斯克如是说。创建自己的公司需要个人能够创建独特的一线品牌，而这需要一种特殊的能力，包括“乐观精神”，我采访的这位商业顾问说。只是简简单单地失去了工作，这一点并不是创业所需要的必备条件。此外，在硅谷，显然没有人曾经为堪或者布斯克介绍过什么旧有的商业模式秘诀，告诉他们“你需要为此付出代价”。这一点也是“优步”的特拉维斯·卡兰尼克需要下决心在艰难中进行学习的教训。


  然而——这一点也应当成为许多公司需要吸取的教训——“当我们开始只把视线放在保洁服务方面的时候，”堪说，“我们就能够在一个较小的技术集合中进行操作，提供特殊的工具，以及简化的界面，让这些交易变得更加直观和简便，最后实现更快的增长。”这一点也是“任务兔子”和“扎力”在艰难中挣扎着得到的教训。通过缩小服务范围，这些公司就可能拥有更多的订单机会，并将这些订单分派给靠谱的工人，为双方建立一种真正的雇佣关系。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工人都已经拥有自己确定的业务范畴，比如作为一个保洁员、花匠、女佣、勤杂工，而使用这些网络平台只是作为许多拓展他们服务范畴其中一个工具而已。


  堪与利亚·布斯克、博·菲什曼（Bo Fishman）以及硅谷众多见识广博的梦想家相似，透彻地评估了人力要素。对于众多极度活跃的风险投资公司来讲，工人只不过就是它们机器运转所针对的另一座金矿。它们忘记了这一点对它们的成功才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回报的质量也取决于这些工人的回报和待遇到底怎么样，因为这些都是它们投资的共享经济公司到底能不能吸引到工作，以及它们到底是否具有一个积极的、具有企业精神的态度和动力。低工资和极度不确定的工作特质，让这些雇主特别怀疑到底还能不能有一种更好的交易方式。《经济学人》的报告显示，40%的自由劳动力被延迟支付薪水，而这一点加深了这些人对工作不确定性的认识，也让他们更加不高兴。[59]毫无疑问，这些需求导向的公司一直都在竭尽所能地保持自己的低成本，因此要管理、激励和留住这些工人就变得异常困难。


  除此之外，视野狭隘的程度导致堪、布斯克和菲什曼看不到自己的商业模式已经很难再进行拓展了。硅谷对此有一个评论：“这么做都是为了沙山路[80]”[60]——这就意味着，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门洛帕克市，代表上流社会的林荫大道两旁的风险投资世界才是这些公司真正的归属地。一些事情听起来简直就是妄想——如支付很低的工资，还希望有一个私人助理能根据你的幻想和快乐四处奔波——这都是风险投资泡沫里面的假象，而且这些在美国人每天的真实生活中已经完全丧失生存空间了。


  不久，一家公司接着一家公司——“任务兔子”、“扎力”、“外包网”以及其他许多公司——都从最初的商业模式演变成一家和临时工机构差不多的公司，尽管这些公司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怎样通过应用程序建立提高线上服务的能力上。国家就业法项目副主任瑞贝卡·史密斯（Rebecca Smith）将共享经济模式与旧经济模式下的劳动力破坏者进行了对比。她认为，诸如Postmates和“优步”这样的公司只是声称它们与旧模式下的雇主不同，仅仅由于它们是通过网络在运营。“但是实际上，”她说，“这些企业的运营方式简直就与农业劳动承包商、服装批发商和旧经济下的按日计酬的临时工中心没有任何区别。”[61]


  毋庸置疑，共享经济应用程序已经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在联系某些需要工作而另一些愿意花钱雇人工作的人的时候，许多工人都称赞这些平台让工作时间变得非常有弹性、可支配。但是到最后一天来临的时候，共享经济劳动力中介必然与共享毫无关系，而且也一定不是什么革命。这些公司已经止步不前，因为它们为大多数工人提供的脏兮兮的工作，在工人看来都只是作为最后一项不得不用的谋生手段而已。这些平台没有对“1099劳动力”表现出任何珍惜与合作的意思，因此最后也得不到任何回报。


  
“共享面包屑”经济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虽然各种体力活、脑力活都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劳动力平台发布，但这么多工人的状况不但没有什么改善，反而是越来越糟糕。报酬特别低，安全保障也被剥夺，工作保障更不值一提。一个平面设计师每天可以赚到300美元，但是两周内都不知道是否还能够再接到一份这样的工作，支付房租都非常困难。对一名公共关系顾问而言，甚至IBM这样的大公司都可以算作她的客户，但是她仍然要面临这样的窘境——到底是应该为退休以后存些钱，还是买一部智能手机以方便日后与客户联系。一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去从事自由职业，甚至不足以偿还对他而言至关重要的学生贷款。一个木匠发现，自己在连续工作了几个星期之后，还面临着这种窘境，即到底是把钱用来为家庭缴纳健康保险还是用来修理他的卡车。如果你丢了一份订单而没有找到下一个订单，那你真是走霉运了，因为你根本没有失业补偿；如果你的客户迟了一个月才支付报酬，或者干脆完全失信于你，那么你真是倒大霉了。[62]总结以上情况，你肯定比从事规律工作赚的少得多——以时薪作为比较标准，那么至少要少25%（对于某些职位而言，这个差额可能还要更大）。[63]


  然而“共享面包屑”经济正在变得日趋险恶，使这些处境本已非常悲惨的劳动力陷入了严峻的生存危机之中。通常情况下，在一份全职工作中，一名工人能够得到薪水的时间就是合同中显示的每天上班的那些小时、每天、每周、每月、每年。休息和洗澡的时间、职员会议时间、与同事在饮水机旁边聊天的时间，所有这些时间在一份全职工作中都是带薪的。在特殊情况下的工作中的停工期间也是带薪的——有共识的是，这些时间有时候反而是创造力和创新的源泉。当然，有一些工人可能的确存在滥用这种安排的情况，或者休息的次数太多，或者工作不是一如既往地努力。但是总体而言，这种工作体制是被美国工人和雇员所喜欢的一种模式。


  但是自由劳动力是何意——临时工经济、1099经济——几乎完全颠覆了这种普遍存在的规则。在高速运转产生效率的名义下，突然间，一名工人的一天中所有与工作“不相干”的部分都被限制死了。“任务兔子”和“一揽子找工作”这些工作中介所提供的经过细分的工作，正在把工人的价值限制在仅仅是工作的那个时间，比如一些人正在耙落叶的时间，或者正在电脑前面工作的时间，或者正在敲钉子的时间，或者正在拖地的时间，或者正在从事一项特定任务的时间，或者正在辛勤工作或者从事制造的时间。这种新型的电子平台能够把传统的工作安排切断成不连续的任务，而且你只能在非常精确的工作时间中获得报酬。所有这些都在你的手机上完成，而且你的绩效能够被雇主实时跟踪、分析和有针对性地回顾，还要接受顾客的满意度评价。


  这听起来就像，新英格兰爱国主义者球队的四分卫汤姆·布兰迪（Tom Brady）只在上场的时候，或者只在他扔出了准确传球的时候才能得到薪水；或者国会的成员只有站在国会的地板上投票选举立法的那些特定时间才能获得酬劳；或者一名科学家只有在他产生特定发明的时候才能获得薪水；或者大厨必须按照做饭时间的长短来获得薪水；或者医生只能在为病人看病或者进行手术的时间才能获得薪水。没有稳定的薪水，没有为其他任何准备金而支付的任何报酬，没有培训经费，没有研究经费，只针对制造出特定的产品或者从事服务的当下时间段支付报酬——而且为了这个最后商品，其间所付出的所有时间和金钱都要由工人自己承担。


  纽约大学商学院的教授阿伦·孙达拉贾（Arun Sundararajan）也是一位共享经济方面的著名学者，提出了一种基于常规条件的分析考虑，然而这种结论在实践中的问题越来越多，让我们知道这只是一种学术声望带来的假象。他支持“优步”和“空中食宿”坚持使用“自我预警”系统已经足以对这些公司实现管制。[64]他还热情洋溢地表示了新型临时工经济具有更高的效率。事实上，这位教授给了它一个听起来更加险恶的名字——“利用好你的停工期”。这些服务能够“将人们可以利用的所有时间设置得更有效率，”他认为我们的工作模式在未来可能会变成这个样子：“通过做一组事情来形成总收入——你可能同时是一名‘优步’司机、一名‘因斯达马车’（Instacart，美国一个食品杂货社区O2O平台）的顾客、一名‘空中食宿’的房主和一只‘任务兔子’。”[65]


  “利用好你的停工期”，如果这让你觉得未来丰富多彩，那么一个名为“休闲的手”（Spare5）的应用程序正在等你去下载。这个应用程序，尼克·温菲尔德（Nick Wingfield）在《纽约时报》中写道，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利用“大多数人每天都会经历的短暂的休憩时间，如在星巴克等待一杯拿铁的时间、在等候室休息的时间，或者乘公交车回家的时间等”。当你在等待的时候，这个应用程序让你不再那么轻松——因为这是浪费时间啊！——现在你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获得一份“超细分工作”（Nanogigs），这种工作比“细分工作”（Microgigs）更小。“这是共享经济的下一个逻辑步骤。”温菲尔德说。[66]


  为母婴用品团购网络零售商Zulily标记照片就是一种典型的“超细分工作”，你要为女士鞋子贴上标签，比如，“凉鞋”和“平底鞋”。你想问能赚多少钱？大约每小时1/30美元。或者你也可以在亚马逊的服务“土耳其机器人”上碰碰运气。萨拉·凯斯勒就做过这样的工作，她花费了大约每天两个小时的时间，为每一页幻灯片标记照片，每张可以赚到5美分。每个幻灯片包括5张照片，每张照片有11页备选的标签。“这些幻灯片里面有在沙发上的猫咪、在床上的猫咪、在床上的狗、在水池里的猫咪、和蛋糕一起拍照的狗、和比萨一起拍照的猫咪，”凯斯勒说，“我至少点击55下鼠标才能赚到5美分……每小时可以赚到1.94美元。”[67]


  “休闲的手”CEO马特·本克（Matt Bencke）将自己公司的应用程序称为“需求导向的工作平台，可以将各种大型的需要合作运营管理的问题分解成小型的分块的任务”。事实证明，诸如为照片贴上准确而细化标签的超细分工作——技术上被称为“元数据”——已经被越来越多地用于电子商务领域，来帮助人们找到一件对的衣服、一间视野宽阔的房间等。“华盖创意”（Getty Tmages），一个照片处理的创意者和分销商，想让自己巨大的照片库变得更加便捷，便于人们很快搜索到自己感兴趣的照片。所以就是现在，你没必要再去浪费你的休闲时间了，你可以把休闲的时间用来工作：考特尼·戴尔（Courtney Dale）每天通过使用“休闲的手”2~3小时，每周可以赚到53美元。[68]由此看来，这些工作赚取的报酬应该是——每小时3美元。但这只是在休闲的时间，不是吗？休闲的时间就应该是很便宜的。谁需要休闲的时间呢？！


  孙达拉贾教授帮助我们理解了这种闪耀着智慧光芒的所谓新发明创造所带来的价值。《纽约时报》报道称，孙达拉贾教授说：“像‘休闲的手’这样的应用程序服务能够帮助那些想控制自己工作模式的人，尽管这种帮助实在只能赚到微不足道的一笔小钱。”但是即使是共享经济行业非常喜欢的这位学者也在提醒这种方式的局限性。“能有休闲时间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他说，“你绝对不会想每一分钟都在赚钱。”[69]


  然而这种将工作“无限细分”成更小的工作，体现了共享经济和P2P梦想家对美国工人的要求。这些人不仅想把人变成承担细分工作的临时工，还想把人继续变成承担超细分工作的临时工。这是从硅谷产生的一种扭曲的疯狂的科学，这种技术驱动的、科幻的教条主义的必然成果，体现了一种主要目标——把人类进行能产生更高效率的分类，就像机器一样。临时工机构还做了更加厚颜无耻的事情，它们通常只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给工人支付时薪，如对一个工人的半天、一整天或者一周的时间，连休憩的时间和午休的时间都要进行严格控制和管理。因为在新经济专家看来，这些时间莫名其妙地带薪太没有效率和人性了。[70]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劳动力专家都同意这种发展趋势。


  “我认为这就是在胡说八道，简直一派胡言，”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说，他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位经济学教授，是克林顿执政时期的劳工部长，“这种需求导向的经济意味着工作和生活变得完全不可预期，支付的报酬也不够多，而且各方面保障都很糟糕。”他质问，如果整个经济社会变成一种每个人都在按照小时承担一件一件的小工作，没有人知道下一份工作什么时候到来，也不知道能赚到多少钱，那么，“我们的私人生活将变成什么样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家庭之间的关系都将变成什么样子？”[71]


  这就是为什么“共享面包屑经济”对每一个劳动力来说更多的是一场悲剧——它是一个现存的挑战。简而言之，共享经济的专家基于一种大胆创新的尝试，想要超前地去建立一种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中，许多个人和行业都必须拿时间来换钱，厚颜无耻地把工作无限细分之后，再通过互联网和应用程序上的工作中介强行分配给劳动力群体，而通过这些中介找工作的劳动力，被逼着通过在线投标大战争当最低收入的劳动者，只有价格最便宜的工人才能得到工作机会，或者把已有的私人财产（如车子和房子）租赁出去赚点儿外快。在现代社会的繁荣假象下，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中世纪的体制，然而所有这些都被披上了21世纪背景下“共享”理念的外衣——而且根本没人关心有没有劳动力保护、最低工资、安全保障、医疗保险、退休金、强制执行合同，或者它们与雇用的这些工人之间到底有没有基于义不容辞的贵族责任感的关系网。


  在某些方面，现在的趋势与“二战”后短暂兴起而达到高潮的强烈返工会事件十分相似。那是第一批临时工作机构，“劳动力”（Manpower）和罗素凯利办公室服务［the Russell Kelly Office Service，因“凯利女孩服务”（Kelly Girl Services）而出名］都成立于美国的中西部。[72]正如艾琳·哈顿（Erin Hatton）在她的专著《临时工经济：看战后的美国从女凯利到永久临时工》（The Temp Economy：From Kelly Girls to Permatemps in Postwar America）中写道，为了避免遭到工会的强烈反对，这些临时工机构将临时工作描述为“女性的工作”，描述成一条家庭主妇赚点儿外快的出路。它们花费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在《新闻周报》、《商业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好管家》、《幸运》、《纽约时报》等报刊上刊登了数千篇广告，广告上展示的是年轻的、白种人的、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妇女正在承担各种各样短期的办公室工作。广告运动的参与者包括“女凯利服务”、“劳动力”机构打造的“白手套女孩”、“西部女孩”机构打造的“奶牛女孩”，以及各种各样的“女孩”，她们看起来都正在享受这种成功的喜悦，而“女凯利”作为这种文化潮流的代表，其临时工机构更是遍布全国。众多广告中有一个叫作“永远的女孩”，“女凯利”公司在广告中描述了一种自认为看起来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听起来并不怎么吉利，因为她就如同一只“任务兔子”或者一个“优步”司机的状态。


  不要求节假日，不要求升职。不会因为不工作的时间花费你一点点钱（当工作结束，她就会离开）。不会感冒，不会腰椎间盘突出，不会牙齿松动（不会占用任何工作时间）！不需要你来缴纳失业保险税和社会保障（当然，你也不需要为此做什么文书工作）！不需要你花费任何边际利益（她会为每一美元的工资增加30%的工作量）。总是能够讨你欢心（在你的“女凯利”工作结束之前，你不需要提前付给她工资）。[73]


  这种广告运动展现了这些公司特别想建立一种低工资、不规律工作的工作模式而从中获取利益的努力，而这些公司在开展业务的同时又不想激怒工会，所以就选择了一种基于性别划分的领域。从20世纪70年代人们出售“工作机器”，到90年代的“永久性临时工”，这些运动不仅从法律意义上拓宽了临时工的使用范畴，而且开始把它演变成一种商业模式，在这种模式中，长期雇员被描述成一种“昂贵的负担”、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一种利润引发的苦难，因为这种机制损害了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这种认识为致力于冷血地削减成本且无情地大规模裁员的新型公司提供了一种文化支撑。[74]


  这种先例慢慢地主宰了整个后半个世纪。“女凯利”开创了一种“1099经济”，包括永久性临时工、独立承包人、临时工和自由职业者等。这形成了一种劳动力空间，而“任务兔子”、“扎力”以及其他早期的共享经济公司都挤进了这个空间。正如许多“革命”理想主义者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在发起伊始所秉承的任务逐渐变成了比预想的要丑陋得多的样子，而现在就是必须要对其进行清醒认识的时候了。考虑到这些，BuzzFeed网站的查理·瓦泽尔（Charlie Warzel）富有洞察力地观察到：“任何花费时间在共享经济上面的科技记者，如今都变成了典型的劳动力记者。”[75]


  一时间，“任务兔子”、“空中食宿”、“优步”、“来福车”以及其他相似企业都开始实施一项只能起到微弱作用的防御措施，那就是声称“噢，这些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工作，这些都只是能够赚一点儿外快的工作而已”。但是这种论调也恰恰是当年“女凯利”和“劳动力”机构打造的“白手套女孩”所说过的话。正如汤姆·斯利，一位追踪技术和经济之间相融合的领域许多年的研究人员写道：“一旦你叫它‘外快’，听起来就像，‘噢，我们不需要任何规则和管制，因为这些只是外快而已’。但是这些花言巧语在20世纪60年代左右针对女性的工作已经被反复使用了。这里没有公平的工作和公平的报酬，因为‘它不是一份真正的工作，它只是外快而已’。”这只是一种让工人的各方面标准呈现灾难性的急剧下降、提供临时工作并且削减工人的收益，已经被工会和相关政客反击了许多年的一种工作模式。[76]


  不是一句“共享”这样的花言巧语就能够把“共享面包屑经济”掌握之下的自由劳动力社会所带来的糟糕的负面影响一扫而光的。无论它的初始阶段定位在到底怎样的一个精英阶层，共享经济现在都已经变成了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样子，具有高额资本支持，硅谷孵化计划中想通过它将风险从公司层面转移给工人，从而确保投资人能够收割大量利益，同时又能够通过剥夺工人的各种保障、中产阶级的工资、无视政府管制并且逃税等手段来减少成本。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创新和进步的圣歌中完成的。[77]


  当务之急就是，我们需要扪心自问：我们到底想从工作中得到什么，我们到底希望雇员和雇主形成一种怎样的关系？我们想让未来变成一个股东社会吗？在那个社会里面，大多数人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不仅与机会有关，而且与自己的命运有关，因为这些都将直接且深远地影响着就业的天地。又或者我们是否想要这样一个自由职业者社会，在那里雇员和雇主之间的关系非常糟糕，而且每个人都是另外一个人野心的坚决反对者。我们到底想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社会中？


  这些深沉问题的答案将很快被改写，远不是过去几十年中的那个样子。自“新政”时代以来，我们生活中的许多假设和价值都正在被侵蚀。试想一下，当一个雇主直接雇用一个雇员，他们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对彼此的责任感，这个想法很过时吗？这种类型的雇员雇主关系真的已经变成历史的产物了吗？《经济学人》看起来是这样认为的，它把这次“需求导向”经济的革命描述成一种“使用无所不在的手机平台以各种各样的新方式来连接劳动力和服务”的未来工作模式的“一个深度变革的新阶段”，“而这种新阶段将挑战许多自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基本假设”。显然，产生这种想法的驱动力被认为是自然的和广泛的，就像落下的雨水、重力的存在，以及涨潮和退潮那样。[78]并且任何想要坚持以往观念的人，都会被看作无药可救的勒德分子[81]或者“新政”的传统主义者。


  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强迫力就是人类所创造的特定法律和管制所产生的副作用。即使现阶段发展轨道的结果被视为一种不可取代的人类进步，这些经济实践也可能是非法的——就像曾经出现的童工和每周工作60个小时的工人那样。或者至少应该对其进行管制，就像技术出现在其他工作领域时那样。美国人不应该允许这些人被技术如此令人飞蛾扑火的魅力所蛊惑，也不能盲目迷恋更高的工作效率，或者想成为“技术人”这样的亿万富翁，更不应该一直生活在我们所创造出来的紧身衣里。《经济学人》确定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博学的亲商媒体的源头，我个人曾经一度沉迷于它的广阔的范围和复杂性。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学人》就像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都曾经在自“大萧条”以来的灾难性经济危机面前迷失过。《经济学人》以及其他“专家”对全球范围内银行业放松管制，对冲基金、金融衍生品和信用违约互换息差等方面的判断有些错误，更不用提对不断攀升的不平等这一方面的观察了。一个灾难就在这些人的眼皮子底下发生了，甚至连《经济学人》都还在用那些看起来博学的复杂名目以及支撑这些观点的有缺陷的模型愚弄读者。


  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一段时间里，《经济学人》以及许多其他“专家”都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败，并且受到了悔恨的打击。如今，它们又回来了，把它们的阿尔法箱子押宝在了放松管制上，这一次的典型代表就是“需求导向型”经济。然而越来越广泛的证据已经明确显示，我们如果在最近这一轮放松管制的路上走得太远，可能离下一场灾难就更近了。


  
    [79]办公室常见的一个情景，同一家公司的几个同事在茶水间寒暄，通常与工作无关。——译者注

  


  
    [80]沙山路，美国风投行业的代名词。——译者注

  


  
    [81]勒德分子是指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因机器代替人力而失业的技术工人，现在一般指仇视或者害怕新技术发明的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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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地下经济”：通往地狱的“丝绸之路”网站


  这条路上除了挤满了“任务兔子”、临时工、短工、长期工外，还有生活在城镇外围的“1099工人”，城镇外围是指“灰色”居住地带。这种迫使人们去从事账外支付工作的力量非常强大，因此越来越多的工人境遇变得比以前更加糟糕，最终进入了地下经济组织，或者说“灰色”经济（也称“非正式”经济）。的确，随着新经济越来越多地扑向弱势的工人群体，其中一部分人开始脱离主体经济的边缘，进而步入一种更加不稳定的状态。


  在旧金山，随处可见这样的信号。几乎在每一个工地现场，主要劳动力构成都是拉美裔工人，大多数工人都极其卖命地工作，他们的技术水平很高，但是不太会说英语。在每一个工地上，都有一名包工头，这个人通常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也能在需要的情况下与顾客或者公众联络，在工作方面为大家牵线搭桥。包工头基本是在每天早晨，在家得宝连锁店或者劳氏公司的停车场接到第一份工作任务，这些停车场在加利福尼亚州遍地都是。[1]在对加利福尼亚州30万合同工的调查中发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2/3的合同工都说他们并不是直接雇工。[2]这些像现货供应、通过私下交易完成的工人，就是那些承包商的劳动力，而且他们通常会受到移民局的严格监控。


  旧金山的大多数餐厅，帮厨基本都是拉美裔工人，甚至包括厨师和大厨——在意大利餐厅或者其他民族风味的餐厅也是如此。在跳蚤市场、周末的旧货交换会或者在路边摆摊的小贩，大多数都生活在主体经济的边缘地带。如果在旧金山街区走一走，就会经常看到拉美裔或者中国籍保姆，她们推着婴儿车，怀里抱着白种人金发碧眼的宝宝。经济学家凯瑟琳·哈斯金斯（Catherine Haskins）研究发现，有80%~97%的保姆都属于账外支付。[3]


  当几位工人到我家铺地毯时，我发现他们都是中国人——除了包工头外，没有人会说英语，而这些工人在干活时，包工头一直通过手机联系其他客户或者寻找其他工作机会。到了晚上，在市南区的服装厂附近，城市公交车会在顷刻间就被说话声音特别高的亚洲妇女挤满——这是她们离开工作场所下班回家的时间。在旧金山服装厂工作的许多临时工，都在加工“思捷环球”（Esprit）品牌服装，这个品牌由苏茜·汤普金斯·比尔（Susie Tompkins Buell）运营，她是组织希拉里·克林顿进行民主党募捐活动的著名人士，曾经因为没有支付给工人最低工资且篡改移民工资记录而被美国劳工部突击搜查。[4]


  有一次在一家寿司店，我就日本女足国家队在2011年世界杯中打败了美国队而向员工表示祝贺。当时还特别指出，在这种志趣相投的国家体育项目上，这种形势能够促进两个国家搭建跨越种族的友谊桥梁。但那些工人看上去非常困惑，而我也十分尴尬。直到最后，一位员工用十分糟糕的英语对我说：“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们是中国人。”这件事足以证明，大多数员工，包括老板看起来很友好的寿司店里，服务生也大多是中国人。


  在旧金山市中心的格莱德纪念教堂周围那些无家可归的、穷困潦倒的人，通常都是非洲裔美国人。他们大多数是当地的居民，脸上透着筋疲力尽，伤痕累累，这些都源于他们多年窘迫的生活。他们站在街角，试图去贩卖一些东西维持生存，而在这些东西里有很多明显是偷来的。谈及妇女，她们连自己都“出售”。在大衰退袭击整个经济之后，我从白种男人眼中也更多地看到了绝望的申请，他们两手空空，靠领取失业救济金度日。难以抑制的物质欲只能带来更深的阴郁，他们也忙着抛售自己的劳动力。


  我在与这些工人（或者说“生存者”）谨慎的谈话中发现，大多数人都是账外支付工人，通常领取的工资比在职的普通工人的工资要低得多。正因为他们不是账内支付，所以不可能领取健康保险或者其他福利。他们甚至享受不到职业工人本应享有的职业保护、健康和安全要求以及休息时间；如果老板决定克扣他们的工资，他们也无法请求援助。如果是非法移民或者正在取得身份的移民，他们更不敢对工资要求得太高或者对工作条件提出异议，因为他们面临着随时被驱逐出境的危险。久而久之，他们便成了合法劳动力平均工资的大拖累。


  值得警醒的是，新经济这一地下经济的维度看起来还在飞速增长，地下经济组织的活动总量在2012年是20亿美元的规模——自2009年以来翻了一番，而且是当年美国GDP的13%。[5]


  “在巴西或者南欧这样的地方，你或许觉得看到地下经济组织很平常，”劳拉·冈萨雷斯（Laura Gonzalez）说，她是福德汉姆大学研究个人金融的教授，“但是随着就业形势下滑和经济中不确定性的增加，地下经济组织在美国生根发芽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6]


  随着宏观经济下行，让经济学家十分困惑的是，尽管新创造的工作岗位很让人失望，但失业率仍在不断下降。事实上，随着失业人数的不断下降，美国的就业官方数据也创下了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这是如何做到的？通常情况下，失业率和就业率这两个指标是负相关的——因为美国就业人数的上升反映出一种高就业率，与此同时，美国失业人数以及失业率必然是下降的。这两者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就像跷跷板的两端一样。


  然而在我们所进入的这个奇怪的新世界中，就业率和失业率居然出现了同时下降的情况。这怎么可能呢？


  为了寻求答案，我们首先必须深刻反思一下“二战”以来我们追踪和测量失业率的方式，虽然有些方式已经被摒弃不用了。现在的统计方法针对特定发展阶段下的劳动力非常适用。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劳工统计局仍采用就业调查的方式来测量谁是否从事全职工作，以及谁正在找工作。这种方法被采用了很久，那时大部分的工作分为临时工作或者全职工作，工人只对雇主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不是一个正在找工作的人且不是退休人员，就不会被统计进入劳动力总体的一部分。你在统计数据中是隐形人。如今，在某种情况下，我们将这部分人称为“非自愿”失业者，因为他们确实不在劳动力大军当中，而且也不存在于官方统计的失业人数中。


  随着非自愿失业工人数量的攀升，一个净效应就会产生，即失业率比实际看起来更低。当这些非自愿失业工人的数量达到临界值时，这种测量方法内部会产生突发性扭曲的现象。那么，究竟在什么情况下会达到这种临界值呢？


  首先，许多专家都有过相关思考，但是追踪这个过程非常困难。这项工作看似是要数清楚一些根本不可数的东西，因为许多非自愿失业工人在官方统计数据中是找不到的。根据斯坦福大学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教授和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的尼古拉斯·彼得罗斯基-纳多（Nicolas Petrosky-Nadeau）的一项研究表明，处于中低收入的家庭——也就是每月的总收入在3360美元或者每年的总收入在4.0032万美元——在成为劳动力组成部分这方面可以观察到一个明显的减少，减少的比率在5.5个百分点左右。减少得更多的是位于五分法的正数第二档，也就是中高收入家庭（每月的总收入在5920美元或者每年的总收入在7.1万美元），位于这个收入档次的家庭，使劳动力组成部分的比率下降了7.2个百分点，这也是下降得最快的一组。[7]这两组家庭合并之后，恰好是收入构成的中产阶级，可以说大多数的美国人都在这个大类别当中。基于以上劳动力组成部分的数据可以表明，有400万~500万曾是中产阶级的工人都已重新回到了那种近似劳动力炼狱的水平当中。


  其次，从上述分析可看出，青少年的就业也出现了大幅削减。那些最贫困家庭组年轻人的就业率出现了5%的下滑，位于五分法的倒数第二档的次贫穷家庭组年轻人的就业率出现了10%的下滑；年龄段位于20~34岁较年轻成年人的就业率下滑了约5%。且在这两组中，女性工人在劳动力组成方面下滑的速度比男性工人更快。


  因此，特别明显的是，数百万计的工人已开始脱离美国劳动力大军，官方对此的解释大多停留在这些人是“退休人群”或者“他们正在找工作”上。而事实上，研究表明，即使位于五分法的最高收入档次的最富裕的10%的家庭中，成为劳动力组成部分的比率也下降了3.6%。由于这些人在混乱的经济镀金时代一下子赚到了更多的钱，许多人都可以提前退休了。[8]对大多数处于低收入阶层的人而言，除非是那些享受社会保险中养老保障的人，其他人想要退休简直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目标。那么这些人到底为何就这样轻易地放弃找工作呢？难道大家不想养活自己、养家糊口、住有所居吗？


  问题的答案已经越来越清晰：一大群工人——数以百万计——已进入地下组织的影子经济中了。想得到确切的数字是非常困难的——大多数从事账外支付商业交易的人，都在最大限度地掩盖他们的报表和非法行为，这是因为他们想使在私下交易中得到的收入免缴税收。此外，出现了一个特别明确的挑战，原因是“灰色经济”和合法经济似乎合二为一了。总之，不仅仅是以上引用的就业率降低幅度等指标，而且从更多不同的指标中，我们都可以得到令人信服的美国工人已进入了“灰色经济”的证据。


  例如，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的经济学家埃德加·费热（Edgar Feige）作为一名研究地下经济组织长达35年的教授，在研究中发现，在2012年美国人工作所得的报酬中，有大约2万亿美元都没有向国税局进行申报。在2006年，国税局估计政府损失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只有3850亿美元；而在1992年，这一数值仅为800亿美元。[9]由此可以看出，自经济危机以来，这一数值在不断扩大，且激增了5倍。仅在加利福尼亚州，就有超过65亿美元的税收流失，这都是拜地下经济组织所赐。[10]统计数据中的其他异常现象也说明了类似的问题，例如，基于官方的失业率，2010~2013年的零售额比预期高出许多。根据《纽约客》的资料显示，截至2013年，“尽管以家庭为单位的收入仍然比2007年低，个人消费的总量也比大衰退之前高出许多，且零售额也出现了较快增长”。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实际失业率比官方失业率低1.5%~2.5%，一般情况下零售额就是预计的数额。


  此外，我们还可以观察到美国人使用银行的比率正在下降，他们更倾向于使用现金。伯纳德·鲍莫尔（Bernard Baumohl）是经济展望集团的一位经济学家，声称：“我们认为，上一次经济衰退造成的破坏，加上经济持续疲软的复苏，导致大量人进入以现金交易为主的地下经济。”[11]这很典型，“在这种持续的经济衰退中，人们都在主体经济的边缘工作，”他说，当国家进行失业率统计时，“然而更加严重的衰退以及复苏特别缓慢的事实，必然意味着更多人不得不加入地下组织经济，并且在地下经济中挣扎很长时间。”[12]


  影子经济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违法行为，如毒品交易或者卖淫。但是如今，影子经济中所包括的一些不需要坐班的工作涉及许多国内的工人，如保洁、花匠、勤杂工和保姆，还包括在餐厅工作和从事建筑工作的工人、艺术家、出租车司机等。“这些工作岗位大部分分布在服务行业，从小食品店到园林绿化，”维拉诺瓦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大卫·菲奥伦扎（David Fiorenza）说，“即便是艺术和文化产业，包括音乐和娱乐领域，都不可避免地出现账外支付的工作岗位。”


  灰色经济其实还包括那些只雇用一天建筑工人的公司，以及一些只短期雇用信息技术专家、网页设计师等，包括一些新经济雇用的小时工。这些工人大部分都有一份稳定工作，但是工资低，所以要再打一份工，而且这份额外工作通常都是账外支付，这样可以避税。


  “账外支付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经济体系中是一直存在的，所以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经济学家彼得·麦克亨利（Peter McHenry）说，“然而事实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事账外支付的工作，这其实揭示了当前工作形势是多么严峻。”[13]


  综上所述，沦入地下经济组织实则使这些工人暴露在不同的险境之中——没有安全保障，没有工商补贴、病假，也没有其他任何保障。地下经济组织不仅给工人带来了不稳定因素，而且影响深远。正如费热等人的研究表明，如果在地下组织中工作的美国人逃税数额在2万亿美元，那么意味着政府的总收入损失更多，也说明人们得到的公共服务相对更少——这些人中灰色经济的工人占多数，且亟须得到帮助。许多雇主并没有把自己所有的商业活动都纳入报表，也没有向国税局缴纳全部税收对灰色经济中的工人进行账外支付。在这种形势中，遵纪守法的企业将陷入生存困境，因为它们的竞争对手根本不需要支付工资税、失业救济和工人补偿，而是在极其秘密的地下经济组织中完成的。


  
另外一种“共享”


  这种灰色经济的市场连续不断地向更加恶劣的方向发展，到达一个临界点，然后开始沦入纯粹的自由劳动力社会的黑色经济范畴中——沦入一种极坏的且非法的行为中。值得一提的是，劳动力市场的边缘地带，对于理解此类型的共享经济的发展趋势是有启发性的——尤其是当共享经济表现为一种推动社会向自由劳动力社会发展的动力时——如果不进行恰当的管制，则会直接脱轨。这些行为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危险呢？


  共享经济的梦想家都受艾茵·兰德式的自由主义鼓动，他们认为，政府不应该介入、管制，甚至不应该纳税，这一点在当今社会已不是秘密了，尤其是考虑到这些公司所选择的商业模式和上市的方式。这些公司的理念使人联想到早些年强盗式资本家所主宰的时代——带有一种民粹主义的光环，声称为了“人们”，为了打倒“某个人”。共享经济曾经被称为P2P平台，是用来把一些人和那些想要创办自己企业的人联系起来的工具，买卖东西、共享商品或者服务。然而事实证明，共享经济所吸引的许多人并不认为自己是经商人士，他们在共享经济的平台上散布各种哲学言论，而且吸引了许多追随者，其中不乏年轻人，而这些年轻人早已被愚蠢的政治家和贪得无厌的企业家搞得没有信心，机会在不断地减少且不公平日益增长，这些年轻人感觉自己距离“主流体系”越来越远。对“千禧一代”和“X一代”来讲，在互联网上或者应用程序上匿名购买服务或者商品是他们所生存世界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他人也这么认为。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苏迪厄·文卡斯特赫（Sudhir Venkatesh）主要从事地下经济组织的研究，声称：“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正在崛起的新一代人做事情的方式越来越趋向于一种自由劳动力的方式。”[14]


  一位29岁的企业家在撰写关于共享经济的网站及其所创造的商业模式时，采用了一种非常成功的方式，这种表达方式是不同寻常的直率。“他的企业，”他说，“运行的核心就在于，这家企业能够游走在州政府管制的边缘。如果政府勒令我们不能买卖特定的物品，我们就会换一种方式来做，而且保证不受政府的指责。”[15]特拉维斯·卡兰尼克的表述与此大抵相同——规矩就是用来打破的。但是这种企业还表现出一种关怀个体的温暖以及类似传教士般热情的“信任”和“共享”的理念，如“空中食宿”的布莱恩·切斯科写道：“我知道整个市场都是基于您对我的信任，而且我绝对不会轻易让这种‘信任’丧失。为您服务是一种光荣……对全球的人来说，在这场革命的早期阶段，到这里来的您就是最特别的那个人。您就是那个人，那个让这些事情开启并且向前发展的推动者。感谢您的信任、信用、友善和博爱。”[16]


  事实上，声名狼藉的黑市网站“丝绸之路”的创始人和创建者罗斯·乌布利希（Ross Ulbricht）也如此表达自己的思想。


  当一件商品或者一项服务所标的价格适中，就会有客户过来看看或者购买。“丝绸之路”有点像“任务兔子”和“易趣网”的结合体，是一个允许顾客购买商品或者服务的网站，或许我们可以文绉绉地说，这种商品或者服务在平常是不容易得到的。客户也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雇用一种在通常情况下很难雇到的特殊的劳动力。“丝绸之路”采用加密技术使顾客能够彻底地匿名，这些顾客在这家网站上购买的商品和服务都是非法的。就像“易趣网”、“空中食宿”和“优步”等，“丝绸之路”创办了一种更重口味的贩卖网站，把想销售产品的企业和有欲望购买产品的顾客联系起来；像“任务兔子”和“一揽子找工作”等，“丝绸之路”允许其自由劳动力提供服务，提供他们能够进行“租售的劳动力”。


  在“丝绸之路”网站上，除了能购买到普通的商品和服务外，还可以购买到毒品、枪械、伪造的或者假的账户、走私的军火、电脑黑客、匿名的银行账号、卖淫服务以及——一个扭曲的“租售的劳动力”——暴揍某人。是的，你甚至可以雇用一个“丝绸之路”的“兔子”去谋杀某个人，这种服务甚至覆盖了十个不同的国家。[17]


  显然，这家公司符合共享经济的理念，这些用户也会对商品或者服务的企业进行排序，就像在“任务兔子”、“空中食宿”、“优步”上做的一样。一位非常满意的顾客这样描述：“质量非常好。包装很好，沟通也无障碍。对送达的描述也准确无误。”[18]这位顾客对此的打分是满分5分。所以在这家网站上，这些企业的信誉也是通过顾客的反馈得来的。而且抱着彼此之间的信任，这家网站上的用户似乎都把维护信任作为己任，这让人联想到“空中食宿”社区所表现出来的热情。乌布利希写道：“我最初的动力并不是个人财富，而是做点与众不同的事情。随着生活越来越平淡无奇，我想在回顾人生的时候，能够看到自己做过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对其他人有帮助的事情。这就是我的初衷……虽然听上去有些矛盾，但是实际上你越少地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生意上面，越多地将注意力放在其他人身上，你就能获得越多的幸福感。”[19]


  毫无疑问，这是共享的理念。“丝绸之路”网站像其他许多网站一样，是众多共享经济企业中的一家。它在官方主页的空白栏中陈列着非法物品，如同一些普通货品陈列在“艾特斯”、“易趣网”、“后院”、“亚马逊”网站上。在这家网站发展到鼎盛时期时，这些由地下组织的自由劳动力发售的线上商品达到1.3万多件，而这些商品中有70%都是不同种类的毒品。[20]八卦网站Gawker的阿德里安·陈（Adrian Chen）写道：“这家网站允许你在线购买或者出售毒品，毒品这种商品的买卖简单得就好像书籍或者电灯泡一样。”阿德里安·陈总结了一小部分在“丝绸之路”网站上可以购买到的毒品种类：1克阿富汗毒品混搭，1/8盎司的含13-硫的毒草，14克迷幻药，1克焦油海洛因。还有一种名为“阿凡达”的迷幻药，它的广告图片是一个正在吸毒的蓝色的脸，这在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的电影里面才能看到。“这就是亚马逊的扭曲商业模式，”阿德里安·陈写道，“只不过是出售那些能让人飘飘欲仙的货品。”这家网站上的卖家虽然遍布全球，但大部分来自美国和加拿大。[21]


  据联邦调查局的侦查发现，在2011年2月至2013年7月，这家网站的在线交易总量达到了122.9465万件，收入总额达到了12亿美元，为这家网站带来了7980万美元的佣金收入，这些数据都是在政府查封现场时的刑事起诉书中得到的。这种出售量远不是“优步”和“空中食宿”所能相提并论的。这家网站实则是一个非常赢利的P2P运营模式网站，参与到这一模式当中的有14.6946万名顾客和3877名小贩，而这些用户当中的30%来自美国。[22]在短短60天的时间里，就有120万条信息发往“丝绸之路”的私人通信系统。这简直就是一个庞大的地下组织运营机构，这个机构竟明目张胆地在官方侦查的雷达之下活动，而负责管理运营的地点就在一个看上去非常不起眼、普通的街区里，甚至在旧金山的公共图书馆。罗斯·乌布利希在许多维度上与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布莱恩·切斯科和其他打破法律常规、非正常避税的共享经济企业家相似，看上去是志趣相投的一群人。罗斯·乌布利希是这群人当中最大的破坏者。


  这么庞大的非法物品和服务的交易市场到底是怎样在法律的监视之下进行长时间的秘密交易而未被发现呢？是硅谷黑客文化所发明的两项重要的技术创新让这一切变成了现实。


  首先，“丝绸之路”网站所使用的第一项技术创新是让官方查不到任何痕迹的匿名手段，网站上的用户在电脑上进行交易时，会使用一种非常流行的匿名软件，名叫Tor。这个工具使通过在线购物的电脑的物理位置变得难以确认，而且有人访问这个在线市场时也很难被追踪。Tor是一款被全世界的线上活跃分子广泛使用的软件，用来避免政府对网络的审查，包括中国、伊朗和叙利亚等国。[23]爱德华·斯诺登在曝出国家安全局的秘密之后，也是使用这款软件来躲避追踪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据《华盛顿时报》称，赞助这款软件的基金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间接来自美国国务院网络自由预算”。[24]


  其次，“丝绸之路”网站所使用的第二项技术创新是交易时采用已经被加密的线上替代货币——比特币。比特币是一种数字货币。据阿德里安·陈说，这种电子货币相当于“一种棕色的现金袋子”，但是这种电子货币会让进行线上交易的匿名用户更加难以被追踪。[25]比特币有点像从威廉·吉布森的小说里面跑出来的东西，像从一种非常古怪的科幻小说来到了现实中，这种货币不受任何政府或者公司的控制，但能够形成一种非常分散有效的支付体系。用共享经济的术语来讲，比特币又叫作P2P货币，这种货币的创建和管制都是由其他比特币的持有者在网络上完成的。基于这种货币，交易将变得“难以追踪，而且这种方式受到计算机朋克、自由论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追捧，这些人整天都梦想着能有一种游离在法律约束之外的电子经济，在那个市场中，货币能够在不受约束的边缘自由流动”，就像电子微粒一样，阿德里安·陈说。“丝绸之路”网站也许就是这种货币用户的领头羊，而另一家非常有名的在线比特币赌博网站Satoshi-dice显然也是典型代表。


  “丝绸之路”网站曾经是一个非常精妙的管理运营的网站，掌握在一个千禧年出生的新一代手中，他利用一个名字为“恐怖海盗罗伯茨”的在线密码进行管理运营。罗斯·乌布利希，一个个子高高的、长得还不错的邻家男孩，头脑中有一种像《暮光之城》中的演员罗伯特·帕丁森（Robert Pattinson）饰演的吸血鬼传说那样离奇的想法，住在旧金山一个特别不起眼的波托拉地区封闭的单亲家庭公寓里。他的邻居发现这个犯罪分子头目就生活在他们中间时，感到无比震惊。


  对于乌布利希和“丝绸之路”而言，不可思议的是，硅谷的自由主义科技文化以及共享经济理念催生了这样的人和企业。一名技术记者瑞秋·斯旺（Rachel Swan）写道，旧金山是这样一个地方，“基于个人自由主义的创新和欲望能够在这里转化成一种经济引擎、一种生活方式和一个信仰体系”。如同其他的共享经济创始人，乌布利希也是以一种很浮夸的层面来看待自己，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梦想家，想塑造一种不一样的“体系”。[26]就像“优步”的特拉维斯·卡兰尼克一样，他将“丝绸之路”看作一种对抗现状所必须做的一场革命。他的在线言论中经常抛出这样的认识和高谈阔论。为了保护这种日益发展的理念，他甚至开创了恐怖海盗罗伯茨图书俱乐部，一个可以漫谈反经济学、无政府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在线网站。[27]“‘丝绸之路’远不仅是能指着鼻子骂你的网站，”乌布利希说，“‘丝绸之路’是一家刚刚成立的企业。它可以通过言论改变我们所认知的这个世界，它比我们每个个体都强大，而且它能够搭建一个平台，从不同的地方吸引许多有才能的人、许多机会和资源。”[28]


  乌布利希的哲学反映了在硅谷非常流行的一系列哲学，这些哲学实际上是利用财富和能力去开创一个不在政府管制范围内的隔离区。乌布利希写道：“金钱是万能的，而且能够去实现那些我非常期待看到的变化。金钱让我们能扩张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源建设，以此来适应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并且能够支持和强化我们在这里已经创建的达到我们所要追求的路径。”在个人的Technostan网站上，乌布利希可以避免法律、管制、税收等的约束，还能实现他所认为的技术正义。硅谷的其他人都对乌布利希的观点持赞成的态度，而那些人也只是抱着更大的痴心妄想而已。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在试图实施自己头脑中无政府的技术世界乌托邦。


  保险业的亿万富翁、“贝宝”的合伙人和风险投资家彼得·蒂尔，伯克利企业家帕特里·弗里德曼（极端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孙子）已经投资了200亿美元，准备建造一个停泊在旧金山海岸、豪华浮动的自由主义天堂，恰在美国的管辖权之外。[29]那应该是一个像岛屿一样的无政府管制的区域，在这个承载梦想的大型游轮上还有上千间客房。[30]距离边缘更近的是旧金山的企业家巴拉吉·斯利尼瓦桑（Balaji Srinivasan），他鼓吹技术分裂并主张创造一种割据型社会，这个社会使用的是不受管制的电子货币（如比特币），如“共享经济”酒店和没有执照的武器等东西。[31]硅谷的其他人，包括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和布莱恩·切斯科都鼓吹这种技术分裂，从当地的法律法规到纳税要求，他们都视其为自己不断扩张的帝国的障碍。而这种情况在硅谷是很“常见”的。


  因为旧金山盛产这种海盗心态，所以貌似在这个地方没有人在尝试创建一种更高视野下的更高级的线上共享经济，以“丝绸之路”为例，它就是一个贩卖违禁物品的市场。“创始人把所能使用的旧金山理念都用来撕毁制度，直到他们所想要的程度，”斯旺写道，“‘丝绸之路’充满了旧金山技术文化的黑暗承诺。”


  “对真理的追求是高贵的人类所能够做出的努力之一，”乌布利希写道，“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对于我们世界观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能让我们认清楚原因，并且指引我们继续前进。”[32]最终，在2013年10月，这种真理演变成了联邦调查局对罗斯·乌布利希的逮捕，并且是在平静的、绿树成荫的格林公园街区的一个公共图书馆实施的。他当时已经登录“丝绸之路”，用他的一个别名为“恐怖海盗罗伯茨”的账号，管理运营着他那个能够与“优步”和“空中食宿”相媲美的帝国，处理一些反叛事宜，包括贩毒活动、洗黑钱、计算机黑客以及一桩为了成功谋杀六个人而结算的100万美元（尽管没有人能真正说清楚谋杀到底是不是真的成功了）。乌布利希锒铛入狱而且不容保释，在他等待审判期间，“丝绸之路”网站也被强制关闭。[33]


  其他网站——“集市网”（Agora）、“进化网”（Evolution）、“黑人银行”（Blackbank）、“核心网”（Nucleus）、“逃犯网”（Outlaw），甚至有一家网站公然叫作“丝绸之路2.0版”（在2014年11月也被强制关闭）——迅速取代了原来“丝绸之路”的位置，作为一个加密黑市的贸易市场，这些情况结合起来如同一次永远也不会结束的打击网络犯罪的“打地鼠”行动。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人感到被原来的社会体系所抛弃，美国数以百万计的中等收入阶层变成了劳动力大军中迫不得已的“非自愿失业者”，而这些非法网站的客户也因为此事件的发生而猛增。在全世界有很多乌布利希的捍卫者，这些人不仅宣告他无罪，而且将他作为一名英雄来崇拜。律师托尔·埃克兰（Tor Ekeland）代表一些高段位的黑客，将“丝绸之路”推崇为“一种极为纯粹形式下的自由市场资本”。在将“丝绸之路”与共享经济进行对比时，他还声称，对乌布利希的刑事指控就是一种极端的尝试，与对共享出行企业“优步”的打击，或者纽约州检察官对“空中食宿”的调查，性质没什么不同。[34]


  显然，律师埃克兰注意到这些企业是“物以类聚”。


  共享经济所谓的“勇敢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越来越壮大的服务行业的经济产业，以及数字技术允许匿名购买物品和服务交叉的副产品。已经建立联系的买卖双方并无必然的关联性，你可以通过随意点击鼠标或者打开应用程序完成在线购物，商品或者服务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丝绸之路”以及其他普遍存在的非法获得的处方药在线卖家（如伟哥和希爱力），还有普遍存在的地下经济组织，只是这种新兴的众所周知的途径中最典型的案例。这种黑色经济和灰色经济在线交易所收取的佣金让交易很难被追踪，甚至是匿名的，但除了进行非法违禁品交易这一点外，它们与“共享影子”经济有什么不同呢？“空中食宿”、“优步”、“来福车”以及其他共享公司都雇用了大量律师和媒体，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彰显它们能够管理运营的能力，无论是可能受到的管制还是必须履行的纳税责任。它们栖息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影子灰色经济当中，其中拥挤着“1099工人”。你可以雇用一个“优步”司机、“任务兔子”、临时工，来帮助你修建篱笆、编制网页，或者贩卖你的非法药物，甚至更加严重。当匿名技术遇到那些特别需要资金的上班族时，任何可能都会发生。


  “丝绸之路”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如果放任自流，这些基于网站和应用程序的商业平台对社会的负面效应甚至是致命的，何况还要加上技术匿名和无踪迹可循的现实，这种情况还会破坏经济治理的价值和原则，而这种价值和原则一直是强化中产阶级社会的主要因素。更有甚者，正如即将在第六章中论述的那样，由于这种经济治理的价值观构成我们政治价值观的基础，所以共享经济那些深藏不露的企业侵蚀了社会弥足珍贵的凝聚力，而这种凝聚力是让美国变成一个特别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国度至关重要的因素，无论是历史还是今天——包括公民精神的托克维尔式美德、民主参与和社会契约。


  
D系统及其“地下公司”


  美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地下经济组织和黑市不断恶化发展的地方。放眼世界，影子经济中劳动力增长的幅度比其他部门都要快。在棚户区、城市广场和路边，非法的街头小摊贩和无营业执照小摊贩仍会经营生意、贩卖商品。这些人这么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数字技术在全球的扩散，包括使用智能手机和使用基于网站和应用程序的平台。显然，越来越多更高级的技术都在现阶段被发明出来，这些技术似乎让国家变得更穷，或者让某些地方变得更穷。可以通过考察地下组织在其他地方的发展来看美国“共享影子经济”到底将如何发展，我们选取的这些地方都是地下组织在整个经济中已经占很大份额的地方。


  全球地下组织经济的规模十分庞大。罗伯特·纽沃思（Robert Neuwirth）在他的专著《隐形国度：非正式经济在全球的崛起》（Stealth of Nations:The Global Rise of the Informal Economy）一书中写道，在全球许多地方，这种现象都十分常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是一个由全球最强大的34国政府共同出资建立的智库，在2009年总结称，全球有60%的工人——大约18亿人——都在从事账外支付的工作，这些工作都不在政府的管制之下，也没有进行过正常的注册手续。[35]OECD估计，在印度，这种非正式工人占全部工人（除农业外）的83%；在印度尼西亚，这一比率为78%；在肯尼亚，这一比率为72%；在巴西，这一比率为51%。[36]在这些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这种非正式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一股重要力量，纽沃思估计，全球地下组织交易的数量已经达到十多亿桩，而这些交易所带来的总收入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10万亿美元。[37]为了更好地认清地下组织的现状，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全球影子经济形成一个单一的、独立的国家——也就是纽沃思所称的“街头小摊贩合众国”（United Street Sellers Republic，USSR）——那么它该是一种怎样的超强大力量，成为在世界上除了欧盟和美国之外的第三大经济体，甚至比中国经济的体量还要庞大。纽沃思已经为这种特殊现象起了一个名字——D系统，这个名字是使用法语的非洲地区和加勒比地区一种俚语的缩略词，所囊括的主要含义是“智慧经济、即兴创作和自我依赖的经济”。[38]


  纽沃思认为，D系统是全球经济的未来。它可能不只是市场上的少数妇女去售卖一些枯萎的蔬菜，它在一个区域内部可能是跨国的，甚至可能会覆盖到全球。它的企业家和劳动力买卖大量商品——手机、机器、计算机、纺织品、衣服、假冒品牌的制造品以及其他商品——在全球范围内。D系统中的这些参与者创造了互联网产业，而互联网产业为那些被传统经济排挤在外的人提供了新机会。在2008~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之后，D系统甚至在发达国家也发展成一个重要的金融应对机制，因为它为大多数家庭提供了一个能够获得额外收入的缓冲区间。[39]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它的增长速度。尽管发达国家的权力机构和领导人做了很多努力，如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及其全球倡议都是为了建立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桥梁，但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还是随着地下经济组织雇工的不断增长而增长，而不是下降。[40]OECD在展望中预测，到2020年全球有令人吃惊的2/3的工人将在D系统中从事地下经济组织的工作。“再也没有跨国公司，没有亿万富翁老爸或者比尔·盖茨，也没有哪国政府是这种就业创造水平的竞争对手，”纽沃思说，“在这种规模之下，如果没有对D系统的详细核算，谈论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增长或者全球化都毫无意义。”[41]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全球范围内，D系统下的地下经济组织的增长都形成了对政府和各行业的挑战，原因是它存在于劳动法、贸易协定、税收、安全保障、版权、产品安全法规以及环境政策等所构建的框架之外。OECD表示，这种广泛存在的非正式雇用工人的现象让政府很难保障工人能拥有一个较公平的就业环境、健康和安全管制，以及最低的工资标准。据OECD的报告称，大多数从事非正式工作的工人实际上都没有得到足够的保护，他们暴露在各种各样的风险中。[42]在非正式工作的就业中，妇女尤其是弱势群体所占比例是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还面临更多的挑战，这些政府经常陷入道德败坏、任人唯亲和金钱交易的腐败中。正如纽沃思所指出的那样，影子经济已经变成规避不正当官方行为、规避各种障碍甚至是像勒索者那样的官僚机构最简便易行的途径。但这种行为也导致了公民的异化和不合理避税。与此同时，信息经济正在不断地发展壮大，这正是公共制度和政府角色之间缺乏信任和忠诚的信号。这表明社会契约已经破裂，在影子经济中的许多人已经放弃了政府。他们已经游离在政府的管辖之外，而且已经不再关注这种至关重要的“公民凝聚力”，而这种公民凝聚力正是保障政府效率的重要力量——他们的忠诚、参与及缴纳的税收。


  因此，对美国人而言，可以汲取的教训是，影子经济不仅会逐步削弱正式经济，还会削弱政治治理。地下组织一旦达到特定的规模，就会掠夺政府的税收收入和其他政策工具，而这些工具是政府独一无二的能力的根本。地下经济组织让公民和他们的政府脱离，鼓励他们防止自己本应当享有的权利和应当承担的义务，并在此基础上对一个强大社会中公民的禀赋进行更大的破坏。


  鉴于此，现阶段最重要的是要了解美国本土的许多共享经济企业中到底有多少是基于各种意图和目的而沦入D系统。这些企业中的大多数都在传统法律之外运营，都试图忽略各种管制和税收责任。没有人真正了解有多少独立承包商在为这些企业辛苦地工作——这些企业都不愿意公开互联网数据，而且这些稀疏的数据也让公众无法相信——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这些公司中大多数进行非法避税的数量巨大，且对现存法律的无视已臭名远扬。倘若这些已经被“共享影子”公司变成更加普遍的商业行为，那么美国的政府治理恐怕会被逐渐削弱。正如前文所述，美国现在已经有很大规模的灰色经济，体量每年在2万亿美元左右，相当于美国GDP的1/7。随着“优步”、“空中食宿”和其他共享经济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它们会毫无疑问地进一步扩大美国灰色经济的规模。那么到底地下经济组织达到怎样一个特殊的规模就会开始影响政府治理呢？


  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苏迪厄·文卡斯特赫（Sudhir Venkatesh）认为，当多数人开始逃税或者逃避管制，这种反弹效应就会削弱整个系统中的信心。“账外支付的工作数量占比过大对社会契约可没什么好处，”文卡斯特赫说，“经济体系的运行是在人们开始有意识时才能达到最优，但是理论上它们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43]


  然而D系统的企业家精神并不能适应民主的需要。这些企业做了很多有问题的行为，甚至非法行为，包括不缴纳税收，导致政府缺乏收入，而公共政策的运转也需要财政收入。这些企业的灰色经济行为鼓励许多工人——包括成为这些公司主要劳动力的“1099合同工”和临时工——去做同样的事情，这些企业不仅让这些人脱离了正式经济，而且让他们脱离了作为公民原本应该享有的权利和应该履行的义务。保守党领导人格罗弗·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是这个时代最成功的、激进的活动家，他曾经说过，希望政府规模能够缩小到他能够“坐进去的浴缸”那么大，而这一言论深深地影响了D系统中的公司。他写了一篇专栏，说“优步”能够帮助共和党在通常倾向于民主党的城市中实现更多政治控制。[44]诺奎斯特显然会为这一事实欢呼，那就是D系统的企业，诸如“优步”、“空中食宿”以及其他共享经济企业，无论是减少政府的税收，还是作为公民的参与度和忠诚度都削弱了政府的行为。


  通过向焦虑的工人展示所能够提供给他们生存在合法经济之外的诱惑，再加上试图营造一个海盗式的公民文化，这些公司正在揭开美国进步的几个世纪，要带领我们回到很多年前就摒弃的观念模式中，而且打着正义的旗号。当所有人都意识到大家在同一条船上时，社会契约就会产生一种深层次的共鸣。这些能够使政治和经济治理有效运行且至关重要的因素，随着公民在正式经济中的撤离已被弱化。在D系统商业模式的领导下，包括许多共享经济企业，这不仅指走向极端尽头的“丝绸之路”，“我们人民”也已经有退化成“我、我、我的”的危险。而我们必须从这两个针锋相对的观点中选择一个。


  
    [1]Steven Greenhouse, “Day Laborer Battle Runs Outside Home Depot,”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0, 2005,http://www.nytimes.com/2005/10/10/national/10depot.html (accessed March 31, 2015).

  


  
    [2]James Surowiecki, “The Underground Recovery,” New Yorker, April 29, 2013,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3/04/29/the-underground-recovery (accessed March 31, 2015).

  


  
    [3]Ibid.

  


  
    [4]Laurie Udesky, “ESPRIT: Sweatshops Behind the Labels,” Nation, May 16, 1994,http://foundsf.org/index.php?title=ESPRIT:_Sweatshops_Behind_the_Labels (accessed March 31, 2015).

  


  
    [5]Mark Koba, “＄2 Trillion Underground Economy May Be Recovery’s Savior,” CNBC, April 24, 2013,http://www.cnbc.com/id/100668336 (accessed March 31, 2015).

  


  
    [6]Ibid.

  


  
    [7]Robert E.Hall, “Testimony before the U.S.Senate Committee on Finance,” Senate Committee on Finance, January 22, 2015,http://www.finance.senate.gov/imo/media/doc/Hall%20testimony.pdf (accessed March 31, 2015), pp.4-6;also see appendix, Robert E.Hall and Nicolas Petrosky-Nadeau, “Changes in US Household Labor-Force Participation by Household Income,” January 19, 2015.

  


  
    [8]Tim Fernholz, “Chilled-Out Rich Teens are a Big Part of the Drop in the American Labor Force,” Quartz, January 30, 2015,http://qz.com/336101/chilled-out-rich-teens-are-a-big-part-of-the-drop-in-the-american-labor-force/ (accessed March 31, 2015).

  


  
    [9]Surowiecki, “The Underground Recovery.”

  


  
    [10]Ben Shapiro, “America’s Black Market May Be Exploding,” Breitbart, March 19, 2013,http://www.breitbart.com/big-government/2013/03/19/america-black-market-growing/ (accessed March 31, 2015).

  


  
    [11]Ibid.

  


  
    [12]Surowiecki, “The Underground Recovery.”

  


  
    [13]Koba, “＄2 Trillion Underground Economy May Be Recovery’s Savior.”

  


  
    [14]Surowiecki, “The Underground Recovery.”

  


  
    [15]Andy Greenberg, “Why the Silk Road Trial Matters,” Slate, January 13, 2015,http://www.slate.com/articles/technology/future_tense/2015/01/ross_ulbricht_and_silk_road_the _trial_everyone_should_watch.html (accessed March 31, 2015).

  


  
    [16]Andy Greenberg, “Collected Quotations of the Dread Pirate Roberts, Founder of Underground Drug Site Silk Road and Radical Libertarian,” Forbes, April 29, 2013,http://www.forbes.com/sites/andygreenberg/2013/04/29/collected-quotations-of-the-dread-pirate-roberts-founder-of-the-drug-site-silk-road-and-radical-libertarian/2/(accessed March 31, 2015).

  


  
    [17]Rachel Swan, “The Obsolete Crime Lord: S.F.Tech Culture Begat the Silk Road and Its Replaceable Founder,” SF Weekly, November 20, 2013,http://www.sfweekly.com/sanfrancisco/the-obsolete-crime-lord-sf-tech-culture-begat-the-silk- road-and-its-replaceable-founder/Content?oid=2828197&showFullText=true (accessed March 31, 2015).

  


  
    [18]Adrian Chen, “The Underground Website Where You Can Buy Any Drug Imaginable,” Gawker, June 1, 2011,http://gawker.com/the-underground-website-where-you-can-buy-any-drug-imag-30818160 (accessed March 31, 2015).

  


  
    [19]Greenberg, “Collected Quotations of the Dread Pirate Roberts.”

  


  
    [20]James Ball, “Silk Road: The Online Drug Marketplace That Officials Seem Powerless to Stop,” Guardian, March 22, 2013,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mar/22/silk-road- online-drug-marketplace (accessed March 31, 2015).

  


  
    [21]Chen, “The Underground Website Where You Can Buy Any Drug Imaginable.”

  


  
    [22]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s.Ross William Ulbricht a/k/a “Dread Pirate Roberts,”Sealed Complaint,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https://www.cs.columbia.edu/-smb/UlbrichtCriminalComplaint.pdf (accessed March 31, 2015), page.15.

  


  
    [23]James Ball, “Online Tools to Skirt Internet Censorship Overwhelmed by Demand,”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21, 2012,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national-security/online-tools-to-skirt-internet-censorship-overwhelmed-by-demand/2012/10/21/390457a2-082d-11e2-858a-5311df86ab04_story.html (accessed March 31, 2015).

  


  
    [24]Ibid.

  


  
    [25]Chen, “The Underground Website Where You Can Buy Any Drug Imaginable.”

  


  
    [26]Swan, “The Obsolete Crime Lord.”

  


  
    [27]Greenberg, “Collected Quotations of the Dread Pirate Roberts,” page.3.

  


  
    [28]Ibid，page.2.

  


  
    [29]Swan, “The Obsolete Crime Lord;” Andrew Dalton, “Obscenely Rich Tech Folk Are Still Building Their Island UtopiaOff the Coast of San Francisco,” SFist, May 9, 2012,http://sfist.com/2012/05/09/obscenely_rich_tech_folk_are_still_building_their_island_utopia_off _the_coast_of_san_francisco.php (accessed March 31, 2015).

  


  
    [30]See the Captain Nemo-like plans for a high-tech Love Boat and floating city-islands at the website of the Seasteading Institute,http://www.seasteading.org/ (accessed March 31, 2015).

  


  
    [31]Swan, “The Obsolete Crime Lord.”

  


  
    [32]Greenberg, “Collected Quotations of the Dread Pirate Roberts,” page.3.

  


  
    [33]Associated Press, “Silk Road Founder Ross William Ulbricht Denied Bail,” Guardian, November 21, 2013,http://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3/nov/21/silk-road-founder-held-without-bail (accessed March 31, 2015).

  


  
    [34]Swan, “The Obsolete Crime Lord.”

  


  
    [35]“How Common Is Informal Employment?”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http://www.oecd.org/dev/poverty/isinformalnormalmessagesfiguresanddata.htm (accessed March 31, 2015),excerpt from Is Informal Normal? Towards More and Better Job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March 31, 2009, ISBN 978-92-64-05923-8.

  


  
    [36]“Overview: Data on Informal Employment and Self-Employment,”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table 1,http://www.oecd.org/dev/poverty/42863997.pdf (accessed March 31, 2015), excerpt from Is Informal Normal? Towards More and Better Job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March 31, 2009, ISBN 978-92-64-05923-8.

  


  
    [37]Robert Neuwirth, “The Shadow Superpower,” Foreign Policy, October 28, 2011,http://foreignpolicy.com/2011/10/28/the-shadow-superpower/ (accessed March 31, 2015).

  


  
    [38]法国使用“débrouillards”这个词来形容特别有效率的人，也用来描述足智多谋的人。前法国殖民地把该词用于自己的社会和经济现实，用来形容具有创造性、创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的商人，这些人能够依靠自己经营生意，而不是依靠政府或者被征服约束，这是“经济与伦理”的范畴。在街头巷尾，这种理念被简写成“D系统”。也就是纽沃斯所说的“超级大国的影子”。

  


  
    [39]Koba, “＄2 Trillion Underground Economy May Be Recovery’s Savior.”

  


  
    [40]“Executive Summary,”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http://www.oecd.org/dev/poverty/42528353.pdf (accessed March 31, 2015), page.12,excerpt from Is Informal Normal? Towards More and Better Job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March 31, 2009, ISBN 978-92-64-05923-8.

  


  
    [41]Neuwirth, “The Shadow Superpower.”

  


  
    [42]“Executive Summary,”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age.12.

  


  
    [43]Surowiecki, “The Underground Recovery.”

  


  
    [44]Grover Norquist and Patrick Gleason, “How Uber Can Help the GOP Gain Controlof the Cities,” Reuters, July 7, 2014, http://blogs.reuters.com/great-debate/2014/07/07/how-uber-can-help-the-gop-gain-control-of-the-cities/(accessed March 31, 2015).

  


第六章 机器人和技术人正奔向你的工作


  大家至今都无法忘记那个场景，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热播的电视剧《迷失太空》（Lost in Space）里，一架标有不断变动的数字的“基本M-3型通用非理论化环境控制机器人”，或者简称为“机器人”（Robots）——尖叫着“警告，威尔·鲁滨逊（Will Robinson）”，它有一个看上去像玻璃气泡一样的脑袋，以及一个像洗衣机缸体一样的身躯。这个电影里的场景似乎能让人永远记住，也是由于这种形式，大众才在心里定义了机器人的样子。


  但现在的机器人无论是在外形上还是行为上都已经远不是《迷失太空》或者《来自2001年的哈尔：太空之旅》（Hal from 2001: A Space Odyssey）里面设计的那个样子了。看到比尔·皮克（Bill Pick）这位当地药剂师时，“哎哟”，似乎是我的错，应该是皮尔·皮克（Pill Pick），是的，它实际上是一个“药剂师机器人”，是一种能够取代所在地药剂师的机器人。就在距离我家不远的旧金山，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米申湾校园内的医疗中心（UCSF），一架趾高气扬的超级药剂师正在弯弯曲曲地移动着，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地工作。“药剂师机器人”既不像《迷失太空》里面的机器人那样善于移动，也不像《来自2001年的哈尔：太空之旅》里面的机器人那样善于交谈，它只做已经设定好的事情，即按照医生开好的药方抓药、盛药、取药，不知疲倦，每天完成1万多次。


  “药剂师机器人”是一个瑞士公司发明制造的，它被安置在一个宽敞的、牢固的、安全的、无菌的房间内。它没有电影里的机器人那种外表，看上去有点像一台巨大的自动售货机，而它的高度实际上大大超过了人的高度。[1]在这个安置它的房间里，有许多像迷宫一样用橡胶制成的传送带、气流管道，“药剂师机器人”用一个吸动式的手臂，外形就像一个粗短的、机械的大象鼻子，伸入成百上千的库存箱子里，然后准确地找出口服药和注射用药，其中包括带有毒性的化疗药物。在整个取药过程中，唯一需要人工的就是往这些储存药品的箱子里准确地添加相应的药品。“药剂师机器人”把吸动式的手臂伸入一个药品盒子，抓住一个药片，然后把它吸上来，整个过程只需要一两秒。在取药过程结束之后，护士就可以扫描条形码追踪每一份已发出的药品。[2]


  在安装长期契约型工作的机器人之前，旧金山医疗中心需要大约100名药剂师，分别从事抓药、检查药品、分发药品的全部工作，而安装了“药剂师机器人”之后，仅需要原来一半的员工就能完成。现在，大多数原来从事药剂师工作的人员——年薪都被降至11.1万美元[3]——实际上都成了多余的人。现阶段，旧金山医疗中心已经开始指派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员分流到医院的不同部门去混日子，做些打杂的工作（比如做静脉注射、帮助调整病人的药疗方案，或者其他零碎工作），但是其中几乎没有哪一项工作是需要专业药剂师背景的。不仅如此，其实医院里的所有岗位似乎都看到了这种不祥之兆——“药剂师机器人”需要700万美元的安装使用费，这笔费用比所有药剂师一年薪水的总和还要低，它也不会要求涨工资、生病，也不需要健康保险或者津贴，更不会抱怨工作等。


  然而旧金山医疗中心的机器人在某种程度上与《迷失太空》里的机器人还是有相似之处的，即给大众一种错觉——机器人似乎将成为美国未来经济的主要参与者。比“机器人”更好听的名号就是“智能机器”，这种机器号称融合了所有能够用来纳入机器人系统的先进技术，包括软件自动化、更快的计算机处理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AI）。这是一场技术的革命，这些技术不但可以广泛应用到几乎所有的项目中，还可以将越来越多的工作任务实现自动化。


  例如，对于许多公司而言，通常的做法就是针对自己的产品和服务需求雇用一个积极的销售团队，这个团队必须能够有效地践行市场营销，能够帮助公司共创辉煌，有朗朗上口的广告，能够吸引消费者和顾客的注意力。而这种模式的所有过程已经被刚刚诞生的数字技术彻底颠覆了。《福布斯》网站上有一个视频，名叫“200毫秒：程序化的广告印象生活”，这标志着我们正在踏入一个神奇的营销新世界（用机器化的语言来说，就是“新型广宣”）——标题性广告。这种技术能够针对我们的偏好发布广告，就如同一个热导飞弹一样能够准确定位。智能机器用一个计算机算法就能够通过很多指标了解我们，甚至比我们自己还了解。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案例来了解一下这种看上去似乎不符合逻辑的标题性广告的逻辑：


  简·多伊（Jane Doe）点击了一个网址，并访问了一个网页。网页上已经编排好的内容随即被下载并打开。与此同时，网站的发布者也可以找到简在此过程中储存的信息，可能就储存在数据管理平台（DMP）上（所有这些发生的时长仅为30毫秒至0.03秒）。网站的发布者往广告服务器上发送一个可获得的信息，以此来指挥广告服务器是否向简发送广告，也就是确定简是不是目标人群。即如果在这个活动过程中，简通过浏览所储存的信息与该广告相符，那么这个广告服务就会实现（所有过程发生在40毫秒内）。如果这些活动不认为简是目标人群，那么服务器会自动搜寻能够进行匹配的信息，这些信息通常都是从一定选择范围内的交易商、广告网络或者供给方平台（SSPs）那里得到的回应。如果仍然没有匹配的信息，那么这个请求会继续被发送到一个公开的广告交换平台上。这个交换平台会发送一个包括简所浏览的网页、网站和广告类型等综合信息的标的要求，以及一个包括交易商、广告网络或者需求方平台（DSPs）的信息（所有过程发生在75毫秒内）。每一个搜寻并锁定目标的过程都能够通过额外的用户数据、市场目标和预算规则找到中标者，最终达到要求（所有过程发生在100毫秒至0.1秒）。首先，每一个搜寻并锁定目标过程的算法都需要先评估相关的要求，选出具有价值的信息，并且将它以最佳的竞标价格发送到广告交换平台上；其次，广告交换平台会通过次高价格竞拍的方式，从所有投标者的回复中选择最终的中标者；再次，广告交换平台发送最终中标者的广告网址和最终中标的价格到广告服务商的发布者那里（所有过程发生在150毫秒内）；最后，发布者的广告服务器会指挥简的网页浏览器显示广告，即简的网络浏览器会从中标的广告服务器中抽取广告，然后将这些广告发布到能够匹配的浏览器上。浏览器所显示的网页上，就会包括一些能够符合简偏好的广告。[4]


  这样一来，广告就会悄无声息地发布到简正在浏览的网页上，并且通过计算机算法不断的调整，来满足随着个人资料而不断发生变化的需求，包括“已经知道的已知信息”和“已经知道的未知信息”，所有这些通过人造超效率的、令人可畏的奇迹，就发生在200毫秒内，也就是0.2秒，这个时间其实就是一眨眼的工夫。简未必想看这些广告，或许也没什么兴趣和意愿去点击广告，这些企业广告主所提供的服务就是通过类似无头苍蝇一样的计算机算法来实现的……并且只要想使用网络，就必须接受这些广告。保罗·巴兰（Paul Baran）和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在他们颇具煽动性的专著《垄断资本》（Monopoly Capital）中谈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广告没有灵魂”的问题，以及新品种的技术广告商似乎下决心要用一个感叹号来证明其正确性。[5]在显示屏和视频中所出现的标题性广告，包括在移动设备上出现的标题性广告，这些广告支出在2014年攀升到了3倍，达到6.75亿美元，其中显示屏上的广告增长速度最快，达到了10倍之多。[6]2015年1月，美国在线服务公司（AOL）在试图向“标题性广告帝国”转型的重塑自我形象的过程中，已经将全部广告销售队伍解雇，解雇人数达到150人。[7]


  这种自动的计算机算法已经取代了许多股票交易者和经纪人，而这些职业在华尔街已经火了很长时间。算法交易，也被称为自动或者黑箱交易，能够在交易指令执行程序的基础上选定变量范围，包括时间、价格、交易量等。这个算法能够自动启动交易，每秒可以达到数千次，并且是基于市场闪电般的快速振荡，试图在此期间获得分秒必争优势的算法，区别于人工坐在开关前面操作和控制。


  正因如此，在2010年5月6日，似乎有一只幽灵径直爬进了机器，通过一个位于堪萨斯的共同基金所引发的41亿美元的“高频交易”让其他市场主体受到了严重惊吓（原因没人能彻底说清楚），并引发了大规模的股票抛售。[8]道琼斯工业指数在短短几分钟内就暴跌了将近1000点，原因就是买卖合同在短短14秒内莫名地转手了2.7万次之多。[9]而后，市场就在电子屏幕闪烁的一瞬间恢复了正常，这让所有专家都在电子尘埃的旋涡中对已经发生的事及其原因感到惊慌失措。2010年的闪电崩盘，就像众所周知的那样，作为一种“天网”时刻给大家留下了传奇般的印象，在那一时刻，是终结者机器在以一种人们不曾预料的方式进行短暂的接管。自此之后，其他相对较小的显示屏崩溃也不断发生，比如，美联社在2013年4月发布了一个类似恶作剧的报道，声称白宫被炸毁了（后来证实是美联社的“推特”网站账号被黑了）。道琼斯指数在数秒内跌了150点，全球范围内的货币、商品和债券市场出现了动荡和抽搐，直到最后骗局被揭穿，市场才逐步复苏。[10]


  继2010年闪电崩盘之后，负责监督金融市场管理和运作的政府机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了该机构对此类事件发生的迷茫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该机构的技术盲点。伯克利劳伦斯国家实验室的创新金融技术中心主任，大卫·莱茵韦贝尔（David Leinweber）博士公开批评了政府在技术能力和水平方面的欠缺，以及无法理解相关技术能力的欠缺，并认为这导致了对当今市场监管的缺失。[11]然而，高频交易仍在继续，而且以各种形式表现出一种可持续的劲头，这都源自一个简单的原因：对于交易成本而言，如果是由人工来操作，那么每股的成本为2.05美分；如果是由电脑来操作，那么每股的成本仅为1.08美分。[12]


  所以毫无疑问，数以千计的交易员和经纪人在近几年陆续被解雇，现在全球股票市场上的雇员比2012年同期减少了8.5%以上。[13]随着高频交易的方式占据了当今股票交易的一半以上份额，许多人开始考虑：把股票经纪人找回来！值得称赞的是，欧洲人已经取缔了高频交易员，法国和意大利则实施了一种交易税，这种税针对每一笔交易，对使用电脑能达到每秒上千次交易的行为进行了限制。[14]然而，现实仍然清楚地表明，股票交易行业拥有不稳定的未来——计算机及其算法必将取代数以千计的交易员和经纪人。


  因此，我们即将看到更多的闪电崩盘，不仅发生在股票市场上，也会发生在许多其他行业，即“智能”机器已经开始介入的领域。每一个大事件的发生都是我们即将踏入另一个奇怪新世界的先兆，所以还是有希望的。这些机器除了会出一些小差错外，毕竟新技术的使用还是能提高生产力和生活的便利程度，而且最终会提高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当然，这期间势必会出现短期的中断和错位，诸如工作岗位的流失和个人经历痛苦等，但是这个路径其实就是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的作用方式。在这种已经确认的路径下，我们认为最终的结果一定是会有很多新型的工作岗位被创造出来，所有的事情都将变得更好。谷歌的副总裁温顿·瑟夫（Vint Cerf）被公认为“互联网之父”，他说：“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来看，技术所创造出来的工作岗位远比它破坏的要多得多，现在我们也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认为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会打破这一常规。”[15]《连线》杂志的资深编辑凯文·凯利（Kevin Kelly）更加乐观，他说：“我们必须让机器人进行接管。它们可以承担许多我们正在做的工作，而且能做得更好……它们会帮助我们找到新的工作、新的任务，有助于自我提升。”[16]


  在这些保证之外当然还存在恐惧心理，恐惧来自认为这种正被殷切期望的新经济所提供的工作机会可能永远不会到来。以美国柯达公司为例，在其鼎盛时期，能够达到中产阶级标准的雇员数量达到14.5万人，然而后来却破产了。柯达被“脸书”取代了，或者也可以说是被“脸书”所收购的Instagram取代了，Instagram是柯达的数字时代。使用Instagram软件，有超过1.3亿人次分享160亿张照片，而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脸书”整个公司加起来也只有1万个员工。[17]与此同时，破产的柯达只剩下大约8000个员工，那么其他13.7万个员工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们找到新工作了吗？


  现实一直在否认像瑟夫和凯利这样的乐观形势鼓吹者，因为许多新技术公司都只需雇用极少的员工，他们使用软件和智能机器就可以完成工作任务，这就是劳动力市场所必须意识到的惊人的变化。技术专家兼作家马丁·福特（Martin Ford）说：“想想过去十年我们所看到的那些高技术企业吧——谷歌、脸书、网飞、推特，没有哪一家公司有很多员工，因为在这些公司里，技术是无处不在的——工作都可以用技术来解决，无论是新型工作还是传统工作。无论未来必然会出现什么，也无论未来突然会出现什么，可以确定的是，信息技术（IT）可利用的范围将越来越广泛，这样一来，即使是那些最不规律的工作岗位恐怕也不会存在了。”[18]经济学家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说：“未来的工厂里可能只需要1000个机器人和一个去操控它们的工人。”[19]


  经济关系考察智库的创始人杰瑞·麦考斯基（Jerry Michalski）揭示了机器化所带来的缓慢、冷酷无情的拉力，并且直言道：“自动化就是伏地魔，是一种可怕的力量，没有人愿意提这个名字。”[20]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智能机器使更高的GDP成为可能，但是它会削减人们的需求，包括那些技术人的需求。所以当我们静下心来观察这个看似越来越富有的社会时，就会发现，所有的财富获得者实际上都是机器人的拥有者。”[21]


  这种担忧早就存在了——1779年，传说织布工人内德·勒德（Ned Ludd）打碎编制架子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人们对技术和机器入侵所产生的不满。但让人害怕的是，这一次，技术的力量太强大了，看起来势必要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终结。经济学家凯恩斯在他1930年撰写的一篇名为《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中提出了“技术性失业”概念。就像本书在前文中提及的那样，根据牛津大学的调查研究，现在已经有700多个行业影响到美国47%的工作岗位，都在未来20年中面临着电算化的威胁——这就意味着有6000万个工作岗位将遭到凯恩斯早就提出的“技术性失业”的威胁。[22]


  针对这个问题，学界专家的观点各不相同。皮尤研究中心发起了一项名为“人工智能、机器人化和未来工作”的研究，请1900名专家就同一个问题进行回答，这个问题是：“使用互联网、自动化、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设备，到2025年，究竟是替代人工的工作岗位数量多，还是为人工创造的工作岗位数量多。”可能是基于他们本身就是某个领域的专家，需要顾及自己现在工作的价值和重要性，绝大多数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都表现出一种肯定的态度。有接近一半（48%）的专家认为，在未来，机器人和数字化机器会替代大部分“蓝领和白领工人”，与此同时，还表示“这种现象会导致收入差距迅速扩大，许多人会面临失业，而且会被推向社会边缘”。[23]


  另外一半的专家（52％）回应说，他们预计技术“在2015年，相比替代人工工作岗位而言，还是会创造更多的人工工作岗位”，这一组专家认为：“现阶段的许多工作原来都由人工来完成，而现在则确实被机器人和数字机器所代替。”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坚信，“人类的创造性势必会产生更多新型的工作岗位，以新兴行业和方式来生存，就像每次产业革命之后所带来的后续影响一样”。


  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卫·奥托尔（David Autor）表达了与上面两种观点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观点。“技术根本不会造成失业，”他说，“因为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总能找到适合人工从事的工作。更难的问题并不在此，而是在于技术的变迁并不总是能够带来更好的工作。”[24]随着“优步”、“任务兔子”、“一揽子找工作”等应用程序的开发，看着这些失业的人，他们逐步沦为“1099工人”，以及那些在田纳西州的自动化企业所雇用的临时工，就知道为什么这些专家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是如此不同并且争论不休了。


  令我惊讶的是，尽管这些专家都有办法获得最新而且质量最高的信息和数据，但他们的结论还是有如此大的分歧。而其他一些基于科学的、有争议的问题，如全球气候变化等，则很容易就在科学界达成很高程度的共识。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的消息，97%的科学家都同意这样的观点：“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为的。”[25]然而，当这些有争议的问题出现在人类科技行为中究竟是扼杀了工作机会还是创造了工作机会这个领域时，技术界从来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每个专家都把他们的水晶球拿出来占卜，但是没有人知道未来究竟会发生什么。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麦卡菲在《第二次机器革命》中大举庆祝自动化的到来，却不合时宜地写道：“技术创新的过程可能会将一些人抛在脑后，随着它前进的脚步，甚至会将更多的人抛在脑后。”[26]他们坚信技术将创造出新型工作岗位，就像过去每一次技术创新所造成的那样，但是坚信并不能成为承诺，与此同时，不得不看到在巨大的社会变化中大量不确定性不断涌现，未来将变得难以捉摸。


  当然，除了一些具有争议的问题，技术界也有一些共识，大家都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即将降临。智能机器、人工智能、自动化以及机器人技术等，这些技术能够渗透到人们在家、在办公室或者在公共区域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些特别激进的梦想家甚至指出，人类的世界已经站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专业人士将这个时点称为“技术奇点”（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这个时代真正来临大约会在2045年。到那个时候，现阶段人工智能的爆炸将会导致机器达到真正智能的水平，甚至会超越创造它们的人类，因为它们会按照自己被设定的方式不断进行自我优化。虽然也有一些技术专家嘲笑这种认识，但是绝大多数技术专家都同意人类的世界即将开展一场深刻的变革。实际上，著名的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就提出过这样的警告：“我们正面临一个最好的和最坏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历史时期。”[27]不得不说，这个赌注相当大。


  
自动化和机器人，利弊参半


  大家对新技术聚集了非常热情的期待，期待这些技术在某种程度上能带来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如之前的工业革命一样，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结局——而且代价也相当划算——许多人将失去他们的工作，至少在短期内成为摩擦性失业者，而那些技术和创新的始作俑者却不会卷入这些问题中。那么到底哪些人会受到最大影响呢？


  通常，大家都认为这场自动化革命至少会威胁那些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和技术水平较低的工人。巨型机器人的流水作业将通过自动化生产线代替这些工人的流水作业，而这些已经刷新了我们对工业化和工作岗位的认识，让我们感到非常吃惊。但是专家现在继续预测，那些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岗位——需要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工人才能完成的工作——也正在逐步变得“机器人化”。那些包含越来越精密的软件和算法的机器，正在快速提升自己承担工作的能力。逐渐地，它们就能够承担那些非常重要、包含复杂人工智能内容的工作，甚至还包括那些曾经一度被我们认为只有人类才能完成的工作。


  那些被认为需要“中级技能”才能完成的工作，已经受到机械化和日益兴盛的机器化生产的严重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一次次的衰退，大量在秘书岗位、办公室文员岗位、行政职员岗位、人力资源岗位、税收筹划岗位、修理工和制造业工人岗位等类别中的工人都会面临失业。[28]制造业原来被认为似乎是最难撼动的，但据波士顿咨询公司调查显示，机器人现在已经能够承担10%的制造业工作，而到2025年这一比率将提升到25%。经济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简单，技术预言家苏·哈尔彭（Sue Halpern）在《纽约图书评论》中写道：“人工电焊机的成本大约每小时25美元，而如果使用机器人——它们完成工作显然更快且准确度更高——只需要花费8美元。零售业巨头亚马逊共用了1.5万名仓库机器人，把货物搬下货架，然后打包成箱。”[29]现在与大衰退之前的2007年相比，制造业工作岗位减少了200万个。[30]《金融时报》的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指出，近年来，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增速开始快速下滑，美国经济中制造业岗位几乎没有增长。“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就是机器人，”卢斯说，“这也就产生了一个正日益严峻的矛盾：机器人使用得越多，整体增长率越高（因为它们促进了生产）；然而，不好的事情也随之而来，那就是这些机器人损害了中产阶级的利益。”[31]


  这种趋势在未来只能更加严峻。一个著名的中国公司富士康为苹果公司组装苹果手机，并且为诸如诺基亚等公司组装电子产品，已经开始计划用机器人代替中国的120多万名工人。[32]来自X实验室的沙夏·梅拉斯（Sascha Meinrath）声称，3D打印技术将再次彻底改变制造业，3D打印做出了这样的创新，即可以在厂房里根据需求打印出汽车的零部件。“从卡车司机到航运零售，我们都能够看出即将发生什么事情，”梅拉斯说，“我们已经预见到整个制造业都正在面临危机，而自工业革命以来这种情况从未出现过。我们必须重视这件事，因为这对中产阶级来说意味着他们一直在从事的工作将被自动化替代。”[33]


  这怎么可能呢？计算机程序组成的成千上万条生产线怎么能够代替那些成千上万个有血有肉的工人呢？这是因为，许多需要中级技能的工作，其实都是一些将许多零部件组装在一起的零散工作，这些工作无一例外地不仅具有很高的重复性，而且属于相当常规的工作，这使技术人员能够成功地将这些工作改写为软件编程。正如以上两个例子，这些工作“如果用机器来做，可以完成得更快、更便宜”。科技记者法哈德·曼约奥写道：“而且有时候即使计算机并不能够完全替代这些仅需要中级技能的工作岗位，也会将这些工作变得更加简单，那么相关工作实际上就能够转移给更低工资的工人来完成——你当然还需要一位能够回应各种技术支持问题的人，但是你可以雇用一些来自安得拉邦的工人，而不是来自阿拉巴马的工人。”[34]


  随着中级技能工作岗位的减少，过去20多年，工作岗位的增加大多没有出现在那些曾经被列为雇员可能会增加的范围内。工作岗位的增加不是出现在那些需要高技能、高工资的专业技术岗位，就是出现在那些需要低技能、低工资的服务部门。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大卫·奥托尔将这种现象称为“工作极化”，在相关分析中，他提出了产生这一结果的诸多原因（包括劳动者联盟影响力的扩大），但更重要的还是自动化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提升。[35]相当讽刺的是，需要低技能的工作岗位已经被证明是最难被机器人化的。那些诸如锅炉工、视频服务、女仆／家政助理、服务生、出租车和其他类型的司机、花匠、保安、家庭保健治疗和照顾小孩的保姆等需要体力工作的工人都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而且这些工作不能轻易地外包给其他地区或者国家的人（尽管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种类型的工作可能会被诸如“任务兔子”等临时工机构和中介网站所颠覆，这些机构和网站实际上都是通过拍卖或者游戏化的技术来达到寻求最廉价劳动力的目的）。通过国家就业法项目，低工资工作岗位（时薪为7.69~13.83美元的工作岗位）在大衰退中减少了21%，但是自大衰退以来，有58%的新工作岗位恢复了——而中产阶级的工作岗位情况非常糟糕，在大衰退中有60%的工作岗位减少了，但是自大衰退以来逐步恢复的工作岗位仅有22%。[36]


  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低工资的工作反而得到了拯救，原因是这些工人的工资实在太低了，利用技术重新组织有点不值。尽管工资这么低，还是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群体愿意承担这部分工作，所以也就没有什么风险投资家有动力投资研发机器人来替代这些工作岗位。然而，与此同时，有关专家也指出，有一部分机器人可以代替一些需要低技能和支付低工资的工作岗位。IRobot公司的Roomba吸尘器就是这样一款机器人，它是一款利用真空吸尘技术来清理办公室的机器人。而且如果在不久的将来，无人驾驶技术在小轿车和卡车等车型上能够得到非常广泛且合理的利用，那么出租车和“优步”司机下岗的时代就到来了，当然也包括卡车司机。还有一个附加情况，“卡车司机”在美国是排名第一的工作岗位，在2012年，这个岗位拥有170万名工人（其中95%是男性）。[37]因此，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出现，那么整个工作岗位的未来就会掀起一场狂风暴雨，而且卡车司机所拥有的技能决定了他很难找到其他可替代的工作。


  在中国北部，有一家餐厅首次采用了所有服务员都是机器人的管理运营方式，其使用的是一款看上去有“三只脚”、长相很像中国“福娃”玩偶的机器人。这款机器人不仅可以传菜、迎宾，还可以做菜。这种五颜六色的机器人可以通过这家餐厅铺设好的轨道移动，据说充电两小时就可以持续工作五小时，为顾客服务也没有任何问题。这些机器人能够做出十个以上不同的面部表情，并且可以完成欢迎顾客的基本语言表达，甚至比我在曼哈顿和巴黎人开的餐厅里遇到的那些服务员表现得更好。[38]


  大多数低技能的工作岗位暂时还不值得自动化，而许多中等技能的工作岗位已经被自动化摧毁，那么需要高级技能或专业化技能的工作岗位又面临什么情况呢？这些专业化更强的工作岗位现在能确保没事吗？


  我们甚至都不用放眼未来——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岗位已经开始逐步进入计算机算法和自动化的聚焦范围了。就像许多需要中级技能的工作岗位那样，事实证明，许多专业化很强的工作——尽管这些工作通常需要工人接受长时间和不同专业领域的教育，具有相当强的常规性和地理上的固定性，工人也将被裁掉。原因就是理查德·萨斯坎德（Richard Susskind）所说的“分解”，即“将专业的工作分解成几个部分”。[39]这些特征使相应的工作岗位成为技术人员主要的攻克对象，这些技术人员不断地开发拥有复杂程序的智能机器人，然后通过它们对工作岗位的替代导致相关专业性人才被裁掉。[40]


  例如，电脑芯片设计师这个工作岗位的数量一直在攀升，但是现在已经开始逐步地减少，减少的压力来自非常强大的软件设计程序，这些程序能够替代前期大量绘图员和逻辑设计师的工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电脑程序员同样面临风险——显然，他们正着手编写的程序未来就可能替代他们的工作。这些被创造出来的软件还影响过去认为势必需要人工才能够完成的工作岗位，如税务会计、抵押和贷款等。[41]下面列举一些可能被新技术“破坏”的工作岗位主要分布的专业技术领域。


  医学与疾病诊断


  如今，一名技能非常熟练的放射科医生在印度的班加罗尔就能为华盛顿特区的病人诊断核磁共振影像（MRI），这笔费用仅为华盛顿的放射科医生诊疗费用的1/4（放射科医生是一种专业医生，能够看懂并解释非常专业的医学影像，如核磁共振影响和X光片）。核磁共振影像可以通过互联网发送电子版本给外国的医生，而病人甚至都不知道这一情况。


  但是智能机器现在能把这个过程变得更加快捷、高效——而且更加便宜——甚至比印度班加罗尔的放射科医生诊疗费用还低。随着计算机辅助疾病诊断技术的不断普及，其他医学检验也正在机器人化。有一种新型的检查子宫颈刮片的机器人，名叫“BD焦点”，能够使用非常复杂的图片搜索软件来反复浏览每一页图像并最终找到至关重要的非正常细胞的成像图片。“BD焦点”机器人如今还在不断地被改进，以期更加精确。一位人工细胞学技师通常每天只能检验80~90页的成像图片，但是如果使用“BD焦点”机器人，人工分析师就能够每天检验170页的成像图片。而且越来越多的实验室也开始使用这款机器人来找到那些确实能够表现出癌症和癌症前期病变的细胞。这款机器可以说是医学工程师的典型代表。[42]


  除了可以帮助解释核磁共振影像、子宫颈刮片成像图片和X光片，拥有对过程进行准确分析能力的智能机器现在也越来越多地被放射科医生用来评估乳房X光片，或者用来分析胸部、冠状动脉、结肠和前列腺穿刺活检等结果，而这一切只是一个开始而已。IBM集团一直没有打算设计它的超级计算机“华生”，那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计算机中的冠军。华生是一个有独特的语音识别能力的超级计算机，而且能够用有些生硬的、像人类一样的声音来回答问题——当然它也可以使用像人类一样的两条胳膊来完成擦桌子等动作，总之，它一直都是冠军——这是具有广泛共识的。IBM现在正在试图使用华生超级计算机技术来搜索全球的医学书籍和资料，以研究健康和疾病症状之间的关系。一名医生如果将症状输入华生超级计算机，就能够得到一系列与这个症状相关的可能的患病结果。医生作为人类，没有那么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来浏览每一篇已经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也不可能了解每一种药品的不良反应，然后在几千名病人的模糊症状中准确锁定某一种不良反应，但是诸如华生这样的超级计算机就可以做到。计算机在未来的医学领域势必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且广泛的数据技术也将被深度开发。许多专家指出，人类已经步入医学革命时代。[43]


  正如药剂师这个行当被加利福尼亚大学米申湾校园内的旧金山医疗中心的药剂师机器人所取代一样，放射科医生以及其他类型的医生或者医学专家也应当意识到：计算机正在向他们的工作飞奔而来。大多数专家都有这样的共识，尽管这些医学技术尚需人工监控（在实践中，最终处方的开具还是要由人工来完成，而机器只起辅助作用）。随着诸如华生这样的计算机不断被改良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快、越来越智能，在这种专业过程中需要人工的环节也将变得越来越少。[44]


  “在这里，经济学上的含义是显而易见的，”法哈德·曼约奥说，“随着机器人可以帮助医生承担更多的工作，每个医生的工作量当然在不断减少，而工作量的减少势必会导致薪水的降低……所以毫无疑问，医生的生活质量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些新型机器的影响。”就目前来看，那些最有可能被自动化冲击的医生类型绝对是你想不到的。他们不是全科医生，而是专科医生——是在药剂方面赚钱最多也是受过最专业训练的医生。这是因为，大多数专科医生都只关注一两个领域，这导致他们的工作地位非常脆弱，因此很容易被机器人取代。因为“机器人也同样具备这样的特点，那就是最擅长专精于一个领域”。曼约奥说：“它们非常擅长反复完成同一件事，而且当它们集中精力时，可以将工作做得近乎完美。”[45]


  机器人记者：软件何时能撰写新闻稿


  2014年3月，南加利福尼亚地区发生了一次小型地震，《洛杉矶时报》在自己的网站上做了相关报道，而这篇报道发布的时间是在地震袭击后三分钟内。这篇短文是一篇普通的叙事文章，而且几乎涵盖了所有可能的细节——地震的时间、级数以及影响的地理范围。但是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文稿的最后有一句非同寻常的介绍：“这篇报道的作者是计算机程序。”[46]


  这意味着这篇文稿的撰写人是机器人。根据南加利福尼亚地区的地震频繁程度，这个昵称叫“地震机器人”的机器一直很忙碌，在2014年6月底的一个星期内，它就报道了八起类似的小型地震。除此之外，“地震机器人”并不孤单，《洛杉矶时报》还使用其他机器人记者。依靠洛杉矶测绘工程，《洛杉矶时报》可以在一种“聊天机器人”的帮助下对比不同邻里街区，并且发布到一个叫作“凶杀案报告”的网站上，这个机器人能够自动发布帖子，帖子的内容都是关于洛杉矶及周围凶杀案情况的。


  下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种新型的报道。以下报道来自FriscoFan.com，这家网站通常发布旧金山巨人队比赛的要闻。


  巨人队3∶1击败科罗拉多落基山队


  赖恩·佛格森（Ryan Vogelsong）的贡献是在令人印象深刻的七局中，麦克·方特诺特（Mike Fontenot）完成了一个三垒打，使科罗拉多队第三节失去机会，从而使旧金山巨人队以3∶1的比分击败科罗拉多落基山队。


  在第三节的比赛中，巨人队抓住领先优势，方特诺特让安德烈斯·托瑞斯（Andres Torres）和佛格森在圣何塞·查新（Jhoulys Chacin）开始之后完成了三垒打。


  佛格森的纪录提高到13∶7，这也是今年在顶尖比赛中的最好成绩。他四次安打一分未失，四次三振，没有保送。圣地亚哥·卡西亚（Santiago Casilla）在2/3局捡救，这是他的第六个赛季，允许不安打不得分，冲一不保送。查新最终失去了机会（11∶14），放弃了八支安打两分的三次三振和在七局中的一个保送。[47]


  计算机也可以写出这样的报道。名为“自动化见解”（Automated Insights）的一家公司，可以通过对大数据分析的模式，将数据转换成可读性的叙述，以此为FriscoFan.com网站以及其他近400个比赛网页供稿，这些比赛包括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这家公司还为雅虎的一些主要非正式足球比赛供稿。“自动化见解”让它们的机器人不断撰写报道，机器人从大数据中搜寻特别有趣的趋势进行捕捉。仅2013年，“自动化见解”这些忙忙碌碌、勤勤恳恳的机器人就产出了30亿条报道。


  一个公共利益新闻机构ProPublica，以及《福布斯》杂志，都在使用一种来自一个名为“叙事科学”（Narrative Science）的公司的程序技术。在ProPublica案例中，为了炮制出精练的、可读性很强的叙述描写，这个技术利用大数据库中5.2万条库存，[48]而《福布斯》杂志则使用这种技术将数百家公司的季度盈利报告转换成可读性很强的叙述性文字。所有这些工作都是机器人记者在没有任何人工帮助的情况下完成的。这些机器人是由在“云”中储存的大数据所驱动的，而且撰写的报道数据非常翔实，包括运动数据、股票市场的震荡数据、销售报告数据以及其他数字密集型领域。这些机器人工作效率非常高——它们几乎每一次都能够完胜人类记者。并且，读者读这些报道时，根本分不出机器人和人工完成的报道有何区别（甚至可以说人类记者与机器人相比还需要更努力）。2014年2月，《新闻实践》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读者根本不能那么明确地分清一篇运动报道到底是由人工完成的还是由机器人完成的。这项研究还发现，机器人写的内容被大家认为是柔和可接受的，而不是突兀的，并且主题非常鲜明。[49]


  虽然机器人已经非常出色，但仍然没有人相信机器人记者能够完全取代这样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岗位，除非这些机器人未来能够掌握并运用大量双关语、玩笑话、常规文章撰写的技术，能够随时帮《纽约客》写出文稿。尽管如此，它还是为这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岗位带来了很大压力，使大批工作岗位的年收入逐年递减，并且承担了大量记者的工作量，尽管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后续的持续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在线数字媒体的出现。尽管现在遭到临时解雇的记者并不是因为机器人记者的出现，然而不得不说，这种技术确实对这份职业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开始动摇记者的地位。


  律师机器人：“干掉所有律师”


  “我们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干掉所有律师。”这是莎士比亚《亨利六世》第二章中迪克这个屠夫所说的台词。如今，我们确实在做这样的事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超快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进步，已经使技术能够独立完成一些律师的工作了。新发明的“电子取证”（e-discovery）软件，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同时完成百万余件文件的分析工作，而所花费的成本与人工成本相比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比尔·赫尔（Bill Herr）作为一家主营业务为化工的公司律师，在分析发现过程时，通常都要高薪聘请许多律师到礼堂里共同阅读大量卷宗文件。在几周的时间里，上百名律师都必须全神贯注地浏览每一页，就像在草垛里寻找细微的针一样认真地工作，才有可能找到突破点。这简直就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通常都要耗费数百万美元。而现在，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计算机来完成。而且据赫尔所说，查询结果往往相当卓越，这是因为“人总是会烦躁，也难免会头疼脑热。但是计算机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而且计算机的精确度要比人工高得多。使用“电子取证”软件，赫尔重新分析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完成的工作。他发现，人类律师的精确度只能达到60%。“想想看，花费这些大笔开销简直和掷硬币来决定的概率差不多。”[50]


  随着搜索检测和复检技术基于大数据样本在计算机程序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电子取证”软件已经越来越精巧和准确。如今，这项技术可以完成的已经远不只关键词搜索。这些计算机可以提取相关联的内容，并且指出那些通常在人类律师处理上百万份文件时特别容易出错的地方。Cataphora公司是一家信息转换公司，坐落在硅谷，经常利用自己的软件来梳理文件，并且能够发现至关重要的元数据，这些元数据能够特别惊人地准确描述目标个人的反应和行为——谁与谁交谈了，以及谁在何时做了什么。这个技术能够搜索到所有与这个人相关的联络，包括电子邮件、短信、推特、电话等，并且通过标记“数字异常”来追踪那些可能被个人试图隐藏起来的行为。比如，如果一个人在发电子邮件时，忽然从愉悦的风格切换到严谨的风格，那么这样的转换就属于一种能够引发这个软件注意的特定行为。许多像国家安全局（NSA）这样的部门，都掌握着非常复杂的手机电话元数据，而Cataphora这家公司则尝试利用一种方法将这些零散的信息集中起来，并且可以将特别重要的连锁信息和人们的关系网以一种可视化的方式展现出来。[51]


  雇主甚至预言，几年之后，律师行业可能会消失，虽然越来越多的法律专业学生毕业了，但是所开放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少了。“电子取证”软件是产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52]通常意义上来讲，仍然需要一部分人类律师来对电子取证过程进行运营和管理，以及完成最终产品的使用。但是，Autonomy电子取证公司的创始人麦克·林奇（Mike Lynch）预计律师界向电子取证的转型“将导致人工使用的锐减，一名律师机器人就能完成以前500名律师才能完成的工作量”。（《纽约时报》报道称）随着软件技术不断更新换代，他预计，“有可能还将继续削减50%的人工需求”。


  毫无疑问，莎士比亚肯定是相当愉悦的。律师现在已经成为另外一个曾经赚取高薪而且需要很强的专业水平，但是正在被新经济破坏的工作岗位。


  “教好……你的孩子……”


  教育是另外一个被技术分裂发生剧变的行业，尤其是职业教育。在线教育即将主要向高等教育转型，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学生都能够通过远程教育在线听课，或者是直播的，或者是提前录制好的，无论你身在世界何处，几乎都可以通过这个技术实现远程在线教育。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如今，一个很大的讲堂也就能容纳几百名学生，在线讲堂却能够让百万学生同时听课。学生已经有许多免费的“大规模开放的在线课堂”可以听讲（如众所周知的MOOCs，大规模网络公开课平台）。在这之前，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的知名教授只能在校园为特定的学生授课，如今，这些教授的课堂甚至可以让来自南非、约旦和印度尼西亚的学生参与。经济学家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好奇的是：“未来几十年，如果越来越精致的在线课堂能够提供顶尖的精英教育，而且能够允许数百万名学生同时听讲，那么我们还需要那么多老师吗？”如果不需要，“那么这些以前从事教师职业的人要靠什么维持生计呢”？[53]


  那些现状的捍卫者所说的也相当正确，即传统的教室学习经历是不能在网上复制的。对于教育而言，确实没有什么比从一个高水平的老师或者富有智慧的学者那里，以一种非常深刻的和长时间的教育来得到知识的传授和思维的激励更加重要。与此同时，教育还有一部分非常重要的内容，即在同一个教室的学生，个体与个体之间也在彼此产生激励。发生在校园或者集体宿舍中的友谊和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初联系，而在毕生的岁月中，校园里面形成的这种人际关系往往会发挥重要的作用。这几乎毫无疑问，如美国有这么多总统都是从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毕业的。


  另外，单纯从经济学方面来看，在线教育也具有切切实实的破坏性。学院和大学近年来一直在不断提高学费，标准已经超过家庭平均收入的增长水平。尤其是在美国，大学教育比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教育都贵得多，大学生需要去借很大一笔钱，父母也不得不为了子女能够接受高等教育而勤俭节约做出牺牲。许多学生贷款都达到了10万美元，这些钱只能支撑到他们大学毕业，但是毕业之后他们又发现很难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令人沮丧的事实就是这样，想通过大学校园的洗礼使教育经历达到中产阶级的水平显然是一厢情愿的，可是尽管如此，也只有越来越少的年轻人和家庭能够负担得起高等教育费用。最终结果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只想要一张能够代表自己职业胜任能力的凭证，而且希望得到这份凭证时花的钱越少越好。


  早在几年前，随着教育和管制标准的出台，似乎有大量学生都愿意去接受一个在线的大学教育，这也是为了对冲日益增长的学费。但是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大学只需要越来越少的教授、讲师以及教辅人员和基础设施。[54]现在已经有许多方式将各种可能性融合在一起，还有一个混合的模型正在创建，试图将全部课程以及部分校园会议、转移研讨会和面对面访谈等环节囊括在内。


  贝多芬和巴赫机器人，人工智能的创作


  有人认为，如果说有什么领域是能够免遭计算机攻击并且基本不可能在这种创新方面替代人类，那就是最具创造力的艺术和文学。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的确，这是人类最后的阵地，但是这些很特殊的人类大脑真的无法通过计算机程序来建立和模仿吗？


  十分抱歉，事实并非如此。计算机现在已经撞开了此类创作领域的大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学院的音乐专家和作曲家大卫·科普（David Cope）博士，已经创建了一种古典音乐作曲程序。这个程序能够创作质量和情感都非常到位的古典乐，可以成功模仿音乐大师的作品，比如巴赫（Bach）、莫扎特（Mozart）和贝多芬（Beethoven），而且听众和评论人通常都很难说出其与人类作曲家的区别。创始人把这个应用程序命名为“巴赫机器人”（Bach-bot）。[55]


  除了音乐作曲，音乐标签正在使用“音乐X射线”这个应用程序来评估打榜歌曲的潜力。在电影产业中，英国一家做剧本分析的大数据公司Epagogix使用计算机程序来评估电影工作室的大荧幕作品，并且估计这个作品到底是不是一个值得投资的项目。Epagogix公司的CEO和联合创始人尼克·米尼（Nick Meaney）讲述了他对剧本的人工分析评估究竟是怎样被计算机程序对主要情节点以及量化为成千上万因素的评价所取代的，而计算机只要将这些细节与已上映过的电影票房进行比对就能够得到最终分析结果。“而且计算机程序为这些细节打分时就是通过目录来完成的，就像一个老师在判卷时进行打分的工作方式一样。”米尼说。这个计算机程序通常被用来计算某一部电影到底能卖多少钱。Epagogix公司还可以为电影提出做得更加成功的改良建议，比如为它换个场景、换个主演等。[56]Epagogix公司已经在业界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声誉，因为它能够同时通过统计预测和主观预测对电影赚钱的状况进行评估。在83%的准确率下，这个计算机软件所进行的估计总额已经达到了1000万美元。[57]


  然而娱乐分析家波特·比布（Porter Bibb）则非常谨慎地将这种方法称为“数字的剧本创作”。“如果你将所有的东西都放入大数据这个‘绞肉机’中，你会看到一大堆看上去都差不多的作品，”比布说，“这种方法最后一定会磨灭大批量的创造力，而且它在最后肯定会反过来对影视行业造成不良影响。”毫无疑问的是，一位电影金融家，拥有MovieArb公司的理查德·富林（Richard Furlin）却说“空谈不如实践”。他认为Epagogix这种技术“出人意料得准确”。这个应用程序确实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你的证券投资组合。富林的确会去支持那些通过Epagogix检验的电影项目，他认为这种建议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他所投资的电影项目的总投资收入，幅度甚至超过了1/3。[58]


  以上只是一些关于白领工作岗位和需要较高技术水平的专业工作岗位的案例，这些工作岗位的确已经开始受到人工智能、计算机及其他数字技术的影响。在这么多职业和行业中，智能机器和机器人已经越来越多地开始从事交流、解读、理解并撰写文件、自动化安排工作等，而且机器人已经开始成为越来越具有破坏性的劳动力了。计算机在记忆数据和事实方面远胜人类，还非常擅长寻找信息之间新的联系，而且现在计算机已经开始入侵人类的创作领域。像华生一样的计算机正在不断提升自己在理解语言、模仿人类逻辑以及替代那些以往只有特别高的技术水平才能胜任的工作岗位的能力。随着智能机器越来越稳定地代替常规工作，并且越来越多地代替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创新势必影响更多的工作岗位，甚至包括一些以前认为是铁饭碗的岗位。


  那么在什么领域机器人很难赶上人类的能力呢？现阶段看来，在两个主要领域——对现实世界中具体对象的操作，以及面对面交谈。然而，随着计算机能力的不断提升，许多专家认为，目前面临的第一个领域——对现实世界中具体对象的操作，实际上是可以解决的，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对此持反对意见。津田纯嗣（Junji Tsuda）是日本机器人公司“安川电机”（Yaskawa Electric）——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机器人公司——的董事长兼总裁，认为“计算机的大脑正在以难以置信的速度飞速发展，无论是在绩效表现方面还是在降低价格方面，都有很大进步，但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仍然不能代替人类手工完成工作。人类的双手具有难以置信的精确度”。他说：“人的手上有超过1万个传感器。即使把超过1万个传感器都安装在一片硬件上面……这些机器人也只能做到更加智能，却不能完成人手能够完成的事情。”[59]


  第二个领域——面对面交谈，在未来几年里，可能也会是机器人能够达到的领域，尤其是随着语音识别技术的发展。然而，我们已经越来越深地卷入旋风般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当中，现在计算机如此强大的能力和革命已经几乎让所有人都同意人类工人即将面临一个不得不去适应的、史无前例的工作挑战。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都与最终的结果息息相关。


  
“技术人”的诞生


  许多技术专家和未来学家的视野似乎并没有停留在机器人和自动化能力究竟是会扼杀工作岗位还是创造工作岗位的层面上，他们都以一种更加积极的心态来看待这场革命，甚至认为在人类和智能技术之间可能会出现一种大融合。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麦卡菲是这个领域颇具见地的领先者。这两位技术科学家指出，我们正在经历这样的过程，“人类历史上有两次惊人的重要事件：真实智能机器的发明，以及所有人类通过一个普通的数字网络实现的虚拟联系，转变了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发明家、企业家、科学家、小发明者以及许多其他类型的对电脑十分痴迷的人都认为，“我们应当致力于发展那些让我们吃惊的、带给我们惊喜的、能为我们服务的技术，并且尽量利用这个聚宝盆带给我们好处”。[60]


  著名的未来学家杰瑞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他的专著《零边际成本社会》中更加深入地思考了这个问题，这本书描述了“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IoT）的出现将会导致“全球协同共享的迅速凸显，并且会加速资本主义的瓦解”。[61]物联网其实是一个新型技术平台，可以“将所有事和所有人都联系起来”，通过数十亿个散布于全球各地的传感器，以及一个超级互联网坐标来实现彼此之间的联系。这些传感器可以通过电力线、生产线、逻辑网相互联系，还能够植入家庭、大楼、办公室、商店、汽车，甚至可以植入人体内，数十亿个传感器能够实现与彼此的实时发射与交流，就像一个电力发动的悸动蜂巢。我有幸参加了旧金山的一个技术发布会，伯德玛西·华莱尔（Padmasree Warrior）作为全球顶级的技术公司“思科”（Cisco）的首席技术官，告诉到场的观众：“技术将拓展我们作为人类所具有的东西。我们将会携带越来越多的技术。我们在未来可能会在体内植入许多传感器，来帮助我们分析自己身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都让我们对未来抱有诸多期待。”


  植入？她是说“植入”吗？当时的我就坐在那里不停地思考，而我周围大量“技术人”都在忠实地点头，并且将这些话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里。我甚至开始不确定是否信任我的电脑或者苹果手机——每次当我们打开这些设备，显然，我们就已经被广告商、企业和政府当作元数据进行追踪了，当然我们可以关闭电脑以及其他设备，并且把它们丢在家里。如今，这些人居然想把一个电脑植入我们的身体里？难道这样的事情不应当通过类似全民公决这样的方式来决定吗？


  所有这些传感器，无论是在我们身体里面的，还是存在于外部世界当中的，都会持续反馈一系列“大数据”到物联网全球核心网络以及核心程序，然后“云”再赋予这些数据电子蚁群般的生命力。接着我们就可以设想，这些系统按照供给和需求来提供特别完美的信息流动、资源流动、人力流动，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浪费，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优点。这个系统是纯粹的“绿色”系统，能够实现物理资源和能源最高效地被利用——当然也包括人力资源。里夫金将这种特别集中而且实现深入网络化的人群叫作“生产消费者”。这些消费者能够自己生产再生能源、进行3D打印制造、在线聆听大学课程、浏览新闻、传播和接受文化与娱乐，而且这些消费者同时也共享自己的汽车、家庭住宅、衣服和工具，从而实现“协同共享”——这些人能够完全避开普通的资本主义市场，直接通过物联网来实现所有普通交易。在那个平台上，他们可以利用大数据把生产产品的成本降低到接近于零，而且可以选择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分享自己制造的商品或者服务。里夫金说，我们加入了一个“超越实体市场形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在这种全球人类越来越相互依赖的协同共享的背景下，我们正在学习怎样与彼此共同生存”。


  这种观点简直让我窒息。依个人之见——尤其是如果忽略人体植入的环节——我发现里夫金的观点与比利时的P2P理论家米歇尔·鲍文斯（Michel Bauwens）和数字劳动力专家特雷伯尔·肖尔茨（Trebor Scholz）的观念相似，[62]都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吸引着眼球。对互相依赖而且协同共享的大众而言，谁能反驳这样的观点？它许诺的完美似乎从小的方面到大的方面事无巨细——以一盒牛奶或一盒鸡蛋为例，这些带有传感器的小物件就躺在你“智能”家里的“智能”冰箱架子上，当它发现自己快空了的时候，就会向杂货店发出信号，要求立即配送——毫无疑问，这种配送通过无人驾驶汽车来完成，或者通过自动快递等功能来完成。[63]它承诺了几乎所有正确的文化基因，包括及时性、效率性、创造性的许诺，通过许多特别先进的技术来实现，并且能够让产品生产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正如卡尔·马克思的著名论断那样。[64]因此，在此必须说明，这是一个升级版的观点：在技术时代，马克思遇到了杰特森（Jetsons）。


  但是里夫金、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以及其他新经济的专家，都没有切切实实地说明一触即发的问题：谁来控制里夫金所说的“协同共享”，或者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所说的“共享数字网络”？他们看上去都在预测这种他们已经认定的趋势拥有一种力量和势头，能够自动解决任何不平等，但是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公共政策来指导法律的方向，而这一方向又决定着美国工人脚下是否有坚固的立场，这是没有理由的。同样，也没有理由认为这种趋势将来可以自动为中产阶级或者穷人带来一个光明的未来。近期以来，为了经济制度而对我们政治制度的失败进行的追踪记录，并不能让人振奋：在许多具有权力的政客和国家最具有才干的经济学家的监视下，国家可能会在不断放松管制的过程中走向疯狂，而且自大萧条以来正在遭受最大的经济危机。甚至在此之前，由于薪资水平曾经相当平均，极端化的不平等日益浮现。


  这些都引发了那些可能会从新技术中获利的人的合理担忧。我们当然可能最终沦陷到一种经济形态中，那就是机器人接管了所有能够通过计算机程序建模完成的工作，经济中的绝大多数利润流入了创造机器人的这些技术拥有者和管理者的腰包里。而大量人力资源沦为去做一些只需要低技能的、无法实现机器人化的工作——乏味的并且具有需求导向的工作，如家政服务、带小孩的保姆、勤杂工、零担的工作，而且可怜地拿着计件工资——忙忙碌碌地去找各种工作，以使自己能够在“共享面包屑”经济中得以生存。


  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中的“左派”分子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质问科技作为动力这一愿景的可靠性。2015年1月，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全球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以及特斯拉汽车和X空间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联合几十位其他领域的科学家、企业家和投资人卷入了计算机、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并发布了一封公开信，表达了一些对现阶段新技术发展的顾虑。他们在这封信中写道：“至关重要的是找到一个方法，那就是得到它的好处，而避免落入潜在的陷阱中。”并且呼吁大家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安全和社会效益方面。[65]在麻省理工学院航空航天学院百年研讨会的一个演讲中，马斯克更加深入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他将人工智能称为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并称“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可能正在召唤恶魔”。[66]这些都是世界顶级的技术家，一致认为人们在较长时期都对机器智能化和不断提升的能力抱有持续的紧张情绪，而且创造这些机器的人也担心它们有一天会替代自己。


  一些专家级的技术人员甚至指出了这种情况会导致更加可怕的未来，像《饥饿游戏》描写的那样——典型的反乌托邦式的糟糕社会：机器取代人类的情况大范围出现，导致更大范围和更大程度的“收入不平等，中产阶级的持续哀号，甚至暴乱、社会动荡，以及永久性的、始终处于失业当中的下层阶级”。[67]回到未来——这些时光都让人想起过去一个世纪——发达国家所处的世界，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之后。在那之后，既然已经从过去的历史当中吸取了教训，我们就开始想象正站在一个通往美好明天的轨道上，而这种光明就在能够沿着这条确定的轨道所看到的“历史的尽头”。然而突然间，所有的事情都不确定了。游戏规则又要重新制定。


  
“效率”产生的“无效率”


  带着技术进步所产生的所有焦虑和对工作岗位的替代，大家都很容易将自动化和机器人当作敌人来对待，但这种态度可能也是错误的。毕竟在过去，自动化代替了更低层级的工作，而给予了人类更好的工作。然而现在，特别让我们哭笑不得的是我们国家的失败，国家竟然不能在利用更高水平的自动化来创造一个更高生产力经济的同时，给予劳动者一份更加体面的工作，竟然不能将这种繁荣实现普遍的共享。[68]现阶段的这个挑战并不是一个技术上的挑战，而是一个政治上的挑战。


  许多即将爆发的战争——没有什么措辞不当，它就是一场战争——都是关于经济效率的社会观念上的战争。我记得我在欧洲进行巡回演讲时，有一站设在阿姆斯特丹。一家名为Netwerk的电视节目采访我，这个电视节目有点儿像荷兰的《60分钟》（60 Minutes）。有一个由三个人组成的团队来负责管理运营整个采访过程，其中一个人举着一个硕大的吊杆话筒——一个看上去包着毛茸茸的毛线头巾似的话筒用来录制声音。我很谨慎地对那个握着吊杆的中年男人说：“喂，你为什么不给我找一个翻领麦克风呢？这样你就不用一直举着那个大家伙了。”他看了我一眼，眼睛里掠过一丝伦勃朗式的闪烁，说道：“如果我那么做，我就没有工作了。”


  果然如此！他这种颇具智慧的洞察力一下子就让我震惊了。如果最终的结果是更多人失业，或者更具体的结果是这个男人失业，那么这种机械化效率到底是好还是坏呢？到底什么是效率？假如经济系统中你被认为是高效率的，实际上你是无效率的，这可能吗？


  一个特别有名的故事解释了相似的道理。1955年，沃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首脑，提及自己去福特汽车公司全新的自动工厂参观。福特当时已经由于超低工资问题而臭名昭著，员工根本买不起一辆车。指着所有的机器人和计算机主机，亨利·福特（Henry Ford）二世问这位首脑：“沃尔特，你怎么从它们身上收会费啊？”就在1秒后，鲁瑟回应道：“亨利，你准备怎样让它们买你的汽车啊？”[69]


  效率。福特公司在早期的时候，一直都在创始人亨利·福特的吝啬眼光之下进行管理，按照这种理念，效率就意味着公司所能给到的最低工资。但是直到最后，甚至作为纳粹同情者的福特公司[70]都开始对经济学的逻辑做出让步，福特公司不得不给工人发更多的工资，以保证这些人能够买得起一辆车。福特用这种方法为自己的公司吸引了更多消费者，创建了一个良性循环、一种相互的仁慈——并且实现了效率的目的——因为形成了一种有效的反馈机制。


  但是这种逻辑似乎已经让短视的新经济设计者感到迷惑，就像它从未发现这种牵引力已经在沃尔玛和其他企业身上起作用一样。


  我正坐车赶往机场，而正在履行驾驶服务的司机告诉我，他是以此谋生的，因为他的最后一份工作——他以前是一个货运码头的货运代理人——由于计算机和自动化的出现而丢掉了，所以他现在只能靠开车来谋生计。但是在未来的几年内，显然无人驾驶汽车会代替他的这份工作。到时候他又能去做什么呢？


  自动化公司可以用机器人来组装汽车，对顾客而言，汽车的价格会更加便宜，比如职业为收银员的顾客。但是如果杂货店和商场都用自己的机器人来代替人工收银员，那么谁来买这些价格更便宜的汽车呢？亨利，如果人们都失业了，谁来买这些产品和服务呢？


  确实如此，人们正在被驱赶着从一个工作岗位换到另一个工作岗位，从陈旧过时的工作岗位换到冗余遭到裁员的工作岗位——被计算机程序和自动化驱赶着，这些技术就像吓人的弗兰肯斯坦怪物一样。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也将持续扩大。计算机机器人、智能机器、3D打印以及其他技术，都在不停地威胁着人们，它们对人们按下了“Ctrl-Alt-Delete”（“控制—改变—删除”）键，而且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迄今为止，几个世纪的政治骚动、道德义愤和对经济所有人强取豪夺的反抗，逐渐地形成了现今仁慈的规范和规则，对谁可以工作、工作多长时间以及薪水是多少进行保护。“新政”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比老板和工人之间的社会契约以前的任何版本都先进，它允许人们也分享一部分机械化和生产力提高所带来的红利。最终的结果不仅仅是更高的工资，还包括一系列社会保障、工作保险、健康保险、体面的退休金以及其他工人保障（疾病保险、带薪假期、工伤保险和失业补偿等）。这个政策创造了数百万计的中产阶级顾客去消费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都是由美国经济生产的，这种循环给商业注入了很大的活力。在这种商业模式下，产品和服务支撑了家庭的运营，并构成了充满活力的社区，通过统计部门的数据可以看出，这种商业模式也创建了和谐的社会。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在不停的校准中实现。


  但是新经济——自动化、机器人化、自由职业者、“优步”经济、合同工、共享经济、“1099工人”——正在威胁着大家，要以一种令人心碎的方式结束这一切。我们正在梦游着走进一场悲剧中。


  史蒂芬·霍金是现代科学家中最接近以前科学巨头的一位，比如艾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或者艾萨克·牛顿（Issac Newton）。在与其他技术专家一起签署那封公开信之前，霍金已经公开表示过他对未来的担心。在英国《独立报》的报道中，霍金说：“人人都可以想象，这种技术可以超智能地控制金融市场、超发明地控制人类的研究领域、超自动化地控制人类领导人，并且能够制造出我们无法理解的武器。在短期内，人工智能的影响在于究竟是谁在控制它，而从长远来看，人工智能的影响在于它能够控制任何事情。”[71]


  霍金继续说：“如果一个卓越的外星文明给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我们会在几十年后到达你们那里’，而我们只能回答‘好吧，等你到了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开着灯等着你们’，或许我们不能这样做——但这或多或少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虽然我们正面临着人类历史上可能是最好的，也可能是最坏的事情，但很少有特别严谨的研究致力于这些重要问题。我们都应该问问自己，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来提高收获利益和避免风险的机会。”


  在本质上，霍金所说的是，技术人员需要一个自己的行业版本，类似医疗行业已经流传2400年之久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发誓“首先不要伤害”——“第一，不造成伤害”。希波克拉底誓言的技术版本应该认识到，有时最有效率的安排反而是低效率的。因为如今，人类的大师级程序员经常指导他们的机器人做一些对人类有害的事情，而且通常还是以进步、创新和效率的名义。


  机器人是无知的，但是这其中从伊甸园般的恩典中跌落下来的人类大师级程序员不是。机器人并不是问题的核心，人类才是问题的核心。这是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优先事项，正如它一直在整个历史长河中被人思考的那样，人类总是与人类针锋相对。技术不会改变我们这个最根本的动力源和分界线。


  计算机程序已经到来，正在缓缓地包围我们。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那么势必无法逃脱“噩梦”。不要忘了，“首先不要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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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经济奇点”的阴霾


  2009年11月17日，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为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的闭门会议做证，该委员会正在调查2008年财政崩溃的历史性金融崩溃的原因。“作为一个大萧条的学者，”伯南克说：


  我真诚地认为，2008年9月和10月经历了全球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包括大萧条时期。如果你仔细研究在这一时期承受压力的公司……只有一家……没有遭受严重失败的风险……因此，在美国13个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中，有12个可能在一两周之内都有失败的风险。[1]


  被称为大衰退只是最近一次提醒我们的巨大动荡，这次动荡用尽了惊人的猛烈力量，就像一股横冲直撞的龙卷风，导致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工作和生活都变得岌岌可危。经济政策研究所指出，所有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工作的美国人，都见证过七次经济衰退——分别发生在1969年、1973年、1980年、1981年、1990年、2001年和2008年，这些人都曾经历“通货膨胀、滞胀、石油危机、石油限量供应、1987年股市震荡、储蓄和信贷崩溃、互联网泡沫的破裂、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以及2008年股票市场崩溃”，还有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崩溃，对AIG（美国国际集团）、金融行业和汽车公司的紧急援助，美国最大的州——加利福尼亚州——开始发行欠条以支付其债务，而这之后等来的不过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经济崩溃后的缓慢复苏。[2]她或他已经看到了全国“失业率两次典型上升，每次上升幅度都在10%左右”。在一段时间里，一切行业几乎都没有为生活在最底层的50%的美国人涨工资，而且传统养老金还在下降，需要强调的是，传统养老金一直是美国退休制度的核心。而与此同时，最富裕的1.45亿有工作的美国人，则在跌宕起伏的经济中游刃有余，就像巴伦那样乘风破浪，这些也是福克斯新闻和卡托研究所得出的结果。


  在20世纪，所有的美国人面对这样严峻地威胁家庭活力的经济危机时，已经找到了拯救生活的方法，即伸出手来抓住政府的援助之手。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来，在过去的3/4个世纪里，亿万美国人从“新政”规范的社会中受益，十年又十年，一部法律又一部法律，一个政策接着一个政策。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超过以往任何一位总统挖掘了政府的特殊能力，把所有人都集合在一起，并且把不同部门都黏合在一起，创建了社会保险的各种工具来保护美国人应对经济风险和消除不安全感。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医疗补助、联邦住房管理、家庭和医疗休假法、学生资助、公平劳动标准法、全国劳动关系法、联邦矿山安全与健康法、平等就业机会、民权法案、反对歧视的法律、消费者权益保护、职业健康和安全法——这是一个很长的法律和程序列表，是罗斯福在继任总统后建立的，是所有美国人现在正在生活和长大的世界。


  毋庸置疑，我们离不开这些政策，尽管在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愿意承认这件事，而且随着当今社会中许多美国人都开始独立于这些项目之外，他们更倾向于抨击政府。44%的社会保障受益人说，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按照政府的计划去做；还有60%的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利息扣除、43%的失业保险受助人和40%的医疗保险受助人也都有这样的想法。[3]这些项目和法律都是已经公开颁布的，都经过了特别精心的立法努力，而且都具有充分的理由。这些项目和法律所针对的是具体情况和条件，根据以往的经验，太多的美国人——包括弱势群体，如老年人和儿童——虽然没有做错什么，但都在艰苦的大环境中难以度日，而这一切实际上都只是经济周期的结果而已。


  但是“新政”体系的建立，并不只是为了表现富人、贵族、以罗斯福为代表的政治和商业领导人的同情心。在大萧条的灾难后，它建立了一种更为广泛的宏观经济，将宏观经济上升为一个更具稳定性和健康性的体系，并且还可以使用以政府推广为核心的、由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扩大经济增长蛋糕的财政刺激手段。这反过来又刺激了广泛共享的繁荣以及中产阶级的成长，从而促进消费引擎，来购买美国企业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虽然该制度并不完善，但它十分有效地为更多的美国人创造了较高的生活水准。事实上，这也是在所有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创举。这个体系使美国成为世界羡慕的对象，中产阶级的梦想成为这个国家十分有魅力的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赋予了美国后“二战”时代最强大的吸引力，同时又使美国在全球舞台上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但在过去的几年中，美国的光环已然暗淡。放松管制、产业空洞化、金融化和自动化的经济形态，导致中产阶级不断萎缩，同时导致就业保障和生活水平降低。1979年以来，美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至少翻了一番，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成果已然流入少数幸运者的口袋和银行账户中。在2013年12月的一次讲话中，奥巴马总统表达了他最关切的问题，即位于全美收入顶层10%的人口占比达到全国总收入的一半，而这一比例在以前仅为1/3，这是自大萧条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十分严重的不平等现象。[4]3/4的美国人几乎没有什么紧急储蓄赖以生存，如果他们失去工作，就得依靠借款来维持生计。[5]就生活在一个为绝大多数美国人工作的社会而言，我们正在倒退。许多美国人日常生活的恐惧，也是茶党保守派巧妙利用的，都不是偏执狂。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他们的生活质量在真正地下降。


  一些带有“新政”特点的法律和政策帮助美国人抵御了风险，而现在这些法律和政策的效力已经逐步减弱甚至被推翻。一些法律和政策已经过时，不再适合我们正在转型的社会。因此，“新政”的社会正在慢慢融化历史的迷雾，就像一艘曾经辉煌的轮船，随着不断穿梭于大海中而悄然逝去了。不像20世纪30年代和四五十年代的美国政治家和商业领袖人才，面对一种瘫痪的经济危机，正直面一种为这个国家伪造一个“新政”时代的挑战，就像“二战”时期那样，政治家和商业领袖都眼睁睁地、十分无助地甚至更加糟糕地看着这种局面，随着最近国家崩溃加速的趋势，最关键的是，美国经济已经在这种影响下退回到了“新政”出台之前的糟糕状态了。


  因此，对于今天，我们的下一代和再下一代，赖以生存的脚下的土地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比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在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动荡。请允许我为这些子孙后代勾勒出一个可能的未来，他们将很快宣称他们的世代传承充满了一个仍然富裕的新政社会的希望和期望，但是他们的荣耀和机会似乎正逐渐消失。


  放眼望去，近一半的美国工人——6500万~7000万人，都是自由职业者、临时工、个体工商户、灰色劳动力、游走劳动力、兼职者以及介于这些职业之间的工作岗位——没有固定的职业，没有常规的工作去做，取而代之的是，连滚带爬地为他们的下一份工作不停地奔波，这些工作都是小型临时工作或微型临时工作；基于在多个因素从多个侧面产生的复合压力下，工作的数量和质量都在不断地下降；“为所有人创造机会”这种坚持在现代社会中的含义就是要利用各种渠道赚取那些微薄的工资，通过“分享面包屑”的经济机会，出租他们的劳动和那些已经少得可怜的私有财产，通过匿名网站和应用程序把这些东西租售给那些比自己幸运的、仍然有可自由支配收入的人；住房以及其他基本费用的上涨比打零工工资的上涨速度要快得多，这种状况让日常生活越来越艰难；看着机器人和其他形式的自动化生产正在从事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曾经从事的工作，而他们只能用鼻子贴在窗户上，看着一个个“技术人”就像绅士一样在聚会；而且只能通过阅读历史书去体会“中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当人们期待自己能像以前那样去享受一个体面的生活标准和经济安全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自己甚至几乎没有生活在安全网之下，没有工作保障或安全保障，几乎没有储蓄或者积攒一些退休资源的方式，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享受工伤补贴或失业补偿，或带薪病假、休假或假期；由于做完这份工作就要赶快去做下一份工作，他们总是会用尽自己的时间，所以意识到自己绝对不能生病，否则就会错过五六份他们已经安排的从多个雇主那里接好的零散工作；处理匿名侮辱、挫折和不稳定的客户评级，这些“1099公司”包括“优步”、“来福车”、“任务兔子”、“一揽子找工作”以及其他以应用程序为基础的工作中介和临时机构，可以擅自暂停或开除他们，或者临时砍掉他们已经承包的工作而没有任何协商，既没有合理的报酬，也没有任何的合同保证；他们必须尽力节省每一分钱，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下一个工作机会到底在哪里、在何时，所以必须忙忙碌碌地去寻找才能勉强满足家庭开销。有时候，你来回漂移在正规经济和灰色经济之间，而且正规经济和灰色经济之间的分界线已经越来越不清晰，还面临着“丝绸之路”这种威胁你和家人安全的问题。


  这是一种一团糟并且十分轻率的工作生活方式，与太多美国人所继承的工作生活方式相去甚远。众所周知，年轻人现在的工作生活与“新政”创造的世界有天壤之别。许多新的经济预言家经常说“千禧一代”，8000万左右的美国人年龄都在18~32岁，他们的收入非常稳定，时间非常稳定，拥有不错的薪水和一份稳定的工作，他们“不会将公司看成发薪水的机器”，他们认为“‘工作’是为了改变世界的定义”，[6]“他们期望有足够的能力去释放自己的激情”，“有价值的经历比物质更加重要”，“不认为等级观念那么重要”[7]和“期望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赚钱”[8]——看上去，“千禧一代”由新型的后资本主义的一代人构成。事实上，受到年龄在18~34岁的人所追捧的汽车数量已经在2007~2011年下跌了近30%，而原因就在于他们被更多的共享方式和更多的绿色价值观所左右，与其这么说，还不如更直白地来解释，那就是在一个近乎萧条的经济背景下，年轻人早已破产了。[9]


  在蚂蚁与蚱蜢的古老传说中，今天的年轻人比起蚂蚁而言其实更像蚱蜢。这是一种惊人的说法，特别是因为它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自“二战”以来，同样也来形容每一代年轻人——别忘了披头士（the Beats）、嬉皮士（the hippies）、摩登族（the Mods）、沉溺于迪斯科舞厅的年轻人、无忧无虑的人，等等，所有这些人都只是为了今天而活，而不在乎明天。当你二十多岁的时候，你当然会正在享受脱离父母管教的自由，享受不被束缚在一个需要工作40小时的工作周，或者其他任何事情。特别是在年轻人很难找到一份体面工作的今天，谁能去责怪他们只为今天生活而没有拥抱理想主义的价值观呢？然而当“千禧一代”到三四十岁的时候，也会像其他每一代走在他们前面的人那样，开始变得非常厌倦生活在经济的边缘地带。而且到那时，他们一定会开始认真地思考如何拥有较稳定的收入和更有保证的生活。


  然而，不幸的是，那时候的“千禧一代”和“X一代”会发现一件让他们极度不安的事情：这个世界已经从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所了解的那样彻底改变了模样。“新政”所带来的“好工作”时代即将消失，因为没有足够的人致力于去争取通过法律和法规来保护这些工作或创造新的工作。相反，成熟的“千禧一代”将发现自己不过是临时工经济中的一个“1099工人”，要受到反复无常的和必须“及时”到达的雇主支配，而且要和他们的自动化、机器人化、自由劳动力协调配合，还要在“优步”式的工作场所工作。这时，他们就会发现那些看上去善意的领导人和组织告诉他们的与前几代人的不同，是非常荒谬的一件事——他们已经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


  也许到那个时候，“千禧一代”将会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依靠自己去反击，就像之前的每一代人所必须做的那样，来保障自己在一个老板、CEO和最近形成的这1%的贪婪团伙所主宰的世界经济中所处的安全地位。但是到那个时候才彻底醒悟，会不会为时已晚？


  
“新政”对“不公平待遇”


  对劳动条件进行一个简短的历史回顾确实能够提供一些非常富有启发性的内容。在今天的“1099经济”到来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雇主和老板经常试图雇用那些低工资的工人，通常是以承包商、自由职业者、临时工来代替普通的固定员工。因此，看上去最新的趋势其实只是朝着历史上出现过的同一方向发展，而并非什么新鲜事物。


  1902年，纽约正遭受一场大规模的罢工，有3万名意大利移民工人被雇用，以建造当时第一个地铁系统。一个银行家的辛迪加集团负责拟订主要合同，以及对其进行劳动力分包和包工头劳动力体系的支付规则，许多相关公司都按照这种合同去雇用移民。这种体系不乏有组织的犯罪和黑色、灰色市场，导致工人对薪水和劳动条件的抱怨极大，而这种类型的抱怨现在也同样成为美国工人无法摆脱的状况。罢工期间，意大利工人要求由集团直接支付员工薪水，而不是把他们当作雇用工人和承包商由中间人来支付薪水。[10]对这种条件的争取花费了这些工人许多年的时间，而在此期间，他们经历了激烈的、持久的、有时暴力的对抗，以此来努力赢得这场战斗。


  服装行业也是卑鄙的老板及其党羽活跃的重要场所。雇主经常会通过中间商或者批发商来削弱行业承包工作的工资。这种情况与现在通过“噢办公桌”或“任务兔子”等应用程序软件来进行竞争的情况本质上并无区别，分包商最早通过强迫工人之间的互相竞争来引发恶性竞争，而谁能够以最低的工资来提供劳动，谁就能得到这个劳动机会。[11]1910年，芝加哥服装工人的罢工引发了全市4万名工人的出动，这些工人与骑警进行战斗，其中有数百名工人受伤，两名工人死亡。但仅仅在几年后，服装业工人工会发展的高峰期所产生的影响就是，这一行业体系拒绝直接就业。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事情，《美国展望》的作者和编辑罗伯特·库特纳说：“这些斗争与在服装行业和交通运输行业等制造业中所出现的新技术进步毫无关系，而全部与权力有关。”[12]许多服装工人甚至认为技术真是一项不错的发明——他们都不是勒德分子，根本没想过去砸毁机器——而没有进行斗争的结果——仍然是——最终的结束：那么究竟是谁在控制技术和通过技术获利呢？


  追溯美国的劳动史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在19世纪末，工人几乎没有权利，没有劳动保护，更没有工作保障。工人的劳动条件就是狄更斯（Dickensian）所描写的那样。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法律，如今已经是在全世界非常普遍的基本条件，曾经由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是违反宪法规定的。劳动者每天工作12~14小时非常常见，童工现象很普遍，没有午休，没有病假，没有失业和残疾保险，家庭没有安全网，而且如果雇主拒绝支付薪水，工人就无法维持生计。年龄大的工人更是属于特别的弱势群体，当他们不能工作之后，就只能在济贫院可怜地度过余生（就像许多孤儿一样）。这些工人在工作中，往往面临着工伤频繁的烦恼，有些工伤甚至是毁灭性的。但当利润下降的时候，尤其是进入70年代早期的经济萧条时期，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都没有任何愧疚感地为了加快生产而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虽然这样做明显地会使工人的工伤伤害概率更高。[13]当工人被这些无情的要求逼得“加速死亡”之后，他们的配偶和家属缺乏任何法律救济，而且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灾难，也不会得到任何经济上的支持。


  今天，特拉维斯·卡兰尼克显然没有为他单方面克扣“优步”司机的薪水而抱有任何悔意，还宣称司机应当通过每天工作更长时间以及每小时提高价格的方式来赚取更大的利润，以弥补这种损失——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加速疲劳。与此同时，“任务兔子”也单方面提出要从“兔子”的薪水中提高扣除份额，而且很有可能将“兔子”开除，只是由于一个脾气暴躁的客户对其进行了差评，而且“兔子”没有任何可以申诉的理由。这是在未来中回到过去，而且还是以如此令人不安的方式。


  今天的美国工人站在威武的肩膀上。过去的几十年，勇敢的人都在进行英勇斗争，就是为了改变这种境遇——而且在任何时候他们都抱有希望。最后，在19世纪70年代，铁路行业中的工人以及寡妇开始组织工会，争取工人的补偿利益。进步不是那么快或者那么容易就能实现的，但是几十年后终于取得了成功。[14]其他工会组织——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美国煤矿工人联合会、世界的国际工人、美国劳工联合会以及其他数百家联合会——都在致力于反抗权威资本主义。今天，新经济的设计者正在想方设法扭转这种工人阶级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有关个人工作条件的成果。或至少他们想让这些工人一直就这样被动地站着，当他们去攫取工人本应该得到的收益的时候。


  几十年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确实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从中受益。然而托马斯·皮凯蒂、以马利·塞斯（Emmanuel Saez）和其他人的相关研究也已经表明，在此期间，一小部分美国人的财富增长速度惊人，而一大部分人的财富已经停滞不前或落在后面。这不仅是不公平的（或者被弗朗西斯一世称为不道德），而且从稳定和扩大更广泛的宏观经济视角来看，这也是效率低下和适得其反的。


  基于这一点，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期，对劳动力和就业的最大威胁日益明显：厚颜无耻的商务舱，似乎已经忘记了“相信资本主义”与“赚钱”[15]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而且已经通过密谋、策划和反对管制来实现它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必须把劳动力自由像水龙头一样的阀门打开；而且，日益软弱无能的政客只能让他们逍遥法外，并在某些情况下，积极支持公司雇用美国、墨西哥短期合同工，这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大多数工人的议价能力都受到了影响，他们的工资停滞不前，尽管住房、医疗保健和教育费用疯涨，安全网却更加恶化了。这些情况都会反过来降低消费者的购买力。如今，并没有迹象表明这样的情况会在短期内出现逆转；恰恰相反，正如在前文所看到的那样，新经济学家在规划中提出了更先进的技术和更强大的能力，进一步降低了美国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把几十年来一直在工作岗位上的工人逐离。这种后果无疑应该被诅咒。


  
凝视“经济奇点”的深渊


  在一个现代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历史上好的工作和高工资为收入再分配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并且将购买力从企业返还给工人，以实现工人作为消费者的角色。发达国家战后发展模式的成功是建立在一个良性的反馈循环基础上的，工资的上涨使得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加，进而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一股上涨的潮流犹如一个良好的经济周期，承载着潮流中所有的船。


  相反，正在失业的工人比率和已经失业的工人比率不断攀升，大大降低了消费者的需求和我们购买经济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能力。新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零零散散的工作，这些工人必须不断地拼凑一连串低工资与微薄收入的工作来谋生，这种状况实际上在往一种混乱的方向发展，而这种方向实际上是朝着国家认为已经在过去远远甩在身后的以前就出现过的方向发展。这种状况实际上导致数百万计的美国工人都回到了在“新政”之前挤破头抢面包屑的时代。


  这种退化不仅影响个人及其家庭，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进而波及更大范围内的经济。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兼职工人、失业或下岗工人，他们不得不花更少的钱，通过节衣缩食来减少开支。企业的客户也将越来越少，因此必须削减更多工人的工作时间。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循环，构成了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的同时导致通货紧缩等，而且导致经济在胶着中发展缓慢。过去某个临界点——没有专家真正知道这一点到底具体在什么地方——在过了这个临界点之后，正反馈将变成负反馈，下行周期将成为一种很难逆转的趋势。


  日本在一定程度上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而且远远超过了十年；欧盟则正面临即将步入深渊的危险，尽管在某些方面，这两个地方的困境已经是一个“已知的未知”。美国可能更令人担忧，因为比起世界上其他地方，我们已经接受了这种自由劳动力、承包商、机器人化、“优步”、自动化的经济，这种情况即将导致我们可能进入“未知的未知”，而且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与此同时，美国经济的价值一下子飙到了一个高不可测的水平，几乎达到了16兆800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而所有这些产品最终必须有相应的购买人。我的支出就是你的收入，反之亦然。如果对任何一个特定企业而言，市场的需求量太小——如果客户都不会花钱来购买这家企业的产品，这家企业也得不到收入，那么它就不得不关门，并且停止购买继续拓展或者维持其业务的投入，也不得不停止支付工资和裁员。


  但一个工人同时也是一名消费者——作为工人会得到工资，而作为消费者会把收入花掉，从企业购买商品和服务，这些企业则得到收入并且支付薪水或者工资给工人（或从其他业务中取得收入，成为这些企业的收入和员工的工资）。总之，这是一个自循环，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奇迹，但是非常微妙，总能够在一个脆弱的熵状态下失去平衡。最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工人是这曲刺耳的交响乐当中具有复杂功能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一个工人被解雇，或是从全职工降为兼职工，甚至成为一个“1099工人”，或者在不同的零散工作之间奔波，或是被机器所取代，那么相应的低工资一定会导致这些工人对消费需求的减少。当然，如果一个工人被机器人取代，那么机器人根本就不会产生消费。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大部分工人身上，那么影响将极不稳定。


  经济学家鲁里埃尔·鲁比尼在对“赢者通吃”对劳动力产生的影响进行反思时说：“不断增长的不平等成为需求增长的拖累，并且将成为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来源，因为它将收入从那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家庭集中到了更多高净值的人和公司手中，而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显然具有更大的消费倾向，富裕人群则更倾向于不过多消费。”[16]这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说，风险还体现在，在尘土飞扬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面前，工人将流离失所。除非能够制定就业增长的政策，否则完全不能确定劳动力产生的消费需求将会继续随着技术的发展而有所提高。因此，如果没有足够的消费者来购买由机器或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经济将变得更加不平衡，最终的结果将是什么呢？


  答案非常简单：经济增长势头将停滞。就像一个因为没有足够润滑油而突然僵在那里的引擎一样，齿轮也将停止转动。


  如果对今天的局面再进行详细的描述：如果“1099工人”的工作岗位数量不断减少，质量不断恶化，如果数百万中产阶级都被迫转向墨西哥短期合同工、“任务兔子”、“优步”、“空中食宿”以及其他“共享面包屑”公司，或者如果把大多数工作岗位都进行自动化，或者如果把工资降到最低，导致越来越少的人拥有足够的可支配收入，那么一个现代的大众市场经济想要蓬勃发展势必将日益艰难。在当今的大众市场经济背景下，当工作和收入被无情地剥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将面临几乎没有消费者有足够的购买力和需求继续推动经济增长。


  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序列最后，是一些真正令人不安的因素：因为这些力量获得动力，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坠毁在一个经济奇点的临界点——一个引爆点，在这个点及以后，我们的经济危机将会始于生产过剩和消费需求减少的严重失衡，财富被少数强大的经济势力攫取，而这些人占据着我们国家最优质的资源。在这一点上，持续的经济衰退和通缩压力成为常态，而美国模式中所倡导的给予世界机会和繁荣的梦想也将随之破灭。无论如何，当大部分的社会财富被控制经济和政治体制的精英所攫取，导致商品和服务不能被收入极少的普通人消费，从而会引发宏观经济慢性下降和通缩周期，经济奇点就会发生。


  那危险的地平线意味着激烈辩论的新经济不仅是对工作、公平以及收入不平等而言的——最终，这些都将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产生影响，并与美国资本主义持续经营和发展的模式直接相关，这一模式已经自“二战”以来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使美国得到了全世界的羡慕。如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部长、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就曾表示对此的担忧，声称除非有严重的政府干预，不平等和在那些收入分配最下层的50%的人群金融资源的缺乏，将“导致总需求不足——极少的消费者和企业支出不足以让GDP保持在生产能力上”。[17]技术分析师、《机器人时代》（Rise of the Robots）的作者马丁·福特说：“一个缺乏可行消费者的经济，只能拥有一个更为零和的未来。”[18]斯托·博伊德，GigaOm研究机构的前任技术顾问，同时也是一个未来经济学家，看着自己能够占卜未来的水晶球，显然面临着一种严峻的挑战：一种《疯狂的麦克斯》（Mad Max）的未来，在这个未来中，“世界上的人口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将脱离自己的工作岗位——要么靠救济为生，要么选择大幅降低自己所使用的商品成本来勉强维持生存的生活方式。到2025年，核心问题将是：在那个世界中，也需要少数人来引导‘这个以机器人为主导的经济体系’，如果不需要提供劳动力，那么到底什么人是（有用）的？”[19]


  经济奇点就像一个黑洞，任何社会都不敢接近，以免引力加速并吸收所有的光明和善意。一旦奇点的裂变已经达到临界质量，它只能被打断，或者从一个不稳定的泡沫刺激产生更大的经济泡沫（随着收入越来越少），要么就是导致一个大的、彻底的对现有财富的重新分配，以此作为一个启动消费需求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但由于当时的政治体制本身将被经济精英所俘获，政治和政治家不再是这种再分配的工具。毫无疑问，奥巴马总统是他这一代人中最有才华和魅力的政治家之一，但他几乎也无力扭转这种恶性循环的局面，就像一个围绕着重力井滚动的大理石。大理石保持在一个圆圈轨道，但慢慢地下降，并且随着倾斜的重力井漏斗的平面降得越来越快，在越来越紧的圆圈当中不断下降，最后陷入中央黑洞。在最后的释放动力学的过程中，在不远的将来，精英大多会将重点集中在：面对一个支离破碎的社会破坏的不断裂变，保护其住宅，把住宅设计在城墙及护城河的后面，还包括电子和数字安全装置，都是专门设计用来控制人群的，如果有必要，也可以起到恐吓的作用。


  我们并不想接近奇点的这种巨大的引力密度。但是，我们距离这个危险时刻还有多远呢？


  最有可能的是，它可能仍然非常遥远，但轨迹已经非常明确，麻烦也是确定的。而且沿着奇点的波普，将会产生许多不同程度的崩溃。就目前看来，收入在最上层的5%的家庭所占的消费开支达到了30%，而这一比率在1992年仅为23%。这种转变正在加速；2009年以来，收入在最上层的5%的家庭，其支出攀升了12%，而其他家庭的支出下降了1%。[20]在大衰退的过程中，企业利润增长了25%~30%，而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则降到了“二战”以来的最低值。[21]按照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观点，2010~2013年，在没有任何缓解的情况下，美国除了收入在最上层的1/10的人，其余收入都持平或逐步下降。我们正经历着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财富转移时期。


  在2008年经济危机以前，尽管工资停滞不前，由于还有信用可言，普通人还能够维持消费水平；收入增长乏力是房地产泡沫的重要驱动力，因为数百万房主都在利用自己的房子做二次抵押贷款，所以其实也是一种从ATM机里取钱的方式。但这些宽松的信贷时期已经结束，我们即将面临长期停滞甚至下降的消费需求。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两层经济已经出现，富裕家庭积蓄殷实，而中低收入的美国人则在艰难中度日，这并不奇怪。这种经济两极分化已经改变了市场，从住房到服装，到食品杂货，再到豪华进口啤酒。“这是一个两个经济体系的故事，”在线房地产经纪公司Redfin的CEO格伦·凯尔曼（Glenn Kelman）说，“有一个高端市场，是绝对繁荣。然后才是下一层，其中有中产阶级的每个人。”[22]


  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不明智的政策干预将导致增加的财富继续向顶端集中的趋势。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分行的史蒂芬·M.法扎里（Steven M. Fazzari）和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巴里·塞纳蒙（Barry Cynamon）研究了收入在前5%和后面95%的人群之间的消费模式转变，总结说：“我们担心，这种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还会继续拉低需求，而且会持续几十年，现在，收入在最下层的95%的人已经在靠贷款度日，已经拖累了需求的增长，而且在未来几年这种趋势还会继续。”[23]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倾向过度奖励食利者寻求金融投资，并且公司的投资回报实际上是依靠制造或为社会创造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财富提供的回报总是比劳动多。皮凯蒂认为，这将导致财富的动态积累会随着时间集中到极少数人的手中，而且将会导致不平等的继续上升，从而破坏消费需求总量。[24]


  走向经济奇点的这种轨迹着实会让每个人都汗毛耸立。每一批新的统计数据都表明，正在失业的人口比率和已经失业的人口比率、更大的不平等以及中产阶级消费支出的减少等都正在逐步加剧，这是另一个“黑洞”经济的标志，可能比我们意识到的发展得更近一步。尽管全球都在采用凯恩斯研发出来的模型，而且已经成功度过了过去70年的起起伏伏，但目前这种轨迹绝对是对凯恩斯模型的直接威胁。


  美国企业很快就开始为自己的近期行为进行辩护，它们说在全球经济高度竞争和动荡的前提下，公司被迫有效地提高生产率，并且要取得更多的产出，就必须有效减少劳动力和赋予现有的更少的工人以更大的工作量。当然，这是老板想达到的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客应该让他们拥有这种权利。迄今为止，大多数发达国家并没有急于接受“1099经济”和自由劳动力社会。当然，欧洲的一些国家和日本、加拿大以及其他地方，也确实都比以前使用了更多的临时工和自由职业者，但绝没有达到如当今美国这样大量使用临时工的水平，而且其他国家的自由职业者和承包商通常都与固定工人享受许多同样的工作保障和安全网。


  德国汽车行业的工人收入要比美国汽车工人收入高得多，甚至会高达两倍之多，[25]但德国汽车行业仍然保持着全球竞争力，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出口商，出口的数量也几乎是美国汽车的两倍[26]——而且德国的汽车行业也没有采取反工人策略，比如用庞大的独立承包商和临时工代替正式工人，正如美国汽车公司所做的那样。因此，这只是一个谬论，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必须把自己现行经济的毛病改正过来，才便于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提高竞争力。试图通过发展新经济所倡导的反工人主义来提高竞争力的国家，放眼望去，在全球只有我们自己。正是美国的公司试图通过降低国内工作岗位的质量来把竞争的压力施加到其他国家，让这些国家为了与我们竞争也学习我们正在做的事。我们就是那个旋涡，正在威胁全世界，而且要把世界各地都吸到这个旋涡。


  中国正在试图转型成为以消费作为宏观经济基础的经济类型，去替代由制造业出口支撑宏观经济的经济类型。大多数专家认为，想让中国消费者购买更多产品，最关键的就是创建一个更发达的安全保障网。安全保障网能够让人们感到足够的安全感，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去花更多的钱，而不是把所有的钱都存起来。但是在美国，我们恰恰是在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在安全保障网的运行方面越来越弱，这大大降低了工人的消费能力，而且消灭了雇员和雇主之间在过去很长时间内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稳定联系，这种联系曾让美国工人在很大程度上感到了安全。


  即使联邦政府决定以更多的财政支出来刺激经济需求，就像那些与保罗·克鲁格曼一样有类似强烈主张的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那么这种政策的影响力也会比预期小得多，主要因为对劳动力而言，工作岗位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在不断下降，加上安全网也摇摇欲坠，所以这样的政策未必能够达到预期效果。这些是影响国民经济整体是否能够保障良好运营的重要因素。对“1099经济”的广泛依赖——“任务兔子”化、“优步”化、自动化、机器人化、自由劳动力化的宏观经济——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彻底破坏自由经济保持稳定、繁荣发展和“隆隆”前进的重要机制。届时，经济奇点的幽灵将会跃升于地平线之上，而且会越来越大。


  
“攫取性经济”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随着那些有权有势的精英分子越来越多地占据大量社会资源，这种颇富戏剧性的条件将导致经济奇点开始出现。除了他们之外的其他人，通过媒体如分享经济、临时公司、分包商、地下组织、黑市和其他自由劳动力社会中存在的机构，去讨取一些剩下的诸如垃圾废料一般的剩饭。这些让经济奇点发展成熟的条件就是我们所说的“攫取性经济”（Extractive Economy），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的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哈佛大学的詹姆斯·鲁滨逊（James Robinson）在其畅销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中所详细阐述的那样。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是作者对国家及其经济究竟为什么会失败或者为什么会崛起研究长达15年的成果，并且包括“权力的起源、繁荣和贫穷”等内容。两位作者从罗马帝国、中世纪的威尼斯、古老的玛雅城邦、欧洲、英国、苏联、非洲、拉丁美洲和美国等国家和地区中，整理了数量相当可观的历史证据，提出这样一个新理论，即为什么有些国家实现了繁荣发展，而有些国家却失败了。英国作家、政治经济学家威尔·胡顿（Will Hutton）认为他们的论证非常具有说服力，“不同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机构的质量和效果”是导致这一结果不同的主要因素之一。“资本主义本身就已经被塑造和经营成一种允许新事物不断重塑甚至破坏旧事物的机制，”[27]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次采访中，阿西莫格鲁教授说道，


  “如果你要对国家的繁荣或贫穷进行思考，那么你必须考虑国家为创新和投资所提供的激励机制，以及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但可悲的是，这些机制在历史上看来是极其罕见的。我们所看到的更多是我们所提到的“攫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它是由少数人设计的，是由社会精英设计的，目的就在于从社会其他成员那里攫取资源。他们通常不鼓励投资或者创新，当然也不会为那些想施展自己才能的人才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28]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论证了一个重要结论，即我们绝不能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与它的政治动态剥离开来。“攫取性政治体制”势必只能培育出“攫取性经济体制”，正如“包容性政治体制”势必能够创造出“包容性经济体制”一样，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践行攫取性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国家，要么在经济扩张的短暂浪潮中失败，要么无法全面发展而逐渐衰落。而拥有包容性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国家则允许更多的人在更大程度上参与经济，在更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经营。这恰恰印证了胡顿所谓的“给予更多人更多参与机会”，让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够脱颖而出，鼓励更多的人能够更多地进行尝试甚至冒险，从而激发经济当中存在的动物精神。“当经济和政治体制不是落在同一个党派手里，也不属于一群自私自利的、只想从中提取价值的政治寡头时，就到了经济发展的最佳时期。”胡顿说。[29]奴隶制和封建主义是攫取性社会，法治和民主的市场经济则往往应当是包容性的。


  关于“包容性机制”的特性，《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写道：“应当是集权与多元化的结合：国家必须强大到拥有足以能够保证制衡私人经济的权力，保证经济发展成果能够被更广泛地共享，但与此同时也能够代表政治权威。”[30]毫无疑问，攫取性经济的支持者基本上都是反政府的。他们认为规制或者税收根本没有用，并且把政府看作应当服从于他们个人意志的东西——就像硅谷的许多新经济领袖所想象的那样，包括“优步”的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和“空中食宿”的布莱恩·切斯科（以及“丝绸之路”的罗斯·乌布利希）。


  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鲁滨逊得出结论，那些拥有包容性政治政府的国家——指那些能够尽可能大地扩大政治和财产权利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同时推行法治，并且提供一些公共基础设施——从长远视角来看，都经历了最快的增长。他们从十分详尽的研究中所得到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政治与公共政策，以及由公共政策塑造的机制，与一个国家经济的成功有直接联系。他们在这本书中所揭示的历史模型已经表明，我们需要做出重大抉择，去决定怎样影响一个目前处于潜在阶段的新兴经济，以确定它能够逐步发展成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利益相关者组成的社会，而不是一个攫取性社会。其实，有许多方法可以实现鼓励公司发展成“好”的公司而不是“坏”的公司，不论是在“分享经济”的背景下还是在其他背景下，这主要取决于这些公司到底是被如何监管的。


  然而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由劳动力社会和“共享面包屑”经济在美国的崛起，似乎也不能被肯定地认为是对一个国家的警告，警告这个国家正在被自己所建立的“攫取性机制”所侵害。实际上，这一新经济的精英设计师正在为进行更多的攫取做准备，试图通过自动化、智能机器、经纪网站等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扩大“1099工人”的规模。它同时也是政治体制失败的信号，我们应当对此表示极大的悲哀，因为不仅在美国，包括全世界各地，它意味着一种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国家，这种制度不知凝聚了历史上多少人的灵感，但最终还是翻来覆去地进入了最后挣扎的阶段，在经济奇点面前一败涂地。[31]


  
教育能拯救我们吗


  多年来，经济学家和教育专家都强调教育和培训在减少不平等方面的重要性。现在，随着摧毁工作岗位的海啸般强大的力量越来越近，一些人希望教育和培训将发挥关键作用，如果不能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那么应当帮助保持劳动力正常被雇用，并且减轻一些最坏的潜在的后果。这种观点将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看作对特定技能和工作岗位的需求发生重大转变的一个副产品，并将其看作美国教育体系未能提供正确的培训以满足这种需求的结果。[32]


  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谷歌的常务董事长和《新数字时代：转型国家、企业和我们的生活》（The New Digital Age: Transforming Nations, Businesses, and Our Lives）的作者[与贾里德·科恩（Jared Cohen）合作]曾经说，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绝不是泛泛地去提供更多教育和培训，而是有针对性地注重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数学（Math）（这四个领域通常被合并称为STEM）领域的教育和培训。贝拉克·奥巴马总统也提出，期待能够进行更多的STEM教育，因为他和施密特认为，STEM培训是为未来储备劳动力的核心所在。作为一个有相当地位的商业领袖，埃里克·施密特提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都应该共同为这个目标努力。毋庸置疑，培训和教育的作用将显而易见。


  经济学家鲁里埃尔·鲁比尼也非常赞成这个观点。鲁比尼说：“从技术进步方面产生的收益，必须通过耕种渠道流向更为广泛的普通大众，这个要求比目前所做到的程度要广泛得多，而且这势必要求专业教育这个组成部分必不可少。为了创造广泛的繁荣，工人需要能够参与这个基于数字经济的勇敢新世界的技能。”[33]


  但也有专家对此持很大的怀疑态度，因为这样一来，教育培训似乎被捧为中产阶级的威利旺卡（Willie Wonka）金票（Golden Ticket），但曾经在“新政”时期绝非如此。罗伯特·库特纳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减少不平等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在那个时期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上过大学，许多工厂的工人甚至都没有完成高中学业。1980年以来，大学毕业率一直在不断飙升——不平等也一直在增长。现在看来，工作岗位已经拓宽到要在不同学历的大学毕业生中进行挑选，而不是在拥有大学学历或者拥有高中文凭的人之间进行挑选。因此，我们需要的可能是更多其他方面的努力，而不仅仅是提供更多的教育和培训。[34]


  马丁·沃尔夫同意库特纳的意见，他认为：“教育并不是一根魔杖。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其实也不知道未来30年究竟需要哪些技能。因此，即便是对已经知道的那些即将成规模增长的领域，比如创造力、创业或者高层次知识服务等需求，把所有人都变成幸福快乐的少数人也是极不可能的。”[35]而正如互联网社会学家堂·瑞金（Don Rheingold）所说的那样，教育课堂如果仍然是老样子，学生“仍然整整齐齐地按照横成行和纵成列的规则坐在一个缺乏想象力的盒子里面，而老师依然教育他们保持安静，并且那些老师填鸭式地给他们讲一些知识，那简直就是在教导他们如何到20世纪的工厂去生活，而最终的结果是离目标越来越远”。[36]


  但也有一些专家认为，即使通过更好的教育方法，经济危机也不可能就此修复。马丁·福特认为，过去所尝试过的针对技术性破坏的解决方案，尤其是开展更多培训和教育，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因为一旦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公司占据主导地位，根本不会有足够的工作岗位留给人类去做，无论这些人是否接受过相关的教育或训练。“我们必须决定，”福特说，“未来究竟是会建立在一个能够让大众都繁荣发展的基础上，还是会建立在灾难性的不平等和经济高度不安全的基础上，然后做出相应的调整。”[37]硅谷的知情人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的《谁拥有未来？》（Who Owns the Future?）也表示同意这样的观点。“这一点不太容易让人接受，却是真的，”他说，“随着科技的进步，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教育和努力工作将不能再保证许多人成功，能够拒绝这些现状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必须考虑解决方案的时候了。”[38]


  尽管谷歌的施密特保持着自己的乐观态度，他也同样承认这一点，那就是加紧STEM教育所能产生的积极影响非常有限。他预计，最终，许多工作岗位都将被自动化和智能机器所替代，即使是对那些更高端的STEM工作岗位而言，所需要的人数也是有上限的。那么，对实在赶不上追求和掌握技术的大鳄、失去亚哈式动力的美国人而言，他们将会怎样呢？对这些人，施密特认为应当期待政府来改善这种状况，社会需要给予失去工作的工人一个安全网，使他们能够“至少安心在某一个地方继续生活，并且享有医疗保健”。


  一些好心的技术人员已经提出了一个为所有闲置工人提供保障生活的津贴解决方案，确保这些人至少不能低于保障生活的最低水平（毫无疑问，这也是为了让自己面对美国伟大中产阶级的灭绝时良心少遭受一些谴责）。但随着“自力更生、独立奋斗”这一美国政治中保守主义所标榜的理念的提出，这一政策的通过似乎不太可能，至少在短中期内不太可能通过。即使这个政策在政治上是可行的，也势必导致社会中无家可归的人过着一种相当惨淡的生活，在一个“赢者通吃”的社会中，不得不独自面对生存问题，而且自己也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与这种状况十分相似的是“面包和马戏”中代表平民生活的罗马人，这种情况下的工人就像当时被喂养着供皇帝观看角斗娱乐一下，再保持一种民众顺从的行尸走肉，或者就像过去的苏维埃类型的运行体系下随处可见的消极怠工的工人——“我们假装在工作，他们假装给我们支付工资”——是一群无聊的和时不时就会酒精中毒的残废集体，这种解决路径应该被竖立一个醒目的红色旗子，告诉大家这对解决方案而言就是死路一条。


  此外，这个观点非常严重地误解了人们究竟是如何看待工作及其价值的这个问题。技术预言家苏·哈尔彭总结得非常好：工作赋予人们身份。[39]她引用了爱尔兰都柏林城市大学迈克尔·多尔蒂（Michael Doherty）教授的研究成果，多尔蒂教授对爱尔兰工人，包括那些开城市公交车和摆放货架的工人进行过调查，试图找到关于是否工作仍然是“个人身份的重要象征”这个问题的答案，即使就业本身缺乏安全感。他总结道：“这项研究的结果可以用简洁的语言来进行概括：‘工作岗位至关重要。’”[40]主要原因就是人们有被别人尊重的需求，而一份体面的工作可以帮助人们满足这种需求。


  按照库特纳的观点，我们正在寻找的其他解决方案必须触及这个问题的核心，它并不是关于教育、科技或者经济政策，而是与政治有关。事实上，他说：“我认为这一问题与教育和技术无关，是因为许多工作既可以通过临时工来完成，也可以通过固定薪资的工人来完成。”例如，在许多地区，家庭健康助手都是由个人承包的——使用的恰恰是与之不相匹配的拿着低工资并且就业相当不稳定的“1099工人”。但是在那些拥有强大工会组织的州，比如加利福尼亚，家庭保健助手赢得了一种权利，可以组织单位进行谈判并且补偿按照W-2规则领取工资的工人，享受一份体面的工作。再比如，就仓库工人这个工作岗位而言，沃尔玛仓库的工人都是“1099工人”，都是物流承包商所雇用的工人，报酬非常低，并且一直受到被随时解雇的威胁。而在其他许多地方，仓库工人都是领取薪水的正式员工，拥有稳定的工作和体面的薪水。


  在那些非常有实力的酒店联盟的城市中，如纽约和拉斯维加斯，酒店员工总是能够得到非常体面的工资和福利（虽然越来越多的酒店工作岗位正由于“空中食宿”、VRBO和其他家庭共享网站的兴起而受到威胁）。这些地方的酒店工会已经能够抵制酒店管理层的意愿，抵制这些酒店管理层把员工变成随叫随到的临时工人。而在其他城市，酒店工作人员虽然做的是相同的工作，但即使是在同一家连锁酒店，只要是短期工，也只能勉强领取到比最低工资稍微高一点的工资，而且如果一旦有结成工人组织的意愿，就会经常受到分包商的威胁和报复。


  尽管我个人认为库特纳可能低估了良好教育的作用，但是我仍然认为他的观点并没有本质上的错误。我们正经历其中的“经济”，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特定法律和法规的特征。改变法律法规，经济运行就会大不相同。那些过分强调教育的人，选择对政治视而不见，而政治实际上才是导致“社会契约急剧改变”的核心因素。库特纳说：“这些对政治视而不见的人错过了太多机会。”[41]对于这一观点，我个人高度赞同。


  在当今各路美国领导人、组织以及公众都开始践行令人吃惊的政治退出的背景下，库特纳的观点着实让人感觉格外清新。大部分美国人看上去似乎已经放弃了政治所能够建立一个支点从而将经济引导至一个正确方向上的能力。甚至有一些人更加激进，这些人一直支持政府的角色，但现在似乎已经失去了耐心，尤其是经历了贝拉克·奥巴马作为总统的幻灭之后。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阐述的那样，在左翼倡导的“小的即是美的”理念中，相当一部分经常吸引反政府人士、持反统计学世界观人士的注意，并且这些观点在某些领导人和共享经济集团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些人的所思所想不是如何去更新或重塑一个“新政”的世界，而是他们自认为一个更加现代的未来。在这个未来中，每个人都是零散工作的工人，都要通过私人资产的变现来赚钱，他们要通过“脸书”成为自由劳动力联合体、结交朋友和建立社交联系，通过“物联网”来实现协作消费和“共享”经济，出租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的劳动力、他们的“手臂”，只是为了达到继续生存的基本目标。这些网络公司看起来已经放弃了这种层面的斗争，也放弃了继续坚持施加在美国工人头上的攫取性经济的相关挑战。相反，这些“共享经济倡导者”已经最终认定，把柠檬榨成柠檬汁的最好策略，就是开辟一个彻底新型的私家领域，一个他们能够完全掌控的私家领域。


  但这种目光是短浅的、错误的，并且是非历史的。它不仅无法防止对中产阶级社会的严重冲击，因为中产阶级社会是使美国成为一个世界领袖的根基，同时也剥夺了人们的期望，即期望能够通过强烈抵抗或者集体的力量获得一些应有的改变。由此可见，从历史角度来看，让普通人成功的唯一可行的策略，就是试图把“攫取性经济”转变成“包容性经济”。


  美国社会现在正处在它想要发展成的社会类型的重要十字路口。应对新经济对人们就业的影响将是未来两代人面临的决定性挑战之一。亲商团体正在进行长期努力，比如美国商会、科赫兄弟的“繁荣美国人”、卡托研究所及其他机构，都在致力于瓦解工会并且将工人逼回原始状态，但这些机构的努力最终势必不能达到它们所要达到的目标，甚至是南辕北辙，因为它必将导致经济奇点的出现，当经济体系由于需求严重匮乏并且受到精英左右而集中爆发，留下除他们之外的我们这些普通人只能去抢些面包屑来勉强度日。


  必须有人把经济推向另一条与现在不同的道路上，否则我们都要为此付出代价，无人幸免。


  
    [1]Ben Bernanke testimony, “The 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Report: Final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Causes of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Submitted by The 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Commissi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January 2011,http://www.gpo.gov/fdsys/pkg/GPO-FCIC/pdf/GPO-FCIC.pdf (accessed May 8, 2015), page 354.

  


  
    [2]Kathryn Anne Edwards, Anna Turner,and Alexander Hertel-Fernandez, “A Young Person’s Guide to Social Security,”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2012, http://www.nasi.org/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Young_Person%27s_Guide_to_Social_Security.pdf (accessed April 1, 2015), p. 6.

  


  
    [3]Bruce Bartlett, “GOP Cuts Budget with an Axe Instead of a Scalpel,” Fiscal Times, February 11, 2011, http://www.thefiscaltimes.com/Columns/2011/02/11/GOP-Cuts-Budget-with-an-Axe-Instead-of-a-Scalpel (accessed April 1, 2015).

  


  
    [4]Barack Obama,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Economic Mobility,”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December 4, 2013,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12/04/remarks-president-economic-mobility (accessed April 1, 2015).

  


  
    [5]Angela Johnson, “76% of Americans are living paycheck-to-paycheck,” CNN Money, June 24,2013, http://money.cnn.com/2013/06/24/pf/emergency-savings (accessed May 9, 2015).

  


  
    [6]Sara Horowitz, “94 Percent of Millennials Want to Use Their Skills for Good,” Huffington Post, July 24, 2014,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sara-horowitz/94-of-millennials-want-to_b_5618309.html (accessed April 1, 2015).

  


  
    [7]Dan Schawbel, “Millennials vs. Baby Boomers: Who Would You Rather Hire?” Time, March 29, 2012, http://business.time.com/2012/03/29/millennials-vs-baby-boomers-who-would-you-rather-hire/ (accessed April 1, 2015).

  


  
    [8]Lindsay Van Thoen, “3 Ways Millennials Are Revolutionizing the World of Work,” Freelancers Union, July 26, 2013, https://www.freelancersunion.org/blog/2013/07/26/3-ways-millennials-are-revolutionizing-world-work/ (accessed April 1, 2015).

  


  
    [9]Sara Horowitz, “America, Say Goodbye to the Era of Big Work,” 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25, 2014, http://www.latimes.com/opinion/op-ed/la-oe-horowitz-work-freelancers-20140826-story.html (accessed April 1, 2015).

  


  
    [10]Robert Kuttner, “Why Work Is More and More Debased,”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23, 2014,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14/oct/23/why-work-more-and-more-debased.

  


  
    [11]Robert J. S. Ross, Slaves to Fashion: Poverty and Abuse in the New Sweatshop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cited in Kuttner, “Why Work Is More and More Debased.”

  


  
    [12]Kuttner, “Why Work Is More and More Debased.”

  


  
    [13]Amanda Armstrong, “The Sharing Economy: 21st Century Technology, 19th Century Worker Protections,” In These Times, October 28, 2014, http://inthesetimes.com/working/entry/17278/the_sharing_economy_21st_century_technology_19th_century_worker_protections (accessed April 1, 2015).

  


  
    [14]Ibid.

  


  
    [15]正如一位欧洲商人对美国总统所说的那样：“我信仰的是资本主义，但你只信仰赚钱这件事情。这两者之间有天壤之别。”Steven Hill, Europe’s Promise: Why the European Way is the Best Hope in an Insecure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page 64.

  


  
    [16]Nouriel Roubini, “Where Will All the Workers Go?” Project Syndicate, December 31, 2014,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echnology-labor-automation-robotics-by-nouriel-roubini-2014-12 (accessed April 1, 2015).

  


  
    [17]Thomas Edsall, “Can Capitalists Save Capitalism?”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0, 2015, http://www.nytimes.com/2015/01/21/opinion/can-capitalists-save-capitalism.html (accessed April 1, 2015).

  


  
    [18]Martin Ford, “The Robot Revolution: Why You Should Worry,” Huffington Post, March 25, 2013,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martin-ford/robots-economy_b_2500617.html (accessed April 1, 2015).

  


  
    [19]Aaron Smith and Janna Anderson, “AI, Robotics, and the Future of Jobs,” Pew Research Center, August 6, 2014, http://www.pewinternet.org/2014/08/06/future-of-jobs/ (accessed April 1, 2015).

  


  
    [20]Nick Timiraos and Kris Hudson, “How a Two-Tier Economy Is Reshaping the U.S. Marketplac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28, 2015,http://www.wsj.com/articles/how-a-two-tier-economy-is-reshaping-the-u-s-marketplace-1422502201 (accessed April 1, 2015).

  


  
    [21]Barbara Garson, “Freelance Nation: When Good Jobs Turn to Bad,” Salon, August 20, 2013, http://www.salon.com/2013/08/20/freelance_nation_when_good_jobs_turn_to_bad_partner/ (accessed April 1, 2015).

  


  
    [22]Timiraos and Hudson, “How a Two-Tier Economy Is Reshaping the U.S. Marketplace.”

  


  
    [23]Barry Cynamon and Steven M. Fazzari, “Inequality, the Great Recession, and Slow Recovery,” October 24, 2014,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http://ssrn.com/abstract=2205524, p. 30.

  


  
    [24]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5]Frederick Allen, “How Germany Builds Twice as Many Cars as the U.S. While Paying Its Workers Twice as Much,” Forbes, December 21, 2011, http://www.forbes.com/sites/frederickallen/2011/12/21/germany-builds-twice-as-many-cars-as-the-u-s-while-paying-its-auto-workers-twice-as-much/ (accessed April 1, 2015).

  


  
    [26]Niall McCarthy, “Germany Is the World’s No. 1 Automobile Exporter by Far,” Statista, September 13, 2013, http://www.statista.com/chart/1451/germany-is-the-worlds-no-one-automobile-exporter-by-far/ (accessed April 1, 2015).

  


  
    [27]Will Hutton, “Which Will Be the Big Economies in 15 Years? It’s Not a Done Deal,” Guardian, December 29, 2013, http://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3/dec/29/worlds-largest-economies-and-their-future (accessed May 8, 2015).

  


  
    [28]“Daron Acemoglu on Why Nations Fail,” MIT News/ MIT Video, March 23, 2012, http://video.mit.edu/watch/daron-acemoglu-on-why-nations-fail-10628/ (accessed April 1, 2015).

  


  
    [29]Will Hutton, “Which Will Be the Big Economies in 15 Years? It’s Not a Done Deal.”

  


  
    [30]Martin Wolf, “The Wealth of Nations,” Financial Times, March 3, 2012,http://www.ft.com/intl/cms/s/2/56f88be0-6213-11e1-807f-00144feabdc0.html (accessed April 1, 2015).

  


  
    [31]针对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鲁滨逊论文的批评有许多，其中有一些还是非常值得深思的。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他们的工作中找到大量有价值的东西，认为他们在解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个问题的时候忽略了地理因素。如果只是一个亚洲中部的内陆国家，而不是一个海洋国家，利用其海军舰队征服全球帝国（包括北美洲），那么英国会在19世纪中期取得全球霸权吗？难道英国能够在18世纪晚期成功爆发工业革命的原因之一是这个，而不是因为这个国家有丰富的铁矿、煤炭资源和大量自来水作为前提条件吗？其他一些相关批评还指出，作者在分析国家成功或者失败的原因时，没有注重至关重要的文化因素。参考Jared Diamond, “What Makes Countries Rich or Poor?”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ne 7, 2012,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12/jun/07/what-makes-countries-rich-or-poor (accessed March 25, 2015)。然而无论这些批评究竟多么正确，它对于我们理解什么样的条件会引发经济奇点而言并不重要。

  


  
    [32]See Claudia Dale Goldin and Lawrence F. Katz, 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33]Roubini, “Where Will All the Workers Go?”

  


  
    [34]Josh Bivens et al., “Raising America’s Pay: Why It’s Our Central Economic Policy Challenge,”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June 2014.

  


  
    [35]Martin Wolf, “Enslave the Robots and Free the Poor,”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11, 2014,http://www.ft.com/intl/cms/s/0/dfe218d6-9038-11e3-a776-00144feab7de.html#axzz3W2imOMid (accessed April 1, 2015).

  


  
    [36]Smith and Anderson, “AI, Robotics, and the Future of Jobs.”

  


  
    [37]Martin Ford, Rise of the Robots: Technology and the Threat of a Jobless Fu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5), http://www.amazon.com/Rise-Robots-Technology-Threat-Jobless/dp/0465059996 (accessed April 1, 2015).

  


  
    [38]Jaron Lanier, Who Owns the Futur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3).

  


  
    [39]Sue Halpern, “How Robots and Algorithms Are Taking Over,”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pril 2, 2015,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15/apr/02/how-robots-algorithms-are-taking-over/ (accessed April 1, 2015).

  


  
    [40]Michael Doherty, “When the Working Day Is Through: The End of Work as Identity?”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23, No. 1 (March 2009).

  


  
    [41]Kuttner, “Why Work Is More and More Debased.”

  


第八章 新经济空想家：带头大哥正带领我们走向何方


  尽管正如本书前文所述的那样，新经济有许多令人担忧的发展趋势，也有一直在大肆宣传和庆祝的特点，即它认为自己为美国工人提供了更多的自由空间和工作机会。新经济仍然是被作为一个真正的未来先驱来对待的。大众媒体本来应该对它提出强硬的问题，暴露它是否存在许多反驳和矛盾，却反而成了这场“淘金热”的牺牲品。美国人通常都非常羡慕胜利者，因此似乎不会有任何人给一个超过数十亿美元估值的公司打预防针，让它们对尽职调查进行反侦查。


  对硅谷的态度更是十分的尊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媒体错过了近年来的主要机会，因为探索和研究总是失效的，如对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无视，以及一个巨大的8兆美元的房地产泡沫最终破裂和经济的崩溃，甚至最近的全球过热（全球气候变化报道似乎有了一些改进），所以太多媒体在这样或者那样的控制下像睡着了似的，而当需要它出面审视黄金技术人的时候，它也是这种状态。


  如果媒体能够从其金玉其外的表层继续深入挖掘，更加坚决地继续探索这种风险投资的公司和领导到底是怎样发展起来的，究竟进行了哪些交易和实践，就会发现，在闪闪发光的外表下面，也有败絮在其中。更主要的是，它沿着华尔街—硅谷这条主轴安然地“照常营业”，抱有对法规、税收、政府监督和民主的厌恶，取而代之的是对权威的膜拜、对攫取性垄断的追逐、对“破坏”的狂热和高企的IPO的追求。[1]


  例如，共享经济的一个令人好奇的方面还没有被真正地开发出来，即对其天真的幻想和福音传道者式的迷恋。一方面，无论左翼人士还是右翼人士都对其非常维护；另一方面，其与自由劳动力社会可以说是连体婴儿。从历史上来看，左翼和右翼分子走到一起的时候，只有“民粹主义”爆发的时刻。“民粹主义”通常是一个可以不断实现自我发酵的现象，因为它能够触及人们的希望和恐惧，通常超越理性。最初，民粹主义被认为是专门直接针对精英利益的一种反抗，但是缺乏理性，而最终精英分子（或一些学院派的精英）能够从这种浪潮中逃离出来，并且想方设法进行处理，从而在另一个方向上重新实现精英的控制。论点和论点的对立面进行碰撞便会产生辩证冲突，结果往往会形成一种“新常态”。尽管这听起来有些难以理解，历史上却充满了这种类型的被证明是误报的“改变”，而这恰恰也是共享经济正在发生的事情。


  共享经济哲学是由渐进的乌托邦主义的古怪的酿造、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环保的强烈愿望以及反政府的不信任所组成的。其中，反政府的不信任对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许多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都有足够的吸引力。特别是那些政治上的左翼人士，反政府的情绪深受政府干预的价值进步支柱的影响，已经在一系列的关键领域包括公民权利、影响显著的环境、劳工权益、减少不平等等方面表现了出来。事实上，新的解决方案促进了整个范围内更广泛的共享繁荣。这导致了左翼人士的内部分裂，甚至导致共享经济阵营中保守人士的同床异梦。


  在写到共享经济的时候，经济学家道格·亨伍德（Doug Henwood）这样表述：“销售摊位随着这场革命，变成了理查德·巴布鲁克（Richard Barbrook）和安迪·卡梅伦（Andy Cameron）大约在20年前写的那样，被称为‘加州的思想’。”[2]巴布鲁克和卡梅伦看到的是一种“融合对立”，源于一种“新的信仰，即旧金山的波希米亚精神文化与硅谷高新技术产业的一个奇怪融合”。作者写道：“加州意识形态混杂式地与嬉皮士的自由精神以及雅皮士的创业精神相结合”——一种常见的反政府的不信任所决定的合作。[3]


  新左派的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汤姆·海登（Tom Hayden）以及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运动组织（SDS），主导了包括20世纪60年代的雅皮士和学生抗议活动，而与此同时，以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为首的右翼在20世纪60年代正是政府处于越南战争的阶段，认为“大政府”极度可疑。[4]因此，通过拼接在一起的方式，新左派和新右派都“反对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治”，加州意识形态则提供了“调和激进的和反动的技术进步方式的想法”，巴布鲁克和卡梅伦写道。“虽然新左派不乐意政府资助的军事工业复合体”——国家监督州行为中存在可怕的入侵随着爱德华·斯诺登的爆料而变得更为加剧——“新右派攻击国家干预通过市场竞争而实现的新技术的自发传播，”[5]亨伍德写道，“巴布鲁克和卡梅伦认为，个人主义和技术乌托邦主义已经被合并成一个单一的、十分诱人的包装了。”[6]


  因此，有一些长期的根源，让左翼和右翼人士在当今盛行的共享经济中寻找共同的原因。左翼亲商派杂志《福布斯》为“共享经济”欢呼，认为共享经济是“一场经济革命，正在帮助数百万人提供兼职创业的机会”。而右翼人士则将共享经济作为一种让政府能够进一步滚远点的方法，刺激更多的私有化，终结授权和安全网，如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艾茵·兰德说，技术极客和技术人自由权利希望利用他们具有破坏性的技术发明赚取大量金钱，甚至想作为宇宙主宰未来兵团来发挥他们在世界中的作用。还有中右翼比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已经与共享经济签署协议，他撰写了一个标题为《如何利用你的衣柜赚钱》的专栏，庆祝这个“萌芽新经济活动”，认为这种方式“为中产阶级创造财富和储蓄开辟了一种新途径”。他继续在另一个专栏里说道，许多人都“通过建立自己的品牌声誉，仍然能够过上不错的生活，无论是出租他们孩子的房间、他们的汽车还是电动工具”，等等。[7]


  在左翼人士看来，共享经济激发了许多传统进步的价值观：分权、可持续发展、基层赋权和反对官僚。在拥有许多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人士的今天，人们明显感觉到政府——尤其是最近的贝拉克·奥巴马总统——已经让他们失败了，而且在这种自力更生的新精神的深入影响下，这些人都想规避大政府模式。许多社会企业家和共享经济梦想家更是强烈地支持这种观点。左翼的智库人士包括一些政治理论家，比如无政府主义者知识分子默里·布克金（Murray Bookchin）和他提出的“激进城市化”概念，以及E. F.舒马赫（E. F. Schumacher）在“小的即是美好的”理念基础上提出的深绿色哲学。


  自由进步的共享的圣经，是雷切尔·波特曼（Rachel Botsman）和罗杰斯（Roo Rogers）共同撰写的《我的就是你的：协同消费的崛起》（What’s Mine Is Yours:The Rise of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是他们写的一个礼貌宣言、网络入口、一道伸向乌托邦的革命激情。作者气喘吁吁地宣扬了他们所谓的“一个安静而强大的合作革命”的力量，说到新兴的分享各种东西的软件，从“空中食宿”到Zipcar（网上租车），到“旧货交换会”（Swap Meets），再到网飞公司视频网站——最后宣布，共享经济的力量是巨大的。[8]虽然过于宽泛，但这本书仍然可以说完成了一项有价值的工作，即通过连接各种在共享经济条件下新生出来的各种现象的点，来试图表示他们“共享经济”的星座图谱，就像天上的北斗七星。这本书是一项巨大的成功，而且使波特曼成了国际运动的领袖，因为它把握住了读者的生态紧迫性，并且挖掘了丰富的脉络，强调了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其中还夹杂着技术产品的乐观，承诺几乎可以不费力地解决一些看似棘手的危机，并且不需要牺牲任何人。“我们相信我们正处于一个乐观而重大的变革时期……我们已经开始远离传统的消费观念，而正在向节约型消费转变。”作者写道。[9]自从这本书在2010年出版以来，这些发生危机的事实的确已经表明，共享经济只会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但这种状况并没有削弱这本书的吸引力或作者对共享经济的热情。


  然而，我在波特曼一些关于新经济的观点中发现了一些令人难过的事情。即使是在共享经济所能提供的最佳情况下，如果这就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所谓的“共享”——通过网站和应用程序以匿名的和毫无人情味的方式相互影响——这种方式只是为我们提供了更多证据，来说明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些最基本和最必要的东西。如果说有哪些词语一直以来都是“共享”的同义词，那么显然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了——面对面、手牵手、人与人的接触。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显然，连我们的语言都在欺骗我们。现在，我们不再了解我们的邻居，而是热衷于与陌生人进行共享，而这些陌生人是被其他陌生人顶在网络上层的人。在长篇累牍地描述形势喜人的文章中，波特曼的书只是从表面上分析了工人和劳动力的困境，BuzzFeed网站的查理·瓦泽尔却进行过深入观察，认为共享经济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劳动中介平台。共享经济确实在通过现实世界对那些试图谋生的人产生影响，而谋生是人类生存中最基本的努力。[10]


  在某种程度上，波特曼以及其他“共享经济倡导者”对任何劳动和工作岗位有关的东西都很感兴趣。从上下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认为“共享经济”就是“分包经济”，在这种经济模式下，每一个人都是自顾劳动者或者可以说拥有自己的公司。这也是他们与保守人士持有的共同观点。对于右翼人士，杰米亚·奥扬（Jeremiah Owyang）基于硅谷创建了“众包公司”，曾经在《华尔街日报》中写道：“保守人士非常热爱共享经济中所囊括的创业精神和创新环境。”他说：“共享经济实际上是一种以技术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应用程序驱动的，它就像嬉皮士公社所感知到的那样。”[11]他还表示，共享经济提供了一个人人都能够建立自己企业的平台。当然，小布什总统推动的“所有权社会”与共享经济的某些理念是有交集的，他主张安全网走向分权，并且主张联邦的某些权力下放给州政府。他也遵从人们应当更加自力更生的哲学，不主张通过“大政府”来作为（虽然小布什的所谓“小政府”有一支十分庞大的军队，但这与共享经济倡导者所期待的小政府理念大相径庭）。


  同时，在左翼人士看来，不同视角的支持者也已经表示，共享经济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能够替代为美国企业拼命工作的谋生方式。不用作为晋升梯子上的垫脚石，能够自己设定工作时间和工资，而且有许多种工作供选择，青年男女都有权为自己经营的微型企业工作，而不是为他人打工。现在你可以在你想要的工作岗位上做你想做的事情，还可以通过别的途径来赚钱，即实现所谓的“货币化”——通过出租——能够出租的不仅是劳动力，还（通过那些比较合理的途径）有属于自己的某些财产。你可以削减开支，降低消耗，避免激烈竞争。的确，看上去似乎“小的即是美好的”，无论是左翼人士还是右翼人士——总之每个人都有自己认为应该优先考虑的“小”的含义。


  但是，如果他们的基本原则大不相同，那么左右双方到底该如何共享这一共享经济所搭建的共同立场呢？这就是共享经济的显著特点——它能向许多不同的观众承诺很多不同的东西，同时能对不同的耳朵说几种语言。其多种语言所能够体现的多重呼吁，体现在许许多多“热情支持者专著”的乐观标题上，这些标题表达出人们认为共享经济以及P2P这种经济类型和协同消费是一个奇迹的共识：


  《如何利用“空中食宿”致富》、《做你想做的事，赚你想赚的钱：工作就像你想要的那样》、《没有工作，如何赚钱》、《共享的好处：如何通过协作消费节省金钱、时间和资源》、《横向的自由职业者：如何在共享经济中生活》、《空中食宿：一边睡觉，一边赚钱》、《我的就是你的：协作消费的崛起》、《协同经济下的网络社会和未来情景》、《网络：为什么商业的未来是共享》、《大爆炸的破坏：在毁灭性创新时代中的战略与同行公司：看人类和平台怎样发明了协同经济和重塑资本主义》。


  这类书读起来就像在引导你怎么做，像一个自助助手，或者一本快速致富指南，都是用谄媚的语气在称赞读者：“你也可以拥有一切。”但我们真的可以吗？技术专家萨沙·梅因瑞斯（Sascha Meinrath），X-Lab和开放技术研究所的创始人，就曾经直言不讳地对共享经济是“小的”或者“美好的”等类似观点进行反驳，认为这种经济不是为了帮助小男孩和小女孩小打小闹而产生的。


  他说：“现在我们有几年的时间来观察共享经济的运作，以及它的影响，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原因。”在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说，需求导向技术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浮士德般讨价还价的魔鬼部分被忽略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他担心收入差距会随着这种需求导向的技术被应用到一个巨大的并且不断增长的“1099工人”大军中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拉越大。


  “当每个人都已经被这些系统所包含的闪闪发光的潜力所蒙蔽的时候——特别需要明确的是，这些系统将要释放的潜力的确是巨大的——但是基于这些系统目前的运作，观察其未来可能产生的轨迹，却不得不说是暗淡无光的，”梅因瑞斯说，“我个人认为，这些系统可能正在把社会推向一个极端的财富鸿沟当中”，使流动性变得特别小。正像我为了写这本书而采访的许多其他人一样，梅因瑞斯也表示，有“更新社会规范、消费者和工人保护的需要——应当缔造一个21世纪经济的新社会契约。否则，我们到2050年就只能看到财富呈现差距越来越两极分化的双峰分布图”。


  共享经济的“承诺”让人想起一个十分特殊的时代，一个不那么鼓舞人心的时代。就像本书在引言中曾经提到的那样，经济学家朱莉特·斯考尔称，共享经济以及自由劳动力社会的结合，可以抽象地形容为“后工业农民模型”。斯考尔对此阐述道：“这（共享经济）是非常典型的家庭经营模式：在整个年度当中，劳动力的需求是不断变化的。他们的生产活动和收入都在不断发生变化，而且得到商品和服务的途径也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如物物交换等。而这种原始状态就是我们在共享经济轨迹下即将进入的社会。”[12]


  如果你向往周末的文艺复兴节，那么回到农民时代在某种程度上听起来也是十分愉快的。但与此同时，如果这种模式会把你的未来经济前景严加束缚，那么这听起来又是十分凄惨的。对于许多共享经济最狂热的支持者、CEO和各种“带头大哥”公司而言，这些从梅因瑞斯和斯考尔口中说出来的话，都可以看作一种对他们主宰的大游行所唱的反调。这些狂热分子和共享经济大师都表现出一种为保障共同利益团结起来的趋势，并且变得更加具有反抗性，而不是直接接受这些批评，即使这些批评来自同样是技术专家和思想领袖的斯考尔和梅因瑞斯等人，即使这些人也是显然能够认识到共享经济的潜力并且分享了许多关于共享经济所追求的目标和抱负的人。


  事实上，共享经济已经演变成一个“罗夏墨迹测验”（Rorschach Test）。在这个实验中，许多观众都能看到他想看到的东西，在美国人经历了现阶段的经济困难时期之后，这种意愿毫无疑问地会更加强烈。人们渴望知道为什么他们的生活越来越不稳定，并抓住了民粹主义的稻草。“空中食宿”CEO布莱恩·切斯科和雷切尔·波特曼总是像打过蜡般的热情洋溢，就像能说会道的十字军那样，对共享经济所倡导的“信任”和“归属感”的理念进行大肆宣传[13]，但在现实生活中，居住在纽约的凯文·罗斯（Kevin Roose）显然更能揭露问题的本质，他认为共享经济“并不能够带来信任，只能够带来绝望”。他指责共享经济的支持者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共享经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实体经济裹足不前的基础上的”。是什么迫使人们为陌生人敞开家门和出租汽车的？“迫使人们这样做的并不是信任，而是人们要赚钱以维持生计。”他说。[14]


  众所周知，我们需要美钞，并且还必须夜以继日地努力去赚足够的美元钞票。这一点相当明显，然而这种吸纳似乎已经在这么多的共享经济支持者那里，以及如此多的媒体报道中完全被忽略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极其努力生存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常规到无形的，而我不禁想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到底是什么让共享经济的世界观能够熟视无睹地忽略一个如此重要的事实，而且就在每个人的眼皮底下？美国人总是喜欢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但如果你总是主观地去选择忽视它的时候，现实就会以另一种方式来吞噬你。


  不幸的是，太多的共享经济幻想对于这么重要的事情，对于这样一件已经波及全国的事情，选择了拒绝接受。无论这种选择是来自政治的左翼还是右翼，那种将共享经济看作自由劳动力社会的经济引擎的观点都是可悲的错误观点。当人类加入机器人、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浪潮中时，这种混搭的组合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可能是致命的。


  
共享经济是绿色的吗


  共享经济中的左翼观念也深深地注入了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价值观。一些来自右翼的支持者也非常重视这种观点，或者说至少对这种观点并不反感。但在这里，炒作正在超越现实。


  绿色发展倡导者说，共享经济是一种明智的方式，能够使用更少的资源，通过共享我们所拥有的资源，能够生产和消费较少的新东西，所以最终累积的影响将有益于整个星球的可持续发展。前奥巴马政府的官员以及《绿领经济》（The Green Collar Economy）一书的作者（这本书是为共享经济唱赞歌的，尤其是所谓的协同消费）范·琼斯（Van Jones）说：“如果以一种共享和交换经济来代替以前传统的经济模式，你会发现你在世界上留下的足印更轻一些。”[15]琼斯动情地谈论未来的经济，在那个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共享越来越少的物品——汽车、住房、个人财产——而且，他还在旧金山的共享会议上表示，我们可以“以一种方式避免曾经盛行的消费主义和破坏”，因为“所有这些现有技术和新公司的存在，都可以帮助人们在不破坏我们星球的基础上赚钱、省钱，还能保证经济良好运行”。[16]


  “东西的故事”项目中的安妮·雷纳德（Annie Leonard）在短视频中介绍了如何转向更环保方向发展的社会，也认为共享经济协作消费的关键就在于“改变游戏规则”，通过挖掘潜力来改变经济发展的基本轨迹。[17]在这方面，雷纳德和琼斯似乎还有一个奇怪的环境灵魂伴侣——这个角色非特拉维斯·卡兰尼克莫属，卡兰尼克就曾经吹嘘过“优步”会对环境产生很大的效益。卡兰尼克称，“优步”是“减少城市拥堵的良方，有多少需求就有多少辆车上路，这是多么好的环境保护”。[18]他认为，“优步”司机将无处不在，喜爱汽车的美国人会放弃自己的汽车，这似乎是更傲慢的营销炒作，但这种功能得到了许多共享经济的倡导者的认可。


  但《华盛顿邮报》的凯瑟琳·拉姆佩尔（Catherine Rampell）公开驳斥卡兰尼克以及他对于绿色出行的这种宣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乘坐共享出行汽车的乘客正在摆脱自己的私家车。”她说。她的结论建立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交通中心对于居住在旧金山的乘坐共享出行汽车客户研究的基础之上。[19]同样的研究也发现，实际上，共享出行公司抢走了许多生意，不仅是从传统的出租车行业那里，而且从那些环境友好型交通出行方式行业那里。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如果他们没有使用共享出行的服务选项，反而会采用公交、自行车、火车甚至简单的步行。拉姆佩尔指出，让汽车离开公路的有效方法只能是管制（如经常受到嘲笑的徽章系统）限制可以使用的制服车数量。如果共享出行服务不能够正确实施，这项服务就很有可能导致上路的汽车更多、交通更拥挤、空气污染更严重（其中，正如在第三章中所论述的那样，这恰恰是卡兰尼克的战略——让所有的马路上都挤满“优步”的汽车）。


  事实上，记者鲍勃·沙利文说，共享出行服务很可能导致“公共交通的末日，正如我们都知道的那样”。公共交通系统的经济运转建立在拥有最繁忙的公交线路基础上，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利可图，而这些最繁忙的公交线路可以补贴其他往往几乎是空的公交线路。这个方程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城市必须允许公共交通体系在城市内非常拥挤的地域和人口稀少的地域大力发展公交线路，而且允许它们的服务运营到每天很晚的时间，等等。如果一个像“优步”这样的共享出行公司开始在最繁忙和最赚钱的路段涌入自己提供的共享出行汽车，那么当然就会如樱桃采摘那样直接拿走很大一部分公共交通的收入。[20]在旧金山，这种威胁已经凸显，我们能看到被遗留下的只有空空如也的车站：一家名字为Leap的创业公司已经启动（无须监管部门批准），在原来公交线路最繁忙和最赚钱的路段，它能够提供一种私人的、豪华的、六美元一趟的、车上有Wi-Fi的、提供USB端口和零食的区间路线服务。[21]在西班牙，国家公共交通联合会呼吁共享出行公司停止运营，就是由于其业务影响了公交公司的客流量。[22]


  由此看来，共享出行对环境的影响充其量只能认定是有好有坏的，而且仅仅就碳排放和环境恶化方面影响严重这一点来看，声称这种共享出行将对环境产生有益影响也只是一种高调吹捧，只不过不是直接被打脸而已。


  除了共享出行，并不能清楚认定其是否推动了绿色经济的范畴还包括共享住房、共享财产或者共享其他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这些共享行为并不一定对环境带来多大的益处。一直支持共享经济并且一直在研究其影响的专家朱莉特·斯考尔就对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共享’，共享这种方式与直接获取商品和服务主导方式相比而言，的确是资源密集型的，”她说，“然而‘共享’网站在实际运营当中对环境的影响比理论上要复杂得多。”[23]


  例如，这些公司正在努力开拓新的市场，以扩大商业规模，促进消费。“评估整体生态环境的影响，”斯考尔说，“我们必须考虑连锁反应。我和我的学生都发现，‘空中食宿’的用户现在比以前旅行的次数更多了，而且能够更便利地得到廉价的乘车服务，势必将一些人从公共运输中挤出。这就意味着共享经济的这些平台导致了更高的碳排放量。”


  有一种观点认为，共享经济会自动地让社会少消耗“东西”，我想这种观点只能说明这些人根本不理解我所提出的“折旧经济学”。如果更多的人共享同一台设备，就意味着这台设备将磨损得更快，你将不得不加快更换速度。例如，我们来看看共享出行平台。一个普通司机每年行驶的平均路程大约是1.25万英里，例如上下班、去杂货店、看看电影和进行一些其他旅行。因此，这意味着他们的汽车将可以持续使用约12年（假设汽车使用寿命是大约15万英里）。但如果司机开始用自己的汽车进行“优步”共享出行服务运营，在城市运输乘客和东西时，那么他势必会更多地使用汽车。即使在很注重保养的情况下，他们每年也要平均行驶4.5万英里甚至更多，一方面是在运输乘客的过程中，另一方面就是寻找乘客（出租车也总是这样做）。因此，这意味着同一辆车的寿命不能持续12年，而是现在这种持续使用不到4年的水平。到时，车主将不得不购买一辆新车。


  那些使用“优步”出行的乘客的意愿当然是为了少开车，因此，他们自己的车辆使用寿命就会持续更长的时间。但如果这些想少开车的乘客使用的是“优步”共享出行平台服务，而不是公共汽车、骑自行车和步行，那么减少自己汽车的使用对环境而言就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在相当一部分情况下，甚至比自己开车对环境恶化的影响还要大。


  “折旧经济学”也适用于“共享”你的自行车、电钻、洗衣机，和任何其他类型的个人财产（不包括所住的房子，因为房子在建造时显然就是为了能够居住更长时间，所以基本上可以忽略那些相对而言极少的居住者数量的改变）。你的电钻和自行车本来使用寿命可以达到20年，但由于与更多的人共享了该设备，它必然会磨损得更快，使用的时间更短。这里所强调的关键点就在于，不仅生产设备的数量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每台设备的“使用时间”总量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把更多的“使用时间”平均加权在更少数量的生产设备上，将它进行共享，那么对它而言就只能意味着磨损得更快，必须尽快更换。


  当然，如果你从来没有用过你的电视机，你将这件物品进行物物交换或者出售给没有电视机的人，那么对一台新电视的消耗的确少了。由此看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行设备共享和合理交换，确实可能会实现社会总体消耗得更少。但是，当更多的人都来分享同一台设备时，其影响可能会比共享经济支持者所认为的那样更具有戏剧性。事实上，斯考尔说：“尽管共享经济的倡导者都认为共享有助于减少碳排放量，但是几乎没有关于这种影响结果的综合研究。”现在，共享经济能推动环境可持续发展更多地具备理论性而非实践性，这一点地球人已经都知道了。


  除了环境可持续性的不确定性，还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正如在本书前面章节中所讲的那样，消费支出的下降对整体经济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包括创造就业机会。没有比大萧条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件事更急迫地需要更多论据来证明的了，当消费者支出下降，失业率上升到10%——即使在发达国家，我们都能看到一个相当大的碳排放量的减少。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任何消费都是良好的——因为它创造了就业机会。在大萧条期间，罗斯福建立的公共事业振兴署，其非官方口号就是“你来挖一个沟，然后把它填起来”，因为这种看上去漫无目的的行动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工作机会，而把工作赚的钱放在一些人的口袋里，让他去购买商品和服务，就能够反过来为自己和家庭也就是美国的企业员工发工资。正如保罗·克鲁格曼一直喜欢说的那样，“我的支出就是你的收入”，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对现实世界的影响。


  这并不是说美国作为一个社会不应该去寻求减少消费的方法，从而使我们在现代生活方式的基础上，仍然使环境可持续发展。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尤其是在新经济对就业和劳动力施加的压力下，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以找到消费和创造就业机会之间的“平衡点”，另外，环境可持续性也会同时得到改善。


  最后的结论就是，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确凿的证据或数据表明，共享经济能够促进经济实现更加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绿色承诺”与实际产生的效果相比，显然已更多地成为一句口号。


  
共享而非独享，才是共享经济


  当然，有一些“真正共享”的公司试图平衡不断增长的业务或组织的矛盾要求，同时保持核心信念和价值观。寻找结合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过建立一个系统方法来评估共享经济的研究专家斯考尔说：“有一类平台是典型的非利润导向”——不是“优步”、“来福车”、“空中食宿”、“任务兔子”、“一揽子找工作”——而是符合真正分享经济理念的平台。“比如Couchsurfers网站可以让你在对方家里居住而不用支付金钱，礼品网站如Freecycle和‘后院’都能够让人们互相提供免费的东西。”[24]网上代销和节俭商店如ThredUP（已经吸引了50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和Threadflip（已经吸引了21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都可以方便人们交换衣服和饰品，而Swapstyle.com网站也是可以交换时尚衣服和其他物品的平台。“时间银行”（Time Banks，这个平台上的会员可以交换保姆、木工和辅导等服务）、“土地共享”（landsharing，拥有土地的人允许园丁来使用）、“种子和工具库”（seed and tool libraries），以及“本土商店”（shop local）形式的消费和生产（如交换食物和共同发起集体修复等）的出现，也能使人们加入一个真正的共享经济中，体会其丰富性和多样性。


  在这些公司和组织中，除了互联网和基于应用程序的用户界面外，其共同点是，绝大多数被交换的项目都相当便宜，所以没有很多资金交易。与商业企业不同，在公民社会方面也有相关的组织，比如GrowNYC，一个创新的基层组织，组织免费的社区活动，称为“停止‘N’互换”（Stop“N”Swap）。公众被邀请来提供清洁的、可重复使用的、便携式的物品（如服装、家居用品、游戏、书籍、玩具等），并把他们想要的商品或服务进行交换。这一活动是对所有人开放的，任何遗留下来的项目在一天结束时都会被回收或捐赠——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以共享为基础的社区。像中西部地区的“增长力量”（Growing Power）和东北地区的“合作力量”（Co-op Power）等都是这样的公民社会组织，能够通过共享平台为参与者提供收入、食物和能源。


  “后院”这个应用程序是由塞拉俱乐部的前任主席亚当·韦巴赫（Adam Werbach）和安迪·鲁本（Andy Ruben）共同创建的。他们厌倦了看到垃圾填埋时塞满了本来还可以继续利用的物品，并想方设法减少浪费。当我在旧金山的办公室里采访韦巴赫的时候，他说他的公司试图凝聚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能够推动人们成为“更美丽的天使”，而不是像其他共享经济公司那样只想要人们成为消费者。秉承着“我们都有很少使用的东西”的理念，而且秉承着“将新购买物品的数量减少25%”的任务，“后院”创造了一个庞大的网络，让消费者通过在线跳蚤市场搜索愿意交换的物品，并且实现竞价。出价是通过一个应用程序和网站来完成的，出价的基础并不是美元，而是你的个人信用。如果你提供交换的东西，就可以收到一定的信用，然后你可以把这些信用花在另外一个项目上。实际上，“后院”也已经创造了自己的货币，而这种虚拟货币目前只能用于自己的网站。这个应用程序已经从最初建立发展到超过20万名会员，并且已经筹集了约1000万美元的风险资本。


  其他公司或网站正在努力保持一种真正的共享精神，如尼尔·高瑞弗罗（Neal Gorenflo）的Shareable，保持新闻、信息和网络上所有的信息都有价值；Peers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共同创建的网站，而“空中食宿”全球社区的建立是这一共享经济运动的重要催化剂。[25]丽萨·甘斯琪（Lisa Gansky）的Mesh是为经济信息和资源共享提供枢纽平台的另外一家网站。“艾特斯”提供了一个在线销售平台，连接手工劳动者及其客户，为这些客户提供他们想要购买的“独特的商品”（艾特斯对每笔交易收取3.5%的中介费）。Loconomics是一个在旧金山创建的创业公司，能够提供零散的工作任务和短期的自由工作，但与“任务兔子”的自由职业者大不相同，这个网上的会员对网站管理员具有更加公平的表决权。


  在国际上，真正的共享经济虽然规模还很小，但是正在逐步扩大。“邻里网”是总部设在荷兰的一家共享平台，具有全球影响力，它是一个网站和移动应用程序，具有最佳的经营理念，可以让消费者从其他邻居那里借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我花了一分钟的时间去报名，立刻看到一个地图上显示着几十个用户，在我所居住的旧金山市，有很多邻居都愿意和我交换物品或者彼此借物品来使用。The People Who Share的总部设在伦敦，试图传播共享和协作经济的认识和理念，包括包装大型活动等，如“全球共享日”这一大型活动，活动的影响范围达到7000万人。Enspiral是在新西兰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是一个社会企业家的网络平台，它试图作为一个创新业务、技术和社会变革的网络平台来开展自己的业务。


  《卫报》报道了柏林的一家“借贷商店”，在该项目中，参与者可以共享和交换各种个人财产。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真正的共享交易平台所产生的金钱流动体量非常小。借款的商店和其他合作项目都看重共享资源这种形式，而且在德国的首都非常集中，几乎遍地都是，与此同时，类似的项目也在其他城市发展起来，包括德国北部的港市基尔、德国南部的维茨堡和维也纳。[26]此外，一个真正的汽车共享形式也在德国繁荣发展——据《卫报》报道，有76万德国人都喜欢并已经在Tamyca、Drivenow和Car2Go等共享出行公司进行注册，而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共享经济这种模式只是用非常少量的金钱产生了流动。


  斯考尔说：“创新实践的扩散应当建立在社会连带关系、生态意识和开放渠道的基础上。”[27]他们正在开创一种新的基于网络的路径，这些技术可以用来创建一个真正的共享经济。这些例子均表明，在所有人都没有把做大利润作为一个主要动机的前提下，人们当然可以“共享”和做一些有用的事情。


  但由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说到“共享经济”，似乎就必须和“空中食宿”、“优步”、“来福车”、“任务兔子”等联系起来，所以真正的共享经济也许可以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团结经济”（solidarity economy）。在纽约，已经有一个组织在使用这个名字（就叫作“团结纽约”，Solidarity NYC）和术语，表示“团结经济”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经济活动，如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交换，加强正义观、生态可持续性、合作和民主。[28]在我看来，这才是正确的语调和趋势，而且明确这个运动应该做什么。当然，该运动中不包括“优步”、“空中食宿”和“任务兔子”这些非真正共享经济的企业。


  所有这一切都是良好的和有益的，因为这些做法防止了“真正的共享”或者称为“团结经济”的公司、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组织和网站落入伪共享的那些主要缺点当中，但是唯有一点，即它们现在规模都还很小，资金也不充足。它们当中很少有公司能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扩大规模去赚足够多的钱，也都不能产生数十亿美元市值的创业公司，就像“空中食宿”、“优步”、“来福车”那样。斯考尔说：“这种真正的共享模式存在一个‘阿喀琉斯之踵’，即没有想通经济模式将产生强大的和不断增长的交易和相互关系。”[29]这是一种正确的说法，事实上，“真正分享”的团结公司仍然只有精品业务，迎合数量相对较少的客户。这就像美国的合作社运动那样——公司能够发展的前提是其价值观和眼界，一份真实的评估虽然并不能产生什么作用，但至少可以帮助它们找到其现在业务拓展和影响力的明显缺陷。


  团结或者说真正分享的支持者都面临一个重大的挑战，因为事实上，大多数人都喜欢拥有自己想要的东西。它超越了便利，它是一个人类天生的驱动，以确保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而事实上并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超过对某些物质财富拥有所有权所能够代表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这种典型的人类反应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恐惧，并且已根深蒂固。基于此，这项运动的领导者显然已经在着手改变人类最基本的驱动。然而，有一些良好的经济学（并且已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论点，有利于“真正共享”服务的产生和发展，而且我们人类已经表现出了一种较强的学习能力，去克服其他一些以恐惧为基础的态度，比如导致偏见和歧视的部落文化，所以我们还有希望。这些公司和组织正在开发一个新的项目，一个基于互联网和应用程序的接口，可以用来部署和达到真正的共享目的，如果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够抓住机遇并扩大规模，就有改变游戏规则的那一天。


  斯考尔作为一个共享经济早期的崇拜者，在对其进行评价的时候显得更加谨慎。“共享经济的异军突起引发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问题，”她说，“这些真的是关于分享吗？这种模式到底有什么新鲜的呢？它是否代表一个更好的组织工作岗位模式和消费模式？经过三年多的研究，我可以明确地说，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只能是，也许，也许，再也许。”这实在是有些伤感，她承认说：“这是成长的平台……足够大，也可以通过雄厚的资金来获得丰厚的利润，也获得了最多的关注——‘优步’、‘来福车’、‘空中食宿’，但是没人真正进行共享业务。”他们越来越多地只知道“更赚钱（对于这些共享平台的供应商而言），致力于去管理劳动力和其他成本，以使总成本更加低廉（对于平台本身的运营而言），这与他们刚开始所标榜的营造感觉更加良好的价值观和社会交往、减少碳排放和强调效率等相去甚远”。她说，这些网站主要是“利用劳动市场崩溃，而不是创造共享的风险和回报”。[30]这一刻让人联想到早期的互联网，“当下，许多人都认为数字连接将成为一种信息力量的授权。平台规模和占主导地位的趋势（如谷歌、脸书和亚马逊）已经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很好的发人深省的故事”。[31]


  但斯考尔仍然认为，P2P平台具有非常大的潜力，会成为“一个潜在的强大的工具，能够推动实现一个集中在生产和消费的共享与合作社会运动的真正的实践”。但实现这一潜力需要将所有权和平台的治理民主化。民主治理势在必行，她说，十分有必要“减少恶性竞争的动态趋势，并且保存消费者的价值”。但是，她警告说：“我们是否可以在‘优步’、‘空中食宿’和其他利润攫取者之前，就达到我们的目标，达到一种可持续的状态，现在还是一个问题。我们只有这样做，才有机会实现真正的共享经济。”[32]


  如果想避免好的和坏的一起死掉，很明显的就是，真正的共享公司必须让自己与坏的——指那些依靠人造共享来攫取利润的群体——共享公司区别开来，这些公司从共享品牌中攫取了大量利润。而实际上，许多这种团结经济公司和领导者，经常与“优步”、“空中食宿”、“任务兔子”等公司的代表共同出现在各种会议场合，就好像是同一个群体。但是随着往错误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多的800磅的暴徒正在逼着大家不仅从名字上承认他们就是“共享经济”，而且接受他们所认为的“共享经济”的含义。从这一点很难看出这些动作对真正的共享或者说团结公司有什么意义。一个非常公开的和吵吵闹闹的分离，只是为了能够真正实现秩序井然。或许，真正的共享经济倡导者应该呼吁遮掩过的口号：“共享，而非独享，才是分享经济。”


  
14年能带来什么变化


  像斯考尔一样，新经济的其他早期支持者也已经改变了主意。丹尼尔·平克（Daniel Pink）是2001年度一部开创性著作《免费代理国家》（Free Agent Nation）的作者，这本书推动了很多自由职业者的发展，但是现在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平克，美国前副总统艾尔·戈尔（Al Gore）的前任演讲撰稿人，在他的书中精彩地描述了新经济，认为新经济是一个“可以让人摆脱大型债券机构的平台，而且每个人在未来都能够拥有属于个人的机构。届时，他们将成为在美国工作的新原型”。[33]在丹尼尔·平克2001年所描绘的世界中，人们每天都拿着拿铁咖啡喝，通过手机聊天，并且享受着独自作为企业家的工作方式，他们不是在家里办公，而是在广阔的天地中创造属于自己的微型企业。他们都是通过网络联系在一起的，并且都是深谙技术的人，能够通过熟练地使用互联网这种方式进行联系。在他所描述的那个时代里，平克所想象的自由职业者是未来的潮流，在这个潮流中，具有一定能力的人都可以成为独立的运营商，而且这个群体是在那个时代中最值得尊敬的一个群体。平克对自由职业者的描写，使自己成为一名畅销书作者，而这种论调大大地促进了一个刻板印象，使得媒体对此进行重复报道，而且似乎越演绎越具有神话色彩。


  平克写那本书的时候是20世纪90年代末，当时网络公司和新经济泡沫仍然旺盛，但繁荣是“非理性的”，当泡沫破裂时，大量自由劳动力、打零工的工人和独立承包商最终狠狠地摔在了地板上。不过没关系，按照平克在书中的论述，对于自由职业者的好奇心仍然非常旺盛，这足以赋予自由职业者这种模式第二轮和第三轮的生命。确实，这种论调催生了大量模仿者。无论是在实体书店的书架上，还是在亚马逊的网络书店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群像气泡一样的相似标题，感受到这种相似的呻吟带来的沉重压力，这些书包括：《富裕的自由劳动力：能够赚钱更多和过上令人羡慕生活的12个秘密》（The Wealthy Freelancer: 12 Secrets to a Great Income and an Enviable Lifestyle）、《六种自由职业：赚钱更多的作者指南》（Six-Figure Freelancing: The Writer’s Guide to Making More Money）、《一个自由撰稿人的秘密：如何一年赚10万美元或更多钱》（Secrets of a Freelance Writer: How to Make ＄100000 a Year or More）、《创意公司：经营成功的自由职业者的终极指南》（Creative, Inc.: The Ultimate Guide to Running a Successful Freelance Business）、《终极自由劳动者成功指南：自由职业者如何在网上开展自由业务并且从每月赚0美元达到4200美元》（The Ultimate Freelance Success Guide: How to Start an Online Business Freelancing and Go from ＄0 To ＄4200 Per Month）、《自由职业者的圣经：一切你获得梦想中的职业所需要知道的东西——为你定制》（The Freelancer’s Bible: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to Have the Career of Your Dreams—On Your Terms）、《自由博客的艺术：如何作为一个每月赚几千美元的职业博主》（The Art of Freelance Blogging: How to Earn Thousands of Dollars Every Month as a Professional Blogger）、《我的自由职业者生活：如何作为一个有创造力的自由职业者而生存》（My So-Called Freelance Life: How to Survive and Thrive as a Creative Professional for Hire）、《自由职业者的成功：写写你梦想的生活方式》（Freelance Success: Write Your Way to a Dream Lifestyle），等等。这些书的内容大多是关于自主操作，或者干脆就是快速致富指南，鼓励大家跃入根本不太知情的深渊。原因就是：“除了铁链，你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萨拉·霍洛维茨，自由职业者联盟的创始人，以上这些书单中就有一本书是她撰写的，书名叫作《自由职业者的圣经》，还特别在副标题中声称，“一切你获得梦想中的职业所需要知道的东西——为你定制”。萨拉·萨顿·费尔（Sara Sutton Fell），以工作服务为业务主体的应用软件FlexJobs的CEO，一直是非常活跃的新经济的倡导者，将新经济称为“能够让那些想要的工作岗位融入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试图在工作以外的生活时间去寻找工作”。自己选择工作时间和工作项目，能够让自由职业者“在其职业生涯中拥有更多的主动权，而不是单纯在他人的团队里工作”。她说。这种论调听起来像利亚·布吕斯克（Leah Brusque）和特拉维斯·卡兰尼克。[34]


  其他新经济的倡导者都在滔滔不绝地说如果没有稳定工作将会带来怎样的奇迹和乐趣，而实际上就是没有为工人提供固定的薪水，也没有为他们提供安全的工作场所，仅此而已。新政的社会契约已经被这些人认定为是显然过时的行为，所以“20世纪末，‘新经济’已被《福布斯》吹捧起来，被认定是一种每个人都能拥有公司的产业模式和消费模式”，并且允许“人人都同时成为消费者和生产者”。[35]


  但在2015年，丹尼尔·平克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在我对他所做的采访中，平克大大地改变了他以前的看法：


  “请不要忘记，我是在2001年撰写的《免费代理国家》这本书，当时智能手机和宽带还远远不像现在这样普及；当时没有‘脸书’、‘推特’等，也没有‘云’计算，更没有机器人即将代替我们的工作岗位这种恐惧感，根本没有‘优步’、‘空中食宿’、‘任务兔子’等应用程序。”总之，他说，他没有猜想到这会在随后的十年中发生，也没有猜想到这种技术变革的爆发力，“在某种程度上，我在那个时候的描述，以现在的条件看起来，几乎可以说是十分古怪的”。


  然后，平克指出了一些有先见之明的论点。他指出，近年来最大转变之一就集中在美国企业，因为现在似乎存在一条越来越难以区分的界线，这条界线通常用来区分究竟这些人的职业是承包商、临时工、自由职业者还是雇员（本书在第一章中已经阐述过，对这种劳动力类型转移的划定边界已经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多的风险转移到个人手中，尤其是那些按照W-2表来领取薪水的工人。他们拥有401（k），而不是传统的养老金。他们需要自己承担更大比率的医疗保险和医疗费用。他们不能奢望永远与雇主绑在一起，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职业发展负责。”[36]这一风险越来越多地从组织转移到个人，有一部分原因是技术因素驱动的，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相应的下降，“随着公司变成准福利国家的主要实施主体”，平克说，他称为“看不见的新政”的规则“已经消失，在依靠公司来提供健康保险、退休金以及许多其他有益于工人的安全网的背景下”。此外，他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来来回回移动的边界正在不断变窄，这条边界本来是用于划分国家的自由职业者机构和美国企业的。“这几乎就像是人们已经成为自由职业者机构和美国企业的双重工人了。”他现在持这种观点。


  即使以他最新的观点，平克也无法理解许多美国工作人员所凝视的深渊到底有多深。他说，在我们的采访中，最大的不同并不在于人们究竟是自由职业者还是独立承包商，而在于“谁拥有现在需求方所要求的技能，而谁没有”。他用了两个假设的工人案例，玛丽亚（Maria）和弗莱德（Fred）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如果玛丽亚拥有娴熟的技能，她可以通过自己成为一个自由劳动者，如果她想这么做，她就可以做得很好，或者她也可以接受一份‘工作’，但她只能在能够得到充分尊重和自主的情况下才会去选择接受一份工作。另外，假设弗莱德没有需求方所需要的相应技能，他就麻烦了。而他实际的就业形式并不能构成对自己而言最为紧迫的问题。”


  在一个极为开放的市场中，弗莱德想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来出售自己的服务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当他把自己的能力卖出高价的时候，人才市场会认为物无所值——尽管‘任务兔子’和‘优步’很有可能会给他一个机会，去赚一些外快”。他可能不得不接受低工资、有限的时间和非常微薄的收入，而这就是“类似的挣扎中的、低收入的、处于弱势中的自由职业者的生活”。这并不是一个广阔的前景，并不是那些以前总是吹捧自由职业者的倡导者所描绘的那样。总之，平克说：“无论这些工人是在边界的哪一边生活，所出现的情况都只能是，玛丽亚可能会生活得很好，而弗莱德可能就不会。反正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很乐观地看好玛丽亚群体，并且很谨慎地注重弗莱德群体，但出现这种结果似乎与自由机构的关系不大，这一切都与他所掌握的技能有关。”


  丹尼尔·平克对玛丽亚和弗莱德之间的区分，在一定程度上是非常有帮助的，但现实是，正在形成的新经济提供了又一个艰巨的挑战，导致甚至很多有经验的玛丽亚都不能生活得很好。例如，缺乏安全网，因为安全网曾经来自玛丽亚的雇主——前“事实上的准福利国家”，正如平克所称呼的那样——这将是一个持续性的挑战。当然，如果她能挣足够多的钱，她当然能够购买一些类似的安全网，这全靠她自己，但是作为一个个体而言，她显然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因为她不属于任何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被保险人总池子中，因此也不会得到这样的保险池子所带来的相应好处（对于健康保险而言，奥巴马政府的确减轻了一些政府负担，但是绝大多数最贫穷的人仍然是接受联邦补贴的）。此外，只有玛丽亚赚取了足够的钱，她才能承担得起一些休息日所造成的损失，或者受伤，或者生病，或者去度假。但玛丽亚必须有相当高的收入才能踏踏实实地感到足够安全，拥有平和的心态，而这些在以前她有稳定工作的时候都可以轻易得到。我们很可能会看到，更多的像玛丽亚一般的工人还在坚持工作，当他们生病的时候，或者受伤的时候，而且他们的假期也会越来越短。


  有人认为，这些“1099工人”虽然没有带薪假期，但是可以在日常安排更多的弹性工作时间，包括他们正在寻找下一个项目的时候（事实上，这只是无偿的工作时间）。但是在现实中，一个灵活的时间表，有可能是更加紧张的工作时间，因为工作起来时间长短根本不确定，而且假期也不能消停地度过，更不可能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放松自己。久而久之，我们的心理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的家庭会发生什么变化？当数以千万计的工人突然需要同时面对各种各样的细节，而这些细节都需要依靠自己来完成，这些人应该怎么办？


  让我们面对现实吧，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足够的能力去理解清楚这些细节。为了自己退休以后的生活，我们尽量希望所有美国工人都深入了解网络和掌握技术知识，能够以各种熟练的方式来使用互联网，并且能够搞清楚如何在股市投资或者储蓄，或者足够精明地比较和选择相对更加合适的保健计划，或者失业及工伤补偿计划（如果这样的计划不可能由劳动者个人来实现），假设他们会自主掌握这些技能是极不现实的，或者说认为他们会很容易地了解自己也是不现实的。而事实上，对很多人来说，把这些细节问题都处理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简单来看，这简直就是公司聘请人力资源部门的原因。现在突然就要求工人变成处理私人事务的人力资源部门，还要了解如何制订这些计划才能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这可能吗？也许在某个时候，私人部门将推出一项新的服务，即帮助人们通过各种保险产品连接这些缺失的安全网络组成部分，这些产品很可能在未来某一天就会被创造出来，因为需求一直都在产生。但即便如此，许多技术娴熟的工人也未必能够为自己和家庭提供一个安全网，因为这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他们的收入水平，特别是如果他们不能成为大保险公司的一分子的话。


  此外，更何况还有许多拥有熟练技能的玛丽亚根本不具备那种能力——非常尖锐和有能力——这些人根本不具备创业的精神，也没有能说会道的本领。这些人根本不善于在不同的工作之间切换，在一群不同的雇主之间承担微型工作和小型工作，然后与别人竞价上岗，还要确保自己能够顺利地拿到报酬（也就是说，要能够合法地防止那些雇主拖延工资支付）。我担心丹尼尔·平克以及其他拥有类似观点的人，实际上人类的性格类型被高估了，认为所有人都能够游刃有余地在“我不知道我的下一份工作”到底是什么的情况下，还能处理好工作的方方面面。也许如果他们知道自己别无选择，他们之中的某些人的确能够学会这些技能。但这条学习的曲线也不会自动地生成。


  所以在我看来，即使是熟练的玛丽亚，也面临着相当棘手的问题。


  而对弗莱德来说——可怜的弗莱德——是的，对没有一技之长的人来说，这势必更加艰难。也许比大多数人所想象的还要艰难，或者比大多数人能够想到的还要艰难。对平克和其他人来说，能够帮助弗莱德的一个比较明显的解决方案，就是提供更多的教育和培训（当然，这需要许多基金支持）。正如在第七章所论述的那样，奥巴马总统、谷歌的埃里克·施密特以及其他人，都主张深入践行主题教育，尤其是要践行STEM教育。当然，更多的教育和培训并不能确定地帮助弗莱德，但它总有自己的益处。


  但真正的问题是，随着自动化、智能机器、人工智能和已经机器人化的公司逐步更占优势，哪里还会有充足的工作机会留给人类去做呢？这些被替代的工作岗位上本来就有很多有经验的人。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安德鲁·麦卡菲、凯文·凯利以及其他技术乐观主义者说，这些技术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就像他们一直所宣称的那样。但是，马丁·福特、鲁里埃尔·鲁比尼、保罗·克鲁格曼以及其他人反驳说，这些被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所取代的工作岗位的规模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比以前大得多（别忘了，牛津大学的研究发现，美国现在47%的岗位正在风口浪尖上，面临着在未来20年内被淘汰的风险）。在得到这个权利的过程中，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危若累卵。


  新政时代的标志政府所具备的独特能力是，把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利益融合在一起，建立“安全保障网”的社会保险池，帮助所有人防范可能面对的风险。在许多方面，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系统（尽管有官僚的问题和效率低下的问题，但经过反思不难发现，有哪个大政府能做到一丁点儿都不官僚呢？）。如果这个体系崩溃了，个人就得越来越多地依靠自己。坦率地讲，我不仅担心弗莱德们，许多玛丽亚们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一场在新经济中对安全网和社会契约的追思，势必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挑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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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劳动者的两难窘境


  这一天是2014年的情人节，劳工运动希望得到一个大大的、充满爱意的好消息。隶属于工会的工人一直都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工作，多年来，与这些相随而来的，就是全国范围内工会会员比例的不断下降，比一个有玻璃下巴的拳击手倒下的速度还快。现在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正在经历一场战斗，即在大众汽车田纳西州查塔努加的大众装配厂中组织工会，它似乎已经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一个雇主——德国大众公司——它在德国被自己强大的联盟所推动，支持查塔努加的职工代表申办工会。大众汽车则给予了肯定的回应，并且向工人发出信号，即与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联系将会带来很多好处。


  然而，这毕竟是一个有红色保守党的国家，田纳西是一个维护“工作权利”的州，而整个共和党的人士，包括查塔努加的前任市长、现在的美国州参议员鲍勃·考克（Bob Corker）都站了出来，尝试和煽动这些汽车工人反对这种联盟。[1]他们告诉田纳西州人，工会联盟想夺走他们的武器，这意味着他们的工会联盟会费会支持民主党，并且会成为使婴儿流产的杀手，从而产生许多其他恐怖故事。然而尽管如此，工会曾经有60%选票的辉煌时期，尽管雇主并不期望结果如此。这样看来，机会很多。


  当退休的巡回法庭法官塞缪尔·佩恩（Samuel Payne），一个中立观察选票计数的观察者，走进大众汽车培训中心，就在情人节的夜晚宣布选举结果时，没有人说一句话。法官佩恩的脸上看上去像戴了一个黑曜石面具一样，又硬又黑。每个人都知道，这个结果并非仅仅关乎查塔努加装配厂这1500个左右的工人，这是关乎劳工运动是否能在联邦的土壤上插上一个小旗子，扭转它几十年来的衰落和不幸……还关乎反工会的“工作权利”的力量是否可以稳固他们阵地的南墙。简而言之，在这个简短的声明中，佩恩法官面对一屋子的记者宣布了最终的结果：626名工人对建立工会投了同意票，712人投了反对票。建立工会的机会已经失去了。这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消息，像闪电般划过整个国家。到底一个工会是怎么在毫无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失败的呢？[2]


  媒体和劳工观察人员认为，这一损失是劳动力长期下降的进一步结果。社会学家杰克·罗森菲尔德（Jake Rosenfeld）在他的书《工会不再做什么》（What Unions No Longer Do）中指出，工会曾经在美国的经济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从工人的工资到职业健康和安全，到退休保障，再到总统选举。在其处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巅峰时期，工人的工会化率甚至大于1/3；[3]而现在则是接近1/9（约11.3%），尤其是在私人部门当中，这一比率仅为1/16（约6.7%）——这是一个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4]在20世纪中叶，美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中，劳工运动是争取经济平等的主要机构。工会可能仅代表过35%的工人通过劳资双方就工资等问题谈判，但工会为国家制定了标准。隶属于工会的工人也是民主党在40年间能够在美国众议院锁定权力的关键原因，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94年，因为它明确地代表了工人阶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两党的支持。


  不仅是民主党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如果我是工厂的一个工人，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入工会。”而且共和党主席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也说过：“只有少数顽固的反动派才有打破工会的丑陋思想。”[5]罗森菲尔德写道：“只有傻瓜才会试图剥夺工人和劳动妇女加入他们所选择的工会的权利。工会利用议价能力为工人提供了切实的利益，同时也建立了大家对工作场所公平性文化的广泛认同。劳工运动也帮助美国维持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6]


  对劳工运动目前处于低迷状态的相关讨论，必须慎重考虑新经济或者共享经济对就业和工人的影响。任何美国工人工资停滞不前的时期、中产阶级衰落的时期、不平等上升的时期和贫富差距极度拉大的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历史曲线走势都与工会衰落的时期十分吻合。[7]几乎一半的州现在都是认同“工作权利”的，也就是说，工人不必为工会的集体利益支付会费，这实际上剥夺了工会的主要收入。与此同时，加入工会的工人会将工人阶级选票投给民主党这个方面的能力也有所减弱，而共和党的支持比率在选区越来越高。工会不断萎缩的后果已经非常严重，包括停止改善劳动条件，并且减轻对老板和企业主与员工协商的压力。大衰退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数量的下降，而且美国工人和家庭也将在未来更加难以度日。今天所面临的状况是十分发人深省的——即使工会仍然保留了一定的影响力，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工人仍然丧失了很多权利，更何况现在的工人与之前的自己相比只是一个单枪匹马的99磅的懦夫而已，谁能够预料他将失去什么呢？


  情况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令人满意的工作岗位已经越来越少，人们并不乐观的工作岗位数量在增长，并且自动化和机器人化的威胁也日益凸显，这些情况共同构成一个巨大的风暴式的威胁，简直就要动摇美国梦的基石。


  现在，在这个最需要的时刻，劳动力在哪里？鉴于劳工运动在美国工人生活中扮演的英雄角色，看上去就像人们都在仰望天空并且想知道：超人究竟会不会来呢？他不会已经被下了某种毒药所以再也不回来了吧？


  
以史为鉴


  在许多劳工运动组织中，包括最高级别的领导，都试图弄明白他们眼中的“超级英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过去的15年里，有一种不安的共识似乎是，劳动力正在经历一个艰难的历史阶段，但是有了新的重点、决定和组织，这由一些工会，如服务雇员国际工会（SEIU）所倡导，这些工会组织看到像清洁工和护工等工人群体加入工会的数量有所增长，或者至少保持工会会员身份的工人人数下降的幅度非常稳定，所以也许这些工人群体加入工会的趋势最终会实现逆转。然而，在查塔努加，美国的损失可以说等同于一个情人节大屠杀。超人都已经只能在生命线上自我挣扎了。突然间，一些工人领袖开始走向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黑暗的结局。


  戴维·罗尔夫（David Rolf），坐落在西雅图775的服务雇员国际联盟和SEIU国际的副总裁，就是工会的领袖。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组织，它领导了洛杉矶和西雅图的传奇运动，并且这个组织被认为是现行工会组织中首屈一指的领头人，别无他选，就是这样一个组织的副总裁罗尔夫认为，劳工运动仍在垂死挣扎，在该国大部分地区，工会几乎已经被埋葬或者消失。剩余地方的最大的工会也只是聚集在少数城市地区，特别是在自由海岸，这些地方的工会人数正在下降，但是工会组织还没有消失。“如果你是西雅图、纽约或者洛杉矶的工会领袖，你可能会觉得这种状况还可以。”罗尔夫说。但在威斯康星州和印第安纳州的情况都很不乐观。如果“工作权利”在密歇根州也通过了——这是联合汽车工会（UAW）的统治地带——“如果是这样，那么列宁的雕像会不会在红场被换下来，我不敢保证”。[8]


  “大多数劳工领袖和活动家认为，工会运动有近乎致命的危险。”哈罗德·梅尔森（Harold Meyerson）在《美国展望》中这样写道。1935年颁布的《国家劳动关系法》［也被称为《瓦格纳法案》（the Wagner Act）］的不足之处就在于，致力于分裂工会的雇主责任可以被忽略，并且不用承担任何后果，结合劳动力条件的变化，这使组织私人部门的工人非常困难。劳工在许多新兴行业和职业方面试图提升地位的努力基本上没有实现。最重要的是，在制造业和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外包状况不断恶化的情况下，联盟成员已经进一步减少。最近，独立承包商、新兴自由职业者、临时工、“1099工人”以及所有其他类别的工人，地位都在不断下降。


  超人的生命体征已经接近一条平滑的直线了。


  罗尔夫认为，在劳工运动内部争议最大的是，它不太可能会恢复超人。产业工会模式，在过去80年的发展中，都是基于劳资双方就工资等问题谈判和工会契约，而这些条件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他说，这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事情，这让许多劳动组织的同事非常懊恼。他撰写了一篇论述非常全面和令人信服的文章，在2012年发给了他在劳工运动的同事，文章的名字叫作《工团主义的死亡，以及劳动3.0版本的诞生》。罗尔夫认为，工会应该承认它们正面临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说迫在眉睫的死亡，并应当集中精力和资源留给新的组织形式，哪怕只能留下一点点，而新的组织形式将涉及孵化新的机构，以便能够解除工人的后顾之忧。他写道：“曾几何时，强大的产业工会创造了美国20世纪中叶的中产阶级，而如今它们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中，再也没有能力去保护工人的利益，再也没有足以扭转当前经济趋势的规模与权利。”“自1947年塔夫脱-哈特利（Taft Hartley）修订以来，我们所一直追求的战略和战术”——现在已经随着工会运营范围的缩小而缩小了——“已经过时了，也已经被证明不能再为工人创造制度的经济动力了”。[9]


  20世纪80年代初，当我采访他时，罗尔夫告诉我，罢工和工作行为之间不再纠结，因为中产阶级的工人发现，如果他们选择罢工，那么不但不会赢，反而很可能会失去工作。“这是空中交通管制员专业组织（PATCO）的教训。”他说，PATCO是指在1981年发生的一次1.3万名空中交通管制员的罢工事件，这导致罗纳德·里根总统解雇了所有那些不复工的空中交通管制员。约瑟夫·麦卡廷（Joseph McCartin），一位历史学教授，就这次冲突撰写了一本书，其中说道：“比起任何其他在过去三年的劳动争议，里根与PATCO之间的对抗，实际上损害了美国工人和工会的议价能力。它也使政治两极化，是我们无法解决经济困境的根源：尽管企业利润和工人生产率不断提高，工人的收入仍然停滞不前。”[10]


  麦卡廷的书出版于2011年，真实地描述了这一具有独特性的劳动力的历史时刻大剧。“在美国历史上，再也没有任何罢工能够开展得更为明显，在美国人民的眼皮子底下，”他写道，“或者能够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能够更快速且更深入地涌入公众的意识当中，如果与PATCO罢工相比的话。”


  1962～1981年，有39起非法罢工反对联邦政府。但是自从里根解雇PATCO的骨干分子之后，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联邦范围内的工会行动。截至2010年，曾经参与罢工的工人数量已经小于2%，而里根也曾经在1952年领导过演员罢工。


  “虽然里根是一个保守人士，”麦卡廷说，“但是他经常说，在私人部门里，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是民主的根本。”这是里根支持莱希·瓦文萨（Lech Walesa）在波兰的反共团结运动的哲学基础重要部分。虽然他反对公共部门像PATCO一样进行罢工，但是里根政府仍然支持工人成立工会，并且肯定集体谈判所付出的努力。作为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他在本州甚至对此权利进行了扩张，而他准备做总统后还继续这样执行，据麦卡廷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PATCO罢工给未来的共和党人留下的印象，已经脱离了里根自己所宣称的需要考虑有关公共部门工会的信仰。作为共和党中的右翼人士，保守派都认为对PATCO罢工并且最终不复工的工人进行解雇的处理，并不能看成是一种打击，也不能看成是一个只是为了防止某一个工会联盟去挑战法律的处决——这也是里根自己描绘这件事情时所表达的意思——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处理本来对工会自身就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打击。事后，研究劳动历史的教授杰斐逊·考伊（Jefferson Cowie）写道，显然，PATCO罢工是“关键的事件——既具有象征性又具有实质性的——导致了美国雇主和雇员之间阶级力量”的大规模重组。[11]三年后，仍遭受着自大萧条以来的最严重的经济崩溃期，并且随着共和党进一步向右翼倾斜，比里根自己所持的立场更加偏右，使得他这一行动的长期成本就更加无法估量了。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麦卡廷说，“这种处理罢工的影响其实已经伤害了工人，并且扭曲了政治，而里根本人并不主张这种方式。自从新政出台以来，罢工就没有破坏过美国的工人运动。”[12]


  罗尔夫对这段历史具有敏锐的眼光。工会失去了曾经的影响力，是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发动罢工的能力（以及其他类型的工作岗位活动），已经加入工会的工人也没有能力给雇主施加压力，从而提高自己的工资，或者保住自己的工作，抑或保住自己的安全网等工作待遇，尽管现在劳动力和企业的利润都在不断增长。因此，麦卡廷认为，不平等已经膨胀到一个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我们从未见过的高水平上，而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年代恰恰是里根处于童年的年代。


  那么究竟该怎么办呢？工人该如何扭转这些趋势？路上似乎有无数的绊脚石，而且每一个人的目的地都是不确定的。“然而有一个目的始终是明确的，”罗尔夫说，“如果他们持续地朝着这个已经导致了可怕时刻的方向继续前进，那么他们一定会遭受灭顶之灾。”


  罗尔夫所提出的观点，从本质上讲，是指工人不断地往回走—往回走—再往回走，一直走到“新政”之前的一个时期。毕竟他是一个对工人历史有狂热之情的人，而工人历史的故事和教训为他这种有争议的意见和建议提供了很多素材，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我采访他时，他讲述了一些历史事件及其与现在的联系。


  “在20世纪初，美国劳工运动更加分散，有许多不同的和竞争的策略，”他说，“从本质上来看，这些劳工运动都是竞争性的实验，只是起源、目标和结构不同，可以看看哪些是最成功的。”有些策略也并不是那么体面。在西雅图，工会领导的白人工人的暴徒，他们中的一些人有一个倾向，那就是粗暴地对待亚洲人。在底特律，劳工运动中卷入了大量的歹徒。在其他地方的劳工运动中，人员构成有无政府主义者、移民以及为了特定改革而不断努力的活动家，比如为了每天工作八小时的目标而努力的活动家。“所有这一切综合起来，范围不只是工会，而是一场截然不同的运动。讲希伯来语的社会学家与炸毁了《洛杉矶时报》的钢铁工人之间似乎完全没有相似之处。”罗尔夫说。[13]


  但是，随着1935年《国家劳动关系法案》（NLRA）的通过，所有不同的劳动策略都得到了巩固，并且都被带到了同一把大伞之下。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想给工人组织工会更多的权利，但他也需要对劳工运动所带来的混乱进行规律性和统一性的处理。因此，这个法案既有优点，又有缺点。它创造了更大的工会，这些工会能够代表它们的成员，并且能够更多地发挥杠杆作用和行使自己的权力，但这个法案废除了以前可以具有独立自主性的疯狂。“NLRA颁布的背景是，国家发生了大规模工业罢工、经济大萧条，而且当时国外还一直在进行共产主义运动（虽然这个运动规模相对比较小）。政府不得不想出一个策略，”罗尔夫告诉我，“大企业愿意进行谈判，妥协和放弃一些东西，以便得到一个更有序的发展环境。”


  NLRA的通过促进了20世纪工人运动的诞生，并且将集体谈判推举成为工人组织的主导模式。“但在某些方面，如法律的实施，比如《国家劳动关系法案》的实施，以及后来的塔夫脱－哈特利修正案的实施，都限制了工人的力量。”罗尔夫说。


  当时的协议和妥协似乎是件正确的事情。但一晃八十年过去了，条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罗尔夫认为是时候恢复创造性的疯狂，打破标准化的劳动组织模型，并释放新的策略，由新的组织来完成，即使这些组织并不是工会。“这是新的战术时期，”罗尔夫说，“我们必须放眼未来，将我们的资源在新的组织模式下发挥力量，针对我们当代的经济和今天工人的需要，而不是昨天。”


  “我没有一个振兴劳动力的策略，也没有建立工人力量的策略，”他说，“我想再次看到竞争模式，其中包括工人反对雇主的情况，也有工人与雇主之间合作的情况，这又包括那些没有固定雇主的工人（现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工人处于这种境遇）。”他认为，工人群体的结构才刚刚开始发生转变，这一结构在“1099工人”方面表现为数量大大增加，而且越来越多的工人加入了共享经济以及类似的公司。但他和其他工会领导人已经认识到，这些新类别的工人，以及新的劳动平台像“优步”、“任务兔子”、“一揽子找工作”以及其他公司，都在挑战雇佣关系的本质。


  在某些方面，按照罗尔夫的观点，他把这种情况称为“3.0版”的工人已经出现了，但规模还比较小。在传统的工会结构之外，围绕劳工问题展开的组织数量正在扩大。全国家政工作者联盟，由创始人和主席艾－真·蒲（Ai-jen Poo，2014年麦克阿瑟基金天才奖获得者）领导，组织国内工人展示和举办公众活动，协助公众接受教育，提高他们的困境意识。家政工人是美国最受剥削的工种之一。他们大多数是承包商、自由职业者或临时工，被剥夺了许多基本权利，当然，最传统的美国工人也能够从中受益。蒲和他的组织NDWA已经表现出了非常有水平的游说以及在不断鼓舞中逐步走向成熟。2010年，他们及其盟友全力以赴地在纽约州推动了一项法律的出台，那是一个关于家庭工人的权利法案，试图保护他们免受歧视和骚扰，要求这些工人像全职工人（为同一雇主工作）一样，如果受伤后可以得到赔偿，并且提供其他劳动权利的保护（如每周休息一天、每年有三天的带薪病假等）。自那之后，加利福尼亚州、马萨诸塞州和夏威夷州都通过了类似的立法。NDWA 组织也成为国内工人的一个重要依据，来告知他们自己本应可以拥有的权利。该联盟现在已经扩展到了42个城市，并已着眼于将国内工人的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14]


  其他第三波劳工组织包括纽约的士司机协会和全国出租车工人联盟，其成员亦是自雇人士和独立承包商，能够享受的工人权利极少。像全国家政工作者联盟一样，全国出租车工人联盟也在为自己的工人进行呼吁，而且大多是在移民选区，包括努力应对“优步”、“来福车”以及其他共享出行公司的违法避税行为。和许多移民工作者中心一样，出租车联盟提供了一系列服务，包括英语课、移民和法律问题的咨询（包括申请公民身份的援助），甚至帮助他们的孩子入学就读等许多方面。


  其他基于3.0版本的工人而成立的组织，代表性例子包括自由职业者联盟、全国作家联盟、餐馆机会中心（ROC）、亚洲移民妇女倡导者、伊莫卡利工人联盟、coworker.org网站、WASHTech网站，以及其他许多遍布全国的工人中心。工人中心为那些没有加入工会而遭到不合法待遇的工人争取利益，而且这些案例往往是那些被排除在实践中正式劳动力市场和劳动法之外的情况。虽然它的力量并不强大，但罗尔夫认为它是一个很有前途的活动中心。[15]


  罗尔夫已经向试图培养更多这种风潮的劳工活动迈出了大胆的一步。2014年，从他的工会SEIU和一些亲劳工的基金会得到资助之后，罗尔夫就推出了他所谓的“工人实验室”，在从风险投资和硅谷的创业模式中吸取经验之后，“工人实验室”将自己描述为“加速器”，投资于“社区组织者、经济正义组织、问题宣传，以及帮助企业创建可扩展的和自我维持的解决方案，以改善低工资工人的工作条件”。“工人实验室”既是研究和资源中心，也是种子和投资机构，用罗尔夫的话来说就是：“在规模和维持自身生活方面，这个机构拥有一种能够为经济动力培养工人的潜力。”[16]


  约翰·艾普希德（Johnny Appleseed）的方法也延伸到了一些战术和战役的尝试上。罗尔夫和他领导的工会在2013年的一项主要活动就是在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通过了一项选民倡议，机场位于西雅图郊区，这项活动要求将最低工资提高至每小时15美元。所有拒绝这项活动的专家都说这个组织永远不可能会赢，但是这项活动赢得了77票，而且是重新计票之后，在当地企业非常反对涨价从而一直在破坏投票活动的背景下。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的最低工资标准成为全国最高的标准，是联邦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的两倍之多。一年后，曾经被反对者所预测的这样或那样的恐怖故事，根本没有发生在当地的经济运行中。[17]


  同时，罗尔夫把他当时领导的争取15美元最低工资的运动，作为2013年他竞选西雅图市长的核心，而且这位最终的赢家承诺把当地所有行业的最低工资都提升至此水平。于是在2014年夏天，西雅图市制定了最低工资为每小时15美元的标准，成为全美国第一个这样做的大城市。


  西雅图的例子已经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随之而来的是芝加哥、旧金山、奥克兰，甚至是非常保守的圣地亚哥，都大幅提高了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这些城市所涵盖的所有地域中，最低工资都提高到了每小时12~15美元。洛杉矶和纽约也正在努力与这种标准的最低工资水平相匹配。


  在这些不同的城市，通常工会成员和工会组织早已走在了这些运动的最前沿。然而，批评者说，这一结果将不会促使工人运动的恢复，因为这次工资的增加是普及所有公众的，其中大部分人都不是工会成员。大多数工会成员早已拿到了最低工资的两三倍了。尽管很少有真正的工会成员直接受益于这次举措，但是工会成员的会费在赢得这些运动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为什么工会组织要在意那些非工会成员的最低工资有没有达到每小时15美元呢？


  对此，罗尔夫说：“我们属不属于工人运动的一部分，那只是关乎我们自身的狭隘视角。但是我们必须运动起来，那是为了所有工人的正义。”[18]这种“立法投票箱”是长期战略的一部分，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会员数量下降之后，工会这么做不仅能够保证工会成员的利益，也能够提升自己良好的公众形象。“20世纪30年代，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涌入了工人运动组织，而工人组织闻名遐迩却不是因为它们曾经为了属于自己的工会成员达成了500页的工作合同，”罗尔夫说，“而是因为它们为所有工人争取到的每天工作八小时的条件，而且曾为所有童工斗争到底。”


  随着劳动力资源开始卷入通过投票的方式就能参与的选举活动，许多不同的立法立刻发挥作用，这些立法可能有利于工会成员以及一般工人。那些开始为宣传自己拉选票的人，以我的了解，确实没有比建立自己的会员名单来动员支持者，并且给予他们希望和激励，还要建立一个能够快速运转的新组织来得更有效。同时，通过拉选票的活动与立法在选民的面前联系起来，你就能够推动公众的辩论，并且引起公众的注意，而这是工会合同谈判这种方式根本不能做到的。因此，对于工会而言这是趟便利的顺风车，它们早应该在几十年前就想到这个方式。


  其他为了调整工人组织的方向而想出的主意都来自其他方面。芝加哥劳动律师托马斯·纪勤（Thomas Geoghegan）在1991年撰写了一部颇具开创性的专著，关于劳动力所面临的挑战，书名为《你站在哪一边？在经济不景气时试着多为工人着想》（Which Side Are You On? Trying to Be for Labor When It’s Flat on Its Back）。该书成为经典，激励许多年轻工人成为维权人士，包括我的一个朋友，他告诉我：“这本书就是我成为劳工律师的动力。”2014年，纪勤又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只有一件事可以拯救我们：为什么美国需要一种新的劳工运动》（Only One Thing Can Save Us: Why America Needs a New Kind of Labor Movement），这本书和他之前出版的书一样，充满了对劳工运动的批评和新思路。


  本着对这些观点的思考，我采访了纪勤。纪勤的其中一个观点，就是工会组织应当尽量在权利方面达成合适的协议，不应当去接受一个全国范围内关于“工作权利”的法案，而应当在1964年通过的《民权法案》的规定下，通过一个尝试去定义权利的法令。因为去接受一个“工作权利”的法案就等于几乎默认接受了在塔夫脱－哈特利管理制度下的工人法案，而这些法案的主要功能就是作为企业去限制工会组织发展的工具。而同样的观点，理查德·卡伦伯格（Richard Kahlenberg）和摩西·马维特（Moshe Marvit）在他们2012年撰写的书名为《为什么劳动组织应是一种民事权利：通过提高工人的声音重建中产阶级的民主》（Why Labor Organizing Should Be a Civil Right: Rebuilding a Middle-Class Democracy by Enhancing Worker Voice）的专著中也同样被提及。在某些方面，这样做将进一步削弱对集体谈判协议的尝试，但作为回报，它会针对违反联邦劳动法而创建民事权利修正法案。就像少数种族可以起诉雇主歧视一样，如果一个工人由于试图在工作场所组织工会而被老板解雇或骚扰——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司空见惯——工人就可以提起诉讼，起诉他们的老板违反了法律赋予他们的组织权。


  上文曾经提到过，劳动律师说这将是一个法律现状的巨大转变，因为它为私人行动提供了诉讼理由。目前任何劳动争议或不满的判决，都不是由法院系统来完成的，而是由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来完成的，这是一个缓慢和烦琐的过程，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长期资金和人员不足，以及在此过程中总是有频繁的党派干涉。但如果原告可以在通过提起民事权利诉讼的情况下让工人进入联邦法院，在那里就可以获得禁止令来禁止雇主行为，利用发现程序来找出尴尬的公司记录，并且能够获得陪审团的审判，这可能会迫使公司由于违反劳动法而必须支付补偿性和惩罚性赔偿。[19]“发现的权利，本身就是非常宝贵的，”纪勤说，“原告有权‘发现’公司的所有相关记录，包括有关分裂工会的记录和企业的任何可能与这种情况相关的因素，甚至是可能导致这种结果的相关证据。然后，他就可以据此要求老板兑现诺言，并且要求进行长达七小时的对话。”然而在当下，以上这些都是不可能实现的，除了那些遭到种族歧视或者性别歧视的案例才可以这样做。[20]


  另一个相关的观点是在汤姆·纪勤（Tom Geoghegan）所撰写的书名为《所谓的“比例工会主义”》（What Might be Called“Proportional Unionism”）的专著中。这就意味着工会并不代表整个职场，只代表一个交易单位，表明它们希望提高工会会员的百分比。即使这条规则在查塔努加的罢工斗争时就已经产生，工会代表也只能替他们仅拥有的47%的工人说话。另外，即使他们赢得了大多数工人的选票，最终也只能代表那些工人，而不是所有的工人。它通过工会选举摆脱了“要么全部，要么没有”的性质，并允许工会传播到更多的地方，即使它们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因为工会组织能够让劳动力获得立足点，甚至在反工会的地区也不例外。它产生的问题就在于所谓的“搭便车”行为——工会会员是要缴纳会费的，而这些会费却是被用来资助所有的工人，联盟带来的改善使所有人都受益。但汤姆·纪勤认为，仍然可以按照一个可接受的价格继续推进。而这个规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总统任命的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可以随意利用的，而且无须通过立法。


  “在欧洲国家，那里的工会甚至没有假装代表多数，而只是代表少数人的利益，不履行‘代理’店的职能。”汤姆·纪勤说。代理商店在这里指的就是，法律上要求那些选择不参加工会的工人，也要以集体的名义去争取权利，只是不缴纳工会会费而已。“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瑞典是一个‘工作权利’国家。如果工人有更广泛的能力来代表不只是7%的群体，而是能够通过协议覆盖25%或者更多的美国私人部门劳动力，那么，是的，我建议我们至少应该考虑这样的协议。”


  除了在劳动法方面的突破性想法，汤姆·纪勤也致力于解决他所谓的“越来越多的临时工的种姓制度”，比最主流的工人群体的种类还要多。“我们正在成为一个临时工的国家，”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感觉就像在倒退，是因为工人现在就像20世纪30年代后期一样脆弱。”他坚持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将真正的劳工运动唤回，“这正是劳工运动应该面对的挑战。如果它不存在，那么我们都难以避免地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临时工或者独立承包商，而且到时候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种趋势。”[21]


  我问戴维·罗尔夫怎么看待汤姆·纪勤的建议，他说这些建议都非常值得一试。劳工运动正在抓住能够继续向前发展的机会。虽然它的确存在某些弱点和缺陷，但它仍然比大部分其他组织在权利进步方面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更多的资源。而且这本身就是对左翼进步主义国家的评论。正如戴维·罗尔夫和汤姆·纪勤所说的那样，工人领导，无论是在工人运动内部还是外部，尤其是在民主党内部，都是有争议的，而且他们还被指责支持美国人工作时候的无能和缺乏原则。罗尔夫对3.0版本的新型劳动力组织寄予厚望，但其他人并不持乐观态度。“罗尔夫说我们需要成为3.0版本的劳动力。”一个工会官员抱怨道。[22]“哎呀，”另一位工会领袖告诉我，“对……自由职业者联盟、国内工人联盟……这两个用来联合3.0版本的劳动力组织是我们在八个当中经常讨论的两个。”


  但罗尔夫没有辩解：“现在我们在劳动中所需要的不是一种伤感的渴望，或者试图在不同的时代把时钟转向不同的经济，或者回到一个在大规模工业生产时代那种行之有效的集体谈判。相反，我们需要弄清楚什么是在我们死亡之谷的另一边。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来重新配置资源，而且什么样的新组织模式是行之有效的……我们需要树立正确的思想，然后把这种正确思想做得扎实一些……以新工人的组织形式取代传统的工会运动，从而得到工人的力量和拥护。”[23]


  这些工人实验室正在尝试培育新的类型的第三波工人组织，真的能有哪一个组织站出来带领美国工人进入这个新的和不稳定的时代吗？


  
萨拉·霍洛维茨奇事与自由职业者联盟


  一个比较成功的3.0版本的劳动力组织是自由职业者联盟，总部设在纽约。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人沦落至“1099经济”当中，组织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来代表自由职业者找回自己的利益至关重要。[24]萨拉·霍洛维茨，自由职业者联盟的创始人、总裁兼CEO，是一个非常有才华和成功的社会企业家。她本人是一名贸易律师，父亲是工会律师，祖父则是国际女装工人工会副总裁。她作为一名年轻的律师被一家劳动法律公司雇用，而她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固定员工，只是一个合同工，而且没有退休金和医疗保险。受亲身经历所激发，她把自己的愤怒转变为创建自由职业者联盟的动力，并从1995年创建这个组织起就帮助自由职业者和独立工人呼吁权利。[25]


  自推出以来，自由职业者联盟已经扩大至（根据其内部数字）近25万名成员（成为这个组织的会员是免费的，而且大多数成员都在纽约）。它代表自由职业者群体争取到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收益，而不是总拿着最低的收益，就像那些认为自由职业者是一个特殊群体那样受到歧视，而且这个群体一直在不断地扩大。但它是否有正确的策略，能否实现罗尔夫所说的使命而成为强大到足以改变人们生活，扩展到可以覆盖数以百万计工人的规模，并且实现财务上的可持续发展呢？


  霍洛维茨一直在努力尝试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为自由职业者设计负担得起的健康保险，她大胆创建了自己的保险公司（但在2014年关闭，由于在推动“负担得起的医疗法”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她还成立了两个诊所，一个在曼哈顿，另一个在布鲁克林区，这两个诊所作为自由职业者的网络位置，提供教育和专业发展课程、免费的瑜伽、冥想以及其他会员事务（这是她为联盟会员提供的“综合性的医疗保健和健康模式”的组成部分之一）。自由职业者联盟制订了雄心勃勃的计划，计划在15个城市建立开放性诊所，包括纽约、洛杉矶、费城、泽西城、波特兰、奥斯丁和旧金山等。


  除了努力为自由职业者创造健康条件，自由职业者联盟还搭建了一个国家福利平台，提供简单的、可搜索的网页界面，而自由职业者只要输入一个邮政编码就可以找到当地的福利提供者，如健康保险的本地供应商、401（k）退休、生活、责任、牙科和残疾保险（尽管自由职业者仍然需要自己来负担这些安全网功能）。联盟组织在迫使纽约市政府对独立的且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下的工人免征营业税做出了很大贡献，如果再征收营业税，就会导致这些自由职业者遭受双重税收。它还开发了一个在线的“合同”创造者，帮助自由职业者与自己的客户起草法律合同，并建立了客户计分卡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自由职业者可以看到客户的评价高低。霍洛维茨还计划为“1099工人”制订失业保险计划，因为目前他们没有资格获得国有失业补偿金。


  随着自由职业者联盟越来越多地吸引了媒体和公众的注意，并且激发了媒体和公众对这个迅速增长的工人群体所面临的困境的认识，萨拉·霍洛维茨在全国的知名度迅速上升。她已经出现在众多主流媒体和商业节目当中，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栏目《金钱》，《福克斯》（商业新闻），《经济学人》，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连线》，《快公司》，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国内公用无线电台，等等。就像蒲一样，她也获得了著名的麦克阿瑟基金会的天才奖学金，还被任命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这是一项难得的荣誉。她还被《商业周刊》提名为“25位最有前途的社会企业家”之一，并被世界经济论坛提名为“100位全球未来领导”之一。霍洛维茨认为自己是一个少有的有价值的珍稀物种——一个“左倾”人士，听起来就像一个商人，而且特别明智地利用了机遇市场的风险投资，不仅为自由职业者尝试和提供了可以负担得起的卫生保健，还为自己的组织进行其他目的的活动筹集了资金。


  然而，尽管她取得了许多看上去实实在在的成就，但是霍洛维茨关于新经济的某些观点，以及对于自由职业者的某些观点，存在一些令人不安的缺点。那是因为她的观点只是按照自己的逻辑进行了合理的总结。对于“新政”结构而言，似乎会导致更大的失败，而且就联邦政府在历史上的地位而言，现在的状况比许多右翼理论家曾希望能摆脱的状况还要糟糕。萨拉·霍洛维茨可能是左翼人士，然而对许多不知情的人而言，她的所作所为成为极右议程的核心部分。


  首先，正如第八章中所叙述的许多反统计学的左翼人士那样，对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反越南战争的抗议，她的陈述通常都带有反政府言论。当我采访她到最后的时候，她指责道，正如她在作品中所写的那样，政府和私人部门都是“21世纪的绊脚石”，她还认为“两者都没有完成这项任务”，即“成为维护社会善意的监护人”。[26]她说：“我们必须重塑政府的作用……政府越来越受制于债务和让公众缺乏信心……我们不能再像传统那样依赖它们。”[27]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完全重新的定位……在政府与工人的关系上面”。而反政府的姿态在社会企业家中是极为普遍的，即使是进步的，也是不幸的——而且对她的使命而言毫无必要——但是萨拉·霍洛维茨在自己的单词库中执着地补充了这一主题。


  但对霍洛维茨来说，这不仅仅是修辞。她没有依赖政府推行安全型的支持政策，而是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理念，根植于自力更生和私人部门。她告诉我：“我相信有另一个策略，在这个策略中的公民社会——如非营利组织，以社会发展为目的的企业和其他机构——为了他们的基本需要，可以创建一个新的支持系统。”[28]例如，她希望个人能够通过像自由职业者联盟或工会、教会团体或其他私人组织来购买医疗保险。原因也很简单，比如，这样做个人就可以成为一个大池子当中的一部分，可以实现通过大型保险公司进行议价的能力。但她还有另外一个目标——它也会允许像她这样的小团体作为其个人成员的代理人，把这些成员绑定到这个组织的有形服务上（如医疗保健）。当然这样做会奠定会员基础，从而使她的组织更有影响力。


  霍洛维茨将这些称为她所认为的“新型互利共生”，它基于一个简单的前提：不但是自由职业者，而且在其他职业和行业的工人也应该携手成立自己的机构，为他们的共同需求努力。她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必须停止认为‘辩护’就意味着主体必须是‘政府’，政府理所当然地应该继续发挥作用，但是必须支持这些机构的发展。”她指出，法国的医疗保健系统使得职业基础的互助保险与较大的疾病保险基金实现联系，由国民政府进行监督，但是霍洛维茨创建的单一付款人保健系统不是任何系统的组成部分。总之，她将这些归结为一句简单的格言，即“新型互利共生需要政府扮演新角色”。[29]


  霍洛维茨具有一个强大的劳动者家庭背景，已经从她长期并且深入根植的“新政”世界中完成了一个180度的转弯，取而代之的是，她把自己的组织建立在私人部门的基础上，并且认为这个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定位在矛盾关系是最融洽的。有趣的是，她却采纳了——看上去她似乎有已经被拉拢的嫌疑，为了实现她自认为的成为“天使”的目的——美国商业界的语言，说着罗纳德·里根站在台上所说过的话，而这句话已经成为美国主流言论的一个方向，那就是“政府本身就是问题”。霍洛维茨当然知道政府过去在其中发挥着倡导工会去代表美国一般工人的重要作用，并且推动了随后兴起的中产阶级社会。但与其他大多数被认定为进步人士的人相比，她对政府在未来的角色持怀疑态度，尤其是在保障安全网和工人保护方面。她认为，在新经济中，这种角色只有通过像她这样的私人组织才可以更好地实现。


  更有趣的是，霍洛维茨的这种反政府理念根深蒂固，支持私人部门工人的战略决定着她的英雄工作范畴，这是工人领袖西德尼·希尔曼（Sidney Hillman）和他的哲学“社会工会主义”。在她联盟组织办公室的书桌前的墙上，有一张希尔曼几十年前的老照片，从1914年到1946年，希尔曼一直是美国服装工人联合会（ACWA）的领导。[30]在20世纪20年代，ACWA的社会制度不仅包括为工人争取权益、争取更高的工资和工会合同，而且为会员提供低成本的合作建房和失业保险工会。他还创立了一家保险公司和银行，以实现其成员利益的保值、增值，甚至是给服装企业雇用的ACWA成员发放贷款。希尔曼曾与许多改革者结盟为伍，包括简·亚当斯和克拉伦斯·达罗，他们共同帮助了1910年在芝加哥和1913年在纽约的早期罢工。希尔曼的ACWA是一个全方位服务的联盟，使得霍洛维茨倍感激励。


  “在20世纪20年代，社会制度有它的权利，”她说，“他们说‘我们的人员是360度全方位服务的。这不仅关乎他们的工作，而且关乎他们的生活’。我们看事物的角度不同。”[31]随着经济的不断转型，以雇主为基础的安全网摇摇欲坠，有组织的工人不断减少，政府的作用也在下降，她认为现在这种条件下基于私人组织的策略是对的——她称这些组织为“互助协会”——假定这些机构是一种迷你型新政机构，只不过它们的作用仅针对其会员。她说：“不管你是否喜欢，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们看到政府增长的可能不大。”“但是我们不会看到工人在社会需求方面的减少。我们需要这些社会目的的机构，以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


  站在她的位置上有一个合理的逻辑，她引用希尔曼的作品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把劳动进步作为一个标签贴在了她的战略上。在许多方面，我很欣赏霍洛维茨的工作和自由职业者联盟，及其试图为“1099工人”创新建立（尽管非常有限）安全网计划。但在她的理论中有一大盲点，希尔曼和其他工会领袖在他们塑造社会工会的时间上应该说是先驱者，他们很高兴把许多工会功能转移给政府。他们认识到，如果联邦政府掌握在有能力的总统和国会的手中，它将有更大的规模、范围和能力，使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工人的生活发生改变。事实上，希尔曼是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民主党工党给予支持的关键人物。罗斯福当选总统后，希尔曼成为罗斯福政府的一个有影响力的顾问，为国家制定新协议。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霍洛维茨的策略是解除希尔曼的工作，并把它向后拉了一步。她试图重新建立希尔曼所创建的支持“新政”时代，她致力于创建的东西只是在希尔曼愉快地转交给罗斯福之前的模样。在希尔曼时代，对于政府为工人建立安全网或者对雇员和雇主之间的关系进行管制这种事情，政府很少有传统或记录来扮演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所以，希尔曼和其他工人领袖在当时选择创造一个“360度”联盟相当有远见，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具有非凡的意义。然而，在今天，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政府扮演这个角色的悠久历史。也可以说，这是一部艰难的奋斗史，像希尔曼这样的人和所有的工人都站起来为自己战斗才得以实现，在某些情况下战斗得十分激烈，在工人与企业主和他们雇用的打手之间展开。仅仅因为政府近年来的表现令人失望，或者因为贝拉克·奥巴马辜负了人们的期望，我们就放弃这一传统，这在我看来似乎毫无意义。然而，这似乎正是霍洛维茨和其他许多进步人士以及社会企业家对共享经济的迷恋之处——也是正在倡导的东西。


  霍洛维茨似乎真的相信，成百上千的私人组织能站出来把现有的空白基本填满，在这个极为保守的时代，在政府受到“左倾”影响更加紧缩的背景下。然而，很难想象，私人组织从来都没有在数量上达到如此多的程度，也没有在能力上达到过全面得足以形成有效安全网的骨干，即使在没有导致明显的效率低下的情况下。仅举一例——保健。美国医疗保健系统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当时有很多不同的保险机构，而每家保险机构都有自己的行政官僚层。其结构相当复杂，而且引发了不必要的医疗费用，在与全世界各地所能够查询到的更加有效和更低价格的医疗保健系统比较的时候，就很容易发现这些问题。经济学家和旧金山湾区委员会经济研究所主席弥迦书·温伯格（Micah Weinberg）说，在像霍洛维茨这样的计划下，私人机构将组织自己的保险系统，它可以添加无限复杂的数百名行政官僚，使整体系统效率更低并且成本更高。健康保险公司的数量，他说，应该“坚持黄金法则：不要太少，也不要太多。足以创造竞争，但不要引入太多的系统而变得过于复杂”。所以霍洛维茨的计划似乎是更加倒退一步的计划。


  当然，她有一个观点，当说到法律和法规的时候，她认为法律和法规没能及时调整以适应劳动力的变化，特别是没有针对那些规模已经很庞大而且不断壮大的独立工人大军。如果新政已经跟上劳动力的需求，那么“1099工人”就已经获得个性化的安全网，提供了某种程度的负担得起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带薪病假和休假，等等，这不应该依赖于个人的具体工作。霍洛维茨认为这是非常合理的，“新政保护在20世纪被卡住了……新政必须更新以反映这个新的现实”，这将需要为工人的支持和建立全新的系统创造一个全新的模式。“新的‘新政’”，她说，“必须根植于可移植性和流动性。保护和权利必须集中于个人，而不是工作岗位，因为自由劳动力总是做完这份工作就做下一份工作。”[32]


  霍洛维茨是为数不多的国家工人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她已经超越了仅仅思考这个问题，并正在积极尝试做些什么。但这里有一个突出的战略问题：谁应该被授权成为这种变化的代理人？它应该是像自由职业者联盟这样的私人机构吗，还是应该由政府来承担？为什么社会活动家和这些组织不把责任推给政府呢，让政府来处理已经过时的法律和社会契约，以便现代雇主能够给那些为他们卖命工作的人提供安全网，无论是正式工人还是临时工人，是自由劳动者还是“1099工人”。这恰恰是欧洲许多国家运行的方式——在大多数地方的临时工人和合同工人都能够享受相同类型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就像全职工人一样。为什么在美国我们不能推动这种法律和法规设计的改革来实现相同的目标呢？


  我在采访霍洛维茨时问了她这个问题。她首先否定了这个问题，只是说我们必须停止认为政府是一切的答案。但这不正是小布什总统所说的，他要推行“所有权社会”，而最终却被大多数美国人拒绝了吗？“我已经确定了全国一千位领导人，不管谁能够成功引领，”她说，“我都能想到布什会称赞现有的这‘一千点光’。”


  在她的战略蓝图中，似乎已放弃了游说政府或者给政府施压，而萨拉·霍洛维茨的视野当中的其他部分却似乎不太可能完成这个棘手的任务。例如，她完全接受共享经济的概念，或者有时候被称为协作消费经济。她认为新经济能起到一个可行的、催化的作用，让自由职业者回到原来的生活水平，并且创造一个新的新政。霍洛维茨把共享经济称为新的“工业革命”，就像社会从农业发展到工业经济一样，劳动力大量转变。[33]她写道：“打零工的经济、社会媒体、协同消费，以及众包技术等，都只是贸易实现的工具。”[34]通过共享经济的背景，工人正在“离开传统的工作场所，并选择拼凑出一个依靠自力更生的靠专业吃饭的生活”。2014年8月，她在《洛杉矶时报》中夸张地声称：“大工作的时代确实结束了，谢天谢地。”关于自由职业者，她说：“在这个新的市场一枝独秀，为工作和生活搭建了有活力的新平台——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社区卫生与健康中心，以及为新千年技术和自由职业者量身定制的21世纪经济……数以百万计的工作都在那里，当他们需要工作的时候，就能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他们正在建设令人满意的事业，而且包括快乐的生活。他们能够帮助建立一个支持系统，使自己能够过上想要的生活……欢迎有意义的独立时代。”[35]


  但正如我们在前几章看到的，按照共享经济目前践行的状况来看，特别是一些大公司，根本没有在“共享”，而是一直在“攫取”，或者说在利用基于网络和应用平台的技术来攫取利润和无视法律、逃避税收责任以及其他有负面影响的事——包括对待自己的工人。因此，工人在共享经济中——无论是自由职业者、临时工、墨西哥短工、“任务兔子”、兼职人员、个体户、打零工的人或独立企业家，都难以生存。他们往往几乎时刻挂在网上，缺乏工作保障，没有体面的工资，也没有针对自己和家人的足够的安全网。


  事实上，自由职业者联盟的一项研究已经证实了一种现实，在其调查的3000个成员中，有超过80%的人失业或就业不足，而且在过去一年中没有获得失业保险。超过60%的人利用他们的信用卡，或者借朋友和家人的钱来维持生计，但还是入不敷出，有12%的人向政府申请援助。调查还发现，58%的小组成员的年收入低于5万美元。对自由职业者而言，收入不低于2.5万美元的只占29%。最后，研究发现，高达77%的联盟成员曾经遇到客户在他们职业生涯中的欺诈行为，而40%在过去一年的工资支付中遇到过麻烦，而且造成了高达6000美元的损失（和累计超过300万美元的未收到的薪水）。[36]


  总之，自由职业者联盟的研究发现，大多数自由职业者和“1099工人”的生活根本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存在，你总是忙于寻找下一个零散的工作，并且不能确定你是否会发生一些不幸的事情，而且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这些工人大多数是以一种相当戏剧性的方式发现自己仅仅是一个输入公司机器中的代码，有点像现代墨西哥短期合同工，维持他们可以更准确地去“分享面包屑”经济。他们根本没有理由享受这种“独立的意义”或者有什么“梦想中的职业生涯”，更不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而霍洛维茨在她撰写的《自由劳动者的圣经》一书的副标题就堂而皇之地打着这种旗号。


  尽管现实已经这样，霍洛维茨的愿景仍然呈飞跃式地扩张，甚至要发展成一个乌托邦。“我真的看到了发展，”她说，“是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一个把公司、企业家、工人和其他组织编织在一起的长期可持续而短期又能够收获利润的模式，并且能够分享权力，同时实现自上而下的控制。”[37]霍洛维茨抓住了布莱恩·切斯科和理查德·波特曼的“信任与共享”的缺点，将这种必要性写成“我们需要互助来重建社会信任”。[38]像许多共享经济大师那样，她声称自己是一个革命领袖，要领导一种运动，自认为应当从“有文化”转变为“共享文化”，并且认为这不仅仅是商业交易的手段。她说：“共享经济不是一个应用程序，而是基于信任和合作的心态。而自由职业者正是这种方式中的先驱者。”[39]


  这一切听起来符合平等主义，甚至符合杰斐逊派的观点。霍洛维茨写道：“我们不再是简单的律师、摄影师、作家，相反，我们可以是兼职律师和兼职业余摄影师。”[40]展望未来，她说，越来越多的“职业生涯”将包括一些拼凑各种类型的工作，同时处理多个客户，学习如何做营销和会计专家，并在卧室或咖啡店甚至合作办公的空间创建办公室。其实当然不仅仅是那样，就在我们挣扎着从不同渠道取得收入的时候，我们的工资不断遭到缩减，安全保障网也不存在了，而且还被孤立，自力更生地通过我们所拥有那一点点可怜的财产来赚钱，并美其名曰“货币化”。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作为这样一个有劳动者血统的人，霍洛维茨（以及其他一些共享经济的倡导者）都为这种打破工作日规律的模式歌功颂德。霍洛维茨生动地写道：“今天，自由职业者可以拥有几个平面设计的客户，也可以利用类似投资组合来穿插安排其他工作，比如，她可以在‘空中食宿’上出租空余的房间，也可以在‘来福车’上做司机，还可以承担一些食品合作社的工作，并在周末去做一些歌唱演出。”[41]这简直就是让人尝试杂耍和喘不过气来的工作周——随着工人工资的下降和安全网的消失，工作中“停工期”和“休假”的概念已经彻底被铲进历史的垃圾桶。


  卡尔·马克思曾经想象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没有一个专属的活动领域”，这让“我可以今天做一件事，明天再做另外一件事，早晨打猎，下午捕鱼，傍晚喂牛，晚饭后批判，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所以我没有成为猎人、渔夫、牧人或评论家”。[42]显而易见，暴怒的共享经济倡导者采取了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信条，但这是颠倒了的马克思主义。在巨大的不平等和所有权被驯服后，马克思设想了他的新社会。但像萨拉·霍洛维茨这样的自由劳动力倡导者的计划将导致社会更加不平等，并且差异会更加猖獗和疯长。


  共享经济的工人，联合起来！我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但是……我们还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哦，还有体面的工作。


  这种神奇的想法太过于简单且忽略了事实，认为它可以抨击政府和开拓自己的私人共享市场，还认为可以在财富和权力的巨大力量中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这种力量几十年来已经慢慢地把我们的包容性经济和政治机制变成了攫取性机制。但值得赞扬的是，自由职业者联盟一直赞助当地的工厂，为全国各地的自由职业者促进网络和能力建设，并保持一个十分有用的网站。当地的研究会是一条生命线，虽然参与者数量不多（平均35~40人），但是网上论坛的参与者数量，按照其宣称的25万（非付费）会员，在16个“火花”城市开展的200个左右的“对话”，总量不少于千人，这应该是他们最活跃的地带。他们的在线社区并不是那么充满活力。[43]但她的信用，至少霍洛维茨自己，是试图打着自由的旗号，她也承认这一点。她的确是为数不多的工人组织领导之一。在她的指导下，自由劳动者应该能够学到很多重要技能，并且能够处理好各种关系，希望这些真的能够对他们有帮助。


  但是这些自由职业者没有从这个“联合会”中学习到的，恰恰是关于如何进行政治斗争，或如何成为公民。联盟组织对如何做政府的工作几乎没有什么兴趣。霍洛维茨不赋予政府权力，也不重视政府，而是提出一个狭隘的愿景：帮助人们聚集在自己的私人网络中“共享”，互相学习，出租他们的财产和劳动——看上去似乎放弃了大局。放弃政治，放弃斗争，放弃对攫取性经济提出挑战，而这些正在拿走美国工人的一切——尤其是年轻工人——以如同海啸一般的力量和速度。在她的笔下，霍洛维茨反映了劳动的历史和阶级斗争，这要追溯到19世纪的意识形态，但她的自由职业者联盟真的不像农民联盟、田庄或农民互助会那样，因为这些早期的联盟是民粹主义时代的产物。农民在田地里作为独立承包人和自由职业者，站起来为自己的集体利益反抗强盗贵族的垄断行为。在20世纪70年代，这赢得了美国中西部11个州议会的控制，而民粹主义运动是最好的催化剂，推动了1887年《洲际商业法》和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出台。然而，霍洛维茨的运动却不是为了鼓励这种政治力量，甚至她都不知道这段历史。


  同时，值得赞扬的是，自由职业者联盟一直特别关注全国范围内的所有的年轻自由职业者。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成为国际上一次性劳动力的一部分，年轻人对老一辈如何保护他们所受益的世界了解得很少。但正如第七章中所叙述的那样，许多共享经济领导人似乎认为千禧年的一些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较少的物质主义价值观，特别适合现在的形势，态度明确，积极投入自由和共享经济中，霍洛维茨完全同意这种观点。但我在旧金山参加过好几次联盟的重要事件，都没有看到支持这种观点的相关证据。年轻的自由职业者似乎不着急，他们对未来非常迷茫，不知道自己的前景，比以前的年青一代更加迷茫。我遇到的人似乎在新经济中都还没有为生活做好准备，尤其是在新经济中作为一个自由劳动者，而新经济现在又在不断走向自动化、机器人化和人工智能化时代。这些年轻人正在继承一个与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所熟悉的“新政”世界相去甚远的世界，但他们没有学到任何能够帮助自己利用组织实现政治目标的技能。


  这是萨拉·霍洛维茨和她的自由职业者联盟真正的悲剧：她相信她能取得进展，在她对自由职业者通过私有化并且主要是避免政治的倡导下（尽管她的组织成功地游说纽约市取消了一项法律，但那只是针对双重征税的自由职业者），历史证明这是不可能的。政府是具有优先权的。西德尼·希尔曼也很清楚，现在比以往更加需要这种优先权。随着工人的权利和新交易支持系统的安全受到如此强大力量的攻击，地方政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都有重要的工作要做。如果像萨拉·霍洛维茨这样的人，拥有劳动者的背景，却不去捍卫政府的权力，并找出有助于政府角色向现代化转变的方法，以适应新型工人，那么还等着谁去做呢？


  迈克尔·林德曾表示：“想成为进步的民粹主义者的人，发现他们谴责大政府和大企业能够赢得掌声，这些人可能是民粹主义者，但他们并不是进步的民粹主义者。”[44]虽然我很钦佩萨拉·霍洛维茨工作的一部分，包括教育公众和制定政策来缓解自由职业者的困境，并试图将这些工人带领到一个新设计的安全网和社会中，为新经济中的契约工人量身打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她的整体愿景和战略提出了重要的战术问题：我们还需要继续推动政府做它应该做的，并且建立在数十年的遗产最相关的部分之上吗？或者我们就回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通过一个非个人的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网络互相联系起来，而这些网络都是由技术人或者联盟的管理者来操作的，这些人说得很清楚，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未来、听到未来、闻到未来，这听起来才是最可怕的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一个重要的岔路口，而那些像萨拉·霍洛维茨这样的工人组织领袖却在引导我们走向一条前途并不光明的路。


  我们必须选择一条路向前走，而前面的道路是十分明确的：美国人必须组织起来，无论是在工会、教会、工作场所、非政府组织、第三劳动组织方式、田庄、妇女选民联盟或同济会俱乐部联盟，在互联网、在街头、在董事会、在国家首都和城市大厅，直接把政府的独特权力指向锻造新经济下一个新的安全网这项重要任务。只有代表政府的宪法赋予的权力，才能为社会各阶层制定普及的制度，包括商界领袖、工会领袖、社区领袖、社区活动家和普通美国人，并寻求对如此重要的事情达成共识。尽管存在明显的缺点和挑战，政府仍然是所有美国人的政府。坐在大圆桌前，我们必须协商一个新的关系和一个新的社会契约，在工人和雇主之间，在企业和社区之间，在所有美国人之间。


  这一结论正是在下文将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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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解决方案一：新经济下的新型社会契约


  2014年5月，一次重要的会议在伦敦的心脏召开，针对自2008年以来数以百计的关于“什么是错的”的相关思考，会议的主题是“包容性资本主义”（Inclusive Capitalism），会议序言中写道：“怎样才能使我们的经济体系更公平、更可持续、更包容？”[1]虽然其主体看起来有些激进，但这一事件并不是由“中间偏左”的机构如费边社（the Fabian Society）、绿党或《展望》杂志组织的。它发生在一座历史悠久的市政厅大厦的房子中，在伦敦市长官邸，其发言人名单以及邀请的与会人，看起来就像一个迷你达沃斯：比尔·克林顿，查尔斯王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谷歌的埃里克·施密特，《金融时报》的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琳恩·福雷斯特·罗斯柴尔德，以及一大群来自领先公司和商业银行的CEO和高管，如霍尼韦尔、瑞士联合银行集团、阿尔卡特朗讯、联合利华、葛兰素史克、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陶氏化学公司，等等。


  甚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年度会议也聚集了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强大的一群人，而不平等这个主题已经连续七年受到了最密切的关注。这听上去似乎有些刺耳，那就是聆听这些还带着“占领华尔街”回响的大财阀进行关于不平等的演讲，但或许这些人的发言恰恰反映了一个每个人都能够得到的认识。正如伏尔泰曾经说，“每个人都为自己没有做过的好事而内疚”。总之，聚集在古老的中世纪镀金大厅，超过220位领导人来自全球政治、商业和金融界，来自27个国家的代表拥有超过30万亿美元——占据了世界金融资产的1/3。他们讨论了资本主义的未来，正如联合利华的CEO保罗·波尔曼（Paul Polman）所说：“资本主义者正在威胁资本主义制度。”[2]


  会议参加者和主题演讲并没有就论题全面展开，古老的镀金大厅与未来的桥梁计划——就像之前的许多成果大多是——用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话来说，“喋喋不休”。然而，还是有一个想法撒下一个希望的种子，其来自最不可能的人物：比尔·克林顿的前财政部部长拉里·萨默斯。我之所以说是“不可能的”，是因为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萨默斯是导致2008年全球崩溃的灾难性金融自由化的始作俑者。经济学家迪恩·贝克曾写道：“有一份多页的起诉书（就是针对萨默斯的），包括他支持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反对监管衍生品，以及他在作为奥巴马总统国家经济顾问期间，保护大银行。”[3]还有一位我所知道的经济学家，比萨默斯更加出格：“他不仅会把饭菜烧毁，而且会把整个饭店烧毁，但他永远不会被解雇，还是能够继续做饭。”


  事实上，萨默斯在市政厅的演讲中表现得没有一丝为他之前所犯的经济罪谦卑或者赎罪的意思。但他提出的一个核心想法，以及另一项被称为包容性繁荣委员会的倡议，为美国在前进的道路上提供了一条线索。


  萨默斯提出的倡议直接与新经济的挑战相联系，是社会契约的“可移植性”的概念。萨默斯说，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在通过雇主雇员合同提供“基本经济安全”的重要方面是独一无二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美国，安全网已经依靠雇主作为“新政”的小型代理商那样来为自己的员工提供，其中大部分对工人和家庭的支持都是针对个人的，基于他在特定的工作场所的工作岗位，而且通常都有一个相当长时间的单一雇主。萨默斯说，当企业进行裁员，转而通过分包的形式或者雇佣的形式找到那些独立承包商，“传统的雇佣关系就会被瓦解，而且提供基本的经济安全就更加困难”，这也是导致这些人“离开家庭独自应对风险的重要原因”。[4]


  在今天的新经济时代，许多工人不再在很长时间内受雇于某个单一雇主。越来越多的工人都有多位雇主。事实上，在打零工的经济中，“任务兔子”、“任务承接者”和“1099工人”甚至一天之内都会有多个雇主。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雇主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他们的“1099工人”提供安全网（事实上，通过克扣工资，这些工人不仅有责任支付他们一半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而且要负担本应当由雇主承担的一半，也就是说，还要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额外的7.65%）。因此，“新政”背景下社会契约呈现出逐渐减弱的状态，而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被挤到了一些没有被法律法规所覆盖的现有社会契约类型的工作岗位中，所以现在是时候出台一项新方案了。


  在萨默斯关于包容性繁荣委员会的报告中，他引用医疗保险的例子来证明他的观点。在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接受医疗保险的典型方式是通过雇主。在欧美许多发达国家，医疗保健是直接通过政府或间接通过非营利组织，由政府严密监管的支付项目。“因此，这意味着就业的变化，以及雇员和雇主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紧密，与其他国家的同行业相比，美国的家庭生活显然更加艰难。”这是通过可负担医疗法案的主要卖点之一：它解放了工人，从而使工人能够更放心地给不同的雇主工作。他们的就业前景不再受到“工作锁定”的伤害，在那种情况下，他们不敢离开工作岗位，因为害怕失去医疗保险。单是这种改变，就给工人带来了更多的与雇主议价的能力。


  但是正如萨默斯的报告继续开展的那样，“其他组成部分——包括养老金、工人赔偿以及失业补偿金——这些所有的福利还是要依赖雇主”。这种情况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脱离特定的工作岗位和公司日益凸显。他们正在失去进入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机会。


  这种侵蚀使得越来越多的雇主更加滥用“独立承包商漏洞”。正如本书第一章中所讲的那样，这些公司可以逃避为30%以上的员工缴税，这样做可以节约的成本就是各种安全网平均下来的成本，这些公司通过雇用一个独立承包商、临时工或者自由职业者，就能节省这些成本。在目前的体制下，如果雇主能解雇他们的整个劳动力，那么他们实际上有一项激励措施，并去100%地或者尽可能高百分比地雇用“1099工人”。听起来极端吗？我们已经在第一章中看到，大制药公司默克出售其在费城的工厂，新老板解雇了所有的员工，然后以独立承包商的方式返聘了400名原来默克的员工——默克与该公司签约，继续为他们做相同的抗生素。[5]一旦足够多的企业都选择这样的方式去做事，就会释放出一种竞争的意味，对所有的企业产生压力，迫使这些企业也采取相应的竞争策略。这些不正当的动机无疑会破坏美国的劳动力，把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转变为零工。这无疑也会大大动摇宏观经济。


  因此，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不平等现象，这一点通常被认为是收入不平等——关于谁赚了多少钱，最高收入和最低工资之间的差距，以及中间人口的比例是多少。真正的挑战在于，到底应当怎样提供一个支持体系，帮助个人和家庭满足需要，从而能够提供一个繁荣和感觉安全的措施。我称为“个人基础设施”——正如我们了解的如对桥梁、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性那样，或提高能源效率以维持社会运转，我们必须投资于福利支持体系，以维持个人和家庭的基本生活。有时这意味着支付更高的工资，但并不总是这样。在今天这个越来越让人感到不安的时代，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不仅与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有关，还与人们的福利支持体系有关。这些也应该成为我们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如何为了“新政”福利篮子的交付而取代雇主和企业作为中心点？如何让越来越多的即将成为“1099工人”的百万大军都成为福利篮子中的成员？这不仅是今天的一大挑战，而且与每一代人都有关系。


  我相信我们有可能通过发展制度，来保留“新政”安全网的最佳部分。说到关键词，正如萨默斯说的“携带”：我们必须弄清楚如何使个人福利支持这项基础设施，让工人和家庭能够感到更加安全，使安全网能够在工人从这份工作换到另一份工作，从这个雇主换到另一个雇主的时候，还能够一直跟着工人。安全网需要保护工人，不管他的就业情况到底是怎样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该如何去做到这一点。


  
“多雇主世界”的安全网


  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有一个可以适应的运行模式，即所谓的“多雇主计划”，它是一个员工的福利计划，这个计划囊括了多个雇主的贡献。多雇主计划的运作就像保险计划一样，能够为参与者提供福利。通过集中风险和规模经济，来为参加这项计划的工人提供福利。最重要的是，多雇主计划允许自由职业者获得和保障他们的利益，即使他们从这个雇主换到那个雇主，或者从这个工作换到那个工作，也能够拥有福利，这有助于避免福利中断。[6]


  这样的多雇主计划主要应用于建筑业和采矿业。例如，大多数建筑工人都是独立承包商和临时工。他们与雇主签订一份具体的工作，一旦工作完成，他们与雇主的关系就终止了。然后，建筑工人必须找一个新的工作，与新的雇主再签订合同。在任何时候，那个工人最终都可能为众多的雇主在各种各样的工作岗位和工作项目上进行工作。这些类型的工作条件被越来越多的美国工人所渴望，其工人来自不同的工作岗位和不同的行业，而随着他们成为独立承包商、自由职业者和其他类别的“1099工人”，他们对此的渴望更甚。这些条件也是许多常规兼职工人所向往的，甚至是越来越多的全职工人所向往的。


  考虑到这些建筑工人的受雇一般都建立在应急的基础上，多雇主计划所提供福利的类型通常是相当全面的和实质性的。这些福利甚至与许多大公司提供给他们全职雇员的福利相当，包括：


  医疗保健福利；


  养老金福利；


  失业金福利；


  职业病和工伤福利；


  长期假期、短期休假与离职金福利；


  伤残和疾病保险；


  培训与教育（包括学徒教育奖学金）；


  住房金融援助；


  托儿中心；


  生活保险；


  意外保险；


  法律服务。[7]


  那么这些计划是如何出资的呢？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有人必须支付所有不同的社会保险池，以支持每个工人及其家人。通常情况下，雇主应当为每个工人支付一部分，这是预留在基金中的一个数额。雇主支付的具体金额被写入协议（如每小时3美元或4美元，高于基准工资）。这一数额如果由多个雇主进行支付，那么就是一种“个人基础设施”，向每个工人征收一定数额，然后由它来支付每个工人的安全网。基金由董事会管理，委任的雇主和雇员代表人数必须相等。相关信托协议一般都规定利益是如何确定的，董事会将被赋予权力，以确定福利水平。


  这听起来对兼职工人和“1099工人”来说几乎是完美的，似乎满足了所有的需要，但其中还是有一个隐情。即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多雇主计划的集体谈判协议，通常要通过一个地方工会或更多的工会。工会通常是行业工会，即工会代表一个特定的工艺或职业，有足够的集体力量去说服多个雇主签署。例如，国际管理工程师联合会（IUOE）是一个拥有40万会员的全国性联盟，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管理工程师管理、维护和修理重型建筑设备，建造国家公路、发电厂、水坝和建筑物。[8]通过多雇主计划，国际管理工程师联合会已经能够为其成员提供达到中产阶级水平的工资，工作条件甚至包括培训和学徒制度。


  由国际管理工程师联合会管理运营的多雇主计划，在科罗拉多当地9号有一个时间银行系统。在这个银行中，工人为每一个曾经工作过的雇主都有一个累积工作时间的账户，这个账户与银行的存款账户十分相似，只不过存储的是工作时间，而且这个银行中还包括工人自己的社会保险账户。当成员难以找到下一份工作时，参加者可以得到累计四个月（500小时）的失业保险，这种顾虑是建筑业和贸易业工人所经常面对的。科罗拉多当地9号还有一个固定收益养老金基金，池子规模有80亿美元资产，主要由雇主资助。它是全美第五大劳务管理养老金计划，没有资金且没有着落的负债和收益由美国养老金福利担保公司担保。[9]


  还有一个工会——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拥有全美最大的多雇主确定收益福利计划，名为“卡车司机养老金西部信托”（WCTPT）。WCTPT有58.3万名工人参加，这是一个350亿美元的基金，来自1400多名雇主所贡献的“个人基础设施”，这些雇主从少于50名员工的小公司到特别大的公司，如可口可乐、西夫韦公司和联合包裹运输服务公司（UPS）。这个基金成立于1955年，旨在让工会工人——卡车司机、蔬菜包装工人、地板清扫员、建筑工人——能够享受到一个安全网的保险福利，尽管他们通常需要频繁地更换工作岗位并总是拥有多个雇主。[10]


  这些多雇主计划已经在雷达之下悄无声息地运营了半个世纪之久，事实上它们一直在被广泛地使用，为数百万美国人提供了一个安全网，只是名气没那么大罢了。一些计划只提供养老金，还有一些计划只提供其他安全的网络组件，如医疗、失业救济等，被称为“福利计划”。截至2012年，共有2740位雇主参与养老金计划，总资产达到6240亿美元，参与的工人则达到1500多万名。有1800多名雇主参加了福利计划和非养老金计划，这个计划负责提供卫生保健和其他类型的“个人基础设施”，参与的工人也达到600万名之多。[11]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福利体系也算是驾轻就熟了，并非完全是摸黑探索。这些都是正式建立的法人实体，它们的成立参照的法律有国家劳动关系法（NLRA）和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ERISA）。在这些机构中，允许多个雇主基于共同信任为同一个特定的个人员工贡献福利资金。


  但如果我不是工会成员，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承包商或自由职业者，而且短期内没有任何希望加入工会呢？那些工人还有另一种模型，称为“多雇主福利安排”（MEWA）。主要用于医疗保健，MEWA项目主要用来为那些有两个及两个以上雇主的工人提供医疗福利，即使这些工人并没有与雇主达成劳资谈判合同。通常，MEWA包括那些作为行业协会成员的雇主，比如贸易和商业协会就会为协会成员提供医疗保险。[12]


  在硅谷，成千上万的承包商、临时工和自由职业者总是十分频繁地流动着，这周被这个雇主雇用，下周就走人了，一个相似的模型已经出现了。那就是诸如“MBO伙伴”这样的机构作为“雇主的记录员”这样的角色，作为一个中间人角色的技术工作人员，为这些作为自由劳动力的工人及其多个雇主之间搭建桥梁。“MBO伙伴”以及类似的机构所提供的服务，包括为每个工人提供“福利集中管理”，让他们能够顺利地享受安全网所提供的多方福利，诸如医疗保险、工伤补贴、残疾人补贴、401（k），以及薪酬管理、税收减免、加班费等事项。


  所有这些不同类型的多雇主计划都表明，为那些包括合同工、自由劳动力或者临时工等在内的拥有多雇主的“1099工人”建造安全网，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具有很大的潜力。这一切都与法律法规体系是否合理直接相关。下面继续讨论这些模型到底如何来应对当前的挑战。


  
个人安全网账户


  针对以下问题应该怎么办：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只是因为一家企业决定将工作岗位外包给一个临时工人、自由职业者、独立承包商或者特许经营，而不是按照劳动法和契约的标准去雇用正式员工，雇主应该能够逃避缴纳每小时几美元的税收成本，不为每个工人提供安全网。同样地，不管一个人到底为多少雇主工作，这个工人都不应该被想通过福利系统为自己和家人提供保障民主和现代的权利排除在外。我们要么继续前进，进化为一个新型的社会，要么向后倒退。


  所以当“优步”、“任务兔子”、“一揽子找工作”、“人力资源”、“凯利服务”或者任何其他企业在雇用“1099工人”的时候，除了工资，还应当为他们每小时几美元的成本，为每一个工人在其个人安全网账户中注入资金，建立安全网。这将是一个十分体面的解决方式，因为它没有必要去争论究竟这个工人实际上是该公司的固定员工还是独立承包商，这一点已经无关紧要。无论当初是以哪种方式雇用这个工人，雇主都要保证给每一个工人分配财务资源，预留必要的安全网资金。这个方法当然也要利用现有的安全网络基础设施和程序。本书在这里想探讨一下它如何能够在一个简单的、直接的方式下进行有效运转。


  首先，任何雇主雇用一名自由职业者、独立的承包商、临时工或任何其他类型的非正规“1099工人”，都将被要求对员工代表支付现有的安全网计划，根据员工的工作时间，雇主应按照比例注入资金。因此，这意味着雇主将支付现有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赔偿和残疾津贴，所有这些目前都被列在联邦或州一级的福利计划中。如果雇主为固定员工提供医疗保险，那么也应当为所有临时员工提供相同的或类似的健康保险。对于拥有多个雇主的工人，该工人将根据他的工作时间，在时间银行系统中积累对每一个雇主的贡献。员工在每个现有程序的账户，将通过个人身份证号码（如社会保障卡号码）来实现识别和追踪。


  其次，对于目前没有为员工提供医疗保健的雇主，个人安全网账户也将为每个工人建立起来，而且每个雇主都应当按照比例（基于工作的小时数）支付到员工个人账户，以保障工人能够通过奥巴马医改或消费合作社去购买健康保险。此外，对于带薪病假、短期休假和长期假期，虽然现在还没有现行的法定社会保险计划，雇主也要为工人的个人安全网账户按比例注入资金，当然也是基于工作的小时数，以备工人的不时之需。[13]


  因此，举例来说，假设多娜（Donna）是一个每周被理发师雇用20个小时的工人，而且还有10小时通过“任务兔子”接零散的工作，并且还要在“优步”上开10个倒班的车，假设她有50%的收入来自理发师工作，有25%的收入来自“任务兔子”，其他收入则通过“优步”赚取。那么这些雇主将共同承担她3/4的福利开销（按照每周工作40个小时的基础计算）。又如，假设乔治（George）利用“一揽子找工作”作为独立承包商每周工作14个小时，利用“来福车”每周工作10个小时，还要通过Postmates软件每周送15趟货，再通过Handy软件做7份左右为别人打扫房屋的零散工作，那么他将从每一个雇用他的公司领取他应当享受到的福利，或者按照他为每一个雇主工作的时间来计算，或者按照他为每一个雇主工作时所赚到的工资的比例来计算。


  个人安全网账户可以由政府监督（就像一个人的社会保障账户、一个个性化的号码跟踪）或私人实体（受政府管制）监督，这些福利保障多为保险公司今天所能够提供的各种安全网功能，如国际管理工程师联合会、卡车工人联合会、SEIU以及其他保险公司，共同为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提供安全网。这些个人账户将被收集到一个更大的保险池中，并且进行专业管理。这将构成一个安全网的框架，工人将根据需要来使用，就像任何全职员工所能享受到的福利保障一样。


  因此，这意味着，当一个“1099工人”失去了他的工作（这在一年当中将会发生很多次），也将有一些失业补偿金；相同地，如果他在工作当中受伤了，或者作为残疾人在工作，或者生病了不能轮班工作，那么他也将得到相应的补偿。而且安全网还将提供一些年度带薪假期，就像全职员工所拥有的那样。在许多方面，这个体系都将和社会保障以与奥巴马医保类似的方式运转，可以为多雇主工人建立退休账户和医保账户。但是，在个人安全网账户中，每个雇用该工人的雇主都会支付资金到该工人现有的安全网络计划和个人安全网账户中，以支付该工人安全网的各个组成部分。该系统的原理很简单：由雇主支付，无论该雇员作为工人到底属于哪一种类别。


  那么安全网的所有福利计划总共需要多少资金呢？令人惊讶的是，并不是很多，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高。我们可以通过估算现有员工的工资水平，对每个“1099工人”的成本和雇主的贡献做出相当不错的估计。美国劳工统计局会定期计算这些数据。根据2014年9月的数据可以看到，美国所有文职雇员（包括政府和私人部门）的工资和薪金，平均每小时为22.13美元。美国的雇主也支付了每小时额外的7.44美元——1/3以上——以确保这些工人有机会获得安全网，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险、联邦和州政府的失业保险、工伤保险（法律要求所有定期雇用的工人都应享受），以及健康保险、短期和长期伤残保险、带薪病假、短期休假和长期假期。


  如果我们只关注私人部门的工人，即现阶段大多数“1099工人”正在为之工作的部门，如果我们仅仅关注服务部门的工人以及零售业和办公室工人——这些部门采用的绝大多数都是“1099工人”——就会发现为他们建立安全网的资金并不多。对销售人员和办公室工作人员来说，他们的成本仅为每小时5.37美元，而服务部门的工人甚至更少，每小时约2.91美元就能给他们建立一个全面的安全网。[14]


  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劳工统计局表格中所提供的数字，实际上是雇主花费成本的上限。通过精心设计的安全网，我们可以使这个成本更低。上面的例子中假定的都是两周或者10天的带薪年假（这是基于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这个数字可以减少到最基本的标准，也就是四五天（即使是这样，仍然远远超过目前数百万美国工人可以享受的带薪年假的天数）。相同地，带薪假期也可以缩减，而且甚至没有基本规定。相对而言，病假的数量想要削减到更低水平以降低成本，空间可能非常有限。通过各种方式缩减安全网篮子都会降低整体成本，这使服务业的私人部门雇主只需支付工人每小时额外的2.27美元，而只需支付销售及办公室工作人员每小时4.19美元。[15]如此小的金额，就能够为数以百万计的“1099工人”建立包括健康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残疾人补贴、带薪病假和休假（但在这个例子中没有带薪假期）等社会保障服务项目——无论他们的就业情况如何。


  这还没有结束，因为成本还可能更低。低收入的工薪阶层都有资格参加奥巴马医疗补贴，这样就可以再为雇主降低一些成本。医疗保健是迄今为止福利计划中最大的一笔费用，在整个预期形成的安全网篮子中，它要消耗整体篮子34%的费用。其他费用占比的分项数字分别为：社会保障（21%）、长期年假（16%）、短期假期（9%）、工伤职工补偿（6%）、健康保险（5%）、病假（4%）、失业（短期）、长期及短期残疾（1%）。以这些数字为指导，我们就可以提出不同项目的混搭方案，使其更加实惠，并且逐步确定一个稳定的福利计划，随着时间去推广这个项目，并且按照这种设计比例来运转，最后建立整个项目计划，这样就可以使用很多年。（这种模式反映了社会保障的历史，它最初在20世纪30年代曾有适度的收益。但多年来，因为它被证明经济实用，并且非常受欢迎，所以规模越来越大。）


  例如，简单地提供一个由工人支持的、已依法被正式员工所要求的最低水平的篮子（换句话说，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险、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失业保险、工伤赔偿以及短期和长期残疾保险），其成本仅为每小时1.51美元。对服务人员而言，只有每小时1.93美元，对销售和私人部门的办公室工作人员而言，每小时不到两美元，就能够为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提供一个基本的安全网，而这些工人目前连这个最低标准都没有达到。世界上的超级大国连一个最低标准的安全网都支付不起吗？


  此外，一旦没有被以前形成的庞大保险池所覆盖的工人聚集在一起，就可以形成数十亿美元的篮子，保险公司就会争相投标来供应这些部分安全篮子，“规模经济”的影响可能会进一步降低成本。这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当更精确地计算完成之后，工人按照一定比例的收入以个人担保账户将是十分必要的，以确保它足够承担得起这些福利计划。当然，围绕细节的谈判也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毕竟福利计划水平与职业或行业密切相关。


  当然，如果美国能减少我们为医疗保障所支付的如此昂贵的价格（尤其是相比于其他发达国家，它们提供了更高的医疗保健标准，费用却是我们的一半），也会对降低安全网篮子的费用有很大的帮助。（在第十一章中，我提供了一项计划，能够大大降低美国的医疗费用，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政治家和专家，都一致认为高额的医疗保健费用会威胁整个国家，甚至使国家破产。）


  所以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利亚·布斯克以及其他雇用“1099工人”和兼职大军的公司CEO，都将被合法要求为每个职工设立现有的安全网计划或建立个人安全网账户，基于每个工人为他们工作的小时数。这些工人都是独立承包商或自由职业者，不是公司直接雇用的员工等借口，都将毫无意义。你只要签订了合同，雇主就要为你支付安全网。随着时间的推移，雇主甚至可能想通过再提高一些福利计划的标准来吸引更多的高素质劳动者，比如增加更多的休假或病假时间，或少量的、持续不断的培训和教育，或带薪育儿假（针对有孩子的员工，或者家人有疾病的情况），或住房援助和其他可能提供的福利。


  简而言之，我们所说的就是要将法律平等地扩展至“1099工人”和兼职人员，使他们与正规的全职工人一样享有同等的安全网。这是一个更好的、积极的策略，比在法律上对工人进行错误的分类要好得多。对于当下的形势而言，这种方式是一种非常好的补偿。诉讼是非常昂贵的、费时的，是国家资源的流失，并且最关键的是，在同一个法庭上，最终只能有少数的赢家。现在的体制创造了一个大杂烩的景观，没有人十分确定规则到底是什么。“工人的这种错误分类将会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工人都从固定的全职工人变成了“1099工人”。麻省理工学院共享经济的研究员和专家丹尼斯·程（Denise Cheng）说：“把一切都拴上链子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应该考虑的是怎样保护一个独立承包商。”[16]


  这恰恰是这项建议所能做到的。而且幸运的是，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件过于复杂的事情，因为它已经在其他地方完成了。例如，欧盟已经通过了一项立法，使非全日制或临时雇员的待遇等同于普通的全职雇员。[17]欧盟保证，那些通过临时职业介绍所工作的人，与处在同一工作岗位中承担同样工作的普通员工，从上岗的第一天开始，得到的报酬和条件都是相同的。平等待遇原则不仅适用于支付，而且适用于基本的工作和就业条件，包括工作时间、加班、短休、长休、夜间工作、长假和短假。[18]


  但我的建议不仅能创造法律上的平等——它将创造普遍性的平等。即使在“新政”鼎盛的时期，也总有一定数量的工人是脱离福利支持系统的。例如，农场工人被排除在国家劳动关系法之外（尽管加利福尼亚州在许多年后通过州立法规定将农场工人又吸纳了进来）。美国劳动力一直都分为内部人士和局外人士。因此，这种通用安全网账户的结构将使每个人都能纳入进来，囊括的范围比现在更加广泛。


  这个建议的重要结果就是，把几乎所有工人都放在了同等水平的基础上，我们将大大减少雇主采取临时工、自由职业者、兼职和个体承包商作为避免支付福利和工人保障的激励。雇主仍然有自由使用“1099工人”的权利，并有更充分的理由这样做，因为这仍然是被允许的，以提高劳动力的灵活性，这主要取决于客户的需求。灵活性是一个公认的劳动力市场的特征之一，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建议不会去阻止灵活性。但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扩大多雇主计划和不同类别人员之间的法律平等的观念，我们将可以彻底消灭那些由于工人类别不同而在工人中产生的对社会有害的对立和不正当的动机。


  这也会推动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寻求自己的创作空间，激发他们的热情和天生的才能，而不是通过“工作锁定”在一个特定的公司，因为这个体系会提供一个相当水平的工人福利支持，满足他们及其家庭的需要。这样既可以解放员工，也可以释放出美国劳动力的天赋和才能。这将是“真正的共享”经济实现价值共享的基础。


  许多商界领袖和说客，比如商会，当然会抱怨，他们认为这样的要求将是一个“工作岗位终结者”，这个体系的建立成本将是非常高的，会打消企业的积极性，使企业处于竞争劣势地位。但是显然，如果这个政策成为国家性的和普遍性的，就像社会保障那样，那么所有的雇主受到的影响就是相同的，没有谁比其他公司受到的影响更小。对于许多服务业企业来说，它们的竞争通常是局部的。因此，尤其是在某个行业（如餐饮行业）或职业（如计算机程序员），所有的当地雇主都会受到同样的影响。大部分的成本或许也可能会转嫁给消费者，但由于数以百万计都会受益的工人也是消费者，因此这势必能够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其他企业会抱怨，认为这会伤害它们与国际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但是事实上，美国的大多数企业只在国内竞争，在巨大的美国内部市场进行竞争。但那些的确存在国际竞争的企业可以放心，它们的国际竞争对手大多数都位于已经有了类似到位政策的国家，而且有些国家已经执行相关政策许多年了。美国企业难道在某种程度上比欧洲、日本、韩国、以色列、巴西和其他国家的企业生命力还差或者更加缺乏竞争力吗？[19]


  或者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当然，雇主可能会说，这将是昂贵的。但是政策制定者要认识到，如果不这么做，在这个社会中生存将越来越不容易。而且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结果是怎样发生的了，因为沃尔玛的待遇非常差，而且只提供一个特别稀疏的安全网，其他都要靠工人在社会上自行实现——也就是说，要靠纳税人养活——社会上的纳税人要为沃尔玛员工支付失业者或贫民的粮票、医疗补助、住房补贴和昂贵的医院急救室（而不是医生的办公室访问）（《福布斯》报道，沃尔玛在公共援助方面大约花费了美国纳税人62亿美元）。[20]无论采用哪种方式，纳税人都要支付。


  因此，越来越多的人站在这一边，都希望以这种方式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契约。国家就业法项目副主任瑞贝卡·史密斯问：“为什么‘优步’、‘来福车’以及其他类似的企业不能接受这样的要求呢，为什么它们不应该像其他劳务经纪人一样……缴纳工资税，确保工人获得基本的福利，如工伤赔偿和社会保障呢？而且由于这些公司都能够产生巨额的收入，所以让它们来支付这些也不是什么大问题。”[21]


  在过去，企业的抵触及其在政治上依靠财大气粗而产生的影响力，都阻止了这些类型的个人安全网账户的建立和发展。最后一次为私人部门临时工人提供福利的法案甚至还是在国会1971年委员会听证会上决定的。[22]一项关于给工人七天带薪病假的联邦法案，自从2004年被引入美国参议院之后，每届会议都在讨论，但一直没有往前推进。[23]


  “在美国，经济学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针对我们为什么成为如此具有创造性和如此成功的经济体这个问题，答案就是我们有非常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美国劳动部前副部长塞思·哈里斯（Seth Harris）说。但经济当然也会遭受打击，当雇主不为员工支付培训费用或生活工资的时候，他说：“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临时工人悲剧的情况”之一，就是这些公司对待“工人的时候，把他们当作公司的一次性投入，而不是什么宝贵的资产”，哈里斯说。[24]


  这种态度是部分美国企业必须改变的——工人必须重新被重视，而且应当重新被挖掘成为公司的合作伙伴。60年前，大多数CEO都承担部分责任，为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员工。“管理的工作，”新泽西标准石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商，最终发展成为埃克森美孚集团）1951年的董事长弗兰克·艾布拉姆斯（Frank Abrams）说，“要做到在不同的直接利益集团之间维持公平的环境和运转的平衡……股东、员工、客户以及广大公众。”[25]艾布拉姆斯的前任沃尔特·蒂格尔（Walter Teagle），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1918年最初的工人代表，这种系统在“二战”后被德国人模仿，在设计他们企业内的经济民主系统时，被称为“共同决策”（具体见本书第十一章）。[26]


  所以美国商界领袖过去对这些问题持不同的看法。按照目前的态度对待这些工人，只能导致所有劳动力都陷入恶性的循环竞争当中。这不仅会对工人及其家庭造成伤害，对美国社会的发展也不利。最主要的一点是，这关系到我们想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到底遵从什么样的哲学理念。需要强调的是，仅仅因为一个企业决定外包工作并采用临时工人、自由职业者、独立承包商或特许经营，而不是直接招聘正式员工，或仅仅因为一个人为多个雇主工作，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原因，包括经济上的原因或其他原因，那些雇主就能够摆脱支付每小时仅仅几美元的安全网保障，而这些保障可以为每个工人及其家庭提供很好的安全保障。正如第一章中所讲的，今天的企业正在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通过第三方操作的临时机构来雇用工人，或者通过私人承包商企业和加盟商把员工转变为自由职业者、临时工、永久临时工和个体承包人。这都是母公司为了逃避为员工提供体面的、中产阶级工资和安全网责任的策略的一部分。如果这些公司能找到合适的方法，显然，每一个美国工人将成为一个“1099工人”，并且只能得到最小的“个人基础设施”的福利支持，只是因为追求成本更低的底线。但这样做真的对国家有利吗？


  多雇主“个人安全网账户”的提出，可以作为新经济安全网和社会契约的基础，每一个工人都会获得如下福利保障：健康保险、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职工的赔偿、残疾人津贴、带薪病假和休假。在这种新制度下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契约具有巨大的潜力。除了受益的个人，这个“新政”还将作为一种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和持续不断的刺激，有助于促进消费，驱动经济和创造就业机会。[27]它有助于推动美国经济顺利度过21世纪，通过技术创新更加丰富而不是被技术创新所摧毁。这将是在通往正确的道路上迈出的一大步。


  在这个不安全的时代，失业和脆弱的威胁就像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把利剑，经济前景也将随着“1099工人”大军的不断壮大和迫在眉睫的经济奇点而呈现低迷的趋势，基于扩展更大的法律平等而建立让“1099工人”、兼职工人和全职工人一样的个人安全网，将变得越来越有必要，能够帮助确保工人的生产率和满意度，而且能保障更健康的家庭、充满活力的社区、更加繁荣的企业和更加稳定的宏观经济。我们可以非常自信地沿着这个方向向前走，因为许多其他发达国家已经践行了这一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效的。美国在这一方面显然成了一个落伍的人（好吧，有一类美国人幸运地享受着相当慷慨的高水平安全网——国会的成员、许多州议会和市议会的成员，自己都不节俭，还为自己和家人提供欧洲那样高水平的福利支持）。


  在第十一章中，我们还将看看其他需要制订的解决方案和改革事项——如果我们真的想改变在20世纪形成的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使它能够更好地适应21世纪这个“信息和创新的时代”。


  
    [1]“Inclusive Capitalism: Building Value, Renewing Trust,” May 27, 2014, http://www.inc-cap.com/index.html (accessed May 10, 2015).

  


  
    [2]Paul Pohlman and Lynn Forester de Rothschild, “The Capitalist Threat to Capitalism,” Project Syndicate, May 23, 2014,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paul-polman-and-lynn-forester-de-rothschild-call-on-companies-and-governments-to-unite-in-the-search-for-an-inclusive-and-sustainable-economy (accessed April 2, 2015).

  


  
    [3]Dean Baker, “Are We Really Giving Larry Summers the Most Important US Economic Post?” Guardian, July 29, 2013, http://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3/jul/29/larry-summers-federal-reserve-chair (accessed April 2, 2015).

  


  
    [4]Lawrence H. Summers and Ed Balls,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Inclusive Prosperity,” Appendix 1, U.S. Policy Response, p. 107, https://cdn.americanprogress.org/wp-content/uploads/2015/01/IPC-PDF-U.S.appendix.pdf.

  


  
    [5]Claire Gordon, “How Employers Can Legally Strip Your Job of Benefits,” AOL Jobs, April 27, 2012, http://jobs.aol.com/articles/2012/04/27/how-employers-can-legally-strip-your-job-of-benefits (accessed March 30, 2015).

  


  
    [6]“What Is a Multiemployer Plan?”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of Employee Benefit Plans, 2015, http://www.ifebp.org/news/featuredtopics/multiemployer/Pages/default.aspx(accessed April 2, 2015).

  


  
    [7]Ibid.

  


  
    [8]“The IUO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Operating Engineers (IUOE), June 7, 2012, http://www.iuoelocal9.com/about_us.html (accessed April 2, 2015).

  


  
    [9]“Welcome to Our Websit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Operating Engineers (IUOE), September 27, 2010, http://www.iuoelocal9.com/ (accessed April 2, 2015).

  


  
    [10]Frances Denmark, “Can the Teamsters Save Union Pensions?” Institutional Investor, May 20, 2014, http://www.institutionalinvestor.com/article/3343595/investors-pensions/can-the-teamsters-save-union-pensions.html (accessed May 10, 2015).

  


  
    [11]“What is a Multiemployer Plan?”

  


  
    [12]Ibid.

  


  
    [13]目前，带薪病假、休假和节假日，以及健康保险和退休等福利，针对的是某些工作岗位，一般情况下是雇员与单一雇主之间协商并签订合同的结果。但是，如果一个工人同时有多个雇主呢？那么就很难确定到底应当由哪位雇主来负责为这个工人提供带薪病假、休假和节假日。在建筑工人的多雇主模型中，工会成为所有资金的储存库，雇主为这些目的支付资金，提供了这种情况的一个模板，但是在这个建议中，“个人安全网账户”承担工会的角色，作为这些独立的“1099工人”的资金储存库。

  


  
    [14]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Employer Costs for Employee Compensation—September 2014,” U.S. Department of Labor, USDL-14-2208, December 10, 2014, Tables 1 and 5, pages. 5, 10,http://www.bls.gov/news.release/pdf/ecec.pdf (accessed February 24, 2015).

  


  
    [15]That amount works out to about 21 to 25 percent extra above the worker’s base hourly wage.

  


  
    [16]Ellen Huet, “What Happens to Uber Drivers and Other Sharing Economy Workers Injured on the Job?” Forbes, January 6, 2015, http://www.forbes.com/sites/ellenhuet/2015/01/06/workers-compensation-uber-drivers-sharing-economy/ (accessed April 2, 2015).

  


  
    [17]European Commission, “Equal Treatment for All Agency Workers,” news release, October 22,2008,http://ec.europa.eu/social/main.jsp?catId=89&langId=en&newsId=410&furtherNews=yes (accessed April 2, 2015); European Commission, “Working Conditions—Part-Time Work,” http://ec.europa.eu/social/main.jsp?catId=706&langId=en&intPageId=203 (accessed April 2, 2015); “Part-Time Working,” Europa, July 4, 2006, http://europa.eu/legislation_summaries/employment_and_social_policy/employment_rights_and_work_organisation/c10416_en.htm (accessed April 2, 2015).

  


  
    [18]“Agency Workers,” Citizens Information, January 9, 2013, http://www.citizensinformation.ie/en/employment/types_of_employment/agency_workers.html (accessed April 2, 2015).

  


  
    [19]世界各国有关临时工法律法规的摘要详见：Michael Grabell and Lena Groeger, “Temp Worker Regulations around the World,” ProPublica, February 24, 2014, http://projects.propublica.org/graphics/temps-around- the-world (accessed April 2, 2015)。The U.S. has some of the least temp-friendly or supportive laws in the world.

  


  
    [20]Clare O’Connor, “Report: Walmart Workers Cost Taxpayers ＄6.2 Billion in Public Assistance,” Forbes, April 15, 2014, http://www.forbes.com/sites/clareoconnor/2014/04/15/report-walmart-workers-cost-taxpayers-6-2-billion-in-public-assistance/ (accessed March 21, 2015).

  


  
    [21]Rebecca Smith, “Will Uber and Lyft Make Your Job Obsolete?” CNN, February 10, 2015, http://www.cnn.com/2015/02/10/opinion/smith-sharing-economy-uber-lyft (accessed April 5, 2015).

  


  
    [22]Michael Grabell, “U.S. Lags behind World in Temp Worker Protections,” ProPublica, February 24, 2014, http://www.propublica.org/article/us-lags-behind-world-in-temp-worker-protections (accessed March 21, 2015).

  


  
    [23]Claire Cain Miller, “From Microsoft, a Novel Way to Mandate Sick Leave,” New York Times, March 26, 2015, http://www.nytimes.com/2015/03/26/upshot/26up-leave.html (accessed April 2, 2015).

  


  
    [24]Grabell, “U.S. Lags behind World in Temp Worker Protections.”

  


  
    [25]Robert Reich, “The Rebirth of Stakeholder Capitalism?” Robert Reich blog, August 9, 2014, http://robertreich.org/post/94260751620 (accessed April 5, 2015).

  


  
    [26]On Standard Oil’s worker representation, see “Every Employee Is a Partner,” Petroleum Age 5, No. 4 (April 1918): 142,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7jw6AQAAMAAJ&lpg=PA142&ots=BqW2K1O3XH&dq=Walter%20Teagle%20%20worker%20representation&pg=PA142#v=onepage&q=Walter%20Te agle%20%20worker%20representation&f=false (accessed April 6, 2015);and Robert Zieger, “The Wage-Earner and the New Economic System, 1919-1929” in Herbert Hoover as Secretary of Commerce: Studies in New Era Thought and Practice, ed. Ellis Wayne Hawley (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1981), 96,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8R4UmnJhxLoC&lpg=PA96&ots=IJDxu18K6N&dq=%22standard%20oil%22%20and%20%22worker%20representation%22&pg=PA99#v=onepage&q= %22standard%20oil%22&f=false (accessed April 6, 2015).

  


  
    [27]能够实现目标的一个方法是帮助确保所有失业工人实际得到他们的福利。国家就业法项目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2014年，一个令人特别震惊的比例是，有73％的失业工人都没有得到失业补贴，这个数字创历史新低。这种对于是否具备资格的确定规则是如此陈旧和过时，而且这些州政府所设立的申请门槛也让人感觉非常沮丧（包括一些国家采用的在线归档系统，这对于一些失业者来说太复杂了），这些都导致领取救济金的人数在最近几年大幅减少。这不仅对那些符合条件的工人而言是一个悲剧，而且对于宏观经济而言失去以这些失业工人作为消费者的刺激作用也是一个悲剧。特别是在经济低迷时期，维持消费支出水平才能够确保经济衰退的程度和减少持续的时间。Claire McKenna, “The Job Ahead: Advancing Opportunity for Unemployed Workers,” 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February 2015, page. 3,http://www.nelp.org/page/-/UI/Report-The-Job-Ahead-Advancing-Opportunity-Unemployed-Workers.pdf?nocdn=1 (accessed March 23, 2015).

  


  第十一章 解决方案二：让新经济在信息和创新时代发挥作用


  美国人有专门量身定制的工作岗位。经济学家说，做出必要的调整，以为新经济做好准备，“对美国而言将会产生更多的问题，因为这关系到许多特殊工作岗位的福利，比欧洲更加复杂，因为欧洲基本还是有一个普遍做法的”，因为欧洲的福利是针对个人而言能够携带的。[1]与许多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制度和规制有其不合理之处——这些不能适应新经济所带来的巨大挑战。


  除了搞清楚如何让安全网适用于所有员工——尤其是“1099工人”——在后“新政”时代，我们还必须找出如何能够控制“技术性失业”失控的原因。我们在共享程度不高的经济中就已经看到了自动化和机器人、工作经纪网站，而且新经济公司（如“脸书”）正在替代旧经济公司（如柯达），这些新经济公司只需要雇用很少的员工，就可以极大地影响就业情况。个人安全网账户由多个雇主资助这一条件将变得不那么有效，如果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和零工需要工人去做。这也许是真的，新型就业将被创建，而且会取代原有的工作岗位，正如技术支持者承诺的那样。但是如果他们错了呢？几乎所有的专家都认为，工作岗位的质量将会继续下降，而且更有可能的是，工作的数量也将继续下降。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美国都需要随时做好准备去面对一个就业岗位受到很大限制的未来，并发展我们的系统，以更好地适应这个我们正步入的动荡的时代。随着我们为21世纪重新配置新经济，以下其他重要变化将会起到很大作用。


  工作共享


  有时被称为“短期工作”，这是一种策略，已在德国、荷兰、瑞典等地广泛流行（在那里它被称为“缩时工作制”）。这项策略的运行理念是，让目前在职员工缩短本应工作时间的5%~10%，以使其他工人有工作的机会。在德国，这项策略甚至仅减少了一些员工的工作时间，而没有显著降低他们的工资。有些工人很愿意这样做，甚至很高兴，如果在一段时间内缩短他们的工作时间，他们就会有更多的休闲时间与家人共处。如果我们将有一个“共享”的经济，那么为什么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共享我们的工作岗位呢？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创造一个新的工作岗位或者更好地分享现有的工作岗位几乎并无差别，只要工资水平并没有显著降低。工作岗位实现分享之后，可以让数百万人在经济衰退期间实现继续就业，这一点在德国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在2008年经济崩溃之后，德国的就业率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即使在经济运行平稳阶段，工作岗位分享也可以为那些没有就业机会的工人带来更多奇迹，并且赋予劳动力更大的灵活性，使工人能够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在美国，有28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都已经通过了允许工作岗位分享的法律，但即使在这些地方，这一策略也并没有真正得到广泛应用，没有像欧洲那样达到广泛行之有效的目标。[2]


  如果这项策略真的行之有效，那么在更多的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所带来的“技术性失业”规模日益扩大的背景下，更好地利用工作岗位共享策略就变得更加有意义了。


  职业培训、实习和就业


  在一个潜在的工作受限的未来，发展和增加工人的技能变得日益重要，而且将培训的目标有针对性地与有用的工作联系起来也很重要。学徒制，是指没有经验的工人通过在职培训学习一套技能来实现就业的一种形式，工作岗位通常待遇不错，在许多发达经济体制当中，都能够帮助企业培养他们所需要的熟练工人。不幸的是，美国确实忽视了这一战略。


  美国人可以从德国、瑞士、奥地利和丹麦等地学到很多经验，他们有雄心勃勃的职业培训和就业计划。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计划培养了训练有素的劳动力，能够满足全球经济的需求。在德国，65%~70%的青少年都要进入“双轨制”学徒计划，使在职培训与课堂时间相结合。在德国，上大学的年轻人数量仅为美国的一半，而公司为学徒教育付费，以教育出具备能够胜任工作岗位的劳动技能的劳动力。[3]德国还为年龄较大的工人提供就业培训，而瑞典、奥地利、瑞士，以及其他国家也为所有年龄段的工人提供了资金雄厚的职业和教育培训。与此同时，在美国，我们则完全没有一个类似的综合有效的培训系统。我们用于失业者再就业培训的财富比例比任何一个西欧国家都低，而且职业培训和学徒制等体系充其量只能说是零星有之但支离破碎。


  丹麦不仅有资金雄厚的职业训练中心，也有让人印象深刻的就业服务，用于培训工人与适合的工作岗位相匹配的新技能。丹麦的系统，即所谓的“灵活性”（flexicurity，“灵活安全”，即flexible security的缩写），允许相对容易的招聘、求职培训和再培训，并为那些失去工作的人提供十分慷慨的失业保障。此外，丹麦有一个强大的“个人基础设施”系统，所有的工人都囊括在内，能够为下岗职工提供支持，以维持自己在他们找工作和再培训期间的生活。


  但真正使丹麦体系与众不同的是，丹麦把工作安排发展到了一个“准科学”（quasi-science）的程度。专家准备了所谓的“瓶颈分析”（bottleneck analysis），通过民意测验来调查那些雇主究竟在未来认为他们自己会需要哪些工作岗位，并利用反馈来确定未来劳动力的短缺，从而实现为工人选择正确的培训课程。丹麦人已经发现，一个积极的政府可以让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并最终实现更好的流向。[4]


  在工作岗位受限的未来，在美国，是否有行之有效的职业和工作培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数百万计技术熟练工人能否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而且与企业能够找到所需要的具有相应技能的工人也有很大的关系。美国的学徒制影响范围非常小，学徒只有37.5万个，而且学徒制度主要集中在建筑行业，[5]通常为熟龄男性（平均年龄为29岁），[6]而且学徒的标准在全国各地差异很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超过3500家德国公司在美国经营，它们不得不成为更多工作培训的倡导者，因为它们抱怨很难找到合格的美国工人，特别是在高品质的工业生产方面。[7]这些公司中有更多的人正在着手处理相关问题，与当地教育机构一起培训工人。[8]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在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加开设了“大众学院”，开放其最新的汽车厂来保证新员工在上岗之前都是训练有素的。[9]许多大型德国公司的美国子公司，都已经开始积极在美国年轻人中实施“双学徒计划”，推动职业技术培训与学校教学相结合，而且这些公司往往选择与当地社区学院共同合作。[10]


  究竟是哪些原因让美国忽略这项策略十分令人费解，因为许多研究表明，培训项目收益相当大。一个瑞士的研究发现，雇主在瑞士每年培训学徒的开销在34亿美元左右，但每年从学徒的工作培训期间能够得到的回报约为37亿美元。[11]在美国，华盛顿州实现的投资收益回报为每投入1美元就会得到23美元的收益——比其他任何劳动力培训项目的实际收益都高得多，包括社区学院（也是非常物有所值的投入，每1美元的公共资金投入可以得到3美元的投资回报）。[12]这些项目既有利于企业，也有利于工人。研究人员发现，完成学徒制后参加工作的美国工人，一生中比同类求职者要多赚30万美元。[13]因此，我们忽视了这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没有为我们的工人和国家的未来做出应有的贡献。


  奥巴马政府已经通过推进“技术招聘”倡议，为扭转这种趋势而努力。“技术招聘”是一项涉及21个城市和地区的公私合作共同努力的项目，300家私人部门的雇主，以及大学与社区学院都参与到拓展训练项目、“编码启动夏令营”和在线课程中。据估计，在全国范围内，有50万个技术职位空缺，其目标是在短短几个月内快速培训员工到高薪的岗位工作。[14]其他新兴的职业培训工作也正在进行，通常利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模式，通过一个非营利的网络教育机构，包括田纳西州的Program、旧金山的LearnUp、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Nanodegree计划，以及西部州长大学。[15]工作培训和学徒计划是双赢的，所以这些计划的投资越大越好，并在国家投资中作为一个更加受到重视且规模更大的一部分。保守派和共和党人往往认为自己是亲商党，却一直没有对与此相关的努力表示积极支持。现在是时候向前迈进了，赶在自动化和工作经纪网站所导致的工作岗位流失造成全面影响之前。


  利润分享


  随着工资与生产率增长之间背离的程度越来越高，企业的利润越来越多地流入股东和CEO的腰包里，由于工资始终停滞不前，工人所能够获得的份额越来越少。如果特拉维斯·卡兰尼克真的秉承他的司机就是他的“伙伴”理念，那么为什么不把“优步”打造成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资本主义公司，实现与司机伙伴共享利润呢？这可能就是一个员工持股计划的形式，或者是基于现金的利润和收益共享计划，通过这个计划，公司可以支付工人一些在他们的帮助下所取得的利润，即使这些工人并没有相应的股权。包容性资本主义将真正成为一个“共享”的事情，补偿基础广泛的工人，而不仅仅是高层管理人员群体，也不是基于个人或者绩效。


  研究表明，那些采用利润分享的企业，大都能够得到工人更高的忠诚度，并且提升工人做出贡献的程度，以及扭转低周转率的状况（这恰恰是卡兰尼克迫切需要帮助的地方）。[16]它使我们更多地有了“我们都在一起”的心态，并允许工人从技术和自动化产生的生产率收益中获得一些好处，即使失去工作的工人仍然可以保留公司的股票。对于那些喜欢破坏的创业心态而言，这样做是不是也属于典型的硅谷精神中倡导的“破坏性”呢，卡兰尼克先生？


  共同决策和工作委员会——经济民主


  在工作受限的时代，许多公司将不得不做出相关决定，哪项技术即将被开发，哪些工人即将被裁员，是否决定使用工作岗位分享、利润分享和其他影响工作岗位数量和质量的决定。因此，现在思考公司内部的决策结构是非常有意义的，尤其是公司内部的决策者，更应该投入这些关键决策中去。


  美国企业领导人在此之前就已经解决过这些问题，但没有得到彻底解决。1918年，新泽西标准石油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石油大王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的继承人，在公司治理模式方面发生了一个戏剧性转变。时任总统的沃尔特·蒂格尔，宣布其员工将“确定得到固定补偿、劳动时间、工作条件等关系到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因素，而且所有这些都将关系到工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计划是“代表被工人选为在该公司代表他们的理事会，并且每个人都有权进行一次投票”。[17]


  劳动历史学家罗伯特·齐格尔（Robert Zieger）写道：“这种在公司内部经济民主的设计不久之后将成为公司治理浪潮的一部分。”除了新泽西标准石油，其他的大公司如固特异、美国橡胶、国际收割机公司等，也都得出同样的结论，“企业赢得员工的主动忠诚是必要的”。对这些企业的商业领袖，“关注员工福利”（来自工作代表的努力）是“明智之举”。雇主必须达成一种认识，齐格尔写道：“漫长的工作日，任意解雇的恐惧和最低工资都是工业历史的遗迹。这些从经济、社会和心理方面都与公司紧密联系的工人，能够更有效率地完成工作，更少地去批评公司的管理政策，并且不经常旷工和频繁地更换工作。”[18]事实上，沃尔特·蒂格尔和新泽西标准石油发布了一份新闻稿，说明其产生这种变化的理由：“这种建立起来的关系给人的感觉是能够让公司更好地了解工人的所思所想，而且让工人更好地了解公司管理的目标和计划。”[19]


  与那些非常喜欢工人代表和授权的商业领袖相比——在20世纪20年代最大的公司内——当代领导企业的CEO的态度大不相同，他们都想以更低的工资雇用“1099工人”，没有任何工作保障和安全网，而且工人也不允许对他们有如此苛刻的决定。今天的企业主需要这样一种劳动力，他们可以像打开或者观赏灯泡一样招聘和解雇工人。在20世纪初期，工人的工作条件就是——“漫长的工作日，任意解雇的恐惧和最低工资”，而这些正日益成为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在当今还要再次面对的工作条件。


  可悲的是，在大公司里，工人代表和授权这一遗产在美国没有幸存下来，但它确实生根发芽了。德国、瑞典和其他欧洲国家已经在它们的“社会资本主义”土壤中播下了大量关于工人代表、工作岗位共享以及工作培训（如上所述）的种子。它们发现，这样做可以保持竞争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适应全球经济所需的灵活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适应那些20世纪20年代从新泽西标准石油和美国最大企业学来的策略的过程中，这些国家已经能够培养更多的经济民主和我所说的“文化咨询”，这促进雇主和雇员之间有更多的合作，这种策略还能够帮助实施许多其他更加进步的指示。


  例如，在德国和瑞典，这种文化咨询已经有特定机制进行培养，其中之一叫作共同决策。就像新泽西标准石油实施的那样，在德国，共同决定的表现就在于许多大公司和企业允许选择一半的职工代表，作为董事会和股东代表，与股东代表肩并肩地坐在一起。从目前美国的立场来看，这就像沃尔玛允许董事会当中可以选举50%的工人代表那样，这是今天大多数美国人都根本无法想象的概念。然而，许多欧洲国家都开发了一些版本，以作为标准程序参考。


  共同决定在德国、瑞典和其他国家，包括员工在大多数工作场所都可以建立的“工作委员会”，为工人代表提供工作场所的级别（这可以作为更传统的工会以外的工人代表的补充，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工作委员会允许工人在工作场所进行大量数据输入和相关咨询。欧洲已经借用了新泽西标准石油的版本来重塑现代企业，使这些私人实体对劳动力更负责任，并保持公共价值观和民主价值观。然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政治分析家、经济学家以及公众几乎根本不重视这一点。[20]


  共同决策的影响已经非常明显。它不仅在企业董事会层面和工作场所提供了一种经济民主的水平，也能够帮助企业通过促进企业管理者和工人之间的信息共享并且达成共识。研究表明，工作委员会与降低缺勤率、更多的工人培训、更好地处理工人的不满和健康安全标准的顺利实施直接相关。[21]


  世界500强企业在德国使用了共同决策，获取了非常可观的利润。德国出口贸易和美国一样多，尽管只有我们人口的1/4。与此同时，德国汽车工人的每小时工资是美国汽车工人的两倍。[22]一个强大的汽车工人工会，加上共同决策法律和工作委员会的强化，像大众和戴姆勒公司等都不得不对一个技术娴熟的、参与性强的工人进行投资，因为这样做对工人和公司本身都有益处。[23]


  所以，如果我们想在美国建立一个包容性的商业模型，这种模型允许公司中各种类型的股东都具有参与决策的权利，在技术研发、自动化和工作岗位的潜在流失方面，那么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回归公司治理的根源——“新泽西标准石油”所采用的标准。美国劳工律师托马斯·纪勤提出，国家应该为那些尝试通过共同决定让普通工人选举出1/3的代表到董事会的公司提供税收优惠。纪勤说，这样做将允许美国公司积极尝试建立另一种模式来代替当前不正常的股东模式。


  对于非营利组织，纪勤则认为应当有更加严格的标准。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即大学和医疗中心必须允许员工选出1/3的董事会。非营利组织通常不以获取更多的利润作为驱动力，而通常都根植于国家利益，“所以他们不能去特拉华州，”纪勤说，“一个或者两个蓝州（指大多数选民通常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和民主党政策的州）可能会要求限制这样一种共同决定。”他说：“让员工选择至少1/3到董事会，带来的可能是更多的责任而不是利润，这样做使他们更有利于实现慈善目标。”[24]


  除了就业危机的解决方案外，美国还需要重新考虑如何改善现有的安全网，以提高效益。以下这些重要的变化将对此产生重大意义。


  医疗保健——降低成本


  随着可负担医疗法案的实施，800万~1100万名之前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都将拥有医疗保险。[25]与原来相比，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在奥巴马医改之前，4500万~5000万名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这意味着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国家和地方政府亟须与非营利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开展一项针对“1099工人”甚至是灰色经济工作者的有针对性的宣传活动，以确保高参与率。在法律上，每一个人都需要签署医疗保健，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人都有资格获得联邦政府的援助，在美国的一些州，还可以通过额外援助（根据收入水平按照比例缴纳）来帮助工人及其家庭实现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因此，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也应该联合起来，协助所有工人获得医疗保健，不论他们的就业情况如何。这样做将使劳动力市场更加健康，也更有效率。


  除此之外，着眼于更宏伟的蓝图，以及降低成本，更重要的是要进一步发展美国的医疗保健系统。美国的医疗是非常昂贵的，消耗很大，约占GDP的17%，仅能覆盖84%的人口，该成本是大多数其他发达国家的两倍，而且大多数发达国家能够达到覆盖100%的人口，这显然使美国处于竞争劣势。奥巴马医改，即使已经推动覆盖面得以改善，但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唯一可以证明降低医疗费用的方法是远离美国使用的“营利”药品，采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使用的“非营利”模式。非营利医疗保健在德国、法国、日本及其他一些国家实施得尤其顺利，效果明显。这种模式不同于加拿大或英国的单一支付制度（又称“官办”、“社会化”的医药），因为这些国家实施的仍然是以私人保险公司为核心的制度。但是，不像在美国，私人保险公司就是为了追求利润，CEO的薪酬都受制于股东，这些国家的保险公司都是非营利组织。事实证明，当你从医疗保健中移除利润动机时，就可以大幅降低成本；同时也证明，通过制约人们的健康来获得高利润是一个极其落后的想法。


  通过将国家医疗费用减少到一个接近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水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12%，而且覆盖面为100%的人口，就将释放数十亿美元，以用于其他重要的需求，如美国工人“个人安全网账户”基金，以及其他国家的“个人基础设施”投资（创造就业岗位）、教育和职业培训。


  退休与社会保障——扩大盘子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目前“1099工人”不仅要缴纳一半的社会保障工资，还要缴纳本应由雇主缴纳的一半，以及从他们的工资额外扣除6.2%。这些都需要通过创建多雇主“个人安全网账户”来解决。但着眼于更大的方面，即美国的退休制度目前已经摇摇欲坠，状况亟须改善。


  问题在于它要由公私混合来共同构成，以保障这一公共部分和由私人养老金和个人储蓄构成的私人部分共同构成。许多美国人的个人储蓄在2008年经济崩溃时期都出现了萎缩，并且到现在仍然没有得到恢复，而私人养老金正在消失，通常也是不能携带的——1980年，私人部门的工人40%有养老金保障，而到2006年，这一比率下降到了15%，就目前来看，它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26]在某个雇主那里能够享有养老金的工人非常害怕换工作，因为一旦换工作，他们可能就没有养老金保障了，新雇主很有可能不会支付他们养老金保障。


  使退休完全可携带的最佳方式就是美国去模仿许多其他发达国家正在运行的制度，即给每个退休工人增加社会保障和增加退休津贴。社会保障是完全便携的——不管你在哪里工作，即使你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它一直是最有效的反贫困计划，美国几乎一半的老年人贫穷（低于联邦贫困线的收入）的原因，就是没有为他们提供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提供了现金收入的绝大部分，能够让近2/3的老年人受益，而社会保障是其参保对象退休之后收入的唯一来源。[27]这对老年妇女、不同种族和少数民族尤为重要。[28]相反的是，批评者说，社会保障是一项财政稳定的计划，一些小的调整可能不会带来什么变化。


  但社会保障的真正问题是，它的支出是如此微薄。根据制度规定，社会保险水平在你退休时，只能达到工资的1/3左右。而且只有大约一半的退休收入由国家的退休制度来支付，这是相当吝啬的。通过重新配置社会保障资金，这将有可能覆盖所有工人的社会保障支出——我把这项计划称为“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 Plus）。[29]


  实现扩大支出的一个简单步骤就是创建“社会保障+”，在这个体系中，将不再存在“支付上限”这个概念，而“支付上限”是指在现有体系中，每个人如果每年已经收到达11.85万美元标准的基于工资收入的社会保障税，那么将达到上限从而不能在此年度中再多获得社会保障税。不同于其他税收，如所得税是累进税，你所得的收入越多，缴纳的税就越多。而社会保障税则完全不同，在“支付上限”概念存在的前提下，你所得的收入越高，你所需要支付的社会保障税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就越低。作为百万富翁的银行家，他们支付的社会保障税甚至低于收入的1%，而一个普通工人则需要支付工资的6.2%（雇主还要匹配另一个6.2%）。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就是存在“支付上限”，即社会保障税达到每年11.85万美元。


  因此，取消这一上限不仅将更加公平，也能切实推动我们扩大收入迈出坚实的一步，从而使“社会保障+”能够成为一项真正可便携的国家退休制度，为老年人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有了这一点，私人养老金就不那么重要了，事实上，甚至可能没什么必要了（公司每年用来提供私人养老金而得到的1300亿美元年度税收补贴也可以纳入“社会保障+”的基金中）。[30]如果加上其他方式来支持其基金盘子的扩大，那么“社会保障+”制度就能允许所有工人为自己的退休积攒更多储蓄，无论就业情况如何，或者到底有多少雇主。而且这样做的成本不会超过我们现行的公私混合退休制度所占国家财富的百分比，但它能够实现更多有效性和公平性。社会保障，这个最受欢迎的政府通过法律所制定的项目——虽然大多数共和党人都说，他们不希望看到福利的缩减——现在的结构已经很像一个“个人安全网账户”了，其中雇主和工人都要为工人的个人账户注资。但是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适当的调整来提高当前系统的稳定性及价值。


  （我为新美国基金会撰写及合著了两个不同的计划，这两个计划解释了如何实现“社会保障+”支付水平的提升。具体内容请参见注释。）[31]


  病假——非常有意义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我们有可能设计一个安全网的个人账户，允许所有工人都能享受到带薪病假，下面简单阐述一下为什么带薪病假对所有的美国工人来说是一份迟到的福利。带薪病假不仅对工人有好处，而且对消费者和美国经济都有好处。


  美国是少数国家中没有以国家规定的形式保障工人享有带薪病假的国家之一。全世界有超过160个国家都保障工人能够享受带薪病假，其中有127个国家允许每人每年休一周或更长时间的带薪病假。[32]但正如奥巴马总统在讲话中强调的那样，当前的美国政策让4300万工人——也就是38%的私人劳动力——连一天带薪病假都不能享受。[33]


  某些特定人群尤其容易受到重创，例如低收入的工人特别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他们不太可能享受带薪病假。对所有工人而言，在赚钱最多的10%的工人中，有90%的工人都有带薪病假；而赚钱最少的25%的工人中，只有23%的工人拥有带薪病假。[34]拥有大学学位的工人比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工人有两倍以上的机会能够享受带薪假期。[35]而且女性比男性更少有机会获得带薪病假，这是一个特别愚蠢的政策，因为80%的母亲都有责任带孩子看医生。[36]然而，这可能会使她们失去工作：23%的成年人表示，他们曾经想在自己或家人生病的时候占用一些工作时间，但是遭受了会被中断工作或者解雇的威胁。[37]


  在160个将带薪病假法定化的国家中，如果你生病了，它们希望你待在家里照顾自己；如果你的孩子生病了，它们希望你待在家里，不要担心失去购买食物或支付房租所需的工资。但在美国，如果你生病了，它们还是想让你坚守工作岗位，去感染你身边的同事和客户；如果你的孩子生病了，它们则强迫你在做好父母或做养家糊口的人之间进行艰难抉择。


  在2009年春季猪流感暴发期间，贝拉克·奥巴马总统曾一度敦促有流感症状的工人“待在家里”，但对太多美国工人来说，尤其是对许多服务业和低收入雇员来说，他们负担不起“待在家里”的费用。因此，“带病工作”的员工在餐馆里处理食物或在杂货店收银的概率大大增加。“对不起，先生，您的薯条要加点猪流感吗？”


  工人得病并不应该成为破坏工人的工作生活甚至是让工人更加贫穷的理由，相反，工人在这个时候应该有条件去治病，等病好了之后再继续工作，继续原本的生活。


  儿童保育——对家庭进行支持


  在当今主要的先进民主国家中，美国是少数没有连贯的儿童保育政策的国家之一。因此，儿童保育机构是很难找到的，即使偶尔有之，实力也非常令人担忧，费用还很昂贵。这种情况会严重影响妇女在劳动力中的地位，而且会严重影响家庭的健康。


  一份来自儿童保育中心2014年的报告表明，在美国，无论是对婴儿来说，还是对已经四岁大的儿童来说，儿童保育的费用每年通常超过了1万美元，护理的质量也很不稳定，并不能百分之百地保证高质量。[38]儿童保育中心的执行主任丽奈特·弗拉加（Lynette Fraga）说：“儿童保育是一个家庭预算中最重要的支出之一，经常超过住房成本、学费、交通和食物等开支。”[39]


  而与此同时，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儿童保育是非常普遍的，而且价格比美国便宜得多，往往只是美国的1/6甚至更少。瑞典、法国、比利时和丹麦被认为是儿童保育方面的领导者，能够提供普遍的、高品质的儿童护理，并且有公共资助。在丹麦，全职的、专业的儿童保育每个月需要花费大约360美元（还包括午餐），这是非常专业的国有幼儿园的价格。[40]而在瑞典，有工作的父母只需要为专业的儿童保育服务支付收入中的极小一部分，甚至低得有些离谱，每个月只需要13美元（还包括早餐和午餐）。[41]一个英国的小伙子随着家人搬到瑞典去工作，就会发现“（在瑞典）儿童保育被视为一项最基本的服务。它就像人们上班出行的时候需要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那样，是作为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42]


  简而言之，儿童保育应当作为家庭中“个人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尤其是对女性工作者而言，因为她们照顾孩子的负担最重。但是在美国，幼儿保育是极为缺乏的，无论是在供应的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拥有体面的和能够负担得起的儿童保育，将对整个劳动力产生巨大的帮助，特别是对许多“1099工人”意义重大。


  除了“工作解决方案”和使用一些方法让安全网更有效率、更符合成本效益之外，我还有几个建议，我认为它将极大地帮助“1099工人”。这些“个人基础设施”的支持正是针对他们独特的就业需求而产生的。


  为自由职业者和独立承包商实施税收减免


  大多数美国企业受益于与各种业务相关的税收减免。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和利亚·布斯克经常提醒大家，独立承包人和自由职业者基本上都是在做自己的事业，有资格进行合法经营的费用扣除。这包括一个家庭办公室的扣除、办公设备和用品的扣除、商务旅行的扣除、医疗费用的扣除，以及其他扣除。然而，许多工人对这些规定知之甚少，而且负担不起聘请一位税务会计来弄清楚这些细节。许多人甚至没有意识到，作为一个独立的企业家，他们有资格享受这些扣除。地方和国家政府可以通过和自由职业者联盟的民间组织合作，来发布信息和帮助“1099工人”了解和利用联邦税法规定。这些工人现在都不了解他们所符合的减税政策，就好像他们直接把大把的钱放在了桌子上不拿一样。而且能够实现这些税收减免的潜力大都来自联邦税收减免，所以这样做也等同于联邦政府出资资助了地方经济。这将为工人、地方政府和国家经济带来双赢。


  网络接口和网络速度


  许多“1099工人”越来越依赖互联网来谋生，但互联网的网络接口在美国仍然非常昂贵，而且速度相对较慢（尤其是与国际竞争对手相比）。政府可以与私人部门合作来确保每一个社区都建立起可以负担得起的高速互联网网络接口，这将大大有利于那些独立承包人和自由职业者，这些人都依靠互联网作为主要职业来谋生，这样做有利于增加他们提高收入水平的机会，并且有助于增加更多的服务和产品销售的潜力。


  政治改革


  最后，任何在华盛顿看杂技团表演的人，都深刻地意识到美国的政治——特别是在联邦一级——运转极差。如果精英政治势力“占领”了政治体系，就很难制定正确的政策和应对措施。可悲的是，随着美国越来越向攫取性制度发展，“后民主”（post democratic）的结果是存在的。美国亟须进行政治改革，这将使美国工人和中产阶级在政治权力面前有更稳固的地位。


  特别是六项改革势必能够大大提高美国代议制民主制度：公共筹资运动、合格候选人的免费媒体时间、所有合格美国人的自动（通用）选民登记、总统全国直选、美国参议院议事阻挠废除、为所有议会选举建立比例代表选举制。这些改革在联邦、州和地方层面的颁布实施，将为美国提供一个强大的和急需的震动。它们会促进一个多党民主，可能出现新的政党和领导人，能够阐明职业工人和“利益相关者”的议程，并推动一些变革，诸如个人安全网账户、共同决策的变化、非营利医疗，等等。这种新民主会促进更多的共享和公民参与，反过来会产生一些能够更好地反映美国人民优先权的政策，创造一个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包容性国家，而不是仅代表少数人。


  我所提出的变化都将有助于美国朝着更好地为新经济与信息和创新时代做好准备的方向发展。聪明、可信的思想领袖提出了许多建议，试图寻求实现美国经济现代化的方法，有不少人提出的思路都有很多可取之处。我建议，如有更多的物理基础设施支出，包括重建我们的道路、桥梁、机场、港口、学校和建筑物，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为达到此目的，可以建立基础设施银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更多地投资于清洁能源；征收资本利得税且税率与其他任何形式的收入相同；消除鼓励离岸外包的税收优惠；扩大美国志愿队，将直接为美国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加强和更好地执行劳动法，等等。


  虽然有许多好的想法都值得考虑，但通过思考如何重新为“1099工人”和为多个雇主工作的兼职员工设计安全网，并不能解决所有人的根本危机。许多建议都没有把注意力放在面对“技术性失业”不断凸显以及“经济奇点”的迫近应该怎么做上，或者现在的工作状况所造成的危机。现在的工作状况就是越来越多的美国工人更想变成不受任何约束的氦气球，而越来越少的尽责雇主能够提供安全的工作岗位，他们把自己定位为迷你“新政”的主人，而且能够主宰这些工人。许多值得称赞的改革也不直接与工人失去政治权力交易有关。因此我把我的大部分建议都集中在那些工人所面临的具体困境方面。[43]


  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些变化将在国家层面上实施，使所有企业和雇主都遵守相同的规则，但这些都不是强制性的。这些变化也可以在本地或国家一级实现。三个州（加利福尼亚州、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和18个城市（包括华盛顿特区、纽约城、费城和西雅图）已经通过了带薪病假政策。[44]我所在的旧金山也有带薪病假政策，同时要求城市承包商每年必须向被保险员工提供12天带薪休假。[45]在旧金山市政府通过覆盖全民的医疗保健法律之前，奥巴马医改就通过了，导致一些企业因为不为员工提供医保账户（特别是餐厅和其他服务部门的工作岗位）而臭名昭著。雇主必须为每个工人提供保险或为每个工人的医疗保健账户注入定额资金，以便于工人购买医疗保险。企业当然也被默许将成本转移给顾客（旧金山餐馆的顾客在账单上都能够看到4%的额外收费，为这些工人提供医疗服务）。


  类似的策略也可以用于那些要求雇主为“1099工人”提供持续的安全网系统或者建立“个人安全网账户”的特定城市或者特定州。其实没有必要与华盛顿一起采取行动（因为这样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在地方和州各级通过正规的法律法规，就可以正式开始向以新经济为背景进行过渡转型了。在某些情况下，“天使雇主”可以在自己的公司实施这些政策，并推动其在整个行业内继续开展。2015年3月，微软宣布，要求多达2000个承包商和供应商为所有为微软工作的员工提供15天的带薪休假（用于病假和休假）。微软的代表布拉福德·史密斯（Bradford Smith）说：“研究表明，那些能够得到这些福利的员工可能把工作做得更好，可能更加快乐，有更高的士气，而且有更高的效率。”[46]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不太理想的想法……


  除了许多好的想法以外，还有一些坏的想法。在第七章，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善意的商业和经济领导人提出了有保障的生活津贴，以确保在工作限制的大环境下找不到工作的军转人员不会在不人道的环境下沉沦下去。但这种起不到大作用的解决方案只会创造一个类似罗马帝国时代的永久的下层阶级。空闲时间和无意义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引发祸事的根源。不是随随便便给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施舍几枚硬币，而是把钱用于创建一个很大的并且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险池显然更有意义，个人需要像医疗、失业社会保险、受伤工人的赔偿、带薪病假、职业培训以及更多的社会保险项目。由此产生的规模经济将能够产生一个可覆盖每个人的能负担得起的安全保障篮子，包括低收入的美国人。


  同样属于坏主意范畴的还有这种想法：现在是时候承认某些过去的政策已经失败了。其中包括认为富人的所得税太低，以及劳动法律的限制已经严重削弱了工会会员的积极性，这两条政策已经失败了。这两种认识的产生，就像让一个穿着游泳衣的人站在北极点那样不合时宜，因为这些显然都与不平等的上升、中产阶级的不安全、工资的降低和许多人的前景渺茫等背景直接相关。随着富人阶层越来越多地吸纳更多的国家财富，并且只把他们得到的很少一部分分给美国工人，社会成员中那些特别需要优先权的人当然就没有足够的金融资源。在历史上，累进税制缺失能够限制收入和财富的过于集中，而且能够为那些社会支出、研究和开发、物理基础设施的支出以及其他重要的迫切的国家需要提供资金。如今，这种情况已经变成相关基金的短缺了。正如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所强调的那样，收入和财富的累进税制对市场经济的不平等结构会产生强烈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对富人的税率太低，最终的结果将倾向于使继承人积累更多的财富，不仅会进一步扭曲消费需求总量（并且最终逐步导致经济奇点），还会导致政治腐败，以及攫取性制度。


  需要强调的是，在两位前共和党总统的领导下，最高收入的税率一度高达90%（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下，20世纪50年代）和50%（在罗纳德·里根的年代），然而整个国民经济仍在巨大的电力和蒸汽动力下繁荣发展。[47]如今，这一税率已经小于40%——这些富人还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并且能够控制比过去更多的资源。除了实际税率，高收入的美国人能从很多漏洞和税收递延像住房抵押贷款、利息扣除补贴、401（k）型储蓄账户、遗产税的漏洞中受益，那些更多的收入低的美国人则受益不多，甚至没有受益（例如，联邦住房抵押补贴利息扣除量每年在700亿美元左右，但86%的政府补贴所用于的扣除都集中在排名前10%的高收入阶层）。[48]


  特别殷实的公司和对冲基金也从这种低效率的针对资本收益征收的税率中受益不少，并且其离岸利润还可以制订避税方案（单是后者这一项，美国财政部每年就要损失1000亿~2000亿美元）。消除这些总是庇护高收入家庭和企业的税收规则，势必能够提高有效税率，而且使税法更加公平，并且更符合国家重要事项优先的准则。增加金融交易税将为美国财政带来2000亿美元的额外收入，并减少纯粹的投机交易和华尔街不稳定的算法交易。[49]


  此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劳工法如此薄弱，以及工会组织被破坏，普通工人失去了与雇主讨价还价的能力。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平衡，业务和劳动之间的平衡，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微妙的关系，就像飞机的翅膀，在飞行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平衡。而在今天，这种微妙的平衡关系已经在某一个方向上倾斜得太严重了，在这种基础之上的生产和生活就像一架严重倾斜的飞机，面临着坠机的危险。


  当然，公司CEO想要最低限度的监管和最大限度的单方面权力来决定他们的业务。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表明，他们想要的并不总是对更广泛的宏观经济的良好运行更有帮助。有许多先进经济体的例子，例如德国和瑞典，它们在各个经济部门之间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平衡，而不损害竞争力或商业上的成功。本书第九章曾经阐述过纪勤的建议，例如将组织工会的权利上升为民事权利，并且重置规则，允许“比例工会”（proportional unionism），这看上去似乎是重振工会的良好开端。我们还阐述了戴维·罗尔夫的想法，即针对新经济下的3.0版本的劳动力培养和鼓励一种新的劳动组织。


  有许多潜在的方法通过税法来更好地分配总财富以造福社会，并且在雇主和雇员之间，通过弥补劳动法的缺陷来促进一个新的和健康的权力平衡，我们在新方法和新方向的尝试途中并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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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结语：玛丽亚的生活很重要！玛丽亚·费尔南德斯万岁


  如果我能把以上所提出的解决和改革方案拟合成一份综合性法规，那么我会将它命名为玛丽亚·费尔南德斯问题法案（Maria Fernandes Matters Act），以纪念这位在第一章中就已经提及的已故的“唐恩都乐”的工人，纪念她短暂的32岁的生命，她不能白白牺牲。根据官方的验尸报告，玛丽亚去世的时候还穿着她在“唐恩都乐”卖甜甜圈时的制服。她在频繁换班的过程中睡在自己的汽车里，因窒息而去世。官方认为，死亡原因就是她放在自己车上的那一罐汽油挥发出的致命的一氧化碳气体。而在现实生活中，她是死于劳累过度的三份兼职工作。她脱离了一个充满爱心的社会，只能依靠自己不停地工作来维持生计。别无选择的生活让她太接近社会的边缘，而且随着工作岗位越来越糟，根本没有足够的安全网来托底。许多听说过玛丽亚悲剧的美国人都很震惊——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们中有不少人甚至在想：“要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也许就这样去世了。”


  对太多的美国人来说，这个情况已经十分明显，即自己的处境越来越类似于玛丽亚。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现在要靠自己的力量来继续冒险，并且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这些选择让他们的工作生活有些像赌博。《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撰写了一篇文章，引用了美联储所做的一份家庭调查，这次调查的结果显示，有“47%的人都说他们没有任何渠道能够获得400美元的意外费用”，并且“如果真的有这种需要，他们只能变卖自己的物品”。只是为了这区区400美元！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每10个美国人中就有3人声称自己没有任何形式的健康保险，因为他们负担不起，并且没有养老储蓄或者养老金。[1]美国人正在进入一个让人非常焦虑的新时代，这是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后“二战”时期从未经历过的。


  这种转型体现在方方面面，既有小的方面，也有大的方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脸书”或“谷歌”的班车司机必须面临选择：到底是每天在不停的倒班中连续工作16个小时，还是在家陪孩子睡一会儿和共进早餐；一个作为汽车工人的劳动力，岗位性质是永久性临时工的分包商，工作多年以来都面临着被公司拒绝支付更高的工资、福利和工作保障，尽管他的工作内容与固定员工并没有什么两样；“任务兔子”忙着完成一份工作就去做另一份工作，而且尽最大的努力在一天中让所有雇主都满意，而每天有时能赚到250美元，然后在接下来的八天中可能一份工作都接不到，一分钱也赚不到，因此不能负担自己的基本开支；一个“优步”司机在私家车里追寻所谓的“美国梦”，他为一家公司开车，这家公司克扣他的工资，而且可以随随便便地警告他或者不尊重他（以及他的同事），而这些公司却不会受到任何处罚；一个下岗的记者试图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却必须在为孩子买一套新校服还是为家庭办公室增添新设备之间进行选择。


  面对艰难的选择，一些美国人试图勇敢地面对他们的处境，开始独自工作。《纽约时报》采访了一些被称为“个人企业家”（solo-preneurs）的人，他们谈到，自己正在试着把自己的柠檬做成柠檬水。罗娜·埃科诺穆（Rona Economou）曾在曼哈顿一家大型法律公司任律师，后来被解雇了。她决定在当地街市开设一家希腊食品摊来追求自己的梦想。这应该就是她所谓的“放纵激情的机会，过上健康的生活”。但是很快她就发现自己每周都要工作七天，而且每天都是从日出工作到日落。“我感觉要感冒了，我随身带着Cold-Eeze（一种感冒药），而且还要吃生蒜，”她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我不能关闭商店。”特别是因为现在没有雇主来为她支付带薪病假和医疗保障。所以就此看来，更健康的生活似乎远不是在菜单上。[2]


  罗娜的情况并不特殊。自己靠自己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经济崩溃后的最初两年里，随着全国各地失业率的飙升，更多的美国人开始选择创办企业——在2010年的一个月中，就有56.5万家企业诞生——这个数量高于之前15年内任何一个时期。[3]尽管美国精神中有敢闯敢做，但是大部分这种新企业看上去都不太可能成功（尽管罗娜的小食品摊还一直经营着）。根据保罗·伯纳德（Paul Bernard）所言，他是一个建议如何开始一个小生意的专业人士，“现实是，即使在经济繁荣的时期，大多数新业务也常常会失败”。他指责媒体从以前的律师和投资银行家中制造英雄，这些人重新把自己打造为有利可图的纸杯蛋糕国王与狗珠宝的设计师，因为这些都掩盖了一个人独自行走时的艰辛，都只是假象。[4]


  毫无疑问，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的工作和生活已经成为一种赌博。一些自由职业者、承包商、临时工和个人企业家都将开始他们新的职业，但是，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更多的人会失败。其他人则将在某个地方结束，也只能抓住一个不稳定的存在。但几乎所有人都会以有很少安全保障的生活来作为创业的结束，即使能找到足够的新客户或顾客来维持生计，他们也会一个月接着一个月忙碌不堪。他们中的许多人将不得不面对身体的疲惫、工作缺乏稳定性而且没有固定的睡眠时间，失去自由的时间，所以情绪也像过山车那样，这就是突然被推入“1099”体制的工人的不稳定的生活。当然，再也达不到有稳定工作时那样的生活标准了，除非有能力为自己购买安全网。当他们失业、生病或受伤时，也没有资格获得任何补偿，而他们在继续寻找下一份工作的时间段也不会被作为工作时间来对待而得到任何报酬。虽然现阶段定期工作的数量有所回升，但全职员工还是都感受到了一种压力，因为工作保障更少，工资也开始下降，而且安全网支离破碎，他们一旦失去全职工作，就会失去所有的一切。在许多方面，独立工作者的现实生活与新经济所吹嘘的那些将会实现的福音截然相反。


  还在进行的这场危机，起源是十分明确的：我们已经看到，企业正在使用各种技巧和漏洞，包括第三方承包商和“1099工人”等，都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个体面的逃避为中产阶级工资和职工安全网负责的理由。雇主利用毁灭性的劳动和经济政策，让他们能够自由控制使用的劳动力数量，像水龙头一样，在不需要时就关掉。劳工运动曾经是美国工人的守护者，如今已经完全不复往日的光彩。在最新的令人不安的趋势里，即基于互联网和应用程序技术的所谓“共享”经济背景下，再加上日益入侵我们生活的机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这些条件都为企业撕毁雇主和雇员之间的社会契约创造了更多机遇。随着世界越来越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间的道路收敛，全球各地不平等都在加剧，越来越多的人——甚至那些曾经的中产阶级——都开始变成“分遣队”。无论你是一个“任务兔子”、自由职业者、永久临时工、独立承包人、大企业家、临时工、个人企业家，等等，都面临着同样的处境：越来越多的“1099工人”面临的工作世界里，雇主对待他们就像是一种塞到他们商业机器里面的另一种生产要素。因此，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工人在这个新经济的时代中，赖以生存的基础越来越摇摇欲坠。


  我提出的解决和改革方案，目的就在于创建更新的社会契约、更新的经济安全感，以及能够重燃“美国梦”的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在后“二战”时代，美国是最富有、最具有生产力和最诱人的国家，因为它创造了一个中产阶级的社会，是全世界羡慕的对象。在200多年的历史中，美国已经逐步上升到可以说“伟大”的水平，由于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文化，能够引领美国人泯灭过去我们的民族之间曾经产生的仇恨、无知和内部矛盾，这些都曾经使我们的国家陷入低迷的状态。今天，我们希望成为伟大国度的民族愿望再次遇到绊脚石。在21世纪，一个像美国这样富裕的国家，不应当让像玛丽亚·费尔南德斯这样努力工作的人，因糟糕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而孤单地在一个便利店的停车场里去世；也不应该是这样一个国度，即美国人都享受不到自己与家人所需要的安全网支持；并且，这里的公司不应该像老强盗贵族，利用所雇用工人的其中一半去剥削另一半，就像镀金时代的铁路巨头杰伊·古尔德。毫无疑问，我们是一个富裕的技术先进的国家，但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人道的文明的社会呢？难道我们真的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集合体，就像美国参议院室外的彩绘天花板上的壁画那样，还是我们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只是“被统治者”？这些都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令人生畏的问题。如果不改变当前的轨迹，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的玛丽亚·费尔南德斯。


  
历史之箭的方向


  新经济的倡导者，包括许多技术和经济方面的专家，通常很明确地表示，新经济会为我们的社会带来非常深刻的变化。我们被告知，现代化的力量是不可避免的，是由自然的和不可改变的“创造性破坏”的经济规律所带来的，并且推动着技术创新。如同这个机器是一架无人驾驶的“自驾驶”机器，任何试图阻止这个过程的尝试不但注定失败，而且会阻挠“进步的”道路。更糟糕的是，怀疑和批判的声音已经随着那些“新政”复仇主义者和反对以牺牲人道取得技术发展的勒德分子而一笔勾销。虽然许多相同的“专家”都这样告诉我们，但是这些专家根本没有提醒我们未来有一个8万亿美元的房地产泡沫，而且当继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他们还是措手不及。


  事实上，这些变化并不是天然的或者完全不可避免的，他们都具有特殊的“路径依赖”——定义了今天经济运转的特定法律和法规，以及企业、工人、私有财产、政府、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历史关系所共同产生的结果。童工一度是合法存在的，而且每周的工作时间长达60个小时；妇女和少数民族被排除在某些行业之外，无论是基于习惯还是基于法律；工人的组织权被抑制和阻碍，甚至超过现在的程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和其他一些剥削的做法被取缔、禁止和取消，视为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和目标。我们有通过政策以及扩大民众参与和多元化来塑造国家经济的悠久历史。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以及其他“建国兄弟”的非凡一代，都坚信政府应当是一个积极的公民参与的政府。尤其是汉密尔顿认为，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应当能够帮助国民经济从混乱的13个州的状态中脱离开来。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将心目中的政府赞誉为“是人民的，由人民执掌，为了人民”，并且在汉密尔顿以及其他领袖所给予他的联邦体制的基础上，最终彻底废除了恐怖的奴隶制度，推出了一个横贯大陆的铁路建设（在1869年，即林肯离世四年后完成了），这一创举大大提升了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经济活力。


  后来的总统开始致力于对抗拥有巨大力量的寡头势力，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爆发的产业革命的影响下，“创造性破坏”开始崭露头角（包括林肯推动的铁路项目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强盗贵族）。泰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即老罗斯福）总统1901年在国会的第一次发言中就攻击了企业垄断，认为它们的触角缠绕着全国经济的喉咙，就像一条巨型章鱼（这就是当代漫画家描绘的强盗贵族集团）。他攻击美国大企业的这些做法，甚至称之为“真正的和最大的罪恶”、“对公共福利有害”，并且是“狡猾的犯罪”，他说：“大企业存在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制度为这些公司的存在提供了保障，因此，监督它们在这些制度下的运转是否有利于社会和谐也是我们的权力和责任。”[5]但“反托拉斯”不只是说说而已，就像其他总统所说的那样；他利用政府“看得见的手”来采取行动：他打破了北方证券公司的垄断（从而影响了实力非常强大的银行巨头J. P. 摩根的利益），还严格控制了其他势力非常强大的公司，如杜邦、美国烟草公司和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


  罗斯福的继任者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将反垄断进行得更加激烈，包括在1911年打破了标准石油公司的垄断。标准石油公司是当时最大和最强的公司（类似的行为放在当今的时代，就像是打破了高盛、摩根大通、埃克森美孚和苹果的垄断一样）。塔夫脱的继任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则将经济的渐进改革推向了高潮。威尔逊说：“在这个国家，如果有人能够发展得足够强大从而能够拥有美国政府，那么他们也会毫无顾忌地去做。”威尔逊曾在1914年通过了克莱顿反托拉斯法案，并且设立了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联邦储备委员会，以加大对金融部门和国家经济的监管力度。[6]


  每一代和每一届总统政府都必须保持警惕。尽管进步时代的所有联邦活动都致力于将企业特别强大的力量和腐败的商业利益关进笼子，在不到20年之后，泰迪的远亲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大萧条期间反对“贪得无厌的货币兑换商”的行为，[7]并且明确表示，一个国家的伟大就在于要有“清醒的认识”，那就是“如果没有经济安全和独立，也不会有真正的个人自由”。[8]“新政”是美国人对每天都能得到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渴望的结果，“新政”的过程还基于对国家经济的一种正确认识，那就是当只剩下设备而不注重工人的时候，宏观经济这辆火车就会脱轨，宏观经济这架飞机就会撞上悬崖，而这种结果往往是那个时代1%的少数人所导致的。


  在那时，威胁来自垄断和财富集中的程度，这些已经对经济产生了严重威胁，就好像宏观经济就是这些权势者自己的领地那样，基于此进行的数十年的战争都是为了建立社会契约和中产阶级社会，而战争的结果就是“新政”的出台及其对后续经济生活的重大影响。如今，威胁不仅来自新经济下产生的新的强盗贵族，还因为这些精英的利益达到了顶点，他们还在试图弥补认为自己在“新政”时代所失去的东西：对美国工人的控制和对社会契约的撕毁。


  所有的总统和领导人，以及他们振奋人心的演讲和理想，为这些政策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等于提供了一个看待世界的特别广阔、特别慷慨的视野——与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布莱恩·切斯科、罗斯·乌布利希、利亚·布斯克以及其他艾茵·兰德的原教旨主义者、技术人、硅谷的官员所提出的那些狭隘的、攫取性的、主张自由意志的视野相比。现代的“贪得无厌的货币兑换商”群体，简直就像用3D打印技术以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的模具打印出来的一样，范德比尔特是19世纪的铁路和航运大亨，他有一句名言：“法律？我关心什么法律？它比我还有实力吗？”[9]


  杰斐逊、汉密尔顿、林肯、塔夫脱、威尔逊的民主愿景，老罗斯福、罗斯福以及其他总统，都是在不断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他们面对国王的暴政、奴隶制、内战、贪婪的财富和权力，以及最终到来的大萧条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造成了美国社会巨大的不平等。应对时代的挑战，这些伟大的美国领导人站在了一个新的具有代表性的政府和负责任公民的视野层面上，推动了法律和法规的建立，同时也受到了法律和法规的约束；他们提出的世界是由多个利益相关者参与的能够自我治理的艰辛过程，构建了一个使我们能够建立适合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公民社会。做政府工作是艰苦的，而完成这项艰苦的事业，需要耐心和坚定的毅力，然而这不仅是技术创新或创造性破坏，而且是对我们国家的一种类似遗产的贡献，这种贡献千金不换。


  希望大家不要误解，我并非视技术和创新为死敌。我也喜欢用iPhone和iPad，和别人没什么两样。但是这些小玩意儿，以及当今所有其他技术灵光一现生产的供大家消费的产品，到底有多重要，还能成为我们21世纪要面对的最重要的挑战吗？然而我们必须制定“预警原则”来说“不”，特别是对那些可能造成一定威胁但我们全然不知的技术或创新。我们的确要确保“创造性破坏”仍然具有创造性，但因为它是破坏性的，所以我们必须进行适当的监管。我们必须保持自己作为技术主人的地位，而不是被它掌握，应当尽最大努力不让“超越人类”的理念让我们“抛弃人文主义”。[10]


  正如“新政”的社会契约是由一系列法律和制度所创造的那样，现在使自由劳动力社会陷入恶性循环的恰恰就是可以被称为“暴政”的社会契约以及与之相关的法律和制度。加上若隐若现的经济奇点危机、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和政府入侵的挑战（包括超级间谍对美国人进行监控），这邪恶的“三位一体”会发展到惊人的地步，从而预示着一个可怕的未来。


  不幸的是，如果我们的社会继续走错路——如果我们为下一代做错政策选择——那将会葬送我们国家的未来，而且也许是无法挽回的。美国将很有可能走上罗马共和国的道路，最终变成一个后民主的帝国，由社会中一小部分贵族精英来控制，他们利用多层次的非正式和灰色经济来攫取社会资源，并选择一种对自己最有利的支配方式。面对机器人、高科技出没、满是监视系统而且武器化的现代版罗马帝国，我不寒而栗。毫无疑问，这将是一部伟大的电影——前提是电影结束的时候，观众有权利选择离开剧院。多么悲哀和悲惨，如果事实证明，即使是美国——由世界上那么多好的灵感所创造出来的，还是注定要走上20世纪早期德国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Robert Michel）和他的“寡头铁律”的预言。这个定律是，最终有一天，精英统治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是在一个民主国家。[11]


  但我不相信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可以选择走一条不同的路。这个过程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塑造和引导，沿着不同的路径——通过聪明的政府政策以及大众需求，正如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的那样，作为工人，他们被当作消耗品和一次性用品，而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正朝着将把我们带向悬崖的方向走去。


  尽管美国拥有巨大的财富和权力，一旦这个社会开始转变成一个利益相关者社会，我们就开始变得无法与许多国际竞争对手相比，原因是我们的制度和法规还存在许多缺陷。但是通过在地方、州和联邦各级制定合理的法律法规，并通过对私人部门提供激励措施，我们可以向更具希望的新经济过渡。这并不意味着“大政府”要来接管，而是由一个“聪明的政府”来接管，用政府的独特权力规范和能够让社会各个行业通过谈判达成共识的有效调节，在新经济的背景下形成一个新的社会契约。利益相关者的社会更加注重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它固然会运用政府必要的规制来避免扼杀创业精神；但它也可以通过为工人和消费者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氛围，来约束和控制经济。除了企业和企业家，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良性循环中贡献他们的独特作用，“我花掉的钱就是你的收入”，反之亦然。这些积分制的玩家不是永远注定处于互相抵触的位置上。


  约翰·F.肯尼迪总统曾经发表过一个明智的言论，我在撰写这本书的时候，以其作为开始，现在也想以其作为结束，这句话充分地、正确地结合了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并且可以成为我们所面临挑战的指导精神：


  我们如何消除障碍，才能使其他大多数人与少数实力派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总之，如何才能使我们的自由经济实现充分就业，即为企业提供充分的利润，为劳动者提供充盈的工资，并为所有公民提供充足的机遇？[12]


  这是肯尼迪在1962年发表的言论，自那时起，美国一直处于最好的时代，同时拥有企业的活力和企业家精神（“企业利润”），并且能够保障日常工作的工人处于一种公正的、公平的交易。在“新政”交易的背景下（“基于劳动力足够的工资……机会……能够获得教育与就业岗位”），所有这一切都要依靠政府“看得见的手”来实现平衡，将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融合在一起，让大家成为真正的合作伙伴。在人类发展轨迹的编年史上，这三方的平衡是一种非常大胆的尝试，也塑造了我们这个不可或缺的国家，并对世界产生了强烈的激励作用。我们现在还仅仅站在有几十年那么长的旅程的开端——“在开端结束的那一点上”——在历史之箭的正确方向上让我们的国家重新起航。在这一段时间里，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应当问自己，并且不停地问自己：我们到底是想要一个新的“新政”——还是一个“不公平待遇”？


  这是美国人面临的选择。我们能胜任这项任务吗？这是玛丽亚·费尔南德斯也非常想知道的未来。我想再一次祈祷：我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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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后记


  如果说经济学分析通常都是冷冰冰的，那么这本书很可能让你触手生温。


  不管你是否留意，也不管你是否愿意，当下都已被卷入“共享经济”的大浪潮当中。只不过，在没有读史蒂文·希尔的《经济奇点》这本书之前，面对这场浪潮，你或许觉得自己是一个路人，或许觉得自己是一个看客，或许充其量觉得自己是一个受益者，仅此而已。希尔告诉你：远非如此，你应当成为红利的共享者。你当然会说：“共享？别闹了。”看看，这就是你所不承认的“共享”经济。然而，你都不能共享，甚至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共享，那又怎么能叫作“共享经济”呢？！实际上，你的关注恰恰表现出大多数人对所谓“共享经济”的期望，而你的态度正流露出大多数人对所谓“共享经济”的失望。


  作者史蒂文·希尔就是这样一位理性的智者，他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不是耐心看完整本，你可能会觉得这本书（前几章）就是一个“红眼病”看客对新事物的耿耿于怀，他觉得新技术并没有为萧条的经济打开增长的通道，尤其没有为那些原本享有体面工作但因金融风暴而失业的人提供像原来一样有保障的生活，认为正是“创造性破坏”的新技术打开的所谓“共享经济”对原有工作岗位数量产生了挤出，甚至将这些抽象成了一个新名词——“经济奇点”——一个未来的概念，一个财富集中在那些极少数特别有能力的人手中的“点”，从而成为一个几乎没有消费者需求的“点”，进而成为一个从内摧毁整个经济的引爆点。


  你可能几乎脱口而出：“没这么悬吧？”你当然有理由这样想：因为你可能在感觉生活成本飙升的时候使用了共享乘车软件，或者使用了共享单车软件，它们让出行成本一下子降了下来；因为你可能在感觉工资有些入不敷出的时候使用了共享住宿软件，它们让你每个月多了一笔收入，或者让你的出行开销更小；因为你可能在“一岗难求”的时候使用了共享工作软件，它们让你成了自由职业者，让你至少每个月能有一笔收入，如果你还能更加勤快一些，同时驾驭多份工作，那么这笔收入看上去可能还挺可观的……就是这样，完全没有什么不好。


  然而，希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共享经济这种模式只是在表面上给了大众这些实惠，实质上却是让大笔资金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流入共享经济企业自己的腰包；甚至更直白地指出，这种所谓的“共享”实际上是“独享”，而且这种独享比之前资本积累的任何阶段都来得更加赤裸、更加直接、更加迅速！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共享模式的主流参与者试图拒绝承认为自己工作的工人本应拥有的合法地位、剥夺工人本应享有的各项保障、逃离法律约束、扭曲自由市场、引发恶性竞争，等等，希尔在书中使用了大量案例来说明这一点。


  至此，这本书的光芒才跃然而出，至少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这种概念的提出是理性的，而希尔的这种理性显然带有关怀的温度，这种温度自然地一直延伸到最后他所提出的对策建议中，回应着篇首语当中对下一代人所说的“希望你们即将继承的世界仍如父辈和祖父辈所熟知的那样一如往常”。当共享经济的浪潮席卷而来的时候，我作为一名不能说自己是那样孤陋寡闻的青年研究人员，从未听到过这样有理有力的反调，所以能够有缘完成此书的翻译，还是挺有趣的一件事，尤其是自己在此过程中恰恰处于孕育下一代生命的时期，不得不时而想象他们可能面对的世界。


  这本书写的是美国的事，然而全球化又能让谁置身事外呢？立足于中国更需观察与反思的当下，我们也特别有必要感受一下希尔理性的温度。


  经济奇点，开卷有益。


  苏京春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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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一


  近年来，由互联网企业运用互联网技术从事金融活动所创造出新的金融模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与传统金融相对应的概念应运而生，并迅速传遍全国，吸引了大量的人力和资本投入，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互联网金融热”。


  但是，由于互联网金融属于一个全新的概念，而且还是中国首创的概念，因此，从一开始，不仅其业务模式饱受争议，而且其概念同样深受争议。即便201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法规的形式确定了“互联网金融”的概念和模式，社会上对此仍然持有不同声音。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互联网金融”过于强调“互联网”，具有太强的技术和时代特征。实际上，随着互联网应用的普及，未来不应该一直有“互联网金融”的概念，应该透过互联网金融看到“互联网+金融”未来的根本内涵和属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姚余栋和杨涛两位学者率先提出:“互联网+金融”应该是“共享金融”，共享金融又是与共享经济紧密相连的。这可以说点到了互联网金融的根本，并开创了金融研究的新领域，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创新性。


  实际上，“共享金融”完全符合金融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这可以从如下两方面来看。


  第一，关于金融的本质。


  金融首先是分享经济的概念。金融本质上就是把社会上闲置的资源以货币或资金的方式输送到最需要的地方（从资源所有者转移到资源需求者），从而发挥资源潜力，创造出更大的社会财富，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这是金融本质的第一层表现。


  需要注意的是，金融所从事的资源转移，不是简单的捐赠或买断卖断，而是在供需双方议定条件下（期限、回报、权利、义务等）的有偿使用，更多地体现出租赁的特征。金融活动和商品买卖相同的地方是，都需要供需双方信息的交互和条件的交流，都需要有规则。二者最大的区别是，金融活动是有存续期的，在存续期内相关各方一直存在着相互关系。这是金融本质的第二层表现。


  由于有存续期，随之就会有风险的问题，包括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等若干风险。所以，金融必须要有效地防范和控制风险，包括政府会对金融中介机构实施严格的金融监管。这是金融本质的第三层表现。


  围绕资金（资源）转移、权利和义务的存续、风险的存在和管理，金融演化出品种繁多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活动，并形成了包括金融机构、场所、人员、产品、服务、法律和监管体系等在内的金融体系和专门业态。


  第二，将少数人分享的金融推向大多数人共享的金融。


  正因为金融是有条件、有成本、有风险的，所以其逐步从一般经济活动中分离出来，形成越来越专业化发展的、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的专业领域（虚拟经济），这又推动了金融发生异化，即尽管金融本质上是分享经济，但越来越成为少数人才能参与和分享的东西。


  因此，如何将少数人分享的金融发展成为大多数人能够共享的（普惠）金融，就成为推动金融发展的必然方向，也是充分发挥金融功能的重大课题。


  在以往，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很多事情是有条件、有成本的。比如银行原来依靠网点、人员来做，很多产品在成本上就没有办法弥补，所以也就没有办法做到。但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随着宽带传输技术、移动互联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甚至是分布式、区块链技术的广泛应用，我们已经开始进入万物互联、随时互联的新时代，通过互联互通可以打破原来工业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越来越强的社会结构，转而强化跨界融合，开始形成产业链垂直整合或横向开放的“产业链”“生态面”，信息流、实物流、资金流等“多流合一”的新格局。这样一来，就把原来大量的、有中介的东西削弱了，直接拉近了价值创造者和价值需求者、资源拥有者和资源需求者的供求信息的距离，从而使生产更加高效,资源利用更加有效，进而发展出连平民百姓都可以普遍参与的资源和财产共享的新经济模式——共享经济。这也必然推动金融从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转而趋于越来越融入实体经济；从高高在上的社会资源配置顶端逐步回归，融合到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实际过程中；从少数人分享的金融向多数人共享的金融发展，即发展成为“共享金融”。


  可见，互联网的创新和发展，正在为金融从分享迈向共享创造条件。“互联网+金融”的必然方向是“共享金融”。“共享金融”才是互联网时代金融的根本特征或基本属性。


  为了充分说明“共享金融”的概念及其应用，两位“共享金融”的首创者又发起并由多位专家参与，在共同研究和深入探讨的基础上，编写了本书，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对“共享金融”加以阐述，展示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实践范例，成为迄今为止关于“共享金融”最权威的著作，非常值得认真研读。


  当然，互联网时代仍在不断进步，互联网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尚未充分显现，“互联网+金融”未来将如何发展还需要深入探索。本书也只是阶段性成果，希望能由此引发全社会对“共享金融”的更大关注，吸引更多的人加强对“共享金融”的深入研究，并加强“共享金融”研究成果的传播，形成不止在中国，而且在全球都应具有的影响力。


  王永利


  乐视控股（北京）高级副总裁、乐视金融CEO


  序二


  共享经济早先在20世纪80年代就被提出过，但其真正落地生根，是在近几年。以Uber（优步）为代表的共享经济模式甫一出现，即呈燎原之势，其利用互联网技术，使得过剩的存量社会资源得到新的利用，使得新增社会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在《零成本社会》一书中，作者里夫金（Jeremy Rifkin）甚至预测，随着人类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大幅度提升，共享经济将会成为未来经济的主流。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姚余栋所长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所长助理杨涛博士，因为《当代金融家》杂志组织的一次“头脑风暴”，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共享经济背景下的共享金融”这一理念。2015年9月22日，这两位学者在全球共享金融100人论坛预成立媒体吹风会上，详尽阐述了共享金融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探索。几天之内，百度搜索中的“共享金融”词条，即从寥寥几十条迅速蹿升到上千万条。“共享金融”这一概念刚一出炉，即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追捧。


  2015年9月10日，李克强总理提出“分享经济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路子”的观点。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十三五”规划中，再次出现共享经济这一关键词。


  可见，共享经济和共享金融，在我国当前的经济转型背景下，获得了上下一致的认同。


  中国金融业虽然规模庞大，但发展得并不好，表现出来的病症概括起来就是，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融资难，使得真正需要资金支持的产业发展不起来；融资贵，加大了实体经济的总体成本，使得经济转型更加困难。


  当我们为金融改革滞后而苦苦探索之际，互联网金融作为“门口的野蛮人”闯进了金融界。短短几年，第三方支付、P2P（互联网借贷平台）、众筹等新兴金融模式风起云涌，赚足了眼球。虽然绝对规模尚小，但其对传统金融体系和传统金融理念的冲击是革命性的、颠覆式的。


  面对互联网金融的挑战，传统金融机构也不甘落后，纷纷加速利用互联网技术对传统业务进行改造和升级，被称为“金融互联网”。电子银行、手机银行、直销银行纷纷设立，保险、证券和信托行业也纷纷“触网”。一些拥有海量客户的大银行甚至跨界做起了电商，比如工商银行的融e购，短短一两年就做出了巨量电商交易，进入电商交易前十名，而且借此拉动银行业务快速增长，打造了商业和金融密切融合的新生态圈。


  互联网金融、金融互联网，草根和传统两大军营，互相竞争，互相促进，共融生长。其实，从更远处看，无论是互联网金融，还是金融互联网，其实质都是共享金融。


  乐视金融首席执行官、资深银行家王永利先生曾指出，银行其实是最典型的“共享经济”：存款人将自己暂时不使用的资金存放在银行，就是让渡了资金的使用权，银行将这些资金放给贷款人，使得闲置的钱有了新的用途。


  由此引申，“金融”，无论直接金融还是间接金融，其本质其实都可理解为“共享”：无论储蓄者或投资者将其资金用于储蓄，还是购买股权、债权、保险等各类金融产品，都是将资金当期消费的使用权让渡，以换取未来获利的可能性，使得资金的需求方得以扩大生产、提前消费，或获得风险补偿。这类“共享”是金融的核心，也是金融之所以于建设“美好社会”至关重要的原因所在。


  那么，我们今天所说的“共享金融”，与我们所熟知的传统金融相比，其新意究竟在何处？


  按照姚余栋和杨涛对共享金融的阐述，其核心就是：借助互联网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等，使得金融资源在更宽广的范围内进行更合理、更有效的配置，并在金融风险控制和金融监管方面提供新的方法和路径。对此我表示认同。


  金融业是一个丰富的大行业，细分子行业多，机构数量众，资源的配置存在着巨大的不合理、不平衡和不经济，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金融并不发达的国家，在我们这样一个金融长期受到管制和垄断的经济体，在我们这样一个缺乏中产阶层而以少产阶层为大多数的财富结构下，更是如此。但如果站在互联网时代共享金融的视角看，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新思路、新方法和新路径，借以推动改革、推动创新、推动资源配置。


  确实，共享金融可以让更多人享受到金融服务，这不仅是因为互联网的便利，更是因为互联网可以将提供金融服务的成本做到最低，甚至接近零。


  金融服务无非是满足广大客户的投资、融资和支付这三类需要。传统金融机构对这三类业务都设有门槛，或者是无形的门槛，因为若低于这个门槛，机构就会赔钱。但如果运用互联网发展共享金融，就可以破解这个难题。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互联网金融平台可以让借款人在几分钟之内借到钱，余额宝可以让几元钱的投资也能获得可观回报，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更是让零星支出变得方便无比，这都是共享金融带来的实惠，而这恰恰是传统机构运用传统手段所无法提供的。


  在投资、融资和支付领域，共享金融才刚刚开始，并且尚以新生金融机构为主，广大传统机构还没有大批跟上。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趋势已经形成，而且将以超出大多数人预料的速度呈井喷式发展。有人预测，到2020年，共享金融将发展出丰富的生态圈，细分出巨量业务，总规模将达到数以万亿元计；更有人大胆地预测，未来有一天银行会消失一大部分，作为专业的金融本身也会消失大半，金融会随时附着在各种商业活动中，随时解决金融问题，发挥金融功能。


  融资贵是因为融资难，当共享金融使得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大幅度提升后，同样的金融资源就可以发挥更大的效用，不断降低金融资源的稀缺性，不仅使得融资变得容易，也可以降低融资成本。比如，大数据的运用，使得个人征信和小企业征信得以完善，风险计量更加精确，在对风险合理定价的前提下，加速了小额贷款的发放，也使得贷款区别定价成为现实，使得真正好的企业能以合理价格迅速得到资金。


  诸如此类，共享金融理念可以在传统金融业务的各个环节得到应用，包括市场研判、客户服务、产品定制、风险计量等，从而整体提升传统金融体系的效率，逐步破解融资难、融资贵这一金融顽疾。


  本书作为全球共享金融100人论坛书系之一，聚集了国内在共享金融理论和实践方面均走在前列的一批顶尖作者，他们通过不同视角，分别阐述了共享金融在我国的蓬勃兴起，并进行了学术提炼和理论归纳，提出了很多极具前瞻性的预见，处处闪现着灵感的火花，读来令人不禁浮想联翩，脑洞大开。如果你不想错过这场金融业的大变革，那么请你一定要关注共享金融在中国的快速演进和裂变式发展。


  是为序。


  李哲平


  《当代金融家》杂志主编


  前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虽已渐渐远去，但对各国经济社会运行带来的深刻影响难以估计。一方面，备受打击的传统产业与金融发展模式，迫切需要寻找能够“振奋人心”的新增长动力；另一方面，粗放式、无节制的生产与消费模式引起人们“心有余悸”的反思，如何更好地权衡资源有效配置与公众福利的提升，成为新时期经济、社会与人文变革转型的聚焦点。


  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日渐火爆的共享经济成为极具发展潜力与想象空间的“抓手”。例如，Uber和Airbnb(空中食宿)分别为出租车业和酒店业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也让人们看到了共享经济在可持续商业模式构建上的可行性。同时，新技术的飞速发展，也使得信息收集、处理、传递的机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带来了“互联网+”时代的经济与金融变革。


  作为经济学“皇冠”上的“明珠”，货币金融学同样在宏观与微观等多个层面面临亟须完善的缺憾和不足。而在现实世界中，无论是欧美发达经济体，还是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大国，都需要面对金融“绚丽面纱”之下如何与实体部门更好地结合的难题。可以说，虽然共享金融的实践模式仍待市场检验，但其已经成为解决现代金融困境与理顺中国金融改革的核心主线之一。


  信息化时代的利益协调与社会协作


  虽然英文或许都可用Sharing Economy表示，但中文的分享与共享经济是有差异的，后者所体现的自由度和社会化协同程度要高得多。就历史上看，也呈现从分享经济学向共享经济学的过渡，当然二者所关注的都是如何更有效地管理资源、分配资源的问题。如果追溯到古代中国，丝绸之路的开拓及其成为欧亚互通有无的商贸交流大道，实际上体现了信息与市场的时空割裂时期资源分享有多么重要。这不仅给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而且在社会、文化层面产生了新的互动式发展。


  从现代视野着眼，经济增长中的利益与收入分配问题一直是市场经济建设如何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核心矛盾。早在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时代，关于资本和劳动等要素在收入分配中怎样协调，已经成为部分学者关注的核心问题，这也是现代共享经济学的早期萌芽。然而，在一个似乎资源和空间可无限攫取的时代里，无论是以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来应对工业化早期的过剩式大危机，还是对生产关系的暴力破坏与冲击，都在某种意义上排斥着理性共享的朴素思想，短期思维总是占据上风。


  到20世纪中后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普遍面临“滞胀”风险的困扰，如何重构社会分工秩序与微观基础，以建设性思路来构建和谐发展模式，也成为众多学者思考的重点。在此背景下，分享经济研究再一次得以提升。例如，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Marcus Felson）和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教授琼·斯佩思（Joe L. Spaeth）于1978年发表的论文《社区结构和协作消费》（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中系统提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马丁·威茨曼（Martin Lawrence Weitzman）也于1984年出版了《分享经济》一书，认为产生“滞胀”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中出现了工资结构不合理等现象，提出了采用分享制度以代替工资制度的主张。


  到了20世纪末期，伴随网络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以“分享”为特征的互联网思维迅速融入主流文化，并且对消费者习惯带来许多新的影响，进而使得新的商业模式成为可能。可以说，互联网平台的出现和普及，极大地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使分享成为有利可图的商业行为。由此，分享经济学理论得到了极大提升，也被称为点对点经济、协作经济、协同消费等，旨在形成一个建立在人与物质资料分享基础上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


  早期的分享经济是建立在消费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基础上，更强调的是剩余资源的“拾遗补阙”、有效利用。但伴随着历次危机不断带来对资源充足性、社会可持续性、各类结构性失衡矛盾的担心，以及经济与金融发展中的“多级分化”日渐突出，再加上互联网对社会结构的迭代式冲击不断深入，使得后工业社会和消费社会的增长模式中，不仅可以把“分享”作为一种“调剂部分”，更可以向“共享”型的机制建设进行演变。通俗地说，共享经济强调的是以信息化技术手段和渠道为桥梁，公众更加平等、有偿地共享一切社会资源，彼此以不同的方式付出和受益，共同享受经济红利。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由此来看，共享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涵，也是我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在现实中，虽然由于新旧经济规则的冲突、可共享对象的规范性有待明晰、文化理念与消费习惯仍待转变，加上少数投机资本推动下的共享经济创新项目的“竭泽而渔”，使得即便有许多国内外媒体大呼其巨大的市场空间与颠覆性作用，也有了经典的创新案例，共享经济真正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主流，也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但不管怎样，从分享经济到共享经济的演变，不仅蕴含了早期解决收入分配困境的梦想，更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包容式发展、共赢式发展提供了革命性的前瞻。


  以共享金融解决现代金融内在矛盾


  伴随着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不断涌现，现代金融在更加有效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内在的困扰。金融发展与实体产业的脱离、金融部门对实业部门的谈判权优势等，都使得某些金融活动距离罗伯特·希勒（Robert J·Shiller）心目中的“美好社会”愈来愈远，成为金融业的“自我游戏”和贪婪资本的乐园。


  与共享经济的生命力相称，共享金融也给金融的自我完善和创新提供了一条“通往理性繁荣之路”。作为一个全新的学术概念，共享金融如何界定，仍需深入研究和探讨。作为起点，我们可以尝试对其内涵加以粗略描述。所谓共享金融，就是通过信息与网络时代的金融技术与制度创新,构建以资源、要素、功能、利益共享为特征的金融发展模式，努力实现金融资源更加有效、公平的配置，从而在促使现代金融均衡发展和彰显金融消费者主权的同时，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型发展。


  同时我们认为，互联网金融只是共享金融在当前特定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形式。


  具体来看，其内涵应该包括如下方面。


  一是金融对共享经济的有效支撑。对于共享经济模式来说，现有金融体系往往难以满足其日益复杂的金融需求。无论是创业时的融资需求、简单便捷的移动支付、资本扩张下的规模经济、不断健全的信用环境保障，都离不开金融创新的及时配合。就此意义来讲，从最具生命力的金融创新都是扎根于实体来看，共享金融体现了服务于共享经济快速发展的一系列新型金融创新与制度安排。


  二是金融要素的多元化共享式发展。金融机构、产品、市场、制度、文化等要素，共同组成了我们所熟悉的“金融”范畴。在共享金融的发展趋势下，原有的机构、产品、市场等金融要素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例如：原有银、证、保等分业格局可能逐渐被打破，彼此共享模式架构与比较优势；金融产品的定制化、个性化与标准化、简单化倾向并存，机构不再只注重“供给创造需求”式的创新，而把金融消费者作为共享模式下的创新驱动者；在新技术促使不确定性降低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金融市场的进入门槛逐渐降低，不再成为少数人的“神秘场所”，转而呈现跨时空、去物理空间和去中心集聚的特点。


  三是金融功能的共享与融合。无论怎样演变，现代货币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仍然是货币基础、资金融通与资源配置、支付清算、风险管理、信息提供、激励约束等。对此，共享金融带来的转变，一方面是在产品与服务层面，过去“泾渭分明”的金融功能逐渐出现融合，金融消费者将更加轻松安全地享受金融“超市”“专卖店”“网店”的服务，适应这种转变，金融中介部门除了继续优化资金配置、中介、咨询等功能之外，更多地转为第三方平台服务商，旨在提供网络时代的金融资源配置规则与交易生态体系。各种各样基于P2P(peer-to-peer,点对点)原则的网络金融服务创新，正是其中的典型表现，有助于实现“长尾”型投资者与融资者的资源共享。另一方面，作为金融基础设施的支付清算、信息信用体系等，与金融中前台服务相比，则呈现融合趋势更甚的情况。这些金融基础设施体现出服务多元化与技术标准一致性的特点，形成顺畅承载金融资源流动的金融“水利设施”，同时引发金融后台服务外包、金融业“轻资产化”、基础设施全球化等新趋势。


  四是平台金融模式下的多主体协调。互联网时代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平台经济的涌动，平台是以某种类型的网络外部性为特征的现实或虚拟组织。一方面，在平台经济的诸多特点之中，正外部性和多归属是典型代表。前者意味着当越多的主体进入到平台之中时，平台对于各方实现共赢的价值越大；后者则表明竞争性平台能给消费者带来效用最大的多重选择。这些理念也催生着平台金融的创新，意味着伴随共享金融理念的突破，只有“海纳百川”的开放型、包容性、多元化的金融平台，才能适应新经济时代的需要。另一方面，“内生性”的平台金融演变成为未来令人“脑洞大开”的探索，其本质在于基于公共网络的金融交易的基础性协议建设，使得自发式金融共享交易成为可能。例如，源自比特币的区块链技术价值远大于比特币自身，能够有效促进智能交易、分布式股权发布和资产转移；再如，美联储开始关注金融机构间基于使用通用协议和标准发送和接受支付的公共IP（网络协议）网络直接清算，认为与通过中心辐射状网络结构清算交易相比，这种信息分布式架构有可能降低成本。


  五是互联网产业链金融的共享式重构。产业链金融重在以核心企业为依托，针对产业链的各环节，设计个性化、标准化的金融服务产品，为整个产业链上的所有企业提供综合解决方案。在互联网环境下，产业链金融的边界进一步拓展，不仅着眼于核心企业与上下游的信用传递，而且关注产业链不同企业之间的金融资源共享。应该说，尽管互联网产业链金融的运作主体差异使得具体模式的起点与路径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有助于促使不同产业链构建成为可持续的金融服务生态圈，使得金融资源互助与共享成为主线，最终使及时、智能、便捷的金融服务嵌入到产业链与企业日常运作中。


  六是金融风险的共享与分担。现代金融体系之所以存在许多功能缺失，原因之一就是风险的不可控或弥补的高成本。例如，在小微金融和普惠金融领域，信息的不确定、信用基础的缺乏等加重了金融服务困难，而如果实现不同组织与主体的信息系统交互、风险合理共担，则有助于介入那些传统的金融“空白区”。再如，系统性风险与非系统性风险的边界，其实并没有教科书中那样分明，在“动物精神”与“冰冷技术”共存的现代金融市场上，风险预期提升、普遍恐慌、羊群效应、以邻为壑等现象的存在，都容易助推风险的积累。由此，随着新技术使得微观金融行为的甄别能力上升及不确定性分析的愈加准确，通过某种技术与制度安排对风险进行合理分担和分散，而非“游牧民族”式的驱离或被投机利用，则成为共享金融有助于金融稳定的重要尝试。


  七是共享型的产融结合探索。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一直是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现象和研究重点，其动力在于解决金融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并且实现产业与金融的多元化经营，拉近金融与实体的内在联系等。在互联网信息时代，产融结合的内涵进一步得以丰富，除了股权渠道之外的债权、数据信息、渠道、技术、场景、战略等都出现了融合的可能性。在共享型的产融结合模式下，金融与实业部门的利益分歧达到最小，金融部门的绝对定价权受到约束。金融机构不再局限于在经济形势好时过度放贷，经济下滑时争先恐后地提前收贷，而是更多考虑长期合作共赢，以及给予企业“金钱”之外的附加服务，从而打造战略共享的新型金企关系。


  由此我们看到，与当前“如日中天”的互联网金融相比，共享金融更体现了长期、深层的金融模式与功能变革。短期来看，互联网信息技术冲击下的金融运行，其真正的价值正是共享金融的突破；长远来看，无论技术自身怎样变革，金融的最终价值都在于摆脱自我服务的“毁灭之路”，重新回到与实体共享互助的轨道上。


  归纳来看，在共享金融的概念梳理背后，我们可以期望其能够有助于缓解甚至根除现有金融体系的主要弊端。一是重点解决主流金融体系的服务“短板”，服务居民金融（消费金融和财富管理）和小企业金融（融资加信用）；二是促使金融摆脱“高大上”和“走下神坛”，推动分布式、规范式、自律性、公开透明的金融“软规则”建设，谋求低成本、高效率的新型金融交易市场；三是巩固P2P时代的共享金融模式，且逐渐向B2B（企业对企业）、B2P（企业对个人）、P2B（个人对企业）等领域拓展，使合作性金融交易、信任型和信用保障型金融创新、消费者主动式金融服务等，都在现代经济金融运行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共享金融的架构、挑战及未来展望


  作为全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共享金融实际上涵盖了金融市场化、金融服务实体、互联网金融、普惠金融等一系列金融演进的方向和理念，也是适应后工业时代和消费者主权社会特点的“小、众、美”金融。当然由于其现实探索还具有许多不确定性，因此仍处于理论和实践的萌芽阶段。


  首先，从整体逻辑架构来看，共享金融应具有两大影响主线与基础。


  从宏观层面来看，共享金融的存在动因包括：在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的情况下，金融资源也出现结构性供求失衡；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全球化加速，使得金融跨境优化配置的压力逐渐增大；金融创新在应对收入不平等方面乏善可陈，甚至带来许多不利于中低阶层的财富再分配；在长期高储蓄率环境下，主流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能力受到质疑；城镇化带来的人口集聚，人口老龄化带来剩余金融资源的积累，使得共享金融服务的可行性进一步提升；“创客”时代的就业结构转型，使得分散化、及时性、共享性金融服务变得更加必要。


  从微观层面看，共享金融的基础在于：使得金融活动回归“草根”和公开透明，使公众直接感受对金融的参与互助受益过程；金融消费者从被动变为主导，能够参与到金融交易决策之中；金融产品和服务更加便利，贴近产业链、生活链中的节点；可共享的金融资源价值不仅包括资金，而且涵盖了更广泛的功能与要素；共享机制的建设成为核心问题，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交易和分配模式决定了能否实现商业可持续和普惠目标的共存；共享金融的精神动力与理念，深刻改变了“丛林法则”支配下的金融竞争原则；网络社会下的信息沟通与传递成为完成共享金融活动的技术基础。


  其次，共享金融发展也面临许多重要挑战，包括：共享金融产品或服务的定价机制建设，需市场化引导和制度保障的双重作用，考虑到金融交易的特殊性，也要避免互联网“狼文化”下“低价倾销”的破坏性；现实中各类金融服务平台往往存在割裂，体现出封闭性、排他性、数据共享不足，制约了共享金融的规模与效率；信用体系不够完善，对金融信任的重构尚需过程；当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存在矛盾时，金融机会主义者可能对共享金融的持续性带来伤害，如风险投资的主导可能是“双刃剑”；打破传统金融利益格局并不容易，而且必然对现有法律和规范带来冲击；共享金融在P2P阶段依靠的是信任，到B2B则需强调金融服务质量与用户体验；要避免出现“挂羊头卖狗肉”式创新，以及“改朝换代”式的新型金融垄断；大数据时代也要防止金融信息传递的“噪声”、扭曲和操纵；要跳出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思维局限，避免“大锅饭”式的体制复归。


  最后，展望未来，共享经济与共享金融的“齐头并进”趋势日益明显，例如伴随快递、家政、教育培训、生活服务、新闻、租赁、广告创意、医疗健康等出现共享化特征，对金融服务也带来新的要求。正如共享经济开始作用于消费领域，间接影响交换和分配，最后必然影响生产环节，共享金融从需求出发，也将改变金融厂商格局与金融供给方式。


  归根结底，共享金融是以数据信息的流动性、交互性，带动商品流、金融流的一体化发展与提升配置效率。通过拓展金融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实现基础设施与规则层面的自治型金融创新，共享金融完全能够带来新的制度变革“红利”，为金融结构优化及促进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小结


  本书汇集了关注共享经济与共享金融的各方专家在不同领域的成果，对于构建共享金融的研究框架与逻辑体系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当然，由于这一领域的国内外研究资源储备都还比较缺乏，加上时间仓促，我们的准备并不够充分和严谨。对此，我们更多试图运用共享金融的逻辑主线，从理论上提出研究的重点、思路和方向，从实践中把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现象和商业模式贯穿起来，从制度上强调完善外部环境与保障的重要性。当然，本书的目的更多是“抛砖引玉”，使共享金融这一重大理论与历史命题尽快展现在人们面前，使其穿透现在异常喧嚣的“互联网金融面纱”，使人们更关注新金融现象背后的制度与技术内涵，并且引起政策层、学界、业界和公众对于金融创新与改革的“共享式参与”，从而不断充实这一极具吸引力的金融研究“宝库”。


  本书由姚余栋和杨涛担任主编，负责本书组织编写、部分章的撰写、统稿和审定工作。本书的主要架构包括三篇，共13章。其中，第一篇是共享金融的理论探讨，分为三章，包括共享经济的发展背景（彭文生、伍旭川），共享金融的理论机制（姚余栋、张黎娜），共享金融的技术与制度（杨涛）。第二篇是共享金融的实践考察，分为八章，分别是共享金融与金融基础设施（周金黄），共享金融与众筹（杨东、林楠、朱鹏炜、杨涛），共享金融与P2P网络借贷（赵大伟、符健），共享金融与供应链金融（邹平座），共享金融与相互保险（曹德云、凌亮），共享金融与大银行变革（侯本旗、赵飞），共享金融与资产证券化（林华、许余洁），共享金融与区块链（肖风）。第三篇是共享金融的制度建设，分为两章，包括共享金融的法律问题初探（唐晓雪、杨东、程志远），共享金融监管体系的初步思考（肖翔）。


  在本书的完成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各界精英的众多优秀成果和前沿思想，得到了许多专家和朋友的热情建言和积极帮助，还有中信出版社各位同人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真挚感谢。我们希望以本书作为一个“简陋”的研究平台，来加强与各方的交流，共同推动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从而为我国金融事业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我们也会在后续时间里，围绕共享金融的理论基础、研究范式、实践运用、政策环境等，持续进行更加系统的研究，争取推出一系列更具学术严谨性的专业书籍。


  姚余栋 杨涛


  
    第一篇

    共享金融的理论探讨

  


  第一章

  共享经济的发展背景[1]


  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行，稳增长将是“十三五”规划期间的基本任务之一。在人口红利消退、传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新的增长动力是什么？自上而下来看，深化结构改革，以制度变革红利替代人口红利是一个方面。自下而上来讲，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推进创新创业，有助于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力图通过推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国家发改委于2015年7月初印发的推进“互联网+”行动意见中，也强调要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发展共享经济。


  共享经济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共享经济产权层面的特点是所有者暂时让渡使用权以获取收入的租赁经济，但是这种经济模式在互联网时代以前没有形成气候。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大降低了租赁交易的信息成本，减少了信息不对称，使原本不可能达成的租赁交易成为可能。例如，当亚马逊和eBay（易贝）分别于1994年、1995年成立时，它们借助互联网的联通性创造出了一个崭新的、更有效率的市场。一开始时这不过意味着一种买卖书籍和收藏品的新方法，如今电子商务已经无处不在，向客户出售各类全新和二手商品，同时成为物流和零售领域的一股全球性力量。同样，虽然当今的共享经济公司可能处于起步阶段，但它们的服务总有一天会渗透到每个角落。再如，Airbnb只有不过600名员工，却拥有数百万个房间可供出租，比世界上最大的连锁酒店还要庞大。当然，Airbnb提供的产品与酒店是不同的，但如果它能提供例如家居清洁服务和餐饮服务等更多选项，就可能成为比预想中更相近的酒店的竞争对手。围绕类似Airbnb模式（新兴共享经济体）的深层次思考来看，世界上充斥着尚未充分利用的资产和资源。试想，在那些自己名下的东西上——无论是汽车、自行车、公寓、度假别墅、工具还是游艇——我们实际在使用中花费了多少时间？如果把写字楼或教室利用起来，一个晚上能创造多少价值？答案因资产、个人、家庭或组织而各不相同，但利用率往往低得惊人。最近，一个关于汽车利用率的答案是8%[2]，而这对那些无须长途通勤的人来说已经很高了。但这些数字正在发生变化，因为互联网使得创新商业模式不仅增加了市场效率，还提升了各类资产的利用率，对此，人们也在进行数以百计的实验。显然，不是所有的项目都会涌现Airbnb和Uber的惊人增长，但其中某些像Rent the Runway（美国一家服装租赁网站）这样的设计师品牌服饰及饰品租赁项目可能会有利可图，而其他则根本不可行。


  然而，社会对共享经济这种新的经济模式褒贬不一。一方面，共享经济给消费者和直接从业者带来了实惠（除了收入，还有更多的从业自由），有人认为它的发展空间很大。比如，里夫金指出共享经济是一个方兴未艾的新体系，并预测共享经济将颠覆许多世界大公司的运行模式。另一方面，共享经济挑战了传统商业模式以及现有制度安排，可能损害了既有从业者利益，并引起了一些社会问题。例如，2015年6月法国多个城市爆发了针对Uber的抗议游行，导致大面积交通瘫痪，数十辆车受损，多名人员受伤；我国也出现过出租车司机围堵“打车软件”的专车司机的现象。


  共享经济的经济学分析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共享经济中相对成熟的分析模式，仍然是“分享经济”的内涵，即一种互联网时代的租赁经济模式，通过互联网第三方平台实现个体之间直接的闲置资源使用权的交易，其本质是使用权的暂时性转移。在本章中，我们更多从此概念范畴出发，试图厘清共享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与出发点。当然，如何从分享经济到共享经济的更高阶段进行拓展，在共享经济理论中融合进去收入分配、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消费者主权提升等一系列多元化的理念和内容，还有待于今后的继续挖掘和深入探讨。


  “共享经济”的概念最早起源于《美国行为科学家》杂志上一篇题为《社区结构和协作消费》的文章。学者们对汽车共享进行了研究，首次意识到共享可能发展成一种独特的经济形态。闲置资源是共享经济产生的物质基础。比如，有些人有房却不常住，有车但不常开，长期闲置形成浪费。而另一些人则存在对资源使用权而非所有权的需求，比如，他们希望在某个时间段住在某地或在某地驾车出行，但预算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双方能够有效对接，不但可以将闲置产能再利用，还可以为所有者带来货币收益。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下文以“云大物移”技术作为互联网技术的统称）等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共享经济从理想成为可能。通过互联网平台，个体之间进行这种直接的商品和服务交易的成本大幅度下降。互联网的大数据分析以及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使资源的需求方和供给方能够快速进行匹配。同时，互联网平台上的支付手段、评价体系日趋成熟，交易双方能够迅速地建立起了解、信任和合约关系，加速了共享经济的发展。在互联网时代的大背景下，美国Uber、Airbnb等知名共享平台迅速崛起，带动共享经济迅速增长，并开始席卷全球。


  共享经济会从哪些方面影响传统的商业模式？在哪些行业最容易得到发展？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作为共享经济基础的互联网技术，大大减少了微观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进而大幅降低了由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搜寻、谈判、监督等方面的交易成本。伴随着交易成本的降低，在各自收益最大化的目标激励下，劳动者、企业家、消费者等微观主体自发博弈互动，打破原有的商业模式，重构相互关系，最终形成符合新的、低交易成本要求的新商业模式，也即完成对原有商业模式的颠覆或者“破坏式创新”。从供应方来看，个体经济借助互联网强势回归；从消费方来看，则从以买为主变为以租为主。这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有利于经济增长。


  供应方：个体经济强势回归


  传统企业的形成跟交易成本紧密相关。在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科斯（Ronald H. Coase）看来，市场和企业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手段，“企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对价格机制的替代”，两者的区别在于：在市场上，资源配置由价格机制自动调节；在企业里，资源配置由权威的组织来完成。但无论用市场机制还是企业组织来协调生产，都有成本。企业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有些交易在企业内部进行比通过市场进行所花费的成本要低，但是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也随规模扩大而增长，而且企业越大，管理成本可能越大。当在企业内组织交易的成本增加到等于市场组织交易的成本时，企业与市场的界线也就划定，即企业的边界所在。


  而共享经济的一个颠覆性影响，体现在互联网的普及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减少了交易成本，从而导致传统企业边界收缩。互联网提升了信号传递和信息甄别的效率，提高了匹配需求与供给的效率。同时，大数据有助于完善信用记录，增强市场自身的信用约束，而社交网络的快速扩展可以实现规模效应。在市场交易成本降低、企业成本不变的情况下，按照科斯的理论，传统的企业边界存在被市场挤压的倾向。随着传统企业边界收缩，“劳动者—企业—消费者”的传统商业模式逐渐被“劳动者—共享平台—消费者”的共享模式所取代，完成了共享经济对传统商业模式的破坏式创新。


  一个具体表现是个体经济借助于互联网技术强势“回归”。以出租车市场为例，在出租车公司尚未形成、私家车开始普及的阶段，居民对出租车服务的需求只能通过非正规的出租车个体户来满足。然而，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高昂交易成本使得这种由出租车个体户构成的市场一直难以扩大。出租车公司的出现带来了标准化、正规化的服务，降低了交易成本，激活了市场的需求，出租车公司取代出租车个体户占据市场主流地位。然而，滴滴、Uber等共享平台填平了阻碍原始个体经济发展的“信息鸿沟”，信息成本下降、信息不对称减少使得市场型交易成本开始低于企业型交易成本，最终的结果就是，相比于传统出租车公司的出租车服务而言，机会成本具有天然优势的专车、顺风车等出租车个体户能够实现对消费者需求的更高效响应、更优质服务，最终促进出租车个体户强势回归出租车市场。简而言之，在共享经济的颠覆性作用下，个体经济借助于“云大物移”技术强势回归。


  相应地，共享经济的颠覆性更多地体现在那些在技术条件上能够以个体户的形式存在，但由于交易成本过高，不得不以企业的方式提供产出的产业中。共享经济之所以能够颠覆传统企业模式，是因为这些企业的资本分割性较强，存在单个劳动者用一小部分，甚至无需资本就可以单独提供产出的可能性，也就是具备“个体经济”的技术可能性。例如，有一辆车就可以成为Uber或者滴滴司机，有一栋房子就可以成为Airbnb或者小猪短租房东，甚至没有什么实物资本也一样可以成为共享平台上的兼职厨师或者理发师，只要你的手艺过关。在目前的状态下，难以想象在炼钢这种资本分割性较差或者说不可分割的产业，一个劳动者单独用某个熔炉就可以为消费者提供钢铁产出。由于第二产业中企业的资本通常存在技术的不可分割性，而服务业或者说第三产业的资本可分割性较强，因此，共享经济的颠覆性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服务业。


  即便是在资本分割性较强的服务业内部，共享经济对不同企业模式的颠覆程度也不尽相同。这部分取决于现存的企业模式是如何形成的，是政府在判断市场交易费用和企业内部交易费用孰高孰低之后形成的,还是市场在比较这两类交易费用后形成的？如果是前者，这意味着企业模式的刚性较强，难以及时顺应新形势的变化，也难以及时消化吸收相关冲击。而通过后者形成的企业模式灵活性很强，能够及时消化吸收共享经济造成的冲击，抛弃旧模式，演化成适应共享经济的新模式。比如，特许经营制度形成的传统出租车行业，实际上长期依靠行政垄断生存，制度刚性强，市场意识差，面对滴滴、Uber等共享经济的冲击，并没有及时进行运营形态的调整以适应新的挑战，导致出租车公司和司机与滴滴、Uber等平台和司机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甚至演变为直接冲突。


  而一个正面的例子来自网络电商与实体卖场之间从冲突到合作的变化。与共享经济一样，网络电商也是互联网时代出现的新生事物，一度是以实体卖场革命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实体卖场作为市场自发形成的企业组织，灵活性强，能够及时响应新形势的挑战，迅速在互联网时代找到了如何发挥充足的线下渠道这一比较优势，从而使得网络电商非但没有革实体卖场的命，而是如马云所讲的形成了“互联网公司的机会未来30年一定在线下，而传统企业的希望一定是在线上”的共识，并出现了京东与永辉、阿里与苏宁各自联手打造成“O2O”（线上到线下）的新业态。


  需求方：从以买为主到以租为主


  从消费者的角度看，“使用”通常是他们购买商品的主要目的。对于汽车等耐用消费品而言，如果仅仅是为了使用，显然不一定必须拥有所有权。所有权所涵盖的权利要大于使用权，因此通常而言，为“购买所有权”（以下称“购买”）所要付出的成本通常要大于为“购买使用权”（以下称“租赁”）所付出的成本。以日常代步为例，购买汽车通常意味着要花十几万元的购买费用、每月数千元的养护费用等，但是通常每月几千元的养护费就已经能满足每个月的打车支出。


  既然如此，为什么消费者依然普遍选择购买而不是租赁呢？一个原因就在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过高，阻碍了租赁交易的高效实现。消费者对车辆的使用需求通常具有随机性，即便是日常上下班代步，由于种种原因也难以做到每天同一时间出门上班或者下班回家。在互联网时代以前，由于存在难以逾越的信息鸿沟，交易成本高昂，打车这种租赁模式难以做到及时匹配消费者的随机需求。一旦租赁的交易成本超过了购买的交易成本，那么消费者的理性选择就是买而不是租，在确保了使用需求及时有效地得到满足的同时，还可以获得占有、收益等效用。这种消费者偏好造就了汽车市场的传统商业模式，即汽车市场以买为主而非以租为主。


  共享经济正在对这种以买为主的传统商业模式造成颠覆性影响，以买为主正在向以租为主转变，同时产生了“消费者剩余”。“云大物移”技术大大降低了汽车租赁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与交易成本，使得共享平台能够低廉、有效、及时地实现汽车租赁供求匹配。相比购买而言，共享经济的网络效应使得租赁的交易成本伴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多而不断下降，在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尤其如此。共享经济使得消费者不必再为了满足“使用”的需求而去购买商品，只需支付少量成本租赁即可。共享经济产生了“消费者剩余”，是因为它的“闲置资源、闲置时间”模式决定了它的生产要素机会成本较低，所要求的回报率也相对较低。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支付的费用要比传统模式中支付的费用低，也就是说消费者实际支付的要小于他原本愿意支付的费用，在消费者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不变的情况下，这两者之差就形成了“消费者剩余”。


  消费者偏好的转变正在改变制造商的观念。比如，汽车生产商正在从单纯地销售汽车向出租汽车拓展。例如，作为传统的汽车制造商，德国戴姆勒-奔驰集团已于2009年开始探索汽车租赁的共享经济模式，并成立了全资子公司戴姆勒智能交通服务集团，作为奔驰smart车型的汽车共享平台，这一平台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共享品牌car2go（智能租车项目）。根据里夫金的研究，“汽车共享的成本只是私家车成本的20%，却可以使总体福利水平最大化。尽管这样一来汽车的产量和销量有可能减少80%，但依然非常值得推广”，而汽车制造商“之所以对从私家车向协同共享汽车的转变抱以如此大的热情和支持，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服务会使行驶在公路上的汽车数量急剧减少”。除此之外，考虑到中国大城市限号限行等造成的汽车所有权“打折”，未来中国汽车租赁对汽车购买造成的颠覆影响可能更大。


  共享经济的宏观经济效应


  共享经济在高度机械化、纪律化、标准化的社会化大生产之外，给了供求双方更自由选择、更自由供给、更个性定制的可能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共享经济具有“自由人”的联合意味。共享经济这种“自由人”的联合形式，有助于供求双方跨越信用缺失障碍，更自由地达成交易。


  第一，共享经济能快速提升总供给能力。共享经济通过三种途径提高总供给能力：提高现有资源存量的使用率；提升未来新增产能利用率；提升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很多设备、住房等本身就存在自然折旧，增加使用强度（例如房子增加一定的实用频率，私家车拼车），并不能大幅度增加这类资本的折旧速度。因此，共享存量资源的边际成本可能接近零（即使不为零，其边际成本也极低），所以在相对低的补偿情况下，总供给会快速地提高，即总供给曲线变得更加平坦。一辆私家车的平均使用公里数大约为20万公里，而一辆出租车的平均使用公里数超过60万公里，就使用效率而言，私家车明显过低。


  当然，对于新增产能而言，意味着较少的资本投入就能产生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主要是服务），例如，由于共享经济的存在，未来新建住房的使用效率可能更高（因为居民自有住房可以提供相应的服务）。共享经济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此对大宗商品价格可能产生影响。目前来看，共享经济是一个新增的抑制大宗商品需求的长期因素，具有抑制大宗商品价格上升的作用。


  第二，资本利用率上升，投资需求可能下降。共享经济提高了存量资本的使用效率，意味着提供一定量有效供给所需的新增投资减少，投资需求将下降。例如，截至2015年7月，估值已达约255亿美元的Airbnb致力于将全球的闲置房屋都变成酒店，供旅行者使用。2015年初，Airbnb已拥有超过100万间房间，因其采用的是盘活存量住房，而非买地盖楼等重资本投入，所以降低了酒店业的新增投资需求。从增量资本方面来看，由于利用效率提高，同等产出增量需要的投资也会减少。


  第三，消费者实际购买力提升，消费需求增加，尤其是服务消费。由于共享存量资源的边际成本较低，甚至接近于零，共享经济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也较低。在相同名义收入水平下，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下降将提高实际收入，带动总购买能力的上升，从而增加需求。例如，Airbnb使用的是闲置房屋，空置成本很低，营收预期不高，因此其价格对于传统酒店有杀伤力。而Uber和滴滴、快的等打车软件因为盘活了存量的私家车，降低了打车出行的成本，因此更多消费者选择打车消费，挤出部分自助购车需求。


  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享经济对一些耐用消费品的需求的影响类似于对资本品的投资，也就是说，共享经济提升了消费需求，但这主要是通过提高现有的资本品（耐用消费品）的利用率来满足的。例如，我国2015年3月以来社会零售总额中汽车购买持续低个位数增长，是拖累整体零售的主要因素之一。这是否反映了滴滴、快的等打车软件的影响呢？其原因值得分析和观察。


  第四，共享经济能带来物价总水平下行压力。通过提高闲置资源的利用率，共享经济的最直接和主要影响是增加了总供给。在需求端，如上所述，消费需求尤其是服务消费需求上升，但投资需求包括对一些耐用消费品的购买下降。总体来讲，需求的扩张无法跟上供给扩张的步伐，总需求相对总供给不足，对物价总水平带来下行压力。从结构上看，物价下行压力主要体现在投资品和一些耐用消费品上，一个引申的含义是，共享经济的扩张可能是抑制大宗商品价格的一个新增因素。不过，共享经济导致物价下降是资源更有效利用的结果，反映的是供给增加，是好的现象。这与劳动人口减少、贫富分化，或者资产泡沫破裂带来的需求疲弱有本质的区别。在当前主要经济体中（包括中国），这两种性质的物价下行压力均存在，但由于共享经济总体规模仍然较小，物价下行压力主要还是需求疲弱的结果。随着共享经济的扩张，准确衡量其规模和影响，对宏观政策的制定和操作很重要，也可以说共享经济给“十三五”规划期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带来了新的挑战。


  第五，共享经济能降低均衡利率水平。如前所述，共享经济盘活存量资本并提高新增资本的利用率，降低了投资需求。另外，共享经济提高了消费需求，降低了储蓄需求。那么对利率意味着什么呢？基于总需求相对于总供给不足的判断，整个经济应该呈现储蓄相对于投资需求过剩的压力，带动均衡利率水平下降。


  第六，共享经济有利于解决信用缺失问题。信任对网络效应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需要有双向评价体系，鼓励买家和卖家成为相关平台的重复用户。随着时间推移，小参与者的数量逐渐可观，并逐渐聚集成大型市场。而通过大幅提高市场信号密度，进而克服信息不对称状况，这些市场开始拥有自身的力量。所以，共享经济是高度依赖信用的经济模式，没有信用，难以想象一个消费者会放心地去乘坐陌生人的车或者住到陌生人的家里。从博弈的角度来看，一次性博弈难以淘汰信用缺失的玩家，只有无限重复博弈才能暴露每个参与者的信用度，进而激励整体信用水平的提升。在“云大物移”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这种理想的重复博弈方式难以实现，而“云大物移”技术使得每一个普通消费者（供给者）可以便捷低廉地观察到潜在供给者（需求者）的信用度，从而做出理性的抉择。“云大物移”技术使得每一个作为互联网节点的个人时刻处于无限重复博弈的交易环境下，珍惜并提高自己的信用度成为理性抉择，最终导致一次博弈下互相不诚信的“囚徒困境”被打破。共享经济这种“提高诚信、有利自己”的正向激励特点，将会通过在个体之间重建、新建信用关系，逐步在全社会形成信用意识，不断提升整个社会的诚信水平，平滑因信用缺失造成的经济摩擦，最终促进市场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


  第七，共享经济可缓解人的“异化”问题。实际上，互联网主导的开发低利用率资源的过程——无论是实物和金融资本，还是人力资本和人才——已经不可阻挡且不断加速推进。以此产生的长期收益不仅包括效率和生产率的提升（大到足以体现在宏观数据上），还包括急需的、具备广泛技能的新就业机会。社会化大生产在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的异化问题。流水线上高度紧张、机械的作业方式，让人“异化”为工具，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马克思说过，“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相比于正规就业而言，共享经济在闲置时间使用闲置资源赚些“闲钱”的特点，让从业者比较自由地进入或退出社会生产过程，因个人对社会的依赖而导致的强制劳动和被迫劳动问题也随之缓解。共享经济增加了普通人的发言权，增强了劳动者对个人生活的掌控度与自由度，更符合经济发展需提高人的幸福感这一本质目的，有利于促进经济和谐发展。


  第八，共享经济有利于推动制度改革。作为一种强制性力量，即便是不合理的制度也难以及时转变或撤销，将会严重抑制经济活力。以出租车行业为例，出于确保服务质量、缓解交通拥堵的考虑，出租车实行特许经营制度，但是巨大的寻租空间导致了一线司机与出租车公司之间的矛盾。抗议高额份子钱的罢工事件时有发生，并衍生了规模庞大、混乱经营的黑车市场。由于制度高度固化，即便有这些严重的问题，特许经营制度也难以看到改变的趋势。以滴滴打车、Uber为代表的共享经济正在迅速改变这种局面，混乱经营的黑车市场在互联网的重组下开始自发地规范化发展，“云大物移”技术在疏解交通拥堵、提高服务质量方面展现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巨大能量，对出租车特许经营制度正在构成最沉重的打击，有可能促进这一制度的优化，释放出租车行业的巨大活力。


  共享经济“成长的烦恼”


  第一，共享经济与传统经济存在不公平竞争现象。由于共享经济发展迅速，许多国家还没有明确是否应允许其合法化，更不用说思考如何促进其正规化发展的问题。在此期间，共享经济的发展事实上逃避了正规经济应该负担的税收、社保等义务，对正规经济构成了不公平竞争，对正规经济从业者的利益造成了较大冲击，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


  第二，劳动者缺乏“安全网”保障。现代社会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大反思就是构建了社会安全网，作为保障经济冲击下社会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线。大部分共享经济的“自由”从业模式，通常意味着劳动者缺乏“安全网”，从业者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的保障。一旦发生严重的负面冲击，这部分自由劳动者将为“自由”付出较大的生存代价。


  第三，消费者利益保障机制不健全。共享经济增进社会信用的效果需要在“重复博弈、信息积累、优胜劣汰”的过程中逐步实现，因此共享经济有利于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并不意味着每一时点、每一笔交易中的信用都是可靠的。尤其是在博弈开始的初期，由于共享经济缺乏有效的信息积累而无法甄别供求双方的信用度，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发生侵犯消费者利益的事件，目前并没有明确谁应该对这种悲剧后果承担责任。此外，由于目前共享经济大多游离在正规的监管之外，难以对消费者利益进行充分保障。以专车业务为例，很多专车平台并没有办理营运保险，一旦发生事故，消费者权益很难得到充分保障。


  第四，大数据壁垒可能导致新的行业垄断。共享经济高度依赖大数据来及时匹配供求，以达到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的效果。从事共享经济的企业一般需要大量初期投入以获得初始数据，不过一旦业务顺利展开，“云大物移”技术就会使数据成为生产过程的副产品。并且，“云大物移”的技术特点，决定了大数据采集、加工、储存与使用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与网络经济特性，也即伴随着参与主体数量的日益增多、主体间联系的日益广泛，单位数据生产成本将以更快速度下降，数据质量将以更快速度提升。这种特点决定了共享经济在位者的竞争力将得益于大数据生产的规模效应与网络效应日益增长，最终凭借不断自我增强的大数据优势获得行业垄断地位，并且这种由大数据造成的产业壁垒，仅靠资金投入难以在短时间内克服。除此之外，这种垄断结构还存在垄断企业滥用市场势力的可能性，也即共享型企业凭借积累的海量供求数据，或许会侵犯个人隐私或其他利益。


  第五，共享经济影响我们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和把握。当前的统计数据并不能充分反映共享经济对增长与就业的影响。由于现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于共享经济的统计并不全面，甚至可以说是空白，所以现有的统计体系所核算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或许存在低估问题。


  对就业的统计也有类似问题。以美国为例，美国自由职业者联盟（Freelancers Union）的统计显示，目前美国有5300万名自由职业者，已经占到美国劳动力的34%。同时，填报1099报税单的自雇人员比例在近几年也在不断上升。但是标准方式统计的自雇型就业和多工作者（self employment and multiple job holding）在总就业中的占比却在不断下降。这一矛盾反映了那些拥有1099收入的人可能认为这些不是常规工作而没有披露。英国就业数据同样显示，过去一年，英国临时工作者、自雇型就业者和多工作者在总就业中的比例均有所下降。现阶段，由于共享经济的规模还比较小，对总量GDP的衡量的影响不大，但随着共享经济范围不断扩大，加上统计科目的滞后性，经济增长被低估的可能性不容忽视。


  相对而言，物价数据受共享经济的扭曲影响较小。这是因为现有的被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和PPI（生产价格指数）统计覆盖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反映了总供给增加带来的竞争压力的影响。现在的国民经济统计体系对共享经济还没有有效地统计和估算。GDP增长率可能低估了实际的经济活动的增长，但CPI所受的影响相对较小。共享经济带来的低GDP增长和低CPI通胀的组合，和金融周期下半场（资产泡沫破裂）导致的低增长、低通胀，对宏观政策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共享经济的快速发展要求国民经济统计体系与时俱进，准确衡量共享经济的规模和影响对“十三五”期间的宏观政策的平衡很重要。


  共享经济的未来发展前景


  虽然共享经济还不够成熟，短期内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但是长期来看，它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方面的巨大优势将有利于经济整体效率的提升。即便未来共享经济承担了税收、保险等方面的社会责任，它的竞争力也会依旧，因为它的“闲置资源、闲置时间”模式，决定了它的生产要素机会成本较低，所要求的回报率也相对较低，有天然优势。未来，随着共享经济持续发展，这些“成长的烦恼”将在共享经济的进一步成长中逐步得到解决。


  第一，共享经济与传统经济的不公平竞争、劳动者“安全网”缺失、消费者权益保障不健全，都是典型的制度与监管缺位造成的，这种缺位必将不是常态。也许监管问题也会不可避免地涌现，正如Uber如今在美国加州和欧洲所面对的那样。由于要申请牌照运营，出租车和豪华轿车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竞争保护，同时也基于乘客的安全对其进行了规范。但随后Uber用一个不同的产品入侵了它们的市场，并在很大程度上用自己制定的规则来管理车辆和司机。在这个过程中，它对牌照贬值的威胁就跟任何政府发放新牌照的决定一样真实有效。难怪巴黎和其他法国城市的出租车司机——迄今处于竞争保护之下——会如此激烈地抗议。再以房屋共享为例，2014年初，荷兰阿姆斯特丹对Airbnb进行立法，征收5%的旅游税；2014年底，美国旧金山对私人住宅从事共享经济也进行了立法，要求房屋整体出租时间每年不超过90天，同时征收14%的酒店税。从2015年开始，我国的嘀嗒拼车也开始为乘客提供累计限额20万人民币的人身伤亡保险。


  第二，技术特点造成的行业垄断风险不会是长期现象。由技术进步造成的垄断超额利润有利于激励创新与经济发展，并不是一件坏事，而由技术和数据优势造成的垄断属于市场垄断，而非难以打破的行政垄断和自然垄断。一旦在位者丧失持续创新的动力，必将为锐意进取的后来者所超越，其垄断地位也将不复存在。曾经的科技巨头诺基亚曾占据着手机市场的绝对垄断地位，但是触屏时代的创新落后迅速导致这一垄断巨头覆亡。


  第三，金融业如何拥抱共享经济，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其中，P2P贷款和集资已经展现出连接投资人和借款人的新途径。显然，所有共享经济模式——尤其是金融类——都必须解决有关责任和保险的问题，但这些都不是难以逾越的障碍。


  
    [1] 本文作者为：彭文生，中信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行政负责人，董事总经理；伍旭川，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经济学博士，研究员，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

  


  
    [2] 迈克尔·斯宾塞.共享经济的逻辑[J].财经，2015（28）.

  


  第二章

  共享金融的理论机制[3]


  共享金融的理论剖析


  理论脉络的梳理


  当前共享经济的发展业已具备了充足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一是人口向虚拟空间的转移为经济共享提供了空间基础。从人类学和“互联网+”的双重视角下来审视，这次转移可谓人类的第四次迁徙，如果说十万年前人走出非洲迈出了人类史上重要的一步，那么今日的迁徙则实现了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场景之间的跨空间连接。据市场研究公司eMarketer研究，预计到2018年，全球近半人口（36亿人）将可每月至少一次接入互联网。二是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平台为共享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大大降低了租赁交易的信息成本，减少了信息不对称，使原本不可能达成的租赁交易成为可能。技术的飞跃式发展对人类的生活方式、组织方式、治理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三是经济的高度发展和大量闲置资源的存在是共享经济产生的物质前提。在这些条件下，共享经济迅速发展。时至今日，投资者对共享经济的追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境地。Uber的估值已经高达500亿美元，Airbnb的估值也已经达到255亿美元，Uber的竞争对手Lyft（美国一款打车应用软件）估值也达到25亿美元。购物配送公司Instacart估值20亿美元，其竞争对手Postmates估值也在1.5亿到2亿美元。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共享经济的发展潮流必然渗透到金融领域，从而使传统金融向“共享金融”发展。人们最为关注的“共享金融”新特点，借鉴南希·科恩（Nancy Koehn）共享经济的概念，就是金融资源的供需个体通过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构筑的现代信息技术平台实现金融资源与服务的直接交易系统。从现实情况来看，金融资源的供求双方主要有三类主体：居民、非金融机构（包括非金融企业、政府机构，以及其他的非政府、非金融类机构）、金融机构，因此共享金融也就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居民、非金融企业、机构等金融资源的供求个体间的金融共享；二是居民、非金融企业、机构等金融资源的供求个体与金融机构间的金融共享；三是金融机构间的金融共享，包括同业和跨业。


  共享金融的发展能够缓解传统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困境。传统的金融运行方式，是以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为中心的，尤其是银行，通过吸收资金富余者的资金，形成庞大的资金池，然后将这些资金通过发放贷款等方式进行投资。由于期限错配、外部冲击等一系列原因导致银行的短期资产不能清偿短期负债，从而出现所谓的“流动性风险”，严重的流动性风险会引致“挤兑”，使银行破产，而且“挤兑”具有传染性，甚至会引起整个金融系统的危机。共享金融是资金供求双方的直接交易系统，具有去媒介、去中心的特点，共享金融能够解决现代金融内部的问题，从而部分解决外部的问题。


  归纳来看，“共享金融”有助于缓解甚至根除现有金融体系的主要弊端。但在积极推动共享金融发展的同时，也要清楚地看到共享金融自身也蕴含着一定的风险，比如技术风险、资产价格波动风险和法律风险等。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的共享金融，开展和执行的各项交易都是基于技术的支撑，因而技术本身存在的安全问题就成为共享金融潜在的技术风险。另外，在先确定投资收益，后开展生产的共享金融模式下，资产价格波动风险的表现尤为明显。如产品众筹等，一旦后期产品或原料价格发生大幅波动，那么投资者和筹资者的利益分配格局将会受到较大的影响，当然这些风险也可以通过更为完备的合同来缓解。法律风险也是共享金融发展过程中亟须解决的问题，由于共享金融发展迅速，相关法律存在滞后的现象，这会导致一些为谋求利益而钻法律空子的不法活动出现，所以在现有法律未修订的情形下，不能越过《公司法》和《证券法》规定的股东人数200人的法律红线。坚守两个底线，即不设资金池，不提供担保（包括隐性担保）。


  共享金融的网络基础


  共享金融的形成与发展必然基于一定的网络基础，网络的定义较为宽泛，主要描述诸多对象及其之间的相互联系。从最初社交网络中存在的“弱链接”，到当前共享金融参与者之间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直接实现的链接，以及通过以现代信息技术构筑的平台进行的链接，都赋予了网络不同层面上的内涵。大网络时代，金融资源的所有者和使用者，即所有金融行为的参与者在进入网络前后的行为规范及演化，很大程度上遵循着网络发展的一般特征。


  具体来看，最重要的就是社交网络中的小世界原理（又称六度分隔）。自从互联网的亲密结合后已显示出巨大的商业价值，“社会性软件”的研发和应用，展示了一种聚合产生的效应。人、社会、商业都有无数种排列组合的方式，如果没有信息手段聚合在一起，就很容易损耗掉。环球信息网成功地将文本、图形聚合在一起，使互联网真正走向应用；即时通信将人聚合在一起，开发一种使人与人在互联网上能够快速直接交流的软件。网络世界的虚拟性和商业社会所要求的实名、信用隔着一条鸿沟，但是通过熟人，利用“六度分隔”产生的聚合会产生一个可信任的网络，这其中的商业潜能无可估量。当前运用六度分隔的领域有：直销网络、社交网站、博客网站等。


  同时，我们不难发现在现实生活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尽管中国向7900万网民提供的网站接近60万个，但只有为数不多的网站才拥有网民一次访问难以穷尽的丰富内容，拥有接纳许多人同时访问的足够带宽，进而有条件演化成热门网站，拥有极高的点击率，像新浪、搜狐、网易等门户网站。以网页被点击次数的分布为例，网页被点击次数的幂律分布其幂指数在0.60~1.03，而网站访问量的幂律分布其幂指数则接近于1。简单来说，幂律（Power law）就是两个通俗的定律：一个是“长尾”理论，只有少数大的门户网站是很多人关注的，但是还有一个长长的尾巴，就是小网站、小公司。长尾理论就是对幂律通俗化的解释。另外一个通俗解释就是马太效应，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发生这样的现象其实跟网络的外部性和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有很大的关系，这促使互联网企业更加注重市场的培育，尤其在初创期，企业会投入大量的财力去培育一个稀薄的市场，这也就是所谓的先入优势。卡茨和夏皮罗（Katz and Shapiro）对网络外部性进行了经典论述。他们认为，当消费者的效用水平不仅是商品数量的函数，而且是已有用户数量的函数时，就存在网络外部性。使用一种产品的消费者越多，每个消费者从该产品中得到的效用就越大。网络外部性理论认为，存在一个消费者数量的临界群，当使用人数达到或超过既定临界数量时，消费者规模就会急剧扩大。这一现象可用梅特卡夫（Metcalfe）法则总结：网络的价值以用户数量的平方这一速度增长。锚定效应是指在存在很多同类产品的情况下，由于存在转换成本，使用一种产品的消费者不愿意或很难进行转换去使用另一种产品。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一旦一家互联网企业优先进入一个领域（如第三方支付市场），或者由于技术和营销优势首先占据一个领域的较大份额，那么由于网络外部性和锚定效应，这家企业的规模就会越来越大，出现强者愈强的局面。网络激发了大众信息服务的需求，形成了无所不在的在线搜索、实时交互、即时通信和协同，催生了一系列新的网络文化和行为。越来越多的网络大众合作完成部分任务，涌现出了一种群体智能。以维基百科为例，词条从初始阶段（低质量词条）逐渐演化到高级阶段（高质量词条），体现了群体编辑交互协作群体智能的涌现。在线群体协作颠覆了传统的知识产权理解，利用规则保证每个参与协作的人都可以分享知识，以共同达到某个目的，并将分布在各地的知识主体联系起来，交流思想和信息，交换资源，鼓励多样化创新。而网络演进的主要驱动力是参与者行为，参与者不断变化的需求和协作促使网络不断地演进和变化。


  除此之外，技术的不断创新和进步也保证了共享金融的未来发展的良好前景，尤其是区块链（Blockchain）技术的引入。区块链是一个开放式自制账簿系统（open autonomous ledger），主要分为公共区块链和私有区块链，通过对公共区块链的使用，减少了大部分经济交易对现有金融机构的依赖，而金融机构内部则可以充分利用私有区块链提高工作效率和降低成本，促使网络时代的经济活动变得更简洁容易，将极大地拓展共享金融的广度和深度。


  共享金融的表现形式


  从内容上看，共享金融可以有多种研究视角和分析思路，其中从金融要素和功能的共享来切入，或许能够与现实模式更好地进行结合。粗略来看，我们主要关注包括资金、金融基础设施、人才、信息、平台等在内的各类金融要素。从形式上看，主要有基础设施共享、众筹、网贷、供应链金融、相互保险、财富管理，以及未来区块链主导的共享金融模式。


  第一，金融基础设施的共享。金融基础设施是指金融运行的硬件设施和制度安排，主要包括支付体系、法律环境、公司治理、会计准则、信用环境、反洗钱以及由金融监管、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投资者保护制度组成的金融安全网等。法律环境、信用环境、会计准则等基础设施从当前的金融运行来看已经基本上实现共享，但支付系统这一关键基础设施目前还是封闭的，居民、企业等之间的支付还需要通过银行等金融中介才能实现，而不能直接共享其支付系统。因此，金融基础设施共享的关键点还在于支付系统的共享，居民、企业等非金融机构可以直接使用当前的支付系统，实现各经济主体间的直接支付。


  第二，众筹。众筹一词来源于英文的“Crowdfunding”，意为大众筹资，或群众集资，是一群人为一个项目或一个公司募集资金，为其生产经营、技术开发或者创意的实现等生产活动提供资助。我国自古就有众筹的文化传统，据文献资料和碑文记载，许多香客筹资以重建庙宇、重铸佛像等方式积累功德。世界上最早的现代众筹融资是2001年英国建立的众筹网ArtistShare，2003年开始运营，被称为众筹金融的先锋，标志着互联网众筹模式的诞生。之后众筹网站不断涌现，其中，2009年在美国成立的Kickstarter是当前影响力最大的众筹网站，被认为是互联网众筹发展的里程碑。从运行的方式来看，现代众筹主要是通过互联网平台或其他的社交网络平台，发布小企业、艺术家或者其他个体的创意，吸引大家关注，进而募集所需资金。众筹融资是典型的共享金融模式，它是资金的供求双方通过融资平台直接实现资本融通的有效形式，从具体形式上看，主要有商品众筹、股权众筹，还有其他的如奖励型众筹、捐赠型众筹等。国内互联网众筹起步较晚：2011年7月国内第一家众筹融资平台“点名时间”开始上线；2013年中国版的“众筹网”上线，现在成为中国影响力最大的众筹网站；2014年京东也涉足众筹，到目前有淘宝众筹、影视众筹、创意鼓等数十家众筹网站。据统计，2014年上半年全国众筹融资1423起，融资金额18791.07万元[4]。据世界银行预测，到2025年全球众筹融资将达到300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为960亿美元，其中中国为500亿美元。[5]


  第三，网贷。英文叫Peer to Peer Lending，是共享金融的另一个重要形式，是指不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媒介，借贷双方直接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易的无担保贷款。与众筹相比，网贷是点对点的交易，即资金供求双方都是一个主体，而众筹是多对一的，即在一个众筹项目中，资金供给方是多个，需求方是一个主体。网贷起源于英国，Zopa作为全球第一个P2P网络借贷平台，截至2014年，贷款发生额已经超过2亿英镑，美国P2P网络借贷平台Prosper的贷款发生额也已经超过4亿美元[6]。我国从2007年开始引入网贷，拍拍贷是国内首家注册成立的P2P公司。虽然市场进入得比较晚，但发展迅速。2010年我国网贷平台仅有10家，2012年就增加到200家，2013年为800家，到2014年年底网贷运营平台已达1575家；2014年网贷余额为1036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是2013年的3.83倍；参与投资的人数和借款的人数分别为116万人和63万人，与2013年相比，分别增加了364%和320%。[7]


  第四，供应链金融。供应链金融（Supply Chain Financing）是银行根据特定产品供应链上的真实贸易背景和供应链主导企业的信用水平，以企业贸易行为所产生的确定未来现金流为直接还款来源，配合银行的短期金融产品和封闭贷款操作所进行的单笔或额度授信方式的融资业务（胡跃飞、黄少卿，2009）。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移动支付网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供应链金融正由线下向线上转型，其经营理念由最初的“1+N”，发展到现在线上化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三流合一”。供应链金融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是供应链的全链条信息化正在进行；二是金融服务越来越重视交易数据和行为数据的收集和挖掘；三是平台建设越发重要（唐时达，2015）。线上供应链金融是金融业与基于供应链管理的实体产业之间，通过信息化协同合作的供应链金融的新趋势和高级阶段，包含电子商务交易、在线支付、交易融资和物流管理等多个环节，是复杂性金融创新产品（黄丹，2012）。供应链金融通过信息流、资金流、物流等在供应链企业和金融机构间的共享，把单个企业的不可控风险转变为供应链企业整体的可控风险，通过立体获取各类信息，将风险控制在最低限度。从供应链金融发展的实践来看，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银行供应链金融2.0。如民生银行的保理即供应链系统，将保理业务和非标准化仓单业务实现了从“线下手工处理”到“线上多系统集成”；中信银行的新一代电子供应链金融，提供电子化、网络化、自动化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功能涵盖供应链管理、订货计划管理、收款及发货管理、融资管理、资金管理、质物管理、信息共享、风险预警等众多方面。二是电商供应链金融，如自2010年起，阿里巴巴、苏宁、京东先后获得小贷牌照，并先后成立浙江阿里小贷、重庆阿里小贷、重庆苏宁小贷、京汇小贷等小贷公司，逐步拓展供应链金融业务。三是基于电商平台的银行供应链金融，中国银行通过聪明购平台向消费者订单融资。


  第五，相互保险。相互保险又称为互助保险，是指由一些对同一危险有某种保障要求的人所组成的组织，以互相帮助为目的，实行“共享收益，共摊风险”。集团成员缴纳保费形成基金，发生灾害损失时用这笔基金来弥补灾害损失。相互保险是保险人之间共享保险收益与风险的共享金融形式，实现了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一体化，可以解决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利益不一致的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道德风险也将不存在，可以实现更低成本的运行。1956年成立于英国的公平保险公司和1978年成立于德国汉堡的Hamurgische Allgemeine Versorgungs-Arstalt通常被认为是现代相互保险公司形态的起源。2014年，按照资产规模排名，扣除再保险公司，排名前50位的保险公司中共有9家相互型保险公司，其中位于日本的有2家，位于美国的有7家。相互保险组织在我国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只有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经营财产险，以及慈溪市龙山镇伏龙农村保险互助社和慈溪市龙山农村互助保险联社两家相互保险组织。


  第六，财富管理。财富管理主要是针对高净值客户的定制化服务，是指以客户为中心，设计出一套全面的财务规划，通过向客户提供现金、信用、保险、投资组合等一系列金融服务，对客户的资产、负债、流动性进行管理，以满足客户不同阶段的财务需求，帮助客户达到降低风险、实现财富增值的目的（李君平，2014）。财富管理范围包括：现金储蓄及管理、债务管理、个人风险管理、保险计划、投资组合管理、退休计划及遗产安排。在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向客户提供立体化服务的过程中，实现人才、技术、服务等的共享，是以客户为中心构筑的金融机构间以及金融机构与个人之间的金融共享形式。近年来，中国财富市场快速发展，财富市场总值已超过16.5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三，并以25%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快速增长，远远超过世界平均增长率13.4%，中国财富人口达1746万，面向高净值客户的全方位财富管理服务成为必然（林采宜，2012）。


  第七，区块链主导的共享金融。区块链金融可能是未来共享金融的高级形式。区块链本质上就是交易各方信任机制建设的一个完美的数学解决方案，而比特币就是区块链技术的第一个伟大的应用。区块链的基本结构是，把一段时间内的信息，包括数据或代码打包成一个区块，盖上时间戳，与上一个区块衔接在一起，每下一个区块的页首都包含了上一个区块的索引（哈希值），然后再在页中写入新的信息，从而形成新的区块，首尾相连，最终形成了区块链。以区块链为基础，再加以一系列建立在区块链上的辅助方法，人们正在互联网上建立一整套互联网治理机制，包括：工作量证明机制、互联网共识机制、智能合约机制、互联网透明机制、社交网络的互动评分机制、密码学公私钥匙等。在这些技术成熟后，未来区块链金融可能具有下面的特点：一是智能化，金融交换载体由数据变为代码，传统金融成为可编程的智能金融。二是去中心化的组织结构，点对点、端到端。三是算法驱动，摩擦系数接近于零。四是一体化特征，身份识别、资产登记、交易交换、支付结算都在区块链一个系统上一账打通。五是实时化、场景化、7×24小时、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无缝衔接。


  共享金融的共享机制


  共享金融通过实现居民和企业等个体金融参与者之间、金融机构之间，以及金融机构与个体金融参与者之间三个层面金融资源的共享，能够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尤其是满足中小企业、个人创业等零碎资金的需求。下面以众筹为例，从理论上阐释共享金融的共享机制。


  假设互联网众筹融资平台上有N个筹资者，第i个筹资者项目启动，扣除各种成本，以及发起者的恰当利润后，可获得的收益率ri是个随机分布，其密度函数为fi(ri)。与此同时，在互联网众筹平台上还有M个投资者，他们的风险偏好是异质性的，当第j个投资者投资于第i个项目时，其效用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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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xji为投资于第i个项目的金额，R为投资者将资金用于其他领域时获得的效用，这里假设投资者的总收入是I，为简化分析，可假设货币在其他领域的边际效用为1，同时假设每个投资者只对一个项目投资，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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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约束下，投资者的效用函数可改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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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的投资者将选择一个最优的xi，使其期望效用达到最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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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阶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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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令满足（2.5）式的xji为：


  [image: 049-6]


  即第j个投资者对第i个项目的投资额取决于其风险偏好函数uj(·)和该项目本身的风险分布函数fi(·)，也就是说，在互联网众筹条件下，对于任一风险分布的项目，某一特定的投资者在理论上都有一个最优的投资水平与之相对应，这就是互联网众筹融资的风险匹配机制。与传统的风险中性银行融资相比，其只对满足特定条件的项目融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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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其期望收益达到一定水平的项目才能获得银行融资，互联网众筹可以大大拓展融资空间。当然并不是每个筹资者最终都能获得融资，根据众筹融资的规则，在给定的时间内，只有当融资额T达到或超过筹资者的要求时T0，才能成功获得资金，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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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j个投资者如果对第i个项目进行投资，那么他会按照（2.6）式进行最优规模的投资，但他是否投资具有不确定性，这里假设其概率为Pji(N，infi，Preji，…)，这一概率与筹资者的数量N负相关，与筹资者的信号传递能力和强度infi正相关，与投资者对该类项目的偏好程度Preji正相关，以及其他一些因素，由此可知，筹资者i能筹到资金的期望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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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筹集到资金的期望值不仅取决于单个投资者的最优投资水平和投资的概率水平，同时这个市场的投资者数量也对筹资水平有巨大的影响，当市场厚度增加时，可以显著地提高筹资水平。


  众筹通过风险匹配扩展融资空间的共享机制，也可以用几何图形来表示，图2.1是特定偏好的金融机构融资时所能够覆盖的需求。图中每个不规则的星号都代表一定特质的资金需求方，包括规模、风险等特质，对于特定的金融机构，其总有一个风险偏好，只能覆盖少部分的资金需求，即使对整个市场而言，金融机构较多，有一定的互补性，但面对千差万别的市场需求，还是显得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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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 特定偏好金融机构的融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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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2 众筹融资模式

  


  图2.2是众筹模式下能覆盖的市场需求，众筹可以直接将资金的需求者和供给者连接起来，匹配资金供给者与需求者的偏好，与有限金融机构的偏好相比，众筹投资者的偏好要多得多，因此能够实现更好的匹配，并且随着众筹平台规模的扩大，这种匹配优度会呈几何级数加速上升。


  共享金融的共享度分析


  资金、信息、渠道等金融资源分散在各个居民、企业、金融机构、国家机关等主体之间，通过共享金融框架的构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各个主体间的金融共享。但事实上，并不是每项金融资源都能实现共享；对某一特定的金融资源，也不是每个金融参与主体都能够实现共享；更进一步，某些特定主体试图去共享一些金融资源时，也不是百分之百能够成功实现。这些现象反映的就是共享金融的贡献度问题，即金融共享的程度。从整体上讲是指所有金融资源在金融参与主体间的共享程度，从微观上讲是指某项金融资源实现共享的概率。下面以互联网众筹为例，从微观上分析共享金融的共享度问题。


  借鉴Hardy（2013）模型，假设众筹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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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VG是众筹生产企业使用筹集的资金提供的一般价值，VI是众筹企业提供的特殊价值，CC是众筹投资者提供融资的主观成本。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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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δ是生产者将用于提供一般价值的资金份额，Pi是第i个投资者提供的资金额，T是项目的生产门槛，这里假设只有当筹集到的资金高于T时，项目才能启动，否则，若在规定的时间内，生产者没有募集到足够的资金，则生产不能进行，并且须将已募集的资金退还给投资者，v0为生产者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基础价值。为简化分析，这里假设生产者为投资者提供的特殊价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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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可以理解为生产者为第i个投资者提供的个性化增值服务，用第i个投资者投资额的δ份额来提供，所以称之为特殊价值。投资者的主观成本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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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是投资者在购买该产品和参与众筹项目之间无差异的价格水平，当PC>MC时，投资者会感觉参与众筹的收入过多，其主观成本会高于实际支出，反之，当PC<MC时，投资者会感觉投资比较少，主观成本低于实际支出。综合上面四个式子，当众筹项目获得启动时，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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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者的利润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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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当生产者募集到的资金超过T时，生产才会进行，给定生产者的生产设计计划δ，假设生产者能够吸引来的投资者的数目N服从0到δM的均匀分布，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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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M为互联网融资平台上的投资者总量，由（2.16）式可知，随着δ的增加，该筹资者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在增加。同时，该筹资者吸引到的投资者数量的期望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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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简化分析，假设投资者是同质的，则均衡时，每个投资者的出资额是相等的，那么项目启动的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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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项目能够获得启动的概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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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投资者能够获得的期望效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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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式和（2.17）式联立，可得企业的期望利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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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2.21）式代入（2.22）式，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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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054-4]，可得其一阶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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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2.24）式可以得到均衡时筹资者的众筹设计方案δ*，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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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而将δ*代入（2.21）式子可得均衡时投资者的最优投资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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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2.26）式代入（2.19）式，可得，均衡时筹资者成功筹资的概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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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2.25）、（2.26）、（2.27）函数关系比较复杂，故具体的参数分析可以借助计算机进行模拟。这里可以简单分析金融共享度指标P*的变化情况，从（2.27）可以看出与P*相关的变量有四个：融资平台上的投资者人数（M）、投资者对该商品的主观价值评估（MC）、项目启动所需的临界资本水平（T）、该产品的基础价值（v0）。


  由以上分析可知：第一，共享金融的共享度与M正相关，即随着网络平台上的投资者人数的增加，项目成功筹资的概率会提高，因为对于一个特定的项目，其启动的门槛资本是固定的，当平台上投资者密度增加时，对该项目感兴趣的人数也会增加，那么其吸引到的筹资者自然也会增加；第二，金融共享度P*与投资者对项目的主观估值MC正相关，随着MC的上升，该产品给投资者带来的主观价值升高，那么投资者愿意出资的数量就会增加，那么筹资超过项目启动的临界资本的概率就会上升；第三，金融共享度P*与项目启动的临界资本水平负相关，即小项目更容易启动；第四，金融共享度P*与产品的基础价值正相关，较高的基础价值意味着该产品能够给投资者带来更高的效用，那么就能吸引到更多的投资者，单个投资者的投资额也会上升，从而提高筹资的成功率。


  
    [3] 本文作者为：姚余栋，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张黎娜，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博士后。

  


  
    [4] 数据来源于清科联合众筹网发布的《2014年中国众筹模式上半年运行统计分析报告》。

  


  
    [5] 数据来源于Crowdfunding’s Potential for the Developing World，World Bank，2013。

  


  
    [6] 数据来源于Zopa官网。

  


  
    [7] 数据来源于网贷之家发布的《2014年中国网贷行业年报》。

  


  第三章

  共享金融的技术与制度[8]


  共享经济时代的金融挑战


  当前，从分享经济到共享经济的整体转换，还面临一系列困难与挑战。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共享经济时代的来临已经不可阻挡，这源自于经济社会运行效率提升、市场经济伦理问题日渐突出的双重压力和动力。


  就我国来看，与共享经济的发展相对应，共享金融的创新源泉，归根结底在于为了更好地应对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矛盾与挑战。其发展思路，既包括有效支持共享型经济发展的新金融模式，也包括金融自身的可持续、均衡、多方共赢式发展。


  首先，从宏观层面来看，有六大因素导致了共享金融的迫切性不断提升。一是我国当前面临“新常态”的发展格局，经济增长的长期问题与周期波动的短期问题纠缠在一起，调整产能过剩的压力与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并存，相应来看金融资源的供求也出现结构性失衡，即在金融业和金融运行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某些领域的金融供给过剩，某些领域的金融需求却难以得到满足。由此，共享金融对于解决这些经济资源与金融资源的“错配”难题，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二是虽然仍然面临一些困难和障碍，但是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国际化已经“箭在弦上”，这就使得原来国内相对封闭环境下的金融资源配置面临更多外部挑战，同时也带来跨境金融优化的现实机遇，通过运用共享金融的创新模式，可以给跨境的资金融通、财富管理等带来全新的天地。三是近年来主流金融体系发展快速，但与此同时经济中的许多问题却“积重难返”，这使得其配置资源的能力受到质疑。伴随主流金融机构的“脱媒”趋势，更加体现“人人”特点的体制外金融模式“崭露头角”，共享金融正是联系这些“新金融”的核心主线。四是与经济发展中的不平等性相似，迄今为止的金融创新在应对收入不平等方面乏善可陈，甚至带来许多不利于中低阶层的财富再分配，例如长期大起大落的股市。对此，如何真正使得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中的“弱势群体”享受更加合理的金融服务，得到自身应有的金融权利，成为共享金融的重要突破点。五是城镇化带来的人口集聚、人口老龄化引起剩余金融资源的积累、金融市场化的不断推进，都有可能拓展金融活动的边界，打破原来无所不在的金融垄断，重构金融交易的价格形成机制，使得共享金融服务的可行性进一步提升。六是新经济时代逐渐体现为“创客”时代，大规模、集中性的产业集聚模式和企业扩张模式，不再成为必然的趋势，同时大量涌现“小而美”的产业与企业形态，相应的劳动力就业结构也在时间、空间上发生转变，作为“经济人和社会人”的功能和职责也不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这些都使得分散化、及时性、智能化、合作共赢的共享金融服务变得更加必要。


  其次，就微观层面看，共享金融的基础也有六个方面因素。一是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在提升金融效率的同时，也使得金融交易变得更加复杂，在许多情况下距离普通人越来越远，逐渐成为少数金融“精英”的游戏，也带来金融脱离实体的困境。由此，共享金融的重要着力点，也是促使金融活动“走下神坛”，回归“草根”和公开透明，使公众直接感受对金融的参与互助受益过程。二是使得金融消费者从被动变为主导，能够参与到金融交易决策之中，这也是共享金融的着力点。换句话说，也是如何使得金融发展与创新从“厂商时代”的“供给决定需求”，转向“消费者时代”的“需求导向”，从而使得金融产品及服务实现“标准化”与“定制化”的平衡，真正使公众能够主动分享现代金融发展的成就。三是共享金融通过对技术的充分运用，能够进一步打破金融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薄膜”，使得金融产品和服务更加便利和智能化，充分贴近和融入产业链、生活链中的节点，使得金融成为“身边触手可及”的服务。同时可共享的金融资源价值不仅包括资金，而且涵盖了更广泛的功能与要素，从而成为每个主体都可选择更加自由、低门槛和安全进入的“金融服务便利店”。四是共享经济的发展最终要落在商业模式建设上，从而实现商业可持续与经济社会可持续的有效结合。共享金融同样须做到这一点，其机制和模式建设就成为核心问题。对于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交易和分配来说，需要充分探索依托不同平台的模式、平台之间的开放式协调、完全去平台的分散化模式等，从而最终实现金融的商业和普惠目标的共存。五是在金融资本追求超额利润的“贪婪”之下，许多金融创新也在侵蚀着自己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社会基础，因此才需要各种“好的金融”来体现市场经济伦理，为美好社会的实现进行“弥补”和“调节”。对此，共享金融的精神动力与理念，正是为了深刻改变“丛林法则”支配下的金融竞争原则。六是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实际上降低了金融活动的搜寻成本和交易费用，提升了金融匹配效率，并且带来正的外部性和网络效应，因此使得金融活动能够进一步嵌入到经济社会的角落里，这种网络社会下的信息沟通与传递，就成为完成共享金融活动的技术基础。


  共享金融背后的技术与制度动力


  变革的技术与金融


  从金融角度来说，互联网金融的热潮已经连续几年冲击着人们的理念和现有金融体系，在“互联网+”的视角下，同样开始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作为起点，我们需要对概念本身进行辨析。无论是互联网金融、金融互联网、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的冲击或替代，种种说法背后，似乎逐渐呈现出“伪命题”的迹象。当提到这些概念时，我们脑海中想象的真实内涵，其实是互联网信息技术对金融体系的冲击和影响，这里没有“新金融”和“传统金融”，只有在技术影响下不断变化的金融。


  进一步来看，所谓的互联网信息技术，大概可以用ICT来更加准确地描述。ICT即信息、通信和技术（Information，Communication，Technology）的英文简称。21世纪初，八国集团在冲绳发表的《全球信息社会冲绳宪章》中认为：“信息通信技术是21世纪社会发展的最强有力动力之一，并将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当然，各界对ICT的理解并不统一，通常的理解是ICT不仅可提供基于宽带、高速通信网的多种业务，也不仅是信息的传递和共享，而且是一种通用的智能工具。


  无论如何，作为当前时代的前沿技术范式，不管在硬件还是软件层面，ICT对于金融运行、金融活动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姑且用“互联网金融”来描述这一变革。但是把历史视线向前和向后追溯，可能会看到技术变革线索下的、更加长远的金融蓝图。例如，在19世纪上半期，股票交易信号的传递，是由经纪人信号站的工作人员通过望远镜观察信号灯，了解股票价格等重要信息，然后将信息从一个信号站传到另一个信号站，信息从费城传到纽约只需10分钟，远比马车快，这一改变曾掀起了一轮小小的“炒股”热。直到1867年，美国电报公司将第一部股票行情自动收报机与纽约交易所连接，其便捷与连续性深刻地激发了大众对股票的兴趣。1869年，纽约证券交易所实现与伦敦证券交易所的电缆连接，使交易所行情迅速传到欧洲大陆，纽约的资本交易中心地位进一步凸显。由此来看，这一时期，最令人振奋的技术对于金融的冲击，或许可以称之为“电报金融”。再如，2015年1月，谷歌总裁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称“互联网将消失”，其含义是互联网将会与我们的生活无缝衔接，成为无处不在的“物联网”，这里面或许同样隐含着对现有技术的重大突破，直到其改变未来的金融活动与金融功能，或许人们会用更加新奇的技术概念来描述对金融的冲击。


  更具有科幻视角的是，当未来技术获得极大变革和突破，以至于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管理模式、信息传递、资源配置时，甚至达到一种在理想模型中才存在的、稳定有序的、最优的宏观均衡时，货币与金融的存在可能便没有了意义，到此阶段，技术才在真正意义上“颠覆”和“消灭”了金融。


  可以说，把焦点放到包括互联网金融在内的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概念上面，其意义并不大。当我们谈到这些仿佛带有“魔力”的新范畴时，无论基于感性还是理性的认识，都应当更聚焦于每个时代的“新技术”对于金融要素（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市场、金融制度、金融文化）、金融功能（货币、资金融通与资源配置、支付清算、风险管理、信息提供、激励约束等）带来的“变与不变”。


  金融技术与制度演变的理论基础


  如果要进行理论追溯的话，关于技术对经济和金融的创新贡献，其理论起点可以从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创新视角展开。他提到“大规模、集群式的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和市场运行有着根本性影响。技术创新周期持续影响着社会经济周期和金融结构的变迁。故而唯有充分把握重大科学技术变革及其产业化的基本方向和态势，方可准确解释实体经济以及为其服务的金融体系的种种基本格局性的变化。”技术对于经济金融影响的本源，始终体现在“创新”二字之上。


  作为当前时代的伟大技术，互联网信息技术本身的创新特征包括：共享性、多元性、互动性、即时性。这些特点落到经济层面，已经开始带来深刻的变革。如宏观经济层面：改变了搜寻成本、匹配效应、交易成本、外部性和网络效应；微观经济层面：改变了微观主体的信息管理、激励约束机制、技术进步和治理环境、企业组织的边界；制度经济学层面：在信息高速流动和传播的时代，传统的各类制度规则都遭遇了挑战；伦理经济学层面：原本难以解决市场经济伦理矛盾，在新技术条件下的可行性在上升。


  当前互联网信息技术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进一步映射到金融层面，我们则看到了：多样性（新型机构、新型业务、新型方法）；草根化（直接面对大众需求、低进入成本）；“小即是美”（小而专业的金融机构）；行业融合（实体经济对金融领域的进入）；挑战权威（非标准的行业规则、电子货币）等。与之相应的理论解释如：市场集中度降低、去中介化、实体经济企业与金融机构的一体化、双边交易平台的竞争、货币替代等。


  可以说，从理论和方法的不同层面上，互联网信息技术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货币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这两大学科体系。举例来看，如下几个研究领域就体现出令人兴奋的探索前景。


  现实理论冲击一：新货币经济学研究范式


  所谓哈恩难题，是英国经济学家哈恩(F.H.Hahn)在1965年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没有内在价值的纸币与商品和劳务相交换的过程中会具有正的价值？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们开始对货币理论缺乏有效的微观基础而感到不满，并且提出了许多理论来试图解决。其中，“新货币经济学”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概念，用来描述一种经济分析方法，该方法最初是由费希尔·布莱克（Fischer Black，1970）、尤金·法马（Eugene Fama，1980）及罗伯特·霍尔本人（1982）在其各自的论述中用来解决关于货币经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


  新货币经济学作为一种经济分析方法，是在既有货币理论面临巨大挑战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主要是电子货币产生和快速发展之后，缺乏理论基础的有效支持，并且主流经济学家沿着传统理论研究路径不断探索。即，如果货币最终消失，或法定纸币不再是唯一的交易媒介，并且最终被产生货币收益的由私人部门发行的金融资产所取代，或者货币全面电子化，那么我们将如何描述一个没有传统货币假设前提的货币经济学？这正是新货币经济学带来的悖论与难题。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货币政策层面的冲击。在电子货币日新月异的今天，其形式也不断演化，甚至出现了脱离央行控制的网络货币形态。在新技术的冲击下，货币概念、范畴、转移机制都在发生变化。其中，大额与小额、银行与非银行、央行控制与非央行控制，构成了不同形态的货币及货币转移带来的深刻政策影响，这体现在对货币数量、价格、货币流通速度、货币乘数，以及存款准备金等制度的冲击。如BIS（国际清算银行）早在1996年就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并认为电子货币可能会影响到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如影响央行控制的利率和主要市场利率的联系。BIS（2004）的调查发现，虽然在一段时间内预计电子货币不会对货币政策产生重大影响，但调查中的中央银行都开始密切关注电子货币的发展。BIS（2012）认为非银行机构发行的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控制有一定影响，如影响短期利率水平等变量，但央行可以运用多种方式来保持电子货币与央行货币的紧密联系，从而控制短期利率水平。


  现实理论冲击二：引入货币信用的宏观分析


  哥特勒（Gertler，1988）指出，宏观经济理论通常隐含地假设金融体系顺利地运作，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在总体上忽视信用和金融系统的大背景下，也有少数文献主张信用或者金融体系（银行）十分重要，但将二者在主流宏观理论模型中结合在一起，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事情（瞿强、王磊）。由此，当前宏观经济学分析的一个重要前沿领域，就是结合信息时代的来临，如何基于新的技术路径、在宏观分析模型中引入货币和信用。例如，20世纪后期出现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造成经济波动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真实冲击（real shocks）的扰动，包括技术进步的速度、制度变化、天气等。虽然这些因素可以解释相当部分的经济波动，但是忽略了金融系统的重要作用。那么，在互联网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当前，是否会对熨平周期波动带来新的更复杂影响？是否会使金融系统带来新的周期扰动？这些都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思路和命题。


  此外，在宏观分析中如何充分考虑和预测金融危机，也是当前的重要挑战。一方面，互联网信息技术有助于解决这一矛盾，如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这一主流分析工具中进一步引入复杂系统仿真、复杂系统与网络结构等；另一方面，互联网信息技术同样能产生新的风险与危机动因，给金融监管带来新的挑战，如股市的高频交易、场外衍生品市场的风险快速传染等。


  现实理论冲击三：金融功能的融合


  按照传统金融功能理论，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是互补的关系，同时不同金融子行业之前虽然出现融合倾向，但并未出现大规模混业的趋势。但是互联网信息技术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这一格局。新技术使得金融业务的平台化融合成为可能。一方面，互联网加速了混业经营时代的降临。随着将来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程度不断提高，有的机构会越来越专业化，有的可能会转向金融控股或银行控股集团。互联网信息和金融技术飞速发展，一是促进了以支付清算为代表的金融基础设施的一体化融合，二是使得网络金融活动同时深刻影响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传统业态，并且给其带来类似的风险和挑战，使得涵盖不同金融业态的大金融服务平台在制度和技术上逐渐显现。另一方面，伴随着各类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以数据、信息和渠道为基础的深度融合，融资、投资、支付清算、风险管理、信息提供等不同的金融功能与需求，也逐渐能够融合在一起。从客户角度来看，则是各种各样的、大型或移动版的“金融与消费服务超市型”综合平台。所有这些扑面而来的变化，都使得人们难以忽视金融功能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现实理论冲击四：行为金融学的深化


  传统金融理论认为，人们的决策是建立在理性预期、风险回避、效用最大化以及相机抉择等假设基础之上的。而随着行为金融学的兴起，传统微观金融理论的有效市场假说基础遭遇挑战。行为金融学是金融学、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等学科相交叉的边缘学科，力图揭示金融市场的非理性行为和决策规律。长期以来，关于行为金融的一个普遍性批评，就是缺乏合乎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模型和实证体系。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之一，就是在技术缺乏有效支撑的前提下，无法对市场主体进行更加细致的信息搜集和实证检验。随着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这一约束已在改变。例如，许多对冲基金开始从Twitter（推特）、Facebook（脸书）、聊天室和博客等社交媒体中提取市场情绪信息，开发交易算法。例如一旦从中发现有自然灾害或恐怖袭击等意外信息公布，便立即抛出订单。再如，无论是高频交易还是量化投资的盛行，都体现出行为金融学理论在资本市场实践中的应用。


  现实理论冲击五：金融发展理论的演变


  随着国际经济格局和发展中国家增长模式的日趋复杂，20世纪中后期以麦金农(Mckinnon)、肖(Show)和戈德史密斯(Goldsmith)等为代表的早期金融发展理论，逐渐在研究方法和现实考察等方面都体现出“滞后性”，无法更好地解释和指导新的问题和变化。此后，逐渐出现了几个方面的演变。其一，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上，20世纪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家批判地继承并发展了麦金农和肖等人的观点，在内生增长理论的框架下，抛开完全竞争的假设，在模型中引入诸如不确定性、不对称信息和监督成本之类的因素，这些都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演变密不可分。其二，许多学者开始从新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待金融发展，这些都是传统技术范畴所难以解释的变量。其三，计量验证的兴起也对论证和检查金融发展理论的结论和政策主张，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土壤。所有这些，从技术和制度两个层面上，都可以看到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引入和影响。在信息时代，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适度性、金融深化与金融抑制的概念摒弃或重新应用、发展中与发达国家的金融竞争与合作等，都提出了诸多具有挑战性的研究难题和可能性。


  现实理论冲击六：金融伦理与普惠金融


  进入21世纪，市场经济伦理和金融伦理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如森《伦理学与经济学》（Amartya Sen，2001），博特赖特《金融伦理学》（J.R.Boatright，2002），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Zygmunt Bauman，2003），阿兰·斯密德《制度与行为经济学》（Allan A.Schmid，2004）等。这些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金融伦理问题，直到2005年普惠金融体系（Inclusive Finance System）的兴起，开始提出了金融运行中一直得不到重视的问题，即如何在金融活动中充分体现道德伦理价值。


  以普惠金融在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被赋予了更加复杂而含混的表述，其核心矛盾问题在于：解决特定对象的资金需求还是其他金融需求？解决资金价格还是资金可得性？优先服务资金需求者还是资金供给者？依靠技术还是制度因素为主？可以看到，从金融服务的信用判断、风险控制、成本与渠道约束等方面，互联网信息技术都带来了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既有长期的技术影响，也有短期的制度优化。


  现实中的局限性与多重挑战


  虽然从理论层面看，对互联网信息技术给金融带来的影响还缺乏深入的基础性分析，但是从实践来看，它已经在深刻地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因此更容易形成感性的直观认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金融是在短期内自上而下、经过“顶层设计”而形成的，不是经历长期的、从民间和草根、实体部门而逐渐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互联网金融在我国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把“高高在上”的金融“高富帅”拉下神坛。但是与此同时，也要避免创造新的金融神话，包括在技术或制度层面。


  首先需要回答的是，基于互联网的某些新型金融模式一定会取得成功吗？以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最快的美国为例，到2012年底，其网络直销银行的存款总额达到4430亿美元[9]，虽然增速令人瞩目，但是在美国银行业存款大约10.2万亿美元[10]的总额中，其占据份额仍然有限。同时，据美国FDI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统计表明，实际上近年来大银行业务网点并没有减少，相反在城市中心还有所增加。由此，一方面，银行业对互联网的重视毋庸置疑；另一方面，许多人认定的、对银行物理机构的网络化替代，似乎在技术最快发展的过去20年里也并未出现，原因是什么？也有人认为，网络银行在中国面临的特点完全不同，因为我们的金融结构有缺陷，存在难以满足的巨大金融需求。但是，这恰恰说明，如果某些互联网金融形态在我国更加繁荣，或许是因为短期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这种变革的持续性究竟如何呢？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为了打破“非此即彼”的逻辑和简单的“拿来主义”，需要深究金融变革与演进的真正情况与内在逻辑。


  其次，在技术引发的金融变革之中，传统的势力也是非常强大的。例如，移动支付是当前最具挑战性的金融技术前沿领域，也是被认为能够对传统金融模式给予颠覆式影响的重要渠道。然而，诸多研究表明，在全球移动支付扩张的盛宴中，银行仍然牢固占据着主要份额，然后是传统的电信运营商，还有依托电商平台的支付企业，最后才是单一的支付机构。再如，当我们被Lending Club（美国一家网络借贷平台）的上市所鼓舞时，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它可能距离P2P的精神越来越远，逐渐成为大机构和大投资者的舞台；也没有人注意到，Lending Club的业务创新实际上依托于与犹他州特许银行WebBank的合作，也难以摆脱银行中介的渠道化烙印。同时，前段时间其股价大跌，因为其2014财年亏损3290万美元。之所以出现这一状况，主要是因为随着营业收入翻番到2.13亿美元，其营销和产品开发成本远超贷款费用。


  由此看来，互联网金融如何能够真正打破“大而丑”的传统金融势力，迫使大金融机构更加重视提供“物美价廉”的金融产品与服务，避免陷入无休止的暴利追求之中，是给我们提出的重大历史命题。与此同时，当业务规模超过“小而美”时，现有的许多互联网金融模式能否迎来蓬勃的商业扩张性也值得我们深思。


  讨论这些问题，并非意味着对互联网金融的悲观主义，而是希望更加理性地看待技术带来的金融变革，避免陷入新的投机、泡沫或狂热。因为，符合大势所趋，并不意味着当下一定正确。同时，无论是传统机构还是新兴组织，都面临新技术的快速变革，短期内新兴组织“船小好掉头”，大机构更加“笨重难转身”，但在中长期的“赛跑”中，二者最终都会在面对挑战中获得其合理的功能定位。在技术变革导致金融混业常态化、机构组织边界模糊化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更加关注金融功能、业务和产品的变化。


  从金融功能的角度来看，至于互联网信息技术对于金融更加深刻的冲击，我们认为还是在金融基础设施领域，如信息提供、支付清算等，尤其是基于大数据的信用信息管理，对于优化金融产品定价和提高金融交易的匹配效率，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此外，对于资金和资源配置、风险管理等领域的挑战，还远没有呈现出颠覆性特征。就资金和资源配置本身来说，互联网信息技术对直接金融市场的影响，也远大于对间接金融体系的冲击，并开始改变资本市场结构、定价机制、交易行为等。


  当然，中国所面临的环境与美国并不相同，新技术带来的金融业变革与金融市场化所带来的影响混杂在一起，使人难以看清其本质。但不管怎样，衡量金融变革是否成功的标准，包括能否真正改变结构性金融供求失衡和期限错配；强化对弱势部门和主体的金融支持；有效改善金融基础设施和信用环境；打破刚性兑付前提下的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市场竞争性提升与风险有效控制等。在此原则基础上，需要对技术所引起的金融效率、成本、风控的变化，与具有弥补市场缺损和制度套利型的创新区分开来，以此确定分别基于长期或短期视角的应对策略与监管思路。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所谓互联网金融创新的价值，都建立在“金融有益社会”这一命题上。与诺奖得主罗伯特·希勒（Robert J.Shiller）所希望的以金融民主化来打造美好社会有所不同，美国金融年会（AFA）主席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在2015年初的就职演说中，提出了值得思考的另一面，即在主流经济学对该命题给予肯定的同时，社会公众是否会给出不同答案，以及在实证研究中或许会犯经验主义、先验主义的错误。之所以讨论这个，是因为期望从不同视角来分析各种似乎确定无疑的命题，而非陷入简单的比较借鉴或固定思维，这也符合互联网信息时代带来的开放性、多元化特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基于中国视角，这或许可以提示我们，金融的重要性可能并没有人们所想象得那样光鲜炫目。一方面，我们不能忘记金融所依托的实体部门本身，而陷入全民“搞金融”的热潮；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很多矛盾，根源不在于金融自身，而是财税体制、收入分配、政府与市场关系等老生常谈的问题，缺少了这些制度性的“水利设施”，“金融之水”的灌溉也无法真正达到顺畅。


  从互联网金融到共享金融


  如前所述，可以说，无论从技术还是制度来看，互联网金融体现出的都是共享金融的核心理念。时光向前追溯，早期促使金融得以变革的技术与互联网无关，可能是电报、电话等，而源自草根的金融萌芽却一直带有互助共享的色彩，直到被大资本的贪婪所淹没；未来的物联网可能替代当前的互联网形态，主流的信息技术也可能发生难以想象的演变，但是金融的发展目标，仍然是如何进一步在金融运行中体现出个性与民主，遏制金融巨鳄的“丑恶”与金融面纱的“虚妄”，在决策共举、各方共赢、利益共分、机制共建、风险共担、事业共助的基础之上，构建真正有利于美好社会的“好金融”。由此来看，即便互联网金融一词终将消逝在历史长河之中，共享金融的生命力也能够伴随金融理性、道德、自律的成长而延续下去。


  与当前“如日中天”的互联网金融相比，共享金融更体现了长期、深层的金融模式与功能变革。短期来看，互联网信息技术冲击下的金融运行，其真正的价值所在正是共享金融的突破；长远来看，无论技术自身怎样变革，金融的最终意义都在于摆脱自我服务的“毁灭之路”，重新回到与实体共享互助的轨道上。


  具体而言，就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来看，最后都可归结为技术与制度两大驱动力和主线。一方面，无论是IT（信息技术）还是DT（数据技术）的变革，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金融资源的生产（产品设计与制造）、分配（风险收益的归属与控制）、交换（直接或间接的金融交易）、消费（客户对产品的使用及反馈），虽然也引起了某些新型的潜在风险积累，但在许多方面都带来效率的大幅提升、成本和费用的下降、系统可控性的强化、不确定性的减少。技术变革使得原有金融运行中的“百慕大三角”地带变得不再神秘。例如，在面对小微企业融资这一全球性难题时，可以更好地运用大数据来解决信用融资中的“信息不对称”困局。也可使金融活动的门槛进一步降低，使得每个投资者可以用众筹的方式更容易地体验到大财富管理时代的精彩，并且使相应的风险可控。再如，通过大数据支撑的复杂算法，Uber等新型租车模式能够更好地对相关服务进行定价，使得交易价格能够充分反映服务供给增加所带来的成本下降，从而达到新的市场均衡，也使平台各方都有所受益。有鉴于此，大数据和新技术完全可能对金融资源的定价带来冲击，通过更加准确地挖掘金融产品或服务中的潜在风险，使得风险补偿与定价变得更易具有个性化特征，金融资源价格也能够更贴近于其内在价值而减少波动幅度。应该说，所有这些遵循“摩尔定律”或建立在“开放式脑洞”基础上的新技术，将从根本上改变制约金融活动的信息不对称、相关不确定性及监管成本问题，使个体信息在金融交易定价中的作用逐渐提升，可以更好地展现个体话语权，使越来越脱离实体的“供给创造需求”式的单向金融服务，逐渐转化为公开规则与信用约束下的供求双向、多维金融互动，实现共赢、共助的共享金融目标。


  另一方面，在各国的互联网金融发展中，无论采用的概念如何，其价值除了关系到对金融交易自身的影响之外，更是对可持续协调发展与实现经济金融伦理做出了贡献，这些则属于制度层面的驱动力。例如，美联储在2012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美国消费者中有11%享受不到银行服务（unbanked），另有11%享受的银行服务不足（underbanked），而伴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化，这些人群更容易也愿意运用移动设备来享受电子银行或支付服务。我们看到，这就是新技术带来的普惠金融功能的实现，有助于弥补现有金融体系的功能“短板”。再如，现代金融活动或多或少都离不开央行对于信用的最终支撑，这也带来了巨大的监管成本和风险责任归属。而在基于互联网的分布式支付方式挑战下，分布式的货币与金融交易变得更具可行性。例如，当前比特币及其“后继者”开始更加关注货币的支付功能，如同Ripple（瑞波币）等对于分布式清算协议的探索，长远来看有助于推动新兴电子支付效率的提升、交易成本的下降。尤其在小额零售支付领域，将通过促进电子商务与居民消费发展，带来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在比特币的背后，区块链技术的价值远大于比特币本身，其能够有效促进智能交易、分布式股权发布和资产转移。如由摩根大通前高管布莉斯·马斯特斯（Blythe Masters）领衔的Digital Asset Holdings公司，正在开发基于区块链系统的证券和资金转移系统；甚至美国纳斯达克集团也希望可以将区块链技术运用到股票市场之中。虽然这些制度变革距离“颠覆”现有货币金融体系还非常遥远，但人们已经开始关注其可能性。美联储在2015年初发布的《美国支付体系提升战略》报告中，就谈到要创造条件，便于金融机构间基于使用通用协议和标准发送和接受支付的公共IP网络直接清算，因为与通过中心辐射状网络结构清算交易相比，金融机构间基于公共IP网络的信息分布式架构有可能降低成本。回到我国，无论是现有金融体系在制度层面仍有许多“跛脚之处”，还是期望在全球竞争中获得金融功能的“追赶式”超越，都需要有效甄别和关注与技术并行的制度因素，剔除只是披上技术外衣的、金融市场化转轨大潮中的“沙砾”与“泡沫”。


  共享金融的梦想与挑战


  对于共享金融来说，技术的“突飞猛进”为商业模式创新“插上了翅膀”，制度（包括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变迁则创造了良好的金融新生态环境。展望未来，共享金融应该呈现如下五大发展路径。


  第一，金融终端的资源与功能共享。从国家资金流量表（金融交易）来看，在非金融企业、金融机构、政府、住户这四大部门中，住户部门是典型的资金净流出，也是金融资源交易链条的起点。在主流金融运行模式下，住户资金只能通过间接融资市场（银行为主）、直接融资市场（股票和债券市场为主）、结构性融资（复合型的证券化产品）等，进入到一国的“金融血管”之中。在此过程中，住户部门往往缺乏有效的话语权，只能作为金融机构“厂商”的“原材料”提供者。在共享金融发展模式下，首先意味着作为金融产业链上游的住户部门，应该在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拥有更高的地位。因为，住户部门可以借助于互联网技术、开放的平台、众律性的规则，而低门槛直接成为金融资源的供给者，使得金融产业链进一步“前移”，从而对主流金融部门的“谈判权”形成制约。这就意味着对于住户部门来说，实现了与金融部门的责权“共享”。


  第二，金融媒介与渠道的共享。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大平台经济时代，平台的参与主体越多，对于供给、需求、中介各方的利益和价值就越大。平台经济的开放特征与传统金融部门的封闭式发展本来就形成鲜明的对比。平台经济与金融的发展，恰恰反映了共享金融的核心思想。一方面，传统的金融与非金融部门的边界进一步模糊，主流金融机构面临更加明显的“脱媒”，越来越多的主体参与到金融产品与服务的提供中，成为重要的金融资源流转中介。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金融厂商”转换成“金融平台服务商”，平台经济效应使得“自金融”模式在效率和风控上成为可能。所有这些变化虽然仍处于萌芽阶段，但是对于传统金融中介与新兴金融中介围绕渠道的共享，对于金融供给者、需求者、中介依托合作平台的共享，都创造了令人振奋的发展基础。


  第三，金融消费与需求的共享。对于金融消费和需求来说，面临的是日益复杂多样的金融产业链，而新技术和制度变化将有助于其“拨云见日”，更充分地参与到金融运作之中。一则，对于需要金融资源流入来维持的企业部门来说，其中的小微企业是最为“饥渴”的需求者，有限的金融资源支撑着其在就业方面的巨大贡献。共享金融的理念和模式，必须着眼于为其创造可持续的金融“输血”模式。二则，正如我们前面所言，金融资源的流动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甚至多向，在众多维度上同时交织在一起。例如，居民也是消费金融的资金需求者，企业可能是资产管理的资金供给者，在此过程中，既需要着力实现不同角色功能的共享与转移，也应促进以共享理念来提升不同定位中的企业和居民对于金融中介的“谈判权”。三则，推动金融创新更加重视需求导向，在技术可行的支持下，实现“流水线”式的标准化“金融快餐”与“口味各异”的“金融风味小吃与大餐”并行发展。


  第四，金融风险与监管的共享。一方面，现代金融体系之所以存在许多功能缺失，原因之一就是风险的不可控或弥补的高成本。例如，在小微金融和普惠金融领域，信息的不确定、信用基础的缺乏等加重了金融服务困难，而如果实现不同组织与主体的信息系统交互、风险合理共担，则有助于介入那些传统的金融“空白区”。再如，系统性风险与非系统性风险的边界，其实并没有教科书中那样分明，在“动物精神”与“冰冷技术”共存的现代金融市场上，风险预期提升、普遍恐慌、羊群效应、以邻为壑等现象的存在，都容易助推风险的积累。由此，随着新技术使得微观金融行为的甄别能力上升及不确定性分析的愈加准确，通过某种技术与制度安排对风险进行合理分担和分散，而非“游牧民族”式的驱离或被投机利用，则成为共享金融有助于金融稳定的重要尝试。另一方面，共享金融的探索可以推动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尤其是对于难以进入到传统金融体系来积累信用的主体来说，介入共享金融实践可以为其创建金融信用基础。同时在“人人参与”的新模式中，自律与他律成为能否继续参与的前提，这也使得传统金融监管难以覆盖的“盲区”受到公共金融规则的约束，从而实现新旧监管模式的共存。


  第五，金融与实体的共享式发展。无论在经济还是统计意义上，金融与非金融部门在本质上就是相依相存的，金融部门的利润很大程度上是与实体部门交易完成的，只是随着金融部门权力的扩张和衍生金融产品创新失控，才出现了某些“自我游戏”式的交易。共享金融强调的是与实体部门的共赢发展，包括：使多数微观主体充分享受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成果；有利于实体部门规模和结构的完善，而非强化已有的矛盾；避免内部结构失衡和金融创新的失控；解决好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之间的分配问题；减少行政性干预，强调市场化运行机制和自律环境优化。可以看到，在共享金融理念的引导下，现代金融发展将从“脱实向虚”转向“以实为主、以虚为辅”。


  总之，大数据、云计算、平台经济、移动支付改变着我们的经济与生活，也使过去“乌托邦”式的经济金融梦想成为现实。虽然仍面临众多外在挑战和障碍，也有内在的缺陷和不足，但共享金融完全能够探索出一条通往《金融与好的社会》的梦想之路。


  
    [8] 本文作者为：杨涛，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产业金融研究基地主任、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

  


  
    [9] 刘智国，魏劭琨.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的直销银行发展现状[J].银行家，2014（10）.

  


  
    [10] 数据引自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

  


  
    第二篇

    共享金融的实践考察

  


  第四章

  共享金融与金融基础设施[11]


  金融基础设施的概念与构成


  金融基础设施是金融领域的物质技术基础设施和相关制度安排，是现代金融业赖以运行和发展的基础。共享金融的创新和发展，不仅着眼于投资、融资等资金配置层面，而且离不开作为金融体系的“道路和桥梁”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金融基础设施包括如下内容。


  一是支付体系。又称资金管道系统。具体包括：（1）现金及其发行、流通、管理系统；（2）账户管理系统，账户是货币资金存取、转移、管理媒介，也是货币资金栖息地；（3）支付清算网络或渠道；（4）支付工具；（5）支付结算制度和相关业务、技术标准；（6）支付清算服务机构。


  二是征信体系。具体包括：（1）通过对法人、单位或自然人的历史信用记录，以及构成其资质、品质的各要素、状态、行为等综合信息进行测算、分析、研究；（2）在（1）的基础上，判断经济行为人当前信用状态，是否具有履行信用责任能力所进行的评价估算活动。


  三是金融统计和会计标准体系。


  四是金融信息化和标准化管理体系。


  五是金融风险识别、计量、检测、评估、报告标准体系。


  六是金融法律和监管体系。


  按照国际惯例和标准，金融基础设施主要指支付结算体系和信用体系。本章主要从共享金融的研究视角出发，重点讨论这两个要素的共享型发展问题。


  世界支付体系发展现状


  当今主流金融体系的特点是：所有金融资产在专业金融机构托管、计量、交易，但资金的最终存管机构是银行。所以，银行系统的互联互通是金融基础设施顺畅运行的前提。就现状而言，银行间互联互通分为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中央银行层面。商业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开立准备金或清算备付金账户，实现跨行支付。例如，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分支行建设并运行的各类跨行支付系统，美联储的FEDWIRE系统（美联储转移大额付款系统），欧盟的TARGET2（Trans-European Automated Real-time Gross settlement Express Transfer system,泛欧自动实时总额清算系统），英国的CHAPS(伦敦银行自动清算支付系统)，日本的日银大额支付系统和轧差结算系统，以及其他国家或地区中央银行或货币监管当局的跨行支付系统。


  第二个层面是央行授权或认可的清算机构从事跨银行资金清算，如中国银联、美国的VISA（维萨卡）、MASTER（万事达卡）等银行卡跨行清算系统，美国的CHIPS（纽约清算所银行间支付系统）等。其中CHIPS等系统要求直接参与者开设清算备付金账户并进行流动性管理。


  第三个层面是第三方支付机构建设运行的跨行支付系统，如支付宝、财付通、电信运营商的支付机构等国内100多家互联网支付机构、预付卡机构。这些机构与电子商务结合得较紧，有的机构链接了一家银行，更多的机构链接了多家银行，充当了跨银行资金转移支付角色。在担保支付、预付以及T+N清算模式下，收付款人在支付机构开立支付账户，形成了沉淀资金，而沉淀资金又以支付机构名义存入商业银行（也称存管银行）。


  第四个层面是基于电信网络的跨境支付系统，如美国的CHIPS和世界最大的多币种外汇交易结算系统CLS（持续联系结算系统）。CLS主要从事跨国、跨地区外汇交易清结算业务。CLS一方面与超过20个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的支付系统对接，打通了央行间支付渠道，另一方面与国际上最大的一些金融机构（超过70家）建立对接，实现这些机构间的跨境、跨币种支付清算，打通了银行间外汇市场。此外，CLS的直接参与机构还通过代理方式，将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企业接入外汇交易市场。不仅如此，CLS还支持企业间商品和服务贸易项下的跨境或跨币种支付结算。此外，支持跨境支付服务的还有西联汇款网。SWIFT（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仅提供支付信息传输服务，其本身不从事支付清算业务。


  第五个层面是基于互联网的创新货币与支付网络。典型的例子是比特币及其交易支付网络和Ripple Lab（旧金山数字支付公司）网络。比特币试图走出一条区别于传统货币的发行与流通机制，采取较为复杂的密码算法和开源的软件生产，并形成一种区块链，防止伪造和变造。比特币建立在P2P网络上，其支付系统则分布在各个网络节点上，这些相互联系的节点构成比特币生产和交易数据库。数据库中记录着账号和结余总账。任何用户都可以查阅这些信息，可以读取网络中的所有交易活动记录。比特币能否成为被普遍接受的货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货币当局并主权国家法律的认可，二是其可市场化程度或广泛接受性。目前看来，这两个因素暂不具备。


  Ripple Lab的设计原理类似于比特币，也可以生产一种名为Ripple-Coin的数字货币，并基于共识机制，但其开源机制要比比特币简单。Ripple Lab通过建立基于互联网的支付机制，支持法定货币的支付、清算和货币兑换。Ripple网络不仅可以处理各国法币交易与兑换，而且可以处理比特币、莱特币等虚拟货币，乃至商品积分、电话时长数等有价物，可以搭建一个完全自由流通转换的“价值网络”。Ripple协议可以将所有金融机构的清算连到一起，消除了人工记账环节，使其交易确认时间为秒级，网络交易费用几乎为零。


  在互联网时代共享金融基础设施


  与传统金融相比，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仍然是资金融通，包括存、贷、汇、投、信息服务、风险管理，但互联网金融是金融服务共享客户、客户共享金融服务。置身于互联网空间的金融业态，能够充分利用互联网的特质，包括通信的标准化、开放性、共享性、互联互通。在互联网之上，可以定制交互网络或交互空间，形成海量客户、通用介质、交互规则。基于这些特质，互联网金融能够克服传统金融的一系列缺陷：第一，突破物理网点在覆盖面、空间、营业时间上的限制，依靠网络神经末梢（个人电脑端、移动终端）扩展获客空间，促使被动营销向主动营销转变。第二，线上金融业务主体之间呈现多维点阵结构，互联互通，点对点交互，直通处理。第三，金融混合经营降低交易成本，颠覆传统的分业经营格局。第四，小微企业、普通网民获得了没有边界的金融交易、支付平台，使得普惠金融——为低收入普通大众提供精细化服务的金融——成为一种能够广泛覆盖的常态。


  互联网金融基础设施的构建


  与传统金融一样，互联网金融也需要基础设施的支持。互联网通过通用的TCP/IP（网络协议）这种标准化方式，解决了传统金融信息渠道不畅、物理网点限制、信息交互障碍等问题，能够实现点对点支付、点对点融资。然而，金融机构间的互联互通、金融标准化、金融风险的管理尤其是账户监管、金融信息和征信管理、数据收集分析运用、云计算设施提供等，仍然需要专业化运作。在经济高度市场化的今天，经济人总是要追求最佳投资机会、最低成本、最满意收益、最可控风险，必须有翔实可靠的信息、数据及相关来源的支持，必须有高可靠性的信用支持，这些都离不开专业的基础设施和相关制度安排。


  支付系统的共享


  互联网金融时代是金融服务共享客户的时代，也是客户共享金融服务的时代。金融领域专业化分工形成的行业体系，将在互联网金融时代逐步被共享体系所取代。这种趋势必然要求具备共享型的金融基础设施。


  传统的支付清算系统，如银行间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净额轧差结算系统、银行卡跨行清算系统、票据跨行清算系统等，解决了客户跨行支付清算问题和银行流动性管理问题。第三方支付机构通过协议和接口方式，在互联网环境下，构建了互联网跨行支付系统模式。但由于竞争和监管的原因，这些系统之间错位连接，标准不统一，相互之间不能直通处理。国内最大的两个私营互联网支付系统——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财付通），覆盖的服务对象人群，其并集可能超过5亿人，但其服务的产品主要在小额零售支付领域。随着B2B业务的互联网化，共享的、基于互联网的大额跨行支付清算系统以及跨境支付系统将成为必需。因此，中央银行运行的支付系统互联网化也将成为必需。


  随着数字货币充当互联网时代的交易媒介、价值尺度（记账单位）和价值储存手段，以及货币的存管、转移服务机构多元化，实物货币与电子货币的转换数量、频率越来越低，最终有可能会消失。一方面，中央银行需要制造央行数字货币，确保货币发行权、调控权和货币转移机制的安全，确保真实性和不可篡改。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多极化和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协同困难，导致货币、外汇市场剧烈波动，并强烈影响着各国经济运行。这种状态使得基于某种共同本位币的机制呼之欲出。像比特币这样的数字货币网络正在形成，这种基于共识机制的货币创造、转移机制对传统货币体系带来潜在挑战。要保障货币主导权，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和流通必然需要共享的基于互联网的区块链支付系统及其配套的防伪技术、安全认证机制。


  征信信用体系的共享


  金融活动伴随着信用的生产和消费。衡量信用状况的指标包括:货币本身、交易记录、守法记录，以及照章纳税、遵守公共秩序规则的记录等。


  首先，货币可以作为信用载体。在法币本位制时代，整个货币体系的信用由经营货币的主体共同决定，包括中央银行、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非金融类支付服务机构（第三方支付机构）。因此，货币又被划分为中央银行货币、商业银行货币、企业货币。虽然使用相同的记账单位和交易媒介（如美元、人民币等），但由于货币经营主体不同，其所经营的货币具有不同等级的信用，风险溢价也不同。除非使用现钞，建立在账户基础上的货币会由于信息不对称、不共享，而产生信用风险。


  在传统银行时代，不同银行或金融机构之间不能共享客户账户信息，资金存储和流通的信息不连续，使得信贷和投资资金的风险溢价往往纯粹由借款人或投资对象的信用水平决定。通常，征信体系针对借款人或投资对象的违约状况而建立，并不关心账户资金的流向、流量、轨迹。这样造成的后果是信用取决于经验数据，而不是实时数据。然而，只有实时数据才能跟踪经济人的行为。对账户资金及其流转实时监督，是互联网时代信用体系的根本，也是比特币、Ripple网络的精髓。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二十国集团和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在完善金融基础设施、提高信息透明度、加强金融监管方面，制定和发布了一系列准则、标准。其中包括，建立全球统一的组织机构代码和社会信用代码体系，建立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数据库（TR），制定落实《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PFMI）。这些工作为建立货币资金账户的实时监测以及金融机构间共享相关信息夯实了基础。


  共享信用体系的第一要务，就是金融机构间在保障客户应有的隐私权、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共享客户账户信息及资金信息。比特币和Ripple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共识机制，保证网络上的任何客户账户和资金能够得到所有其他客户的监督。Ripple还提供了传统法币的共享账户信息和资金信息模式。沿着这种思想，应当在互联网上构造共享账户信息系统。这需要账户服务提供者，尤其是银行之间对开账户，并相互链接客户账户信息，促使产业链和商务链上的资金透明循环。这样做会大大降低抵押担保的成本和资产处置成本，做到客户共享金融服务，金融服务共享客户。


  其次，共享信用体系的第二个层面，是信贷征信信息、纳税信息、不良记录信息的共享。


  最后，共享信用体系的第三个层面，是通过收集企业和个人的日常经济活动所形成的大数据的共享。然而，大数据的形成来自不同的数据源，能否覆盖任何个人或企业的所有行为，取决于大数据收集者是否能够共享数据成果。相比较而言，通过非现金支付工具进行的经济交易更容易收集数据。如果能够把物流与信息流、资金流信息进行匹配、实施比对，则共享信用体系将是革命性的。


  金融统计数据和会计、审计数据的共享


  统一金融统计和会计标准，并共享相关数据，是共享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形形色色的金融统计数据和信息披露，在指标选取、数据提取、会计标准、数据挖掘与集成、聚类分析、模型构建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学家、政治家、企业家、民众等对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莫衷一是。而数据披露的多元性和随意性，对预期的影响不容忽视。


  对共享金融基础设施的成本和效率分析


  市场经济以产权清晰、公平竞争、市场主体利益最大化为特征。市场竞争以价格为杠杆，当竞争达到帕累托最优时，私人福利和社会福利同时达到最优。正如亚当·斯密所言：“每个人都不断努力，为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力的用途。当然，他所考虑的是自身利益。但是，他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自然会，或者说，必然会使他青睐最利于社会的用途。”的确，在传统的分散独立经营环境中，以私人企业、公司制企业为基本经济单元的市场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直到边际利润为零。只要产权是清晰的，市场竞争规则和相关法律是有效的，市场的负外部性和免费搭车问题就能够消除。


  然而，随着网络经济尤其是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发展，经济主体的生产、消费边界因为物理隔离的消失而逐步产生了共生和融合。有生命力的产品和服务会由于网络传播和蔓延的高速度而造成赢家通吃。共享客户、共享渠道能够大大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社会福利的改进反过来提高了私人福利。有鉴于此，共享基础设施的提供者，其所追求的目标不一定是私人利润最大化，而是社会福利或社会价值最大化，因为社会认同度会生成巨大的投资价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或许这正是促进“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某种机制。


  中央银行建设和运营的支付清算系统，正是典型的共享金融基础设施。央行通常实施成本回收原则，不以营利为目的，其参与者囊括了国（境）内所有银行机构、特许参与机构、特许清算机构。如中国人民银行建设运行的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参与者除商业银行外，还有中国银联、外汇交易中心、上海清算所、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城市商业银行资金清算中心等特许参与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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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 央行支付系统的共享参与主体

  


  在央行支付系统中，大额支付系统收费方式为每笔5.5元。央行小额支付（轧差结算）系统，实行7×24小时运行，贷记转账每笔金额上限5万元，借记金额不限，收费方式是每包（笔）不高于1元；央行互联网跨行实时支付系统每笔转账金额上限5万元，免收费；境内外币跨行支付清算系统免收费；支票影像交换系统免收费。央行支付系统和特许清算系统解决了银行间支付清算与结算问题，总体成本与国际同行相比较低。


  但央行支付系统在支持电子商务方面，不及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效率和覆盖面。微信支付的推出和普及极大地提高了小额快捷支付网络辐射范围。微信支付通过绑卡开户，打通了各家发卡银行，微信账号之间的相互转账、付款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目前，许多中小银行依赖移动端微信功能获客，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从规模、交互量考察，支付宝、微信已成为共享支付平台，实际承担了准公共服务职能。


  由于可变成本极低，支付宝、微信支付能够支持任意低额度的支付。这些平台依靠股东补贴的方式，可以指数级获客。但支付宝和微信支付都是中心化的，沉淀资金巨大，面临的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不可低估，应当按照系统重要性支付系统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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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2 新型的共享式支付清算服务平台

  


  通过考察当代货币体系的演化进程，我们发现，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无内在价值的法币主导了全球货币体。数十年来，美元虽然仍然是全球最主要的货币，但世界经济格局的消长带来的多种货币竞争的格局越来越明显。货币和汇率风险促使经济主体在计价货币（记账单位）、支付货币、储备货币之间做出选择，以至于货币三位一体的职能发生分离。CLS采取PVP（Payment VS Payment）方式，防范外汇交易中的结算风险。但货物和服务贸易总是在物品（服务）流转与货币给付之间存在时差，而信用担保和抵押物本身也存在时间风险，这使得风险计量和识别比较困难。为了解决这种风险或成本，通常会附加金融衍生品交易。然而，衍生品交易与基础资产交易也难以做到对应和同步，结果是，经济主体试图从微观上解决风险问题，却造成宏观层面更大的风险。在物联网时代，如果使用交易信息共享技术，采纳一种中性的交易媒介和记账单位，使其不受法币之间汇率波动的影响，交易成本会明显降低。


  对共享金融基础设施的展望


  关于支付清算体系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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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3 支付清算体系共享发展的前景

  


  共享的金融基础设施似乎需要共同的接入标准（协议）和共同的交互标准。就像全球邮件系统能够做到点对点、一对多、多对多的连接一样，支付结算网络的共享，以至于账户系统网络的共享、普惠金融的扩展，同样需要类似的标准和网络。支付宝模式以及微信支付模式具备了共享支付基础设施的特质，是具有平台中心的模式。在这类模式下，资金沉淀似乎不可避免，使得支付网络运营商在获得沉淀资金运营权的同时，也面临很大的结算风险和运行风险。同时，这类具有私人竞争性的网络会受到传统从事支付结算业务的银行的抵制和排斥。SWIFT为跨境支付和汇款提供了有效的、大范围的电信基础设施，有数以万计的金融机构和跨国企业集团成为SWIFT的成员，资金汇划成本也已大大降低。然而，SWIFT仅仅是一个资金信息传输网络，本身并不担当支付结算职能。而且，SWIFT在报文标准、接口标准方面与不同国家、地区、机构通行的标准之间需要转换，成本较高。目前，包括中国在内，有少数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支付系统采用了由SWIFT牵头制订的ISO20022标准，可以向下兼容。但低版本的报文很难接受高版本。


  基于此，有理由相信，基于互联网的全球支付网络共享系统是未来满足金融全球化需要的金融基础设施。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建立在TCP/IP协议基础上的货币资金管理能力。在共享的支付结算网络中，被存储和转移的货币可市场化程度高（高度可兑换），货币的真实性、防篡改、防作假得到保障。货币发行具有最高权威性，尤其是在可预见的将来还由中央银行掌握货币发行权。


  第二，资金账户的开立、管理、监督有最广泛的共识机制。在基于互联网的支付结算网络中，账户的开立和资金存管是保证货币资金真实性、不可篡改性的关键。由单一机构运行管理这样的账户系统存在道德风险，还会触发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等。只有支付网络中每一节点，或至少超过50%的节点上的参与者共同认可和监督，方能保证账户的真实性和资金转移的准确性。这要求节点上每个参与者账户有足够的透明度，尤其是交易轨迹透明。


  第三，共享金融基础设施要求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互联互通，让金融服务机构更多地成为信息生产和服务商。任何金融工具从本质上讲都是支付工具，只是在时间维度上有差别而已，如预付、即付、延迟支付等。时间上的差异使得这些支付工具成为金融工具，产生利益空间。在互联网时代，特别是物联网时代，支付变得越来越随时、随地、随意，金融工具也将被定制化，这将导致金融服务机构之间的界限模糊。金融服务商通过掌握代理人的交易信息及投融资需求，为客户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这必然涉及信息提供的效率和成本，使金融服务沿着最短路径、最高效率来提供，比如点对点支付、P2P、众筹、众融、供应链金融等，而满足这些金融形式的最重要前提是交易账户因而金融账户之间的互联互通。


  第四，需要克服地缘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方面的阻碍。在完全实现互联网节点账户之间依协议互联互通之前，建立基于现状的共享支付结算基础设施，要求共享支付网络系统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区域网作为一个单元连接在一起。一是要求各国和地区的相关立法部门和监管当局认可；二是要统一接口和报文标准，至少能够达到高度灵活高效的报文转换性；三是要满足不同国家或地区对金融信息安全的要求，以及反洗钱、反恐怖融资要求；四是要尊重不同地域在宗教文化方面的诉求。当前，基督文明、儒家文明等在经济领域的交会、碰撞不可避免，并与地缘经济、政治混合在一起，民族、宗教、文化差异和国家、地区利益碰撞，对共享支付结算网络基础设施构成现实的巨大挑战。既然不可逾越，就要设法适应，对共享的内容、方式和手段做出灵活性和适应性安排，寻找最大公约数。


  第五，进一步提高互联网渗透率和网络金融参与者渗透率。对于互联网金融这个概念，目前仍未看到权威、统一的定义。现有的所谓互联网金融形式，如P2P、众筹、供应链金融等，只能称得上是半互联网金融，因为没有形成纯互联网投融资体系，绝大多数业务是一半在线上一半在线下。实际上，在互联网金融时代，投资方和融资方、借款人与出借人、汇款人与收款人的互联互通才具有真正意义，金融中介机构可以是组织者，也可以是中央对手方。然而，由于账户的开立和管理具有法律法规约束，只有依法取得金融账户服务资格的机构，才能为客户开立并管理金融账户。建立在金融服务机构之间互联互通基础上的投融资机构间互联，将为共享金融基础设施提供主要能量。


  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基础设施共享


  货币信用体系


  构建在消费物价和批发物价指数基础上的主权货币发行制度和体系，在开放经济环境下，经济人面临着无时不在的通胀率、利率、汇率波动冲击。货币供求不能保持令人满意的均衡，使货币作为交易手段、记账单位（价值尺度）、价值储藏手段三位一体的功能发生分离。当今的一些主要主权货币之间就面临着储备货币、计价（记账）货币、支付（结算）货币地位的竞争。除发币国家或经济体的经济实力消长是这种竞争的主要原因外，货币稳定性、对外开放度是另一个重要原因。掌握货币发行权的中央银行作为外生变量，其调控行为不易被市场预期充分吸收，使得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货币面临何去何从的挑战。另外，随着支付体系的发展，提供支付结算服务的机构层级增多，货币在不同层次上产生派生功能，内生性增强，这又使得央行控制货币供给的能力下降。货币信用体系面临难以掌控的局面。


  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根源在于货币信用体系崩溃。因为金融工具的创新尤其是衍生金融工具的创新发展带来虚拟市场的大发展。虚拟市场辐射到货币资金市场，形成货币不当创造机制（即所谓市值管理），与实体经济货币流通相混合，形成泡沫。泡沫刺激投资者欲望，形成更大规模的泡沫。泡沫经济实际上造成了虚幻和信息失真、金融财富虚长。这是当今世界货币信用体系最大的顽疾。


  货币信用基础设施的共享，根本上是货币储存体（主要是账户）的信息共享和货币交易轨迹的检测。货币的本源是为实体经济提供支付手段和记账手段。如前所述，金融工具在本质上也都属于支付工具，只是在时间维度和链条长短上有差异而已。除现金外，电子化的支付工具均对应于某个账户或货币储存体。要使得货币能够充分承担交易媒介职能，与生产、交换、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相匹配，采取货币账户信息监测共享是最佳选择。金融投资和风险管理如果以此为基础，会大大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比特币所采用的机制，正是这样一种模式，通过去中心化、共识机制、激励机制，克服传统货币体系的弊端。然而，比特币在市场化程度上，特别是在生产、交易便利性方面与合法性方面都有无法克服的缺陷，很难大范围推广。作为替代手段，由各国中央银行主导设计数字货币，并借鉴比特币和Ripple的方法论，形成货币发行流通的区块链，更容易推广、检测、掌握。


  交易和融资信用体系共享


  商品交易过程中的信用风险主要涉及资金借贷。信贷征信信息一般通过信贷机构采集。征信系统能否全面展示经济人的信用状况，取决于征信信息是否足够广泛、足够有代表性。竞争性征信系统有利于数据收集、客户服务体验的改进、信用信息服务价格竞争和降低客户信息服务成本；不足之处则在于多个征信系统收集的信息不一定全面系统，不利于充分展示企业和个人的全方位信用状态。对此，应建立统一的、无缝隙的征信体系，将具有竞争性和互补性的征信系统链接，由所有利益相关者共享。


  在金融体系中，货币资金的流转与金融资产买卖有时同步，有时异步。债权等证券交易市场常用简称DVP（Delivery VS Payment，券款对付），外汇市场常用PVP模式。DVP模式能避免流动性风险和结算风险，但流动性成本高。异步模式可以节约流动性成本，但结算风险较大，违约概率较高。解决办法包括引入做市商和中央对手方（CCP）。然而，做市商和中央对手方进一步集中了风险。如何解决纯粹金融体系中的各类风险，需要建立金融交易数据库，提高透明度，增强金融交易的可追溯性和可测性。金融交易数据库不仅由监管者使用，也应当成为投融资双方共享的平台。


  法律法规与监管体系共享


  共享金融基础设施，除必须遵守共同的交易规则、协议、标准等约束外，还要共享法律法规和监管。在互联网环境下，从物质技术角度看，一般基础设施的共享和交易的完成可以做到无国界。但国家之间由于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信仰的不同，管辖权是分散的、不连贯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共享法律法规、标准和监管体系，正如CLS和SWIFT所做的那样。跨经济体的监管机制和组织机构、参与者（用户）协会、标准化组织等，共同构成了CLS和SWIFT在全球范围内运营的法律规则基础。与此相反的例子是比特币。由于比特币本身可能对现行法币制度带来挑战和冲击，尤其带来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难题，相关国家或经济体的立法部门和监管当局基本采取排斥态度：有些国家或地区宣布其为非法，也有的国家和地区监管部门阻止正规金融体系为比特币交易提供服务。突破共享金融基础设施的法律、监管难题，可行办法是“用脚投票”，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和立法与监管部门之间沟通合作，以及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从易到难。


  第一步是技术、业务标准（协议）的推出和推广。当前的跨境金融基础设施运行成本高，标准不一致，直通式处理覆盖面小。基于互联网的跨境支付清算基础设施尚未形成规模。应当利用最新的数字技术，如区块链技术，统一支付标准，使得法币顺畅流转，迅速降低跨境支付清算成本，扩展网络覆盖面，这一点是监管当局所欢迎的。第二步是建设行业和用户协会，实行行业自律。行业协会是连接市场与政府之间的纽带，来自于民间的需求与供给驱动，通过民间自律机制来维护，有利于减缓法律与创新之间的不适乃至冲突，有利于创新业务和创新产品的保护和推广。第三步是立法和配套监管，这个过程耗时较长。


  
    [11] 本文作者为：周金黄，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原副司长。

  


  第五章

  共享金融与众筹[12]


  众筹的发展与演变


  共享金融与众筹的关联


  众筹即大众筹资，是利用网络良好的传播性，向网络投资人募集资金的金融模式。美国的沃顿商学院将众筹定义为：“创业者或团队通过互联网等非标准化金融中介模式向大众进行募集资金，为其文化、社会或是商业项目进行融资。”


  可以说，众筹是共享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其不仅强调脱离传统金融中介组织来开展资金的配置，而且使得众多个人能够通过“自金融”的模式充分参与到金融产业链之中，成为个性化的资金直接供给者，也有可能改变传统直接金融模式，降低金融中介获取的过高成本费用，从而使得资金供给者与需求者真正从中获益。


  当然，与众筹相比，共享金融具有更加广泛的内涵和外延。从技术层面来看，众筹更多的是依赖于新型的网络渠道或电子化途径，使得资金直接通过股权或产品形式被传递到迫切需要融资的主体手中，其技术特点主要在于信息传递渠道的优化；而共享金融则涵盖了更加广泛的技术运用，涉及信息技术、金融产品技术等诸多层面。从制度方面来看，众筹旨在完善金融体系的资金配置功能，实现更有效的、不同期限和金额的资金供求对接，而共享金融则涵盖包括资金配置、支付清算、风险管理等多元化的功能，着眼于整个金融功能结构的优化与完善。此外，众筹更多地体现了从传统金融体系之外、扎根于实体经济需求、依托于互联网信息技术所产生的新金融模式，与之相对应，共享金融则不仅包括这些民间具有生命力的新金融模式，而且也提出对传统金融体系进行改造的迫切要求。


  无论如何，我们所推动的众筹发展，并非只着眼于服务大项目、大企业，或对传统股权融资市场的某种替代，而是为了突出通过互联网实现“人人参与金融”的意图，也是为了改变现有金融体系的诸多功能扭曲现象，更有效地服务于中小微企业和个人这些金融“弱势群体”。


  众筹的海外发展历程


  众筹融资主要是互联网上的股权和类股权融资，不仅是获得资金的渠道，还是评价、判断产品设计和市场前景的平台。众筹的商业模式是：项目发起人通过视频、文字、图片介绍把自己希望实现的创意或梦想展示在网站上，并设定需要的目标金额及达成目标的时限。喜欢该项目的人可以承诺捐献一定数量的资金，当项目在目标期限内达到了目标金额，项目才算成功，支持者的资金才算真正付出，网站会从中抽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用，而支持者则会获得发起人一定的非资金类的回报。从演变模式来看，众筹主要包括项目众筹、股权众筹、股权交易所众筹和债权众筹等（见图5.1）。


  
    [image: c007]

    图5.1 众筹融资的模式演变


    资料来源：iResearch（艾瑞咨询）

  


  起源于美国的众筹在逐步发展成熟为商业模式之后，在美国和欧洲国家迎来了攀升的黄金发展时期，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并迅速向欧美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传播扩散。众筹就整体发展而言虽然尚属新生事物，但其发展的速度和态势值得关注。


  众筹在欧美国家较早得到发展后，真正推动众筹模式得以实质性发展的则普遍认为应归功于美国的互联网众筹平台Kickstarter的成功。在欧美的诸多众筹平台之中，作为公认的众筹网站鼻祖的Kickstarter创立于2009年4月，已经成为人们熟知的最具代表性的众筹平台，而且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募集资金平台。Kickstarter的创始人发起众筹模式的初衷在于为艰难奋斗的艺术家们搭建一个可以筹措资金实现梦想的平台，随着日后不断地发展才逐渐演变成企业和个人为项目争取资金的渠道。


  众筹的出现为众多中小微企业以及个人创业者进行某项活动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援助，深刻地影响了资本领域的格局。据Massolution数据显示，2012年全球众筹融资交易规模达到168亿元，增长率为83%。从众筹平台诞生至今，以及未来几年，全球众筹融资交易几乎每年都有60%以上的增幅（参见图5.2）。而根据美国福布斯发布的数据，2013年，全球众筹平台筹资总额接近60亿美元，而在2011年，这个数字仅为14.7亿美元。行业网站Crowdsourcing.org的报告数据显示，2013年底，在线众筹平台已经超过2000个，在此前的五年间，众筹平台在全世界的数量增长达到了600%[13]。未来，众筹模式将会成为项目融资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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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2 2009~2016年全球众筹融资交易规模及增长率


    资料来源：iResearch

  


  对此，iResearch分析认为，未来推动众筹融资交易规模增长的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投资理念的成熟，经过几年的发展，用户对众筹融资理念接受度更强，促使更多用户进行众筹融资；另一方面是机构投资者的介入，随着众筹逐步正规化，以及平台内项目质量的提升，一些传统金融机构亦会进入寻找投资机会，这将为未来众筹融资交易规模的提升提供重要助力。尽管全球众筹融资产业规模从2009年的36.1亿元飙升至2012年的173亿元，三年增长了近380%。但是2012年亚洲地区仅占1.2%。影响亚洲众筹发展的因素可能是：一方面，亚洲还没有出现有重要影响力的众筹平台，因此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另一方面，亚洲地区用户投资理念趋于保守，创新金融方式的接受能力较弱。


  2013年，世界银行资助进行了题为“发展世界中的众筹潜力”的调查，并在所发布的同名报告中披露了很多重要的调查数据。报告显示，美国共拥有344家众筹平台，其中众筹平台的活跃数量位居世界领先地位，而名列第二位的英国与美国的差距甚大，仅拥有87家众筹平台，法国则以53家众筹平台名列第三位。该报告将2008年的金融危机看作是众筹，特别是美国的股权众筹兴起的主要催化剂之一。事实上，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传统资本衍生出更加强烈的资金需求用于发展新兴产业并同时扩大已有产业。


  该报告指出，众筹市场目前尚处于发展初期，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但其潜在市场非常巨大。据世界银行的估测，在发展中国家有多达3.44亿个家庭可以对社区商务进行小规模的众筹投资。这些家庭的收入每年至少可达10000美元，并且拥有至少三个月的储蓄或者三个月的股权资本储备。以此推算，到2025年这些家庭有能力一起构建大约每年960亿美元的众筹投资规模。而世界银行认为众筹最大的潜在市场就在中国，其市场规模可高达500亿美元。其后依次是东亚其他地区、中欧、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中东和北非地区。从2009年到2012年，众筹在各个地区范围内的规模以年复合增长率63%的速度迅速扩张。具体到各类众筹平台，其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基于股权的投资型众筹平台为114%，基于债权的投资型众筹平台为78%，公益型众筹平台为43%，购买型众筹平台则为524%。


  随着股权众筹和债权众筹的真正兴起，众筹平台的数量近年来也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尤其在北美地区，2012年的增长率达到了91%。2010年以来，众筹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增长超过了其他地区，众筹平台的数量从5家增加到了41家。纵观众筹在世界各国的发展，从世界第一大众筹平台Kickstarter创立的2009年算起，众筹在发达国家的发展仅仅比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开始发展众筹平台的时间早了两三年而已。由此看来，至少在众筹这一领域，中国与美英等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非常有限，而且众筹在中国的发展速度以及今后的发展潜力更是值得期待。


  美国的众筹发展及监管创新


  回到美国的情况来看，其最早的股权众筹平台Kickstarter网站，从2009年创立至今推出的成功案件已逾38000件，所有融资成功金额超过4亿美元。主要为初创企业募集资金的成立于2011年的美国股权众筹平台Angellist，至今已经为1000多家初创企业成功融资，总额超过3.5亿美元。美国的股权众筹网站Wefunder，据其官方数据显示，自2011年成立以来，截至2015年10月中旬，已累计超过46500位注册投资人，其投资组合价值于2013年8月已经超过5亿美元。


  为了让股权众筹行业健康发展，美国颁布了相应的国家支持政策对股权类众筹平台及公司给予规范。2012年4月5日，美国总统签署了《初创期创业企业推动法案》（简称JOBS法案），该法案旨在通过适当放松管制，完善美国小型公司与资本市场的对接，改善小型公司的融资环境，提高微企业的融资能力。2013年10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根据JOBS法案第三章（Title III）的规定正式发布了针对股权众筹的提案，但由于不少人对众筹融资是否会对传统的证券监管造成威胁等问题存有疑虑，该提案迟迟未获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批准。


  2015年3月25日，SEC发布了JOBS法案第四章A+条例（Regulation A+）细则，成长型企业可以面向大众融资最多5000万美元。


  2015年10月30日，SEC正式通过此项提案，该提案将于2016年1月29日正式实施。JOBS法案第三章核心内容SEC允许初创企业通过众筹的方式来发行和销售证券，该规则给予小企业额外的资金筹集渠道，并制定了对投资者的必要保护措施，主要通过初创企业12个月内的最高融资额、投资者12个月内最高投资额、发行人信息披露的要求、众筹中介平台的职责等方面进行监管，确保众筹融资不会造成大范围的金融风险（见表5.1）。


  
  表5.1 SEC落实股权众筹的基本规则
[image: c009]


  进一步来看，此新规一是为初创企业提供融资便利，也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之前，企业公开发行证券需要在SEC登记，进行严格的信息披露，发行后每年还要提供严格的财务报表等，整个过程耗时耗力，对于小企业来说，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使得本来就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越发严重。二是为个人投资者提供参与股权投资的机会。之前，个人投资者进行股权投资有严格的要求，只有净资产超过100万美元，或者至少连续两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人群才可以进行投资；现在放宽了这一限制，使普通大众都可以参与到股权投资中来，可以享受创业企业增长的红利；为了保护个人投资者，法规对他们的投资金额加以限制，即使投资者投资项目失败也不会影响正常生活。


  众筹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及面临的挑战


  发展状况及监管环境


  近年来，国内的众筹市场发展迅速。截至2015年初，京东、阿里、平安、苏宁等多家行业巨头携巨资大力进军股权众筹领域，使得众筹以迅猛的发展阵势进一步迈向互联网金融业态变化的风口，行业竞争日益激烈。根据《2015中国股权众筹行业发展报告》数据表明，截至2015年7月31日，中国共有股权众筹平台113家。


  2014年10月24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决定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力求鼓励企业寻找投融资的创新机制，改善和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2014年11月19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建立资本市场小额再融资快速机制，开展股权众筹融资试点”，此次公开提到股权众筹并且鼓励试点，探索中小企业融资的新渠道，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的问题。2014年12月18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受中国证监会委托，起草、发布了《私募股权众筹融资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明确了股权众筹行业的法律地位。2015年3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鼓励股权众筹融资试点。2015年6月16日，《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鼓励众筹融资平台发展，推进“双创”。2015年6月25日，国务院会议通过了《“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确定了开展股权众筹试点，支持互联网企业上市。2015年9月26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构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撑平台的指导意见》，通过十大方面三十个措施来鼓励支持“四众”（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的发展，鼓励互联网企业在新三板上市。


  值得重点关注的是，2015年7月18日，央行等十部委发布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对股权众筹融资做出了定性，明确了股权众筹融资主要是指通过互联网形式进行公开小额股权融资的活动。股权众筹融资必须通过股权众筹融资中介机构平台（互联网网站或其他类似的电子媒介）进行。以上规定与美国《众筹规则》的要求是一致的。而随后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对通过互联网开展股权融资活动的机构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证监办发〔2015〕44号），明确了公、私募分开监管，现有的“股权众筹”平台不得超出私募的范畴，即在出台关于从事股权众筹融资的中介机构监管细则之前，现时的中介平台只能定位为“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平台”，此举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现有中介平台的发展。


  股权众筹作为新型的融资方式，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股权众筹应当服务于创新创业企业。有意进行股权众筹的小微企业应当通过合法的股权众筹中介平台向大众如实披露企业的商业模式、经营管理、财务、资金使用等关键信息，不得误导或欺诈投资者，还要教育投资者，确保参与股权众筹的投资者具备一定的风险识别和风险承受能力。而大众投资者在投资前应当充分了解股权众筹的投资风险，在确认自己具备相应的风险承受能力后进行小额投资。值得一提的是，股权众筹应当与私募市场建立密切联系，为股权众筹的投资者提供多元化的退出渠道，比如机构间私募产品报价与服务系统、证券公司的柜台市场等，都可以积极探索与股权众筹对接，既能帮助企业获得私募融资，也能实现众筹投资者的阶段性退出。


  当前，股权众筹“小额”“公开”“大众”的特点已经得到了中美两国监管部门的肯定，美国JOBS法案已经为我国股权众筹监管提出了有效的思路与借鉴。


  首先，对企业开展股权众筹融资的监管。为降低融资企业的进入门槛和融资成本，可设定条款规定：（1）哪类企业可以开展股权众筹融资；（2）企业一年内可通过股权众筹进行融资的上限金额是多少；（3）企业融资低于多少金额可以获得证券发行和交易豁免制度，不必向证监会提交申请；（4）企业需要披露的信息至少包含哪些。


  其次，对个人投资者的投资规定。为方便个人投资者进行股权投资，可以适当降低投资者的进入门槛和投资门槛。之前，我国股权投资者的投资门槛比较高，一般是300万元净资产或连续三年净收入超过50万元，投资单一产品最低100万元。为保护个人投资者，需限制一年内总的投资金额。


  放松监管虽然降低了小微企业发行证券融资的成本，带来了融资便利，但实质上增加了小微企业发行证券的不透明性和不确定性。投资小微企业本来风险就较大，加上中小投资者由于风险意识较低，没有能力和精力到企业进行现场调研，企业信息披露程度较低，中小投资者更难判断企业的优劣，中小投资者进行股权投资的风险将进一步加大。


  因此，企业信息披露要求是证券监管体制的核心，企业信息披露需要真实、准确、完整，企业信息披露不当或披露信息造假均会加大投资者的损失。为切实保护个人投资者的利益，我国监管部门在放松企业进行股权众筹发行证券条款的同时，应该加强企业信息披露和对中介平台的监管，加大事后违规、违法处罚力度，使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违规信息披露成本增加，不敢违规。


  发展的重点与方向


  虽然众筹模式的火爆程度与P2P网络借贷还有差距，国内发展也远不及欧美，但是同样成为国内互联网金融热潮中的“亮点”。似乎一夜之间，许多人的微信朋友圈里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众筹”宣传，从个人创作艺术品到书籍作品，无所不包，让人眼花缭乱。


  在当前流行的、最令人关注的股权众筹兴起之前，国外早期的众筹实际上更多地体现在利用网络为各种创意、创作、产品进行小额筹资，例如Kickstarter旨在帮助回报有限的项目获得融资，并且一直反对转向股权众筹。此外，在欧美还有一些旨在推动公益和慈善活动的网站平台有时也被纳入到众筹模式里。从更加广义上看，有的国家还把P2P网络借贷作为一种债权式的众筹平台。


  应该说，众筹本意是指向大众进行集资，也就是“凑份子”，但是这种筹资与传统模式的区别，在于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不仅使零散的资金更容易集聚起来，而且提供了相较传统风险投资更加灵活的机制。本质上看，P2P网络借贷与股权众筹的模式及风险特征差异巨大，前者归为所谓债权类众筹，实际难以区分二者的不同特质。


  进一步来看，在我国的经济社会环境下，真正值得关注的，无非是以股权对应的众筹活动，以及以商品或服务返还的众筹。后者是近些年来国内存在规则约束的情况下，为了避免触及政策“红线”，许多众筹平台所采取的模式，就其实质看，体现了“团购”“预购”的特点。与融资性的金融功能相比，这些模式更接近于商业运营模式，只是结合了一部分商业信用因素。前者的命运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管规则的可能变化。主要红线有两方面：一是是否公开发行，对不特定的对象发行；二是发行对象是否超过200人。否则，就可能陷入非法集资或非法证券活动的陷阱。如果在政策支持的“东风”下，证监会能够尽快出台类似美国JOBS法案等用来规范股权众筹的法规，则这一领域将迎来巨大的发展空间。


  综合来看，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股权众筹提供了可能，但这类线上金融创新的基本支撑，还是充足的信用环境与约束机制，这也是P2P网贷和众筹之所以在欧美出现和繁荣的原因。《纽约客》1993年7月5日刊登的一则由彼得·施泰纳所做的漫画，提出了“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命题。时过境迁，互联网变成了能够发掘信息、整合信息、利用信息、披露信息的重要场所，尤其是企业和居民的金融信用信息，当然其前提条件是有特定的制度规则来予以保障。与欧美相比，我国的信用信息环境、企业和个人信用环境等都还处于“初级阶段”，各种各样的“线上”金融创新，都还离不开“线下”传统方式的直接或间接支撑。


  与其他服务于资金配置的金融模式一样，众筹涉及三方面的主体：资金供给者、资金需求者和资金中介。


  第一，从资金供给者来看，虽然美国已在降低股权众筹的投资者资格，但正如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曾经的解释表明，股权众筹需要一定的投资者门槛。应该说，股权众筹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投资者具有对投资项目的鉴别力，以及额外风险的承担能力，特别在我国，可能短期内不应走向社会化和大众化，还应坚持适度的投资人门槛。在此过程中，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成为重中之重，从而彻底改变过去的金融创新思路，即在资金供给、需求、中介三者中，更注重后两者的利益。


  第二，从资金需求者来看，众筹的根本还是坚持“小而美”，即服务于小微企业的金融需求。小微企业融资难是全球性难题，即便在美国这样发达的金融体系中，也还存在金融支持的“空白区”。应该说，我国发展众筹的合理定位，仍然是多层次资本市场中的草根金融部分，而非服务于房地产、工业项目等大型、中长期资金需求领域。当然，实践中的很多案例也证明，这种“线上VC”的项目和企业可能并非最拔尖的，或许“线下VC”被认为是风险较高的，所以加强信息披露和防欺诈也是监管重点。


  第三，从资金中介来看，考虑到股权众筹等中介平台的金融服务性质，也应当给予特定的行业或牌照约束。例如在美国，众筹监管的核心还是对中介机构，法律规定其必须在SEC注册为经纪自营商或集资门户，还要求其必须提供包括风险披露、投资者教育等其他材料。


  需要注意的是，众筹的兴起也有特定环境支撑。Crowdfunder联合创始人Chance Barnette认为，众筹的流行与硅谷活跃的创投环境有关。在我国目前有大量创业者在找投资、众多投资人在看项目的背景下，众筹便成为重要的沟通平台。


  俗话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在做大做强我国经济金融文化的背景下，更需要在包括众筹在内的互联网金融狂热中保持冷静和谨慎。例如，与基于互联网开放性、广泛性的大平台发展思路相比，短期内把众筹作为开拓社区金融服务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区域小微金融创新的试验田，或许更容易实现效率与风险的平衡。


  
    [12] 本文作者为：杨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副院长，众筹金融研究院院长；林楠，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国际金融与国际经济研究室；朱鹏炜，深圳市众投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涛，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产业金融研究基地主任、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

  


  
    [13] 龚映清.互联网金融对证券行业的影响与对策[N].证券市场导报，2013（11）.

  


  第六章

  共享金融与P2P网络借贷[14]


  共享金融与P2P网络借贷的关联


  互联网金融的异军突起加速了传统金融向共享金融演变的进程，为共享金融加速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对于扩大社会融资、加速“金融脱媒”、改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高金融普惠程度都大有裨益。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经济发展过程中产能过剩与资源稀缺的矛盾愈演愈烈，幸运的是，共享经济带给世界新的发展方向。在微观商业模式上，共享经济是指利用任何有价值的闲置资源、零散时间和特殊技能创造新的价值。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看，共享经济是一个建立在人类和物资共享基础上的社会经济系统。在共享经济的发展方向下，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移动支付的快速成长，共享金融应运而生，其特征包含资源共享、要素共享、风险共享和利益共享。


  P2P网络借贷是点对点的借贷，意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金融交易，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资金借贷双方在利率、期限等方面的匹配。P2P网络借贷是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的直接借贷，其内在的精神背景是普惠金融，意指在公开、公平、公正的互联网背景下，降低金融门槛，让更多人共享金融服务。金融业自产生以来，其宗旨就是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为资金流通提供支持，其内在就有“共享”需求。P2P网络借贷作为共享金融的典型表现形式，正是以大数据、云计算等移动互联网技术为手段和渠道，在完整的交易规则框架内，有效联通金融资源供求双方，提高金融资源与服务的配置效率，合理分担金融风险，增加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可获得性，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总体来看，P2P网络借贷利用互联网，在资源、渠道、风险等方面实现了公众共享，表现出典型的共享金融特征，是共享经济的一个重要分支，已经成为共享经济在金融行业中的典型表现形式。


  国外P2P网络借贷发展的考察


  P2P网络借贷最初的线下雏形是孟加拉国的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为无法获得传统银行贷款的农村困难农户解决融资问题所创立的格莱珉银行。自全球首家P2P网络借贷平台Zopa于2005年在英国成立以来，这一创新型的借贷模式以快速、便捷、低成本的交易模式、广阔的融资空间以及个性化、定制化的产品等优势，迅速获得了市场认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展开并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


  目前国外P2P网络借贷平台也在不断进行尝试，平台类型大致分为四种：征信型网络平台，如Zopa；纯中介型网络平台，这种平台只提供借贷双方的信息，典型代表是Prosper；信息型网络平台，此类平台利用第三方机构、社交平台为客户提供征信等数据，但不会对客户提供担保，典型代表是Lending Club；公益型平台，主要帮助发展中国家低收入企业融资，典型代表是Kiva。


  全球首家P2P网络借贷平台——Zopa


  自2005年3月成立以来，经过11年的发展，Zopa已经成长为英国最大的P2P网络借贷平台。目前，Zopa已在美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开设了分公司，拥有约21万名出借人和借款人，累计向超过11万借款人提供约10.97亿英镑的低息贷款，向出借人支付利息收入约6200万英镑，坏账率仅为0.6%。


  Zopa的经营理念


  Zopa秉承“更聪明的理财——出借人直接向理性借款人贷款，让资金持续增值；向符合标准、善于理财的借款人提供低息贷款”的经营理念，用互联网平台取代传统银行，将更多寻找低息贷款的借款人和寻找高资金收益率的出借人联系到一起，带来了更好的经济效益。


  Zopa的出借人


  根据Zopa官网数据统计，Zopa拥有大约59000名出借人，其中约51000人处于长期活跃状态，出借人只需完成开户、选择投资偏好等步骤，Zopa将负责出借人在退出平台前的理财业务。


  （1）开户：在网络上注册，出借人将资金从银行转入Zopa个人账户。


  （2）选择投资偏好：出借人可以选择“灵活的短期投资——2年和3年周期，平均收益率3.8%”，也可以选择“高收益率的长期投资——4年和5年周期，平均收益率5%”。出借人随时可以修改投资偏好，修改后的偏好将自动适用于下一笔投资。


  （3）“Zopa为你理财”：资金自动进入序列，准备与借款人匹配；资金拆分成小额后发放给不同的借款人；借款人按月还本付息，这部分钱出借人可以继续出借或取回；每一笔投资都将适用最新收益率。


  （4）借款人按月还本付息后，出借人可以随时取回投资；如果需要一次性取回投资，出借人可以在支付投资总额1%的费用后，将债权转让给平台上其他出借人。


  Zopa的借款人


  借款人可以在Zopa获得1000~25000英镑的低息贷款，借贷周期为1~5年，根据贷款额和借贷周期的不同，利率固定在4.8%~7.9%。借款人贷款利率是Zopa根据信用评分确定的，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无法直接联系，出借人无法看到自己的资金借给了哪些借款人，完全是由Zopa平台负责将资金借出去。


  成为Zopa借款人需满足以下条件：


  （1）通过身份确认；


  （2）年满20周岁；


  （3）有可查的信用记录；


  （4）有良好的债务偿还记录；


  （5）目前是英国居民，在英国有三年以上居住史；


  （6）年收入12000英镑以上；


  （7）有能力偿还贷款。


  如图6.1所示，借款人可将贷款用于购买汽车、改善住房、偿还信用卡债务等。自2013年7月起，Zopa开始向小微企业发放贷款，发放给借款人的贷款亦可用于创业。


  
    [image: c010]

    图6.1 Zopa贷款主要用途与贷款金额占比

  


  Zopa风控


  Zopa从以下三个方面为出借人降低风险：


  （1）严格筛选借款人，只向符合标准的借款人发放贷款；


  （2）如图6.2所示，Zopa将出借人资金拆分成小额后发放给不同的借款人，确保每个借款人只持有每个出借人一部分资金，从而确保为出借人降低风险的同时带来较为稳定的收益。


  出借人投资未超过2000英镑的，将资金分成N份（每份10英镑）借给不同的借款人；投资超过2000英镑的，则平均借给200个借款人。


  
    [image: c011]

    图6.2 Zopa降低出借人风险、保证稳定收益的放贷模式

  


  （3）建立安全基金。Zopa用借款人缴纳的手续费建立了“Zopa安全基金”，用于防范潜在风险。当借款人超过四个月未按贷款合同还本付息时，则由“Zopa安全基金”向出借人垫付应付本息，一般情况下还会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


  全球首家上市P2P网络借贷平台——Lending Club


  基本情况


  Lending Club于2007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成立，是首家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票据注册为证券的P2P网络借贷平台。Lending Club以点对点借贷模式汇集了符合信用的借款人和精明的出借人，提供更加快捷、更加便利的渠道，取代高成本和复杂的银行贷款方式，从而摆脱了银行在借贷中的核心媒介作用。Lending Club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P2P网络借贷平台。Lending Club采用纯线上模式，未设立任何线下分支机构，不仅向个人提供贷款，也向企业提供资金支持。2014年12月，Lending Club在美国纽交所正式挂牌交易，成为全球首家上市的P2P网络借贷平台，其总融资金额达到了8.7亿美元，总市值约为80亿美元。


  根据Lending Club官网统计，截至2015年第二季度，平台累计贷款量达到111.67亿美元，仅2015年第二季度就发放约19.11亿美元贷款，占据美国P2P网络借贷行业超过75%的市场份额。


  
    [image: c012]

    图6.3 2009~2015年累计贷款量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Lending Club官网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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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4 2012~2015年每季度新增贷款量


    数据来源：根据Lending Club官网数据整理

  


  参与主体


  Lending Club改变了借贷行业的面貌，利用精简的机构、低成本的科技，使贷款更容易获得，致力于开展透明、高效、客户友好型的借贷业务，使出借人和借款人都能通过平台受益——向出借人提供更高回报率的投资渠道，向借款人提供低成本、便利的借贷渠道。


  2007年5月，Lending Club登录Facebook，这成为奠定Lending Club借贷行业龙头地位的契机。Lending Club创始人坚信，P2P网络借贷行业通过社交网络能够更快更广地发展，社交网络带来的庞大社交图谱和人际关系网络能够为P2P网络借贷行业提供一个理想的发布平台。


  （1）Lending Club的出借人。并不是美国所有州的人都可以在Lending Club出借资金，不在允许出借资金范围内的州，可以通过Lending Club的二级交易平台Foliofn进行资金交易。Lending Club对出借人提出了金融资产要求，并规定某些州出借人出借资金不能超过个人资产的一定比例。当出借人每次收到借款人还款时，Lending Club会向出借人收取1%的管理费。由于管理费不是按年收取，而是根据发生还款收取，故而根据借贷周期的不同，1%管理费对出借人的影响可能小于1%。


  值得注意的是，Lending Club的贷款是无担保的，一旦借款人发生违约行为，Lending Club只能通过平台、第三方催收机构联系借款人，在极端情况下，可通过法律诉讼，采用不动产扣置、银行扣押财产的方式弥补出借人资金损失，并将借款人违约行为数据传递给信用部门，降低借款人信用指数。


  （2）Lending Club的借款人。借款人可以在Lending Club申请1000~35000美元的贷款，在每次完成贷款的6个月内，借款人不能再次申请贷款。6个月期限达到后，借款人可以继续贷款，但两次贷款总金额不能超过5万美元。


  成为Lending Club借款人需满足以下条件：


  1）是Lending Club允许开展借贷业务州的居民；


  2）年满18周岁的美国公民，需要提交有效的社会保障号码；


  3）借款人拥有有效的银行账户；


  4）借款人FICO（美国一种个人信用评级方法）信用评分应在660分以上；


  5）借款人债务/收入比应低于35%；


  6）借款人应至少有三年的信用记录；


  7）FICO信用评分在740分以上的借款人，其信用报告在过去6个月内受信用调查次数应少于9次；


  8）FICO信用评分在740分以下的借款人，其信用报告在过去6个月内受信用调查次数应少于4次；


  9）借款人不能透支所有信用卡，信用卡循环使用率应小于100%;


  10）信用报告显示至少有两个循环账户正在使用。[15]


  如表6.1所示，Lending Club会对成功获得贷款的借款人一次性收取管理费，管理费会根据贷款期限和等级变动。


  
  表6.1 不同贷款期限和等级的管理费标准


  （单位：%）
[image: c014]


  运作特点


  （1）Lending Club的生态系统。Lending Club在业务快速增长的同时，提供了可利用权证进行交易的二级平台，该平台由Foliofn运营。2010年11月，LC Advisor注册成功，它是一家资金管理公司，保障投资者的资金安全。随着Lending Club大额投资期的出现，投资于低风险项目借款人（A、B级客户）的保守信贷基金CCF和投资于中等风险项目借款人（B、C、D级客户）的信贷基金BBF相应被设立。此外，一些围绕Lending Club进行数据分析的工具和平台（如Nickel Steamroller、Lendstats、Peercube、Interest Radar），可用于回测不同的投资决策，完善了Lending Club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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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5 Lending Club的生态系统结构


    数据来源：iResearch

  


  （2）Lending Club的业务流程。整个业务流程只需10分钟即可完成。一旦借款人在Lending Club发布了贷款需求，出借人即可向其借款，整个借款过程短则几个小时，长至14天，平均为5~6天。出借人也可以在Lending Club平台上通过投资工具设定投资组合，或者浏览平台上发布的贷款信息，自行选择投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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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6 Lending Club的业务流程


    数据来源：iResearch

  


  （3）Lending Club的风险控制。Lending Club规定清晰明确的借款资格要求，严格审核贷款申请（事实上，接近90%的申请都被拒绝）。Lending Club同时会向信用机构报告所有借款人的还款行为，延期还款或者违约都会降低借款人的信用指数，以此来约束借款人，有效控制坏账风险。同时Lending Club与专业第三方催收机构合作，有效控制了逾期贷款率和坏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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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7 逾期贷款催收流程


    数据来源：iResearch

  


  （4）Lending Club的盈利模式。Lending Club本身并不直接接触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的资金往来，其核心盈利模式主要来自于借贷双方的手续费。针对借款人的手续费为其整体借款规模的1.1%~5.0%，针对出借人则主要收取投资总额1.0%的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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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8 Lending Club的盈利模式


    数据来源：iResearch

  


  中国P2P网络借贷行业发展的考察


  发展概况


  2007年，我国第一家P2P网络借贷平台拍拍贷在上海成立，标志着P2P网络借贷正式进入中国。2013年，P2P网络借贷行业进入井喷式发展阶段，平台数量、成交额、贷款余额急速增长。据网贷之家统计，截至2015年8月，我国P2P网络借贷平台累计数量已达3259家，2015年1~8月累计成交量达到4805.91亿元，贷款余额增至2769.8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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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9 2011~2015年8月我国P2P网络借贷行业发展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网贷之家数据整理

  


  我国P2P网络借贷行业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以下三大因素。第一，互联网经济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是P2P网络借贷行业发展的前提。第二，金融资源匹配不均衡是我国P2P网络借贷行业发展的根本原因。长期以来，我国金融市场一直是供给小于需求，小微企业融资一直存在融资成本高、融资困难的问题，与此同时，个人消费金融需求没能得到有效满足，装修、旅游、教育的消费金融市场开发程度一直较小。第三，政策环境相对宽松为P2P网络借贷行业的生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2015年7月前，金融监管对P2P网络借贷行业开绿灯，丰厚的利润吸引了大量进入者。


  近几年，我国P2P网络借贷平台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概念引入期（2007~2009年）。我国最早的P2P网络借贷平台是2007年成立的拍拍贷；同年，宜信上线；2009年，红岭创投成立；随后一段时期，国内新成立的P2P网络借贷平台较少。


  第二，行业初现期（2010年）。我国特殊的金融体制导致直接融资成本过高，加之民间借贷需求巨大，社会存在大量闲散资金等因素，催生了大量P2P网络借贷平台。


  第三，迅速成长期（2011~2012年）。从2011年开始，P2P网络借贷行业进入迅速成长阶段，开始被投资界所重视。2011年，平安集团成立陆金所，宜信获得美国国际数据集团、摩根士坦利、凯鹏华盈的联合投资，行业规模迅速扩大。


  第四，行业爆发期（2013~2015年7月）。2012年下半年，互联网金融概念首次被提出，2013年开始被广泛追捧，P2P网络借贷作为互联网金融的主要业态，开始被金融消费者熟知。据网贷天眼统计，截至2013年12月31日，我国P2P网络借贷平台成交额规模达到897.1亿元，同比增长292.4%，P2P网络借贷平台数量为523家，同比增长253.4%。


  第五，行业规范期（2015年7月至今），随着《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发布以及《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P2P网络借贷行为被正式归为民间借贷范畴，法律地位得以保证，P2P网络借贷平台信息中介的性质得以明确。曾经在无序环境中野蛮生长的行业被规范化后，不规范的平台会分批退出，P2P网络借贷行业或面临巨大震荡。长期来看，《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及其他管理办法将起到规范行业、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积极作用。


  
    [image: c020]

    图6.10 P2P网络借贷行业发展历程以及“网贷指数”


    数据来源：百度指数

  


  国内P2P网络借贷行业的发展特点


  平台数量快速增长，行业发展大浪淘沙


  随着我国金融消费者对于网络贷款接受程度的逐步提升，P2P网络借贷的概念持续变热，传统金融企业理财产品收益水平下降，小微企业对于资金的需求大大增加，促使P2P网络借贷行业快速发展。


  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9月底，我国正常运营P2P网络借贷平台达2417家，贷款余额达到3176.36亿元，同比增长391%，环比增长14%；其中，运营时间超过24个月的平台为87家，占总数的3%，注册资本超过千万元的平台有270家，占总数的11%。在成交量方面，2015年9月，P2P网络借贷行业整体成交量达1151.92亿元，环比8月上升18.19%，历史首次单月突破千亿元成交量大关，是上年同期的4.39倍。伴随着政策利好的支持，P2P网络借贷人气指数进一步攀升，P2P网络借贷行业成交量有望继续增长。2015年1~9月累计成交量达到5957.83亿元。同时，主要P2P网络借贷平台如红岭创投、鑫合汇等，前十位出借人的代收金额达千万元，借款人的融资数额也在千万元级别，甚至上亿元。可见，近年来我国P2P网络借贷行业发展十分迅猛，行业已经初具规模。


  我国P2P网络借贷交易集中在北京、广东、浙江、上海等地，市场宣传和行业发展还没有普及至三、四线城市及农村市场。截至2015年9月，P2P网络借贷贷款余额分布中，北京、广东、上海、浙江合计占总余额的86.7%。平台分布层面，广东平台数为457家，浙江为291家，北京为278家，上海为195家。这些地区大多经济发达，民间借贷活跃，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P2P网络借贷平台风控能力的增强，其他省份的业务占比将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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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11 2014~2015年我国P2P网络借贷平台数量、贷款余额以及累计成交量统计


    数据来源：网贷之家

  


  《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出台以后，P2P网络借贷行业开始洗牌，两极分化的局面逐渐形成。一方面，行业领跑者的市场份额不断加大，开始进行个性化的市场定位，比如陆金所逐渐弱化传统P2P网络借贷，开始涉足F2P（Free to Play，免费游戏）领域，着眼于结构化证券和金融资产交易；人人贷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消费贷款领域。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宏观经济下滑，问题平台将会不断暴露，可以预见，随着行业竞争的进一步加大、行业龙头竞争实力的进一步加强，劣质平台的生存几率将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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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12 我国P2P网络借贷平台地域分布


    数据来源：网贷之家

  


  商业模式多元化


  P2P网络借贷行业的商业模式大致有如下几种分类：信用类与非信用类、消费性借款与经营性借款、线上型与混合型、平台模式与债权转让模式。


  （1）信用类与非信用类。按照风险控制模式进行划分，可分为信用和非信用类。信用类P2P网络借贷即不需抵押，纯靠大数据征信技术确定额度，之后发放贷款，这种模式对于征信水平和惩罚机制设计的要求都比较高，风险比较高，相应的利率偏高。而非信用类P2P网络借贷则以房车等资产作为抵押，安全性比较高，利率相对偏低。随着监管政策的落地，P2P网络借贷平台不得提供增信，纯信用平台将成为未来发展趋势。


  （2）消费性借款和经营性借款。按照借款用途划分可分为消费性借款和经营性借款。消费性借款大多面向个人，属于消费金融范畴，例如旅游贷、教育贷等；经营性借款面向企业，主要目的是满足小微企业融资需求，为小微企业提供现金流。随着消费金融的普及，消费性借款发展有望快于经营性借款。


  （3）线上型与混合型。按业务发展模式划分，可分为线上型和混合型。线上型是指P2P网络借贷平台作为单纯的网络中介存在，负责制定交易规则和提供交易平台。混合型是指P2P网络借贷平台在线上主攻理财端，吸引出借人并公开借贷业务信息以及相关法律服务流程，而线下主要负责强化风险控制、开发贷款端客户。借款人在线上提交借款申请后，平台会通过所在城市的门店或代理商采取入户调查的方式审核借款人的信用、还款能力等情况。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线上型成本低，便利快捷的特点将进一步凸显，发展将更为迅猛。


  （4）平台模式与债权转让模式。按照资金流转的过程可分为平台模式和债权转让模式。平台模式即纯平台模式，出借人根据自己的需求，在平台上选择资产标的，平台只负责信用审核、展示及招标，以收取账户管理费和服务费为收益来源。而债权转让模式又称“多对多”模式，其内涵是指借贷双方并不直接签订债权债务合同，而是通过第三方先行放款给借款人，再由第三方将债权转让给出借人。其中，第三方与P2P网络借贷平台高度关联，一般为平台的内部核心人员。P2P网络借贷平台的作用是通过对第三方债权进行金额拆分和期限错配，将其打包成类似于理财产品的债权包，供出借人选择。


  行业监管初见成效，问题平台数连续降低


  2015年，P2P网络借贷行业问题平台大幅增加。据网贷之家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9月底，累计P2P网络借贷问题平台达到1031家，仅2015年就新增663家。按照P2P网络借贷行业平台总量3448家来测算，出借人的“触雷”概率高达30.4%，几乎每三家平台中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平台。


  随着《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逐步落地，使大量不合规的平台退出，近期新增问题平台数有下降趋势，行业安全性、规范性正在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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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13 2014~2015年P2P网络借贷行业问题平台数统计


    数据来源：网贷之家

  


  公众理性且投资补贴取消，收益水平逐渐下降


  随着互联网金融监管持续深化，P2P网络借贷行业逐步进入规范化发展阶段，曾经依靠高收益吸引出借人的时代不复存在，多数平台纷纷下调收益率。从出借人角度来看，在经济下行的环境中，急需安全理财对资产进行保值，由于补贴逐步取消，一级市场层面P2P网络借贷投资热度有所下降。从平台角度来看，作为传统金融的延伸，P2P网络借贷本身就是为了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降低融资成本让市场可持续发展而产生的，因此降低收益率是一条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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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14 P2P网络借贷行业收益率逐渐下降


    数据来源：网贷之家

  


  国内P2P网络借贷平台案例分析：拍拍贷


  拍拍贷简介


  拍拍贷成立于2007年6月，是我国第一家P2P网络借贷平台。其运作方式为线上型，产品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个人消费类，另一类是供应链金融类。


  其盈利模式在于其本身的人力资源成本远低于混合型P2P网络借贷平台，因此可将更多的利益让渡给出借人和借款人，以较低的借款成本和较高的投资收益获取更多用户。


  拍拍贷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


  （1）网站用户趋势走高，用户黏性已经形成。2015年6月至2015年10月，拍拍贷出借人数日均值约为6800人，并于2015年8月17日达到13875人，借款人数日均值在3000人左右，2015年9月28日达到9950人。出借人数和借款人数长期趋势看涨，拍拍贷已经形成了一个缓慢增加的固有用户群体，在这部分固有用户群体中，已形成了相对较强的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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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15 拍拍贷出借人数、借款人数走势


    数据来源：网贷之家

  


  （2）交易规模高速增长，普惠金融再次升级。经历了8年多的发展，2015年上半年，拍拍贷成交额突破13亿元，同比增长209.3%，其中单月成交量从1亿元增至3亿元，创平台单月成交量新高。截至2015年上半年末，拍拍贷服务人数超642万，业务覆盖全国95%的区域，共服务借款人232925人，独占行业22%的借款人份额，相当于行业每5个借款人中就有1人在拍拍贷借款。上半年拍拍贷共收到143万笔借款申请，审批通过25万笔借款，同比增长248.6%，相当于每分钟成功发放1笔借款。平台上80.2%的单笔借款金额小于5000元，服务更贴近消费金融的需求，惠及更多人群。拍拍贷平均每亿元借款能满足18953个借款人的需求，是上半年行业成交量TOP3平台服务人数总和的3倍多。[16]


  （3）个人消费需求明显，消费金融潜力巨大。个人消费是P2P网络借贷行业未来的核心潜力市场，一方面在于互联网本身在C端用户层面的先天优势，在聚集庞大的用户之后，C端用户的消费能力将进一步显现；另一方面则在于伴随着人们信用消费意识的逐步加深，以及现有信用体系无法满足所有用户群体的信用卡需求，P2P网络借贷为此类用户提供了更好的信用消费渠道。拍拍贷专注于消费金融领域，平台上71%的借款用途为个人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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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16 拍拍贷个人消费借款占比


    数据来源：拍拍贷2015年业绩报告

  


  （4）风险管控行之有效，自动投标管理科学。2015年3月24日，拍拍贷发布了基于大数据的风控系统——魔镜。该系统用于预测借款标的风险概率和基于准确风控评级制定风险定价。“魔镜”系统对平台逾期预测和风险防范起到了重要作用。2015年上半年，拍拍贷逾期率为1.70%，继续保持了稳步下降的趋势，风险等级为A级以上的借款金额占比约64%，充分说明平台整体资产质量良好。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彩虹计划的规模达1.85亿元，“快投”自二季度上线以来，也深受出借人追捧，出借金额高速增长近12倍。


  （5）征信业务成果显著，优质数据开始变现。基于我国现有的征信体系，拍拍贷一直在寻求一条通过数据实现的风险控制体系。经过几年的沉淀，拍拍贷的征信业务成果显著：2015年上半年，拍拍贷为213万名借款人新创建了信用档案；截至2015年6月30日，拍拍贷共为529万名借款人建立了信用档案。拍拍贷已经为20家平台及第三方机构输出了征信服务，提供了基于海量大数据分析、授信决策、信用评估以及数据决策引擎的服务。未来我国的征信体系将逐步放开，包括传统金融机构、电商平台、小贷公司、网贷公司的一系列数据均将实现对接管理，拍拍贷无疑已经走在市场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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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17 拍拍贷核心数据来源体系


    数据来源：iResearch

  


  共享金融背景下P2P网络借贷的内涵和作用


  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共享消费这一理念应运而生，使参与者能够在不独立享受所有权的基础上分享产品和服务。历次危机不断带来对资源充足性、社会可持续性、各类结构性失衡矛盾的担心，以及经济与金融发展中的“多级分化”日渐突出，再加上互联网对社会结构的迭代式冲击不断深入，使得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的增长模式中，不仅可以把“分享”作为一种“调剂部分”，更可以向“共享”型的机制建设进行演变。通俗地说，共享经济强调的是以信息化技术手段和渠道为桥梁，公众更加平等、有偿地共享一切社会资源，彼此以不同的方式付出和受益，共同享受经济红利。[17]P2P网络借贷的产生不仅是融资手段创新，更是融资理念的再造，是共享经济、共享消费理念在金融领域内的延伸。


  P2P网络借贷有利于缓解金融资源“错配”难题


  长期以来，我国传统金融体系资源配置效率偏低，金融资源“错配”现象持续存在。在我国经济“新常态”发展格局下，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金融作为经济的血脉，金融资源供需同样存在结构性失衡。在不同企业间，由于风险低、收益稳定、信用等级高以及政府干预等因素存在，大量金融资源流向国有企业，而缺乏抵押物、风险高、信用等级低的小微企业。在不同地区间，城乡“二元”体制格局导致金融资源不断向城市聚集，农村金融供给长期不足。由于地区间要素禀赋不同，无差异的金融政策导致金融资源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聚集，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实体经济发展金融支持力度不足。


  在共享经济理念助推下，P2P网络借贷借助互联网技术，本着服务“人人”的原则，打破了金融资源流动的地域和时间限制，在一定规则的基础上，能够撮合来自不同地域的借款人和出借人达成交易，从而盘活出借人的闲置资金，扩大社会整体融资空间，满足不同类型借款人的资金需求，实现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


  P2P网络借贷有利于推动金融体系“去中介化”进程


  金融服务的生产有典型的规模经济性质，即需要较大的固定投入，而提供服务的边际成本相对较小，由专门金融中介来提供金融服务可以更为经济。与此同时，金融中介在处理金融领域的信息不对称上具有专业化优势，因此通过金融中介进行交易可以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总体成本相对较低[18]，故而金融中介在传统金融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但传统金融中介随时持有的、用于支付需要的流动资产只占负债总额的很小部分，当其流动性不足时，如果大量出借人同时要求兑现债权，传统金融中介将承担流动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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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18 传统金融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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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19 互联网金融时代下P2P网络借贷平台经营模式

  


  在传统的金融经营模式中，出借人和传统金融中介、传统金融中介和借款人之间是两个闭环交易环节，传统金融中介分别扮演了“借款人”和“出借人”的角色，事实上履行了金融资源再分配职能，隔断了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信息、资金的流通，金融中介作为出借人和借款人的连接点，凭借着信息优势来获取利润。但不可否认的是，传统金融中介在获取利润的同时也时刻面临着流动性不足可能带来的冲击。


  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相比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信息对称。[19]P2P网络借贷平台利用移动通信、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手段，极大地提高了信息搜索和传输的效率，平台的开放性、共享性使借款人和出借人能够快捷、低成本、随时随地进行相互搜索，借款人的资金用途、信用记录、项目的基本类型、交易模式、收益率和投资期限等信息，降低了资金交易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了资金交易达成的可能性。金融中介的作用将被信息的开放和共享逐步淡化，原先由金融中介承担的流动性风险也转而由平台参与者共同承担，平台则是通过撮合参与者交易，以服务费、管理费、手续费等形式赚取利润。


  在P2P网络借贷平台经营模式下，平台是开放式的，借款人、出借人满足一定准入条件后即可以进入平台成为参与者，共享平台上的信息和资源；借款人、出借人之间信息、资金流动的渠道是畅通的，借款人、出借人基于一定基础性规则达成合意后即可进行自主交易；P2P网络借贷平台经营模式打破了传统金融体系直线式的价值链条，形成了多元化的价值网络，破除了信息樊篱，向借款人、出借人提供了充分的互动、交流的可能性，不仅有利于多样化的资金需求与多样化的资金供给自动进行匹配，还可能在借款人、出借人互动过程中挖掘新的价值增长点。


  P2P网络借贷赋予参与者更多的自主选择权


  传统金融体系中，金融中介在与小微企业、个人博弈时，不仅掌握着资金分配权，也掌握着资金价格的定价权。有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个人面临着“贷”与“不贷”两种选择，其意见表达和选择难以对资金价格产生影响，选择“贷”只能接受金融中介的资金价格，选择“不贷”则难以获得金融支持。互联网金融依靠平台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随时随地、快捷、以低成本展示金融产品、表达资金需求的机会。出借人可以选择平台、可以选择将资金出借给一个借款人，也可以将资金拆分，按不同的资金价格出借给多个借款人；借款人可以在充分互动交流的基础上选择符合自身偏好的金融产品，促使出借人开始重视借款人的偏好与需求。平台参与者自主选择权可以促使金融市场加速向自由选择型市场发展。


  P2P网络借贷平台不仅为参与者提供了自主选择权，而且借款人的行为决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资金价格走势。P2P网络借贷平台是一个信息充分、地位平等、互动共享的自由市场，借款人能够发现平台上有哪些出借人在提供资金，能够快捷、低成本地掌握出借人的基本信息、资金数量、资金价格和出借周期，从而主动寻找能够承受的资金价格。借款人与出借人关于资金借贷达成合意，则可以完成交易；借款人认为出借人提供资金价格过高、借款周期偏短，通过借款人之间的互动，相关信息可能广泛传播，在这一情况下，该出借人的资金可能在短期内无法完成交易。当然，出借人可以选择其他平台进行交易，但因为不符合借款人偏好，所以无法完成交易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P2P网络借贷有利于增强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


  传统金融体系中，大量金融资本进入银行业，而银行业更倾向于服务于低风险、收益稳定、信用等级高的大型企业；而由于缺乏抵押物、信用等级偏低且信息不完整等，小微企业、个人的资金需求难以从银行业得到满足。现实中，小微企业、个人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巨大，但这一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尤其是很多小额贷款，往往只能通过关系借款、典当行抵押借款等方式得到满足。此外，在银行业不愿覆盖的地区，形成了金融服务的真空区域，增加了金融消费者的成本，降低了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


  基于互联网金融的开放性、共享性，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便捷度、覆盖度、智能化进一步提高，能够广泛融入社会经济的每一个角落，影响着我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理念，使得金融走下“神坛”，真正服务“人人”，拉近了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之间的距离，缩短了金融价值链条，使金融消费者能够更容易地获取资源信息，增强了金融资源的可获得性，极大地扩展了金融服务受众的有效边界。P2P网络借贷作为银行业的有益补充，能弥补银行业在金融服务领域的空白，通过网络平台帮助借款人寻找合意的出借人，在一定规则的基础上，撮合不同地域的借款人和出借人达成交易，在盘活出借人的闲置资金、满足“蓝海”的资金需求、实现金融资源合理配置的基础上，扩展了金融服务边界，增大了融资空间，增强了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


  此外，长期以来的金融创新在降低收入不平等性、减少收入差距方面乏善可陈，P2P网络借贷平台的低门槛、低成本、快速便捷、服务“人人”的特点，为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中的“弱势群体”开辟了一条新的理财渠道，使其能够从金融创新中获益，真正享受更加合理的金融服务，得到自身应有的金融权利。


  P2P网络借贷能够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金融服务


  共享金融使P2P网络借贷平台参与者享受自主选择权，必然会推动个性化、定制化金融服务的产生与发展。共享金融强调公众更加平等、有偿地共享一切社会资源，为金融发展向“需求导向”“消费者中心”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金融服务供给开始围绕着金融消费者偏好和需求设计产品，实现了金融产品及服务从“标准化”“统一化”逐步向“个性化”“定制化”蔓延。简而言之，在人人共享结构中，我们能够得到自己所需的一致性和质量，同时也可以享受特殊和特别的服务。[20]


  特别是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帮助下，消费行为分析不再局限于定性分析与预测，定量分析逐渐成为识别金融消费者偏好、挖掘金融消费者需求、区分金融消费者群体的重要依据，对金融消费者的行为数据、消费习惯、支付偏好进行深度挖掘与分析，为金融产品的精准营销、精准定价提供了可能性，为制定个性化、定制化、差异化的金融产品提供了数据基础。


  随着共享金融深入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金融产品的销售模式将会产生巨大的变化，将由原先以产品为主导的销售模式逐渐转化为以金融消费者需求为核心的销售模式。互联网的共享和开放性使得金融消费者不再被动接受信息，金融消费者的需求成为新金融产品出现的原动力，其行为数据成为金融产品设计的基础，这也意味着金融消费者能够化被动为主动，参与金融产品设计和服务的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金融消费者的行为数据、消费习惯、支付偏好等大数据将逐渐成为各平台展开竞争的核心资源，各平台将针对目标金融消费者、潜在金融消费者的需求，设计个性化、定制化的金融产品。P2P网络借贷平台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通过数据采集了解每位金融消费者的特征及需求，可以提供更加精准化的服务，根据不同人群设计不同的利率水平、贷款期限、还款方式的贷款产品，提供多样化、不同风险组合的投资选择。


  P2P网络借贷有利于提升金融消费者知识水平


  促进金融消费者教育、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应成为共享金融关注的重点。金融消费者数量每年都以极快的速度递增，而银行金融产品和服务复杂性的增加、费率不透明、金融消费者金融知识匮乏，使金融消费者承担着越来越大的风险。P2P网络借贷作为共享金融的典型表现形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金融消费者（借款人）减少与金融服务供应方（出借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强金融消费者基于自身财务情况选择金融产品与服务的能力，进而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基本权益；通过多方持续的互动和交流，有利于金融消费者共享信息、知识、经验，促使其快速学习和成长，消除因金融消费者自身金融知识匮乏对金融体系产生的偏见，减少主动放弃消费金融产品的现象。


  在共享金融时代，公开透明的信息传递是P2P网络借贷平台的核心优势，也是网络借贷行业得以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P2P网络借贷平台通过细化信息披露规则，防止避重就轻、销售误导，通过机制设计建立信息公开标准，保障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不断提高市场透明度，提升金融消费者知识水平。


  共享金融背景下P2P网络借贷未来的发展


  共享金融理念的兴起为P2P行业加速发展提供了契机，进一步改变了传统直线式的价值链条，形成基于“人人”的网络链条，平台的每一个参与者既可以是“上游”，亦可以是“下游”，既可以创造价值，也能够享受服务；平台的参与者突破“借”和“贷”的范畴，将保险机构、征信机构等也融入平台的网络，形成“多边性”平台；利润的产生也不再仅仅局限于资金交易，更多的是基于参与者之间的连接、互动带来的价值增值。


  共享金融时代的P2P网络借贷行业前景


  行业规模持续增长，资产类型将进一步多样化


  从细分市场角度来看，小额信贷业务相对比较成熟，竞争比较充分，因此新的业务增长点将成为平台竞争的焦点。第一，在消费金融方面，利用用户画像技术，深入消费场景，加大借款与消费的对接是消费金融贷款产品挖掘的重点；第二，能否利用大数据分析，改善风险控制，实现线上审贷，从而节约费用、提高效率将成为行业能否快速发展的前提；第三，利用供应链打造金融生态圈闭环，能够有效规避风险，供应链P2P或将成为行业下一个爆发点。


  同时，P2P网络借贷平台的资产证券化模式将进一步多样化，传统的“银行不做或者做不好”的资产将被进一步开发。在消费金融方面，分期消费垫款、名校贷款、旅游贷款市场将会被进一步发掘，其渠道如何搭建将成为行业未来关注方向；在“银行做得不错”的方面，随着安全技术的进一步深入和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市场份额也将为P2P网络借贷平台所分享，比如在抵押质押贷款方面，车房抵押大多呈现期限短、利率低的特点，预计在未来几年其体量将进一步增加；在供应链贷款方面，商业承兑汇票、商业保理资产在2014年底开始通过P2P网络借贷平台交易，呈现利率偏高、融资数额偏大的特点，在各大P2P网络借贷平台的交易量呈上升趋势，或将成为平台挖掘的重点。同时，随着各地金融交易所的陆续成立，F2P业务在2015年发展较为迅猛，已经占据了行业大部分增量，类资产业务在传统金融企业的份额逐步走高，预计在2016年及以后将保持快速发展的趋势，成为行业主要增长点，也可能成为行业主要的爆发点。


  资金来源多元化，行业竞争大大加强


  起初，P2P网络借贷的出借人多为个人投资者，其在投资标的选择和风险管控等方面缺乏专业知识，因此P2P网络借贷的“类基金产品”有着良好的市场需求。“类基金产品”的特征为由专业人士负责募集资金，并寻找优秀的P2P网络借贷投资标的。随着专业投资人的资质、信息披露进一步规范，代理过程信息不对称的降低，“类基金产品”的发展前景可期。


  同时，机构资金也有望成为P2P网络借贷资金来源的一大主力。2015年，一些P2P网络借贷平台和互联网金融企业开始尝试与银行合作，向银行客户发行基于小微债权的理财产品，以达到降低资金成本的目的。随着个人投资者资金利用率的提高，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必将被纳入到各大平台的发展战略。


  此外，P2P网络借贷产品的创新形式也将呈现多元化趋势，而最终能顺利存活的平台，必定是抓住了良性需求的平台。互联网金融企业成长的关键不在于盈利，而在于流量，抓住了需求，就是抓住了流量，就是掌控了企业的未来。金融消费者对于金融资产是风险厌恶的，相应地，金融消费者不会轻易改变所购买的金融资产，这也就是用户黏性的作用，这也会促使大部分企业经营模式趋于同质化，优秀的企业将呈现盈利上升、规模扩大的趋势，不符合法规、运营模式不良的企业将被淘汰。因此，在行业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企业数量增速可能会出现下降趋势。在“信息中介”定位的指引下，线上模式的竞争力将逐步增强。用户的集中性，有助于形成大数据基础，在用户画像分析、用户需求精准定位乃至征信相关风险定价等方面形成天然资源优势，因此，未来P2P网络借贷的产业集中度可能持续上升。


  互联网征信产业助力P2P网络借贷行业发展，风险识别将成为P2P网络借贷平台核心竞争力


  随着行业竞争程度的日益加强，平台为了竞争客户，可能会不惜降低标准争夺客户资源，向已经在其他平台获得贷款的人重复放贷，导致资产质量下降，系统风险上升。同时，由于P2P网络借贷概念的升温，部分平台极易被人利用，比如破产清算的公司利用平台款项偿还贷款。由于征信标准不统一、征信不准确导致P2P网络借贷行业的系统风险在2014年就已显现，2014年问题平台数达230家，同比增长超过200%。我国征信行业中大机构的个人信用评级一方面不能共享，另一方面不能反映个人的真实可贷额度。在风险资产定价中，其利率等于无风险利率加风险溢价，缺乏征信对于风险溢价的考量就会给P2P网络借贷平台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利用共享的数据库平台和使用大数据分析进行反欺诈或成为P2P网络借贷平台风控水平新的提升点。


  无论是共享经济，还是包括P2P网络借贷在内的共享金融，其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信用问题。征信就是解决信息不对称，保证合理信用水平的有力工具。因此，有大数据基础的公司将获得信用资源优势。互联网征信的发展对于行业的发展将起到正向且极大的促进作用，随着征信业务的发展，行业风险有望降低。在资产端，P2P网络借贷的风险定价效率会显著提高，对于良性资产的识别作用将有效规避坏账的出现；在资金端，有效的风险定价能力和强大的风险管理能力将成为吸引资金、积累流量的关键。因此，资产端质量和风险识别能力将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专业化分工推动行业发展，生态圈将进一步扩大


  P2P网络借贷主要包括资产生产、资产管理和资产获取。资产生产包括资产征集、征信与风险定价，资产管理涉及逾期催收、不良资产处置，资金获取即投资获客。如果平台三项都做，运营压力过大，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整个公司将陷入困境。随着P2P网络借贷平台信息中介定位的明确，把资产生产、管理、获取等部分功能剥离出来将非常必要。征信、资产管理、逾期催收可以分别由专业的征信公司、资产管理公司、账款催收公司负责，对于提高行业业务流程的标准化、规范化程度将起到重要作用，对于加速资金流动、优化资金配置、扩大P2P网络借贷生态圈有着积极意义，有利于在风险方面提高共享水平。


  同时，P2P网络借贷所引发的消费金融大爆发将涉及生活、生产的各个方面，共享金融与场景的结合将更加紧密，房地产金融、教育留学金融都将被纳入到P2P网络借贷的产业闭环中，行业生态圈有望空前扩大，例如出国留学贷，其中的风险如何衡量、个人征信调查如何实践、还款方式如何个性化定制，都被完全纳入大数据分析的统一框架中。


  预计自2016年起，P2P网络借贷行业的专业化分工将进一步扩大，去中心化的趋势将得到进一步验证，专业的征信企业、账款催收公司将得到更多业务，P2P网络借贷平台信息中介特征将越来越明显。第三方机构（如进行资金存管的银行，提供保险服务的保险公司等）的介入，P2P网络借贷行业业务的标准化程度将进一步提升，规范化程度将进一步加强，资金的流动性将逐步转好。


  管理办法将落地，行业将持续健康发展


  第一，在《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出台之前，网贷行业一直处于“三无”状态——无准入门槛、无行业标准、无监管机构。2015年年底，《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已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一旦管理办法落地，涉及非法集资、建立资金池和提供担保的不合规平台必将被淘汰。同时，在激烈竞争之下，即使不踩“红线”，小平台也可能很难承受未来高企的获客成本、征信成本与技术成本。虽然共享金融去中心化的趋势不会变，但P2P网络借贷行业将不再适合草根创业者，未来将成为拥有强大资金、技术实力的大玩家的主战场。P2P网络借贷行业也必将迎来几波更大的洗牌浪潮，而这种洗牌过程，是洗去泡沫的过程，将有利于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P2P网络借贷平台的规范发展对于金融消费者来讲，无疑是提高了信任程度，有利于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资金进入，便于进一步扩大行业规模。一方面，政策风险会进一步降低，宣传范围、行业认可度都会得到提高；另一方面，机构投资者会进一步涌入P2P网络借贷行业，实业集团、控股公司都有可能进入P2P网络借贷行业，人才、管理、资产、渠道方面都会得到优化，有利于降低企业的非系统风险。


  第三，P2P网络借贷平台合法化，有利于资本与资本市场的联通。资本不管是流入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还是OTC（场外市场），还是A股，P2P网络借贷平台自身的融资阻碍都会变小。P2P网络借贷平台进入资本市场，其公开的资料也会更多，市场对其的解读也就会更加准确，相关信息会更加透明，恶性事件发生的概率也会大大降低。


  共享金融模式将成为行业发展重点


  共享金融本质上就是利用大数据风控、计算机技术、移动应用技术等现代化手段对传统金融资源进行配置，达到资源配置最优。如前所述，P2P网络借贷平台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具备典型的共享金融特征。在共享经济的大背景下，P2P网络借贷行业将持续向资源共享、渠道共享、风险共享等几大方面发展。


  （1）资源共享。P2P网络借贷行业的资源共享，是征信资源、客户资源、数据资源的共享。以征信资源共享为例：在P2P网络借贷行业，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信用评级体系，同一个金融消费者在不同的平台办理业务，都要重复性地填写个人信息，这对于时间和精力是一种浪费；同时，信息不共享也造成了较大风险，有的借款人在一个平台上有违约记录，但是由于没有信息共享，又在其他平台借到了资金。


  可以预见，征信资源共享将成为大势所趋。未来，专业化的征信公司将与P2P网络借贷平台实现对接；同时，P2P网络借贷平台之间、平台与相关机构之间也将实现客户数据、金融数据和数据成果资源的互联互通，并将共享的数据反馈回征信公司，实现征信资源共享。由此可见，数据处理能力强大、专业化、权威化的征信公司在不久的未来将会陆续出现。


  （2）渠道共享。P2P网络借贷行业的渠道共享是金融产品分销的渠道、数据渠道的共享。在分销渠道方面，产品和需求相互共享，有利于扩大资金供求双方的匹配范围，提高匹配速度，也有利于价格加快收敛于均衡价格。在数据渠道方面，以供应链金融为例，阿里小贷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利用自身的电商供应链实现了数据渠道共享。在供应链闭环中，企业为了维持自己的资质，不得不向中心数据库提交自己的经营数据，从而便于建立起良好的征信体系。数据中心根据优秀的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准确地判断风险，在最大化产业链现金流动性的同时最小化行业风险，进而产生一种正反馈效应。


  （3）风险共享。P2P网络借贷行业的风险共享包括对非系统风险的规避和对系统风险的最小化。通过扩大P2P网络借贷生态圈，实现征信组织、资金管理组织、不良资产处置组织等不同主体之间的信息交互和风险共担，能有效地分散非系统风险，降低系统风险，同时不同主体之间联合起来，可以通过相互保险的方式，实现风险的共享。随着资源共享理念的深入，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羊群效应会大大减少，金融消费者的行为会更加理性，整个行业的系统风险也会大大降低。未来风险共享的形式将会不断创新，P2P网络借贷行业的发展将更具可持续性。


  金融与实体经济是相互依存的，在互联网技术不发达的时代，金融业一直无法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造成了共享度不高现象。例如，偏远地区金融供给严重不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当地实体经济的发展，降低了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从而陷入恶性循环。而共享金融以数据的流动性、交互性带动金融资本流动，可以快速实现供需匹配。


  我国三四线城市以及农村等欠发达地区亟需金融服务，P2P网络借贷作为共享金融的典型表现形式，潜力巨大，将在传统金融欠发达地区发挥巨大作用。P2P网络借贷想要真正实现“普惠金融”的最初梦想，走共享金融道路，朝着资源共享、渠道共享、风险共享的方向发展是应有之义。


  P2P网络借贷平台的微观战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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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20 共享金融时代下P2P网络借贷平台战略

  


  P2P网络借贷应发展“平台战略”


  与传统模式相比，平台模式的根本优势并不仅仅局限于提供低成本、便捷的渠道，而是在于建立一个规则完整、信息对称、保障完善、平等互利的“生态圈”，充分激励参与者之间形成持续的互动、共享知识和经验，从而促成参与者达成交易目标，满足参与者需求。此外，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实现平台战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赋予了平台快速、低成本处理和传递信息的能力，具备了进行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使平台能够快速扩大规模和影响。


  P2P网络借贷平台须积极创造参与者相互连接的机会


  对于出借人和借款人来说，进入P2P网络借贷平台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P2P网络借贷平台应致力于为参与者提供一个基础框架，在完整规则约束和信息对称的基础上，P2P网络借贷平台不需要去关注每一个参与者，亦不需要关注每一笔交易，出借人和借款人能够自动完成撮合，达成交易。有闲置资金、有理财需求的出借人在平台上发布资金信息，明示资金价格、借贷周期等信息，甚至可以对资金用途做出范围限定，借款人会自动根据需求，借助互动和共享等手段，在平台上的众多出借人中进行选择并完成交易；有资金需求的借款人通过平台发布需求信息，出借人根据借款人的信用状况、资金用途等信息判断是否贷款。


  P2P网络借贷平台增值——参与者之间的良性循环


  P2P网络借贷平台的一项重要价值就在于参与者之间形成的良性循环，这种良性循环是以平台为中心产生的。显而易见，出借人和借款人进入平台，就是一种为了满足自身需求的经济行为，但这种行为的结果确定令平台及所有的参与者受益。


  P2P网络借贷平台为出借人、借款人提供了一个聚集、交流互动、交易的“场所”，平台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会随着出借人、借款人数量不断增加，从而吸引更多资金实力雄厚的出借人进入平台。当越来越多的出借人进入平台，平台可交易资金规模将成倍增长，也将赋予债权一定的流通性，增加债权快速变现的可能，从而继续吸引出借人进入。反之，随着借款人数量的增加，资金需求的进一步扩大也将刺激资金供给随之增长。


  P2P网络借贷平台战略的基础——建立规则


  （1）参与者审查。在共享金融模式中，P2P网络借贷平台不提供增信、不提供担保、不搞资金池，也不能向出借人承诺收益率，只充当完全的信息中介，起撮合参与者达成交易的作用，成为连接“借”和“贷”的桥梁与纽带，为“借”和“贷”的聚集、共享、互动、学习与成长提供“场所”和配套服务。在这种模式下，建立参与者审查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资质不良参与者的加入，将对平台带来不可估计的负面影响。


  首先，参与者进入P2P网络借贷平台必须以真实身份注册账户。根据信息对称和共享开放的要求，参与者进入平台应填写真实有效的证件信息，亦可以绑定银行卡、手机号码等，以便核实参与者的真实身份信息，形成第一道“风险防范墙”。其次，P2P网络借贷平台对发布信息的参与者进行审查。P2P网络借贷平台可以要求借款人提交贷款金额、期限、利率、个人学历与职业信息、收入等情况，甚至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提交个人查询的部分征信结果，并对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在形式上确保借款人有能力按约定还本付息，形成第二道“风险防范墙”。


  （2）由银行负责第三方资金存管。P2P网络借贷在我国本土化的过程中出现“违约”频显、“跑路”频发等诸多水土不服现象，而平台归集出借人资金并放贷、掌握出借人资金调配权是导致风险频发的重要原因。在共享金融背景下，P2P网络借贷平台只撮合参与者达成交易，“不碰钱”、不吸存、不放贷，以第三方资金存管机制作为第三道“风险防范墙”。


  （3）引入保险进一步降低风险。P2P网络借贷平台参与者数量增加，必然促使资金交易量、交易次数大幅攀升，伴随而来的潜在风险爆发的可能性也随之上升。鉴于此，引入保险机构对借款人可能出现的不能按约定还本付息的违约行为进行保险，是P2P网络借贷平台应打造的第四道“风险防范墙”。2010年11月，为解决淘宝买家在退货中由于运费支出产生的纠纷，华泰保险与淘宝合作在天猫交易中“嵌入式”运营“退货运费险”，并根据出险率进行保险定价。P2P网络借贷平台可以参照“退货运费险”理念，提供信用保证保险、履约保证险或履约责任保险，尝试“违约险”“跑路险”等保险产品创新，在借款人违约的情况下，由保险公司出借人赔偿一定的本息。


  （4）与征信机构互利共赢。我国目前的征信体系主要是人民银行基于各家银行上传的信用数据搭建而成，主要服务于银行同业，对于非银行金融服务机构尚未完全开放，对全社会的实际效用大打折扣。[21]在这种环境下，邀请征信机构加入平台成为参与者，不仅有利于P2P网络借贷平台审查参与者信息，也能将平台所有的交易信息传递给征信机构，完善参与者征信档案，使征信机构借助平台提升品牌价值。


  平台重要价值——金融消费者学习和成长


  P2P网络借贷平台可以促使参与者共同成长和快速学习。在平台上，参与者不仅能够快速、便捷、低成本地传递信息，还能够借助平台聚集、互动的特点，就参与者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每个参与者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并快速从别的参与者观点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知识和信息，使参与者通过不断地投资、持续地交流，丰富金融知识，提升金融水平，增强自身权益保护意识。


  
    [14] 本文作者为：赵大伟，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符健，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计算机行业首席分析师。

  


  
    [15] [美]Peter Renton.Lending Club简史[M].第一财经新金融研究中心，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

  


  
    [16] 数据来源于拍拍贷2015年半年报。

  


  
    [17] 姚余栋，杨涛.共享金融：大变革时代金融理论有了突破点[N].上海证券报，2015-09-08.

  


  
    [18] 杨涛，程炼.互联网金融理论与实践[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5.

  


  
    [19] 互联网能够显著降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但交易双方披露的部分信息可能是经过处理、加工的，或者部分信息的专业化程度过高，同时借款人短期流动性不足等情况是难以预期的，导致交易双方之间不可能是完全的信息对称。

  


  
    [20] [美]Robin Chase.共享经济：重构未来商业新模式[M].王芮，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

  


  
    [21] 谢平，陈超，陈晓文.中国P2P网络借贷：市场、机构与模式[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5.

  


  第七章

  共享金融与供应链金融[22]


  共享金融与供应链金融的关联


  共享金融与供应链金融


  应该说，伴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演进和金融市场规则的完善，传统的供应链金融越来越具有了新的共享色彩，这也是对整个产业链融资模式的共享式重构。首先，金融机构更加密切地嵌入到各行业的产业链运作中，给予更加及时、智能的金融服务，从而在与服务实体、融合实体方面做出更多创新和贡献，达到金融与实业的共享式发展。其次，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不同企业都构成了重要的金融供应链“节点”，可以通过更加有效的金融资源互补与整合，实现生产经营、产品流转、资金运作效率的全面提升，达到产业链各类企业的共享式发展。最后，努力实现资金流、商品流、信息流的合一，使得金融资源与实物资源的利用达到最大化，从而构建共享、共赢的产融协调发展的生态圈。


  供应链金融的发展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供应链理论日渐流行。所谓供应链，是指企业从原材料和零部件采购、运输、加工制造、分销直至把产品运到最终消费者手中的连续过程。这一过程被看作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而被形象地称为供应链。这个链条集成了产品设计和开发、原材料和零部件采购、运输、仓储、加工制造和分销等生产经营活动的全过程，集中了原材料生产供应商、半成品或零部件加工商、运输商、最终产品生产商和分销商等各类经济活动主体。


  供应链理论将企业的经营看作是一个价值增值的过程，主张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将竞争战略理论实用化。


  而供应链金融从资金流角度上将供应链节点上的参与主体联系在一起，搭建了新型的战略合作关系。应该说，研究金融与供应链企业协同发展之道，既是解决中小企业困境、实现“供应链”共赢的要求，也是金融企业进行业务创新、提升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在此背景下，供应链金融作为一项商业银行的业务创新日益受到市场的关注。


  另外，供应链金融的出现动因是，中小企业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群体，对经济增长贡献具有巨大的作用，但由于其自身规模的限制，融资难已成为中小企业发展普遍存在的一大困境。例如，国家工商总局在其发布的《全国小型微型企业发展情况报告》中指出，我国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全国GDP总量的60%，纳税占国家税收总额的50%，完成65%的专利发明和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而根据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显示：2013年第二、第三产业里小微企业数量占比达到总企业数量的95.6%，从业人员占比达到50.4%，资产占比仅为29.5%。


  中小企业在信贷市场处于不利地位，其根源在于中小企业信用的先天性缺陷和先天性规模小，缺乏同大企业相比的信贷融资所必需的信息优势，金融机构的结构调整并不能提升中小企业整体的信用水平，并不能从根本上克服中小企业在信贷市场上的不利地位。


  根据央行发布的《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2013年小微企业获得的贷款余额占比为29.4%，基本与资产占比匹配（资产占比为29.5%）。上述数据客观印证了我国金融体系发展的两个无奈。第一，小微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和其获得的融资支持不匹配。第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比与总资产占比绝对数值相当，反映了我国金融体系建设相对落后，主要根据企业固定资产发放贷款，放贷技术手段有限。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里斯多夫指出，市场上只有供应链而没有企业，真正的竞争不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与众多中小企业都愿意通过合作和协同运营，来实现供应链系统成本的最小化和价值增值的最大化。


  因此，中小企业信用缺陷的途径不能单纯从其内部治理结构入手，还应从供应链上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的分工合作体系上，从大企业在信贷市场的信息优势来弥补中小企业信用缺位，提升中小企业的信用水平和信贷能力。基于解决这种企业与银行之间的矛盾的客观要求，供应链金融应运而生。


  供应链金融的发展模式


  所谓供应链金融，是指在对供应链内部的交易结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自偿性贸易融资的信贷模型，并引入核心企业、物流监管公司及资金流导引工具等新的风险控制变量，对供应链的不同节点提供封闭的授信支持及其他结算、理财等综合金融服务。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利用行业数据和资源，更有效地向生态圈或产业的各类型公司企业放贷，并且有效控制风险。我国供应链金融市场规模目前已经超过10万亿，预计到2020年可达近20万亿[23]。目前，银行、P2P和电商越来越多地关注并涉足这一领域，并且依靠雄厚的资金实力、灵活的放款方式以及大数据资源等优势，开始各领风骚。


  目前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阿里、京东模式


  几大电商巨头阿里巴巴、苏宁、京东分别推出了阿里金融、苏宁供应链融资、京东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三种供应链金融模式。主要利用平台上交易流水与记录，甄别风险评测信用额度进而发放贷款，除了赚取生态圈上下游供应商的金融利润，还为了生态圈健康发展，而在整个模式中，电商平台公司是整个交易的核心，除了掌握数据，还能牢牢把控上下游的企业，属于强势的一方。


  这些模式中，可以从商流、物流与信息流协同，以及企业间的作业协同等不同角度和层面，对供应链电子商务的可能性与实现模式进行探索，将物化的资金流转化为在线数据并与核心企业对接，在线链接供应链核心企业、经销商、供应商、物流公司和银行，向供应链“1＋N”全体企业提供更便捷的在线融资、结算、理财等综合金融服务，实现供应链“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在线整合，完成供应链金融的线上化。


  这些模式不仅实现了产品和服务的在线化、营销的网络化、工作流程的标准化以及风险控制的自动化，更深远的意义在于为银行、核心企业、上下游中小企业，以及物流公司构筑了一个开放的、多方交互的、信息共享的、新型的电子商务平台，已经开始推动供应链运转方式的变革。例如，通过贴合供应链金融的运作和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使得融资审批时间缩短到不到一小时，赎货审批时间缩短到几分钟，银行资金的获取从以工作日计变为以分钟计，大大提升了供应链效率。


  行业资讯门户网站转型


  例如，上海钢联利用前期钢铁行业门户网站的优势，进行业务拓展与延伸，利用平台优势做电商，并拓展至供应链金融，为平台上的钢贸商解决资金问题。再如，“生意宝”也可算是这类型的供应链金融模式。还有，“三六五网”是从做房产垂直类门户网站转型将业务延伸，推出的安家贷，亦可算宽泛的互联网供应链金融的一种，也是利用其平台用户资源来开展业务。


  软件公司转型


  企业运行管理需要的ERP（企业资源计划）或各类数据软件公司，目前也参与到供应链金融的大战中来。如上市公司用友网络，是国内ERP管理系统的佼佼者，互联网金融是其公司三大战略之一。数千家使用其ERP系统的中小微企业，都是其供应链金融业务平台上参与的一员。再如，汉得信息与用友的模式略有不同，汉得的客户均是大型企业，而其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的对象，将会是其核心客户的上下游。


  物流公司转型


  在传统供应链金融模式上，物流公司是参与者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三方，在“互联网+”时代，物流公司凭借其在行业常年来上下游的深厚关系，转身从事电商进而延伸至供应链金融业务，典型的案例有怡亚通和瑞茂通。


  传统公司转型


  传统公司的转型不只是为了迎面而来的“互联网+”的大风，更是在中国经济转型大背景下，各个产业转型升级而不得不走的一步棋，符合国家利益，更符合企业自身发展需要，而发展供应链金融，也为传统企业拓展了盈利来源。


  传统的企业最了解的是产品，通过产品变现是最传统主流的商业模式。在新的互联网浪潮推动下，传统企业生产的产品被互联网公司变为一个个入口，被“免费”了，传统公司如临大敌，急寻转机。以海尔集团为例，其产业链上积累了大量的商家，上游客户主要以家电为核心，涉及供应商客户数量2400余家，下游约有3万家活跃的经销商，上下游客户以中小微企业占多数。数以万计的中小微企业由于自身信用等级不高等原因难以从传统渠道获得融资，影响了下一步生产计划的开展，进而拖累了整条供应链的效率。


  海尔集团凭借其核心企业的地位，充分掌握了链条上所有参与企业的生产销售信息，通过合理制定金融服务方案，能够有效控制上游供应商应收账款质押授信风险和下游经销商提货权质押授信风险，将授信业务的风险降到最低。如2014年12月海尔集团全资控股成立的海融易正式上线，平台为海尔集团产业链接入金融服务，让链条内原本“静止”的动产资源“流动”起来。海融易先后推出优选计划“融易发”、票据理财“小金票”、产业链投资“海赚”、“产业链债权”小金链和新客专享等理财产品。


  以“小金链”项目为例，上游的供应商将货物销售给海尔集团，资金未到账时确认企业对海尔的应收账款。通过海融易的“小金链”，企业可将自己对海尔的债权转让给平台上的投资人从而及时获得资金回流，该笔应收账款到期时将由海尔下属企业兑付。


  P2P平台业务拓展


  P2P平台通过合作、收购的方式对借贷的资源进行整合，为有融资需求的中小企业和个人服务，如工商贷、甬商贷和积木盒子等。


  P2P与供应链金融结合，风险更可控，获得更优质资产端；同时解决了供应链金融资金来源瓶颈问题，解决了供应链金融过度依赖自有资金和银行的问题，为供应链金融业务打开了盈利空间。如农发贷是由农金圈推出的国内规模较大的农业垂直P2P平台，凭借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优质农资经销商网络，精选各类农产品主要产区的大中型优质种植农户，以P2P的形式将平台上募集的资金直接借给大中农户，满足农户在作物种植过程中的农资采购需求。再如，诺普信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农药制剂企业，以1750万元参股农金圈，为产业链下游的种植农户提供融资、支付和信息等服务，在满足农户资金需求的基础上，加深他们对公司的黏性，加快公司产品的销售流通。


  银行转型


  传统商业银行在转型的过程中推出了在线供应链产品，通过其优势地位，采取技术手段，围绕核心企业将物流商、供应商、经销商连接起来，对小微企业提供资金支持。银行模式中，比较典型的是平安银行推出的供应链金融平台橙e网。橙e平台将平安银行供应链金融传统优势推向更纵深的全链条、在线融资服务。“更纵深的全链条”是指把主要服务于大型核心企业的上下游紧密合作层的供应链融资，纵深贯通到上游供应商的上游、下游分销商的下游。“在线融资”是指橙e平台为供应链融资的各相关方提供一个免费的SaaS（软件即服务）模式供应链协同云平台，使客户的融资、保险、物流监管等作业全程在线。再如，中信银行供应链金融，累计融资额度在2010年和2011年连续两年保持50%以上的增速，达到7000亿元的规模，而供应链金融授信的客户数量保持75%以上的增长速度。


  供应链金融的业务类型


  供应链金融改变了过去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单一企业主体的授信模式，围绕某“1”家核心企业，从原材料采购，到制成中间及最终产品，最后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这一供应链链条，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直到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全方位地为链条上的“N”个企业提供融资服务，通过相关企业的职能分工与合作，实现整个供应链的不断增值。因此，它也被称为“1+N”模式。如图7.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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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1 供应链金融的流程

  


  供应链金融使银行从新的视角评估中小企业的信用风险，从专注于对中小企业本身信用风险的评估，转变为对整个供应链及其交易的评估，这样既真正评估了业务的真实风险，同时也使更多的中小企业能够进入银行的服务范围。


  一方面，将资金有效注入处于相对弱势的上下游配套中小企业，解决了供应链失衡问题；另一方面，将银行信用融入上下游企业的购销行为，增强其商业信用，改善其谈判地位，使供应链成员更加平等地协商和逐步建立长期战略协同关系，提升供应链的竞争能力，促进了整个供应链的持续稳定发展。


  应收类：应收账款融资


  以未到期的应收账款质押给金融机构获取融资，称为应收账款融资。应收账款融资模式如图7.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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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2 应收账款融资模式

  


  在商业银行同意向融资企业提供信用贷款前，商业银行仍要对该企业的风险进行评估，只是更多关注的是下游企业的还款能力、交易风险以及整个供应链的运作状况，而并非只针对中小企业本身进行评估。应收账款融资使得融资企业可以及时获得商业银行提供的短期信用贷款，不但有利于解决融资企业短期资金的需求，加快中小企业健康稳定地发展和成长，而且有利于整个供应链的持续高效运作。


  预付类：保兑仓融资


  在供应链中处于下游的企业，往往需要向上游供应商预付账款，才能获得企业持续生产经营所需的原材料、产成品等。对于短期资金流转困难的企业，可以运用保兑仓业务对其某笔专门的预付账款进行融资，从而获得银行的短期信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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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3 保兑仓融资模式

  


  保兑仓业务除了需要处于供应链中的上游供应商、下游制造商（融资企业）和银行参与外，还需要仓储监管方参与，主要负责对质押物品的评估和监管；保兑仓业务需要上游企业承诺回购，进而降低银行的信贷风险；融资企业通过保兑仓业务获得的是分批支付货款并分批提取货物的权利，因而不必一次性支付全额货款，有效缓解了企业短期的资金压力。保兑仓融资模式如图7.3所示。


  保兑仓业务实现了融资企业的杠杆采购和供应商的批量销售，同时也给银行带来了收益，实现了多赢的目的。它为处于供应链节点上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便利，有效解决了其全额购货的资金困境。另外，从银行的角度分析，保兑仓业务不仅为银行进一步挖掘了客户资源，同时开出的银行承兑汇票既可以由供应商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又能够以物权作担保，进一步降低了所承担的风险。


  存货类：融通仓融资


  所谓融通仓即存货融资，是企业以存货作为质押向金融机构办理融资业务的行为，是第三方物流企业提供的一种金融与物流集成式的创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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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4 融通仓融资模式

  


  基于供应链金融的思想，中小企业采用融通仓业务融资时，银行重点考察的是企业是否有稳定的存货、是否有长期合作的交易对象以及整个供应链的综合运作状况，并以此作为授信决策的重要依据。商业银行也可根据第三方物流企业的规模和运营能力，将一定的授信额度授予物流企业，由物流企业直接负责融资企业贷款的运营和风险管理，这样既可以简化流程，提高融资企业的产销供应链运作效率，同时也可以转移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降低经营成本。融通仓融资模式如图7.4所示。


  三种业务比较


  应收账款融资、保兑仓融资和融通仓融资在具体运用和操作的过程中存在差异，分别适用于不同条件下的企业融资活动，具体如表7.1所示。


  
  表7.1 业务模式比较
[image: c035]


  供应链金融的五大典型融资模式


  如图7.5所示，供应链融资具有自偿性商品融资的特点，自偿性指所得销售收入首先用于归还贷款，商品融资指在商品交易中运用结构性短期融资工具，基于商品交易中的存货、预付款、应收账款等资产的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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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5 供应链金融的特点

  


  经销商、供应商网络融资模式


  利用核心企业的信用引入，对核心企业的多个经销商、供应商提供授信的一种金融服务，是供应链金融最典型的融资模式，目前主要运用在汽车、钢铁等供应链管理较为完善的行业，这些行业内核心企业和供应链成员关系紧密，并有相应的准入和退出制度。该模式的应用必须有一个重要基础，即核心企业必须有供应链管理意识，对银行授信环节予以配合。经销商、供应商网络融资模式如图7.6所示。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主要原因是：信息化程度低，个人征信体系不完善。传统的融资贷款服务只能依靠不动产作抵押，且征信、放款、风控、收款等一系列业务流程主要由银行来完成。而从产业链发展的角度来看，在“生产—流通—销售—服务”的一两个环节会产生进入壁垒较高的核心企业。他们拥有核心技术、强势品牌或核心渠道，众多中小企业围绕着这个核心企业开展业务，商流、物流、信息流的焦点均汇集在这个核心企业。


  根据波特五力模型[24]，核心企业由于议价能力较强，对上下游有着较强的占款能力，这也成为核心企业通过产业链变相融资的一种手段，占款固然可以通过挤压上下游获得充裕的经营现金，弊端是造成上下游资金成本急剧上升，最终可能会导致利益相关者退出产业链条，不利于核心企业的稳定经营。


  核心企业由于资质较好（不动产体量更大），获得银行的贷款授信更多，相反，中小企业由于只参与产业链较小的一两个环节，不动产体量较小，高周转带来的动产体量较大，于是造成了核心企业授信额度用不完，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象。基于产业的供应链金融通过商业模式的重构，将原先需要银行完成的风控环节交由核心企业，且能实现核心企业多余授信额度的转让。核心企业提供信用担保，银行提供资金，中小企业获得周转资金，既保证了产业链的稳定性，也使得银行在同样的风险度量下开拓了新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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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6 经销商、供应商网络融资模式

  


  银行物流合作融资模式


  银行与第三方物流公司合作，通过物流监管或信用保证为客户提供授信的一种金融服务，主要合作形式包括物流公司提供自有库监管、在途监管和输出监管等，也有物流公司基于货物控制为客户提供担保的情形。该模式的核心在于银行借助物流公司的专业能力控制风险，银行可以通过与物流公司的合作发现并切入客户群，拓展业务空间。


  交易所仓单融资模式


  利用交易所的交易规则以及交易所中立的动产监管职能，为交易所成员提供动产质押授信的一种金融服务。该模式包括现货仓单质押融资和未来仓单质押融资两种形式。交易所有两类:一是上交所等三大期货交易所，二是一些地方的大型专业交易市场。该模式的推动力在于交易所和批发市场方具有促进交投的利益驱动，进而关心会员的资金流问题。因此商业银行可以将交易所作为“1”，会员作为“N”实施业务开发。交易所仓单融资模式如图7.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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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7 交易所仓单融资模式

  


  订单融资封闭授信融资模式


  银行利用物流和资金流的封闭操作，采用预付账款融资和应收账款融资的产品组合，为经销商提供授信的一种金融服务。该种服务实际上突破了“1+N”的模式，主要是其交易特点为“两头大、中间小”，即“1+N+1”，适用于多个不同产业领域的中间商，如以煤炭企业为上游、钢铁企业为下游的经销商，以办公设备生产企业为上游、政府采购平台为下游的经销商等。订单融资封闭授信融资模式如图7.8所示。


  
    [image: c039]

    图7.8 订单融资封闭授信融资模式

  


  设备制造买方信贷融资模式


  根据设备制造生产企业和下游企业签订的买卖合同，由商业银行向下游终端企业或经销商提供授信，用于购买该生产企业设备的一种金融服务。设备制造买方信贷融资模式如图7.9所示。


  该模式与传统先款后货融资模式的区别包括如下几方面：（1）融资主体不同。先款后货融资模式的融资主体是经销商，设备制造买方信贷融资模式的融资主体是生产企业。（2）担保方式不同。先款后货融资模式的担保方式为动产（即存货）质押或抵押，均需引入第三方物流企业监管；设备制造买方信贷融资模式的担保方式为设备（固定资产）抵押，在有关部门登记即可。（3）融资工具不同。先款后货融资模式的基本融资工具为银票（期限较短），设备制造买方信贷融资模式的基本融资工具为中长期贷款（期限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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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9 设备制造买方信贷融资模式

  


  供应链金融的风险


  当前，供应链金融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中小企业受信中的道德风险，但是由于供应链融资中的中小企业自身抗市场风险能力较弱，且供应链金融参与者众多，而且可能涉及不同的产业、技术领域，其运作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潜在风险。


  供应链自身风险


  由于供应链金融的信用基础是基于供应链整体管理程度和核心企业的管理与信用实力，因此，随着融资工具向上下游延伸，风险也会相应扩散，如果供应链上某一成员出现了融资方面的问题，其影响会迅速地蔓延到整条供应链，而核心企业作为供应链的最大受益者一定会受到最大的影响。


  运营风险


  由于供应链融资要提供多样化服务，而且客户的需要也不尽相同，因此，需要根据不同客户的具体信息来量身定做金融服务，这就要求能提供更加灵活的产品和服务。在扩大供应链金融运营范围、提供各种服务过程中自然放大了各种风险隐患。


  企业信用风险


  针对信用风险及企业的诚信往往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小企业在采购、生产、销售数据等方面，可能采取虚假或不实信息的行为，使平台无法获得真实数据，难以有效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无法降低资金的使用风险；二是供应链金融平台可能无法独立完成对供应链所有企业相关数据的调查和分析，也就难以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对企业的行业发展前景做出全面、准确的判断，从而不能准确了解供应链的整体情况，这将使其无法根据供应链成员的决策和经营，调整相应的信用贷款或服务方案。


  供应链金融的创新与发展


  供应链票据


  2014年11月7日，我国银行间市场诞生了又一个创新型债务融资工具。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由国家开发银行牵头、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席主承销的TCL集团供应链票据在银行间市场成功发行，首批发行规模为两亿元，期限为180天。供应链票据的推出，使得我国债券直接融资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尤其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上取得新的突破。


  所谓供应链票据，主要是指采取“1+N”模式，即依托产业链上核心企业的信用，融资支持上下游企业的生产经营。以首期供应链票据为例，TCL集团作为核心企业，依托自身信用评级发行票据在债券市场募集资金，为其上下游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来源，以解决这些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供应链票据与传统供应链贷款有明显的区别。二者既有相似之处，即都是“1+N”模式，又有着明显的不同。首先，运作模式不同。供应链贷款负债主体为上下游企业，主要是银行向上下游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供应链票据的发行主体为核心企业，由核心企业直接向上下游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其次，信息对称程度不同。供应链贷款中银行需要逐笔审核；而在供应链票据模式下，核心企业与上下游客户长期合作，对其经营情况、信用水平、偿债能力非常了解。最后，用款企业资金来源不同。供应链贷款依旧是贷款，受到信贷规模等严格限制；而供应链票据资金最终来源于银行间债券市场，资金来源稳定性、持续性更好，融资不确定相对更小。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供应链票据有效解决了供应链贷款和传统中小企业债券融资模式存在的突出问题，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实用性，不但有利于实现多方共赢，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可以引导债券市场大额、低成本资金持续惠及广大中小企业，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做了全新的探索，因此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互联网票据理财


  互联网理财中的票据理财实际上是一个P2B（互联网融资服务平台）的贷款投融资平台。即持票人为了获得流动性的资金，在传统的业务中，持票人将未到期的票据提前卖给银行，而现在则是将票据作为质押担保，向个人投资者募资，以较低的价格将承兑汇票的收益权转让给投资者，而票据到期后则由平台直接把承兑汇票折现，投资者从而拿回本金和收益。


  互联网公司已经纷纷加入发行票据理财的队伍，其中有京东“小银票”、新浪微财富联合票据宝、阿里招财宝的票据贷等。传统银行系也不甘落后，平安发行了小票通，民生发行了电商E票通等。但是互联网票据理财也有风险。第一，目前票据市场直贴在5%~6%，而票据理财的收益宣传能达到7%甚至9%，存在克隆票、延迟支付等风险；第二，投资者无法考证互联网金融平台的票据是否真实，是否有票据抵押，有假票风险；第三，票据转让次数过多，流通过程中出现背书不连续、名称与印鉴不符、不盖骑缝章等差错都将给票据兑付带来更大的风险。


  因此，中小型票据互联网理财平台，以P2P的方式将融资企业的票据资产直接销售给企业或个人投资者，出现难监管、无保障的可能性仍然很高。实际上，我国银行票据理财产品兴起于2011年，由于贴现流程存在合规瑕疵，银监会在2012年初已经叫停了票据相关银行理财产品。而互联网票据理财采取票据质押的方式，票据转让违背了真实的贸易背景，有影子银行的风险，因此互联网票据理财并不是最佳的发展模式。


  供应链金融3.0——物联网与区块链


  物联网（IOT），顾名思义，就是物物相连的互联网，核心和基础仍是互联网，但在互联网的基础上延展到物与物之间，进行信息交换。而区块链技术则是解决物联网其中一些核心问题的关键。


  传统的物联网模式由一个中心化的数据中心收集所有已连接设备的信息，但这样一来，在生命周期成本、收入方面有严重缺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每个设备都得能自我管理，这样就无须经常做人工维护。这意味着，设备的运行环境应该是去中心化的，它们彼此相连，形成分布式云网络。而要打造这样一种分布式云网络，就得解决节点信任问题。在传统的中心化系统中，信任机制比较容易建立，毕竟存在一个中央机构来管理所有设备和各个节点的身份。但对于潜在数量在百亿级的互联网设备而言，这几乎不可能做到。因此，区块链技术可以圆满地解决这个问题。


  区块链是与比特币相关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一串使用密码学方法相关联产生的数据块，每一个数据块中包含了过去十分钟内所有比特币网络交易的信息，用于验证其信息的有效性（防伪）和生成下一个区块。区块链提供了一种去中心化的、无须信任积累的信用建立范式，解决了闻名已久的拜占庭将军问题——它提供一种无须信任单个节点，还能创建共识网络的方法。比特币使用算法工程保证整个网络的安全，借助它，设备能在金融市场中完全独立于任何人工干预。一套算法会生成自己的比特币钱包，从而允许它与别的算法（别的钱包）进行交易。区块链技术本质是去中心化且寓于分布式结构的数据存储、传输和证明的方法，用数据区块取代了目前互联网对中心服务器的依赖，使得所有数据变更或者交易项目都记录在一个云系统之上，理论上实现了数据传输中对数据的自我证明，深远来说，这超越了传统和常规意义上需要依赖中心的信息验证范式，降低了全球“信用”的建立成本，这种点对点验证将会产生一种“基础协议”，是分布式人工智能的一种新形式，将建立人脑智能和机器智能的全新接口和共享界面。


  在物联网上，所有日常家居物件都能自发、自动地与其他物件或外界进行金融活动，比如，你的智能电表可以通过调节用电量和频率，来促成更优惠的电费账单。以金融交易为例，在如今的网络结构中，存在一个类似于交易所、清算中心的中心化的机构来作为数据处理中心。通过区块链的技术解决网络节点之间的信任问题，实行时间和空间的错配，提供一个广泛相连的、去中心的分布式云网络。每一笔交易都交由这些节点来共同核查，从而无须借助银行、交易所这种信用中介机构来完成。金融的核心是通过跨时间、跨空间的资源配置，区块链技术恰恰能够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资金利用率。


  基于共享金融视角的供应链金融发展前景


  共享金融是能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其核心内涵是开放、互助和共赢，成员可以平等自由地分享信息资源和资金资源，实现全社会金融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效率。基于共享金融新理念，供应链金融平台可以为中小微企业或个人提供信息资源和资金资源，帮助信息和资金的需求与供给进行有效对接，切实助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共享信息流、物流、资金流


  在中国迈入改革开放时代以来，制造业一直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但目前很多传统制造产业面临诸多问题，供应链问题也随之浮现出来，传统行业所面临的信息流、资金流、物流不对称的情况比较严重，也会造成企业资源的浪费。因此，如何去共享信息、共享物流、共享基础设施、共享渠道，让彼此的成本降低、效益提高便是共享供应链的一个基础概念。


  基于大数据和云技术，供应链金融平台集成了企业商务信息平台、仓储物流信息管理平台、电子商务平台、金融服务平台等，通过供应链中商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有机整合、深度介入和高度协同，提供包括在线交易、在线管控物流、在线结算支付、在线融资理财等一站式服务，打造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及供应链中小微企业良性互动的产业生态。


  共享技术、品牌


  在共享供应链中有一条有趣的微笑曲线，在这条曲线中，价值最高的是左右两端，像一个笑脸，价值最低的是笑脸底端。通常利润最薄、最低的就是制造、加工环节，利润最大的左右两端，左端是品牌和技术，右端是终端销售渠道和销售利润，中间的过程就是利润最低的制造环节。比如智能手机苹果，80%~90%的苹果手机都由富士康代工制造，而制造每个手机的利润只有20元左右，但是在智能手机这个产业上苹果公司获得的利润远比富士康大得多，因为苹果公司拥有品牌、技术，同时拥有终端渠道的利润。


  因此，在共享供应链过程中企业要不断优化商业模式，要逐渐摆脱纯粹加工制造利润，向微笑曲线的左右两端过渡，打造自己的品牌，拥有自己的技术，掌握终端的销售。借助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能够使我们的产业链转型和升级，使得物流、信息流、资金流迅速对称。


  共享资源


  中小企业单打独斗很难渡过经济难关，世界500强企业很多都是从几千甚至几万家企业当中，经过长久打拼才形成目前的规模，而一个大型企业崛起的背后往往伴随着数千甚至数万家企业的消失。因此，在协助中小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企业对自己所处的行业、自身的竞争优势、未来行业前景如何要有明确的认识。


  在很多产业链中有上中下游几十家公司，有的企业产品强，有的企业技术强，有的企业品牌强，有的企业渠道强，每家企业的优劣势都不一样，拥有单一优势的企业是很难做到持续发展的，但当把同一产业链上、中、下游的优势企业全部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大的企业或者一个共享供应链的互助平台，就可以使链条上的企业能够优势互补，共生共荣。


  因此，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对企业来讲提供的不仅是资金，还包括怎么投资、怎么融资、怎么管理、怎么退出以及是债券融资还是股权融资，是境内还是境外融资，企业适合什么形态的资金、选择怎样的方式等一系列的服务。


  
    [22] 本文作者为：邹平座，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教授、经济学家。

  


  
    [23] 数据来源于前瞻产业研究院《2016~2021年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24] 波特五力模型是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他认为行业中存在着决定竞争规模和程度的五种力量，这五种力量综合起来影响着产业的吸引力。五种力量分别为进入壁垒、替代品威胁、买方议价能力、卖方议价能力以及现存竞争者之间的竞争。

  


  第八章

  共享金融与相互保险[25]


  共享金融与相互保险的关联


  共享金融与相互保险的产生


  相互保险起源于古代的互助共济行为，充分发展于西方工业革命和城市化时期，是国际保险市场的主流组织形式，广泛应用于中低收入群体和高风险领域。当前，我国正处于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推进的时期，在这一形势下，借鉴国际经验促进相互保险规范健康发展，不仅是落实国家普惠金融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有利于扩大保险覆盖范围，丰富保险市场组织形式，促进保险业转变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


  相互保险也是共享金融发展的重要模式和表现形式。共享金融同样也强调金融风险的共享与分担，这给以保险业为代表的金融风险管理模式带来了深刻影响和冲击。通常认为，保险自出现以来，从最初的仅仅具有经济补偿功能和资金融通功能，发展到目前还具有社会管理功能。近些年来，随着保险业在资产管理方面的创新不断深化，其资金融通功能得到快速发展，同时对于经济补偿的本质功能，以及社会管理的新型功能，仍然有待进一步完善。对此，相互保险不仅通过持续发掘保险功能的基础环节，努力实现多层次的保险功能互补，充分体现特定范围内的共享式保险模式，达到经济社会的风险分散与共担，而且通过这种合作性保险模式的拓展和完善，可以给深化不同人群的风险管理意识、加强社会互助合作等都带来深远影响，从而有助于完善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


  相互保险的内涵剖析


  定义


  相互保险是指有相同风险保障需求的投保人，在平等自愿、民主管理的基础上，以互相帮助、共摊风险为目的，为自己办理保险的保险活动。相互保险组织是指没有股本而由保单持有人共同所有的保险组织。


  特征


  与股份制商业保险公司相比，相互保险组织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所有权结构不同。相互保险组织没有外部股东，由全体会员共同所有，保单持有人兼具组织所有人和被保险人的双重身份。这也是相互保险与股份制保险相比最本质的区别。二是组织形式和组织架构不同。股份制公司属于“资合性”组织，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大会，按股份多少进行表决。相互保险则属于“人合性”组织，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大会，一般实行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社员可以平等参与公司管理。三是运营目标不同。相互保险不追求通过对外经营获得商业利润，在运营上对被保险人的利益更为重视，其核心目标是为全体会员提供最经济的保险服务。四是分配机制不同。相互保险组织的保费收入在支付赔款和经营费用之后，盈余部分完全由会员共享，可以通过保单分红、降低来年保费等方式分配给会员。


  优势


  相互保险的上述鲜明特征赋予其股份制保险所不具备的一些独特优势：一是投保人和保险人利益一致，通过参保会员的自主管理和相互监督，能够比较有效地防范道德风险。二是不以商业营利为目的，经营费用较低，核灾定损准确度较高，可以相对较低的成本为会员提供保险保障。据有关机构测算，相互保险的经营成本只有股份制保险的1/3左右。三是可以在不追求短期商业利润的情况下发展有利于被保险人长期利益的险种，同时简化理赔程序，提高理赔比例，更好地保护被保险人利益。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国内的人寿保险保险期限一般不超过65岁，而国外的相互制人寿保险普遍可以承保到更高年龄。四是可以根据会员群体的风险保障需求灵活地设计条款、调整费率，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能够应用于商业保险难以覆盖的低收入人群和高风险领域。


  国际相互保险发展历程、各国情况及监管情况


  发展历程


  起源


  相互保险历史十分悠久。早在几千年前，古埃及骆驼商队的互助共济行为和古罗马名为“格雷基亚”的互助共济组织，已经有了相互保险的萌芽。中世纪时期出现了一些更成型的互助协会，如中世纪欧洲的基尔特（Guild），是商业和手工业者为了保护共同利益组成的同业者互助救济会，目的是对成员的死亡、火灾及疾病等危险进行担保，这也是现代人寿保险业的起源之一。又如英国1666年伦敦大火后出现的火灾保险互助社等。可以说，先有相互保险，再有股份制保险。


  快速发展


  19世纪工业革命爆发以后，相互保险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逐渐成为各国主要职业人群不可或缺的安全保障手段。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量农民离开家乡涌入城市，传统的社会纽带被打破，乡邻之间、家庭成员之间原有的互助行为难以为继。这些城市的新移民便以所从事的职业为纽带重新组成抵御风险的同盟，产业工人、铁路工人及教师等职业人群纷纷成立行业性的基金会，来帮助成员分担疾病、伤残、衰老及意外事故等带来的损失，从而带动相互保险迅速蔓延。


  20世纪初期，由于股份制公司自由逐利的消极一面暴露得比较充分，相互保险这种带有社会性互助互利色彩的组织形式逐渐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同，在全世界掀起一股由股份制向相互化转变的浪潮。在美国，20世纪前30年至少有15家股份制寿险公司转变为互助公司，其中包括当时最大的三家：大都会人寿、保平人寿、保德信人寿。此事的导火索是纽约州一个名为阿姆斯特朗的调查委员会对保险业进行深入调查，公布了著名的《阿姆斯特朗调查报告》，揭露了当时人寿保险业长期存在的欺诈性交易手段和管理层肆无忌惮的自我交易行为，并号召所有的股份制保险公司都采用互助所有制形式。


  20世纪末期，相互保险迎来了发展巅峰时期。1999年，世界十大保险公司中有6家是相互保险公司；排名前50位的保险公司中，有21家是相互保险公司；在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保险市场，相互保险公司市场份额占到42%，几乎占据半壁江山；日本相互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甚至高达3/4以上。


  非相互化浪潮


  20世纪90年代以来，部分相互保险公司通过一系列法定程序转制成股份制保险公司，出现了一波非相互化的浪潮。如1995~2005年，美国寿险业超过1/3的相互保险公司进行转制，相互制寿险公司资产占整个寿险行业资产的比重从39%下降到16%。“非相互化”浪潮发生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全球化竞争加剧导致保险公司扩大资本和业务规模的冲动十分强烈。相互保险公司筹资渠道有限，只能通过累积盈余和次级债融资，无法借助资本市场融资来满足快速增长的资本金要求。二是金融行业出现了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股份制公司可以通过收购兼并来扩展业务范围，而相互保险公司没有完全意义上的股权，无法进行收购转让操作，因此被排除在并购浪潮之外。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表现


  本轮金融危机以来，相互保险经受住了考验，表现出了比股份制公司更强的风险抵御能力和竞争活力。在市场份额方面，近年来相互保险市场份额不仅没有出现萎缩，反而逐年增长，从2007年的23.4%增加到了2012年的26.7%。在功能作用方面，相互保险较好地扮演了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重要补充的角色，有的还融入社会保障体系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比如，比利时和瑞典的国家医疗保险体系都委托相互保险组织运营。英国卡梅伦首相提出“大社会”运动，让社区和普通民众更多地参与社会管理，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水平，将许多原本由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交由相互组织承担，甚至提议将整个邮政系统也进行相互化改造。在未来发展趋势方面，随着社会老龄化加剧，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压力不断增加，可能导致强制性的养老保障向自愿性的社会保障转变，相互保险有望再次成为人们赖以抵御老年风险的重要选择。从风险防范来看，由于相互保险对外部融资依赖程度低，在本轮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外部冲击较小，表现出了比股份制公司更强的风险抵御能力。


  各主要经济体相互保险发展情况


  据国际相互合作保险组织联盟（ICMIF）统计，2014年全球相互保险保费收入1.3万亿美元，占整个保险市场的27.1%，覆盖人群9.2亿人。相互保险组织总资产8.1万亿美元，雇员超过110万人。


  欧洲的情况


  欧洲相互保险主要分为互助协会和相互保险公司两种形式，共设立了2800多个各具特点的相互保险组织。2012年，欧盟国家相互保险保费收入超过4000亿美元，占据整个欧盟保险市场份额的31%。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相互保险市场份额最高的是芬兰，超过了70%；其次是奥地利，占比为60%；德国和法国等主要国家也超过了40%。欧盟国家相互保险投保人数在1.5亿~2亿，覆盖了大约40%的人口。


  美国的情况


  美国2012年相互保险保费收入高达4380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相互保险市场。相互保险占整个美国保险市场的34.5%，其中在汽车保险和房屋保险等细分领域的份额更是超过50%。全美共有1800多家相互保险机构，总资产超过2.3万亿美元。经过多年的发展，美国涌现出一批规模庞大的相互保险巨头，其中州立农业保险公司、利宝相互保险集团、西北相互人寿保险公司等相互制公司更是跻身全球500强企业行列。


  日本的情况


  日本的相互保险自成体系，在国民生产生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2012年，日本相互保险保费收入2723亿美元，占整个日本保险市场的41.7%，覆盖人群接近1亿。日本的相互保险可分为四大领域。一是寿险领域，相互保险是应用最为广泛的形式之一。2012年资产规模前十位的寿险公司中，排名前三的日本生命、明治安田生命和住友生命都是相互制公司。二是农业保险领域，日本采取政府支持下的互助合作模式，经过6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全覆盖、可持续、组织体系完善的农业灾害补偿制度，把几乎全部农村居民都囊括在内。三是渔业保险领域，日本构建了完善的相互保险组织体系，在保障渔业风险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2011年的日本“3·11”地震中，渔业互助保险共计为17025艘渔船支付普通损害保险金约352亿日元，约占渔船损失的28%；共为养殖业支付保险金145亿日元，约占养殖业损失的25%。四是职工互助领域，日本成立了专门从事工人共济的全劳济，参加人数超过1000万人，保障范围涵盖了职工生活的各个方面。


  国际相互保险监管情况


  相互保险作为一种保险组织形式，应尊重保险一般规律，与现有的保险监管框架总体保持一致。如日本、德国和美国各州的保险法中都采用了专门的章节或相当的篇幅对相互保险的组织结构、登记设立、运营规则及监管要求等进行具体规定。从各国的监管实践来看，也主要是依照一般性的金融保险相关法规对相互保险进行监管，欧盟《偿付能力Ⅱ》也同样适用于相互保险组织。


  与此同时，相互保险组织有其自身特点，对其监管也应有所区别。一方面，相互保险组织往往数量众多，呈现小型化、本地化、多样化和专业化的特点，有的甚至是未纳入正规监管的草根金融组织。对这类组织的监管往往相对灵活，如欧盟《偿付能力Ⅱ》就规定年保费收入低于500万欧元的相互组织不适用其监管要求。另一方面，由于相互保险不存在股份制公司保单持有人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产品不当定价风险、道德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各国在股东资质、销售、核保、理赔等方面的监管要求有所不同。特别是对农村保险、社区保险等小型相互组织采取了比较灵活的监管措施。


  国外发展相互保险的主要经验和启示


  相互保险之所以在上述国家蓬勃发展，既与相互保险自身的比较优势高度相关，也与所在国的自然禀赋、人文习俗、经济基础及制度环境等自然社会条件密不可分。


  第一，相互保险切实顺应了工业化、城市化的需求，成为应对自然社会风险的重要选择。


  欧洲的相互保险之所以在19世纪初期快速发展，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变迁直接相关。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量农民离开家乡涌入城市，传统的社会纽带被打破，乡邻之间、家庭成员之间原有的互助行为难以为继。这些城市的新移民便以所从事的职业为纽带重新组成抵御风险的同盟，产业工人、铁路工人及教师等职业人群纷纷成立行业性的基金会，来帮助成员分担疾病、伤残、衰老及意外事故等带来的损失，从而带动相互保险在欧洲大陆迅速蔓延。


  以日本为例，日本相互保险之所以蓬勃发展，与日本的自然禀赋、人文习俗、经济基础、制度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一是自然灾害频发限制了商业保险的服务领域。日本人口众多，各种自然灾害比较频繁，全球6级及以上地震中两成发生在日本，生产生活中经常遭受风灾、旱灾、洪水等自然灾害，使得商业保险在农业等高风险特定领域的发展动力不强，出现了供给不足的情况，难以满足居民的保险保障需求。二是社会福利政策导致保险“真空人群”的出现。日本社会保障的基本思路是实行“救济型”的社保制度，而不是“福利国家”型的社保制度，社会福利政策构建原则是“广覆盖、低水平”。其结果是，所有的国民都得到保障，但所得到的保障相对较低，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在养老和医疗上的负担显得比较重。因此，在社会保障和商业保险这两大保险制度之间留下了一块很大的空间，需要由互助保险来填补。三是思想观念和需求的变化推动了互助保险的发展。自然灾害的多发使得日本民众的危机意识和风险意识较强，推动了日本民众互助意识和行为的发展。同时，日本国民对保险的要求也不仅仅满足于受到损失时得到赔偿，同时也希望能够作为一种投资手段，可以带来额外的收益。相互保险保单持有人与公司所有者身份合二为一，能够充分分享到公司的收益，这客观上也刺激了相互保险在一些领域尤其是寿险领域的发展壮大。


  我国同样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部分高风险领域出现了商业保险供需失衡现象。同时，我国正在大力推进城镇化，如何解决数以亿计中低收入农村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关系重大。发展相互保险组织将为保障高风险领域和中低收入人群利益提供一种新的途径，有利于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更好平衡。


  第二，相互保险是一种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保险组织形式。


  从国外经验来看，相互保险相对于传统保险形式具有一些独特优势：一是投保人和保险人利益一致，可以有效避免保险人不当经营和被保险人欺诈所导致的道德风险。二是相互保险展业费用较低，核灾定损准确度较高，可以降低经营成本。三是由于没有盈利压力，所有的资产和盈余都被用于被保险人的福利和保障，可以发展有利于被保险人长期利益的险种。


  基于上述优势，相互保险在过去的发展历程中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从我国情况看，发展相互保险组织，使其成为股份制保险公司的合理和必要的补充，可以突破保险业现有商业模式的局限，改变保险市场组织形式单一、保险产品同质化严重的现状，促进保险市场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多元化发展，为丰富完善保险市场体系增添新的力量，为保险市场快速发展打造新的业务增长点。


  第三，国际相互保险监管坚持“统一监管、适度区别”原则。


  相互保险作为一种保险组织形式，尊重保险一般规律，应与现有的保险监管框架总体基本保持一致。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在《相互合作保险组织规范与监管报告》中指出，对相互保险组织的监管应与其他保险组织总体相同，但可根据相互保险的特点有所调整。从欧洲的监管实践来看，主要是依照一般性的金融保险相关法规对相互保险进行监管，欧盟《偿付能力Ⅱ》也同样适用于相互保险组织。


  当然，相互保险组织有其自身特点，对其监管也应有所区别。一方面，相互保险组织往往数量众多，呈现小型化、本地化、多样化和专业化的特点，有的甚至是未纳入正规监管的草根金融。对这类组织的监管往往相对灵活，如欧盟《偿付能力Ⅱ》就规定年保费收入低于500万欧元的相互组织不适用其监管要求。另一方面，由于相互保险不存在股份制公司保单持有人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产品不当定价风险、道德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各国在股东资质、销售、核保、理赔等方面的监管要求有所不同。特别是对农村保险、社区保险等小型相互组织采取了比较灵活的监管措施。


  第四，各国都对相互保险给予了积极的政策扶持。


  在相互保险的发展过程中，各国政府都结合本国实际给予了积极的政策支持和引导。一是给予薄弱环节的特定业务提供多重优惠政策。比如各国都对农业保险、社区保险、小额保险和养老保险给予政策支持，而许多相互保险组织专门从事相关业务，从而获得了相关的补贴和税收优惠。二是专门针对相互组织提供费用补贴和税收优惠。如日本在对农户共济行为给予保费补贴的同时，还对农险联合会的经办费用按50%的比例提供补贴。同时，日本政府还规定农协不用缴纳所得税和营业税，而且在建设仓库、增加固定设施以及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可以得到政府高达80%的补贴。三是再保险支持。为了更好地支持相互组织行使社会管理职能，部分国家对从事高风险业务的相互组织提供再保险支持，帮助其向外分散风险。


  中国发展相互保险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和保险业都处于转型发展的新时期，促进相互保险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是有利于扩大保险覆盖范围，提高保险服务经济社会能力。相互保险组织具有非营利性质和成本低廉的特点，可以为股份制保险公司难以覆盖的中低收入人群和高风险领域提供简便、灵活的保险产品和个性化服务，扩大保险覆盖范围，提高保险服务经济社会能力。从实践情况来看，相互保险在农业、渔业、养殖业、中低收入职工保障方面能够发挥独特作用。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如何运用保险机制更好地服务广大中低收入的农村转移人口以及农村居民是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发展相互保险组织将为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的利益提供一种新的途径，有利于更好地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


  二是有利于丰富保险市场组织形式，挖掘保险业新的增长点。发展相互保险组织，使其成为股份制保险公司的合理和必要的补充，可以突破保险业现有的商业模式的局限，改变我国保险市场组织形式过于单一、保险产品缺乏竞争力的现状，促进保险市场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多元化发展，增加保险市场发展活力，为丰富完善保险市场体系增添新的力量。


  三是有利于树立长期经营理念，优化保险产品结构。长期以来，我国保险市场产品结构畸轻畸重，寿险以短期理财型产品为主，需要长期经营的保障型寿险产品一直发展不起来，产险中车险一险独大，稍微复杂一些的险种也相对缺乏，这都与股份制保险过于追求短期利润，经营行为短期化密切相关。而相互保险可以在不追求短期利润的情况下发展有利于被保险人长期利益的险种，这将对我国保险产品结构甚至商业模式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四是有利于创新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方式。相互保险扎根基层，网络建设成本较低，容易在广大农村地区生根发芽。同时实行自主管理和自主监督，经营成果由社员分享，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发展相互保险可以通过经济利益给广大农民搭建一个自我管理的平台，创新基层社会管理方式，提升农村社会管理效率，化解农村各种社会矛盾和风险。


  五是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保险意识，改善保险行业形象。相互保险充分体现了保险“互助共济”的本质，可以最大限度地彰显保险的保障功能，弘扬“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扶危济困”的保险互助文化，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保险意识，改善保险行业形象。


  我国相互保险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发展现状


  我国的相互保险实践最早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借鉴日本农业共济会的经验，把农业保险与其他商业保险分离，在河南等九个省市开展了政府政策引导和农民互助合作相结合的相互保险试点。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缺乏政策支持，相互保险的发展整体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停滞。但农业、渔业、林业以及职工互助等领域的部分相互保险组织仍不断发展，在提高高风险领域、低收入人群风险保障水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我国现有的相互保险组织按照是否纳入保险监管范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经保监会批准设立的相互保险组织，主要包括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和宁波慈溪保险互助社。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前身是1984年成立的黑龙江垦区农业保险互助社，2005年国务院批准其改制成为相互保险公司。该公司初始运营资金7000万元，开业8年以来累计实现保费收入117亿元，累计为农户赔款42.76亿元[26]。由于缺乏相应的监管制度，阳光相互保险公司在工商注册、章程制定、偿付能力监管以及分支机构设立等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面临着继续进行相互制试点还是转制成为股份制公司的路径选择。2013年6月，慈溪农村互助社试点进一步深化，扩大到慈溪市龙山镇的其他8个村，并在龙山镇设置了镇级的保险相互联社。目前，该互助社的试点工作已逐步引起各方的高度关注。


  另一类是尚未纳入保险监管范畴的相互保险组织。主要包括隶属于全国总工会的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隶属于农业部的中国渔业互保协会，隶属于交通部的中国船东互保协会，陕西、湖北、湖南等地设立的农机相互保险社，以及散见于全国各地的区域性养殖业、种植业农业互助保险组织。其中，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创立于1993年，目前在全国设立了38个办事处，2012年实现互助费收入3.38亿元，互助基金规模达到8.37亿元[27]。为了进一步规范管理，促进发展，全国总工会及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近年来曾多次提出纳入保险监管的要求。中国渔业互保协会成立于1994年，目前在全国设立省级渔业互保机构31个。2012年实现互保费收入11.9亿元，支付赔款3.8亿元[28]。


  存在的问题


  一是缺乏上位法支持。从公司法层面来看，相互保险公司作为一种没有名义股本、主要为成员提供保险服务的法人组织形态，与我国《公司法》所规定的公司形态的要件有一定偏离，因此公司法尚没有对相互保险公司这种组织形式进行规范。从保险法层面来看，现行保险法也主要是规范股份制公司这一种形态，没有对相互保险组织进行明确规定。


  二是监管制度仍处于空白状态。虽然保险业在阳光相互保险公司和宁波农村互助社等方面进行了一些试点，但监管制度仍处于空白。


  三是政策环境尚不明朗。由于缺乏法律和监管制度，相互保险在工商登记、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方面尚没有明确的制度安排。


  四是目前相互保险的主要实践主体尚游离于监管之外，对纳入监管持观望态度。渔船互保、职工互助和船东互保是我国相互保险的主要实践主体，这些机构成立时间早于保监会，由于历史原因长期游离于保险监管之外。目前，这些机构都积累了相当的业务规模和资金实力，对是否全面纳入监管还持观望态度，有的还存在只要政策不要监管的心态。


  五是社会和行业都对相互保险存在模糊认识。长期以来，我国保险业一直只有股份制保险一种组织形式，社会和行业都对相互保险研究不够、认识不足。有的观点认为相互保险属于非营利性组织，不属于商业保险，不应由保监会进行监管；有的观点基于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非相互化浪潮，就认为相互保险属于落后的、过时的商业模式；甚至有的监管干部对相互保险也不太了解，因而对其存在不敢信任、不敢支持的态度，这在阳光相互保险公司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得比较明显。


  六是市场尚需要培育。国际相互保险从发展历程来看，先于股份制保险出现，经历数个世纪的发展积累了雄厚的资金实力，方才在市场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我国相互保险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整体实力仍然较弱；而且相对于股份制公司，相互保险组织筹资难度大，对初始资金的提供者和主要经营管理人员的激励较弱，在成立初期发展难度较大，因此相互保险的发展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培育过程。


  推动相互保险发展的方向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发展，我国的相互保险在提高农业、渔业、林业、船舶运输及职工互助等领域风险保障水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与国外发育成熟、运行规范的相互保险市场相比，我国的相互保险机构数量少、业务规模小、覆盖面窄、功能作用发挥不充分，因此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下一步，建议明确发展重点，强化政策扶持，完善监管制度，稳步推进相互保险规范创新发展。


  明确发展相互保险的重点形式，完善保险组织体系


  借鉴发达保险市场经验，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快相互保险发展：一是探索设立一般相互保险，满足不同群体的差异化保险需求，同时打破目前商业保险模式的制约，为保险市场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二是在坚持区域性、封闭性原则的前提下，选择部分条件具备的农村地区成立涉农相互保险组织，为农村居民的日常生产生活提供价格低廉、简单实用的保险服务。三是与相关主管部门充分沟通，厘清监管责任，明确监管分工，积极推动将中国渔业互保协会等现有相互保险组织纳入保险监管范畴。长远来看，可以构建一个商业保险和相互保险协调发展的多层次、多元化的保险市场体系，有效解决当前保险市场主体单一、保险区域发展不平衡、保险产品竞争力不足等问题，促进保险功能作用的进一步发挥。


  明确相互保险监管思路，逐步构建完备的监管框架


  从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的相关研究和部分国家的监管实践来看，相互保险的监管原则和监管框架整体上与股份制公司保持一致，同时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结合我国相互保险发展实际，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重点把握。在准入标准方面，针对不同规模的机构类型设置不同的准入标准。一般相互保险参照股份制保险公司管理，主要设立条件参照股份制公司的标准稍做调整；中小相互保险组织，在坚持区域性、封闭性原则的前提下，适当放宽准入门槛，以体现对普惠金融的支持。在公司治理方面，既要加强防范内部人控制方面的制度设计，充分体现相互保险民主管理、自我监督的特点；又要加强信息披露，提高相互保险组织运行的透明度，充分保障会员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在监管尺度方面，按照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对于大型相互保险组织的监管要求与股份制公司基本保持一致；对小型相互保险组织在产品监管、经营监管、偿付能力监管等方面保持一定的灵活度。在风险防范方面，针对不同的机构类型制定差异化的监管要求和措施，如对农村相互保险组织的资金运用进行相对严格的监管，待其资产管理能力逐步提高后再放开其他投资渠道。同时，考虑到农村金融基础相对薄弱，涉农相互保险社风险防范能力较弱，明确要求地方政府或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承担一定的风险管控责任。


  在加强监管、促进规范运行的基础上，加大对相互保险市场主体的扶持和培育力度


  相互保险在我国处在发展初级阶段，市场主体较少，覆盖范围较窄，发展的内生条件和外部环境也还不完备，需要一个长期的培育过程。我们将按照以规范促发展，以发展带规范的原则，在抓紧制定监管规则、构建监管框架、促进相互保险规范运行的同时，采取综合扶持措施，加强政策引导力度，优化发展环境，培育市场主体，促进相互保险市场快速发展。


  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营造相互保险组织良好的政策环境


  相互保险组织的发展涉及财政、税务、工商和民政多个部门，需要有关部门理解和支持，要积极加强与各部门的沟通协调，理顺管理机制，明确相关制度安排，进一步优化相互保险发展的政策环境。


  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和移动通信技术，促进相互保险发展


  相互保险固有的业务特点，决定了其能够借助互联网，通过微信、淘宝等新技术，随时随地为客户便捷地提供相互保险产品、办理投保程序以及获取理赔等服务，大大提高经营效率，降低成本费用，还可以为会员提供健康信息推送和咨询等增值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社群化关系。会员可以借助互联网高效便捷地参与相互保险组织的相关事务，群策群力，推动治理体系的不断改进和优化。互联网互通共享，相互保险互助共济，“互联网+相互保险”是技术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完美结合，有利于发挥保险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实现普惠金融和共享金融。


  
    [25] 本文作者为：曹德云，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凌亮，中国保监会发展改革部。

  


  
    [26] 数据来源于中国保监会官方网站。

  


  
    [27] 数据来源于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官方网站。

  


  
    [28] 数据来源于中国渔业互助保险协会官方网站。

  


  第九章

  共享金融与大银行变革[29]


  共享金融给银行业带来的挑战


  共享金融的技术与制度冲击


  当前，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冲击下，国内银行都在加快进行互联网金融布局，已经在事实上践行共享金融的理念。具体看，其创新重点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一是渠道替代，即通过发展电子银行、移动银行、直销银行等，对原有的业务流程与组织架构进行渠道优化与变革；二是依托新的产品或业务，着力推动零售业务拓展与强化个人客户获取能力；三是积极介入电商，以此来向互联网企业学习，通过大力拓展业务场景来增加客户黏性；四是尝试把原有的融资类业务搬到网上，如对互联网供应链金融的尝试；五是布局以移动支付为代表的新兴电子支付业务，以及基于互联网的中间业务；六是对互联网金融新业态的直接介入与间接合作，如与P2P网贷、第三方支付的合作等。


  这里所强调的共享金融，不仅是新技术所支撑的、旨在弱化传统金融中介的“自金融”活动，而且也涵盖了对传统金融的改造与优化，在银行等主流金融机构的发展中彰显共享、共赢的理念，进一步提升银行的交易对手方的谈判权。实际上，技术的飞速发展，也为银行业的共享金融改革奠定了基础。


  就制度层面来看，国内银行业基于互联网金融的创新，也逐渐获得了更加良好的政策环境支持。因为就现有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思路来看，实际上是致力于推动同业业务监管的一致性。这就意味着将来更多从产品功能和业务本身出发，对P2P网贷等新兴业态，由过去过于宽松逐渐转为趋严，而对银行的严格监管则会相对有所放松，这在理论上对银行发展互联网金融形成利好。


  回顾历史，正如“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输了”，当诺基亚的末代总裁奥利拉（Jorma Ollila）在同意微软收购的发布会上说出这句话时，几十名诺基亚高管禁不住纷纷落泪。在这个迅速变化的时代，方向比努力重要，机会比效率重要，做什么比怎么做重要，商业模式比产品服务重要，开放式网络银行平台比网络银行功能更重要。


  同样是手机，摩托罗拉关注的是通信功能，诺基亚关注的是时尚和服务，苹果关注的是服务平台入口。2015年一季度，苹果以在智能手机市场不到20%的销量份额攫取了92%的利润，秘密之一就是手机定位于开放式服务平台入口。另一则牵动电商界神经的消息是电商巨头亚马逊的市值超过了零售巨头沃尔玛，这标志着开放的互联网新兴业态战胜了传统封闭业态。在“互联网+”时代，Bank与Banking交相呼应，银行系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也将进入崭新阶段。


  共享时代的模块化蚕食到平台级竞争


  20世纪90年代，以美国安全第一网上银行（SFNB）为代表的网络银行冲击银行柜面业务，其低成本和高效率使很多人认为网络银行将颠覆传统银行，受到冲击的各家银行纷纷引入网络信息技术改进服务，不仅化解了危机，还利用网络技术增强了自身服务能力。


  正如《从0到1》的作者彼得·蒂尔所说的“大家看到的秘密是不一样的”，2014年面对互联网信息技术冲击的再次来袭，银行感受到的与20多年前网络银行利用互联网渠道冲击主流银行网点业务有着本质的不同，表面上是互联网技术在金融领域的衍生应用，实质上是工业经济向互联网经济挺进时两种不同思维方式和业务模式之间的冲击。这一次互联网公司依托服务平台从用户端将服务延伸至银行的支付、融资等核心业务，通过“互联网+”的商业和服务模式掌握了个人消费、商户经营等关键信息资源，对商业银行的中介地位形成深层的冲击。


  工业时代，银行将各产品线按照业务流程紧密整合在一起，但是在互联网技术面前，在数字化进程中，互联网金融新贵们从外部以模块化形式对每一部分发起攻击和蚕食，形成了互联网金融冲击1.0版。比如从2013年余额宝一战成名开始，互联网金融以门外“野蛮人”的姿态不断挑战着银行人的神经：国内有支付宝、余额宝、京东白条，国际上有Zopa、Prosper、Lending Club，纷纷从支付到贷款，从信用卡到存款业务，从存贷款到中间业务，以单点突破的形式渗透至银行业的各个业务板块。


  2015年7月以来，《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陆续发布，让互联网金融在一番野蛮生长后，回归金融本质，银行账户体系仍将是互联网金融体系建设的主流。监管政策对互联网金融的规定，意在鼓励互联网企业在持有金融牌照的前提下开展大规模、专业化的金融创新与服务。


  多项政策的出台，使得2015年成为互联网金融的理性回归年，持牌的网络银行竞争也将升级到2.0版本，原来互联网金融企业以模块化、单点突破的形式切入的市场业务逐步被重新组合起来，以云计算为基础，以金融平台为形态，聚合多种金融服务和产品，成为一站式客户服务的金融生态平台。


  比如在刷脸开户短期难以实现的情况下，万众瞩目的微众银行和网商银行都继承了网络平台的基因，试图做金融同业与市场客户的连接器和综合金融服务的平台供应商，在资产和负债端与金融机构广泛合作，优势互补。同时腾讯、阿里等互联网巨头也纷纷进行金融全牌照布局，其中阿里已有支付、征信、小额贷款、理财、银行，通过控股方式获取证券、基金、保险牌照，布局最为全面。


  原先被拆解成各种模块的互联网金融正在用新的商业模式和架构被组合链接起来，生态级的金融平台竞争初露峥嵘。


  大银行的战略思路转型与移动金融布局


  战略与思维的转型


  近年来，主流银行面临利率市场化，信贷利差缩小，泛资管业务冲击，重资产发展模式进入瓶颈期。同时，移动互联网技术持续发展，与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科技一起显著降低了互联网金融的成本和门槛；“80后”“90后”逐步成为社会新兴力量以及“网生代”的到来，均使得主流银行再造一个网络银行成为一种战略选择。


  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让互联网正在成为现代社会新的基础设施。互联网思维也成为“互联网＋”之上商业创新的逻辑起点。面对互联网银行2.0版本的竞争，主流银行业要用互联网思维重构网络银行服务模式，核心在于以平台思维整合各个渠道，打破传统上基于渠道的金融服务链条，聚合各类内外部资源形成新的网络金融服务生态体系，以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客户需求和消费模式的变化。


  战略思维重构源自对互联网本质的认识。互联网思维是对基于互联网技术和基础架构所带来的管理变革、商业和服务模式变革所产生的新规律、新特点的总结和提炼；而互联网作为一项革命性的技术的本质特征是去中心、新协议和强连接。


  第一，去中心。互联网奠基人之一鲍勃·泰勒把去中心化的思想植入到阿帕网建设中，没有一个节点可以控制整个网络，于是互联网有了共享、分布式控制的基因。现在人们谈到P2P，头脑中首先浮现的就是目前市场火热的网络借贷，但其实P2P最早是个互联网用语，用来指一种去中心化网络的对等计算技术，后来P2P这个名词被套用到多种商业创新的语境中，以致人们渐渐淡忘了其最初的含义。


  第二，新协议。TCP/IP构建了互联网的底层协议，其逻辑和架构也影响着互联网商业的底层规则。借用媒介思想家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信息”来反思互联网，就是淘宝上卖什么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电商平台形成的平台经济和电子商务规则，这些显然与传统零售规则不一样。再如，中本聪基于P2P协议逻辑发明了比特币，使得每个网络节点都可以自由加入，建立一个全网记账的机制（区块链）。


  第三，强连接。金融是一头连接资产一头连接负债的中介行业，互联网金融的崛起受益于在此特性下的互联网带来的信息、资金和个体的连接。分享经济的崛起则是互联网强连接和云计算的思想的商业应用，碎片化价值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广泛连接得以聚合释放，即时运算实现资源快速精准配置，比如“Uber＋”模式。


  三大规则驱动移动金融


  2014年，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报告，手机使用率首次超过传统个人电脑成为人们上网的主要途径。2015年伴随着超过8.8亿名中国移动互联网网民的涌现，我们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移动端连接一切，金融业、广告业、制造业纷纷与移动互联网结合，焕发出新活力；基于手机端的社交应用几乎统治了人们的碎片时间，催生了对移动金融更大的需求。


  从虚拟到现实，移动互联网通过无所不在的网络和连接在指掌之间默默显现出聚合涌现、成本趋零和时空坍缩三大规律特征，深刻影响着移动金融创新发展。


  聚合涌现——协同共创新经济模式


  移动互联网实现了Peer to Peer的端端相连，实现去中心、强连接、自组织、定协议（不仅仅是TCP/IP、Bitcoin、Ripple，电子商务都是基于网络特质的协议，随着互联网化程度的加深，一切协议均可依此重定）从而激活各个节点，形成了非线性、可进化、高弹性、云后台的聚合网络，其形成的聚合涌现是对梅特卡夫定律的发展，是网络个体聚集后形成众愚成智的网络倍增。


  与传统的经济理论讲供需平衡不同，聚合涌现是用户效用随着其他用户的加入而导致网络倍增效果愈加明显。最典型的例子是微信，依靠社交应用聚集大量人气后，玩法更加多样：收购了四维图新，掌握地理位置；推出了微信钱包，利用移动支付将大众点评、滴滴打车引入；入股京东整合易迅，形成更具竞争力的移动电商平台。在此闭环中无论是电商平台还是滴滴打车，用户越多，供应商越多，颠覆的传统行业越多，涌现出的商业模式也越多。


  工业时代规模经济的竞争像零和游戏，机构之间需要隐藏自己的策略，个体在工业社会被螺丝钉化、工具化、固定化，信息不可避免地倒向机构一方。聚合涌现的网络经济需要的是个体间协同共创，利用开放、共享的分布式连接中信息权力再分配，抚平个体间的数字鸿沟，让经济行为的控制权逐步向个体偏移。比如，在移动支付、云计算、社交网络和搜索引擎等现代信息科技的推动下，银行从1.0网点时代、2.0网银时代发展到3.0移动互联网时代，业务主导权逐步由银行向客户转移，以客户为中心开展协同共创，正朝着轻金融、自金融、金融自由化方向发展。


  成本趋零——降低金融获客和服务成本


  移动互联网凭借移动终端本身的移动便捷快速地融入诸多实体产业，如一条鲶鱼，动摇着原有行业的运行轨迹。传统理论指出，在灵活市场中，供给与需求互相平衡；如果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加，那么商品价格会上涨；售价过高，则需求减少。而网络经济出现了边际成本趋零现象，貌似颠覆了经济理论，但实质是工业经济过渡到信息经济时商业模式的变化。


  比特世界信息资源的相对无限性、分享协作改变了传统行业的成本结构，让免费、零成本、利润递延的商业现象愈加明显。


  比如当互联网和物联网、能源以及制造产业结合起来的时候，基于“协同共享”的移动生态圈的获客成本可以低到忽略不计。比如中国工商银行的一个社会化营销活动“灯谜游园会”，活动20天，获得12万工银e支付用户，成本是0.4元；融e购平台整合了商户资源，发出了1亿元的红包，获取了26万名用户，中国工商银行成本是0元。


  又如，互联网企业聚焦于流量经营或用户经营，用免费或低价赚取用户，产品可以等于零的价格出售，企业则从衍生的增值服务获利，实现了“羊毛出在猪身上，牛来买单”的利润递延。余额宝迅速崛起，而其获得1亿多客户的获客和营销成本几乎为零，这个奇迹的背后是基于其固有的庞大用户基础，打破不经济的行业边界，在互联网的连接下进行的资源整合和成本结构变革。在良好的生态平台上，无需额外成本效益就可以自我成长。传统靠利润为生的企业只能依靠高度专业化的商品和服务存活，且其用户群在网络经济冲击下在不断流失。这也是为什么2014年，很多行业纷纷惊呼被网络颠覆，“野蛮人”的零边际成本，让传统行业利润枯竭。


  时空坍缩——“多重宇宙”已来临


  派恩二世和科恩在《湿经济》中帮助我们构建了一个关于体验的系统性框架。他们用时间、空间、实物三个维度，同现实—虚拟维度排列组合，将时间与无时间、空间与无空间、实物与无实物组成一个2×2×2=8的阵列，构成8个独特的宇宙，称为“多重宇宙”（multiverse）。移动互联网带来了“MI+”（Mobile Internet Plus），M通过社交媒体、传感器、定位系统与其他行业跨界融合，加速了人们生活、工作虚拟化，使得人们可以在虚拟与现实的多重宇宙中穿梭，显现出时空坍缩效应——允许人们摆脱时间钳制，重设时间坐标；地理位置不再是距离标尺，以入口、场景为体现的空间影响力逐渐增强。


  智能手机的普及和Web3.0时代share（分享）文化兴起，让每个人都可通过社交软件随时随地分享照片、位置和当下的心情，超越现实空间的实时连接得以实现。距离取决于网络连接而产生的关系，有连接就近在咫尺，没连接则远在天涯。


  同样，线下传统市场在向线上虚拟空间迁移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商业交易将向新空间转移。虚拟空间让人可以在多个网络平行宇宙中穿梭。比如在北京时间晚上11点的地铁上参加美国梅西百货“黑色星期五”的抢货热潮；再如，从春晚的摇红包，“两会”期间的摇电视，到中国工商银行的亿元融e购券“喜摇摇”活动，均实现了一云多屏，时空穿越。真实空间里的人可以与媒介空间里的人隔空对话，线下的手机摇动可以立即带你去虚拟空间的电子商城购物。


  大象冲浪：网络银行再造之路——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


  互联网公司对银行某些业务的冲击，根基在于背后的平台，凭借平台的双边效益和网络外部性，抢占移动金融制高点。比如阿里巴巴以电商平台为基地，打造了支付宝，又以支付宝为基地，成就了余额宝；腾讯以社交平台为基地，盘活了财付通，又以财付通为基地，捧红了微信钱包，衍生出了理财通。


  一方面，平台可以缩短客户接受金融服务的路径。传统金融存在的不足是对用户来说接触到服务所需的“路径太长”，这种路径，既是物理路径，也是场景路径。比如网点再近，也需要走路；贷款再方便，也不出现在客户购物的那一刹那。


  另一方面，平台可以衍生商业机会。“互联网+金融”，润物细无声，模糊着行业的便捷，重构着商业的故事。苹果重新定义了手机，腾讯重新定义了通信行业；互联网贴金，银行触电；和讯网、36氪从垂直媒体转型切入投融资销售领域。


  共享金融的发展最终要体现在商业模式建设和共享平台的搭建上。对于银行来说，实现网络银行重构需要多部门协同集团作战，混业经营，打出金融与非金融服务的组合拳，才能实现化学效应。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交易和分配来说，需要充分探索依托不同平台模式、平台之间的开放式协调、分布式商业模式建立，从而实现金融的商业和普惠双重目标。


  “互联网+”时代的大象冲浪，关键不是互联网技术的内部化，而是互联网思维的内部化，因此在发挥银行传统优势的同时，超越思维定式的局限，打破对常规路径的依赖，重构服务和商业模式：从追求表内资产规模转向轻资本，从流程驱动转向数据驱动，从做产品转向做客户，从做功能转向做场景，从做渠道转向做平台，利用和创新互联网上的直营模式，实现低成本、广覆盖、高黏性、强流量的获客和营销。


  打造开放式网络银行，建立生态级金融平台


  技术重构商业，模式决定未来。这是一个技术与网络效应叠加的时代。互联网金融不改变金融本身的运行规律，但对于业务开展模式会进行颠覆。


  以工行为例，其“融e行”开放式网银是主流银行进行互联网银行建设转型的里程碑和新起点，开放式网银的建立意味着电子银行不再是银行多种服务客户的渠道之一，而是虚拟世界的服务平台；网络银行从“车拉万马”走向了“万马拉车”。基于2亿户网银用户和1.6亿户手机银行用户的坚实基础，工行正在以三大开放策略构建开放的网络金融平台。（1）产品开放。平台将聚合工行内外各类金融服务资源，解构传统的功能列表服务模式，实施产品的电商化部署展现，打破“先注册再登录使用”的服务流程，为客户提供“所见即所得”的开放化金融消费体验。（2）用户开放。依靠电子账户向行外客户开放登录，不是工行的客户也可以使用工行网络银行服务。（3）业务开放。即开放APl（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把网络银行平台向金融同业开放，包括基金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甚至其他银行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提供服务。


  打造信息交互服务平台，实现即时客服营销模式


  共享经济中很大的一个特色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和商业模式重构将技术工人从固定的岗位和8小时工作中解放出来，实现自由按需匹配工作，从而实现最大化的自我利益。而对消费者而言，在“手艺人”被激活的前提下，有可能低成本、便捷性地获得过去只有高净值客户、重要客户才能获得的个性化专业服务，比如金融咨询。


  在商业银行利润增速放缓、人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网络银行的客户服务和营销应该是依托移动应用终端，以全员、即时、移动、按需的机制建设，解决服务规模与效率的问题。工行打造的融e联平台即定位于银行与客户交互的营销平台、服务平台、获客平台；平台型产品最大的作用就是解决客户与银行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客服是典型的资源瓶颈。


  目前工行个人客户理财资产与储蓄资产的比值由三年前的1∶9演变到现在的3∶7，预计三年内将提升到5∶5，财富管理市场将成为网络银行的盈利“蓝海”。同时伴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崛起，财富拥有者掌握更加丰富的信息，拥有更多产品选择权，这要求财富管理服务更快捷、更便利、更有针对性地匹配投融资双方需求。


  融e联即时客服平台具有针对性的营销推广以及专业的金融交流圈等功能，搭建起客户与客户经理、在线客服之间的交互平台，使得大规模、个性化、全天候服务将颠覆传统客服中心被动应答的服务模式。作为同业首家推出即时客服通信系统App的银行，已经有了先发系统优势，同时，3亿名活跃个人客户和1.6亿名手机银行客户是融e联开展客服交互的庞大客户基础。训练有素的4万人的客户经理队伍有互联网金融企业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融e联的强社交功能和专业金融特质使其具有拓展垂直细分金融市场的巨大潜力。客户经理可通过建群并为有相同偏好的客户提供针对性服务（比如专属理财、重点基金推荐等）来提高营销转化率和转换成本。如客户经理可与资产管理需求旺盛的客户讨论各种理财产品的特点，开展经济金融基本面分析和讨论，结合产品推荐和买卖形成用户黏性。这种黏性一旦形成，用户迁移成本非常高，从而提高了平台的每用户平均收入（ARPU）值。这种深度黏性的获客效果要好于简单的一次性的引流变现模式。


  围绕生活与生产，打造场景化金融平台


  电商作为信息经济、实体经济和金融的连接器，已经融入到了实体经济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融资等各环节，突破了传统的要素配置模式。金融服务场景化，让银行就在你手边。在企业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和个人网络化生存的趋势下，搭建银行自己的电商平台，是营造业务场景的最好选择之一。电商金融可以充分贴近产业链、生活链中的节点，使金融成为“触手可及”的服务。“B2B2C+Finance”模式使得金融渗透进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是B（Business）端、C(Customer)端均可自由选择的低门槛和安全进入的“生活生产金融便利店”，是传统行业“互联网+金融”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和发展助推器。


  比较优势


  实践表明，银行系电商综合优势明显。


  第一，信用背书优势。工行对商户有较高的准入门槛，对商品有严格的质量要求，对用户体验有持续的动态监测，对商户不良行为实行“零容忍”，及时清退不诚信商户。如金条价格等经常超过百万，一瓶五粮液年份酒超过18万，消费者能放心购买，看中的是工行的品牌和信用背书。同时平台里面所有的买方和卖方，都是实名制，对商户的利益也有保障。


  第二，金融服务优势。银行电商在支付、融资等金融服务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比如金融服务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消费信贷意愿，比如便捷与否、效率高低。主流金融机构借助电商平台信息流、资金流等信息的积累，以及庞大存量个人客户的其他金融交易信息、金融资产信息，通过数据挖掘分析，可以实现线上贷款，一触即贷。


  第三，不仅有线上的优势，更有线下的优势：1.8万个网点，近10万名客户经理，42个国家和地区的399家海外机构。


  第四，客户基础优势。工行拥有大量企业与个人客户资源，包括400多万个企业客户和4亿多名个人客户，这其中绝大多数是电子银行客户，企业客户渗透超过了90%，个人客户渗透超过了50%。多数企业客户信息化程度高，内部管理规范，客户服务集中高效运营。


  功能布局


  2014年1月12日，中国工商银行电商平台融e购正式开业，按照“尊重电商规律、体现银行特色、发挥金融优势”的要求，积极探索银行系电商在增强客户黏性、提升金融价值等领域的实践创新，初步形成了规模效应和市场影响力。不到两年时间，建立了多渠道、广覆盖的综合化电商平台，目前支持PC、移动、iPad等多个终端渠道，覆盖B2C、B2B、集团采购、跨境电商等多个商业场景，交易额、客户数等电商关键指标位列同业前十名。


  第一，B2C板块。


  坚持“名商、名店、名品”定位和“够真、够值、够品质”的品牌特色，以“购物可贷款，积分能抵现，品质有保障，跨行可支付”的特色吸引用户购买，以免费服务吸引商户入驻（不向商户收取入住费、平台费、广告费等其他电商平台收取的多项费用，银行看中的是电商平台交易衍生的结算和贷款机会，看中的是低成本获客的机会，融e购1/3的客户是原来与工行没有业务关系的新客户）；以平台作为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的跨界服务入口，搭建“金融+消费”的服务生态，实现客户的消费行为、销售数据、采购信息的统一汇集，为商业银行的大数据应用提供丰富的信息来源和储备，提升银行的消费信贷服务品质。


  通过丰富的O2O活动，发挥了工行海量网点的优势，实现了线上线下联动。2015年上半年，B2C交易额已超过1000亿元，同比增长23倍，迅速跻身国内十大电商之列。


  第二，B2B板块。


  在“互联网+”上升为国家战略后，企业热切希望通过互联网拓宽产品和服务销售渠道，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降低经营成本，实现企业升级转型，寻找新的价值和利润增长点。同时，我国面临“新常态”发展格局，经济增长的长期问题和经济下行的短期问题纠缠共振，金融资源供给也出现结构失衡。


  以B2C业务为先导，工行还试图发挥银行便捷的线上融资优势和信息优势，通过解决B2B交易的信任和融资问题而大量拓展B2B业务，以便更好地服务工行400万名企业客户。B2B商城为企业客户提供的集商贸信息撮合、商品在线交易、在线支付融资和金融增值服务为一体的，具有市场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的综合化电商业务，企业买家可分享大型企业采购资源，发挥大型企业的采购体量规模优势、采购行为规范优势、采购产品成本优势、品质优势、商品种类的齐全优势，未来还将为广大企业及政府部门提供一站式的集在线寻源、在线支付、在线融资等一体的金融增值服务，建立开放式的采购共荣生态圈。2015年1月推出B2B业务，不到一年交易额已经突破了3000亿元，发展速度非常迅猛。


  第三，B2G板块。


  2015年5月，工行集团采购正式上线（B2G），B2G平台能够分享规范的采购流程和价格，并提供量身定做的金融服务。其中规范的制度和流程是基础，开放和共享机制是核心价值，配套融资是有效支撑，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是根本目的。上线伊始，工行就与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开展采购及融资合作，打造了“互联网+金融+建筑”的市场标杆。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是国内规模最大、历史最久、实力最强的建筑企业，双方携手在融e购推广建设B2G平台，共同打造“互联网+”时代的建筑行业采购和融资的基础设施，将来会是万亿元级的空间。未来B2G平台将向各行各业进行推广，实现价值分享。


  经过两年发展，融e购电商平台开始显现出对全行拓户、结算量、融资量、存款量等银行传统资产负债业务的拉动作用；带来的商业机会及大数据价值，也逐渐成为全行拓展新客户、促进资产与负债业务发展的新助力，目前新入驻商户累计带来对公结算账户1800户，新增存款余额30多亿元，新增贷款余额50多亿元。


  建设数据云平台，实现数据驱动的经营管理


  信息隔离意味着信息变得没有意义，无法纵览全局，开放网络银行、即时客服平台、场景式金融服务均需要统一的云平台开展数据的整合、集中、共享、挖掘与应用，未来数据将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和业务创新之源。


  数据驱动的网络银行，其实质是消费者主权驱动，消费者用脚投票的行为数据，会指引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过去市场的反馈和需求之声，主要是通过市场调研获得，调研对象往往具有局限性，或者是高端人群，而数据驱动，则可以将长尾人群的大众之声纳入。


  工行的三大平台都将依托大数据、云平台和精准模型计算，实现对网络金融消费者深层次需求的精准定位，实现更加全面的客户行为分析和更加精准的营销推荐。比如：工行开放式手机银行首创智服务理念，展现用户的生活轨迹，预测未来的金融需求，做客户的金融生活管家。


  “大数据之父”维克托预测，数据列入企业资产负债表只是时间问题；对于未来银行来说，应把数据看成一种新的战略资产，银行将从资金管理者变成资金与数据的管理者。因此正在崛起的网络银行的安全也从单纯的入口密码控制，变成云数据支持的事前、事中和事后全流程数据风控，云平台成为网络银行的重要基础支柱。


  结语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加速发展，大型商业机构的竞争是产品和服务的竞争，更是业务平台的竞争。平台的单边效应、双边效应和网络外部性，使平台在商业竞争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在社会热议的科幻小说《三体》中，地球世界的“面壁者”均被三体世界轻松破壁，原因就是他们还在用旧时代的思维思考战略。


  向正在生成的未来学习，超越惯性思维定式的局限，打造开放式网络平台，融入开放、平等、协作、共享的互联网精神，是“大象冲浪”的必由之路。


  
    [29] 本文作者为：侯本旗，博士，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部；赵飞，博士，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部。

  


  第十章

  共享金融与资产证券化[30]


  共享金融与资产证券化的关联


  近些年来，随着利率市场化和“非标转标”的推进，监管机构对非标资产的整顿和规范不断加强，由于资产优质、增信到位、评级规范、交易透明等特点，资产证券化被政府寄予厚望，政策不断鼓励加强资产证券化等标准化产品的发行和投资。下面首先从资产证券化的概念和本质出发，从两类资产负债表两端区别企业证券化和资产证券化融资行为；其次，介绍资产证券化的参与主体、对应职责及业务流程；再次，探讨资产证券化给宏观经济、货币政策、金融债务带来的影响，以及发起人的微观动机；最后，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传播日益迅速的背景下，针对银行体系集中了资产及对应风险的现实，提出资产证券化浪潮中有关共享金融的一点思考。


  资产证券化发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初期主要用来描述通过发行证券替换银行存量贷款从而实现为银行融资的过程。由于当时发达国家证券市场功能日益凸显，同时银行的媒介作用趋于萎缩，高效的证券市场逐步替代了效率较低、资金成本较高的金融中介，经济学家将其视为典型的“金融脱媒”。可以看到，共享金融与资产证券化之间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一方面，资产证券化实际上突破了原有的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的范畴，通过结构化融资的设计，使得各类资金更加流动起来，更好地发挥应有的效率和效益，从而不仅使得更多主体的“沉睡”资产能够进入到金融交易之中，而且能够有效增加金融市场的活跃度，最终实现金融创新的“蛋糕”在扩大中得到“共享”和“共赢”。另一方面，资产证券化使得更多的主体能够参与到结构化金融的产品链条之中，改变了原来较为简单的金融供求模式，也使得资产定价的影响因素更加复杂，投资者发挥的主动性有所增加，所有这些都充分展示了共享金融的发展理念，使得金融资源在不同层面上得到共享式创新与发展。应该说，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部分归咎于某些证券化产品的创新失控，但从整体上看，资产证券化仍然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金融创新之一。


  在讨论资产证券化之前，有必要先明确资产（Assets）证券化和企业（Business）证券化的区别。


  第一，区别两个概念（企业和资产）。企业是一门生意，包括有形资产，同时也包括无形资产。另外，企业是一个永续经营的实体，没有固定生命期限，比如银行。与企业相比，资产一般有固定的生命期限，价值比较确定，比如银行的信贷资产。把银行的信贷资产装入信托发行证券称为信贷资产证券化，而把非银行机构的应收账款证券化称为企业资产证券化。


  第二，企业证券化（以银行为例）。企业的证券化重点在资产负债表的右边，为企业搭建资本结构，以银行为例，主要包括客户存款、债券、股票。以银行为发行主体，假设银行会永续经营，属于公司财务（Corporate Finance）的范畴。传统的银行作为间接融资平台，投资人通过银行作为信用媒介，把资金提供给融资方，即间接融资。即投资方存款于银行，银行向借款人发放贷款，在此过程中，银行负责对贷款项目的评审和贷后管理，并承担贷款违约的信用风险。该模式的资金募集成本低，投资者面临的风险小，但银行作为终极信用风险的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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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1 银行资产与资本结构

  


  以银行信贷资产为例，资产证券化重点在资产负债表的左边，把银行资产负债表左边的信贷资产出售进行融资。以特殊目的载体（SPV，这里为信托）为发行主体，在信托设立的第一天就明确信托的终止日期，为结构金融（Structured Finance）。信贷资产证券化是银行向借款人发放贷款，再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把信贷资产出售给投资人进行融资，在此过程中，银行和信托只起到导管作用，债务和债券关系从原来借款人与银行的关系，转变成债券投资人和借款人的关系，实现投资方和融资方的直接对接（直接融资）。在这种模式下，发放贷款成为银行的中间业务，银行不承担贷款的信用风险，而是由投资方承担，银行负责贷款的评审和贷后管理，这样就能将银行的信贷管理能力和市场的风险承担能力充分结合起来，提高融资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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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2 证券化的流程

  


  综上所述，企业证券化和资产证券化两类证券化都是融资行为，但存在本质区别。企业证券化是在资产负债表右边进行融资，以公司为融资主体，假设公司会永续经营。与资产不同，对企业的寿命和发展边界较难确定，属于无边界问题求解，因此融资故事很重要。另外，资产负债表右边的融资一般会导致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和周转率的下降。资产证券化，则是在资产负债表左边进行融资，在设立SPV（这里对应为信托）的第一天就根据资产现金流状况有了明确终止日期，确定了信托所持有的资产数量，并且与发行人进行了破产隔离，是有边界问题求解，通过金融工程手段确定各档级投资人的现金收入。与资产负债表右边融资不同，资产负债表左边的融资会提高整个资产负债表的周转率，核心是盘活存量资产。


  资产证券化的参与主体及相应职责


  图10.3是一个资产证券化交易的典型交易结构图，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涉及的主体包括融资方（原始权益人）、资产管理机构、信用增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信用评级机构、证券承销机构、资金托管机构、投资者等。可以看到，资产证券化业务涉及的主体超过十个，它通过结构融资中SPV的作用及交易安排，设定条件，让众多参与主体互惠共赢，各司其职，各担其责。这种金融工具就好像将来高速公路上的无人驾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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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3 资产证券化的交易结构

  


  借款人


  借款人（Borrower），与贷款方相对，是指贷款或收益权等基础资产原始权益人的债务人。资产证券化主要是贷款发起人用既有或新发放的贷款作为基础资产去融资。从借款人角度看，贷款方的资产就是借款人的负债。在信贷资产证券化中，通常涉及对债务人的通知、债务人抵销权和抗辩权的保护等问题。


  发起人


  发起人（Originator or Sponsor）指的是出售资产用于证券化的人，既可以是资产的原始权益人（Originator），如贷款银行、租赁公司，也可以是从原始权益人处购买应收款汇集成一个资产池，并再次出售的人（Sponsor），如投资银行。目前，不少商业银行、储蓄机构、金融公司、设备租赁公司、工业企业、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都曾做过发起人，进行过证券化。一般而言，发起人要保证对应收款具有合法的权利，并保存有较完整的债权债务合同和较为详细的有关合同履行状况的资料。证券化过程中，发起人的关键职责包括：


  （1）确定计划管理人、财务顾问，完成内部核准、审批程序；


  （2）在计划管理人、财务顾问的帮助下，选择其他中介机构；


  （3）积极寻找资产证券化的第三方保证担保的担保人；


  （4）协助计划管理人、财务顾问进行尽职调查，确认最终的资产证券化方案。


  发行人和特殊目的载体


  发行人（Issuer）是指从发起人处购买资产池中打包资产，借以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人。为了将资产信用和发起人整体信用分开，发起人一般不作为直接的发行主体，而是专门为资产证券化运作设立一个进行破产隔离的特殊目的机构（SPV），作为单独设立的一个发行主体，SPV介于发起人与投资者之间，是实质上的证券发行人。一般而言，为了实现资产证券化的资产信用融资，避免发起机构和SPV的破产风险危及资产，确保投资者的合法权益，SPV应以“真实出售”（True Sale）的方式从发起机构处购买资产，同时，SPV自身构建“破产隔离”（Bankruptcy-remote Entity）载体。


  服务商


  服务商（Servicer）是证券化资产的管理者，肩负着资产证券化交易从证券开始发行到资产全部处置完毕整个期间的管理。由于发起人拥有现成的资产信息等系统以及相应的客户关系，负责证券化资产出售后继续管理资产的服务商，通常由发起人担任，或者附属公司担当。服务商依照服务合同约定管理基础资产，其主要工作有：


  （1）收取基础资产产生的本金和利息现金流，负责相应的监理、保管，将收取的这些资产到期本息交给受托人；


  （2）对过期欠账进行催收，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向受托人和投资者提供有关出售或者作为抵押的特定资产组合的定期财务报告（包括收支资金来源、应支付费用、纳税情况等必要信息）；


  （3）将基础资产池回收资金存入资金保管机构，并通知受托人。


  受托人


  受托人（Trustee）是现金流的管理者，负责托管基础资产及与之相关的一切权益，他是服务人与投资者的中介，也是信用增级机构与投资者的中介。受托人一般由金融机构，如证券公司承担。受托人的职责包括：


  （1）作为SPV的代表从发起人处购买资产；


  （2）将服务人存入SPV账户中的现金流转给投资者，或进行对没有立即转付的款项予以运营来取得收益，即再投资；


  （3）监督参与证券化的各方，定期审查有关资产组合的相关信息，确定服务人为投资者提供的各种报告的真实性与充分性，并向投资者披露这些报告；


  （4）公布违约事宜，并采取相应法律保护措施以维护投资者利益；


  （5）当服务人取消或不能履行其职责时，取代服务人担当其职责，在SPV缺位时购买证券化资产并向投资者发行受益凭证。


  承销商


  在资产支持证券发行中，投资银行一般作为包销人或者代理人来促销证券，保证证券发行成功。通常投资银行会充任财务顾问，以设计发行方案来确保发行机构符合法律、规章、财会、税务的要求，还要与信用增级机构、信用评级机构以及受托管理人进行合作。证券化过程中，主承销商（Underwriter）的关键职责包括：


  （1）确定入池标准，协助选择入池资产；


  （2）牵头协调尽职调查工作；


  （3）现金流测算，设计发行方案；


  （4）完成风险报酬转移测试模型；


  （5）协调各方按计划推进工作；


  （6）申报文件撰写与制作；


  （7）协调安排监管沟通；


  （8）组建承销团；


  （9）组织推介和销售，安排路演；


  （10）安排信息披露和发行；


  （11）完成存续期内各项后续工作。


  信用评级机构


  信用评级机构（Credit Rating Agency）负责对所发行的证券进行信用等级评定和信用质量提高，信用评级是对信用风险的一种评估，评级方法如同公司债券一样。除了发行之前的初始评级之外，还包括后续的追踪评级，以及时发现任何潜在的新风险因素。目前全球闻名的三大评级机构——惠誉、穆迪和标准普尔，权威性极高。我国比较有名的三大评级机构是中诚信国际、大公国际和联合资信。


  信用增级机构


  信用增级是资产证券化的一项重要技术，通过对SPV发行的证券提供额外信用支持来提高证券化资产的信用质量，增强发行定价和上市的能力，减少证券发行的整体风险。信用增级的手段主要分为内部信用增级和外部信用增级，内部增级主要由资产证券化交易结构的自身设计来完成，外部信用增级主要由第三方提供信用支持。信用增级机构（Credit Enhancement Provider）一般由发行人或者独立第三方担当。


  投资人


  投资者（Investor）是SPV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购买者与持有人，一般分为公众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投资者不是对发起人的资产直接投资，而是对发行的证券所代表的基础资产所产生的权益（即预期现金流）进行投资。


  另外，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在资产证券化业务中也有重要的作用。资产证券化涉及交易发起、结构设计、发行以及存续期间管理等多个环节，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会计师能提供包括基础资产财务尽职调查、现金流模型分析、会计和税务咨询、服务机构合规和内控鉴证、基础资产业绩验证和特殊目的载体审计等各类服务。律师事务所在整个交易过程中的作用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对整个项目开展法律尽职调查；二是负责协助起草主要法律文本，以协助资产证券化项目的顺利完成。


  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基本流程


  在具体业务操作中，资产证券化的运作过程包括许多步骤，下面仅概述基本步骤及其中关键要点。


  资产证券化业务流程概述


  一般地，一个完整的资产证券化交易可以概括为如下三步：


  第一，由发起人成立SPV，并将需要证券化的资产转移给SPV，该转移一般需要构成“真实出售”。


  第二，SPV通过对资产池的现金流进行重组、分层和信用增级，并以此为基础发行有价证券，出售证券所得作为SPV从发起人处购买资产的资金。


  第三，服务机构负责资产池资金的回收和分配，主要用以归还投资者的本金和利息，剩余部分则作为发起人的收益。


  资产证券化流程中的关键要点


  第一，基础资产的现金流分析是资产证券化的核心技术。具体来讲，是以未来具有稳定现金流的资产为支持，发行证券进行融资。只要有合适的项目、稳定的现金流，公司就具备了发行相关产品的条件。


  第二，任何一项成功的资产证券化必须要对基础资产进行成功的重组进而组成资产池，并实现资产池和其他资产的风险隔离，同时还必须对资产池进行信用增级，所以资产重组、信用增级、破产风险隔离是资产证券化的三大基本原理。


  第三，分层与增信也是资产证券化的一个重要特征，通过分层与增信，资产的信用可以得到进一步提升，所以发行人可以借此获得比发起人本身信用级别更高的评级从而获得更高的流通性、售价或更低的融资成本。


  资产证券化的宏观影响与微观动机


  资产证券化不但参与主体众多，而且所涉及的流程纷繁复杂，因此相对于其他融资手段利率成本之外的综合成本可能更高。但在美国，哪怕是发生了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国际上对该项业务也没有完全否定，美国还修订相关规则、采取救援性措施来恢复市场信心。这主要是因为银行体系通过资产证券化增加了流动性，在利率传导和实体经济发展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下面就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剖析这项金融创新的有利影响。


  资产证券化的宏观影响


  有助于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走向市场化、证券化


  当前，银行业作为我国金融市场资产规模最大、金融资源最多、客户数量最大的行业，在处于主导地位、承担社会融资功能的重大责任的同时，也集中了主要的风险，之前迅速做大资产负债表的经营模式已经和当前经济环境、市场周期和货币政策存在明显冲突。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深化，中国金融体系逐步从银行主导的阶段向市场化和证券化阶段推进，当前阶段我国的影子银行体系的收缩、“非标转标”的推进以及银行自身的寻求转型，都是最好的说明。资产证券化是规范化和阳光化治理“银行影子系统”的一种方式，并且能够对完善宏观货币政策机制，分散与化解宏观债务风险、减少银行间接融资及完善社会信用基础都有积极作用。


  有助于完善宏观货币政策机制


  通过资产证券化，中央银行可以调整银行的信贷结构——贷款方向和贷款期限。银行将以市场化的手段，将贷款投到国家政策支持的领域和行业中去，而不是落后与过剩产能行业，同时降低银行体系资产（长期贷款）和负债（短期存款）的期限错配风险，合理匹配资产和负债期限。和国债不同的是，资产证券化因为有资产行业特征，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市场交易能够直接传达国家政策意图，可以借助市场起到行业指导作用。因此，借助资产证券化，中国人民银行就可以不再依靠行政手段和信贷额度控制，而是运用市场化工具，通过正确地调节银行资产和负债的期限结构，来实施货币政策的传导。在成熟的金融市场体系中，资产证券化能够直接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功能。美国应对次贷危机的手段恰恰说明了这一点。美联储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过程中，通过大量购买房地产抵押债券，降低长期资产收益率，扩大贷款规模，改善经济运行，效果甚至优于购买长期国债。


  不过，资产证券化以两种相关联的方式使得准备金需求试图实现的货币控制失去作用。一是证券化使得非银金融机构能够借款和贷放，从而使银行体系之外的货币创造（总体流动性）成为可能。他们的资金贷放没有准备金要求，也不受美联储的控制。二是证券化能够使得银行通过出售贷款、减少存款、增加小额存款的周转来部分地规避准备金需求。


  有助于分散与化解宏观债务风险


  当银行把贷款出售给特殊目的载体时，银行的债务就会相应减少，而SPV的债务以同等金额增加。所以说，资产证券化没有改变经济中的债务总量，而仅仅以一种金融机构代替了其他机构，全国资产负债表上的债务总量维持不变。


  风险不仅取决于债务人的身份，还取决于债权人的身份以及债务的运作方式。资产证券化把由银行来承担的信用贷款和金融服务，分解为许多金融机构和专业投资者共同参与的市场活动，这样可以有效地降低金融风险，而且能够提高资本的流通和增值能力。美国金融市场上的金融创新与金融衍生品，并没有减少经济中的风险总量，仅是在不同当事人之间转移风险，但如果它们能够将风险转移给那些能够抗拒风险的当事人，比如将银行体系的风险转移、配置到高效的资本市场，就能够降低国民经济中的危险。


  资产证券化发起人动机


  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起人


  根据《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31]第二章的规定，通过设立特定目的信托转让信贷资产的金融机构为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起机构。目前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的主要金融机构包括：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信托公司、财务公司、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以及中国银监会依法监督管理的其他金融机构。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的主要动机有几方面。


  （1）实现资本节约，提高资本充足率。随着国际资本监管要求的加强，资本和流动性对银行贷款的约束越来越强。银行业机构应当按照所自留的资产证券化各档次所对应的风险权重计提监管资本。目前，信贷资产证券化可以分为水平自留和垂直自留两种方式，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按照新资本管理办法，对于发行后高于发行前的监管资本部分，可以进行调整扣减。因此，发起人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业务适当降低资本耗用，银行能够获得巨大的资本优势。2013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公告，将发起人的自留方式改为可以垂直持有，即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起机构需保留不低于5%的基础资产信用风险，持有最低档次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低于该档次资产支持证券发行规模的5%。这更加有利于资本节约的实现。按照目前市场上发行量最大的工商企业贷款证券化产品，在水平持有的方式下，发起银行发行后的资本耗用相当于发行前的62.5%。若采用垂直持有方式，则可以下降到发行前的30%~40%的水平。


  （2）改变传统盈利模式，提高综合化经营业务收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间业务已成为西方国家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品种和收入来源，在总收入中的占比达到40%~50%，有的甚至超过70%[32]。而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起步较晚，主要部分是手续费和佣金净收入，2012年占营业的总收入比重为20.1%，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33]。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和利率市场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以利差收入为主的传统商业银行业务将受到进一步冲击。信贷资产证券化则与传统的信贷业务盈利模式存在根本的差异，它是一种“发起—销售”模式，即银行在发起贷款后不长期持有等待借款人还贷，而是直接将贷款卖给投资银行，后者负责将贷款资产证券化并销售给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在这种新型金融服务运营模式下，银行将期限长、利润薄的信贷资产提前兑现，从而加快信贷资产周转速度，提高资产的收益率，同时，银行作为信用媒介的职能和相应的盈利模式都发生了变化，信用风险可以转移出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通过资本市场分散到整个金融体系之中。在这个过程中，银行实现了将风险资产的利差收入转换为无风险的服务收费收入，赚取的是中间业务收入（贷款收入扣除证券化成本后），虽然低于存贷款利差，但这是一种稳定而无风险的收入。此外，发行人在出售基础资产的同时还可以作为贷款服务机构继续为基础资产提供管理获得服务报酬，并有机会开拓证券化操作的结算、资金托管、财务顾问、担保等中间业务，提高银行非利差收入来源。


  （3）有利于优化资产负债结构，降低流动性风险。随着国内金融和投资理财市场的发展，银行负债波动性加大。而贷款一般期限较长，流动性较差，使得银行普遍面临“短存长贷”（银行的资产为长期贷款，而负债大部分为短期存款）的挑战，这种资产负债期限结构不匹配的模式对应了高度的流动性风险。同时，传统的贷款没有二级市场，其风险需待贷款到期时才能按市价真正度量出来，因此银行资产的当期实际价格往往不能像证券那样在市场上得到真实、及时的反映。信贷资产证券化将单纯由银行与客户参与的信贷市场与资金配置效率更高的资本市场相连接，可以将原本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缺乏流动性的贷款作为基础资产投放到资本市场，通过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获得流动资金，改善发起人的资产负债期限不匹配状况，降低流动性风险。通过资产证券化，可以将信贷资产变成具有流动性的可交易证券出售，获取对应的现金，有助于银行解决原有资产负债期限结构不匹配的问题，让银行资金转动起来作用于实体经济，同时还降低银行营运中的资产与突发事件风险。


  （4）有利于在降低融资成本的同时加强信贷风险管理。证券化作为创新性的融资手段，可以为发起人提供一个优化资金结构的平台。一方面，由于采用了分层等信用增级技术，资产支持证券综合融资成本较低。另一方面，资产证券化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融资手段，可以进一步丰富发起人的融资结构，拓展融资渠道。发起人在信贷资产证券化实践中遵循国家政策导向，积极投资向政策支持方向，并在资产选择和筛选过程中，适当分散贷款集中度和行业集中度。同时，在资产支持证券存续期间，作为贷款服务管理机构，发起人需要按照信息披露的有关要求对证券化资产的违约、提前清偿以及违约回收等情况进行定期监控管理和公布报告（通过受托机构），这有利于发起人进一步改善信贷风险管理水平，优化信贷资产结构，分散信贷风险。


  （5）改善资产负债表状况，提高资本回报率。银行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提高资本回报率。根据公式：资本回报率=存贷息差×资产周转率×杠杆率。利率市场化改革中，存贷息差下降，而《巴塞尔协议Ⅲ》提高了银行业资本充足率要求，限制了杠杆率水平，这些都使得银行要想提高资本回报率，只能依靠通过资产证券化加快资产周转率来实现。在银行负债端进行融资会扩张资产负债表规模，降低银行的资产周转率，与之不同的是，在银行资产端，通过资产证券化形式进行结构化融资会提高资产周转率，减少银行发行方经济资本的占用，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盘活存量”。


  总之，信贷资产证券化的主要作用在于商业银行可以盘活存量资产，转变单纯赚取存贷利差的传统盈利模式，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中创造利润，改善资本回报率，调整资产负债表，降低、分散并转移资产风险。尤其是，在当前互联网金融兴起、存款分流的压力下，股市难以振作而银行增资扩股的融资需求直接对股市资金形成压力，股东权益摊薄以及股价下跌压力都使得银行很难通过股权市场上的方式来满足资本金和流动性要求。


  企业资产证券化发起人


  根据《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34]，原始权益人是指按照本规定及约定向专项计划转移其合法拥有的基础资产以获得资金的主体，其中基础资产指的是，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权属明确，可以产生独立、可预测的现金流且可特定化的财产权利或者财产。目前开展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的主要是银行业金融机构之外的机构，主要包括：融资租赁公司、小贷公司以及非金融企业等。非银行机构开展企业资产证券化的主要动机为：


  （1）实现低成本融资。银行借款受国家信贷政策的影响较大，中期票据、企业债等信用债券的存量余额不能超过发行人净资产规模的40%，资产证券化的发行规模主要取决于基础资产的现金流规模，不受净资产规模的限制，可以为企业开辟一条新的直接融资工具。另外，由于资产证券化属于标准化产品，且可以通过内部增信提升产品评级，因此有利于降低融资成本、优化负债结构。


  （2）优化财务报表。资产证券化可以将未来现金流提前变现，并在满足相关条件下实现会计出表，对于一些应收账款较多的企业来说，通过资产证券化可有效降低应收账款比例，改善现金流指标；另外，企业可通过私募REITs（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将不动产物业进行盘活，大幅增加当期利润。


  （3）实现有效套利。从国外成熟市场经验来看，交易型金融机构（如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实现套利。这种模式下资产池一般为动态池，交易的投资管理机构会根据资产池的质量情况和收益率水平变化对基础资产进行持续动态管理。发起机构一般通过从市场购买高收益债券或其他债权资产并通过打包、分割，在市场发行平均收益较低的证券，获取利差收益。次级产品的投资者意在利用优先级产品投资者提供的资金杠杆博取高收益。据SIFMA统计，2014年1~9月，全球CDO（担保债务凭证）产品的发行规模为1061.47亿美元，其中套利型CDO的发行规模为889.23亿美元，占比高达82.77%；资产负债表型CDO的发行规模为172.24亿美元，占比为16.23%。套利型CDO已成为国际资本市场中CDO产品的主要类型[35]。


  （4）实现经营模式创新。对于商务部融资租赁公司和保理公司来说，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打造“形成资产—资产证券化—资产出表”的“通道金融”盈利模式，实现“轻资产”经营；针对表内固定资产（如商业物业等），REITs/Pre-REITs等形式的资产证券化可以做到物业表外持有，将重资产自持型经营转为轻资产表外型运营，减少资产折旧及维护造成的盈利压力，改变企业商业模式。


  资产证券化浪潮中的金融共享思考


  虽然资产证券化能产生很多有利影响，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这项金融创新是柄双刃剑。比如美国在次贷危机后，认真审视该项业务，监管部门做出了相应反思，更新了资产证券化在注册标准、信息披露等方面的要求。我们应该看到，资产证券化使得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旨在出售而非投资，这会增加典型的道德风险和委托代理问题：投资者（委托人）的收益取决于证券化资产的质量，而信贷发放机构和证券化支持机构进行尽职调查和风险管理的激励不足，发行或证券化了过多低质量信贷（即金融机构的不审慎行为）。


  互联网追求技术发展与信息传播的有效与速度，金融行业追求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需求的稳健性，资产证券化可以作为互联网技术与金融行业两者之间的一个有效连接点，成为其中的核心金融技术和创新工具。在互联网迅速发展、信息技术不断提升的今天，再加上金融行业有序竞争的帮助，在充分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前提和目标下，资产证券化可以作为金融改革与创新的突破口。具体而言，银行资产规模和对应风险非常巨大，为提升银行体系系统效率，转向轻资产运营，也需要拥有一个二级市场活跃且有深度的资产证券化市场。在遭遇金融危机的时候，一个能够帮助分散与转移银行体系内债务风险的资产证券化市场可以直接减缓经济受到的冲击。在国外，也正是通过所谓的混业经营或者综合经营的方式，银行帮助建立了货币市场基金、期货市场、垃圾债券和资产抵押债券市场，所有这些后来都转到了银行系统外，也就是所谓的影子银行业务或者表外业务。银行体系和证券市场的相互强化或者说在竞争合作的关系中彼此促进与深化，是市场经济走向强大的市场基础。因此，通过资产证券化这种金融创新，在互联网技术的帮助下，可以让主导我国金融体系的银行业来实现一次有效的金融共享，在金融子市场的合作竞争、共享共赢，众多参与主体分工合作、相互约束下，实现我国金融体系的变革和发展，更高效、更稳健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30] 本文作者为：林华，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客座教授，兴业银行独立董事；许余洁，中国证监会博士后，西南财经大学特聘研究员。

  


  
    [31]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5〕第7号。

  


  
    [32] 资料来源于中国银行业理财网。

  


  
    [33] 资料来源于中国银行业理财网。

  


  
    [34]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4〕49号。

  


  
    [35] 资料来源于SIFMA官方网站。

  


  第十一章

  共享金融与区块链[36]


  互联网时代的技术挑战与区块链创新


  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互联网，正遵循摩尔定律，在短短的二十几年时光里，从它的1.0时代走过2.0时代，并以近乎指数级的增长速度迅速迈向3.0时代。如果说互联网1.0时代的核心是信息网络，互联网2.0时代的核心是社交网络，那么互联网的3.0时代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近距离观察。


  从技术角度观察，互联网在经历了桌面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两个阶段之后，分布式互联网作为第三阶段，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失控》作者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2015年初的一次演讲中说：在物联网时代，80%的数据交换都必须在本地完成，因为带宽和计算能力都不支持数以百亿计的智能设备把数据上传中心化的数据库和云计算基地。而根据IBM发布的物联网研究报告预测，到2050年全球将会有超过1000亿个联网智能设备。去中心化分布式互联网将成为解决问题的不二途径，分布式互联网大显身手的时代马上就要到来。


  从内涵角度观察，互联网经历了信息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两个阶段。信息互联网解决信息不对称；产业互联网正在把各行各业都数字化、网络化，模糊了现实与虚拟、生产与服务的边界。而价值互联网作为互联网内涵发展的第三阶段（也许是互联网内涵发展的终极阶段）也就应运而生：当产业互联网盛行，各行各业都加上互联网，互联网也加上各行各业之后，互联网上的价值交换的需求自然越来越强烈。


  但是在互联网上进行价值交换，必须要解决三个技术问题。一是价值交换不像信息交换，信息交换可以无限复制，而价值交换必须确保唯一性。二是互联网是虚拟空间，在虚拟空间里，现实世界的信任基础不复存在，人们该如何确立价值交换双方的信任关系？三是基于互联网的价值交换活动，如何确保双方的承诺能够完全依靠网络的自治机制而得到执行？2009年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比特币的诞生，宣告人类找到了解决上述三个问题的方法。尤其是区块链技术，更是用算法确保价值交换双方无须互相信任，一样可以放心进行交易。2009年因此也应该被看作是价值互联网元年。


  基于区块链的价值互联网具备如下特点：一是因为数字化的特性，互联网上价值交换摩擦系数极低，使得零边际成本社会的出现成为可能；二是价值交换双方的信任关系的建立不再依靠现实世界的中心化机构，而是依靠一套计算机算法程序；三是完全避免了信息的可无限复制性，依靠一套公开、透明、共享的分布式账本系统（区块链），确保任何一笔互联网上的价值交换都是真实唯一的；四是互联网上的价值交换采用数字货币作为交换媒介，而基于区块链上的数字货币被赋予了编程功能，任何一笔以数字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价值交换，都是代码的交换，可以为任何价值交换设置自动执行的各种条件；五是任何能够或可以被数字化的资产（现实资产、虚拟资产甚至未来资产）如果被数字货币所标识、所锚定，那么紧随这种可编程的数字货币，这些资产也会被赋能，成为附带程序的智能资产，可以自己交换、自动执行。


  互联网的三阶段进化，其本质上反映的是人类社会正在进行的一场数字化大迁徙。1996年MIT（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尼葛洛庞帝（Negroponte）的著作《数字化生存》可以视做这场大迁徙的宣言。人类社会在互联网技术的帮助下，一步一步、越走越快地从现实世界、原子环境迁徙到数字世界、比特环境。有人说十年以后也许就没有互联网了，如果十年后互联网真的没有了，那只能是人类完成了数字化大迁徙，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已经互联互通，互联网于是化为无形。


  互联网三阶段的进化，也带动了人类社会数字化能力的三次大跃进。在桌面互联网时代，数据不会自动显现在我们面前，人类只能通过观测才能得到结构化数据，这个时代叫数据可观测时代。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与互联网的关系已经从上网变成了在线，各种设备也越来越多地安装了传感器。智能手机和智能设备把大量的数据留在了网上，显现在了我们眼前，我们只需一键收藏、下载或保留即可。人类的数据收集能力也从数据可观测时代升华为数据可记录时代，收集的数据结构也成为包括视频、音频、图片等非结构化数据的大数据。而现在互联网正在进入分布式时代，在价值互联网里，传递信息发展为交换价值，出于价值交换的需要，人类进入数据可计算时代。数据结构也进化成为附带计算机程序的代码数据，数据可以自我计算、自我运行，从而成为智能数据，为整个人类社会进入智慧社会打开了大门。


  数字化时代的共享型发展驱动力


  在人类数字化能力发展的三个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是不一样的。数据可观测时代，人类只能通过观测主动去收集数据以拓展对自身、社会和自然的认识，此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驱动力是知识驱动。在数据可记录时代，人类可以在网络上通过各种传感器和智能设备，记录之前根本无法收集的非结构化数据，这使得人类对自身及对经济社会的认识更精确、更科学，此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驱动力是数据驱动。在数据可计算时代，数据代码化、智能化，经济社会发展获得了新的驱动力：算法驱动。


  算法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好案例，就是现在炙手可热的共享经济的典型案例：Uber。Uber进入中国的方式非常独特，它没有中国总部，最初进入的十个中国城市都直接向旧金山总部汇报，并可以各自决定自己的市场策略，而每一个城市的Uber员工都不超过10人，却要管理庞大的专车司机队伍及服务更庞大的Uber用户，其结果却被网友称为是“每一位专车司机都长着一张和出租车司机截然不同的笑脸”。支撑Uber高效、优质、扁平运营的不是厚厚的管理制度，以及叠床架屋的组织架构，而是两个算法：价格动态调整算法和位置优化匹配算法。前者负责用动态调整的价格来驱动专车司机赶赴打车紧张的区域，以实现“5分钟要车必到”的目标；后者负责计算哪个专车可能最快地抵达打车用户所在地点，从而将订单直接指定到那位能最快抵达的专车司机。位置匹配算法需要掌握这个城市大街小巷24小时的道路车辆通行数据才能精确匹配接单专车。


  以滴滴、Uber、Airbnb为典型代表的共享经济之所以能够势如燎原之“火”，价值互联网的诞生，就是那阵助力火势的风，这使得人们可以方便快捷地利用互联网进行更多的价值交换。共享经济的基本特点如下：一是用互联网治理机制代替了线下的繁杂低效的企业治理机制；二是用算法来驱动企业经营管理；三是在某种程度、某个层次、某些方面实行去中心化，采用点对点、端到端、P2P的自主交易对接；四是用数字化的方法来分享冗余资源，使得分享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分享私有产权可以比独享私有产权带来更大的收益，所有权因此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使用权的价值凸显。一辆私车如果被共享的话，使用率可以从原来的不到10%提升到超过20%甚至30%，不管是对所有者、使用者还是整个社会，都是共赢的局面。


  共享经济的深化发展，必然对金融服务提出相适应、相协调的要求，基于共享经济商业模式及技术架构之上的共享金融模式也就应运而生。共享金融是金融脱媒的更高阶段，去中心化就是金融脱媒在“互联网+”时代的具体表现。由间接金融到直接金融再到目前正在兴起的共享金融，也是金融深化的更高阶段，人人金融、自金融正是金融深化在“互联网+”时代的具体表现。


  互联网与金融相结合的过程也可以分成金融互联网、互联网金融、共享金融三个阶段。在金融互联网阶段，互联网被当作工具，用于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降低金融服务的成本；在互联网金融阶段，互联网被当作一种思维，用于创新金融服务的商业模式；而正在兴起的共享金融新阶段，互联网被当作方法论，金融服务被重新设计为可编程金融，依靠算法来驱动金融业务流程，使得金融服务第一次看到了人人金融、智能金融的光明前景。


  可编程金融指的是，在互联网技术的帮助下，人类社会完成数字化迁徙，迈入数字化生存状态，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互联互通；点对点、端对端、P2P自主交易；在完全数字化的世界里，人们用算法来取代庞大的中介机构，建立价值交换的信任基础；用计算机程序写成自动执行的智能合约，以数字货币作为交换媒介来从事价值交换，在这种状态中被交换的资产通常叫作智能资产，意指被数字化了的附带计算机程序的可自主交易、自行交割的资产。


  区块链正是可编程金融的底层技术架构。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全球主要金融机构甚至包括英国、美国中央银行，近年来都开始热衷于区块链技术实验了。据报道，全球主要的金融机构甚至纳斯达克交易所，已经或马上要建立区块链实验室，以试验区块链技术在各种金融场景中的应用。花旗银行甚至在内部发行了自己的数字货币“花旗币”。瑞士银行（UBS）在区块链上试验了20多项金融应用，包括金融交易、支付结算和发行智能债券等[37]。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英国央行（BOE）首席经济学家哈德恩甚至认为，禁止现金，改用数字货币将是伟大的技术大跃进[38]。


  区块链的理论内涵与基本架构


  信任是世界上任何价值物转移、交易、存储和支付的基础，缺少信任，人类将无法完成任何价值交换。最初人们靠血缘和宗族来建立信任，接着人们靠宗教和道德来建立信任，后来人们靠法律和组织来建立信任，否则人类社会无法完成越来越多的各种各样的价值转移和交换。随着人类社会越来越数字化，随着互联网由传递信息、消除信息不对称的信息互联网向传递价值、降低价值交换成本的价值互联网进化，人们开始尝试通过数学算法来建立交易双方的信任关系，使得弱关系可以依靠算法建立强连接，从而去促成人类有史以来如不依靠互联网技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价值交换活动，包括甚至更主要的是金融交换活动。


  区块链本质上就是交易各方信任机制建设的一个完美的数学解决方案，而比特币就是区块链技术的第一个伟大的应用。截至2015年8月29日，比特币区块链上共有372016个区块，总数据容量40G，算力400P（也就是每秒400千万亿次浮点计算），目前我国的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的算力也只有33P[39]。区块链技术一是用纯数学方法来建立各方的信任关系；二是交易各方信任关系的建立完全不需要借助第三方；三是建立信任关系的成本几乎降到了零。


  以区块链为基础，再加以一系列建立在区块链上的辅助方法，人们正在互联网上建立一整套互联网治理机制。包括：第一，工作量证明机制（要篡改区块链上的数据，需要拥有超过全网51%的算力，这使得作伪的成本会高于预期获得的利益）。第二，互联网共识机制（以共识来确保正确，而无须甄别好坏）。第三，智能合约机制（以程序代替合同，约定的条件一旦达成，网络自动执行合约。金融活动由交换数据变为交换代码）。第四，互联网透明机制（账号全网公开而户名匿藏，交易不可逆转且交易由第三方“矿工”记账）。第五，社交网络的互动评分机制（这使得专车司机的笑脸能换来利益，而出租车司机的笑脸却不能）。第六，密码学公钥加密技术等这些互联网治理机制正在给经典的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甚至社会学带来巨大的冲击。理论结构、公司结构、金融结构甚至社会结构都面临解构与重构的命题。


  区块链是互联网金融更是共享金融的底层技术架构。只有区块链技术的成熟，才能带来共享金融的成熟。这是因为：


  （1）它是数字世界里一切价值物的公共总账本。任何数字资产的认证、记录、登记、注册、存储、交易、支付、流通，一个账本统统解决。


  （2）它是去中心化的大数据系统。记录、传递、存储、分析、应用，一应俱全。


  （3）它是分布式的云计算网络，没有中心服务器。仅比特币区块链已经拥有400P的计算能力，而这个计算能力是由全球接入比特币系统的无数台计算机提供的。


  （4）它是未来去中心化组织结构的基础架构。


  （5）它是互联网治理机制的底层协议。前述的互联网治理机制，大部分建立在区块链上。


  基于共享金融理念的区块链应用前景


  美国人梅兰妮·斯万撰写的著作《区块链：新经济蓝图》一书把区块链的应用前景区分为区块链1.0、2.0及3.0。在区块链1.0时代，在区块链上产生的第一个伟大的应用就是比特币[40]。后续在比特币的模式下，又产生了形形色色的“二代币”。区块链1.0时代是货币的时代。在区块链2.0时代，人们为了方便各类智能资产的交易，开发了能够自动执行合约条款的计算机程序，其中又以以太坊智能合约最为著名。区块链2.0时代是合约的时代。区块链3.0时代即将到来，洪都拉斯政府正在试图把全国的土地权益登记在区块链上，此举一旦完成，洪都拉斯的土地权属就完全数字化了，人们就可以把属于自己的土地作为数字货币的锚定资产，从而发行自己的私人数字货币，再加上智能合约，人们就可以在区块链上交易代表某块土地权益的数字货币。区块链3.0时代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良器利剑。


  第一，数字货币的发行机制是共享金融的基础条件之一。数字货币目前有三种发行方式：一是黄金模式，由算法确定某种数字货币的总量，再由矿工“挖矿”而产生。比特币就是这么生产出来的。二是石油模式，也是由算法确定某种数字货币的总量，但是以众筹的方式发行，可以用法币或比特币去认购，数字货币发行者用众筹的资金开发某种开源软件，供大家免费使用，但该软件的运行须消耗一点众筹发行的数字货币，从而使得该数字货币数量趋于减少，因而会确保货币的价值长期升值，众筹投资者因持有该数字货币而获益，以太坊的以太币就是这么发行的。三是锚定资产模式，首先把现实资产或虚拟资产（如知识产权等）登记在区块链上，并以这些资产权益作抵押，发行相等价值的数字货币，持有该数字货币的人，或可以收取利息，或可以取得资产，或可以分享收益，当然，也可以卖出该数字货币。


  第二，三种数字货币的发行模式深得共享金融的精要。以太币的众筹发行模式，重构了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模式，虽然也是众筹，一可以不要股权，二可以不要产品，因以太币巧妙的机制设计，未来在运行以太坊智能合约时，会必然烧掉少许以太币，这就必然导致以太币价格上涨，从而使众筹投资者获利。事实上，以太币初始众筹发行时，一个以太币等价于0.3美元，但当以太坊智能合约发布第一个工程师版本时，一个以太币价格上涨到1.2美元，众筹投资者的回报非常丰硕。这种方式创新了众筹模式，在股权众筹、产品众筹之列，开创了货币众筹模式，使得共享金融的广度和深度在区块链上得到了升华。


  第三，锚定资产的数字货币发行模式，真正做到了人人都可以发行自己的私人货币。只要把自己的可信资产登记在区块链上，即可以这份资产作抵押，发行自己的等值数字货币。洪都拉斯人民可能会是第一个可以在区块链上发行私人货币的国民（当他们的政府完成了区块链土地权属登记时）。人人货币就是人人金融，人人金融就是共享金融。


  此外，与共享金融完全契合的第二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概念是智能资产。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物联网研究报告《设备民主》里有一句话：物质资产正在被“液化”。所谓“液化”，应该是说随着各种实物资产（包括各种智能设备）逐渐地被数字化，从而使它获得了“流动性”。这种通过数字化而获得流动性的资产就是智能资产。智能资产第一是数字化的资产；第二是登记在区块链上的数字资产；第三是作为数字货币锚定物品的资产；第四是可编程的数字货币化的资产，拥有自主执行合约的能力。在上述基础上，现实资产就智能化了、可交易化了，甚至可以自融资、自交易了。机器与机器之间、设备与设备之间，可以自主进行金融交易，冰箱可以向自动售货机发出采购牛奶的指令并用内置在冰箱的数字钱包自动付款，售货机也可以用自己的数字钱包自动收款。共享金融的范围在智能资产的概念下，将会大大拓宽，不仅是人人金融，也包括物物金融。


  在区块链上，货币的范畴也被大大地拓宽。法币、比特币、二代币彩色币、代币（锚定某类资产的货币）……中心机构可以发行货币，私人机构可以发行货币，个人也可以发行货币，甚至智能设备本身也可以发行货币；主权信用可以发行货币（法币），私人资产可以发行货币；有形资产可以发行货币，无形资产也可以发行货币（音乐家可以把自己计划创作的音乐作品的未来收益作锚定物，以货币众筹形式发行代币来筹集资金支持创作）。我们几乎可以预见到一个无所不能的货币化的世界。


  在区块链上，货币因其数字化，不仅花色多样、范畴拓宽，属性也发生了变化。众筹发行的数字货币，实质上是货币与股权的结合物，货币有了股权的性质，股权有了货币的流动性。它使得众筹的回报有了第三种方式：在所有权回报（股权）、使用权回报（产出）之外，多了一种货币升值回报。这种独特的货币升值回报，更方便、更有力地支持了共享经济模式的推广和深化，人们不仅可以轻所有权，甚至还可以轻使用权，只是为追求货币升值回报而踊跃参与众筹投资，正如人们利用众筹投资于以太币那样。这反过来也鼓励了创业者们放弃私有股权，对知识产权进行开源，对商业活动实行免费，投资者和创业者只要拥有一部分自己发行的货币就有足够的回报，共享金融和共享经济正在重新定义公司，甚至重新定义商业。


  在区块链上，货币因为数字化而导致属性改变的第二个方面在于：货币成为可编程的货币，成为聪明的货币、自主的货币、可自动执行合约的货币。数字货币的可编程化，会导致货币使用者的角色泛化。可以预见，未来各种智能设备都可能内置数字钱包，设备与设备之间可能自主发起金融交易（比如智能电表自动缴电费等）。在那种情形中，金融监管当局可能要重新修改关于身份验证与身份识别的有关规定：我们该如何对机器设备做KYC（充分了解你的客户）和AML（反洗钱）？我们该如何让机器设备也拥有一个银行户口？我们暂且不去为监管机关将会面临的难题伤神。我们应该欢呼可编程货币的出现，因为它将会为共享经济插上高飞的翅膀，使得共享经济从人与人、人与物的共享，拓展到了物与物的共享。从而也使得共享金融拥有了比海洋更广阔的空间——浩瀚的天空！


  
    [36] 本文作者为：肖风，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执行董事。

  


  
    [37] Samburaj Das: “UBS’Blockchain-based ‘Digital Coin’ Gains Funds Rasied by partner Clearmatics”.

  


  
    [38] Chris Giles: “Scrap cash altogether，says Bank of England’s chief economist”.

  


  
    [39] 资料来源于《人民日报·海外版》于2015年7月14日发表的文章《“天河二号”获国际超算五连冠》。

  


  
    [40] 当然，比特币因为存在某些缺陷和过于被投机者所追逐，其货币属性似乎远低于资产属性，近年来也呈现价格大起大落的情况。

  


  
    第三篇

    共享金融的制度建设

  


  第十二章

  共享金融的法律问题初探[41]


  问题的提出


  科技创新成果亟待法制保障


  伴随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这种改变“润物细无声”却又来势汹汹，以“信用、合作、共享平台”为特征的共享经济（金融）亦然。自有人类以来就有共享现象，但互联网技术成就了共享经济。共享经济为闲置资源实现了市场价值，使资源的所有者在保有所有权、行使其用益权时获得额外收入。共享经济日渐改变着人们对“产权、所有权”的追逐，转向对“使用权、收益权”的享用。“使用权”被所有权人充分行使并能以此获利，物尽其用的同时，便利了他人，降低了能耗，可谓共享多赢。


  共享经济催生了新型社会关系。在“共享”模式中，交易双方直接进行交易（去中介）；互联网信息中介平台取代了原有的信用中介机构，依托互联网、移动通信等技术为交易双方不受时空限制地提供交易信息；同时，信息中介平台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为交易双方的交易撮合提供支持（基础设施）；企业的经营模式发生改变，过去单纯的消费者转变为既是商品（服务）提供者，又是商品（服务）的消费者；传统需要经持牌方可经营的经营者变为只要拥有闲置资源并符合一定条件即可成为商品（服务）供应者；在直接交易中，原来隐蔽的个人信息逐渐成为公开、共享信息，而随着大量个人信息的汇聚，具有巨大价值的海量数据日渐生成。


  上述种种迹象表明：新的社会关系逐渐形成。消费者、生产者与监管者之间的关系在共享模式下发生了根本改变，并对传统的交易方式、经营模式、政府监管、行业管理及原有的利益主体形成巨大冲击。新的社会关系在新旧利益关系的冲突中、对原有监管模式的突破中发展壮大。社会关系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引发以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法律制度的变革。创新需要鼓励和引导，对于新生事物不能一棒子打死，也不能任其野蛮发展。共享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其存在的问题和风险也逐渐显现。趋利避害、合理引导，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创新立法的宗旨。


  伴随共享经济的飞速发展，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法律体系，是政府引导的重要抓手，是技术创新、促进新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共享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共享金融带来的法律挑战


  “互联网+金融”就是众筹金融，主要包括四种模式，即股权式众筹、债权式众筹、奖励式众筹和捐赠式众筹，其中最主要的形式是股权众筹和债权众筹。众筹金融实质是共享金融。共享金融是互联网金融的核心，[42]它是金融的本质回归，[43]是实现金融结构和融资模式的优化，服务于实体经济；它真正实现了普惠金融，[44]用互联网把微主体的资金、资源等集合起来，服务于“小微”“三农”“草根”；它真正实现了金融民主化，符合东方文明，符合中国文明；[45]它是真正推动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金融，能够真正实现我国金融大国（强国）的中国梦。[46]


  从某种意义上说，许多新兴的共享金融模式都有以下三方面特点：第一，低门槛，多样化。无论身份、地位、职业、年龄、性别，只要有想法、有创造能力都可以发起项目；具有多样性，包括设计、科技、音乐、影视、食品、漫画、出版、游戏、摄影等[47]。第二，依靠大众力量，注重创意。共享金融的支持者通常是普通的“草根”民众，而非公司、企业或风险投资人；发起人在平台展示的项目要有创意性。第三，市场性、营销性。例如，众筹的资金直接来自消费者，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产品未来投放市场的结果；平台本身是个很好的广告平台。因此可以说，共享金融是大众参与、直接贡献，因筹而生、为筹所有。


  风险作为金融交易的介质，是金融资产和金融交易的基本要素。共享金融服务于大众创新创业的关键，在于其开创了吸引金融消费者[48]和融资者的新型投融资模式，因而，共享金融风险与创新相伴相生。[49]


  共享金融可能面临四方面的法律问题：一是刑事司法边界的认定问题，如非法集资风险，特别是股权众筹与债券众筹的非法集资风险；二是监管层面的合法合规问题，如监管法律缺位，监管体制不匹配，监管力度和平衡点难以把握；三是投资者权益的特殊保护问题，如投资者准入门槛的风险、股权众筹中投资合同欺诈的风险、信用风险、资金流风险、筹资金额风险；四是创业者的知识产权被侵犯的风险。


  综合来看，如何防范风险并形成开放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成为共享金融功能之实现、金融市场安全之维护、信用交易之规范有序以及金融系统性风险防范的根本，这就需要在参考目前已有的金融服务监管法律和国外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和完善针对共享金融不同模式的法律规范，既要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又要避免过于严格的监管阻碍其发展。


  共享金融发展中的法律问题分析


  刑事司法边界问题


  与非法集资界限模糊


  众筹是依托互联网、面向大众进行数额小、数量大的筹资活动，而根据我国《证券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的，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第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第二，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第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第四，向社会公众即非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这意味着众筹极易触碰“非法集资”的法律“红线”，因此可以说，共享金融存在巨大的法律风险。


  股权众筹与债权众筹的非法集资风险


  股权众筹极容易被扣上“非法集资”的帽子，它冲击了传统的“公募”与“私募”的界限，使得线下筹资转变为线上活动；它以互联网众筹为依托，互联网的公开性、交互性增强了投资者的不确定性；又由于《证券法》中200人的人数限制，股权众筹需要对其运作模式进行严格的管控或采取特殊方式才能规避法律的限制，而即便这样做也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股权众筹的发展。


  而债权众筹的非法集资的风险来源有三个方面：[50]第一，资金池模式。一些P2P网络借贷平台通过将借款需求设计成理财产品出售给放贷人，或者先归集资金，再寻找借款对象等方式，使放贷人资金进入平台的中间账户，产生资金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第二，不合格借款人导致的非法集资风险。一些P2P网络借贷平台经营者未尽到借款人身份真实性核查义务，未能及时发现甚至默许借款人在平台上以多个虚假借款人的名义发布大量虚假借款信息，向不特定多数人募集资金，用于投资房地产、股票、债券、期货等市场，有的直接将非法募集的资金高利贷出赚取利差，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第三，庞氏骗局。有个别P2P网络借贷平台经营者，发布虚假的高利借款标募集资金，并采用在前期借新贷还旧贷的庞氏骗局模式，有的经营者甚至卷款潜逃，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


  监管层面的合法合规问题


  监管法律缺位，监管体制不匹配


  目前，由于共享金融的发展属于新生事物，我国对此还没有全局性的系统立法，相关规定散见于民事基本法和金融类法律法规，以及法律级别较低的监管部门的行政规章及各类规范性文件中，原则性强，缺乏可操作性。特别是对于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完全出台，既不利于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使，也对政府机构执法造成了消极影响。以众筹为例，由于同时具有吸收公众存款、公筹资金、出售股权、跨市场理财等性质，因此对众筹的监管同时涉及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三大机构的监管范围。我国银监会负责监管P2P行业，众筹由证监会监管，中国人民银行则负责第三方支付的监管，监管部门难以超脱金融利益的束缚，基于各自的考虑，银行统合难以实现，使得监管体制很难适应互联网大环境的创新。


  监管力度和平衡点难以把握


  一方面，同样以众筹为例，作为新型的融资方式，诸多模式、特征和发展方向尚不明确，以何种方式、多大力度来监管众筹成为多个主要众筹发展国家争论的焦点。我国众筹发展还处在起步的阶段，大量的社会实情与英美截然不同，经济环境、金融条件、社会土壤等都是影响众筹发展方向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如果对众筹实施严格监管，势必会产生较高的融资成本，甚至极有可能扼杀刚刚开始萌芽的中国式金融创新，如果放松监管，就会将投资者暴露在风险之中，甚至引发中国式金融危机。因此，在监管的速度要求和准确性要求方面如何达到平衡，在金融创新与投资者保护之间如何平衡监管力度等，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投资者权益的特殊保护问题


  投资者准入门槛的风险


  在许多共享金融的新模式中，如果投资门槛过低，那么投资者的风险判断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就难以保证，容易诱发各种风险。第一，增加了投资者的资金安全风险。筹资者一般是尚未成型的创意项目、企业或具有一定风险的借贷，其风险性往往高于其他阶段，如果不对投资者的资格进行审核，将极大威胁投资者的资金安全。第二，提高了筹资者项目的信息安全风险。因为如果任何人都可以查阅项目构想、创意、商业企划书和运营概况，就极易泄露商业秘密，不利于筹资者的前景规划。所以，有必要完善投资者资格审核，为筹资者提供有利的发展环境。第三，增加了众筹平台的可持续发展风险。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环境下，不完善的投资者审核制度难以赢得投资者的充分信任，也会降低筹资者对于成功筹资的信心，影响投融资双方的参与性，这样必然影响众筹平台功能的充分发挥，压缩平台的盈利空间，影响平台的可持续发展。


  投资合同欺诈的风险


  例如在股权众筹模式中，实质上是投资者与融资者签订投资合同的过程，平台只是发挥了居间作用，“领投+跟投”是主要的投资方式，即普通投资人跟进富有经验的专业“领投人”所选中的项目投资，由“领投人”把更多没有专业能力但有资金和投资意愿的人带动起来。[51]这是一种引导性的投资，一方面，在政策与监管缺失的情形下，它为领投人与融资者恶意串通提供了可能，一旦领投人与筹资人之间恶意串通，跟投人的利益便岌岌可危。另一方面，由于投资者与筹资者的资格审核都是由平台按自己设定的标准单独完成，审核环节缺乏相应的监督或透明性，某些不达标的项目通过单方与平台不正当的利益交换便可“冠冕堂皇”地进入平台开展融资活动，极大地提高了融资过程中合同诈骗的风险。另外，平台在其服务协议中常常设定审核的免责条款，不对项目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负责，更提高了投资人的投资风险。


  信用风险


  首先，目前我国大部分行业都面临着信用风险的挑战，根据《CNNIC中国网络支付安全报告》，安全担忧成为阻碍用户使用网上支付的重要原因，30.4%的非网上支付用户是因为感觉不安全、担心资金被盗而不使用网上支付，还有11.8%的非网上支付用户是担心账户信息泄露。[52]究其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尽管我国已经出台《征信业管理条例》，为征信业提供了一定的规范基础，但其效力层级不够高，没有上升为法律层级，而且征信法规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还需要建立和完善保障征信市场健康运行、保护信息主体权益的多层次的征信法律制度体系。第二，目前还没有形成竞争有序、运行安全、功能完善的征信市场体系。第三，征信管理体系还不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尤其是地方信用建设有待加强。第四，缺乏征信国民教育，征信知识尚未普及，征信文化体系有待完善。


  其次，我国管制型立法与法律漏洞，限制了投融资主体的市场准入和交易行为，加剧了信息不对称，甚至纵容了融资者与平台的欺诈和市场操控行为，为信息优势方获得优先行动权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信息不对称是金融市场不确定性的起因，也是以金融风险为唯一介质的金融市场能够吸引投资者的最重要原因，金融的本质问题，是信用风险与信息的关系问题。[53]美国著名数字预言家埃瑟·戴森曾经对此做出过论断：“数字化是一片崭新的疆土，可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者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54]可以说，信息弱势主体对信息优势主体的信用风险的甄别，是最有可能保障自身投资收益、降低投资风险的行为。


  资金流风险


  资金流的风险是共享金融以及所有形式的互联网金融都必须直面的问题。在美国，资金的处理一般都是经过银行或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的，平台自身并不经手资金。例如，中国的“天使汇”和“创投圈”并没有明确资金流的问题，但从“线上了解，线下交易”的特点看，资金应当是在线下流转的，这就降低了资金流的风险。而对于“大家投”，虽然其与银行共同推出了“投付宝”这一第三方托管账户，但由于资金的二次流转，使得资金流的风险增加，而第二次流转由“大家投收到申请后，2个工作日内向兴业银行深圳南新支行下达划款指令”。[55]这种做法容易令人疑惑大家投在资金管理中的角色，所谓的“第三方托管账户”是否由大家投实际控制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筹资金额风险


  在众筹的筹资过程中，通常要有一个预期筹资额，达到预期额度，筹资成功，便可以使用筹得的资金进行项目运作。然而也存在一些众筹平台，如天使汇，放松目标筹资额，允许项目实际的筹资总额高于预期筹资额，筹资期限届满以实际的筹资总额进行项目运作。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投资的风险及筹资的不可预期性，减弱对投资者人数及投资金额的控制力，增强了不确定性。另外，它过分注重市场机制的作用，忽视了金融市场投资者盲目跟风的心理及市场固有缺陷，极易导致筹资成为“脱缰野马”肆意横行，冲击资本市场，对众筹的监督管理也是一个挑战。


  创业者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作为典型的共享金融模式，由于股权众筹的项目多是创意类、个性化项目，是创意者智慧的结晶，对于项目发起人而言，为了募资成功，他们需要通过互联网把创意方案、商业计划书等放在众筹平台上，最大限度地展示给公众；又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即时性和面向对象的不确定性等特征，项目信息得以迅速传播；一旦项目受到热捧，就会被迅速模仿并大量生产，这使项目发起人的知识产权无法得到有效保护，项目创意被他人剽窃的可能性非常大。


  适应共享经济与共享金融的法律体系建设方向


  共享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应当围绕共享经济关系中的主要问题和问题的主要方面展开。在共享经济起步阶段，信任问题、利益冲突问题和共享模式自身安全问题是共享经济健康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立法应以此为重点。


  共享经济当事人包括交易供应方、需求方和互联网平台三方。供应方将自己的闲置资源通过平台提供给需求方；需求方享用资源，并通过互联网平台对供应方支付一定的回报（往往还做出相应评价），从而完成交易。在上述交易过程中，互联网平台方仅为资源的对接提供相关信息和服务，而非资源的直接提供者。供应方和需求方之间的相互信任是双方达成交易的基础。


  共享模式重构了人与人之间关系，资源分配方式被改变，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传统行业的地位。调整利益关系，促进公平竞争是共享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互联网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推动创新发展同时，也面临诸如平台系统、网络等重要设施安全、个人信息保护、产品服务质量保证、道德风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问题和挑战。共享经济立法既要给市场发展留有足够的空间，又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防范风险、规范行业发展是共享经济立法的内在要求。


  健全的社会信用法律体系是共享经济与金融健康发展的基石


  共享金融是金融资源在交易双方之间的直接交易，交易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是双方达成交易的前提，可以说，“不信任，无交易”。以滴滴专车为例，乘客最为顾虑的是搭乘专车的安全；以Airbnb为例，房屋出租人对陌生的承租人会心存顾虑，承租人对承租房屋的安全、可靠及舒适等也会有所担心。解决上述问题依赖于完备的社会信用体系。通过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共享经济参与主体的信用状况均记录在案，真实反映和揭示其信用优劣，为交易对方提供参考并警示信用风险。通过信用体系建设，建立激励惩戒机制，褒扬诚信、惩戒失信，促使交易双方自觉守信，降低交易风险和信用风险，促进共享金融持续健康发展。不可否认，信用状况差是目前制约我国共享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之一。


  信息作为可统计概率、可呈现价格形成之逻辑过程的客观知识，对金融制度构建非常重要。信息工具之规制范式在金融市场中得以广泛应用，是完全信息与有效市场的出现，为同一过程，且以价格为载体的反映。金融资产价格以信息为最基本要素，并反映着信用风险。信息的传递，以金融媒介为载体。尽管金融媒介历经纸质信用媒介和金融中介机构，并因资金供求双方的直接交易而实现金融脱媒，但降低信息成本、实现信息对称，并利用和控制信用风险的主旨并未发生变化。实际上，往往是当新的金融交易模式以及更为便利和低成本的获取和利用信息的手段出现时，金融交易媒介才会发生变化。理想情况下的共享经济（金融）市场，可通过大数据信息系统、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等技术，实现支付清算和资金融通等领域内的信息对称、金融脱媒及降低信用风险的目标。然而，在我国现实金融环境中，共享金融仅践行着金融脱媒。在以管制型立法为特征的法律体系中，既未实现信息对称，也未降低信用风险。


  共享经济（金融）的实现需要一个覆盖广、数据真、信息共享的社会信用体系，因此，完善相关立法，健全我国信用体系迫在眉睫。信用体系法制建设应以信息共享为核心、信用市场培育为基础，政府强有力的监管为保障，同时以大数据等新技术为支撑。现阶段，我国信用法律制度尚处于初级阶段。立法方面，虽然《征信业管理条例》已于2013年1月颁布实施，但该条例只规范了以信贷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信用行为，离共享经济发展所需的全方位信用信息的建立还有距离。


  信息共享是我国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完善信用体系建设的应有之义。通过平台间信息共享，有效提高交易双方信用判断，减少损失。举例而言，在滴滴打车平台有不良信用记录人的相关信息若在Airbnb平台共享，将对Airbnb平台的用户产生警示作用，不仅有利于客户避免被骗，同时也有利于约束当事人守信、减少欺诈。反之亦然，一个在滴滴专车平台信誉度极高的服务提供者，其高信用度应当在其他共享平台为其增信，从而使其更容易达成交易。但是，平台往往将本平台获取的交易者信用信息作为平台竞争力的一部分，分享意愿不高，这就需要立法者衡量利益，做出相应规定。信用立法需推进各类信用信息平台无缝对接，打破信息孤岛；加强信用记录、风险预警、违法失信行为等信息资源的在线披露和共享，为交易者提供信用信息查询、企业网上身份认证等服务；充分利用互联网积累的信用数据，对现有征信体系和评测体系进行补充和完善，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有力支撑。


  建立高效失信惩戒机制是有效信用系统的保障，我国失信惩戒机制尚未全面有效建立。虽然《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法规中有诚实守信的法律原则，《刑法》中也有对诈骗等犯罪行为处以刑罚的规定，但这些散见于部门法中的碎片化规定，不足以对社会的各种失信行为形成强有力的约束。目前，尚未达到刑事犯罪程度的失信行为缺乏相应的惩罚，或者惩罚力度不足以震慑失信者，使违约成本过低、合规守信者的良好行为未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鼓励。


  公平竞争、和谐共赢是促进共享经济与金融良性发展的保障


  共享模式下，大量拥有闲置资源的个体参与到共享经济（金融）中。互联网企业不断进入金融、交通、酒店等行业，新的利益主体和利益关系形成，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矛盾产生。原有的机构、产品、市场等要素的边界变得模糊，跨界、融合成为趋势。例如，在P2P发展中，原有的信用中介机构被信息中介机构取代，互联网企业进入到原有特许经营的金融业，原有的金融分业经营格局逐渐被打破。再以网络约车为例，专车的出现严重冲击了传统出租车行业，并带来未经持牌而从事公共交通运营服务，以及安全性和事故赔偿责任界定等问题。共享经济立法某种程度上是对利益冲突进行调节。


  对于利益冲突，易疏不易堵，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保护创新，协调利益关系，促进包容、和谐、共赢发展。合理调节冲突的关键在于厘清调整对象的内涵和外延、特征与风险，揭示其发展规律。传统经济中，商品或者服务的提供方一般为需要取得相应资质的持牌机构（取得营业执照），并按规定的经营范围开展相关业务。整个过程中，服务提供方的角色单一固定。而在共享经济中，任何有闲置资源的主体均有可能成为服务（产品）供应方，并可同时享受其他资源闲置方的有偿服务，即任何主体既可以是特定商品服务的提供者，也可以是商品服务的享受者，其角色不再单一固定，而是可以相互转化和兼具，“劳动者—企业—消费者”的传统商业模式逐渐被“劳动者—共享平台—消费者”的共享模式所取代。新的商业模式产生后，传统经济体要求新经济体遵守现有法律制度，被纳入既有监管体系，划清企业和市场的边界，明确劳动关系，承担社会保障责任。而新经济体则呼吁创新监管立法，为创新发展提供支持。应该看到，共享模式下，信息不对称大为改善，交易成本大幅降低，社会闲置资源被充分利用，多元化、个性化服务得以实现，长尾客户获得资源的机会增加。这是技术进步带来的文明成果，立法应当予以保护。但是，也应该看到，共享模式中的交易安全问题、责任分担问题、权利救济问题、监管滞后问题、不平等竞争以及税收等问题凸显，立法如果处理不好上述问题，则会阻碍共享经济的健康发展。


  在我国现行金融法制环境下，共享金融在信息供给不足时，只能利用信息工具之外的手段，自发解决信用风险问题。同时，社会规则解决法律遗留问题时，难以克服的成本限制和路径依赖也会表现出来，并附和着制度扭曲。在该本质问题尚未解决的前提下，尽管现行金融政策可能倾向于仅容忍纯信息中介P2P和私募型股权众筹，而未给其他互联网金融交易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但这种画地为牢的政策取向，仍是将本该回应市场主体需求和自我约束的内生性制度，转变为外生的、与市场主体需求和自我约束相左的制度。因此，我国共享经济（金融）信息不对称与信用风险问题的解决，应遵循与其问题实质相匹配的独特范式，即在以信用风险为介质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内化信息不对称成本，以资产定价模型的逻辑过程为参照，通过信用风险定价，实现从信用风险到信息的转化，进而将信息与信用风险问题，内置于以完全信息市场为依托的风险—收益逻辑中。该范式的核心即信用风险定价及其信息转换，起源于金融本质问题中信息与信用风险之关联结构。同时，发挥共享经济（金融）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金融效率、促进和实现金融功能的优势，建立以信息工具为核心、规制互联网金融信用风险的法律进路，即在一个规范市场准入、明确市场主体法律地位和促进竞争的市场环境的构建中，发挥大数据、征信体系、投资者保护规范和共享经济（金融）融合型监管规范的信息披露、信用风险预警及系统性风险防范功能。[56]


  共享经济立法应当引导传统与创新、包容、合作、共赢发展。在为创新留足市场空间的同时，严守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维护消费者权益。因此，将共享经济纳入监管，规范、引导其健康有序地发展是共享经济立法的重点。


  创新、适度的监管立法为共享经济与金融规范发展保驾护航


  金融创新必然带来金融监管的变革。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在解除时空局限、便利交易的同时，也极大地扩散和加速了风险传播范围和速度。共享金融叠加了传统金融风险和网络信息风险。完善监管立法，防范风险是共享经济（金融）健康发展的法制保障。在共享模式中，对网络信息平台的监管是关键。


  平台监管是共享经济与金融监管立法的核心


  共享模式的创新集中体现在以技术为支撑的信息中介（服务）平台。信息服务平台取代了原来的信用中介平台。由于信息中介平台与信用中介平台性质、功能迥异，现行对信用中介的监管法规很难适用于信息中介平台。


  互联网信息平台对供需双方提供资源组织和调度管理，并形成平台自身品牌。在法律上，平台上的供应方个人以独立承包商身份向需求方提供服务，平台则收取服务佣金（费）。以Airbnb为例，其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与移动社交工具（Facebook、LinkedIn、Twitter等）融合，连接出租方和承租方，并通过从出租人与租客交易中抽取佣金（佣金比例根据交易额介于6%~12%），此外，Airbnb还向出租人收取3% 资金清算费用）。不难看出，共享经济中，平台已深深地介入交易当中，并从中获利。同时，平台的这种盈利行为亦非偶发，往往是一种长期的经营行为。平台直接连接供需双方的直接交易，其运用网络通信技术汇聚双方交易信息，运用大数据撮合双方交易、代收交易费用等。所以对信息平台的监管立法是共享经济监管立法的重中之重。


  平台监管立法的主要方面。一是平台准入。信息系统平台、App软件等是实现共享经济（金融）的基础设施，离开系统和软件，共享无从实现。安全、可靠、高效的软件开发和技术支持是对平台的硬件技术要求。要达到这样的要求，平台需具备一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门槛。从降低支付清算市场因不完全竞争而增加的交易成本和损失的消费者福利的角度来看，立法应把第三方支付平台认定为独立于电子商务商户和银行，并为商户和消费者提供支付服务的机构。在资金审慎监管和犯罪预防上，应要求第三方支付平台将客户资金存入银行专户，预防其欺诈、侵吞和洗钱。随着第三方支付和虚拟货币体系的发展，应设立广义金融机构和电子货币许可证，通过风险管理规范监控第三方支付机构的货币业务、P2P和股权众筹、资产拆分和配售等投融资行为；[57]还应依据审慎监管规则，要求第三方支付平台和虚拟货币提供者，对平台资金和投资者资金进行会计分离和操作分离。二是平台的数据、信息保护。平台在为交易双方提供信息交互时，采集、分析和使用了大量交易双方的个人信息并获取交易信息。平台对信息的采集、处理、使用和保护是平台监管的又一重点。立法应当界定平台的信息保护义务以确保交易双方的信息安全。对于纯信息中介平台，应当建立平台技术审核和信息审核标准，可由工信部对平台及其技术和信息处理能力进行实质审核，并由金融监管部门明晰平台线上审核信息类型，逐步去资金池和担保；对于股权众筹，凡符合纯信息中介结构、具有风险控制和资产管理能力的中介组织，在证券业协会注册并经证监会审查合格后，即可成为合法的股权众筹门户。证监会和证券业协会应对平台大数据系统和风险评价体系等进行审核，以保证投资额度、资金分流状况及证券资本结构等均成为公共信息。[58]大数据系统是交易型征信体系，应以商业机构建立和运用大数据为主，把互联网平台和线下调查数据、利用云计算等数据挖掘技术可分析的客户资信、供应链、成本效益和经营风险等信息以及客户信用评估等，都纳入企业和个人信用征信体系内，再以大数据的信息优势来监控流动性风险，借此建立风险预警基础。[59]三是平台责任和风险防范。作为信息中介，平台必须严格遵守不吸收公众资金（资金池）、资金托管、不得自担保等义务。作为连接交易双方的中介，平台往往需要对交易双方进行评级或筛选，履行客户尽职调查义务，确保客户提供信息的真实可靠（形式审查义务）。在兼顾效率与安全的前提下明确平台的审核责任，若因平台的主观过错导致不合格投资者进入到平台融资，对投资者或筹资者造成损失的，则应依法追究责任。四是平台项目的知识产权保护。实行项目的知识产权备案制度，平台与项目发起人应当签订保密协议，明确双方知识产权保护义务，当发生知识产权侵权时，平台能够提供相应的证据，为权利人提供必要的协助。


  除了监管立法外，完善共享经济有关的刑事和民事法律制度也十分重要，应当修改和废除刑法的非法集资罪和集资诈骗罪，放宽非法吸收公共存款和变相吸收公共存款的适用条件，明确平台须履行的反洗钱法定义务；当事人之间的协议和规则应当明确完善，为避免风险，供应方、需求方和平台方三方当事人之间的交易规则、权利义务关系、举证责任、侵权责任的归责、权利救济等都应当事前予以明晰约定。


  围绕共享经济与金融风险完善监管立法


  （1）安全。以支付为例，“二维码扫码支付”“闪付”等技术出现，使支付越发简单、快捷和高效，但同时，交易安全受到巨大考验。以滴滴专车为例，私家车和车主不需经过主管部门的特许许可即可提供专车服务，在增加服务供给的同时，乘客的安全如何有效保障不得不考虑。再以P2P和众筹为例，公众可以直接通过信息中介平台进行投资，投资渠道大大拓宽，同时风险的受众面也大大增加。如何平衡便捷与安全是共享金融监管立法亟待解决的问题。


  政府应在不过度干预金融创新的具体方式和模式，遵循包容创新、鼓励创新的原则下，转变监管思维，建立有效的大数据的监控体系以应对共享金融的高传导性风险。第一，创新众筹金融监管体制，加强“一行三会”协调和规则统一，以金融消费者保护为切入点，加大“一行三会”内部的投资者保护、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的监管权限。加大保护部门的职责，增强其独立性。构建中央和部门双层监管体系，加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责。第二，加强金融产品及其销售过程的监管，实行牌照制，加强准入门槛、日常经营风险等方面的管控。加强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强调网上销售金融产品的适当性原则，将适当的互联网金融产品销售给合适的消费者。第三，构建FOS机制（金融督察员/金融审查员机制），在发生纠纷之后，给投资者和消费者提供一个消费者纠纷解决平台，形成畅通、便捷的处理纠纷的渠道，不断完善资本市场赖以生存的社会信用体系和司法体系，提高失信成本，完善投资者司法救济措施和非诉纠纷解决机制。[60]


  （2）反垄断。共享金融具有网络“优先接入权”和“关键节点”特性，互联网金融企业具有“先下手为强”“赢者通吃”的特点，极易形成垄断。因此，应前瞻性地进行反垄断立法研究，界定共享金融中的企业垄断标准，预防垄断行为，促进公平竞争，为共享金融的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3）消费者权益保护。P2P平台捐款跑路、庞氏骗局、挪用备付金、产品众筹欺诈、个人信息泄露等事件频发，消费者权益保护凸显。信息技术风险与金融风险的叠加，平台、投资方与融资方交易主体多元化及其权利义务关系和归责原则的复杂化，交易产品的多样化、非标化，交易节点的增加，网络交易信息披露不充分、价格不透明、消费者个人信息使用不恰当等，都对共享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提出挑战。


  互联网金融的法律规制要实现资本形成与投资者保护之间的平衡，就要把握：互联网金融满足小微投融资者需求的关键在于拆分资产，并向仅具有小额投资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的中小投资者配售资产，因而，投资者分类是首要的、与互联网金融分拆和错配金融资产的营业行为相匹配的制度，是重塑投资者适当性及保护投资者的前提。我国互联网金融立法可将投资者分为非成熟投资者和成熟投资者。非成熟投资者可界定为所投资项目为两个以下的投资人，其投资总额不应超过其净资产（不含常住房产、养老保险金）的10%。[61]非成熟投资者累计12个月内对单一融资方的投资上限不得超过1.5万元人民币。成熟投资者可界定为投资于单个融资计划的最低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人民币的自然人、企业法人或其他组织。[62]成熟投资者不受非成熟投资者的投资限制。


  另外，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明确信息披露主体、披露标准和渠道，提高交易透明度；利用网络通信技术开展多样化、多渠道的消费者教育；健全权利救济途径和纠纷解决机制；打破消费者“刚性兑付”预期，减少共享金融道德风险，都是共享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的重要方面。


  结语


  综上所述，共享经济（金融）具有满足小微投融资者需求、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竞争、提高市场透明度的作用，发挥着分散金融风险、回归金融本质的功能。共享经济（金融）模式下新的社会关系形成，消费者、生产者与监管者之间关系的根本改变，使得现行管制型立法与法律漏洞已经不利于形成完全竞争市场的法律土壤，强烈要求规制传统的交易方式、经营模式、政府监督、行业管理及原有的利益主体的法律法规的因时而变，因此如何防范风险并形成开放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则成为共享金融功能之实现、金融市场安全之维护、信用交易之规范有序以及金融系统性风险防范的根本，因而，应重新厘定信息工具范式，以大数据和征信体系为基础，规范市场准入并明确市场主体法律地位，发挥信息工具的风险预警作用，构建投资者保护立法，完善融合型共享经济（金融）法律规制体系，以弥补管制型立法的制度错配和法律漏洞，并规制信用风险、监管风险、投资者保护风险和创业者的知识产权保护风险，降低系统性风险，进而激励竞争、促进信息的产生和传递、分散和利用风险，以发挥共享经济（金融）内生的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63]这就需要监管当局在参考目前已有的金融服务监管法律和国外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专门针对共享金融的法律规范，既要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又要避免过于严格的监管阻碍其发展。期待未来会有更合理的监管制度、更理性的参与者、更完善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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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

  共享金融监管体系的初步思考[64]


  尽管在实践中已有P2P网络借贷、股权众筹融资等具备共享金融特质的业务模式，但共享金融仍是一个尚未发展成形、带有一定前瞻性的体系。因此，共享金融监管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和探索性的命题。下面拟从共享金融的市场主体属性、风险特质出发，对共享金融监管的必要性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共享金融监管应达成的目标进行梳理，并对共享金融监管体系的若干构成要素进行深入分析。最后，对现实中已有的两种共享金融典型模式（P2P网络借贷和股权众筹融资）的监管提出针对性建议。


  共享金融监管的必要性


  共享金融发展中最具吸引力的创新领域，就在于金融资源的供需个体通过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构筑的现代信息技术平台实现金融资源与服务的直接撮合和交易。因此，共享金融的理想状态应该是接近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所对应的无金融中介或市场状态，以资金供需双方为代表的市场参与者是理性的，市场信息是高度透明的，个体自利行为能够通过“看不见的手”自动实现市场均衡，期限、风险、收益等因素均能够在市场均衡价格里得到充分反映，充分竞争和市场纪律会自动淘汰不创造价值、与金融需求脱节的金融组织和创新，信息充分的消费者和投资者会选择与自己需求相匹配的产品。在这种理想状态下，共享金融可以采取自由放任的理念，减少不必要的规制和干预，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资源配置作用。但在共享金融未达到理想状态之前，仍可能会存在个体和集体非理性、平台道德风险等非有效因素，使得对共享金融的监管仍有其必要性。


  第一，个体行为的非理性。根据行为金融理论，个体行为并不一定满足经济人假设，而存在一些非理性表现。一是过度自信，即在投资过程中，投资者往往对自己的理念和能力过于自信，对现状和未来的评估过于乐观，这一心理因素会导致过度投机和过度交易的行为。二是判断偏差，即个性投资者常常会受到错觉的愚弄，使其对实际上并不具有控制力的局面，错误地以为具有一定控制力。三是羊群效应，即当有很多人承认一个实际并不正确的结论时，会有更多人跟随，甚至推翻自己以前做出的判断和结论。四是损失厌恶，即投资者的普遍心理是喜欢盈利，厌恶损失，前者能带给投资者心理上的满足和愉悦感，后者则会带来心理上的痛苦和懊悔感。由于有上述非理性行为存在，有必要通过投资者适当性管理、金融消费者保护等监管机制上的安排，应对个体行为的非理性及其可能带来的风险损失。


  第二，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非一致性。集体理性是以群体利益为出发点，追求高效率、内部稳定和成员间公平，力求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获取尽可能多的效用。在个体理性的情况下，也并不意味着集体理性。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当资本市场价格出现大幅波动时，投资者为控制风险而选择赎回基金，从个体行为看，其行为是完全理性的。但是当多数个体遵循理性选择，就会出现大规模赎回，资本市场将可能出现更大的波动，从集体行为看，则是非理性的。共享金融涉及网络上的大量投融资个体，集体理性和个体理性的非一致性，可能通过网络的扩散和放大效应以及交叉性金融产品的传导效应，蔓延至整个金融系统，从而引发系统性风险。因此，有必要通过监管的介入，防范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


  第三，平台的道德风险。在去中心化和脱媒化的共享金融领域，中介平台作为共享金融交易网络的节点，将汇集投融资双方大量的基本信息、交易信息、结算信息等。在缺乏足够的信息披露机制和市场约束机制情况下，中介平台可能利用信息相对优势，出现自融、为关联方融资、刻意隐瞒产品风险、延迟信息披露等行为，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此外，在多平台竞争的过程中，为了率先突破平台经济“临界点”，可能会出现诸如提供免费服务、提供投资补贴、过度降低投融资门槛等恶性竞争情况。因此，有必要把中介平台纳入监管视野，明确平台必须履行的义务和禁止性行为清单，防范平台的道德风险。


  第四，“网而不能倒”问题。中介平台竞争的结果容易产生“赢者通吃、强者恒强”的局面，最终导致少数平台占据绝大部分市场份额。这类平台已达到一定的资金规模，通过网络接入的投融资主体众多，而且更多是处于“尾部”市场的客户群，存在一定的系统重要性影响。平台一旦出现问题，难以完全通过市场出清的方式解决。因此，应该通过强制性信息披露、第三方评级等手段，加强对平台相关业务的事中、事后监管。


  第五，技术依赖性问题。共享金融的实现依赖于发达的互联网和信息通信技术，因此也面临着较为突出的技术风险。比如，对于中介平台而言，硬件设备、网络、操作系统、数据库、应用系统的内在缺陷、漏洞，以及操作上的差错，都将影响平台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此外，大数据风控和征信是共享金融的重要基础，涉及大量投融资双方的各类信息，一旦管理不善，容易出现信息泄露、指令差错等风险。因此，必须加强对共享金融相关业务和参与主体的信息技术监管，防止在技术依赖的情况下，出现信息泄露、信息灭失等问题。


  共享金融监管的目标


  共享金融模式没有改变金融本质和基础功能，但在技术、产品、服务、渠道、商业模式上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对监管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结合共享金融的技术特点、风险特质，共享金融监管应围绕以下几个目标展开。


  第一，完善制度安排，维护公平的市场秩序。共享金融力求推动分布式、规范式、自律性、公开透明的金融“软规则”建设，建立低成本、高效率的新型金融交易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共享金融监管应致力于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为规则建设、交易活动提供具有良好适应性的制度环境。


  第二，促进共享金融发展，服务实体经济。共享金融是金融发展理念、运营模式上的重大创新，在具体实现方式上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在“渐进试错”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脱离实体经济需求、金融产品和链条过度复杂化的创新。通过共享金融的适度监管和创新监管，能够更好地引导共享金融创新向服务实体经济、服务金融消费需求的健康方向发展。


  第三，促进平台规范化发展，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中介平台在共享金融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节点角色，其运作流程、商业模式、盈利模式需要在完整的经济金融周期中逐步探索、调整和完善。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通过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严格防控平台的道德风险，避免出现平台欺诈、设资金池、自融等损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四，维护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风险。共享金融强调基于中介平台的金融资源的直接撮合和交易，有助于解决资金错配、流动性短缺等问题。但随着网络节点的增多和接入客户范围的扩大，资金风险在网络的扩散与技术风险在若干平台的集中两种情况同时存在，平台一旦出现问题，将产生较强的负外部性。共享金融监管应该以维护金融稳定为职责，防止出现系统性风险。


  共享金融监管体系初探


  共享金融监管体系应以中介平台为监管抓手，以金融消费者保护为制度核心，强调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和行业自律管理，并及时引入第三方评级机制。


  第一，加强平台监管。中介平台是共享金融市场的重要组织者以及共享金融交易网络的节点，也是共享金融监管的重要切入点和工作抓手。加强平台监管，一是要制定平台准入标准。对平台的注册资本、组织结构、经营条件、信息技术水平、业务流程、风险防控等设定准入标准。二是对平台业务范围进行限定，严格控制股东、管理者与平台之间的关联交易，防止损害平台本身和客户的合法权益。三是要求平台制定和完善内控规定，在投融资主体信息核实、募投资金监控方面承担相应责任。四是强化平台作为交易信息掌握者和使用者在信息保护方面的主体责任。五是加强平台的信息披露机制，充分进行风险提示，使投资者和筹资者了解自身权益义务和风险收益关系（包括但不限于借款金额、期限、利率、还款方式、服务费等），充分保障客户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六是建立资金统一托管机制。为了避免平台擅自动用客户资金，平台需将客户资金与自有资金和平台资产相隔离，存放在独立账户中，并定期接受外部审计或监管部门的审查。


  第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投资者适当性一般是指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金融产品或服务与客户的财务状况、投资目标、风险承受水平、财务需求、知识和经验之间的契合程度。在共享金融领域，由于交易的网络性、涉众性和直接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必要性更加凸显。应建立多元化的投资者适当性指标（包括但不限于资金指标、投资知识指标、交易经验指标、风险偏好指标、投资目标指标、诚信记录指标等），对投资者的个体情况、投资目标及风险承受能力进行判断并区分投资者的类别，据此向其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定制服务”。同时，应根据交易进展、活跃程度、履约情况等，对投资者进行适当性评估或重新评估，形成对投资者的动态管理机制。


  第三，强调行业自律。共享金融通过对技术的充分运用，进一步打破金融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薄膜”，使得金融产品和服务更加便利和智能化，充分贴近和融入产业链、生活链中的节点，具有很强的自适应性和自我调整功能。因此，应更加注重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通过自律公约、会员章程等方式，建立自律规范和约束惩戒机制，推动行业自律。组织制定各类产品、技术和服务标准，完善信息披露、风险管理、合同文本等标准化规则，促进行业的信息共享和业务交流，完善行业纠纷协调与解决机制。


  第四，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金融消费者保护是共享金融监管的制度核心。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一是开展金融消费者教育，提高金融消费者保护知识，改变不良偏好，将风险有效控制在消费行为之前，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消费者风险。二是强化中介平台在经营中进行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的义务，用普通消费者能够理解的语言加以表述，保证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收益和风险得以全面评判。三是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尤其是建立独立于中介平台和消费者的第三方争议解决机制。四是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传播效应和扩散效应，扩大金融消费者维权投诉的扩散宣传效果，形成社会化、网络化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


  第五，建立第三方评级机制。第三方评级机制是市场化约束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共享金融监管体系的重要补充，对促进共享金融的理性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第三方评级机制可以针对中介平台，也可以针对金融交易双方。评级目标和对象不同，相应的评级维度、指标也有所不同。第三方评级机制应遵循客观性、时效性、可比性的原则，采取合理的权重设定、科学的指标合成方法、充分的数据来源，保证评级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第三方评级的结果应该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大众公布，加强评级结果运用的范围。


  共享金融典型业态的监管：P2P网络借贷


  个体网络借贷（P2P网络借贷）是指个体和个体之间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的直接借贷，体现了金融资源与服务直接交易的特征，是共享金融的典型模式。


  关于P2P网络借贷的监管，从国际经验看，各国主要有两种做法：一是金融监管机关根据法定职责，各司其职，制定适度和有针对性的监管规则；二是要求P2P平台申领银行牌照，适用银行业的监管规则严格监管。美国P2P网络借贷的特点是放贷人不直接向借款人发放贷款，而是由P2P平台向放贷人出售与贷款相对应的收益权凭证。因此，个人通过购买平台的贷款份额参与放贷的行为，被美国证监会（SEC）认定为证券投资行为，受证券法约束。英国P2P网贷适用《消费信贷法》，相关专门立法正在积极推进中，未来的监管原则包括：平台在提供贷款前应向借款人提供贷款安排的详细解释，确定主要风险，平台应在贷款之前对借款人的信用状况进行评估等。法国和德国都没有对P2P网贷进行专门监管，而是根据银行法规定进行监管，任何机构以任何形式提供存款或贷款等银行类业务，都必须获得银行牌照。日本主要通过“地下金融对策”系列法律对P2P网贷进行监管，强化市场准入规则，规定贷款利息上限，防止借款人过度借贷，强化对高利贷、无登记营业、违法发布放贷广告和开展劝诱活动等行为的处罚力度。


  201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为P2P网络借贷监管搭建了基础框架。明确在个体网络借贷平台上发生的直接借贷行为属于民间借贷范畴，受合同法、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规范。个体网络借贷要坚持平台功能，为投资方和融资方提供信息交互、撮合、资信评估等中介服务。个体网络借贷机构要明确信息中介性质，主要为借贷双方的直接借贷提供信息服务，不得提供增信服务，不得非法集资。目前，由中国银监会牵头制定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已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结合该征求意见稿，本文认为，P2P网络借贷监管应重点关注以下几点。


  第一，建立基本市场准入标准。P2P网络借贷平台的股东或合伙人、实际控制人应有良好的财务状况，无不良诚信记录和违法违规记录。P2P网络借贷平台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具有一定的金融知识和金融从业经历。P2P网络借贷平台应有与业务情况相适应的经营场所、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信息安全设施、突发事件应急设施和预案。在满足基本市场准入标准的前提下，对P2P网络借贷市场的参与者不应设垄断性和歧视性门槛，不作区别对待。


  第二，设立P2P网络借贷平台行为的负面清单。应把握鼓励创新和防范风险之间的平衡，可考虑以负面清单的形式，加强对P2P网络借贷平台的行为监管。比如，不能吸收公众存款；不得为自身或者具有关联关系的借款人融资；不能为出借人提供担保或承诺收益；不能对非注册客户进行宣传、劝诱；不能归集出借人资金设立资金池，不得以任何形式挪用客户资金；不能故意夸大融资项目的收益，隐瞒项目风险和瑕疵；不能对融资项目期限进行拆分等。


  第三，加强信息技术监管。P2P网络借贷平台应接受信息安全相关部门的信息安全检查和升级，开展信息系统等级测试和评定，建立完善防火墙、数据加密、灾备等网络安全设施和管理制度。平台应积极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内部治理和系统建设，提高风险防控能力、内容管理能力和信息技术能力，建立网络安全事件的分级预警机制和应急处置机制。


  第四，建立风险提示与客户分级机制。P2P网络借贷平台应对出借人的年龄、财务状况、投资经验、风险偏好、风险承受能力等进行尽职调查，不能向未通过风险评估的出借人提供服务。应根据风险评估调查结果，对出借人实行分级管理，使融资项目、借出限额、项目风险等与风险识别和承受能力相适应。P2P网络借贷平台应向出借人充分披露借款人基本信息、融资项目基本信息等。P2P网络借贷平台还应对平台交易总体情况进行披露，比如交易金额和笔数、交易参与人数、借贷余额、借款集中度、逾期情况、坏账情况、投诉情况等。同时，应该对自身经营管理情况进行披露，比如公司治理结构、管理团队情况、财务报告、业务经营情况、行业认证情况等。


  第五，建立资金第三方存管机制。P2P网络借贷平台应对自有资金和交易双方资金进行隔离管理，选择符合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交易双方资金的存管机构，订立存管协议，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和责任边界。


  第六，过渡期设置。P2P网络借贷平台监管细则发布后，应设置一定期限的过渡期，使现有平台能够按照最新监管要求对业务流程、运作模式、管理制度等进行相应调整，促进P2P网络借贷行业平稳健康发展。


  共享金融典型业态的监管：股权众筹融资


  股权众筹融资主要是指通过互联网形式进行公开小额股权融资的活动，具有“小额、公开、大众”的特点。股权众筹融资是一种新型、直接、高效的发行融资模式，集中体现了金融资源与服务直接交易的特征，是共享金融的典型模式。


  关于股权众筹融资的监管，从国际经验看，各国对众筹融资的发展通常持鼓励、支持态度，但监管尺度有所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适度监管的理念。美国《创业企业融资法案》允许小企业通过众筹融资获得股权资本，对符合条件的众筹融资可以豁免证券法下的发行注册要求。英国目前认可众筹股权融资的合法性，但并没有针对众筹融资的特别立法，而是将其纳入现有的金融监管框架监管。法国金融市场监管局和银行监管局于2013年5月联合发布了《众筹融资指引》，规定涉及证券认购或股权投资的，应遵守证券法律；涉及贷款的，应遵守银行法规。德国《资本投资法》规定，任何机构接受委托帮助他人发行证券或投资产品，都必须申请金融业务牌照。2013年3月，欧盟委员会公布“欧洲经济长期融资绿皮书”，提出要支持众筹融资等非传统融资方式。日本对众筹融资的监管主要适用《金融商品销售法》及《金融商品交易法》，一方面规定了金融商品销售者的义务，包括销售时的说明义务、进行适当劝诱的义务，以及金融商品销售者对消费者人身和财产损害的赔偿责任；另一方面规定了缔约的行为规则，包括交易形式的事先说明义务、缔约前和缔约时的书面交付义务、收取保证金的书面文件交付义务、冷静期规则等。


  201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为股权众筹融资监管搭建了基础框架。明确股权众筹融资必须通过股权众筹融资中介机构平台（互联网网站或其他类似的电子媒介）进行。股权众筹融资方应为小微企业，应通过股权众筹融资中介机构向投资人如实披露企业的商业模式、经营管理、财务、资金使用等关键信息，不得误导或欺诈投资者。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股权众筹融资活动风险，具备相应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小额投资。目前，由中国证监会负责制定的股权众筹融资监管细则尚未出台。股权众筹融资监管应重点关注以下几点：


  第一，设立股权众筹融资中介机构行为的负面清单。比如，为机构自身融资；提供对外担保；发布虚假消息，误导投资者；以融资项目的销售业绩作为员工激励标准；对潜在投资者进行劝诱等。


  第二，设立发起人行为的负面清单。比如，非法集资；欺诈发行；承诺保本或承诺最低收益；对同一项目在两个以上平台进行重复融资；未经必要程序，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等。


  第三，明确招股说明书要素。股权众筹融资本质上是小额公开发行活动，应参照一般公开发行的要求，明确招股说明书的基本要素。比如，发起人基本情况；商业计划书；募集资金投向说明；每股票面金额、发行价格；股票发行总数；投资者权利义务责任；超募或者募集失败的处置；目标融资金额和期限；信息披露方式、内容和途径；项目和投资风险等。


  第四，明确发起人的信息披露义务。比如，融资之前披露招股说明书；定期披露公司年度报告并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实时披露影响或者可能影响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件。


  第五，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和投资者分类制度。中介机构应对发起人、投资者进行实名认证，对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进行必要审核；向投资者普及股权众筹融资业务知识，帮助投资者充分知悉相关业务风险；通过测试、评估、面谈等方式，判断投资者是否具有必要的风险识别和承受能力；为投资者提供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根据投资者的收入、金融资产水平，对投资者的单次投资上限、投资比例、一定时期内投资总额进行设定。


  第六，冷静期制度。投资者在提交投资申请之后的若干日内，给予投资者无条件撤销投资申请的权利，以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64] 本文作者为：肖翔，管理学博士，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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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序一


  创建于1866年的雀巢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食品饮料公司，2016年销售额达到895亿瑞郎。150年来，它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数次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但在多数有据可考的年份里，雀巢的财务状况都很稳健。难以想象的是，这样稳健的企业，它的悠久历史却是无数次跨国并购写就的。雀巢始终保持可持续稳健增长的“秘诀”，就在于其“创造共享价值”的理念，那它又是如何确保这一理念在全球拥有业务的近200个国家和地区落地的？


  长远考量。从最初开始，“共赢”就是雀巢的价值观之一。无论在哪里进行经营活动，雀巢都会保持与当地顾客、员工、供应商、社区、政府以及环境的共赢，这也是雀巢高度重视产品质量的根源。以雀巢在中国的咖啡种植为例：1988年，在东莞考察建立咖啡生产厂的同时，雀巢启动了在云南的小粒种咖啡种植。到1997年，雀巢的东莞咖啡生产厂生产速溶咖啡所需的小粒种咖啡豆全部由云南供给。近十年间，从育种、开荒、种植、防治病虫害到咖啡豆粗加工，雀巢从国外选派的专家与农艺师助推了整个云南咖啡产业链的兴起。尽管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亏损，雀巢的长期战略支撑它坚持下去，建立诚信、开放、平稳发展的农业社区，不断提高农户的管理水平，以使雀巢的原材料质量更高、食品安全更有保障、采购成本更合理。


  尊重多元文化和传统。雀巢在全球都采用“集中—分散型”管理模式，“集中”意味着，瑞士总部的权力限定于：制定长期战略和投资、优化供应链管理、进行品牌战略管理、制定质量安全等政策、培养管理人才、推动创新、提供技术和知识支持等，“分散”是指各地区公司/被并购企业拥有很大自主权，总部会尽量减少对其的干涉。


  雀巢的“本土化”在生产经营方面体现为：各地区公司/被并购企业为其所在国/地区生产产品，尽可能雇用本土员工，尽可能使用本土原材料。这种管理模式是雀巢能够成功整合被并购企业并长久保持被并购品牌活力的重要原因。雀巢的“本土化”也体现在品牌战略上：雀巢在全球拥有2000多个品牌，在中国的品牌包括徐福记糖果、大山矿泉水、五羊冰激凌、银鹭花生牛奶等，这些品牌区域性非常强，也很接地气，看似与国际范儿十足的“雀巢”没有太大关系。这样的品牌与雀巢主品牌之间的关系强弱，取决于当地消费者的需求与喜好，也就是说，为了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雀巢可以“隐身”于产品和服务之后，而不会将雀巢品牌强加于被并购企业。


  坚持创新。雀巢的创新实践也体现出这家企业的长期战略性和尊重多元性。拥有5000余人的雀巢研发体系包括三级研究中心：第一级是总部的雀巢研究中心，有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250名科学家；第二级是分布在全球的34个产品技术中心和区域研发中心，研发人员负责了解和研究所在区域消费者的喜好，结合雀巢的中长期战略，将雀巢研究中心和自身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以及生产这些产品所需要的技术与工艺流程；第三级是在遍布全球500多个工厂里的应用研发单位，这里的研发人员与当地工厂及供应商紧密配合，对工厂和当地消费者的需求做出快速响应。雀巢就是通过这样的三级研发体系不断研发出新产品，保持和巩固其在食品饮料行业的领先地位。


  目前，中国企业正在以巨大的热情和速度投入全球化进程，进行跨国收购与兼并。尽管《创造共享价值》一书的焦点并非雀巢的全球化，但雀巢确保“创造共享价值”理念在全球落地的实践却值得中国企业借鉴，包括那些已经、正在和即将踏上全球化征程的中国企业。毕竟，全球化与否，可持续的稳健增长都是每一位企业家追求的目标。


  忻榕 博士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教务长（欧洲事务）


  管理学教授，拜尔领导力教席教授


  2017年7月19日于上海


  推荐序二


  本书作者汪若菡是我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媒体行业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班的学生，作为资深的媒体人，她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考察雀巢公司在中国的生产和经营环节，也让我们有机会深入洞悉一家老牌跨国公司的运作细节，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若菡的采访并不浮皮潦草，从雀巢中国的职能机关、在华的研发中心、工厂系统，到位于黑龙江双城和云南普洱的雀巢农业服务部，她访谈了100多位雀巢人。基于这些采访，随着她的视角，我们有机会目睹雀巢特有的“端到端”食品供应链的运作过程。所以，当若菡请我写推荐序时，我非常愿意。


  20世纪80年代之前，国人并不知道谁是雀巢，咖啡也不是那个时代的常见消费品。伴随着改革开放，咖啡走入了中国社会，我们知道了那句著名的广告语：“雀巢咖啡，味道好极了！”同时，雀巢咖啡也成为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消费品。每当我下午上课或者开会的时候，总会有人暖心地说一句：“给您冲一杯咖啡。”绝大多数时候，端上来的就是一杯雀巢咖啡。我们利用咖啡来提神，咖啡也成了生产力。


  我一直以为，雀巢咖啡是彻头彻尾漂洋过海的舶来品。直到读了《创造共享价值》这本书，我才意识到原来它就产自我们自己的国家。而且，我也知道了雀巢在种植咖啡豆和生产咖啡产品的过程中，运用了它的“创造共享价值”的理念。若菡的这本书，把一个活生生的雀巢摆在了我的眼前，让我获悉了这个品牌背后的很多故事。


  这本书让我知道：雀巢在全球各地都在推行“端到端”的食品供应链模式，所以，我们喝到的速溶咖啡，其原料绝大多数来自我国云南省。更有趣的是，这种供应链与人们所熟悉的“订单农业”和大型农场种植不太一样，雀巢更强调保护小农户的利益。一些农业专家的观点是，多元栽培更能够抵御自然灾害和害虫侵害，还可以改善土壤，并能够让农户得到稳定的长期利益。所以，雀巢在支持小农户加入供应链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帮助这些农户提高种植技术，让农民和企业实现双赢。


  这本书还谈到了一个有趣的观点：雀巢虽然是一家追求盈利的企业，但它更强调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和长远的战略考量，这与它身为食品公司，需要从大自然中“取材”有关。要知道，种植业和畜牧业与大自然的规律息息相关：果树需要几年时间才能结出果实，奶牛也需要三年才能产奶，采用轮耕的土地每三四年是一个劳作周期。如果在这些生产工作中贸然做出短视的选择，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反噬。雀巢尊重自然法则，愿意让自己和自然之间实现双赢——这种双赢实际上更是多赢：企业、农户、消费者、社会，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都得到了好处。


  总之，摆在我们面前的那一杯咖啡，背后并不简单。


  雀巢有这样的视野，不容易。在飞速发展的移动互联网时代，高科技产业遵循的是18个月的“摩尔定律”，这很容易改变人们的态度，诱导企业发展跳出本应该遵循的逻辑和节奏。在农产品生产的过程中，想坚守原本的逻辑更不容易。我常常在想，真正的有机食品现在还有多少？遵循自然规律生产出来的产品现在还有多少？还有多少企业会按照自然界的基本法则，按照企业家起码的良知和价值观，为我们生产令人放心的的食品？


  若菡这本书取名《创造共享价值》，这个书名来自雀巢在2008年明确定义的企业价值观，显然，雀巢在日常管理活动中也在努力遵循这一价值观。我在读这本书时，“企业社会责任”一词时不时地浮现脑海。若菡说，她的采访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探寻“创造共享价值”的旅程。而对于我，读这本书，则是一个逐步体会“价值观”“社会责任”这些词的过程。尽管雀巢并非完美，并且还要在未来的发展中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是，我觉得中国的企业管理者，特别是食品领域的企业管理者，都应该读读这本书。假如我国的企业都达到了雀巢的水平，就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成为世界级的产品供应商。


  若菡告诉我，她在采访中发现，由于瑞士企业特殊的“性格”和独特的成长历史，雀巢原本的价值观和经营之道与“创造共享价值”这一理念就比较吻合。而最近十年，在明确这一价值观之后，无论在制定中长期战略还是日常管理运营上，雀巢都会根据这一理念来做出选择。“创造共享价值”已经成为雀巢新的经营理念。这也是为什么，若菡要进行深入考察，用一本书来讲述雀巢故事的原因。她坚信，这对中国的企业管理者会有启发。


  读了这本书，我认同她的看法。所以，我建议更多的企业管理者读一读这本书，当有更多的企业成为世界“500大”企业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世界“500强”企业、世界“500优”企业。凭什么？我们要凭产品，凭价值观，因为只有具有伟大价值观的企业，才能成为卓越的企业，成为令人尊敬的企业。


  宁向东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2017年8月于北京


  推荐序三


  作为拥有150多年历史、业务遍布世界各地的全球最大食品饮料公司，雀巢致力于提升生活品质，贡献于更健康的未来。雀巢通过自己的业务活动，为社会带来积极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它帮助个人和家庭生活得更健康、更幸福，帮助建立繁荣的社区，以及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保护地球资源。


  雀巢的根本信念是，通过为股东和整个社会创造价值，实现业务的长期成功。这种带来长期积极影响的做法被称为“创造共享价值”。


  创造共享价值的理念始终贯穿于雀巢150多年的发展历史。2006年，雀巢集团正式提出“创造共享价值”的理念，以确认、实施和管理能够将长期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结合起来的发展战略。


  雀巢在华的投资和运营同样受这个理念的指导，一些得到公众高度认可的案例包括雀巢在黑龙江双城、山东莱西和内蒙古额尔古纳的奶区建设，以及雀巢在云南普洱的咖啡种植推广。无论在哪里，当地的农户都与雀巢农艺师密切合作，接受培训和技术援助，从而提高原材料的质量和产量。30年来，经过与当地政府、农户和其他业务伙伴的合作，雀巢主导的这些活动对当地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改善了人们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在产业链上游采用这种战略使雀巢能够全面地保障原材料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对确保产品质量和赢得消费者的信任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


  对雀巢来说，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充满活力的市场，消费者对营养、健康和幸福生活的期待日益增长。作为在全球广受欢迎的家用品牌，雀巢具有独特的优势在满足这一需求的同时，实现我们的企业目标，即提升生活品质，贡献于更健康的未来。


  罗士德


  雀巢大中华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2017年7月于北京


  第一章　熟悉而又陌生的雀巢


  你知道雀巢吗？


  乍一听上去，这是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


  对大多数中国消费者来说，“雀巢”这一品牌和它的鸟巢标志绝不陌生——这个瑞士企业已经进入中国近30年，任何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都有可能吃过或者用过雀巢的产品。


  仅从雀巢中国的官网上看，不算合资品牌，雀巢自己的产品就涵盖了十几个领域：传统的奶制品及婴幼儿营养品、饮用水、烹调产品、谷物食品、咖啡、饮品、巧克力威化和糖果、冰激凌、食品工业原料、专业餐饮、宠物食品，还包括近些年雀巢投入大量精力研发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等。


  正是这些深入中国，乃至全球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丰富到近乎“琐碎”的几千种产品：从早餐麦片、婴幼儿配方奶粉、瓶装水、冰激凌，到杂货店、超市中随处可见的宝路薄荷糖、红黄两色的脆脆鲨、餐桌上的美极鲜味汁、快餐店中的雀巢咖啡与冰爽茶等，林林总总汇聚在一起，奠定了雀巢全球最大食品生产商的地位。


  但是，如果继续向消费者发问，他们对日常可见的“雀巢”——这个源自瑞士的食品公司究竟了解多少：比如，雀巢在中国到底生产和销售了哪些产品？还有哪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本地或外国品牌其实也是雀巢大家庭的成员？


  能准确回答出这些问题的人，可能就要比知道“雀巢”的人少得多了。


  [image: 020-i]


  雀巢瑞士总部


  这种“迷惑”绝非只出现在中国——全球消费者在谈及雀巢时，多少都有些类似的感受：他们中的很多人虽然已经与雀巢的产品相伴多年，甚至跨越几代，却仍旧很难清楚地描述出“雀巢”在自己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频率到底有多高。


  例如，日本的年轻人可能会认为，他们习惯在考试前买来当“幸运物”吃的奇巧巧克力是本国产品，因为它碰巧有个和日语中九州方言“一定取胜”发音相近的名字——KitKat。在日本，奇巧巧克力推出过300多种口味：除了日式传统的抹茶、芥末和紫薯味等，甚至还有清酒口味的（在2015年情人节投放市场）。据日本当地电视台报道，奇巧巧克力一直是中国游客在日本最喜欢购买的“本地特产”之一。然而事实上，奇巧却是雀巢旗下不折不扣的英国品牌。


  也许是因为包装使用了中国人喜欢的红黄两色，或是一开始中国香港的粤菜厨师喜欢使用美极鲜味汁，而雀巢恰好将美极的生产厂建在了新加坡和中国广东东莞，很多中国消费者会误认为美极是东南亚或来自中国香港的品牌。关于美极，同样的“误解”也发生在欧洲，很多德国人都认为美极鲜味汁是本国货，但事实上它是几乎和雀巢有着同等悠久的历史（美极诞生于1884年）的瑞士品牌。


  在过去的150年里，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奶制品、咖啡、冰激凌、糖果巧克力、调味汁、饮用水等领域，雀巢一度或者直到现在，在功能性食品、罐头、冷冻冷藏食品、加州葡萄酒和餐饮业等满足普通人“口腹之欲”的领域都进行过大规模的并购与研发投入。


  雀巢还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与精力，它致力于为一些特殊人群，包括存在吞咽困难、失去食欲，或者是在各种病理生理状态下需要肠内营养支持的人，提供“特殊食品”。


  此外，早在2001年，雀巢就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宠物食品生产商之一了。


  在“吃吃喝喝”之外，雀巢还涉足了眼部护理、皮肤健康产品等领域——比如，在屈臣氏超市和天猫商城都有出售的“丝塔芙”（Cetaphil），这样价格亲民、主打无刺激、针对敏感肌的法国护肤品品牌其实也是雀巢的产品。在雀巢的历史上，它还曾长期和欧莱雅集团（对，就是那个以生产美妆、护发用品闻名的法国公司）交叉持股。


  雀巢拥有几千个产品品牌，涉及领域如此之广，足够让中国，乃至全球的消费者们感到“迷惑”了。


  如果我们将有关雀巢的问题从产品扩展到经营管理，那么陷入“迷惑”的人可能就更多了：从1990年在中国建立第一家工厂开始，雀巢中国到底是怎样成长为一个拥有34家工厂（包括合资公司在内）、5万多名员工的企业的？它是如何管理这一庞大的组织的？


  同样是为消费者服务，雀巢在中国的策略与卡夫、达能这样的跨国公司对手有什么不同？雀巢是怎样做到在中国销售的90%以上的产品都在本地生产的？作为一家企业，它是用什么方法，几乎是从零开始，推动了中国云南省的咖啡种植或黑龙江省双城地区的奶牛养殖业的？


  这些问题再延展下去，势必涉及雀巢公司本身——作为一个成立于1866年的瑞士公司，雀巢是怎样成长为全球第一大食品生产商的？


  到2016年，雀巢已经运营了150年，除了两次世界大战，它还经历过几次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然而在多数有据可考的年份中，雀巢的财务状况都属健康、稳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现在，雀巢的规模和经营管理优势更是明显。在《财富》（Fortune）杂志公布的2016年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中，雀巢排名第66位。在竞争越发激烈的这30多年中，雀巢是怎样依靠创新能力和战略眼光保持这一优势的？


  即使是在食品行业，在雀巢的竞争对手里，能准确回答出这些问题，了解其独特经营理念，最终能够描述出雀巢这一跨国公司全貌的人，也可以说是少而又少。


  雀巢为什么特别？


  归根结底，正是雀巢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产品多样性、规模庞大、历史悠久以及瑞士公司独特的企业文化和管理方式，造成了上述种种“迷惑”的发生。


  隐藏在产品之后


  首先，由于诞生在瑞士，雀巢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真正全球化的公司——瑞士本国市场太过狭小（瑞士人口只有大约839万），所以雀巢有超过95%的销售额都来自国外。出于对全球市场的理解，雀巢一直反对食品的“均质化”，它认为大多数食品仍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点，因此顺理成章地在各地采用了多品牌战略。


  “雀巢”这一主品牌的形象在历史上有过多次变动，它真正被清晰、准确地界定下来是在20世纪80年代——时任雀巢CEO（首席执行官）的汉穆·茂赫[1]决定让雀巢致力于成为食品领域里最大的公司。为此，他提出重新使用最传统的鸟巢标志。这个图案来自公司创始人亨利·雀巢（Henri Nestlé）的家族徽记，Nestlé在德文里是“小小鸟巢”的意思。茂赫认为，这个标志能传递出安全、营养、健康和温暖的感觉，“对于一个在婴幼儿食品和营养食品市场上占有很大份额的公司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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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8—2015年雀巢公司的标志变迁


  之后，历任雀巢CEO都像茂赫一样，在雀巢的整体品牌战略中反复强调了“安全、营养、健康和温暖”的含义。主品牌“雀巢”同时也是咖啡、婴儿食品、牛奶和冰激凌等著名产品的独立品牌。在其他领域或者地区，雀巢的很多产品品牌固然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或历史渊源，但它们都统一在主品牌塑造出的整体形象之下——这些品牌和“雀巢”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强是弱，最终是要根据消费者的喜好和需求展现出来的。


  例如，在中国糖果市场稳居前列的徐福记、在云南市场深受欢迎的大山矿泉水、广东人喜欢吃的冰激凌品牌“五羊”、以花生牛奶闻名的银鹭、中国鸡精市场知名品牌太太乐和在西南市场讨人喜欢的豪吉——这些在中国消费者印象中亲切、熟悉、接地气，看上去与国际范儿的“雀巢”没有太大关系的本土品牌，其实也是雀巢大家族的成员。


  而对热衷于寻找健康、精致生活方式的中产消费者来说，很少有人会意识到，代表法式风情的巴黎水（Perrier）、来自意大利北部口味独特的圣培露（S.Pellegrino）等充满异国情调的著名气泡果汁品牌，其实早就是雀巢水业务单元中的重要成员了。


  通过庞大、完善的销售网络，雀巢还创造出了许多像奇巧巧克力、美极鲜味汁、宝路薄荷糖、金牌咖啡这样的全球性的“国民产品”。


  从某种程度上说，为了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雀巢仿佛将自身“隐藏”在了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的背后。


  隐藏在规模与历史之后


  其次，雀巢是一个体量极为巨大、历史极为悠久的公司。


  经过了150多年的发展，在雀巢拥有的几千种产品和众多品牌中，有近30个被称为“10亿瑞郎[2]级别”（能为雀巢每年带来10亿瑞郎以上的营收）的大品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特点，几乎没人能将这家公司的历史用简单几句话就概括清楚。


  在《财富》杂志公布的2016年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中，雀巢排名第66位，与它同为综合性食品公司的百事排在第127位，亿滋国际（由卡夫分拆出来的独立公司）排名第352位，达能则排在433位。截至2016年12月31日，雀巢全年销售收入达到895亿瑞郎，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共建有近500家工厂，有超过33万名员工。


  即使多数优秀的瑞士企业都以历史悠久著称，拥有150年历史的雀巢也是其中的佼佼者。在这150年的发展过程中，雀巢的历史是由无数次合并与收购写就的——也就是说，雀巢一直在内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中保持着均衡、稳健的发展。


  食品界公认，瑞士人的一大成就是牛奶加工——从中世纪起，他们就精通防止牛奶腐坏的灭菌技术，将其加工成了美味可口的奶油与奶酪。而创始人亨利·雀巢正是基于牛奶和粮食，研发出了著名的“雀巢婴儿奶麦粉”（Farine Lactée）——他试图用这款产品降低当时婴幼儿因为营养不良等原因造成的高死亡率。随后，雀巢又推出了可溶性婴幼儿奶粉，这些产品因其营养理念和质量，让雀巢在欧洲迅速打开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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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雀巢公司创始人亨利·雀巢


  雀巢公司的第一次合并发生在1905年，对方是同为瑞士企业的英瑞炼乳公司，新公司保持了“雀巢”的名称并扩展了业务。无论是从产品形态还是产能上，雀巢都满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人们对易保存的奶制品的需求。为了保证在“一战”期间生产的顺利进行，雀巢并购了一些美国公司，并开始在澳大利亚建厂——这时，它已经开始有了跨国公司的雏形。“一战”之后，雀巢并购了凯雅等一系列巧克力公司，并在1938年开发出了著名的雀巢速溶咖啡。


  尽管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著名的经济大萧条，但相比其他同时代的欧洲公司，雀巢的成长要顺利得多。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雀巢是瑞士公司——瑞士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保持了中立，未被战火殃及，雀巢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另外，雀巢是食品企业，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无论是经济萧条还是增长强劲，人们都不能不吃东西——人类对食品的需求始终是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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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雀巢第一款产品——婴儿奶麦粉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雀巢一直在持续开发和生产奶制品、婴幼儿食品和巧克力等产品。出于发展战略的考虑，为了保证产能和正常经营，雀巢也一直在美国、澳洲和其他受战争影响较小的区域进行并购或修建工厂——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雀巢已经成长为一个在五大洲都有工厂的全球性公司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全球经济逐渐复苏，雀巢在原有的乳制品、婴幼儿营养品和巧克力等业务领域上添加了烹饪产品和著名的速溶饮品（以雀巢速溶咖啡为主）两个快速增长的品类，进入了稳健的发展时期。到20世纪60年代，雀巢开始试图通过并购进行多元化发展，快速扩张自己的版图。在欧洲，雀巢先后收购了美极等品牌和公司，用于扩充自己在食品行业的实力。另一方面，它也在全球收购了矿业、酒店、餐饮、葡萄酒、罐头食品、眼部护理等各式公司——这是雀巢大发展的时期，它的利润和销售额都在快速增长。


  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雀巢遭遇了第一次石油危机带来的全球性经济发展放缓。另外，它在多个市场都遇到了激烈竞争，整体业绩增速放缓。如前文所述，到20世纪80年代，时任雀巢CEO的汉穆·茂赫认定，必须停止无节制的多元化，他为雀巢重新锁定了战略目标，决定将公司扩建成为全球第一大食品企业。


  茂赫此举的关键之处在于，他清晰地认识到，雀巢必须在业务上更为专注，并着眼于食品饮料市场的中长期战略。比如，除了传统的牛奶、巧克力等产品，雀巢一定要抢先进入一些最有潜力的领域，例如水、早餐谷物、宠物食品等。在这一战略的驱动下，1996年，雀巢通过收购、合并等一系列方式变成了“全球最大食品公司”，获得了充分的规模效应。


  雀巢董事会和茂赫的后两任CEO——包必达[3]与保罗·薄凯[4]都继续推行了这一战略。


  无论是茂赫，还是包必达和薄凯，他们三个人都坚持了规模化这一方向，并在继续通过并购扩大规模的同时，不断重组优化雀巢的管理与生产架构。他们从中长期战略的角度不断重新评估那些被雀巢并购的企业与品牌——一边买入符合雀巢未来发展战略的企业，一边卖掉不赚钱（例如蔬菜水果罐头、乳酪等）和将要不赚钱的企业。一些可能阻碍雀巢未来业务的行业也被放弃了。比如，因为有专业餐饮品类，雀巢最终决定放弃自己经营连锁餐厅，因为雀巢专业餐饮的主要客户就是餐厅——这样一来，看上去就像雀巢在跟自己的客户竞争。


  另外，包必达和薄凯在各自的任期内，都致力于提高资源利用率和降低生产管理成本，推动了各种创新，让雀巢能够通过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迅速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正是这些举措，使得雀巢能够在这30多年里逐渐进入管理革新、降本增效，保持价格和品牌竞争力的良性循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雀巢的业绩维持了30多年的稳定增长，公司的销售业绩以每年接近5%的速度递增——考虑到在过去10年中，世界人口平均增长率尚不及2%（并且一直呈下降趋势），作为一个食品公司，长期维持着5%左右的增长（2015年、2016年没能达到5%）算得上是相当稳定、健康的了。


  隐藏在管理之后


  要驾驭这样一个庞大的组织，雀巢采取了一种极为灵活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这是一种被称为“集中—分散型”管理的方式。


  “集中”是指雀巢瑞士总部决定重要的战略决策和基本政策，“分散”则意味着各个地区市场在执行层面拥有很多自主权，尤其是在市场营销和服务创新方面。


  很多管理专家认为，这种管理模式也是雀巢在并购大量企业后能够成功整合它们，并且保持这些外来品牌活力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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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雀巢瑞士总部鸟瞰图


  在150年的历史中，雀巢很少在收购上做出灾难性的错误判断。它为进入某个领域而进行并购时，选择的对象基本都是财务健康、有技术创新能力、品牌形象良好的企业。而雀巢在自己的企业价值观中，承诺要“尊重多样性的文化和传统”，也允许并购企业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雀巢并购的大多数品牌由此得以顺利延续，甚至扩展了自己的发展之路。例如奇巧巧克力，这个1938年诞生的英国产品，已经通过雀巢庞大的销售网络变成了全球销售量第三的巧克力品牌。


  从一开始设计管理结构时，雀巢的管理者就决定采用一种谦逊和服务的态度来推动管理。总部的权限被限定于：制定长期战略，决定重要的投资；优化各个地区工厂和供应链的管理与分布；对品牌战略进行管理；制定生产、质量安全系统等一系列管理系统的政策和规则；培养优秀的管理人才；自上而下地通过研发体系推动创新，并制定各种规则鼓励各地机构创新；为分布在各个区域的工厂、机构提供技术和知识的支持等。


  在对价值观和长期战略达成共识的基础上，雀巢总部会尽量减少对地方公司的干涉。总部会制定行事的原则与规则，并且推动整个集团的合规。但是，在面对当地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时，各地雀巢分公司都有直接根据消费者的口味和饮食习惯做出反应的权限。


  雀巢采用的这种“集中—分散型”管理模式，在欧洲公司中更常见。欧洲公司的管控以价值观多元化著称，它们不会将短期业绩当作公司运营的唯一追求，而是更提倡用“长远眼光”看待业绩与公司竞争力。与之相反，美国公司则更看重股市的表现，因此更强调管理者的掌控力，倾向于在目标市场中推出标准化的产品。虽然，这两种模式并无优劣之分，但相比统一管理的美国公司模式，雀巢在各地的分公司拥有的自主权之大是相当惊人的，这也给它们带来了长盛不衰的创新能力。


  雀巢的各个区域市场，比如传统的欧洲市场、广阔的拉美与北美市场，以及新兴的“亚大非”（亚洲、大洋洲、非洲）市场，由于业务增长率和市场成熟度各不相同，各自拥有很多区域化创新和互相借鉴的机会，做法也是千差万别的。


  当然，这也许也是各地消费者和竞争对手，对于雀巢“到底怎么做管理”略感“迷惑”的缘故之一。


  为什么要研究雀巢？


  实现“集中—分散型”管理，乍听起来非常简单，其实这对经营者提出了几乎是管理学上的最高要求。


  首先，经营者必须建立全体员工普遍认可的统一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并且确保它们真正被接受和遵守——否则，整个企业将变成一盘散沙。其次，要真正能够做到尊重各地的风俗习惯以及差异性，否则就无法对各地消费者做出快速和贴心的响应。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管理者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人”是这种结构的公司中最重要的一环——人将生意和公司联系在一起，也是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真正防线；只有激发员工的创新能力和对工作的热爱，才能既快速响应和服务消费者，又能为员工创造出一个愉悦的工作环境。


  有“管理学大师”之称的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ker）曾经描述过自己对现代组织的看法：“现代组织必须是稳定的破坏者。”在当今竞争激烈的世界里，如果没有创新，一味求稳，产品、公司和组织很快就会因老化而被淘汰。


  但德鲁克也强调，组织越是期望成为变革的领导者，就越是有必要在快速变革和连续性之间保持平衡。因为在当前的工作环境中，企业需要依靠不在同一地点工作的员工协调完成工作。这样一来，“企业的核心基础——使命、价值、绩效与成果的界定都需要连续性”。


  乍一听上去，德鲁克等管理学家所描述的这些品质，几乎是自相矛盾的，或者说高度理想化的——开放性的创新思维、迅速应对多变的市场、注重文化多样性，与保持长期承诺、价值观稳定、现实主义的复杂气质到底能不能在一个企业身上兼而有之？符合管理学家期许的，这种相对理想的企业组织形态是否存在？


  答案是肯定的。


  雀巢正是在这些看似矛盾的品质中取得了平衡，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竞争力。在其150年的历史中，它一再利用自己的特殊之处，克服环境带来的阻力，不断扩张。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食品市场，雀巢以如此巨大的体量，让自己的业绩维持了30多年的稳定增长。


  但是，想理解、复制雀巢成功的基因或者说商业模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根据雀巢在企业文化、管理和组织结构上的种种特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范黎波把雀巢归纳为“韧性企业”——他曾经针对雀巢的管理和企业价值观做过多年研究。


  “韧性企业有两个特点：一是行事有原则，受长期战略驱动；二是能在日常运营中表现出很好的创新力和灵活性。


  “就拿雀巢在黑龙江双城和云南普洱的投资来说，雀巢早期在中国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亏损，如果没有长期战略在背后支撑，换了其他的企业早就不干了。但它最终还是一步步推动了中国奶业和咖啡种植业的发展，把生意做起来了。”


  有明确的原则，受长期战略驱动，是韧性企业的第一要素——雀巢在中国的运营和它推崇的“做业务时不忘长远眼光”的企业价值观是一致的。另外，“作为上市公司，雀巢有一套规范、精细的公司治理与管理体系，并不是靠一个人拍脑袋做决策或者几个人就能改变的——它始终强调管理合规，这一点没有变过”。


  “开拓中国或者全球其他市场时，雀巢并不完全只依靠自己的品牌和产品，它会收购有影响力的本地品牌，再很好地把它们整合进来。它始终表现出了足够的灵活性。”在范黎波看来，进入中国几十年，雀巢中国在业务上绝非一帆风顺，无论是其招牌的婴幼儿奶粉、巧克力威化、糖果、冰激凌还是饮用水、宠物食品等业务，都或多或少地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遇到过困难。


  “韧性企业并非十全十美不犯错误，关键在于它有长期战略，同时也有改变自己的能力。一件事做得不好或者犯了错误，这种企业会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去对业务模式进行创新和修改，甚至会毅然决然地选择放弃。


  “要知道，‘韧性’并不是固执，这一点是很难把握的，这是来自雀巢企业文化基因中的东西，也是其他企业很难复制的。”


  范黎波认为，无论是长期策略上的坚持，还是应对现实的灵活感，雀巢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都带有很明显的食品企业特点——食品企业所面临的市场，是高度竞争的自由市场，雀巢在任何领域都不乏强劲的对手，因此必须演化出应对消费者需求变化的灵活性。但是，在快速应变的同时，食品企业必须注重安全性和质量，也要有长远的眼光。单从生产上看，它们不可避免地要从大自然中取材，无论植物还是动物的生长周期和产出量几乎都是固定的，如果贸然做出短视行为，必定遭到大自然的反噬。


  另外，管理学界公认，雀巢具有瑞士企业的鲜明特色，比如具有开放性，尊重多元化，既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又不乏企业的创新精神。保罗·薄凯曾经不止一次说过，雀巢创始人亨利·雀巢本人的性格特点是雀巢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元素——“务实、灵活、喜爱学习，保持开放思维和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这些品质其实也是瑞士企业家的典型性格。


  尽管可以认定，雀巢同时拥有瑞士公司和食品企业的普遍特征，但无论管理学家，还是食品企业，凡是和雀巢打过交道或对其感兴趣的人，都一致同意——雀巢确实是“非常特别的”。


  “雀巢让人敬重的地方，在于它对商业利益的看法并不短视，并且一直如此。经过了一系列演变，它的企业价值观最终落到了创造共享价值上，这里既包括正常的商业企业盈利，也包含企业社会责任的部分，”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单绍骏说，“这并不是说雀巢从不犯错误，但是它有稳定的价值观，做事情也有自己的节奏，所以才持续经营150年。反观国内，从2008年的乳业危机开始，发生了这么多食品安全事故，很多企业起起落落，都是在商业上过于急功近利造成的。


  “雀巢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擅长制定中长期战略，食品行业本身的特点是薄利多销，而且跟人们的口味变化紧密相关。在这个行业能够做得好的企业必须有前瞻性，雀巢就是这样，它不是对市场亦步亦趋，而是能在产品和管理上不断创新，培育和引领消费文化。”


  无论是管理学科盛行，还是近些年来兴起的关于创新的种种研究，它们的意图都是相同的——学者们都在通过一系列研究，想证明好的管理方法、商业模式，以及个人或企业的创新能力是源于行为技能的，并不完全依靠一两个卓越的领导人，特别好的运气或是成功的基因。这意味着，只要通过正确的学习和训练，一个企业领导者就可以有效地提高自身的管理与创新能力，并且能够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抉择。


  而彼得·德鲁克更是一再强调说：“管理是一种实践，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的权威就在于成就。”


  因此，研究和理解雀巢公司的价值观和经营方法，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作为全球最大的食品公司，它已经成功运营了150年，并且在众多国家和地区中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与信任。


  “国内市场上出现的很多食品安全问题，其实是企业本身的价值观和管理出了问题——注重安全和质量对食品企业来说，本应是不言自明的，”单绍骏说，“政府固然要将法规制定得清晰、实际，并且监管到位，但总想耍小聪明的企业是做不长久的。


  “研究雀巢的管理和运营经验，也许对那些想做百年老店的中国企业来说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汉穆·茂赫（Helmut Maucher），1980—1997年担任雀巢公司首席执行官，卸任后就任雀巢集团董事长一职。

  


  
    [2]1瑞郎≈7元人民币。——编者注

  


  
    [3]包必达（Peter Brabeck-Letmathe），1997—2008年任雀巢公司首席执行官，2005年4月至2017年4月担任雀巢集团董事长。

  


  
    [4]保罗·薄凯（Paul Bulcke），2008—2016年任雀巢公司首席执行官，于2017年4月起担任雀巢集团董事长。

  


  如何理解雀巢


  “研究一个公司，其实就像去了解一个人一样。”范黎波说。如果探究了对方的出身、生长环境和人生观形成的原因，就能充分理解这个人的性格和现实中的所作所为，并能正确预测出他面临问题时会做出的选择。


  同理，要想理解雀巢，就必须对它诞生于哪里，经过了怎样的发展，企业价值观是如何形成的，即对企业“性格”的成因有所了解。


  作为全球最大的食品公司，雀巢的企业价值观究竟是什么，涵盖了哪些方面？当这些价值观被传递到全球每一个雀巢员工身上，它会像雀巢管理者所希望的那样，让员工们接受并认可，做到“知行合一”吗？


  一个企业的价值观其实就是它坚信不疑的东西，这是它做出每一个决定或面对激烈竞争制定中长期战略的基石。就像一个人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一样，企业价值观是知行合一中的前者——“知”。


  对雀巢的价值观，它的几任CEO在不同场合都有一些总结和概括。


  汉穆·茂赫将雀巢的工作与管理原则归结于三个主要信念：“发展并且持续地运用技术知识，做业务时不忘长远眼光，随时考虑‘人’的因素。”


  在重申了企业必须有长远眼光与对产品负责的态度之后，包必达说：“我们要把雀巢从一个普通的食品公司转变为一个真正关心消费者健康和生活的公司。”


  保罗·薄凯则说：“雀巢的战略是通过倡导营养、健康和幸福生活的理念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我们希望用基于科学的创新来推动这一过程。


  “所以，我们必须非常连贯地为执行这一战略而自律。”


  这种一以贯之在雀巢历史中的“知”，是企业赖以制定行为规则，以应对突如其来的挑战与商业环境变化的出发点。经过几任CEO和管理人员的努力，雀巢将“知”细化并具体地落实下去，最终成为雀巢员工“人手一册”的10条指导性业务运营原则，也就是“知行合一”中如何“行”的规则：


  1.营养、健康与幸福生活


  2.质量保证及产品安全


  3.消费者沟通


  4.业务活动中的人权


  5.领导力及个人责任


  6.工作场所的安全与健康


  7.供应商及客户关系


  8.农业及农业社区发展


  9.环境可持续性


  10.水管理


  雀巢的这10条业务运营原则，基本囊括了三大方向，与管理者提炼出的企业价值观是高度一致的：坚持用“长远眼光”经营业务（包括对产品和服务的认知与定位）；保持对“人”的关切与尊重（既要照顾好消费者、员工，也要这样对待供应商）；对业务可持续发展许下承诺（对环境以及整个供应链都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到目前为止，上至未来业务方向相关战略的制定，下至每个员工面临日常问题做出的选择，都必须符合这10条运营原则及其包含的细则。


  “企业价值观应该植根于公司日常的经营活动中。”保罗·薄凯在接受采访时说。在企业价值观方面，雀巢希望得到员工由衷的认同，而不是强行灌输——但是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仅有认同是远远不够的。在经营管理层面上，雀巢强调的是合规，通过大量的经验积累，雀巢的管理者们逐渐在企业内部建立起一套严格的行为管理规范。


  几乎所有的员工和观察者都提到，雀巢之所以能够推行“合规”，取决于两点：首先，它很注重将数据、案例、各项制度和流程积累在自己的管理系统中，并且不断对其进行维护和完善——全球各地的员工在技术、管理方面遇到的绝大部分问题，都能找到相应的规定和解决方案；其次，雀巢不但有稳定的价值观，还有一套严谨的方法论，能使得“合规”在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33万名员工中尽量不走样地推行下去。


  这使得这个庞大的跨国公司在全球各地的分公司里都能够保证自己的产品、品牌和行事原则的一致性。但同时，正如茂赫、包必达和薄凯所强调的那样，雀巢又是一家在决策方面尽量分权，呈现出多样性的跨国公司，“在食品和饮料方面，没有‘全球消费者’的概念，这是我们坚定的信念之一”。


  “对一个活生生的企业来说，其实并不存在所谓完美的终极状态或制度。企业必须根据周围环境和所处阶段的变化，不断对自己的管理与战略进行调整和修修补补。”范黎波说，“面对激烈竞争，企业只有用‘变化’才能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


  “雀巢运营了150年，而且是全球最大的食品企业，它内部肯定存在‘体制刚性’，这种刚性存在于全世界每一个历史悠久、制度完善的企业里。它有可能表现为庞大机构中的官僚主义，也有可能是人们不再自主思考，只会墨守成规，因此失去了对用户的需求做出及时反应的创新能力。”范黎波说，“而雀巢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它根据自身特点，创造了一种看上去似乎有点自相矛盾的企业文化，既能保证合规，又能自己改变自己。”


  要理解这种企业文化的来源、它们是如何成就了雀巢，以及在中国这种企业文化演变成了何种特质，就必须从头开始，追溯雀巢的“血统”、历史、价值观和它始终希望保留和发扬光大的某些特质，并且持续观察它发展和成长的整个过程。


  来自瑞士的DNA


  几乎所有的观察者，无论是管理学家、竞争对手，还是雀巢的员工都认定，雀巢是很典型的瑞士企业，因此它的“气质”中有瑞士企业的共性：有长远眼光，尊重多元文化，重视并且鼓励创新。


  哈佛国家发展中心研究员R·詹姆斯·布雷丁（R.James Breiding）在长期研究瑞士企业后，写了一本书叫《创新的国度》（中信出版社于2014年3月出版），他试图在这本书中总结瑞士企业的“成功定律”。作为一个多山、资源匮乏的欧洲小国，瑞士为什么能够在近百年的时间内，一跃成为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并且孕育了雀巢等诸多知名企业？


  为此，布雷丁梳理了14个行业中著名瑞士企业的发展史，这些行业包括食品、钟表、旅游、制药、金融等——不光是雀巢，瑞士还诞生了诸如斯沃琪（时尚手表品牌）、罗氏制药等其他行业的佼佼者。


  通过这些研究，布雷丁得出的结论之一，就是瑞士企业的竞争力有很大一部分都来自瑞士的国家特色和历史渊源。


  瑞士在近现代之前曾经非常穷，原因是它的大部分国土在阿尔卑斯山区，基本上以小规模农业经济为主——除冰雪、水源和山地景色之外，瑞士国土内可供人类维持生计的自然资源十分匮乏。这种恶劣的生存条件促使瑞士人在公元14世纪之前就进入欧洲，靠勤奋、聪明才智和劳力谋生。瑞士人不但性格坚韧，善于融入当地社会，还会尽最大努力提高资源利用率——瑞士企业家勇于开拓进取、推崇职业精神，以及量入为出的性格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


  从历史上看，瑞士从来没有过集权传统，它（现在的瑞士）和法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列支敦士登接壤，光是官方语言就包括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拉丁罗曼语4种——这种局面是由多个不同文化、宗教信仰的地区经过漫长的时间，逐渐融合而成的。


  有这个前提，瑞士成了近现代欧洲国家中第一个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而且是少数采用纯粹联邦制作为政治体制的国家。联邦制的精髓在于：联邦政府及其组织代表联邦，按联邦的意愿行事；联邦的成员政府则代表并按照联邦各地方的意愿行事。如今的瑞士由26个州级民主政府和近3000多个市镇级民主政府构成，州政府执行联邦政府以及自己制定的政策，但它们所拥有的权限并非联邦政府授予，而是原本便归其所有——州政府也会积极参与联邦政府的决策。


  联邦制特别适合多元文化社会，在这种体制下，瑞士每个州都保留了自己的政体和重要的独立决策权，这使得各地不同的政治、文化、宗教信仰和历史都能得以发展。


  瑞士也由此形成了能够接纳欧洲移民的多元化氛围。在近现代，不同历史时期因为各种理由被迫离开家园的欧洲移民纷纷进入瑞士，他们中一些积极进取、与瑞士人性格相容的人选择了留在这个国家，重新开创自己的事业——雀巢的创始人亨利·雀巢就是德国移民。由于早在14世纪以前，瑞士人就以“国际化”和“职业化”著称，在近现代更是涌现了很多在欧洲或美国创业的企业家——雪佛兰品牌的创始人路易斯·雪佛兰（Lewis Chevrdet）就来自瑞士。这种频繁的人才双向流动，为这个国家带来了知识、文化、技术和资金等领域的不断更新。


  也正是因为这样，瑞士人很早就意识到，能否提高联邦政府的效率和效益，在大国环伺中得以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中的不同社会群体间是否存在开放、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和共赢的心态。


  而瑞士的历史、政体与文化氛围，最终给众多瑞士企业带来了潜移默化的、不可磨灭的影响。


  开放、尊重带来的创新


  雀巢采用的“集中—分散型”管理模式，其实与瑞士政府采用的联邦制十分相似：总部具有开放性与服务精神；除制定统一标准和管理原则外，较少对各地进行管制，尊重各个区域市场的差异化选择与独创的商业模式；并且致力于推动公司内部跨越国界和区域的交流。


  事实证明，只有这种管理制度，才能让雀巢在保持全球最大食品企业规模的同时，不失去灵活机动的反应能力。


  雀巢在公司内部会通过推动各种培训计划，让不同国籍的员工有规律地在各个区域之间转换岗位或参与培训——区域市场的管理、技术人员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在雀巢中国的任何一个办公室、农艺服务站或工厂中，不同国籍的员工在一起工作，都是件司空见惯的事。


  这种人才流动和融合并未仅仅局限在区域市场内部或文化相似的国家之间，比如，雀巢日本就特意和遥远的西非雀巢建立了持续的海外人才交流关系。日本员工要去的是被称为“可可之乡”的加纳，那里的文化氛围和亚洲相差甚远。但雀巢日本股份有限公司CEO高冈浩三认定，只有用开放的心态去“充分认识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才能获得更多创新的能量，积累更多经验和体会。


  雀巢在公司内部刻意营造了与瑞士国内存在多元文化群体类似的气氛——这一做法让拥有截然不同的知识、经验和思维方式的员工有了双向流动、相互理解和学习的机会。这种“类瑞士”的文化氛围，带来的最直接好处就是激活了分公司与区域市场的创新能力，最终给各地消费者提供了最贴心的服务。


  就拿同在亚洲的日本市场来说，雀巢日本的管理和销售就与中国及亚洲其他市场有非常明显的差异。


  尽管在对产品质量、生产、品牌、零售渠道、供应商的管理上，雀巢全球都有严格的一定之规，但雀巢总部非常鼓励和尊重区域市场的商业模式创新。为此，高冈浩三还特意写了本书，叫《像雀巢一样赚钱：雀巢的盈利架构》（北京时代华文书局于2016年9月出版），在其中生动、详尽地介绍了很多雀巢日本推出的特殊商业模式。


  高冈浩三在书中写道：“随着时代的推进，原本方便、轻松的东西已经变得不方便了，当你注意到这一点时，就是新的商业模式诞生的时候。”


  高冈浩三是雀巢日本培养起来的第一位日本籍CEO，他和自己的团队一直以善于创新闻名。仅用咖啡销售举例来说，日本在近十几年里，一直面临着人口减少、老龄化、经济收缩的局面。在一般人看来，这绝对是食品企业的危机——因为这样一来，人们购买和消耗食品的总量会持续下降。但是高冈浩三和日本的销售市场人员却创造性地采用了雀巢“咖啡大使”这一独特方式，让雀巢咖啡在日本企业中实现了B2C（商对客）的增量销售。


  “咖啡大使”的销售原理非常简单，在企业中招募义务的“咖啡大使”（个人），然后免费将雀巢特意为之开发的冲泡“雀巢金牌速溶咖啡”的咖啡机送入“大使”所在企业，放置在办公室的一角。大使从雀巢日本公司购买咖啡粉，再从喝咖啡的同事那里收取费用。这些咖啡比便利店和咖啡馆中售卖的咖啡便宜，同时因为可以在办公室随意饮用，不但方便了员工，激活了企业内部的社交气氛，还会让大使们因此获得“为他人服务”的成就感。


  细想之下，这种创新的销售方式几乎在日本之外的其他任何亚洲市场（包括欧洲与美国市场）都无法顺利推行，因为它是根植于日本极为特殊的地域文化之上的：首先，日本公司员工的流动性很小；其次，日本人非常提倡讲秩序和“为他人服务”，绝大部分人都会自觉缴纳费用；最后，日本社会中咖啡文化盛行，咖啡早已成为像茶一样普及的饮品。


  在这种社会背景和饮食习惯之下，由于单身人士和两人家庭数量激增，能够单杯饮用的奈斯派索（Nespresso）胶囊咖啡机在日本也大受欢迎。有鉴于此，雀巢日本还在2013年推出了全球第一款胶囊式泡茶机——SPECIAL.T。


  有调查数据表明，在日本平均每人每年喝掉超过300杯咖啡，相比之下，每个中国人平均一年喝的咖啡还没超过4杯。因此，雀巢中国在咖啡销售方面的做法与日本是截然不同的。


  在20世纪90年代刚刚开拓中国咖啡市场的时候，雀巢为中国推出了特制的速溶咖啡“雀巢咖啡1+2”。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消费者对咖啡并不熟悉，“他们希望像吃方便面一样方便地喝咖啡，喜欢大量加糖加奶”，并且非常在意速溶咖啡的性价比。


  随着中国人对咖啡的兴趣逐年增加，雀巢中国也将奈斯派索胶囊咖啡机等产品作为速溶咖啡的升级版引入国内。但是仍旧和在日本市场不同，雀巢中国必须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推进速溶咖啡的销售。


  在沃尔玛这样的超级零售卖场都在备受房租、人工等成本困扰的时候，2016年11月11日，淘宝、天猫商城的总交易额超过了1207亿元——网购几乎成了中国人最喜欢的购物方式之一。


  “中国的电商形态太特别了。”雀巢大中华区电子商务总监王雷说。确实，在全球都很难找到像淘宝、天猫这样的电子商务平台——以它们为代表的几大电商占据着一个国家网络购物70%以上的市场份额。“而雀巢本身的管理体系是开放型的，对推动电子商务这样快速、灵活的创新会很有利。”


  作为雀巢中国执行层面的一员，王雷的体会是，瑞士总部的电商加速团队非常善于总结各个市场的先进经验，他们会形成一套指导性的策略和原则，也会给各个市场提供技术与经验支持。


  但是，一旦王雷和同事们仔细、充分地说明了中国的特殊情况，在具体操作层面，瑞士总部“会尊重各个市场的选择”。


  人是最重要的


  之所以能够尊重和容纳差异化，是因为雀巢秉承的大原则十分清晰——以人、产品和品牌为先。


  雀巢中国乳品与营养技术副总裁陆明曾是雀巢黑龙江双城工厂历任管理者中的第一位中国籍厂长——双城工厂是雀巢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乳制品厂。作为全国最了解雀巢管理原则与生产质量标准的人之一，陆明说：“雀巢在自己的管理与领导原则里开宗明义地讲，人、产品和品牌是最重要的，好的制度固然有其用处和必要性，但是要让位于对人的尊重和对产品质量的重视——这一原则贯穿了雀巢的整个历史，从来没有变过。”


  产品质量一直是雀巢品牌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质量管理体系早已成为同行和管理学家研究的对象。亨利·雀巢本人特别重视产品质量，从一开始，他就在实验室里雇用了化学家，对两种最重要的原料牛奶和粮食进行质量控制——这既是雀巢研发网络的雏形，也是其著名的质量管理体系的根源。


  对产品质量的重视其实也是源于对人，即对消费者的关注。而雀巢在管理原则里强调的“人”，既包括消费者，也包括员工和各环节的供应商。


  对人的关注，再加上瑞士企业原本特有的谨慎，最终形成了雀巢企业文化中最独特的一点——高度重视安全。


  对安全的重视，首先体现在雀巢分布于全球的各个工厂和办公室的外观上——无论是在办公区域还是工厂，楼梯扶手上永远贴有提醒员工上下楼梯时扶好扶手的标签。


  水厂、液体奶或奶粉生产厂、冰激凌厂等生产工厂，虽然生产的产品各不相同，但都有着井然有序、整洁的外部环境与严格的现场管理：工厂内各种安全警示标志齐全到位；人行道和车行道有严格的区分；员工们始终在不断进行和安全生产有关的设备改造与流程革新。


  雀巢工厂里还有很多关于安全的细节和标志是外来者不会注意到，却是通过培训和制度，让员工铭记脑海中的。


  “双城工厂里有几个风向标，它们可不是装饰品。”双城工厂工程部经理潘旭说，奶粉厂有可能发生的事故包括氨泄漏，员工们都接受过相关培训，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疏散的时候要迎着风走（氨会被风吹走），这就是风向标的作用之一。


  “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工厂很多通道的门外都画着一条黄线，这是在提醒员工这扇门是冲这边开的，平时没事不要站在这里，否则里面有人开门出来，外面的人就会被撞到。”


  云南大山饮品有限公司的“云南山泉”生产厂厂长张兴在自己的办公室也穿着橙色的反光背心——这本来只是在几个特定区域，比如仓储和物流区内必须要穿的。张兴解释说，之前有员工没有在规定区域中穿上这种背心，发生了一次小事故。所以他索性带头起到表率作用，好时刻提醒经常在特定区域出入的人都要穿上反光背心。


  “在雀巢的安全标准里，只要出现员工因工出了事故，第二天不能来上班的情况，就已经是大事了。”雀巢大中华区安全健康环境（SHE）总监龙沛湘说。顾名思义，SHE部门有很大一部分职责就是要与各个部门通力协作，保障员工在日常工作中的人身安全。“比如，雀巢的工厂里有很多时候会用到热蒸汽，员工操作不当，手被热蒸汽烫伤了，去医务室看一下，医生帮你抹个烫伤膏，这种程度的安全事故就需要输入管理系统里上报了。”


  就像雀巢质量管理体系一样，SHE部门有关于环境和员工职业健康安全体系的认证。他们的KPI（关键绩效指标）之一，就是“百万工时可记录工伤事故数”，目的是要管控对员工安全产生造成危害的重大风险，例如工伤、交通事故等。SHE部门的员工还会和其他部门的同事一起，定期通过日常系统中收录的事故记录（比如员工烫伤手）进行分析和总结，找出在生产区域和办公室中降低事故率的改进办法。


  “在特定区域里，比如物流区和生产区，员工都要穿鞋头上镶有钢板的安全鞋和相应的防护衣物，就算再热、再重、再麻烦也照穿不误，连来访者也必须遵守这一规定。”云南山泉生产厂的SHE部门负责人杨松绿说，“雀巢工厂还有一个规定，就是在一些特定区域里不能看手机。道理也很简单，只顾看手机，员工就可能滑倒或者没看到对面过来的叉车和人。所以如果真的需要打电话，大家可以到特定的安全区域去打，然后再收起来。”


  事实上，不管是不是SHE部门牵头，雀巢的工厂（包括合资公司的工厂）每年都在持续推行和安全生产有关的改进，大大小小的项目，从改造设备到工艺流程不一而足。例如，双城工厂在2014年把工厂内所有的220V交流电传感器全部换成了直流电24V的。


  “做这个改造，是考虑到万一从事危险作业或心脏有问题的员工碰到220V的电流，会存在风险，”潘旭说，“工厂里原本就有一些传感器是24V直流电的，整个改造花费不算太高，还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


  这类改造在外人看来可能会有些“过于谨慎”了。但是上至厂长、SHE与各个生产、管理部门，下至普通员工，大家的看法都很一致：“小地方不注意，就可能引发大的事故，如果（事故）危及人，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


  雀巢对安全的要求也延伸到了供应商身上。


  “从2014年起，雀巢对于运输安全这件事越来越重视，”雀巢大中华区集团采购部主任韩朔说，“所以选择供应商或做审核的时候，我们会把保障道路安全和负责任的采购指导原则这两方面的要求结合起来。”


  保障供应链安全也是SHE部门的职责之一。“雀巢工厂生产的产品从生产线下来，会直接运到工厂或分销中心的仓库，我们要保证这一段流程上的事故率降低，”龙沛湘的同事，雀巢大中华区供应链安全经理冯自卫说，“而这些产品通过分销中心或经销商向超市或零售店和合作伙伴配送，这个过程中的安全雀巢也是要逐渐管控到位的。”上至道路安全，下至仓库人员或理货员不慎受伤，都会被录入雀巢“百万工时可记录工伤事故数”等指标中——“这其中不仅包括雀巢员工，也包括在现场的第三方合作伙伴的雇员”。


  冯自卫也会和雀巢的客户，例如肯德基、沃尔玛这样的企业分享雀巢的安全理念。


  “比如说，肯德基物流分销中心的安全负责人会来和我一起探讨雀巢安全体系的管理经验，”冯自卫说，“这种交流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相互学习的机会。一旦事故率下降，整个公司损失也会减少。无论怎样，只要能让员工在工作中降低受伤的概率，或者把严重的伤害变到轻微，这都是一件好事。”


  “在很多场合，你一眼就能把雀巢的员工从人堆里挑出来，”龙沛湘说，“只要是雀巢的员工，无论在哪里，上下楼都会下意识地扶楼梯扶手，坐车的时候，即使坐在后座他们也会系上安全带。”


  “只要是雀巢负责组织的公众活动，一定会有专门的人在会议开始前告诉与会者需要注意的安全事项，并且要求在场人员遇到紧急情况跟着他（她）疏散。”雀巢中国公关总监何彤说，这些负责现场安全的雀巢人一定会事先亲自检查所有的紧急出口或安全通道。“这些习惯几乎已经成为雀巢员工的第二天性了，他们也会很自然地把这种安全意识带回到家庭生活里。”


  对人的尊重和关注并不仅限于保障员工和消费者的人身安全，也有助于推动企业在日常运营上的创新。


  雀巢日本CEO高冈浩三在推崇业务创新时一再强调，要围绕“顾客”重新思考和组合产品与服务。高冈浩三谈及的“顾客”是广义的概念，“要根据行业和所处部门来考虑，不是只有消费者才是‘顾客’”。他认为供应商、合作伙伴甚至公司内各部门的员工都是“顾客”，都是活生生的人——都需要雀巢认真对待，并站在对方的角度来重新思考他们的需求痛点。


  在雀巢日本的一项创新中，高冈浩三想要压缩库存费用，并削减从营业仓库到批发商仓库的运输费。他采取的具体措施就是不再像以前那样，把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放到雀巢的营业仓库里，而是直接运入批发商仓库。但这不是雀巢单方面推动的变革，高冈浩三更希望那些大型批发商能与雀巢一起尝试这一改变。他的想法是，这些大型批发商因为提供了大量产品的储存及物流服务，也能随之进行新商业模式的探索。这样一来，它们也有可能在电子商务时代获得更多商机。


  “只有提高整个供应链和行业的价值，才有利于提高自己公司的盈利能力，”高冈浩三说，这并不是雀巢自以为是、单方面的架构变更，“我们需要不断地、耐心地进行交流，让批发商也意识到这是在时代洪流中不得不做出的改变。”


  无论外在形式和方法如何不同，雀巢在各区域和国家的创新始终是围绕对“人”的重视来进行的。


  在商业社会里，瑞士公司之所以被公认为并购时的首选雇主，是因为它们的文化倾向于尊重被并购的企业——这一点也体现在雀巢在中国市场进行的各项合资活动中。


  一方面，雀巢将“合规”的要求和自己特有的价值观明确地传递给了合资企业，但另一方面，它也会尊重这些本地合作伙伴在产品和品牌上的核心竞争力。这使得在糖果和点心市场上深受欢迎的徐福记、广东人心爱的本地品牌“五羊”、生产极富中国特色饮料花生牛奶的银鹭、四川的豪吉以及中国鸡精市场的知名品牌太太乐，都最大限度地保持了自己的产品特色。


  保罗·薄凯更是简洁地总结道：“雀巢的全部企业文化都可以翻译成一个词——尊重。”


  将眼光放长远


  瑞士与法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列支敦士登这五个国家接壤。它的国土面积只有4.128万平方千米，相比之下，法国的国土面积是67.28万平方千米，意大利是30.13万平方千米，德国是35.74万平方千米。


  大国环伺、资源紧缺，这种生存环境从一开始便培养了瑞士人防范风险的意识。瑞士人一直非常谨慎，他们知道风险不仅来源于现时困境，更容易蕴含在成功和机遇之中。


  瑞士有直接民主的传统，任何瑞士公民都可以发起意图修改法律的全民公投，前提条件是要在18个月内拿到至少10万个有效签名——瑞士有800多万人，这样来看，发起全民公投的门槛其实不高。为了真正增强民主机制，瑞士人计票时并非单纯算人数，而是让人数较少的组织的公民投票比人数较多的组织的公民投票有更高的权重。通过法律和制度层面的设计，瑞士公民能够在各种层面参与各类事件的决策，并拥有最终决定权。


  2016年6月5日，瑞士人在全民公投中以78%的反对票否决了“无条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的提案——瑞士是欧洲首个就全民保障性收入计划进行投票的国家。这一法案是针对瑞士财富分配不均和就业机会减少提出的，提出者主张无须任何理由或资格，凡是瑞士人，成年者每月无条件获得2500瑞士法郎的收入，儿童每月获得625瑞士法郎。


  大多数人投反对票的理由很简单，每年给800多万人发钱，据估计，成本将是目前联邦政府年度支出（670亿瑞士法郎）的3倍——“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巨额开支需要通过提高税收或者用通货膨胀去实现。这样做不仅会推高物价，更会“养懒人”——既不符合自由市场的经济规律，也不利于瑞士的长远发展。


  而且，相比欧洲其他国家，瑞士目前的就业率很高，瑞士人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在本国推行这样一个过于激进、风险过高的实验。


  瑞士人每年会进行三四次全民公投，除此之外，他们针对各种提案的投票也非常频繁。小到延长假期，大到全民福利议案，瑞士人已经习惯了利用投票的形式来消解“极端主义”或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他们的反复投票其实是一种日常演练，用民主的方式确认大多数中立人士的意愿与力量，并鼓励民众对各种提案进行自主思考。


  2015年6月，瑞士人还针对一项由左翼政党提出的“向超过200万瑞士法郎的遗产收税”的提案进行了公投。


  瑞士左翼政党认为瑞士财富分布严重不均，想借此机会阻止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另外，他们也希望用高额遗产税的收益补充养老金系统的不足。但是国会中的大多数右翼党派成员维护各个州的自主权，因而反对这项建议。


  反对者还认为，如果通过了这一新税制，会加重瑞士人的税收负担，因为这样一来，瑞士人就要上三重税：所得税、财产税和遗产税——瑞士本来就是欧洲少数几个征收财产税的国家之一。尽管这样做可以补充养老金系统的不足，但从长远看不利于整个经济的发展。对于代表瑞士中小企业利益的瑞士工业联盟来说，这项提案更是威胁到了许多家族企业的未来。而且不少人认为，这项建议存在不公正性，比如说，一个人继承了199万瑞士法郎的财产，可以不必缴税，而四个人继承了一份210万瑞士法郎的财产则必须缴税。


  最终，在2015年6月公投时，瑞士人以71%的反对票，否决了“征收遗产税”的提案。


  在过去的几年内，瑞士人已经否决了很多类似的全民提案，比如：为了合理控制工资差距的“1∶12”提案（要求一个企业最高管理人员的工资不能超过最低薪员工的12倍）、关于设置最低工资的提案（设置最低工资是否会影响就业在经济学界始终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以及关于停止百万富翁税务特权的提案。早在2012年，瑞士人还以67%的压倒性优势否决了“6周带薪假期”的提案——不是瑞士人不喜欢带薪假期，而是他们认为这一福利应该归劳资双方自愿协议，不该由政府越俎代庖。


  这些投票结果相当生动地勾勒出了瑞士政体，或者说瑞士人思维方式的特点：瑞士社会绝非十全十美，财富分配不均、老龄化等问题日益凸显，必须通过各种方式改进；但瑞士人性格谨慎，不喜欢剧烈、动荡的变革，也不相信改变可以一蹴而就；在从提案提出到表决的整个过程中，各党派（瑞士有30多个党派）和利益群体的呼声都必须得到充分体现；州与政府，各个利益群体之间都存在博弈关系，只有形成共赢或妥协的局面，才能推动各项事务的进行；绝大多数瑞士人在经过思考后都选择了维护自由市场经济，尊重企业家精神，警惕极端主义（无论这些提案来自左翼还是右翼政党）。


  据统计，有近80%的瑞士人在基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商业环境中工作，也许，这是瑞士人能够将眼光放长远，并且能做到居安思危的主要原因。


  一直以来，雀巢为人称道的“长远眼光”，其实是一种在短期利益和长期目标中取得平衡的能力，这与瑞士人的性格特点相吻合——无论在国际政治还是商业活动中，瑞士人都是以谋求平衡而闻名的。


  和瑞士人一样，雀巢认为自己绝非完美，但它不喜欢一蹴而就，而是强调持续改进，“尽量防止出现急剧的一次性的大变化”。


  雀巢的历任CEO都推崇长期性的思考方式，注重长期利益和可持续发展。他们总是提醒员工：“要赢得全盘战争，而不只是一场战役。”但是这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在自由的市场竞争中，雀巢要能达到一个稳定的、令人满意的利润水平——只有企业在不为自己能否继续生存发愁时，才有可能做出理智、稳健的中长期决策。


  雀巢作为一家上市公司，这个“稳定”“令人满意”的利润水平，到底是多少？一个企业面对金融市场提出的相对短期的高要求，究竟应该如何将它们和企业既定的长期增长目标进行协调？对此，雀巢在自己的管理原则里做出了回答：“雀巢致力于长期成功地开展业务，并努力成为注重长远利益的股东所偏爱的公司。然而雀巢也不忽视提高短期业绩的重要性，对每年创造合理利润的需要保持清醒的认识。”


  为了保证公司“注重长期利益”的策略不被干扰，雀巢在过去的几十年内已经做到了如下几点：首先，在金融市场中建立一个稳定而分散的股票架构，确保没有追求特殊利益或插手公司管理事务的大股东，干扰公司制定长期战略；其次，雀巢的董事会与CEO的责任区分得非常清楚，董事会负责制定公司战略，CEO负责执行，不像美国公司那样推崇“明星CEO”——董事会能够找到长期在雀巢工作，同时理解公司企业价值观的职业经理人。汉穆·茂赫、包必达、保罗·薄凯都先后担任了雀巢公司CEO、董事会成员或董事长的角色，每一任都与继任有着信任、亲密的工作关系；最终，由于一如既往地坚持“长远眼光”，雀巢为自己在股票市场找到了一批“注重长远利益”的股东——他们愿意接受雀巢承诺的“每年5%~6%的有机增长”，而非一味追求爆发性增长。


  雀巢目前的几任管理者，从茂赫、包必达到薄凯，都曾长期为雀巢工作，彼此相互熟悉、扶持，并且认定继任者能够传承雀巢的价值观。尽管性格迥异，但这几位领导人的共性非常明显，按照茂赫的说法：“我们在价值观、原则和承诺上愿意保守一些，而在技术创新和其他开发研究方面，比如说对消费者趋势的研究上，则要成为最有活力的。”


  因此，雀巢始终聚焦于食品市场的中长期消费趋势。例如，从茂赫时代延续至今，雀巢在食品、生物科学领域中不断创新，并且通过一系列在欧洲和美国等市场的收购合资，获得了大量核心技术和产品、品牌优势；虽然有些收购，如加州葡萄酒、餐饮等最终并不成功，但是由于雀巢把握住了“健康、营养”的长期策略，还是在婴幼儿营养品、水、宠物食品等领域获得了强劲的增长；几任CEO都在不断调整雀巢的生产和管理，包必达将生产改为区域管理模式，用相似的产品组成战略业务群组，从而获得了更大的规模效应。


  最终，雀巢如果要继续证明自己的“长期性思考方式”是正确的，就必须在下一个十年中押对宝，获得更大增长——它确实已经在营养医学、保健品和功能性食品等领域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投入。


  雀巢进入中国的轨迹，也恰恰证明了它的中长期战略属性。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和多数跨国食品和消费品公司一样，雀巢一开始也是通过香港公司将一些产品出口到中国内地。跨国公司用这种间接销售的方式，完成了对中国市场的试水，之后便开始纷纷通过合资等方式直接进入了这个巨大的新兴市场。


  从这时起，雀巢的做法便与竞争对手有所区别。


  在中国，雀巢的经营方式是典型的长期投入型：1990年，雀巢在黑龙江双城建立奶制品工厂；两年之后，雀巢在东莞建立了咖啡生产厂；1994年，雀巢美极工厂投产，专门生产汤料和调味品；随后，天津的巧克力和糖果生产及冰激凌厂、上海的冰激凌厂等也陆续建立起来。


  就在建设工厂的同时，像牛奶、咖啡这样原本需要进口的重要生产原料，一一被雀巢在中国本地建立的供应链取代。这样一来，雀巢不仅在中国销售产品，它销售的还是本地产的产品（从生产和供应两方面来说都是如此）。


  雀巢在中国的第一个工厂——双城工厂生产的是婴幼儿配方奶粉。为了解决奶源问题，雀巢前后花费了近十年的时间。它与当地政府合作，在双城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牛奶采集网络和收购制度。为此，雀巢派出畜牧和农业专家到双城，向农户传授了饲养、管理奶牛及采奶的技术。之后，当山东青岛的莱西奶品厂和内蒙古额尔古纳的呼伦贝尔奶品厂陆续投产时，也完全复制了“双城模式”。


  与之类似，雀巢在云南省的咖啡之旅始于1988年——雀巢几乎是在东莞考察修建咖啡生产厂的同时，就启动了咖啡种植推广。综合考虑了天气因素、土壤条件和当地政府的开放度等因素，他们选中了当时还叫思茅[1]的普洱市作为试点区域，种植小粒种咖啡。和解决奶源问题一样，雀巢从总部派来专家，在云南当地推广了咖啡种植技术。到1997年，雀巢的东莞咖啡生产厂就已经能从普洱获得生产速溶咖啡所需的全部小粒种咖啡豆了。


  雀巢投资奶区和推广咖啡种植技术并非慈善行为，而是基于“长期利益”的考虑：建立一个健康、诚信、开放、平稳发展的农业社区，不断提高农户的管理水平，最终会使雀巢采购到的原料质量更高、食品的安全更有保障，同时采购的成本也更加合理。


  雀巢将这一业务原则融入了企业的价值观：“公司业务只有符合当地社会的利益才能长期获利。”简而言之，“全球战略和思想必须通过本地行为和承诺才能得到最佳体现”。


  在全球实践这一价值观时，确实需要雀巢的管理者能够牢牢把握食品市场的中长期趋势——这种投资生产基地和建立端到端供应链的商业模式，很难因为一些短期流行趋势而忽然改变方向，去种植、养殖或生产其他产品。


  采用这种商业模式，需要经营者和员工既有坚韧不拔的性格，也要有能够融入当地社会的适应能力。正如保罗·薄凯所形容的那样，理想的雀巢员工应该“既有想象和把握未来愿景的能力，也能随着环境改变而做出调整”。


  面对问题，持续改进


  与瑞士并非完美的国度一样，雀巢绝非完美的企业。


  或者不如说，完美的组织或国家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于当今这个充满竞争、冲突和剧烈变化的世界上。正如保罗·薄凯所说，“雀巢有相当的体量，而且树大招风”，“在过去我们一直被关注和批评，目前也如此”。


  他和汉穆·茂赫、包必达都处理过雀巢在发展中遇到的重大事件和由此带来的各种复杂影响——由于雀巢是全球体量最大的食品公司，它在很多问题上所持的态度是举足轻重的，极易引发争议。


  无论是母乳喂养、转基因食品，还是工业化大规模食品制造等问题，雀巢经常要面对很多公共组织和舆论的批评。


  “在雀巢150余年的历史中，它必须面对很多十分激烈的辩论，雀巢肯定不是完美的，”包必达在回忆雀巢所遇到的挫折时说，“很多事情都证明，我们在当时当地对许多人表示出的质疑缺乏了解。”


  相当大一部分来自公共组织、媒体的批评，源自雀巢处理问题的节奏和方式。从它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遇到的几次重大危机的处理方式来看，雀巢始终保持了自己独特的节奏——那是一种审慎、警惕极端主义、不喜欢“一蹴而就”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瑞士人特有的保守性格与气质。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数字化时代的来临，雀巢也在加快自身的反应速度，保罗·薄凯曾经说：“雀巢在数字化上正在采取更加主动和积极的态度，并积极参与到新形式的社交对话上来。”


  但有一点没有变。


  “雀巢是非常典型的瑞士公司，很重视遵守规则、讲诚信，做事情实事求是，”雀巢大中华区集团质量保证部副总裁邸雪枫说，“通过思考和学习，它一旦认可和承诺的事，就一定会去做。但如果不认可或者尚有疑虑，雀巢绝对不会为了压力或者取悦谁而去做。”


  雀巢经历过的最大、最典型的一次挫折和挑战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全球出现了一次由雀巢婴幼儿食品引发的激烈论战，质疑者认为雀巢对婴幼儿食品的营销阻碍了母乳喂养。这一论战在世界卫生组织、以雀巢为代表的婴幼儿食品生产企业和各种公共组织间持续了近20年。


  这一争执充分体现了人们对大型工业化企业持有的出于本能的怀疑态度，也提醒雀巢要意识到自己作为全球最大食品企业所担负的责任。


  汉穆·茂赫曾把那种一旦出现问题，不管会造成什么后果，人们都要求“立刻”解决的状况，称为“速必脱”（subito，指没有预警，突如其来的发作）症状。


  茂赫认为，事实恰好相反。一旦整个产业和经济的某个环节出现问题，没有人能独善其身。对它们进行改善不但需要时间，也需要各方的积极参与。例如，立法的完善，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透明的信息知识分享和行业中很多企业、员工的努力工作与学习等。


  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在重大问题上，雀巢很少会仅仅为应对舆论而采取过于快速、讨巧的反应。但是一旦决定接纳某种规定或建议，它就会通过严谨的流程、彻底的执行和持续不断的检查来保证实现自己的承诺。


  正如茂赫所说，在近20年的各方论战过程中，公众、雀巢和婴幼儿食品企业都逐渐厘清了对婴幼儿食品功能与销售方式的认知。最终，在1979年，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召开了国际会议，制定了婴幼儿食品营销的国际规范，规定母乳替代食品不得以损害母乳喂养的方式进行营销。1981年5月，《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简称CODE）以118票赞成、1票反对、3票弃权高票通过。CODE规定，卫生组织和卫生专业人员须鼓励和保护母乳喂养，说明母乳替代品的使用情况和风险；免费样品不应提供给孕妇、产妇或家庭。CODE对母乳替代品的营销手法、包装文字和图片也做出了限定。


  自1981年以来，已经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颁布实施所有或者大部分的CODE内容及随后的世界卫生大会的有关决议。中国在1995年颁布了一个《母乳代用品销售管理办法》——这是根据1981年的CODE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的。


  “企业需要通过透明、公开的改进来建立信任，”茂赫说，“只有当人们对那些即使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事情也实事求是时，才能赢得信任。”


  为了改进婴幼儿食品的销售，雀巢内部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起草和实施关于母乳代用品的营销规范。从1981年开始实施《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后，雀巢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公司内部关于CODE的政策与指示（这些规则也在不断更新升级）。同时，雀巢制订了系统的监督计划，实行了内外两套监督措施——不但有内部监督，还有外部审计，并且将结果公开。


  雀巢是第一个被纳入富时社会责任指数（FTSE4Good Index Series）的婴幼儿配方奶粉生产商——这由世界级的指数计算金融机构Group FTSE（富时集团）编制的，是当前全球投资人观察欧股动向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富时社会责任指数可以用于持续评估公司是否遵守母乳代用品营销规范。因此，是否能被纳入富时社会责任指数，也成了对雀巢内部合规和执行CODE的有力外部监督。


  “雀巢已经把CODE变成了公司集团管理最基本的原则之一，雀巢员工对遵守CODE都形成了一种本能反应。”雀巢大中华区首席医务科学及合规官李文军说。为了保险起见，雀巢内部使用的规则比《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更为严格。奶粉厂商根据孩子所处的年龄段与所需要的营养的不同，将适合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奶粉划分为：1段（适合0~6个月），2段（6~12个月），3段（1~3岁）等。“世界卫生组织的守则只限定了0~6月龄的奶粉不能直接针对消费者做宣传，而雀巢的CODE则规定0~12月龄的奶粉都不能直接针对消费者做宣传。”


  雀巢的0~12月龄奶粉，是由营养专员对医务保健等专业人员介绍产品配方和制造工艺后，由医务人员根据专业判断来选择是否给婴幼儿食用的（在正常情况下，医务人员和母亲们的首选自然是母乳喂养）。无论是营养专员的行为，还是市场部的销售行为，都由雀巢内部的合规严格限定在一定范围内。扩展到其他婴幼儿辅助食品，雀巢针对卖场理货员和销售人员也都有专门的合规要求。


  “雀巢中国现关于合规的资料，很多是遵循瑞士总部的政策，有一些则是根据中国的情况编写的。”雀巢婴幼儿营养业务单元高级业务合规经理陈琨说。为了让一线员工更容易了解这些政策和要求，她和同事们会把合规的要求做成图文并茂的小册子，告诉他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比如，除非处理投诉，否则营养专员绝对不能接触消费者等。


  从20世纪70年代的风波中吸取了经验教训，雀巢对婴幼儿食品销售的合规管理严格到了“敏感”的地步。除了内外部的双重监督，它还在内部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内部投诉协调人制度，能让员工以保密形式，无须经过垂直管理结构，直接提醒管理层公司可能在日常经营中发生了违规行为。


  “雀巢和惠氏（Wyeth）都有专门负责CODE合规的团队，来保证用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守则的方式做业务，”陈琨说，“这不仅仅是商业环境大势所致，如果为短期利益丧失专业人员的信誉，伤害消费者的利益，就违背了雀巢的企业文化。”


  由于雀巢的体量和它在提倡母乳喂养这一全球事件中的特殊位置，确保婴幼儿食品销售合规一直是雀巢内部的头等大事。


  雀巢对有关合规的要求和资料在不断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更新，每个员工都在不断学习有关的新知识，并且力求做到知行合一。


  在面对危机和突发状况时，无论是组织还是其成员，都必须通过透明、言行一致和不断的改进来建立信任感，而信任感往往也来自直言不讳和承担责任的勇气。


  中国竹子的故事


  雀巢的历任管理者推崇的品质都包括了如下几点：坚韧不拔、有责任感、有学习能力、对新生事物保持敏感，并且有对内和对外的交流协调能力——这些被CEO们看重的特质，其实已经描绘出了一个理想的雀巢员工的形象。


  其实，每个企业都希望自己的理想员工能够具备上述品质，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例如，谷歌有可能会将“对新生事物保持敏感”和“学习能力”放在更靠前的位置，而雀巢则格外重视“勇气、坚毅和沉着”——这也是瑞士人的典型性格。


  在《创新的国度》一书中，瑞士迅达集团（一家生产优质电梯的瑞士企业）董事长阿尔弗雷德·N·辛德勒（Alfred N.Schindler）引用了德国伟大作家歌德的名言赞美这一性格：“勇气和谦逊是最明晰的美德。”


  坚韧不拔（勇气、坚毅和沉着）为什么会成为雀巢CEO推崇的品质？其实只要看看早期雀巢中国员工的描述就知道了。


  坚韧不拔与专业精神


  1990年，黑龙江双城工厂正式投产。首先将婴幼儿系列产品和奶制品引进中国，不仅是因为这是雀巢的传统，更是因为这些产品满足了当时中国消费者的迫切需求。


  当时，整个中国都在致力于提高国民身体素质，解决营养不良（儿童与成年人都存在这种问题）和缺乏营养知识的状况。


  在通过中国香港公司管理中国内地业务一段时间后，根据国内对外资政策的调整，1996年，雀巢将中国公司总部正式搬到了北京，代替之前的香港公司。


  几乎所有经历过这一阶段的管理者和员工——既包括跟随雀巢从香港进入内地的人，也包括在这前后加入雀巢的人，他们都能清晰地回忆起早期创业的艰辛。


  雀巢在双城建厂时，整个双城市很少能见到像样的柏油路，电话也远没有现在这么普及。退休前曾担任过雀巢大中华区集团法律及合规事务负责人的梅小侃回忆说，当年只要遇到下大雪气候恶劣的时候，双城与外界的通信就会变得很困难。“电话不畅，在北京办公的人还要使用老式电传机与双城工厂保持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建成的双城工厂，最终成为雀巢工厂系统在中国的“黄埔军校”。那些从20世纪90年代起陆续加入其中的员工，几乎全部成为雀巢各个食品厂或集团各个职位上的管理骨干。


  他们每个人都能讲出许多外国专家来双城给奶农们做培训的故事。陆明熟悉的一位瑞士籍奶源专家毛瑟（Jack Moser）早在1990年之前就在双城工作了。毛瑟和他的继任者，以及在双城、青岛莱西、内蒙古额尔古纳来来往往的外籍畜牧专家们，都属于雀巢集团农业部门。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雀巢派驻云南省普洱的6任农业技艺服务部经理也都来自这个部门——他们中在云南停留时间最长的是比利时籍经理邬特（Wouter de Smet），他在普洱和自己的团队一起工作了10年，被当地的农民称为“咖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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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雀巢双城工厂


  雀巢推崇的“勇气、坚毅和沉着”，在从事和农业、食品相关的工作时显得格外重要——因为大自然会最大限度地考验人类的执着和耐心。只要忆及当年这些农业专家与雀巢当地员工的工作状态，无一例外，大家都会谈到这些人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与专业精神。


  “那时候，我们（在双城）开的是老式越野车，道路情况很不好，下雨时稍不小心车就会陷到泥里去，”双城鲜奶收购及农业服务部经理张振东回忆说，“一进老百姓家，专家和我们一样，都是撸起袖子就帮他们干活。”在双城，来自各国的畜牧专家们就是这样从零开始，传授给了奶农大量现代牧业管理知识与饲养技术。


  而在云南普洱驻扎的农艺师们则会记起陪同外国专家走遍云南寻找咖啡种植地的故事：最初雀巢总被人从字面意思理解为“卖鹌鹑蛋或燕窝的”，外国专家和农艺师在村子里一露面，整个村子的人都会来围观“外国人”。从育种、开荒、种植、防治病虫害到咖啡豆粗加工，整个云南的咖啡产业链的兴起都和外国专家与农艺师们十几年的辛勤工作直接相关。


  凭借这种精神，雀巢全球的农业部门在52个国家和地区有超过1400位农业专家在和当地团队紧密合作，为农户提供服务——这些服务覆盖了近70万农户。


  在各地建设农业社区和安全的供应链固然需要超凡的耐心与毅力，将几百种乃至上千种产品研发出来，建立工厂生产并销售它们，也是一项需要坚韧不拔、非凡的领导力和专业精神的工作。


  1996年，当雀巢正式进入中国时，雀巢亚大非区副总裁刘金辉从新加坡来到中国市场工作，他和同事们不仅需要摸清中国消费者的喜好，还要在中国搭建一个完整的销售网络。


  “在1996年之前，雀巢没有自己的销售网络。我们是从香港把产品运过来，直接转售给批发商的，”刘金辉回忆说，“如果要搭建自己的分销体系，就需要认真研究中国市场。”那也是雀巢与联合利华、卡夫、达能等全球所有的竞争对手同场竞技的时期，“跨国公司都涌进了中国，所有人都想在这个巨大的市场里获得成功”。


  幸运的是，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国际化公司，雀巢有一支由上千位职业经理人和专家组成的“外援”队伍来支持各个市场。在销售和市场营销方面，刘金辉有与自己经历类似，来自全球的40位资深职业经理人帮忙，“我当时的同事来自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法国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同时我们还招聘了很多本土员工”。


  “即便这样，对雀巢来说，中国也是太大、太特别了。它有点像欧洲大陆，不同区域，比如东部沿海城市和西北内陆城市之间的差别简直像不同国家一样大。”


  在这个未知的市场上，光靠打广告或坐在办公室里看地图可不行。


  “我们当时用的是最实在也是最累的办法，我们跑到那些雀巢想要进入的城市里去，挨家挨户地看商店里到底在卖什么东西，”刘金辉说，“如果在十几个商店里都看到了同一个产品，那就证明这个产品分销得不错。我会去问到底谁是这个产品的分销商，然后顺藤摸瓜找到这些人，向他们介绍雀巢的产品，问人家愿不愿意做雀巢的分销商。”


  依靠这样坚持不懈的努力和雀巢产品的力量（跨国公司的产品当时在中国具有很强的吸引力），雀巢中国在5年之内找到了800多个分销商，建立了36个地方销售部门，招募了约300名本地员工。在这个过程中，刘金辉本人就去过120个城市——雀巢中国就是这样逐渐积累了许多有关中国消费者的一手资料。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了很多有趣的发现。比如，中国消费者非常在意产品的新鲜度，”刘金辉回忆说，“如果一个产品上的生产日期是两个月前，另一个产品的生产日期是昨天，即使两个产品都在保质期内，中国消费者也铁定会认认真真读完标签上的所有文字说明，拿走昨天生产的那个。”直到现在，在销售部门的培训中，雀巢还会强调中国消费者对保质期和产品新鲜度的重视。


  “雀巢有些产品的价格会比其他品牌的同类产品高一些，”刘金辉说，“但雀巢的优势是品质、服务和安全性。”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雀巢在自己产品的包装上打上了“选品质，选雀巢”这样一个标语——而这一点也是雀巢一直向经销商和消费者强调的。


  这些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最终造就了雀巢中国销售网络的雏形。如今，除了因为婴幼儿配方奶粉、冰激凌、水、调味品、宠物食品等产品性质特殊，有专门的渠道进行销售之外，雀巢的流通食品部负责它最重要的咖啡、麦片、糖果、冲调饮品、奶制品这几类产品的销售与渠道管理——这个部门已经有2000余人。


  不管雀巢对渠道和区域的管理细则如何随着消费者的变化调整，关于在中国市场如何促销，如何将营销、广告与产品销售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如何管理流通链条，如何建立一个能够与生产无缝连接、快速反应的物流与仓储系统等的早期管理框架，就这样一点点构建起来了。


  成长的本地团队


  “在中国的第一年（1996年），我们非常辛苦，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在很多城市间跑来跑去，鞋子都跑坏了好多双，但是业绩没有增长。第二年，我们工作得更卖力，（业绩）还是没有太多增长。”刘金辉说，“到了第三年，业绩好不容易增长了30%，但是由于基数太小，加上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资源，我们还得更努力地工作。”


  就是在这个时期，刘金辉开始给同事们讲“中国竹子的故事”。


  “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有种植植物的经验。”刘金辉的祖籍是福建，这个故事则和中国南方最常见的植物——竹子有关，“事实上，这个故事是我祖母讲给我听的。”


  种植竹子从选择竹种（笋）开始，就需要精心护理，种上之后要培土、浇水、施肥，“这件事的特别之处在于，你可能会一连几个月，甚至一年都看不到你种下的笋有任何变化，但你还是得坚持不懈地照料它，因为很多事情是在地下潜移默化进行的，它正在为长成一棵‘树’做准备”。


  “就这样一直耐心、刻苦地工作下去，突然间有些事就发生了。竹子一旦发芽露头，你会发现这简直是个奇迹，它6个星期就能长10英尺[2]！


  “只要有同事累了，遇到挫折想离职或心情沮丧的时候，我就会给他们讲中国竹子的故事，”刘金辉说，“我所有的同事都听过（这个故事），因为我没完没了地讲。”


  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雀巢在中国市场的推进最终就像竹子破土而出一样，“四五年之后，我们忽然就看到了之前工作积累的业绩和回报”。刘金辉用“laughter and tears”（笑声和泪水）和“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来形容当时的感受。


  刘金辉在他的“中国竹子的故事”中所强调和传达的，其实也是雀巢的传统。


  由于对“勇气、坚毅和沉着”这一系列品质的重视，也因为雀巢所从事的食品行业的特点与悠久的历史，它遍布全球各地的高管中有很多人都是为雀巢工作多年（不少人在雀巢度过了自己全部的职业生涯），并且都是从基层员工一点点做起来的。


  汉穆·茂赫在雀巢的职业生涯始于德国的一个雀巢奶制品生产厂，包必达和保罗·薄凯也都是从普通员工做起的。雀巢日本CEO高冈浩三的第一个岗位是千叶县雀巢分公司的普通销售业务员。这一传统使得雀巢中国招募的第一批员工，乃至之后陆续培养出的本地员工，都具有某种共性。


  “我们从事的是食品行业，这个行业的特点是高度重视食品安全，但生意又是薄利多销型的，所以做这个工作，需要有很强的责任心和耐心。”邸雪枫说，“尽管雀巢推崇多元化，但是踏实、勤奋、善于学习的性格在这里更常见，因为这些工作要靠日积月累的坚持才能做好。”


  “而且由于欧洲公司的结构和管理特色，雀巢的很多业务都需要部门之间的协作，所以雀巢员工通常都有很好的沟通与协调能力。”


  在这种企业文化氛围里，雀巢中国目前活跃在中高层管理岗位上的很多员工，也都是一步步从最基层的岗位上做起的。


  “雀巢的特点就是‘大公司小产品’，像速溶咖啡、糖果、奶粉这些产品的利润都是一分一分地积累起来的，因此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非常重视细节。”雀巢流通食品部西区区域销售总监李文说，雀巢目前将中国市场划分为8个大区，包括他在内的8个大区负责人全部都在雀巢工作了近20年。他们都是从最基础的销售工作，就是一家家“跑小店”（售卖雀巢产品的商店）开始职业生涯的。


  “从这些工作里，我们学会的不仅仅是如何做生意，还学会了沟通技巧和踏踏实实做事的风格，”李文说，“只有亲自跑过小店，被雀巢这种很特别的文化熏陶和训练过的人，才会有那种真正接地气的体验。”


  李文的感受与雀巢中国大陆孕产妇营养、婴幼儿及成长配方奶粉市场总监高丹是完全一致的。


  高丹是雀巢中国自己的管理培训生（Management Trainee，以下简称管培生）出身——众所周知，管培生制度是在外企里很常见的人才储备计划之一。1997年，高丹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成了雀巢中国第一届管培生中的一员，培训时长为两年。


  “我们那届管培生有6个人，”高丹回忆说，“上海、广州、北京都有应届毕业生入选。”


  对这些即将被训练成未来管理者的年轻人，雀巢的培训有和其他外企一致的地方：他们都会根据管培生未来的归属和职业特色来设计培训内容，同时也会保证他们在每个部门的轮岗——这样可以让管培生们大概了解整个公司的运作状况。高丹一开始就被确定为市场部的管培生，所以她是到雀巢北京的销售部门去接受的培训。


  同时，雀巢的培训也有非常特别的地方，这和它的生意特点有关——高丹和李文一样，也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跑小店”。在高丹加入雀巢的1997年，家乐福才刚刚在北京开了中国第一家大型超市。在此之前，那些散落在北京胡同中售卖生活用品和糖果、杂货、油盐酱醋的“小店”一直是雀巢的产品——宝路薄荷糖、奇巧巧克力等最终落脚的地方。


  “我每天早上骑着自行车先到经销商那儿拿货，他给我一个纸箱子，里面每种雀巢的产品都有一点儿，我就拿着自己的名片跑到各个胡同的小店去跟店主们聊，向他们介绍雀巢的产品，然后看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让他们也卖雀巢的货。”高丹说。


  高丹还清楚地记得，自己负责的是“东四北大街和东单大街之间胡同里的店面”。一开始，会有雀巢的经销商带着高丹去相熟的店面跑一两天，熟悉一下工作流程。然后，在未来的两个月里，这一片小店的生意就要靠她自己来开拓和维护了。


  “大学一毕业，我就被放到了这个环境里，然后就对雀巢到底是做什么的有了特别直接和鲜活的体验。”高丹说，“在这个过程中，你会不断发掘自己的潜能，而且会知道自己喜不喜欢这种考验人耐力和沟通能力的工作。”


  和她一样，雀巢所有的销售人员从一开始不被陌生的小店店主接受，到能和他们聊上天，真正了解对方的需求，再到把货卖出去，都经历了一个思维方式的重塑过程。


  “很多小店店主都抱怨从一些渠道买到假货，他们为什么要冒这个险从一个不熟悉的货源进货？因为对方的价格便宜。”高丹说。在小店这种规模的生意模式里，产品利润很薄，雀巢卖的巧克力、咖啡这些产品单价都是一两块钱，所以对店主们来说，进货能便宜一两分钱就很重要。“我之前体会不到进货价格低上一两分钱会对生意的影响这么大，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店一做雀巢产品的促销，就可能会引发一连串对其他渠道的冲击，还有假货是如何影响雀巢产品的销售终端的。这些感受，在跑小店的这几个月里我算是都体会到了。”


  高丹的小店生涯持续了3个月，她随后又做过与家乐福对接的大客户销售代表。最终，当结束管培生生涯后，她成了市场部的一员。在长达十多年的职业生涯里，高丹负责过雀巢的很多产品的营销。当她回忆起当时跑小店和管培生的训练时，觉得那是一段“非常有意思、非常充实的经历”。“在那段时间里，我学会了如何和别人建立一种互信的关系。你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想想自己能为别人带来什么价值，这样才能让对方接受你。”


  而且，因为体会到雀巢产品是靠薄利多销盈利的，也真正看到过顾客和经销商的反应，在各个部门的轮岗中她学会了换位思考，这使得高丹在日后的职业生涯中能够做出“接地气”和更精确、更有效的市场营销方案。


  “销售固然讲究技巧，但其实也是一种考验耐心的工作，”李文说，“一天跑10个小店，人家不可能都接受你，但是如果一天有两家成功，一个月就有60家，一年就有700家。只要你学会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坚持不懈，就能把事情做成。”


  这既是雀巢在全球的传统，也是雀巢中国员工们典型气质形成的原因。


  “中国市场非常特别，雀巢在这里是真正从零开始的，不像之前在其他地区多少都有点基础，”刘金辉说，“只有能吃苦、坚韧不拔、有耐心的人才能坚持下来。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本地员工成长起来，最终成为雀巢中国最宝贵的财富——你总是可以信任自己的同事。”


  对雀巢来说，其实在全球任何市场，都能找到“中国竹子的故事”的当地版本。这个故事意味着，在雀巢，正确的做事方式就是找对目标并为此付出最大的努力，并且坚持不懈地做下去。


  但是在中国，还有一些极为特别和重要的事情需要考虑。


  “在中国，消费者的信任是最重要的财富，”刘金辉说，“对雀巢来说，这种信任体现在产品的质量和食品安全上，如果信任受损的话，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另外，今后要想在中国市场保持增长，雀巢还将面临更多的挑战。中国堪称全球最复杂的市场，充满着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雀巢的跨国和本地对手都在不断地创新和深入了解国人的需求；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和喜好在快速发生变化；电子商务等全新的商业模式也在中国发展迅猛……


  “中国的消费者在很多方面其实已经领先于其他市场的消费者了。”雀巢集团执行副总裁兼亚洲、大洋洲和非洲总裁龚万仁（Wan Ling Martello）在2016年论及雀巢和淘宝天猫平台合作的时候说，从现在开始到未来的10~20年内，中国消费者与欧美消费者不但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学习新技术（例如移动互联网）以及接受新的消费理念方面，他们甚至“更快、更有活力、更为开放”。


  在这样的市场中继续保持“长远眼光”，推动企业独有的价值观，在商业模式和产品上不断创新，这就意味着，雀巢中国将要在“中国竹子的故事”中融入更多、更丰富多彩的元素。


  创造共享价值


  2008年，雀巢正式、清晰地向外界传递出了企业发展将要遵循“创造共享价值”这一概念。


  之后，随着雀巢业务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雀巢这是为未来制定中长期业务发展战略寻找到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


  “共享价值”（shared value）这一概念是2006年由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和马克·克雷默（Mark Kramer）提出的。该理念认为，企业的竞争力与社区的健康发展是息息相关的。企业的成功离不开社区的繁荣，因为社区不仅是产品需求的来源，而且提供了关键的公共资产和有利的经营环境。如果一个负责任的企业想解决社会问题，未必会增加成本，因为它可以通过采用新技术和管理来实施商业模式创新，从而做到自身经营与所在社区等各利益相关方的多赢。


  “共享价值”理论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完全不同。


  虽然波特也同意，取得经济绩效并不是企业唯一的责任，每一个组织必须对它的员工、环境、顾客以及它所接触的一切人和物产生的影响负责，但他也认为，过分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甚至超过“为股东创造价值”是不对的——CSR只是企业所肩负的众多责任之一。相比之下，“为股东创造价值”是一个商业企业不能忽略的最基本责任，与CSR并不是矛盾或者此消彼长的关系。


  时任雀巢集团董事长的包必达在访问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时说，创造共享价值的真正内涵在于，“企业可以通过商业决策和日常经营，同时为股东和社会创造价值”。


  迈克尔·波特认为，企业可以从“共享价值”的角度去重新构想自己的产品，用更全面、更长期的视角去思索顾客和市场的需求，比如增加营养、加强金融安全、减少环境破坏等。他认为，企业可以通过重新界定价值链的做法，和周围的环境、社区、供应商共赢。


  换言之，“共享价值并不等同于社会责任、慈善事业，甚至也不等同于可持续发展”，而是让企业从全新的角度去思考自身经营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掌握了“创造共享价值”的精髓，企业可以对商业模式进行创新，为自身所在的社区创造出更多价值，抓住未来的发展机遇。


  用了十年的时间，雀巢已经很顺利地将“创造共享价值”融入自己的企业价值观，并将其一步步变成了业务的驱动力。


  “如果我们为企业建一座金字塔，最顶端的是‘创造共享价值’，中间就是‘可持续发展’。”包必达解释说，“首先我们必须保证使用资源的方式，无论是金融资源还是自然资源，都是可持续的。在这之上，我们再去建立‘创造共享价值’的概念。”而金字塔的底部则是雀巢在内部推广的“合规”，这是一个商业企业用于保证自己的产品和经营活动合理、合法、可控的基本要素，是金字塔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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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雀巢为自己构建的企业发展金字塔


  对于熟悉雀巢的人来说，它最后选中“创造共享价值”来作为自己未来的企业战略，一点儿也不奇怪——在各种对可持续发展及有关商业模式进行探讨的理论中，雀巢原有的价值观和管理理念与迈克尔·波特的观点特别贴近。


  在强调“长远眼光”和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同时，雀巢还有一个很明确的观点，那就是企业必须是“由强烈的业绩追求所驱动的”，并且能够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这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前提。


  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奉者，雀巢的历任CEO和管理者，都认同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如果一个公司的投入和产出比值过低的话，那么公司就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它浪费了社会资源。经济绩效是企业的基础，离开了它，企业无法履行任何其他责任，也就算不上一个好的雇主、合格的公民或友好的社区邻居。”


  德鲁克还说：“如果有一些社会责任影响企业完成其主要的任务和使命，或者会使企业不得不涉足完全陌生的领域，不要主动去承担这些责任，因为盲从的态度都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这就意味着，一个企业如果想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就不能将其与自己的日常商业活动割裂，将其变成“为慈善事业开张支票”或者仅仅是一种“营销手段”——它应该是和企业真正熟悉或投身的领域密切相关的。


  保罗·薄凯总结说，企业本身和它的日常运营，就应该是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包括公司——都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因此，在雀巢，目前有三大领域和创造共享价值有关：营养、水、农业社区发展。”


  举例来说，在咖啡种植领域（农业社区发展），在“创造共享价值”这一理念提出之前，雀巢便已开始构造自己特有的供应链模式。


  “雀巢的原则是不在行业内进行纵向收购，不介入原材料生产，而是选择帮助原材料的供应商和农户改进技术提高产量。”雀巢大中华区集团法律及合规事务高级副总裁卞革说，她和自己的团队亲历了雀巢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的历次建厂过程。“从一开始，雀巢的价值观里就有共赢的理念，我们在任何地方做经营活动，一定要对当地社区、政府有利，对员工和股东都有利。这个理念其实和创造共享价值是完全吻合的。”


  在中国云南，农艺师们花费了十几年的时间，逐步建立了一个以小型农户为主，采取直接采购模式的供应链。


  一开始，旁观者会认为雀巢的做法对一个商业企业来说是匪夷所思的。因为在构造这条供应链的前期，雀巢必须为此花费大量人力和物力。但如果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或者用“长远眼光”来观察这一模式，就会发现它的诸多好处。


  从成本角度看，如果供应链上的农户持续改进，他们的种植和管理成本会低于大型咖啡农场，生产咖啡豆的质量却与后者不相上下；从环境角度看，小农经济带来的天然多元化栽培有利于保持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从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来看，农户的生活得到了切实改善，农业社区会变得更加健康、稳定；从做生意的风格来看，这一模式完全符合雀巢历来“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行事逻辑。


  这种供应链一旦形成，不但创造了“共享价值”，也很难被复制——它与雀巢身为全球最大的食品企业带来的规模优势也是密切相关的。


  雀巢特有的规模效应和财务状况允许它在农业社区中做长远打算。即使身处激烈竞争的市场，雀巢的农业政策也从不像忧心于短期内能否生存下来的企业那样，被迫搞市场投机或短视进而去压低原料价格——它有给出一个长期、公平、透明定价和打赢“全盘战争”的实力，不必过于纠结“一场战役”的输赢。


  在2008年正式提出“创造共享价值”之前，雀巢便已经在自己的农业社区中推行了这类模式。这与它的企业基因有关——雀巢诞生于瑞士，作为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这使得雀巢对小型农户与这类商业模式有天然的关切和丰富的操作经验。


  而明确了“创造共享价值”与业务的关系之后，雀巢制订了一个将其量化和落实的计划。


  “正如我们有财务和业绩目标一样，雀巢现在也在量化自己的社会承诺。我们明确了39种不同的社会责任，由执行委员会中的人分别负责，就像分解和量化财务指标一样，”包必达说，“然后，我们会进行总结汇报，并邀请第三方对每项社会责任的完成度进行审核，并写进年度报告中。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所做的每件事的真实性和透明度都是十分重要的。”


  从2012年起，雀巢开始在云南推动咖啡“4C（Common Code for the Coffee Community，咖啡社区的通用管理规则）认证”，其目的是让咖啡采购变得更加公平、透明和有可持续性，建立一条“绿色咖啡供应链”。


  就在2014—2015年这个采购季，雀巢在云南所采购的1万多吨咖啡原料已经全部通过了4C认证，这意味着这些咖啡豆的来源不仅可以被回溯，整个种植、生产、加工的过程也是透明和合规的——包括奈斯派索这样的高端品牌在内，雀巢全球对咖啡，乃至其他产品的农业社区进行管理和维护的原则是一致的。


  不光是咖啡，雀巢在牛奶、花生、可可豆等很多农业原料上都在推行类似的项目。举例来说，雀巢旗下销售量位列全球第三名的奇巧巧克力就是全球第一个实现100%认证可持续性可可采购的糖果品牌。


  与其在农业社区上的创新几乎同步，在营养、水这两个与其业务密切相关的领域里，雀巢也在做着类似的事情。


  在“创造共享价值”的过程中，社会所获得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企业的日常运营行为，不再被人为地与社会、人和环境对立起来。越来越多的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相信，一旦企业拥有更为丰富、多元化的视角，它们将“长远眼光”与创新精神结合在一起，就能创造出新的商业模式：既能做好业务，又能减少供应链里的风险，有益于社区、员工和各种合作者的发展。


  然而，对雀巢来说，选择这一理念作为今后发展提纲挈领型的价值观，从中获得的商业价值究竟在哪里？


  这就要从消费者的变化说起。


  营销大师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在营销学中给这种变化下了一个定义，叫“营销3.0”，以区别于之前的“营销1.0”“营销2.0”。在此之前有超过10年的时间，由于“世界主义”的影响，消费者通过全球连锁零售企业、电子商务等方式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寻宝”活动——他们不断寻找功能更贴心、质量更好、价格更便宜的商品和服务。而“营销3.0”版的消费者虽然还像以前一样，追求性价比，在意品牌与自己的情感联系，但他们还要得到更多的东西——精神上的充实与满足。


  这种变化符合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Abraham H.Maslow）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即人满足了生理和物质需求后，会有更高层次的追求，比如爱、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全球化和移动互联网带来的信息爆炸加快了这类需求的产生。


  同时，这一消费趋势的加速到来也是社会中存在的不安全感导致的。彼得·德鲁克曾经说过，“并非是经济上的，而是人们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弥漫于整个工业社会”。这种不安全感在近十年内，被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和国际政治环境的动荡放大了——为此，人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消除不安，参与和推动社会变革。


  正是这些环境和心理因素，导致“道德消费”[3]在消费者中的影响不断扩大，其价值观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接受，已经成为主流社会中的一股思潮。在“道德消费”潮流的影响下，消费者认为自己可以通过购买来影响跨国公司的商业活动，让它们的供应链变得更有持续性，买卖更加公平，把全球化的世界推向更美好的阶段。


  消费者的购买驱动力中加入了个人价值观、道德准则等因素之后，人们选择购买这个公司，而非另外一个公司的产品的原因变得越来越复杂。一个产品固然可以凭借质量、价格以及实用的特色取胜，也能依靠其中蕴含的价值观和文化含义获得消费者更牢固的信任与青睐。


  因此，在下一个十年中，无论是“道德采购”“可持续发展”，还是对环境和他人境遇的关注，必将成为大众消费类企业创新和制定长期发展战略时不能忽视的主题。


  这样一来，如果用“长远眼光”来看，“创造共享价值”为雀巢所催生的商业模式与供应链就会变得极具竞争力了。


  然而，对雀巢来说，它需要应对的挑战不仅包括如何让赚钱的需求和创造社会价值的需求协调起来，它还面临各个市场越来越激烈的竞争——雀巢的跨国公司对手与本地对手都在针对消费者推出更多创新的产品与服务。


  消费者的行为将会在下一个十年里变得更为复杂和难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算，全世界的肥胖人口已经超过了饥饿人口，全球肥胖率在1980年和2014年之间翻了一番还不止。雀巢和所有的食品企业一样，必须将过去“消灭饥饿”的战略目标调整为“消灭饥饿感”，并帮助更多的人创造出一种“健康膳食”的生活方式。


  食品生产商和医药企业之间的边界也变模糊了，雀巢进入了营养医学领域，将其视为下一个增长点，不少医药公司则跨界进入了保健品领域。


  同时，雀巢还面临其他挑战。菲利普·科特勒已经从营销的角度给出了“营销3.0”的下一个版本，即“营销4.0”的定义。他认为，未来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仅仅要帮顾客解决问题，还要帮助他们完成“自我实现”——这才是未来企业应该着力创造的“价值”。这就对老牌食品公司的产品、销售与服务创新提出了更多要求：怎么才能把为消费者提供“吃吃喝喝”的产品这样相对简单的事情，变成让他们身心各方面都得到更高层次满足的服务？


  面对这一切挑战，雀巢将要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


  其实答案就蕴含在雀巢CEO那些最简洁的回答里，从来都没有变过。


  茂赫在总结雀巢的成功之道时说：“一个企业要想成功，就必须真正做好那些最正常、合乎道理的事。”


  “生产好吃和畅销的产品，注意公司的管理与财务状况，照顾好员工和顾客，在企业中营造创新气氛。”


  这些就是雀巢最基本的工作。


  现在，再加上“创造共享价值”——这一理念已经贯穿了雀巢的全部业务，也勾勒出了它的未来战略。这也意味着企业完全可以在做好生意的情况下，和顾客、员工、供应商、环境、社区共赢。


  
    [1]思茅市自2007年4月起改名为普洱市。为方便阅读，后文统称“普洱市”。——编者注

  


  
    [2]1英尺约合0.3048米。——编者注

  


  
    [3]道德消费又称良知消费，是指消费者更倾向于购买符合道德良知的商品，它最本质的含义在于对人类、动物和环境不造成伤害或剥削。——编者注

  


  第二章　优质食品，美好生活


  任何公司都会精心打造自己的产品，毫不夸张地说，产品是一个公司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最终，企业是通过出色的产品和消费者进行沟通的。


  作为最出色的产品与服务公司之一，谷歌的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在总结谷歌的成功秘诀时曾经说过：“提供出类拔萃的产品是当今企业成功的关键。”


  他认为产品本身比掌控信息、垄断渠道和进行强力营销更重要（当然这些因素对企业来说仍旧很关键）。企业在推出产品时必须行动快速、定位准确且持续不断。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一个定位准确的好产品一开始不够完美也没有关系，它可以通过投放市场后的快速迭代实现不断自我完善。


  施密特强调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一个平淡、乏善可陈、定位不准或者后续无力的产品或品牌，无论怎样在营销、渠道上下血本，都没有用。只要产品本身让消费者失望，很快就会被他们以“用脚投票”的方式主动抛弃——归根结底，这个时代的消费者拥有太多的选择，他们能够随时做出取舍。


  几乎像印证施密特的看法一样，雀巢现有的地位要归功于它所拥有的大量独一无二的产品——其中很多产品都有跨越三代的消费者拥趸。雀巢在管理组织原则中用和施密特类似的话描述了自己的产品策略：“雀巢寻求获得消费者的信心和喜爱，顺应和预测消费潮流，并且回应消费者对雀巢产品的需求。”


  雀巢的成功秘诀正在于此：150年来，它一直是一个能够准确把握消费者真正需求并用高质量的产品做出回应的公司。


  20世纪30年代，由于在奶粉（干燥）领域积累的经验和知识，雀巢在自己位于瑞士的实验室里开发出了速溶咖啡——这成了20世纪食品行业最重要的发明之一。之后，雀巢在干燥技术和食品、生物科学领域中不断创新，并且通过在欧洲和美国等市场的一系列收购合资，获得了在食品制造方面的大量核心技术和产品、品牌优势。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雀巢始终牢牢把握食品市场的中长期消费趋势，并且通过产品做出了正确的应对。例如，它早就认识到，营养不良和饮食习惯不佳带来的肥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自己必须对此做出反应；当“消费升级”“老龄化”“城市化”“职业妇女”“单身贵族”“外食一族”等这类新名词和社会现象出现时，雀巢也都抓住了商业机会。


  但是，人们选择一个产品或者一个品牌，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功能和价格。正如市场营销专家们所说，一个品牌一直是所有功能和情感的集合。


  从亨利·雀巢时期起到现在乃至未来，无论是从减少婴儿死亡率、与饥饿作战、让更多的人喝上干净的水，还是让人们的膳食结构更合理、让食品更美味，吃起来更方便快捷，保罗·薄凯曾经总结说，雀巢150年来的宗旨都是“致力于推广营养、健康和幸福生活的理念，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这正是雀巢的标语——优质食品，美好生活（Good Food，Good Life）的真正含义。这种蕴含在产品中的情感基础，才是驱使雀巢能够不断前行，并且不断选择正确的中长期战略的重要原因。


  除了对人类自身健康、安全、舒适和幸福度的关注，近十年来，还有一种情感正在随着跨国公司供应链愈发成熟而逐步兴起。


  消费者们总会本能地追问那些为自己生产食品的企业：“什么人为我所购买的食品提供了原料？它是怎样被生产出来并送到我的手中的？这些食品除了好吃之外，是不是有利于健康？”这些问题无一例外都与个人的健康与安全相关：人们希望食物的原料来源可追溯，生产过程可控，送到自己手里的时候保持新鲜；也希望它们不但吃起来美味，也对身体有益。


  现在，人们提出的这些问题慢慢纳入了新的内涵：他们不但要求产品是安全的，还关心那些为他们生产原料和最终产品的人的生活状况，关注产品生产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在市场上，贴有企业社会责任、道德采购、环保标签的商品品类在年复一年地成倍增加，这些产品的销量在不断增长——便是这一消费趋势正在兴起的明证。


  从长远看，和食品安全、营养健康、幸福生活一样，“消费者通过自己的选择，来为改善他人的生活和保护环境付费”，这种希望与他人形成多赢格局、创造共享价值的情感趋势也会成为食品世界，乃至整个消费品世界里构成品牌忠诚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只有正确并且精准地回应了这些应用趋势和情感需求，一个企业才能创造出经久不衰的品牌与产品。


  回到最初的问题，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雀巢能否继续紧跟食品潮流，巩固自己的市场地位？在中国——这个全球公认的最复杂和最具成长性的市场中，它能否继续保持增长，并且获得更多中国消费者的喜爱？


  答案是，这取决于雀巢现在和未来的产品策略。


  如果说，人们的口味、需求和食品的供应形式往往反映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状况，那么，在当今中国的食品市场上，全球化潮流和细分的市场需求正以前所未有的复杂程度交织在一起。


  一方面，中国消费者的口味可能非常固执和传统，追根溯源，这是由于当地的历史、文化、气候和环境造成的；另一方面，因为中国人在食品等各项花费上可供支配的资金在不断增加，他们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想要尝试一下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风味食品（这种趋势在营销领域被称为“世界主义”）——这一愿望现在通过电子商务可以被很便捷地满足了。


  然而，无论饮食习惯如何变化，人们总是希望自己日常吃的食物更美味、更营养、更健康，获取也能更便捷。


  TNS市场研究公司（Taylor Nelson Sofres）和XTC调研机构（XTC World Innovation）在2016年的中国国际食品和饮料展览会（SIAL China 2016）上发布了两份研究报告，分别按主要国家、全球五大洲的划分给出了它们对目前食品行业流行趋势的观察。


  XTC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过去十年里，人们对食品带来愉悦的要求和对健康的期许都在不断增长。相比对健康食品要求越来越高的北美与欧洲，在以饮食文化多元化著称的亚洲，尽管人们对于食品的健康、营养和便捷性的要求在高速增长，但是对“愉悦感”的要求仍旧很高，占比超过一半。


  TNS的报告则研究了9个国家消费者对“吃”的态度。其中一项数据表明，食品安全在全世界都是重要话题，每两个人就有一个人认为食物有风险，而中国人对食品安全尤其悲观——人们对食品的需求既包括追求饮食的乐趣，也强烈希望“质量得到保障”。


  如果说衡量一个产品的价值靠的是看它能否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那么这些需求是由各种因素组成的，包括质量、口味、方便性、安全、健康、文化含义和伦理道德等诸多方面。而且，这些因素并非一成不变，它们的权重会随时随地发生变化。


  因此，在“雀巢”这一品牌下，在中国市场里，如何在产品中以不同顺序和权重放入以上这些元素，如何将它们组合起来，并且在其中注入雀巢的价值观、情感以及文化内涵，就成了雀巢的首要工作。


  什么才是真正的潮流？


  时至今日，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全球商业社会中最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之一。中国人口众多，随着居民收入增加，消费者正在不断升级自己的购买力与消费观念，这就为企业带来了很多商机。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年，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30.0931万亿元，同比增长10.7%。而其中网上零售额达到了3.8773万亿元，已经占总额的12.8%，同比增长了33.3%。


  中国正处在迅速的消费升级中，关于消费的很多既有观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当中小城市的消费者变得更加富裕时，他们的购买行为可能将与大型城市中的消费者越来越相似；发达城市和地区的消费者也在不断升级购买行为，从单纯注重价格到更强调体验；同时，电子商务的发展也加快了消费需求的变化。


  几乎所有针对中国消费者的调查都表明，他们正面临不断高涨的可支配收入、城市化等社会现象带来的生活方式巨变。在这些巨变中，只有能够真正掌握消费趋势变化和消费者心理的企业，才能继续保持自己的品牌价值。


  波士顿咨询公司的迈克尔·西尔弗斯坦（Michael J.Silverstein）在和约翰·巴特曼（John Butman）合著的《顾客要买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10月出版）一书中分析了欧美近些年来的消费者购买趋势。他们认为，消费者行为正逐渐分裂成趋高消费和趋低消费两大阵营。在高端市场，消费者是趋高消费，“他们愿意支付更高的费用购买高品质、高利润且充满感情色彩的商品和服务”；在低端市场，消费者是趋低消费，“他们会挖空心思用更少的钱购买低成本的基本产品，当然这些产品的质量和可信度还要过得去”。


  如今这一结论不仅仅适用于欧美市场，在全球化的时代，它几乎成了各个市场的共同趋势。这就给企业带来了通过产品重新寻找自身定位的动力与紧迫感：要么去开拓市场，创造具有独一无二的体验或领先技术的产品，比如乔布斯带领苹果公司开发出了iPhone（苹果手机）和一系列应用，在智能手机市场出尽风头；要么就尽量降低成本，做好价格、质量和服务都有独到之处的基本款，例如在日本经济萧条时期脱颖而出的优衣库和雀巢在中国市场推出的速溶咖啡1+2。


  谷歌的埃里克·施密特说，与之前的资源匮乏时期完全相反，互联网时代的企业实验、失败成本都在下降，因此这个时代的竞争也比以往更激烈、残酷，大量企业都会从趋高和趋低两头依靠创新涌入市场。


  可想而知，一旦被夹在中间，让自己的服务和商品成了所谓的“中端产品”，企业就会进退维谷。相比满足消费者趋高和趋低消费需求的佼佼者，它们花在供应链管理和品牌推广上的费用更高，利润通常也都更薄。而且，聪明的消费者对“中端产品”的品牌并没有太深的感情——这些产品未必能比真正做得好的低端产品质量更好。即使是已经身处趋高或趋低消费优势地位的企业，也必须不断创新，因为消费者对“趋高”和“趋低”的概念和具体需求会迅速发生变化。


  西尔弗斯坦和巴特曼认定，由于电子商务的介入和全球化的不断深化，消费者面对的选择和掌握的信息越来越多，“消费已经变成了一种寻宝活动”——消费者在不断搜索和比较各种商品和服务。由于健康恐慌、战争、恐怖主义、经济下行带来的压力和家庭社会关系越来越错综复杂，出于不可预测性和不安全感，消费者既要“出高价购买某些产品以加强自己的地位感”，也会节约开支，继续追求“物有所值”“少花钱，多办事”。


  在这个趋势中，有一点是确定的，不管是趋高还是趋低消费，“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必须具有重大的功能意义和情感意义”。而且，即使在低端消费的范畴里，也很少有品牌仅仅是凭借低价这一项优势取胜，人们始终对质量和品牌有要求。


  相比之下，食品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品类，消费者对它有自己独特的情感诉求。


  几乎所有大众消费品都可以通过不断的革新实现趋低消费——消费世界的特征就是企业可以无止境地尝试降低成本、改善经营、改进供应链。但是对于任何要被吃进肚子里的产品来说，再怎么创新，“质量”与“安全”都不容有失。无论是购买速食、糖果点心还是带有异国风情的进口食品，无论是体验米其林三星餐厅的美味还是每天光顾小吃店或叫外卖，“食品安全”在全世界消费者心目中都是排在第一位的。


  TNS在2015年所做的市场调查显示，如今每两个人里就有一个人认为饮食有风险，而中国人对食品安全尤其悲观，有93%的人认为饮食有风险，可能损害健康（在美国这一数字仅为39%）——多年来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已经使得中国消费者对食品企业的信任感严重受损了。


  因此，在中国，确保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是消费者对企业提出的第一要求。相比价格、产品花样翻新等因素，中国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根据品牌的可靠性、连贯性和信誉来做出选择。


  食品安全是第一位的


  汉穆·茂赫、包必达和保罗·薄凯不约而同地这样描述过雀巢的生意经：“消费者喜欢（雀巢的）这些产品，绝对不仅仅是因为功能，也因为它们感情上的特质。”


  这几位CEO都认为，用长远的眼光看，“在食品业中，良好的品牌本身就是财富与价值”。


  雀巢在中国市场一直以健康、营养、安全著称，这与它在中国的独特发展历史有关。1990年，雀巢在中国最先建厂生产和销售的是婴幼儿配方奶粉，之后，雀巢生产和销售咖啡和其他非乳品饮料、汤料和调味品，然后是巧克力和糖果等产品。因为有婴幼儿奶粉和营养品打头阵，在中国市场，从一开始，雀巢就拥有一个质量可靠、营养、温暖、安全和健康的品牌形象。


  这个形象后来被证明对回应中国消费者的感情诉求有奇效。


  就拿巧克力市场举例来说。在1996年，雀巢开始在中国建巧克力生产厂，并开始了和好时、玛氏、费列罗、吉百利四大巧克力巨头的同台较量。一位资深食品行业职业经理人劳伦斯·阿伦（Lawrence L.Allen），亲历了这场延绵十几年的巧克力市场争夺战。他评价说，雀巢在这场竞争中的竞争力不仅仅来源于巧克力产品本身，更重要的原因是它的产品涉及范围很广，“有满足消费者健康和营养需求的能力”。


  雀巢的这一品牌优势正是所有食品公司求之不得的。要知道，为了让形象更为健康，卡夫曾经千方百计地要跟拥有自己股份的菲利普·莫里斯公司（Philip Morris）脱开干系，因为后者生产和销售万宝路香烟——烟草商的品牌形象对食品企业来说毫无助益，甚至在一些领域还拖累了卡夫的表现。联合利华也一直希望能将自己作为食品生产商跟日化企业的形象彻底区隔开来，以免给消费者带来认知上的混乱。


  然而雀巢的这一天然优势也是需要用一点一滴的努力去巩固的。


  “雀巢最珍贵的财富就是来自消费者的信任，”保罗·薄凯在一次采访中说，“建立信任的过程非常漫长，需要一天一天积累。但它又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失去，在一个透明、开放的数字化世界尤其如此。”


  他所言极是。2008年，中国消费者对乳品企业的信心和感情在“三聚氰胺事件”中遭受重创便是一个例子。这一事件几乎完全改变了中国原料奶生产和乳品加工行业的生态，两者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恢复元气。


  珍视消费者的信任，维护他们的“安全感”，这一切具体体现在产品中，便是企业在自己的质量体系和食品安全上的投入、对此所持的态度与所作所为——对雀巢来说，这一直是它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食品安全和合规不可妥协”


  数字不会说谎，从对食品安全的投入上，往往就可以看出一个公司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


  “整个雀巢大中华区有大约1200人在从事和质量管理有关的工作，”邸雪枫说，“粗略估算的话，雀巢质量管理的成本占到了产品总成本的1%左右。其中，一些生产比较敏感产品的工厂，质量管理成本的占比会更高。”


  以拥有雀巢大中华区最庞大的质量保证部的双城工厂为例，这个工厂有1000多人，其中质量保障部门就有近100人，占到了工厂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双城工厂生产成人奶粉、谷物食品和婴幼儿配方奶粉，涉及雀巢内部对质量和安全最敏感的产品——另外一家苏州惠氏营养品工厂在质量管理上配置的人力物力也与之类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双城工厂，从原料收集、生产到最终产出产品，雀巢对整个过程的管理极为严格。奶站向奶农收奶时，双城奶农送来的鲜奶首先会由奶站工作人员进行感官和新鲜度等几项指标的快速检测，一旦被接收就会立刻被封存入储奶制冷罐进行保存（保存温度为4摄氏度）。无论是通过奶站收奶还是后来转型为直供牧场，雀巢对原奶的质量和安全要求都极高，原奶要通过全程保鲜的运输方式在2.5小时内送达工厂——它们必须在工厂的中央实验室经过极为严格的检测，确保质量合格后才能被雀巢正式接收。


  由质量保证部负责的第一道防线，就是要解决原奶是否新鲜、有无抗生素残留和是否有被掺假等问题。雀巢双城工厂有4个实验室，负责从原料和包装材料，到生产线上的成品和半成品的微生物指标、物理化学指标等的检测。双城工厂质量保证部项目经理马世杰说，实验室已经能够做到在30分钟内完成对原奶的全项检测，让合格鲜奶尽快进入工厂内的制冷罐（这个反应速度在牛奶易变质的夏天尤为重要）——考虑到双城工厂每年要收购约30万吨牛奶，实验室每天的工作是相当繁重的。


  随后，在从干燥塔生产到包装的整个过程中，质量保证部还要建立起第二道防线，随时监控生产环境，实验室会根据对整个过程中近60个取样点循环取样的化验结果（例如微生物与致病菌等），来确保生产环境和设备的清洁与稳定运行。最终，当产品下线，进入成品检测的程序后，之前进行的所有检测至少会积累近百项检测结果——只有所有这些结果完全符合要求，质量保证部才会最终做出让产品“走出工厂”的放行决定。


  然而，这还并非质量保证部工作的终结。他们的防线还延伸到了工厂之外，对雀巢自己的仓库和经销商仓库的仓储条件、运输车辆的状况、运输过程中怎样防止和处理产品瘪罐、漏袋等这类情况也都要加以严格管控。


  如今，在雀巢内部，质量保证部设下“关卡”有两道：一方面，中国政府对食品安全越来越重视，逐步完善了对乳制品检测流程的控制，制定了严格的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标）；另一方面，雀巢内部对产品在营养、安全和健康方面也有诸多不容妥协的要求。一个产品要想被放行，必须同时满足国标和雀巢内部标准。


  “我们对产品有两个基本要求，就是保证食品安全和合规，这是所有雀巢工厂和各个单位必须做到的重中之重。在符合国标这方面，任何人在雀巢都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邸雪枫说，“假设雀巢全球有一些很好的产品可以进口到中国来，这个产品在一些营养素指标上符合雀巢内部或国际标准，安全性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不符合国标，也绝对不允许进口。


  “在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域，我（作为质量保证部的人）所做的关于产品的决定，没有人会去试图改变或变通。


  “如果发现检测结果或者流程上存在任何疑问和不确定性，质量保证部（对产品是否能出厂）绝对有一票否决权。”


  质量保证部的态度和雀巢企业管理原则中谈及质量的部分是一致的：“一直以来，产品安全和质量，以研发为基础的创新能力以及强大的品牌是雀巢工作的重点。”在很多场合，雀巢的管理者都会直截了当地强调质量保证部门的权威性。对质量的要求也被明文写入了雀巢的文化和价值观中，雀巢对员工的要求是，“有对工作道德、正直、诚实和质量的坚定承诺”。


  所有的质量保证部成员，乃至整个雀巢的员工，在不同场合谈到质量和合规时的态度都是与上述观点一致的。


  马世杰说：“做质量管理的人都有这种在产品质量上拥有‘一票否决权’的职业责任感。”在食品企业里，只要涉及质量问题，事无大小，安全第一。就拿双城工厂对原奶的检测来说，如果奶牛生病了去畜牧站打针治疗，奶农违反规定没有等抗生素降解排出就挤了奶送进运输的冷藏罐，就会导致原奶中出现抗生素残留。实验室一旦查出，质量保证部的有关负责人就要立刻做出决定，把有关的原奶报废掉。


  “在奶站收奶的时候，一位奶农可能只交了十几斤（抗生素残留）奶，但是一旦装进冷藏车和其他人交的奶混在一起，少则5吨多则8吨牛奶都会受影响。一查出某些指标超标，一吨奶价值3000多元，整车报废的话（工厂）一下子就要损失几万元钱。”马世杰说，“但是，如果只顾着心疼眼前这一两万元，让雀巢砸了牌子，给吃我们产品的消费者带来伤害，那得是多大的损失？”


  在这些问题上，他和同事们获得了厂长陆明无条件的支持。


  “因为三聚氰胺事件，国家进一步加强了监管，把各个部委关于婴幼儿食品的标准进行了整合，最终出台了一个强制性的食品安全标准。婴幼儿食品的放行指标已经非常严格了，”雀巢双城工厂法规部主任张美群说，“过去的放行指标只涉及20多项，到2010年已经变成了64项。对于所有的婴幼儿奶制品生产企业来说，这都是面临巨大改变的一年。”这样一来，每个企业的质量检测部门都必须扩大规模，不但要购入更多的检验设备，还要招聘更多的人。


  “2010年，双城工厂仅实验室就扩招了近40人，还买了千万元级别的检验设备。再往后，整个双城工厂质量保障部与实验室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了。


  “但只要是涉及质量和食品安全的费用，厂长从来都没有犹豫过。”


  张美群在双城工厂工作了20多年，她眼中的历任厂长只要遇到和质量相关的问题，“不但会认真去推动，还特别重视早期的风险预警”。


  “雀巢在产品质量和保证员工与消费者安全这两件事上是不会妥协的，”厂长陆明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在自己的职位上为此做出努力。”


  广州五羊的质量保证部经理魏穗芬也说，如果产品质量不合格，她有权拒绝一个批次乃至更多的五羊甜筒或其他冷饮出厂——幸运的是，在她的职业生涯中还从未遇到过这种事。五羊的每条甜筒生产线24小时开足马力可以生产5万箱即60万支甜筒，可是一旦出现质量问题，花费多少都不足以妨碍质量保证部经理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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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羊甜筒（传统花生味）


  魏穗芬的这一认知既来源于她的“师父”，五羊前任质量保证部经理等人的言传身教，也来源于整个雀巢和五羊的企业管理氛围。魏穗芬在雀巢质量保证部的顶头上司邸雪枫，还有雀巢冰激凌及冷冻食品业务单位副总裁欧阳凯都曾告诉她，质量和食品安全是雀巢原则性的底线，不能触碰。欧阳凯说，如果有一批产品涉及质量问题，质量保证部说不许出厂，“谁也不可能要求我特批，让它‘过关’”，“在雀巢，质量保证部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


  这种“权威”其实和世俗的权力感毫无相似之处。它不会让质量保证部的员工们产生飘飘然的感觉，相反，他们中很多人会用“如履薄冰”来形容自己的工作状态。


  “在这个岗位上，权力越大，就意味着担的责任越重，”魏穗芬说，“我们得对消费者负责。”


  质量是生产出来的


  如果就此认为，雀巢产品的质量和食品安全是完全靠质量保证部这一个部门严格检查出来的，那就大错特错了。


  被问到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雀巢的员工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质量是生产出来的，不是检测出来的。”


  “我们一直强调要建立一个健全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这个体系必须涵盖整个产品链，”邸雪枫说，“从原料和供应商开始，到最后把产品送到顾客手中，这条供应链中的每一步都要有质量控制。”


  “这个工作的最大特点就是要防患于未然。到最终的产品端去抽样检测只能算是一种验证，证明前面的工作到底有没有出问题。”


  从创始人亨利·雀巢开始，雀巢就有很强的质量管理意识——因为它一开始制造的食品就和婴儿的健康有关，安全意识已经根植于雀巢的基因中。到20世纪80年代，因为雀巢将供应链视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生产工厂遍布全球，内部的质量管理体系已经成为公司的一大特色。


  这一体系的存在与发展包含了三重含义：一是确保食品在产品质量等各种指标上，在销售生产所在国的任何标准检测下，都能够符合要求，让消费者能够放心食用；二是让工业化制造的食品在口味、功能和便捷性等各方面保持稳定；三则通过这一体系建立起一条零缺陷，或者说随着环境变化不断创新和进步的供应链。


  “雀巢的质量管理体系既包含了瑞士总部制定的指导性原则，也包括落实到每个市场严格执行的具体办法，”烹饪调味品质量保证负责人黄珺来说，“这样才能确保雀巢生产出来的食品，在全球每个角落的质量都是一样的。”


  在他负责的业务单元中的明星产品——美极鲜味汁就是这样一个典范，如果不是特意为当地顾客做了口味上的调整，无论在欧洲、非洲或亚洲，消费者尝到的美极鲜味汁的味道与质量应该都是一样的。


  作为双城工厂的质量保证部负责人，马世杰在这个体系中工作了20多年，他这样描述雀巢的质量管理体系：从覆盖范围和功能上看，这个体系要从原料开始保证它们的合规，并且在生产和前期准备过程中，在物理、化学、微生物、致敏源等方面控制生产中潜在的危害因素；同时，它要保证生产工序的可操作性和一致性。从结果上说，这个体系既负责出厂前的产品质量审核，也对产品出售后送到消费者手中的过程进行监控，还会对新产品进行质量评估，来保证产品品质的稳定。


  质量保证部的这一系列工作方法都有据可循，或者说背后都有严密的理论和标准体系支撑。雀巢内部遵循国际通行的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标准，这个标准可以与雀巢在生产中采用的其他管理方法相整合，例如HACCP（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GMP（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s，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等——除了这些食品企业常用的质量管理方法，已经有150年生产和销售历史的雀巢也有极其丰富的经验积累。


  黄珺来是学医出身，他喜欢用医学与之进行类比。“雀巢做什么事都是从根本上来控制的，如果原材料采购、生产和仓储等各个环节都按照规范来做的话，从理论上讲，我们不用太担心最后会生产出残次品。成品的检测只是为了验证前面的管理体系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要怎么持续改进。这就跟你平时的生活方式很健康，那么生病就是小概率事件一样（不考虑基因突变等特殊情况）。”


  “当然，人不会永远不生病，所以要有医院，医生也要帮你解决一些小毛病，我们在质量保证部做的工作就是遵循这个原理。”


  在食品安全上，除了严格的现场管理，雀巢还有一个强大的优势在于，它有一个行之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可以在短时间内调集和协调全球资源应对出现的问题。


  2014年，雀巢在北京正式成立了食品安全研究院。按照时任院长华德曼（Christoph Hartmann）的说法，这个研究院是“全球独一份”。食品安全研究院的工作包括了对食品行业发展的风险评估、早期预警和科学研究——研发人员在中国与当地大学和研发机构展开了合作。由于中国正处于不断完善食品安全科研和法规制定的阶段，雀巢也通过这个研究机构将自己在食品安全链条上的一些经验分享给了中国同行。


  北京的食品安全研究院与雀巢全球的25个质量保证中心以及所有的研发中心都是联网的。“雀巢全球有一个150人的风险预警专家团队，这些人来自全球各个市场。在瑞士的雀巢研究中心里，还有一个由15人组成的风险预警核心团队。驻扎在当地市场的风险预警专家们每个月都会跟这个核心团队有一次交流，通报各地近期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华德曼说，“这就保证了雀巢能对最新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保持警觉。”


  就拿2013年发生的“双氰胺事件”举例来说，当时新西兰最大的乳制品企业新西兰恒天然集团的牛奶和奶粉中经检测发现了少量双氰胺残留。“双氰胺是一种低毒化学物质，存在于化肥里，是用于促进牧草生长的，牛吃了没有代谢完的牧草，双氰胺就会残留在牛奶里，”雀巢食品安全研究院科研事务专家蔡贞贞说，“我们在瑞士的团队、北京研发中心和雀巢中国的质量保证部马上就从雀巢的全球风险预警网络中得到了这个信息。”


  瑞士的雀巢研究中心立刻从毒理学和安全风险等方面对双氰胺进行了评估。雀巢北京研发中心则开始改进牛奶检测方法。雀巢工厂的相关负责人则把这些资料传递到了当时雀巢收奶的终端单位——奶站，由他们将信息传递给奶农。


  “我们花了5天时间，找到了检测牛奶样品中是否存有双氰胺残留的方法。但这个检测方法是在实验室开发出来的，要达到工厂水平的应用还需要验证——因为工厂的操作环境与实验室相差很大。


  “当时，是新加坡的雀巢质量保证中心的研究人员同时在做这个检测方法的验证工作。”蔡贞贞说，“从‘双氰胺事件’发生，到雀巢最后能在全球各个工厂里用一种通用的方法去检测双氰胺，只花了两周时间。”


  还有一个风险预警机制带来好处的例子则和“瘦肉精”有关。就在2011年“瘦肉精”闹得沸沸扬扬时，雀巢已经在两年前就从其他区域市场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里得到了警示，在自己的产品中增加了对“瘦肉精”的检测。


  “这种全球资源和信息的共享与协作，会让我们对质量与食品安全事件的反应速度比各个实验室单打独斗要迅速、有效得多。”蔡贞贞说。


  雀巢的质量管理体系在它的每个自有工厂中都在井然有序地运转和发挥作用。同时，它的各项标准和操作方法也被分享给了自己的合作伙伴，慢慢移植到了它们的生产和管理体系中。


  要建立一个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需要大量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体系要能将真正有效的知识沉淀出来形成实践的方法论，并且确保它们的执行到位和不断更新——这一点，在雀巢中国对合资企业的质量管理上也有所体现。


  2011年，雀巢在购得厦门银鹭食品集团60%的股权后，黄珺来就和银鹭食品的同事分享了雀巢质量管理体系的方法论。就拿原料检测举例来说，银鹭最著名的饮料之一是花生牛奶，其中花生的黄曲霉素含量必须符合国家和雀巢的两重标准，这是花生牛奶质量控制的重点之一。


  “标准就放在这里，但具体到怎么检测，其实涉及很多方法和成本控制的问题，”黄珺来说，“通常，企业采购一车花生，如果只在这一车里找一个点取样检测，就算实验室检测出来没问题，也并不能代表这一车花生都是合格的。”


  这种疏漏，是目前有些食品企业尽管有质量监控体系，也做了检测，但产品还是屡屡被爆不合格的原因之一。


  在和雀巢合作之前，银鹭也有自己行之有效的质量检测手段，黄珺来则带来了雀巢质量管理体系的方法论。


  “雀巢目前的做法是，在一车花生里平均、立体地从不同方位选择9个点，每个点至少取样200克花生——取样的量和方法要随着车载重量的不同来调整。然后，实验室的质量检测人员先将9个点的部分样品混合起来检验黄曲霉素，一旦出问题，就可以通过排列组合和排除法，推断出到底哪个取样点出了问题——这种方法是在细化检测的基础上尽量节省成本的典范（如果每个点上的样品都要测一次，成本又太高了）。


  “这些经验和做法其实都是雀巢从长期生产中总结出来的，”黄珺来说，“它们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和国际上的一些花生组织、食品企业一直保持交流，如果全球检测技术和方法有所更新，雀巢也会随之改进。”


  银鹭在原料采购和检验方面，已经吸取了雀巢方法的长处，并且一直沿用至今，不断改善。


  “安全”链条是如何铸就的


  由于雀巢的质量管理体系强调的就是从食品生产的每个步骤进行风险控制，这样就必然会使得它的供应链越来越趋向透明、可回溯，并因此催生一些雀巢特有的商业模式。


  雀巢在经营和生产上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本地化”：工厂为其所在国或地区生产产品，尽可能地使用本地原材料和雇用本地员工。在不少国家，雀巢都精心建立了一条从田间生产到消费者餐桌的完整食品供应链。这条供应链不但包含企业通常所进行的采购、生产和分销环节，也包括大量安全、高质量的种植和农业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一般来说，食品安全丑闻大多源于在供应链上缺乏良好的控制和信息不对称，”雀巢集团农业部门的负责人汉斯（Hans Jöehr）说，雀巢理想中的供应链是透明、公开和可追溯的，“当消费者问我们产品从何而来时，我们可以迅速公开地追溯产品信息，告诉大众关于这个产品他们想知道的一切。这样一来，消费者很容易就能做出购买的决定。”


  在整个原料种植和产品生产的过程中，雀巢也希望能够通过科学管理和新技术应用，尽量控制成本和减少对环境的损耗。


  所以，雀巢农业部门向自己的原料产地派出农业和畜牧专家，为当地农户提供大量实用的技术指导，以提高他们的种植和养殖水准——通过专家的努力，雀巢能够在原料产地稳定地维系着一个高质量、生产可追溯和健康的农业社区运作。汉斯说，雀巢正在咖啡、牛奶、花生、糖、鸡蛋、鸡、谷物、棕榈油等农产品上逐渐实现这一设想，其中咖啡和牛奶的供应链是最为成熟的。


  目前，雀巢在中国的三个奶制品工厂——黑龙江的双城工厂、山东青岛的莱西工厂和内蒙古额尔古纳的呼伦贝尔工厂，全部采用了雀巢特有的“工厂+奶源基地”模式。2016年，雀巢的“奶源基地”从奶站向散户收奶的模式完成了向“直供牧场”这类规模化经营的转型。直供牧场让原奶的质量变得更为可控了。


  而在云南普洱，通过驻扎在当地的咖啡农艺服务部的努力，雀巢逐步实现了以小农户（种植面积小于50亩的）供应商为主的商业模式。2006年，这一模式就能满足其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让粗加工咖啡豆的来源可追溯了。到2015年，云南咖农提供的所有咖啡豆都已经通过了国际通用的4C认证，粗加工咖啡豆的安全性、质量都提高了。


  在质量管理，或者说“安全第一”原则的驱动下，除了在供应链上可能催生出新商业模式，通过不断地检测、比对、差距评估和反馈，雀巢的质量管理体系所提供的数据和意见，不但会推动公司内部管理不断完善，也会将雀巢的质量标准传递给供应商。


  雀巢在生产过程控制中使用的HACCP，这是食品行业内一种常用的质量管理工具。每次工厂计划生产一个新产品，质量保证部都会和生产部、工程部根据有关的知识经验储备，事先对生产与出厂流程从头到尾分析一遍，做好风险评估，找出每段流程里哪个控制点是最关键的——这些关键点上的操作不容有失，否则生产就要受到影响。


  “对食品制造来说，防止异物出现通常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控制点，”魏穗芬说，在食品业，很多投诉都是因为消费者吃到了异物，“如果消费者吃到金属异物，在食品厂就算是很严重的事故了，因为它可能会划伤人。”


  食品中的金属异物很多是从原料，比如糖中来的，食品厂商一般都会对此做好预防措施，在初期原料筛选的流程里放置磁棒（磁棒会吸附金属）去除杂质，在成品检验的过程中用X光机和金属探测器检测掺入金属异物的次品。但是，在质量管理人员眼中，控制质量的关键不完全在添置磁棒或金属探测器上，而是要将其视为关键控制点，随时注意糖或者其他原料中杂质被磁棒吸出数量的变化，还有成品中金属异物出现频率的变化。


  “质量管理的要诀就是，一旦在关键控制点发现异常数值波动，即使是在安全范围内，也说明这一段流程的设计或者操作存在潜在风险，”黄珺来说，“其实出现数据波动并不可怕，只要按照逻辑去检查和推断出现问题的原因，消除风险就好了。”很多质量问题都是管理者对各个关键控制点上的数值波动（在安全范围内）视而不见或者抱有侥幸心理，最终隐患积累到一定程度大爆发导致的。


  “五羊甜筒到最后出厂时还有一个金属探测器在把关。”魏穗芬说，生产线上的金属探测器的灵敏度很高，会把其中含有异物的甜筒“踢”出流水线，但做质量管理显然不能寄望于全靠仪器检测找出残次品，“如果这么做，那就证明前面的流程是失控的，我们的做法是寻找隐患的源头，从一开始就要控制住。”


  就拿糖中的异物来说，如果在一段时间内磁棒吸附的金属异物数高过以往，质量保证部就会和采购部一起，追溯这一批糖的来源。


  “很多国内的糖厂是那种大型传统企业，有时设备比较陈旧，管道不是不锈钢而是铸铁的，运行时间长的话，管道内的焊渣或者杂质就可能会掉下来跟糖混在一起，”魏穗芬说，“真出了问题，雀巢的供应商质量审核员要去实地看一下供应商的生产环境，做出自己的判断。有时候，我们就会建议供应商自己做一些变革来控制风险，比如添置金属探测仪器。”


  添置X光机、金属探测器这样的机器设备，毫无疑问会给企业增加成本，对一个处在激烈竞争环境中的食品原料供应商来说，它们是否真的愿意按照雀巢的要求来做？


  从理论上讲，作为全球最大的食品生产者，雀巢有规模采购的优势，可以说服那些有长远眼光、资质出色的供应商对设备或者生产流程进行更新，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并且和雀巢建立长久、紧密的供应关系。但实际上，采购人员说，想带动供应商进行设备改善并不容易——雀巢对很多原料要求特别高，很多采购的产品一旦细分下来算，采购量并不大，“也有供应商不想给自己‘找麻烦’，宁可不做这个生意”。


  比如，雀巢在全球都要求在食品里使用天然色素和天然甜味剂，对香精的要求很高，如果工厂要做一种口味特殊的新产品（对某种色素或特殊原料的需求量可能很小），对采购部来说，“要及时找到一个价格合适又符合雀巢质量要求的供应商的难度很大”。


  “就拿糖类来说，雀巢在婴幼儿食品里使用的糖比在普通产品中使用的标准要高很多，而且采购量并没有外界想象得那么大。”雀巢大中华区集团采购部副总裁李申说，为了保证质量，雀巢在中国市场使用的有些糖要从韩国进口。


  很多关键的原料，如果外购的质量不能保证，雀巢在反复权衡后可能会转为自己生产。比如，五羊甜筒使用的蛋卷外壳一开始是外购的，“蛋卷里出现过异物，一有投诉我们就会回收整批货，尽管供应商也有所改善，但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原材料，再加上五羊甜筒的销售量上升得非常快，我们最后决定投资设备由五羊自己来做。”欧阳凯说，五羊人现在对工厂中新建的7条蛋卷威化生产线非常自豪——这些酥脆、外观漂亮、高质量的蛋卷不光是五羊甜筒的卖点，也会供给天津冰激凌工厂用来生产雀巢花心筒。


  “无论如何，对于采购来讲，我们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合规。”李申说，价格固然重要，但是如果原料质量不合格，供应商无法或者不愿做出改善，质量保证部和采购部会一起商议是否换掉供应商。毕竟，食品安全和质量对雀巢来说是最重要的事。“如果供应商在商业道德或者质量上出现弄虚作假的情况，一旦被发现，那就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合作了。”


  雀巢的质量保证部和采购部会在进行供应商审核时协调行动，在邸雪枫管理下的质量保证部在总部有一个11人的小组专门负责供应商质量审核（CSQA，China Supply Quality Assurance），他们在各个工厂的质量保证部也逐步培养了一批能够协同行动的审核员——魏穗芬就在2015年刚刚通过这一资格考试。


  雀巢在选择供应商时，除了要求质量与诚信，和其他跨国公司一样，也会要求对方符合当地政府的要求，履行起码的企业社会责任。同时，雀巢认可和鼓励供应商在创新、创造性以及确定新业务提案时所起的作用，它认为这能“提高双方公司的价值和促进双方的成长”。


  “我们确实多多少少通过采购和质量保证部的审计，也把雀巢质量管理体系的标准传递给了供应商。”李申说，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也算是一种创造共享价值。


  有很多目光长远的供应商会正面看待雀巢在质量上的“挑刺儿”，为了应对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它们也想要逐步提高质量管理和生产水平。雀巢确实对质量要求很高，但它采购的过程讲究公平、透明、符合商业道德，也愿意共享很多管理知识。“有些供应商对我们的质量管理有兴趣，采购部门和质量保证部都会推荐他们到雀巢工厂里去作交流。”李申说。


  健康、营养和美味冲突吗？


  所有的食品企业都注意到了近十年来消费者的变化：除了对食品安全的重视，人们对食品带来愉悦的期许越来越高，对健康和便捷性的要求也在不断上升。


  无论是在中国的高消费区域还是中小型城市，大家对于“吃得好”的共识也已经逐渐达成统一：不光要满足口腹之欲，还要追求营养和对身体有益。确保“膳食平衡”，追求更有质量的健康生活，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但在一般人的概念里，“好吃”和“健康、营养”这两点，似乎经常是矛盾的。


  “吃好吃的和有滋味的食物总要冒点险。”纽约法式餐厅Brasserie Les Halles的执行厨师长、畅销书作家安东尼·伯尔顿（Anthony Bourdain）曾经在他的《厨房机密：烹饪深处的探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于2004年1月出版）里断言。连这位酷爱美食冒险的大厨都承认，自己只要一看到高胆固醇和高脂肪含量的美味食品，就会浑然忘我地大吃特吃，把什么无糖低脂、减肥健身，还有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膳食指南里的忠告全抛到九霄云外。


  从某种程度上看，安东尼·伯尔顿是对的，一个人要兼顾营养和热量摄入，似乎就不大可能吃得畅快淋漓。


  就拿中国人喝咖啡的口味举例来说，雀巢的所有市场调查都表明，中国消费者喜欢在咖啡里大量加奶加糖，所以雀巢才会针对中国市场开发出了奶味浓郁的即饮咖啡饮料“丝滑拿铁”。谁都知道，牛奶和糖的含量越高，这种“丝滑”的感受才会越令人陶醉。巧克力和冰激凌也一样，这类食品都能给人带来愉悦感受，但如果要减少或者替换掉其中的糖和脂肪，口感就没那么好了。


  然而，负责任的食品公司不能像顶级大厨或者普通人吃东西那么任性，加工后的食品里如果营养素不够，脂肪和糖的含量过高，大量摄取就会损害消费者的健康，也不符合雀巢内部对食品营养均衡的要求。因此，研发人员需要煞费苦心地调整咖啡、巧克力这类食品的原料和配方，在口味和营养之间取得一个平衡。


  “在雀巢内部，NF（Nutritional Foundation，营养基础）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我们对每个产品都有关于NF的标准，新产品——尤其是针对12岁以下儿童的食品，只有达到这个标准以后才能上市，”雀巢中国研发中心总经理连慧萍说，“那些历史悠久，在雀巢内部提出NF标准之前就卖得很好的产品，比如巧克力、糖果或饮料，也在不断地按照这个标准进行改进。”


  雀巢大中华区营养健康总监贾梅所在的部门负责推动NF标准的执行。事实上，在每做一个新产品之前，研发中心和这个部门的人都会坐在一起开会。贾梅和同事们会为产品研发人员提出NF达标的要求，并且帮助他们确认究竟在哪些指标的指导下开发新产品。


  近些年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最新健康膳食建议都在强调：由于加工食品的产量增加、快速城市化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的膳食模式已经发生了很大转变。2014年，据世界卫生组织估算，全世界有39%的18岁（含）以上成年人（男性为38%，女性为40%）超重，全球肥胖人口有6.71亿，他们中超过半数生活在美国、中国、德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等10个国家。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这些年来，人们吃了太多含有高能量、高饱和脂肪、高反式脂肪、高糖或高盐/钠的食品，但对水果、蔬菜和膳食纤维类食品，如全谷物，摄入不足——要想保持身体健康，现代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必须逐渐调整饮食习惯。


  “世界卫生组织在2013年发布的食盐摄取指南里建议，成年人每日食盐摄取量不要超过5克，但目前中国城乡居民平均每人每天吃掉的食盐量是12克，中国人吃得太咸了，”连慧萍的同事，奶品及营养品开发部门的王军宽博士说，“尤其当你在外面吃饭的时候，盐和油的摄入量都很难控制。”


  这样一来，作为负责任的食品供应商，雀巢承诺会通过在降低产品所含糖分、盐分和饱和脂肪的同时，增加维生素、矿物质和全谷物等较为健康的营养素来改善产品营养结构。


  “针对蛋糕、糖果、冰激凌这些脂肪、糖、钠含量较高，又特别受大众欢迎的产品，雀巢内部还有特别的限制，”贾梅说，“另外，各种饮料里的含糖量也是需要控制的。”


  同时，由于维生素和矿物质这样的微量营养素在日常膳食中含量较少，分布不均匀，或在人体内需要代谢转化，人们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会缺乏某些营养素——这些缺乏累积下来就会对健康产生影响。目前，大约有20亿人（超过世界人口的30%），存在必需维生素和矿物质缺乏问题。健康专家经常将微营养素缺乏症称为“隐性饥饿”，因为大多数受其影响的人不会表现出明显的身体症状，并因此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缺乏某种微量元素的状况。


  但是，隐性饥饿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它会导致智力迟钝、体质不佳、生产效率低下，甚至在严重的情况下会导致死亡。即使是轻度到中度的缺乏也会影响人的健康和发育。世界卫生组织已将膳食纤维素列为人类的第七营养素，这就要求人们多吃全谷物、水果和蔬菜。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1]推荐来看，中国人每人每天至少应该摄入200克水果，“在这方面，如果算平均值，我们肯定也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从研发初期开始，雀巢对一些产品就有特别的要求，”连慧萍说，“比如说，我们对乳制品、麦片里的钙含量，早餐谷物里膳食纤维的含量都有更高的要求。”


  很多食品都是搭载日常所需营养素的良好载体，通过食物强化来解决微量营养素不足（比如缺碘、铁、钙）问题已经成为食品企业和世界卫生组织采取的常见手段。比如，铁缺乏目前是全球三大微量营养元素缺乏之首，不同年龄段的缺铁儿童面临着大脑发育迟缓、免疫力降低、生长不良的危险，成年人也会因为缺铁而导致严重贫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食物强化办公室一直在推广铁强化酱油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有超过20家企业在与政府一起推动铁强化酱油的销售，从而使5000万目标居民中的贫血率三年内平均降低了30%。而雀巢通过在自己销售的块状浓缩汤中添加营养物质，已经让西非国家科特迪瓦的缺铁性贫血率降低了5%~8%。


  在雀巢的经典产品里，除了调味品，牛奶、酸奶、早餐谷物等都可以用来作为营养素的载体。“消费者其实对通过奶制品补钙已经习以为常了，还有一个适合用来强化人们对铁、钙和维生素B吸收的好东西是麦片，”贾梅说，“作为早餐食品，吃麦片的人可能是办公室白领、上学的孩子或是中老年人，覆盖的人群范围非常广。”


  随着消费者越来越重视健康早餐，雀巢的研发人员发现可以让麦片承担更多营养和健康的“责任”——雀巢的麦片类食品销售确实也出现了很高的增长。


  而随着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雀巢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产品，例如添加进口植物甾醇酯、进口鱼油提取物和强化钙吸收的雀巢怡养老年奶粉系列，也即将迎来一个业绩稳定增长的“热卖期”。


  “其实，就在过去几年里，雀巢成人品类的产品都迎来了非常可观的增长，”雀巢流通食品部渠道及品类销售发展总监李文说，“在整个消费大势遇到瓶颈时，中老年奶粉系列、麦片这样的产品保持了健康的增长，这是很不容易的。”


  NF标准其实已经成了雀巢在研发创新时最强劲的推动力之一。


  举例来说，就在2016年年底，雀巢的研究人员借助天然成分，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糖分构造方式。这一发现意味着即使巧克力和糖果中所含糖分大大降低，消费者感受到的甜度也和之前几乎完全一样。


  雀巢可以凭借这个研究成果，在保持糖果产品口感的同时，大幅降低食品中的总糖量。“这项突破性研究有可能将我们的糖果产品的总糖量降低40%，”雀巢首席技术官斯蒂芬·凯茨凯斯（Stefan Catsicas）说，“我们探索出了一种使用传统天然成分的全新降糖方式。”


  一旦申请专利成功，雀巢会迅速将其运用到生产中去——比如，他们很快就将推出减糖糖果。当人们在和肥胖作战，同时又不愿失去吃糖的满足感时，这一研发成果可能是划时代的。


  而对于一线的销售人员来说，雀巢品牌和产品中蕴含的“质量”“科学”“健康”“营养”及“创新”元素，才是最好的市场推广。


  “我们曾经邀请经销商去瑞士总部参观研发中心，有机会也会让消费者了解这些产品背后的运营和生产过程，”李文说，“合作伙伴和消费者对雀巢的产品质量和技术研发能力有信心，这就是雀巢最大的吸引力。”


  好吃“+”营养


  2015年，TNS的报告研究了9个国家消费者对“吃”的态度，发现人们对食品的需求非常一致：既希望“质量得到保障”，也不愿放弃对饮食乐趣的追求。可见，无论食品公司如何绞尽脑汁考虑营养、便捷等问题，“好吃”还是人们对食物最基本的要求。


  食品公司对产品的基本要求也是“好吃”——口感不好的食品，再营养健康也没人愿意买。因此，在雀巢，每个新品都必须先通过其内部著名的“60/40”测试。


  这个测试的核心原则是，如果某业务单元要正式向市场推出一款新产品，那么在有竞争对手产品参与其中的情况下，根据消费者品尝盲测（事先不告诉对方品牌）的结果，喜欢吃雀巢产品的人必须占到60%以上（含60%），否则就还需要继续改进。


  雀巢对参加产品评定的消费者的选取并不是随机的，而是根据竞争产品（竞品）的市场份额而定。假设市场上有竞争产品占到了50%左右的份额，在消费者测试里评测人员就会按这个比例选择试吃人员，也就是说，至少要有一半参与测试的人是喜欢或者经常吃竞品的——要在这样的评测里拿到60%的人的认可可不容易。雀巢所有的产品，都是在“竞品环伺”的环境下，通过这种测试才走向市场的。


  近几年里，这个著名的测试又新添加了内容，雀巢内部的人称其为“60/40+”，贾梅解释说：


  “这个‘+’的意思，就是要在保证口味的前提下，也要满足营养的基本需求，比如盐不能超标、脂肪不能超标等。


  “‘+’是指食品要为消费者增加营养和健康的附加值。


  “在NF标准评估上，我们使用的方法、原理和针对口味的‘60/40’测试一样，不但要求产品自身达标，还要跟竞争对手的营养指标进行对比。


  “从2014年开始，雀巢对NF的要求变得非常严格，投放到市场上的产品肯定都是符合国标的，但如果NF达不到雀巢自己的标准，业绩再好的产品也需要在成分和生产上进行调整——NF指标对每个业务部门的主管来说都很重要。”


  事实上，像脆脆鲨、雀巢咖啡1+2这类明星食品，在糖和脂肪含量上早已经按照雀巢的NF标准要求做过微调了。


  这个达标、评估和让食品更加健康的要求现在也一步步推进到了雀巢在中国的其他合资公司里，徐福记、银鹭、太太乐等公司都已经开始在NF的标准下调整自己的产品。


  拿徐福记最畅销的糕点沙琪玛来说，它使用的原料，比如油和糖，其实已经被徐福记和雀巢的研发人员改动过了。“我们对沙琪玛的脂肪含量做了调整，而且换成了小包装，这是帮助消费者控制摄入量的最直接的办法。”连慧萍说，“徐福记有糖果、巧克力和烘焙食品等400多个产品，做这种改变也需要有耐心，一点点推进。”


  雀巢在全球都有规定，产品必须使用天然色素，所以研发中心和各个工厂的研发人员为此做了很多实验，采购部也在为糖果、雪糕等产品四处搜罗天然色素供应商。“从2012年开始，所有雀巢和五羊的冰激凌产品就全都在色素上达标了。”五羊的新产品开发经理许喆说，香芋口味的冰激凌和甜筒是五羊在华南地区最受欢迎的产品——那种著名的香芋淡紫色就是提取自天然物质调配而成。“在我们的产品里，糖、脂肪含量和钠这些都需要被控制，反式脂肪则一定不能有。”


  “冰激凌既要减少糖、脂肪的含量，又要保持口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这是公司的规定，即使不能一步到位，我们也必须每年逐步改善这些产品，最终让它们达到雀巢NF的标准。”


  如果食品公司真的严格按照营养标准来开发产品、调整配方，选用健康的原料，用安全干净的方式制造食品，如果吃东西的人能够加以节制，很多人旧有观念里的“垃圾食品”的概念，都是能够被扭转的。


  “很多人都会认为冰激凌热量非常高，但冰激凌其实还是挺‘冤枉’的。一个冰激凌里面含有大量的气体和水，这些并不产生热量，当然它确实包含脂肪、糖这些固定成分，但是只要按照NF的要求，不断改进，让产品的配方变得更合理，一个冰激凌所含的热量可能只是你一天所需要热量的5%。”欧阳凯说。


  欧阳凯是从五羊加入雀巢的，因此非常了解这类产品，他本人也是冰激凌爱好者。五羊和雀巢所有的冰激凌产品都已经在包装上添加了“每日能量摄入指南”的标志，上面标注了每份冰激凌所含能量和占人体每天所需能量的百分比。热量标注和公开成分表已经是食品业的大势所趋——人们对自己吃下去了什么和吃了多少热量越来越关心了。


  “不要太紧张。一个人一天只吃一个五羊甜筒、花心筒或者雀巢牛奶棒，并不会过度摄入热量，”欧阳凯说，“而吃一个冰激凌给人带来的愉悦感是难以形容的，它本来就是一种让人开心的食品嘛。”


  就像所有讲究营养均衡之道的雀巢人一样，他会习惯性地补充一句：“当然，吃的时候肯定要适当控制一下，不能一天吃10个，也要适当做些锻炼。”


  用营养健康创造共享价值


  “雀巢最近十几年的业务方向都是跟着强调营养健康的趋势走，对这一点，我们这个部门的体会是最深的。”贾梅说。


  NF标准不只是跟贾梅所在的营养健康部门有关，不是“面子工程”，而是实实在在与业务单元的生意挂钩。“所有的业务负责人手头都有一张如何改进产品的日程表，”贾梅说，“雀巢的每个人都知道，销售业绩再好，但卖的产品没有在NF上达标，也需要改进。”


  2014年，雀巢提供的食物中有1830亿份至少强化了“四项”营养（铁、碘、维生素A和锌）中的一项。出于健康和营养考虑，2016年雀巢全球对8856款产品进行了改良，这一数据较2015年增长了10%。


  贾梅在雀巢内部被称为“贾老师”，有一个原因是她所在的营养健康部门在近些年来会定期给雀巢各地的员工和高层管理者上营养课。公司内部会保证每月至少上一次面向雀巢全体员工的营养课，“CEO也必须抽时间上营养课学习最新趋势与知识”。


  来自贾梅这个部门的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能把营养、医学和健康知识讲得非常简洁、生动、有趣和易懂——营养健康本来就和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贾梅是学医出身，有临床经验，是中国最早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展开紧密合作的公共卫生和妇幼保健领域的科研人员之一。无论是在课程中还是在日常生活里，她都非常善于将医疗适宜技术（安全有效、成本低廉、简便易学的治疗与应对手法）传授给他人——这既需要多年灵活应用的实践经验，又需要在学术思想上能理解和把握当前全球的营养、健康大趋势。


  “在营养健康方面，其实有很多简单、易操作的方法来供人实践，有这些基本常识，普通人也能很好地把握膳食均衡。”贾梅说，比如，一个人不是不能吃零食，而是不要吃过量，现在零食上都标有能量换算表，“如果（零食）吃得有点超，不用太紧张，正餐稍微控制一点或者运动一下，自己可以做一些调整”。但是，一个人不能把冰激凌或者糖果点心当正餐吃，主食应该是谷类食物，最应该吃的还是蔬菜水果，每天的饮食里都要有牛奶，少吃盐，少吃油。这种对大体膳食结构的把握，每个人心里还是要有数的。


  再比如，现在人们都在提倡多喝水，一个人在正常情况下每天至少要饮用1.5~2升水。但是在不口渴的情况下，一次性饮用过量的水，违反生理需求，还会造成反效果。“1.5升水是多少？很多人可能觉得不用量杯估算不出来，我们就简化为每天喝8杯水，”贾梅解释说，“又有人问我用多大的杯子，其实有些东西在日常生活里不可能做到那么精确——这一杯水，正常人只要喝到喝不下去，不想喝了就可以停下来了。”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告诫大家，每天不要摄入超过5克盐，很多重视健康的人炒菜时放盐也会用小勺量，但其实这5克是全天盐的摄入量，你不光炒菜要算盐，酱油、咸菜、在外面吃的大餐，甚至连面包里的盐都要算上。正确的做法是全面地计算盐的摄入，如果吃超了，就要想办法减下来。”


  “雀巢的员工如果不懂营养，就不能透彻地理解自己销售或生产的产品是怎么开发和创新的。”


  在贾梅看来，上营养课不仅仅是为了工作，员工也应该能将这些知识熟练应用在个人生活中。她非常乐意随时随地给大家讲解日常遇到的健康常识困惑，这也是大家叫她“贾老师”的原因。


  “如果连自己的员工都是肥胖患者或者三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患者，怎么能体现出雀巢是个提倡营养健康的公司呢？”


  雀巢在营养和健康方面的知识普及与宣传的对象绝对不限于消费者与员工。多年来，雀巢一直在和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营养与食品安全所、中国营养学会等组织合作，在各地的中小学学生和他们的父母、老师中推广营养教育。


  中国疾病预防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学生营养室主任胡小琪从2008年前后就开始跟雀巢合作，一起通过培训来提高各地中小学生及父母的营养知识水平。


  2011年，中国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财政每年下拨160亿元，为试点地区的农村学生提供每天3元的营养膳食补助。到2014年，这个计划已经覆盖了22个省、699个试点县，累计3200万学生受益。但光有补助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孩子们的饮食结构，还要“会吃”才行。因此，为孩子和父母普及营养知识和培养正确的饮食习惯，几乎可以被看作改善国民体质的基础工程。


  “就拿早餐来说，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早餐最好要包含四类食物：谷物、奶、豆制品、新鲜蔬菜和水果，”胡小琪说，“如果营养知识和营养教育跟不上，任由孩子不吃早餐或偏食，即使国家拨款提供了早餐费用，效果也不显著。”


  “发达国家的营养教育可能会更偏重于城市里的孩子，我们在跟雀巢合作时，重点考虑的就是在中国推广的营养教育必须同时兼顾城市和农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副所长马冠生说，“针对不同孩子的教材以及针对不同老师的培训资料是不一样的——这是这个合作项目的特色之一。”


  和人们想象中略有不同，在中国，农村孩子固然面临营养不良和微量营养素缺乏的问题，城市孩子也会因为挑食、偏食而无法全面摄取营养——因为遍布的快餐店和父母营养知识的不足，一些孩子已经因为吃下太多高卡路里的食物而成为肥胖患者了。


  “雀巢协助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提高孩子和父母的营养知识水平，”胡小琪说，“比如，到底怎么吃一顿搭配合理、营养充足的早餐。”通过印制宣传册，帮助学校开设营养课，给老师、父母提供营养知识培训等方法，他们试图在所到之处慢慢改变人们的饮食习惯，让他们接触更多选择和养生理念，让生活方式变得更健康。


  营养与健康所从2008年开始就和雀巢合作，在全国的16个城市和地区给学生、老师和父母普及营养知识。这个举措不是区域性的，而是雀巢全球计划的一部分——2009年，雀巢推出了“雀巢健康儿童全球计划”，这个计划针对的是当前全世界学龄儿童中最为复杂的挑战：针对营养不良和肥胖率双重高涨的情况，给学生和家长普及营养健康知识，帮助他们养成正确的平衡饮食习惯。


  这个计划在全球范围内已经覆盖了84个国家和地区的830万名儿童。2010年5月，“中国儿童营养健康教育项目——雀巢健康儿童全球计划”正式在中国启动。截至2016年年底，该项目已覆盖了北京、上海、安徽、湖北、辽宁、贵州、山东、山西、四川、新疆、西藏、云南、广东、河南等省、自治区、直辖市，约有450万名小学生和3.6万名教师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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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雀巢健康儿童全球计划在黄石


  “一个做NF达标的食品公司，是有责任在营养、健康方面不断地去给需要的人提供帮助的，”贾梅说，“我们其实可以把雀巢对营养健康的态度也看作一个创造共享价值的例子。”


  因为推广NF标准，也因为重视个人健康与企业社会责任，雀巢还推动了另外一类远在公司之外的创新。


  全世界的食品企业都要用到油、糖等原料，这些成分要么来自动物，要么来自植物。现在令消费者谈虎色变的反式脂肪酸（trans fatty acids，TFA），被叫作“餐桌上的定时炸弹”——过多摄入反式脂肪酸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它主要的来源就是部分氢化处理的植物油。


  “雀巢自己没有榨油的业务，油是由供应商提供的，所以雀巢的研发中心会联合益海嘉里这样的合作伙伴做大量的研究，来解决在炼油过程中出现反式脂肪酸的问题。”连慧萍说。


  雀巢和益海嘉里这样的大型跨国供应商之间已经不仅是生意上的关系，除了反式脂肪酸，它们还会在一起合作研究像“如何利用黄豆豆粕”这种让双方都能受益的项目。


  很少有人意识到，榨油后剩下的黄豆豆粕是一个多么丰富的宝藏：除去水分，一粒黄豆大概有30%~40%的脂肪，还有30%多的植物蛋白——榨油等于浓缩了蛋白，而植物蛋白是全球最重要的营养物质之一。


  “你养一头牛，它可能需要吃8公斤的草（植物蛋白），才能长1公斤的肉（动物蛋白），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对物质的消耗、碳排放和对环境的影响是很大的。相比之下，从大豆中提取植物蛋白的能耗要少一些，”连慧萍说，“把这些变量考虑进去的话，大家现在都意识到了大豆蛋白的好处，不但成本低，利用率高，其中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含量也相对较低。所以，西方人现在都觉得，中国人的豆腐真是好东西。”


  茂赫在他的任期内就曾强调过从植物中获取食物原料的好处，之后，他的继任者们对这一食物远景的看法也一直没有变过。从20世纪90年代起，雀巢就一直在自己的研究中心里开展对植物蛋白在营养和口味等领域的研究。


  “我们会向合作伙伴和供应商提要求，希望它们想办法改进加工工艺，从黄豆豆粕里提炼出更好的植物蛋白给我们用——雀巢会和它们共享有关资料。而这些改变在一定程度上也将增强供应商的创新与核心竞争力。”连慧萍说。


  
    [1]《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指2016年5月13日由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发布的，为提出符合我国居民营养健康状况和基本需求的膳食指南建议而制定的指导意见。——编者注

  


  在中国市场抓住更多机会


  在20世纪，雀巢和全球其他大型食品集团的迅速壮大都是依赖于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等综合因素。


  跨国食品公司抓住的机遇包括：人口的爆炸式增长、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城市化和各阶层消费者收入的大幅增长——这一切都导致了现代工业化食品企业的快速成长。由于人们逐渐不再依赖在居住区域内的自给自足，必须通过各种零售和流通渠道购买食品，食品工业企业得以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在这些社会变迁中获得了一次次强势增长的机会。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雀巢维持了30多年的稳定增长，公司的销售业绩以每年接近5%的速度递增（2015年、2016年增速略有下降）——在其管理与领导原则里，雀巢的管理者们已经声明，他们“赞成长期成功发展业务，并努力成为注重长远利益的股东所偏爱的公司”。然而，这不意味着雀巢忽视短期业绩，它始终在强调追求“合理的利润”——通过技术和管理革新，雀巢在降低价格的同时也压缩了成本，保证了自己的利润水平。


  如果普通人觉得5%这一增速不够过瘾，非要拿苹果公司近十年内动辄54%、78%、94%、118%、125%的净利润增速来与之对比，考虑到在过去十年中，世界人口平均增长率尚不及2%，且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作为一个食品公司（人每天吃进去的食品是有定量的），雀巢的业绩增长已经算是相当稳健和强劲的了。


  要想在未来的十年里继续保持业绩增长，不光是雀巢，所有的跨国食品企业都必须在不放弃传统欧美市场的前提下，牢牢抓住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机会，比如中国、印度。原因非常简单，在近十年的世界人口增长中，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不到0.5%，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为2.1%——无论是看人口的绝对值还是经济发展的趋势，这些区域都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对雀巢而言，大中华地区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


  但是，保持在中国市场持续增长，对雀巢或者任何其他生产大众消费品的跨国企业而言，都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其原因就是中国市场的多样性和人们的消费意识的快速变化。中国堪称全球最复杂的市场，各个省份的GDP和消费形态差别很大：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中的消费者的购买力和心态已经与发达国家接近，而一些偏远地区的消费者的购买力和心态还带有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特征。


  对雀巢来说，从表面上看，它面临的挑战包括：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跨国和本地对手都在不断创新和深入了解国人的需求；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在不断升级，喜好也在快速发生变化；电子商务等全新的商业模式在中国发展迅猛。但如果从更深层次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几乎所有针对中国市场消费者的研究都表明，支配中国社会各阶层消费者行为的传统文化理念正面临一场巨变。


  因此，不光是雀巢遇到了来自市场的巨大挑战，宝洁、联合利华、卡夫、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等一系列面对大众消费市场的跨国公司在这段时间里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在中国，因为深耕已久，它们塑造的深入人心的品牌定位和经典产品可能已经略显疲态，不那么吸引消费者了。


  拿麦当劳这个全球最大的连锁快餐品牌来说，在2015年第一季度，麦当劳餐厅的全球销量同比下降了2.3%，营业额仅为59.5亿美元，2014年的营业额下降了11%，这一降幅非常惊人。从表面上看，麦当劳的快餐形象和如今席卷全球的健康饮食潮流有冲突；深层原因则是，消费者对麦当劳数十年如一日的品牌定位感到厌倦，需要寻找替代或升级产品。而在中国，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关注，面临“快餐食品是否健康”等争论，麦当劳和其竞争对手肯德基也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停滞。


  为了重获发展动力，或者说为了寻求更多的消费者青睐，跨国公司需要在中国市场对自己的产品、品牌进行一系列升级和创新。但是究竟遵循什么原理去理解消费者的需求，才能有效地通过创新抓住更大的机遇呢？


  对此，牛津大学营销专业教授道格拉斯·霍尔特（Douglas B.Holt）和他在文化战略研究项目组的同事道格拉斯·卡梅隆（Douglas Cameron）在合著的《文化战略——以创新的意识形态构建独特的文化品牌》（商务印书馆于2013年8月出版，以下简称《文化战略》）一书中给出了结论。这两位学者强调，大众消费品公司真正要抓住的机遇，与社会和历史变迁产生的意识形态变化有关，如果不在这一时刻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就会面临被竞争对手超越，被大众抛弃的窘境。


  霍尔特和卡梅隆认为，多数大众消费品公司对产品、营销等方面的创新的理解过于类似，因此导致它们会在每个经营关键点上陷入“红海”（红海是一个经济术语，指的是竞争相当激烈的市场）。而要想甩开竞争对手，成功占据大量市场份额，“公司必须拒绝现有的市场营销概念，精心创造‘价值创新’，那才是一个竞争对手稀少的蓝海（指的是未知的市场空间）”。


  这绝非全盘否定技术和产品创新。事实上，霍尔特和卡梅隆完全同意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创新管理领域专家克莱顿·克里斯坦森[1]（Clayton Christensen）的看法，即一个公司如果开发出新技术，在“破坏性创新”上取得成果，就会迅速改变市场格局，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如果能找到完全将竞争对手甩到身后的颠覆性技术，克里斯坦森的理论肯定是行得通的。但是，在大众消费品，尤其是食品这样的成熟行业，大多数公司已经不太可能随时开发出划时代的技术。但如果只是按部就班地延续常规技术和功能性创新，一个企业非常容易为了满足细分市场需求把自己越做越小——这样一来，它们只能“掌控更小的利基市场（niche market）[2]”。霍尔特和卡梅隆举例说，如果食品研发人员千辛万苦地研究出一种防醉饮料，就算它功能卓著，也只能针对少数要为一醉方休做准备的人——相比广大的大众市场，这个市场太小，即便获利也只能算是“蓝色小水坑”而已，绝非蓝海。


  霍尔特和卡梅隆也注意到，如今的营销学和创新管理专家们都在建议企业采纳一种混搭模式：不要只强调技术革新，也要将其与品牌所蕴含的情感混搭起来，与其他公司做出区隔。


  尽管这种混搭模式在快消品和食品领域十分常见，但食品公司也还是有其特殊性的——在这个市场里，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营销上做出创新，都很容易被快速模仿，和消费者的情感交流也是如此。比如说，在前几年的营销活动中，“美味”“便利”等字眼频繁出现，而食品公司现在都在热衷于使用“安全”“营养”“健康”“功能性”“个性化”这一类词汇，它们最终还是会再次落入大同小异的营销红海。


  相比技术创新与混搭创新，霍尔特和卡梅隆给那些在大众市场已经占有一席之地的公司的建议是，多考虑意识形态上的“文化创新”——“至少，不能忽略在社会变迁中意识形态所发生的剧烈变化和各种层次的人群越来越鲜明的文化表达与自我认知”。


  在《文化战略》一书中，这两位学者指出，当社会发生了重大改变时，一个产品的传统文化意义必定会被重塑——这绝对是一种新兴机遇。


  那些曾经在中国市场独一无二、广受欢迎，如今陷入激烈竞争红海的大众消费品公司或者食品公司，如果能在特定时刻，把握住不同人群（规模肯定大于功能细分的利基市场）的潜在意识形态需求，对自己的产品进行重新定位或升级，也许就能再次找到属于自己的蓝海。


  奈斯派索的文化意义


  中国市场的剧烈变化与随之而来的产品细分与升级，可以在雀巢最重要的产品之一——咖啡上窥其一斑。


  中国是茶的故乡，咖啡属于舶来品，在中国几乎没有成规模的市场，直到卡夫、雀巢等跨国公司的到来。曾经参与推出雀巢咖啡1+2的亚大非区副总裁刘金辉回忆说，咖啡一开始对中国人来说，更像昂贵而又具有异域风味的礼物，所以雀巢速溶咖啡最初在中国是以礼盒装的形式销售的——咖啡伴侣（植脂末）和速溶咖啡分装在两个大玻璃瓶子里。


  当时，价格较高的雀巢咖啡礼盒被定义为“舶来品”和“稀罕物”，在朋友亲戚间送来送去，“有时候一个礼盒根本没被打开就又被转送出去了”。


  但是，雀巢的销售人员很快发现，一旦消费者真的开始试着喝咖啡时，礼盒装给他们的体验并不好。原因是中国消费者冲调时掌握不好植脂末和速溶咖啡的配比，而且不喜欢咖啡的苦味。一种饮品如果在口味上无法满足消费者，是无法继续推进销售的，当中国消费者的新鲜劲头过去以后，礼盒装雀巢速溶咖啡的销量便停滞不前了。


  在1995年前后，雀巢通过市场调查，推出了真正符合中国人口味的雀巢咖啡1+2（1是指速溶咖啡本身，2是指1份的糖和1份的咖啡植脂末）——他们发现，中国消费者喜欢香甜和奶味浓郁的咖啡。这款产品像方便面一样省去了中国消费者在冲调时遇到的麻烦，而且胜在口味、便利性和性价比——它可以非常方便地通过超市、便利店和遍布乡镇的杂货店售卖，价格便宜，是一款极为成功的普及型产品。


  雀巢咖啡1+2迅速变成了人们日常可以消费的东西，很大一部分年轻的消费者将它看成功能性饮料，用来提神——在考试前后，速溶咖啡销量往往大增。雀巢靠这款产品在中国成功地推广了咖啡文化，直到现在，雀巢咖啡1+2在它的咖啡销售中一直占比最大。


  用新产品应对变化中的市场


  但是，中国的咖啡消费市场在近十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中国人目前喝咖啡的量还远小于日本，有调查数据显示，每个中国人平均一年喝的咖啡不超过4杯，而日本人则超过300杯，”雀巢中国研发中心总经理连慧萍博士说，“但是中国消费者的基数大，相比过去咖啡文化几乎为零的局面，这个增长其实是非常可观的。”


  中国人对咖啡的兴趣和消费趋势在近些年里也发生了变化。


  “有一部分人正在逐渐迷上咖啡，”连慧萍说，“这批人不会仅仅满足于喝速溶咖啡，很可能去购买更高端的产品，追求更精细的口味和更个性化的体验，就连普通消费者对雀巢咖啡1+2口味的要求也更明确了。”


  咖啡市场的另外一个玩家星巴克的增长曲线也证实了连慧萍的看法。星巴克是1999年进入中国的，在中国的同类型品牌中，星巴克咖啡的价格处于中高端水平。到2010年，星巴克花了11年开出了400家门店，其中70%都集中在一线城市。但到了2016年，仅仅又过了6年，星巴克就已经在中国的100个城市开设了超过2000家门店（中国已经成为星巴克的全球第二大市场），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了中国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的心头好。


  因此，雀巢必须通过细分、升级和在自己的咖啡产品中加入新的文化内涵，以应对这一消费趋势的变化。除改良原有的雀巢咖啡1+2与咖啡即饮饮料之外，它的奈斯派索、多趣酷思胶囊咖啡机因此可能成为中国市场未来的明星。


  奈斯派索这一品牌在雀巢内部极富传奇性——2016年，它的年销售利润已高达30亿美元，是雀巢所有品牌中利润最高的。奈斯派索的基本理念是，给每一个喜欢咖啡的人创造机会，让他们无须大费周折，便能在任何地点、场景和时间段里喝到浓缩咖啡——奈斯派索胶囊咖啡的味道不输于一般咖啡馆的手工冲调品质，而且质量相对更稳定。


  不同于其他咖啡产品，奈斯派索是独立运营的——1986年，雀巢为此在瑞士独资成立了奈斯派索公司。之所以采用这种模式，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奈斯派索的经营方式和雀巢其他的产品都不一样。食品一般通过经销商和商超渠道售卖，但奈斯派索却是通过直营和“俱乐部管理”模式来运作的。奈斯派索通过精品店或网站直销卖出机器与咖啡胶囊——它们像打印机和墨盒一样互相匹配。消费者简单操作机器便可得到品质稳定的浓缩咖啡，还可以像采购打印机墨盒一样，隔段时间便购入不同口味的咖啡胶囊。


  “奈斯派索这款产品包含了三个主要元素，”奈斯派索中国大陆地区经理阿方索（Alfonso Troisi）说，“一是高质量的咖啡胶囊，二是有一个看上去非常炫酷和吸引人的机器，三是我们给用户提供了各种口味的个性化解决方案。”


  因为采用直营模式，奈斯派索会通过自己的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网站和精品店与消费者保持联系，及时掌握他们的喜好变化。进入中国8年，它已经在北京、上海和成都开出了6个精品店。尽管如今电子商务已经大行其道，但现场销售的奈斯派索精品店仍旧必不可少——因为体验一直是食品销售中很重要的一环，精品店气氛很好，不但可以帮助用户更好地选择自己喜欢的咖啡胶囊和调制花式咖啡，甚至兼具沟通和社交的功能。


  在中国的奈斯派索精品店里，奈斯派索的员工每个周末都会邀请5~10位客户，参加一个为时一个小时左右的咖啡培训——这个项目被称为“咖啡品鉴会”。奈斯派索请来的咖啡师会介绍咖啡的历史，教消费者用奈斯派索的浓缩咖啡冲调成不同口味的花式咖啡，还会想出各种方法增加消费者对咖啡口味的体验，比如感受用不同款咖啡佐餐等。


  “中国用户确实很喜欢把浓缩咖啡冲成奶味浓郁的拿铁（CaffèLatte）、摩卡（CaffèMocha），但也有很多人勇于尝试，在不断寻找自己喜欢的咖啡口味。”阿方索说，“总之，对咖啡懂行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了。”


  “因为是直营，我们会收集到每一个用户的反馈和需求。”阿方索说，这种交流有助于奈斯派索迅速了解用户的喜好，完善和扩充自己的产品。比如说，奈斯派索目前在全球出售23种咖啡胶囊，每年还会因为季节变化和用户的特殊喜好推出四五种限量款。“现在的这23种胶囊里，其实有一些曾经是限量款，如果有很多消费者喜欢，我们就会把它们变成固定销售款。”


  奈斯派索为什么会畅销？


  奈斯派索这一类型的胶囊咖啡机在欧美市场的兴起，如果用霍尔特和卡梅隆的社会意识形态变迁理论来分析，不难发现，它与欧美市场消费者心理的变化紧密相连——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欧美市场中过去占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主流价值观就已经开始逐渐崩解，向着多元化、个性化与模仿精英生活方式的方向发展了。


  咖啡在欧美，本来是家家必备的基本饮料，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主要的咖啡品牌利用了“二战”后的文化变迁——当时庞大的中产阶级正在形成，咖啡品牌的营销基本根植于所有人（尤其美国人）都能过上美好生活（追求物质丰裕）这一主流价值观的梦想。


  但是，到80年代，美国新一代消费者厌倦了“成为富裕中产”这一乏味的理想，希望通过追求与众不同的精致品位，比父辈生活得更有质感、更有品位和创造性——他们更渴望模仿“文化精英”的生活方式。同时，由于在战后的几十年中，多数工业化食品制造企业都把精力放在创造利润、降低价格，而非让食品更为精致与多元化上，这就出现了一个供需断层——一种表面上看是追求“手工艺性—世界主义”，实为反对大工业生产的文化现象应运而生。


  在1986年前后，几乎和奈斯派索同时开始创业的星巴克，就是针对这一文化需求做出回应，才获得了今天的成功——消费者不但要喝到世界各地不同口味的咖啡（世界主义），也要求制作和饮用咖啡的过程能更精致，提供更多的文化感（手工艺性）。


  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具有这种消费心理的人其实并不是在追求真正的精英生活，而只是“模仿文化精英”。很少有人知道，星巴克的创始人霍华德·舒尔茨在找到如今成功的商业模式前，也开过意大利手工咖啡店，他当时给用户提供的是正宗的意大利蒸馏咖啡，结果却失败了。纯正的意大利蒸馏咖啡味道对美国中产阶级来说有点太过特别，消费者也没有足够的耐心、时间和咖啡知识来买咖啡豆回家研磨冲调——真正的精英生活体验曲高和寡，注定不能满足大众消费者。


  最后，舒尔茨在创办星巴克时吸取了教训，将手工咖啡的味道调整成了美国中产阶级愿意接受的口味，却在服务和店面设计等细节里保留了体现“手工艺性—世界主义”的文化包装，并且在生意里加入了众多浪漫化因素。按照霍尔特和卡梅隆的说法，舒尔茨提供了一个模仿文化精英喜好的大众通俗版——其实大众消费者对生产细节并不感兴趣，他们只需要得到比以前更好、层次更高的食物和体验就行了。


  霍尔特和卡梅隆的这一理论，显然是能够解释为什么奈斯派索可以成功的。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至今，围绕工业化生产与跨国企业，一直有很多截然不同的观点在频频交锋。在批判规模化工业生产消灭了多元化和个性化，无视环境与人性之后，其实西方世界中还有针对“工业化”更为理性的思考在逐渐回潮。在推崇“手工艺性—世界主义”的同时，人们也开始承认，工业化食品最终为人们提高了效率，节省了时间，解决了大多数情况下困扰消费者的过敏、食品安全等问题。


  奈斯派索作为雀巢咖啡的升级版产品之一，在欧美市场最终受到青睐，是因为在这些思潮的交锋和变动中，它凭借质量、产品体验和实用性逐渐站稳了脚跟。奈斯派索的性价比很好：既为忙碌的白领提供了一个更为个性化的饮用场景（他们可以在一天里的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使用机器），也充分利用和展示了雀巢的科技水平——后者为胶囊咖啡机带来了很酷的外观、质量稳定的胶囊、众多咖啡口味的选择和极为便捷的使用体验。


  其实，在食品行业，一个新产品能否讨人喜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味道要好——胶囊咖啡到底好不好喝？是不是真的比不过咖啡馆店员手工制作的浓缩咖啡？为此，英国哲学家、作家朱利安·巴吉尼[3]（Julian Baggini）在自己的著作《吃的美德：餐桌上的哲学思考》中为胶囊咖啡机的质量和口味进行了辩护。他指出：在英国，已经有数十家米其林餐厅在用奈斯派索制作咖啡；在法国，奈斯派索为100多家餐厅提供服务；同时，全球还有很多餐厅在使用雀巢奈斯派索和它的竞争对手开发出来的胶囊咖啡机。


  不管人们如何认定最好的味道都来自手工制作（手工艺化）——在一般人固有的观念里，这需要自然材料、天分、感情注入和极高的技巧，尽管最好的咖啡确实是由技艺高超的咖啡师冲调出的，但奈斯派索代表的科技和机械化，只需要与业界平均水平竞争——巴吉尼为此组织了一次咖啡盲测，在这次测试里，和手工冲调的咖啡相比，奈斯派索因为胶囊质量稳定而胜出了。


  “奈斯派索只需要让自己做出来的咖啡胜过大部分咖啡师——反正大半咖啡狂热爱好者已经很嫌弃后者了。”朱立安·巴吉尼写道。他做这个实验的最终目的并非为胶囊咖啡摇旗呐喊，而是提醒人们如何从文化变迁、哲学等多重角度去慎重思考“手工艺化”与质量越来越好的工业化产品之间的区别——显然，仅仅靠盲目认定“手工咖啡的味道就是比机器做的好”是不公平的。


  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和定义“工业化食品”这一概念，加上在商业社会中人们对便利性的渴求，由于奈斯派索在产品中既提供了炫酷机器带来的仪式感，也包括了人参与制作的控制感（人们可以利用浓缩咖啡调制不同口味的咖啡），最重要的是，由于雀巢用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支持了“世界化”“多元化”的理念，奈斯派索系列产品成了这一轮咖啡市场竞争中的胜利者。


  中国市场的增长到底在哪里？


  对于雀巢来说，不管是咖啡，还是糖果、水、婴幼儿奶粉等其他产品，它们所面对的中国市场，显然正处于霍尔特和卡梅隆认为适合推行“文化创新”的阶段。这两位学者提醒说，一个面向大众消费者的企业不能忽略在社会变迁中人们的意识形态所发生的剧烈变化——在这种时刻，各种阶层的人群都在渴求“越来越鲜明的文化表达”。


  雀巢的很多产品——包括曾经因为概念超前、价格太高或者营销策略不当退出中国市场的，都有可能在这轮消费升级中获得新的机会。比如说，在全球销量排名第三的奇巧巧克力和来自意大利的圣培露气泡果汁等，都在2016年调整策略后再次进入了中国市场。


  举例来说，圣培露的4种口味（柠檬、甜橙、西柚及薄荷柠檬）的气泡果汁，将通过电影院、精品超市、便利店等渠道销售。这款气泡果汁的特点在于不含人工添加剂，果汁含量在20%左右。而雀巢不但会强调它的“健康营养”，而且会用圣培露的异域风情和饮用时的“欢愉感”来吸引消费者。


  2015年，气泡水在中国市场的零售渠道销售额达到2500万元，同比增加了65%。虽然和整个瓶装水市场相比仍旧显得无足轻重，但是气泡水市场份额的增速极快——这类产品在健康和“欢愉感”上越来越为城市中产阶级所青睐了。


  不仅仅是中国迅速的消费升级，给雀巢这样的食品公司带来了新一轮的商机，而且中国目前拥有体量如此巨大、复杂、多元化的文化需求：肥胖和饥饿问题同时困扰着消费者；追求全球化、世界主义与对中国传统文化倍感自豪的情感时时交锋；对高科技的迷恋与对自然、手工艺性的崇尚共存……中国几乎囊括了欧美市场在不同时期出现的所有消费心理，同时还具有自己的地域特色。


  对雀巢来说，在这种时刻，如果能重塑或者更新产品所具有的文化意义，那么它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也能在这一轮新兴机遇中取得更为迅猛的发展。


  产品与文化双升级


  雀巢在中国市场对原有产品进行升级和扩展其文化内涵的举动已经开始很久了。


  就拿咖啡来说，雀巢早已着手对经典产品雀巢咖啡1+2进行配方升级，它的研发中心为此做了大规模的消费者喜好调研。


  “咖啡在中国没有在欧美那么普及，所以我们在做调研时，会用两组人来对照参考，一组是一天最起码喝一杯咖啡的，一组是几乎不喝咖啡的，不同用户对咖啡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雀巢中国研发中心总经理连慧萍说，他们所召集的每个组都有将近500位消费者参与。


  通过对大量调查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研发中心的科学家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消费者的口味这些年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他们要求咖啡更香、更顺滑，香味在嘴里停留的时间更长”。新配方不但调整了甜度、咖啡和植脂末或牛奶配合起来的口感，甚至改变了生产工厂烘烤咖啡豆的工艺，并且通过了雀巢内部的“60/40+”测试——前后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使用新配方的雀巢咖啡1+2最终在2015年9月大规模进入了市场。


  雀巢的咖啡即饮饮料丝滑拿铁也是研发中心根据中国消费者的喜好开发出来的，是一款“不苦而且奶味浓郁”的咖啡饮料。在这款产品的基础上，研发中心逐步加入了更为丰富的调性，继续推出了丝滑摩卡，并有特浓、香浓和香滑等不同口味。


  “总体来说，消费者对咖啡的感受变得更加敏感了，”连慧萍说，“我们为改变配方而做的消费者调研工作量很大，连雀巢这样大型的公司都不太可能只间隔一两年就做一次。但中国人的口味改变得很快，我们现在觉得，至少每五年就要做一次这种规模的调研。”


  这些在雀巢旧有产品上进行的改良，从功能上来讲，旨在满足大众消费者的口味变化。但如果要将对产品的理解提升到文化意义这一高度来考虑的话，就必须重新审视雀巢咖啡在中国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


  在中国，一开始推广速溶咖啡的品牌形象时，因为咖啡文化几乎为零，所以各个咖啡公司都花费了大量精力去做咖啡文化的普及工作。这就使得速溶咖啡承载的文化意义和中国传统的茶相比，要简单、粗糙得多。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之初，希望咖啡可以像茶一样，变成中国人日常生活和社交的熟识之物。为此，它们更愿意强调咖啡“提神醒脑”“促进社交”等功能——这种做法让咖啡的意义变得浅显易懂，也更易被人们接受。在文化意义上，速溶咖啡像早期在欧美市场一样，也被注入了一种正统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如果说针对中国人有什么改变的话，咖啡同时满足了中国消费者对“世界性”和对物质丰裕的渴求——咖啡在中国不仅仅有舶来品的名声，还和“跨国公司”早年的形象一样，代表着人们对富裕生活（像国外中产阶级那样生活）的向往。


  但是，在获得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中国新一代消费者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变得与欧美市场中追求精英化、个性化生活的消费者更相似了。他们或多或少地希望追求与众不同的精致品位，让生活跳脱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形成的中国人的正统理想，变得更有质量，更具个性化。


  这些消费者开始厌倦与其他人一样只喝速溶咖啡，他们变得愿意为蕴含更多“文化性”的咖啡产品付费，也会通过自己掌握的各种信息，继续追求“物有所值”。


  因此，奈斯派索和多趣酷思的出现，不但可以补充雀巢原有的产品线，还能成为雀巢咖啡的文化升级产品。


  这两种产品都有很好的性价比，既能满足一部分用户对食品中所蕴含的“世界性”和“多元化”的追求，又极易操作。雀巢在中国销售胶囊咖啡机这类产品时，也在有意识地传递给用户更多的文化意义。


  “奈斯派索在欧洲的精品店可能更多是请顾客来品尝咖啡，”阿方索说，“但在中国，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去组织讲课或者品尝会，帮助用户更好地了解咖啡的历史，尝试不同的口味并且教授不同的调制手法。”


  “好咖啡口味的重点是清醇，就像红酒一样，带有果香和花香的回味。”雀巢在云南种植咖啡的农艺专家更进一步形容说，好的咖啡甚至能够让人隐隐尝到桂花香和茉莉花香——只有逐渐熟悉和喜欢咖啡，并且不断尝试的人才能慢慢体会到这些滋味上的微妙差别。“喜欢咖啡的人日常喝的咖啡胶囊往往会包含5~10种，因为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场合和天气，都会影响人的选择。”


  按照雀巢的统计，在北上广这样的城市里，已经有30%的家庭可以算得上是喝咖啡的（至少熟悉咖啡这种饮料）。这些家庭中有不少成员可能成为奈斯派索和多趣酷思的用户或潜在用户。而且，中国还有不少城市的消费结构和消费者心理正在越来越向北上广靠拢——正是这部分人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的改变，让中国变成了星巴克的全球第一大市场，苹果的全球第二大市场。


  创造共享价值的力量


  奈斯派索目前选择的品牌代言人是美国影星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克鲁尼不仅仅代表了“精英品质”的生活方式，他还关心政治。在演出影视作品之外，他不断参与人道主义工作，将大量时间和精力花费在通过各种方式改善他人生活的尝试上；他还担任了联合国和平大使——精彩生活、对世界的关注和身体力行去帮助他人改变生活环境的努力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了奈斯派索极具特色的文化内涵。


  雀巢在咖啡、牛奶和很多农产品上都具有特别的优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它在农业原料生产方面的投入与长期策略——这也是它旗下的一系列产品，比如奈斯派索、奇巧等品牌所要传达的。


  正如前文提到，近十年来，全球的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道德消费”，即消费者如何通过购买行为来影响跨国公司的商业活动，以让它们的供应链更有持续性，买卖更加公平。按照霍尔特和卡梅隆的说法，这种思潮比之前人们对其他地区特色文化倍感好奇的“世界主义”更进一步。消费者希望通过购买行为表达对他人的关心，参与解决世界性的社会问题——这也是当今社会生活正在不断政治化的典型表现。


  雀巢在这种思潮中一直走在前面，正如之前所说，它选中了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提倡的“创造共享价值”作为自己企业价值观的组成部分。


  如果遵循迈克尔·波特的理论，作为一个食品企业，必须深入供应链前端，设法改进农民的种植方法，与当地供应商和其他机构建立产业集群，提升农民的效率、收成、产品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这样才能使供应链条上的每个成员都持续受益。为此，雀巢一直在营养、水和农业社区发展三个领域持续投入，将迈克尔·波特的想法变成了现实。


  在咖啡种植领域，雀巢早就开始着手推动“创造共享价值”这一理念。虽然奈斯派索通常使用的咖啡豆并不产自中国，但在农产品上，雀巢全球的管理原则是一致的。


  “奈斯派索现在用的咖啡豆来自全球7.4万个咖啡农场，我们的原则就是尽量不用中间商，直接从农民手中购买咖啡豆。”阿方索说。这样做的好处是，由于简化了供应链，奈斯派索可以把过去付给中间商的钱直接给咖啡农户，用于改善他们的生活。“奈斯派索为胶囊咖啡的咖啡豆原料付的钱一般会比同类采购的价格高出10%~15%，这部分钱我们会尽量保证用在让农户改进产品质量和改善社区生活上。”


  不光是咖啡，雀巢在牛奶、花生、可可豆等很多原料上都在推行类似的项目。从长远看，消费者会用购买行为来支持好的商业行为，以促进大公司更合理、更道德地设计和管理供应链——他们会越来越倾向于为改善在全球各个角落里辛辛苦苦为自己提供服务的人的生活而额外付出一些费用。这一消费风潮虽然在中国市场尚未成形，但从全球来看，已经是必然的趋势。


  因此，“创造共享价值”也是雀巢食品在未来的中国市场竞争中可能运用的潜在文化优势之一。


  善用“中国元素”


  跨国企业在中国市场大量使用中国元素，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几乎所有的跨国连锁快餐企业都推出过中国风的产品或商业模式：麦当劳在芝香猪排堡上夹了两片馒头片；肯德基早餐卖豆浆和油条，它所属的百胜集团甚至开出了中式快餐连锁店东方既白；专注于咖啡的星巴克不但有按中式风格装修的门店，出售过只有中国人才明白到底是什么口味的“辣意椒香摩卡”，每逢端午、中秋，它也卖粽子和月饼了。


  在诸多跨国食品企业的战略中，除了需要应时应景，开发更多符合中国人口味的食品之外，营养品和功能性食品也是未来的热点——在全球，它们基本也是以区域为重点进行发展的。在这些领域，运用中国食材和药材作为产品的开发灵感与卖点，是食品公司最常见的创新策略之一。


  跨国食品公司之所以从品牌名称到推广方式，从广告语到产品配方，都力图与中国文化、社会习俗以及消费者的价值观念相适应，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消费者追求全球化、世界主义与对传统口味倍感依恋的情感始终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近些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情结一直处在上升阶段，凡是对它做出积极回应的企业都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二是中国有历史悠久的“药食同源”理论，人们认为许多食材既是食物也是药物，食物和药物一样同样能够防治疾病——中国这一传统理念和独特的食材、配方确有可圈可点之处，不光能够为跨国企业在中国所用，也能被其吸取长处，推广到全球市场。


  不管如何本地化，跨国公司绝非完全“入乡随俗”，放弃自身特色。雀巢对中国元素的运用，便是建立在自己庞大的现代科学研究系统之上的——可以说这是它面对市场中的众多对手时，最具特色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所有的食品企业都意识到，中国市场的特殊之处在于消费者特别缺乏“安全感”。


  前文提到TNS 2015年的市场调查结果显示，从2008年的奶业“三聚氰胺事件”开始，多年来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已经使中国消费者的信心严重受创。2011年，复旦大学研究生吴恒和他的同学做了个小实验，他们统计了全国的新闻报道，发现仅在这一年的前6个月里，涉及食品安全的事件就超过了500件。


  在这种气氛下，难怪中国消费者的要求会变得格外高，并且异常敏感。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但希望食品企业有更严格的质量管理，也更在意中国特色食材或“药食同源”的传统配方能否得到科学的背书。


  而雀巢正是这么做的。


  “中医的养生理念如果和现代科学结合，就可以把来自古老经验的结论变得更加可信，”雀巢中国研发中心的王军宽博士说，“比方说，中医中药典籍里讲到枸杞，认为它是很好的东西，有养肝明目的功效。”


  为此，雀巢的研发人员针对枸杞的成分和各种功能做了大量的临床、动物试验，证实了枸杞中富含玉米黄素。“玉米黄素这种生物类黄酮具有抗炎和抗氧化特性，确实对人的眼睛健康特别重要。”王军宽说。


  由王军宽来解释枸杞的研究结果是最合适不过的，因为他在瑞士的雀巢研究中心就从事中国特色食材方面的研究工作，被人们称为“枸杞先生”。雀巢一直在发掘和证实中国古老传统的医学典籍中的一些食材和药材的功效，并致力于将其运用到产品中去。


  王军宽的名字还出现在2008年雀巢针对枸杞申请的一项专利中，这个发明涉及枸杞提取物的抗炎特性，这使得它和部分初级组合物可以用在预防炎症的产品里。


  雀巢的研究人员的工作流程和方法是纯现代科学式的，却和中国人最为熟悉的“气血”“阴阳”等词汇结合在一起，这就构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场景。


  他们曾经和中医研究人员合作，将中医理论中的“气虚”与西医的各项检查指标联系起来。“我们做过一个试验，选中医诊断为气虚的人群，然后检查他们的各项指标，发现‘气虚’的人和健康人群唯一的不同就是在免疫球蛋白的量上，”王军宽说，“很自然，接下来，我们就要通过临床和动物实验来验证，中医传统理论里面补气的食材对免疫力到底有什么影响。”


  雀巢研发中心一直在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等机构合作，在《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古典文献和一系列学界论文中进行数据挖掘，选出了一些中药材来做研究——雀巢的兴趣集中在心血管、肠道健康、抗过敏、免疫、眼健康、脑发育、骨骼和关节的健康等方面。


  通过文献研究和与中医药研究机构交流，研究人员选出的食材与药材包括：山楂、枸杞、石榴、桑葚、女贞子、葛根等。针对这些材料，他们运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包括进行严格的临床试验和动物试验去验证它们的功效。


  事实证明，中国的这些传统食材是真正的宝藏。在经过一系列试验之后，研究人员发现：山楂有调节血脂的作用；女贞子能够增强骨密度，并且加快钙的吸收、合成与利用；桑葚能够降低血糖……这些食材中的“明星”是枸杞，它不但有增强免疫力（补气）、抗氧化的功能，还能够修复血管。


  雀巢对枸杞的关注是从2003年开始的，这一研究延续至今。2012年，雀巢瑞士和中国研发中心的科学家做了一项临床试验，通过为65~70岁身体健康的中国人每天补充“乳化枸杞”（乳化枸杞是雀巢公司的一项专利产品，由牛奶蛋白萃取枸杞而成），来观察枸杞是否会增强老年人的免疫力——雀巢针对很多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趋势做了很多相关的产品研发。


  为此，雀巢研究中心采用了严格的临床试验方法：在参加该项最新研究的150人中，有一半的人连续3个月每天都饮用含有乳化枸杞的热汤，另一半控制人群则饮用安慰剂。在该项研究的第30天，所有参与者都接种了季节性流感疫苗。试验结果表明，虽然所有参与者的流感抗体水平在接种疫苗后都有所增加，但是服用乳化枸杞的人群比没有服用乳化枸杞的人群增加了更多的抗体。


  这个项目被登载于《抗衰老研究》（Rejuvenation Research）科学杂志，被认为是到目前为止最大型的检测枸杞对老年人群免疫力的随机临床试验。


  “中国人有通过食材在日常生活中调理自己身体的习惯，而外国人是没有这种概念的，他们病了会去医院看医生、吃药，”王军宽说，“‘药食同源’是中国文化里很好的传统，我们使用现代科学手段，可以把这些来自经验的认知变成确定的知识，然后应用到产品里去。”


  雀巢对这些中国元素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


  比如，枸杞中有一部分物质（像玉米黄素）是脂溶性的，每一种物质都需要有效载体，牛奶就是枸杞中脂溶性物质的一种很好的“搭档”。


  于是，雀巢在中国市场推出一款包含“枸杞+牛奶”元素的功能性食品（functional food，指具有特定营养保健功能的食品，不以治疗为目的）似乎是顺理成章的。


  “但这不是简单地把一些枸杞放进牛奶或者奶粉里，开发一种功能性食品要有充分的科学论据支撑，需要做很长时间的研究。”连慧萍博士说。从找到研发方向，到开始立项研究，再到设计动物和人的临床试验，这一连串的工作最少要花上3~4年的时间——只有靠研发中心、工厂、采购、市场等各个部门通力合作，才能真正推出一款可以工业化生产投放市场的产品。“还有一点是雀巢特别在意的，功能性食品首先是食物而不是药，这些承载了‘中国元素’的产品还必须好吃，合中国人的口味。”


  由于雀巢对原料质量要求得特别高，一旦研发成果产品化，他们对原料的选择、生产流程的确定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2001年前后，中国大陆孕产妇营养、婴儿及成长配方奶粉市场总监高丹曾亲历过雀巢推出优麦基础系列中的红枣配方产品的过程。“这个口味的麦片当时推迟上市，就是因为采购人员要在全中国找符合雀巢质量标准的红枣。”雀巢研发人员告诉高丹，只有找到稳定的红枣供应来源，才能在中国市场推出这款产品。


  “在中国，红枣是四处都能找到的食材，尤其在北方，”高丹说，“听上去这是件挺简单的事情。”但是一旦要产品化，对红枣的质量要求就高了，当时采购人员甚至试过从其他国家进口红枣来满足雀巢质检的要求——这还只是一次有关食品的小小改进，不是全新功能性食品的开发。


  “功能性食品中所含的每一种物质对人体是否真的存在积极作用，是需要经过大量的科学研究来检验的。”连慧萍说。


  随着中国政府对功能性食品开始进行严格管理，那些希望将“药食同源”的理念应用到产品中去的食品公司不约而同地发现，自己必须对产品的功效进行更加准确的描述，以求达标——本着食品安全的原则，它们的产品开发周期都变长了。而且，在这些已经能够上市的产品说明中，因为食品和药的严格区别，对于健康功效的宣传措辞必须非常谨慎。


  对雀巢来说，在食品领域发生的这些变化是一次绝佳的机会，这让它能够在竞争中充分利用自己严谨、重视食品安全和质量的优势。相比其他竞争对手，雀巢的产品可能会贵一点儿，推出得慢一点儿，但它是一个对科学依据和安全原则极为看重的企业，并且在这些领域进行了大量投入。


  “随着中国社会对老龄化、营养、健康等概念的关注，人们在购买食物和功能性食品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到安全问题，而且，他们也能够接受高端的产品了。”连慧萍说。


  加入“电子商务狂欢”


  所有企业都无法忽略中国市场正在掀起的网购狂潮。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31亿人，其中网购用户规模达到4.67亿，占比超过60%。而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网络零售交易额为5.16万亿元，同比增长26.2%，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为4.19万亿元，同比增长25.6%，高于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15.2个百分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2万亿元）的12.6%。


  就在零售实体店备受房租、人工等成本困扰的时候，2016年的“11·11”，根据阿里巴巴公布的实时数据，淘宝、天猫平台当日总交易额超1207亿元，其中无线交易额占比81.87%，覆盖235个国家和地区。而淘宝、天猫平台在2015年度的销售额是3万亿元，它们和排名第二的京东已经占据了中国电子商务市场超过70%的份额。


  因此，雀巢加速、加大在电商领域的投入，并且选择和阿里电商平台合作，就一点儿都不奇怪了。


  2016年6月，雀巢中国和天猫商城在“鸟巢”联合发布了一个名为“喵巢星”的战略合作升级计划，这个计划首先是一个为期三天的“超级品牌日”。雀巢旗下食品、母婴、美妆等各品类、15家天猫平台官方旗舰店、30个海内外品牌的数百种产品都参加了活动。


  “鸟巢”的活动现场充满了雀巢来自全球的“明星”：奈斯派索、多趣酷思胶囊咖啡机，来自意大利、土耳其的Baci和Damak巧克力，荷兰的雀巢Nido全脂奶粉，法国的雀巢金牌咖啡，以及产自瑞士、英国和德国的雀巢及惠氏婴幼儿营养产品等，甚至还有丝塔芙洗面奶与护肤产品。雀巢计划在阿里平台为这些产品举办一个长达6个月的营销活动。


  对雀巢来说，电子商务为它带来的最大好处有三个：一是更为广泛和深入地接触中国消费者，让他们用自己更喜欢的方式去购买产品；二是通过电子商务带来的海量用户数据，更深入地理解消费者的行为；三是利用互联网的长尾效应，高效满足更多中国消费者对“世界主义”的渴望，将雀巢那些在全球广受欢迎的产品卖到中国来。


  “要在中国市场取得成功，必须要理解消费者的行为，中国消费者变化非常快，他们勇于尝试新的事物，”雀巢集团执行副总裁兼亚非大总裁龚万仁说，“想继续在这样的市场获得成功，创新非常重要。”


  “中国的电商市场和全球任何一个市场都不一样，”大中华区电子商务总监王雷说，“淘宝、天猫、京东这样的电商平台占到了70%以上的市场份额，平台化的模式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有非常多的产品和品牌，用户有数不清的选择。”国外不少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度很高，对他们来说，电商是用来补货的，但中国消费者显然不是这样。


  “所以在中国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很多厂商在线上、线下的市场占比并不一致。”王雷拿咖啡来举例说明这一点：雀巢可能在中国市场的线下销售中依靠自己的雀巢咖啡1+2等全线产品占有优势市场份额，但在线上却未必如此。互联网所具有的长尾效应和它所带来的利基市场现象，在中国电商市场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消费者在电商市场中的行为模式，几乎完全验证了西尔弗斯坦和巴特曼在《顾客要买什么》中的看法：由于消费者手握的选择和信息越来越多，“消费已经变成了一种寻宝活动”——消费者在不断搜索、尝试与比较各种商品和服务。喜欢逛淘宝和天猫的消费者是不折不扣的“寻宝人”——他们既会重视大品牌和身边人的推荐，也勇于冒险，尝试各种新鲜事物，想找到与众不同、适合自己的体验。


  这就意味着，雀巢需要精心利用自己的产品优势和供货体系来重新布局电子商务——在互联网上的“雀巢”，不但要与雀巢中国各类产品的实体零售体系相辅相成，还要描绘出更加丰富、复杂、高效和更为全球化的“雀巢”形象。


  “我们在2014年11月1日推出了一款‘浓臻交响’速溶咖啡，它是焦糖口味的，口感层次很丰富，从包装到口味都是专供电商。”王雷说，这款咖啡在2014年的“11·11”卖得相当不错。而她认为，在电商平台上，雀巢的高端巧克力、成人全脂奶粉、婴幼儿配方奶粉、咖啡等产品都会有很大的增长。在经过评估之后，雀巢可以将自己一部分在其他国家具有竞争力的明星产品通过电商售卖到中国来——在“喵巢星”计划中露面的意大利Baci巧克力、荷兰的雀巢Nido全脂奶粉、来自法国的雀巢金牌咖啡等产品便是很好的例子。


  雀巢在全球市场其实有众多有趣的产品。例如，除奈斯派索胶囊咖啡机之外，雀巢日本在2013年推出了全球第一款胶囊式泡茶机——SPECIAL.T。与奈斯派索的原理类似，这款机器试图让茶变得像咖啡一样，按个按钮就能喝到——SPECIAL.T一经推出就在日本市场很受欢迎。


  “类似SPECIAL.T这样好玩的产品太多了，我们会从价格、定位、消费者接受程度来评估这些产品在国内电商平台售卖的可行性。”王雷说。


  这样一来，雀巢就需要深化与天猫、淘宝和京东的合作，并且利用它们提供的数据服务，对消费者的心理做出更细致和准确的推测。


  从更为广阔的角度来看，雀巢全球对参与在中国的“电子商务狂欢”都抱有极大的兴趣。


  保罗·薄凯将雀巢在中国抓住电子商务的机会，称之为“对杂货销售组织的一次重构和再生”。他的设想是以电商为中心，结合数字化和社交媒体对销售组织进行改造和升级，这样一来，产品和组织管理也会随之发生改变——电子商务几乎肩负着推动雀巢再一次进行商业模式创新的重任。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雀巢就致力于在中国建设一个多层次、健康的贸易形态，这些层次由不同的经销商和大卖场组成，它们分布在一线、二线、三线等城市里——在电子商务浪潮到来之前，雀巢深谙这一系统的管理之道。但当中国市场业务增长放缓，遇到消费者的需求和购买方式发生巨变时，如果雀巢因循旧制继续使用针对实体渠道的“推货模式”，就会陷入失衡。


  “我们不得不去争取平衡，在推和拉之间平衡，追求新的商业模式，也就是电子商务。”保罗·薄凯说。


  从2015年开始，雀巢中国的每一个事业部都有了专门的电商销售团队，这些事业部根据生意的进展，在电商上都形成了独立的战略。2016年，雀巢在中国的宠物护理业务50%的销量都是通过电商获取的，咖啡、婴幼儿配方奶粉的销售比例也各占到了30%。


  “雀巢在中国有一个搭建多年、渗透得很深入的销售网，在很多县级城市，都有雀巢的销售渠道和销售人员，但是总体来说，这种实地销售的方法，还是面临人手不足的情况。”李文说，他所在的流通产品部销售的主要是咖啡、成人奶粉、麦片、糖果这4大类产品（雀巢的婴幼儿奶粉、冰激凌、水、调味品等业务单元因为产品性质的特殊性，都有专门的渠道）。


  “要想把这个部门负责的近200种单品卖得更好，就要更精细化地去管理和运作渠道，不但需要不断创新，还可能会增加人力成本，”李文说，“比如再次进入中国市场的奇巧巧克力，到底怎么做市场活动，怎么铺货，都是需要有人去认真做的。


  “现在电子商务的出现，其实就是一种渠道创新。和雀巢渠道管理中传统地将全国分成8个大区之类的做法不同，电商不受区域影响。随着电商的加入，我们管它叫‘中央和地方一起发力’。”


  这样一来，雀巢也许能够在少量地增加管理成本的同时，引入更加丰富的产品，加强对消费者的吸引力。


  “雀巢本身的管理体系是集中—分散型的，这种开放的管理方式对电子商务会很有利。”王雷说，比如说，雀巢中国的电商团队比雀巢总部的电商团队成立得要早，双方平时有很多沟通。“总部的电商加速团队会把各个市场的先进经验放在一起，形成指导策略和原则，但是它会尊重各个市场的选择。”


  例如，在中国市场，王雷对亚马逊的重视程度和她的美国市场同事是有明显差别的，“相比阿里电商平台或者京东，亚马逊在中国的影响太小了”。雀巢这种管理体系促成的不仅仅是容纳差异化和相互理解，也带来了经验分享——王雷从总部的同事那里得到了一些有效的在线上检查执行效果的工具和解决方案。


  “在线下，我们会用巡店的方式去看经销商在各个店的销售和执行情况，在线上，现在我们用一种搜索工具来看线上的产品有多少是雀巢的，图片是不是符合雀巢的要求等，这套工具就是欧洲雀巢最先开始用的。”王雷说。


  对多数大众消费品公司来说，电商首先意味着一个“巨大的渠道”。利用电子商务售卖新品和在线下实体渠道铺货相比，风险和管理成本都比较小。如果深谙消费者心理，电商的成功也可以为新产品在线下售卖打开通路。


  但是，雀巢对电子商务的看法不只是卖更多的产品那么简单。


  首先，它必须保证食品安全。


  “举例来说，我们有些从其他国家市场进口到中国的产品，假设国家标准规定脂肪含量是25，进口产品实地测出来是27，其他所有指标的检测结果都合格，而且27这个脂肪含量符合国际标准，对人体无害，这个时候雀巢该怎么办？”大中华区集团质量保证部副总裁邸雪枫的回答非常明确，“不论这个产品多好，国标规定的脂肪含量是25，超过一点，我们就要对它说‘NO’（不能在中国市场卖）。”


  其次，雀巢希望在电子商务领域也能培育出一个健康、良好的商业生态。


  “雀巢要为淘宝的店主们提供更多支持和服务，并不只是简单地给他们发发货。”王雷说。除了为电商渠道特别研制产品，为了不让消费者买到假货，雀巢要一步步建立起在网络上的授权、认证和打假系统。为了更好地为消费者提供服务，雀巢也要对销售商进行产品知识培训与管理咨询服务。“遇到一些重要的销售机遇，我们还会为他们提供市场营销上的支持。”王雷说。


  要想抓住电子商务的机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几乎需要雀巢重新找回当年一步步开辟中国市场时的心态：尽心尽力为电商平台的经销商和消费者服务，在保持稳健、耐心的同时勇于尝试，在转型中尽量避免伤害自己原有的销售体系和支持者。对于像雀巢这样拥有庞大实体经销网络的企业来说，最后一条尤其重要。


  最终，雀巢需要在整个全新的链条上再次实现创造共享价值，让消费者、经销商和自己共赢。


  不管是从霍尔特和卡梅隆的“文化战略”理论的角度，还是简单地从对中国消费者行为的分析结果来看，像雀巢这样面向大众消费者的企业，在未来十年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当然，其中也蕴含着无数商机。


  在过去20年中，跨国公司在中国拥有一种神奇的荣誉光环，皆因为它们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种物质和心理上的双重满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跨国公司是质量可靠、高科技、有安全感的代表——在刚刚摆脱信息封闭状态时，中国消费者认为跨国公司是物质丰裕的中产生活的象征，经常无条件地相信它们，并愿意为之付费。


  归根结底，在这些消费行为背后，是中国逐渐开始接纳和融入全球化的过程——收入不断提高的工薪阶层逐渐成长，开始接触舶来品和新的消费理念。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感到自己应该追求比以前更好、更富足的生活，并且为摆脱了封闭状态，紧跟全球潮流而感到满足。


  然而，几十年过去了，随着中国制造的进步、互联网带来的丰富信息和面临老年化、独生子女等现实社会问题，中国消费者对生活方式的理解已经越来越多元化。年轻人想让生活变得更有创造性，更与众不同。新兴的中产阶级不但在意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品质能否融入世界化的浪潮，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也更从容和有自己的思考。连即将迈入老年门槛的消费者，也在更聪明地追求性价比适宜的健康生活。


  因此，食品公司未来面临的挑战是艰巨且呈两极化的。一方面，它们要应对经济疲软并且致力于减少饥饿现象，通过降低供应链的运作成本，让更多的人都能吃上价格更合理、质量更好和安全更有保障的食品。另一方面，它们还要不断开发在健康和营养方面有更强功效的新产品，挖空心思来满足消费者在食品功能化方面的需求。


  而且，无论如何创新和降本增效，食品公司都必须牢记，食品不是药物，也不仅仅为了填饱肚子——消费者不光需要好口味和更方便快捷的体验，在物质丰富的时代，他们还追求食品中的文化和情感含义，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消费者对自身所处阶层和身份的定义。


  对于在中国享受了几十年“跨国公司”红利的大众消费品公司（无论是否是食品公司）来说，只有真正理解了这一轮巨变为中国消费者带来的各种心理与文化影响，根据消费者的心理诉求和意识形态变化将自己过去的产品不断进行升级换代，才能获得未来十年内的“爆炸性”增长。


  “在数字化、技术、消费者的接触等各个方面，中国都是一个领先的市场，这是中国市场的伟大之处。”龚万仁说。她期待雀巢“下一个150周年的品牌故事能够发生在中国市场上”。


  
    [1]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著有《创新者的窘境》（中信出版社于2014年1月出版），以“破坏性创新”理论闻名。——编者注

  


  
    [2]利基市场指针对企业的优势细分出来的市场，一般很小，且容易被大企业忽略。——编者注

  


  
    [3]朱利安·巴吉尼，代表作《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于2015年10月出版）、《一头想要被吃掉的猪》（中信出版社于2016年3月出版）。——编者注

  


  第三章　寻找雀巢的创新者基因


  说“创新”是当今最热门的词语，毫不为过。


  对于任何一家公司的CEO来说，创新都是首要的战略考虑，也是其商业成功最重要的武器。谷歌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曾经计算过，仅仅在2011年，“创新”这个词在美国企业年度及季度报告中就出现过不少于3.3万次（之后，它出现的频率和地方只会越来越多）。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无数研究者出版了大量有关创新的书籍，试图寻找那些行业领先者身上的创新基因。


  一论及创新，大家就下意识地想到史蒂夫·乔布斯、杰夫·贝佐斯和埃隆·马斯克这样的人。似乎只有在高科技行业，在摩尔定律起作用的地方，创新者才能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


  然而，创新绝非高科技企业的专利，也不是被互联网催生的——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早就将创新称为每一个成功组织必备的“核心优势”。创新本身也并非单一维度，它可以发生在每个企业当中，每件事情和每一个人身上。


  2011年，杰夫·戴尔（Jeff Dyer）、赫尔·葛瑞格森（Hal Gregersen）与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创新管理领域专家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合作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创新者的基因》（中信出版社于2013年2月出版）。他们花费了近十年的时间，对几十位创新型企业家和大型机构高管做了采访，试图找出这些人是在何时，又是如何冒出造就创新业务的想法的。


  这三位学者研究和走访的企业分布于各行各业，其中既包括谷歌、苹果、亚马逊这样的科技企业，也不乏日化、家用产品、医疗设备、化工、农业这样传统领域的公司。另外，这些企业既有由职业经理人掌管的，也有由创始人一手做大的，企业规模和管理方法都不尽相同。他们对这些创新者进行了详尽的访谈。


  通过一系列研究，这三位学者提出了一个观点：人们一惯认为创新能力是一种基因和认知技能，完全脱胎于大脑，而且“只有乔布斯这样的人才天生具有”，他人无法模仿——这一想法并不完全正确。相反，他们认为，“大多数人都会通过许多小的（衍生）创新有所作为”。尤其在商业领域，创新无处不在，它们可能是一种想法，一个程序，一种商业模式。对个人来说，甚至可能是一次脱离常规的改变生活方式的尝试——哪怕到最后这些尝试并不成功。


  戴尔、葛瑞格森和克里斯坦森在这项研究中得出的最终结论绝对是令人振奋的：创新不仅仅是一种遗传倾向，更是一项积极的事业；创新是源于行为技能的，这些技能可以通过各种方法习得。这意味着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只要通过一些方法，就可以有效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


  《创新者的基因》一书的研究结果显示，一个公司的创始人或领导者如果是极具创新精神的人，他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的行为特征融入公司——组织的创新基因往往与其创始人的创新基因是高度吻合的。


  雀巢的创始人亨利·雀巢便是一位《创新者的基因》一书中描述的创新者，他极富好奇心与探索精神，并且有将自己的发明转化为商业成就的天赋。


  亨利·雀巢本人既是精明的商人，又兼具研发人员的敏感，因此一贯坚持要靠实验室创新来推动产品研发——这一切正是雀巢如今遍布全球的研发网络的雏形。到20世纪30年代，由于在奶粉（干燥）领域积累的经验和知识，雀巢在自己位于瑞士的实验室里开发出了速溶咖啡——这成了雀巢20世纪最重要的发明之一。


  同样，也是由于对创新的重视，雀巢从早期的与瑞士英瑞炼乳公司、彼得·凯雅卡耶克勒巧克力公司（凯雅）合并，到收购了美国食品公司三花、意大利公司堡康利、英国糖果公司能得利和美国婴儿营养品公司嘉宝等一系列公司。在其150年的历史上的一系列收购活动中，在所涉及的水、速冻食品、巧克力、调味品、罐头、糖果、冰激凌、宠物食品、健康产业等领域里，雀巢所收购的公司有以下共同点：财务健康，拥有大量技术专利，品牌形象极好，在管理和研发上都有一批相当优秀的人才——而雀巢秉承了瑞士企业的开放性，也力求制造出一个友善宽松的环境，将这些人才留在并购后的公司中。


  据统计，在雀巢拥有的一大批“10亿瑞郎品牌”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被并购企业生产的，例如三花、奇巧等。换言之，雀巢对新技术总是充满兴趣，从不为消灭竞争对手的品牌而进行过“恶意”并购——这一特点一向是雀巢和多数瑞士企业在收购竞争中的优势。


  熟悉雀巢的人评价说，雀巢的创新文化始终带有瑞士企业的鲜明特色：开放性的创新思维与务实、注重安全质量的谨慎性格兼而有之。典型的瑞士企业都能在这些看似矛盾的品质中取得平衡，形成自己独特的竞争力：有长期策略，但对当下激烈的竞争环境也具有灵活的适应性；财务稳健却又舍得在研发和一些关键的创新环节上投入巨资——前者尤其是一个企业取得成功的核心。


  汉穆·茂赫在任期内开始制定雀巢集团管理原则时，曾经总结过雀巢的创新原则：“我们在价值观、原则和承诺上愿意保守一些，而在技术创新和其他开发研究方面，比如说消费者趋势研究上，则要成为最有活力的。”


  茂赫的意思是说，从安全、健康、营养和功能性等角度上看，食品总是要满足以上全部或绝大多数要求的，这一点从来没有变过——雀巢对产品质量和安全的重视，从19世纪的亨利·雀巢时期就开始了。但茂赫和他之后的几任CEO也都清醒地认识到，从消费者的口味上看，食品也是极为复杂多变的——它们和人们与生俱来的口味偏好、社会变迁、全球化和生活水平提高等外部条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常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动。


  作为一个庞大的跨国公司（有超过95%以上的销售额都由瑞士之外的市场产生），雀巢又必须敏捷地应对它所在各个市场的人们的口味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雀巢可能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无法及时发现和满足消费者的最新要求，创新停滞，失去商机。


  面对如今复杂和细分的市场，雀巢管理者的基本态度是，他们不会自上而下地决定什么是好吃的，什么是应该生产的，做出抉择的应该是各地的消费者。但同时，从生产商的角度来看，雀巢又必须把握好食品业的长远发展趋势，不能被一时一地的流行蒙蔽双眼——以它如今全球第一大食品公司的体量来看，如果走错或落后一步，其后果不堪设想。


  在这些前提下，雀巢构造了自己独特的创新和研发系统——在2000年前后，雀巢对自己散落在全球的研发系统进行了大规模重组，大致形成了如今的三级体系：第一级是雀巢研究中心（NestléResearch Centre，NRC），第二级为产品技术中心（Product Technology Centre，PTC）、区域研发中心（Research&Development Centre，R&D），第三级就是分布在工厂中的应用研发单位。


  “一般来说，欧洲管理体系中所有的创新都带有系统性创新的特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范黎波说，“系统性创新是比较容易自上而下被推动的。”


  这个研发体系目前共有员工5000余人，从结构上看，它是个倒金字塔形。位于瑞士总部的拥有600多名员工的雀巢研究中心组成了“倒金字塔”顶端最庞大的部分，其中包括来自50个不同国家的250名科学家。另外，处于这个“倒金字塔”顶端的机构还包括：坐落在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校园里的雀巢健康科学研究院，它专注于生物医学研究；为公司全球的临床试验提供专业医疗知识的雀巢临床研究中心；从事专业的植物科学研究的法国图尔（Tours）研发中心。


  雀巢研究中心是雀巢最顶尖的研发机构之一，它既自己做研发，也致力于和各国科研机构、大学合作，进行和健康科学、基因和临床试验有关的基础学科与应用研究。按照彼得·德鲁克的说法，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围墙实验室”的创新模式——企业如今可以不局限于自己的实验室，而是联合不同领域和区域的相关科学家、科研机构、大学进行研发，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和分享成果。雀巢的这类研究一般都极具前瞻性，研发水平与那些生命科学、制药领域顶尖企业的研究机构相比毫不逊色。


  举例来说，雀巢计划在6年内投入22亿瑞士法郎，让自己的研究中心和南安普顿大学、奥克兰大学等国际科研机构一起合作研究食品和环境对基因、身体以及未来几代人的影响。这类研究耗时极长，结果也许并不能立竿见影地转化为商机，但是能帮助雀巢的管理者在中长期战略上做出抉择，为未来的产品研发打下坚实的基础，或者为其遍布各个区域的研发中心提供理论和数据支持。


  但是，雀巢研究中心这样的研发机构绝非高不可攀的象牙塔，它在各个区域市场也有自己的分支机构，这些员工和总部的科研人员一样，在各地联合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推动了很多“无围墙实验室”项目。他们不但会成为将瑞士总部的研发成果应用到产品中去的桥梁，也会从区域市场中搜集竞争对手的信息和新的产品以供总部研究。


  而遍布全球的34个产品技术中心和区域研发中心则构成了“倒金字塔”的中坚部分，其中的研发人员负责了解和研究所在区域消费者的喜好，结合雀巢的中长期战略，将雀巢研究中心和自身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和生产它们所需要的技术与工艺流程。


  在雀巢遍布全球的500多个工厂里，还分布着一些第三级研发单位——这里的研发人员组成了一个个和工艺流程、供应商、生产现场联系更为紧密的小型研发团队。他们在当地和工厂、供应商紧密配合，负责对工厂和区域消费者的需求做出快速响应。比如，当地关于食品的法律法规发生更改，或者某类产品为适应消费者需求变化需要简单调整配方出应季新品时，工厂中的这些小型研发团队就能胜任。


  工厂中的研发人员能够得到雀巢的第一级（雀巢研究中心）和第二级（产品技术及区域研发中心）研发机构的大力支持——在后两类研发机构中，工作着3000多名科学家与研发人员，他们的知识和研究成果都是可以直接与工厂的同事们共享的。


  就这样，凭借全球化的研发体系和规模效应，雀巢创造出了一个巨大的、实力雄厚的创新与知识共享的网络：在这其中，研究机构所有的信息和成果都是流动和透明的，它们不但会被用来支持本系统的同事的研究，还可以提供给全球市场中的各个部门，比如销售、市场等团队作为业务支持。


  但在雀巢内部，信息和知识的流动不是单向度的，并非只是由权威性的顶端流向外围。相反，在各个市场里，从销售、市场部门收集来的信息不但可以畅通无阻地横向流动，也能及时传递给各级研发机构。从各个工厂反馈过来的生产现场信息和销售市场人员收集的竞争对手信息也非常多——这些信息流动的结果最终都要体现在雀巢的产品和管理决策上。


  雀巢在中国的合资公司太太乐创始人荣耀中回忆说，当年他第一次受邀访问雀巢瑞士总部时，发现瑞士的研究人员手中掌握着大量关于太太乐的资料，由于太太乐一直是雀巢的美极品牌在调味品市场的有力竞争者，这些资料至少经过了几年的积累。“他们对竞争对手的研究工作做得非常细致。”荣耀中评价说。


  而他最引以为豪的产品——太太乐鸡精的颗粒体在20万倍电子显微镜下被拍成了彩色照片——研究人员对他独有的结晶技术非常感兴趣。


  “这个照片到现在还挂在雀巢瑞士的研究中心里。”


  “在整个公司信息共享和价值观一致的情况下，我们在每个市场遇到的挑战和尝试，都可能转化成另外一个市场的机会，”雀巢集团前任亚大非区总裁南吉硕（Nandu Nandkishore）说，“比如，我们在意大利市场发现了一个和产品、销售、生产等任何行为有关的好办法或者新尝试，通过共享网络，我们就可以把它移植到日本或者欧洲其他国家去试试。”


  雀巢几乎所有的顶级品牌都是这样从区域市场开始，慢慢通过经验积累和良好的口碑横扫全球的。例如，美极原本是欧洲产品，但它在中国却被误认为是本地品牌，并且颇受粤菜大厨们的青睐。雀巢目前最受欢迎的产品之一——奈斯派索胶囊咖啡机也是先在日本和欧洲市场取得了成功，然后扩张到了其他区域。


  “在雀巢，这种创新实践的机会是非常多的。”南吉硕说。


  在商业世界里，人们如此重视创新是有原因的。


  彼得·德鲁克早就认定，在变动剧烈的现代社会中，只有那些能够领导创新和变革的企业才能够幸存。在瑞士，企业创新不仅仅受到鼓励，也是一种社会共识——据统计，有80%的瑞士人都在商业环境中工作，因此瑞士人的看法是，没有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就会导致社会发展停滞。


  雀巢的创新背后有两类驱动力在起作用：一种是消费者对于饮食享受、方便、健康、舒适的需求在不断提高；一种是全球食品和营养品市场的竞争正变得越来越激烈和残酷。保罗·薄凯在很多场合都说过，雀巢的战略方向是通过倡导营养、健康和幸福生活的理念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用基于科学的创新来驱动”。


  因此，在研发上，雀巢始终保持着令很多企业羡慕的资金投入。很少有食品公司能像雀巢这样为研发投入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雀巢2015年的全年销售额为888亿瑞士法郎，而它近些年来的研发投入一直占到了当年全球销售总额的2%左右。


  但是，光有资金投入是不够的，雀巢的领导者所关心的事和绝大多数研究创新的学者所关心的是一样的：关键在于如何让企业或个人的创新能力不断延续下去。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和他的同事们在《创新者的基因》中所做的一切，就是试图证明创新者的基因不是天生的，“人形成创新想法的能力不仅是大脑的功能，同时也是行为的功能”——这意味着创新能力可以被训练，甚至可以被复制。这样一来，企业就能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方法将这些基因引入公司内部，积极鼓励、支持员工和合作伙伴的创新，以让自己在市场中更具有竞争力。


  在通过对全球几百个企业进行调查后，他们发现，能够创新的企业和个人基本都具有5个特点：联系、发问、观察、交际、实验。


  《创新者的基因》一书总结出来的这5个特点是相互作用的：首先，创新者要有整合并理解新颖的所见所闻的能力——这就是“联系性思维”，这有助于他们想出绝佳的点子；在拥有联系性思维的大前提下，创新者都是勤奋的发问者，热衷于求索，喜欢挑战现状；而一旦进入创新领域，他们都是细致的观察者，能跨界获得对新事物的见解和想法；随后，这些企业或者个人，总是能够很好地运用自己内部或外部的关系网来实验自己的想法；最后，终其一生，他们具有某种热情或者某种机制，能让自己始终都在尝试新的体验。


  从某种程度上看，雀巢历史上的三任管理者，汉穆·茂赫、包必达和保罗·薄凯，都具有《创新者的基因》一书中所说的创新能力。


  凭借这一能力，他们分别带领雀巢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茂赫应用自己在雀巢的全部工作经验，创造性地明确了雀巢要做全球最大食品公司的战略——这一原则贯穿在茂赫、包必达和保罗·薄凯的任期内。在这个大前提下，他们在全球并购了大量企业，并且不断剥离与其中长期战略不符或者利润微薄的企业，形成了雀巢如今的规模优势；其次，他们三个人分阶段总结和完善了蕴含雀巢文化的管理原则；最终，因为竞争环境的激烈变化，从包必达到保罗·薄凯，都没有再一味追求为并购而并购，而是开始精耕细作——通过做“减法”，整合重组雀巢的管理与生产架构，努力提高资源利用率和降低成本，更迅速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这就意味着雀巢在不断通过创新寻找新利润增长点的同时，也必须兼顾在全球各个市场上更为健康、稳固的增长。


  因此，在如今的雀巢内部，创新分为两类：创新和持续创新。创新意味着不断开发新产品，抓住市场新的需求，持续创新则是要根据市场反馈和内部革新要求对现有产品和工艺不断进行改善。要做到这两点，就意味着雀巢一定要在内部发掘出创新者基因，将它真正引入公司，用每一天的管理、经营工作不断强化，在企业中保持学习、不断改进的创新气氛。


  “创造性发现的过程有时很艰难，但收获远胜于艰辛”，杰夫·戴尔、赫尔·葛瑞格森与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把创新比喻为埋下橡树的种子，不是每粒种子都能发芽，但是通过在创新组织和团队中寻找并且推广创新者基因，就能够成功地培育出“树苗”——这些创造性的成果才是推动企业，乃至整个商业世界和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核心动力。


  所以，创新“是对自己的投资，是对他人的投资，也是对公司的投资”。


  如何保持创新活力


  在雀巢150年的发展历史中，出现过几次依靠创新带来的爆发性增长。


  第一波增长源于创始人亨利·雀巢在1867年发明的“雀巢婴儿麦片粥”，它是雀巢真正意义上的首款全球性产品，迅速占领了市场。


  在亨利·雀巢于1874年功成身退之后，雀巢通过与英瑞炼乳公司合并，抓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发展机遇——当时的人们急需易保存的奶制品，这成就了雀巢的第二次增长。但当时，雀巢的主要产品还是集中在和牛奶有关的领域里：狭义的牛奶制品（尤其是甜炼乳）、婴幼儿食品（奶粉和乳品）、巧克力——一开始，雀巢只生产牛奶巧克力。


  由于有瑞士公司惯有的财务稳健特征，雀巢在从1929年开始席卷美国和欧洲大陆的经济“大萧条”中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并且在1938年研发出了自己的第一款速溶咖啡。这款咖啡使得雀巢闻名全球，也成就了它的第三次爆发性增长——对很多地区的消费者来说，“雀巢咖啡”几乎就是雀巢公司的代名词。


  由于瑞士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始终保持中立，雀巢并未像其他欧洲公司一样遭受太大影响。“二战”结束后，雀巢已经成长为一个全球性的公司，并且逐渐进入了多元化发展的阶段。由于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一方面，雀巢在欧洲收购了美极、芬达斯速冻食品等品牌和公司，用于扩充自己的食品老本行。另一方面，它也在全球收购了矿业、酒店、餐厅、眼部护理、矿泉水、加州葡萄酒等各式公司，甚至和欧莱雅公司交叉持股——雀巢管理层当时的想法是，在一些有前途的领域实现业务多元化，能让公司的经营状况变得更加安全和稳定。


  不管在什么阶段，雀巢的扩张和发展一直保持财务稳健——事实上，在雀巢150年的历史中，它账面上出现亏损的年份极少；因为天生谨慎，并且靠强大的干燥技术起家，雀巢也很少在收购上做出灾难性的错误判断，它所收购和合资的食品公司都带有核心技术或品牌优势，与自己在各方面都能形成互补。


  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放缓，雀巢的竞争对手，例如联合利华、卡夫等公司也成长了起来，在多个市场上与之进行激烈竞争。此时，雀巢之前的多元化战略带来的一些问题也随之显现了：公司虽然体量庞大，但精力和资源分散在各个行业，雀巢并没有在竞争中充分享受到规模效应；同样，还是因为资源不够集中，雀巢的创新势头减弱了，作为曾研发出速溶咖啡这样席卷全球的产品的巨头，雀巢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食品领域的创新成果甚至曾被外界批评为是“乏善可陈”的。


  这个问题最终被德国人汉穆·茂赫解决了。


  汉穆·茂赫是1980年进入雀巢集团执行委员会，正式担任雀巢领导者的。他的继任CEO包必达评价说，汉穆·茂赫几乎是在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接掌雀巢的，因为当时公司正徘徊在多元化和集中精力做食品公司的战略岔路口。


  汉穆·茂赫显然是《创新者的基因》一书中所谈到的创新型领导者。德国记者弗里德海姆·施瓦茨——他后来撰写了《肯定是你：雀巢缔造者的经营理念》（哈尔滨出版社于2004年1月出版，以下简称《肯定是你》）一书——在多次采访和观察汉穆·茂赫之后评论说，此人有超强的思维能力，充满好奇心，思路宽广，能够不断找到新的看待问题的角度，还具有强烈的责任心。


  汉穆·茂赫性格直率果断，“说话从不拐弯抹角，总是一语中的（甚至有时言辞有点尖锐）”。而且，和史蒂夫·乔布斯、埃隆·马斯克这类性格极其鲜明的企业创始人一样，汉穆·茂赫拥有一个创新者最重要的认知技能，即整合并理解所见所闻，从而发现新发展方向的能力——“联系性思维”。


  德鲁克也在自己的管理著作里详细地描述过这种天赋，他认为一个创新者必须有“预见”的能力，对他人来说毫不相干、各自分离的因素，在他这里却可以被融成一个系统，并且帮助他得出一些有别于他人的结论。


  在汉穆·茂赫的任期内，他首先明确了雀巢的发展方向。


  由于认定全球化已是大势所趋，他决定把雀巢的目标从无节制的多元化上扳回到食品领域里来。他目标明确地表示，要将雀巢扩建成全球第一大食品企业，以便获得规模效应能给它带来的所有好处——这一目标最终在1996年实现了。汉穆·茂赫在一次采访中告诉弗里德海姆·施瓦茨：“在我们为雀巢完成了所有的并购时，别人都还没有开始动手呢，我们比其他竞争者提前完成了80%的工作。当别人开始动手的时候，激烈的竞争战打响了，并购变得异常昂贵。”


  其次，汉穆·茂赫认定，在食品市场上，雀巢一定要抢先进入一些最有潜力的领域。


  在这方面，他的“联系性思维”里有几处神来之笔，其中包括雀巢在1984年买下美国的三花食品——这是当时欧洲企业对美国企业进行的最大并购，耗资近35亿美元。三花主要销售乳制品、即溶饮料、调味品和宠物食品。汉穆·茂赫一直认为，宠物食品会是一个极有潜力的领域，“人们爱他们的宠物，而且为它们花多少钱都乐意”。


  但在当时，这个创意对一个传统瑞士食品公司来说，似乎有点太“过”了。据《肯定是你》一书记载，汉穆·茂赫颇具幽默感地回忆起自己提出这个想法时其他人的反应：“人们恨不得把我扔出去，他们说：‘我们才不做什么猫粮、狗粮呢！’”


  事实证明，汉穆·茂赫的看法是对的。在之后的岁月里，人们逐渐把宠物视为家庭成员（这个趋势又被称为“宠物人类化”），为它们不惜花费大量精力和金钱。2001年，雀巢在宠物食品方面也成了世界冠军——汉穆·茂赫的继任者包必达花了103亿美元收购罗尔斯顿·普瑞纳，把它和喜跃合并，成立了雀巢普瑞纳宠物食品公司。


  汉穆·茂赫还有一个看法是，雀巢应该及早进军早餐谷物行业，从动物获取食物的原材料的成本是从植物获取原材料成本的7倍。而且，在消费者开始重视健康的潮流中，早餐谷物将是一种无法阻挡的饮食趋势。1990年，雀巢和通用磨坊公司合资，开始生产早餐谷物时，人们的脑子里还只有“咖啡、巧克力和牛奶”。


  同时，汉穆·茂赫认定，水对于人的健康和生活来说极为重要——瑞士国土大部分是自然资源贫乏的山地，唯独水资源极为丰富。他用石油来比喻水源的珍贵，认为地球上的水会越来越少，所以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饮用水会是一个好生意。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雀巢在欧洲、美国等地都收购了大量的优质水源和矿泉水品牌。在中国，雀巢在2010年收购了位列云南省矿泉水第一名的云南大山饮品有限公司。


  这使得雀巢集团水业务的产品线十分丰富，甚至可以说包罗万象：既有法国的巴黎水和意大利的圣培露这样的高端品牌，也包括一些符合各区域消费者喜好的本地品牌，例如中国云南的大山矿泉水，还有人人都能消费得起的，含有定量矿物盐的高质量饮用水——雀巢优活（NestléPure Life）——它是雀巢水业务集团的核心品牌。


  此外，汉穆·茂赫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新趋势都很敏感，他说：“我们必须针对正在成长的特定族群人口（比如老年人和运动员），创造出新的商品。”他不光看重雀巢在基因学和用植物蛋白质代替动物蛋白质等方面的前瞻性研究，也对各种社会上的流行趋势保持了警觉。


  茂赫的两位继任者——包必达和保罗·薄凯和他一样，都是富有战略眼光和“联系性思维”的创新者。


  他们在任期内对人口爆炸、老龄化、城市化及居民收入大幅度增长这些社会发展趋势也都做出了具有前瞻性的反应。包必达和保罗·薄凯都积极支持针对这些领域的研发，并对此做了巨大投入——通过雀巢的“倒金字塔”形三层研发系统和特有的管理组织架构，这些研究成果和创新思维纷纷转化为产品，并获得了不错的回报。


  中国研发中心的秘密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在指出创新的种种好处后，也曾经不止一次警告过人们，“大多数创新性理念不一定都能转化为有用的良策”。


  不光是管理学大师们抱持这一观点，在具体运营中，凡是有过企业管理经验的职业经理人或创始人都明白，要将一个新理念转化为现实的成功，是一件既困难又极具风险的事情。一个领导者当然可以思维活跃，不断冒出新点子，但如果它们无法落地或者在实施过程中走了样，就往往会得不偿失。


  对雀巢来说，幸运的是，除了《创新者的基因》一书中强调的“联系性思维”，汉穆·茂赫和他的继任者都在力推让创新落地和激发创新的其他4项行动技能：发问、观察、交际和实验。


  汉穆·茂赫和包必达一起进行了管理制度改革，将雀巢公司原本就具有的企业文化特点变得更为稳定、清晰，将它们一一写入雀巢的管理原则并固化为价值观。包括保罗·薄凯在内，雀巢这三任CEO都很重视创新，并且试图将这一基因整合进雀巢的日常管理制度里。


  他们希望的是，通过雀巢遍布全球的三层研发体系，加上和各个业务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与沟通，不断开发出新产品，在食品工业的创新前沿保持和巩固公司的领先地位。要知道，雀巢现有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所拥有的大量独一无二的产品，它们基本都是这个研发创新机制下产出的成果。


  在“倒金字塔”顶端的瑞士雀巢研究中心里，科学家们的工作主要是为整个集团在食品和生命科学等方面的研究奠定基础，他们和全球很多的大学及研究机构都有合作，研究领域涵盖雀巢所有业务中必备的技术知识和几乎所有与食品有关的科学分支里，例如原材料、植物学、人类大脑功能、分子生物学、营养学和人类机体生物功能等。


  然而，由于雀巢是一个全球化的公司，并且随着地域的不同，人们的饮食习惯也千差万别，雀巢的任何一个分公司如果不能满足当地需求，那么它的产品就没有销路。这里还不仅仅指的是口味，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对于食物的烹饪和所使用的原料也有着天壤之别——就连中国各个省之间，例如浙江和四川的消费者偏好也是相差甚远的。因此，仅在亚洲，雀巢就在新加坡、日本、中国、印度等地设有多个区域研发中心——它们负责让雀巢在当地销售的产品的口味更符合本地消费者的喜好，生产工艺也更为完善。


  各区域研发中心所研发的产品与项目不仅仅和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也秉承资源优化的原则，有各自的主攻方向，如乳制品、咖啡、冰激凌、调味品等。它们负责了解和研究当地的消费者喜好，并且将其纳入自己的研究方向，为雀巢在全球各地的工厂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雀巢目前在全球一共有34个区域研发中心及产品技术中心，后者则是负责在几大类产品的生产制造及工艺流程上进行改善、研发和创新，例如咖啡、巧克力、冰激凌、水等。


  截至2016年，雀巢在中国已经有了4家研发中心，分别位于北京、厦门、上海和东莞。


  中国这4个研发中心所负责的产品和研究项目都不一样，虽然是着重为中国市场服务，但它们也会发挥协同效应，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发中心在一些项目上互为支持。


  “简单地说，上海研发中心研究的是烹饪类产品，也就是‘咸味’和‘鲜味’的调味品，然后他们会支持雀巢专业餐饮部门售卖的产品，也会负责研发一部分机器设备。”雀巢中国研发中心总经理连慧萍解释说，因为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全球小家电设备生产基地，雀巢在全球销售的奈斯派索和多趣酷思胶囊咖啡机有一部分是在中国制造的，因此上海研发中心也设有相关的研究项目。


  上海研发中心是2001年启用的，是雀巢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区域研发中心。它就坐落于雀巢的合作伙伴太太乐的厂区内，不但可以支持太太乐自己的研发团队，还负责将前者的一部分核心技术，例如鸡精的结晶技术，输出到雀巢全球的其他区域里去。


  “北京研发中心的主攻方向则主要是奶、咖啡、麦片、混合饮料和营养品，另外也对包装、消费者洞察有所涉猎。”连慧萍说，“在健康科学基础研究这个领域，雀巢已经注意到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老龄化加剧这一情况，北京研发中心近些年在这一领域有不少成果。他们也开展了对中国食材的研究，比如研究枸杞和桑葚等一系列传统中国食材的药用功能，这些研发成果其实不限于在中国使用。”


  北京研发中心在2008年启用，时值中国奶业“三聚氰胺事件”大爆发。随后，食品安全问题在中国日益成为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所以2014年雀巢特意在北京正式成立了食品安全研究院。食品安全研究院是与雀巢集团的25个质量保证中心联网的，该研究院的工作是让专家在此对雀巢的食品和整个行业的发展进行风险评估、早期预警和科学研究。中国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件，即使与雀巢无关，食品安全研究院也会将信息传回瑞士，并及时寻找到检测、解决办法。这样一来，无论是雀巢自己的工厂还是其他合作伙伴遇到突发事件，雀巢都能够利用全球的经验快捷、准确地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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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雀巢北京研发中心


  东莞研发中心就建在雀巢收购的徐福记厂区内，徐福记从1998年开始就占据了国内糖果市场上第一名的位置，因此东莞研发中心的研发主攻方向与烘焙食品、糖果、巧克力和冰激凌有关。厦门研发中心则建在雀巢收购的厦门银鹭食品集团有限公司里，鉴于后者以花生牛奶和八宝粥著名——这个中心的研究方向也是即饮即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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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雀巢东莞研发中心


  东莞和厦门这两个研发中心都是在2014年到2015年间新建的，东莞研发中心除支持徐福记外，还会为雀巢在1999年开始授权使用的广州冰激凌品牌“五羊”服务。五羊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一直是广东省最受欢迎的冷饮品牌之一——对很多当地人来说，五羊的各色雪糕、甜筒，尤其是香芋甜筒，和他们的童年回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中国的4个研发中心中，有上百名研究人员在为中国消费者和雀巢在中国出售的产品工作。


  他们已经注意到：一方面，中国消费者的口味尽管和其他国家不同，但是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有着强烈的与国际接轨的愿望；另一方面，中国还面临自己独特的问题，比如城市化速度正在加快、中产的崛起和打工人口的增加等。另外，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多年后，中国人口老龄化从2000年开始就呈现出加速的态势。这些趋势都使得消费者对自己、对父母和孩子的营养、健康和食品安全格外重视。


  这4个研发中心都归属于雀巢研发（中国）有限公司——它们组成了一个“大研发中心”的概念，由连慧萍任总经理，同时，连慧萍也分管北京研发中心。在这个“大研发中心”里，也有金字塔的顶端——雀巢研究中心的成员，他们和总部的科研人员一样，在中国联合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推动了很多“无围墙实验室”的具备前瞻性的项目，同时还要负责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将瑞士总部的研发成果引入区域性销售的产品中。


  “雀巢研究中心目前在中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老年人和母婴部分，其中，和中老年人有关的是代谢、心血管和骨健康等问题，还包括脑发育等课题。”雀巢研究中心分部的赵酉酉说，他们和西安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的医学院和生命科学院都有与此相关的产品项目合作。


  比如说，研究中心把雀巢在欧洲对于植物甾醇降低高血脂人群胆固醇水平的研究成果带入了中国，最后让植物甾醇附着在奶粉这种产品上落了地——这就是后来雀巢在国内卖得很好的“健心”系列中老年奶粉。


  在母婴方面，从2011年开始，由雀巢中国发起，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雀巢研发中心和雀巢营养科学院共同完成了一项大型母婴营养健康和母乳成分研究项目——“明（MING，Maternal Infant Nutritional Growth）研究”。在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帮助下，雀巢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在8个城市进行了抽样调查，样本包括2000多名0~36个月的孩子，近600名孕妇及在哺乳期内的母亲。


  “明研究”对中国8个城市中418例7~12个月的婴儿进行了问卷调查，按生后0~6月的喂养方式分为纯人工喂养组、混合喂养组和纯母乳喂养组，采用24小时膳食回顾获得其膳食情况，并测量其身长和体重。在这次调查中，他们还采集和分析了436份来自北京、苏州、广州三地20~41岁母亲产后5~11天、12~30天、1~2个月、2~4个月等不同阶段的母乳样本，测定了蛋白质、脂肪和乳糖含量。


  在中国，雀巢的“明研究”是首个全面覆盖生命早期1000天所有相关健康人群较大样本的膳食调查，也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首次全面深度地对母婴营养与健康状况进行分析。“雀巢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项目，比如在美国，母婴研究项目的名字叫‘FITS’。”“明研究”的项目经理冯沛霖（Gerard Vinyes Pares）说。


  通过“明研究”的大规模调查，雀巢获得了很多关于国内母婴健康的一手资料，例如，他们发现了样本中有43%的女性在怀孕时出现了超重的情况。在中国，尽管人们已经对孕期妇女的营养问题越来越重视，但在她们中还是存在着16.3%的贫血率。所有这些数据对于研究国内母婴健康营养的学者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这些资料和数据不仅会用来支持雀巢自己的婴幼儿产品研发，也开放给了北大公共卫生学院，后者和雀巢研究中心的专家一起就此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截至2016年年底，由“明研究”项目产生的、公开发表的有关国内母婴营养健康方面的论文已经达到了23篇。“和在其他国家一样，我们的研究结果最终都会通过论文和其他方式与公众分享，”雀巢研究中心消费者科学与公共卫生研究团队主管余恺说，“这其实也是雀巢创造共享价值的一部分。”


  尽管这4个区域研发中心投入精力的领域和方式各不相同，但它们在日常的创新工作中会遵循几个共同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要保证产品质量，不论如何创新，如何节省成本，质量是第一位的——因为雀巢始终是通过产品和消费者沟通；第二个原则是关注环保，雀巢很强调企业社会责任，所以现在研发产品时，我们开始使用一个对产品成本进行测算的系统EcodEX，它的特点是会把环境保护、对农业社区和供应商的影响等因素都计算进去，以确保我们从取得原料到生产和销售的过程都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连慧萍说，“这也是雀巢提倡的‘创造共享价值’的一部分。


  “这几年，这些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雀巢的产品里越来越明确了。”连慧萍说，“第三个原则是雀巢作为一个商业公司，必须考虑节省成本，这是增强产品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研发人员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最后一个原则是安全，这是雀巢最重视的一点，我们要在产品研发之初就考虑到如何保障员工、合作伙伴和消费者的安全。”


  美极鲜味汁的故事


  其实，就在连慧萍阐述雀巢研发工作的总原则时，几乎就已经描述出了雀巢内部研发创新团队的人员构成和特点——要想完美地完成她所说的工作并且创造出新产品，需要一整队知识面能够涵盖从原料获取、工厂生产到消费者需求的研究人员，也就是说，雀巢的研发其实覆盖了一条端到端的食品供应链。


  《创新者的基因》一书认为，确保创新团队拥有互补的发现和实现技能是很重要的，“一个有创新能力的团队必须容纳多学科的人才”。举例来说，人类学家和从事认知科学研究的人能从顾客角度提供意见——他们善于观察顾客，并且与他们感同身受。技术专家则掌握了很多能够让新产品创意落地的知识。另外，销售、市场这样的业务部门的人才也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对新产品或者服务是否真正具有市场潜力非常敏感。在创新的整个过程中，这些领域的专业人士必须从始至终都在一起协调工作，来确保产品从一开始就用集众人之所长的最佳方案设计、定价、制造、推广和销售。


  最早在设计整个雀巢人力资源架构时，汉穆·茂赫就一直强调“互补”。不光是他，雀巢的历任CEO都喜欢把有不同专长、经验和性格的人，年纪大的和年纪轻的人放到一起工作。他们认为在这种复杂的组合下，只要大家的价值观一致，彼此碰撞时更容易产生火花。


  从这个角度来看，雀巢中国研发中心的人员构成足够复杂多样了。


  职能上，他们覆盖了从取得原料到将产品送到消费者餐桌上的整个供应链条。专业上，这些负责研究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科学技术、食品营养、口味与消费者喜好和包装设计的研究人员分别具有医学、营养学、人类学、社会学和设计等学科的广泛背景，并且年龄和工作经历都各不相同，不少人来自其他国家——连慧萍本人就是新加坡人。


  汉穆·茂赫和他的继任者都曾经描述过理想中的创新者，他们要“聪明、有天分、有经验、具有正能量”，其中，“聪明”包括了观察能力、学习能力、广泛的兴趣和良好的交流能力，“有经验”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雀巢的CEO们一直反对自己的员工在创新时与现实脱节，落入一套套的理论与空想。


  这一传统其实贯穿了雀巢整个的研发历史，亨利·雀巢本人就是极好的例子——据说还在为药剂师做助手时，亨利·雀巢就曾突发奇想在矿泉水里加入柠檬汁，并且将饮水管直接接到了经营场所以便销售。


  也许，连慧萍本人的经历最能说明，雀巢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来创造和改良那些每天都要出现在人们餐桌上的食品。


  在亚洲地区，雀巢最早的区域研发中心是1983年在新加坡建立的——连慧萍就是在那一年加入了新加坡研发中心，她当时刚刚从英国拿到食品工程博士学位。一进入雀巢新加坡研发中心，连慧萍就发现，做学问的人往往“只是从科学上了解很多关于蛋白质的知识”，具体怎样做出一个新产品，雀巢需要研发人员有将其落地变为现实的能力。


  幸运的是，或者说按照雀巢在人力资源方面培养新人的惯例，连慧萍当时的上司是一个在工厂生产方面经验极为丰富的德国专家，“在这方面我跟他学了很多”。


  20世纪90年代，雀巢在全球对工厂的生产能力和供应链进行了多次整合与优化，他们在马来西亚生产巧克力，在泰国生产咖啡伴侣，在菲律宾生产早餐谷物，而在新加坡生产美极系列产品——新加坡研发中心很快就靠在美极鲜味汁上的研究成果赢得了自己在全球区域研发中心里的一席之地。


  真正的美极鲜味汁源自瑞士，是朱利亚斯·美极（Julius Maggi）于1884年在瑞士开创的烹调品牌，雀巢公司在1947年并购美极之后，美极鲜味汁一直是它的招牌产品，在欧洲家喻户晓。


  美极鲜味汁里的鲜味来自其中的氨基酸等物质，这些物质含量越高，鲜度就越高。因为是不折不扣的欧洲产品，所以美极鲜味汁的工艺制造思路和亚洲传统的酱油酿造方法完全不同。它一开始是从肉类中分解出氨基酸，这套工艺后来逐渐改用植物原料（大豆等），然后用酸解工艺将氨基酸从蛋白质分子里分离出来。


  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食品营养学界开始陆续有论文出现，列举了酸解工艺的可能带来的各种问题，雀巢注意到了这个趋势，决定改良美极鲜味汁的制造工艺。当时，雀巢设置了两组科研人员研究如何改进美极鲜味汁，一组人在瑞士，另一组人在新加坡——连慧萍就在当时新加坡的研发小组里。


  当时的新加坡研发中心在雀巢的研发版图里还很“年轻”，但这个研发小组的优势在于了解亚洲传统的酱油发酵工艺。


  “我们是从东方人的角度去研究这个东西的。”连慧萍说，但这个优势“有利也有弊”。困扰新加坡研发小组的问题是，如何既借鉴亚洲的传统发酵工艺，又保持美极鲜味汁的与众不同——因为它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欧洲“血统”，味道和传统的东方酱油有着微妙的差异。


  “因此，我们从选择原料开始就做了大量实验。”最终，新加坡的研发人员决定弃用传统的黄豆豆粕，“豆粕发酵后做出来的味道太像酱油，这样一来，美极鲜味汁的特殊风味就没有了。”连慧萍说。


  他们最后找到的办法是使用小麦替代豆粕作为原料，并且开发出一种新的发酵工艺，经过三个步骤从小麦蛋白中分解出氨基酸，“用这个新工艺做出来的鲜味汁比以前更鲜，没有酸解带来的问题，而且保持了美极的风格”。


  因为涉及工厂大规模生产环节，改变美极鲜味汁制造工艺的工作并不轻松。举例来说，这一新工艺到1990年已算基本成熟，但当时新加坡的研究人员都是在中试车间（供企业生产或开发工艺非成熟产品的车间，其设备多为通用型设备，目标是为连续化生产做准备）生产，一次做50、100升没问题，但如果让工厂连续几十吨地生产，外部环境和条件不一样了，这个工艺能过关吗？


  答案并不确定。


  在食品工业中，产品从实验室开发出来到能够真正实现大批量生产，因为外部环境和时间等条件的改变，还需要做大量的实验。幸亏当时研发小组和雀巢新加坡美极工厂合作紧密，工厂在生产上给予他们许多帮助——直到1992年，这套新工艺才算真正从概念落实到了生产上。


  “美极鲜味汁这个新工艺的诞生和推广过程非常特别。”连慧萍回忆说，原因是当时瑞士总部也有一个小组在按他们自己的思路做研发。因此，新加坡的研究小组需要想办法说服雀巢总部采纳这个“东方式”的创新——这其实也是一场研发中心内部的比拼。


  为此，新加坡的研发人员需要给出大量证据，它们都是量化的客观数据，包括“和竞争产品的比对”“用户测试的结果”等。为此，他们不但需要美极工厂在生产上给予配合，还得去说服美极的销售人员和市场调查人员，帮助测试用新工艺生产的美极鲜味汁在市场引发的反应。


  “那时香港是美极在亚洲最重要的市场之一，香港饮食文化发达，粤菜大厨们很喜欢用这种调味汁做菜。”连慧萍说，“我们要跟香港的销售好好沟通才能达成共识，因为他们担心采用新工艺做出来的东西味道会有差异，这样雀巢就会失去原有的市场份额。”由于消费者对新产品都表示了认可，最终，新加坡小组研发出的这个新工艺在全球范围内被采纳了。


  “现在，在不同国家，美极鲜味汁的口味可能会有微调，但基础生产工艺都是一样的——这都是新加坡小组的成果。”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雀巢内部创新的例子：每一个区域研发中心，每一个工厂都可以找到或者被分配参与创新的项目，每个人都可能有新颖的想法，他们不但需要积极提供自己的见解和解决方案来说服同事，也需要去打败竞争对手（不管它来自内部还是外部）。最终，衡量一个新产品或者革新是否具备市场价值，靠的不是公司内部管理者的主观判断，而是反映了消费者或需求方喜好的大量客观证据和数据。


  雀巢在内部的创新机制里会给消费者的喜好和竞争对手产品的挑战以很大的权重，让它们与雀巢的新产品激烈竞争。这些竞争也许会让雀巢在推出新品上比竞争对手费时费力一些，但设置这些比拼的初衷，是为了保证产品的口味、质量和竞争力——不管怎么样，最后的赢家一定是消费者。


  如今，“精选小麦，经三步自然发酵酿造而成”已经成了对美极鲜味汁的经典描述——这一由新加坡研发中心开发的生产工艺，最后在中国广东东莞新建的美极工厂落户。连慧萍和这个产品缘分不浅，她后来还担任过东莞美极工厂的厂长。


  连慧萍本人就是典型的雀巢人：既有丰富的研发经验，又有生产和管理的履历，而且对其他领域的知识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


  雀巢研发人员的肖像


  任何雀巢研发中心的来访者，都会很快感受到这个组织中成员的鲜明共性：这里的每个人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都带有雀巢人所特有的量化、客观、用数据说话的特点；但他们并不学究气，对其他学科和其他区域的同事在做的事情保持着浓厚兴趣，也都很擅长表达自己的观点。在这个组织中，调查、动手和实践的气氛很浓。


  关于这些研究人员的日常工作，最有趣的一点在于，他们是在为一个食品公司工作——美味的食品一直是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愉快的事物之一。


  “食品科学并不是送人上火星这种‘高科技’，我们做的很多工作其实都是想让消费者吃完东西以后心情好一点儿，身体也健康一点儿，”连慧萍说，“食品是花小钱就能让人高兴的好东西——喝上一杯美味的咖啡，你就会一下午都觉得很有精神，很开心。”


  也许是因为随时随地都能吃到美味的巧克力、咖啡、糖果和零食，研发人员都是令人愉快的交谈者。连慧萍和她的同事——奶品及营养品开发部门的王军宽博士总会给研发中心的来访者送上糖果、咖啡和点心，还会附带讲一些跟食品有关的小故事。


  “来，吃块巧克力，”王军宽博士招呼说，“保证你一整天的心情都会很好。”他是个好脾气的科学家，正如前文所说，因为一直在从事中国特色食材方面的研究工作，他又被称为“枸杞先生”。


  连慧萍会告诉来访者，雀巢在瑞士的研究人员已经发现，让人产生“好吃、愉悦”感觉的巧克力不光要重视原料和制作工艺，连形状都需要创新。他们在巧克力上做出了倾斜度，并且在其表面做出了一些漂亮的波纹，这些波纹会在口腔中最先融化，让吃巧克力的人产生香滑的感受，愉悦度远超传统的“平板”巧克力。


  如果发现访客们面对点心糖果流露出纠结的表情，他们就会用雀巢人典型的口吻劝慰说：“不用怕发胖，其实只要不吃过量就好了。”


  雀巢人似乎都掌握了如何愉快、健康地吃美味食品的秘诀——其实最简单的一招就是“控制好摄入量”。事实上，想做到尽量降低人们每天吃进去的食品所含的热量，又不损害食品的美味和营养，有很直接的办法——求助于对能量的量化和理性的自我控制。比如说，雀巢在和徐福记合资以后，徐福记的一些招牌糖果和点心（比如沙琪玛）都按雀巢对营养的要求换成了小包装，这是最简单的帮助消费者控制热量摄入的方法。


  “我们现在的产品包装上都写有营养成分表，那上面标有产品的能量数，”王军宽说，“不过，就算换了小包装，最好也不要一次吃太多。”


  在研发中心里，注重健康、安全、量化和研究的气氛往往会促成一些很好玩的实验和项目。


  2014年9月，雀巢北京研发中心的工会给每个研究人员发了一个计步器——出于健康的考虑，他们认为日常多走路会有助于大家增强心肺功能。这听上去像是个鼓励员工锻炼的福利项目，但这群人不愧是科学家出身——居然像做实验一样，把人分成9组，用计步器记录下自己每天的步数，然后还要算出每组每人的周平均步数彼此比拼。


  连慧萍被分在第五组里：“我们这个组上周平均每个人每天走了1.1万步，即使是成绩垫底的小组也有8000步。”


  据说，大家都感受到了这种随时随地锻炼的好处，有一些人汇报说，加上其他的体育活动，自己体重明显下降了。


  王军宽所在的第一组成绩更好一些，每人每天的平均步数是1.3万步，他们对此感到很得意。王军宽和一些同事“现在上下楼都不坐电梯，改走楼梯”了。


  当然，在鼓励大家锻炼之余，王军宽和连慧萍都不忘叮嘱：“上下楼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扶好楼梯扶手。”


  安全，这一直是雀巢最重要的传统之一。


  发问和观察


  也许中国消费者并没有注意到，雀巢在中国出售的产品，无论是奶粉、糖果、冰激凌、饮料、调味品还是咖啡等，每年都在增加新成员。当然，其中一些熟悉的“面孔”也会因为消费者喜好的改变而消失。


  那些声誉卓著的招牌产品，比如糖果里的脆脆鲨、雀巢1+2速溶咖啡，每年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雀巢还有一些品牌在全球享有盛誉，但是在中国市场却因为各种原因进进出出多次，命运一波三折。比如奇巧，这个诞生于1935年的全球第三大巧克力品牌在亚洲市场备受日本人青睐，在中国却一直不走运。


  奇巧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和2008年两次进入中国市场，销售业绩都不理想。2011年，奇巧彻底退出中国市场。四年之后的2015年，奇巧再度卷土重来——这一次，雀巢希望自己抓准了时机，让这款在其他市场都很受欢迎的巧克力威化能够站稳脚跟。


  这也说明了一点，从主观上看，每个公司都想为消费者提供自己最好的产品，但是选择权始终是掌握在消费者手中的，得他们喜欢才行——这就要求企业对消费者的喜好具备敏锐的洞察力。


  汉穆·茂赫在总结自己的管理经验时强调，雀巢一定要对市场变化有自己的辨别力，很多短期的流行潮流会被误以为是重大“消费者趋势”。以雀巢的规模来说，一旦错失关键机会，船大难掉头，即使及时改正也会遭受很大损失。因此，对管理者来说，找对正确的中长期目标尤为重要。


  这样一来，《创新者的基因》中提到的两项技能，发问和观察就登场了。


  《创新者的基因》的三位作者认为，问题可以启发创造性见解，除了来自发问者的灵感，好的问题基本都是从观察中来——发问和观察几乎是密不可分的一对双生子。创新者一般都是绝佳的发问者，他们总是能问别人或自己一些挑战现状的问题，比如：“如果这样做（如果不这样做），结果如何？为什么不这样做（那样做）？”毫无疑问，一个能这样发问的人会仔细观察身边的世界，包括顾客、产品、服务、公司和竞争对手。通过观察，他们才能形成各种特殊见解和好的问题。


  在雀巢公司，发问和观察确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已经被固定为一种工作方式。


  “我的工作非常简单，就是观察和总结消费者的需求和对产品的反馈，支持产品开发。”雀巢研发（中国）有限公司的消费者研究及感官评定部门（以下简称消费者研究部门）经理贾建泷说，他所在的部门的主要职责就是观察和发问，并且让这两种行为互相佐证——这个部门是一条贯穿于研发中心、各地分公司的市场部和瑞士总部的纵线，是雀巢研究和提炼“消费者洞察”的一个主要执行者。


  “我们对产品的观察范围非常广泛，从咖啡、冰激凌到沙琪玛，甚至也包括宠物食品。”


  中国的消费者到底想要什么？


  研发中心的消费者研究部门和市场部的工作密不可分，“我们这几年一共做了四五十个项目，几乎每个项目都是和市场部合作的，”贾建泷说，“我们一起设计到底选择哪些城市和人群，一起走访用户，这是一种协作关系。”


  但双方分工略有不同。“研发中心会做大规模、深入的区域性消费者洞察的数据分析，有时候，产品开发人员也会跟我们一起走访消费者和看这些数据。”连慧萍解释说，研发中心对消费者数据的研究重点往往放在产品开发的初期和中期，就是一个新概念的产生，或者对实际产品进行研发的时候。


  雀巢会采用市面上通行的所有常用的消费者调研方法，比如通过第三方公司大规模进行问卷调查，举办消费者座谈和品尝测试等。通过这些调查，他们可以了解到中国社会在宏观层面和区域范围内的各种变化，比如说中国的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城市化、流动人口包括现在刚刚开始实行的“二孩政策”，都对消费者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产生了影响。


  但正如营销界从业者常说的，“消费者心理洞察”基于对产品的需求，又是高于它的——这是消费者在使用产品时所衍生出来的最真实的内心期许。而这些感受，有时候连消费者自己都不一定能察觉到。这些洞察未必能被调查问卷问出，却可以被真正有经验的营销人员和产品经理在日常观察中体悟和捕捉到。汉穆·茂赫也说：“再多的市场研究还是不能代替最优秀的营销人员、产品开发者和第一线的销售对消费者行为的了解。”


  因此，贾建泷和他的同事做过很多消费者入户调查。


  “事实上，只要有时间，我们就会去消费者家里做一些观察和调研，”他说，“比如，我们会在下午五六点钟去消费者家里，花45分钟或者1小时在旁边看看他到底做什么菜给自己和家人吃，他自己决定做什么和怎么做，我们完全不干涉，只负责在旁边看。”


  在一个和麦片有关的调研项目里，贾建泷他们其实更多是带着“中国人到底是怎么吃早餐的，有什么习惯”这一问题去观察消费者的——这已经超越了为某一类产品做调研的范畴。


  事实上，对于食品公司而言，全球消费者的早餐餐桌一直都是个竞争激烈的市场。雀巢研发中心和市场部的消费者研究部门当时为麦片的项目选择了北京、南京等一些在地域和饮食习惯上都有很大差别的城市，以求得到对中国消费者更充分和更完整的观察机会。


  因此，除去常规的市场调查，他们在这个项目里还直接走访了消费者，“有时候，负责产品开发的同事也会跟我们一起去”。


  在这些更进一步和更细致的观察中，贾建泷和同事们发现，早餐对中国人来说，其实已经逐渐演变成了一个难题：有工作的人往往无暇做早餐；传统的早餐供应点越来越少；食品安全事件愈演愈烈；再加上饮食习惯与观念发生了变化——“比如，炸油条现在已经被认为是不健康的食品”；很多人在家里吃早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填饱肚子外加节省时间，所以往往只吃个面包或来碗方便面，但长此以往，这样单一的饮食结构并不均衡——碳水化合物太多，缺少膳食纤维、微量元素和蛋白质。


  “我们在实地考察时还发现了很有趣的一点，在有小孩的家庭里，家长的早餐往往是以小孩的食谱为核心，自己则随便将就着吃一点。”贾建泷说。


  每年，雀巢都会针对不同产品或者不同科目做很多调研，他们得到的数据和资料都不会被浪费——它们最后会在研发中心和市场部这里累积、汇总，最终形成一个个针对中国不同收入阶层、不同城市消费者饮食习惯和行为的“侧写”和“画像”。


  在为一个冲调饮品雀巢果维C做的调查中，贾建泷和同事们还顺便得到了城市里中低收入者早餐的一些数据和描述：“他们的厨房空间特别小，所以如果做饭的话一般都很简单。父母吃的早餐就是头一天的剩菜，但他们很在意孩子的营养，会给孩子们喝牛奶或者吃比较好的食品。”


  “这种一对一的入户访问，只做一两次是看不出什么的，但是不断积累，然后综合其他资料放在一起进行分析，最终就会成为了解消费者的有效途径。”连慧萍说。然后，他们会利用总部提供的一些分析工具，在这些数据和信息中找出其中蕴含的趋势与“洞察”。


  这些结论可以有力地支持雀巢的新品研发。“我们（研发中心）、市场部还有产品研发人员要开一种‘创新会’，这种会的目的就是要产生一个新的产品概念。”这是雀巢内部开发新产品的一个必备步骤——与会者先要给出即将诞生的新产品一个准确的概念性描述。“我们要先想清楚产品定位，这个产品是什么？消费者的需求到底是什么？雀巢的产品能给消费者提供什么？”


  这种创新会，一般要持续开上两到三天，研发中心会从自己的研究角度把营养、消费者研究方面的信息和数据汇总起来给市场部的同事，然后“大家一起做头脑风暴，去想这个新产品的概念”。


  在做新产品开发时，雀巢最大的优势就是其规模和遍布全球的网络，雀巢在全球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里有500多家工厂，生产并出售几千种产品——中国市场可以充分借鉴其他区域已有的工艺和产品概念。


  即便如此，各个国家，尤其中国消费者的特殊口味和饮食习惯还是不容忽视的。


  “如果我们是做巧克力威化产品的研发，那可能就会简单一些。巧克力从某种程度上看是种很‘国际化’的食品，全球不少研发中心和在英国的巧克力产品技术中心都可以帮到我们，”连慧萍说，“但是如果要做一个适合中国人口味的方便营养早餐产品，那可是一件难得多的事情。”


  为此，在创新会里，研发中心、市场部和产品研发人员坐到了一起，把长期以来收集到的关于中国人的早餐需求、口味特点、营养等研究数据放在一起研究。他们参考了雀巢其他区域的产品和经验进行了组合，再加上市场部提供的燕麦流行趋势——市场部手头的数据表明，因为消费者越来越认可健康谷物和在饮食中增加膳食纤维的概念，燕麦类产品每年出现了百分之三四十的增长。“有很多中老年人都在吃燕麦，但是之前的市场上没有即食的快熟燕麦，大多数燕麦都需要跟牛奶一起煮。”


  “当时，我们一共想出了十几个不同的概念，要从中慢慢筛选出最让消费者中意的那个，工作量还是不小的。”连慧萍回忆说。而且，光凭研发和市场人员的看法，并不能决定一个新产品是否上市，“最后产品出来了，还要靠做消费者测试，去确定它的口味是不是真的能够部分优于竞争对手，更讨大家喜欢”。


  最终，雀巢的优麦系列（谷物系列）中的新成员——“雀巢优麦风味燕麦粥”诞生了，这是一种咸味即食粥，有牛肉蔬菜和鸡肉玉米两种口味。北京研发中心还负责了这款产品的包装设计，用一种色调明快的绿色纸盒包装来强调了这款产品所代表的健康和营养感。


  “我们想给消费者的早餐提供一个一分钟解决方案，”贾建泷说，“早上起来直接拿热水一冲，粥就好了，口味还不错——人一天所需要的那些营养、微量元素和膳食纤维也都能被满足。”


  “当然，你可以在一天的任何时候吃这个粥，但是基本上60%的消费者是拿它来当早餐的，这符合我们设计的初衷。”


  雀巢在寻找消费者洞察的背后，有一些“独门秘籍”。他们收集到大量数据和信息后，会使用雀巢自己开发的软件和模型做数据分析——瑞士总部有一个专门团队在开发这类软件。


  “我们现在用的‘消费者喜好性地图’就是雀巢从欧洲开始用的，因为效果非常好，就在中国大面积地使用起来。”贾建泷说。这个工具是把不同消费者体验产品后的感受和喜好梳理得可视、具体和标签化，然后放在一张地图上，从整体上观察这些标签的分布。“我们要知道消费者为什么喜欢，为什么不喜欢，这样才能知道开发什么样的产品去满足用户的需求。雀巢有自己的很独特的分析方法，这往往使得我们的消费者研究和市场研究能力比一般的第三方公司要强大。”


  “雀巢自己的研究数据和结论确实非常吸引人。”雀巢专业餐饮的大客户总监贾本汉也同意这一点，他所在的部门——雀巢专业餐饮是专门为肯德基、必胜客这样的大型连锁餐饮企业提供产品的。在中国，一些大型连锁餐厅、中餐馆，甚至机构食堂都在使用这个部门供应的雀巢冰爽茶、咖啡等饮料和烹调用品，肯德基在中国售卖的圣代的大部分原料也是由雀巢专业餐饮提供的。


  经常与贾本汉合作的，像汉堡王、百胜集团这样的全球性连锁餐饮企业的业绩和消费者的喜好密切相关，因此都配备有相当能干的消费者研究部门，但是它们也很愿意不定期地和雀巢交流一下对消费趋势的看法。


  “雀巢的很多针对市场、产品和消费者的研究确实很被市场上的同行或者客户认可，”贾本汉说，“我们会定期应邀跟合作伙伴交流一些研究结果。再比如我们的食品安全研究院积累的案例、数据都很全面，不少合作伙伴的研发人员和负责食品安全的人也都希望和食品安全研究院交流和分享经验。”


  “雀巢愿意和他们分享这些东西，因为这对整个行业都有好处——这其实也是一种创造共享价值的行为，这一直是我们的一个宗旨。”


  怎么才能问出正确的问题


  不过，观察和发问并不是市场部、研发中心或者产品研发人员等某一群人的专利。


  只要公司具有创新基因，只要身在其中的人有创新力，他们中的一些人总是在不断思考，试图总结和构造自己感兴趣的某个领域的一些规律与运作模型——不管是关于产品、服务、人际关系还是其他的什么。然后，他们还会通过持续的观察和提问来修正它们。


  观察能够让人问出启发性的问题，而好的问题又能引发有洞察力的见解。彼得·德鲁克曾经说过：“最重要、最艰难的工作从来都不是找到对的答案，而是问出正确的问题。世界上最无用，甚至是最危险的情况，就是虽然答对了，但是一开始问错了。”


  创新者不会墨守成规，他们总是在质疑“现状”。同时，他们也必须具备通过观察及时调整自己的认知，提出正确问题并顺着这个思路去寻找答案的能力。


  雀巢之所以能够对一个市场中的用户需求做出正确的判断，各个研发中心和市场部除了不断通过观察和发问的规定流程去了解消费者，它们也希望自己的销售和市场人员能够具备顶尖一线人员的天赋：和消费者或者客户进行无障碍沟通，而且对他们的行为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和洞察。这些敏锐的一线人员反馈的信息和做出的决策，会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无障碍地流向雀巢总部，对雀巢在各个市场的策略和创新力不断地进行修正和微调。


  在很多情况下，雀巢在中国或者任何区域的某些“神来之笔”，往往是因为有这样的人——他们能够敏锐地把握现状，问出正确的问题。这一点，在雀巢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已经显露无遗。


  在20世纪90年代，雀巢刚刚进入中国时，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如何让自己的产品适应中国消费者的口味。


  除奶粉销售能够很快进入正轨外，雀巢其他产品的销售经验仅仅来源于东南亚和中国香港，中国内地市场对雀巢来说，不仅意味着机会，也是一块充满未知的新大陆。


  “绝大多数来自东南亚，甚至中国香港的销售经验都不适用于中国内地，因为中国内地太大，太特殊了。而且这里的消费者对雀巢一点儿也不了解，我们对他们也是一样，”雀巢亚大非区副总裁刘金辉回忆说，“比如，我们一开始决定在中国生产并销售鹰唛炼乳，因为这款炼乳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这些地方的华侨社区里非常流行，人们会用它来冲奶茶喝。”但是他们很快发现，中国人没有喝奶茶的习惯，他们倒是发明了一个新吃法：用馒头片蘸鹰唛炼乳佐餐。


  前文提到，雀巢最著名的产品速溶咖啡刚开始在中国销售时，咖啡伴侣（植脂末）和速溶咖啡是分别装在两个大玻璃瓶子里的，但因为中国消费者总掌握不好咖啡伴侣和咖啡的配比，雀巢的销售人员发现，比起“苦苦”的速溶咖啡，人们似乎更喜欢“那个带盖子的大玻璃瓶子”——“因为够大而且密封性好，很多出租车司机都拿它当茶杯在车上喝水”。


  1996年，时任新加坡雀巢市场总裁的刘金辉被派到中国市场工作，他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状况：除了常规的奶粉销售，大家都还摸不清楚中国人的口味和喜好，而公司已经在中国投入大量资金建立了4个工厂。


  “除了奶粉、咖啡，我们当年还试过卖美极方便面、奇巧巧克力，这些产品的销量都不是很理想，”刘金辉说，“如果销售人员找不到好的产品去卖，工厂产能就要闲置，这样下去雀巢就会亏损。”


  刘金辉已经为雀巢工作了30多年，他和当时的雀巢大中华区总裁穆立（Josef Mueller）一样，都是那种“总是在不断思考和总结规律”的人。在仔细观察了中国消费者之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雀巢本来就有很多好产品，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把这些产品变得跟国内的消费者更相关一点儿。”而这个相关性，既体现在口味、包装这些产品细节上，也体现在销售渠道、价格和与当时的中国消费者的情感联系上。


  刘金辉和同事们为当时雀巢在中国市场的产品研发定下了一个基调：先顺应消费者的要求，在雀巢已有产能和已经投放市场的产品基础上进行改动和调整，而不是在一个原本就不熟悉雀巢的市场里去凭空推出一个新产品。


  刘金辉的第一个“问对的问题”的案例是改进奇巧巧克力。


  众所周知，奇巧巧克力是雀巢的明星产品，目前在超过70个国家和地区销售，其规模在全球巧克力市场排名第三。有人计算过，全球每秒都约有540支“奇巧”被吃掉，而且这个数字还一直在增加。


  但是，奇巧在中国却始终不走运。当时雀巢的天津工厂负责生产奇巧，因为销量太少产能过剩，一直处于亏损状态。雀巢如果再投资新设备，调整策略去生产威化之外的新产品又不现实。因此，刘金辉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北京、上海、广州为奇巧巧克力做了一次500人规模的市场调研。


  在这个调研里，面对并不像欧美消费者那样熟悉巧克力（甚至可以说对巧克力完全陌生）的中国消费者，刘金辉们问的问题不是“你们喜欢什么样的巧克力”，而是“你们为什么不喜欢奇巧巧克力”。


  对此，人们给出的反馈非常明确，一包奇巧要卖两元五角，大家都觉得太贵，而且给的量又太少（里面只有两条威化巧克力），让人心理上感到很不满足——“以当时的消费水平，在国内很多中小城市里，你花上两元五角都能买到足够多的食物让全家吃个饱了。”


  “另外，中国消费者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吃多巧克力会‘上火’，他们并不是嫌奇巧里的巧克力少，”刘金辉说，“实际上，巧克力威化里的威化所占比例很高，这会使得人们对巧克力质感的需求没那么强烈。”


  在结束这轮消费者调查后，刘金辉和同事们对产品研发和生产人员给出的不是奇巧的改进方案，而是一个全新的巧克力威化产品概念：“我告诉他们，这款产品要一元钱一个，体积至少要比现在的奇巧大三倍以上，这样大家才会觉得值。”


  就在1999年，雀巢的全球研发中心推出了一种可以投放工业生产的专利合成巧克力，时任雀巢大中华区总裁穆立认为，他们可以在中国使用这一专利制造巧克力威化（当然会在产品标签上注明原料是“代可可脂”），这样一来就降低了运输和制造成本（可可脂在运输中温度不能过高），让雀巢相比当时的竞争对手，比如好时、吉百利，在产品价格上取得了极其明显的优势。


  三个月后，这个新产品出来了，这就是中国消费者熟悉的“脆脆鲨”——除了都是威化产品，它跟奇巧迥然不同，连包装和名字都是为中国消费者量身定做的。


  “这款产品一元一个，包装是中国传统的红黄两色，非常讨喜。而且威化让它咬起来有种‘咔嚓咔嚓’很脆的感觉，由此衍生出的‘脆脆鲨’这个名字也很有趣。”


  脆脆鲨一经推出，便因为使用了代可可脂取得了价格和运输优势，而且穆立对经销商采取了很特别的限量营销方法，这使得它很快就在中国市场大受欢迎——这是一款符合中国人喜好的、便宜而又美味的小零食。甚至不需要为脆脆鲨怎么打广告，在一年之内，天津巧克力工厂就赢利了，而且逐渐从产能过剩变成了需要加班加点生产。


  到现在为止，脆脆鲨仍旧是雀巢在中国卖得最好的产品之一。


  和奇巧在中国最后催生出了“脆脆鲨”一样，同样的一些变化也发生在奶粉上。


  “中国人冲泡奶粉的时候喜欢加糖，这是个根深蒂固的习惯，所以雀巢推出了一款甜奶粉，”刘金辉说，“而在全球其他市场，雀巢是没有甜奶粉这个概念的。”


  雀巢在速溶咖啡上为中国消费者做的调整也是如此，“雀巢当时通过消费者调查来提出问题——为什么大家不喜欢现在这样的咖啡伴侣和速溶咖啡分装的形式？”消费者的回答是，他们不习惯也不喜欢自己调配咖啡，他们喜欢咖啡的香气，却不喜欢咖啡的苦味。换言之，“大家希望很方便地喝咖啡，而且要大量加糖加奶”。


  “就这样，我们开始卖真正合中国人口味的雀巢咖啡1+2，”刘金辉说，“到现在为止，在我们咖啡销售中占比最大的还是雀巢咖啡1+2。”


  目前，雀巢在中国市场出售的一系列咖啡产品完全是根据中国消费者的反馈专门研制的，它们其实一直在随着消费者口味的改变而变化。就在2015年，雀巢北京研发中心还根据消费者调研的结果，全面改良了整个雀巢咖啡1+2系列的配方。


  “尽管中国人习惯喝茶，但我在中国工作了20多年，还是能够观察到中国消费者对咖啡的喜好和口味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连慧萍说，“有一部分人正在逐渐对咖啡着迷，他们可能会逐渐成长为奈斯派索、多趣酷思胶囊咖啡机的用户，而普通消费者对雀巢咖啡1+2香味、顺滑感的要求也更高了。”


  “但是中国消费者有一点始终不变，他们特别喜欢牛奶含量高一点儿的咖啡，”她同意刘金辉一开始就抱持的看法，“中国人要在咖啡里大量加奶加糖，这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你看德国人，他们就是要喝又黑又浓又苦又酸的咖啡才觉得过瘾。”


  另外一个需要有人“问对的问题”，或者说要及时从消费者的需求改变中得出结论，并且迅速做出改变的例子发生在雀巢的专业餐饮部门。


  众所周知，一开始是麦当劳、肯德基，到现在为止，几乎每个西式快餐行业的品牌都有自己的圣代或者冰激凌产品。从2008年起，肯德基在中国绝大部分门店使用的圣代原料——“冰激凌粉”就是由雀巢提供的。


  2011年前后，肯德基的消费者研究部门发现市场上出现了一种趋势，那就是消费者更喜欢由新鲜原料制成的冰激凌。在冰激凌这个领域，消费者概念里的“新鲜”，就是用液体奶浆做原料——他们觉得这样做成的冰激凌味道更新鲜，奶味更足，感觉更好。


  “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消费者并不知道快餐店用的原料是冰激凌粉还是液体奶浆，但是他们似乎就是觉得用奶浆制作的产品味道更好吃一些。”


  2011年，肯德基向自己的供应商——雀巢专业餐饮部门提及了这个趋势，很自然，雀巢的第一个反应并不是淘汰冰激凌粉，而是改良。“最开始我们想的是，也许是冰激凌粉的口味还不够好？”贾本汉的同事，雀巢专业餐饮重点客户助理经理周楠回忆说，“凭借雀巢的研发能力和消费者洞察，我们觉得可以试着把现有的冰激凌粉口味改得更好。”他们的确这样做了，并且雀巢的消费者测试表明，改良后的冰激凌粉制成的圣代口味确实有所提升。


  “但是到2012年，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表示更喜欢用液体奶浆做原料的冰激凌。肯德基内部也在做更多的测试，看看产品原料形式不同是不是真的会对用户的接受度造成很大影响。”


  “当时，我们意识到这可能是国内食品市场上出现的一种重要趋势。并不是说你的产品味道不好，而是消费者有关食品的一些概念发生了变化。”周楠说。人们开始越来越看重“新鲜”“现做”这类概念，比如豆浆、咖啡就应该是现磨现冲的，这样才给人更健康和更能保留原始风味的感觉。“无论你给消费者怎样解释，你有多少专利，你的工艺如何能够保证食物原料中的风味和营养更加稳定，但消费者就是会觉得，由新鲜原料（哪怕只是看上去更新鲜）加工而成的食品更好吃。”


  “不要去评价这个想法是对还是错，这就是一种消费者认知，”贾本汉说，“最终，是他们说了算。”


  雀巢对此做出的判断是，这一变化不是一个被汉穆·茂赫称为“短期流行潮流”的陷阱。因此，再纠缠在是否应该改善原有的产品口味这个问题上毫无意义，为了应对市场的变化，雀巢必须迅速做出改变。


  将冰激凌原料从粉状变为液体的这个创新，对多数人来说，可能无法达到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在他的创新研究中所谈到的“延续性创新”和“破坏性创新”的高度——克里斯坦森认为多数公司，尤其是高科技公司在凭借自己的创新能力进入主流市场，并且获得了稳定和优势份额后，就会因为种种顾虑缺乏打破现有局面的动力，只是不断进行持续改善（延续性创新），这最终会让它们被勇于突破（破坏性创新）的后来者淘汰。


  但是，在这个例子里，在相对“保守”的食品工业里重寻一个问题的答案，意味着你不但需要换一种思路，还要改变很多原有的规则：将原料改为液体奶浆，无论在技术、物流还是工艺上都给供应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冰激凌粉的保质期大概有两年，而市场上的液体奶浆保质期基本只有两周，还需要冷藏运输，这些都将极大地改变这个生意的成本结构。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在雀巢专业餐饮部里，中国的冰激凌粉生意无论是从销售额还是从量上来看，在当时都已经成了雀巢全球销售规模最大的单品——对一个价值几个亿的明星生意进行整体供应链上的改变，确实是需要一个企业和它的管理者具有创新的动力。


  从2013年开始，雀巢专业餐饮部门牵头启动了液体奶浆的研发项目。贾本汉他们选择和雀巢青岛莱西工厂合作，因为它几乎生产了在中国市场销售的所有的液态奶：超高温灭菌液体奶、雀巢淡奶油、雀巢鹰唛炼奶、雀巢三花淡奶等。在研发液态奶制品这方面，青岛莱西工厂的产品研发小组有天然的技术优势。


  “莱西工厂的产品研发人员研究了当时市场上已有的类似产品，发现要开发出这么一个新产品需要更多的技术支持，”周楠说，“因此，我们向研发中心的连慧萍连博士提出了请求，希望派出这方面的专家来帮忙。”研发中心的介入，相当于为这个项目带来了更多的全球性资源，这里面包括了瑞士总部和各个区域研发中心提供的研发资料，也包括了产品技术中心在工艺流程上的技术支持。


  “我们的第一个液体奶浆样品，是在2014年的第一季度做出来的。”在贾本汉的记忆里，这个时间点并不完全是客户硬性要求的，因为当时肯德基也在为液体奶浆原料的产品做试点，“但是，我们的研发确实是由客户和消费者需求驱动的，如果再耽搁下去，雀巢的市场份额就要被竞争对手抢走了。”


  液体奶浆之所以受欢迎，除了消费者的认知发生了改变，还有一个原因是类似肯德基这样的快餐连锁店的员工也喜欢它。原来的冰激凌粉需要店员们按一定的配方加水做成冰水混合物再倒入机器搅打，但是液体奶浆则只需要直接倒入机器就好了——快餐店员工工作的复杂程度大大降低了。


  “在这种时候，消费者的喜好、客户希望操作流程更简便、我们自己对物流、保质期的要求，还有节省成本的各种想法交织在一起，”贾本汉形容这是一张长长的“愿望单”，“你在为这个项目做前期调研时，会听到各种各样的需求和愿望。”作为推动项目的人，他和同事们得特别小心地在这张单子上勾选：“对应我们的能力，这些愿望有些能实现，有些就实现不了。”


  事实上，在这个项目上，除了客户的需求，雀巢还充分考虑了自己在中国市场的各种优势：来自全球研发中心的帮助、自己的生产工厂和一个完整覆盖全中国的物流分销与运输网络。最终，他们的结论是，依靠专家们的帮助，雀巢可以开发出一种保质期在6个月左右的液体奶浆——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不依赖于冷链，而以保存常温牛奶的方式运输，不但能充分利用自己的运输网络，还能节省成本。


  “但是，无论我们怎么做，最后决定这个产品命运的，还是消费者，他们得觉得好吃才行。”贾本汉说，“到适当的时候，我们就要进行雀巢最有名的消费者调查来看看他们的反应。结果，在研发中心和市场部负责消费者测试的同事的帮助下，我们真的做到了。”


  在持续改进中再创新


  汉穆·茂赫曾经说过，改革并不一定是大的、戏剧性的创新或者结构重组，而应当被视为在各个方面一直进行小调整的持续过程，而且创新“应该广泛应用在管理、领导能力、组织以及产品上”。


  他和继任者包必达一起，为通过大规模并购成为全球最大食品企业的雀巢选定了一种名为“变化中的连续性”的策略。包必达对这个策略的概括是：“找准发展方向，建立起合理的组织管理结构，提高生产和管理效率，并且充分发挥研发的创新作用。”


  然后，雀巢要一再重复这些动作。


  在包必达和保罗·薄凯的任期内，他们都针对雀巢的生产、销售和业务进行了多次结构重组——尤其是在21世纪初，雀巢当时用于结构重组的费用每次都高达上亿瑞士法郎。一些从长期看不令人满意或者分散精力的业务被放弃了，很多可以外包给符合雀巢要求的专业供应商的生产项目也被出售了。雀巢持续加大了对研发的投入，通过合理布局和流程管理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效率——更充分地利用现有资源，并且不断改善自己的供应链。同时，随着对环境的关切和对食品安全的关注，雀巢在环保、关注农民生计及产品质量安全上的把控也在不断加强。


  最重要的是，在这一不断重组的过程中，雀巢的员工对这类变革产生了适应能力，他们更倾向于将这些大大小小的改变看成机遇和学习的机会。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里，一个企业只有拥有这种主动寻求、适应变革的价值观和企业文化，才能生存下来。


  用保罗·薄凯的话说，就是雀巢现在“既要抓住大的技术突破机会，也不能放弃几百个小的改善”。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称后者为“有组织的改进”，他认为，一个企业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需要系统地、不断地改进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流程、销售、服务和技术水平等。只有不断变革的企业才能在这一过程中使原本的操作方式发生根本性的改善，也能从中抓住大的商机。


  这就意味着，雀巢在自己的组织里至少要保持三条通路的通畅：首先，它必须有从上至下的创新推动力——这点在雀巢的研发体系中已经有所体现；其次，它要有一个自下而上、顺畅的信息通路，这会使得区域市场直接能够向总部反馈当地政策、市场和消费者喜好的变化；再次，各个区域市场之间横向的信息传递和知识共享渠道也必须是有效的，这样将有助于各个市场之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少走弯路。


  雀巢能做到这一切的大前提是，它原本采取的就是集中—分散型管理：为了加快对当地消费者的响应速度，雀巢的组织结构设计给予了区域市场很大的自主权，很多需求会被在当地消化掉，形成在产品和其市场策略上的一种“再创新”。


  从2000年开始，雀巢对自己的研发系统和组织结构进行了大规模重组，既包括加强各个研发中心的合作与交流，也包括让各企业内部所有创新和再创新的参与者之间的合作更紧密。


  卷入这种“再创新”的人越来越多，除去传统的销售人员、研发人员、市场部之外，食品法规、环保、食品安全、知识产权和专利方面的专家和雀巢的各个工厂也参与了进来。雀巢不但希望借此在横向和纵向上让技术和思想交流变得更便捷，还想让各个区域和工厂所遇到的法规、环保问题和针对不同市场的创新都能够为彼此提供借鉴。


  《创新者的基因》一书总结出来的“联系、发问、观察、交际、实验”这5个特点中，除“联系”是认知技能外，其他4个都是行动技能。在这三位学者所访谈的拥有创新基因的企业和管理者身上，这些特点或多或少，都以一定的形式存在。


  观察雀巢研发体系的运转，人们不难发现，联系、发问、观察、交际和实验这些特质确实都已经被嵌入企业的创新机制和管理流程中去了。


  事实上，研究中心和区域研发中心的工作人员，除了需要仔细观察，并且找出消费者的喜好趋势外，还需要和其他部门、区域市场及不同研发中心的同事不断交流，通过运用内部或外部的关系网来实践，或是形成更多的关于产品的想法——这就是创新者的“交际”功能。同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具有某种热情，愿意动手或者尝试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不断“实验”和试错。


  想要跳出常规思考的框框，势必要用个人的想法，与具有不同思考方式的人的想法碰撞。雀巢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分为横向和纵向两种。


  横向就是在全球区域内举行各种培训，雀巢做得最出色的内部管理工作之一，就是建立了自己的人才培训体系，在瑞士总部和各个区域，既有给来自全球的经理、技术人员和工厂管理者提供的为期一至两周的短训课和“头脑风暴”，也有长达几年的内部人才培养项目。正如《创新者的基因》一书所说，创新者喜欢结交不同知识领域和地域的专家，进行交互培训和脑力激荡，这类的“交际”会拓宽他们的知识面，对激发创新极有成效。


  “我在雀巢十几年，参加过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培训。这些培训不光是这个部门（专业餐饮）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和其他部门的人混合在一起接受培训，”贾本汉说，“我能感觉到，公司不光想培养员工的职业技能，还希望大家能够跨越自己的职位和领域互相影响，这是一种能激发正能量和灵感的好办法。”


  纵向的交流往往是以创造、生产或者改善一个产品为核心，让各个部门参与进来。


  创新者产生了创意，势必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检验自己的想法。这就引发了创新者的另外一个技能：实验。


  尽管研发中心的科学家也会不断地做实验，但是在雀巢的工厂中，这两种实验不尽相同。这里的人们会尝试各种体验，会去理解每个流程或者机器的运作原理，通过解决问题摸索出更好的工作方法，以期避免发生同样的问题。作为一个生产产品的企业，无论在前期如何做足发问、观察和交际的准备工作，最终它们都是要通过坚持不懈的实验，将结果落实在生产上的。


  对于工厂来说，当当地市场的政策法规和食品安全条例发生变化时，质量部门、法规部门和食品安全研究院的应对、调整，最终都将汇集在这里。而当供应商发生改变时，研发人员需要接受采购人员给出的新名单，根据原材料的变化，对产品做出快速调整。当地的消费者口味发生细微变化时，或者某种新包装、新产品、新趋势出现在当地市场时，通过市场部、采购部或销售人员给出的信息，研究人员也要对这些变化做出及时的响应。


  “2012年前后，我们发现玉米价格在上涨，小麦价格则在下降，”雀巢大中华区集团采购部副总裁李申说，“因为采购部门要追踪市场价格，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了市场部和生产部。”


  2012年之前，在整个国际市场，玉米都比小麦便宜很多，雀巢更倾向于从玉米中获取淀粉。而在玉米价格持续上涨远远超过小麦后，采购部提议并且促成了一次原料和生产上的替换，将提取淀粉的原料逐步改为小麦，以获取价格优势。


  对食品企业来说，这是个实时应对市场变化的小改动，“我们的工厂在两三个月就把这件事搞定了”。


  这样一来，不难看出，工厂本身和工厂里的研发小组往往会成为雀巢所推崇的“再创新”的枢纽，尤其是后者，它们原本就是负责根据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外部条件来对产品进行微调和改进。


  举个例子，我们就能看出工厂研发小组在“再创新”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广州五羊是雀巢冰激凌业务单元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五羊雪糕在广州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是真正的本地名牌。它的声名鹊起和广东人喜欢甜品和在“冰室”吃冷饮的习惯密切相关。


  “五羊的‘甜筒’和‘飞鱼脆皮’这些年一直特别受广州人欢迎，这个品牌在广州、广东乃至整个华南地区的冰激凌市场里都有很强的影响力。”雀巢冰激凌及冷冻食品业务单位副总裁欧阳凯说，五羊的绝大部分年轻员工都是吃着五羊的冷饮长大的。他本人也是从五羊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2014年，五羊甜筒家族多了一个新成员，在原有的几款经典的香芋等口味之外，五羊推出了一款荔枝口味的甜筒——这款甜筒的诞生，能比较充分地说明工厂为什么最终会成为“再创新”的枢纽。


  因为冰激凌是一种既要保持一贯口感，又要不断激发人们“新鲜”与“有趣”感受的食品。五羊的新产品开发周期是一年，每一年推出的新品一般是4~5个。


  “每年从3月开始，市场部、研发和销售的同事都会在一起讨论第二年到底要推什么新产品，”五羊的新产品开发经理许喆说，“五羊主要是在广东一带销售，所以我们在新产品的概念里很重视广东人的口味。”技术与市场团队会从口感、概念到整体产品设计，紧紧围绕广东消费者的喜好有针对性地进行开发。


  在荔枝味甜筒的这次创新中，变化集中在口味方面，因此五羊自己的研发团队成了绝对主力。


  “五羊一直在把一些南方特有的水果，比如荔枝、杧果的口味加进雪糕中，这些口味都被列进了新产品研发的单子。这些概念都要经过市场调查，还要经过五羊和总部的几轮讨论，最后，大家得出的结论是，消费者在当时那个时间点，可能比较想吃到荔枝口味的甜筒。”许喆说。


  2013年，广东市场上已经有荔枝口味的冰激凌了，但多是意大利冰激凌（Gelato）或挖球的形式。同时，研发团队意识到，广东人对荔枝的口味特别敏感和挑剔。“我们这里盛产各类荔枝，本地人一尝就知道其中的区别，比如桂味、糯米糍等。所以做这个东西，一定要选定口味和研发方向，才能和原料供应商一起，做出能抓住广东消费者的‘心灵荔枝’口味。”许喆说。


  除去南方特有的水果口味，五羊的产品研发团队一直在试图把更广泛的“广东概念”不断引入产品。从2013年4月开始，技术和市场部的同事一起，走访和品尝了20多家当地“糖水铺”（例如广州著名的百花甜品店）里的各种招牌甜品。


  “我们一边吃一边讨论，这些概念可不可以做到甜筒或雪糕里面去？”许喆回忆说，调研结束后，他们和市场部的同事一起列出了20多条新产品概念。


  这既不是五羊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试图从传统甜品里找到灵感，他们之前就推出过双皮奶、芝麻等口味的冷饮。到2016年，五羊甜筒里又增添了两个新成员：杨枝甘露和椰香红豆口味——这显然是取材自粤式经典甜品。


  回到荔枝口味甜筒的研发过程中来，在许喆他们做出产品原型的过程中，市场部、研发部门、销售和公司中很多味觉灵敏的同事都参与了“试吃”。


  无论是口味研发，还是对产品概念的全新颠覆，雀巢产品研发中都有一个特别关键的过程——“试吃”。试吃是为了准确了解并描述消费者对新口味雪糕或新概念产品而采用的科学方法，所有的个人喜好最终要用科学的词组量化描述出来。


  参与“试吃”的人都是雀巢内部的“品尝员”——这是雀巢或者说食品公司内部的一个惯例。雀巢在中国的各个工厂、总部的各个部门里都“埋伏”着许多嗅觉和味觉极为灵敏的员工，他们只要报名，而且定期通过测试，就会获得“品尝员”的资格。这些人都会自愿参加自己所在公司或者工厂内部的新品品尝测试活动。


  雀巢双城工厂质量保证部项目经理马世杰就有“品尝员”的资格，他和同事们是以参加双城工厂新产品测试为主的。“我们特别愿意把不同部门的人都叫进来参与这种新产品开发项目，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看问题的方法和感受都不一样，”马世杰解释说，“所以产品研发部门、生产部、质量保证部还有市场部的人，最好在产品开发前期就都以各种方式参与进来。这样做，一开始就能给项目带来很多不同的思考角度。”


  不过，千万不要以为这种工作中的“吃吃喝喝”很轻松。


  “我们会在实验室里每次做出五六种不同概念和方向的产品，然后每种大概做出十几个样品给同事品尝，每一轮他们都会给出品尝意见。”许喆说。


  即便是经过了训练，“品尝员”们对食物提出的意见也不都是理性、量化的，很多直接跟个人感受有关，比如，在品尝“荔枝口味”雪糕时，就有“有点甜”“荔枝香味不够浓郁”“奶味不太够”“不够清爽”“太人工了”等反馈。研发人员只有将这些感受转成科学语言，才有了甜度、奶味、荔枝味、清爽等词语描述。


  荔枝口味的甜筒做了五六轮这样的测试，每做完一轮品尝，技术部门都要筛掉一批产品，然后修改配方，改完配方再做样品，“就这么不断地循环实验”。在整个过程中，采购人员都会积极配合研发团队，去供应商那里给荔枝味甜筒寻找更多可供选择的色素和香精。“如果这款甜筒里要加入颗粒，比如椰果什么的，那就更需要采购部的同事帮忙了。”


  许喆和质检、营养、研发等方面的同事在各种场合都曾提到，雀巢要求食品要使用天然色素，对香精等各种原料的质量要求都比较严格，很多原料的采购量并不大，这无形中对负责采购的李申和他的同事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广东人非常喜欢五羊甜筒，它是五羊最重要的常规产品之一，生产这一产品共涉及11条生产线，灌注包装线每天的产能超过20万支甜筒。推出一款荔枝口味的甜筒在工艺流程上不需要做太大改变，不会涉及太多更新设备的问题。


  如果是开发或者生产截然不同的产品，比如像雀巢的笨nana，那种又好吃又好玩的剥皮香蕉式的雪糕，或是在2016年上市的“杨枝甘露”，那么连生产工艺都会发生很大改变，就需要更新设备，重新研发工艺流程了。


  “那样的话，在我们做样品实验口味的同时，工厂就已经要跟采购部沟通，开始做设备方面的设计和采购了。”许喆说。


  五羊的荔枝味甜筒的项目是从2013年3月开始启动的，到7月基本确定下来口味，并且开始调试设备做生产线测试，这样才能保证在2014年年初顺利投产——这就是消费者在便利店五羊的冰柜里看到的荔枝味甜筒背后的整个研发过程。


  这样一个应季改变甜筒口味的小小创新，不但调动了总部冰激凌业务和五羊的市场部、五羊的研发团队和工厂、冰激凌销售人员和设备及原料的采购人员，还要经过雀巢内部NF和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测试。


  在总部的冰激凌业务单位的生产事务经理周洪波和欧阳凯也都会根据自己多年的生产和销售经验，给许喆及他的团队提出各种建议。


  最后，当这款产品通过了一切测试，准备正式投入生产面对市场上的消费者时，雀巢牢牢把住产品质量关的质检团队——质量保证部该参与进来了。在生产过程中，除了常规生产效率的改善和质量的提高，工厂中的安全健康环境部门，也会从自己的角度对生产中的安全隐患、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不断修正和干预。最终，要保证荔枝味甜筒迅速进入渠道，让消费者能够吃到并且看到有关的广告和信息，市场部和销售部门以及经销商还要付出大量的努力。


  雀巢在冰激凌市场方面的并购大动作基本上集中在2002年之后，在那段时间里，它购买了哈根达斯冰激凌在美国的全部注册商标权，还并购了德国的Schoellers（舍勒）公司以及美国第三大冰激凌公司Dreyer’s（德雷尔）公司。此外，雀巢一直在区域内对一些很受欢迎的本地冰激凌品牌进行收购与合资的活动，比如中国的五羊和希腊的Delta冰激凌等。借助这些并购，雀巢在冰激凌市场跟另外一个食品巨头——联合利华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如果我们要做和五羊现有的产品完全不同的东西，除了设在东莞的区域研发中心要帮忙，连远在美国的冰激凌产品技术中心都会提供帮助。在该中心的研究人员里，有很多人都在做和冰激凌有关的微观结构研究，涉及质感、配方、配料等。”许喆说。


  这一切，都属于保罗·薄凯所说企业内部的“几百个小的改善”。


  这些每天都在进行的有组织的改进，是以产品和日常运营为载体和动力的。通过不断地试验、修正和再创新，雀巢在管理、产品销售、市场推广、供应链和可持续发展方面保持了持续创新的节奏。


  这也是为什么雀巢的工厂能成为观察其“再创新”的最佳观测点的原因。


  实验精神与追求卓越


  几乎所有来到雀巢的工厂，尤其是奶粉工厂参观的人，第一印象都是其严格的卫生条件。


  在双城工厂和惠氏营养品有限公司苏州工厂，参观者即使从头到脚包裹在防护服中，也无法进入敏感区域。整个奶粉的生产过程几乎是在封闭的自动系统中进行的，只有在包装线上才能见到大量的员工。雀巢的奶粉和速溶咖啡都采用了类似的喷雾干燥技术，这两类产品的生产场景也惊人的类似。


  而雀巢其他的产品生产厂，比如饮用水厂、液体奶生产厂、冰激凌厂等，虽然生产的工艺流程各不同，但还是有一些共同点，使得人们能够一眼就将它们和雀巢遍布全球的其他工厂联系起来：井然有序、严格的生产现场管理，各种功能性标志和安全警示十分齐全到位，楼梯扶手上永远贴有提醒员工上下楼梯扶好扶手的标志，室内和室外异常整洁，厂区中有大片的绿地，人行道和车行道有严格的区分，建筑物光洁如新……一言以蔽之，雀巢的工厂一直给人一种被精心呵护的感觉。


  如果把在雀巢的生产场景中长期工作过的人们聚在一起，旁观者也能很快发现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富于动手能力，对产品的质量和安全要求精益求精，分析问题能力极强等。


  这些特点还不能完全用人们通常认为属于自我完善型的“工程师性格”来概括，因为这些人不但性格各异，其中不少人都已经，或者正在成为雀巢在各个领域里的管理骨干——他们还具有很强的洞察他人需求、交流、协调和管理能力。


  但这些特点，或者说他们的职业选择确实又与工厂和食品生产息息相关。


  前文提到的许喆现在是五羊的新产品开发经理，在这之前，他做过两年的技术培训生，之后调至生产部做到生产主任，积累了很多关于生产的知识后，他选择了产品开发这条职业路径。他的同事，五羊质量保证部经理魏穗芬也是技术培训生出身。许喆在总部的合作者之一，冰激凌业务单位的生产事务经理周洪波则曾经在雀巢天津冰激凌工厂担任了长达6年的生产经理。惠氏营养品有限公司苏州工厂的厂长郑世友曾是双城工厂的生产经理。在雀巢的研发中心里，连慧萍博士也担任过雀巢美极东莞工厂的厂长。


  这些人都符合《创新者的基因》一书中所说的这一点：“创新者擅长而且喜欢做实验。”他们会通过创造产品原型和开展试点测试，积极尝试新的想法。不过，和科学家在实验室内进行建构在超强理论基础上的实验有些不同，雀巢在自己的系统中培养出的员工的行为模式更宽泛，他们往往乐于尝试在不同领域或者地域里的新体验，喜欢“品尝”、“拆解”竞争对手或者自己的产品与工作流程，反复琢磨失败或者直面现存的问题，也善于寻求其他人的帮助和协作。


  最重要的一点是，在食品生产的工业背景下，这些人的想法都不是空想，也不是不切实际和“一蹴而就”的，他们都在围绕产品，即“食物”本身进行思考和实验，为更好的质量、更安全的生产方式或者更可行的管理方案不断积累经验、搜寻数据。


  工厂里的持续革新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历数推动企业系统化创新的动力来源，其中有4个存在于企业内部，它们包括：一是“意外之事”，包括意外的成功、意外的失败、意外的外在事件；二是“不协调之事”，比如现实和设想的不一致；三是基于生产或者管理流程需要的创新；四是工业结构或者市场结构发生了变化。


  雀巢工厂中发生的绝大部分创新都与德鲁克的这一理论中的后两条相符。


  “雀巢的特色是，很多技术都在瑞士总部的研发中心或者产品技术中心，做过小试或者中试（根据实验室结果对生产规模进行不同程度的放大），我们在各个国家的工厂里做的其实是一种将其变成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实验，”郑世友说，“工厂的人要在现场的条件下根据实际情况和经验，对生产过程进行管控，让产品顺利问世，同时调整好工厂的生产计划。”


  郑世友是1996年加入雀巢的，他是学空气动力学出身，做了几年和飞机制造相关的研究工作，却在机缘巧合之下进入了一个食品公司的生产部门，成了双城工厂的干燥塔主管，继而进入技术部参与了大量新产品的引入工作，最终成长为一个奶粉厂的管理者。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围绕双城工厂不断添加的新产品，郑世友参与过无数次将其“工业化”的项目，这也是他个人的成长路径——在雀巢，通常会有一位或多位年长和有经验的工程师（来自总部或者其他区域市场），充当一些被选中的年轻工程师的“导师”或“师父”的角色。


  “每当一个新产品上线，都有总部、产品技术中心或者其他市场的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参与项目，”郑世友说，“雀巢的这种知识传授的系统是非常强大的。”


  郑世友还清楚地记得自己1999年第一次参与的技术部项目。


  “我们当时是要在力多精婴儿配方奶粉里（这是双城工厂最早生产的产品之一）里添加长链不饱和脂肪酸，力多精是雀巢的经典产品，到现在仍旧在不断进行产品更新，添加对婴儿有益的各类营养素。”这个项目组的成员包括北京总部技术部的同事、产品技术中心派来的外国专家和双城工厂的技术人员。


  “我们一起把这个配方从瑞士研发中心放到工厂里做中试，然后再扩大到整个商业化市场。”


  “你可能会说，我们这些工厂里的工程师只是执行人员，只要按照总部对质量的要求和配方来进行添加和生产就可以了，工作应该很简单，”郑世友说，“但是，小试、中试和大规模生产还是有所不同。就拿我参加的第一个项目来说，当时我们添加的这种原料怕氧化、怕光，对温度也比较敏感，所以我们和总部的人一起做了很多实验，然后添加了一套装备，在这个过程中加入了一些氮气和保护气体。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创新，但对我来讲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经历。”


  他的早期工作经验不仅仅局限在双城，还囊括了七八个雀巢的区域市场，“像丹麦、南非、法国、英国、荷兰和东南亚的一些工厂，我都跟着有经验的工程师去做过项目”。雀巢有这种惯例，就是将正在快速发展的市场的年轻、有潜力的工程师派去各个区域市场工作，并指定一些资深工程师做这些年轻人的导师。


  郑世友的“师父”是一位比利时籍工程师，在20世纪90年代时就已经为雀巢工作了近40年，在营养学和生产制造方面有极其丰富的经验。有两年时间，他带着郑世友和来自西班牙、墨西哥、澳大利亚等市场的5位年轻工程师一起出差，到各地去做项目——这些经历为郑世友的职业生涯带来了极为宝贵的经验。直到现在，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个小团队是怎么在菲律宾帮助当地奶粉工厂更新干燥塔工艺的。


  当时，雀巢开发出了一套新工艺，能够帮助奶粉工厂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这种创新的目的就是对原有生产线不断进行优化（工厂中是很少出现将现有设备“推倒重来”的技术革新的）。


  这套工艺在小试时效果不错，但挪到菲律宾去进行大规模生产实验时，还是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因为原来我们是在小型生产线上生产，一小时只做300多公斤，到菲律宾我们需要一小时产出5吨，同时干燥塔还要生产其他不同种类的产品，这就对现场的工程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在这个项目里，有菲律宾本地的专家参与，我们这个团队代表总部，我‘师父’是导师，我那时候年轻，负责现场监控，就在干燥塔上做监控和各种数据记录，然后我们再对收集上来的大量数据做分析——这个调试一共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郑世友职业生涯中的这些经验其实是雀巢工厂在工艺流程上进行创新和改良的一个缩影：这种创新既是自上而下的，也是可以反向和横向流动的。


  “比如说，在英国我们有节能减排项目，也有一些从总部过去的专家和英国专家坐在一起诊断分析这个工厂的现状，找出一些节约成本的机会点和关键点。”而雀巢在各地现场做的改良，包括在设备、流程上做的一些小改动，工厂和专家都会定期把这些经验总结成一个报告，通过总部的技术中心和其他市场的同事分享。


  “总部会对这些革新进行评估，拿到全球市场进行分享。那些革新经验就是这么传到中国来的，同理，中国的经验也会影响其他市场。”郑世友说。


  早在20世纪90年代，雀巢的惯例是在自己的季度会、月度会上通过各种媒介来分享这些创新经验，等到互联网普及后，这种知识的积累、流动和分享就成了实时的。由于积累的时间足够长，并且能够将各个市场遇到的问题、由此产生的解决方案汇集到一起，雀巢其实是拥有了一个巨大的、不断更新的知识库。


  在这个基础上，雀巢推进的NCE（“雀巢持续卓越”项目，一种融合了精益生产及六西格玛管理[1]的综合方法论），会持续推动全球30多万名员工在实际工作中，持续地提高效率，减少甚至消除浪费，并且减少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举例来说，在双城工厂的谷物车间，生产婴儿米粉类产品时最容易出现的质量问题是“料渣”——这种异物其实就是过热烧焦的米粉煳粒，跟生产工艺有关。


  “料渣一旦带到产品里，冲调给婴儿吃的话还是会带来风险的，”谷物生产经理王卫东说，“即使加上一道过筛的工序，也不可能完全去除。”


  如果仅仅是针对消费者投诉来进行应对，由于煳粒现象出现的概率很小，从生产出米粉到销售，再到消费者吃到异物，投诉往往会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煳粒现象就有可能会被忽视。但是NCE是由生产者和有关员工自发发起的项目，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生产工艺中潜在的隐患，而且是要试着主动将失误和浪费尽量减少，甚至完全消除。


  “在这个项目里，我们改造了一些设备，比如说在用滚筒干燥米粉的过程中调整了滚筒间隙和刮刀等，我们还吸收了其他工厂的经验，增加了清洗的次数，”王卫东说，“这个项目做了将近一年半。”因为只有花费这么长时间才能从消费者反馈里看出煳粒出现的概率确实是下降了——只有形成闭环这个项目才能算是正式结束。


  “NCE的要求就是必须有精准的数据来支持结论，”王卫东说，“头一年，我们收到20多例投诉，项目结束时投诉下降到一年10例左右，而且这个比较低的数据一直维持下来了，这就证明改进是有效的。”


  这样的一个NCE项目，双城工厂在设备改造上花的钱很少——调整设备和改进工艺流程，更多需要的是工程师的技能和来自其他婴幼儿食品生产厂的经验支持。


  雀巢目前在全球有20多家生产婴幼儿食品的工厂，使用同样的设备和基本相同的工艺，在减少煳粒投诉的项目上，双城工厂会用自己的数据与这些同类型工厂做比对，然后去向做得好的工厂“取经”。


  “从数据上看，马来西亚工厂在这方面的投诉就比双城工厂少，它分享给我们一个经验，就是不管一个生产循环周期是一周还是两周，每隔三天就要停下生产线4~5小时把滚筒干清洗一下，然后再重新生产。”王卫东说，“这样一来，粘在滚筒上的料渣就会被清除掉，就像摊煎饼时间长了要刷锅一样。”


  虽然生产线每隔三天要停顿4~5小时，会带来一些效率损失，但是如果从为消费者着想和杜绝隐患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显然是值得的。


  “雀巢内部还曾经开展过一类项目，就是派出一个专家小组来支持区域市场。这些人都是来自不同市场的技术精英和管理人员，他们直接到各个工厂来做一种类似‘现场诊断’的工作，在流程上帮你过一遍‘筛子’，看能不能帮到雀巢自己的工厂或者合资企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周洪波回忆说。


  这些专家中有不少人都为雀巢服务了多年，对这种知识分享和推动创新的工作很有经验，他们中的很多人还会被派往不同的区域市场任职。1997年，周洪波曾经参与了一个在香港进行的项目，带队的就是现任雀巢大中华区技术部执行副总裁施明德（Christian Schmid）。


  “我们在新加坡有一个负责婴儿谷物产品的专家，所有亚洲区工厂一旦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疑难问题都会找他，”王卫东说，“他本人不但是技术专家，还对各个工厂的项目和最佳业务实践的情况都非常了解。我们求助时，他就会根据自己和各家工厂的经验来帮忙。”同样，双城工厂的谷物生产线在进行干清洗时，独创了一些清洗工具，“专家看了觉得这个不错，表示也会向其他工厂推荐一下”。


  事实上，无论是工厂引入的新产品项目、NCE项目、来自总部的专家支援还是内部人才培养的方法，从长远看，都是雀巢创新体系的一部分。这些活生生的人之间的不断协作和交流，远比互联网传递知识更为高效和实用。创新者既充当了经验知识交流的载体，也能胜任导师、协作者甚至朋友的角色——人们对来自外界的帮助和支持一般都会保持善意、合作和积极的态度。


  郑世友到现在还记得他在菲律宾工厂做项目时体验到的友好气氛。当时他们要在两个月内完成新工艺的调试任务，工作量很大，“但我们和菲律宾同事轮流倒班，他们的热情和大力配合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意外”带来改变


  德鲁克所谈到的推动企业系统化创新的内部动力里，其中有两个，往往是以有问题、出岔子这样在外人看来“不好”的形式出现的。他所说的“意外之事”，固然包括意外的成功，但更多的是意外的失败、意外的外在事件。而“不协调之事”，则包括了现实和设想的不一致。


  从心理层面看，任何一个企业或者个人，想从“意外”中寻找创新点子或是寻求进步，都绝非易事。同样，事物的实际状态和人们的设想之间也往往存在差异，如果因为恐惧或者爱面子，回避这些差异，就无法做出有效改变。要解决问题，就意味着员工要勇于承担责任，迅速应对挑战，要为掌控失衡的状态付出更多努力。


  因此，管理者必须先在企业内部营造出一种“宽容”和“积极”的气氛。谷歌的执行董事长施密特说：“要想创新，就要大胆试错，败得明白，学会从失误中汲取教训。”因为所有的意外都会衍生出有关技术、用户以及营销方面的宝贵信息。他特别告诫管理者：“不要向创新失败的团队问罪。”因为下一批创新者正在看着，他们想看看失败的团队会不会受惩罚。


  施密特还引用《反脆弱》（中信出版社于2014年1月出版）一书的作者，风险管理理论学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的话说，我们要建立一种机制，这种体制不仅能够经受外界的冲击和失败，反而能使我们变得越来越强大。


  要知道，施密特和塔勒布并不是在鼓励失败，而是在讨论企业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失败或者意外情况。一个创新型组织应该能够创造出一种安全的气氛和固定的运营流程，鼓励员工去使用这些流程，仔细研究出现的失败和问题，然后摸索出更好的解决办法。


  几乎所有的员工都同意，雀巢对食品质量和安全（包括员工的个人安全）严格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方，每个人都能讲出与此有关的一两个小故事。雀巢在这方面的一贯态度是，本着对用户负责的态度，在食品安全和质量方面绝不妥协，为此，它在内部建立了尽可能多的监督和协作机制，来最大限度地保证产品在出厂前便能解决掉可能遇到的问题。


  但是有趣的是，雀巢的员工也近乎一致地认为，雀巢的内部企业文化是宽容的，在一定程度上，它允许经验不足的新手犯错——这种企业文化不会让员工因为害怕被兴师问罪而争相推卸责任。


  “能做到‘宽容’其实是因为雀巢内部的管理机制比较健全，它会给你时间成长。”许喆说，“一个新来的操作工，或者是新的班长，可能会在生产线上做了一些错误决定，但我们还有QA（质量保证部，Quality Assurance）、QC（品质控制部门，Quality Control）和其他在线的人员来帮你纠错。你一旦犯错了，立即就会有人来帮助你，在造成更大错误之前把这些问题解决掉。”


  这也是许喆喜欢五羊内部气氛的原因——这在雀巢的工厂中很具有典型性。五羊建厂时间很长，中层管理者中有一部分是雀巢花大力气培养的技术培训生出身，他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足够长，气质相近，也彼此信任。“我们这几个人面对问题，最基本的态度就是坐在一起讨论怎么解决，而不是第一时间想着推卸责任。”


  在这种气氛里，人们就能不仅仅只是对“意外”进行简单分析，而且还会进行真正深入的调查，追求更精确的结果以求改善。


  企业中的“意外”基本来自两个方面：在内部，有质量保证、品质控制等职能部门发现问题后给出提示；在外部，则有顾客的投诉，市场给予产品或服务的反馈等。


  不管问题来自何方，创新者都喜欢通过实验去着手解决。他们的方法论是通过不断尝试来理解事物的运作原理，并且遵循这个原理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一次次的实验还能引发改进的新想法。


  在食品工厂，处理“意外”事件需要格外的仔细和有责任心。


  许喆他们曾经收到过一个投诉，一罐香芋口味的冰激凌，顾客打开盖子发现一整盒只剩下了2/3。“这种问题，其实我们凭经验看一下，就会推测出大概是冷链运输过程中温度升高导致冰激凌融化了。”但是，奇怪的是，这罐冰激凌下面还有一层冰，颜色比香芋冰激凌本身的淡紫色深很多。


  “这个时候，就需要多想一下，是不是生产线出了什么问题，而我们没有及时发现？”


  如果是在一个仅仅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企业里，人们很可能通过经验推测，就将这种现象简单归纳为“冷链运输出了问题”。但是对于有好奇心和愿意承担责任的员工来说，他们不但想搞明白在哪里出了错，还试图更多地去理解事物的运作原理。


  许喆和他的同事是靠做实验来寻找更为精确的答案的。他们拿全新的香芋口味冰激凌实验了多次，最后发现，如果将一罐冰激凌在室温里放置8小时，再把它放到冰箱里冷藏，完全冻住之后就跟顾客投诉的那罐“一模一样”了。


  雀巢内部还有很多实验是直接由它对质量、食品安全的要求驱动的。


  在雀巢研发中心中有一个包装设计部门，和人们想象的一样，它的职责之一就是让产品变得更加吸引人。就是这三个分别位于北京、东莞、厦门研发中心里的包装设计研发团队和市场部、消费者研究部门一起设计了棕色的丝滑拿铁瓶子、绿色的“优麦”系列包装和雀巢咖啡1+2等消费者司空见惯的产品的“外貌”。


  然而，在这个部门里，有更多的研发和实验是长周期并且反复进行的。“比如说中老年奶粉产品铁罐的盖子、塑料瓶的盖子等，这些都需要不断进行实验。”包装设计部的包装工程师谢敏说，就像饮用水的瓶盖，一般会设计成让消费者拧半圈大概180度，这个盖子就能打开。但非水类的饮料会在瓶中产生气体，这个盖子的设计就要改成旋转720度才能打开——消费者打开这种饮料瓶需要拧两圈，确保气体能够从中释放出来，不会伤到人。


  “这些包装里的盖子，一方面要能让老人、小孩都能很容易地打开，另一方面又要保证盖上的时候密封性很好，我们会做上几百次实验，而且还要不断改进。”


  还有一部分更重要的实验，是消费者永远“看不见”，却是包装设计部必须要做的——关于包装的安全性和保护性的研究。


  “这种实验的周期非常长，每个新产品上市之前可能都要在实验室里待上一年多。”谢敏说。


  比如说，包装设计部会考虑到底用什么材质来装蛋白粉，“这类包装最基本的功能就是阻水阻氧，一般我们会使用铝箔”。像蛋白粉这样的产品，从成分上看比较稳定，但奶粉类产品含有大量脂肪和油脂，对氧气和水分非常敏感，是不是要使用和蛋白粉一样规格的包装，谢敏和同事就需要模拟不同环境做各种实验。“包括像零摄氏度以下、4摄氏度、20摄氏度、30摄氏度、37摄氏度等，高温、高湿和低温的环境，我们都要模拟，然后把这些产品（带包装）真正放在这些环境里几个月再看结果。”谢敏说，“一个包装实验要做一年多，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但雀巢对食品安全有严格的要求。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在这些实验里加入对环保、减少碳排放等一系列因素的考虑。”


  “在雀巢内部，无论是新产品开发，还是解决投诉的问题或者改进生产，做这些事都需要拿数据说话，”许喆说，“所以你得有耐心、心态平和、踏实肯干，而且逻辑推理和分析能力要强。”


  许喆的同事，质量保证部经理魏穗芬所在的部门有33个人，他们的工作，被魏穗芬高度简洁地概括为：“五羊的产品在出厂之前和之后发生的任何问题都归我们部门管。”


  事实上，质量保证部的工作由于涵盖整个供应链，包括了对原料供应、整个生产加工过程中成品和半成品、微生物及物理化学指标和分销链条的质量控制，因此，它的工作既包括发现“问题”和“意外”，也包括和各个部门协调解决这些问题——本着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看，雀巢的质量保证体系可以算是驱动工厂不断进行“几百个小的改善”的重要源头之一。


  每个工厂中这类通过质量保证部的检查来发现问题，然后持续改善的例子每天都在发生，数不胜数。


  拿奶制品或冰激凌工厂来说，因为这类工厂特别重视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中的微生物和物理化学指标，所有的设备都要定期严格清洗，其中不少设备需要24小时内拆一次并进行手工清洗。


  “如果有疏漏，或者清洗不到位，微生物到了一定时间段就会有一个数量级的上升，虽然未必超标，但是指数会有波动。”魏穗芬说，质量保证部的实验室负责定点定时在各道工序中的关键点上采样化验，其中一个作用就是要为整个生产线防范微生物等食品工业中重要的指标超标带来的风险。


  “一旦实验室检测到微生物指数波动这种情况，即使只是发现了预警信号，我们也要通过分析找到出现问题的关键点，这是通过大量的取样和化验确定的。”生产线上一个地方出现微生物超标的情况，不可能是“突发”的，之前检测人员就会在循环取样和化验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例如微生物含量在正常或者非正常值之间波动，在经验丰富的质量保证部人员眼中，这些都是预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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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雀巢质检人员对产品进行检测


  很多时候，生产线上的微生物超标确实是由于操作人员清洁不到位导致的。但对这一现象不能简单粗暴地责怪对方“工作不认真”，惩罚了事。如果仔细分析实际情况，这其中包含了很多改善生产性工作流程的可能。


  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是，工厂中对如何清洁设备的描述一开始都是文字的，对这些规则条文的理解和记忆往往因人而异。因此，2010年之后，五羊对生产中有关清洁的工序和标准进行了可视化的改善——图文并茂地讲解了操作者究竟该如何操作。


  “其实最直观、易懂的说明就是图片，”魏穗芬说，“在生产线上的哪个地方做清洁需要什么工具，需要多少浓度的药水，要怎么做，拍成照片再加一些解释就可以说明很多问题。”他们在生产线上所做的这些改善，与雀巢的企业文化里提到的“对业务采取实用而非教条的方式”的要求完全相符。


  在雀巢的农业部门，员工早就开始用可视化的教程给农户做培训了。普洱的农艺师们通过多年的实践证明，与其把对农户的要求写成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条文，不如实实在在地将这些要求分解成该做的事和不该做的事，拍成照片做成PPT（幻灯片演示文稿），在培训的时候反复播放。


  有时候，因为添置了新设备，质量保证部和生产部还会预先对它的设计给生产带来的隐患做分析和评估，这又会带来一轮对设备的改善。


  在2015年，五羊因为要在产品中使用巧克力酱，所以添置了一系列设备。魏穗芬形容说，巧克力酱的原料是粉末状的，它的最后一道工序是要经过一个筛网过筛（筛网的作用是阻挡异物进入原料），才能作为半成品储存使用。根据他们的经验，这个筛网将是一个质量和食品安全的关键控制点，需要经常检查有没有破损，“如果有破损的话，异物就有可能检测不出来，从而掉到巧克力酱原料里去，这样就会影响到后面的生产”。


  但是这个设备是进口的，设备供应商的设计思路和雀巢对食品安全的考虑不一样，要想定时去打开设备查看筛网非常困难。“在操作中，我们发现员工拿它根本没有办法，如果一定要打开看，就会导致操作效率变得很低。”于是，工程部、生产部和质量保证部的人在一起想了很多方案，也咨询了供应商和总部的专家，对筛网做了一些改造。


  “设备的筛网部分本来是封闭的，我们现在改装成可以打开的，然后做了一些保护措施，确保在查看时不会污染原材料和设备。”魏穗芬说。


  工厂中绝大多数的创新、改善，都要涉及逻辑分析、各方协作和大量的实验。这些额外的改善工作一开始可能会耗费一些人力、物力，并占用一些资金和时间，但是经过反复测试，雀巢最后选取的方案，对于现场的操作人员来说是最方便、最可行的，也必须是最能保证食品安全的。


  “我所在这个部门的很多创新，都不是研发什么新东西，而是要让设备维护变得更简单、（设备的）利用率更高。但无论怎样，保证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是第一位的。”双城工厂工程部经理潘旭说。


  举例来说，双城工厂在封上奶粉罐的盖子时会使用封口机，这个机器上有一个封口轮是会转的，这样就需要有润滑油，润滑得不够好，机器磨损得就快。“但是用润滑油会出现一个问题，它可能会滴下来，掉到产品包装袋或盖子上去。”


  “尤其我们现在是自动化生产，一分钟自动包装90罐。如果不改进，就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很大的风险和损失，比如质检那边查出大量不合格产品，或者质检没看出来，让消费者买到了沾了润滑油的产品，这就更糟糕了。”


  潘旭和同事们最后采用的解决办法，是将原来需要用润滑油的轴承换成了用石墨的——因为“石墨粉也有不错的润滑作用”，也不会滴下来。


  “这就是工程部经常要做的创新，关于封口机的这个改进，我们还分享给了青岛工厂。”


  而正是这类“小小的改善”，帮助工厂避免了最后因为这些关键点失控而损失大量的金钱和产品信誉。


  正如《创新者的基因》一书中所说，在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时，实验往往是回答“我们该怎么办”的最佳办法。只有做足发问、观察和交际的工作，通过坚持不懈地进行实验，才能将事物一步步向前推进。


  灵感从“交际”中来


  让我们再次回到杰夫·戴尔、赫尔·葛瑞格森与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的理论上来。


  前文说到，在《创新者的基因》一书中，这三位学者创造性地将创新者的品质抽象为5个特点：联系、发问、观察、交际、实验。在雀巢员工身上和它的组织结构设计上，这5个特点都鲜明地存在，但排列顺序略有不同。


  “交际”这一品质在雀巢内部很可能会被放在“实验”之后，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品质——因为这个公司特别注重培养员工互相尊重、协同工作和交流的能力。在雀巢的企业文化里，管理者明文强调，希望员工们“互相以个性化和直接的方式相处，这意味着高度容忍别人的意见和主意，以及不屈不挠地承诺与他人积极合作”。


  也就是说，联系、发问、观察、实验、交际，这些品质会在一个雀巢员工的身上同时出现，也可能加加减减，各有长短。但是尊重他人的观点，善于通过沟通协作实现自己的想法却是雀巢人所必备的技能——这和雀巢150年来推崇与传承的企业文化直接相关。


  这种品质完全符合《创新者的基因》中提到的“交际”能力的特点：创新者对很多事情都有特殊的兴趣，乐于拓宽自己的知识面。那些能够跨越自己的本来的业务、人际圈子去和朋友或同事进行交往，能够换位思考的人，往往能够形成更有价值的想法——注意，这三位学者谈到的“交际”，并不是一般人意在升职加薪、推销自我和拓展社交关系的“资源交际”。为与后者有所区别，他们称之为“想法交际”，目的在于积极、深入地搜寻新想法和见解。


  而真正有创意的企业或者个人，绝非无法沟通的“孤岛”，他们不光有想法，也有感染力和组织协调能力。他们能够很好地运用自己的内、外部关系网来实践新的想法。


  正如《创新者的基因》所说，“在最创新的公司，研发绝对不仅仅是一个部门或者几个人的事情”，否则，那些精妙绝伦的好主意，大概只能夭折在公司内部或者他们的大脑里了。


  构造“交际型”组织


  要跳出常规思考，得到一个绝妙的主意，创新者需要将在个人认知领域得出的想法，与来自其他领域、依据不同规则思考的人的想法相结合或相互碰撞。


  据说，黑莓手机的原型就是创始人迈克·拉扎里迪斯（Mike Lazarid）在一次偶然参加贸易展时，从一个为可口可乐公司设计的无线数据系统上得到的灵感。他忽然意识到，一味沉迷在计算机技术中没有意义，只有“无线技术+计算机”才能做出别出心裁的产品——黑莓手机的雏形就是这么来的。


  如今，我们在市面上所看到的绝大多数优秀的产品几乎都跟跨界有关。几乎每个公司都在想办法设置一些岗位，或是构造一种可行的组织架构——我们不妨称之为“交际型组织”，将拥有各类想法、所在领域不同，甚至年龄、国籍和性格都不同的人组合在一起，让他们在常规的工作流程中碰撞出火花，互相促进，积极探索新想法和新产品。


  雀巢尤其擅长这样做。在雀巢的各级研发中心里，外人不难发现，研究人员分别具有医学、营养学、人类学、社会学和设计学等学科的广泛背景，并且他们的年龄、国籍和工作经历都各不相同。


  不光汉穆·茂赫和他的继任们，大概所有的企业CEO都会鼓励这种人员配置，但这类做法也可能适得其反——如果没有亲密合作的氛围和对彼此的信任，这些人可能成为一个个充满敌意、自我封闭的信息“孤岛”。


  在雀巢内部，这种情况似乎不太可能出现。汉穆·茂赫曾经这样形容雀巢各个区域市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氛围：“雀巢的两个员工第一次见面，就能发现他们肯定有共同的朋友、熟人和曾在他们之前或之后共事在一家公司的同事，或者他们之间的业务有紧密关系。”


  雀巢之所以能够形成这种交流氛围，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的总部所在国瑞士本身就是一个宗教、语言、政治和文化呈多元化特征的国家，有很强的开放性。另外，雀巢企业文化中还有一个重要特色：它很早就培养出了一批跨国专家型员工。这些来自不同区域或国家的管理人员都很适应甚至喜欢改变工作地点或工作性质，这就促成了一个跨界（地域）交流网络的形成，有助于知识、经验和创新成果的流动与分享。


  时至今日，几乎每个雀巢的中层主管或那些有发展潜质的年轻人，都能讲出自己在不同国家、不同区域或不同岗位上任职的故事。即便他们中的一些人喜欢稳定的生活，愿意长期在同一个地点做同一份工作，也会得到各种去其他市场进行中短期培训的机会。


  最富戏剧性的一个例子是，郑世友在双城工厂生产部任职时，对一位法国畜牧专家罗宾（Robin Pierre Vernhes）印象极深。罗宾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为帮助双城奶农养牛做了很多工作。之后，两人分别离开了双城，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


  2012年，雀巢以118.5亿美元收购了辉瑞旗下婴幼儿营养品业务惠氏之后，郑世友和罗宾在雀巢旧友重逢。这次，郑世友是惠氏营养品苏州工厂厂长，罗宾成了惠氏营养品全球质量经理，管理包括爱尔兰、菲律宾、新加坡、中国在内的整个惠氏营养品业务单元的质量——后者不但是畜牧专家，还曾管理过工厂，最后调入雀巢的质量管理体系，其职业跨度不可谓不大。


  在雀巢，很多有学习能力和好奇心的人都会在职业生涯中转岗，或者更换所在的城市及国家，这不但能让他们的知识结构、人际关系和认知系统变得更加均衡、复杂和丰富，也使其更容易产生新的想法——按照《创新者的基因》一书的说法，置身于新环境，和不同社交网络中的人互动，“这一类的交际往往能够让人与灵感不期而遇”。


  激发灵感，持续改善


  在食品公司内部，除去常规、严谨和科学的口味测试和消费者实验，是否需要为一系列产品寻找瞬间迸发的灵感？它们到底从哪里来？是不是没有了这种灵感火花，产品开发就会逐渐陷入沉闷的按部就班？


  拿冰激凌业务来举例子的话，答案是确定的。


  食品中很多时候需要加入对本地消费者心理和口味的洞察。尽管有着最为完备的内部讨论流程和市场部、工厂、研发小组的组合，有时候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直觉、经验和坚持，在这个庞大的组织中也是有用的。关键在于，企业中要有一种机制和气氛，将领域、经验、年龄和性格各异的人组合在一起，让团队成员通过交流迸发灵感。


  就拿许喆他们研发的荔枝口味甜筒来说，北方人和南方人对荔枝的感受截然不同——前者只是熟悉荔枝这一大类水果，后者则能够精细地尝出各地出产的荔枝香气和口感的不同。做产品研发时，如果只依靠香精公司提供的荔枝香精或产品研发人员的日常知识，是调配不出来真正能被南方人接受的荔枝口感的。那种感觉非常微妙，常规的市场调查未必能够抓到精髓。


  “有广东的市场、销售和欧阳凯他们参与进来，这个研发的方向就截然不同了，”冰激凌业务单元的生产事务经理周洪波说，“他们描述得非常清楚，广东人公认增城的荔枝最好吃，所以五羊甜筒的荔枝味就要朝着那个方向调整。”


  “这样一来，我们很快就把甜筒的味道调出来了。”


  周洪波非常认可欧阳凯在冰激凌类产品上表现出来的职业敏感与直觉，这是经由他20多年职业训练所造就的，如果运用得当，绝对能够在产品研发中给予团队很多帮助。


  而她的职位——生产事务经理，则是雀巢内部的一个特殊岗位，也很符合《创新者的基因》一书中提到的“交际”特质：只有存在一些能够跨越几个业务或不同职务的岗位，才能够让各方观点更有效地碰撞或调和，最终形成有价值的想法。


  雀巢在很多主要业务单元都设有周洪波这样的职位——生产事务经理大多都是有深厚生产或研发背景、对产品有想法、协调沟通能力强，并且能够正确理解市场部和销售人员意图的人。


  生产事务经理像是业务单元的运营部门（例如销售、市场）和工厂以及技术部门之间的一个三方接口，他们的工作包括：在前期参与新产品研发；负责协调解决新产品落地时在工厂生产时遇到的问题；当工厂需要设在美国的冰激凌业务产品技术中心给予技术支持或产品技术中心有新技术分享时，也会通过生产事务经理来协调。


  因此，很多来自不同领域的想法和需求最终会在这个职位上汇聚起来，对产品的研发形成意料之中，但又出人意料的助力。


  2015年，雀巢的经典产品牛奶棒雪糕系列，增加了一个新成员——他们推出了一款草莓口味的牛奶棒雪糕。


  在做草莓味牛奶棒的过程中，产品研发人员、市场部按惯例参考了酸奶、饮料这两个领域里比较经典和销量较大的草莓味产品，香精供应商也向他们推荐了一些公认是流行趋势的东西。定下大方向以后，产品研发人员做了几批样品，给市场部、周洪波及相关的人员试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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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雀巢牛奶棒（草莓味）


  周洪波很重视欧阳凯的感觉，也很在意自己的搭档——雀巢冰激凌业务单位业务及品牌发展经理翟威尔（Olivier Jakubowicz）和同事们的意见。“市场部做了这么多年的消费者研究，有自己的特殊体系，也有方法论；研发这边做了好几轮试吃，他们都会从自己的角度给出很靠谱的意见。”


  草莓味牛奶棒最早的几批样品一出来，大家按常规流程反馈试吃意见，比如“不够滑”“奶味不够重”“草莓味不够浓”等，这样就筛掉了一批样品。就像许喆他们做荔枝口味甜筒一样，研发人员要通过反复实验和听取试吃人员的意见，来不断明确产品的具体走向。


  但是经过几轮试吃和修改之后，周洪波意识到，再这样按部就班地进行下去——只在过去的基础上加加减减，肯定没办法做出来“让人眼前一亮”的产品了。


  襁褓中的草莓味牛奶棒当时正面临特征模糊的危险，它们与市面上流行的草莓味产品思路太像，与雀巢牛奶棒本身的形象又有点距离——后者以奶味浓郁、口感细腻著称，原本应该给人带来一种自然、举重若轻，能用最常见的口味令人流连忘返的感觉。


  “什么叫‘让人眼前一亮’？”她很形象地解释说，“就是那种拿出来，大家咬一口就知道，啊，应该‘就是它了’的东西。”


  最终，在这一轮研发陷入胶着时，周洪波决定请工厂的研发人员另起炉灶。“我让他们在原料里只放草莓酱进去，其他什么都不加。”这个思路与之前使用草莓味香精调味的惯用手法完全不同，“等他们拿过来样品，我一尝，觉得这个产品的新思路基本就算有了”。


  周洪波的这种灵感很难量化，也很难言说。她自己将之描述为有时候“会对具体产品和工艺有一种感觉，知道怎么做才能跟别人不一样”——这既来自她的生产经验和对产品的了解，也包括一些有趣的心理学的小窍门。


  比如，做这一轮草莓酱版本的样品时，除了研发人员，她没有具体告诉翟威尔和其他同事自己的做法。而是等到“几轮试吃之后”直接拿出了这个新的“撒手锏”——这正好是一个大家对原有的路数不满意，却又没有形成新想法的心理结点。


  “这个时候，我再把只放草莓酱的样品拿给翟威尔说‘你尝尝’，大家一尝——全亮了！”


  通常，即便不是周洪波，也会有其他人采用这种小小的戏剧性手法，把产品研发带入新方向，让工作继续进行。


  “欧阳凯在冰激凌业务单元工作了20多年，他不但有对市场的整体感觉，有外部视角，还懂一部分技术，所以他经常会挑战我。他会问，洪波，我们这么做行吗？翟威尔在口味和把握消费者感觉这些大方向上有很丰富的经验，他也会直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周洪波说，“在具体产品和技术上，我会有直觉，觉得这么做行或者不行。”


  “我们这些人对产品有什么不同想法，都会坐下来平心静气地一点点说清楚，（我）为什么不喜欢这个产品，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雀巢的研发体系就是这样的，大家各有所长，可以互相激发灵感，互相挑战，但是彼此又都是互相尊重和了解的。”


  这种戏剧性的转折和灵感的迸发，发生在雀巢每个“让人眼前一亮”的产品的研发过程中。


  在这些有趣的故事背后，其实包含了产品创新的几个基本要素：首先是坚实的技术背景和产品知识，“至少你对市场上有什么样的同类产品，是怎么做出来的，心里要很清楚”；其次是要尊重消费者，“市场部或者销售部门的人都是真正观察过消费者的，他们理解消费者的需求和感受”；最后，要有高超的工艺流程实现这些想法。而这些要素中最关键的点在于，研发人员将这些信息与想法放在一起，最终要能从中提炼出一个高于现有逻辑和理论的灵感。


  按照周洪波的话说：“就好像乔布斯的iPhone一样，它既不是靠现有的产品逻辑推出来的，又能真正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这种灵感和直觉既是靠多年的工作经验积累，也包括了触类旁通，去了解不同领域的动向。周洪波喜欢看各式各样的展览，她也推荐这个习惯给自己的年轻同事们。


  正如《创新者的基因》里写的一样，除去喜欢四处转转，很多创新者都会非常主动地花时间去看各种展览，还有很多人会定期参与所在行业或者专业领域之外的主题会议。他们认为这样有助于学习一些新知识，让自己产生突如其来的将不同领域的知识汇聚在一起的联系能力。


  “不光是食品领域（的展览），其实看什么展览都行，你去看服装展买一堆衣服都可以。要找灵感的话，你就一定要出去走走，多看看，多跟人交流，”周洪波经常这样告诫自己的年轻同事们，“这些感觉的积累需要时间，现在可能一时半会儿没有效果，但到了最后，无论美学、技术还是其他领域的感觉都是相通的，你会很自然地运用到产品研发上去。”


  
    [1]六西格玛管理：一种改善企业质量流程管理的技术，力求以“零缺陷”的完美商业追求，带动质量成本的大幅度降低，最终实现财务成效的提升与企业竞争力的突破。——编者注

  


  责任感才是创新的根本


  但是，真正能让超凡的灵感落地，让“几百个小的改善”得以持续推进的动力是什么？


  所有雀巢人对此的回答都是一样的：责任感。


  作为一个时时要向消费者传递新鲜感的业务，在食品领域进行创新，绝非一劳永逸的事情。


  在草莓口味的牛奶棒上市后，2016年，雀巢推出了与牛奶棒类似的猕猴桃、黄桃口味的水果冰棒，它的经典剥开吃的雪糕“笨nana”也有了升级版的彩蝶冰。冰激凌业务单元每年都要推新品，每一个研发人员费时费力研制的既有产品都有可能会随着消费者喜好的变化而被替换掉。


  “我们每做一个新产品，不管最后结果如何，从主观上讲肯定是希望尽善尽美，”许喆说，“所以做这个工作，你得特别有耐心。”


  草莓味牛奶棒和荔枝味甜筒在雀巢和五羊的冰激凌系列中并不起眼，随着市场的变化，它们几乎注定要被“湮没”在其他新口味里。


  而之前让研发中心和市场人员花了不少工夫与精力研发的“雀巢优麦风味燕麦粥”，也在2016年被其他产品替代，停止销售了——食品行业中的“改朝换代”之快是超出人们想象的，因为市场和消费者的喜好在时刻发生改变。


  但是新的研发故事会在雀巢生产的每一个业务单元，例如咖啡、早餐谷物、糖果等品类中一再上演——它所蕴含的工作态度远远超越了产品本身。


  正是因为如此，许喆和同事们，以及郑世友、周洪波这样资深的员工们都强调说，做产品的人，其实真正需要的是一种作为生产者的责任感，“这样的话，你就能保持心态平和，日复一日地把手头的事情做得更好”。


  汉穆·茂赫列举过雀巢员工最重要的品质，里面包含了责任感、道德感和学习能力，同时还有坚韧不拔的精神。这种坚韧不拔其实是由责任感激发的，这是很多员工能在雀巢长时间工作，甚至度过自己整个职业生涯的原因之一。


  “有时候，人们对创新的看法太片面了，其实创新未必是要求快，要争第一——尤其是涉及婴幼儿食品和食品安全的时候，”郑世友说，“在食品这个领域几乎不会有爆发式增长，也不会出现暴利，（这类情况）真出现了反而是不好的迹象。”


  “无论是在惠氏还是雀巢，一个产品的研发做将近十年也是有的，做三四年或者一年也是有的，最起码也要七八个月。”郑世友说，“即便是往奶粉中添加营养素这么简单的一项改变，我们也需要做医务试验。”


  雀巢北京研发中心的王军宽博士是做枸杞、桑葚这类中国传统食材研究的，他和同事们选出了一系列食材与药材，运用科学研究方法来验证它们的功效。这类研究从一开始确定方向，就要对其功能进行极为精密的量化分析，还要加入严格的临床试验和动物试验。


  “这种工作最起码要花三四年”，真要应用到产品上去，还要符合国家标准，获得各种证书和许可，这就需要更多的时间——“这毕竟是要吃的东西”。


  连惠萍博士也赞同说：“做我们这种工作，没有耐心是不行的。”


  一个创新真的需要，或者说可以做十年？


  对，你没有听错。


  雀巢专业餐饮部的明星产品——冰激凌粉的生意目前无论从销售额还是销售量上来看，都已经成了雀巢全球销售规模最大的单品之一。而这个产品还真是贾本汉和同事们花了十年时间一点点推进的。


  1998年，在一次雀巢全球餐饮部内部举行的头脑风暴会议上，贾本汉和其他国家的同事交流时，看到了雀巢在其他市场做过的冰激凌粉的项目。当时，肯德基、麦当劳等跨国连锁餐饮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圣代和冰激凌使用的是其他供应商提供的原料，雀巢在中国主要是做奶粉生意，并没有冰激凌粉这个品类。贾本汉认为这个生意机会值得一试，他的上司也同意了。


  雀巢内部鼓励创新，但有一个项目列表，一些不是特别紧急的项目会被排得比较靠后。贾本汉把这个项目变成白纸黑字，放入项目管理系统，但没有填时限——这就意味着它并不紧急。“这种中长期项目，如果工厂和研发人员有空就会帮你做，你可以提出要求，但他们响应的间隔时间会很长，”贾本汉说，“样品改动起来可能最起码3个月后才会给你，主要就看项目负责人能不能接受。”


  这说明两件事情，雀巢内部对这种表面上看不会立竿见影获得利润的中长期创新项目有很高的宽容度，他们会给予项目负责人资源和时间，只是有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鼓励创新的机制显然是存在的。但资源有限，这就需要项目负责人保持好心态，坚持不懈。


  贾本汉的合作方是黑龙江双城工厂的研发小组，“雀巢内部一直都有很多不错的项目，但是资源就这么多，钱也就这么多，工厂的产能也是有限的，总有个先后顺序”，他需要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去双城跟工厂的研发技术小组沟通——这不但需要耐心，按贾本汉自己的话说，还要学会享受这种一点点推进项目的“工作乐趣”。“他们有紧急工作要忙的时候就会告诉我，‘喂，贾本汉，你最近不要过来找我们啦’，我就会先把冰激凌粉的事情放到一边，等他们忙完手头的急事再慢慢做。”


  “我都不记得去过多少趟双城了。”贾本汉说。做出样品后，他还要把样品拿给肯德基去试，“他们试过以后告诉我说‘哎，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于是我再收集意见拿回工厂去改，这样不知道搞了多少个来回”。


  到2006年，冰激凌粉的配方已经确定下来，又过了一年多，到2008年，它才真正进入了肯德基的采购名单。


  从1998年到2008年，花十年做一个项目，需要的是供需双方都有远见和耐心。冰激凌粉并不是肯德基急需的产品，但是出于采购的原则，他们的眼光也很长远，想要多一些供应商可以选择，因此会给予贾本汉的工作以支持和肯定。


  但在这十年间，专业餐饮部和肯德基之间还在不断合作，做推应季新品之类的常规工作。在肯德基的时间表上，一旦有更急的常规任务出现，他们也会对贾本汉和他的同事们说：“哎呀，这个冰激凌粉不是最着急的项目，你们先不要做这个了，赶紧帮我们搞好咖啡项目吧。”


  “做生意就是这样的，永远要等天时地利人和，”贾本汉说，“等到2008年，肯德基正好要换冰激凌粉供应商——这样一来，机会来了，而雀巢早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故事的结局简直像童话——“从此，公主和王子过上了幸福生活”：一个默默坚持了十年的项目，最终成为雀巢全球专业餐饮部最大的生意之一；在这个冰激凌粉的基础上，通过改变配方，雀巢又在专业餐饮中推出了不同的新产品应用，其中一个叫“冰品奶基底”，这个产品可以为连锁餐饮的冷饮单提供更多选项，它可以用在冰沙类产品里。而且，冰激凌粉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前文我们已讲到，专业餐饮部在近几年的一次针对冰激凌粉的颠覆性革新中，开发出替代它的液体奶浆——“这个研发结果也可以进一步推广”。


  “雀巢快起来可以很快，”贾本汉的同事周楠说，“做液体奶浆的研发项目我们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连300人的消费者测试也只用了一个月就做完了。”


  但是还有更多的项目和创新，是需要耐心、坚持和不断交流与协调的，只有能从这种工作中获得乐趣的人才能使之变成现实。


  作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的公司之一，谷歌的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在自己的管理著作《重新定义公司：谷歌是如何运营的》（中信出版社于2015年9月出版）中为创新下定论时说：“创新的东西不仅要新颖、出人意料，还要非常实用。”


  在谷歌的历史上，曾经涌现过很多超前的产品，例如谷歌眼镜、无人驾驶汽车等，谷歌实验室里的大多数创意看上去都是天才，甚至有点“疯狂”。即便如此，施密特还是坚持认为，创新“不仅仅包括想法，也包含了很多实践”。而且，他反复强调，“几乎人人都有创新的机会”。


  食品业的创新和谷歌这样的高科技公司相比，尽管都根植于现代科学和实践，但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即使是前者中最新颖的部分，也包含着“安全”“营养”“质量”“健康”等非常实用的关键元素。这绝大部分是由食品工业的特色导致的：吃饭是人类的刚需，但每人每天对食品的摄入有定量；即使消费者口味发生很大改变，对最基础的食品生产的影响也是极小的；另外，所有食品最终的原材料都源于自然——尽管为降低能耗和节约成本，人们会用植物原料尽可能地代替动物原料，但是无论植物还是动物，它们的生长周期和产出量几乎都是固定的。


  正如雀巢集团农业部门的负责人汉斯一再强调的，即便科学的介入已经让农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但具体到种植和养殖层面，人们还是没有捷径可走。他常说这样一句话：“奶牛从小牛长到可以产奶需要三年，咖啡树从种下到有收获也是三年。”——在这个行业里，任何不尊重大自然固有规律的短视行为，最终都会遭其反噬。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食品永远是一种“保守”和“务实”的产品——这一点与雀巢的创始人亨利·雀巢乃至整个公司的特质十分相符。但是，雀巢的企业文化和瑞士人的性格一样，强调低调和务实，却绝不沉闷。《创新者的基因》的作者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一个有创新基因的企业会让员工的职业生涯更为愉快和满足。


  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在1943年发表了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人类动机理论》，他在其中提出问题：“当面包不再是紧俏食物且人的胃口渐渐被填满时，人类的需求又会出现何种变化？”


  正是在这篇文章里，马斯洛提出了他为世人熟知的“需求层次理论”：“一旦有其他（而且是更高的）需求出现，那么这些需求，而非生理上的饥饿感将主导生物体。”在其著名的“需求层次金字塔”底部，是人的生理和物质需求，如食物和水。在此之上是安全。更高一层则是爱、归属感和尊重；居于整个金字塔上部的是“自我实现”，即对创造力等精神需求的追寻。


  正如马斯洛所说，除在商业上能为企业带来明显好处之外，创新者自身的人生体验是更为激动人心的：他们能够在工作中产生创意，最终产出新的产品和服务——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能从这一过程中得到“自我实现”的满足感。无论结果如何，这种“自我实现”的满足感将激发他们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并且伴随以正向的心理感受。


  这样一来，无论是勇于创新的企业还是个人，都更容易进入商业上的良性循环。


  第四章　在农业社区中创造共享价值


  每个人都渴望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印记——这一点，从人的精神需求层面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代表着人的存在感和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给世界最终留下的印记是深是浅，对世界造成的影响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


  同理，一个企业的发展和成长也会像人一样留下印记——企业越大，它对个人和商业社会产生的影响就越大。这样就引发了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一说。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对CSR进行了这样的定义：每一个组织必须对它的雇员、环境、顾客以及它所接触的一些人和物所产生的影响负责。因此，企业要在自己的经营活动中尽量负起责任来，比如，不破坏环境，与供应商互相合作，实施合乎国际水平的劳工标准等。


  在过去的十年里，跨国企业越来越热衷于在商业世界中留下良好的印记，与此同时，消费者也变得越来越愿意购买通过“道德采购”所制造的产品和服务——道德采购通常是指企业承诺保证采购物品及原料来源正当，并严格遵守最高标准的社会和环境责任。


  尽管欧洲经济一直处于衰退期，但英国、德国和瑞士早在2013年就已经成为全球购买“公平贸易”产品（这还仅仅是上百种“道德采购”中的一种标签而已）数量位居世界前三名的国家。在英国，仅仅在2014年一年，贴有公平贸易标签的蔗糖的销量增长了25%，而相关的巧克力、可可和香蕉的销量分别上涨了53%、5%和4%——全英境内大约有4500种获得公平贸易认证的商品。英国人是全球公认的最拥护道德采购的消费者。2013年，德国通过道德采购认证的商品销售额较前一年增长6.54亿欧元，涨幅达23%。紧随德国之后的是雀巢的总部所在国瑞士。


  这说明，消费者愿意通过自己的选择，来为那些建立了更公平、更合理的供应链的公司付费，间接或直接改善在全球各个角落里辛辛苦苦为自己提供服务的人的生活。


  几乎所有的大企业都在近十年里对这一消费趋势做出了积极回应，但是，有关的怀疑之声也从未消失过。


  为此，英国经济学家柯纳·伍德曼（Conor Woodman）进行了一次供应链环球之旅，想看看各大公司近些年来如此热衷的道德采购和CSR究竟做得如何。在这趟旅行中，他看到了一些成功范例，也见到了许多不那么尽如人意的情况。


  伍德曼花了一年时间，深入考察了食品、矿藏、消费电子等几条典型的跨国供应链。在一些案例里，他发现，也许初衷是好的，但很多公司的做法都会导致履行CSR更像是一种公关行为——这类公司更关心在短期内提升产品的商誉和销量，往往只满足于从自己的供应商那里取得一纸有关供应链的道德证书。这样一来，从长远看，企业的上游——供应商和原料提供者的处境往往比以前更加“苦不堪言”：因为他们不仅要按甲方的常规要求不断削减成本，还要在日常运营里向公众含糊其辞，承担隐瞒实情的道德压力。


  在另外一些例子里，伍德曼不止一次看到，一些热心的企业把履行CSR理解成了时不时给世界各地的穷人开出一张支票。这些企业确实行动了，比如，它们会诚心诚意地帮助贫困地区的农民建一所学校或者打一口水井。学校和水井当然重要，但是随着时光流逝，企业一旦对这些项目撒手不管，学校很可能就会因为根本没人上学或师资力量奇缺而成为闲置的“面子工程”，水井则因为没有人能够维修抽水机（仅仅是缺少几个零件）而被废弃了——伍德曼在这次旅行中发现，“慈善事业本身并不能治愈贫困”。


  最后，伍德曼总结说，如果真想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企业需要从业务战略层面进行思考。它们真正要做的，是深入供应链的前端，承担更多责任，通过自己的核心业务去构造一种全新的扶贫、发展模式，帮助那些它们的供应链所触及的贫困地区的农民和工人。这些行为必须是和企业的日常运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什么时断时续的慈善活动——因为，“只有能自给自足的活动才能真正持久”。


  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让赚钱和创造社会价值的需求协调起来，怎样持续帮助处于供应链底层的人们，创造出一种双赢，甚至多赢的格局。在这个问题上，雀巢一直在实践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提出的“创造共享价值”的理念——“企业可以通过商业决策和日常经营，同时为股东和社会创造价值”。


  保罗·薄凯说：“经济活动的社会目的是创造价值。你需要为了让公司取胜而创造价值，但是与此同时公司也需要想想怎样适应社会和为长远发展考虑。


  “如果人们是以一整套坚定的价值观来做事的，无论他们做什么都会为社会创造价值。”


  说来有趣，尽管目睹了种种不如意，伍德曼和迈克尔·波特一样，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伍德曼在他的新书《与全世界做生意2：你买的是什么》（机械工业出版社于2013年9月出版）中最后的论调是乐观的——这和他观察到的全球消费趋势发展方向有关，那就是，“人们越来越愿意，也有能力通过选择品牌来表达自己的道德价值观”。


  “企业责任应该能创造价值，尤其是经济价值，它也能减少供应链里的风险，吸引更多优秀的员工和合作者，帮你塑造更好的品牌，”伍德曼在他的书中热情洋溢地写道，“亲身参与国际贸易、从中赚钱，同时在道德上昂首挺胸——这是完全做得到的。”


  但他反复强调一个大前提：当企业想改变供应链时，它必须明白一点，那就是“企业责任必须从长期来衡量”。如果公司想夸耀自己的道德水准，它就一定得想办法长期、有效、全程跟踪自己的供应链——这意味着公司必须保持长远眼光，尽量将自己的影响和管控向前“挪动”，深入供应链源头。


  由于雀巢生产食品，并且很早就是一个从事跨国生产和销售的企业，因此，它在不少国家都精心设计了一条从田间生产到消费者餐桌的完整食品供应链。


  雀巢在经营上的特色就是，工厂为其所在国或区域而生产产品，尽可能地使用本地原材料和雇用本地员工。在每个国家和地区，雀巢在当地售卖的产品之所以有竞争力，除了它作为全球最大食品企业所享受到的规模效应，还因为它使用了当地的原料、包装材料和人工，通过优化供应链节约了成本。它还通过这种深入当地的供应链模式，让自己的品牌和当地人建立了牢固的情感联系。而在这条供应链的各个环节上，从原料的种植、动物的饲养到最后产品被生产出来送到顾客手中，雀巢都能积极施加影响。


  汉斯所在的雀巢集团农业部门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帮助世界各地的种植或养殖户产出安全和质量良好的原料，比如咖啡、花生、糖、棕榈油、牛奶、鸡和鸡蛋等。汉斯说，雀巢在全球建立供应链的原则就是要保证当地农业社区可持续发展，“这是雀巢在创造共享价值上最重要的实践之一”。


  这种端到端的供应链组织方式，不但保证了雀巢产品在质量上的竞争优势，还使得雀巢投资所在地的合作伙伴都能获得益处：首先，地方供应商可以从雀巢的生意中获利，比如，那些向工厂提供牛奶或咖啡原料的农民和为雀巢生产包装、提供仓储和物流服务的公司等；其次，雀巢可以用日常经营而不是做慈善的方式，支持生意所在地的经济长期增长。


  “很多人会疑惑，这样做是不是会导致雀巢（在创建和管理供应链时）的成本过高，”汉斯说，“其实正好相反，从长期来看，我们组织得越好，风险越小，雀巢的成本和质量优势就越大。同时，当地农民和供应商的收入就越有保障，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会稳步提升。”


  雀巢在自己长达150年的经营活动中，早就搞明白了一点：“我们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业务，必须有利于该国或该地区的发展，才能为公司带来长期利益。”


  从更长远一点的战略层面上看，作为一个原料多来自农牧业的食品企业，雀巢正在通过运用各种科学技术、可持续的管理手段，让农牧业在供应链中获得一个更有利、更受人尊重的位置，让生产优质原料的农民过上稳定和体面的生活——从目前的情况看，全球很多地区农民的生活状况离雀巢的期望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汉斯生长在一个典型的瑞士农场里，他在瑞士和南美等地从事了几十年农场经营和农业咨询的工作。与世界各地的农户不断交流，了解他们的想法、生活和工作状况，是他在雀巢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汉斯一直念念不忘之前与一位内蒙古奶农的交谈：一位早早起床为奶牛挤奶的母亲坦率地告诉他，自己如此辛苦工作，是为了让孩子将来能出人头地，“不用再干我现在干的活儿”。


  汉斯的职业生涯一直都与农业密切相关——显然，他非常喜欢这个工作。对他来说，这位母亲的回答背后所蕴含的那些潜台词令他和整个雀巢都相当不安。事实上，这绝非中国独有的现象，“在全球很多地方，很多人都不希望自己或者子女再从事农业活动了”。


  “如果越来越多的农民都不想再从事这一工作，农业生产人员必将出现断代，将来我们靠谁来生产高质量和靠谱的农产品呢？”汉斯说，“雀巢想做的，其实是通过良好的商业模式吸引农民和他们的下一代能够继续从事这一行，以获得一个稳定、持续发展和健康的农业社区。”


  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需要有人在供应链上为此长时间工作，前提是公司必须要有长远的目光，这样才能与所在的农业社区双赢。


  云南的咖啡“新大陆”


  雀巢农业服务部经理、比利时人邬特和他的中国同事常年的工作状态就是，驾驶着越野车，行进在云南地区起起伏伏的山路上，访遍有条件种植咖啡的所有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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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雀巢农业服务部经理邬特和咖农在一起


  除了在采购季收购咖啡，农业服务部还有很重要的一项工作——雀巢农艺师们通过去村子里见农户，为农民提供农业技术培训，来吸引他们参与咖啡种植和提高种植技术。


  对咖啡这种外来的经济作物和雀巢这一品牌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有效的推广方法了。一开始，农民把雀巢按字面意思理解为“卖鹌鹑蛋或燕窝的”，外国专家的拜访会让整个村子的人都跑出来“看老外”。而现在，他们经常像招呼熟人一样，在路边高高兴兴地冲着雀巢农业服务部的车子挥手致意。通过农艺师们的不懈努力，越来越多的云南农户改变了自己祖辈流传的种植传统，在种茶叶、烟草、水稻、甘蔗、橡胶和香蕉的同时，还选择种植小粒种咖啡。


  据说，雀巢的名声甚至让邬特有过一次仅凭公司名片就得以成行的极为短暂的跨越国界的经历：一次，一个咖啡种植户向邬特求助，但他的咖啡园一半在中国，一半在缅甸，当中隔着一条河和一个边检站。边检人员仔细查看了邬特的雀巢名片并确认他的身份后，同意他短时间内进入位于缅甸境内的咖啡园。


  在全球寻找咖啡“新大陆”是雀巢的惯例。


  除了实践“创造共享价值”，希望与当地农户共赢之外，雀巢这样做是出于确保供应链安全的考虑。南美洲自古就是咖啡产地，其产量占全球近一半。仅巴西一国咖啡收成的好坏就会直接影响到雀巢、卡夫这样的大型咖啡生产商的产品价格。1994年，巴西咖啡遭受霜冻，导致咖啡豆价格在两周内暴涨3倍，差点儿拖垮了在纳斯达克上市不久的星巴克。


  为了尽量分散风险，也出于对供应链管理的考虑，雀巢一直都依靠邬特和农业服务部这样的团队，在全球开发出更多的咖啡种植基地。


  有几个数字颇能说明雀巢在云南省咖啡种植推广上的付出和成就：


  1988年，当雀巢决定在云南推广咖啡种植时，云南的咖啡种植规模约等于零。普洱市茶叶和咖啡产业局副局长刘标回忆说，当时整个云南只在保山地区零星种植着一些咖啡树——这些咖啡树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是20世纪50年代特供东欧国家的，完全没有商品化，产量更是微不足道。而到2014年，云南省官方公布的咖啡种植面积为183万亩，是2010年64万亩的2倍多；咖啡豆产量为11.8万吨（指粗加工过的绿色咖啡豆，当地称之为“咖啡米”），比2010年的4.9万吨增长了1倍多。无论是咖啡种植面积还是产量，云南现在均占全国的99%以上，位居云南出口创汇产品的第三位，仅次于蔬菜和烟草。


  [image: 261-i]


  郁郁葱葱的咖啡种植园


  在雀巢农业服务部驻扎的普洱地区，截至2014年，咖啡种植面积为71.6万亩，已经达到传统经济作物茶叶的种植面积的一半。刘标说，近年来，普洱地区农户出产的咖啡豆总量约为4.5万吨。在2012—2013年采购季，仅雀巢一家就收购了1.15万吨咖啡豆。但在2013年年底，普洱地区遭遇了一次严重的霜冻天气，咖啡豆大幅度减产不说，产出咖啡豆的质量也有所下降，因此在2013—2014年采购季，雀巢只收购到5300吨左右合格的咖啡豆。但是，到2014—2015年采购季，随着咖啡树在咖农的照料下逐渐恢复元气，雀巢的收购量又回升到了1.1万吨。


  截至2010年，雀巢公司已经在云南为咖啡农业技术支持项目投入了数千万元。2014年年底，它还在普洱市工业园区中修建了雀巢全球第一个“咖啡中心”。这个咖啡中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雀巢咖啡种植培训中心，为云南的咖农提供技术培训；另一部分则是咖啡品质保证实验室以及综合处理和仓储设施。


  因为咖啡的采购量越来越大，工作人员越来越多，农业服务部和咖啡采购中心终于在2015年年底告别旧址（从2002年起，雀巢就落户在思茅国家粮食储备库里），搬到新建的咖啡中心里去了。


  现在，除了雀巢，普洱地区目前还活跃着包括星巴克等跨国公司在内的十多家本地与国际咖啡采购商——在云南咖啡渐成气候以后，普洱俨然成了咖啡采购商的大本营之一。


  “但雀巢是第一个真正扎根在普洱的跨国公司，它起到了稳定和支持云南咖啡产业的作用，”刘标说，“这二十几年来，雀巢始终以‘靠得住’的美誉在农户中闻名。”


  6位“咖啡先生”


  雀巢在中国云南的咖啡之旅始于1988年——经过多方调研和论证，雀巢选中了当时还叫思茅的普洱市作为试点，推广小粒种咖啡的种植。


  这个人口当时不到百万、自古以普洱茶闻名的小城地处北回归线附近——全世界最好的咖啡几乎都与北回归线有关，普洱与全球最重要的咖啡产地哥伦比亚处于同一纬度区。经过长时间的周密调研，雀巢认定普洱昼夜温差大，降雨量充沛，又属中海拔地区，非常适合种植咖啡。


  1988年，雀巢找到了当时的思茅地区行政公署，在推广咖啡种植上进行合作——雀巢在思茅县拿到5000亩地试种咖啡。1992年，雀巢在云南昆明设立了咖啡农业服务部（2002年，这个部门和咖啡采购站正式迁到了思茅）。就在那一时期，雀巢还在西双版纳附近开辟了自己的实验及示范农场。这个农场占地面积约60公顷（约合900亩），被雀巢用来进行品种实验、为当地种植户提供种植示范、施肥建议、病害虫防治等服务。


  从1988年至今，雀巢先后派出6任外国专家驻扎在昆明或者普洱为农户种咖啡提供技术支持：他们分别是约翰·包德（John Pater）、汉斯·范士良（Hans Faessler）、王道夫（Maarten Warndorff）、杨迪迈（Jan de Smet）、邬特和2015年接替邬特上任的墨西哥专家孔赞龙（Gonzalo Contreras）。


  向原料产地派出农业和畜牧专家，并且修建示范农场是雀巢农业部门的一贯传统。通过专家们的努力，雀巢能够在原料产地稳定地维系着一个相对健康的农业社区，并且能把自己掌握到的最新技术及时传递给当地的农户——这种方法是雀巢所特有的。


  对普洱的咖啡种植户来说，决定性的改变发生在2002年。


  2002年之前，雀巢在云南设立的办公室在昆明，因此它做咖啡生意时多与较大的咖啡中间商、大型种植户和国营咖啡公司等接洽。


  2002年，雀巢第四任专家杨迪迈坚持把雀巢在云南的整个功能性单位，包括咖啡采购站和农业服务部从昆明搬到普洱，以便能直接收购当地小农户生产的咖啡豆。


  杨迪迈本人是典型的“雀巢式”专家：专业知识极为丰富，曾在非洲布隆迪的咖啡农场工作过21年，精通咖啡种植、粗加工的全过程；来云南之前，杨迪迈在菲律宾为雀巢指导当地的咖啡种植——这些农业专家的工作地点会时常随着雀巢的需要而变动；从个人品质来说，杨迪迈性格坚韧，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很快便赢得了当地团队和农户的尊敬。


  富有戏剧性的是，接下来，雀巢选中的第五任专家邬特是杨迪迈的儿子——邬特子承父业，在2005年来到普洱接替父亲，一直工作到2015年。与之合作过的人都说，父子两人尽管性格不同（邬特更温和一些），但都以精通专业知识和敬业著称，并且都对帮助小农户成长怀有真诚的热情。


  “他们两个人的车技都很娴熟，能牢牢记住拜访农户时走过的任何一条山路。在咖啡采购季节，邬特一看司机和车就能认出咖啡的来源和户主，”与两人长期搭档的农业服务部技术援助主任侯家志说，“当地人很看重他们的这些长处。”


  从2002年起，普洱地区的农户就逐渐习惯了外国人的面孔。对大多数最终决定选择与雀巢合作种咖啡的农户来说，杨迪迈和邬特，尤其是后者，在咖啡种植上给他们留下了无所不能、真诚和对技术毫无保留的好印象——“老外”的身份微妙地增加了雀巢的权威性。


  为此，农户们送给邬特一个“咖啡先生”的绰号，而杨迪迈则被尊称为“老杨”——尽管“老杨”离开普洱已经十多年，但在那些最早靠种植咖啡致富的咖农中仍旧享有神话般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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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邬特和父亲杨迪迈在咖农家


  退休的政府官员李忠恒和包括邬特、“老杨”在内的前5位“咖啡先生”都有过密切合作。1988年，当雀巢在当时的思茅试种咖啡时，他担任思茅县县长。随后李忠恒调任思茅地区行署，也一直在帮助雀巢推动咖啡种植。


  本来就是农业专家的李忠恒因此成了咖啡爱好者。退休后，他参与了一个农业科研项目：在一个农场用400亩咖啡地实验构建一个生态咖啡园。整个普洱的农业部门对咖啡这一作物的前景都很看好，它们想要在“保护当地生物多样性”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土地、降低能耗，种出质量和产量更高的咖啡，这和雀巢在云南推广咖啡种植时坚持的原则是一致的。


  李忠恒目睹了雀巢在普洱推广咖啡种植的全过程，迄今为止还保留着雀巢落户普洱的完整资料：第一任专家包德来思茅为种植咖啡做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第二任专家范士良、第三任专家王道夫在雀巢实验示范农场和咖啡基地中留下的可持续种植示意图；在邬特父子时期，农业服务部为农民提供培训的记录等。


  他手头的文件数量惊人，一应俱全。


  “看了这些记录，你就会明白为什么雀巢在普洱有这样举足轻重的地位。”李忠恒说，“（尽管雀巢现在的采购量只占到普洱地区咖啡豆产量的三分之一，）每年的咖啡豆采购季开始，都在11月14日、18日、21日这几个传统的日子里。尽管现在在普洱采购咖啡豆的公司很多，但只要雀巢不宣布开始采购，整个普洱地区的农户谁也不会动。


  “雀巢的特点就是，长期坚持为普洱的咖啡种植户提供服务，而且态度诚信、公平、公正。人人都看得出来，它始终对小农户怀有特殊的感情。所以小农户也喜欢它。”


  雀巢式的灵活与坚持


  雀巢的几任领导人，汉穆·茂赫、包必达和保罗·薄凯都有一个共识：利润是长期的东西，而不是井底之蛙眼前所见之事。一家公司要有长期的企业战略，才能比较容易和公司的合作伙伴、供应商建立起稳定的关系，而共赢势必建立在互信和这种关系之上。


  雀巢在云南的基本政策是，以可持续性的方式在云南发展咖啡产业；激励农民种植出高产、优质的咖啡豆，从而帮助他们获得更高的收入；做一名固定、可信赖和公平的咖啡豆买主，提供稳定和有竞争力的价格；满足雀巢对高品质咖啡豆的需求；不经营任何商业性种植园。


  以上这些政策白纸黑字就挂在农业服务部的墙上，如果从1988年在当时的思茅地区试种咖啡算起，雀巢已经坚持了近30年。


  但坚持原则和长期策略绝不等于死板，雀巢在普洱的咖啡种植推广方式是随着中国农业的发展而循序渐进的。


  早在1988—1992年，因为中国的农业政策和农户都未达到如今的开放状态，雀巢灵活地选择了和当地政府合作。通过周密的调研，雀巢说服了当时的思茅地区行政公署，让它们意识到咖啡可能是一种极有前途的经济作物。为此，思茅地区下属各个县都依托供销社系统成立了国营咖啡公司——这样的公司有十几个，一般都有自己的农场。


  雀巢当时的工作除了普及咖啡知识以外，着重于为公司和农户提供优质种子、农业培训和技术协助，并且承诺收购这些公司粗加工的咖啡豆。他们很乐意于在自己的实验示范农场里，为种植者提供育种和种植示范等服务。


  在初期，这种“雀巢+咖啡公司+大型国营农场（咖啡基地）”的工作模式效率很高。到1997年，雀巢的东莞咖啡厂其实已经能从当时的思茅获得生产速溶咖啡所需的全部小粒种咖啡豆——普洱正式成了雀巢全球咖啡版图中80多个种植生产基地之一。


  但是雀巢并未止步于此，它最终的理想模式是与小型农户合作，不想过多依赖于当地的大型国营农场和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兴起的大型中间商。


  迄今为止，农业服务部那些曾经与杨迪迈共过事的同事都同意，“老杨”是雀巢在云南“以小型农户合作为主”咖啡收购模式的直接推动者。2002年，“老杨”宁可冒着失去一些昆明本地雇员的风险，坚持要把雀巢农业服务部和采购站搬到当时的思茅去。他的看法是，当一个公司在地理上远离普通农户时，“帮助农民”的宗旨注定只能是一句空话。


  “土地在20亩、10亩以下的小农户怎么会带着咖啡和问题去昆明找你呢？”邬特也总是这样说。


  雀巢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邬特父子都曾在一次次的咖农探访中，目睹偏僻山村中拥有不到20亩地的小农无处卖咖啡，只能依赖中间商，后者常常会从中进行价格欺骗从而牟取暴利——一方面，从长远看，这种活动会导致雀巢在普洱扩大咖啡种植面积的努力受阻；另一方面，从商业的角度考虑，直接与农民建立牢固的买卖关系，不但能对他们的种植质量加以把控和提高，还能剔除中间商赚取的20%~30%的利润——把这部分利润让给农民，雀巢仍旧能得到相对满意的价格，双方皆大欢喜。


  在这个商业模式背后，雀巢的逻辑十分清晰。首先，一旦农户掌握了良好的种植技术，以小农户为主的种植业，对农户本身和地区经济来说，都更具灵活性也更抗风险。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Scott）在他的《国家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2年8月出版）一书中比较了大规模专业化单一品种种植和农业社区中传统的多元栽培，他写道：“多元栽培的模式与单一耕作相比，是更稳定、更容易持续的农业方式。”多元栽培能够抵御天气和害虫的侵害，还可以改善土壤，并且能够让农户得到肯定的长期利益。“高度专业化种植会像轮盘赌一样，一次下光所有赌注——赢，固然回报很高，但输，就会输掉一切。”


  “雀巢从来都不鼓励小农户把自己的地全部种成咖啡，而是进行多样化种植。因为这样一遇天灾，比如霜冻，或者咖啡豆市场价格忽然跌落到低谷，也不会说没有咖啡收成我就活不下去了。”农业服务部的农艺师李孙强说，“这里的小农户除了咖啡，还会种茶、玉米、香蕉、甘蔗等，一个农户同时拥有多种经济作物能分散一些自然灾害和市场带来的风险。”


  从成本的角度看，如果小农户的管理水平能够跟上，他们花在每亩地上的管理成本其实低于大型咖啡农场。侯家志说，大一点的咖啡农场（种植面积在300亩以上）生产1公斤咖啡豆的平均管理成本在14~17元，小农户（种植面积低于50亩）则在11~15元。一个咖啡种植户，夫妻两人再雇用一些季节工，加上和邻居之间互相帮忙，就能照顾好自己的60亩地，而大型农场从雇人、灌溉到种植，都需要花很大一笔管理费和水电费。


  从环境的角度看，小农户特有的天然多元化栽培比单一品种种植更利于保持当地的生物多样性。


  而对雀巢来说，在双方建立起稳固的关系后，比起那些手握大笔资金、想法繁多的咖啡公司与中间商来，小农户更值得信任。


  从2002年落户当时的思茅开始，雀巢“以小型农户合作为主”的咖啡种植和采购模式逐渐清晰起来。


  随着雀巢采购站公开透明的价格播报和农艺师们不断地拜访农户，农业服务部开始越来越多地接到农户询问咖啡价格和要求与之合作的电话。2005年，邬特接替父亲的工作之后，这种拜访变得越来越深入和频繁了。2009年，雀巢在普洱已经有98%的供应商是咖啡种植户而非咖啡中间商，其中虽然还有不少大型农场和种植大户，但是土地在50亩以下的小型农户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了。


  到2014年，在农业服务部登记在册的咖啡种植户已经达到2000家，小农户在雀巢供应商的比例中占到72%。在雀巢每年采购的一万吨左右的咖啡豆中，小农户贡献的产量占到了40%。


  考虑到小农户的咖啡豆亩产会根据天气、管理技术等因素在80~250斤左右波动，在雀巢收来的这4000多吨咖啡豆中，包含了多年来农艺师和小农户太多的辛劳和汗水。


  持续支持咖啡种植


  咖啡种植户们对过去岁月的回忆与普通人截然不同——他们只会记得和咖啡有关的最好和最坏的年份。


  咖啡农户们都清楚地记得1996年、1997年与1999年。


  就在1996年前后，有一批思想活络的小农户终于决定拿出自己的地跟随雀巢种咖啡了。在此之前，雀巢大多是与各个县的国营咖啡公司合作，小农户顶多去后者的咖啡基地帮工。当时正逢国际咖啡市场价格持续上涨，1公斤咖啡米（经过脱壳的咖啡豆）的价格是16元，在1997年，这一价格飙升到34元——这一切实在太诱人了，“那时候甘蔗才卖两角五分钱1公斤”。


  “但是1999年实在是个糟糕透了的年份。”每一位普洱的咖农都会反复念叨这句话。


  就在小型农户们开始试种咖啡一两年之后，1999年冬，普洱地区遭遇了一次严重霜冻。廖秀桂是雀巢的退休农艺师，他现在正在自己的小凹子农场经营着285亩咖啡园。作为咖啡种植专家，他解释说，虽然普洱地区有哀牢山挡住寒流，遭遇霜冻的机会极小，但偶尔遭遇一次，咖农的损失就会极大。霜冻是咖啡树的大敌，一旦遇到严重霜冻，咖啡树十有八九会死，处理得当的受损咖啡树恢复元气至少也需要两三年。


  1999年那次霜冻的后果非常严重，雀巢派来的第三任咖啡专家王道夫记得当时的昆明机场甚至因大雪而关闭。他们到普洱地区视察新建的咖啡种植园时，目睹了大片咖啡树被冻死，“咖农们一直精心照料着咖啡树，原本指望迎来首次丰收，但是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只剩下一排排枯萎的树枝”，直到十几年后，王道夫还能忆起当时的心境，“我们感到非常痛苦”。


  有很多农户都退缩了：“干脆还是种玉米和甘蔗算了。”但是，仅仅过了两三年，他们又都回来种咖啡了。


  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咖啡价格好嘛，玉米、甘蔗这些东西实在卖不上价。”


  农业格外考验人的耐心，咖啡树要在种下三年左右才能有所收成。而小农户的亩产会随着天气和管理经验波动明显。但不管怎样，挺过了头三年，凡是霜冻事件后再回来种咖啡的农户对2003年之后十年的看法惊人一致：“从2004年开始，咖啡价格稳中有升，2005年、2006年和2008年都很好。”


  大家异口同声赞美2011年——那是普洱咖啡史上最美好的黄金年份。


  “那一年，咖啡米最高卖到近40元1公斤”，农户们在仓库外排队等候雀巢收购咖啡米时，每晚轮流做东请队伍中的熟人下馆子喝酒，“开心得不得了”。


  “但就在2013年年底的咖啡收获季节，普洱地区又遭遇了一次严重霜冻。”


  很多咖啡种植户在这次霜冻里损失了一半以上的咖啡米和咖啡树。雪上加霜的是，在2012年之后，国际市场咖啡价格波动很大。2014年的采购季开局不利，咖啡米的收购价一开始跌到10多元1公斤，好在价格在最后关头有所回升，在20多元1公斤的价位收尾。


  除了每年收购咖啡豆，对小农户来说，雀巢在他们和咖啡有关的记忆中扮演了很多不同的角色。


  首先，雀巢和当地农业部门合作培育种苗，改良了当地的咖啡品种。


  雀巢派到云南的第一任专家包德回忆说，他们刚到思茅时，当地种植的主要咖啡品种是古老的印度品种S288，“不幸的是，这种品种遭遇了锈病。我们需要更好的品种，所以我们引进了卡蒂姆”。卡蒂姆后来成了普洱咖农的主要种植品种。


  雀巢官方的记录显示，他们在2000年试验种植了23个小粒种咖啡品种，挑选最好的品种用来进行新的杂交。挑选最好的两个品种进行种子培育。2007年种植了11个新的杂交品种——其中一些种苗被以相当优惠的价格提供给了农户。


  其次，在初次种植咖啡时，一般农户容易犯“中国式错误”——仿照种茶的方法，火烧土地，砍掉杂树，将地面清理干净。农艺师要从零开始，将咖啡的种植和管理技术一点点教给农户，改变他们的种植习惯。侯家志是学热带作物专业出身，他解释说：“虽然同样是山区梯田式布局，但和茶树完全不同，咖啡树这种热带作物在生长过程中需要树木植被的荫蔽，这也是一种可持续种植的做法。”


  荫蔽树为咖啡园创造出一个更好的生态环境，可以减少灌溉用水，降低病虫害发作概率，并且能让咖啡树减缓衰退——农户如果管理得好，树龄长达十几年的咖啡树产量也还不错。为了挽救那些已经被烧荒的土地，农艺师指导农民重新在田间栽种树木——每10米种一棵大型树木并错落排开。


  第三任专家王道夫迄今为止仍旧保留了在思茅拍摄的两张截然不同的照片：一张是按照雀巢理念开垦的郁郁葱葱的咖啡种植园，梯田边上种上了临时遮阳的植物，梯田之间的山坡上生长着野草，有时还伫立着几棵树——这是一张体现可持续发展种植理念的照片；在另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到山上咖啡园里的每一株杂草都被除掉了，整座山都出现了严重的水土流失。


  “这对于范士良（王道夫的前任）来说是一项了不起的荣誉，是他开始引入了这种做法。”


  此外，雀巢愿意为农户提供所有关于栽种、施肥、防治病虫害等各方面技术的无偿培训——这些技术的益处和实用性已经在雀巢全球的咖啡种植基地中得到了验证。只要政府或组织者提前向雀巢提出申请，并且拟定好培训主题，雀巢的人一定会应约而去。


  侯家志精心保存着从1995年10月23日开始，所有向雀巢提出的咖啡种植技术培训申请。那是一个厚度惊人的文件夹，培训申请写在各种各样让人意想不到的纸上：有盖红章的正式打印公文，有传真，也有大量潦草的手写申请，还有的申请写在用过的纸张的背面。


  从1995年到2016年，雀巢在云南举办了304期培训，共有14429人次参加培训。最开始，雀巢是请政府帮忙组织咖啡普及知识的培训，把各个县的人集中到思茅来听课。从2005年邬特接任开始，他们陆续进行了8000人次的培训——这些人中很多都是小农户，以村落为单位，所有的培训都由对方自发要求，农艺师深入需求所在地去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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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家志为咖农提供技术支持


  “雀巢不会拒绝任何技术援助的申请。”邬特许诺说，“只要不是在收获季节，我本人和同事随时可以启程，到需要帮助的地方。”


  “小到农户个人，大到公司，都可以打电话找雀巢咨询。只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像技术问题，他们都会很认真地向你解答。如果整个咖啡片区出问题，他们还会专程去一趟。”李忠恒和刘标都同意这一点，“而且雀巢的人从来不要老百姓招待他们，也不收技术服务费。”


  在早年经历过“雀巢+咖啡公司+大型国营农场（咖啡基地）”模式的种植者记忆里，雀巢在普洱咖啡史上扮演的角色还要“重”很多。


  1988年，雀巢开始在思茅推广咖啡种植。思茅地区下属各个县都依托供销社系统成立了国营咖啡公司，这些公司都有自己的咖啡基地。因为雀巢只收咖啡米，到1993年前后，各个公司纷纷建起了咖啡豆粗加工工厂。同时，为了安定军心，雀巢和各个县的共12家咖啡公司签订了十年购销合同，保证收购它们生产的达到质量要求的咖啡米。


  1994年加入雀巢的农艺师李孙强当时就在这样一个咖啡基地里工作。他遇到的是雀巢的第二任外国专家范士良。他觉得范士良对工作充满热情，“像个牛仔一样豪放，极具谈判能力和说服力”。


  “1993年，我带了一个咖啡粗加工工厂的图纸来给他看。那时基地没有足够的钱建工厂，我们大概需要5万元左右的贷款，然后用生产出来的咖啡米抵账。”范士良仔细研究了图纸之后，很干脆地答应了基地的要求，其爽快程度给李孙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范士良）本来想给现金，但是我怕一个人拿这么多钱回去不安全，最后还是汇款转账。”


  雀巢除了在财务上对这些基地和大型咖啡种植户给予支持，发放类似的小笔贷款之外，还为它们提供价格优惠的化肥和优质种苗。他们在普洱组织了各种种植培训。李孙强当时参加了雀巢举办的几乎所有培训课程，总是遇到范士良和其他应邀来讲课的专家，彼此印象极好——最后，他成了雀巢农业服务部的农艺师。


  从雀巢的历史上看，它是支持国际商品协定的。首先，公司可以用在某个幅度上下波动的价格，买到咖啡豆、可可豆等原料，也因此容易计算出制造成本与售价。其次，雀巢认为国际商品协定可以帮助种植咖啡的农民获得更稳固的生活保障。尽管最终，经过市场的波动和各方博弈，多数国际商品协定已经不复存在，但雀巢在咖啡落户思茅初期，就与合作的公司确定了一个长达十年（1992—2002年）的咖啡米保底收购价格：1公斤12元（这个价格最后根据实际情况有调整）。


  也就是说，如果当时国际期货市场的咖啡价格太低，雀巢保证用这一收购价来托底。这是雀巢在推广咖啡种植初期的策略：这样一来，国际期货市场咖啡价格波动过大时，农户们也不至于因为担心血本无归而放弃种咖啡。


  和小农户一样，在那些国营咖啡公司的记忆中，1996年和1997年也是最好的年份。当时，它们提供的咖啡米已经能够满足雀巢东莞咖啡工厂的全部需求，国际期货市场的咖啡价格也很高——这是思茅地区和咖啡的第一个蜜月期。


  “之后就是1999年的霜冻。然而更糟的是2001年国际期货市场的咖啡价格一路暴跌。那时，咖啡价格跌到过1公斤（咖啡米）才8元，而茶叶的价格是1公斤十几元，”刘标回忆说，“价格下滑到最低点的时候，很多人干脆不去采咖啡果了，就丢在地里不管，因为花人工和时间去采回来再加工，铁定会亏钱。而咖啡树只要丢在地里一年不管就废了。”


  当时亏损的以国营咖啡公司和大型基地为主，据李孙强说，有一位咖啡基地管理者的头发在那一年里“几乎愁白了”。在那段时间里，雀巢也蒙受了很大损失，因为一些咖啡公司破产或大幅度减产，它有许多贷款无法收回，一些援助也打了水漂。幸运的是，当时遭受损失的小农户还不算多，目睹或经历了1999年的霜冻后，大家又跑回去种茶、种玉米了。


  “原本在霜冻前，大家的积极性很高，普洱的咖啡种植面积已经快达到20万亩了，”刘标说，“但到2004年，这个数字下滑到了10万亩。当时的情况就有这么糟糕。”


  在国际咖啡市场价格持续低迷的情况下，雀巢对和它签署合同的企业履行了自己的承诺。“好在当时雀巢的供应合同已经到位，可以保证最低收购价格，从而缓解了部分不利影响。”王道夫回忆说，他们购买的咖啡米当时用于供应雀巢的东莞工厂。雀巢的履约使得云南咖啡种植在最困难的时候没有走回头路——这也是后来那些小农户再次选择种咖啡的原因之一。


  “可以说在普洱咖啡最困难的时期，雀巢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刘标说。


  怎样建立透明、公平的商业环境


  但是，不要因为雀巢在云南推广咖啡种植时的所作所为，就误认为雀巢在做慈善工作。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说过，如果一个公司的投入和产出比过低的话，那么这个公司就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它浪费了社会资源——经济效益是企业的基础，离开了这一点，企业无法履行任何其他责任。


  和德鲁克一样，雀巢的历任领导者都是坚定的自由市场经济信奉者，他们一致认为雀巢必须在经营中取得利润——这对企业来说是属于市场经济范畴内的本分。在这个前提之下，雀巢要力图不去破坏自己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和自然环境，并且努力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商业环境。


  雀巢的“长远眼光”不光受企业价值观的影响，其实也和它的规模、实力有关——身为全球最大的食品企业，雀巢拥有的规模效应和稳健的财务状况允许它在一地投资时做长远打算。即使身处激烈竞争的市场，雀巢的农业政策也从不像忧心于短期内能否生存下来的企业那样，被迫紧随对手发生剧烈变化。秉承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雀巢从不在当地市场投机或短视压低原料价格——其实是因为它有遵循商业规律来定价的实力。


  不仅仅是在云南，在其他地方的咖啡产地，比如菲律宾、越南等地，雀巢的做法也是一样的：通过确定的收购政策来帮助农户；制定公开、透明的，以纽约期货交易市场价格为导向的定价方式。此外，他们对咖啡质量的评定和检测方法也都是透明的。这样一来，所有的供货商就都一视同仁了。


  对世界各地的农户来说，雀巢最受欢迎的一点是，它会立即支付货款。在云南，一旦雀巢收货，绝大多数时候，不超过5天（如果对方是公司的话，从递交发票算起）货款就会汇到对方的银行账户上。


  雀巢和那些国营咖啡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在2002年前后到期，之后，普洱地区的咖啡交易之所以能够比较平顺地适应自由的市场经济环境，和雀巢一开始就推行了与国际市场挂钩的透明定价政策有关。


  每一年的11月中旬到次年5月，都是雀巢在普洱地区的采购季。普洱咖农一直是全中国与纽约期货交易市场“距离”最近的——从一开始，采购站大门口就挂着块小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纽约期货交易市场的咖啡价格。根据行情波动，雀巢每周公告出价两次，农户可以自己选择最优惠的价格卖咖啡米。


  一开始，雀巢是每周报价两次——这是一个经过反复考量而选定的周期。雀巢采购站曾经一度每天都出具报价，但因为通信和交通都不方便，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么干容易让距采购站路程较远的农民的积极性受到打击。


  “有些农民需要花上七八小时或者一天才能带着咖啡米抵达采购站，如果价格每天变化一次，总会有人为自己错过了预期价格而感到郁闷，”邬特说，“而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以自己满意的价格售出咖啡米。”所以，他决定将发布报价的周期设置为两到三天一次。


  随着手机、互联网的普及和交通状况的改善，采购站现在已经又变回了每日报价。采购站的工作人员会通过短信把咖啡价格发给自己的供应商（包括公司和个人），并且教有条件的农户自己上网去查价格。因此，在雀巢所在的这个市场里，咖农的信息已经与纽约期货交易市场同步，几乎不会再出现其他中间商利用信息不对称对农户随便压价的情况了。


  “如果真有人收购价格给得高一点，我们反而鼓励农户卖给他们，”侯家志说，“雀巢从来不会说‘你只能卖给我’，这是自由的市场经济。而且农户都知道，我们对咖啡米质量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说到公平、公正和严格，雀巢的采购规则和质量检测一直是全部透明、公开的。即使在灾年，它对咖啡米的质量要求也没有放松过。


  思茅区南坪镇大开河村的张奎从1998年就开始种咖啡，咖啡采购站的工作人员都跟他很熟。在采购季，张奎经常把咖啡米放到雀巢仓库里不等质量检验结果出来就走了，因为他对自己加工的咖啡米非常自信。通过检测后，采购站的人自然会打电话告诉他——这是多年合作后彼此信任的结果。


  即便如此，张奎也会“诉苦”说，“雀巢对质量的要求太高了”。2014年年底经历霜冻之后，他有一部分咖啡米虽然味道没有问题，但是因为被霜打了，外观比较难看，拉去采购站检测时没有过关。“拿回来处理了好几次，还是没过关，最后只好卖给别人了。”


  “结果我卖出去几个月了，还没拿到钱呢。”


  关于雀巢办事公平，李忠恒有个故事，总会讲给别人听。


  从公家职位上退休后，李忠恒也加入了种咖啡的队伍。他在任期间一直很支持雀巢的工作，比如，雀巢刚落户思茅时，农业服务部因为缺电向他求援，立刻得到了回应和帮助。李忠恒和农业服务部的每个人都极为熟稔，却不大和雀巢做生意，而是选择把咖啡米卖给活跃在普洱的其他贸易公司或咖啡公司。


  “为什么？因为我不喜欢排队，它的队伍太长了！”


  在早年的一次咖啡采购季里，李忠恒特意数了数排在采购站外，满载咖啡米等着雀巢检测和收购的车——大大小小一共108辆，“现在这个队排得只会比那时候更长”。


  雀巢对排队有明确规定，插队的人一旦被发现会被请出队伍重新排。早年，邬特会特意记住队伍中的每个人的准确位置，一旦发现有人插队，他会亲自把这些人清理出队伍。时间久了，明白了雀巢对规则的态度是雷打不动之后，排队的咖农们都会自动维持秩序。


  “就算我跟工作人员都认识，关系再好，也不能插队，”李忠恒说，“但是雀巢对小农户非常照顾。”


  一次带来不足500公斤咖啡米的人不用参加这种漫长的排队，雀巢为他们开通了一条“小农户通道”，他们可以优先把咖啡米送去仓库检验售卖。


  负责任的“咖啡地图”


  从普洱出发，邬特和农艺师们要到达目的地村落通常需要在路上耗去一两个小时，沿着崎岖的公路行驶，两边的景色单调而重复：树林、红土、沿着公路散布着一些零星的村落。


  但农艺师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还颇能从中找到乐趣：和沿途的老乡打招呼、查看一下临近道路的咖啡种植户准备4C认证的情况等——这里多数咖农都能一眼认出农业服务部的车子。有时，农艺师们还会放慢车速或者干脆停下来，和路边的咖农聊上几句家常。


  随着雀巢咖啡版图的扩大，这样的旅行半径变得越来越长。“我们有时一天要开上300公里才能去到两户人家，也有时一天就能跑上20多家，”侯家志说，“农户们多数时候居住得比较分散。”


  在云南工作了十年，邬特已经能听懂不少中文了，但始终不太会讲。在这种拜访中，他一般会和侯家志搭档出行。侯家志清楚地记得他们的行程：他和邬特曾经从普洱向南，从景洪、文山、马关一直走遍红河流域的中越边境；向北向西，他们则遍访了那些普通人在地图上可能完全注意不到的城镇：勐腊、沧源、孟连、德宏、楚雄、保山等——这些地区都有种植雀巢所需要的优质小粒种咖啡的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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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邬特在普洱


  每到一个地方，他们就会在他们的“雀巢咖啡地图”中记下当地咖啡种植户的种植面积、名字和供应商编号——这一做法是来自雀巢的产品质量体系的要求。“这些咖啡米从哪里来的，是谁种植的，”侯家志说，“从2006年起我们就已经可追溯了。”


  这些“咖啡地图”就挂在普洱雀巢农业服务部的墙上，不断更新。


  邬特和农艺师们的这些拜访在不同时期承担了不同的任务。从1994年到1997年，农艺师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国营咖啡基地，帮对方选地、做土壤测试、开垦地块和防治病虫害。


  “当时，我们一个月至少有20天都会待在基地里。”李孙强回忆说。


  到了“老杨”和邬特时代，因为落户思茅并且要大力发展小型农户，农艺师们的跑动从咖啡知识普及开始，变得技术性越来越强和越来越有针对性。


  现在，农业服务部墙上的“咖啡地图”上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农艺师们从2012年起就又有了新的项目，那就是让雀巢在云南的合作伙伴们通过4C认证。


  4C协会是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其会员的理想是让咖啡行业变得更有可持续性，并最终建立一条“绿色咖啡供应链”。它的会员包括供应链上的各方，比如咖啡农民、贸易商、咖啡烘焙商和零售商、非政府组织、标准制定倡议者和工会等。雀巢便是其中的一员。


  这个协会的会员们共同制定了4C行为准则，这些准则涵盖了整条咖啡供应链，包括了社会、环境和经济等原则。这个组织和雨林联盟（非营利性国际非政府环保组织）、国际公平贸易联盟等组织都有合作和沟通，所以它制定的规则基本上是具有普适性的。


  真正符合4C要求的咖啡供应链，是要求所有参与者，从农户、卖家到各个环节的单位都通过认证——不同的单位遵守不同的管理规则。但是对于种植户来说，4C的管理规则基本是针对土壤、化学药品、生物多样性、废弃物、水、能源、种植户的基本生活和工作条件、雇佣条件等方面的。通过执行这些管理规则，农户的种植技术、环境和生活方式都能向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


  不光是咖啡，雀巢在自己的很多原料上都在推行类似4C的项目。例如，雀巢的“奇巧”已经成了全球第一个实现100%认证可持续性可可采购的糖果品牌——也就是说，通过和一些全球性组织的合作，雀巢让自己的可可豆来源地的种植及收获基本满足了以下条件：在种植中不破坏自然环境，保持可持续性发展，通过可可豆的收入帮助当地农户改善生活并为孩子们提供更多教育机会等。


  雀巢的想法是，一个有良好盈余的大公司，应该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行动，尽自己的社会责任。


  从2008年开始，雀巢就下决心在云南的咖啡种植户中推广4C管理规则，农业服务部花了几年的时间积累培训材料和制订实施方案。


  2012年7月，农业服务部在普洱的种植户中组织了第一次有关4C的培训。雀巢在推广4C认证上采用的策略和它之前推广咖啡种植时是一致的：事先做好万全准备，然后在推广中由大及小，由点带面。农业服务部先是力推大型农场和咖啡厂通过验证，让它们起到带头作用。然后在种植户中首先说服容易接受这一理念的人，让他们成为村子里的榜样。


  到2012年12月，普洱地区已经有46户种植户和合作伙伴通过了4C认证，他们中多数是大型农场的拥有者。到第二批775户通过4C认证时，其中还有很多的咖啡厂和咖啡种植合作社。2014年5月，第三批611户通过了4C认证，其中已经有了很多小型农户。


  等到2014年10月结束的第四批与第五批认证里，有1469户种植户和合作伙伴通过了4C认证。


  当时雀巢在云南的雄心是，到2015年，自己所采购的咖啡豆全部是通过4C认证的。


  现在，它已经做到了。


  农业服务部墙上的“咖啡地图”里已经增添了新的标记——截至2015年，有2901个合作伙伴通过了4C认证，一共包括近36000名咖农，覆盖近20万亩的咖啡种植面积。在2014—2015年采购季，雀巢所采购的1万多吨咖啡米全部来自通过4C认证的合作伙伴。


  但是，通过4C认证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


  4C认证要求由第三方审核，有效期只有三年，之后必须重新验证。除了定期审核，还有来自第三方的突击走访。而且，4C认证有自己的“红灯、黄灯、绿灯”系统：“红灯”的意思是不通过；“黄灯”意味着虽然通过了验证，但还在过渡期内，需要进一步改进；绿色才代表通过。通过认证的“黄灯”咖农们都要向“绿灯”努力。稍微懈怠一点，“黄灯”农户还可能被打回“红灯”，而“绿灯”农户也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换言之，每隔三年，那些曾经通过4C认证的农户状态都会发生变化。而且，4C协会在每一年都会对成员有不同的要求。


  因此，对于雀巢的咖啡种植来说，这是一条不能回头的持续改进之路。


  到2015—2016年采购季，雀巢采购咖啡米的数量达到了1.2万吨，与前一年“全员达标”，关注对环境影响的工作目标不同，雀巢在云南的4C认证工作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农艺师们开始把重点放在咖啡可持续发展方面，更加关注产品的可追溯性。在这一年，通过4C验证的合作伙伴数量为2461，其中，小农户（包括个体农户）在4C认证中的占比达到了89.60%。


  而汉斯和雀巢的希望是，在2020年，整个雀巢集团在全球采购的咖啡豆100%通过4C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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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家志和咖农廖秀桂在他的4C认证牌照前合影


  38本工作日记和4C认证


  4C认证项目的负责人是侯家志。侯家志和他的工作日记在雀巢公司内部很有名，起因是前几年，他一时兴起参加了一次内部征文比赛。侯家志用不到2000字写下了自己加入雀巢和在普洱帮助农户种咖啡的经历，在结尾，他写道：“我记录了28本工作日记，其中也包含我的足迹和心得，记录还在继续……”结果，这篇名为《活出敢性》的文章得了奖，侯家志对此多少感到有点意外，但也很高兴：“很多素不相识的同事看完都给我发了邮件，说了很多鼓励的话。”


  即使是雀巢农业服务部的同事们也很少有人能够一览侯家志全部的工作日记——从1997年进入雀巢开始，他就开始记工作笔记，到2016年已经积累到了38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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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家志的工作日记


  雀巢农业服务部的一大特点，就是有着极为完善的文档管理制度，如前所述，侯家志和同事们完整地保存着所有要求雀巢提供技术培训的申请。而每一个登记注册的雀巢供应商有多少亩咖啡，使用的化肥、产量、每年咖啡米的质量情况，都在农业服务部留有详细的记录。


  而在这些日记里，侯家志展现出了更为细腻和极富观察力的一面，他不但手绘地图，还会用英文和中文交替记下每天工作的细节、出差所到地点咖啡种植的概况和自己的感受——这些工作日记是丰富的宝藏，足以让那些对云南近20年来农业、地理环境、气候和民俗变化感兴趣的地理学家、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欣喜若狂。


  在4C认证开始以后，侯家志的工作日记变得更加详细了。他会精心画出通往参加4C认证农户家的地图，包括在哪里拐弯，在哪里容易走错路，在哪里有路标等，然后标注农户履行4C管理原则时的一些偏差，也会记录当地的土壤和种植作物的情况——他的记录大多用英文，这样也方便邬特和参加4C审核的外籍人员参考。侯家志从一开始加入雀巢就养成了完成工作后当天做记录的习惯，即便出差时需要熬夜写到一两点，他也从不落下。


  “有新同事来的话，我希望他们也能这样做。”侯家志说。这不光是养成良好工作习惯的问题，4C审核人员均来自第三方机构，除了定期审核，还有突击走访抽查，所以一开始就必须让农户们能真正把工作做到位。“我们第一次去老乡家里，不认识路，可以打电话请他们接我们，但是后面再去就绝对不能再打电话问路了。”


  “如果你打电话给他（问路），他就会在你来之前突击做表面文章，这样的话就太糟糕了。”侯家志说。


  雀巢在普洱推广4C管理规则上有非常好的基础。


  首先，雀巢一贯坚持的透明市场报价、咖啡米的可追溯体系、公示质量报告、长年为农户提供服务，甚至侯家志和同事们完备的文档管理，都与4C管理规则中的原则完全相符。


  其次，在咖啡的种植和质量管理上，雀巢一直有据可依。早在2011年，邬特就和同事们花了两年时间编写了一本《咖啡种植手册》，总结了雀巢在云南20多年咖啡种植技术服务的经验，涵盖了从选地、开垦、育苗、田间管理到收获初加工等方面的咖啡种植和加工技术，从源头的质量管理到仓储运输中的质量控制，图文并茂。这份手册，雀巢印制了5000份，免费发放给了当地的咖啡种植技术人员和农户。


  即便如此，农艺师们还是有一大堆工作要做。


  就像做《咖啡种植手册》一样，农业服务部特意做了一本简单易懂的4C管理规则小册子——这本册子图文并茂，封面是鲜亮的橙色，大小刚好方便农户放在口袋里。这本小册子生动地讲明了4C管理原则中的“10种错误做法，28项社会、环境和经济方面的原则”。但这只是原则性的东西，农业服务部还做了种植手册、农药目录等更详细的小册子，方便农户查看。


  “我们培训的时候还要给农户讲明更细化的东西，提更多的要求。”侯家志说，对种植户和咖啡粗加工工厂的管理者来说，4C管理规则涉及土壤、化学药品、生物多样性、废弃物（垃圾和污水处理）、水、能源，还有工厂的基本生活、工作条件和雇工条件等各方面。这些要求加起来，实际上是要求普洱的农户们改变他们多年来习惯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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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邬特祝贺咖农通过雀巢4C认证


  对此很多人会冒出以下的疑问：改变农户们的生活方式？这很难吧？给他们种植手册、农药目录和4C管理规则？这些东西他们拿回去会读吗？


  “我认为中国的农户非常聪明，领悟力很强，”邬特向所有提出上述问题的人保证说，“只要你跟他们说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他们学得非常快。关键是你得掌握方法。”


  在这些方法中，首先登场的是雀巢人最擅长的事情——培训：他们不是把所有对农户的要求写成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条文，而是实实在在地将这些要求分解成该做的事和不该做的事，拍成照片、做成PPT，在培训的时候反复播放——这些都是农户们再熟悉不过的场景。


  农业服务部的做法完全符合雀巢的企业文化：“对业务采取实用而非教条的方式，这意味着脚踏实地，在事实的基础上做决定。”


  侯家志和同事们外出检查4C管理条例的实施情况时都随身带着数码相机，以便把错误或正确的做法都拍摄下来。举个例子来说，4C的管理规则要求农户不要乱丢生活垃圾，在安全的地方放置农药。侯家志在一个农户家拍到了这样一张照片：对方买来一个废弃的汽油桶，把它做成了一个有门的小柜子，然后将草甘膦这样的剧毒农药放在其中，还上了锁。


  “就花了一点点钱，这样家里的小孩就不容易接触到危险药品了。”侯家志自豪地展示照片给大家看，“怎么样，很能干吧？这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再比如，有人在自家粗加工咖啡的污水处理池上加上了栏杆和一道铁丝网，这样一来，孩子们在院子中玩耍时也会安全很多。


  “如果你真的想推进这件事，给农户看这些照片比对着他们朗读条文要管用多了。”


  雀巢对4C认证真正的支持，其实隐藏在它的工作方法之后——其中有很重要的部分是外人看不到的。


  例如，4C组织成员要缴纳会员费，会员费取决于会员在咖啡供应链中的位置以及生产、贸易或购买绿色咖啡的总量，总体来说，农民的会员费最低，最终卖家的会员费最高——云南咖农要缴纳的这部分费用，是由雀巢代缴的。


  雀巢为了吸引和鼓励农户加入4C计划，还为那些参与的农户提供免费土壤测试（如果对方有需求）。“我们自己不能测，要送去当地农业科研部门的实验室，”农业服务部的张俊祺说，“仅2014年一年，大概就有500个样品要测。”这个费用也是由雀巢承担的。


  对咖啡种植户来说，最直接的吸引是雀巢许诺给予那些通过4C认证的农户更高的咖啡米收购价。


  “每公斤4C认证过的咖啡米的收购价会比普通的高两角七分，”刀斌，一位傣族咖啡种植大户说，“当然，他们（雀巢）对质量的要求是不会放松的。”刀斌注册的咖啡公司有3300亩地（这一种植面积在雀巢的合作者中也算是相当大的），覆盖了1000多户农户。他是2012年第一批通过4C认证的46户中的一位——而且是“绿灯”通过。


  “我花了两三万元改造咖啡粗加工工厂的加工流水线和污水处理池，”刀斌说，“这是最费钱的部分。”对刀斌来说，收购价格高一些固然重要，但总体来说，他有自己的理由去做出这些改变。“我的公司不太可能再增加种植面积了，所以要想办法提高自己的咖啡亩产和咖啡米的质量，那就要多花点功夫在管理上，”刀斌说，“做这个（4C认证），对我有好处。而且，我跟雀巢合作十多年了，还是比较愿意相信他们的。”


  刀斌是特意到农业服务部来打听雀巢奖学金的消息的。


  雀巢在2014年正式推出了奖学金计划，旨在鼓励农户的子女接受教育。该计划第一次落地就在普洱，那些积极参加并且通过4C认证的农户子女优先——雀巢为农户们考上大学的子女提供奖学金，最长资助时间可持续4年，每年每人5000元。


  在2014—2015年，普洱地区有38个孩子获得了这一奖励。随后，在内蒙古额尔古纳奶区里，有30名奶户的孩子也获得了这个奖学金。


  “我自己的农场里就有几个农户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刀斌说，“我想来问一下到底怎么帮他们申请奖学金。”


  他顺便还想跟侯家志要几本《咖啡种植手册》和禁用农药清单。不仅是4C认证对农药有严格要求，由于中国政府正在和国际接轨，有关部门也在不断制定更严格的农药残留标准，并且查禁更多的高毒农药，这个清单经常会发生变化。


  侯家志给了他5本种植手册。


  “我有3个（粗加工）厂，至少需要4本，”刀斌说，“我自己也要一本，回去好好看看。”


  资深的雀巢员工都有一个共识，他们最核心的工作方法其实包含在四个英文单词里：plan、do、check、action，即PDCA，意为先周密计划，然后开始做事，做的过程中一定有问题，通过检查把问题找到，吸取教训然后再次行动。


  很长时间以来，加上邬特，雀巢农业服务部一直只有7个人，其中有4位农艺师。为了推动4C认证和让咖啡采购变得更专业，这个7人小团队在2013年扩大了一倍还多。加上邬特，雀巢农业服务部有了17个人，其中农艺师增加到6人。


  即便增加了人手，侯家志和同事们推动4C认证的工作量也是旁人难以想象的：先是培训，之后凡是实施了4C管理的农户一旦准备好了，就会给农业服务部的人打电话。接到电话后，农艺师会按照给自己划分的区域，一户户去跟踪检查农户的实施情况，然后根据检查项目一一打分，这些项目光大的分类就有33条。


  “做这个你必须真正到农户家里去看，坐在办公室里编故事是编不出来的，”侯家志说，“所以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分成一批一批来做。”


  检查完实施情况，农艺师要给去过的每家农户写一个报告，指出存在什么问题，如果真的需要整改，整改完毕，他们还要重新去检查一遍。在过去几年里，在4C项目中，农艺师们每个人每周都有一半以上的时间花在检查4C管理规则的实施情况上，他们检查过后所写下的报告和整改意见都要存档。


  “因为4C认证是要求大家每年都有进步，所以我们接下来的工作，除了继续增加4C认证农户的数量，还要继续跟踪检查，每年每个农户那里我们要争取去两到三次。”


  “和全世界做生意”


  一个普通的普洱农户对雀巢不断推出的新鲜玩意儿，比如4C认证，到底是怎么想的？


  邬特会非常认真地反驳那些认为中国农户思想保守和不愿意做出改变的人：


  “我在这里（普洱）工作了10年，我认为中国农户是非常努力、观念非常开放的。只要能看到你给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和提高，他们就会信任你，无论什么他们都学得非常快。”


  前文提到，在这十几年中，雀巢已经潜移默化地让普洱的咖啡种植户变成了与纽约期货交易市场“距离最近”的农户。


  就像买卖股票一样，普洱的农户们现在对于期货交易中咖啡价格的起落都有了一定经验，会自己拿主意在什么价格范围内卖出咖啡米。


  2014年的收获季，先是遭遇霜冻，然后咖啡价格一度低落到1公斤十几元，所以在价格稍微回涨时，张奎就忍不住赶紧把手头的咖啡米卖掉了。最后，咖啡米又涨到1公斤20多元，张奎为此一度有点小郁闷，但做了这么多年买卖，他已经能够承受这种价格起伏了。


  “每年采购的时候，看价格波动我都很紧张，简直是要得心脏病的感觉，”刀斌也说，“（为了降低风险，）我的咖啡米都是分成几批卖。”


  因为雀巢只收购加工成形的咖啡米，在这种“强制政策”下，普洱当地几乎每个种植咖啡较多的农户家中都有脱皮机、发酵池、晾晒场等一系列加工设施。而且，雀巢对咖啡米的质量要求提高了农户们的加工水平。


  “对咖啡米质量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就是采摘、脱皮加工、发酵、清洗、晾晒这一整套粗加工程序，”侯家志说，“迄今为止，每年我们采购到的质量最好的咖啡米都来自小农户，而不是大型粗加工工厂。”


  雀巢还顺带提供“金融教育”：即便对再小的农户，在收购时也只给现金支票或转账，这促使农户们尽快学会了跟银行打交道。到了最近几年，他们都直接把货款打入对方的银行卡里。


  同理，在经过4C认证和持续改进之后，农户们又学到了更多的东西，比如如何选择农药、化肥，如何保护自己家庭所在地周边的环境等。“我们希望农户们不再仅仅只知道种自己那一亩三分地，”邬特说，“他会知道怎么管理田地，怎样更好地销售咖啡豆，我们希望他们每个人都成为好的生意人。”


  雀巢在普洱刚开始推广咖啡种植时，农户们给农业服务部打电话询价，邬特在电话这一头有时能清晰地听到那一端的农户与中间商的争论，比如，“你们的价格不如雀巢给得高”等，讲价声此起彼伏。


  “对当地农民来说，雀巢成了‘诚信标签’。”邬特说，“即便他们不把咖啡豆卖给雀巢，我们也很高兴。”


  “我们一开始就告诉农户，当你决定种咖啡时，你就是在跟全世界做生意了。”侯家志说。事实也确实如此，云南咖啡豆供应过雀巢在全球大约11家咖啡工厂——德国、西班牙等地的雀巢工厂都使用过云南咖啡豆。


  这是雀巢对待小型农户的一贯态度。作为产业链的最末端，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农民往往因为缺乏专业知识和信息封闭而成了“被压榨的对象”。但是雀巢拒绝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太短视，不符合它“创造共享价值”的观念——单方面“压榨”农民，也许一时能获得好的价格和原料，但从长远看，这样做是无法让一个农业社区保持健康发展的。


  在普洱地区，从咖啡中间商转型为种植户的人正在不断增多——这一状况可以被看作雀巢对待农业社区的长期策略的胜利。“自从雀巢来了以后，直接种地卖咖啡成了最赚钱的方式。”侯家志说。


  最早与“老杨”合作的大开河村如今是普洱地区最有名的“咖啡村”，在咖啡价格走高的时候，鲜果收购价可达3~4元每公斤，加工过的咖啡米价钱更高，每亩咖啡能让农民收入6000元以上。


  村中拥有25亩地的陈家华已经将造价3万元的老房子改作仓库，另花16万元在一旁盖了一幢小别墅。他在室内悬挂着“老杨”与其两个女儿的合影——他的大女儿还曾经在雀巢农业服务部工作过，直到结婚才离开。


  同样是大开河村的张奎，也在2011年花了几十万元为自己盖了一幢淡黄色的两层小别墅——家具和灯具都是他自己去普洱市挑的。房屋的设计图由当地政府统一提供，所以张奎的家和他邻居的家惊人相似。张奎有60亩咖啡地，还有4亩茶园，他是第一批通过4C认证的农户之一。


  “我今年要做一个欧盟认证的项目。”张奎为顺道来访的侯家志用自家产的茶叶泡了一杯热茶，然后告诉他说，自己拿出了10亩地去参加这个种植实验。在这个项目里，从种苗挑选到种植方式，全部要按照“欧盟认证”的要求来。


  “其实就是种有机咖啡嘛，”张奎对侯家志解释说，“一点儿草甘膦都不能打，除草全部人工来做，施肥也要按照人家给的配方进行。”


  为此，两个人热烈地讨论了一会儿到底怎么给咖啡树施有机肥才能不影响产量之类的技术问题。当地政府对“欧盟认证”项目这件事也很支持，据张奎所知，大开河村有20多户都想要拿一些自己的地来试验一下。


  “做这个（项目）起码要花上三年的时间。”


  在大开河村听到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户轻松自如地说出“欧盟”“有机咖啡”这样的字眼，至少证明了两件事：首先，他们真的是在自主决定自己种什么，怎么种和卖给谁——普洱地区是一个竞争充分的市场，雀巢对农户不存在任何“你必须卖给我们”的高压，否则张奎也不会对侯家志如此坦诚；其次，他们真的如同邬特所说，对新鲜事物保有很强的好奇心和开放性。


  张奎绝非特例，这种态度在和雀巢合作密切的农户身上很常见。


  焉文勇是一位有40多亩咖啡地的农户，他所在的村子以傣族居民居多，按照传统，他们过去是种玉米和香蕉的。焉文勇是第三批通过4C认证的。他和张奎乃至之前的刀斌，对4C管理规则的看法惊人的一致。


  “做这个事情，咖啡的价格会卖得好一点儿，”焉文勇说，“而且环境也会好一些。”以前大家会把化肥、草甘膦之类的危险药品随随便便丢在院子里，化粪池和污水处理池也不加盖，现在按照雀巢的要求改变之后，“我们自己住得也舒服多了”。


  他正在计划把老房子改造成张奎家那样的小别墅，“大概花上半年时间就能盖好了”。


  焉文勇所在的村子目前只有他参加了4C认证——他是“黄灯”通过。侯家志希望他能持续改进，并起到带头作用。


  “有的人确实会觉得做这个事情（4C认证）太麻烦了，我的咖啡米不卖给雀巢也可以卖给别人嘛，”张奎说，“但是不做的话，污染太大了，垃圾乱丢，果皮乱丢。做了4C认证之后，大家对这些事情比以前重视多了。”


  汉斯对雀巢理想中的农业社区的描述是：农户凭借努力工作，能过上舒适、体面的生活；他们受过相关的教育和培训，尊重自然环境，生产高质量的农产品，同时这些产品还能获得消费者的喜爱。目前普洱地区的情况离汉斯的理想当然还有差距，但只要知道通过4C认证，自己的咖啡会被更多人青睐，卖出更好的价格，农户们就有持续改善的动力。


  而且，除了咖啡收购价格高了，焉文勇、张奎和刀斌都承认，“做这个事情对我们还是有好处的”。


  “否则到了加工咖啡的季节，水沟里总是臭烘烘的，河里面的青苔那么长，鱼都被弄死了。这样搞到最后，还是我们自己不舒服。”


  普洱的雀巢人


  雀巢农业服务部是一个极为精简和能干的组织，他们每个人不但需要精通农业技术，能做所有的培训和拜访，到收购季节还得能在采购站胜任所有关于咖啡米的收购和质量检测工作。


  “我们出去给农户培训的时候，老侯基本上讲的都是田间种植，‘老杨’是粗加工专家，精通整个工序，”热带作物专业出身的李孙强说，“邬特也善于讲种植技术。”负责采购和质量的主管罗珏成（大家叫她“小罗”）是1998年加入雀巢的，在这之前，她曾经当过英语老师，因此经常跟着历任外国专家一起做培训、下农田，为他们当翻译。久而久之，小罗除了精通咖啡质量管理，也被熏陶得“能顶得上大半个农艺师了”。


  为了推动4C认证，农业服务部在2013年首次扩容，变成了17个人。在收获季节，原来7人小团队中的每个人都要身兼数职——2002年，李孙强就转去负责咖啡豆的收购工作了。2013年扩容后，他们的内部分工更细了，咖啡米的质量控制、出口和收货都有了专人。


  “但真到了收货季节，每个人都还是要全身心投入的。”小罗说。农户们一直都盯着纽约期货市场的咖啡价格起伏，就像买卖股票那样，一旦他们有了那种“我该出手了”的感觉时，“呼啦”一下就全都过来了。“有时候一天都没什么人来，有时候早上我们上班时一看，有几十辆车排在外面。”


  那些每天排在雀巢咖啡采购站门外，焦急地等待着用最好价格卖出咖啡米的农户，就是他们的工作动力。


  雀巢在普洱的这个团队的人员构成一直非常稳定，因此他们尽管性格迥异，但又都具有一些非常典型的雀巢人特征：极为敬业，高度重视质量；为人公正，对竞争持开放态度；热爱自己的工作，并且对此怀有真诚的自豪感。


  每一年的咖啡采购旺季，仓库门口排起长队，农户们带来的咖啡米要由雀巢雇用的专门搬运工团队进行卸载和分类。采购站内部人员的主要工作是取样和检测，农户们在几小时之内便会知道自己的咖啡豆是否合格。在雀巢咖啡中心建成之后，因为工作流程更为流畅，农户等待的时间也被大幅度缩短了。被接收后的咖啡豆要被重新包装并附上编号标牌，便于质量回溯——如果出现质量问题，雀巢的东莞工厂将此号码报给采购站，就可追查到原始供货者。


  农业服务站的人整天都要在仓库和设在办公室内的检测室之间监督搬运、称重、取样、反馈和重装的全过程，反反复复走个不停。


  “在采购季我们每个人都会瘦一圈，”李孙强说，“有一年，邬特的体重掉了1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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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云南普洱的雀巢咖啡中心


  “邬特对工作极其认真，只要有时间，他不会漏掉任何一场‘杯品’。”小罗说。所谓“杯品”，即雀巢对咖啡豆的质量测试：经过随机取样的咖啡豆样品，要在精选后被炒出来分批研磨，人工品尝。这并不像一般人想象得那样，可以休闲地喝咖啡，“杯品”是一项严格的流水作业：每人从咖啡杯中取一勺冲泡好的咖啡，将它伴随空气大声吸入口腔，充分品尝后吐掉，漱口，转台，换一杯再重复同样的动作……品尝者要将瞬间感觉的各项指标填写进表格：咖啡香味、果酸（小粒种咖啡的特有指标，一般越高越好）、甘醇度等。


  负责质量检测的人在整个采购季（虽然咖啡采购季长达7个月，但绝大部分咖啡米的采购集中在3个月里）要这么“喝”上1万~1.2万杯咖啡。


  “咖啡口味的重点是清醇。”邬特形容说，好的咖啡甚至能让人隐隐尝到桂花香和茉莉花香。但究竟什么叫清醇，什么是好的咖啡，杯品的人非得试过上千次才能掌握。小罗和农艺师们都已经是这方面的高手。


  对质量的坚持，被认为是云南咖啡能在雀巢无数咖啡基地中取得稳固地位的根本——这一点从“老杨”时代起，就已经被深深镌刻在每个员工的脑海里了。同样，雀巢对质量的严格和不妥协也已经为种植户们所熟知。


  “不好的咖啡米我们是不会卖给雀巢的。”普洱所有的咖啡种植户都这么说。


  张奎最喜欢讲给别人听的故事是，在咖啡价格最高的2011年，他的咖啡米因为水分含量稍高被退回。


  “我的咖啡米水分指标只超了0.1，就是这样，小罗也要我拿回去再晒一下，”他得意地说，“结果，因为回去晒了一天，再拿回来卖的时候，每公斤咖啡价格涨了4元多。”


  农业服务部的人都由衷地喜欢田间生活和咖啡。


  早年在比利时上大学学习热带农业时，邬特就发现自己不喜欢大城市。大学毕业后，他在坦桑尼亚工作了五年，终于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与当地农民紧密接触并进行田间劳作指导。随后，他终于在十年的云南咖啡生涯中过上了这一理想生活。


  小罗则在“老杨”决定迁移办公室的2002年，举家从昆明搬到了普洱。侯家志和李孙强都喜欢这种需要跑来跑去，与农户密切接触的田间工作。在雀巢农业服务部保持了很久的7人规模团队里，有几位农艺师是本地人，他们中的一些人退休后，比如廖秀桂，都在本地种起了咖啡。


  从2013年开始，陆续加入这个团队的新同事也都是咖啡爱好者。


  “她比我还喜欢咖啡。”小罗说。她提到的这个女孩叫卫航宇，现在负责咖啡质量管理，“她每天来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喝咖啡，一天不喝简直受不了”。


  农业服务部与外部工作环境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这些年来，农户的生活因为种咖啡有了确确实实的改善，为此，他们对农业服务部深怀信任——这一切都让这个团队从中获得了工作动力与自豪感。


  雀巢在农户中以可靠和快捷的付款而闻名，尽管它对咖啡米质量要求很高，收购价格也会随着市场的变动起伏，但基于信任，很多人还是会选择把咖啡米卖给雀巢，而不是其他品牌或中间商。雀巢的付款日就是他们的Family Day（家庭日），每个人都很开心，这种快乐非常有感染力。


  “他们现在都用银行卡，银行卡更安全，”邬特说，“如果拿的是现金，你很容易跑到商场里去买这个买那个，或者喝上一杯——钱放在银行卡里更容易攒起来。”


  “而且，中国人总是把钱花在很关键的地方，他们会盖房子，照顾家人，给孩子们受更好的教育，这点让我非常高兴。”


  侯家志则一直记得在普文大开河附近的一个傣族村子曼景缅培训时发生的事情。2006年，他去曼景缅给村民培训，当时正逢雨季，培训结束后，天降暴雨。侯家志开着越野车要蹚过大开河才能回到公路上去。那条平时浅浅的河流在下大雨时水量涨得极快，因为担心他的安全，全村人冒雨跑出来目送他过河。


  “他们都站在岸边看着我，等我开车平安过了河他们才回去，”侯家志说，“这种感觉真的很好。”


  这个团队的内部有一种温暖的家庭气氛，这是只有通过长久的工作配合和互相尊重、信赖才能产生的——这有助于抵消他们长期超量工作形成的压力和很多时候都会遇到的挫折感。


  有一次，侯家志开车走了很远的路，去一家农户检查4C认证的准备工作。到了那里，他发现对方完全是敷衍了事。在这种时候，谁都不会开心，“其实这种情况其他同事也遇到过”，但是他们最终都还是坚持了下来。


  “这种时候千万不要发火，而是要认真跟他解释，”侯家志说，“最后，对方也不好意思了。只要你足够真诚，他会明白你是真心为他好。等我再去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不要因此就产生一种错觉，认为雀巢在云南省咖啡市场中占有压倒性优势——它的采购量目前只占到普洱地区咖啡米产量的三分之一左右，而除了普洱地区，保山、德宏等地也在大量种植咖啡。


  这一模式已经受到雀巢自己培养出来的竞争者的强力挑战。除了国内外的贸易公司在云南采购之外，云南省的很多自有咖啡品牌也都在这十几年中脱颖而出。很多公司会采用一种类似“订单农业”的“中央集权”管理模式：与农民签订“最低收购价”协议，保证其种植出来的咖啡鲜果（非咖啡米）不亏本地卖出去。还有很多中间商和咖啡品牌商会直接深入到农户中去用现金收购咖啡米。


  事实上，从150年的发展历史来看，雀巢一直对竞争持欢迎态度。因为在全球所有的市场中，无论在哪一个业务领域，雀巢都一直在面对十分激烈的竞争。雀巢的历任CEO，从汉穆·茂赫之前的管理者，到他本人，再到他的继任者，都认定竞争是件好事，是一种来自外部的健康刺激——因为竞争最后能让消费者利益和企业利益达到协调，也能让企业不至于骄傲自满以致最后患上“大企业病”。


  雀巢绝对信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一信条，它也是自由市场经济坚定的支持者。它在自己的管理与领导原则中明文写道：“雀巢由强烈的业绩追求所驱使，遵守并赞成在清晰的法律框架下自由竞争的规则。”


  所以，农业服务部的员工们惯常的态度是，从不谈论他们的竞争对手，只管埋头做好自己的事情。


  关于竞争，小罗有个有趣的故事。


  在2011—2012年的采购季，一家雀巢的竞争对手在普洱召集了一些咖啡种植户开会，游说他们把咖啡米卖给自己不要卖给雀巢。一位叫田春的咖啡种植户说，他听了这些话，“越听越生气”，当天晚上回去就写了一首诗发给了雀巢农业服务部。


  当时小罗正在办公室里加班，田春执着地用一段段的短信把这首诗发到了她身边那部移动座机上来，铃声一遍遍地响，她一开始还以为是电话出了什么故障。


  田春在这首诗里把雀巢比作普洱咖农的“定海神针”和“如意金箍棒”。后来，他不但给侯家志朗诵了这首诗，还特意手抄下来，要侯家志把诗翻译成英文给邬特看。农业服务部的每个人都知道田春和他的诗——虽然他们不对外人炫耀，但一旦有人提起来，大家都会像个孩子一样为此感到很得意。


  邬特则说：“对我个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竞争，而是即使有一天雀巢不在这里了，这里的咖啡种植还会延续下去。”


  雀巢的“双城故事”


  雀巢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所做的一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和它在云南普洱所做的工作极为相似——都是利用自己的知识和市场需求帮助当地农户找到新生计，同时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的故事。


  和咖啡业务一样，奶制品业务也是雀巢集团的支柱业务之一。根据2013年销售数据来看，奶品相关业务占雀巢集团全球整体销售额的29%。雀巢目前在中国有三个奶制品工厂：黑龙江的双城工厂、山东青岛的莱西工厂和内蒙古额尔古纳的呼伦贝尔工厂。对中国人来说，除雀巢咖啡之外，他们最熟知的雀巢产品就是婴幼儿配方奶粉、淡奶油和一系列近年来新推出的成人奶粉等奶制品——它们大多产自这三个工厂。


  其中，双城工厂生产成人奶粉、谷物食品和婴幼儿配方奶粉；青岛莱西工厂生产在中国市场销售的所有的液态奶，例如，超高温灭菌液体奶、雀巢淡奶油、雀巢鹰唛炼奶、雀巢三花淡奶等；呼伦贝尔工厂则生产全脂奶粉和脱脂奶粉。这三个工厂全部沿用了双城工厂在中国所创立的“工厂+奶源基地”（其中包括普通奶户及成规模的牧场）这一模式。


  在这一模式开始推广的早期，雀巢采用的是简单的三层管控结构：奶户—奶站—工厂。简而言之，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建奶站，然后由奶站负责收购自己辖区内的奶农送来的鲜奶——这是为了解决当年双城的养牛散户们养牛少、自己没有能力置办制冷存储设备的问题。随着奶户养牛规模和管理能力的变化，雀巢在2016年前后帮助奶户们逐渐完成了向“直供牧场”这类规模化经营的转型，这一模式简化成了“直供牧场—工厂”。


  截至2016年，雀巢的三个工厂周边总共覆盖了517个直供鲜奶供应商，其中31个日供鲜奶量超过5吨。三个工厂从周边的奶区每年收购的鲜奶在60万吨左右，能满足超过三分之二雀巢在中国生产的产品所需要的奶量。


  和在云南推广咖啡种植一样，雀巢也是通过示范、培训的方式去帮助奶户养牛的。区别在于，鲜奶和粗加工的咖啡豆不同，前者对新鲜度、保质期、运送方式、卫生和质量检验的要求远高于后者。


  工厂对奶户的管理和监测所需要的工作量、投资和工作人员人数，都高于在普洱对咖啡的投入。双城工厂在奶站时期的鲜奶收购及农业服务部至少有一个50人左右的团队在通过奶站管理奶源基地中的奶户和牧场。到了直供牧场时代，这个团队的人数调整到了20多人，团队人员的知识结构变得更加丰富，从养殖经验、牧场管理到挤奶设备清洁等无所不包，以支持牧场主的发展。


  从技术层面上讲，建立一个优质的奶源基地对雀巢来说并非难事。因为它所在的瑞士，国土大部分属于阿尔卑斯山区，不适合大面积耕种农作物，所以自中世纪以来，养牛业一直是瑞士农业生产的重要部分，牛奶是其最主要的农产品之一。


  毫不夸张地说，瑞士的食品工业与牛奶加工业密不可分，恰恰是瑞士人防止牛奶腐坏的细菌隔绝技术，让瑞士的乳制品，比如黄油奶酪，早在18世纪末期就销往全球市场。而且，瑞士农业的组织方式是以家庭经营的农场为基本单位的，这一形式与其在双城由零开始的农户家庭养牛模式也是类似的。


  唯一的问题是，两者的条件相差得实在悬殊了些——这就需要雀巢做大量的培训和前期准备工作。


  有资料表明，早在1979年4月，雀巢就曾派人来中国讨论建奶品厂的合作事宜。1982年，他们开始和中方合作者正式就合资建立黑龙江双城牛奶制品厂的事宜进行谈判——这也是雀巢在中国的第一个合作项目。


  经历了当年外资企业在中国合资特有的复杂筹建过程，双城工厂在8年之后的1990年正式运转。为了解决奶源问题，和送来“咖啡先生”一样，雀巢从总部派来一批批专家，在当地建立了一套激发奶农养牛积极性的牛奶采集网络和收购制度，并向农户传授了饲养、管理奶牛和采奶的技术。


  由于双城工厂是雀巢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乳制品厂，它几乎成了雀巢工厂系统在中国的“黄埔军校”：那些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便加入其中，迄今没有离开雀巢的员工，几乎全部成了雀巢各个乳制品工厂或集团各个职位上的管理骨干。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能清晰地回忆起早期那些雀巢农业服务部的外国专家是如何教授农户养牛技术的——用他们的话说，“这比培养一个合格的工程师难多了”。


  陆明是双城工厂历任管理者中的第一位中国籍厂长，在大学毕业后他就加入了双城工厂的筹备工作。陆明当时被派去负责陪同瑞士籍奶源专家毛瑟，四处发展奶户和向他们普及养牛知识。在1990年7月7日，双城工厂正式开业的那天，因为和毛瑟在一起，陆明成了大家公认的雀巢双城工厂历史上“拎到第一桶奶”的人。


  “我们是7月7日早上四五点开始在奶站收奶的，农民在家挤好牛奶装在桶里拿到奶站来，然后由奶站的人把它泵到奶站的储奶罐里制冷，”陆明回忆说，“当时来交奶的人不多，我们还送给第一个交奶的奶户一个奶桶做纪念。”


  在1990年前后，双城还只是一个东北铁路沿线上的小城——早在20世纪初，它就是原中东铁路上的一个节点，因此有一座历史悠久的火车站。除此之外，在整个双城市里，很少能见到像样的柏油路，对外通信不畅，遇到下大雪等气候恶劣的时候，双城与外界连电话都通不上。


  但是，双城坐落于北纬45度的优质奶源带，气候极适宜养牛，当地的主要农作物，比如玉米等也适合做牛的饲料。和云南咖啡几乎“从零开始”完全相反，双城当地养牛的历史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据说，双城养牛的传统是由哈尔滨的城市发展引发的。20世纪初，随着当时中东铁路的修建，有33个国家的16万余侨民移居哈尔滨。这些侨民有喝牛奶的习惯。从那时起，距哈尔滨40多公里的双城就有人开始养牛，为居住在哈尔滨的外国人供应牛奶。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早在雀巢落户此地之前，双城就有一个名为双城环球乳业有限公司的乳品厂——附近的农户一直在陆陆续续为它养牛供奶，为了和后来的雀巢双城工厂区别开，大家习惯叫它“小乳品厂”。


  但是，即便有着悠久的养牛传统和“小乳品厂”的需求，双城农户们养牛的规模也极小。“那个时候（1990年左右），农户养牛是副业，谁家要是有5头牛的话，那简直是超大规模了，”陆明说，“一般一家就一头牛，一头牛当时值3000元左右——这就是农户家里最贵重的资产。”


  双城工厂鲜奶收购及农业服务部经理张振东和现在的惠氏营养品（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工厂厂长郑世友，都是在1996年加入雀巢双城工厂的。在这之前，像毛瑟这样的专家已经花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来培训双城奶户。即便如此，在张振东和郑世友的记忆里，在1996年之后，外国专家来双城给奶农们做培训也还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雀巢的专家们需要为奶农培训的内容无所不包，比如：怎样给奶牛修蹄，怎样刷洗奶牛，怎样给奶牛催奶，怎样在挤奶前进行基本消毒，如何做青储饲料（青绿饲料经控制发酵而成的饲料，有“草罐头”的美称）和修建牛棚等。除了教奶户们更好地照顾自家最重要的资产——奶牛，雀巢的专家们需要把一些关于牛奶的最基本的质量意识灌输给他们。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奶牛生病了去畜牧站打针治疗，奶农不知道这个药物会残留在牛奶里。雀巢的专家们告诉奶农，打完针的牛不能马上挤奶，“必须要等抗生素降解排出后，才能挤奶，这时挤的奶才符合雀巢的要求”。


  “我们的做法就是不断地培训、讲解和教育，而且还要严格检查。当然，首先要给奶农们解释清楚血液循环的原理，为什么打完药之后（残留药物）会进入牛奶里。”张振东说。雀巢也在一些大点的奶站提供检测，“如果你担心牛奶有问题，我来帮你测一下样品，如果（关于抗生素的）指标是阳性，那这个牛奶就别送来了”。


  “他们一开始对牛奶的质量要求就特别严，”郎义强，一位养牛长达23年的资深奶户回忆说，“但是雀巢的好处是会一步步告诉你该怎么做，如果你希望牛奶卖出好价，那么脂肪、蛋白含量和菌落（TPC）指数就都要符合它的要求，一点儿都‘不能含糊’。”


  “尽管要求多，雀巢还是很受欢迎。”郎义强说，“他们最好的一点就是诚信，给钱稳定。”


  和在普洱收购咖啡米一样，雀巢收购牛奶始终是月结费用，而且从不拖欠——奶农们称之为“开（奶）支”。一开始是现金结账，“每个人领个袋子，现金就装在袋子里面，拿着很有成就感”。等到双城的金融环境一支持银行卡结算，雀巢就直接把收购款打到农户的卡里了。


  “每个月开支的日子，就是我们最开心的一天了。”郎义强说。


  在郎义强的记忆里，从1994年他开始跟雀巢合作，雀巢对奶户们关于质量和饲养技术的培训就没有断过。和雀巢在普洱所做的一样，奶农的这些关于奶牛饲养、管理的知识和质量意识都是被专家们一点点用示范的方法灌输和传授的。


  “那些做农业服务的畜牧专家，每天都要到乡下去跟农户一起摸爬滚打。”郑世友说。他的同事中有一位来自法国的畜牧专家罗宾，十几年后，郑世友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罗宾站在泥地里教农户修牛蹄的情形。


  罗宾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和邬特父子及所有雀巢派驻普洱的外国专家一样，他也是非常典型的雀巢人：精通本行、敬业，能够适应各种工作环境，善于和人打交道，也乐于传授知识。张振东毕业于东北农业大学兽医专业，和罗宾在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他当时都是亲自给奶牛做繁育、搞配种，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雀巢最好的一点是，它从不会把一个高深的理论硬塞给你。”郑世友说，他自己是学空气动力学出身，结果却在雀巢的培训体系中逐渐成长为乳制品厂的管理者，“雀巢对内对外都有很多简洁、可视化和可实践的教程，像罗宾这样的专家则是最宝贵的资源之一”。


  这种完全不教条、亲身传授和尊重当地人习俗的培训方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雀巢在供应链上要做的很多工作是针对全球各种各样的农户的——与其向他们宣读文件，不如靠经验丰富的专家们亲自示范，而且这些知识还必须跟上全球和本地的形势，并不断更新。


  这一工作风格在张振东所在的鲜奶收购及农业服务部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和农业畜牧业有关的工作中有一部分是固定的，比如，随着季节的变更，给奶农们做关于奶牛繁育、青储饲料等培训。但是，来自总部和各个区域的新技术和新经验层出不穷，奶区的形势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雀巢逐渐推动散户向直供牧场转型的过程中，张振东和同事也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


  2016年，在雀巢的奶区由奶站管控模式转为直供牧场模式之后，他们需要由对奶站和奶农的管理与技术支持转为为牧场主服务。鲜奶收购及农业服务部的员工需要一点点落实这些直供牧场的建设与运营规范，他们既要为牧场主提供饲料安全、奶牛健康、科学饲养和动物福利等养殖方面的技术支持，也需要规范他们在挤奶过程、设备清洗等方面的流程。


  “这个部门工作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个人都要不断学习，学完了你才有能力去靠亲身示范帮助奶户。”


  让奶区健康、稳定发展


  一直到2007年，雀巢的“双城故事”都还是一个普洱咖啡的加强版：一批又一批的外国专家来到双城传授养牛技术；工厂严格把控质量，和双城农户建立了稳定和充满信任的合作关系；工厂每年收购约30万吨牛奶，每年支付给奶户和牧场的鲜奶款达到12亿元；双城的牛奶设施覆盖3000多平方千米，配有68个鲜奶站，生产商超过7000家，还有90家直接向雀巢供奶——这些奶站每天可收奶大约700吨，日均处理鲜奶200多罐；在这些年里，雀巢一直是双城最受农户欢迎和最能吸引人就业的企业之一。


  与之同步的是，双城这个县级市也像中国经济一样，在持续高速发展。2014年，双城正式划归哈尔滨市管辖，成了它的第9个区——哈尔滨市有一批相当有活力的制造企业在这里的高新区安家，成了雀巢新落成的奶牛养殖培训中心的邻居。


  然而，到2008年，双城奶区乃至整个雀巢在中国的乳制品生意都被一场来自外部的巨大风波深刻地影响了：国内奶业经历了“三聚氰胺事件”，整个行业都遭遇了来自消费者的信任危机——从那之后，牛奶就成了中国人餐桌上最受关注的食品之一。


  “三聚氰胺事件”起因是当时很多食用三鹿集团生产的奶粉的婴儿被发现患有肾结石，随后在其奶粉中发现添加了化工原料三聚氰胺——以增加牛奶中的蛋白质含量。


  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公布对国内的乳制品厂家生产的婴幼儿奶粉的三聚氰胺检验报告后，多个厂家的奶粉都检出了三聚氰胺——该事件最终成了中国乳制品行业的灾难，亦重创了“中国制造”的商品信誉，为此，多个国家禁止了对中国乳制品的进口。


  尽管雀巢的产品并未在这次事件中被检查出任何问题，但在2008年，它也被行业危机波及，遇到了库存大量积压、销售限于停滞的困境。


  在“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前，中国原料奶生产、乳品加工一直保持了一个较快的增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08年前8个月，中国液体乳和固体乳制品产量分别为10178千吨和2495千吨，同比增长12.07%和7.34%。但以2008年9月11日为分界线，仅在9月和10月，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国内液体乳和固体乳制品的生产同比就分别下降了18.67%、32.49%和15.59%、32.39%。蒙牛和伊利被列入三聚氰胺“黑名单”的第一周，生产下降90%；10月，中国乳品出口几乎停止。


  按照当年的初步估算，“三聚氰胺事件”给中国乳业造成了200亿元左右的损失，更糟糕的是，消费者对中国乳业的信心全失。为了缓解消费者的不信任情绪，2008年之后，各大品牌的婴幼儿奶粉都要特别说明使用了进口原料奶粉，才有销路。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国内企业越来越依赖进口原料奶粉，仅在2012年上半年，中国就进口奶粉44.5万吨。而在2008年，这一数量仅仅是14万吨。


  新西兰成了这次食品危机中的最大赢家。到了2013年，有数据显示，新西兰有95%的乳制品用于出口，年出口额约为84亿美元，占新西兰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而中国是新西兰乳制品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国内有80%的进口奶粉原料来自新西兰。从2010年到2014年，光明乳业、恒大乳业集团、伊利、蒙牛等中国乳制品企业都在新西兰收购、投资新建了奶粉工厂或者与当地合作伙伴合资建立了研发机构。


  很自然，中国奶农最终成了这一事件的输家，除原有的供求关系受损之外，国内的原奶收购价也失去了成本优势。


  据《荷斯坦》杂志对欧洲、美洲、亚洲等地的20个国家2012年6~10月的奶价调查，每公斤折合人民币为3.24元。而据北京东方戴瑞乳业信息咨询公司对中国28个省28个规模牧场的定点跟踪调查，中国2012年6~10月每公斤牛奶的平均价格为3.90元。中国奶农因为持续失去市场和竞争力，在一些地区一度出现过奶农“倾倒鲜奶”和“杀牛”的新闻报道。


  信任是最宝贵的财富


  在2008年和之后的这些年里，雀巢在双城和各个奶区做出的选择是，继续用稳定的价格收奶——可想而知，当时的雀巢中国为这一决定承担了多大的财务压力。


  “三聚氰胺的事我们都知道，当时也担心过一阵子，怕没人收奶，”郎义强说，“但雀巢还是照常收奶付款，大家很快就安心了。”


  郎义强和雀巢的员工们都认定，当时雀巢的管理体系和检测是完全能够避免类似事件发生的——与其他乳制品厂用蛋白质含量作为收购鲜奶的定价指标不同，雀巢收奶定价时，一直更重视脂肪含量。


  “所以往牛奶里掺三聚氰胺这种事（目的在于增加牛奶中的蛋白质含量），在我们这个地方闻所未闻。”郎义强说。


  “雀巢做生意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建立在双方互信互利的基础上。奶农既然把合格的鲜奶交给了我们，我们就该用合理价格付款，”陆明说，“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公司，无论是自己的销售遇到困难，还是发生‘三聚氰胺’事件，我们都没有把困难转移到奶农这一端去，所以这么多年，双城的奶业一直在很平稳、健康地发展。”


  在这一波及全行业的危机里，雀巢其实还做出了一个重要转变，以应对市场的变化，那就是将生产婴幼儿奶粉的原材料改为从欧洲进口。


  因为“三聚氰胺事件”之后一段时间里，消费者对中国乳业完全丧失了信任感，各大品牌的婴幼儿奶粉都要用“使用进口原料奶粉”的字样来让消费者安心——新西兰奶源在中国成了“质量保障”和“安全”的象征。2013年，由于新西兰最大的奶源提供者恒天然发生了肉毒杆菌乌龙事件，新西兰奶源的名声也受到了打击。随后不少企业又开始转而宣传称它们产品的奶源来自“欧洲”或“美国”了。


  这确实是一件听上去有点荒诞的事情：人们仅凭原料出产地，或一个未经证实的传闻就能判断产品质量的优劣。但是不要忘记，中国消费者的信心和感情在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中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就是来自消费者的信任，但它非常脆弱，很容易就会流失，”保罗·薄凯在一次采访中说，“只要犯一个错误，就能把信任全部抹杀。”


  当时的保罗·薄凯是作为全球最大食品企业的CEO讲出这番话的，其中蕴含着在100余年历史中，雀巢通过挫折所学到的全部经验教训。在中国，他的话不幸已经被“三聚氰胺事件”验证了——现在，中国乳品企业只能一点点艰难地赢回消费者的信任。


  在这种情况下，因为雀巢的企业文化一向提倡尊重消费者的选择，要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经营者必须“对消费者习惯的转变保持开放的心态”。因此，尽管雀巢中国奶区的牛奶并没有出现质量问题，但由于中国消费者目前的偏好，雀巢还是对生产做出了相应调整。


  如今，双城工厂在生产婴幼儿奶粉时选择从欧洲进口原料，而从双城奶区收上来的鲜奶，在经过更为严格的质量检测之后，被用来生产成人奶粉等产品——这是雀巢从2005年以来逐渐开发的一个新业务增长点。


  “现在，双城工厂生产成人奶制品的量比婴幼儿产品还多一点。”陆明说。毫无疑问，这一转变绝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在进行业务调整的同时还要保持奶农的积极性——这种做法当然也会给雀巢带来很大的财务压力。


  长远眼光带来商誉与骄傲


  和对待咖啡种植户的态度一样，雀巢的奶区策略也并非慈善行为，而是出于长远的商业考虑，即维护一个健康、诚信、平稳发展的农业社区，通过科学和技术手段不断提高农业社区的管理，会让它的原料质量始终保持高水准，而成本趋于合理——这是建立一条安全供应链的基础。而作为全球最大的食品企业，它也有足够的实力为自己的原料产地制定一个眼光长远的策略。


  “农业需要的是耐心和长期投资，”汉斯说，“奶牛从小牛长到可以产奶需要三年，咖啡树从种下到有收获也是三年，在这个行业里，做出任何短视行为都是灾难性的。”


  雀巢在双城一开始采用的是“奶户—奶站—工厂”模式，简而言之，就是划定管理区域，在其中建奶站，然后由奶站的雀巢工作人员负责收购辖区内的奶农送来的鲜奶——这是因为一开始双城的奶户们养牛少，自己没有能力置办制冷存储设备。这个简单的三层管控结构相对适合中国国情，所以后来的山东青岛的莱西工厂和内蒙古额尔古纳的呼伦贝尔工厂都采用了这种方法开拓奶源。


  一个奶站覆盖周边一定数量的村落，辖区内的奶户们每天交来鲜奶，奶站能够先对鲜奶进行一些简单的化验，检验合格后将其装入制冷罐里储存。奶站有一个关键作用就是取样化验，每批奶户交上来的牛奶都要编号、取样，然后送回工厂的中心实验室做化验。一旦通过中心试验室的检测，奶站的合格牛奶便可以一批批送入工厂了。


  “因为奶农现在开始由散户向小型直供牧场转型，牧场自己配备有制冷罐，雀巢只需要派槽车去定时收奶就可以，所以这个地区现在只有60多个奶站了，而且这个数量还在随着奶农的转型而不断下降。”张振东说。双城地区农户养牛积极性最高的时候，奶站曾高达80多个。每个奶站有一个站长和几个工作人员。“我这个部门（鲜奶收购及农业服务部）在奶站管理这部分现在有50多人。”


  这种长期、稳定的合作带来的是真正的知根知底，和邬特一眼就能认出咖啡种植户的车子一样，雀巢奶站的工作人员每周会争取去奶户家巡视一次，他们对自己管辖范围内奶户的情况，比如每家有多少头牛，能产多少奶都了如指掌。他们甚至连奶户家来了什么亲戚，家里闹了什么别扭都知道，因为“家里一出问题可能就没人管牛了”。


  “大家互相那么了解，所以‘我今天给你掺水，明天给你掺三聚氰胺’，这种事在雀巢管理到位的奶区里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张振东说，“我们这里有监测，如果真发生了牛奶质量异常情况，我们会彻底调查清楚原因，在奶站的黑板上公布。”


  奶站对收上来的鲜奶进行的测试相对简单，仅仅包括感官测试和新鲜度等几项。在鲜奶样品被送入工厂中央实验室详细检测之前，奶户们送来的牛奶都已经被送入奶站的制冷罐内储存或装车了。一旦其中一户的牛奶出问题，一整罐或一整车的牛奶都可能被“连累”报废——所以，雀巢的这套牛奶质量管理体系其实是建立在信任和彼此知根知底的基础上的。


  “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管理工作，现在收奶时鲜奶出现问题的次数极少，一年都没有两三次，”张振东说，“但前提是，这必须是一个长期、稳定的合作。从长远看，大家都觉得在村里的声望最重要。”


  在这种长期合作里，人们格外重视自己的商誉，而不是梦想依赖铤而走险致富。雀巢想要激发农户对自己生产的农产品质量产生一种自发的荣誉感——这一做法从奶站时期开始，延续到了如今的直供牧场模式里。


  “雀巢对质量的要求是很严的，比如说，如果奶户交上来的奶里有违禁的抗生素残留，我们一旦检测出来，就算一车奶值好几万元钱，那也得倒掉。”雀巢双城工厂质量保证部项目经理马世杰说，在雀巢使用奶站模式管理奶源时，中央实验室负责检测那些奶站送上来的样品，以决定是否让原奶进入工厂。一旦真出了事故，原奶被质量保证部打回，奶站会秉承透明的原则公布原因，谁给周围的村民造成了多少损失写得清清楚楚——没有人愿意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这种报告里。


  “我们还会提供全年各个奶区牛奶质量方面的排名，”张振东说，“如果奶户所在的这个奶区很好，全年没有任何异常，他们可骄傲了。”


  确实如此。如今，郎义强在介绍自己的直供牧场时，总是很自豪地告诉别人，他和雀巢合作了20年，送的奶“一次也没被雀巢退回来过”。


  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


  从长期来看，畜牧业的赢利其实比更加依赖气候和短周期的农业稳定——相比咖啡这种在国际期货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商品，因为鲜奶不易保存的种种特性，只要不出现恶性竞争和三聚氰胺这样的灾难性事件，它的价格会一直保持一个相对合理和平稳的波动。


  “牛奶的定价虽然相对稳定，但我们也会根据市场需求和国际价格来做调整，”陆明说，“我们是要对奶农负责，但是他们也应该不断增强竞争力。”


  为此，雀巢在双城也采取了和普洱一样的透明市场原则，他们会随时告知奶农们牛奶市场价格的波动。“他们一看价格，自己也会算一下经济账，要想有竞争力，必须提高管理水平和牛奶质量，”张振东说，“我们也会提建议，比如教奶农自己做粗饲料和青储饲料，这样就能把成本降下来。”雀巢还建议农户种植饲草饲料喂牛后，用牛粪肥田。这样做，不但能省掉一些化肥费用，对土壤和环境也有好处——这些提议和政府近年来对奶牛养殖的指导政策是一致的。


  雀巢在三个奶区都推出了很多类似“百万饲料福利计划”“示范养殖场牛奶生产商培训计划”和“牛奶设施清洁计划”这样的项目，还向奶农免费提供了毛巾、刷子、清洁剂等必需品，主要的目的就是帮助他们改进奶牛饲养的管理、卫生和喂养条件。


  因为信息透明，奶农努力提高养殖技术、改良奶牛品种和降低管理成本，雀巢在双城花了十几年建立的这条牛奶供应链，曾是既能满足消费者对安全的需求，又极具价格竞争力的。


  在2006年前后，按照市场规律和雀巢的引导，双城的奶农就已经开始自发地调整散户的经营模式，逐渐开始向小规模的家庭牧场转型。


  “三聚氰胺事件”之后，政府大力推广规模化养殖，这从客观上加快了雀巢转型的步伐。到2016年，包括双城地区在内的雀巢三个奶区都完成了直供牧场的转型——散户经营模式已经不复存在，昔日为方便散户收奶建立的几十个奶站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郎义强是一位特别典型的双城奶户：他从1992年开始养牛，一开始是向人借了3800元买了自己的第一头牛，给双城原有的“小乳品厂”供奶。1994年，郎义强开始把鲜奶交给雀巢双城工厂。通过和雀巢十几年的合作，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小型家庭直供牧场的所有者了。


  郎义强的家庭财产从一头牛增加到三头牛，花了三年时间——他当然知道规模化的好处，如果品种好，产奶稳定，一头牛一年能让主人净赚近3000元。那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如果一口气养上四五头牛，铁定能成为人人羡慕的“万元户”。但是，当时农村信贷极不发达，郎义强即使找人借钱也一时难以凑齐买牛款，只能靠自身发展这样缓慢的滚雪球方式来扩大养牛数量——双城大多数以家庭为单位的奶户基本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现在在双城地区，几乎没有养5头以下奶牛的奶户了，大家基本上是20头以上。”陆明说。


  随着养牛数量的增加，奶户的养殖知识也需要不断更新。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过去养牛都是传统的，比如给牛吃东西，无非是喂点豆饼，家里有什么就喂什么，从来不知道什么是饲料配比，”郎义强说，“雀巢来了以后，我们才开始给牛喂饲料，做青储饲料。”这些技术还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到了现在，奶户们已经开始给奶牛喂科学配比的全混合日粮了：把粗饲料、精饲料、矿物质、水等混合在一起，口感极好，让奶牛一次吃完就不需要再补充其他营养，“就跟让小孩喝婴幼儿配方奶粉似的”。


  “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这十几年来，雀巢的培训也没断过。”


  等到郎义强的牛增加到一定数量时，他很快发现，规模化是把双刃剑：一方面，谁都知道养的牛越多越好；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牛挤在一起，疾病的发病率高了，如果管理技术跟不上，一旦一头牛生病并且传染给其他牛，奶户的损失就会极大。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乃至中期，他们从未遇到过这类问题——当时奶牛的疾病发生率很低，原因是奶户们家中大多只养一两头牛，基本上是放牧，“山上什么吃的都有，牛四处溜达，可幸福了”。


  从另一方面看，如果养牛太多，不增加挤奶和管理的机械化程度，只靠人工的话，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又很难支撑这种规模。这十几年来，整个中国的趋势都是人工越来越贵，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又很严重，“现在你想在双城雇一个帮工养牛，每个月给3000元以上都雇不来合适的人”，过度规模化带来的管理成本是普通奶户无法负担的。


  “奶户一家人加上一些机械化设备，只要牧场设计合理，管理水平能跟上，再雇一两个帮手，就能照顾好200头牛，产出的牛奶的质量也有保证。”陆明说，“在欧洲，尤其在瑞士，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家庭经营是瑞士农场的典型特征，在雀巢的经验里，这样的牧场一般每天能产出1.6吨左右的牛奶。


  “一个牧场里不可能所有的牛都能产奶，出奶牛在100头左右，加上小牛犊和干奶牛（处于停奶期的奶牛），一共是200头左右”——从目前双城的客观情况看，对以家庭为单位的奶户来说，这是一个效益最好、性价比最理想的转型模式。


  从2006年开始，雀巢就开始逐步鼓励奶户们成立直供牧场，但他们的原则是尊重奶户的意愿和市场自然发展规律，并且也要辅助以科学养殖和管理的培训和指导。


  想成立直供牧场的奶户们首先要在硬件指标上达标。


  “要成立这样一个牧场，你一天的总产奶量得达到1000公斤以上（这就意味着农户至少得有七八十头牛），牧场的占地面积要在3000平方米以上，还得有储存鲜奶用的制冷罐。”张振东说。


  郎义强完全符合雀巢给出的硬指标，他有90头牛，并已在2014年转型为直供牧场。


  “我为什么想办这个牧场？就拿牛的活动空间来说吧，原来这些牛就养在我自己院子里的两个圈里。牛没有溜达的空间，挤在一起会很容易生病。”为此，他买下了一块3000平方米左右的地来建自己的牧场，并且重新设计了牛棚。


  “奶户家原来那种老式拴系的牛棚，牛少了一拴没问题，但牛多了，就要设计新牛棚，那和以前完全是两个概念。”张振东说，新式的牛棚会有四条通道，方便奶牛行走、休息，还有饮水区，对排水、通风、温度和湿度控制的要求都很高——雀巢在这些方面都极富经验，会为奶户提供设计指导。


  和在普洱鼓励咖农通过4C认证一样，雀巢对这些想成为直供牧场的奶户给予了相应的培训和鼓励。“我们在2014年大约拿出了1000万元的项目资金，能支持60~70家奶户转型，”张振东说，“如果奶户真想变成一个直供的家庭牧场，而且也在资金和知识上准备好了，我们会免费提供一个制冷罐鼓励他。如果奶户说要建一个大一点的牛棚，请我们给参谋设计一下，甚至提供点什么材料，我们也会尽量帮忙。”


  雀巢还会顺带帮忙提供一些金融服务，它和哈尔滨银行以及招商银行的合作是关于为够资质的奶户们贷款购买小牛的——规模发展需要资金支持，像郎义强的家庭牧场早期那种靠自然积累慢慢成长的速度，对现今要做直供牧场的有经验的奶农来说，可能有点太慢了。


  最重要的是，和在普洱用提高收购价鼓励咖农参与4C认证一样，在以质量过关的前提下，雀巢给了转型为直供家庭农场的奶户们一个相对优惠的收奶价格。从2013年开始，郎义强卖给雀巢的鲜奶就“每公斤多卖了5角钱”。


  “这个优惠价也会浮动，因为我们是以质量论价，而且对直供牧场质量的要求更高，但这个价格其实就等于鼓励大家转型为直供牧场。”张振东说。


  建一所“活蹦乱跳”的奶牛学校


  从某种程度上看，身为“80后”的夏云柏应该是汉斯喜欢和寄予厚望的那类农户。


  “雀巢一直想吸引和鼓励农户的后代，让这些年轻人能够继续从事农业活动，”汉斯说，“管理上百头奶牛和管理5头牛截然不同，前者需要资金、知识和管理技术。要获得这一切，就需要年轻人去学习。”


  夏云柏就是汉斯口中的“年轻人”。他的父母也是从家里只有一头牛的时候起，就在和雀巢合作。子承父业的夏云柏脑筋活络，很有行动力。夏家养了40头牛，这个规模在目前看起来无法达到效益最大化，于是他与村里另外两家规模近似的奶户合计了一下，共同投资50万元，买下了3000平方米地，成立了一个联合牧场——三家一共150头牛，每天出产质量稳定的鲜奶1.5吨。这种联合类似一种私人约定的股份制公司，“我们自己看住秤，等卖完奶雀巢开支了，各自分账”。


  夏云柏为这件事在2014年春天去找了自己的奶区主管商量。


  “我们觉得这个想法很不错，就支持了他一个制冷罐，然后还帮他设计了牛棚。”张振东说。


  但是转型直供牧场需要夏云柏和他的邻居们，还有其他转型的奶户们不断地学习。比如说，和之前直接用奶桶装了鲜奶送去奶站不同，直供牧场的一个重要转变是都配备了制冷罐。奶户们首先就要学习如何规范地清洗制冷罐，防止细菌和微生物滋生。然后，雀巢在一定时间段内会派车来拉走制冷罐中的鲜奶，这就要靠泵和管道连接，把奶从制冷罐中泵入槽车，在这个过程中，管道和泵的连接、操作和清洗也需要奶户们从头学起。


  夏云柏还得学会和自己的合伙人在生意中和睦相处——尽管他们三家人平时感情很好，但是这种友情在商业合作中（尤其面临风险时）是否还能继续保持下去？


  “好就好在我们三家彼此知根知底，养牛的想法也差不多，”夏云柏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只有三家一起搞这个牧场，如果再多几家参与进来，人多嘴杂，这事儿就不好说了。”


  爱学习的农户


  和普洱的张奎、刀斌、焉文勇一样，在和雀巢长期密切合作的农户身上，往往都带有一种既自信又慎重的气质，这两种品质其实并不矛盾：一方面，凭借对雀巢的信任和以往的经验，他们对新鲜事物持开放态度；另一方面，他们十分谨慎，会权衡再三做出真正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在不断学习新知识后，他们对自己能力边界的变化有着明确的认识。


  夏云柏和郎义强都是如此。


  “我们一家两个人再雇上两三个人，就能把100头牛管理得非常到位，一头牛每天的产奶量如果能达到40斤，（这个牧场）就能有效益。”郎义强说，他养了22年牛，就他的经验来看，他现在养的90头牛，“管理好了，能让我一年挣30万左右”。


  “要是牛太多就不行了，我怕管不过来失控。”


  夏云柏同意他的看法：“我们这种联合也一样，三家两家意见能统一，管理好一点儿就能挣钱，如果十家八家联合起来，搞不好还会闹矛盾。”


  但他们对未来的态度都是非常开放的：“这些年，我们都是像滚雪球一样在发展，只有挣了钱有了效益，能力够了，才能往前走。你看，我今年养90头牛，可能来年就是100多头了——这都得一点点发展着看。”


  农户的态度往往是一面镜子，能反映出雀巢的某些特质。尽管始终对新技术保持开放的心态，但雀巢对农业的总体态度是审慎的——人类必须时刻保持对自然的敬畏，让农业生产成为一种长期、可持续的活动，而不是一上来就忙着大干快上，在短期内追求效益最大化。


  这个观点，普洱的农艺师们也曾一再提到过。一棵精心管理的咖啡树可以在30年内保持产量稳定，但这就要求农户和雀巢都有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心态。“如果你一开始就不断施肥或者不种荫蔽树（加强阳光的照射），让咖啡树拼命开花结果，起初收成确实会很好，但这样管理的咖啡树很容易在十年后就衰退了，”雀巢的农艺师们都会这样劝告农户，“这样一来，十年后你又要重新种，而新咖啡树至少要等两到三年才能有收获，说不定那几年咖啡价格会很高，那你就亏多了。”


  因此，雀巢人在公开场合表达对奶业发展趋势的看法时，他们也是谨慎的。“关于未来农场规模的问题，从目前的形势看，我们认为400~1000头的数量是比较理想的，”陆明说，“但是，奶业在不断的转型升级和变化当中，所以未来到底是万头牛规模的牧场还是千头牛规模的牧场比较合适，还是一个未知数。我们唯一确定的是20头牛这样小型散养的模式会慢慢被替代。”


  陆明是在2014年10月15日的雀巢奶牛养殖培训中心（Dairy Farming Institute,DFI）正式落成典礼上说出这番话的——雀巢在距离双城市区10公里的幸福满族乡久援村投资建立了一个占地60万平方米的“奶牛学校”。这个庞大的建筑群包括一个培训中心和三个不同规模的奶牛养殖场：一个是小型牧场，养殖规模为200~400头牛，可以为小奶户向专业管理的奶牛养殖过渡提供实践指导；一个是拥有600~1200头牛的中型牧场，以及一个拥有3600头牛的大型牧场（规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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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双城的雀巢奶牛养殖培训中心


  就在雀巢的负责人对各方来宾致欢迎辞的时候，这个培训中心的中型牧场中已经有几百头来自澳大利亚的进口奶牛在悠闲地溜达了。按奶农们的说法，这些奶牛出奶量能达到平均每天28公斤，远高于目前双城奶户饲养的奶牛的平均出奶量。


  而雀巢官方的数据表明，到2016年，奶牛养殖培训中心有1500头牛，其中成乳牛750头牛，2015年成乳牛年平均单产达到9.7吨（头产牛）。这样的产量在黑龙江也处于领先水平，而且雀巢对牧场管理的关键在于注重经济效益管理，奶牛产奶量虽高，但饲料成本也控制在1.9元/公斤奶。


  数据不会说谎，从雀巢的养殖成绩单来看，无论繁育、饲养，还是日常管理等项目，这个养殖培训中心的课程都很“有料”——郎义强曾经说过，如果自己的管理技术能让牛每天的出奶量保持在40斤左右就很有赚头了。


  为了提供实用而且高质量的培训，雀巢贡献了自己在欧洲等市场上积累的畜牧业经验，并且为“奶牛学校”找来不少经验丰富的老师和合作者，其中包括东石北美牧场科技公司、亚达–艾格威公司、礼来制药公司、福斯特公司、国际牧场联盟、蓝德雷公司等，还包括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和东北农业大学——这个名单还在不断地丰富中。


  2014年，雀巢奶牛养殖培训中心总经理鄂华德说，培训中心计划每年培训700多名学员。培训课程分为四个级别，包括牧场技术管理、奶牛健康、奶牛饲养管理、奶牛繁育和配种管理、挤奶和牛奶质量管理等牧场所需的知识。这些课既针对奶农，也适用于所有奶业从业人员，例如奶业专业人员、农场经理以及前沿学术层面的研究人员。


  这些培训都是收费的：有些短期培训是3~4天，有些培训则可能长达几周，费用在几千到数万不等。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亲自执教的牧场高端管理人才储备班，招收的学员全部来自畜牧专业的高校学生，考虑到学生的经济状况，雀巢奶牛养殖培训中心联合行业知名企业，以奖学金赞助的方式，为学员提供了比成本价格还低得多的优惠，让更多的学生有机会学到全球最新的畜牧知识。同时，考虑到目前的市场经济状况，雀巢对奶农的学费价格也给予了50%的优惠。


  2015年2月2日，雀巢在培训中心举办了首次初级挤奶课程，课程表中包括机械挤奶的原则和卫生、奶牛行为以及如何对待奶牛、检测并评定临床和亚临床性乳房炎、集乳罐里的牛奶质量、检测挤奶厅的工作效率、如何确保牛奶的安全性等项目。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基伊埃集团（GEA Group，主要为食品冷冻提供成套设备）、硕腾、礼来和勃林格殷格翰公司（兽药及动物疫苗）都派出专家参加了这次授课。


  [image: 329-i]


  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在双城雀巢奶牛养殖培训中心讲授奶牛行为课程


  这次课程的招生是面向全社会的，学员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黑龙江双城、九三管局（黑龙江省农垦九三管理局）、山东青岛、北京、河南等地的牧场，一共有30多人。


  如同雀巢在普洱建立的示范农场一样，这个培训中心教授的理论、实验室操作、数据分析和牧场实践是结合在一起的——牧场上1000多头奶牛都活蹦乱跳地在等着学员们去实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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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员在双城雀巢奶牛养殖培训中心学习挤奶课程


  知识与价值的共享


  雀巢到底为什么要建立一所面向全国奶业从业人员的培训中心？


  道理很简单。首先是因为中国市场对于乳制品有巨大的需求，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的原奶总需求预计达到4900万吨，新增需求约300万吨。这一需求量随着中国人对健康饮食的重视只会越来越大，到2020年将达到6000万吨。如此巨大的原奶需求量，靠农户散养奶牛这一模式难以管控和供应，完全依赖进口也有风险，又涉及质量和安全的问题，因此只能通过发展规模化、集约化的养殖业来解决问题。


  有数据显示，2008年以前，全国万头牧场不到5个；截至2014年年底，全国进入运营的万头牧场已有50多个（包括在建的），除了现代牧业之外，几乎所有的国内乳业龙头企业都已经或者正在建设万头牛的大型牧场。各种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也在纷纷涌入奶牛养殖业和牛奶加工业。


  按照正常节奏，雀巢原本打算依靠市场规律和自身的需求来推动奶农从散户到小型直供牧场，再到中、大型牧场的转型。因为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扰乱了市场的正常发展，政府因此对牛奶作为原料的管控逐渐向着集中化、规模化和标准化的方向调整，雀巢意识到这一转型的节奏必须加快了。


  但在这一“集约化”和“规模化”的转型浪潮中，外界对于各地是否需要一拥而上建立千头或者万头大型牧场也一直是颇有争议的。虽然集中管理有很多优势，但规模化养殖一旦达到一定程度，环境与防疫的负担会越来越重，比如说，万头牧场产生的粪便、污水究竟如何处理？一旦牛群中出现传染病，控制不当，风险将如何控制？因此有不少人认为，规模化养殖需要因地制宜，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全部建成千头或者万头牧场也是不现实的。


  而且，当这一行业在快速走向集约化规模化的过程中，真正具有现代化牧场管理经验的人到底从哪里来？这一点，不但会成为抑制国内乳制品企业和养殖业发展的瓶颈，也可能会造成更多的混乱。


  因此，在中国当下这股席卷奶业的变革浪潮中，对于雀巢来说，唯一能确定并且有把握能做到的事情，就是为奶业从业者们，想继续发展的农户，夏云柏、郎义强这样的家庭农场主和整个乳制品市场各个企业中的相关人员提供有关培训。


  从150年的历史来看，雀巢在产品和供应链方面的成功都应该归功于自身强大的研发与知识共享体系。作为全球最大的食品企业，它有实力做好这件事。这一做法当然需要雀巢做出很大的前期投入，但在这个举动的背后，仍旧是市场规律在起着决定性作用。


  首先，这类培训是面向市场需求，而且是收费的——尽管收费只是为了抵消部分培训成本，而不是为了赢利。


  在云南，邬特就曾经表现出了对农户心理的洞察能力。在2005年上任后，邬特改变了雀巢过去主动向农民提供咖啡种植培训的方式，取而代之的是举办培训需要政府或组织者提前向雀巢提出申请，并且由他们自己拟定培训主题。


  “根据我在非洲的经验，农户们对别人主动送上门的培训完全没兴趣。”邬特说。


  这一特点不光出现在农业这行，人性其实是相通的：人们通常都不大珍惜免费得到的培训机会——只有当人们自发产生了真正的需求时，他们才有学习的动力。


  因此，在“奶牛学校”这个项目上，雀巢的态度和邬特是一样的：他们相信这个市场对培训有需求，并且只有通过教师和全国各地学员的不断交流，才能做出良好的课程设置和更吸引人的培训——而只要人们知道有这样一个地方能够分享高质量的专业知识，他们就能学会自发地去获取。


  事实证明，奶牛养殖培训中心的课很受欢迎。截至2016年年底，就像之前举办挤奶课一样，中心已经通过这样的课程培训2588人次，生源来自全中国的奶业从业人员。


  其次，通过奶牛养殖培训中心为奶户提供培训的做法，非常符合雀巢应对市场变动时强调的长期投入战略。


  “三聚氰胺事件”是一桩典型的在市场高速发展时，由于缺乏相应监管、诚信、相关知识及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恶性事件——它重创了消费者的信心，也极大地伤害了整个市场生态。


  在这种极端的状况下，过去那些适用于健康、正常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生意经都不再起作用了。无论对雀巢还是其他乳制品企业来说，在中国市场，只有尽力推动整个行业开始不断学习和改善，重新进入健康发展的轨道，才能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它们的生意才能再次进入良性循环。


  雀巢奶牛养殖培训中心就承担了这样一个任务，这一任务早就被雀巢明文写进了自己关于“增值”的领导概念里：“承诺持续学习和进步，与他人自由分享知识和思想。”


  “雀巢这个企业的最大特点就是需要大家一直跟上形势，不停地学习，”张振东说，“我这个部门的人过去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奶站，现在雀巢的奶区已经逐渐转型为直供牧场或者中型牧场服务，我们也得学习，要学会指导奶农怎么设计牛棚，怎么清洗制冷罐……你自己什么都不会，老百姓怎么信你？”


  双城的奶农中学习气氛也很浓。夏云柏和郎义强都说：“等牧场的活不那么忙的时候，要去听听（培训中心的）课，反正离得很近，课程也不是很贵。”


  这些知识，雀巢不是已经给奶户们培训过了吗？


  “但是这些人都是外国来的老师呀，”夏云柏说，“肯定有新东西可学。”


  在雀巢，有三大领域能显示出它关于创造共享价值的价值观：营养、水、农业社区发展。营养健康和水直接与其食品企业的主业相关。而在农业这一块，雀巢认为，促进农业社区发展也是创造共享价值的核心之一，这样做不但可以帮助供应链末端的农民获取更多利益，还能创造出一条透明、安全的供应链，也能为自己的产品带来价值。


  无论是在云南的咖啡种植，还是黑龙江双城的奶区管理，雀巢所做的工作都符合迈克尔·波特所提倡的“创造共享价值”原则。


  共享价值并不是让相关方来“分享”企业已经创造的价值，而是希望大家一起做大企业、经济和社会价值的蛋糕。比如，在农业社区发展这个领域，过去通行的做法是，为了增加供应链底端贫困农民的收入，企业会本着帮扶的态度，按更高价格向他们收购农产品，或是提供各种生活上的援助——但这主要是一种重新分配财富的方式，不会增加总价值。


  按照迈克尔·波特的理论，如果企业能设法改进农民的种植方法，与当地供应商和其他机构建立产业集群，提升农民的效率、收成、产品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那就能使供应链条上的每个成员都持续获益。


  雀巢在它的管理与领导原则中的说法与经济学家柯纳·伍德曼的研究结果、迈克尔·波特的观点如出一辙，早在多年前，雀巢的管理人员就在总原则中总结说：“雀巢意识到与其长期目标一致的社会责任。”


  “在雀巢，我们做事的方式和慈善机构不同，后者把常规的经营活动和公司的价值链割裂开来，有点像‘到年底了，我们来写一张支票，让良心好过些吧’，”保罗·薄凯在一次访谈中说，“而雀巢本身，或者说我们的一部分，就是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


  这就是雀巢在农业社区和自己长达150年的经营活动中创造的价值。


  第五章　和你在一起


  关于现代组织的维系与管理，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有过一个广为人知的论点：传统组织是建立在权威之上，而现代的信息化组织是建立在责任感的基础之上。


  他认为，只有当组织中的每个员工、每个部门都能明确，并且承担起相应责任的时候，该组织才能正常运转。


  确实，由于信息透明和接收信息渠道的多样化，在现代社会，管理者几乎不太可能依靠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威、一套单纯的奖惩制度或仅仅是设定精细而严格的财务目标来维持一个公司长时间、稳定的运营了。


  德鲁克认为，“现代的信息化组织能够容许高度灵活性和多元化的存在”，这就使得它能够应对更为复杂和广阔的市场，并进入竞争极为激烈的领域。但要充分获得“灵活”“多元化”等特点带来的优势，就离不开组织中每个人彼此的理解、尊重和经过长时间沟通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在现代组织中，最后这点对发挥其长处尤其重要。


  因此，雀巢选中用以概括价值观的“创造共享价值”这一观念，绝非仅仅与自己的供应链、经营管理或生意经相关，在雀巢人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中，它还会一再出现在更为丰富的场景中，并且包含着更为广阔的意义。


  企业，或者说现代组织，在社会中至少拥有三重身份：经济组织、人力组织以及对他人影响越来越大、日趋重要的社会组织。单独偏重这三种身份中的任何一种，对企业的发展来说都是不完善的。因此，好的企业必须在这三重身份中求得一个平衡，能够兼顾股东、顾客、员工、供应商以及工厂所在城市社区（即所谓“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只有不急匆匆地、短视地将利益相关者的短期利益最大化，而是将自己创造价值的能力最大化，企业才能使短期业绩和长期利益协调并存，才能将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期望统一在一起——为此，雀巢采纳了“创造共享价值”这一概念和有关的方法论。在具体业务和日常运营中，它秉承的原则是明晰的：“创造价值”意味着通过不断的创新增加利益、财富与自我实现，“共享”则意味着平等的交流、沟通和多赢。


  通过多年来对“创造共享价值”更为广泛的理解和运用，雀巢得以在变幻莫测的社会大环境中平稳运营了150年——这也是它未来还将继续存在，并不断挖掘自己的潜力，应对更为激烈、复杂的挑战的真正基础。


  陪伴“社区邻居”


  2016年5月10日，有40多位雀巢及合资公司的员工来到四川郫县唐昌镇竹瓦小学，参加竹瓦小学一年一度的“艺术节”。这些员工来自雀巢各地的分支机构和合资公司，大多是公司每年选出的优秀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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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雀巢员工教竹瓦小学学生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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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雀巢员工教竹瓦小学学生地理知识


  每年在“六一”前夕到竹瓦小学和孩子们聚会已经成了雀巢人的惯例，这一习惯自从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就一直保持了下来，而竹瓦小学的艺术节到2016年已经是第七届了。不光是竹瓦小学的孩子们，甚至大人们（老师、学生家长和雀巢员工）也都对这一天满怀喜悦、兴奋和期待。


  这个聚会每年的主题和内容都会随着外部环境和师生们需求的变化进行微调。


  2016年，雀巢和竹瓦小学聚会的主题是“乐学健康，共享成长”，雀巢特意请来了食品安全方面的专家和北京育才学校的老师，前者给竹瓦小学的孩子、老师与家长们上了示范性的营养健康课——这是雀巢儿童营养健康教育项目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后者则通过给孩子们讲课，和竹瓦小学的老师们进行了教学上的切磋与交流。


  而在2014年5月8日举办的第五届艺术节里，雀巢员工和老师合作，一起为各个班级的小朋友们上了两节课。


  雀巢员工来之前都精心备了课，其中很多人选择的授课内容和礼物都跟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有关。例如，来自雀巢山东潍坊分公司的员工带去的就是潍坊著名的特产——风筝。他们授课班级的每个小朋友都得到了一只五彩缤纷的风筝。这堂课是以员工们讲解民俗和大家一起画画开始，以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在操场上把风筝放上天结束的。


  在每一届艺术节上，竹瓦小学的孩子们都会很自豪地为观众（除了雀巢员工，还有孩子们的家长和镇上的居民）表演泥塑、舞蹈、器乐演奏等特长，学校还会腾出一些教室专门摆放学生们在日常艺术课上创作的作品，相当于办了一个个小展览。


  按照校长杨开的介绍，在这些年里，竹瓦小学已经成长为郫县极富特色的学校。在教学上，他们做得最特别的一件事就是在每周四周五下午统一开设艺术课，“我们全校有书法、美术、泥塑、音乐、舞蹈、英语、阅读、足球、排球、乒乓球等差不多20个社团，孩子们可以打破班级的限制，自由地在这两个下午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社团活动”。


  因此，一年一度的艺术节其实无须老师和学生刻意准备，只是一个集中展示社团活动成果的日子。学校会为此放假半天，除演出和展览外，孩子们都在急切地盼望着最后压轴的游园会——尽管玩的都是非常普通的游戏，比如吹蜡烛、瞎子摸象等，但无论输赢，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很多奖励，大家因此情绪十分高涨。


  来访的雀巢员工都会被这久违的小学校园场景唤起回忆，在与孩子们玩耍时，他们会愉快地和同事、老师分享自己或自家孩子的童年趣事。每次来竹瓦小学的雀巢人一般都互不相识，他们平常大多分散在雀巢的各个区域、分公司、合资企业或工厂里——竹瓦小学之行往往也会成为成年人交上“新朋友”的奇妙旅程。


  无论是学校的孩子还是雀巢的员工们，说起每年竹瓦小学的艺术节和游园会都是一副乐在其中的样子。


  快乐的竹瓦小学


  竹瓦小学和雀巢的缘分始于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


  地震发生之后，全国很多省市都在四川开展了对口支援重灾县市的重建工作，这些援建工作持续了3年。很多企业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用各种方式为受灾地区的学校和居民提供援助。


  竹瓦小学所在的郫县被划入“一般灾区”，虽然没有遭受太大的人员伤亡，但当地的很多建筑物，尤其是学校校舍都有不同程度的损毁。


  “雀巢决定帮助竹瓦小学重建教学楼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是位于郫县最西边的一所学校，离当时的极重灾区都江堰地区只有1公里，所以建筑受损的程度比较严重，”当时负责援建相关工作的雀巢华西区集团事务经理韩飞解释说，“另外，竹瓦小学当时是一个单设的农村小学（只有小学，没有初中），学生只有600人左右，规模中等，与周边那些九年制学校或者城镇小学相比不太起眼。因此，我们认为它可能更需要帮助。”


  雀巢在2008年6月与竹瓦小学取得了联系，从10月开始着手重建损毁严重的教学楼——学生和老师当时都在操场上临时搭建的板房中坚持学习。雀巢的动作非常迅速，使得竹瓦小学成了当时郫县灾后重建的首批学校之一。“为了保证教学楼的质量，雀巢还聘请了第三方的施工监理。”杨校长说。到2009年3月，这栋结实无比、后来被全校师生简称为“雀巢楼”的教学楼就建成了。


  “但是，雀巢和竹瓦小学的关系并没有因为项目结束而结束，恰恰相反，一切才刚刚开始。”


  2009年的圣诞和新年，竹瓦小学的孩子们亲手制作了贺卡，还写了很多信给雀巢的员工，员工们纷纷写了回信。在整个教学楼的修建过程中，雀巢华西区的很多员工，尤其是韩飞和他的同事们，经常有事没事就跑到竹瓦小学来看一眼，问问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需要什么帮助。


  “这个时候，雀巢和当地教育局、竹瓦小学的老师们就都开始想，能不能把这件事继续做下去，”韩飞说，“雀巢一向愿意做长期项目，深信这样做下去会给彼此都带来改变。”


  这就是后面一系列雀巢支持激励项目的缘起。比如，在学校里设立一年一度的“雀巢三好奖学金”及“雀巢激励奖”项目、增加教学现代化设施、修建净水系统、设立图书馆和营养健康室等。雀巢把竹瓦小学确定为长期对口扶持单位后，每年会组织各地优秀员工亲身参与相关活动——这样一来，它就把公益活动与员工激励也结合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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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瓦小学获得奖学金的孩子们


  “一开始是雀巢中国的同事们会定期来访，”韩飞说，“从2013年开始，整个‘大雀巢’，也就是合资企业的同事也来了。”


  到2016年，竹瓦小学已经从一所普通的农村小学跻身“郫县教育工作综合评估一等学校”的行列。按照杨校长的说法，早在2014年，竹瓦小学的教学质量就已经基本上进入了全县29所小学（包括单设小学和九年制学校）前三分之一的行列，像美术、语文这样的科目更是排在全县前三名。


  仅仅是通过硬件和资金支持，就能让一个学校发生这样大的变化吗？


  答案是否定的。


  “雀巢不仅给学校配备电脑、修净水系统、捐赠图书馆或者发奖学金，它做的这些实事当然对我们帮助很大，”宋华老师说，“但最重要的是，雀巢员工不间断地来访和交流，把这里（竹瓦小学）的气氛带活了，孩子们和老师的心气儿都不一样了。老师们想要提高业务水平，很多孩子都想在小升初时考上更好的学校。”


  说这话时，宋华老师正在竹瓦小学教授六年级孩子的语文，她的女儿2013年刚刚从竹瓦小学毕业，考入了郫县实验学校——据说它有整个郫县最好的初中部。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农村小学的气氛有点儿封闭，在雀巢来之前，也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在这些年里，我们不断和外界交流互动，孩子们，包括我们这些老师都有了一种积极向上、非常开放的心态，这是被人关爱和互相尊重带来的，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可贵。”宋华老师说。


  正如宋华老师说的那样，雀巢员工和竹瓦小学的持续交流，仿佛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窗”，外界的信息与关注源源不断地涌入，孩子们已学会并且习惯了应对新鲜事物与随之而来的压力。雀巢还为老师们提供了业务交流渠道：早在2016年北京育才学校的老师来访之前，雀巢就安排竹瓦小学的老师们去北京观摹过北京育才学校的授课了。


  “对孩子们来说，这种交流和分享除了让他们感受到外界的关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增长见识，”宋老师说，“只有眼界开阔才能增加自信。”


  最明显的变化体现在待人接物的态度上：对待外来者（不仅仅是来访的雀巢员工），孩子们的态度是开朗、从容、有礼貌的，他们会热情地跟别人打招呼，还会主动询问对方是否需要帮助。几乎每个孩子在回答陌生人的提问时，都落落大方，措辞也非常有条理——这种自信、开放的态度经常使得初次来访的人们感到十分惊讶。


  “这个学校的小朋友和老师的态度都很开放，老师们上课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很专业，跟我想象中的农村小学完全不一样。”一位2014年来竹瓦小学参加艺术节的雀巢员工说。


  当员工们来到校园里与这里的师生接触时，就会真正意识到，雀巢在汶川大地震之后做了什么——这些他们曾经在公司内部参与的捐赠与援建，还有雀巢和竹瓦小学精心保持下来的交流与分享，到底给孩子和老师带来了什么样的支持和改变。


  “我到了这里，看到这些孩子的状态，就明白雀巢这些年来坚持在做的这件事确实是有意义的，”一位来自四川豪吉的员工说，“我自己也有小孩，我能看得出来，竹瓦的孩子们在这个环境里真的很快乐，也很自信。”


  在他们看来，这确实是雀巢提倡的“创造共享价值”的一部分。


  “每一年，雀巢员工都会来竹瓦小学两次，一次是上半年，参加我们的艺术节，然后就是7月的时候，在学期结束前来颁发雀巢的‘三好奖’和‘激励奖’，”杨校长说，“这两次来访对孩子们来说就像过节一样，大家都很盼望，因为到时候会有很多好玩的事情。”


  三好学生的评选要遵循教育局的规定，竹瓦小学有六个年级，每年级只能产生一名三好学生，因此一年只有6个人能获得雀巢“三好奖”和奖金。但是雀巢还设置了一个“激励奖”，在孩子们眼中，“激励奖”是“一个大礼包”——里面有很多令人兴奋的奖品，比如书籍、学习用品等，他们会很骄傲地拿回家和父母、邻居分享。雀巢和老师们把“激励奖”名额设置为100人（截至2016年，竹瓦小学有400多名学生），这就等于全校有近四分之一的孩子只要凭借努力取得进步，就能得到奖励。


  “‘三好奖’是奖励成绩好的学生，‘激励奖’是奖励那些有进步的孩子。不一定成绩要多好，只要你这一年的进步得到了同学和老师的认可，你就能获得‘激励奖’，”杨校长说，“这是雀巢的理念里最好的地方，它不是只关注成绩好的学生，而是更愿意鼓励大多数人，希望孩子们都能从日常的学习、生活中获得乐趣。”


  正在上小学五年级的蓝多旎数了一下，截至2014年，自己已经得过4次雀巢“激励奖”了。“刚开始的时候，我的成绩不好，成绩好一点了，就得到了‘激励奖’，”她说，“后面每次（得奖）都是因为比以前进步一些。我周围的同学也是这样的，不一定是考得好，只要你表现得比之前好一点就可以得奖。”


  就在2014年的艺术节上，蓝多旎表演了古筝节目，这是她自己选择的社团项目。


  “我才学了两个月，”她大方地说，“这次（弹得）还可以，下次应该可以更好一点。”


  凡是雀巢员工来竹瓦小学参加活动，孩子们都会给他们佩戴红领巾，并且在胸前别上一个小小的身份标识牌——上面写着“竹瓦小学辅导员”。员工中的很多人都会和自己在活动中熟悉起来的班级、老师们保持联系，有些雀巢华西区的员工还会在空闲时带着自己的孩子来竹瓦小学玩。


  竹瓦小学英文教学的成绩没有其他科目那么突出，如果老师们提出请求，雀巢的外籍员工就会想办法抽时间到学校和老师、孩子们做交流。


  “平时，辅导员们也和我们一直都有联系，我们会通电话也会通过网络联络，”宋老师说，“他们会告诉我们，成都的孩子在读什么书，在玩些什么、做些什么。”


  就这样，竹瓦小学和雀巢员工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稳定、充满信赖和关爱的关系。


  所有去过竹瓦小学的雀巢员工对如何维系这种关系的看法都是一致的。


  “雀巢是食品企业，我们日常的工作其实是一个一个地卖冰激凌，一杯一杯地卖咖啡，这都是一两块钱的事情，不像高科技企业那样，动辄一个几千万的大单，”韩飞说，“但食品是每个人每天都要吃的，所以雀巢人养成的思维习惯就是靠一点一滴的积累做好一件事，大家都比较有耐心，也都很踏实。”


  无独有偶，雀巢研发中心总经理连慧萍也说过，食品研究并不是“上火星这种高科技”，食品是花小钱就能让人高兴的事情。


  “卖美味食品的人应该都是比较快乐的，所以雀巢倡导快乐和健康的生活，”雀巢集团事务西北区经理滕红说，“我们能做的就是陪伴孩子们，和他们分享这种快乐。”


  “不管这些孩子将来走上社会，面对什么样的竞争环境，我们就做好眼前这件很简单的事情就行了，”一位来自苏州惠氏营养品工厂的员工说，“那就是让他们在小学这段时间里快乐、自信地成长。”


  “在这些年里，无论为学校办任何事，事无巨细，雀巢员工都表现得非常专业和认真负责，”杨校长说，“他们的做事方法和处世原则，也会让老师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受到感染和鼓舞。”


  这种关系绝非单向，或者说仅仅是由雀巢来维持的。最终，老师们对工作产生的自豪感和责任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因为他们努力提高业务水平，不断进取，竹瓦小学才能从一所普通的农村小学，变成了“郫县教育工作综合评估一等学校”。


  在这个项目中，竹瓦小学老师们的专业性与责任感获得了雀巢的尊重——竹瓦小学的师生和雀巢员工的互为激励显然构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正如雀巢在150年的业务生涯中所总结出来的那样：长时间始终如一的陪伴、实干、对等地交流和分享，才是竹瓦小学项目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竹瓦小学是郫县唯一拥有中英文校歌的学校。在汶川地震救灾期间，正在雀巢中国人力资源部门工作的加拿大籍员工宓慨（Michael Pos）看到了有关地震救援的大量报道，深受感动，写下了英文歌曲《你的光》。


  “我当时想到的是，每个人心中的光都是一种奉献的精神，是一种爱的表达。”宓慨说。这首歌写好之后，先是在雀巢公司内部传唱起来。最终，当竹瓦小学决定选择它作为英文校歌时，宓慨已经调到瑞士总部了。


  “但我听到了孩子们唱歌的音频，觉得特别高兴，”宓慨说，“这显然也是一种价值共享。”


  竹瓦小学也是全球雀巢健康儿童计划项目的示范学校之一，雀巢请来营养专家，为孩子们每月上健康课。这些课程会教授给孩子和家长合理饮食与健康营养的有关知识——从孩童时期起就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会让一个人受益终生。杨校长说，他们开健康课的时候，是郫县的独一份儿。


  “孩子和老师都逐渐变得越来越有进取心了，”杨校长说，“老师们会想要把业务做得更好，很多孩子都想要考出郫县，去上成都七中（这是成都最好的学校之一）。”


  这种分享和陪伴，最终为身在其中的人带来了一种自豪和自信的态度——这会使得人们勇于探索外部世界，逐渐形成开放、善于学习、自由的心态。


  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雀巢员工的身上，它的“社区邻居”——竹瓦小学的孩子和老师们、各地的农户和各种供应链合作者，也都形成了这种心态，并且能够从中受益。


  人人都来保护水资源


  同样的态度：实干、尊重专业性、交流和分享，其实也贯穿于雀巢参与的“水资源教育”项目（Water Education for Teachers，WET）中。


  水资源教育项目基金会是第一个全球性的推广水知识教育的NGO（非政府组织），该组织成立于1984年，总部设在美国，现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活动。该项目旨在通过水知识教育来提高大家，尤其是孩子们对水资源的认知，对水资源的珍视以及对水资源在人类生存环境中的领导地位的认识。到目前为止，WET已经和很多合作伙伴一起完成了几百个水知识教育计划。


  1992年，雀巢水业务集团在北美和水资源教育项目基金会建立了合作关系，之后，它们的合作一点点延伸到了雀巢所在的全球各个市场。在这个过程中，雀巢一直在为项目开展和实施提供包括资金在内的各项援助。


  “在水资源教育项目基金会目前有推广活动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里，大概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是雀巢水业务集团的市场，”水资源教育项目基金会副总裁约翰·埃特根（John Etgen）说，“雀巢一直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帮助我们普及水的知识和教育。”


  [image: 350-i]


  雀巢健康儿童全球计划走进竹瓦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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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安全所学生营养专家为竹瓦小学学生家长讲授营养知识


  约翰·埃特根最认可雀巢的地方，不光是项目上的支持，还和“创造共享价值”有关——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雀巢的管理者们就已经认定，水资源将会越来越稀缺，除了将为人们生产营养丰富的优质饮用水定为发展战略，雀巢也决定为保护水源、节省工业、农业用水做出努力。因此，雀巢在遍布全球的工厂、农业社区和分公司中，都制定有自己的节水、节能和污水处理达标项目，这些节能项目与当地的经营和业务是密不可分的。


  给约翰·埃特根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件事是，在约旦的雀巢将工厂用水处理后用于灌溉橄榄树，橄榄树成长结果压榨的橄榄油则会被回馈给当地社区——“这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雀巢在帮助它们将WET项目在中国落地时，其中最有趣的尝试是把雀巢上海饮用水有限公司的工厂变成了关于水知识的教育基地。这个项目是和上海市的教育机构合作的，按约翰·埃特根的说法，这是全球唯一建在水厂里的“水知识教室”。


  “无论是学校的课外活动，还是WET的一些相关教育课程，都可以在我们的工厂里进行，”雀巢上海饮用水有限公司工厂厂长周炜说，“雀巢每年都会接待成千上万的学生到工厂里参观。”


  上海饮用水工厂生产的是雀巢水业务单元的招牌产品——含有定量矿物盐的高质量饮用水雀巢优活。就像雀巢的其他工厂一样，饮用水工厂对安全生产和质量有严格的要求，而现场参观的外来人群难免会对工厂的日常管理带来影响。另外，工厂还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在复杂的生产环境里如何保障参观者的安全。


  “雀巢的传统就是把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


  最后，雀巢在工厂中按照饮用水的生产流程修建了一条独立的“参观走廊”，透过这个透明的走廊，参观者可以看到雀巢优活水大部分的生产工序。工厂还为参观者制定了详细的参观和防护规则——这样就能在不影响生产，给予参观者直观感受的同时，还保障了他们的安全。尽管厂区的空间有限，工厂还是特意留出了几个小教室给来访的学生、老师上课。


  “雀巢在这些事情上确实花了很多心思，而且（这些事）是锲而不舍地一点点推进的，”周炜的同事、水资源教育项目专员安晓燕说，“事实证明，在工厂里设教室和实地参观的效果非常好，当孩子们亲眼看到一瓶瓶饮用水生产出来的全过程时，关于水和保护环境的知识就变得更加真实、有质感和容易理解了。”


  “我们每年的暑假都是参观‘旺季’，要接待大量老师和小朋友。”


  雀巢水业务单元对于优活水使用的PET（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饮料瓶在制造过程中如何减少碳排放、减重和提高效率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就在2011年的“世界水日”（3月22日），它联合上海市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联席会议办公室、上海市绿化和市容宣传教育中心组织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回收PET饮料瓶活动。那次活动以回收重8799.9千克PET饮料瓶（约401794个）的成绩成功打破了8小时内回收重2467.54千克饮料瓶（约46357个）吉尼斯世界纪录。


  上海市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联席会议办公室和雀巢是从2006年开始合作的——由上海市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联席会议办公室牵头，雀巢和上海的教育工作者们合作，将WET在全球推广的教程改编成了中国小学生和老师能够接受的形式。


  “2006年的时候，雀巢的人就来跟我讨论WET的项目。然后，他们花了一年的时间把来自瑞士和美国的资料都翻译成了中文。我看了资料以后告诉他们，这些课程要给中国的学生们用，必须要符合国内的情况和教育体系，”上海市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联席会议办公室秘书长邹竑说，“于是，我就介绍他们和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编教材的同事一起研究怎么改进。”


  当时，恰逢上海市教委已经有在小学开设环境课的设想，每个年级一个学年有四个课时。雀巢找来的WET关于环保的教材有很多互动游戏，非常生动，“但是，这些课程不能直接照搬，怎么改编成我们在学校里的可以上的课，比如怎么做得符合上海小学一节课的时长，老师们在专题教育、班级的主题活动里怎么用，还需要上海市教育系统的老师们和雀巢一起对教材进行改造”。


  最终，老师们和雀巢合作，推出了一套《Project WET水资源教育项目课程指南及执行手册》(分为教师版和学生版)，精选了美国课程内容，结合本土化特色，罗列了三个章节14项适合8~18岁学生的与水有关的活动——它们现在已经被北京、上海多家小学列入水教育授课内容。


  从2010年年初在上海试点以来，WET活动已在中国的800多所小学广泛开展，覆盖至少1200万名学生。2010年，雀巢把WET项目环保课搬到了上海世博会的瑞士国家馆；2011年3月22日的“世界水日”，雀巢与上海市教育机构一起组织小学生回收PET饮料瓶的活动，并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2017年，雀巢在中国第一家国家级航海博物馆——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举办了“关爱水资源，从身边做起”的公益展……


  “合作了这么多年，我觉得雀巢人的特点就是很有责任感，有耐心，也肯学习，”邹竑说，“在改编这些教材和为孩子们组织活动时，我能够感觉到，他们很尊重老师们的专业知识，自己也在努力适应和理解适合中国孩子的教育方法。”邹竑参观过上海雀巢的饮用水工厂之后，觉得可以把它变成孩子们实地体会“水知识”的课外基地，“尽管有很多困难，要考虑生产质量和参观者的安全问题，但我向他们提了这个建议之后，他们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把这个想法变成了现实”。


  现在，雀巢正在把“世界水日”的活动、展览和各种关于水的教育课程逐步推向全国。比如说，2012年，雀巢邀请上海的环保教师为湖南等地区的小学教师传授了WET环保教学课程。


  最终，在经过了长时间的坚持、交流和共享之后，雀巢在社区中所做各种项目其实是相通的：在中国，乃至全球，每个雀巢工厂和分公司都有自己的节水、节能与环保项目；在农业社区中，雀巢也在农作物的种植中推行更高效、更节水的灌溉及种植技术。当面向全社会，尤其是面对儿童推广水知识教育时，由于这些知识与自己的经营活动高度相关，雀巢的经验和创新会让信息更顺畅地流动起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这同一模式也应用在了雀巢最重要的业务——营养健康领域里：由于主业就是不断为各个年龄段、地区和有各种特殊需求的人们研发和生产营养、健康的食品与相关用品，在面向社会推广营养和健康知识时，就会产生“知行合一”的效果。


  这些做法和“为慈善事业开张支票”截然不同，它们贯穿在公司的业务中，又和人们（包括消费者与员工）的生活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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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WET水资源教育全球项目（中国）水教育基地正式成立


  也正是因为这样，竹瓦小学在为孩子和家长们开设了健康营养课之后，很自然地就开始对WET项目感兴趣了。


  “郫县是成都市的水源重点保护区，这里有大量的河流，建有两个主力水厂，保障着整个成都的自来水供应，”杨校长已经邀请雀巢来这里开设有关水知识的教育课，“我们的家就在这里，要在这里生活工作，应该让孩子们从小就懂得保护水源和环境。”


  与员工一起成长


  每个企业管理者都希望自己的员工能够全身心投入工作，并从中获得乐趣和成就感，而不是仅仅把工作当成谋生的手段敷衍了事。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员工意识到一点——他们的努力与公司的成功是正相关的。


  这其实也是一种“创造共享价值”——组织和成员目标一致地通过创新和各种方式共同扩大生存与发展空间：作为个体，现代组织中的成员（不论是个人还是公司）发展得越好，所属的组织会取得更多成就；当组织的价值观和凝聚力不断发展，它的目标和经营能力不断提升时，组织内成员的发展空间也会更加广阔。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管理者来说，最有价值的就是“知识型员工”——这一专有名词是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提出的。作为与之前完全被流水线束缚住的员工的区别，用一句话来概括知识型员工的特点就是：作为追求自主性、个体化、多样化和创新精神的员工群体，激励他们的动力更多是来自工作的内在报酬本身，他们从事的不是简单的重复性工作，而是在易变和不完全确定的系统中充分发挥个人的才干和灵感。


  随着社会的变化，知识型员工覆盖的范畴其实已经超越了德鲁克当年的定义，或者不如说，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那些真正有自主精神和创造力的员工都已经成了诸多企业最迫切的需求。


  在早期，企业管理者在对知识型员工进行培养时，是鼓励人们秉承着“术业有专攻”这一精神在自己专属的领域内不断深造的。但是，专业人士有可能因为过于专注单个领域而“画地为牢”，对其他门类和协作的团队变得漠不关心，因而丧失创新的动力。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企业希望自己的员工具有跨界学习和不断运用学到的知识进行自主创新的能力。


  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Carol S.Dweck）将这类最早被高科技公司青睐，但其实在各个行业都很受欢迎的行为模式形容为“成长型思维模式”。具有这种特点的人更善于学习，能够改变自己，也能够适应环境。德韦克做过的实验表明，思维模式可以改变和塑造一个人一系列的想法和行为。比如说，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思维模式是成长型的，就会勇于面对挑战，不会因为在组织内提出“愚蠢的问题或是给出错误答案而惴惴不安”。


  对具有“成长型思维模式”的人来说，从长远来看，即使是遇到的挫折也能够帮助自己积累更多经验，走得更远。这类人经常变换职位，经常有在不同领域开展工作的能力，不会被企业组织结构以及职位头衔束缚住手脚。


  具有“成长型思维模式”的员工，是每个公司梦寐以求的，他们往往能够和企业一起最大限度“创造共享价值”。


  毫无疑问，所有的公司都喜欢“成长型思维模式”的员工，也都在致力于发掘和培养这类人。但是由于所处行业不同，企业对员工的具体需求是不同的，因此给予的培训方式和发展空间也有各自的侧重。


  像星巴克这样热衷于服务创新的企业，会更加看重员工的行为和他们对待工作的热情。因此，它的员工培养手册的内容更像处事哲学与原则，管理学家将其总结为“五种行为方式”：“热情好客、真诚待人、关怀体贴、博学多识、积极投入”。这一切，既保证了星巴克的员工能准确地将企业价值观贯彻到日常中去，又没有束缚他们在具体事件和行动上的创新自由。而像谷歌这样的科技公司，则更是特意营造出了一种鼓励员工创新、不怕犯错的企业文化和更为灵活机动的组织结构，为自己需要的“创意精英”型员工服务。


  对于雀巢来说，它理想中的员工是能够在“专业”和“成长型思维模式”中取得平衡的人。对雀巢人来说，坚韧不拔、认真、专注、对自己的工作有认同感、充满激情和创新能力这些特点是可以并存的。这一类型性格特征的产生，既有瑞士企业推崇创新，尊重全球化、多元化的渊源，也有雀巢在食品行业中以婴儿食品起家，对员工有医务、营养专业知识的要求和重视产品质量的特殊原因。


  “现实主义、坦诚、适度的谦逊、持续学习和尊重他人，”汉穆·茂赫曾这样形容自己理想中的雀巢人，“最好的雀巢员工都应该在自己的升迁、专业性和为公司考虑中保持着平衡。”


  为此，雀巢一直非常重视员工培训，他们希望给每个员工机会去发掘自己的天赋和愿望，这也会为他们在工作中提供自我实现和自我证明的机会——显然，对这些雀巢看重的特质的培养和选拔，会让员工和企业获得双赢。


  同时，由于雀巢有一个极为广阔的“疆域”（产品领域）和特殊的管理结构，它一直有鼓励员工跨越国界、单位和学识领域进行沟通的传统，也有很大的空间供那些愿意转换工作环境或内容的员工发展。所以，雀巢设计的很多培训都是跨越国家和市场界限的——雀巢的管理者认为，这样做有助于培养出一些乐于面对挑战和改换工作环境与内容的职业经理人。


  为此，他们有在不同市场之间进行的人才互换计划，也会在员工队伍中寻找乐于接受海外派遣挑战的人——进入各个新市场时，雀巢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有一批来自世界各地、善于理解和融入不同市场与文化、训练有素的职业经理人作为后援。


  每到一个地方，雀巢的传统是既要发掘本地化人才，又要保证在每个管理团队中都有国际化的成员。迄今为止，几乎所有雀巢中国培养出来的高级管理人员都有在其他区域市场或总部任职和接受培训的经历。雀巢的管理者相信，只有这样做才能让不同的文化互相碰撞、彼此融合，形成更有效的创新氛围——这应该是现代组织和它的成员一起“创造共享价值”的最佳实践。


  职业培训与人才发掘


  大概所有的现代企业管理者都会同意彼得·德鲁克的观点：“说到底，人事决策是组织里根本的，或者说是唯一重要的管理。”因为人事决策决定了企业一直强调的使命、价值观和目标，对员工来说，到底是“实在的、有意义的，还是仅仅意味着人际关系和花言巧语”。


  多数运转出色的企业都能做到注重组织内的日常管理实践，制定严格的行为和责任标准，鼓励员工朝着更高的绩效目标而努力，并且尊重他们的工作。雀巢也不例外，它在员工绩效评估的量化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但是，企业的命运并不仅仅基于现时业绩。重要的是，它能否在日常绩效管理之外，创造出一个发现和培养那些具有管理与创新潜力的人才的系统——这关系到企业未来的竞争力。


  “雀巢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确实是‘两重’的，”雀巢大中华区集团组织与管理发展部总监洪志坚说，“一个是基于业绩绩效的管理，另外一个则是基于个人发展的管理。”这两个体系都在力图做得越来越职业化和量化，它们产生的评估结果在一个人身上虽然有交集，但目的是不一样的。“一个员工可能在现在的职位上做得很好，在绩效评估体系里，他确实是优秀的人才，”洪志坚说，“但是他不一定适合其他的位置或是挑战，比如管理更多的人，经常变换工作地点，或者承担更多的责任。”


  无论在雀巢的绩效还是人才评估管理体系里，最基本的要求是全员“合规”，也就是说所有员工都必须遵守和维护公司制定的规章与制度；其次，对每一个员工来说，一定程度上的“领导力”和学习能力也是必需的，因为对所有希望晋升或者在职业生涯中有所发展的员工来说，无论是管理一个10人小团队，还是逐渐成长为企业的中高层，都需要一定的管理、沟通与协调能力。


  现代组织中的绝大多数雇员，都想过一种有秩序、安全的专业工作生涯，在适当的工作岗位上发挥自己的所长，并且在工作之外拥有稳定、愉快的生活。雀巢为员工提供了持续、系统的在职专业技术培训和相应的管理培训，来拓展他们的职业能力，以便在企业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


  无论身处工厂、公司还是研发系统中，雀巢员工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经过150年的发展，雀巢已经积累了一个庞大的“知识库”和一个非常完善的培训体系。这个体系有效地支撑了雀巢在自己的人力资源培训中所提到的：10%课堂培训（提供实用工具和最佳实践），20%实时辅导（直线经理和人力资源共同参与），70%在岗学习（针对不同级别不同发展目标定制方案）。


  “无论是在生产和工作中学习，还是组织专门培训，雀巢的知识体系都非常完备。”双城工厂谷物生产经理王卫东说。拿谷物车间举例来说，从操作工、工段长到生产经理，不但都要接受谷物干燥工艺的系统培训，也需要学习营养学和食材等方面的知识。“雀巢的一个特色就是，只有你想不到的，基本没有这个知识体系回答不了的（问题），”王卫东说，“如果我们想学习任何新的东西，只要有相应权限，有关的生产技术资料都可以在内部网上找到。”


  王卫东和同事们的学习与培训不局限于操作工艺与生产线，他们必须对食材、原料如何保存，加热到多少度，时间需要多长才不会降低食材的营养与功能等问题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如果要在生产系统内继续晋升，那些预备或者已经成为生产经理的管理人员还会被派去参加工厂生产部门在其他国家与瑞士总部组织的短期培训——这些都是与他们的日常工作和个人发展密切相关的。


  “除资料和知识库很强大外，雀巢还有一个由有经验的专家组成的系统帮助员工在工作中学习。”王卫东说，操作工遇到疑问可以问工段长、生产经理或生产应用部门的技术人员，遇到工厂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找研发中心、北京总部的专家或产品技术中心的专家寻求帮助。


  在王卫东遇到的外籍专家中，有些人终生为雀巢的工厂系统服务，他们来往于各个市场之间，不断为当地同事提供帮助，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是雀巢内部专业人士的典型发展路径。


  “有一些老专家退休了还会继续帮我们做一些新项目，我们问对方一个技术问题，他们回答起来像写一篇论文一样，什么都能给你讲到位，学识、知识和人品都非常让人敬佩。”王卫东说。


  但是在雀巢的人才培养体系中，除了帮助员工更出色地完成本职工作，更重要的一点是发掘其中具有“成长型思维模式”的人。这些人能够通过快速和有效的学习适应新环境，喜欢面对挑战和改变，也具备管理与沟通的能力——这才是雀巢理想的有领导潜力并有可能成为管理人员后备军的人才。


  每年，雀巢都会为从大学校园直接招聘来的应届毕业生们准备为期两年的管理培训或技术培训，这是为他们量身打造的入门课程。除了日常培训，那些在工作中表现出色、有管理潜能的员工还可以加入适合自己的管理后备军的培训。


  在中国，雀巢从2000年开始正式将这类培训命名为“雀巢中国管理发展计划”（缩写为NCMDP,2011年改名为NEXT1)，这一培训计划每期两年，目的是培养和发掘几百名具有发展潜能的中国本土管理人员，为其提供更广阔的成长和职业生涯空间。


  王卫东既参加过工厂生产部门在新加坡和瑞士组织的短期培训，也是NEXT1的学员。在NEXT1培训中，他遇到了来自全国不同市场、不同部门和不同工厂的同事，并且全面地学习了有关财务、市场等超过自己业务范围的知识，对雀巢集团总部、管理机构和公司的责任也有了具体了解——其中的一些授课老师就是雀巢体系里培养出来的中高级管理者。


  雀巢专业餐饮重点客户助理经理周楠是NEXT1的第八期学员，在她接受培训时，NEXT1已经涵盖了雀巢在中国的合资公司。


  “上课的时候，培训部会把来自雀巢不同部门和合资公司的人打乱重新组合起来，组成一个个的小团队，”周楠说，“我觉得，他们希望通过这个过程促进各个公司和部门的人彼此增进了解，方便大家以后在工作中进行换位思考。”


  “这种培训还有一个好处，我们彼此之间会产生一种很亲密的感觉，”周楠说，直到现在，她与培训部的老师，太太乐、徐福记以及研发中心的一些同期学员都保持着联系，“如果需要一起推进一些事情的话，我对其他部门的人做事方法的理解也会比以前全面很多。”


  像王卫东、周楠这样的学员一样，凡是雀巢自己培养出来的中高级经理人，都经过了层层培训以及由人力资源部门协助提供的非常周全、详细的职业生涯规划与训练。


  雀巢（中国）乳品与营养技术副总裁陆明大学毕业以后就进入了雀巢。1990年，他从黑龙江双城工厂筹备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陆明从农业服务部的奶源督察员做起，十年后升任青岛雀巢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2007年底，他被送往海外及国内研发中心培训半年后，成了青岛雀巢有限公司总经理。随后，他成了雀巢双城工厂历史上第一任中国籍的厂长。


  而雀巢冰激凌业务单位的生产事务经理周洪波大学学的是物理专业，她是以翻译的身份进入雀巢的，当她决定学习和雀巢工厂有关的生产业务时，在雀巢天津冰激凌工厂担任了长达6年的生产经理。惠氏营养品有限公司苏州工厂的厂长郑世友是学空气动力学出身，他决定进入雀巢工厂时，是从干燥塔最基层的操作工学起，慢慢过渡到领导一个10人小团队，逐渐晋升为干燥塔的生产经理——最终，他成了一个工厂的管理者……


  这些人的经历未必相同，但他们的共同体会在于，雀巢为员工提供的职业路径选择——即它的人才选拔与培养系统是清晰而完善的。


  这种领导力的评估系统并不完全依赖于组织中某些人的好意或是直觉。正如德鲁克所说，找出未来的管理者和为现有的员工规划职业路线，“不能依靠个人见识来做评判，而要老老实实采用一个例行的，很可能是枯燥的，却是谨慎的程序”。


  “雀巢有自己的‘雀巢领导力’模型，每个主管都要发掘自己的下属中有培养前途的人，这是他们KPI里的一项，”雀巢大中华区集团学习及发展总监朱美玲说，“一个管理者的成就，既包括带领团队获得好的业绩，也包括他在任内究竟发掘和输送了多少人才。”


  雀巢的部门经理每年都会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段里和人力资源部门的人坐在一起，用“雀巢领导力”模型来为他们“看中”的人做一些未来职业规划，然后再按定下的目标给予他们相应的培训。而且，雀巢对于管理关键岗位都会事先制定有“继任者计划”，也就是说几乎每个处在关键岗位的管理者，对哪些人会是他的继任者，大致都能做到心中有数。


  “我们会看中一些人，然后把他们慢慢培养起来，”朱美玲说，“雀巢一般不会出现忽然从外面找一个厂长进来的情况，这些关键位置总是有后备人选。”而且这种培养犹如雀巢特有的企业价值观一样，是长期性和层层晋级型的，对一个有潜力的人才进行投入，“基本上都要花三到五年的时间”。


  这些有潜力的管理后备军可能会被选中去接受NEXT1的培训。“NEXT1是员工不离开现有岗位就能做的领导力培训，”朱美玲说，“升职到中层管理者的人如果要进一步发展，比如做区域或者某个业务的主管，就会接受NEXT2（与中欧商学院合作）或者被送到瑞士总部去接受培训。”雀巢在瑞士总部提供的培训既包括自己的教育培训中心提供的各类领导力发展课程、MBA（工商管理硕士）课程，也包括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IMD）合作的顶级管理课程。


  “雀巢的培训一直都是有前瞻性的，假设我们现在要为青岛工厂培养一个厂长，从现有的人选中把这个人挑出来了，然后怎么培养？这就需要管理人员和培训部的人一起为他做出培训计划。”朱美玲说。这种培养一直是双向的，雀巢也会鼓励员工说出自己对职业的预期和理想。


  “在员工升职或调任的时候也是，我们会征求本人的意愿，问他愿不愿意调到其他区域去尝试一下，”朱美玲说，“如果本人不愿意调动，我们肯定会尊重对方的选择。”


  亦师亦友


  事实上，虽然拥有一个不断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与培训体系，但雀巢真正培养人的传统是蕴含在企业文化之中的：每个人都要真正关心和推动对下属的培养，而且要彼此尊重，保持坦诚和直率。


  包必达始终记得汉穆·茂赫是如何选中他的。当时，身为CEO的汉穆·茂赫正在为自己寻找接班人，在考察了几个可能的候选人以后，他和包必达有过一次非常直率的对话。在那次谈话中，汉穆·茂赫忽然问包必达：“你想要做什么？”


  包必达诚实地回答：“我想坐你的位置。”


  汉穆·茂赫回忆说：“那一刻，我们的感觉都不错，这是我们自此所保持的相互信任的开端。”


  从那时候起，汉穆·茂赫就开始悉心培养包必达，比如，他提前宣布了包必达将成为公司CEO的决定，这样就可以心无旁骛地帮助后者在自己的任内平稳过渡。这种雀巢内部经典的坦诚、信任和彼此尊重的企业文化，是从雀巢最高管理者的实际行动中直率、有效地传达出来的。


  “雀巢的每个管理者都对自己手下的骨干员工的自我期许有基本了解，这有助于他们为其制定未来三到五年内的职业规划——他们还要帮助对方一起去完成设立的目标，”雀巢大中华区集团组织与管理发展部总监洪志坚说，“一旦人才培训的大目标定下来，管理人员会告诉被培养者大概的发展方向（但这并不是承诺），这样的话，被培养者就会知道自己并不只是简单地在做现在的工作，会更有目标感。”


  雀巢所推崇的这些能使企业与个人实现双赢的品质——令人信服、责任感、脚踏实地的态度、保持好奇心和对新生事物的敏感——在培养新一代管理者的过程中得到传承。与其说它们要依赖于量化和精密的训练，不如说更像一种文化传承——这些品质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长期合作，依靠细节和一点一滴的日常小事来传递的。


  几乎每个雀巢自己培养出来的管理者，都能说出一两位对他们来说“亦师亦友”的上司或同事的名字。一个友善、正面、积极、彼此信任、尊重、鼓励个人管理风格存在的工作氛围对绝大多数雇员来说，是他们可以长时间为这个企业服务的最重要的理由。


  “因为雀巢是瑞士企业，企业文化非常开放，公司中并没有那种壁垒森严的等级制度存在。”中国大陆孕产妇营养、婴儿及成长配方奶粉市场总监高丹说。她是雀巢中国第一届管培生出身，从她还是管培生起，便被培养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能，即可以随时随地向前辈或同事有效地求助和学习他们的经验。


  “雀巢之前没有推行过明确的导师制，但是它一直有一种浓厚的学习气氛，当你遇到不明白的问题时，除了可以自己学习和寻找解决方案，还可以随时请教同事们。”高丹清晰地记得，当她还是管培生时，曾经为一些问题向当时雀巢中国的销售总监求教，对方非常耐心和开放，不但详细地为她解答了疑问，还分享了很多自己的经验。


  “这种分享、互助的精神其实是会被潜移默化地传承下来的，”高丹说，“我们这些人在成长过程中寻求帮助从没有被拒绝过，如今也会这么对待其他人，因此，我们现在的团队里也会有这种氛围。”


  雀巢内部很多长期协作的团队都充满这种互助、亲密而又开放的气氛，这是建立在互相信任、尊重和长时间合作的基础之上的。比如说，在雀巢普洱农业服务部中，由农艺师和咖啡质量管理、采购人员组成的小团队一起工作了十几年。雀巢大中华区法律及合规事务部也是如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已为雀巢服务了十几年。“整个团队的气氛就像家庭一样，”集团高级法律顾问张文君形容说，“亲密而且互相信赖。”


  从2010年开始，雀巢并购了徐福记和银鹭两大品牌，无论金额、规模，还是整合难度都远超以往。


  “在这个过程中，财务、法律还有各个业务部门一直是在一起紧密合作的，”雀巢大中华区集团法律及合规事务高级副总裁卞革回忆说，“每个部门都会为并购提供自己的专业意见和协助。当时，大家的工作量都很大，但从来不会有人说‘这个事情不归我管，是其他部门的事’，雀巢的特点就是团队之间的合作很紧密，大家会一起齐心协力工作。”


  这种工作关系既然是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之上的，就会成为人们长期坚持高质量、高标准工作的动力，有时，也会成为一个人在职业生涯中寻求突破、积极进取的坚强后盾。


  “我是从青岛莱西工厂调任到双城来接手这里的工程部的，”双城工厂工程部经理潘旭说，“到底要不要接受这个挑战，我一开始确实有一些顾虑，比如青岛工厂比较小，又是生产液态奶的，转到双城这边来生产奶粉和成人奶制品，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好。”


  潘旭和入职雀巢时带他入门的几位经理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尤其他的前任，双城工厂工程部经理许斌——许斌当时被调任雀巢内蒙古额尔古纳的呼伦贝尔工厂，潘旭就是接任这一职位的后备人选。


  “许经理一直鼓励我，说大家肯定都会支持我做好这份工作，”潘旭说，“他和我的几个直接领导，都是雀巢在双城工厂培养出来的职业经理人，关于雀巢企业文化和基本原则的一些知识，全是他们教给我的，我非常信任他们。


  “（关于调任双城工厂）我想了想，觉得他说得有道理，我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事实上，真正的雀巢形象就体现在那些与消费者、供应商密切接触的一线员工身上。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会特别在意这种形象的传承，因此会在后辈或同事入职之初便帮他们打下坚实的基础，既包括业务上的，也包括价值观上的。


  雀巢中国销售战略部销售计划经理覃玉是2006年开始雀巢的管理培训生实习的，他是在从广西市场入职的。


  “当时，雀巢已经有了很成熟的管培生培训体系，但具体到如何引导新人，其实很多细节都是当地经理去落实和负责的，”覃玉说，“我非常幸运，当时华南区的几个经理都是很资深的雀巢人，他们对于怎么带管培生有自己成熟、独特的想法。”


  覃玉当时的领导叫姜凤祥，是黑龙江双城工厂最早培养出来的中国籍工程师之一，后来转入销售部门。2006年，覃玉入职的时候，姜凤祥是负责广西的区域经理，他和同事们为覃玉这一批管培生精心设计了一套培训“线路图”。


  集中培训之后，覃玉回到广西市场开始为期两年的实习生涯，他的职业生涯是按照玉林、防城港、桂林等这一事先计划好的线路开始的。当覃玉成为真正的雀巢人以后，他逐渐意识到了姜凤祥为管培生做出这一培训安排的苦心所在。


  “我去玉林时，它是整个广西业绩最好的市场，也是最能体现广西市场特点的，而且负责人非常能干、为人正派且有责任心，”覃玉说，“我想，姜凤祥是希望让这样一个销售主任能为我打下一个比较‘正’的基础，比如，我会更看重建立一个注重长期发展、健康的市场，也更看重同事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覃玉在玉林不但逐渐找到了做生意的感觉，还第一次在一个优秀、能够形成合力的团队中体验到了愉快的工作气氛。


  “在玉林工作6个月之后，我养成了一个习惯。从此以后不论到任何地方工作，只要有团队的活动，我周末都会主动去看看，顺便帮个忙——我会觉得这是我的生意。”覃玉说，周末往往是雀巢这种食品企业在商超渠道搞促销、生意最好的时候。“当时玉林团队的气氛特别好，让人很受感染。大家都很有责任心，到了周末连同事的家人都会自发地去商场帮着做活动。”


  随后，覃玉被调到广西南部的防城港市场，负责了一场与当地渠道合作伙伴合办的“十周年庆典”活动。“当时，广西地区没做过这样的活动，我也没有经验，只好摸索着把以前在学校组织活动时积累的经验拿出来一点点细化、落实。”覃玉说，事后他才知道，其实姜凤祥已经提前告知当时广西市场部负责支持他的同事，“要尽可能帮忙做好这个活动”。


  “市场部的同事们确实这样做了，他们不但尽可能地给我提供需要的物料，还给我提了很多非常有用的建议。”让覃玉感动的是，活动当天，南宁办公室的很多同事都主动过来帮忙了。


  覃玉后来又被派到桂林，这是当时雀巢的一个业绩不尽如人意、需要整改的市场。他目睹并参与了如何将一个混乱的生意“理顺”，并逐步建立起有效管理流程的过程。之后，覃玉被派去跑了三个月的农村市场，最终又回到南宁去学习与重点客户，比如深圳人人乐这样的大型超市沟通。


  “在我离开桂林的时候，姜凤祥已经调离广西了，实际上他只带了我一年，”覃玉说，“但带教新人是雀巢的传统，所以他的继任对管培生的计划也有自己的各种考虑和想法。”


  这种对新人的调教，一般都是围绕着让他们更全面地去认识雀巢的生意，并且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潜能和协作能力而设计的。然而，好上司和优秀、热心的同事的言传身教的作用远远超出了教会新人“如何做生意”这一目的。更重要的是，他们会帮助后辈或新进者逐步形成一个积极、与企业文化相符的价值观，并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工作方法。


  覃玉一直与姜凤祥等几位对自己职业生涯产生很大影响的上司保持着联系。最终，当他成长为海南省销售经理时，给自己设立的工作目标是在海南当地留下“一个开心的团队和健康的市场”。这一想法与他之前的经历形成了完美的呼应——后来，他也的确做到了。


  对于雀巢内部所推崇的这种职业良性循环，彼得·德鲁克早有过相关描述：“对一个人发展负有最大责任的并非上司，而是他自己。”想要对自己负责，就必须足够重视这份工作，从而清醒地认识到：“我必须胜任这份工作。”一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对此投入大量精力，人们就会创造出日益精彩的激情、挑战和改变，工作才会给人带来兴奋感和幸福感。


  管理者费心费力创造出良好气氛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去改变人，而是要让个人的能力和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真正好的上司与组织，必须能够帮助员工认识自己，支持、鼓励并培养他们，从而实现多赢。


  与合资公司一起成长


  在150年的历史里，雀巢在收购、并购上一直表现出众，有人认为，这是瑞士人性格中的务实和谨慎导致的。


  瑞士人很少会在收购中因为感情冲动给出对方过高的溢价，也不大关心什么被过分渲染的“宏伟蓝图”，他们要的是实际的成果：比如1+1>2的协同效应、被收购方有出色的核心技术、市场占有率、持久的发展潜力和大量的优秀人才。因此，只有满足这些条件，并且在价值观上大致与雀巢吻合的公司，才有与雀巢合资或被其并购的可能。


  雀巢很重视产品，希望通过收购使自己成为某些目标领域的领导者——为此，它进行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收购。这些收购必须因此而获得广义上的协同效应：一些优秀的公司加入雀巢这样更大的组织后，可以通过互补来提高彼此的能力。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一种“创造共享价值”。


  价值最大化的合资


  瑞士人是欧美企业界公认的优秀雇主，因为他们往往会尊重被收购企业的文化和自主权。而在中国，由于文化差异和市场环境的不同，雀巢从1999年开始，选择了通过合资的方式快速发展。正如前文所说，五羊、太太乐、豪吉、徐福记、大山矿泉水及银鹭品牌都陆续进入了雀巢大家庭。


  雀巢明智的地方在于，它并不想把合资公司简单改造为雀巢的翻版，它承认合资企业的长处以及它们与雀巢的不同，给予它们足够的独立自主权，尊重它们的管理层对公司的管控，但是又会通过“合规”的推广，来确保整个公司品质与价值观的一致性。


  用雀巢在中国最成功的投资之一——太太乐举例来说，1999年8月，雀巢收购了太太乐80%的股权。在2015年的财报中，雀巢提到，“在中国，我们在雀巢速溶咖啡、雀巢即饮饮料、太太乐调味品和雀巢脆脆鲨巧克力威化上的再投资，推动了增长”。到2016年，太太乐的鲜味精类产品产量已经突破14万吨，产品线也早已从单一的鸡精发展到了近百个品种。全球有超过1亿户家庭、20万家餐馆在使用太太乐产品。为了形成合力，也因为太太乐在中国调味品市场拥有一个成规模且较为合理的渠道布局，雀巢将自己品牌中美极调味汁的渠道销售也交由太太乐运营。


  雀巢当年是看中了太太乐对生鲜（鸡）原材料的加工处理能力和它在复合调味品方面的独创技术——它的创始人荣耀中是工程技术人员出身，曾经管理过以微生物发酵为主的制药工厂，这就使他对太太乐的产品技术研发能力十分重视，并且围绕着“鲜味”发展出了一系列的理论。


  “当时，我们做的颗粒状的鸡精是原创的中国式产品，在国外，主流的复合调味品是粉末状或轧成块的，”太太乐创始人荣耀中说，“这种颗粒状的鸡精使用了我们独有的制粒工艺，每个颗粒的结构从微观上看都是最优化的，包含的鸡肉成分十分均匀，这种颗粒与水的接触面积大，溶解快，释放鲜味更加充分。”


  雀巢的CEO们一致认为，真正成功的收购必须是在双方都有从对方身上学到新东西——收购或者并购成功的关键在于结合彼此的资源、知识与经验。早在对太太乐进行收购前，雀巢瑞士总部的科学家们就已经从工艺技术角度仔细研究过它的鸡精产品，荣耀中在后来访问瑞士雀巢研究中心时，还看到了太太乐鸡精颗粒体在20万倍电子显微镜下被拍成的彩色照片。


  另外，荣耀中凭借自己对中国市场的理解，一开始就将鸡精定位为与味精竞争的产品，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关于“鲜味”的理论。


  “比如，鲜味是可以计量的，1公斤鸡精的鲜味是同等重量味精的2.5倍，”荣耀中说，“我们定义下的鲜味来自蛋白质，不是合成的物质。”这使得太太乐在自己产品中所提倡的使用自然农副产品原料、增加更为丰富的营养等原则与雀巢关于“营养健康”的大方向也是完全一致的。


  “太太乐在产品质量方面也是符合雀巢全球‘合规’标准的，在食品安全的某些方面，太太乐甚至比雀巢更‘苛刻’，”荣耀中说，“这是因为太太乐的产品里每天都要用到鸡和其他生鲜类农副产品，所以它在检验和控制沙门氏菌和微生物这方面有自己独特的技术优势——这也就使得‘鲜味’具有了充分的安全性。”


  2001年，雀巢把上海研发中心建在了太太乐的厂区内，这个研发中心主攻的方向是烹饪类产品，也就是“咸味”和“鲜味”的调味品，不但可以支持太太乐自己的研发团队，还负责将前者的一部分核心技术，例如复合调味品的制粒技术，输出到雀巢全球的其他区域里去。


  “这确实是雀巢企业文化中非常独特的一点，作为一个拥有150年历史的公司，它有这样的眼光和心胸（选择了尊重太太乐的管理方式），”荣耀中说，“在我们这十几年的合作过程中，不是没有过矛盾和冲突，但那都是互相了解和磨合的过程。最终，雀巢和太太乐都信守了（合资之初的）承诺。”


  事实上，除中国有某些特殊之处以外，在全球市场中，雀巢一直都表现出了很大的弹性。尽管大多数时候，它偏好独资经营，但是当合资可以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时（比如早期雀巢和通用磨坊组成合资公司销售早餐谷物），雀巢也是能够接受的。


  “全球化要求的是全球一致的产品观念，比如品质、营养健康——并且可以利用全球渠道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汉穆·茂赫说，“但是全球消费者的需求本身并不会变得统一。”因此，一个规模庞大的组织必须在收购策略上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才能应对各地市场的需求。


  从汉穆·茂赫时代开始，针对如何让并购和合资顺利进行，雀巢就明确定下了几条规则：和收购公司的管理层一起工作，并肩作战；给予所有员工相同的机会；避免强制性推行雀巢的做事方法；尽量遵循当地的情况、传统以及每个国家的思维模式。而雀巢本身采用的分散—集中型管理模式则既提供了一致性原则，又提供了运营中所需要的弹性。


  “尊重是雀巢在合资或并购中的第一原则，我们会充分了解对方的运作方式，然后也愿意接受彼此的差异化。”雀巢中国人力资源及培训部总监陈云雀说，她曾经在2012年6月作为人力资源方面的整合负责人进驻过徐福记。


  “雀巢愿意与之合资或者收购的企业，在大原则和价值观上必定与雀巢是很类似的，因为早期我们会做大量细致复杂的尽职调查工作，”雀巢集团高级法律顾问张文君说，“从2000年到2012年，随着雀巢合资企业的增加，雀巢整个法务部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对合资企业的状况进行审核。”


  一般来说，雀巢看中的合资或收购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对方必须财务状况健康，有长远发展目标；其次，双方都要有意愿而且能够从对方身上学到新东西，这就意味着参与合资的企业必须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产品或市场优势。“在合资的尽职调查中，对知识产权的审核就是一个非常细致和需要责任心的工作，”雀巢大中华区知识产权总监吴涛说，“雀巢原本就很重视知识产权，一旦合资成功，瑞士总部、雀巢中国、合资企业这三方在知识产权方面还有一个对标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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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雀巢大中华区时任董事长兼CEO穆立和太太乐创始人荣耀中签署合资合同


  最后，雀巢必须能够把自己的优势带入合资公司，比如财务、市场、人力资源管理等——给合资公司提供财务支持肯定是先决性的条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雀巢希望为合资公司提供更多帮助，让后者在未来增强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互助与互补


  “毕竟所有和雀巢合资的，都是在某个领域已经能独当一面，做得很成功的企业，雀巢不会因为自己是大股东，就要马上接手业务，但在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比如盖新厂、改造原有生产线等方面，雀巢会提供自己在工程和生产方面的技术分析和支持，”陈云雀说，“因为有150年的历史，雀巢在这些方面的经验会比较充足。”


  针对不同企业的需求，雀巢给予的资源支持不尽相同，但基本集中在资金、研发、人力资源、供应链等和企业竞争力密切相关的方面。而且随着时光流逝，竞争环境发生变化，雀巢还会根据长期发展策略，不断加大投入。


  2006年前后，太太乐自己在做市场调查和消费者沟通时，意识到有很多消费者因为各种原因不吃鸡精，但也都在追求比味精更鲜美、更健康和营养丰富的调味品。


  “我们在做消费者调研的时候就问他们，如果不考虑鸡精的话，你第一个想到的鲜味的东西是什么，很多人的回答是蘑菇。”太太乐产品发展推广系统总监马鸿强说，在2006年之前，太太乐就推出过一款蘑菇精，味道不错，但是价格比鸡精高。


  “而我们当时的消费者调研显示，人们希望吃到一种来自蔬菜鲜味的、味道更丰富一些，价格要比鸡精略便宜一点儿的调味品。”几乎在同时，雀巢研发中心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个城市进行了和调味品有关的消费者调研，在增鲜调味品方面也得出过类似的结论。


  于是，太太乐的研发人员开始考虑，能否从多种蔬菜里面提取鲜味物质和太太乐原有的工艺相结合，推出一款新增鲜调味品——最终，“蔬之鲜”在2009年上市了。这是一种从8种蔬菜中提取鲜味物质，口感更丰富清新的鲜味调料，按照荣耀中提出的鲜味理论，它的鲜度是普通味精的两倍。


  “在复合调味品，例如蔬之鲜的研发过程中，太太乐自己的研发人员很有经验，因此主导了整个研发过程，雀巢研发中心更多的是在消费者调研方面给我们提供帮助。”马鸿强说，太太乐推出“酱大师”系列的酱料时，雀巢研发中心的助力就包括了水分子活性实验，“因为雀巢在微生物方面的研究很领先。而太太乐在推汤宝煲这款汤冻状调味品的时候，雀巢研发中心提供的帮助就更加全面了，它为汤宝煲提供了从基础配方到中试生产的全部帮助”。


  “雀巢和合资企业会不断互动而且形成共识，如果后者在一些领域需要雀巢帮忙，我们就会进来帮忙，如果对方觉得没必要，那我们就尊重这些企业自己的决定。”陈云雀说，但在一些领域，比如说人力资源管理、人才培养计划这些方面，雀巢的经验非常丰富。因此在整合过程中，雀巢一般会首先将自己特有的培训和人才培养与发展项目引入合资公司，“这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


  “雀巢提供的很多培训，比如领导力、沟通、销售技巧等，都是我们自己的培训师来做的，互动很多而且能够让对方直接运用到工作中去，E-learning（网络化学习）的内容也很丰富。”陈云雀说。随着培训的开展，雀巢也会逐渐在合资企业中推广自己的人才发展计划。比如，徐福记就是在2012年年底开始了校园招聘，之后在2013年和2014年分别迎来了几十位管培生。


  “随后，我们会慢慢帮助业务人员做更详细、更有竞争优势的奖金设计、薪资改良等，”陈云雀说，“在引进管培生、做好接班人计划这些方面，各个合资企业目前基本上是同步的。通过这种共享资源，大家也能够更真实地感受到雀巢的企业文化。”


  对于雀巢合资公司的员工来说，一旦人力资源系统做好对接，他们在培训和人事制度中所获得的发展机会是相同的。


  前文说过，曾经担任雀巢冰激凌及冷冻食品业务单位副总裁的欧阳凯是从五羊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的。1999年5月，当雀巢获得五羊的绝大部分股份时，欧阳凯刚刚进入五羊不久，他当时在做市场方面的工作。他一开始的疑虑和被大公司并购的公司中的大多数员工是一样的，例如，担心自己能否融入对方的体系，是否会被边缘化。


  “很快，我就发现雀巢是非常尊重合资企业的，他们愿意保留五羊的优点，也很重视员工的发展。”欧阳凯说。


  雀巢的历任CEO都认为，收购的核心在于人才——人的因素在公司被收购时表现出来的影响，比平时人们所想象得要大得多。所有的管理学家都强调过，在并购或合资中，被收购公司的中高级主管对收购的接受程度，也是影响并购成功与否的关键。


  1999年6月，雀巢就派出了人力资源方面的整合人员到五羊与当时的中层一个个面谈，与欧阳凯谈话的人恰好是现在担任雀巢大中华区集团学习及发展总监的朱美玲。这次谈话给他留下的影响如此深刻，以至十几年后回忆起来仍旧历历在目。


  “其实我们谈的内容非常简单，雀巢就是想了解我对自己职业生涯发展的规划是什么，然后告诉我公司可以提供什么帮助。”欧阳凯回忆说。但这次谈话首次让他感受到了雀巢的企业文化特点，“他们是尊重员工和看长远利益的”。


  欧阳凯当时对自己职业发展目标的回答现在看起来有点宽泛，他说自己“想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管理者”，像所有善于规划的雀巢人力资源管理者一样，朱美玲耐心、娴熟地将这个目标逐渐细化、落地成了他提高自身管理能力所需的各种培训。


  一年之后，欧阳凯和同事们就被送去参加雀巢总部组织的市场专业课程了。然后，作为在业务中逐渐展现出管理能力的年轻人，他也参加了早期的NEXT1培训。


  “在成为品牌经理之后，欧阳凯的下一个目标是要成为区域经理，到那时他就要管理一个区域的全部事务，比如财务、人力资源、工厂等，”朱美玲说，“对他这样的管理者来说，NEXT1的内容已经不够用了，我们就把他送到瑞士总部的培训中心去接受培训。最后，很多有潜力成为高级经理的人还要去上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提供的顶级管理课程。”


  欧阳凯在2008年成了当时雀巢冰激凌业务华北区的区域经理，最终成长为整个雀巢在中国冰激凌业务的负责人。


  虽然雀巢在自己的员工评价体系中更看重长远发展，但它始终是商业企业，对自己的员工、各地的合资公司当然有业绩增长的明确要求。


  “但雀巢对合资公司的管理和要求，又始终不是让对方只管做好业绩这么简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范黎波说，“雀巢在全球都有合规的要求，这是源于它统一的公司治理原则。”


  因此，除了对业绩的要求，在产品质量、市场营销、员工管理等领域，合资企业必须逐步达成雀巢对“合规”的要求。“这点跟瑞士的国家文化有关，瑞士人没有征服欲。”范黎波说，但是对瑞士人来说，他们的社会共识是“无责任就无自由”——瑞士人知道自由的代价，愿意为此负责任，并且具备了寻求解决方案的能力。


  “同样，合资公司如果想要更多的自由，就要在各方面‘合规’，这是雀巢在中国管理合资企业的一个原则。”范黎波说。


  “雀巢在对食品安全、产品品质、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法规、职业经理人的行为、SHE等问题上都是有‘合规’的要求的。”陈云雀说。其实具体到很多问题上，合资企业和雀巢的要求和出发点是一致的，只是双方需要时间慢慢统一标准。比如说，就在合资后的第一年，徐福记已经开始购买安全鞋、防护罩等装备，在保障员工人身安全方面与雀巢SHE部门的要求达成了一致。


  要改变员工的工作方法和安全意识，需要一点点推进。东莞地区的工厂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人员流动性非常强，“经常是我们好不容易把员工培训得有点成效了，过了一年他们就离职了”。所以对于员工的安全防护等问题，徐福记必须反复地对员工进行强调和培训。


  “如果培训不到位，你就是购买了防护用品，员工不戴或者没有安全意识也不管用，”陈云雀说，“徐福记的创始人和管理层对员工安全是很在意的，除了不断在培训会上加大投入和加强管理，创始人和管理人员还会亲自出来拍视频，提示员工要注意防护，平安回家。”


  在“合规”之后（相当于建立了一套共同语言），合资企业与雀巢之间的管理经验、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等理念才能真正流动起来，创造出更多的协同效益与价值。


  例如，在SHE部门为环境持续发展开始推广节水、节能减排之后，2000—2008年，东莞雀巢就将每吨产品水消耗量减少了24.32%。这类做法和标准也传递到了合资企业，各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创新。


  在大山的云南山泉生产厂，除在水源地保护上做到“合规”之外，工厂还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都收集起来，处理成中水后再次利用。这些中水的一个用途是洗车，到工厂装载瓶装水或桶装水产品的运输车辆如果太脏，工厂会免费为他们洗车——这样做既服务了供应商，又保证了运输中的产品清洁度。


  雀巢全球的速溶咖啡生产工厂都有利用废弃咖啡渣作为热力燃料的传统，这样做不但节能，还能减少废弃和填埋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2014年，徐福记做了一个关于减少碳排放的新项目，就是在东莞的一个工厂把使用煤原料的锅炉改造为可以烧木屑的，”雀巢大中华区安全健康环境总监龙沛湘说，“这样做，有效地降低了碳排放。”这些木屑是徐福记所在社区中其他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料，因为当地有企业在摸索减少社区碳排放的商业化方法，它们负责收集木屑，将其加工为可燃物。在得知这一尝试后，徐福记就买下了这些企业加工的木屑，在自己的工厂做了尝试——这也是履行“社区邻居”责任的一部分。


  “雀巢做节能减排这么多年，其实可供节省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少了，”龙沛湘说，“我们非常需要这种来自合资公司和合作伙伴的分享，有什么好主意都可以拿来大家互相借鉴。”


  和雀巢一样，合资企业也是现代商业组织，它们也必须在自己的“经济组织”“人力组织”以及“社会组织”三重角色中取得平衡，也要兼顾股东、顾客、员工、供应商以及工厂所在社区的利益。


  “事实上，雀巢和合资企业的大原则都是一致的，就是创造和增加价值，”荣耀中说，“比如说，在尊重、价值观统一、信任这三大前提下，太太乐和雀巢的最终目的是让彼此价值最大化。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做到了。”


  不光是合资公司，在中国乃至全球，每个处在不同工作岗位上的雀巢员工、雀巢的供应商和合作者、消费者，甚至雀巢所在当地社区中的“邻居”们，都用自己的理解和独有的方式回应了雀巢CEO们对“创造共享价值”、尊重他人和创新的解读。


  没有什么价值，会比员工作为局内人的信赖和自豪感更宝贵了。


  “雀巢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从合规性、合法性来讲，从来没有变过，而且在不断提高标准，”雀巢大中华区集团质量保证部副总裁邸雪枫说，“从员工的角度来讲，我觉得雀巢是值得信赖的，因为（从我的角度看）它确实在产品质量和安全上努力做到了言行一致和持续改进。”


  所有长期为雀巢工作的员工几乎都会像双城工厂谷物生产经理王卫东一样，对自己生产、销售的产品怀有私人情感：“有时候和家人去超市，我会特意转到奶粉、麦片区去逛逛，看到自己工厂出产的产品，心情就会很愉悦、自豪，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创造共享价值’。”


  他们会在和同学、朋友聊天的时候，很自信地告诉别人雀巢生产的产品质量“绝对没问题”——这些信赖是经过了长时间积累和事实验证的。在2008年，中国爆发“三聚氰胺事件”时，双城工厂按照当时政府的要求，把之前生产出来的将近2万吨奶粉（8000多批次）每批抽样送检，工厂法规主任张美群和质量保证部的同事加班加点，花了30天时间才将这些样品送到政府检测机构检测完。她回忆说，这8000多个样品的检测报告出来，雀巢所有的产品全部合格，没有一批有三聚氰胺，“那个时候，我真的很为雀巢自豪”。


  这类感情往往也会是由外界反馈引发的。


  在雀巢的农业社区中，咖农和奶农都对雀巢农业服务部的农艺师与畜牧专家有着天然的信赖——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他们的生活因为雀巢已经发生了实实在在的改变。在普洱服务过的外国专家王道夫、范士良看到咖农按照雀巢可持续发展要求开垦的郁郁葱葱的咖啡种植园时，会感到非常自豪。而农艺师和畜牧专家则在看到农户们盖起别墅，改善生活水平和为下一代的教育加大投入时倍感欣慰。


  “在中国，有很多我们的供应商是从非常小的企业，通过一点点努力适应雀巢的要求成长起来的，”雀巢大中华区集团采购部副总裁李申说，“这个过程中，供应商当然付出了很多努力，但它们自己也会说，很少碰到雀巢这样一直鼓励它们坚定信心，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管理水平的企业。每次看到这样成长起来的企业，我自己也会为雀巢自豪。”


  雀巢绝非十全十美的企业，在150年的历史上，它也曾经历过各种挫折与危机，但因为有长远的战略眼光，雀巢赢得了发展过程中最大的一些赌注，得以维持了自己的业绩增长和业界地位。


  全球食品市场从来不乏挑战，雀巢的这一优势能否继续维持下去，还有待观察。然而可以预计的是，在未来的市场上，雀巢将要面临比以往更加激烈的竞争。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早就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实质下过定义。他说，顾客购买的，从来都不是一个“产品”，而是一种需要的满足——顾客购买的是“价值”。这个“价值”未必与产品价格正相关，但会随着顾客心理、年龄和生活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


  不管竞争环境如何改变，围绕着每个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创造出更多价值，会是雀巢不变的目标。而正是通过“创造共享价值”这一观念，雀巢将它身处的世界、面对的市场和自身的内部运作联系在一起，如果能够秉承初心，雀巢的员工、合作者、消费者和身处社区中的居民们，都将会通过它持续不断的经营活动获得共赢。


  对于雀巢来说，在150年的历史中，它已经通过“创造共享价值”积累下了大量来自消费者的尊重与信赖，这是它面对残酷竞争时所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正是在这一理念的基础上，雀巢管理者塑造出了独特的工作方法、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使得它通过售卖一杯杯咖啡、一粒粒糖果和一瓶瓶水这样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平凡”产品，变成了全球最大的食品公司。


  事实上，雀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它让人们意识到，瑞士这一国家的特性催生了雀巢独特、坚固而且持久不变的企业价值观，这些价值观，经过充分授权和独特的管理方法固定下来，传递给了雀巢遍布全球的每一个员工——唯有员工理解和认同了雀巢的价值观，才能转而为自己面对的消费者创造出无数独特的产品和服务。


  然而，在当今这样一个竞争激烈、变化迅速的世界里，一个能够始终引领变革的企业，是否能够在稳固的企业价值观与不断“创新”的经营活动中找到平衡？也就是说，理想主义和现实性到底能不能在一个企业身上完美融合？


  答案是肯定的。雀巢已经用自己150年的历史和业绩证明了这一点——而这也正是它用于迎接未来挑战，“以不变应万变”的基本战略。


  通过解读和探究雀巢，每一个对“开放”“多元化”“创新”“长远眼光”“成长型思维模式”和“创造共享价值”等概念有所憧憬，并且试图将其纳入自身企业价值观的企业，都有可能获得启发，开始自己通向卓越和打造“百年老店”的奇妙旅程。


  后记


  “创造共享价值”的奇妙旅程


  在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本书真正的主角，应该是实践“创造共享价值”这一理念的雀巢员工。


  正是这些人——在田间和牧场帮助农民改善农业技术的农艺师，在工厂认真对待每一个产品的员工，在研发单位里推出应季新品或进行基础研究的研究人员，还有那些为了将奶粉、咖啡、糖果和冰激凌等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而日复一日努力工作的采购、销售、市场以及各个职能部门的员工，正是他们将这一理念践行在日复一日、勤勤恳恳的实际工作中。


  这一理念早已与雀巢员工们的工作生活融为一体，以致在采访中，我总能听到他们在谈论自己的工作成果或面对问题需要做出抉择判断时说道：“这（样做）其实就是‘创造共享价值’。”


  通过不断地实践，雀巢的员工还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创造共享价值”加入了新的领悟和内容——最终，正是这些创新和努力成就了雀巢如今的地位，并让雀巢有可能在下一个十年面对激烈竞争时继续保持自己的优势。


  我的采访不但涉及雀巢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也包括了雀巢在华的研发中心、工厂系统，以及长期驻扎在黑龙江双城和云南普洱的雀巢农业服务部——事实上，我目睹了雀巢著名的“端到端”（从田间生产到消费者餐桌）食品供应链的完整运转过程。


  我还探访了雀巢在中国的合资公司，例如徐福记、太太乐、云南大山、五羊等。


  在采访中，我对那些详尽解答我的疑问并真诚讲述自己故事的雀巢员工充满了感谢。遗憾的是，由于本书的篇幅有限，被采访的员工的故事和名字未能全部在书中出现。因此，在这里，我将所有帮助过我的雀巢员工（含合资公司）一一列出，以使读者知晓他们在我撰写本书时起到的重要作用。其中一些人在成书过程中已经调换了职位或者离开了雀巢，为保持内容的连贯性，在本书中我使用了他们接受采访时的职位和头衔：


  阿方索 安晓燕 卞革 蔡贞贞 陈琨 陈云雀


  狄可为 邸雪枫 董玉国 杜克 冯沛霖 冯自卫


  高丹 葛倩 郭薇 郭迎 汉斯 韩硕


  韩飞 何彤 洪志坚 华德曼 黄圆圆 黄珺来


  侯家志 贾本汉 贾凡 贾梅 贾建泷 姜冬冬


  姜树立 季文武 季建平 柯立勤 连慧萍 李慧


  李光 李申 李孙强 李文军 李云萍 廖秀桂


  刘金辉 刘刚 龙沛湘 吕杰龙 陆明 罗珏成


  马世杰 马洪强 梅小侃 宓慨 南吉硕 欧阳凯


  瞿云 潘旭 裴红兰 荣耀中 苏洲 孙莉


  孙天珍 石欢 滕红 王军宽 王雷 王卫东


  王旖 王遥 王宙 魏穗芬 卫航宇 吴继萍


  吴涛（女） 吴涛 邬特 覃玉 钱金瑞


  谢敏 许喆 徐沆 徐红伟 杨菁华 杨松绿


  闫维 余恺 张锦达 张美群 张文君 张兴


  张旭 张振东张志弘 赵酉酉 郑世友 周洪波


  周楠 周炜 朱美玲


  我要感谢雀巢公司之外拨冗接受我采访的人，他们分别是：


  四川省郫县唐昌镇竹瓦小学的全体师生


  在黑龙江双城和云南普洱从事种植业与养殖业的咖农和奶农：刀斌、张奎、焉文勇、郎义强、夏云柏


  云南省普洱市茶叶和咖啡产业局副局长刘标以及退休政府官员李忠恒


  上海市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联席会议办公室秘书长邹竑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副所长马冠生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学生营养室主任胡小琪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范黎波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单绍骏


  水资源教育（WET）项目基金会副总裁约翰·埃特根（John Etgen）


  我要特别感谢雀巢大中华区集团事务副总裁董玉国先生和雀巢中国公关总监何彤女士。董玉国先生是这一项目的发起人，正是他的努力使这本书成为现实。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董玉国先生与何彤女士卓越的职业精神以及雀巢特有的开放、尊重和宽容的态度，是我的采访和写作得以自由、顺利进行的基石。


  感谢前同事丁天在云南普洱采访中为我提供的资料和帮助，我的朋友许扬帆、梁爽和杨越男为我的写作也提供了大量帮助。而中信出版社的沈家乐和宋冬雪则最大限度地给予了我来自编辑的支持与信任。


  最后，由于写作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还要感谢家人的默默支持，如果没有他们的耐心与宽容，我很难完成这一工作。


  汪若菡


  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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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如何推进分享经济


  姜奇平


  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


  分享经济的定义与特征描述


  分享经济是伴随开放源代码、云计算等互联网开放技术的发展而兴起的，以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源的使用而非拥有为产权基础，通过以租代买等模式创新，实现互通有无，人人参与，协同消费，以充分利用知识资产与闲置资源的新型经济形态。


  把握分享经济的定义与特征，需要观察以下6个维度：


  ——技术基础：开放源代码、云计算等技术为开放分享与商业利用的分工协作创造了生产力条件。


  ——行为特征：分享经济通过平台资源的分享、非排他性复用，降低端到端增值应用服务门槛，实现物尽其用，知识共享。


  ——产权特征：分享经济实现所有权内部支配权（ownership）与使用权（access）分离互补，通过租金机制补偿支配权分享方的搭便车损失［对应生产力上SaaS（软件即服务），产品免费分享，按服务和使用收费］。分享经济的免费分享对象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支配权，而按照使用权收费（如果使用权与支配权同时免费，则定义为共享经济）。


  ——商业机制特征：一是以租代买，包括生产资料的以租代买；二是通过重资产（固定成本）分享，支持应用方（APPS）轻资产运作，降低创业、就业门槛。


  ——利益机制特征：所有者（所有权拥有方）与使用者（使用权方，如创业者）风险共担，利益分享；根据风险大小，分配利益大小，如苹果商城三七分成，承担风险的创业者，得70%收益；规避风险的所有者，得30%收益。


  ——消费机制特征：分享经济也称协作消费，协同消费，在生活资料方面，表现为公众协作消费，互通有无。用腾讯研究院的说法，即公众通过社会化网络平台连接起来，以分享闲置资源的方式完成消费。


  针对和解决的主要问题


  目前全球分享经济呈快速发展态势。分享经济有利于产能过剩条件下闲置资源利用和知识资产作用发挥；有利于通过降低增值服务成本，引导经济转型升级向高附加值方向发展；有利于降低大众参与创新与就业的门槛，推动经济的包容性发展。


  把握分享经济趋势和背景，可以从以下5个维度入手：


  ——改善宏观经济。分享经济通过提高闲置资源的利用率，盘活闲置的存量资产。通过资本的分享（非排他性使用），降低资本使用成本，从而提高经济增加值（EVA）。在产能过剩、通胀与通缩同在的背景下，增强经济韧性和活力，提高发展的可持续性。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单纯依靠投资拉动增长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激活存量资产，将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心，转向充分利用知识资产，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促进转型升级。分享经济通过为高附加值的增值服务提供广泛的服务支撑，推动经济结构从同质化、低附加值的产业结构低端，向差异化、高附加值的产业结构高端发展。通过“产品免费、服务收费”的方式拉升产业从产品低端向服务高端升级。推动传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升级。


  ——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通过分享、协作方式搞创业创新，门槛更低、成本更小、速度更快。通过生产资料（知识工具或闲置资产）分享，使更多的人获得分享重资产，从而参与轻资产运作的机会，大大提高创业和创新的节奏和频率。


  ——有利于经济包容。首先，拓展我国分享经济的新领域，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有利于增加经济的包容性，促进机会公平、社会流动，特别是分享机会有利于在一次分配中实现公平，大大减轻国家二次分配的负担。其次，通过免费与收费结合，可以将普遍服务与商业竞争有机结合起来，有助于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最后，随着互联网日益普及，中国社会加速走向城市化，民众收入差异越来越大。协同共享可以极大缩小收入差距，有利于经济社会稳定协调发展。


  如何推进分享经济


  要树立新的资源利用观，克服、排除与分享经济不相适应的所有制障碍、既得利益障碍、传统模式阻力，打破要素垄断。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推手，以信息化为依托，以服务平台为支撑，以知识工具为突破，以服务创新为重点，以产权创新为保障，以组织变革为引领，大力推进分享经济。


  1. 建议明确7个方面的思路：


  ——抓住推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发展分享经济的重要推手”，应抓住向大众分享生产资料这一契机，推动全民轻资产运作，通过草根创业、创新，实现大繁荣。


  ——建立依托：发展信息化基础设施、智能化技术、云平台、大数据、泛在网络、软件定义的系统等，为资源分享提供技术依托。


  ——强化支撑：以支撑服务平台为分享资源的主体，发挥平台支撑下的生产性服务业、制造服务化的国际竞争优势。


  ——突破瓶颈：通过自主研发、并购，以支撑行业发展的可分享服务平台、可分享开发工具等重型知识资产为突破口，建立面向市场的知识分享竞争优势。


  ——鼓励创新：以商业模式创新为重点，鼓励基础业务与增值业务结合，免费与收费结合，有助于发挥市场优势与社会网络作用的市场创新与服务创新。


  ——保障产权：以产权创新为保障，在总结实践的基础上，大力推进以支配权与使用权分离为核心特征的分享经济产权创新；围绕创新驱动，大力推进适应高风险高收益条件的租赁模式发展，在“互联网＋”条件下有效化解创新风险，实现资产保值增值。


  ——组织变革：推动组织创新，鼓励互联网技术条件下，端到端、扁平化、自组织、自协调的社会网络和商业生态系统建设，以组织变革引领未来。


  2. 建议采取5个方面的措施：


  第一，鼓励与支持建设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分享经济平台。充分发挥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作用，包括资本市场作用，以建立对分享经济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世界级龙头平台为目标，支持分享经济平台上市，做优做强做大。


  第二，引导国有企业在分享经济基础上，以提高知识资产占比，推动生产资料共享，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分散经营风险为切入点，实现普遍服务与商业服务的结合，在高风险高收益条件下实现保值增值。


  第三，引导与鼓励生产性支撑服务业长足发展，使现代服务业、现代制造业通过分享支撑服务资源，实现跨越式发展，打造可持续竞争优势。


  第四，大力推进“互联网＋”新业态，促进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结合，向高附加值服务化方向发展。鼓励新的消费方式，互通有无，协同消费，节约资源，绿色增长。


  第五，积极开展分享经济的试点试验。在民生反应较大，需求旺盛又得不到满足的窗口行业，以及推进分享经济有基础、有意愿的地区，突破传统法规限制，积极开展分享经济试点、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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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化发力，助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李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信息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基本元素。人与人之间以及社会运行中的信息沟通不可或缺且作用重大，杜甫名诗《春望》中“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家书”、《三国演义》中的精彩篇章《蒋干盗书》的“书”、两千多年前一个叫菲迪皮茨的希腊战士一口气跑40余公里传送的马拉松捷报，都是人们与信息关系的历史经典。作为工业文明时代技术进步的重要成果，电报和电话的发明极大地方便了人们之间的信息沟通。现在，人类进入了信息化社会，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及其应用的广泛性大大迥异于农业文明社会和工业文明社会，其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影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当代著名学者杰里米·里夫金在其2014年出版的《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个物联网、合作共赢的新经济时代》中写道：物联网将彻底颠覆人类经济社会，催生协同共享为主导的人类社会。2016年1月11日杜克大学创业与研究商业化中心主任维韦克·瓦德瓦在华盛顿邮报网站发表文章，提出2016年可能改变世界的六大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虚拟现实和全息甲板、物联网、太空。我们不难看出，这六大技术无一不是以信息化为根本、为灵魂。无可置疑，能否抓住信息化带来的机遇决定着一个国家在新一轮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大变革中，能否把握发展的主动权、跟上时代进步的步伐而不为历史所淘汰。


  当前，我国经济总规模已稳居世界第二位，2015年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已接近8000美元，国家综合实力得到大大增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入历史发展新阶段。在这一新阶段，发展的巨大机遇和严峻挑战并存，改革红利和转型风险同在，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交织，我国经济发展确实到了是否能够迎难而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迈入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阶段的关键时期。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已明确了新时期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了应对国内外严峻挑战的战略性安排。我们要按照中央的部署，领会好、运用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积极推进“四个全面”战略的实施，全力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确保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而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准确把握信息化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和潜在动能，做到精准施策、顺势而为。


  信息化发展的四大趋势


  我们认为，当今时代，信息化有四大趋势。


  一是信息采集和处理的数字化、标准化。信息的存在形式多种多样，图像、声音、动作、文字等都可以作为信息的载体，但数字是最为精简和方便使用的信息载体。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伽利略曾经说过：“大自然的语言是数学。”现代信息技术以数字作为最重要的信息载体，将传感技术、计算机技术等结合在一起，能够使越来越多的各类信息迅速地转化为标准化数据，大大提高了信息收集、整理、加工和传递效率，降低了人与人、人和物、物和物之间信息交换成本，使政策制定更加科学、政策实施更加精准、企业生产组织和经营管理更加高效。


  二是信息处理和传输的高速化、低成本化。自从人类发明电子计算机以来，机器的运算能力呈几何级数飞速增长。194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制造的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每秒只能进行5000次运算，现在我国制造的“天河2号”超级计算机峰值运算速度达5.49亿亿次。与此同时，信息传播的速度也在快速提高。以移动无线通信技术为例：20世纪90年代中期投入使用的全球移动通信系统（GSM），理论上每秒只能传输9600比特信息；2010年开始大规模建设的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4G），每秒传输的信息理论峰值可达100兆比特，增长1万倍以上。信息处理和传播的高速化，不仅显著地提高了信息交换的速度，扩大了信息交换的规模，还大幅降低了信息交换的成本。例如，美国人格雷克所著的《信息简史》一书中曾提到，在一“”19世纪的英国，电报是种奢侈的信息传输工具，把劳驾一词传输50英里需要6便士，那时，只有有钱人才能用得起这一通讯工具。如今，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可以利用互联网传输海量的文字、图片、语音、视频，而无须太多顾及信息传输所花费的成本。


  三是可用来观察、测度和分析经济社会运行状况的数据超大规模化。随着技术的发展，感应器、传感器等信息采集设备能够方便地安装到电网、汽车、飞机、家用电器等社会的各个角落，实时进行信息的广泛采集和普遍连接，为社会提供规模难以想象的数据信息。如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的研究，2013年全球产生的数字信息总量为4.4ZB（ZB，十万亿字节），相当于3023.6亿个16GB平板电脑的容量。这些海量的数据，为人们更加准确地认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创造了可能，也为人们更加科学地分析经济社会运行状况提供了条件。再比如，2009年美国甲型流感爆发前，谷歌利用互联网搜索词条，处理了4.5亿个数据模型，及时预测出全美具体到特定地区和州的流感传播情况，且预测结果与事后官方数据相关性高达97%。


  四是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化。一方面，信息技术与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耦合关系日益加深。信息技术的进步有力地推动着商品生产方式的数字化、智能化，也有力地推动着商品流通方式的便捷化、扁平化。国内外一些“无人车间”的出现，如德国西门子公司2013年在成都建立的数字化工厂等，就是信息技术在制造业领域应用的成果。另一方面，人们日常生活也离不开信息技术。当今社会，手机阅读、网上社交、移动购物已成为许多人的生活方式。微信使用的广泛度、便捷度、趣味度、依赖度，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发展信息革命代表性的缩影。


  信息化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路径


  当然，有效发挥信息化在经济转型升级中的关键作用，还必须明确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内涵，找到信息化和经济转型升级的最佳结合点和具体路径。


  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内涵应包括：一是在宏观和微观层次均应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形成以更少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投入获取更大的经济收益的格局；在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同时，减轻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并为促进社会公平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二是建立更加协调的经济结构，增强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有效匹配，实现发展资源在行业间和区域间的合理配置。三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各类物质产品和服务产品的附加值，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四是改进企业经营管理，提高微观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率。


  我们认为，运用信息化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可以大有作为。


  第一，运用信息化，优化国民经济管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依据经济学经典理论，市场通过竞争形成价格，并通过价格信号引导资源流向、优化资源配置。然而，现实中的经济运行是一个复杂的庞大系统，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及市场体制规则存在较大缺陷的今天，各类市场主体的行为复杂多变，价格信息失真、资源错配的状况普遍存在。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有助于提高宏观经济管理的精准度，弥补市场缺陷，促进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比如，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能够迅速集成物流、资金流、人流各方面信息，快速分析行业、企业和消费者的相关信息及其未来走向，为决策者把握宏观调控的方向提供参考，为企业制定生产经营战略和策略提供依据，为城乡居民做出消费选择提供参照。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有关机构合作运用我国网络、手机等大数据判断中国就业情况变化的研究，可以说已初步取得实质性、真实性较高的研究成果，目前正在进一步完善之中，争取早日发挥作用。因此，我们要运用信息化，大力实施“互联网＋”战略，不断优化国民经济管理，持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一要研究制定大数据管理条例，对数据的采集、归集和使用做出明确规定。二要整合政府和国有企业拥有的数据资源，建立社会数据资源共享平台，大幅提升数据资源的经济社会效益。三要结合国情，提高大数据分析运用能力，及时、准确预判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精确度和各类政策制定的正确性。


  第二，运用信息化，优化城市治理，提高城市各类资源的使用效率。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6.1%，城市经济活动已超过80%，而且这两个比重还在继续提高。因此，提高城市资源的利用效率对于提升国民经济整体运行质量具有重大意义。国外在利用信息化优化城市治理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之处。比如，美国圣安东尼奥市的交管部门利用大数据改进对红绿灯的设置和布局，大幅减少了道路拥堵时间，为城市挽回了数十亿美元的效率损失。近些年，我国北京、上海、深圳、南京等众多城市在建设智慧城市、运用信息化优化城市治理、提高城市资源使用效率等方面都做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在这方面从总体水平上来讲，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发展的潜力无可估量。要把潜力变为动力，一要充分利用各方面的数据，科学制定城市发展规划，优化城市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布局。二要发展智能交通，提高交通精细化管理水平，提升交通资源的使用效率。三要建立智慧能源系统，更好地对接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四是鼓励并规范汽车、住房等闲置资源分享平台的建设和运营，引导分享经济健康发展，实现社会资源更加高效利用。五要学会运用大数据，提升社会管理水平，保障人们生活的正常秩序和安全。


  第三，运用信息化，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在新常态下，我国传统的比较优势趋弱，迫切需要通过改造传统产业，发展、壮大新产业，培育新业态，形成新的产业竞争优势。一要提高传统产业的智能化水平。我们必须把推进制造业信息化和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作为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任务。要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改造、优化生产流程，并适应劳动力结构和劳动力成本变化的大趋势，积极而又稳妥地推进机器人、智能物流管理、3D（三维）打印等技术和装备在生产中的应用，提高各类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在不断提升产品质量的同时，降低单位产品生产成本。二要大力发展高端数控机床、机器人等智能装备产业。高端数控机床、机器人等智能装备在我国有巨大需求，但又是我国产业发展突出的“短板”，其市场份额主要被国外跨国公司占领。三要着力提升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等新业态的发展质量。近些年来，在互联网的基础上衍生出的新业态发展迅猛。如2012年，我国网络零售交易额12594亿元，占消费总额的6.1%；2015年达到了3.88万亿元（包括非实物零售0.64万亿元），占比超过11%。然而，客观地说，我国的新业态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这与政府监管的有效性不足有密切关系。我们要充分利用信息化工具，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切实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只有这样，新业态才会有美好的发展前景。


  第四，运用信息化，优化企业管理，提升企业运营效率。一要提高企业智能化管理水平。要通过信息化建设，提高企业的信息集成能力，打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等各个环节的信息通道，实现部门之间、集团总部和分支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建立从设计到销售再到设计的“信息循环系统”，为企业制定科学的经营决策和实现有效的管理创造条件。二要提高企业供应链管理水平。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按照市场实际需求进行订单生产，推动大规模标准化生产逐步向分散化个性化定制生产转变。三要提高市场营销的效率和精准度。要开展网络营销，并对销售数据、客户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及时根据市场和客户变化情况调整营销策略，尽可能地减少库存，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提高资金利润率。


  促进分享经济发展，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


  马化腾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当前，分享经济正在全球高速发展，成为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分享经济借助创新平台，以更低成本和更高效率实现经济剩余资源的供需匹配，达到了“人尽其能，物尽其用”，取得了巨大成功。根据初步统计，2015年分享经济在全球的市场交易规模约为8100亿美元。分享经济在我国的发展方兴未艾，在租赁、出行等领域的创新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也提出发展分享经济，但目前分享经济的发展还面临一些问题，值得我们重视和解决。


  分享经济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


  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力和社会财富快速提升，经济过剩成为全球新问题。经济过剩带来了经济剩余资源，在企业层面体现为闲置库存和闲置产能，在个人层面则表现为闲置资金、物品和认知盈余。分享经济，可以通过大规模盘活经济剩余而激发新的经济效益。正如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指出：分享经济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路子，通过分享、协作方式搞创业创新，门槛更低、成本更小、速度更快，这有利于拓展我国分享经济的新领域，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目前我国分享经济在许多领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闲置房产领域，一些网站通过以租代售的分享方法，催生了旅游住宿新模式，促进了旅游经济的发展；在劳动服务领域，在线服务众包模式得到社会认同，目前已创造了上千万的就业机会，极大缓解了就业压力；在交通出行领域，滴滴顺风车仅在春节前就输送81万人合乘返乡，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春运运力不足的问题，体现了分享经济化解社会问题的强大适应性。另外，在制造业领域，分享经济带来的生产革新也开始萌芽，已出现了分享供应链和通过以租代售化解企业库存的做法等。


  当前，我国的分享经济正从交通出行和住宿领域，拓展到个人消费的许多领域，同时企业端市场也正在逐渐成形。随着分享经济发展，“闲置就是浪费、使用但不购买”的新消费观念逐步盛行，利用更少的资源消耗，满足更多人群的日常生活需求，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条件。可以预见，这场已影响了数亿人的分享经济风潮，将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一股强大的新动能，有助于中国经济实现“动力转换”，把服务业变成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影响分享经济发展的问题


  当前，我国分享经济还处于发展初期，市场发育不完善。2015年中国分享经济市场规模超过1万亿元（占GDP比例不足1.6%），其中非金融类的规模不足一成，而美国分享经济总量已超过3万亿元（占美国GDP的3%），并且，非金融类的占比超过九成。相比而言，我国的分享经济还有很远的路要走。目前主要有以下几个制约问题：


  对于分享经济的监管，仍然坚持传统行业的管理理念，不利于行业创新。我国现有的监管思路，主要强调在细分市场基础上的市场准入监管，通过牌照等方式管理。而在分享经济时代，融合性新业态大量出现，突破了传统的细分式管理模式，如果直接套用已有的监管模式，监管效果不仅会大打折扣，更有可能直接扼杀新兴的经济业态。与此同时，在分享经济的监管方面，“泛安全化”现象值得深思。安全问题往往成为否定分享经济新业态的重要原因。但对于安全问题的讨论，失之于宽泛和空洞，往往缺乏充分具体的论证。


  征信制度等配套制度不完善。信用是分享经济的“硬通货”，市场的供需双方必须建立互信关系，才会发生分享行为，才能达成交易。分享经济下，需要通过二代身份证信息验证、社交账号登录、好友关系提示、双方互评体系、个人展示、保险赔付等制度，来快速增加经济参与主体之间的信用关系。但由于目前我国的征信体系仍不完善，例如在分享经济中，平台企业审查供应方的信用，只能依靠商业征信以及点评体系等方式。而更为真实有效的以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为代表的金融征信，以及各类行政管理征信（包括公安、工商、税务、海关等）难以与平台企业实现有效对接，使得平台企业对服务提供者的资质审查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和漏洞，会影响分享经济的安全性。


  基础设施能力不足，影响社会参与程度。分享经济是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产物，其需求广泛存在我国各地城乡之间。然而，我国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第一，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虽然已增长至50.3%，但比发达国家80%以上的普及率仍有不小差距。第二，移动宽带4G/3G应用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地区，部分三四级城市和农村地区发展不够理想。第三，上网的资费依然偏高，有进一步降低的空间。基础设施能力不足直接影响了13亿国民对分享经济的参与。


  关于促进我国分享经济发展的建议


  认识层面，需进一步普及分享经济的理念和价值，并完善分享经济数据统计机制。政府可以从社会意识、学校教育以及设立分享经济示范城市等多方面着手，宣传分享经济给经济、社会和环境带来的良好效果，鼓励青年学生参与分享经济的创业创新项目，消除社会公众对于分享经济的一些疑虑和误解，最终提升社会公众对于分享经济的认识和参与热情。另外，分享经济带来的经济增量数据并没有体现在GDP统计中，建议政府建立新型数据收集机制，有效统计分享经济对GDP和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影响，为政府决策提供精准数据分析。


  监管层面，坚持包容性治理，营造开放包容监管环境。目前世界各国高度重视发展分享经济，许多政府出台鼓励政策促进分享经济发展。如英国政府2014年制定分享经济计划，旨在打造分享经济的全球中心；韩国政府也在放松市场管制，提出发展分享经济“示范城市”。面对分享经济这一新型商业模式、经营方式等与传统产业的不同，不能削足适履，强迫新事物符合旧的监管框架，应因地制宜地调整监管策略，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及时清理阻碍发展的不合理规章制度，促进分享经济发展。


  配套制度层面，完善信用机制等配套制度的建设。首先，应大力发展征信市场，加快社会征信体系建设，推进各类信用信息平台无缝对接，打破信息孤岛。加强信用记录、风险预警、违法失信行为等信息资源在线披露和共享，为经营者提供信用信息查询、企业网上身份认证等服务。其次，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和福利机制。有关机构应为分享经济参与者提供必要的保险和福利，提供分享经济就业指导，以帮助求职者提高经验、技术和收入。鼓励分享经济平台与保险机构合作成立赔付基金，或双方合作提供保险产品等。


  加快分享经济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强宽带基础设施建设，提速降费，消除数字鸿沟，使更多人融入分享经济平台，参与分享经济服务；推出分享经济示范城市，树立示范效应；将分享经济纳入政府采购范畴，鼓励各级机构使用分享经济平台采购交通、住宿等服务。


  发展分享经济，何以成为国家战略规划？


  张孝荣


  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十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公报空前地提到6个字：发展分享经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2015年夏季达沃斯开幕式时提到了一句话：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发展分享经济的重要推手。


  人民网评论称，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发展分享经济”是第一次将分享经济写入党的全会决议中，标志着分享经济正式列入党和国家的战略规划。


  高层缘何“空前”力捧分享经济？


  一言以蔽之，除了拉动经济增长的现实因素外，更重要的是，还要迎接未来的消费变革。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如何让经济保持稳定增长，成为政府治理规划中绞尽脑汁要研究的重点课题。正如我们最近所看到的，“保持中高速增长”成了“十三五”规划的目标要求；及时地放开二胎生育，借以对付人口红利消退；以及早先的大力推动“互联网＋”行动计划落地，力促工业互联网发展，借以摆脱传统低端生产模式实现制造业升级的新生动力等。


  稳定经济增长，对世界上无论哪一个政府而言，都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产业治理工程。中国高层频频发声力捧分享经济，并非迫于经济增速放缓的权宜之计，而是看到了分享经济的优势：可以借此增强经济韧性和活力，为未来发展“蓄势”。李克强总理在达沃斯演讲中强调说：目前全球分享经济呈快速发展态势，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路子，通过分享、协作方式搞创业创新，门槛更低、成本更小、速度更快，这有利于拓展我国分享经济的新领域，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分享经济何以具有如此神力？


  分享经济也称协作消费、协同消费、协同共享经济，等等，本意是公众协作消费，用腾讯研究院的说法，即公众通过社会化网络平台连接起来，以分享闲置资源的方式完成消费。


  《第三次工业革命》作者杰里米·里夫金曾经做出了关于未来世界的三大预测，其中之一就是“协同共享经济将颠覆许多世界大公司的运行模式”。


  里夫金认为，一种新的经济体系正在登上世界舞台。自从19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和与之对立的社会主义出现以来，协同共享是第一个生根的新经济范式。21世纪上半叶，协同共享将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蓬勃发展，并且目前已经开始在改变我们组织经济生活的方式，它极大地缩小了收入差距，实现了全球经济民主化。


  不仅如此，还有学者认为，协作消费有大规模“转型”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的潜力，其速度可能比很多经济学家预计的要快得多。《新资本主义宣言》的作者乌玛尔·哈克（Umair Haque）认为，在买入门槛更低的情况下，协同经济具有“致命的破坏性”，因为它能够在许多经济领域削弱本已严重不足的利润空间。他写道：如果那些被正式称为消费者的人们的消费减少10%，而对等共享增加10%，那么，传统企业的利润率就将受到更为严重的影响……也就是说，某些行业必须转型，否则就会被淘汰。


  分享经济模式对传统业态存在巨大冲击也是显而易见的。


  分享经济的鼻祖、Zipcar（链车，一家美国网上租车公司）创始人罗宾·蔡斯在《共享经济：重构未来商业新模式》用“噩梦”进行了描绘：未来80%的行业都会被分享经济所改变。她在书里对分享经济带来的革命性变化，进行了形象的解读：“时间退回到2000年，在汽车共享网站Zipcar成立之初的几个月里，我晚上总是辗转反侧，反复做着同一个噩梦：躺在丈夫的身旁，我总觉得会有一个恶棍——一个汽车租赁行业的恶棍，冲进房间，拿着枪指向我们。那时的我清楚地知道，我们创建的业务模式正在摧毁着这个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行业。”


  看到这里，不觉会心一笑，这场15年前的噩梦，如今在中国内地也上演了。虽然说国内不允许拥有枪支武器，不会发生暴力，但我们看到了枪支之外的桥段。


  传统模式与创新业务之间的对抗是必然要发生的。但除此以外，在这个产能过剩的时代，我们无路可走。


  从理论上来说，产能过剩带来的恶果会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品价格相对下滑；二是企业盈利能力长期萎靡不振，亏损企业增加；三是行业供给超过了行业需求，物价总水平下降，形成通货紧缩。


  但在国内的宏观经济实践中却出现了更诡异的情景：一面是消费低迷，企业盈利亏损，通货屡屡紧缩；另一面又是物价连年上涨，央行放水，通货膨胀。好像一个人疟疾发作，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反复打摆子折腾。


  通胀与通缩同在，宏观经济患了疟疾，我们一边要慢慢地进行宏观产业结构调整，另外一边要大力刺激民众消费以促进经济增长。分享经济能指一条明路吗？


  罗宾·蔡斯提了一个思路，她在书里继续写道：虽然Zipcar是互联网汽车租赁行业的先驱，但我当时仍然无法想象互联网将会带来的巨大转变。当你能轻松地与人交流，分享资产、人脉和想法时，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而不仅仅是你的租车方式。谷歌、eBay（易贝）、Facebook（脸书）、OKCupid（一家美国择偶网站）、YouTube（世界最大的视频网站）、Waze（众包地图）、Airbnb（空中食宿）、WhatsAPP（智能手机通信应用程序）和Duolingo（多邻国，语言学习平台），等等，这些网络平台都是当今商业转型的一部分。Web 2.0（第二代互联网）、共享经济、众包、协同式生产、协同消费和网络效应等，都是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现象。将这些现象的出现都归功于互联网也并不恰当，因为这样就会忽略掉其构建模块以及用更可控的方式复制这些活动的能力。这些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产能过剩+共享平台+人人参与。我们工作、创业和经济发展的方式也都因此发生了改变。我将这种模式称为“人人共享”。


  人人共享的模式，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消费变革


  有一个例子是这样的，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汽车厂商，不再卖车而变成租车的，自己生产的汽车遍布大街小巷，用户只要拿手机、身份证或者信用卡扫描一下，就可以把车开走，也不必开回来，像公共自行车那样放在路边，等待下一个使用者，这种消费模式是不是更加激动人心？


  分享经济的精神实质不是抵制消费而是“enough”——够用即可。在《我的就是你的：协作消费的崛起》的作者瑞奇·柏慈曼看来，共享经济源自人类最初的一些特性，包括合作、分享、个人选择等。信誉资本带来了正面、积极的大众合作性消费，创造了一种财富和社会价值增长的新模式，而共享经济将颠覆传统消费模式。柏慈曼相信我们处于这样的变革时期，我们正从大量的闲置和浪费的宿醉中苏醒，共享经济可以瓦解过时的商业模式，帮助我们跳过过度消费这种浪费的模式，并教会我们何为“enough”。


  分享经济为何能够流行开来


  柏慈曼进一步分析了推动共享经济的几个驱动力，柏慈曼写道：第一，信息技术和网络社会，包括开放数据、网络的普及。第二，人口增长以及城市人口比例的增加。高密度的居住人口为共享资源和服务提供了更多机会。第三，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平等。第四，全球危机的增多。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失业与收入失去保障，这进一步促使共享经济的流行。


  这几个驱动力，应该能够引起中国当前经济社会的深深“共鸣”，当下中国面临着类似的情形，互联网日益普及，中国社会加速走向城市化，民众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因而，在这样的形势下，分享经济更有值得借鉴的意义。


  我认为，分享经济对中国当下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为：在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下，人们可借助“共享经济”模式，盘活闲置的存量资产，通过提高闲置资源的利用率，在增加社会总供给的同时，降低物价总水平，进而促进消费发展。正如张笑容在《为什么说“网络专车给交通添堵”是个伪命题》一文中分析的，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人口规模迅猛扩大，市民的打车需求明显增加，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出租车总量却被抑制住了。以北京为例，从2004年到2015年，常住人口从1492万增至2115万，但从2003年到2012年，出租车数量仅从6.5万辆增至6.6万辆。一直到现在，估计大约6.7万辆左右。市场需求巨大而没有得到有效供给满足，这就构成了私家车迅猛发展的重要背景，也构成了网络约租车发展的主要原因。大体而言，网络约租车比出租车便宜许多，在这样一个市场供求远远没有达到平衡的市场中，政府既要考虑交通流量和路网承载能力的平衡，又要考虑如何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交通出行需求，那么，通过控制增量（新车增长），发展存量（现有的私家车）交通工具，来满足市民打车需求，不失为一个有效率的思路。


  以共享经济的模式盘活闲置的存量资产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瑞秋·波特斯曼（Rachel Botsman）收集了大量的案例，她在“何为协同消费”的演讲中提到了一个有趣例子：在2009年，Zipcar让遍及13个城市的250个汽车爱好者，加入汽车分享总动员活动，并让他们交出汽车钥匙一个月。在这段时间里，这些人要走路、骑自行车、乘火车，或者使用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他们只有在必要急需时，才可以使用他们的Zipcar会员身份。在一个月后，这项挑战的结果，让人们大为惊奇。参赛者从额外锻炼中减了413磅，这太令人惊讶了。但我最感兴趣的数据是这250个用户中有100人不想再要回他们的汽车钥匙。换言之，汽车爱好者不再急切想拥有他们的汽车。这个例子具有跨国界的价值，我们知道，中国的汽车太多了，一方面，城市里天天交通拥堵，很多汽车停在路边落满灰尘；另一方面很多人还没有购车，正在为摇到一个车号而绞尽脑汁。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个类似“汽车分享总动员”的活动，全国私家小客车有1.18亿辆，司机有3亿人左右（平均三人一辆车），我们把这些汽车统统都纳入分享经济平台中，你随时随地可以取车开车，到了目的地随意停下即可，那你还需要苦苦等着摇号，然后再高价买一辆汽车，让它一天20个小时停在路边落尘吗？


  4年前，美国《时代周刊》把协作消费列为“十大改变世界的创意”之一。谁也没想到，4年后，分享经济风靡神州，不光受到千百万年轻人的欢迎，还写进了党和政府的战略规划中。


  “我的东西也是你的”，闲着不用就是极大浪费。互相分享，人人协作。来吧，分享改变中国。


  链接

  《政府工作报告》里的十大网络风向标[1]


  2016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对2015年工作进行了全面回顾，对2016年进行了展望。这份报告给网络行业带来了哪些利好？干货满满，一起来看：


  
    要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成长，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分享经济发展，建设共享平台，做大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集群，打造动力强劲的新引擎。


    支持分享经济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富裕起来。

  


  分析：“分享经济”这个新概念，第一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两次提到分享经济，要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分享经济发展。2015年，分享经济在我国市场总体规模约为1万多亿元。分享经济正从交通出行和住宿领域，拓展到个人消费的各个领域，同时企业端市场也正在逐渐成形。可以预见，这场已经影响了数亿人的分享经济风潮，将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一股强大的新动能，有助于中国经济实现“动力转换”，推动我国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目前面临着市场发展不充分、征信制度等配套制度不完善，传统监管制度不适应，基础设施能力建设有待进一步提高等问题。分享经济要发展好，诚如总理所言，需要以体制机制创新来促进，需要清理不合理的制度规范，完善信用机制等一系列配套制度，营造开放包容的发展环境，普及分享经济的价值和理念，提升社会公众对分享经济的认识。此外，还需加强宽带基础设施建设，共同推进分享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实现部门间数据共享，让居民和企业少跑腿、好办事、不添堵。


    促进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广泛应用。

  


  分析：2015年，“互联网＋”在社会治理领域进展最为明显，政务公开、信息公开已成共识。全国政务民生微信公众号超过8万个，微信城市服务已经开通78个城市，共提供公安、交管、社保、医疗等在内的2611项服务，覆盖2.5亿人群，连接起各部门的数据孤岛，将多年电子政务信息化成果释放出来，让政务信息直接触达用户，在线医疗挂号、交通违章、预约验车、缴纳水电燃气费、在线缴税、人流密集预警等各类公共便民服务，拉进与群众距离，得到群众喜爱。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按照《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要求，加快建设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稳步推进政府数据共享开放。2016年，互联网行业会继续发力，一方面为群众提供更多方便，把多年电子政务建设的成果释放出来，提高政府服务水平和市民满意度；另一方面，促进社会事业数据融合和资源整合，帮助提高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使大数据成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新途径。


  
    建设一批光网城市，推进5万个行政村通光纤，让更多城乡居民享受数字化生活。


    解决好通路、通水、通电、通网络等问题，增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发展能力。

  


  分析：截至目前，中国网民数量达6.88亿，即尚有半数国人未触网。而这部分人无论从地理位置、生活状态还是参与未来社会纵向流动的能力，都是我国最弱势的群体。随着“互联网＋”信息能源地位的加强，触网与未触网人群会形成新的“数字鸿沟”。总理报告中提到，我国城镇化超过50%，未来5年城镇还会新增一亿人，城镇化率会升到60%左右，因此建设光网城市、通路、通水、通电、通网络等，正是从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入手，提网速、降网费，让互联网不断连接起更多的城乡居民、更多的硬件、更多的企业、更多的行业，扩大互联网普及率，让更多社会群体共享信息经济的发展成果。


  
    发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集众智汇众力的乘数效应。打造众创、众包、众扶、众筹平台，构建大中小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创客多方协同的新型创业创新机制。建设一批“双创”示范基地，培育创业服务业，发展天使、创业、产业等投资。

  


  分析：发展双创，需要线上线下相结合、孵化与投资相结合。以2015年经验来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众创空间”可以利用庞大的用户群体，为优秀的创业项目提供流量资源、推广资源，以及法律、财经等职能服务支持和投资孵化，吸引了众多的创业者入驻。四年来，腾讯众创空间累计为创业者创造收益超过100亿元，平台上的创业公司总估值超过2000亿元，为社会创造就业机会累计1500万个。后续会继续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构建连接一切的新生态，促进跨界融合，创新发展，推动“双创”，扶持小微，带动就业。


  
    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经济发展必然会有新旧动能迭代更替的过程，当传统动能由强变弱时，需要新动能异军突起和传统动能转型，形成新的“双引擎”，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跃上新台阶。

  


  分析：新经济是随着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技术被广泛接收和应用，而诞生的新产业、新消费、新组织形态，以及随之而来的创业创新浪潮、产业转型升级、就业结构改善、经济提质增效。新旧发展动能转换的过程，也是新经济与传统经济深度融合的过程，是互联网与各行各业加速融合的结果。新经济解决就业，信息动能降低连接成本，让更多民众受益于数字红利；新经济成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工具，通过信息动能及时交换供给与需求信息，使得定制化生产、个性化生产成为新的经济发展趋势。新经济最终将信息动能助力到传统企业之中，放大传统企业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用信息动能驱动传统产业变革，成为拉动经济的新的增长点。总理的报告对于这些外溢效应，特别是与互联网技术相关的外溢效应产生的正面效果也给予肯定。2016年，“互联网＋”会在定制化生产、电商、消费金融、政务、农村等领域应用迎来巨大发展空间。


  
    适度扩大财政赤字，主要用于减税降费，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


    将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免征范围，从小微企业扩大到所有企业和个人。

  


  分析：总理希望能够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为创业创新减负。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大，但17%的增值税、25%的所得税从未降过，有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平均税负在40%以上，企业税费负担的确不轻。2015年，国务院大力降低了小微企业负担，除降税外，还免征水利建设基金、文化事业建设费等项目。此次总理报告中提到，将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免征范围，从小微企业扩大到所有企业和个人。如果能够实实在在减免税费，企业活力增强，则可以将更多的资金用于创新，提供更优质产品，扩大就业、刺激消费，这种良性循环反而会扩大税基，增加税收总量。


  
    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

  


  分析：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即业界所说C2M（顾客对工厂），


  春节前总理已经两次提到，这次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正如总理所指，C2M是大势所趋，一个企业不再是单个封闭的企业，通过互联网和市场紧密衔接，和消费者灵活沟通。C2M，用户驱动产品，数据驱动制造，一是改造了先生产后销售的传统流程，体现了“互联网＋”对生产流程的倒逼和再造，成为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有力抓手。二是近年在网络内容生产领域也呈现出C2M趋势。《纸牌屋》开创了网络定制剧先河，2015年各个视频网站自制剧竞争空前激烈，只有品质精良、满足用户需求，才能最终取胜。


  
    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

  


  分析：今年是互联网金融第三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过去几年，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为中小企业提供了良好的融资渠道，也为大众提供了投资理财的新渠道。但2015年以来，非法融资、平台卷款跑路现象让业界担忧。2015年底《网贷监管意见稿》发布后，停止广告投放、各地开始暂停新公司注册、互联网金融行业专项整治，北京开展P2P （个人对个人网上借贷平台）自查整改；农行、招行、交行等多家银行陆续暂停P2P充值支付业务，行业气氛空前紧张。相对于前两年的“促进”发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规范”发展，说明政府在继续支持行业发展的同时，已经注意到行业乱象。这种立场一方面坚定了行业信心，让互联网金融业态重回理性，着重于普惠金融及对消费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也体现监管从该不该管到如何完善监管的过渡。


  
    促进制造业升级。深入推进“中国制造+互联网”，建设若干国家级制造业创新平台，实施一批智能制造示范项目，启动工业强基、绿色制造、高端装备等重大工程。

  


  分析：在消费互联网层面，“互联网＋”已经生根发芽，但在传统制造业领域，需要从用户、分销、生产等供应链各环节进行系统变革，实现无缝对接，任重而道远。2016年，需要出台“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把制造业、“互联网＋”和“双创”紧密结合起来，加强供给侧改革，出台配套措施、优化政策环境。一方面鼓励传统企业信息化市场向互联网企业开放，引导后者提高对实体经济“互联网＋”的服务能力。另一方面，互联网领军企业也要主动把优势发挥出来，推动传统企业在智能制造、绿色制造、高端装备等领域持续创新，实现制造业升级，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共同努力保持我国工业经济稳定增长。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4%。消费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要鼓励商业模式创新。


    扩大跨境电子商务试点，支持企业建设一批出口产品“海外仓”，促进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发展。


    推动电子商务进农村。

  


  分析：消费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强劲的引擎，而电子商务在整个消费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30万亿元，同比增长10.7%，《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点提到了服务消费、智能时尚等新兴消费、O2O（线上到线下）消费、快递市场、二手车市场、消费信贷、跨境消费和全民旅游消费等，这些行业和互联网的结合度都非常高。在电子商务领域，一二线城市竞争已然成为红海，而农村电商、跨境电商是新一轮竞争主战场。


  
    [1] 作者为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杨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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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经济：新态势与新理念


  金江军


  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副研究员


  分享经济是指个人通过互联网平台把闲置的资源提供给需要这种资源的人并获取相应的报酬，让闲置资源创造新的价值。分享经济通过互联网把个人零散的闲置资源有序地组织起来，促进了闲置资源的开发利用，实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在分享经济中，人们可用来交易的闲置资源有财产、技能、劳务、时间等。在国外，有用私家车运送乘客的Uber（优步）、出租房子或房间的Airbnb、帮别人送货的Instacart（一家“一小时送达”的在线百货店）、出租衣服的Rent the Runway（一家服装租赁网站）、在线预订的保洁员Handybook（一家家政服务网站）等。根据英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大约1/4的英国成年人有过网上分享闲置资源的经历。在国内，有用私家车运送乘客或提供租车服务的滴滴出行、易到用车、天天用车、AA租车、PP租车等，提供度假公寓在线预订服务的途家网、小猪短租，帮别人送快递的人人快递，提供文案设计、软件开发、专利代理等服务在线交易的猪八戒网等。


  分享经济快速发展的奥秘


  分享经济之所以能快速发展，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平台可以消除资源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资源提供者发布信息、资源需求者获取信息都非常方便。二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人都有房子、汽车等，人们手头闲置的资源越来越多，许多人都有才艺和空闲时间。三是随着个性解放，人们的工作、就业观念的转变，许多年轻人不喜欢成为朝九晚五的“上班族”，而喜欢成为自由职业者，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分享经济与传统经济有很大的不同。在传统经济中，人们拥有并独占某种资源，但又不与他人分享这种资源。而在分享经济中，人们对某种资源拥有所有权，但可以把资源的部分使用权出让给他人以获得经济利益。一个人独自占有超过他实际需求的财物是一种浪费，而分享经济减少了这种浪费。


  分享经济的创新价值


  分享经济改变了传统商品交换模式，改变了个人财产属性，改变了工作、就业方式。以前人们是购买企业的商品或服务，现在是购买个人的物品或服务。例如，以前人们乘坐出租车公司的车并付费，现在是乘坐私家车并付费。以前个人财产归个人使用，现在个人财产也可以用于商业化经营。例如，私人住宅也可以成为旅店。以前人们一般有固定的工作单位，现在人们可以没有固定的工作单位而成为自由职业者。随着分享经济的兴起，许多概念需要重新定义，许多商业规则需要重新制定。


  发展分享经济有许多好处。对政府来说，发展分享经济可以促进社会就业和节能减排，改善交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例如，分享经济领域的互联网企业提供了许多就业岗位，人们可以依托互联网平台成为自由职业者；专车、拼车服务可以减轻道路拥堵，减少汽车尾气排放。对一些企业来说，可以通过“互联网众包”方式招聘短期员工，减少长期聘用工作人员数量，降低劳动力成本。对个人来说，闲置资源提供者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率，增加收入；需求者可以用比以往更低廉的价格获得更好的服务，以降低成本。


  从经济角度看，发展分享经济有利于盘活存量资源，促进要素流动，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路子。从社会角度看，发展分享经济有利于促进就业，保障和改善民生。目前我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发展分享经济可以为一些失业者用闲置资源换取收入，改善生活；为一些低收入者提供兼职就业渠道，增加个人和家庭收入。


  发展分享经济有利于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指出：“通过分享、协作方式搞创业创新，门槛更低、成本更小、速度更快，这有利于拓展我国分享经济的新领域，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可以预见，分享经济将催生许多互联网企业，让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与互联网平台连接的自由职业者。分享经济将为在城市居住、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带来许多新的工作机会，让新生代农民工逐渐融入其所在的城市。


  趋利避害 放管结合


  与此同时，发展分享经济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对政府来说，一些行业的税收会减少和流失；相关行业税收会在区域上发生变化，流向分享经济互联网平台运营商数量多的区域；可能引发一些新型违法犯罪活动；大量工作和收入都不稳定的劳动者可能引发社会问题。对一些企业来说，经营收入会减少，有些企业可能会倒闭。对个人来说，如果一方不遵守事先约定，会给对方带来不便和麻烦；个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可能在交易过程中面临威胁。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发展分享经济”。发展分享经济要趋利避害，放管结合，转变政府职能。


  “放”，就是要破除制度性障碍，为分享经济发展开“绿灯”。要及时研究制定新的法律法规，修订妨碍分享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分享经济是个新生事物，出现了许多法律法规空白。例如，如何界定闲置资源提供方和需求方在交易中的权利和义务？如果出现经济纠纷和安全事故，是应该追究提供方的责任还是应该追究互联网平台运营者的责任？原有的许多法律法规适用于独享经济时代，与分享经济发展不相适应。例如，按照现行法律法规，私家车不允许作为出租车，私人住宅不允许作为旅店，导游要有导游证。因此，要发展分享经济，就必须修改出租车行业、旅馆、旅游业等行业的法律法规，在市场准入方面充分考虑分享经济这种新业态。


  “管”，就是要创新政府管理模式，促进分享经济规范、健康发展。在分享经济领域推行简政放权，减少事前审批，运用信用积分、大众点评等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走政府部门、互联网平台运营商、用户等多方协同治理的道路。政府部门应要求分享经济互联网平台运营商对用户进行实名制认证，建立信用档案。允许顾客在接受服务之后对服务提供者进行在线评价，对评价过低者进行惩戒乃至踢出平台。强制平台运营商为其用户购买保险，对安全事故进行先行赔付。加强对平台运营商的监管。一旦出现安全事故，平台运营商应负连带责任。严厉打击分享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


  分享经济在中国的兴起


  孟睿思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


  杨一婧


  哈佛大学商学院研究员


  王倩 译


  几个月前，一家颇有影响的美国技术和商业杂志《连线》刊载了一篇封面文章，题目是《Airbnb和Lyft[2] 如何最终得到美国人的信任》。文章详细报道了一些促成私车驾行、度假屋以及其他个人拥有的财物和服务进行个人对个人（peer-topeer）交易的公司成功经营的范例。这些公司的业务被归类为“分享经济”，虽然仅是一种新的经营方式，却十分成功，而且发展迅速。


  像Airbnb、Lyft和Uber这样的公司在中国发展的初期似乎并没有遭遇到来自中国文化的抵制。不仅美国的Airbnb和Uber在中国的试运营十分顺利，而且这里已经出现了大量本地出资创办的竞争对手，如凹凸租车（提供个人对个人的私车共享租赁服务）、途家、蚂蚁短租和小猪短租（均提供个人对个人的房产租赁服务）等。


  正如《金融时报》所指出的：“中国人给人的印象是喜欢炫富，但是他们也有根深蒂固的节俭的一面，而这正是发展‘分享经济’所需要的文化背景。中国的老年人可以排队等候几个小时购买便宜几分或几毛钱的鸡蛋，正是这同样性格，他们拥有奥迪车的孩子也会设法把他们的豪华车租出去挣点小钱。”


  Airbnb的创始人布莱恩·切斯基认为这种有助于参与到分享经济中来的性格不是一种文化属性，而是代际特质。“我感到惊讶的不是人们之间有多么不同，而是他们多么得相似。”他说，“在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都居住着一类‘Airbnb人’。”


  根据预测，在未来5年，中国汽车共享市场每年将增长高达80%。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消费者格外偏爱移动通信服务，还因为政府部门长期以来一直都在探索解决污染、过度拥挤和交通堵塞（总之，太多的人拥有了太多的东西）的办法。一些地方政府还采取措施鼓励理性消费，为那些愿意参加汽车共享计划的人提供现金回收旧车、免费停车场等优惠。


  现在的中国，特别是在年轻人中，正在形成一种憎恶炫富消费（“土豪”）的心理，如鄙视华而不实的设计品牌和拼富行为。受过教育的年轻职业人士正在逐渐接受全球绿色运动的价值观，愿意与陌生人“分享”私人物品已经不只是谨慎的节俭，而是在传播一种有教养的理念。正如有分析人士所指出的，“决定把自己拥有的东西与别人分享，会使人体验到一种崇高。”


  分享经济在中国


  有两种最容易分享的商品：汽车和房屋。在中国，汽车分享消费的数量正在增长，而且正在形成一种独特的本地特色。例如，美国最主要的汽车分享公司Uber提供的是私家车的低价合乘，而在中国则演变为私人豪华车司机的一种挣钱方式，因为中国的法规禁止私车载客。中国的汽车分享集中在租赁业务，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竞争者包括：提供个人对个人交易服务的新公司，如总部设在新加坡的iCarsClub（一家私家车租赁服务创业公司），它在中国经营业务的品牌叫作“PP租车”；提供拼车服务的公司，如“我搭车”；还有比较传统的汽车出租公司，如“易到用车”。


  除了为私家车主提供一种挣外快的途径，PP租车还凭借便利的服务与传统的汽车出租公司竞争，比如可以数字化租车、自动付款。为了让用户放心，这家公司正致力于车主的保险政策，并对租车人有严格的资格审查。


  中国的消费者也很快认可了房屋共享服务，如小猪短租，它完成了千万美元的A轮融资。其竞争对手途家则获得了携程的投资，并通过与类似于Airbnb的一家美国公司HomeAway（美国一家提供日房租租赁服务网站）联合，进军海外市场。不过，与Airbnb、Venmo（一家位于美国纽约州纽约市的电子商务公司）和其他美国公司不同，途家这一类公司更多的是经营物业管理。美国的公司基本上是为它们的客户提供一种彼此进行交易的平台，而中国用户的需求却不止于此，共享服务公司进而成为一种提供全方位服务的中介。途家不仅要找到短期租房的承租人，还要负责将租出的房屋恢复原状返还给房屋所有人。它们把房屋的维护工作也承担起来，于是将“共享”这个概念在中国转化成：“分别与房主和房客接触，让二者保持距离，使这两群人都更加放心。”


  更值得注意的是，途家的这些服务吸引了一些已经有房屋的人愿意再买房来进行投资，因而这家公司也在事实上推动了房屋销售。彭博社曾报道，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在与途家签定合作协议之后纷纷提高了销售价格。这是因为该协议规定，在房主不在时，由途家负责为其找来承租人并暂时负责房屋管理，这加快了房屋销售的速度。


  途家的首席执行官罗军指出：“富有的中国人足以买下8至10套房产，而没钱的人可能在一生中也不会拥有自己的一套房产。即便是富人只租赁一套房产，其他人也能够获得享受，双方均能够受益。”可是，随着空闲房越来越多，加上房产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这时候还鼓励人们多购房是明智的吗？还有，鼓励购买出租用的房屋，前提是能够产生足够的租金现金流，这样的条件具备吗？


  不仅如此，分享经济在美国还受到了更深刻的批评，这种批评也同样适用于中国这个还处于萌芽时期的行业。


  分享还是出售？


  Lyft、Uber和Airbnb这些公司“热情为善”的光辉全得益于一个叫作“合作消费”的理念。这一理念假设被共享时，商品对于企业、个人和团体的价值便会增加。这个理念强调的是对商品和服务的使用，而非个人占有。这个理念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礼品经济，当时出现的全球数字网络使得大家能够合作进行编程项目。这些早期的合作后来演变为一个反资本主义的草根运动，力图创造一个一切都无须付费的市场。正是这样一种精神创造出了Napster（一款可以在网络中下载自己想要的音乐文件的软件）、Craigslist（美国一家网上大型免费分类广告网站）和Wikipedia（维基百科）等著名网站。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个运动成为被人们热捧的主流之后，一些公司开始考虑如何用这些新型的全球性网络来赚钱，于是这个运动便开始失去政治基础。


  《反击》（Counterpunch）杂志作者伯纳德·马尔沙莱克（Bernard Marszalek）曾介绍，最早的共享商品，比如公用自行车和露天休闲长椅，本来是由非营利的小型社区组织提供的。不久，在市政官员的推动下，这一类创意才被纳入市政建设计划。在美国和中国仍然存在着这样的现象。但是，对共享商品从制度上加以支持，同时也是向商业公司敞开了大门，这些公司去掉了共享消费产生自社区的那个根，将其推向全球。于是，这个倡导共享的运动就彻底变了味。


  对于新出现的分享经济，最大的批评是其中根本没有什么分享，有的只是为获取商品或服务而产生的现金转移，这与传统市场的任何一笔交易都没有什么不同。分享应用软件自我标榜为信任建立者和保护者，但也有许多批评者指出，在Lyft或Airbnb上登记出租自己汽车和房屋的人，绝大多数都不是出于信任，而是由于绝望：金融危机迟迟不去，在美国仍有许多人保险额不足，他们不得不寻找其他途径来挣点外快贴补收入。


  事实上，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分享经济”已经从合作共享的精神快速偏离，演变为一种越来越脱离监管的、不稳定的服务。这其实是风险投资和与之相伴的强制增长要求的直接后果。共享公司使人们能够不受有关法律的约束，也就是说，它们不必像正规的饭店、汽车出租公司以及其他传统服务业那样缴纳税金并接受监管，实际上造成了这些行业的混乱和利润流失。在美国，分享服务兴起以后，法院收到过许多法律诉讼，其中包括加利福尼亚的一个著名案件：Airbnb的一位租房者引用《时效占有法》要求接收原房主的产权。劳动律师维纳·迪巴（Veena Dubal）把分享服务形容为退回到“一种没有稳定工作的文化，使工人回到了20世纪的状况”。搭乘私家车也许既方便又便宜，但受雇于Lyft或Uber的司机则是在干一份兼职工作，他们得不到传统正规出租车司机那样的劳动保护。如果了解如下事实，便会知道这个管理漏洞的问题有多么严重：快速浏览一下Airbnb在中国的待出租房屋列表，你一定会怀疑其中的许多房屋其实都是被专业人士拥有和打理，而非真正的“个人”（这家公司在美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此外，共享公司绝不会设法吸引更多的弱势人群，积极为他们提供服务，它们“照例优待一些人而拒绝另一些人”。有数据表明，在美国，Airbnb上黑人男性用户收到的求租登记远少于其他人群。中国的途家也偏爱投资房产的高端市场，其中，房主一开始就拥有多套房屋，而承租者也都负担得起度假的费用。


  回归分享原则？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发端于美国的反资本主义运动被各家公司消化，再以一种新的形式搬迁到了中国。原来那种旨在吸引更多的人共同享用和减少浪费的合作消费理念在这里依然得到肯定，中国的消费者一定会欢迎坚持了这些原则的分享服务。


  最后还要谈到像善淘网（Buy42.com）这样的交换网站和社会企业。善淘网收集人们捐赠的衣物，把它们再卖出去，然后将部分收入捐赠给慈善事业。这样的共享运作模式所追求的就不是单纯的分享经济了，而是在追求一种共同价值经济。事实上，还有大量其他的分享运作模式有待探索，例如政府–公众模式。白宫提出的“开放政府”和奥克兰市的“公开预算项目”，其用意都是要与公众共享信息、共同负起治理的责任，提高透明度，推动合作，加深相互理解。除此之外，肯定还会有其他类型的共享理念也能够得到中国民众的欢迎。


  
    [2] Lyft，来福车，一款打车应用。——编者注

  


  风潮乍起：中国分享经济全景解读


  腾讯研究院 [3]


  近两年，分享经济在全球形成了风潮，各国政府大力推进相关产业发展。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发展分享经济”，意味着分享经济正式列入党和国家的战略规划。


  对具备几千年历史的中国而言，历来并不缺少社会分享行为。然而，分享经济对国民经济却是个新生事物，在有关GDP的统计中，并没有分享经济的准确数据，这意味着我国GDP增长可能被低估了。


  就全球来看，分享经济已经成为服务业发展的引擎，也呈现出影响制造业发展的势头。那么，我国分享经济发展在世界处于何种水平？分享经济为各行业带来哪些颠覆性创新？分享经济在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对于这股风潮，我们应该如何加强认识，进而推进有关行业健康发展？


  腾讯研究院从分享经济这股风潮背后的起源、现状、影响、问题、趋势五个方面进行全局性解读，分析了分享经济风潮为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的历史机遇和挑战，希望在客观总结的基础上，为上述问题进行一些前瞻性的探讨。


  
    [image: ]

    图1 分享风潮席卷全球


    资料来源：腾讯研究院

  


  风潮源起


  分享经济的定义


  腾讯研究院认为，分享经济是公众将闲置资源通过社会化平台与他人分享，进而获得收入的经济现象。目前我们关注以下四大要素：


  （1）公众——基本单元


  目前以个人为主体的分享是主流，企业/政府等分享主体则刚萌芽。随着分享经济的发展，分享主体也由个体扩展到企业/政府等主体，广义的分享外延不断扩大。


  （2）闲置——资源属性


  分享资源是对于用户闲置物品和碎片化时间的剩余价值释放，主要包括闲置物品、闲置资金和闲暇时间。


  （3）平台——规模化基础


  分享经济依托于互联网的先进技术，包括智能手机、在线支付、云计算、大数据和社交网络，将海量的供方资源和需求进行高效按需匹配，实现规模化的商业行为。


  （4）收入——交易目的


  分享经济是一种非公益性分享，供方和平台在分享过程中获取经济收益，不同于互联网常见的知识分享、开源软件、信息和数据分享等。


  分享经济的四种商业范式


  基于供方和需方的分享主体类型，分享经济可以分为四种基本的商业范式。本文核心关注主体为个人的分享，以C2C（个人对个人）和C2B（消费者对企业）的分享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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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分享经济的四种商业范式

  


  （1）C2C模式——自由市场的回归


  分享经济典型为C2C的模式，每个人既可以是生产者，也可以是消费者，商业不再由中介垄断，而是个体作为供需方直接对接。


  （2）C2B模式——众包和众筹成为潮流


  企业借助于社会化力量运作，通过众包满足临时性的劳动力需求，企业虚拟化运营发展。通过股权众筹便捷获取社会化资金运转。


  （3）B2C模式——“以租代售”的战略转型


  企业以“以租代售”的战略，颠覆传统面向消费者的卖新和卖多行为，从销售产品向提供租赁服务转型。


  （4）B2B模式——从消费到生产的分享


  企业与企业之间分享其闲置资产，从有形的闲置资产共享到无形的产能共享，帮助企业更好地通过协作实现双赢。


  分享经济对宏观经济的能动作用


  研究发现，分享经济能够助力供给侧改革，扩大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据腾讯研究院初步估算，分享经济占国内第三产业增加值比例为3.15%。分享经济为服务业增长提供新动能，将服务业变成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1）供给侧影响


  扩大供给总量。分享经济通过重构无限量的存量资源，转化为能够提供经济和社会价值的产品或劳务。


  例如，分享经济一方面可以提升资源利用率，将闲置资金、资产和认知盈余等资源投入社会消费中，产生新的价值。另一方面，扩大了供应面，过去生产供给以企业端为主，现在增加了个人端供给，大大提升了社会供给总量。


  促进收入增长。个体参与到分享经济中，能够取得正常工作之外的收益。据腾讯研究院2015年调查，96.5%的滴滴专车司机在从事专车服务后，每月收入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其中39.5%的司机有30%以上的收入提升，78.1%的司机收入提高了10%以上。


  （2）需求侧影响


  提升消费能力。分享经济有助于降低社会价格总水平，消费者参与分享经济，可以降低消费成本，提升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分享经济平台通过供需方直接对接，免除复杂的手续和中介费用，降低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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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分享经济对宏观经济的作用


    资料来源：腾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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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分享经济在中国的前景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腾讯研究院整理

  


  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分享经济通过提供无限的社会存量供给，扩大消费者可选择空间，实现供需匹配，从而扩大社会总消费需求。以网络约租车为代表，并向房屋出租、餐饮、物流、教育、医疗等领域扩散，开创了互联网经济的新业态，这都将成为拉动我国经济的消费增长点。


  风潮乍现


  全球分享经济步入黄金期


  分享经济在全球范围内，于2008年前后开始快速发展，2011——2014年出现井喷，目前仍保持着稳步增长的态势。


  （1）萌芽期：2006年之前


  在互联网商业化发展初期，分享经济原型企业出现，例如在线二手交易平台eBay于1995年成立、在线影片租赁网站Netfl ix于1997年成立、在线雇用网站Elance于1999年成立。


  2000年汽车分时租赁鼻祖Zipcar成立。随着2004年Facebook（脸书）社交网络的出现，人们开始习惯线上与陌生人分享，一些传统认为高经济风险的资源分享出现，例如全球第一家P2P网贷公司Zopa于2004年成立，P2P网贷公司Lending Club于2006年成立，在其他领域的分享企业也开始起步，例如手工艺品共享网站Etsy于2005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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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分享经济在全球稳步发展


    资料来源：Crowd Companies（截至2015年9月），腾讯研究院整理

  


  （2）高速成长期：2007——2014年


  美国金融危机催生了分享经济发展的浪潮，分享经济平台迎来了爆发期。出行巨头Uber于2009年成立，短租巨头Airbnb于2008年成立，跑腿网站TaskRabbit于2008年成立，办公共享巨头WeWork于2010年成立，同城快递Postmates于2011年成立，食品共享网站GrubWithUs于2010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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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 全球分享经济初创企业数量


    资料来源：Crowd Companies（截至2015年9月），腾讯研究院整理

  


  其中，分享经济的初创企业在2011——2014年进入爆发期，保持着同比将近50%的增速发展。


  （3）平稳期：2015年至今


  经过爆发式发展，海外分享经济于2015年进入平稳发展期，新增企业数量稍有回落，相比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仍保持着快速增长态势。


  中国分享经济出现爆发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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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 分享经济在中国井喷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腾讯研究院整理

  


  分享经济在我国的发展晚于海外。随着2010年中国智能手机和O2O普及，许多分享经济企业于2011年前后开始创建，历经几年发展，从2014年开始爆发，目前处于分享经济发展的黄金期。


  （1）2010年前，分享经济企业零星萌芽:猪八戒网成立于2006年，273二手车成立于2003年，P2P借贷信而富成立于2005年等。


  （2）2011年，我国分享经济企业起步：途家、蚂蚁短租、游天下等短租平台创建，短租行业格局出现。全国最大的P2P网站陆金所成立，P2P金融快速发展。国内医疗知识分享代表春雨医生成立。音频自媒体蜻蜓FM成立。远程外教51Talk成立。


  2012年，现象级企业滴滴成立，P2P租车平台PP租车进入市场。


  2013年，全国首家众包快递企业人人快递成立。文字自媒体平台百度百家成立，众包家政服务e袋洗成立。


  （3）2014年，分享经济领域的新增企业数量同比增长3倍，分享经济在我国步入爆发期。


  在多个领域全面铺开：滴滴专车上线，拼车、租车多家企业创建，回家吃饭、觅食为代表的私厨起步，股权众筹起步，C2C二手车增加，办公共享增加，个人服务您说我办、河狸家等成立。


  2015年，分享经济继续保持着高速发展，分享经济在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期。滴滴顺风车、巴士和代驾上线，网购二手交易应用淘宝闲鱼、58转转、京东拍拍二手上线，达人分享模式出现，百度外卖、美团外卖上线众包物流等。


  黄金期：经济发展潜力巨大


  据统计，2015年中国分享经济规模约为1644亿美元，占GDP的1.59%。英国分享经济2013年已占GDP的1.3%，并预测5年之内达到GDP的15%。美国分享经济2014年已经占到GDP的3%。


  分享经济2015年在全球的市场交易规模估测8100亿美元。对比英国和美国，分享经济在中国对于经济的整体拉动作用还存在较大发展空间，未来有望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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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 分享经济市场规模对比

  


  黄金期：资本投入规模翻40番


  资本市场对于分享经济高度关注，全球融资规模不断扩大。据Crowd Companies统计，2008—2015年，全球分享经济企业融资交易次数达到800余次，融资总规模近270亿美元，年融资规模翻4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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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 世界分享经济领域融资额


    资料来源：Crowd Companies（截至2015年9月），腾讯研究院整理

  


  资金投入领域以出行和空间领域（租房/办公空间等）为主，也是独角兽企业诞生较多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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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 全球分享经济各领域融资额


    资料来源：Crowd Companies（截至2015年9月），腾讯研究院整理

  


  黄金期：社会普及潜力巨大


  分享经济使个人参与到社会化大生产中，促进了以创业者为主体的个体经济崛起，形成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有效推动。


  中国参与分享经济的人口规模庞大，但占总人口比重差距明显，普及率还有待提升。


  从参与分享经济的人口规模来看，我国是英美两国之和的两倍，总规模近3亿人。


  从分享经济参与者占总人口比重来看，中国只有22%，低于英国和美国，远远不及加拿大的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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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 分享经济参与人口及比重


    资料来源：Vison Critical调研（2015），Nesta调研（2014），腾讯研究院整理

  


  黄金期：分享经济独角兽企业崛起


  在全球估值最高的独角兽TOP 20中，分享经济企业占据七席。


  
  表1 分享经济在全球估值最高的前20名中的排名
[image: ]


  我国分享经济独角兽企业超过16家，覆盖P2P金融、出行、教育、专业服务、医疗、自媒体、物流、短租/长租的八大行业。


  
    表2 我国的16家分享经济独角兽企业
[image: ]

    资料来源：IT桔子《2015》，腾讯研究院整理

  


  黄金期：分享经济准独角兽企业涌现


  分享经济除了涌现出多家独角兽企业外，涉及领域估值超过10亿元的典型企业也超过30家，累计估值金额超过700亿元。其中以近1/3集中在出行和金融分享行业，其他领域也多有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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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 准独角兽企业行业分布（估值H10亿元）


    资料来源：IT桔子（2015）腾讯研究院整理

  


  
  表3 我国分享经济分布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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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T [4] 在分享经济领域抢先布局


  据不完全统计，BAT在分享经济领域，关注比较多的行业是出行分享，对于二手交易、专业/个人服务、教育、P2P网贷、自媒体和众包物流等均有所布局。


  
    表4 BAT在分享经济中的行业布局
[image: ]

    资料来源：IT桔子（2015），公开资料，腾讯研究院整理

  


  黄金期的红利还能享受多久？


  2008年金融危机是分享经济爆发的契机。人们通过分享经济节约支出，获取收入，促进了分享经济发展。


  支出——“省钱”是人们参与到分享经济的核心因素。分享经济以租用或者买卖二手物品的方式，为人们提供更加廉价的产品或服务。根据Vision Critical（加拿大一家市场咨询公司）调研显示，价格因素是人们参与分享经济的核心动力，如果分享相比购买能够节省25%的费用，50%左右的购买者将会转为分享。


  收入——“兼职”工作机会能够帮人们获取额外收入。经济衰退背景下，兼职工作人数迅速上升，人们开始转变工作的惯式，通过分享闲置时间赚取外快补贴家用。据Boston Fed（波士顿联储）调研发现，超过1/3拥有非正式工作的受访者表示，非正式工作有助于抵消经济衰退影响。


  全球经济处于疲软周期，在全球GDP增速不超过5%的情况下，分享经济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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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 全球及美国GDP增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腾讯研究院整理

  


  我国GDP增速自2010年之后持续下行，2015年GDP增速收于6.9%，未来5年将保持新常态发展，正由较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传统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疲软，急需新的增长动能，分享经济发展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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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 中国GDP增速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腾讯研究院整理

  


  推动黄金期持续发展的技术因素


  分享经济爆发的技术条件在于成熟的移动互联网技术，智能手机将个人交易、金融支付和网络社交连接到一起，使得分享经济得以大规模实现。未来新兴技术的发展，将会引领分享经济向着新的模式演变，这些新兴技术主要包括虚拟现实、数字货币和社会征信。


  （1）成熟技术基础设施


  智能手机普及


  2008年苹果iOS（苹果操作系统）和安卓系统开始普及，与分享经济爆发期同步。智能手机普及使基于位置服务（LBS）的按需匹配得以实现，人们可以随时在线按需使用。


  移动在线支付


  移动支付用户也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快速发展，使线上信息分享拓展到线下服务分享，使分享从网络分享的公益行为具备成为商业行为的条件。


  大数据和云计算


  基于大数据和云计算形成的信息枢纽，使供需方的海量碎片化资源进行高效整合和精准匹配，使分享经济向平台化规模化发展。


  滴滴的苍穹大数据平台：每天10TB的数据量，高峰时期一分钟200万次匹配量，每天上传连续定位数据50亿次，每天数据计算次数10亿次，有效推动了滴滴的动态定价和线路匹配，为城市交通共享做出了巨大贡献。


  （2）新兴技术引领


  虚拟现实


  虚拟现实技术让用户身临其境，在游戏等娱乐产业已崭露头角。目前在分享经济所涉及的自媒体视频直播领域，已有萌芽。


  数字货币


  随着区块链技术发展，央行未来推出数字货币，支付手段更加便捷和安全，分享经济发展将得到进一步规范。


  社会征信


  全面社会场景下的信用数据高效互通和整合，使信任关系基于有效数据实现理性信任。


  推动中国分享经济持续发展三大社会条件


  （1）城镇化


  城镇人口规模快速扩大，将突破城镇既有的服务承载能力，必须将分享经济作为补充和替代。据联合国数据预测，至2050年发展中国家将有64.1％的人口、发达国家将有85.9％的人口为城市人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人口的大量集中和流动将带来大量的需求，但传统行业受制于政策，有限供给资源难以满足，由此引发各类社会问题，例如“打车难”“看病难”等。


  （2）老龄化


  据全国老龄办预测，我国未来20年老龄化加速发展，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老年人，到2050年左右，老年人口将达到全国人口的1/3。老年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财富的积累，实物资产丰富（包括房、车、钱等），并且普遍存在使用不足的情况，如此必然要通过分享经济激活。


  （3）习俗化


  消费习俗逐渐形成。当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已经习惯了手机打车的时候，人们很难退回到过去排队等车的模式中。


  伴随分享经济的崛起，社会价值观开始转变。Airbnb首席执行官Brian Chesky提出“使用而不占有”，《我的就是你的：协作消费的崛起》作者瑞奇·柏慈曼提出“从过度消费到够用即可”，《聚联网：商业的未来》（The Mesh：Why The Future of Business Is Sharing）作者丽莎·甘斯基（Lisa Gansky）提出“闲置就是浪费”，等等，都表现出分享经济带来普适性的价值观念，据PWC（普华永道）调研显示，美国分享经济下社会观念出现了转变，中国在三大社会因素的促进下，分享经济的普适性价值观念也会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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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5 美国分享经济下社会观念的转变


    资料来源：PWC调研（2014），腾讯研究院整理

  


  风潮影响


  分享经济开创互联网经济的新业态


  国内分享经济风潮，已经席卷10大主流行业的超过30个子领域，颠覆了原有的商业形态，形成分享经济的新玩法。


  分享经济呈现三大梯队发展


  据腾讯研究院初步测算，按现有市场规模，分享经济10大主流行业，可分为三个梯队。


  第一梯队：高速成长


  共享金融和共享出行，占据分享经济总体市场份额90%以上。独角兽企业包括滴滴快的、优步中国、陆金所、有利网和信而富等。


  第二梯队：成长初期


  短租、二手交易、专业/个人服务和众包物流市场规模达百亿级别。独角兽企业包括途家、猪八戒网和达达配送等。


  第三梯队：萌芽期


  自媒体、教育共享、私厨、医疗共享市场处于快速增长的萌芽期。独角兽企业包括唱吧、沪江网、VIPABC（在线英语教学机构）和好大夫在线等。


  新现象：闲置资金分享，中美发展极不相称


  （1）P2P网络借贷占据中国分享经济市场规模约为91%，美国为4%


  中国P2P网贷市场体量大，增长迅速，从2011年到2015年，CAGR（复合平均增长率）大于300%，同时不乏独角兽和上市公司。


  从分享经济的市场结构来看，2015年中国P2P借贷规模达到1499亿美元，占分享经济市场比重为91%，据沛丰中国分析，约为美国P2P借贷市场规模的7倍，美国P2P借贷占美国分享经济比重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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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6 中国P2P平台数量与类型


    资料来源：网贷之家，盈灿咨询（2015），腾讯研究院整理

  


  （2）P2P借贷美国两家公司主导，中国有3000多家


  据沛丰中国分析，美国P2P市场由Lending Club（美国一家P2P平台）和Prosper（美国另一家P2P在线借款平台）主导，英国前五家P2P占据80%的市场份额。


  中国P2P借贷公司已经达到3491家。其中，前五家P2P仅占市场份额约20%，市场集中度不高；问题平台896家，约占总量26%，风险系数增加。


  新现象：高速成长之后大规模跨界


  在出行行业，分享经济体现在拥有闲置时间和车辆的个人，通过网络租约车平台向乘客提供车辆或驾乘服务，通过在线支付完成交易，共形成了专车、拼车、代驾、试驾、P2P租车等若干业态。


  巨头诞生：共享出行借助刚需+高频的应用场景，以按需出行的方式颠覆了传统出行市场，仅次于共享金融的第二大行业，同时造就了以滴滴为代表的现象级企业，占据市场份额80%以上。


  在出行领域，巨头滴滴围绕一站式出行平台，从营销跨界、业务跨界和平台跨界三种方式，基于现有的业务逻辑和平台规则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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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 各类商品房待售面积分析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截至2015年12月），腾讯研究院整理

  


  新现象：以租代售风头正健


  长租公寓、众创空间、线上短租等分享经济平台，为住宅市场、非住宅市场等各类房地产去库存提供了有效路径。


  （1）房地产去库存需求急迫


  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12月数据显示，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已增至71853万平方米，按照我国人均住房面积30平方米计算，待售住房可供2390多万人口居住，这已经超过2015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总和。


  （2）以租代售的三种玩法


  短租——以途家和小猪短租为代表


  国内在线度假租赁市场规模超过百亿。市场格局相对集中，以独角兽途家和小猪短租两个轻重模式的代表，占据着整体市场份额近50%。


  长租——以蘑菇租房、YOU+为代表


  长租公寓主要包括集中式和分布式两种模式，其中分布式公寓例如蘑菇租房（估值10亿元），从分散房东获取房屋，进行包租运营。集中式公寓，例如独角兽魔方公寓，YOU+公寓等，对于整栋楼宇改造后运营。


  共享办公——以腾讯众创空间和优客工场为代表


  共享办公能够盘活非住宅市场的房地产库存，促进双创。其中优客工场估值20亿元人民币，成为准独角兽；腾讯推出众创空间，打造立体化全要素创业孵化器。


  新现象：二手物品电商巨头伏兵四起


  近年来，受经济下行、网购市场火爆、电子消费品更新速度加快等因素影响，二手物品交易需求逐渐旺盛，市场空间巨大，但是缺乏行业领军企业，用户二手需求尚未得到合理释放。


  （1）综合性二手交易市场——BAT角逐


  平台具备潜在的用户流量基础，例如网购交易，二手发布信息等，才因此依托用户黏性，从综合性二手市场切入。淘宝闲鱼和京东拍拍二手依托各自网购平台，用户可以一键转卖二手物品。58转转依托58同城的在线二手信息发布网站，从信息切入交易。百度投资百姓网分类信息广告平台，目前已估值40亿元。


  （2）二手车交易市场——准独角兽扎堆


  易观智库数据显示，2015年二手车电商平台交易规模达到101.2万辆，增速近70%。


  据IT桔子报告显示，C2C二手车平台人人车估值31亿元、瓜子二手车估值10亿元、273二手车估值17亿元，其他模式车猫二手车（估值65亿元）、优信二手车（估值65亿元）等二手车交易平台均估值超过10亿元，成为独角兽或准独角兽。


  （3）二手电子回收——潜力大生意


  据中新网数据显示，我国每年产生约3.7亿部废旧手机，当前废旧手机回收市场规模约为92亿元。


  以“爱回收”为例，是一家二手电子设备C2B交易平台，用户向平台提交旧设备，经过平台方的质检评估后，由数十家持牌的回收商进行竞价回收。


  （4）二手奢侈品交易——潜力萌芽期


  据贝恩咨询调查显示，2011年到2015年国内可流通的二手奢侈品存量在3000亿左右。胖虎成立于2015年，主打C2B2C闭环，平台提供鉴定报告，已获得天使轮投资。


  （5）二手衣物寄售——懒人二手生意


  以只二和良衣汇为代表的二手寄售平台，用户将闲置衣物打包寄售给平台，定价师评估衣服向用户提供报价，接受后平台将衣物进行清理和销售，类似于二手交易电商，免去用户个体间进行C2C二手买卖的精力。


  新现象：大规模兼职服务从企业流行到个人


  （1）传统威客模式——企业享受的“服务”


  企业虚拟化运作：传统的“全员雇用，场地办公”模式已经过时，企业可以突破地域、行业或专业等因素限制，更加自由灵活地获取所需专业人才，向着虚拟企业的运作模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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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8 国内专业服务企业猪八戒晋升为独角兽

  


  不仅是威客领域，任何有兴趣和技能的个体都可以通过这种众包服务成为企业的虚拟员工，例如Wonolo（一个即时的零时工招募平台），面向企业提供临时工招募，帮助企业灵活配置与调遣搬运人力。


  （2）新兴私人服务——个人享受的服务


  长尾化的私人服务井喷：分享经济为更多的个人服务者提供了就业机会，各类聚焦于细分领域的C2C私人服务平台，使拥有各类技能和兴趣及碎片化时间的劳动力资源得到有效解放，使用户的专属个性化和便捷化等需求得到充分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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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9 私人服务井喷

  


  新现象：众包物流将成为电商的标配


  众包物流，以基于LBS的社会化众包方式，解决传统配送速度慢、成本高、配送不到家等弊端，打通O2O电商配送的最后一环。众包物流总体市场近百亿规模，独角兽开始出现。


  （1）第三方众包物流平台


  C2C+电商——以“人人快递”为代表


  人人快递是最早一家众包物流企业，主要面向个体，提供“定时取”“帮我买”等服务，将社会化物流与社会化销售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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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0 C2C+电商运营示意图

  


  C2B典型模式——以“达达配送”为代表


  达达配送面向中小型商户，配送员基于LBS进行抢单——取货——送货服务。日订单超过150万单，最新估值已跻身独角兽。


  （2）电商平台


  自建+众包物流模式——以“百度外卖”为代表


  电商平台逐步开放配送平台，作为自建配送队伍的社会化运力补充，主要服务自身电商业务，例如百度外卖、美团众包、饿了么蜂鸟、京东众包等。


  依托自身体量，快速领跑市场。饿了么蜂鸟，上线一周后日订单突破50万单。美团外卖众包，上线一周日订单突破10万单。


  社区电商模式——以“爱鲜蜂”为代表


  爱鲜蜂以“互联网＋便利店”方式主打社区电商，爱鲜蜂提供平台和部分货品，便利店接单，配送到用户手中，实现“一小时内”闪送。成立一年时间，日订单稳定在10万单以上，月流水超过1亿元，最新估值超3亿美元。


  新现象：内容创业成为新潮流


  （1）文字自媒体成为个人内容创业渠道


  文字自媒体平台，主打“资讯/评论”等原创内容，代表平台包括微信公众账号、微博、36氪、虎嗅网、百度百家等。


  据企鹅智酷调研显示，超过半数用户将自媒体内容放在了和原创新闻报道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位置上。自媒体/自媒体平台，已爆发出惊人的内容生产和传播活力。微信公众号活跃订阅号有近200万，较去年同期增长了80%，其中原创认证4万多家。对个人创业者而言，通过自媒体平台获取收益成为潮流。


  （2）音频自媒体主打个人电台主播创业


  音频自媒体平台，主打“微电台”，代表企业蜻蜓FM、喜马拉雅FM、企鹅FM等。蜻蜓FM，拥有12000名专业主播，独家签约超过3500位，目前平台估值超过10亿元，成为准独角兽。


  （3）视频自媒体实现个人直播主播创业


  视频自媒体，实现实时在线视频解说和互动。目前以草根主播为主，未来将逐步形成PGC（专业生产内容）为主，UGC（用户原创内容）为补充的运作机制。


  体育主播


  针对体育赛事进行直播互动。例如章鱼TV，2016年以3亿元的价格被乐视体育收购，成为旗下UGC直播平台。目前，体育主播数量已超2000人，C端日活用户过300万。


  游戏主播


  电子竞技的庞大用户和游戏爱好者特有的忠诚度，使得游戏主播得到迅速发展。斗鱼TV成立于2014年，运营一年时间已有38万名主播，1000万的日活跃用户。龙珠直播估值13亿元，成为准独角兽。


  秀场主播


  秀场主播通过个人秀收获粉丝馈赠的礼物，实现虚拟产品的售卖和分成。国内YY（歪歪语音）于2012年赴美上市，上市时注册用户达4亿。六间房，于2015年作价26亿登陆A股。


  音乐主播


  依托唱吧社区为基础的唱吧直播间，开展国内知名主播以及众多唱吧红人的实时互动直播，向亿级用户量迈进，目前企业已估值65亿元。


  新现象：异国授课与达人顾问


  分享经济在教育行业，改变了教育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配不均衡，传统分享经济模式拓展了教育资源的增量市场，提升供需匹配效率，而新兴的分享经济模式则是关于教育方式的创新，例如远程实时互动、私人社交色彩的咨询等。


  （1）K12家教模式，形式传统但市场潜力大


  远程课程分享，例如沪江网的CC课堂，提供开放的开课平台，个体可以在平台上开放视频课程。沪江网整体估值67亿元，跻身独角兽。


  在线答疑，例如“阿凡题”，引入公立学校老师兼职答疑，打破不同区域教师资源的差异，目前估值18亿。


  线下私人面授，提供家教老师的搜索和一对一上门面授服务，教师为专业教师兼职或者有技能和兴趣的非专业教师个体，其代表企业轻轻家教和疯狂老师估值均超10亿元。


  线上+线下模式相结合，完成知识获取、答疑以及线下服务的闭环，其代表企业，跟谁学估值15亿元，为准独角兽。


  （2）新兴分享经济


  远程外教的实时互动教学——平台整合海外兼职外教，利用其闲置时间，通过网络对中国学生进行一对一远程互动授课，主要以语言教育为主。代表企业VIPABC、51Talk。VIPABC还推出“随选专家”理念，从语言教育拓展到各类课程。目前VIPABC估值65亿，跻身独角兽。51Talk估值20亿元，为准独角兽。


  社交+咨询的私人顾问——平台吸纳各行各业高质量的行家用户，例如职场专家、高考状元、海外名校才子等，为用户提供针对性的答疑解惑和建议。代表企业包括在行、自得、榜样等。目前该领域平台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出现大体量企业。


  新现象：私厨外卖登入大雅之堂


  私厨市场主要包括社交饭局的到店服务，私人厨师上门的家政服务拓展，美食寄售的电商服务，私厨外卖的O2O外卖服务四种模式，整体市场处于培育期，尚无巨头出现。其中以高频+刚需为主打的私厨外卖服务成为发展的新风向标。


  据易观智库统计，2015年中国互联网餐饮外卖市场规模达到457.8亿元人民币，其中百度外卖、饿了么、美团外卖占据市场份额85.8%，三家处于主导地位。


  因为市场体量庞大，巨头之外14.2%的市场份额也约有65亿元的市场规模，可供私厨外卖切入的潜在市场空间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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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 2015Q4互联网餐饮外卖整体市场交易份额

  


  各类玩家从不同角度切入私厨外卖市场


  （1）创立开始，就主打私厨外卖平台


  回家吃饭，全国最大的家庭厨房共享平台，成立一年多时间，已具备4000多名家厨，用餐用户超过10万人。


  （2）从C2C美食电商切入美食外卖


  觅食，除非刚需的手工美食寄售模式外，推出“红星午餐”，聚焦于邻里共享的白领订单市场，推动关联销售。觅食平台已聚集50万用户，1.5万手工美食家。


  （3）从厨师上门烧菜转型到中央厨房外卖


  烧饭饭从厨师上门服务转型到外卖服务“味蕾”，将厨师集中于中央厨房，提供外卖服务，复购率达到25%~30%。


  （4）从社区众包洗衣切入到社区外卖


  e袋洗从“小e管家”拓展到了“小e管饭”，将充分整合社区的私厨资源提供外卖服务，开始O2O布局拓展。


  （5）从美食社区切入半成品食材外卖


  国外半成品食材订购服务商Blue Apron已估值达到20亿美元，跻身独角兽。豆果美食上线电商平台“优食汇”，半成品食材销量占比很大。


  新现象：请专家看病不用挂号


  医生不仅可以在空余时间分享基本的问诊服务，还可以选择多点执业或上门服务等新兴模式。同时医院和诊所的闲置资源可以充分利用和流动，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打通移动医疗的线下闭环流程，推进分级就诊制度。


  （1）传统分享经济——基于传统在线问诊模式的拓展


  传统在线问诊模式玩家众多，例如春雨医生、平安好医生、好大夫在线、挂号网等。其中，春雨医生从在线问诊模式向线下众包诊所合作模式拓展，打通线上到线下的全流程医疗服务。


  （2）新兴分享经济


  私人医生上门服务模式


  用户可以基于地理位置，在线预约附近的中医或预健师上门提供服务。代表企业包括看中医、预健科技，国外有Medicast（亿欧网）。


  多点行医模式


  名医主刀主打移动医疗手术平台，利用互联网模式帮病人精准对接相关领域的名医专家，并与多家医院合作进行按需的医疗资源匹配。成立一年，名医主刀专家以主任和副主任医生为主，累计超过2万名，几个城市随时可以调用的公立医院及私立医院的床位超过1000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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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2 线上线下全流程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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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3 多点行医模式

  


  分享经济在细分领域的五大常见应用场景


  （1）旅游一条龙服务


  旅游业的火爆，催生了分享经济在旅游产业的火爆发展，例如民宿短租的住宿，专车、旅行巴士代表的出行，旅游地的私厨美食、私人导游服务等。


  （2）社交娱乐化


  分享经济是C2C的个体经济及体验经济，天然带着社交的元素，例如移动视频直播主打视频交友，社交+咨询的知识达人分享，围绕社交开展的私厨饭局，拼车和短租的社交元素。


  （3）社区共享


  城市化进程和高密度人口社区的不断增加，邻里之间的信任和基于LBS便捷的供需匹配成为分享实现的先天基础，例如二手交易，私人服务：洗衣/跑腿/看护/外卖等，社区电商，社区的共享出行：拼车/巴士/租车等。


  （4）聚焦细分阶层人群


  分享经济的受众人群以千禧一代和中青年为主，同时向各个年龄阶层拓展，分享的理念逐渐成为主流。


  围绕老年人：养老看护、医疗分享。


  围绕K12（从幼儿园到十二年级）：教育分享、视频直播。


  围绕爱美女性：租衣服务、手艺人上门。


  （5）按需上门服务


  分享经济使人们可以按照自身需求即时获取一对一的专属服务，使用而不占有，例如私人医生上门看病、私人教师上门授课、私人厨师上门做菜、私人管家上门取衣送餐、私人助理跑腿、私人司机接送、私人快递取件等。


  分享经济的创业机会分析


  基于市场竞争程度+政策导向+市场空间+用户痛点程度，分析分享经济创业机会。


  腾讯研究院基于行业研究认为，教育分享、医疗分享和众包物流等属于比较适合创业者切入的细分领域，属于市场空间大，竞争格局尚不清晰，用户痛点程度大的领域。其次是专业/个人服务、短租、自媒体和私厨。出行领域需要找到现有巨头比较薄弱的细分市场，而P2P借贷和股权众筹受国家政策影响，前景尚不清晰。


  传统企业拥抱分享经济的正确姿势


  （1）转型：以租代售+二手交易


  传统企业顺应分享经济的发展浪潮，主动向分享经济转型，从卖新和卖多向以租代售转型。相比于P2P的租赁分享，B2C以租代售有更好的品牌和实力背书，实现消费者“使用而不占有”。


  汽车厂商，包括BMW（宝马）、戴姆勒、标致等主流汽车厂商正在从卖车向租车服务转型，其中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分时租赁业务十分风靡。除此之外，新车“购买+共享”的营销模式也大行其道。


  随着国家对于住房租赁市场的政策倾斜，地产商变身“包租公”推出长租公寓/共享办公去库存的趋势也逐步明显。例如SOHO（小型办公室或家庭式办公室）中国推出共享办公SOHO 3Q，万科推出长租公寓万科驿等分享型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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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4 分享经济的创业机会分析

  


  企业以“二手交易”的策略形成对于传统业务的有效协同。一方面以环保口碑来形成品牌化效应，另一方面，能够间接推动新货销售量。无论是传统零售商，例如宜家在瑞典推出在线分享平台、巴塔哥尼亚户外用品公司和eBay合作建立了“共同衣物纤维伙伴关系”平台，还是淘宝、京东、亚马逊等网络零售商，均纷纷进入这一潜力市场。


  （2）借力：社会化众包/众筹


  以分享经济的思维，借助社会化力量开展企业运营和筹集资金。


  3W咖啡通过众筹模式筹集股东会员，Wi-Fi（无线网络）万能钥匙股权众筹高达77亿认购额。


  微软通过Gigwalk（任务众包平台）召集35个城市的10万人，为它提供商户和餐馆的3D全景图，融入Bing（有问必应）地图数据。


  （3）资本运作：投资入股/兼并


  传统企业可以通过资本运作，快速进入分享经济领域。


  投资入股：凯悦酒店集团参与豪宅版Airbnb-Onefi nestay的4000万美元融资，宝马集团投资共享停车初创公司JustPark，现在已是全球共享停车领域的龙头老大，超过50万名司机使用其服务。


  收购：租车巨头安飞士巴吉集团以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号称全球首家共享经济企业Zipcar公司。


  个人拥抱分享经济的正确姿势


  个人参与到分享经济，包括在线租赁、在线二手交易和在线雇用三种方式。


  （1）在线租赁


  个体在线出租闲置资源，是使用权的分享，强调“使用而不占有”。


  交易形式：出租、订阅、投资、贷款。


  例如出租车、出租房、出租消费品、P2P借贷和众筹等。


  （2）在线二手交易


  个体在线进行闲置资源的交易，是所有权的交易，延长使用时间和使用价值。


  交易形式：二手买卖、二手置换。


  例如二手车、二手消费品交易等。


  （3）在线雇用


  个体在线获取非全职的工作机会，是基于自由支配时间、知识、技能等分享。


  例如专车司机、代驾、私厨、自由快递人、威客、私人助理、私人顾问、自媒体人等。


  风潮争议


  参与者权益保障问题


  （1）消费者权益如何保障


  分享经济下，供需双方都是陌生的个体，无企业品牌背书，平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信任的风险。如何能够保障消费者在分享过程中的权益，是分享经济发展面临的核心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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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5 拼车服务不好的体验


    资料来源：企鹅智酷（2015），腾讯研究院整理

  


  据企鹅智酷调研显示，39.9%的调研用户对拼车服务的安全有所顾虑；对于私厨服务，69.1%的调研用户表示对于陌生人不信任，还有18.9%担心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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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6 私厨服务最担心的方面


    资料来源：企鹅智酷（2015），腾讯研究院整理

  


  （2）劳动者权益如何保障


  分享经济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促进了隐性就业和自由职业者的规模化发展，而对于这种非传统雇用的劳动关系，脱离社会保障安全网，争议发生难以维权。海外出现Uber陷入雇员纠纷，家政业分享企业Homejoy陷入劳工诉讼致破产等系列问题。


  美国乔治亚州、宾夕法尼亚州等8个州已经规定Uber司机为合同工，北卡罗来纳州等5个州也发出消息表示，立法者将通过新的立法，认定Uber和其他专车服务的驾驶员为独立承包商。但已有的加州劳工委员办公室和旧金山联邦法院的法律诉讼中，作为案件原告的Uber司机则被判定为正式雇员。


  （3）争议解决方向


  大力发展征信市场，构建一套全社会统一的信用系统。


  建立社会保险福利机制，为消费者和劳动者提供必要的保险和福利。


  管理与发展的平衡问题


  （1）灰色的准入机制


  分享经济企业准入机制远低于传统行业，出行领域的专车司机与出租车公司司机、短租领域的个体房东与传统酒店、私厨领域家厨与餐饮从业者相比，无须获取各类政府/法案规定的许可证，更多是通过在线注册的方式，由平台进行审核。从而引发了新旧产业的大量摩擦，在自由与镣铐之间，现有监管政策该何去何从？


  争议经验借鉴：


  加州模式——加州公共事业委员将网约车平台作为新的公司类型“交通网络公司”（TNC）进行监管。由TNC购买运营牌照，无须个体司机办理牌照，平台进行司机的背景审核。


  伦敦模式——伦敦政府将网络预约出租车纳入既有的《约租车法案》进行监管，专车平台、司机和车辆三方都向政府申请准入许可证，才可以运营。


  （2）灰色的税收监管


  对于分享经济平台按何种税率纳税，个体参与分享经济除了平台抽成外，是否需要为所得收入纳税，尚不明确。


  争议经验借鉴：


  2015年的前三个月波特兰、阿姆斯特丹、芝加哥、华盛顿等7个地区开始授权Airbnb向房主代收酒店税。国内途家平台上出租房间均由工商注册，按照住宿业来纳税，途家平台帮个体房东代缴后再将租房收入发放。


  英国商务部提出简易性税收计划建议，借鉴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和财政部经验，设计共享经济税收指导，建立在线纳税计算器，帮助有纳税责任的用户计算其在分享经济服务工作中的应纳税额。


  风潮走势


  分享经济的推演


  腾讯研究院认为，分享经济将按照以下5大路径进行演进。


  目前分享经济处于个人闲置资源分享阶段，正在向企业和政府闲置资源分享阶段演变。


  （1）现在：个人闲置资源分享阶段（高速成长）


  以个体为基本单位。


  个人通过平台进行闲置资源的分享。


  例如，出行、短租、私厨、二手等。


  （2）未来3~5年：企业闲置资源分享阶段（成长初期）


  以企业为基本单位。


  企业整合企业闲置资源进行分享。


  例如，企业间的二手交易、租赁等。


  （3）未来5~10年：政府和公共服务闲置资源分享阶段（局部萌芽）政府牵头。


  主导公共服务资源开放共享。


  例如，政府采购分享型服务、政府闲置资源分享、分享型公共交通等。


  （4）未来10~20年：整个城市的闲置资源分享阶段（试点出现）


  以城市为单位。


  由政府统筹整合整个城市的闲置资源和分享主体。


  除公共服务的分享之外，还会统一规划各行业分享企业的布局。


  （5）未来50~100年：全社会的闲置资源分享阶段（未来扩展到全社会）


  “分享经济带来了一场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资源革命，个人用户将在边际成本趋于零的条件下越来越多地通过协作生产、消费和分享自己的商品和服务，这就带来了经济生活的全新组织方式，将会超越传统的资本主义市场模式。”杰里米·里夫金说道。


  企业闲置资源分享——从消费到生产的“以租代买”


  企业闲置资源分享，主要指企业分享其闲置资产（例如，空间/设备等）或产能，实现生产共享和协作双赢。一方面帮助供方企业在资产闲置期间提高收入，另一方面帮助需求企业“以租代买”，降低生产运营成本。


  （1）办公空间共享


  当前我国正处于第三次互联网创业热潮当中，新市场主体与新注册企业大量涌现，众创空间作为新的创业服务机构，通过资源共享。例如，共享空间和分享活动，为创业企业提供更加低成本、高效率的服务，还有优客工场和腾讯众创空间。


  （2）设备共享


  FLOOW2是企业级共享市场，成立于2012年初，针对建筑、运输、农林业企业经营中可能出现的机器闲置状况，FLOOW2提供网络平台，给企业间租用器械和人力提供便利。


  号称医疗设备领域Uber的美国初创企业Cohealo，认为现在卫生系统医疗设备低效利用，42%的利用率意味着大多数能力处于闲置状态。通过为医疗机构提供分析软件，使之能更经济高效的管理和利用医疗设备。


  （3）产能共享


  以3D打印设备为核心的众多“微型工厂”，形成分布式3D打印社区，使3D打印的产能共享，形成全球性3D打印协同共享系统。


  3DHUBS成立于2013年，3D打印网络包含超过27500个全球打印服务地点，向超过150个国家10亿的用户提供离家10英里范围内的3D打印服务，服务范围将近世界人口的15%。


  政府和公共服务闲置资源分享——政府拥抱分享经济


  （1）中国


  共享出行成为公车改革下的不二选择，2015年6月29日，中国滴滴快的正式宣布，将在“滴滴企业版”的基础上，根据政府机关客户的不同需求，推出“滴滴政府版”，为取消一般公务用车的政府机关提供出行用车的解决方案。


  收费将采用单位统筹与个人支付相结合的模式。政府机关用户可以自主通过管理后台，为不同部门和级别的公务员设置不同的车型、时间等用车权限。


  地方政府车改后的剩余车辆也可以纳入滴滴平台进行管理，优先保障公务用车需求，闲置时服务民用市场。


  （2）英国


  2010年，英国克罗伊登区理事会通过决议，开始与Zipcar合作，让汽车俱乐部成员代替政府车队，并在工作时间为其开辟专用车道，其余时间则允许当地居民参与使用。


  （3）美国


  美国达拉斯市政府主导与租车应用Zipcar、停车应用ParkMe以及支付应用PayByPhone达成合作，三家公司在平台上共享资源/用户/数据，为当地居民提供智能出行的环境。


  （4）澳大利亚


  悉尼政府为汽车共享设立了多个专属停车位，还为消费者给予停车优惠，将“汽车使用共享”计划作为“悉尼2030”的一个重要环节。据悉尼市政府统计，目前全市已经有6.4%的家庭参与汽车共享计划，“汽车使用共享”计划产生的社会效益是成本的19倍。为此，政府又为2016年设置了将比例提高至10%，在2023年内达到22名会员共享一辆汽车的目标。


  除了交通领域外，在水电等公共服务领域，闲置资源分享也成为可能。


  Yeloha，波士顿初创企业，使居民之间太阳能电力共享成为现实。


  美国加州，SWIIM与美国农业部合作，使农民可以通过平台出租多余的水量。


  城市闲置资源分享——海外分享型城市已出现


  海外分享型城市发展大事记


  2012年9月20日，韩国首尔市宣布“首尔共享城市”宣言和“首尔共享城市推进计划”。


  2012年12月31日，首尔市制定公布《首尔市共享促进条例》。


  2013年6月26日，开设了“首尔共享枢纽”（http://sharehub.kr），汇聚共享相关平台信息。


  2013年6月，美国市长议会中，由15位市长包括旧金山市长和纽约市长共同发起共享城市计划。


  2013年7月1日，旧金山将汽车共享车位的使用权延长了6个月，作为对汽车共享计划的支持。


  2015年，英国商务部的报告中提出对打造分享型试点城市的建议，推行利兹市和大曼彻斯特两个分享型试点城市。


  2015年，英国大曼彻斯特开展数据同步开放项目，当地政府以此更有效地为市民提供公共服务。


  典型分享型城市具体举措：


  英国：


  利兹城市：建立共享出行的综合运输系统应用；成立专门理事会。


  大曼彻斯特郡：政府开放同步数据；提高共享社区功能；发展社区中心。


  美国：


  纽约：共享创业空间；支持分享住房；支持共享社会服务。


  旧金山：共享车位；共享停车场；制定多元化汽车共享发展计划；闲置土地发展农业；闲置空间改造花园；共享占地面积；共享办公室。


  韩国：


  首尔：共享汽车；共享书架；工具图书馆；共享童装；共享停车场；共享公共设施闲置空间；代际共享住房；为外国游客激活城市民宿；公共Wi-Fi；数据开放广场；首尔“照片”银行。


  
    [3] 本文研究团队：张孝荣、孙怡等；顾问团队：郭凯天、司晓。

  


  
    [4] 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的简称。

  


  链接

  分享经济助力供给侧改革的三个机会窗口 [5]


  分享经济作为一种兼具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的全新经济形态，在过去的两年里出现了井喷式的发展，覆盖190多个国家，受到全球欢迎，有力地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在中国，分享经济正在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新的思路。中央提出了“供给侧改革”，要实现中国经济的“动力转换”，把服务业变成经济增长的“主引擎”，研究发现，分享经济为供给侧改革提供了新的视角，目前已经出现了三个机会窗口，分别是化解地产库存、服务业升级和普惠金融创新。


  从第一个机会窗口来看，分享经济以租代售的模式，为化解房地产库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目前中国房地产沉淀房有2.2亿套，空置房近5000万套，已经累积了6.86亿平方米的地产库存，以现在的销售速度，至少需要8年才能全部销售完。


  按照分享经济思维，该怎么做呢？途家网实践了两种做法，一是分享经济平台与开发商合作，批量签约来销售库存房源，这为开发商提供了增值服务，促使有管家、带租约和可交换的房产出售；二是分享经济平台发展以租代售，通过连接开发商、业主和消费者，满足各类租房需求，迂回地盘活了长期闲置的地产库存。


  从第二个机会窗口来看，分享经济为服务业增长提供新动能，实质性地推动了结构调整。


  具体表现为三方面：


  第一，分享经济通过互联网社会化平台，将社会闲置的库存资源变成新供给，比如个人的房屋、车辆、资金和知识、经验技能等资源，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大规模地实现供需匹配，同时还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第二，有效地扩大了消费需求，以出行为例，北京有2000多万人口，而满足出行需求的只有6万多辆出租车，滴滴、优步等平台释放了社会化运力，将之扩大到数百万私家车，消费增长数十倍。


  第三，分享经济促使就业机会大大增加。目前以猪八戒网、人人快递等为代表的新兴在线雇用、众包快递等平台，已经提供超过3000万的就业机会。


  总之，各类分享经济平台的发展，带来了各种便利条件，为促进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新动能。


  从第三个机会窗口来看，普惠金融创新是分享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领域。


  根据联合国的定义，普惠金融是一个能有效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其原则是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所有社会主体特别是传统金融中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人群提供相对平等的金融服务。国务院于近日印发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强调，发挥网络借贷平台融资便捷、对象广泛的特点，引导其缓解小微企业、农户和各类低收入人群的融资难问题，并发挥网络金融产品销售平台门槛低、变现快的特点，满足各消费群体多层次的投资理财需求。分享经济下P2P借贷、股权众筹等互联网金融创新为实体经济提供了多样化的金融服务，有利于拓宽社会投融资渠道。据统计，2015年，我国P2P网络贷款规模达到9000亿元，为世界之冠。


  腾讯研究院认为，分享经济对于供给和消费两方面具有明显的激励作用。对于供给方，分享经济可以增加个人收入，扩大就业机会；对于消费方，节约了开销，带来了便利条件。从总体上来看，分享经济还促进了供需信息匹配，扩大了社会消费需求总规模，有利于拉动国民经济增长。


  另外，我们还认为，2016年我国的分享经济将加速多元化发展进程。目前，分享经济已经从出行领域辐射到在线房屋共享、在线私家餐饮、在线二手交易、在线兼职打零工等新兴领域，并且衍生出企业端分享市场，这些新兴领域的发达，关乎我国经济发展的大计，政府将有一系列鼓励政策陆续出台，分享经济未来的发展将大大提速。


  
    [5] 高燕，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张孝荣，腾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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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经济：一场人类生活方式的革命


  张孝德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


  牟维勇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互联网＋”再度发力，一次静悄悄的经济革命正在酝酿中。在渐次诞生的各种新业态经济中，最令人瞩目的无疑是分享经济的兴起。根据英国商务部的数据，大约1/4的英国成年人有过上网分享彼此财产、技能、时间等闲置资源的经历。目前全球分享经济的总产值约为90亿英镑（约合135亿美元）。根据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预测，到2025年，全球分享经济产值可以达到2300亿英镑。很多人认为分享经济的快速成长是互联网的力量催化的结果，其实催化分享经济发展的动力不仅仅来自技术力量的互联网，还来自另一个新时代力量，这就是生态文明。换言之，是互联网＋生态文明合力催发了分享经济（亦称“共享经济”）的快速成长。


  分享经济学的演化：从传统分享经济到现代分享经济


  作为对传统经济业态形成巨大冲击力的分享经济，是一种全新的业态，但就分享经济这个范畴而言，最早研究分享经济的渊源，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威茨曼撰写的《分享经济：用分享制代替工资制》一书。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即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存的状况。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马丁·威茨曼于1984年出版了《分享经济：用分享制代替工资制》一书，认为产生“滞胀”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现存工资结构的不合理，提出了采用分享制度代替工资制度的主张。威茨曼所说的分享制度，指的是在资本家和工人就工资问题所进行的谈判中，确定的不是具体工资的数额，而是分享比率，也就是在企业未来的收益中，多少归资本家所有，多少归工人所有。他试图通过对工资分配方式的调整，缓解社会矛盾，激发员工积极性。该书出版后，在西方经济界和管理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20世纪80年代末，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德发展了分享经济学。他提出了通过职工持股的途径使工人参与到企业收入分享中。


  传统分享经济学是从收入分配角度去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新经济学科。它试图通过改变劳动与资本的分配关系，来改善资本主义经济在微观结构方面的缺陷，以保证经济稳定、持续地高速发展。


  根源于解决现实经济中工资与资本对立矛盾的分享经济学，在“二战”后的现实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分享经济模式。一种是欧美的通过股权制度形成让工人参与企业收入分配的分享经济模式。即使在当今的美国也有约15%的公司采用“利润分享”的雇员报酬计划。另一种是日本式的通过企业文化和管理制度的途径，让员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分享经济模式。在特定文化与历史背景下，“二战”后迅猛发展的日本经济具有了自己独特的分享经济。日本与西方股权模式不同，除了能分享公司的利润，得到较高的薪酬和福利外，公司员工还能极大地参与公司的治理，并能参与公司长期发展，这就形成了以企业为家、为企业奉献一生的企业文化。


  如果说如何分享企业利润是分享经济研究的内容，那么马克思应该是研究分享经济的鼻祖。因为马克思毕其一生所研究的《资本论》，就是在探索一种没有剥削的，更加公正、公平的经济形态。那么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一种典型的分享经济。虽然从研究社会财富公平分配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也包含有分享经济。但马克思所研究的分享经济，与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分享经济有根本的不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分配不公平的根源是经济制度，单纯改进分配制度无法实现真正的分享。马克思所研究的分享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内生出的更加彻底的分享经济。


  综上所述，从理论上看，传统的分享经济可分为马克思主义的分享经济学与西方分享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分享经济学，是以社会经济制度变革为研究对象，西方经济学则是从分配制度角度研究分享经济学的。而目前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分享经济，是互联网技术加生态文明催化下的新经济业态。互联网时代的分享经济与传统分享经济，虽然其目标都是实现社会资源和福利共同分享，但它们之间有很大差别，一是催发分享经济的动力不同。传统分享经济兴起的动力是社会财富在企业内部与社会制度框架下存在的不公平，而现代分享经济兴起的动力是互联网技术和人类面临的能源环境危机压力，它为社会分享自己闲置或暂时不用的物品提供了交换分享的可能。


  二是分享内容不同。传统的分享经济的分享对象是企业利润和社会财富，而现代的分享经济分享的是个人和家庭闲置的剩余物品。


  三是运行模式不同。传统分享经济是通过制度创新来实现的，制度是维系分享经济的关键所在；而现代兴起的分享经济是一场民间自发形成的新经济业态革命，是一种全新的市场交换经济。


  四是最终形成结果不同。传统的分享经济追求的是一种能够实现公平分享财富的理想制度；而现代分享经济则衍生出分享的消费方式和商业模式，是一种使物尽其用，更加节约能耗、节约社会资源的新经济形态。现代分享经济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就是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正在兴起的分享经济，定义为互联网＋生态文明的新业态经济。


  现代分享经济的类型与特征


  目前正在兴起的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分享经济，呈现出百花齐放、多种模式并存的新格局。


  有偿分享模式。有偿分享是目前发展最快也较为普遍的一种模式。该模式是将自己剩余或暂时不用的物品，通过收取租金有偿让渡给别人分享。目前发展最成功的空中食宿（Airbnb）就属于典型的有偿分享模式。其业务模式十分清晰：有闲置房间的家庭在网站上发布自家的空房信息，不想找酒店入住的租客通过上网查找住宿信息，一旦租赁双方达成一致，租客就可以进行在线付费和实地入住。这种新商业模式所提供的私家闲置房间要比酒店更便宜，更具有生活气息。目前网站上不仅有人发布常住的房间，更有人将别墅、村庄、城堡、树屋等发布到网站上。


  空中食宿发展速度非常快，目前它在全世界拥有50万间房屋资产；为全球900万客户找到了住处；每天晚上有超过15万的顾客在Airbnb会员的房子中入住。另一家叫优步的公司也属于这种模式，优步公司以移动应用程序连接乘客和司机，提供租车及实时共乘的服务。优步已在全世界数十个城市提供服务，乘客可以通过发送短信或是使用移动应用程序来预约车辆或追踪车辆的位置。公司成立才5年，价值已达412亿美元。


  对等分享模式。该模式是双方通过互相交换使用财产，不向对方支付报酬而形成的分享经济。比如你要去外地旅行，可以和外地要来你这里旅行的人换房子住。相对于有偿分享模式而言，对等分享模式没有有偿分享模式那样简单，但有其独特优势。比如，目前国内所推动的城乡儿童手拉手体验成长快乐活动，就是一种典型的对等分享模式。城乡儿童互换生活环境的手拉手活动，最近几年已经成为许多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有许多民间公益机构和商业教育机构，专门进行这种模式的运转和管理。点对点分享不仅仅是双方对等交换各自的物品和环境，还有双方情感和文化价值的体验式交互。这种类似中国乡村传统的走亲戚模式是有偿分享模式所不能替代的。


  劳务分享模式。有偿分享的对象是剩余、闲置或暂时不用物品，等价交换对象是不能移动的环境、文化资源等。其实在现实的社会中，还有大量碎片化、闲置与没有充分利用的劳务资源。在现代分享经济中，人们不仅可以出售自己多余的产品，还可以出售自己的时间，比如承接遛狗、取回干洗衣物或组装家具以及养老服务等杂活，这种以出售多余劳务为内容的分享经济被称为劳务分享经济。在美国有一家创业公司Instacart，凭借一小时送货上门服务的业务，在短短两年半时间内估值一路飙升，在硅谷脱颖而出，并登上2014年度福布斯潜力企业榜榜首。该公司就是充分利用自由职业者的时间，通过互联网技术充分利用分散在社区中的自由职业者，实现一小时送达的承诺。参与这些配送的自由职业者，既是这种配送服务的对象，也会根据自己机动时间成为配送服务者。可以说，享受一小时送达服务是居住在特定社区内的人对各自剩余的时间和劳务分享的服务。


  众筹分享模式。众筹（Crowdfunding）即大众筹资或群众筹资。该词是舶来品，但这个形式在中国自古有之。中国古代的庙宇和乡村祠堂建设，大部分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参与捐助者不图金钱回报，而是为了获得大家共享的宗教信仰、家族社区的公共活动场所。现代众筹是指用互联网平台进行资金筹集。同样，现代众筹筹资目标也包含了分享投资对象，不纯粹是为了筹集资金。目前，众筹分享主要集中在电影视频、音乐和出版、文化创意、房地产等项目。如北京一家小型电影工作室，在影视类众筹平台淘梦网上向52人筹集到5000元作为微电影《百分百爱》的拍摄启动资金，所有出资人按照出资金额不同，分别获得电影片头片尾的字幕感谢或电影的DVD（数字多功能光盘）作为回报。杭州盈开投资合伙人蔡华，要开办一个茶楼，他通过微信朋友圈在48小时内完成了123万元众筹。这种基于互联网思维以众筹方式建立起来的茶楼或者咖啡馆在杭州、北京、深圳等创业氛围浓厚的城市开始风靡起来。除了上述领域的众筹外，还有房地产、农业等领域的众筹等。近些年在中国房地产行业供求关系逆转压力下，一些房地产商也纷纷试水“房地产+互联网＋金融”这一新生的众筹模式，大部分房地产众筹属于投资理财型，不过笔者认为，在未来最具有生命力的可能是众筹定制房地产模式。这种模式是由购房者提出购房需求，然后找到自己亲朋好友一起团购（定制友邻），共同参与住宅项目的定制（通过票选、评判优化等形式参与设计户型、装修、安排公共空间、选择物业公司等环节），也可以通过线上线下活动与未来友邻提早熟识，按需建房之后再收取费用。


  新乡村分享经济。如果从空间视角考察分享经济，正在兴起的乡村分享经济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领域。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世界最早和最成熟的分享经济是在中国古代乡村。可以说，中国古代乡村是依托着古老而传统的分享经济维系乡村文明社会运行的。著名经济学家费孝通教授在《江村经济》中曾对中国乡村互助社会进行了经典的阐述。他认为，中国乡村就是“若干”“家”联合在一起形成的较大的地域群体，大群体的形成取决于居住在一个较广领域的人的共同利益。在中国古代乡村，私有制土地所创造的财富只是维系乡村经济和生活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古代乡村的分享经济。乡村分享经济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有形的乡村经济，如公地、寺庙、祠堂等公共设施和公共保障财富；还有一部分是无形的乡村财富，这种村民共享的财富是由乡村伦理关系衍生出来的互助经济，如村民之间的借贷，在盖房、婚丧嫁娶等事情中相互无偿帮忙等。村民邻里之间的互助帮忙，也不是绝对免费的，你要分享别人的无偿帮助，就必须提前无偿帮助其他人，究其实际，这是村民在乡村交往中形成的社会资本或社会资源。


  即使在市场经济向乡村渗透，传统合作关系受到严重解构或破坏的背景下，乡村分享经济仍以其旺盛的生命力不断演化。特别是在互联网＋生态文明催发下，中国乡村分享经济发展所呈现的多样性、快速成长的势头，不次于城市的分享经济。目前，在中国发展中的乡村分享经济主要表现为这样几种类型：


  一是将城市与乡村联系起来的社区分享经济。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瑞士的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就是一种乡村分享经济。在农业污染造成食物安全威胁的压力下，那些希望得到有机食物的城市居民，通过与村民建立稳定客源关系而形成的社区农业，就属于城乡合作的分享农业。目前社区支持农业在日本、欧美发展速度很快，已经成为代表未来生态农业发展的新趋势。社区支持农业经济在中国的大城市发展也很快，这种新型经济开启者是北京的小毛驴市民农园。该农园在种植方式上采用自然农业技术，尊重自然界的多样性，遵循种养殖结合的原理，重视传统农耕文化和乡土知识的传承，城市居民可在享受绿色食品的同时，深入了解传统农耕文化，并亲身实践传统农耕技术。社区支持农业分享经济分享的不仅仅是有机食品，还有城乡共建的农耕文化等。


  二是依托合作组织成长起来的合作分享经济。合作社经济在中国农村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后就有了农村合作社。目前，中国农村合作社经济丰富多样，既有在某个领域的合作——如生产环节、流通、资金、服务等专业领域，也有涵盖诸多领域的综合合作社。截至2014年，全国有农民专业合作社124万家，成员数占全国农户数的35%。虽然目前中国农业合作社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但大量成功案例说明，合作分享经济是继中国农村承包责任制之后，乡村经济与市场经济嫁接的又一次革命。


  三是城乡电商分享经济。阿里研究院发布的《农产品电子商务白皮书（2013）》中显示，2013年阿里平台上经营农产品的卖家数量为39.40万个。目前农村电商已呈燎原之势。农村电商与城市电商是有区别的，城市电商是将原本在传统商店交易的产品移到了互联网世界。而乡村电商交换的许多产品，是依靠网络技术的力量，使远离市场的山沟里的物品变成了交易产品。从这个角度看，农村电商性质属于新兴的分享经济。正是这种电商，使城市人分享了在传统商业模式中分享不到的有机农产品、特色农产品，同时也使农村分享了电商带来的收益。


  四是乡村众筹分享经济。中国乡村从来就没有停下追赶时代的步伐，凡是在城市出现的新经济业态，乡村会快步跟进。作为分享经济类型之一的众筹经济在中国乡村也存在。随着时间推移，乡村资源的价值正被社会所关注。特别是在发达地区的乡村，走出去的一批人已经开始返乡创业。他们通过让村民入股的众筹方式，参与到乡村产业的发展中来。浙江义乌的何斯路村村民何允辉，是一名从20世纪80年代就出村经商的农民，2008年他回村担任村委会主任后，通过让每一位村民都成为公司股东的众筹方式，成立了何斯路公司。在短短6年时间，何斯路村在何允辉带领下快速发展，村老百姓从5年前人平均年收入4570元，到2013年增至22380元，将近翻了5倍。2014年，由公共经济研究会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乡村文明发展论坛，推出十个乡村文明建设故事，其中就包含了通过众筹发展乡村经济的案例。


  “三大自觉意识”是推动分享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把分享经济兴起看成是互联网单一的作用，不仅不全面，也不能真正认识分享经济的本质内涵。对分享经济的认识必须在互联网之后加上生态文明新时代这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如果说互联网为分享经济兴起提供了技术支持，那么生态文明则提供了内生动力。概括起来，生态文明时代有三大动力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环保意识的自觉。分享经济与传统工业经济相比，有一个革命性的变革，就是这两种经济所追求的目标与运行机制不同。工业经济追求的是如何生产得更多，为此就需要鼓励与刺激消费得更多。现代工业经济系统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一方面是被工业文明主流推动高消费带来高能耗、高污染，另一方面又通过消耗社会财力来解决这种能源与环境危机。而在当今这个文明体系中，消耗能源的速度远快于治理污染的速度。如果这个恶性循环不能打破，当代人类就无法解决能源与环境危机。长期以来，人类对于这个文明难题的破解，更多地寄希望于技术进步。事实证明，这不是一个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涉及经济内在机制变革的问题。而目前兴起的分享经济正包含着一种全新的机制。传统工业经济追求生产最大化，而现代分享经济是对闲置物品利用的最大化。传统工业经济必须不断生产出新产品，才能产生价值，而分享经济将闲置的东西充分利用，就会产生新价值。在现代鼓励消费的文化环境中，事实上人们所拥有的物品远超出其实际需求。目前发达国家家庭拥有物品的实际使用率不到60%。耗费大量能源、污染生存环境生产出大量产品，却有一半几乎是闲置的，这显然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而分享经济所要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


  分享经济是一种基于现代社会节约消费的环保自觉形成的再消费经济，对于长期以来被社会鼓励的高速消费、奢侈消费文化是一种根本性的矫正。我们发现，凡是参与到分享经济的人群，除了他们有增加收入的需要外，另外一个重大的内在动力就是保护环境。SideCar（一款手机应用程序，可以让人们一边打电话，一边和对方分享自己的视频、照片、联系信息和位置信息）的首席执行官苏尼尔·保罗（Sunil Paul）指出：“由于这些创新的出现，我们认为10年之后汽车的保有量将比现在减少一半。如今人们认为必须拥有一辆汽车，未来的观念将转变，有车坐就行。”分享经济与传统经济相比，是一种更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绿色经济。分享经济快速发展，将会逐渐遏制目前的生产更多、消费更多的恶性发展趋势。


  其次是精神分享自觉。推动分享经济的另一个内在动力，就是当代人类精神消费分享意识的觉醒。工业文明给当代人类带来的负效应，不仅仅是看得见的能源环境危机，还有看不见的精神缺失危机。现代工业文明在为人类提供高度丰富的物质财富，以及大量的社会资源向物质财富生产倾斜的同时，也出现了现代人类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上的严重失衡。主导现代文明发展的被意识形态化的物质主义，坚信这样一个假定的前提，物质财富增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导航标，物质财富增长必然包含了幸福的增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发现，当物质财富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不仅人类幸福的增长与物质增长越来越没有关系，而且过度的物质消费，不仅是造成当代人类能源环境危机的根源，也是造成当代社会因精神消费短缺、诱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根源。


  美国的人均GDP在过去50年增长了3倍，但是美国人的幸福感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在不断下降。美国的暴力犯罪增加了3倍，不与邻居交往的人数增加了4倍，1/4的人感到不幸福和抑郁。英国的GDP在1973年至2001年间增长了66%，但是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没有变化。欧盟委员会2013年发布新闻公告称，当前欧盟近5000万人受精神健康问题的严重困扰，约占欧盟总人口的11％。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确实看到中国的GDP在快速增长，但是与此同时，另外一个数据也在快速增长，这就是精神病人数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现在中国有各种各样的精神病人1.3亿，其中抑郁症患者大约有6000多万。为什么我们生活富裕了，但精神病患者却大幅度增长了呢？这是所有工业化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工业化过程中的物质主义陷阱。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就可以发现正在兴起的分享经济中包含有社会对精神消费的内在动力。人们在分享经济中，分享的不仅仅是闲置产品，同时也以这种方式分享一种精神文化。空中食宿为什么会在短短的时间受到如此多的消费者青睐？调查发现，人们在这种消费中，消费到了一种传统商业模式不能提供的人情味。一位在伦敦生活20年的韩国人，之所以愿意将自己空闲的房间租出去，不仅仅是为了收入，还因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与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交流，与结识的朋友一边吃着他们亲手烹饪的韩国美食，一边与客人们进行生活文化的交流，这种从分享经济中得到的精神分享是其他商业模式所没有的。


  空中住宿初创时，曾遭遇所有投资人的拒绝。因为它让人看起来相当“愚蠢”，你出门旅行会租用陌生人家里的房间，而不是去住旅馆吗？更为颠覆传统智慧的是，你会愿意出租自己家里的空房间与陌生人同住一个屋檐下吗?那些早期投资者忽视了一个问题，在今天这个被物质化、被隔离的社会，人们有一种与人交流、获得精神消费的愿望。空中住宿的成功，不仅仅因为提供的私家闲置房间要比酒店更便宜，而且增加了房主与租客之间聊天交流等内容。


  无论是中国乡村分享经济的兴起，还是社区农业的发展，在目前兴起的所有分享经济中，我们都看到一种无形动力在推动着分享经济发展，这就是现代社会对精神消费的强大需求。我们也发现，凡是获得成功的分享经济，都充分考虑到了这个因素。


  再次，新生活方式的自觉。分享经济是现代人对另一种新生活方式体验的革命，它体现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在传统生活价值体系中，被社会文化认可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拥有多寡比赛的生活方式。而在分享经济时代，这些被传统社会认可的生活价值观，遭到颠覆性改变。分享经济正在重塑未来社会生活标准。在分享经济大环境中，汽车、别墅、城堡不再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是一个可以和别人分享的物品。分享经济时代是与社会分享多寡的比赛，一个人与社会分享得越多，不仅得到的物质财富越多，而且与社会分享的精神财富也越多。这种分享经济将给人带来一种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均衡的新生活。


  传统工业经济是生产与生活相分离、相对立的经济。不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物品生产是在特定空间由专业管理者管理完成，社会财富只有在生产中才能创造，生活就是一种纯消费的过程。而现代的分享经济，生产与生活没有清晰的边界。分享经济是一种生活就是生产、生产也是生活的经济。在分享经济中，一个家庭把自己闲置汽车、房子租给别人的同时，也把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别人分享。一个家庭让一位陌生朋友来自己家中共同生活，这是一个创造财富的过程，这个家庭生活并没有因这个财富生产过程，而中断自己的生活。其实分享经济的本质是与他人分享生活，这是一种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文化交流的生活。


  工业经济时代的竞争，是谁生产更多就更有效率的竞争，生活是服务于竞争的。这是一种生活被生产所控制的生产方式。而分享经济时代将打破生产对生活控制的束缚，生活回归主体地位。由于生活本身就是可交换的产品，所以分享经济时代的竞争是谁生活得更幸福的竞争。你的生活越有价值，你就越能与社会分享，获得收益也越大。这种分享经济的竞争，恰恰是生态文明时代所需要的生活方式。当这种生活方式成为社会发展主流时，就是当代人类从根本上破解工业文明带来的能源与环境危机、物质与精神消费失衡危机的时代到来。


  透视分享经济：拥抱“颠覆式创新”


  胡敏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研究员


  李克强总理2015年9月10日在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致辞中指出，目前全球分享经济呈快速发展态势，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路子。这是中国领导人对分享经济这一新兴经济形态予以的正面首肯，也是对近年悄然兴起的国内分享经济模式的探索者、创业者和实践者莫大的鼓励。但深入分析分享经济，深刻理解伴随当今社会互联网化和移动互联网化时代兴起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将对未来社会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不仅看到的是新的增长点，或许迎来的是一场新的经济革命。


  理解分享经济，乐见其蓬勃发展


  Uber，一家汽车分享企业；Airbnb，一家房屋分享企业。这两家企业被认为是美国分享经济模式成功的典型代表，两家企业诞生后的迅猛发展，给传统出租车业和酒店业带来了革命性改变，资本市场上予以它们高估值也显示了分享经济模式的广阔前景。此后，租车分享企业Zipcar、图书分享企业BookCrossing、网贷分享企业LendingClub等迅速跟进，让这些产品或服务的供给者与消费者以最廉价的方式实现了社会闲散资源的有效配置。


  追随国际分享经济发展的脚步，近年来，我国分享经济发展也快如潮涌，开始起步于移动出行、P2P租车、互联网金融、房屋短租等热门消费领域，像运输行业兴起的滴滴快车、神州租车等，房屋行业的小猪短租、途家等，货币领域的人人贷、聚爱财、拍拍贷等网贷企业，在年青一代新消费观念的促进下快速成长，正在进一步向家居服务、物流、旅行等更广阔的领域延伸。


  这一蓬勃兴起的新经济形态，学者们将其概括为“分享经济”或者又被称作“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如果简要追溯其理论源头，分享经济的思想最早启蒙于18世纪末，当时有学者从资本主义财富分配的角度，提出在企业中实行雇员股份制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员工持股，企业员工可以取得公司股份，分享公司的资产收益，从而通过产权的重新分配达到企业收入的重新分配。这样就把工人和雇主双方的利益结合起来，以此缓和资本和劳动的矛盾。到了1984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马丁·威茨曼出版了《分享经济：用分享制代替工资制》一书，全面提出“分享经济”理论，以寻求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滞胀”的途径，进而也推进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雇员股份制的发展。“共享经济”的理论实质是取得资本的所有权、使用权和分配权的协同共享。因此，分享经济学就成为一门从收入分配角度去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经济学科，试图通过改变劳动报酬的性质来改善资本主义经济在微观结构方面的缺陷，激发员工的活力和创造性，保证企业和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


  随着技术革命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当今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已经发生巨大变革，今天所言的“分享经济”已经远远超出其原本内涵，分享经济从最初的企业所有权的让渡、企业或个人物品使用权的分享已经拓展到所有社会资源重新优化高效的配置方式，形成一系列充分利用资源的商业模式。当今通信互联网、可再生能源具有的分布式、点对点、扁平化、接近零成本的特点，已经为社会即时协同共享资源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条件。特别是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共享经济从理想成为可能。


  在分享经济模式下，通过互联网第三方平台或媒介，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打破时间、空间、信息的分隔，实现个体之间直接的闲置资源使用权的交易。人们可以通过使用权的暂时性转移，租或者借一种商品和技能，而不是通过购买所有权来享受其提供的服务，这种直接的商品和服务，一方面其交易成本大幅度下降，使资源的需求方和供给方能够快速进行匹配，填补了市场对于某些产品或服务的巨大需求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极大提高了社会闲置资源的使用率，实现了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因而，分享经济也被称为一种互联网时代的租赁经济模式。


  用敬畏的眼光审视其未来影响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杰里米·里夫金2014年在中国出版了他的新著《零边际成本社会》，他指出互联网带来的近乎零边际成本的社会在未来30~50年内将终结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协同共享时代即将到来。


  这位社会学家事实上描述的就是未来“共享经济”的前景。他在书中指出，由互联网引发的人类第三次技术革命使得通信媒介、能源、运输机制这一经济运行必备的三大要素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数十亿人和数百万组织连接到物联网，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生产力，减少了能源和其他资源的使用，还可以将许多实物的生产和销售的边际成本降低到接近于零，使之接近免费，不再受到市场力量的约束，更是使人类能以一种从前无法想象的方式在全球协同共享中分享其经济生活。里夫金说，零边际成本现象有可能对传统产业社会铺就一条“毁灭之路”，可能还是对资本主义主导方式的终结。因为协同共享彻底改变着社会组织方式，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收入差距，将实现全球经济的民主化。这似乎是人类在技术大变革下对社会本义的回归，就是人的价值实现、人的互助合作，人的资源共享的回归。


  但现实世界，我们又必须用敬畏的眼光看到共享经济的未来。分享经济事实上在起步时，已经成为传统经济世界的“搅局者”，它不仅颠覆了传统商业模式，也因为市场交易成本的大幅降低而大大收缩了传统企业边界，由此正改变着我们习以为常的经济结构乃至社会结构。


  我们已经看到，以Uber为例，因被认为通过互联网服务，绕开了政府对出租车业严格的监管，在全球多个国家都受到了严厉监管，像在德国法兰克福，该运营模式甚至直接被判定为非法。目前，国内的滴滴打车也直接冲击了许多地方的传统出租车行业；还有向“人人快递”（普通用户可注册成为自由快递人），也先后在湖北、河南、上海等地被当地邮政管理部门叫停。分享经济形成的商业模式，对传统税收体制、政府监管体制，还有专利制度均形成冲突，其间不仅存在很大的政策风险，其发展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要与传统商业模式相互抵触，更有对传统社会治理体制的巨大冲击。


  分享经济要能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要能大规模地商业化并改造传统经济结构，一是要社会商品极大丰富，人们除了自己使用，还有闲置的资源可用于共享；二是互联网信息平台尽可能减少人为束缚和管控，在更大范围实现人与物、人与人相互连接，实现供求双方更自由选择、更自由供给、更个性定制的可能性；三是要有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具有非常成熟的社会信用体系和社会契约精神。而这三个要素对我们现有社会都是很大的挑战。因此，发展好分享经济，迫切需要新思路、新办法、新规则，亟须构建新的政策体系和法律体系等。


  在我们满怀欣喜去拥抱共享经济时代来临的时候，可能更多地要做好应对这一“颠覆式创新”的心理准备。


  就像社会发展不可阻挡的内在规律一样，来的终会要来，分享经济已经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种趋势，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也极大地促进了分享经济的发展。正像里夫金所言，在新兴的协同共享中，创新和创造力的民主化正在孵化一种新的激励机制，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部分超越市场的世界，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在一个相互依存性越来越强的全球协同共享中共同生活。据此，我们也应当以更加包容的态度从分享经济发展中汲取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新动力。


  分享经济的现在与未来


  赵博艺


  人民论坛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金融危机后，一时间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出现了众多基于智能手机客户端、被称为分享经济的互联网经济业态。有人说，分享经济一直在“烧钱”，相关企业玩的是靠钱闯关的危险游戏。然而，与其说“砸钱”补贴替代了传统广告，成为开拓市场的全新营销手段，倒不如将其归入分享经济那令人着迷的“分享”特质。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人们普遍接受了金钱与便利之间存在紧密关系的现实。而在互联网经济业态的推动下，分享正在介入金钱与便利二者之间，努力搭建通往美好生活的桥梁。


  分享经济的前世今生


  如今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如此迅猛，以至于时代这样一个大跨度的时间度量标尺被频频使用。在众多的时代界定中，信息时代与后金融危机时代成为当下两大鲜明的标签。当代表科技进步的信息技术与标识经济运行的金融危机被置于同一视平线上时，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便应运而生——分享经济。何为分享经济？其实，从分享经济众多的别名中便可见一斑。早期的对等经济、协作经济、零工经济等这些名称，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和侧重对分享经济做出了阐释。其中，对等经济看重提供服务者和接受服务者的对等关系，二者可以进行对等关系上的角色互换；协作经济从社会分工角度进行定义，注重生产与消费环节的分享协同；零工经济则基于提供服务者的视角，更多地强调其短期、兼职和不够稳定的特质。


  从事零碎的劳动并不是种新现象，分享经济的概念更是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出现，而相互分享更是相伴人类社会演进，但这一切都得益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是它使得分享经济进入了广泛实践的繁荣期。在科技的催化与移动应用的包装下，分享经济这种新的经济模式伴随金融危机的持续消极影响“倒逼”而生，逆势成长。危机之后的经济萧条使得“不花钱等于赚钱”的观念深入人心。这就为闲置资源的分享使用提供了原动力。而“零工收入比平工作收入”的现实更是成为强有力的利益驱动。此外，“线上决策、线下体验”的消费模式也迎合了分享经济对于发展环境的要求。C2C这种重要的分享经济实现模式向我们诉说着“复兴”的力量。正如数字化产业研究专家姜奇平撰文所言：“原始社会是一个只有C没有B的典型C2C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个性化的C2C的兴起，将意味着高科技‘原始社会’的‘复兴’。”现今的分享经济之所以可以纳入经济范畴，形成一种新的业态，关键在于其运营模式遵循有偿分享。


  不同于早期的分享经济理论旨在解决现实经济中工资与资本对立矛盾，当前的分享经济是互联网技术和生态文明催化下的新经济业态。简言之，当前分享经济赖以生存的两大资源是互联网和闲散资源，而西方国家又恰恰同时占有这两大资源。20世纪90年代，Mosaic浏览器（互联网历史上第一个获普遍使用和能够显示图片的网页浏览器）及World Wide Web（万维网）出现在西方的“旗手”——美国。至今，西方在互联网技术上仍然处于领头羊的地位。此外，伴随产品更新换代的频率加快，以及西方发达国家民众长期以来的高消费习惯，从而导致西方家庭存在大量的物品资源处于闲置状态。这就为分享经济中大多数的企业元老从西方国家起步发展做足了准备。


  2011年，分享经济模式被美国《时代周刊》列入将改变世界的十大想法之一。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2015年8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分享经济的产值将从目前的150亿美元增至3350亿美元，上涨超过20倍，可与传统的租赁行业平起平坐。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层面，2015年初有报道称英国政府决心“把英国打造成分享经济的全球中心”。正如英国商务部负责商业和企业的国务大臣马修·汉考克指出：“分享经济有巨大的经济潜力，英国要确保站在这一领域的前沿。”


  分享经济的“三重门”


  一重门：政府监管。分享经济是否应该被纳入政府监管范围，已然不再是需要讨论的问题。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运行新模式，分享经济公司都在以搭建资源整合服务平台来逃避政府监管，或者说是它们以鼓励理性经济人的个体自由，来弥补市场在配置资源上的局限。


  对于分享经济发展而言，最初的政府监管——准确地说是“封杀”，其背后的动因多是触碰到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同时也脱离了约束市场经济传统参与主体的法律规章的监管。然而，伴随分享经济的快速扩张，这种新经济业态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发展潮流。在美国，已有22个州、市通过立法支持拼车共乘。在荷兰，经济大臣坎普近日表示，将修改法律出台更多“技术中立”的法规，以推动住宿、交通等领域分享经济的发展。发展分享经济，除了安全、技术问题外，如何创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考验着政府的智慧和勇气。然而不管怎样，正如Airbnb创始人切斯基的请求所言：“请不要在不了解的时候就扼杀了一件好事。”


  二重门：运营模式。兴趣和商业模式无法直接画上等号，构建分享经济运营模式的关键在于对“剩余”资源的占有。在分享经济中，服务提供者非常看重独立性与灵活性，而对于其碎片时间与剩余精力方面的考虑，也同样是分享经济持续规模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尽管类似于打车软件公司带来了更少的交通事故和拥堵以及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分享经济给社会和个人带来了诸多益处，但是分享经济公司难以在未来的“剩余”资源占有中保持稳定。伦敦大学劳动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教授指出，劳动力中介鼓励人们从事偶然性的工作，而不提供基本的员工福利或保障。在经济状况不佳的情况下，人们找不到稳定的工作，从而不得不去打零工。然而，当这些“无领劳动者”（参与自由劳动却几乎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人）想从公司获得更多的薪资和保障时，分享经济公司就会陷入两难的境地。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的文化、科技与工作研究中心负责人斯坦利·阿诺维茨甚至批评道：“这些不是就业，就业岗位应该有未来发展的空间，这些只不过是零散的、没有商量的工作，这可能更应该叫作工资奴役，消费者或中介公司都是雇主，话语权全在他们一方，科技就是帮凶。”


  随着Airbnb和Uber这样的公司日益成熟，它们会把更多的资金投入维持交易集市的治安上，以确保平台的安全、可信。这种平台的维护成本会伴随服务规模的增大陡升，同时企业还必须考虑服务提供者复杂多变的自由度。此外，一向激烈的市场竞争更加剧了人们对于“剩余”资源能否支撑这些市场平台当中企业运行的担忧。


  三重门：参与乐趣。Uber公司打出的旗号是“解决城市交通拥堵”，而面向加盟司机的口号同样充满解放者的意味——“随时随地上线，摆脱乏味工作”。实际上，不仅是在分享经济的企业宣传中存在弱化商业气息的现象，在分享经济中的消费者和服务提供者之间也同样如此。他们不仅是在完成交易，同时也在分享乐趣。在市场经济盛行的今天，这种超越单纯的支付消费与提供服务的经济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公众的心理需求。外出旅行时选择住在当地民居房而不是商旅酒店，俨然成为了一种新的时尚。当旅行的乐趣得以延展至停留期间的住宿场所后，游客与当地人的交流也变得更加亲近，从而拉近了彼此的心理距离。Airbnb的成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国内方面，继各种专车之后如火如荼发展的顺风车业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众超出基本出行服务的乐趣需求。


  当前，分享经济公司间的合作日益紧密，并在逐步构建产业发展的生态圈。它们在努力运营新业态的同时，也在积极培养民众的一种习惯。从分享经济的概念内核上看，最大的挑战就是将提供服务者和消费者之间模糊的界线彻底擦除，使民众更加认同作为分享者而存在。由此可见，分享经济发展的困难程度绝不仅仅停留在有钱烧得起的阶段，更在于思想观念或是生活习惯的养成上。


  中国与分享经济的未来


  当分享经济到来时，在创新发展的浪潮中，我们并不明显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步伐。截至2015年6月，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94亿，占比提升至88.9%，而5年前的规模仅为2.77亿，增长了一倍多。分享经济会在中国找寻到比西方发达国家更适于生长的土壤。中国具备其无法比拟的三方面特质：一是人口优势，中国有着庞大的人口基数，同时全面铺开的城镇化建设迅速拉升了城市人口的密度，从而既扩大了潜在的居民消费市场，又为分享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二是文化积淀，中国两千多年的农业文明塑造了民众朴素的友善互助，“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精神品格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从而为分享经济的长远发展提供了精神保障；三是发展进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以全新姿态展现在世界舞台上，而“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开放式发展道路，不仅锻造出30多年经济发展的奇迹，更使得跨越式发展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入人心，从而促进了分享经济的快速扩张。


  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腾飞后，西方就在不遗余力地唱衰中国。除去残留的冷战思维，对于利益格局已然固化的西方国家而言，崛起中国的地位就如同现今的分享经济。当处境颇为类似的二者相重合时，似乎也在预示着一种未来的发展趋势。分享经济到底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现实世界，已然成为一个令人痴迷的“谜”。不管分享经济是否能够顺利通过“三重门”，当下的实践也已然给民众生活带来切实的改变。人们在享受分享经济带来的便利，却只用负担更低的花费，同时还可以增添一丝乐趣。


  链接

  中国分享经济如何本土创新 [6]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研究部和中国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在北京联合发布《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6）》指出，以小猪短租、滴滴出行为代表的中国本土企业正在全面推动分享经济在中国的发展，领跑全球分享经济。分享即是创造，分享经济也来到了时代的风口。


  拥有两套住房的70后吴先生，发现自己不小心走到了时代的风口，将一套住房用于短租，认识了90后的朋友，体会了创业的乐趣，小有收益。


  这是一股“分享经济”的时代潮流，小猪短租平台数据显示，个人房东是小猪平台交易额产生的主力，成交订单占比超过60%，同时，个人整租房源占73%。根据近期趋势，小猪短租平台上个人房东和整租房源的比重都还在不断加大。小猪短租CEO（首席执行官）陈驰表示，“中国新中产阶级群体日益庞大，拥有二套房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这些年轻人往往乐意尝试分享经济。”


  做短租几个月，吴先生发现自己的脾气变好了，“如果我的房客习惯在深夜咨询，那我应该调整自己的作息来适应他们，这才叫‘以客户为中心’，真正的以客户为中心是‘无我’的，我的喜好和主张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需要什么。这点体验，要是一直在大公司估计我一辈子也体会不到。”年轻的房客反馈给爱说故事、偶尔给他们带来美食分享的吴先生，“你看起来不像是70后啊。”


  分享经济带来双赢


  建立“人与人之间的链接”，居住空间的分享是创造一个富于人情味的空间，致力于通过优化、整合线下短租业务，不断地完善技术以及社会环境，鼓励有闲置房屋的人把自己的闲置房源分享出来，为旅游、求学、就医等出行人群提供更具人文情怀、更有家庭氛围的住宿选择。


  小猪短租COO（首席运营官）王连涛说，“小猪短租的房东大部分都是真正的普通人，只要你有一套甚至一间闲置的房子，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民宿的经营者，分享经济是小猪短租的原点。”王连涛本人就是个人房东，已经完成了192个订单，房客有64个好评，两室一厅整租的价格是400多元一天，一年半时间算下来个人收益较为稳定。


  分享经济是原点和根本，吴先生拿自己闲置的房子去分享，做短租，其实也是一种创业方式。“我的着眼点应该是把短租视为一门小生意，在有一点额外收益的基础上有一点小乐趣，前者是本质，后者是附加，要轻前而重后，就是舍本逐末了。”因为，在他看来，“短租的实质是居住，而不是那些共享、交流。”个人房东有热情，这些动机包括学习的愿望、了解新事物的好奇心以及认识人的乐趣等。对于房客而言，首先寻求的是住宿，安全的，舒服的，又是性价比高的。


  分享经济并不是免费经济，小猪短租平台上正有无数像吴先生这样的人分享出自己闲置的房间进行个人创业，售前、售中、售后，不断地沟通和互相地点评，从用户体验出发的服务，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创造价值的过程。


  小猪短租平台数据显示，个人房东是小猪短租平台交易额产生的主力，成交订单占比超过60%，同时，个人整租房源占73%。根据近期趋势，小猪短租平台上个人房东和整租房源的比重都还在不断加大。王连涛称，小猪短租正在帮助个人房东发挥闲置房的经济效益，以低成本和高速度来匹配劳动或资本服务的供给与需求，通过分享经济带来双赢结果。


  消除信任的障碍


  不同于车辆共享，分享房间的用户体验要复杂得多。例如分享和聊天，是一个个人化、个性化的需求。吴先生认为，短租的特殊之处正是可以满足不同的需求，因为供应量很小，不像宾馆只能按标准化的程式来，比如，对于要考试的房客，可以关照一下，这才是真正的人情味儿。


  分享，说起来像是一种理想生活状态。对于小猪短租来说，房源从何而来，一直是一个问题。由于国内市场个人信用系统薄弱，构建陌生人的交易平台并非易事。目前，小猪短租正在快速完善信任体系，已与蚂蚁金服集团旗下芝麻信用合作，引入个人征信体系，消除陌生人信任的障碍。王连涛认为，全球范围内实现陌生人共享经济，实名制和信用体系缺一不可。蚂蚁金服芝麻信用作为征信体系的一环，可以评估出用户是一个什么人，未来芝麻信用高的可能会有更多优惠。


  目前大多数个人房东要求房客缴纳一定数量的押金，也有特别的“少数派”房东，例如个人房东潘采夫，例如南京的个人房东橘子奶奶，他们的房子不需要缴纳押金，潘采夫说，“要让房客体会到被信任，我认同这个观点，我喜欢对人充分的信任，因为总是会得到同等的回馈。”


  中国本土企业领跑全球分享经济


  从宏观背景而言，《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6）》指出，以小猪短租、滴滴出行为代表的中国本土企业正在全面推动分享经济在中国的发展，领跑全球分享经济。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分享经济市场规模为19560亿元，中国参与分享经济活动总人数目前已经超过5亿人。预计未来五年，中国分享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在40%左右，到2020年分享经济规模所占GDP比重将达到10%以上。2015年中央文件中首次出现“发展分享经济”，到刚刚出炉的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促进分享经济发展”“支持分享经济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富裕起来”。分享经济，已经来到时代的风口。3月3日，腾讯CEO马化腾在2016年“两会”期间提案中反复强调共享经济，并大胆预言：共享经济将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分享经济已经来到时代的风口，未来一切可分享的东西都将被分享，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将因之发生深刻变化。例如Airbnb在旧金山的一项调查显示，房屋分享带来了14%的新客户；在日本的一项调查表明，独特的旅游体验让游客会有再次旅游和重复旅游的欲望，28%的游客表示如果没有房屋分享将会缩短在当地的停留时间。正如分享经济的倡导者瑞恩·格丽（Ryan Gourley）所言：“分享经济从一个城市开始，逐步扩展到一个地区，进而渗透到整个国家，最后形成一个分享的世界。”


  
    [6] 作者为新京报记者曹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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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是分享经济？


  姜奇平


  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


  “分享经济”的提出，标志着互联网史前史阶段的结束。历史上的每一场革命，只有涉及财产权时，才变得货真价实起来，才变得精彩起来。此前的所谓信息革命，由于不涉及财富制度核心，可以权当是过家家、毛毛雨一风吹了。


  分享经济作为一部概念跑车，涉及财产权这个革命的核心发动机，将把互联网卷入真正高强度争夺的利益场。如果说以前过家家时，争的只是利益本身；将来要争的，将是控制利益的权力。真刀真枪的互联网正史，即将拉开大幕。


  为了更好地把握未来方向，我们有必要深究“为什么是分享经济”“分享经济为什么”这样的问题。


  “分享经济”的表象


  人们最近对大数据关注较多，但许多人没有注意，从2012年以来，“分享经济”理念正在世界范围兴起，这是对更大趋势潮流的概括。在设置“时代主题”这个议题时，存在着各种话语竞争。自2011年12月Sara Horowitz发表《分享经济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以来，“分享经济”这个话题在西方媒体上被频频讨论。“分享经济”最终在CeBIT（德国汉诺威消费电子、信息及通信博览会）2013年的选择议题中胜出，顺应了人们的共识性判断。


  与历史上的农业革命、工业革命比起来，信息革命至今还比较脑残。因为至今还没忙到财产权这个点上。就像一帮穿开裆裤的小孩，打着革命的旗帜，争的只不过是和着尿搅拌的泥球（哪怕这个泥球已有五六千亿美元之巨）。难怪主流的政治家、经济学家还没把它当回事。分享经济的提出不同了，别看这个词显得和颜悦色，不见血腥之气，但想一想《旧制度与大革命》吧，那时资本家还没攒出几只泥球，洛克已经把财产权问题提出，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尽管技术人员谈起分享，一脸轻松。但真正紧张的是法学家，因为一旦分享成为经济，500年来工业革命形成的产权制度，将从法理上被打断脊柱。这就好像洛克把财产权论证为自然权利时，“所有的宗教信仰普遍威信扫地，这对于整个法国无疑起了最大的影响；它构成了法国革命的特点”（托克维尔语）。一代人的既得利益，会在产权革命中受到巨大冲击，甚至轰然垮塌，而滚滚财源，将瞬间涌入抓住门道的新人的钱包。


  让我们由表及里，层层剖析出隐藏在“分享经济”背后的那个人们意想不到的大秘密。


  第一层，“分享经济”的表象：分享房间、车和缝纫机


  我们先从现象上看“分享经济”带来的异象。《今日美国》2012年7月16日有一篇文章叫《新的商业模式——分享》，罗列了一大堆现象，比如：“你可以在Airbnb把房间临时租给陌生人；那些只在上下班时才开车的人，可以通过Relay Rides（全球首家“对等”汽车共享服务网站）或Getaround（点对点的汽车租赁网站）把车子其他时间的使用权按小时出租出去；Park Circa和Parkatmy House（二者都是提供停车信息分享服务）能将你的私人停车位变成摇钱树；Loosecubes（闲置办公空间交易平台）能帮你找到免费的办公空间；在Zilok（自称全球最大的租赁平台）上，你可以分享你的缝纫机，而在Swap.com上，你甚至可以用它换来一台iPad（苹果平板电脑）。”文章总括说：这种模式被称为“合作型消费”（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或“分享经济”（sharing economy）。其他文章还会无穷列举此类现象，这里就不占篇幅了，以尽快接触实质问题。


  第二层，“分享经济”的实质性现象：区分买和租


  “分享经济”同传统工业经济相比，异常在哪里呢？上述罗列中你看到的只是“分享”这个表面现象。不细致区分，人们就会把“分享经济”的分享对象搞错，以为要分享一切。但这篇文章比别的谈“分享经济”的文章好在它还涉及了表面现象中的实质现象。这就是第二层，区分了分享对象。例如它提及“临时租给”“使用权按小时出租”和“将你的私人停车位变成摇钱树”，这种味道非常正宗。


  正宗在哪呢？正宗在它区分了租和买，也就是使用权和支配权。私人停车位的支配权归买车位的人，买获得的是车位归属权；“变成摇钱树”说的是把车位的使用权分享给别人，让别人使用，而不是自己使用，这里产生了支配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别人获得的是使用权，而非支配权，不是让车位归属别人；对应使用权的是租，不是买车位，而是租车位。


  租对应的是使用权（近于法律上的“占有权”，是财产的利用权），而买对应的是支配权（物权法意义上的“所有权”，是财产的归属权）。内行已注意到这种区别。例如《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12年9月30日发表了一篇封面文章《租还是拥有？新的分享经济对使用所有权进行估值》（Rent or own? The new sharing economy values access over ownership），作者Eilene Zimmerman就特别区分了这两种不同的权利。


  “access over ownership”很不好翻译（我姑且译成“使用所有权”）。它在有关“分享经济”的各种说法中反复出现。access本来与ownership是对立的关系，如Airbnb CEO说The future is about access，not ownership（未来是使用的时代，而非拥有的时代）。但在这里却强调以access的方式来对待ownership。有点像民法里说的“用益物权”，指对他人所有（拥有、支配，possession）的财产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我称之为使用权（或与支配权对应的占有权）。


  不懂行的人，一听“分享经济”，第一反应可能是“买”这个层面的分享。以为是在财产归属上分享。会把“分享经济”误解成共产主义，这就不到位了，即使一些专家也经常混淆两者概念。


  Eilene Zimmerman指出，“分享经济”的趋势是使用而非拥有（access rather than owning）。


  第三层，“分享经济”通过“利用”突破传统所有权


  《新的商业模式——分享》特别提到“分享模式能够提升现有商品的使用效率”，具有海洋法系的独特思维特点。其他谈“分享经济”的文章，由于不懂其中玄妙之处，味道就没这么正宗。


  《聚联网：商业的未来》一书作者丽莎·甘斯基（Lisa Gansky）是分享经济的积极布道者，她认为分享经济强调的两个核心理念就是“使用所有权”（“access over ownership”）和“不使用即浪费”（“value unused is waste”）。Eilene Zimmerman也强调，要把被浪费的资产利用起来（wasted assets put to use）。这里反复用的是利用这个词use（access就是use的通道），反映了财产权问题上的英、美思维方式，它与法、德的传统思维方式非常不同。如果我不指出这一点，一般人恐怕是看不出来的。


  这里我们看出一个窍门，“分享经济”是从海洋法系思维出发，对大陆法系思维的一种颠覆。颠覆的那个着力点，就是这个use（利用）。门道在于，英、美根本就没有物权法，它们对于财产权的认识，不像大陆国家那样，始终纠缠于财产归属，而在判例实践中，形成了相对重视财产利用的倾向。所以，英国人、美国人一开口，就是value unused is waste（价值不利用就是浪费），这实际上为“分享经济”提供了法理依据。潜台词是：哪怕财产不归属我，我也可以用，否则不用就浪费了。而法国人、德国人在物权法上，死守财产归属权，use或unused（不利用）是第二位的。只要拥有，哪怕不利用也无所谓。


  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是懵懵懂懂的。但采取的实用化的政策，无意中暗合的是英美思维在财产权上的取向。例如，邓小平1984年就讲“开发信息资源”，后来演化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国家方针。在这里，利用是第一位的，归属是第二位的。再如，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农村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也都暗合了归属与利用两分的潮流，这应该说是中国的福气。而法国人、德国人以及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等照搬德国法典的地方，搞“分享经济”，一旦做大，就可能遇到法律问题。


  “分享经济”产权结构内窥


  互联网如果只是做小买卖，知道交易规则就行了。但要建立大企业，必须懂得产权制度。


  1.“分享经济”产权入门：从IT人熟悉的SaaS看本质


  SaaS的按使用收费，实际是区分了两种财产权状态，前一个S（软件），对应的是ownership，后一个S（服务）对应的是access.SaaS就是在ownership上分享，而在access上按使用来收费。IT人也许会误认为，“分享经济”是在产品上实行公有，而在服务上实行私有。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如果分享是公有，就不会有租的问题了。上面列举的现象明明白白告诉我们，无论Airbnb、RelayRides或Getaround，其商业模式都是通过租来实现的。


  我们验算一下，APP Store（苹果商店）也是平台，工具的支配权保留于苹果，但其使用权开发给开发者；开源软件［将来还有开源硬件，如3D打印、联发科式的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电路板］是平台部分分享，而通过使用，在服务中收回租金。这些与Park Circa和Parkatmy House租赁私人停车位的法理是一致的。


  共同特征在于，“分享经济”是一种新产权结构，且是具有双层的产权结构。支配权（财产的归属权）在上层，使用权（财产的利用权）在下层。与国有企业与农村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法理也是相通的，唯一大的区别是国有企业、土地的使用权，不像软件和信息，可以反复复制使用。


  2.财产权的传统结构与现代结构


  IT人现在对SaaS和开源可能很明白，他不明白的，可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那个传统产权结构是什么，与自己是什么关系。自己将来做大以后，会遇到什么样的法律问题。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


  中国的物权法是2007年颁布实施的，我们搞“分享经济”要感谢一个人，他叫孟勤国，正是由于他的努力，使物权法发生了有利于“分享经济”方向的修正。


  说来话长，当年郑成思生前一直有一个困惑，就是在财产权问题上，水火不相容的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可不可以融合，而为中国所用。解开这道题的，就是孟勤国的《物权二元结构论》。所谓二元，就是指归属与利用的二元，用我的概念就是支配权和使用权（我采用的是从《罗马法》到《人权宣言》中沿用下来的说法）。孟勤国指出：“现代社会的财产问题，集中表现于财产归属与财产利用两大范畴”；“现代中国物权制度中应有独立的财产利用制度。财产利用制度与财产归属制度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平等共处，这是物权制度二元结构的基本定义所在”。从前面描述大家可以看出，建立这种二元结构，正是“分享经济”在法理上成立的根本前提所在。


  2004年8月，全国人大法工委开了8天会，修改物权法草案。专家中主张归属与利用二元的，只有孟勤国一人。有一个插曲，在专家辩论中，一张嘴对几张嘴，怎么才能不吃亏？孟勤国的招居然是加快语速，结果一张嘴说了不亚于几张嘴的信息量。最终物权法开宗明义写上了“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适用本法”。


  此前正统的法理，以法德大陆法系为主流，片面强调归属权；而与之相反的英美海洋法系，则十分强调利用权。SaaS正好是各取一半的典型二元结构。云计算既不能用大陆法系建立法律保护，也不能靠海洋法系建立法律保护，只能寄希望于二者综合，由此可见孟勤国当年所做工作对今天保护互联网发展的意义之重大。


  3.从物权法看“分享经济”


  物权法当然不是为“分享经济”制订的，而且“分享经济”所涉及的财产主要是信息和数据，而不限于物（好在物权法并未采用《德国民法典》中“有体物”的概念来界定“物”，留下对网络财产的解释余地），但针对财产的法理是相通的。


  按照归属与利用二元对等（支配权与使用权二元对等）原则，真正构成一对的，是所有权（支配权）与占有权（使用权）。占有权是指非所有人在他人财产上的物权的总和或概括，用以表述财产利用关系，方式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


  占有权的独立，意味着对传统的他物权的扬弃。他物权虽然也有从所有权中分离占有功能的含义，但作为大陆法系中的物权概念，它是从属于作为绝对支配权的所有权的，是所有权权能分离形成的限制物权。他物权又分为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现有民法分别列编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和占有。其中，用益物权被界定为“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占有，没被明言为占有权，而是这样解释的：“基于合同关系等产生的占有，有关不动产或者动产的使用、收益、违约责任等，按照合同约定。”这很难说达到了物权二元结构的标准。要达到能支持“分享经济”的程度，还要进一步调整。


  我在《新文明论概略》（上卷）中谈支配权与使用权关系时，曾有一个观点，认为使用权是自然权利，而支配权是由其派生的法权，很不赞成洛克把支配权当作自然权利的观点。这与大陆法系的观点正好相反，相当于说用益物权在先（因而无异于独立的占有权），而所有权在后。只要深算几步就会发现，“分享经济”要求明确占有权，才能真正把“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利用”，在权利的根基层面，落在受法律保护的地方，否则云计算等深入产权深水区后时，仍会遇到问题。


  即使孟勤国主张的物权二元结构真的能在法律上实现，对于“分享经济”来说，具备的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法律仍需创新，才能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首先，当“分享经济”涉及物以外的其他财产（比如知识产权）时，就不能光靠物权法了。需要把二元结构推广到产权的全部领域。其次，物权并没有考虑具有支配权的“物”（例如待租之房）可近于零成本复制这种情况，而这在“分享经济”中是常态，例如平台与开发工具都可以被使用者（占有者）近于零成本地复制。这时的用益物权或占有权，与支配权应怎样“结账”，与“物”不可复用时有什么区别，法律没有来得及解释，将来需要考虑。最后，在支配权与使用权之间，产品免费而服务收费（如SaaS）这种利益关系本身，仍有待得到进一步的法律保护。同样是双层经营，它与土地等实体的双层经营实质区别，需要深入研究。


  除此之外，“分享经济”在产权法律之外，还有个人信息利用与保护（当分享涉及消费者个人信息时）、知识产权（当分享涉及软件服务化时）等其他法律关系的调整，要求产权制度的改革，要求政策的配套，要求商业和技术创新等。


  总之，“分享经济”只是开了一个头。就像核裂变一样，它既可能带来巨大的正能量，弄不好也可能变成巨大的负能量；我们既可能成为它的驾驭者，从中收获成功，也可能成为它的受害者，从中遭遇毁灭。但它既然来了，你就无从回避选择。


  为什么分享经济会火起来？


  孙怡


  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任帅涛


  腾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2015年大连达沃斯论坛李克强总理指出发展分享经济是带动经济发展的新路子，随后的五中全会公报将发展分享经济提升到国家规划层面。滴滴、快的以及Uber等分享经济代表企业的迅速发展使得分享经济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词。


  分享经济这股浪潮为什么会如此之火？腾讯研究院基于该领域国内外学者和研究机构的理论研究，将分享经济席卷全球的背后推动力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量用户以赚取外快，补贴收入为目的推动分享经济发展。


  从分享经济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分享经济最早出现于1978年《美国行为科学家》杂志上，学者们对汽车分享进行研究。而其在金融危机中被接受和广泛传播，帮助人们提供了赚钱和省钱的方法。很多分享经济的典型企业都是成立于金融危机之后，例如分享房屋的代表Airbnb成立于2008年，众筹界的明星kickstarter（一家在纽约成立的专为具有创意方案的企业筹资的众筹网站平台）成立于2008年，分享出行的代表Uber成立于2009年。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Christopher Marquis以及研究员Zoe Yang在其文章《分享经济在中国的兴起》中提到最初在Lyft或Airbnb上登记出租自己汽车和房屋的人，绝大多数都不是出于信任，而是由于对深陷经济危机的绝望：金融危机迟迟不去，在美国仍有许多人保险额不足，他们不得不寻找其他途径来挣点外快贴补收入。分享自己的闲置资源和技能为他人带来实惠，又能给自己带来额外收入，何乐而不为呢。


  第二，劳动力的自我解放为分享经济注入大量活力。


  自英国的圈地运动开始，农民脱离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开始进入城市，工厂逐步建立。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对社会生产力的大幅提升，人在社会生产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细分化，人类进入社会化大生产阶段。而这种社会化大生产在提高社会生产率的同时却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


  中信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指出：“社会化大生产在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的异化问题。流水线上高度紧张、机械的作业方式，让人“异化”为工具，引发了‘富士康跳楼’等社会问题。”新一代青年劳动力大多不愿被高度细分的专业化岗位束缚，希望得到更加自由的职业生活。彭文生指出：“相比于正规就业而言，分享经济在闲置时间使用闲置资源赚些‘闲钱’的特点，让从业者比较自由地进入或退出社会生产过程，因个人对社会的依赖而导致的强制劳动和被迫劳动问题也随之缓解。”


  因此越来越多的年青一代开始进行劳动力的自我解放，从社会化大生产当中脱离出来，成为了分享经济当中的“自由人”，大大加速了分享经济的发展。


  第三，产能过剩为分享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闲置资源基础。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杰里米·里夫金在其著作《零边际成本社会》中指出：“第三次工业革命大幅提高了生产率，使很多商品和服务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经济稀缺逐渐让步于经济过剩。”首都师范大学杨书培在《中国分享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及可持续发展性》一文中指出：“分享经济需要存在足够量的有待提升使用价值的资源——社会闲置资源。”


  而目前全球范围内的产能过剩，恰恰为分享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根本资源。据统计，一辆小轿车日均闲置时间是23小时，一把电钻在它整个使用寿命内被使用的平均时间大概是12分钟至13分钟。而对于中国市场，物质资源供给逐步从供不应求到供给过剩，数码产品的更新换代，网购市场的销售刺激等，大众阶层的闲置资源增多是必然趋势。


  第四，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利用使分享行为的边际成本趋零，分享更加便捷高效。


  现代意义上的分享经济普遍离不开一个要素就是“网络信息平台”，分享经济本质上讲就是个人将闲置资源通过网络平台分享，借以实现一定经济收入的现象。中信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指出：“分享经济是一种互联网时代的租赁经济模式，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分享经济从理想成为可能。通过互联网平台，个体之间进行这种直接的商品和服务交易的成本大幅度下降。”


  zipcar的创始人罗宾·蔡斯认为，人人分享模型的核心要点包括：“第一点，利用过剩产能（分享资产）实现实际的经济效益。第二点，科学技术可以让我们建立分享平台，使分享变得简单易行。第三点，个人是具有影响力的合作者。”


  分享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以信息技术作为底层基础支撑，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先进科技的介入与融合，才能使少量多余生产力进行普遍分享变为可能。


  第五，分享经济以方便、高效、价格低廉的方式满足消费者需求。


  分享经济和传统经济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价格低廉，消费者不用购买所有权，而是在需要的时候以低廉的价格购买暂时的使用权。Uber、滴滴、快的等企业之所以能够风行中国，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有效解决了高峰时期出租车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


  互联网分析师张笑容指出：“随着城市人口规模迅猛扩大，市民的打车需求明显增加，然而出租车总供给量却被抑制住了。北京市出租车总量从2003年至今几乎没有增长，市场需求巨大而没有得到有效供给满足，这就构成了网络约租车发展的主要原因。”因此，分享经济会火的原因一定离不开以一种高效低廉方式满足消费需求，解决传统行业的痛点问题。


  第六，节俭的文化背景和分享的性格特质是分享经济兴起必不可少的因素。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Christopher Marquis以及研究员Zoe Yang在其文章中指出：“中国民众的节俭文化是分享经济在中国兴起的一种环境因素。”《金融时报》则评价说：“中国人有根深蒂固的节俭的一面，而这正是发展‘分享经济’所需要的文化背景。”经常可以看到“中国大妈”为了打折的商品排队一两个小时，她们节俭的品格正在影响着她们的下一代将汽车、房屋等资源分享出去从而赚取外快。


  Airbnb的创始人布莱恩·切斯基（Brian Chesky）则认为这种有助于参加到分享经济中来的性格不是一种文化属性，而是代际性格特质，一种乐于分享的性格。千禧一代作为伴随着互联网成长的一代，从学生时代就开始热衷于在互联网上进行分享。不再强调“拥有”某个想要的东西，而是以“分享”和“物物交换”为主。千禧一代的消费观念变化，与“分享经济”的精神天然契合。


  第七，分享经济是实现快速协同创新，拉动经济增长的新路子，得到政府大力支持。


  分享经济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各国政府的大力支持，英国是世界上率先发展分享经济的国家，英国政府提出了将英国打造成为“分享经济的世界中心”，并且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分享经济的发展。


  中国政府也高度重视分享经济，李克强总理于2015年9月在大连举办的达沃斯论坛上指出：“分享经济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路子，通过分享、协作方式搞创业创新，门槛更低、成本更小、速度更快。”充分肯定了分享经济对于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第八，分享经济是实现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社会认知度非常高。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思考。互联网和新能源等技术创新，使绿色发展成为可能。循环经济和分享经济等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创新，也使绿色发展更加现实。


  四川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漆先望指出，发展分享经济可以在克服资源环境约束的情况下实现可持续发展，他举例说：“建筑体消耗了全社会约40%的能源，酒店式公寓不但能增加居民的经济收益，也大幅减少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分享经济通过物尽其用，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统一。”


  根据市场调研公司Havas（哈瓦斯集团）调查称，“70%的受访者称，过度消费破坏了地球及社会环境，在不牺牲生活品质的前提下，分享经济可以让消费变得更加明智。”


  正是由于以上推动力，分享逐步从互联网世界的个体随机行为演变为双边市场上的商业行为，不但在资本市场全球TOP10的独角兽公司中独揽多席，对于日常百姓而言，分享经济已经渗透到了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分享经济正在重塑未来社会的生活标准和价值观念，正如《零边际成本社会》作者杰里米·里夫金预言，“分享经济带来了一场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资源革命，个人用户将在边际成本趋于零的条件下越来越多地通过协作生产、消费和分享自己的商品和服务，这就带来了经济生活的全新组织方式，将会超越传统的资本主义市场模式。”分享经济的大幕已经拉开，而你做好准备了么，拥抱分享经济，拥抱新的生活。


  分享经济，到底在分享什么？


  顾嘉


  自媒体“故事书”创始人


  如果要问今天的互联网怎样更好地改变生活，有无数可以说的好故事。然而，纵观2015年，有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突然红遍全球，它有一个很互联网范儿的名字：分享经济。


  那么究竟什么是分享经济，它背后巨大的推动力量是什么，分享经济究竟在分享什么，它的核心和本质又是什么？


  带着重重疑问，我开始研究这个话题。


  2015年，以座驾分享企业Zipcar、房屋分享企业Airbnb和图书分享企业BookCrossing为代表的“分享模式”企业迅速成长壮大，它们帮助消费者更加迅速有效地找到它们需要的商品或服务，并且可以用更加低廉的时间成本和交易价格成交。


  百科网站对于分享经济的定义如下，分享经济也被称为点对点经济、协作经济、协同消费，是一个建立在人与物质资料分享基础上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分享经济包括不同人或组织之间对生产资料、产品、分销渠道、处于交易或消费过程中的商品和服务的分享。这个系统有多种形态，一般需要使用信息技术赋予个人、法人、非营利性组织以冗余物品或服务分享、分配和再使用的信息。一个通常的前提是，当物品的信息被分享了，这个物品对个人或组织的商业价值将会提升。便利、参与感和信任是推动分享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这个概念读来有些拗口，其实简单说起来，“分享经济”就是资源所有者将自己闲置的资源拿出来，供那些需要的人有偿使用。


  在互联网技术、商业大发展的背景下，这种全新的商业模式一诞生便快速生长。


  在国外，Uber已覆盖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的310个城市，估值超过500亿美元，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非上市公司。Airbnb旗下拥有的租住房间则远超国际酒店巨头希尔顿。在国内，分享经济虽然尚未进入爆发阶段。但神州和滴滴等应用则越来越多地在一些三四线城市普及，在五中全会公报和“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分享经济”均被提及。


  作为互联网下的“新经济”“新商业”“新模式”代表，“分享经济”或许正在改变甚至颠覆传统的经济模式。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分享经济究竟在分享什么？


  我的观点是：分享经济事实上是在分享供需关系。在传统商业社会里，供需关系往往是在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调节。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中，我们了解到，当供大于求时，商品便会降价，而当供不应求时，商品则会涨价。这个过程是动态平衡的，但同时也是相对隐蔽的。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不对称被逐步消除。商品或服务的供需关系在网络的力量下变得十分清晰且透明。于是，精明的商界精英便利用这个机会在一些高频刚需市场上动起了脑筋，房屋租赁、交通出行、家政、酒店、餐饮等领域迅速诞生了一众基于分享经济的创新企业。


  其实只需要简单分析一下，这些企业无非抓住了供需关系的信息不对称，通过平台将资源租赁方和出租方对接在一起完成交易。


  以目前相对较为成熟的交通出行领域来说，拼车服务能减少55%的交通拥堵，在节约了道路资源和能源消耗的同时，还可以分摊用车方的车辆费用，对于使用者、出让者以及社会都是多赢的结局，当然对于平台方来说，也可以获取不菲的利润。


  如果再往下深探一级，分享经济其实是现阶段人类社会对于传统生产关系的一次调整。在传统商业时代，生产资料因其私有性并不能很好地实现共享，社会存量资源的使用效率相对是比较低的，于是在互联网经济模式的发酵和推动下，分享经济主张通过调整社会存量资源来最大限度地利用产品和服务，完全颠覆了以往不断通过新投入刺激经济增长的传统思路，是一种资源利用效率更高的全新商业模式。当然，事物都具有两面性，除了看到分享经济带来的种种便利，安全、隐私等隐含风险也需谨慎处理。


  作为一种新经济模式，未来分享经济将向金融租赁、物流运输、教育培训、广告创意等领域大范围渗透，并将成为主流商业模式。根据统计，2014年全球分享经济的市场规模达到150亿美元。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达到3350亿美元。


  可以想象，这一新经济模式有望成为又一个“风口”。


  你所理解的分享经济，是否是我所感知的分享经济？


  孙怡


  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任帅涛


  腾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随着Uber、滴滴、Airbnb等分享型经济企业在市场上走红，出行拼车、房屋共享、技能分享已经成为年轻人最热衷的生活方式。不仅如此，更多的分享经济领域横空出世，公安部和交通运输部近日公布《关于推进机动车驾驶人培训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将在2016年启动“自学直考”的改革，意味着自由教练、自由场地和自由教练车的分享经济型驾校将成为下一场盛宴。而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明确了2016年经济五大任务，其中化解楼市库存，则体现着以长租公寓、创客空间、在线短租平台为代表的分享经济或可大显身手。分享经济被视为商业社会的下一个大趋势，在此领域开疆拓土的创新型企业层出不穷。


  目前知名学者、经济学家、研究机构以及分享经济从业者都对分享经济做出了各自的解释，可谓百家争鸣，各执一词，并没有对分享经济做出明确统一的定义。相类似的术语包括“协同经济”“零工经济”“按需经济”“协同消费”“P2P经济”，等等，这些定义各有区别，也会存在部分内涵重合。


  目前，对于分享经济的定义界定，主要模糊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分享经济的主体是否只能是个体？


  分享经济是否一定为双边市场？


  分享经济的交易结果是否只能是使用权的转移而不能是所有权的转移？


  分享经济的分享内容边界为何？


  分享经济是否必须是互惠互利的分享而不能产生盈利？


  根据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腾讯研究院针对以上争论点开展重点辨析。


  分享经济的主体是否只能是个体


  哈佛大学商学院商务管理教授南希·科恩（Nancy Koehn）认为：“分享经济是指个体间直接交换商品与服务，包括共享车、共享房间、闲置物品交换等，所有这些交换皆可通过网络实现。”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凌超和张赞在《分享经济在中国的发展路径研究》一文中也指出：“分享经济被称为P2P模式，主要是一种单个自然人之间，通过某一平台（一般是互联网平台）对自己所拥有的物品进行的租赁交易。”


  而分享经济的实践者，The People Who Share的创始人Benita Matofska女士认为分享经济的主体是“个人或者组织”。与她持相同观点的是英国学者、知名媒体人托马斯·史班达，其在《C2C的分享经济只是开始，高潮还在B2B》一文中指出：“未来一个时期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资源共享将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对于重型设备等高价值资源的共享将为企业带来巨大的收益。”他也认为分享经济不仅仅是“个体之间”的分享，企业与企业之间高价值资源的分享将会占据分享经济这种经济模式的主流。英国创新基金会Nesta与协同实验室关于分享经济的报告显示，P2P的概念建立两端对等的商业模式，这个过程中无须商店、银行或其他机构的介入，但缺乏对一些传统模式比如企业对个体、企业对企业和个体对企业的考虑。


  实质上，分享经济最早提出的时候被称为“协同消费”，而这个概念着重强调的是消费者市场，强调了个体之间通过共享，低成本满足消费需求的同时也提高了闲置资源的使用效率。但是，今天分享经济的实践已经超出了消费的范畴，还包括生产还有其他更多的方面，咨询机构德勤在其报告中也指出现在已经有大量的企业参与到分享经济当中。腾讯研究院认为，分享经济的主体目前以“个体自然人”为主，未来会延伸到企业市场，分享主体既包括个人，也包括企业组织。


  分享经济是否一定为双边市场


  丽莎·甘斯基在其畅销书《聚联网：商业的未来》中，将分享经济的多种商业模式归纳成两类，一种为“full mesh”模式，企业拥有分享的资产，以互联网方式便捷的出租获取收益，代表企业为“zipcar”，自营车队并提供会员客户的分时按需租赁服务。另一种为“Own-to-Mesh”模式，个体通过第三方平台来分享商品或服务，通常获取经济激励。类似于uber，其与zipcar相比，uber并不拥有任何车辆资产。


  波士顿学院的社会学教授Juliet Schor在《辩论分享经济》一文中指出，尽管所有的分享经济平台都有效地产生了市场中的分享行为，平台营利与非营利，P2P平台与B2P平台是分享经济模式中两个明显的差异。P2P平台通过交易获取收入，收入增长取决于交易数量。而B2P平台通常寻求每笔交易利润的最大化，与传统企业无区别。


  同时，德勤研究报告认为：“分享平台不应该拥有或者运营被交换的商品或服务。例如GoGet（澳大利亚第一家汽车共享O2O公司）通常被认为是分享经济，因为其会员共享车队的服务，然而，由于平台拥有与运营这些被租赁的车辆，与Hertz和Avis这些传统的汽车租赁公司没有区别。”Aspen Institute在《分享经济中的未来工作》一文指出，分享经济的典型特征为“分享经济平台作为中介，服务于供方和需方，平台认为供方为独立承包商，而非雇员”。


  因此，腾讯研究院认为，分享早已存在，当前的分享经济与传统的分享行为区别之一，就为分享经济是一种轻经济，分享平台本身不拥有资产，通过协调社会闲置资源，以低于专业性组织者的边际成本提供服务，高效满足需方，是一种双边市场。


  分享经济的交易结果是否只能是使用权的转移而不能是所有权的转移


  中信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在《分享经济如何颠覆现有的商业模式？》一文中指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分享经济是一种互联网时代的租赁经济模式，即通过互联网第三方平台实现个体之间直接的闲置资源使用权的交易，其本质是使用权的暂时性转移。”上文提到凌超和张赞将分享经济定义为“基于互联网的租赁交易”，实质上也明确了分享经济是使用权的交易。分享经济自1978年首次出现在《美国行为科学家》杂志上以来，业界公认的其背后理念就是“人们需要的是产品的使用价值，而非产品本身”。因此，很多人认为分享经济只能涉及使用权的交易而不能包含所有权的转移。


  从本质上讲，人们通过分享经济是为了提高闲置资源的使用效率，是为了更多地通过再分配提高存量资源的使用价值，因此分享经济的鼻祖瑞奇·柏慈曼在其著作《我的就是你的：协同消费的崛起》一文中提出“二手交易”也是分享经济的一种典型模式，二手交易将闲置的二手资源通过转售使其得到再利用，提高了二手资源的使用效率。芬兰坦佩雷理工大学Juho Hamari研究小组在《分享经济：为什么人们参与到协同消费》一文中，开展对于分享经济中协同消费的研究，对于254个协同消费平台的分析，显示这些行为可以被分成两大类型的交换——所有权的访问和所有权的转移。所有权的访问意味着使用者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提供和分享商品和服务，例如出租或出借，另一种对于所有权的转移，包括交换、捐赠和购买二手物品。


  因此，腾讯研究院认为，虽然二手交易涉及了所有权的转移，但其通过再分配（分享）的方式，提高了闲置资源的使用效率，也是分享经济的一种形式。


  分享经济的分享内容边界为何


  业界对于分享的内容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有学者仅仅提出“物质资料”，有的学者提出“商品和服务”，《经济学人》对现代分享经济的定义是：“分享经济，是指能让商品、服务、数据（资源）及（人的）才能等具有共享渠道的经济社会体系。”这一定义将分享内容的边界扩展到了“数据、知识”。四川理工学院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吕福玉指出：“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分享的内容也变得更为丰富，分享经济的范围已远远超出物物交换式的租赁，现在的分享经济已从物尽其用拓展为知识分享、需求分享、数据分享、供应分享等各个领域。”


  Nesta的调研报告中，将协同经济细分为四大职能领域，即协同消费、协同生产、协同学习和协同金融。按照瑞奇·柏慈曼的分类，“协同消费”分成三种类型，产品服务体系、市场再流通和协同式生活。产品服务体系是把闲置资源利用起来，市场再流通是二手交易平台，协同式生活指人们用来再利用或者交换的是隐形资源，例如时间、技能或者空间。


  腾讯研究院认为，分享经济的实践中所包含的分享内容是非常广泛的，包括实物资源分享和认知盈余的隐形资源分享，所有的分享内容都必须遵循一个原则：该内容具有使用价值，能够为购买使用权的人提供效用。


  分享经济是否必须是互惠互利的分享而不能产生盈利


  在互联网世界里，分享早已存在，从最早的在线开源软件Linux开始，到Web 2.0下的UGC，都体现着分享的精神内核。在广义上看，互联网自身就是具有分享内涵的工具，可以由任何人通过网络连接和浏览器获取所有网络内容。因而，分享经济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分享”必须是免费的，或者收费至多覆盖成本没有盈利，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分享”。


  Nesta的报告指出，分享可能是一个误导性的术语，因为大部分的协同经济涉及现金支付，而不是直接的互惠。德勤指出，分享本身可能会带有误解为利他主义和帮助他人。然而，分享经济的成功，是基于人们可以在互联网上低成本便捷地交换商品和服务，同时获取收入，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形式。PWC对于分享经济的定义则允许个人和团体从未被充分利用的资产中获取收入。


  腾讯研究院认为，伴随着分享的形态不断扩张，由个体随机性的行为逐步演变为双边市场上的商业行为，于是分享经济出现了。从某一门领域的分享，升级成为一门“经济”，首要区别为：分享是否能够变现，供方和平台是否在分享过程中获取经济收益。而对于价格体系，各分享平台设定方式也有所不同，一种是由供方自主定价，例如TaskRabbit，Airbnb，Craigslist。同时还包括平台定价方式，例如Uber，Lyft，Handy等。


  基于以上对分享经济的条分缕析，腾讯研究院给出分享经济的相关界定如下：分享经济是个人将闲置资源通过第三方网络平台分享，借以实现一定经济收入的现象。分享经济包括四个要素：


  分享主体是当前以“个体为主”，未来才会逐步拓展到企业。


  分享内容是闲置的资源，包括实物资源和认知盈余；以使用权获取为主，也会包括所有权的转移。


  分享渠道是第三方网络平台，平台和供需方组成了双边市场。


  分享结果是获得收入，是一种市场经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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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紧开垦与深挖分享经济的“处女地”


  张锐


  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抢占分享经济的跑道，争夺全新经济模式的成长红利，已成为当今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共同选择。作为一种对生产关系和底层商业生成机制的再造力量，分享经济主张通过调整社会存量资源来最大限度地利用产品和服务，完全颠覆了以往不断通过新投入刺激经济增长的传统思路。分享经济模式下创业者进入市场的门槛更低、成本更小、速度更快。分享经济正向金融租赁、物流运输、教育培训、广告创意等领域大范围渗透，将深度重构我国的经济运行轨迹。


  在“互联网＋”、大数据、生态文明、制造强国等热词出现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报告和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的同时，“分享经济”首次写入了最高层文件和“十三五”规划，无疑更让人耳目一新。这一饱含着尝鲜因子的商业模式在逆袭和改变着传统消费观念与放大存量资源利用价值的同时，将深度重构未来我国的经济运行轨迹。


  “分享经济”也叫“协同消费”，是指资源所有者将自己闲置的资源拿出来，供那些需要的人有偿使用。在这里，所有者并没有让渡所有权，而只是暂时出让使用权，双方交易任务完成后，分离出去的使用权会重新与所有权合一归于所有者。分享经济首先是建立在资源处于过剩闲置或碎片化状态基础之上的，而这里的资源既可以是商品、货币等有形资产，也可以是技能、专长和时间等无形资产。其次，参与交易的双方必须互惠互利，资源所有人向使用人出让使用权，获取必要的经济报酬；而资源使用者通过暂时购买资源使用权获取自己所需要的服务价值。再次，必须有第三方共享平台，平台构建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商业机构或者政府。绝大多数平台并不拥有和直接提供过剩资源服务，只是一个供交易双方发现供求信号并产生交易链接和撮合交易完成的场所。最后，是按需分配，即存在需求，特别是许多无法满足的长尾需求，否则闲置资源就无法分享出去。


  分享经济完全不同于共有经济，因为共有经济之下的一切资源都是公有的，而分享经济之下资源所有权界限非常清晰，所有者还能及时行使对使用权的监督权，从而保证资源不被损害和侵蚀。分享经济也不同于租赁经济，后者出租的对象只是有形资产，并以分享经济状态中所没有的契约形式来维护交易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租赁经济不存在第三方平台，而是由交易双方直接撮合完成。


  是互联网把分享经济与共有经济、租赁经济等传统经济模式完全区分开来，并打上了自己独特的印记，并让分享经济铿锵着地。一方面，互联网克服了先前市场交易参与者信息不对称状态，并降低了信息搜索成本，同时借助于云计算、大数据及物联网等技术能量的支撑，第三方平台不仅能快捷地完成信息发现与展示，而且能快速推动供求交易的匹配。另一方面，借助互联网，人们得以重塑信任关系，并使资源分享成为可能。通过电脑和智能手机，人们以信任为通行证在虚拟空间中形成社交网络，也在社交网络中彼此识别和强化信任关联。比如在淘宝购物，购买者不会盲目相信广告页面信息，而更倾向于相信之前“陌生人”对物品给出的评价。互联网的高度透明，使网络世界中的“陌生人”变得可触摸和互信，从而为“分享经济”提供了最淳朴的交易基础。而且，互联网平台上的支付手段、评价体系也日趋成熟和完善起来，为分享经济构筑出了一道“护城河”，极大地遏制和阻止了信任危机的发生。


  还有，某些在全球趋向一致的基本价值观为互联网背景下分享经济的到来与发展助了一臂之力，如节约资源减少浪费的环保意识，友善热情帮助他人的福报心理，节省不必要开支的消费精神，讲究体验至上和追求多元化需求的新生活理念，通过发现价值和努力改善自我收入的自强信念等，都从不同的维度赋予了分享经济的内在动力，也使得以分享经济为商业模式的公司几乎在全球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能迅速得到认同和融合。


  作为一种经济模式，分享经济主张通过调整社会存量资源来最大限度地利用产品和服务，这完全颠覆了以往不断通过新投入刺激经济增长的传统思路。按欧盟的研究结论，发达国家资源闲置率达40%，新兴市场国家可能更高，显然，分享经济在全球尤其是产能过剩压力异常沉重的中国面前打开了开发利用闲置资源和提高配置效率的新视野。另外，分享经济模式下资源交易参与方能在互联网环境中打破时间与空间约束，使资源供求链接摆脱了对地域的依赖，能充分利用时间差编结成新的资源分配方式，彰显出改进与提升传统经济模式的力量。


  更强烈的现实意义还在于，与新企业的产生需要资源的充分堆砌这种传统商业路径完全不同，分享经济模式下创业者进入市场的门槛更低、成本更小、速度更快。据投融界大数据，分享经济创业项目近两年在我国逐年攀升，去年有1388个投资机构共投资1.5万个项目，今年上半年就已超过了去年全年项目的总数。非常重要的是，分享经济中的商业公司能跨越产品融合、文化融合的壁垒，都是以轻资产方式运行，极易形成快速扩张之势，大大缩短跨国公司的成长周期。


  正如工业经济对应的是工业文明一样，分享经济对应的是生态文明。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拼车服务能减少55%的交通拥堵；另有数据显示，“分享汽车”模式让德国不来梅市每年减少了1600吨二氧化碳的排放。因此，分享经济所代表的是一种更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绿色经济理念，其最终的发展不仅能有效遏制更多消费，还能驱动生态资源的保护与优化。


  国外具有代表的分享经济模式是Uber和Airbnb，前者提供出行车辆服务，后者提供旅游租房服务。截至目前，Uber已覆盖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的310个城市，估值超过500亿美元，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非上市公司。而Airbnb旗下拥有的租住房间也远超国际酒店巨头希尔顿。在国内，分享经济的主要代表有提供车辆出行服务的滴滴快的和神舟租车，提供旅游短租服务的木鸟短租，提供创意设计、网站建设、文案策划的猪八戒网，以及智力资源共享的果壳网“在行”和提供周边免费Wi-Fi热点信息的Wi-Fi万能钥匙等。作为一种对生产关系和底层商业生成机制的再造力量，未来分享经济将向金融租赁、物流运输、教育培训、广告创意等领域大范围渗透，并将成为主流商业模式。虽然全球分享经济的规模目前只有约150亿美元，不到美国GDP的0.1%，但据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预测，到2025年，全球分享经济产值可达3450亿美元。因此，抢占分享经济的跑道，争夺全新经济模式的成长红利就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共同选择。


  分享经济：新动力与关键节点


  张晓峰


  价值中国会联席会长


  马化腾2016年“两会”提出五项建议，其中之一就是有关分享经济的。分享经济正加速席卷全球，深刻影响和改变这个世界，并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改变世界的十大创意”之一。分享经济是友好型经济、普惠型经济、信任型经济、信息型经济、协同型经济、生态型经济、WE众经济的融合体。分享经济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动力，但其建设有时间窗口，行业监管侧有必要放下傲慢与偏见。


  分享经济来了


  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提出要“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分享经济，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这是在中央正式文件中，首次提出“分享经济”的概念。


  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拓展网络经济空间。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物联网技术和应用，发展分享经济，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


  2015年12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讲话中指出，“十三五”期间，中国正在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发展分享经济，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分享经济为什么正加速席卷全球？它将怎样深刻影响和改变这个世界？分享经济会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怎样的影响？如何把握分享经济的特征，寻求恰如其分地推进分享经济之路？


  小马哥的“分享经济”经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于3月5日在北京开幕。3月3日晚间，全国人大代表、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召开2016“两会”记者见面会，就带来的五个建议与媒体记者互动。五大建议之首就是《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建议》。


  腾讯研究院3月3日对外发布《中国分享经济风潮全景解读报告》，从分享经济这股风潮背后的起源、现状、影响、问题、趋势五个方面进行全局性解读，分析了分享经济风潮为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的历史机遇和挑战。


  据腾讯科技报道，马化腾在“两会”建议中提到，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力和社会财富快速提升，经济过剩成为全球新问题。经济过剩带来了经济剩余资源，在企业层面体现为闲置库存和闲置产能；在个人层面则表现为闲置资金、物品和认知盈余。分享经济，恰恰是一种通过大规模盘活经济剩余而激发经济效益的经济形态。而目前分享经济正成为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分享经济借助创新平台，以更低成本和更高效率实现经济剩余资源供需匹配，取得巨大成功。根据初步统计，2015年分享经济在全球的市场交易规模约为8100亿美元。2015年中国分享经济市场规模超过1万亿元。而美国分享经济总量已经超过3万亿元（占美国GDP的3%），并且非金融领域分享经济所占比例超过九成。相比之下，我国的分享经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马化腾建议，应该鼓励分享经济的创业创新项目，消除社会公众对于分享经济的疑虑和误解，最终提升社会公众对于分享经济的认识和参与热情；同时建议政府建立新型数据收集机制，有效统计分享经济对GDP的影响，为政府决策提供精准数据分析；监管层面应坚持包容性治理，营造开放包容的监管环境，因地制宜地调整监管策略，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及时清理阻碍发展的不合理规章制度，促进分享经济发展。


  全球最大的分享经济平台在中国


  分享经济在中国早已由暗流涌动转化为一场风生水起的创造性实践！


  ——智慧出行高擎大旗。在滴滴出行的平台上，有出租车、专车、快车、顺风车、巴士、代驾等各种出行工具，在高峰时段，滴滴调动社会运力，承接海量出行需求，通过分享经济解决城市交通的潮汐问题。去年9月，滴滴出行的估值已高达165亿美元；2015年全年完成14.3亿订单，是排名第二公司全球订单的6倍；2016年春运，滴滴春运跨城顺风车共计190万人合乘，用户遍及332个城市，《人民日报》以“滴滴顺风车成春运重要补充运力”进行报道。


  ——房屋分享持续加速。据艾瑞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是中国在线短租市场的加速年，总计市场交易规模约为1.4亿元，增长达18倍。到2014年短租市场交易规模突破40亿元，2015年短租市场规模预计突破105亿元，环比增长159.3%。


  ——知识分享前景广阔。知识分享领域，猪八戒网异军突起，在行、有牛、知乎各具特色，传统的知识人分享社区价值中国年初也推出专家分享系统“价值+”。


  ——“共享金融”崭露头角。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根据中国社会化创造性实践提出了“共享金融”这一全新学术概念。相关专家指出，对于互联网时代的共享金融的实际应用产品，除了目前典型的互联网P2P和众筹，共享金融还可能出现在区块链技术领域。


  2015年12月13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在北京成立，该工作委员会由中国互联网协会发起创立，滴滴出行牵头筹建，腾讯、联想、京东、LinkedIn（领英）等30余家共同发起成立；已有包括Airbnb、蚂蚁金服、Wi-Fi万能钥匙等40余家会员单位，涉及七大领域。


  2016年2月28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与国家信息中心共同起草的《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6》正式发布；委员会聘请了20多位国内外著名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由“全球分享经济鼻祖”的罗宾·蔡斯女士担任工作委员会名誉顾问。


  作为分享经济的代表，滴滴出行致力于通过分享经济解决出行难问题。滴滴创始人、CEO程维认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一个新兴业态的发展并不是区域性的，而是全球性的快速发展；我们不应该把自己局限于中国市场，可以尝试通过与优秀企业进行国际合作的方式建立一个全球化平台，实现国际化。年轻的滴滴通过与Lyft、Grabtaxi的合作正在启动国际化分享进程。


  滴滴出行首席发展官李建华表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分享的历史，分享经济的理念在今天的中国正在逐步深入人心，其带来的不仅是新的商业机会和商业模式，更在创造中国人的美好生活。


  中国人在分享经济的实践中走在了世界前列，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分享经济实践是在中国进行的，这就是滴滴出行的崛起，滴滴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出行平台。李建华指出，关于分享经济，中国有足够的话语权，因为中国的滴滴是今天全球分享经济领域最大的操盘手。移动互联网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给人们带来更多方便、更多就业、更多收益和更多自由。发展分享经济对人类有什么好处，当前遇到什么挑战，未来应该怎样促进，这些都是对中国经济和人们的生活有意义、非常需要回答的问题。


  分享经济为什么这么火


  美国两位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Marcus Felson）和琼·斯潘（Joe L.Spaeth）是分享经济的鼻祖。他们于1978年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群落结构和协同消费》中首次提出分享经济。另一位被公认的鼻祖是《分享经济：重构未来商业新模式》一书的作者罗宾·蔡斯，也来自于美国，她是汽车共享公司Zipcar、无线网络连接公司Veniam、P2P汽车租赁公司Buzzcar、拼车网站GoLoco（一路同行）的联合创始人。


  分享经济迅速占领我们的视野，成为新兴经济领域炙手可热的话题却是近几年的事情。2011年，分享经济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改变世界的十大创意”之一；《2016：福特全球趋势报告》列举了2016年将会发生的十大趋势，其中之一就是“参与分享经济”。


  不但是类似于Airbnb、Uber等分享经济平台在美国风生水起，英国政府也决心“把英国打造成分享经济的全球中心”，并从政策等层面予以支持，鼓励发展分享经济，英国“要确保站在这一领域的前沿”。


  《金融时报》就此评论道，“如今，许多互联网创业公司正在分享经济领域上开疆拓土。它们以社交网络为纽带，运用互联网技术，在供需之间实现资源共享，让‘免费的午餐’不再是梦想。”


  分享经济是什么


  分享经济是在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诞生的一种全新经济范式、商业模式、协同消费与生活行为方式，又被称为协作型消费（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维基百科这样定义分享经济：也被称为点对点经济（Peer to peer economy）、协作经济、协同消费，是一个建立在人与物质资料分享基础上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


  中国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6》特别对分享经济的涵义进行了定义，“分享经济是指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分享海量的分散化闲置资源，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经济活动总和。”


  用Airbnb首席执行官Brian Chesky的话来说，就是“使用而不占有”（Access but not Ownership），因此可以说分享的实质是“使用”——一个人不需要占有就可以使用他人闲置或富余的资源。《聚联网：商业的未来》一书作者丽莎·甘斯基认为，分享型经济强调的两个核心理念就是“使用高于所有权”（“access over ownership”）和“不使用即浪费”（“value unused is waste”）。


  国内出现的滴滴出行、途家网、小猪短租、人人快递等公司的运营模式也都是建立在分享经济的理念上。


  依笔者研究，分享经济是友好型经济、普惠型经济、信任型经济、信息型经济、协同型经济、体验型经济、生态型经济、WE众经济的融合体：


  友好型经济：环境友好，人际友好，合作友好，社会友好。


  普惠型经济：公平、共享、普惠，消费者赋权，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分享、应用、获得价值。


  信任型经济：信任成本低，对平台的信任转化为端到端的信任，信任驱动成长；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


  信息型经济：基于ICT（信息、通信和技术三个英文单词的词头组合），基于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物联网，让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人与服务重构连接，让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无缝嵌入，大大降低信息不对称。


  协同型经济：协同合作，协同创新，协同消费，责任协同。


  体验型经济：关注用户体验和用户价值、合作伙伴价值。


  生态型经济：要素被重新结构化，自成生态，自成体系，自动匹配，动态调适。


  WE众经济：人人参与，人人分享，人人受益；多维融合，协同创新；新的连接方式、新的关系模式、新的合作结构及其规则，是大众的积极参与和创新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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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7 分享经济的几种类型

  


  总之，分享经济打通了资源、人和服务的连接、交互与融合，大大拓展了网络经济空间，重新改写了价值空间，深刻改变了社会规范与群体合作、个体生产生活方式，激发了信任型合作意愿，并进一步重构了关系模式、商业模式与商业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


  从“互联网＋”的角度来看待，如果说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为“连接一切”提供了坚实的可以向上延伸的底层架构，提供了无限可能性；而分享经济及其社交网络更偏重“互联网＋”的应用层创新和重构，是“互联网＋”连接一切之后的核心，在底层之上，能够接近实操，可以获取“互联网＋”的红利。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分享经济是消费者驱动、技术驱动、信任驱动型经济；分享经济可以“软硬兼施”，是网络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结果。


  分享经济为什么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考察分享经济不可阻挡的前提，包括：（1）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移动化、智能化；（2）重构连接；（3）信息对称；（4）集合决策机制；（5）主体参与游戏规则决议的民主化；（6）消费者主权与人性驱动；（7）信任；（8）云计算、大数据及其智能算法；（9）移动支付与信息安全；（10）多利性共赢；（11）学科跨界融合；（12）群体智能和人工智能发展。


  分享经济蓬勃发展的原因抛开政府的推手，从技术和人性的角度可以找到答案，也算信息哲学、技术哲学的范畴。技术提供了可能性，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成为分享经济滥觞最大的驱动力。而经济与便利性、参与感和信任是推动分享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交流、分享、体验、共享本身就是人性的需要，借助社交网络传播更加无边界；观念的改变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复用、价值最大化也符合每一个人的要求，而且可以创造附加价值，获得额外的收益。


  分享经济利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进行资源匹配，整合重构了闲置资源，降低了消费者的购买成本，并最终打破了原有的商业规则。互联网对于经济生活的渗透和影响与日俱增，依托互联网而生的分享经济正显示出强大的发展势头和潜力。更重要的是，分享经济主张通过调整社会存量资源来最大限度地利用产品和服务，完全颠覆了以往不断通过新投入刺激经济增长的传统思路。


  Airbnb创始人之一切斯基预测说，“一股运动风潮正在颠覆当今社会。点对点的网络模式将重新定义人们交易物品的方式，包括空间、物品、技能或者服务的交易。”


  分享经济带来了什么


  2015年9月10日，李克强总理在出席大连夏季达沃斯开幕式致辞中指出，目前全球分享经济呈快速发展态势，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路子。据2015年3月compareandshare网站分享经济报告，全球分享经济总值150亿美元，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3350亿美元；有3.5万亿英镑的闲置资源，如住房、食品、衣服，仅汽车产业闲置资源就能产生100亿美元价值。据上述报告统计，全球有7500个分享平台，每天有2800万美元投资于分享经济初创企业。中金分析师指出，分享经济秉承互联网的去中心化浪潮，正在全世界掀起一场存量革命。根据普华永道的估算，到2025年，分享经济全球市场规模将增加至3350亿美元。


  分享经济还重构了连接、提供更佳的体验、大大提高了效能、满足了个性化需求。以滴滴为代表的“互联网＋交通”分享经济型企业将有望助力中国企业在世界分享经济大潮中领跑，通过大数据的深入挖掘与应用，整合各类城市交通资源，智能匹配出行供给和需求，消除信息不对称，提升总体效率，节约社会成本，让出行变得更加高效有序。


  分享成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分享经济也促进产销融合，使得每一个人实现多角色动态转换。特别是“数字原驻民”的年轻人更注重环保、生态、绿色、智能的生活方式。在猪八戒网、在维基百科、在知乎、在价值中国，大家分享创意、经验与智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UGC，或者做自媒体，或者在大众点评分享感受，或者在朋友圈分享见解。


  分享经济带来了行业变革和垂直整合。从房屋餐饮到汽车出行领域的分享席卷世界，并呈现不断加速的态势。未来，分享的东西会越来越多，比如时间、能力、关系及其他资源，并向O2O服务、众创空间、知识创新、教育培训、金融租赁、物流运输、广告创意、社区营造、慈善公益等领域大范围渗透、蔓延。海内外在分享经济领域的创业与协同比比皆是，如Airbnb、Coursera（免费大型公开在线课程项目）、可汗学院、WeWork、维基、众包、众筹、开源技术、微信公号，等等。


  分享经济让互联网的公平、民主、普惠得到彰显。导致权力的转移、决策机制与游戏规则发生了根本变化。罗宾·蔡斯在她的书中明确指出，“在这个世界上，权力正从笨重、闭塞、集中式的实体转向敏捷、适应能力强、分散式的、具有人人共享结构的企业手中。”其实，远不止此，“这也是人人共享组织替代资本主义的方式。”慕课风暴始于2011年秋，被誉为“印刷术发明以来教育最大的革新”，2013年被称为中国“慕课元年”。2015年初，国务院参事汤敏积极推动友成基金会和人大附中共同发起创新式教育扶贫项目“双师教学”项目。


  中国为什么有必要拥抱分享经济


  换一个问法，分享经济为什么会进入党的决议，为什么成为“十三五”规划强调的重心之一？


  条件：中国厚植了分享经济的土壤


  中国发展分享经济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或可能性：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市场容纳力厚实；有传统文化底蕴，有较强的分享意愿；WE众合作、协同、融合具有庞大空间；而且互联网具有规模优势与应用优势。从技术上，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是分享经济腾飞的两个翅膀；从人性上，环境友好和信任社会是共性的追求。


  按照滴滴首席发展官李建华的分析，分享经济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有多重原因，中国从短缺经济走向供给过剩，与他人分享闲置资源，不求拥有只求使用的观念成为一种时尚；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网民和智能手机用户，网络搜索、支付和识别技术迅猛发展、迭代，分享经济在中国有非常好的互联网基础。


  尼尔森咨询最近做了一个全球性调查，看哪个国家和地区最渴望“分享经济”，它找到的答案，是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亚投行的顶层设计和“命运共同体”的论述，就具有鲜明的分享经济特征！


  约束：承载力难堪重负，过度消耗资源的生产生活方式需要纠偏


  过去靠掠夺式过度消耗资源、恶化环境的方式难以为继，必须纠偏。绿色、低碳、节约、生态、环保，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从自身做起，变革生产生活方式。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们的财富快速增长，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人口急速膨胀，而资源承载力、生态承载力、交通承载力等方面不堪重负，面临刚性约束；消费观念长期缺乏有效引导，拥有、占有欲强，攀比、炫富观念盛行，一方面成为奢侈品消费第一大国，另一方面供给侧扭曲，成为海外淘金者的最佳对象；投资缺乏合理疏导，可投资品存在结构性问题，房市、股市、车市等长周期与不良P2P平台沉淀了大量资金，反过来又抑制了消费；这使得消费与投资都难以转化为持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动能。这种局面下，分享不仅是人们的主观认识和意愿，更成为城市人生活的必要和必然选择。


  分享经济带来的不仅是新的商业机会和商业模式，更是创造了美好的生活。有数据显示，“分享汽车”模式让德国不来梅市每年减少了1600吨二氧化碳的排放。


  创新驱动：可以与“双创”产生共振


  2015年9月1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夏季达沃斯开幕式致辞中指出，双创是发展分享经济的重要理念，目前全球分享经济呈快速发展态势，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路子，通过分享、协作方式搞创业创新，门槛更低，成本更小，速度更快，这有利于拓展我国分享经济的新领域，让更多人参与进来。


  腾讯开放平台、众创空间也是一种分享经济平台，集聚要素与支持机构，匹配服务资源，为创新创业团队提供个性化服务。社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具有类似作用。快速低成本试验、试错、纠错、迭代、进化，直达目标受众，垂直渠道支撑，社会要素集聚与个性化匹配。


  以网约车平台为例，实际上它是一个公共的云创平台，也就是云端、虚拟空间的众创空间；是一个我们自己去释放认知盈余，去支配我们自由时间与资源的共享空间；当然，它还是“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网络经济空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滴滴作为一家轻资产的移动互联网公司，在管理数百万辆合作车辆方面，还有线下的两千多家合作伙伴，它们绝大部分是2015年3月以后成立的创新创业公司。两千多家年轻的创业公司正在滴滴的平台上蓬勃发展，上百万专职与兼职就业岗位为司机师傅带来了更多有尊严的收入，他们与滴滴、与其他人一起协同创业，一起实现梦想。


  供给侧：促进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改革是指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直面供给和需求间的结构性矛盾，让用户驱动，让技术驱动，让数据驱动，让创新驱动；发现未被满足的需求与服务痛点，提交更好的价值体验与更具个性化的安排；洞察潜在需求与服务亮点，通过新供给引领新需求。


  随着收入增长与消费观念的变化，居民在生活方式上有很多新变化，在消费、服务特别是便捷性、舒适性上有很多的新需求。这些新需求如何释放，如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是一个课题。好在互联网，包括平台、体验经济让我们更近、更真实地听取用户的声音，更关注他们的“表决”，所以创造新供给、激发新需求就有章可依。


  变革：生产关系的变革、商业文明的重塑


  “互联网＋”和分享经济改变了人与服务连接的方式，改变了每一个人生活的方式，改变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模式，改变了业务、组织、能力的边界，使得无论是商业运营，还是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的基础包括逻辑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分享经济的核心特征之一是资源配置出现新模式、新形态，社会资源组织方式与每一个人被卷进的形式发生巨大变化。罗辑思维是分享经济的模式，罗胖通过分享去布道，社群参与者通过分享去传播，出版机构与作者是合作伙伴，首发、独家销售虽然几乎没有折扣，导读、分享乃至线下活动持续发酵，让购买者获得了多重体验，这些可能远超出了一本书的价值。


  生产关系上，平台连接了服务者和用户，让他们借助平台获得匹配化安排，这里面是信任的转嫁、代理关系的重新构建；分享伙伴与平台之间往往没有隶属关系、劳动关系，而是合作、协作关系。


  资源革命还体现在“所有、拥有”与“支配、使用”的关系革命上。汽车共享的原则就是将支配权与使用权分离，发挥社会闲置资源的潜力，兼顾了公共交通的高效和私家车的灵活便捷，满足交通出行需求，提高汽车的资源利用效率。


  分享经济有利于形成适合共享中国梦的社会变革与社会文明脱胎。二元社会结构带来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工农业剪刀差继续放大，城乡差异、地区差异依然故我，需要警惕财富畸形集中、阶层分裂、乡村文明被摧毁、社会文明被践踏的危险。十八届五中全会及“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与分享经济的内涵十分契合；其中突出了共享，更是充分体现了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关怀，并下决心解决，这是完全必要的。


  分享经济、协同消费、协同创新、崇尚信任也有利于商业文明的重塑。敬畏人性、敬畏底线、尊崇规则、守信践诺应该成为分享经济时代商业文明的主旋律。


  控制力：培植势能，掌控未来


  未来，“互联网＋分享经济”将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发展，促进生态化开放合作协作，激发创造力与协同创新热情，激活存量与认知盈余价值，放大创新动能，创造社会价值增量，优化匹配个性化需求，培育基于信任、协作、分享、互利的生活文明、商业文明、生态文明和社会文明。


  “互联网＋分享经济”正是我们与外部世界对话、与未来对话最好的名片。分享经济文化的发育、分享经济平台的架构、协同创新意愿的激活，是中国梦的丰厚沃土。亚投行、“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互联网＋”、分享经济等都是国家智力资本（有的称社会资本）的一部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双创、众创空间、中国制造2025等相结合，发挥每一个个体的能动性，挖掘群体智能，发挥协同创新创业创造的动能，是释放资源、关系、能力价值，培植中国可持续发展势能及其控制力的不二选择。


  分享经济能否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


  互联网的核心是连接，“互联网＋”的核心就是重构关系；“互联网＋分享经济”重新改变了世界的连接，重新动员与配置了资源，重新建立了协同融合的形式，重新塑造了价值驱动方式和价值创造的法则，重新架构了价值网络，重新确立了各类主体的地位、关系，重新发现了价值空间，重新优化了游戏规则与逻辑。在调结构、换动能、转方式上，分享经济有充分的用武之地。


  分享经济是用低成本的方式实现社会资源效用最大化


  分享经济代表新的生产力，代表未来的方向。它降低了交易成本、信任成本、供给品成本、服务成本，它的即时在线、垂直交互、智能匹配特征让连接的效率大大提升，使得经济与便捷成为可能。如此，社会资源被充分利用，闲置资源、闲暇时间、盈余技能被重新赋予价值。


  当代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杰里米·里夫金更是将其定义为“零边际成本社会”，认为我们将迎来一个合作共赢的新经济时代。杰里米·里夫金预测协同分享经济将颠覆许多世界大公司的运行模式，他说，“任何的经济活动，如果一旦和互联网活动结合起来，就可以减少边际成本，并且提高我们的经济生活。”


  思科的一份报告也指出，2020年，物联网所节约的成本和产生的收入将达到14.4万亿美元。Priceonomics（一家二手商品价格指导创业公司）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美国绝大多数主要城市，Airbnb上的公寓价格要比酒店价格平均便宜21%。


  从汽车共享到住房共享、课程共享，再到公共服务共享、责任共享、技术共享，我们的交易品是我们的空间、时间、物品、技能、服务，是我们的关系、合作、思想、智慧。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网络专车课题组引用一项研究成果表明，每一辆共享汽车在欧洲可以减少4~10辆私家车，在北美可以减少6~23辆私家车，在澳洲可以减少6~10辆私家车。此前，欧洲的汽车共享研究表明，约有15.6%~31.5%的参与者在加入汽车共享组织后出售了自己的私家车，另一方面，保守估计约有23%~26%的参与者取消或者推迟了购车计划。据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2014年移动出行白皮书》调查显示，随着专车移动出行服务的快速发展，我国2015年可以减少1000万辆私家车上路行驶，预计城市日平均拥堵时间比2014年下降28.1%。


  限号、摇号、高价购置车牌号是堵不是疏，出行是刚需，提高出行质量是人性使然，获得良好出行体验是新需求，网约车则是供给侧改革、实现社会资源效用最大化的创造性社会化实验。


  分享经济让认知盈余价值化


  分享型经济依靠有着过剩能力的人向他人提供某些有价值的东西，这往往是未被发现的价值，被忽略的资源或资本。认知盈余通俗地说，一个人并非所有的知识、兴趣、经验都被充分利用，当然，还有他所拥有的时间、能力、经验、关系。通过分享经济平台，如猪八戒网、有牛、在行，一个人可以让认知盈余获得合理的对价，可以充分释放其价值内涵。在美国，格理集团就有多年做专家运营的经验。


  分享经济还可以发现新的人口红利。过去讲我们“人”的优势，大概离不开两点，一是青年劳动力占比较高带来的人口红利，一是庞大的消费市场。


  随着2012年出现人口红利的拐点，加之加剧的老龄化、依然过大的社会保险缺口、持续走低的生育意愿，我们来自于人的优势在减弱并面临风险。


  但是问题恰恰也是机遇，比如人力资源往往并没有资本化，创造性劳动参与分配的机制还不够完善；比如知识产权的武器还基本被雪藏；比如人力资本无法被雇用，相当部分人力资本处于休眠、半休眠状态，还需要通过激励等去激活。


  根据艾瑞咨询调查数据显示，在网络约租车服务的专车司机中，有80%为兼职司机，月收入增长在1000~3000元的为43.4%；有60.8%的司机认为使用了出租车软件后收入有所增加。


  分享经济可以共享经验、协同创新、重构创新模式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共有29处提到“共享”一词，明确提出：“坚持开放共享。营造开放包容的发展环境，将互联网作为生产生活要素共享的重要平台，最大限度优化资源配置，加快形成以开放、共享为特征的经济社会运行新模式。”


  分享经济在创造了新商业模式的同时，还释放了新一代企业家的能力。跨界融合、协同创新可以借助“互联网＋”非常便捷地实现。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很早之前就大规模听取外部的创新意见，并寻求未来创新方向。


  可汗学院是分享经济改变教育的绝佳案例。网络公开课、TED（技术、娱乐、设计的英文缩写）等也涉及教育、创意的分享。国务院参事汤敏出版了《慕课革命：互联网如何变革教育？》一书。他在书的后记写道：“通过用经济学者的眼光，用扶贫专业的视角，用互联网的思维，在慕课中我看到许多能解决中国教育众多死结的希望，也看到了在这场悄悄的革命中，一个民族落后的危险。”


  中国的创造激情还有待喷薄而出，创新体系还有待重建，创新生态还有待发育。新动能来自于社会化创造性实验。“互联网＋分享经济”就是这样一场全覆盖的社会化创造性实验。之所以说是“实验”，是因为它基于开放、源于创新，因为它要集成智慧、协同融合，因为它会改造传统行业、影响人们生活、改进社会治理、促进生态优化。这些都没有定式，没有现成的、可遵循的路径。


  分享经济平台效应


  在分享经济领域，马太效应、协同效应和平台效应突出，而且有了新的表现特征。比如从马太效应分析，在分享经济平台得到了非比寻常的呈现。滴滴公司成立于2012年6月，在过去短短三年多时间内，用户超过2.5亿人，公司已经成长为移动互联网领域发展最快的创业公司，迅速崛起为全球最大的一站式出行平台，估值达到165亿美元，覆盖全国360个城市，注册用户达到2.5亿，每天为1000万人提供出行服务。从协同上看，数百万服务者集聚一个平台，形成集群化与分布式效应，这在过去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每一个参与者都在“分享”其他伙伴通过优质服务沉淀的信任“红利”。


  随着2015年8月完成D及D+轮3亿美金的融资，途家网正式晋级独角兽俱乐部。这家定位于高品质度假公寓预订平台，既为旅行者提供优质度假新体验，又为业主提供灵活的闲置资产托管增值服务。在该领域，全球最大的是Airbnb，第二是HomeAway（一家提供假日房屋租赁的在线服务网站），途家名列第三。其中，Airbnb估值已经超过250亿美元。Airbnb旗下拥有的租住房间也远超国际酒店巨头希尔顿。Airbnb宣称，自该公司在2008年成立以来，已经吸引到超过3500万用户。过去一年里，Airbnb的客户数翻了1倍，从2014年5月的1500万人增至3500万人。


  截至目前，成立6年的Uber已覆盖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的310个城市，估值超过500亿美元，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非上市公司。Uber的竞争对手，Lyft的估值也高达25亿美元。


  通过分析分享经济的案例，可以得到近似的答案，那就是优秀的分享经济平台往往获得超常规发展，用户、营业额甚至出现指数级增长，其发展速度、市场影响力、资本对价完全不同于其他创业公司，它们深刻洞察用户痛点、构建信任化分享经济平台、让用户获得价值与友好体验、让社会资源最大化复用，迅速成就了一批独角兽，而且估值高企，呈现出一种跳跃式发展、爆发式增长、天价的高估值、极富渗透性的独特的“分享经济平台效应”。它们快速成为互联网行业的翘楚，并引发分享经济模式在各行业中的创业潮。


  分享经济具有“涌现”的特征。分享经济平台是结构资本的创新。也有一些学者将其定义为“社会资本”，其内涵是类似的。与此同时，分享经济在2014年之后进入了快速扩张期，迅速渗透到许多领域和细分市场。


  分享经济平台的吸金能力与黏着能力都令人咋舌，分享经济平台效应与马太效应的叠加，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先知先觉者可以获得丰厚的红利，所以这个领域有很明显的时间窗口，错过可能就真的错过了，即便采取追随战略也会非常吃力，随时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所以这么看来滴滴与Uber中国的博弈是一出大戏。


  分享经济为中国打开网络经济空间


  我们不能通过过度刺激来拉升经济，“互联网＋分享经济”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多支点、长杠杆，让我们获取新经济空间的红利。


  充分发挥我国互联网发展具有的规模优势和应用优势，再强化技术优势、创新优势与分享经济平台建设，就可以找到越来越多、越来越轻的高效优质的增长线索。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我将网络经济空间划分为以下几个类别：


  ——技术经济空间：基于IPv6的下一代互联网、基础ICT、物联网、云计算、Wi-Fi的分享等技术发展和基础设施，带动技术与金融的结合，推动细分领域成长。


  ——信息消费空间：2014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达到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对GDP贡献约0.8个百分点。信息消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提质增效空间：通过网络经济对原来的实体经济带来影响。比如，传感器、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服务于智慧工厂、智能硬件、智能家居等。


  ——融合创新空间：提供跨界融合的可能性，身份限制被打破，物理边界被淡化，内外生态性提升并交融。


  ——新业态价值空间：被不断催生的新业态带来有价值的增长。


  ——智慧民生空间：新需求持续释放，并通过新供给提供有价值的体验。


  ——认知盈余价值化和分享经济空间：有效时间、有效资源借助互联网实现充分利用或复用，重新产生经济价值与社会效益。


  ——消除数字鸿沟带来的经济空间：如农村、农民、农业过去被互联网边缘化，无法享受互联网的红利，很大的群体还处于“失连”状态。


  分享经济的关键节点


  分享经济的从业者无论是构建云创平台，还是运营众创空间、协作平台，有一些关键节点需要把握，尤其是需要洞察逻辑，建立信任信用，平台共建共享，完善游戏规则，通过大数据与系统智能进行供需匹配，提交云创公共服务等。


  打破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往往难以产生、维系信任，导致成本沉没；而信息的对称来自于连接、交互，只有信息对称才能进行个性化便捷化智能匹配。运营者要让接触点尽可能垂直化，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降低信息噪声。


  滴滴认为只有解决了信息不对称、信用机制和交易平台这三个问题，才能将分享经济的低成本释放出来。滴滴平台上对每个人都有信用的记录。


  通过连接、交互，强化信任性关系


  没有信任，就没有分享经济。沉淀信任性关系，挖掘关系资本的红利，是商业、运营、模式、成长的基础逻辑。


  “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改变，不是技术方面的变革，而是人与人、人与组织和服务、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构。关系重构过程中，最根本的就是要通过“互联网＋”建立信任性关系。技术重建了信任形成的机制与方式，商业、运营模式的核心都是如何建立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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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8 打破信息不对称


    资料来源：滴滴出行《移动互联网时代：智慧出行的探索与思考》

  


  口碑即流量，信任性关系有可能转化为组织的关系资本；“互联网＋”的时代，每一个人的角色都是多元的，而且角色之间可以动态转换，既可能是用户，也可能会是创新伙伴、传播伙伴，甚至是渠道、股权合作伙伴。


  在Airbnb平台成千上万的交易中，竟然没有盗窃的问题。它们创建了一套“即刻信任”和安全支付系统，也通过“心愿列表”（Wish Lists）与用户展开有效的交互。滴滴为何会盛行，就是因为它解决了信息不对称、价格不透明、信用难保障的问题，才培养了一批忠实用户与伙伴，因此建立了信任关系，才能进一步产生用户黏性。


  “互联网＋”将大大助力关系资本化：“互联网＋”为关系管理丰富了手段、提高了效能，并且让合作无边界、创新无边界；将有效助力信任性关系的建立，为关系资本沉淀打开了空间；融合社交、社群、分享基因；让跨界、融合、协同成为可能；让WE众经济、分享经济脱颖而出；云管理、云组织、自组织、云合作成为新形态；关系资本转化为创新资本。


  借势社交网络


  分享参与者众，传播、分享就离不开社交网络。要感谢微信、QQ的努力，让有效连接更加便利，让无边界分享成为可能。


  分享经济的另外一面是角色的复杂化、融合化、延伸化、动态化：


  1.决策者、投资者、合作者、创新者、传播者、用户、评价者等各种角色连接在一个平台上，而且各自角色可以自由转换，如用户传统是被服务者，当参与创新、传播、投资时，其角色定义已远非单一的产品和服务接受者可以概括。


  2.过去信息不对称，或线下社交的链条过长，要找到合适的合作者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现在社交、评价、场景、分享等，都可能触发一种新的连接、交互与信任的产生。


  3.供需过去是有鸿沟的，市场调查、分析、报告均建立在线下的简单调查、归纳和推论上。现在信息、大数据、云计算、深度机器学习为之呈现了完全不同的方式，获得更具针对性的分析，更具匹配意义的连接。


  集合平台·集合价值


  集合平台是分享经济平台的基础，既集合了要素、资源，又构建智能化系统，是用户信任性关系沉淀的接口。比如出行平台每一个司机都要依托系统，依托合作形成的规模，都在创造绿色、优化生态、云端协同。


  而对于分享经济平台而言，规模效应明显。假如一个区域只有一两台车运营，肯定让用户体验大打折扣。所以，《认知盈余》一书中认为PickupPal（类似于顺风车）创造了集合价值（aggregate value）——用户越多，匹配的可能性就越大。可见，只有建立在一定体量的基数之上，通过信息交互、系统撮合，需求的匹配才能达成。


  云计算、大数据技术与智能匹配系统


  云计算、大数据对于一个规模化分享经济平台而言，是基本配置。平台系统以更节省成本、更快速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要问滴滴、优步最大的资产是什么？答案是系统！它们的优势也在此，用系统实现了连接、匹配与自我管理（对于乘客、驾驶员均是如此）。它们的算法就体现了时间原则、区域原则、体验原则、价格原则与效率原则。这套系统融合了激励、算法和数据，可能包括资源聚合归类、信任系统，评价系统，分享系统，安全支付系统，需求匹配系统，算法、用户画像、大数据系统，伙伴画像与激励系统。


  滴滴的出现首先是为了解决出行难问题。它运用全球领先的技术，通过信息匹配、分发，用最低的成本来整合闲置资源，用分享经济解决潮汐问题。滴滴每天处理50TB数据，动态调度平台上的数百万车辆，为1000万人出行提供服务。其实，滴滴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就是通过大数据的深入挖掘与应用，整合各类城市交通资源，通过分享经济的模式，以及智慧算法智能匹配出行的供给和需求，消除信息不对称，提高总体效率，降低社会成本，让出行变得更加高效便捷。未来三年，滴滴的目标是打造中国人领导的全球最大的一站式出行平台，每天为3000万人出行提供服务，在任何地方三分钟车到跟前，通过智慧的移动互联网技术，让出行更美好。CEO程维跨年演讲表示，“过去三年的滴滴快的，是用互联网连接所有的交通工具；我们相信未来三年的滴滴，是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综合调动所有的交通工具。”


  分享经济的红利不会信手拈来


  转型就是首先明确这个世界过去、现在是什么，未来将会是什么，然后重新定义、构画、动态调适的过程。无论如何，面对“互联网＋分享经济”，我们都有必要重新定义“组织”与“模式”，重新定义“服务”与“用户”，重新解读“分工”与“协作”，重新解读“关系”与“伙伴”，重新构建“业务”与“活动”，重新构建“结构”与“规则”。


  面对蓬勃发展的分享经济以及中国目前态势，谨向政策制定者、监管者提出如下建议：


  不要坐失构筑分享经济优势的时间窗口


  前文做了分析，一面是分享经济的加速发展，一面是该领域存在显见的马太效应与分享经济平台效应，加之互联网的跨界性、无边界性、高渗透性，构筑分享经济优势的时间窗口不会留出太久。而中国有良好的分享经济基础，有互联网的规模优势与应用优势，乘势而上，顺势而为，确立优势，时不我待。


  类似滴滴这样的分享经济平台往往多线作战，一面要苦口婆心与政府管理部门博弈，争取发展空间；一面要强化内部建设、融合外部生态；一面要面对海外分享经济平台携资本优势、运营经验优势展开的凌厉攻势。有必要树立紧迫感、使命感，出台相关行动纲要，明确战略定位，利用分享经济模式，在相关领域推动社会协同创新，推进抢占高地，构筑分享经济的优势。


  宜放下对分享经济的傲慢与偏见


  再次强调，分享经济是友好型经济、普惠型经济、信任型经济、信息型经济、协同型经济、体验型经济、WE众经济的融合，也益发表现为平台化经济。这是其本质特征之一。它与“互联网＋”结合，可以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而改变世界。


  国务院信息办原常务副主任陆首群指出，发展分享经济对我国经济转型发展进入新常态，推动国际合作，消化产能过剩，提高劳动就业率，重构并壮大“中产阶级”，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行良性互动有重大意义。


  有人质疑，分享经济会不会削弱消费，拉低经济；也有人会质疑，分享经济会不会导致新的产能过剩？其实，即便是消化过剩产能这件事本身，也可以尝试通过分享经济的模式去解决。资源有替代效应，资源不用于某一方面，可以做其他更高效的安排。消费本身也是这样，我减少了购车预算，可能会加大教育培训支出。


  还有一种偏见，认为分享经济、互联网＋和实体经济一定势不两立。认为出租车与网约车平台间势同水火的大有人在，恐怕稍具理性的人都不会作此判断。一定不能用局部的观点如考虑部门利益而不是整体利益，不能用短视的观点如以稳定做挡箭牌排斥创新拒绝改革。滴滴起步于滴滴打出租，许多司机明白平台的好处，也清楚提高服务水平、不拒载不欺客可以让自己受益，让行业受益。司机懂得尊重自己、尊重职业、尊重用户、保持诚信了，懂得用户需要什么了，他们本身就是平台技术红利的受益者。


  此外，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平台的确能对传统出租业提质增效、促进转型，并正在打破过去的利益格局，压平寻租空间。而没有谁会相信，屏蔽网约车平台、阻碍私家车成为专车就可以天下太平、保持出租车行业的一成不变，就是对于出租车司机最大的利好。


  加大“监管侧”改革，释放新监管的红利


  就在去年年底，美国通过了两个重要的东西。一是10月30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通过就业法案第三章，这是一项历史性的重大改革，开启了全民众筹的新时代。二是10月底发布2015版美国创新战略。该战略首次发布于2009年，也发布过2011版。新版提出6个关键要素，包括三大创新要素和三项战略计划，分别是：投资创新基础要素，激发私营部门创新，营造一个创新者的国家，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和持续经济增长，推动国家优先领域突破，建设创新型政府服务大众。


  我国获得新监管的红利，需要兼顾健康与发展，需要破垄清障，需要降低体制成本，更需要持续创新而不是耽于守成。要反复自问，我们监管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其方法论、监管逻辑又是什么？是维护权力、制造垄断、设置障碍？是优化布局、发育生态、促进民生？是促进提质增效、做优存量、做大增量？


  克里斯滕森在《创新者窘境》里曾分析指出，“就算我们把每件事都做对了，仍有可能错失城池。面对新技术和新市场，往往导致失败的，恰好是完美无瑕的管理。“公共政策的制定或公共服务的推出，不能重健康牺牲发展，也不可只谈发展放弃稳健，要兼顾好、把握好度。检验监管效度，最核心的检验标准一个是五中全会强调的“民生”这个指南针，另外一个就看是不是各得其所。


  “先发优势”不是信手拈来的，“引领型发展”不是手到擒来的。我们需要多想想在经济发展速度换挡期，怎样挖掘体制红利，降低体制成本；我们需要包容、需要远见，需要立足服务、破垄清障。“互联网＋”、分享经济可能给监管带来新课题的同时，也为监管创新提供了支持。比如相关主体可以更深度参与并表达意见，比如网约车、移动互联网医院、大众点评、电商平台都可以用户参与并主导评价，这实际上成为集约监管的重要力量。


  让新业态生态化自由成长


  要让创新驱动发展，催生更多新业态，需要率先打造促进新业态脱颖而出的新生态，保护新生产力，让创新创业生态化自由生长，这是“互联网＋”新定义所落脚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软环境、好生态，不去包容、鼓励、扶持创新，不可能有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局面。分享经济平台屡遇掣肘，和管理部门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不清、边界意识不明，动辄越界，或运用行政权力设限有关。率先转型，才能符合“十三五规划”建议强调的“五位一体”发展要求。


  要忍得了模式之变的阵痛


  对于分享经济最大的质疑，一定是来自政府部门的担忧，如果对传统行业造成冲击、人心不稳怎么办？


  年初，在Uber和Lyft的夹击下，美国最大出租车公司Yellow Cab申请破产保护。Yellow Cab公司1977年成立，目前共拥有530个出租车牌照，是旧金山最大的出租车公司。由于在美国运营出租车必须具备官方发放的牌照，因此这一规定促使出租车公司手里的车牌价值不断水涨船高，2013年一张牌照甚至被炒到了132万美元。


  状态切换是新旧力量的角力，是心智与习惯的转换，需要时间考验，要经受质疑和唱衰的煎熬。2015年4月14日，李克强提出：现在中国经济正处在“衔接期”，一些传统的支撑力量正在消退，与此同时，一些新的力量则在成长，有的新业态新产业呈爆发式成长。但目前，新旧产业与动力转换还没有衔接到位。


  迎接新生命的分娩都不可避免要承担痛苦，要以短痛换长好。《人民日报》1月4日头版头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新常态》一文指出，在经济调整的过程中，短期阵痛不可避免，但也是值得的，只要应对得当，阵痛未必很大。


  让需求侧、供给侧、监管侧共舞


  供给侧除了和需求侧对应之外，还和“监管侧”对应；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有对“供给侧”的导向，也有对“监管侧”的要求；保护新业态，引领新动能，发育新生态，发力高质量的新增长点，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监管侧的重心。


  Airbnb正在撰写一系列经济影响报告，以说明这些租房活动如何对处于热门旅游路线以外地区的商业带来的积极影响。旧金山市的官员坚信，Airbnb的商业构想将大获成功，因此该市正在修改城市法规以给该公司留出发展空间——与此同时，旧金山市政府也在推动对租房交易征收14%的旅馆税，与希尔顿（Hiltons）和万豪酒店（Marriotts）支付的税率相同。


  滴滴出行平台是技术驱动的智慧出行、智慧生活的供给侧改革样本，更好地满足了用户个性化需求，更好地发挥了存量的价值，更好地激发了新需求，并促进了需求侧、供给侧、监管侧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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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9 供给侧、需求侧与监管侧占比

  


  分享经济需要发挥市场的力量、WE众的力量，要赋权消费者，让他们有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智慧出行是由创新驱动、由用户定义的，是市场要素间达成的新契约。而消费者自由选择可以产生红利。消费者天然有自由选择权，我们要关注消费者的选择，“互联网＋”关注用户体验，其核心就是更好地自动进行消费者赋权。


  “十三五”规划强调，“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随着收入增长与消费观念的变化，居民在生活方式上有很多新变化，特别在消费、服务的便捷性、舒适性上有很多的新需求。这些新需求如何释放，如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是一个课题。好在互联网，包括分享经济平台、体验经济，让我们更近、更真实地听取用户的声音，更关注他们的“表决”，所以创造新供给就有章可依。


  中国最大的分享经济空间：城乡连接交融分享


  记得费孝通先生曾经力主弥补城乡差距，而缅怀“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先生，也再一次引起大家对农村问题的关注。王君柏万没想到，自己一篇有感而发、略接地气的2015年回乡散记，在微信朋友圈竟达到千万级的阅读与转发。他分析原因，“大概是激起了人们心底的乡愁吧”。太多人跟他一样，生活在城市，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留恋故乡。


  乡村被数字鸿沟隔离而“失连”，留守农村的多为老弱孩童。农民很少能够去分享互联网带给他们的成果，乡村文明的延续亟待信息公益、数字扶贫。


  腾讯2016年建立“为村”公共平台，集聚更多的机构为农民获得有尊严的收入提供支持。汪向东与阿里的中国淘宝村也做出了一些有成效的探索。但这是不够的，需要更广泛的参与，借助“互联网＋分享经济”，连接乡村，连接情感，连接世界。


  乡村是中国最大的众创空间。借助分享经济模式，促进城乡之间、城市家庭和乡村家庭之间、城镇居民与农民个体之间建立连接、信任、合作、分享、反哺；让农民获得有尊严的收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尤其需要有更多的乡村创客＋乡村带头人成为乡贤，让分享经济之光普照乡村。


  最后，用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讲话中引用《周易·益卦》的一句话作为结语，这是习近平主席的谆谆告诫——要变通趋时，把握时机，做出适于时代需要的判断和选择：“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分享互联网：智能生活群落的诞生


  王宙洁卢梦匀


  上海证券报


  虽然大部分初创企业成立未久，但在不到数年的时间里，它们中的许多已经变成资产数十亿美元级别的公司。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诞生于2008年世界经济低谷时期，靠着来自朋友和家人的钱，然后获得市场的青睐并开始寻找传统投资者，并在几年后终于出现了投资热潮。


  它们就是分享经济型企业，这些企业仰仗互联网，将劳动协作中的“需求”与“供给”直接配对，绕过了传统的中间商。如今，分享经济模式的企业已经累计获得150亿美元的融资，这一数据超过整个社交网络所催生的巨人，包括脸谱网、Twitter（推特）和Snapchat（“阅后即焚”照片分享应用）等。


  科技博客VentureBeat的撰稿人约翰·科伊茨耶几天前写道：“分享是一桩大生意，大大的生意。”


  已经发出类似感叹的还包括私家车车主、民宿主人甚至是私人游艇拥有者。如果你刚好有一个可以供宠物游乐的小天地，一顶暂时不需要使用的野营帐篷，现在都有了让它们发挥作用的新途径。私家车的闲暇时间如今通过Uber被转换成一单单车主的大生意，马路上十几平方英尺的地方通过停车位租赁服务ParkingPanda产生收入，而在澳大利亚在线租用网站Rentoid上你可以轻松租用到修葺家庭花园的工具。


  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在改变人们的生活。凯文·凯利在《失控》中写道：“学会识别秩序而不是原因，才是关键。”出租并非新生事物，但基于互联网，它正势不可当地带来新的生活群落和经济世界。根据普华永道的调查，7%的美国成年人表示他们在分享平台上工作，更多的人愿意跟随这种趋势，同时也被这种灵活的工作时间与自己当老板的机会而吸引。


  尽管出租者们仍有可能面临监管风险，爱其者一大把，批评者亦有之，摆在眼前的事实是，人们获得商品与服务的方式已经开始出现改变，这是一场旧工业模式与新开源经济之间的拉锯战。


  “互联网＋”催生分享新形态


  1978年出版的一篇学术论文《群落结构和协同消费》中，一种闲时分享自己汽车的模式被提出，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和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教授琼·斯潘笔下的“分享经济”从此为人知晓，其主要特点是通过一个三方市场平台，实现点对点的直接商品与服务交换。


  这种模式起初并未吸引太大的关注，一些改变发生在30年后。2008年，苹果公司推出了苹果商店，召唤一个商业伙伴从此变为须臾之间的事情。在美国旧金山，当时刚刚从罗德岛设计学院毕业的切斯基和乔·吉比亚在他们的公寓里铺上气垫床，为工业设计会议的参会者提供住处，以此来挣些零用钱。他们做了个名为Airbnb的网站来宣传他们的服务。


  突然间，人们开始看到这种模式的价值所在。类似的平台开始蜂拥冒出。“跑腿兔”便在那年成立，无论是需要人安装家具，还是请人帮忙遛狗，你都能在这个平台上发布任务并设定最高出价。它会找出有合适技能的人，并将那个最低要价的人匹配给你，帮你完成任务，例如，清理鱼缸。而“跑腿兔”会从每笔服务费中抽取提成来获利。


  因为注入了互联网的元素，分享这件事便有了能够借力的平台，尤其是简单操作型的数码科技例如GPS（全球定位系统），能够使人们快速响应对商品与服务的请求。借助互联网，人们根据自己的需求通过互联网订私人的房间、汽车、船舶等各种用品。技术的发展降低了交易成本，并使得这种租赁变得容易许多，消费者可以利用自己的闲置物品赚钱。


  4年前，这种合作性消费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将改变世界的十大想法之一。


  而伴随云计算及大数据等新型科技的发展，这种新形态下的分享模式进一步有了生命力。数据是支持分享经济的科技组成部分之一。参与者免费地分享他们的数据让其他人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应用大数据算法，基于可用的闲置生产力的地点，来做出推荐满足需求。数据成为产能核算、社交媒体集成、数码科技交互的基础，使得请求式的获得商品成为可能。


  数据也是初创公司进入经济的关键。根据数据分析以快速研究与预料需求，根据需求，云服务再衡量数据与应用，这样就节省了去市场的时间与成本。毫无疑问的是会有数百家开始参与其中并寻求资金以支持它们的业务。


  分享经济规模爆发式增长


  一发不可收拾。基于互联网的分享经济让越来越多的参与者蜂拥而至。


  社会化媒体策略专家、CrowdCompanies的创始人耶利米·欧阳研究发现，目前分享经济类的企业规模约为170亿美元，它们拥有6万名雇员，其中包括从旧有技术的昏暗迷雾中所诞生的古老eBay，和相对新兴的网站Etsy（以手工艺品买卖为主要特色的网络商店平台）、Chegg（专门从事在线教科书租赁、家庭作业辅导、奖学金帮助、课程复习及实习岗位匹配工作的学术型公司）、WeWork（为创业人士提供服务的一家公司）、Airbnb和Uber等。


  耶利米说，“虽然大部分初创企业最近才成立，但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它们中的许多已经变成资产数十亿美元级别的公司。”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诞生于2008年世界经济低谷时期，靠着来自朋友和家人的钱，然后获得市场的青睐并开始寻找传统投资者，并在几年后终于出现了投资热潮。如今，分享经济模式的企业已经累计获得150亿美元的融资，这一数据超过整个社交网络所催生的巨人，包括脸谱网、Twitter和Snapchat等。


  彭博社则报道称，在去年的前9个月中，风险资本家们将13.7亿美元资金疯狂投入分享经济企业中，尽管这些企业被认为获利有限。Uber以500亿美元的估值募集到15亿美元。也就是说，这家成立不到6年的公司价值等同于Target（美国塔吉特公司）和卡夫食品。Airbnb的估值为200亿美元。Uber的竞争对手，Lyft的估值也高达25亿美元。


  这些公司很少说一些和收入有关的事情，但是Lyft的一份泄露文件显示，这家公司在2014年大约赚到1.4亿美元，并且该公司计划在年底前花费60.5%的营收用于拓展市场。


  而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随着Uber接近达成一项新的信用额度及股权融资，该公司总融资额将达到100亿美元，创下美国科技公司在上市前的融资纪录。


  Airbnb宣称，自该公司在2008年成立以来，已经吸引到超过3500万用户。过去一年里，Airbnb的客户数翻了一番，从2014年5月的1500万人增至3500万人。


  功能的进一步细化也是资金涌入时考虑的因素之一，它们更喜欢选择细分市场，私家车分享服务便是例证之一。类似于Uber的新服务商Shuddle在最近由RREVentures领投的A轮融资中募集了960万美元资金，这一平台主要帮助家长接送孩子。


  智能生活群落的诞生


  科技在这个后工业化时代的绿芽上将人们脱离了集权化、等级制的机构体系，分享经济改变了我们创造与获得商品及服务的方式。结果是这种转换型的劳动协作凭借着“需要”可以直接被匹配到提供者的“拥有”的方式，直接绕过了传统的中间商。


  这种转变影响了所有层次上的所有年龄段的劳动力与工作者。从司机到家政人员，再到辩护律师，海外媒体将这些给予分享经济平台工作的“微企业家”分为4个群组，每种都源于这种新型经济下的特定利益。


  第一种群组是“灵活者”，如待在家中的父母、退休者、学生、残疾人以及其他无法进行传统朝九晚五工作的人。分享经济提供的灵活性与自主权使得这个群组成为了劳动力。


  第二种群组是无法在严峻的市场环境下找到传统工作的人。分享经济对失业者来说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答案，但是它的确能够通过提供必不可少的方式来产生足以自足的收入，这对不少人来说相当于一个救星。


  第三种群组是“专业者”，他们在一个或者多个分享平台上进行全职工作。通过提供品牌、行销、支持与分销服务，分享平台让这些独立的专业人士在某种方式下扩展了他们的业务。


  而也许最有趣的提供者分类就是有传统的全职工作但想赚更多收入的人了。根据Airbnb的调查发现，超过一万名的房东利用他们出租的收入来支持他们的创业。


  对于很多人来说，传统的雇用关系已经是过时且没吸引力的概念了。1156个Lyft的司机被问到如果不为Lyft开车了是否回去找一份全职工作，只有25%的人回答了“是”。对计划、价格、地点，以及能力、享受的控制远远多于传统工作的利益。分享经济提供的选择仿佛是绕着瓶子飞舞的精灵，这种吸引力一旦产生变无法被逆转。


  争辩中的开源经济新篇章


  分享观念利用那些以前被认为不可能产生收入的资产创造了新的市场。消费者不再是单纯的购买商品，而是开始了彼此间的分享。


  在高失业率的美国，TaskRabbit提供的雇用模式似乎也点燃了解决危机的希望。另一方面，分享公司方便低薪的工人来补充收入，可以更好地利用时间和资源。


  然而，当分享经济渐渐变得主流且有利可图起来，批评声也随之而起。


  这对传统的企业来说，算是一种打击和破坏。《纽约》杂志认为，这些应用创造了一个可以替代公共交通的私人交通系统，而该系统只惠及富人或科技爱好者。而且这些应用削弱了公共交通，让改善公共交通的政治压力得以减轻。随着这些应用寻求在全美范围内发展，其与公共交通的关系就成了一个关键问题，而监管者们要想出解决之道。


  意识形态的反对者认为分享经济的点对点交易加剧了不平等。在一些城市，例如分享公寓的行为不适用于长期租户，也带来住房短缺和抬高租金等问题。酒店和出租车运营商认为，这些硅谷创业公司使用资本补贴，从而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员工保障方面的问题也为批评者诟病。的确，像医疗保险和病假工资之类的福利并不与雇用合同挂钩。但有海外媒体分析称，并不是分享经济产生了这种不一致：它是由于技术革新的历史所趋。此外，新型的社会保障已经出现：跑腿兔出台了最低工资标准，使得工作者一小时工资不会低于12.80美元，这比美国任何一个州的最低工资都要高。有些平台也正在考虑如何给予提供者股权，与创造价值的人分享价值。


  然而，这些分享经济的企业与监管者的博弈仍不鲜见。德国政府严禁没有注册过的Uber司机赚取利润。FlightCar曾遭到美国旧金山市与县当局的起诉，后者控诉该公司在没有获得所需批文的情况下在机场经营汽车租赁服务。旧金山当局还表示，作为一家汽车租赁公司，FlightCar必须支付其营收的10%以及每辆租赁汽车20美元的费用，而该公司未曾支付。


  英国媒体近日还披露称，美国监管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正对Uber和Airbnb等分享经济先锋企业进行严格审查，希望弄清楚它们对个人数据的使用及伤害问责机制是否会对用户造成风险。该机构审查的是在交通运输、住宿和电子商务领域帮助开展“个人对个人”交易的互联网企业。在世界各地，监管者认为，这类企业的爆炸性增长引发了种种问题。


  就在这几天，一批学者及官员聚集美国华盛顿，探讨分享经济。就在最近，联邦贸易委员会举行了一整天的研讨会，其间的谈话并非没有争议。虽然坐在Airbnb全球公共政策主管旁边，美洲酒店协会的凡妮莎·辛德思依旧警告称，像Airbnb这样流氓的商业利益是不受监管的。在一些场合，她说：“它们只是非法酒店。”


  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利兰·安纳夫则表示，他不认为法规应该扩展到分享经济领域。“我们应该让它运行几年，来了解它们是如何操作的，然后定制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他说。


  在研讨会当天发布的一份声明中，美国消费电子协会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盖瑞·夏皮罗说道，他很感激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正在调查分享经济，这是“自由市场经济最好的一面”。他还表示，期待更充分地参与其中，以更好地去理解这些创新的经济模型。


  哈佛大学教授尤查·本克勒在一次TED演讲中表示，从事互联网工作和研究的一个常见问题是，有时候很难分辨一个新兴事物，究竟是短暂的潮流，还是根本性的变革：“过去的150年，我们一直处于信息革命之中。所谓的工业革命，只不过是信息革命的序章。”


  如今，新的社会合作框架已经渗入人类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中，资本在自由流动，从而决定什么才是社会最关心的问题，决定谁是做某事的最佳人选，并形成激励模式。一场旧有的工业模式与新的开源经济模式之间的拉锯战正在展开，进而改变我们认识世界和描述世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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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同共享：零边际成本社会来临 [7]


  杰里米·里夫金


  美国知名新经济学家


  新范式与零边际成本社会


  资本主义时代正在流逝。虽然不是很快发生，但不可避免。一种将改变我们生活的新经济范式“协作共同体”“协作经济”正在出现。我们已经目睹了一种混合经济将要出现，一部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一部分协作共同体。这两种经济制度经常以“并行”的方式运作，有时也有竞争。它们发现彼此沿着对方的周边产生出一些协同效应，这样它们可以为彼此增值，同时让自己受益。其他时候，它们也深深地对抗，每个试图吸收或取代另一个。


  这两个相互竞争的经济范式之间的斗争，将是长期和艰苦的。但是，即使在这个早期阶段，越来越清晰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所能提供的在我们商业、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人性叙事”和支配一切的“组织框架”，已经经历了10代以上，却正在达到顶峰并开始缓慢衰退。虽然资本主义将继续作为至少在今后半个世纪左右的社会模式的一部分，但我很怀疑在21世纪的后半叶，资本主义将继续作为主导性的经济范式。


  我们正在开始见证一个资本主义的核心悖论，这个悖论曾推动资本主义发展到巅峰，但现在却威胁着它的未来。这个悖论就是，竞争市场固有的活力，让商业成本大幅下降，以至于许多商品和服务几乎变成免费的，而且非常丰富，不再受制于市场的供求关系的力量。尽管经济学家永远喜欢降低边际成本，但他们从未预见到，一场技术革命可能会让这些成本接近到零的水平。


  这种“协同经济”或者“共享经济”的范式是全新的，仿佛在19世纪我们看待共产主义一样。这种经济范式和过去的“交换经济”截然不同，它是在分享的基础之上。这种共享式的经济范式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和过去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交换经济形式，并行不悖地共同走下去，不是你取代我或我替换你。也许到2050年，人们将看到这两种经济形式都在发展，但是共享、分享式的“协同经济”会越来越繁荣，而“交换经济”很可能慢慢就会走向没落。


  已经有很多生动的例子。比如腾讯、阿里巴巴，其经济范式是我们常说的私有经济，是资本主义，但它们所使用的商业模式已经有共享的成分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两种经济体制和经济系统将并行，且相互支持，朝着一个更深度的融合发展。


  到底是什么促成了新经济形式的出现，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零边际成本”。“边际成本”的概念是指，生产额外新单位产品所花费的成本，这种边际成本在特定情况下会接近于零。比如说教师在教书的时候，教室里坐一个人发这么多工资，坐10个人也是发这么多工资，这就是“边际成本”。


  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中，通过协同共享以接近免费的方式，同时分享绿色能源和一系列基本商品和服务，这是最具生态效益的发展模式，也是最佳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


  新红利与第三次工业革命


  我经常跟各种企业家探讨，发展经济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我们的第一要务是什么？就是要找到新的技术。新的技术革命，促使生产产品和服务的边际成本不断降低。这种降低是非常好的，无论是对于普通用户、公众，还是对于所有投资人来说，都是如此。对消费者，边际成本的降低可以通过使他们以廉价的方式获得产品和服务；对投资人，由于边际成本的降低，他将有很好的回报。


  过去二次的工业革命中，重点也都是边际成本的降低，只不过这一次边际成本可以降到接近于零。这就是我所说的，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一场新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30~40年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红利一定会穷尽，所以我们必须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所有变革，主要都是来自于三大变化：第一个变革是在通信交流上的变革。我们有了新的通信工具、交流工具，能更有效地改善沟通，并且进行管理和组织；第二个变革是能源和能量方面的变革。我们有了更高的能源或者更强大的能源，从而能够驱动机械，进行生产。第三个变革是交通方式的变革。有了新的交通方式，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运载。当这三大技术变革融汇在一个平台，我们才能真正推动历史事件的发展和产业变革。回顾过去的几次工业革命，都是这三股力量交织的结果。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19世纪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在20世纪发生的。


  比如说，19世纪的时候，主要的能源形式发生了改变。当时人们找到了煤炭这样一种新的能源形式，它更有力量，随之就把手动或者是人力、牲口的动力方式变成蒸汽机，蒸汽机有更大的力量运载。同时，交流方式也改善了，人们发明了电报，随时可以把信息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另外，因为有了蒸汽机，人们还发明了火车。


  交流方面的电报、交通方面的火车、能源方面的煤炭，所有这三类东西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什么样的变化？一方面有了世界贸易，人们可以把一个国家的货物卖到另一个地方，从而形成了充分的世界市场；另一方面，在治理方式上出现了现在的国家，我们可以把国家的政令以电报方式迅速地传到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实现更为现代和高效的治理；人们还通过商业模式建立起了现代的公司，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公司，而且出现了垂直整合式的公司业务模式，垂直整合是指在一家公司当中可以把产品所需要的部件在一家公司当中生产出来，而且第一次在整个世界上出现了规模经济。


  “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20世纪。在20世纪早期，发明了集中供电的电网，发明了无线电，发明了广播，发明了电视，发明了电话，还发明了内燃机，所有驱动这些变化的主要能源就是，20世纪人类开发了廉价的大型油田支撑了所有这些变化。于是从20世纪开始，大街上跑满了小汽车、大卡车、公交车，最后我们整个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了。


  但是，这样一个蓬勃的工业革命到了2008年7月份时达到了顶峰，为什么？如果没有记错，在2008年7月份的时候世界油价涨到了147美元一桶，当达到如此高油价时，经济开始崩溃，市场开始出现衰退。为什么石油价格会有这么大的影响？为什么在技术如此发展的时代，有的国家经济却没有发展起来？


  “第二次工业革命”太依赖于化石燃料、太依赖于碳了。不光是汽车、飞机，包括农田里的杀虫剂、塑料袋，所有东西都来自于石油、来自于化石燃料。2007年油价开始起飞时，人们的相对购买力开始慢慢减少，于是产品库存开始不断增加，人们开始无法承受物价，所以经济出现了崩溃；当经济崩溃之后，人们无法购买商品，所以石油价格又掉了下来，之后人们又开始进行消费了……我们的经济一直处在这种时衰时涨的周期中，经济走不出这样的死循环，这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直在研究的课题。


  很多人说人们现在不是找到了新的能源替代品了吗？比如焦油砂、页岩气。但毕竟任何东西都是有尽头的。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也许是未来30~4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红利就会耗尽。


  零边际成本与未来的网络


  全球范围内，不少机构都在努力研究互联网的智能化，研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甚至是“全球脑”的概念。互联网、物联网及广义的网络将在这场变革中充当何种角色？


  1999年，资本主义的悖论初现端倪。当时，音乐网站Napster开发了一个能让数百万人不向制作人和艺术家付一分钱，就可共享音乐的平台，重创了音乐产业。接下来，类似现象也严重打击了报业和图书出版业。消费者开始通过视频、音频和文本，共享他们自己的信息和娱乐内容，几乎不用花钱，完全绕过了传统市场（今天的微信也是如此）。


  边际成本的大幅降低重创了上述行业，现在也开始重塑能源业、制造业和教育行业。尽管太阳能和风能技术的固定成本不菲，但除此之外获得每单位能量的成本较低；数以千计的业余爱好者已经在用3D打印机、开源软件和作为再生材料自己制造产品了，边际成本几乎为零（所谓生产方式的“大规模业余化”，又一次找到了例证）；同时，美国有超过600万学生参加了免费的大型在线公开课程，这些课程内容发布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


  零边际成本经济的现实令人毛骨悚然，充分的利润率是资本主义市场继续增长的关键，但愿意为额外的优质商品和服务付钱的消费者人数毕竟有限。


  这即将影响整个经济。另一方面，一种强大的新技术基础设施——物联网——正在出现（这与“零边际成本”的经济规律产生了迭代），这种新的技术平台正开始把所有事情、所有人联系在一起。目前，超过110亿个感应器，被和自然资源、生产线、电网、物流网络和回收利用流程绑定在一起，安置在住宅、办公室、商店和车辆中，为物联网提供大数据。到2020年，至少会有500亿个感应器和物联网相连。


  物联网，再利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和算法提高效率，将生产和共享诸多产品和服务的边际成本降到接近零的水平。例如，美国有3700万栋大楼安装了与物联网相连的仪表及感应器，提供有关输电网中用电量和价格波动的实时信息。这最终会让用太阳能和风能装置进行绿色发电，并当场存储的家庭和企业可以为软件编程，在电价上涨时脱离电网，使用自己的绿色电能，并以近乎零的边际成本与邻居共享多余的电。


  未来的网络，相当于人类大脑之外创造了一个“外脑”。分享一个故事：当年德国总理默克尔上任时，几周内就召见了当时欧盟的政策顾问。在召见我时她问我，怎么样才能发展德国的经济呢？我说，现在20世纪的工业革命已经基本走到尽头了，而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正在不断兴起。当时默克尔就说，请你给我们德国就“第三次工业革命”勾画出路线图。而现在我也非常欣喜地看到，中国的领导层也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包括李克强总理、汪洋副总理都先后批示，关注“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所有一切都是源于互联网。互联网开始只是出于信息交流的需要，但是正在不断地进化成一种新的、多种功能的超级网络：比如，第一，变成了一个超级的物联网。它不光只有信息交流功能，还可以通过很多的传感器，把很多物体包括家用电器都集中在网上，随时上传和下载数据。第二，是能源互联网。现在有很多的新能源，如风能、太阳能发电，而所有这些能源的数据都可以通过智能电表反映在互联网上，可通过网络方式来控制能源消费和生产。第三，所有的交通方式也互联网化了，我们把它叫作交通互联网，很多驾驶员、车辆上都有GPS，上面都有传感器，都有数据传送的装置。我们说的“三网合一”，是指在网络上不只有信息流动，还有能量流动和物的流动。


  很多大型企业开始注意到这场变革，像西门子、通用电器、IBM、思科等大公司都开始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也有很多中国公司从事类似的工作。可以预计，在未来几十年中，全世界将会安装100万亿个相关的传感器或者摄像头，把整个世界真正地联系在一起，就好像在人类大脑之外创造了一个“外脑”，这是令人激动的图景。


  这个改变的重要性在于，有了这样一个外脑，把所有的现实世界联系在一起之后，事实上，全人类第一次在历史上就能像一家人、像一个人一样，开始从事各种实时的生产活动，而且可以完全根据大图景和大数据来安排自己在整个环境中的角色。有人可能提出疑问，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太吓人了？如果这么多的东西把我们的生活暴露，那人们的安全和隐私呢？会不会有数据泄漏？会不会有网络暴力主义或恐怖主义呢？我在书中，也谈到这样的担忧。但我认为，随着技术发展，这些问题一定都能得到解决。


  生产型消费者正在崛起


  多年以前，未来学者托夫勒等人就提出过生产型消费者（ProSumer）的概念。我们认为，“零边际成本社会”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消费者力量的崛起。商业社会的力量向着消费者转移，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经济思想的共识和必然的趋势。


  传统商业模式衰落，生产型消费者正在崛起。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有40%的人口被纳入互联网的连接中。未来20年，全人类被互联网连在一起是可以期待的。现在只要花25美元就可以接收互联网和融入互联网，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接入整个世界的互联数据当中。


  人们可以有自己的数据及算法，一切都是公开和透明的。一旦你发现哪个地方需要改进，或者你想和你的朋友做些什么，无论你是大企业主、中企业主，还是小企业主或居家创客，都可以在自己家里随时大幅地提高生产力，从而弥补社会上某些领域生产的不足，创造出你的方法，来弥补整个大图景中的缺失，这也是边际成本不断接近于零的可能性。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生产型消费者”。


  我们也可以看到，所有过去20世纪显赫的商业模式都正在衰落——电视被YouTube取代，新闻媒体、报纸杂志开始被网络日志取代，出版业也正在被电子书侵蚀。过去14年中，所出现的这个过程叫作“商业民主化”——所有商业生产不再由几个巨头垄断产生，而是人们共同民主地创造和生产。“生产型消费者”，是指多数人既不是商业拥有者，也不只是消费者，既买也卖，在生产的同时也在消费，人人共同分享，从而创造一个新的、更为民主化的生产模式，而边际成本是接近于零的。


  与“零边际成本”相伴随的，正是更为创新，更加灵活的创业者的兴起。不少研究者将其称之为“创客企业家”。


  在德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电力。过去的例子无非都是在音乐、书籍，或大学课程这些文化内容，都是一些虚拟的、思想精神上的产品，但有了零边际成本之后，我们发现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防火墙开始坍塌。如前面谈到的信息、能源、交通的三网融合。想象一下，在未来可能数亿或者数十亿人会生活、生产在这样的网络当中。


  看看在德国发生的现实状况。德国默克尔总理上任已7年时间，现在全国所使用的27%能源都是来自于风能和太阳能，而德国计划在2020年之前使新能源份额达到35%，而在此过程中，我们看到巨大的固定成本下降以及边际成本下降。这个趋势在历史中一再重演——早在互联网革命之初，手机和电脑芯片的成本就是大幅度、指数式下降的。在我小时候，要买电脑是不可能的，一个电脑芯片就几乎价值100万美元，而今天，电脑几乎是人手可得的非常便宜的东西，固定成本是绝对会随着技术进步不断下降的；而太阳能电池板、风电站同样也面临类似的成本曲线；在我小时候，想发出1瓦的太阳能需要花68美元，而现在只要66美分就够了，成本几乎是原来的1/100。


  德国正不断地利用太阳能、风能以及分布式发电等，从而降低边际成本。为什么？因为太阳是不会给你发账单的，在德国，公众只要一次性地投入购买太阳能电池板，或风力发电设计装在楼顶上，就可以一辈子受益。家家户户都开始生产自己的电力，促进了能源生产力大幅的提高。德国过去有四大电力运营商，过去这些企业都是牢不可破、非常自负的，现在它们的处境却好像过去传统的媒体巨头一样，不得不低下头，因为很多时候公众不再需要向大的电力企业购买电力，而可以进行自我生产。


  新经济范式图景下的中国对策


  中国是一个以传统制造业为主要产业形态的经济体，如何看待中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及“零边际成本社会”中的角色？在新经济范式的图景下，中国经济应采取的策略是什么呢？


  事实上，聪明的大制造商都会不断地改变它们的商业模式，而且，它们在新工业革命当中是有一席之地的。


  首先，要明白一点，整个变革不是在一天之内就完成的，不是说我们今天开始说这件事情，明天所有的大制造商都关闭了，这个过渡过程还需要30年的漫长时间。其次，所有的电力厂商也可以改变自己的经营模式，它们不再需要真正去经营能源或者电力的生产过程，它们完全可以由生产电能的工厂，变成管理电能的智能互联网。再者，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家里生产一部分太阳能或风能电力，但是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够把整个传输电力的网络管理好。需要运营商通过网络，把全世界或者在它们这个地区内所有电力生产者的电能连接在一起，然后在网上调配余缺，它们只是中间商，或者调配者。今天阿里巴巴所做的事情不正是这样吗？


  还可以帮助客户不断地改善现有的能源结构。设想一下，所有大电厂的网络上不光连着小发电用户，而且还连着包括运输企业、生产企业，它们有着超大的数据，随时可以知道哪家企业在能源的表现上做得更好，谁更加节能，谁需要更多的能源，所以它们可以给客户解决方案，提供更好的算法，可以帮助客户优化能源结构，帮助管理大数据，甚至在不同的企业当中调剂能源余缺。现在，像德国电力、法国电力、西班牙电力这样的大公司，都慢慢开始接受这样的概念，决定拥抱这次变革，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存活并发展下来。


  两年前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上市时，这本书被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看到了，他非常喜欢，当时就说，一定要做些什么事儿来实现“第三次工业革命”；随后这本书也被当时的李克强副总理看到了，他还曾经在我的书上专门批了字，祝贺我们这本书所阐释的原理，并且他也希望中国能沿着这条路发展。


  现在汪洋已经成为了中国的副总理，李克强成为了总理。就在去年，我与汪洋副总理见面时，他认为这件事情一定要推动，而且非常好。于是在我随后来访中国时，见到国家发改委、全国人大、大型能源企业的负责人，包括国家电网，他们也都表示对这个事情非常支持。后来国家电网拨出820亿元人民币，决定在未来四年中在中国大量普及智能电表，在中国提供能源互联网的基础设施，让中国的能源构架起智能化的互联网络，这是非常好的信号。


  今天，中国信息互联网已建立起来了，能源互联网也有了雏形，交通互联网——中国物流业——正不断发展，很快中国就会成为一个以数据为基础的三网融合平台，而这个网络不光在中国，很快会跟亚洲和欧洲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图景，一个多么大的事业！


  更重要的是，中国一旦有了新的产业模式之后，未来会成为一个创意大国，会成为一个真正在思想上、创意上的大国，中国以后会慢慢成为物联网的国家，一切都会连在网上，中国也会不断地迈向“零边际成本社会”的旅程，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中国已经在做了。


  未来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就像现在我们身边的音乐、视频，生产已经完全是个人化、私人化了。未来我们所有的物质生产也会变成个人化、私人化，比如通过3D打印技术，我们整整一代人可以坐在自己家里完成自己的生产，所有物质的生产就会像音乐生产一样变得非常简便、廉价，边际成本接近零。例如，世界上第一台3D打印的商用汽车已经生产出来了，是一家意大利汽车厂的汽车，而且以后还会变得越来越智能，包括无人汽车也可以通过3D打印机打印出来。现在在加州，很多时候你在马路上，可能会被身边的无人驾驶汽车吓一大跳。


  现在奥巴马政府已经规定，以后在所有的中小学里，每一个学校都要有一个3D打印机，每一个孩子都要有一个3D打印机，以后你会看到所有的小孩子在自己家里用3D打印的方式生产东西，他们也许使用回收的材料、廉价的能源，东西可大可小，但一切都可以打印。未来，也许大桥、高楼这样比较复杂大型的物体还需要专业公司生产，一些小的东西完全可以在家里自己生产，而所需要的模板材料都可以从互联网免费获取。


  未来必然会形成一个大的制造商和各种规模的生产者相互竞争的格局，如果一个公司想替代普通的生产者去生产某一样小东西，它怎么能竞争过全人类呢？这就是我们未来3D打印生产的图景。


  现在欧美人，尤其是年青一代，几乎共享所有东西，孩子的玩具、汽车，甚至房子都可以与陌生人共享，而且都是通过特别大的网站完成的。年轻人说我不想拥有一辆汽车，买一辆车放在自己家车库里，是我爷爷奶奶干的事情，我们现在需要有极大的移动性，需要共享，需要到了一个城市之后一招手或一摁软件，90秒内就有一辆汽车停在我面前马上可以用。这就是新的经济趋势，一切都在共享中完成，需要的不是占有，而是使用和共享。


  中国在这样的新的经济方向下会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中国会不会融入这样的经济模式？讲一个例子，尼尔森咨询公司最近做了一个调查，解释了共享经济的模式。最后的结论是到底哪个国家最渴望这种经济模式，最渴望分享？就是中国，中国人特别渴望这样的分享经济模式的出现。在未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都会以非常低的边际成本，来共享生产出来的产品，可以大大降低成本，可以更多地提升大家的生活水平，这就是未来的趋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未来应该朝哪个方向不断地走下去？中国现在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大国，下一个问题是中国到底会不会成为一个领先的大国？会不会领先着整个世界的先进趋势不断地发展下去，使中国变为经济上更加民主和更为环保的大国？


  总结一下，一种新的经济体系正在登上世界舞台。自从19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和与之对立的社会主义出现以来，协同共享是第一个生根的新经济范式。21世纪上半叶，协同共享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蓬勃发展，并且已经开始在改变我们组织经济生活的方式，它极大地缩小了收入差距，实现了全球经济民主化。中国也正在加入这个大趋势中，并创造出自己对世界的贡献。


  
    [7] 根据价值中国网访谈文章整理。

  


  分享经济背景下的云服务


  姜奇平


  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


  当前互联网正进入行业互联网时代，以分享经济为方向，“互联网＋”为业态的云服务，正在其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在云服务主体中，电信云、IT云与互联网云正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具有优越基础条件的电信云具有一定先发优势，如果能在产业云支撑平台有所作为，可以迎来发展的又一个春天。


  强调支撑服务平台在云服务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需要结合当前云服务所处大背景的变化来认识。


  第一，云服务是分享经济落地的基础。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发展分享经济”，标志着云服务的舞台，开始从局部扩展到经济全局。中央把共享的发展理念，提到“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高度来认识，云服务也要做好准备大发展，从赚局部发展的小钱，转向挣发展全局的大钱。以天翼云为例，不仅可以在电子政务、教育平台上发展，而且可以向各行各业全面渗透，为各行各业分享云基础设施服务、云平台服务和云软件服务。


  第二，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提出发展“互联网＋”新业态，这为云服务的发展指出新的方向。“互联网＋”不仅仅是互联网＋传统产业，而且是一种新业态。“互联网＋”业态的特点是“基础业务平台+增值业务平台”，云服务也要从分享经济背景下的云服务简单的应用服务，升级为“平台支撑服务+增值应用服务”的新业态。电信云、IT云与互联网云，谁先做成支撑平台，谁就会成为领先的老大。在这方面，互联网企业除了在EC（电子商务）这一个领域之外，在生产性服务领域并没有天然优势。相反，中国电信从过去的话音到互联网接入，再到现在的“互联网＋”转型，为生产性服务提供支撑的基本逻辑贯穿如一，只要及时向平台化方向发展，就会领先BAT一步，取得先发优势。未来云支撑平台的价值，有可能超过中国电信的市值。


  问题是怎么发展，才能抓得住大盘子上的机遇。我认为，关键是要用新思路启发和激活对云计算有内在动机的用户需求和决策。要抓住两个重要的需求升级，进行相应的两个重要服务转变。


  第一，顺应从技术服务需求到主营业务服务需求的转变，加强商务云建设。


  在分享经济和“互联网＋”背景下，用户希望通过云计算分享的资源，正从以技术资源为重点，向以主营业务资源为重点转变。这是用户需求上发生的意义深远的一大转变。


  在运营商的实践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种转变。例如，对中国电信天翼云面对的医疗云来说，厦门医疗云计算平台的价值目标之一是“有助于开发医疗信息数据挖掘和商业化应用”。这意味着，“云”助力医疗信息化，不光要做技术支撑，更重要的是做业务支撑。例如，开展“医疗卫生同城化”工作，厦门市健康医疗云项目接入了占95%医疗卫生资源的医疗卫生机构，实现市民门诊、住院、检查检验、体检信息、妇幼保健、儿童计划免疫等数据共享。


  运营商具有明显的网络优势。运营商可以通过“云+IDC+大数据”的一体化运营满足政企、行业以及互联网用户的需求。这种需求一旦从只占用户支出不到5%的技术服务需求，升到占主营业务30%以上的业务服务需求，最终云服务的收入规模就会成倍上升。为此，运营商需要实现能力的转型，从简单提供低附加值的主机托管、存储服务，转向提供行业业务的增值性服务上来。


  第二，抓住从应用服务需求到支撑服务需求的转变，打造世界级云平台。


  需求背景上的另一个变化不那么一目了然，但更加关键。这就是由用户增值需求的旺盛而产生的对支撑服务需求的增长，它导致一些富可敌国的巨型平台的诞生。云服务商来到了做大还是做小的历史分水岭面前。


  国家提出“互联网＋”，一般人往往只理解到要进行新旧行业的融合，但这种融合又是为了什么，与云服务是什么关系，往往就不知所以了。事实上，李克强总理谈“互联网＋”，明确把它归类在新业态，乃至新结构这一主题项下，要解决各行各业从低附加值状态，转向高附加值状态的问题。这将意味着，云服务商所面对的客户也要转型，从打价格战的业务，转向差异化的业务。如何降低差异化的成本，获得可持续的利润（所谓“好利润”），就成为客户新的热点和痛点。


  分享经济与平台经济，为客户的这种转型升级，提供了历史机遇。在云计算的技术支撑下，客户通过平台分享通用的商业资源（固定成本、重资产），使差异化、高附加值业务得以实现轻资产运作，就将成为转型关键。由此产生出对云服务商的一种新需求，就是从简单提供业务应用服务，提升到以提供平台支撑服务（如提供开发工具、开发平台）来促进自身的增值业务（APP）。于是，云服务升级为以API和APP为特点的云支撑服务。


  这是未来十年财富增长的主要空间。人们（包括整个欧洲）往往只看到云应用（如生产性服务），而没有看清云支撑（如生产性支撑服务），而后者才是未来重点。过去20年从面向消费的支撑服务产生了BAT，将来的天下则主要是面向生产的支撑服务。如果云服务商不抓住平台化的机遇，就会迅速变成云计算、云服务领域的小生产、小作坊，而只有抓住平台化的机遇，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大生产的惊险一跃，进而成为像东印度公司、洛克菲勒那样的支撑一代强国兴起的伟大公司。人类在百年前已经历了从轻工业向重工业的飞跃，如今正在经历从人工服务业（轻服务业）向支撑服务业（重服务业）的飞跃，运营商准备当鲲鹏还是蓬间雀，就在此一举。


  在分享经济条件下做平台，自然涉及一个令运营商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平台分享更像提供公共服务，这是不是意味着要云服务商去做普遍服务呢？其实这完全是误解。分享经济的精髓，是一半免费，一半收费；“拥有”上免费，“使用”上收费，所以叫“不求拥有，但求使用”。按使用收费，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不按使用效果收费，这同传统租赁没什么区别；另一种是按使用效果收费，即用户分享使用平台资源后，效果不佳（如不赚钱）则不收费；效果好（如赚钱）则进行分成（如苹果商城实行三七分成）。在实践中，平台分享比不分享，收益可能相差百倍；更重要的，是通过分享，让行业APP开发者分散了本来集中于运营商的市场风险。此前许多运营商投入自身“精锐”进入高风险的互联网增值应用，带来一些损失，主要就是没有通过分享经济分散风险造成的。云服务商向平台商升级，要经过这次痛苦的转型，后面才是平坦的大道。


  打造云平台，不仅要分享自身资源，还需要向用户提供增值开发工具，使之充分创造多样化的增值业务。只有用户全面转向增值服务，平台收获的黄金季节才能到来。


  分享经济下的云服务，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可以说就是分享得越多，收获得越多。


  社交化——分享·集聚·链接


  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 [8]


  社交化时代及其三大新规律


  19世纪中期开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宣告人类开始进入工业时代；20世纪中期开始于美国的信息技术革命则将人类推入互联网时代；伴随着当下社交网络的蓬勃发展，长城战略咨询认为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世界将会或者正在发生着一场社交化革命，同时我们也正在迈入一个崭新的时代——社交化时代。


  社交化正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融入人们的生活之中，正在或“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或“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改变我们所熟知或忽略的领域、模式、组织、范式、行为，进而对生产生活方式、企业发展、产业发展及区域发展都有深刻的影响。


  在社交化时代出现了三大新规律，分别是：（1）人类进化的三个新方向——手机成为人的第六感观，人的神经末梢感知范围的无限扩展，人的大脑功能从存储器变成处理器；（2）人的三大行为准则——分享、集聚、链接，分享的是信息，其形式是微博，集聚的是知识，其形式是博客，链接的是人脉，其形式是微信；（3）社交化企业的三张网——内部网、伙伴网、外部网，这三张社交网络重新定义了企业员工之间、企业与伙伴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这三个规律从人的现状、人类的未来和企业的未来三个方面总结了在进入社交化时代之后所发生的最新最快的变化，回答了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和把握社交化新时代来临所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社交化浪潮是一股颠覆性的浪潮，同时也是新经济中一次充满机遇的浪潮，我们应当以积极的心态和创新的思维迎接社交化时代的到来。


  新时代


  社交化时代全面到来


  长城战略咨询认为，从整体上来说，我们已经进入万物互联、移动互联的社交化时代。所谓的社交化，就是指随着社交网络、社交媒体、社交营销等的迅速兴起，基于网络的社交行为已经深深植根于人类的任何活动之中，它将会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企业发展、产业发展及区域发展。


  全球社交网络兴起。社交网络的兴起以Facebook的建立为代表，Facebook建立以后，迅速吸引了大批的美国知名大学生的加入，尤其是在开放对外注册以后，更是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注册用户从美国扩展到了全球，截至目前，它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络，拥有11.5亿个月活跃用户。在Facebook的带动下，社交媒体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井喷式增长：美国本土涌现出了许多新的社交媒体，包括Twitter、LinkedIn以及YouTube等全球性社交网络；同时，日本的Mixi、中国的新浪微博、韩国的Cyword、中美洲的Hi5等地区性社交媒体快速兴起，并成为地区的主流社交网络；截至2013年，全球互联网用户超过30亿，而全球约有1/5的人（即16.1亿）每个月至少使用一次社交网络，使用社交网络已成为互联网用户的主要行为之一。


  中国社交网络兴起。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中国互联网用户快速增长，为社交网络发展奠定了基础，截至2013年，我国网民数量达到了6.04亿，移动互联网用户数量达到了8.28亿，其中手机用户突破5亿，中国全面进入互联网时代。新一代社交媒体的诞生，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社交网络的发展。借助于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移动端的社交媒体快速兴起，产生了微信、陌陌、易信等移动端社交APP；其中，以强关系为主打特色的微信，迅速融入百姓的生活当中，达到超过5亿的使用规模，并逐渐取代短信等沟通方式，成为新的交流沟通渠道；微信的快速成长使我国的社交化程度已达到国际水平，并且其增长速度甚至超越了美国和全球社交化普及速度。


  社交化时代呈现去中心化和信任背书两大特点。社交网络最大的特点就是去中心化。信息的传递由发送方、信息内容和接受方三个主体组成，在传统社会中发送方以及信息内容都有可能为政治权力或商业利益所绑架，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人们所能接受信息的来源和内容都是固定和有限的，就产生了所谓的“中心”。然而在社交化时代，社交网络中的内容不再是由专业机构或特定人群所产生，而是由社交网络中的全体参与者共同完成，任何人都可以在社交网络上表达自己的观点或创造原创的内容，共同生产信息，这提升了网民参与贡献的积极性、降低了生产信息的门槛，最终使得每一个网民均成为一个微小且独立的信息提供商，使得互联网更加扁平化、内容生产更加多元化，从而进一步加速解构中心，完全“去中心化”。


  信任背书成为社交网络成功运行的基础。信任背书存在于社交网络的各个环节，从信息本身看，虽然只是不多的140字，但发布信息者个人的专业、情感、价值、判断、喜好、历史等关键要素，会依附在这条信息之上，流动在好友（关系链）中，看到信息的人也会将自己对该人的信任及其他因素做出回应，并传递下去。信任在这个传导链条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整个社交网络中的最关键因素。在社交平台中不断涌现的内容大号、自媒体账号，都在有意无意中遵循这些原则，并由此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基于弱关系的信任链条，当无数的信任链条汇聚在一起时，便产生了庞大的社交红利。


  移动互联网使得社交化无处不在


  目前全球互联网已经全面迈入Web 2.0时代，长城战略咨询认为，从Web 1.0向Web 2.0的进化，不仅是网络内容上的变革，同时还伴随着网络终端的变革，全球已经从PC（个人电脑）机时代迈入移动互联时代。


  互联网的产生使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互联网的产生将原来以纸张、电波等为主要载体的存储方式，变为以硬盘、网络为载体的数字化存储，极大地提高了信息的存储容量，使得大规模的信息存储成为可能；同时，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取代传统书信、电报等传播途径，实现了实时的信息通信功能，极大地提高了通信效率；最后，以PC机为代表的网络终端快速普及，使得人人都能够便捷地获取和发布信息，将现实生活数据化，推动社会进入信息爆炸时代。


  移动互联网正逐渐取代传统互联网络，成为新的网络主流。据统计，2006年至2012年，中国移动互联网市场以84.2%的速度增长，目前移动流量已占整个互联网流量的15%，并仍在继续迅猛增长中。互联网技术的深度应用，尤其是对人们生活的深度渗透，使得人们越来越依赖互联网功能服务。伴随着移动智能终端，尤其是智能手机终端逐步成为新的网络接入点，从2013年开始全球智能手机的销售量首次超过了功能手机，智能手机用户占全球人口比例首次超过PC机比例。从全球角度来看，目前全球移动设备用户约为15亿，而去年同期仅为11亿，全球移动终端呈爆发式增长；从中国来看，截至2013年底，中国智能手机用户数量已经达到了3.54亿，同时，各大运营商纷纷开始试水4G商用业务，进一步刺激移动终端的增长。移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终端正逐步取代传统互联网络和PC机终端，成为新的主流网络。


  长城战略咨询认为，移动互联网使用户可以通过不断普及的移动智能终端随时随地地获得网络接入服务，极大地方便了用户的沟通交流，4G网络等新业务的推出，将进一步提升这种便捷性，为社交化的无处不在提供充分的前提条件。


  物联网将世界万物接入社交网络


  物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互联网为基础，将用户端延伸和扩展到了任何物品，实现了物品与物品之间的信息交换和通信，构成了物与物的“社交网络”；同时，物联网将物品信息直接接入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当中，突破了社交网络的时间、空间、参与对象等限制，构建了人类行为状态和物理世界存在状态共存的万物互联的超级网络。


  通过各种传感器终端，物联网使得各种物品能够以数据化的形式加入社交网络当中。一方面，物联网将自然环境的状态数据化，接入网络当中；另一方面，也将机器的运行状态数据化，并接入网络当中。这样的机制，使得没有生命的物体也能够“发声”，让人们能够清晰了解物理世界的状态信息，让物理世界也具备了“社交属性”；不仅如此，人们可以通过对这些物品的数据化，实现自身的生活数据化，并通过社交网络将这些信息与好友分享，实现了现实生活的“全社交化”，丰富了社交网络的内容，提升了社交网络的层次。


  由于移动互联网与物联网的连接功能，社交网络中的内容、数据和链接都增长到了远超传统系统处理能力的地步，于是催生出了一系列新的支撑技术。长城战略咨询认为，通过新技术挖掘出的有效信息极大提高了社交网络的价值，进而对移动互联及物联网等支撑技术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云计算成为社交化的强大后台


  云计算成为支撑社交网络的强大后台。云计算是基于互联网的相关服务的增加、使用和交付模式，通常涉及通过互联网来提供动态易扩展且经常是虚拟化的资源。基于虚拟化网络资源服务能力，云计算将社交网络变得更“轻”、更易获取，从根本上支撑起了社交网络的发展。长城战略咨询认为，尽管移动社交和物联网可以起到加速社交网络发展的作用，但是云计算才是社交网络的基础所在，只有云计算提供强大的后台支撑，才能使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接入社交网络当中，并确保社交网络的进一步发展。


  云计算为个人和企业的社交化活动提供了有力支撑。对个人而言，云计算保障了人们获取服务体验的“一致性”——它将社交网络变成了一个所有人都可见的“社交资源池”，人们只需要用“一致”的方式接入其中，即使用的是不同的设备、身处不同地点、通过不同的网络，都能够得到一致的内容和体验。对企业而言，云计算为企业社交化实施提供了便利——通过虚拟化资源服务能力，让专业IT成为基础资源，使得原来需要专业能力才能获取的IT能力，转变成为像电力、自来水一样随去随用的一致化基础资源，降低系统和数据的部署成本和复杂性，使企业获取信息化、社交化应用和基础服务的门槛进一步降低，随手可得。


  大数据使社交网络具备智能


  伴随着数据处理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大数据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使社交网络具备智能。根据研究机构Gartner（一家信息技术研究和分析公司）的定义，大数据是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随着社交网络的迅速发展，尤其是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有效支撑，社交网络中已经产生了覆盖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海量数据；同时，Hadoop（一种分布式系统基础架构）技术、数据仓库、数据集市等大数据处理技术的兴起和成熟，使得从海量数据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情报成为可能。通过大数据技术，对社交网络中的各种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消费者整体需求和变化趋势，乃至了解每一个人的独特需要，进而实现精准的社交化营销和个性化的需求满足，使得社交网络变得更加智能。


  大数据使社交媒体实现信息投放精准化。利用大数据技术，通过分析社交网络中的全网数据信息，企业能够发现消费者偏好和需求变化趋势，进而采取相应的营销活动；同时，基于个人和群体的大数据分析，能够使企业更加了解不同用户或群体的个性化需求，找出潜在的企业用户，实现针对个人或群体的社交化精准营销。


  大数据实现个人需求的智能匹配，满足碎片化需求。通过大数据技术，消费者可以从社交网络中精确定位并找到满足自己个性化需要的服务提供者，获得个性化的服务，实现了个人诉求的智能匹配；同时，基于个人的大数据分析，将个人琐碎的行为转化为规律性的总结，帮助个人实现信息智能化管理。


  新规律


  人类进化的三个新方向——第六感官、神经末梢、处理器


  社交化之所以堪称一次重大的变革，是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着人的生产、生活和思考的方式，促使人类开始新的进化过程。这种进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移动终端成为人类的第六感官，二是人类神经末梢的无限扩展，三是人类的大脑从存储器变成处理器。这也对应着社交化的三个方面：移动智能设备的普及和应用，基于云计算、大数据信息、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反馈、利用，以及在信息爆炸时代对待知识信息的态度的转变。


  人类第六感官的出现——移动终端。中国古代有“千里眼、顺风耳”的传说，而现在的移动终端，尤其是智能手机的普及，让这一传说变成了现实。现在人们已经离不开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通过手机人们无时无刻地嵌入社交网络之中；同时，移动终端能够不停地向人们提供海量的、最新的信息与资讯，成为人类个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人五官之外的第六官。


  人类神经末梢的无限扩展。人类的感官一直受限于人类自身的神经系统，只能作用于个体四周的环境，既不能感知到身体接触范围以外的信息，更加不能了解自己身体内部正在发生的变化。但是在社交化时代，随着智能移动设备的发展，尤其是可穿戴设备的出现和快速迭代、更新，可以预见在未来人类的感知范围将会被无限扩展。向外——人们随时掌握与自己相关的各项事宜，例如在生活、工作、学习中的任何事件都能及时被接受和反馈；向内——可以将人类自己身体内部状况随时以数据化的形式呈现出来并给予改进方案，让人们真正成为身体的主人。


  人类的大脑从存储器变成处理器。在以纸张为知识存储介质的时代，大脑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能够识记大量的知识与信息，能够“过目不忘”“上晓天文、下知地理”，但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人类大脑的功能也随之发生改变。由于在社交化时代，信息和知识的获取越来越容易、越来越便捷，获取和存储知识不再是人们首要问题，反而面对如恒河之沙一般的资讯和知识，如何不被淹死在信息海里成为每一个人最关心的问题，所以人类大脑正向着“处理器”的方向发展，处理、归纳、总结成为大脑的最重要功能。


  社交化时代三大行为准则——分享、集聚、链接


  自古以来人类的社交行为纷繁复杂，社交网络的兴起更加进一步地丰富和拓展了社交行为的内容和范围。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去把握事物的本质，长城战略咨询认为在社交化时代，人类社交行为存在三大准则：分享、集聚、链接。分享的是信息，最好的形式就是微博；集聚的是知识，最好的形式是博客；链接的是人脉，最好的形式就是微信。


  分享信息：创造社交化的信息源头。社交网络中的信息具有典型的碎片化特征，例如微博最多允许发布140字的内容，这种短文本所承载的信息虽然容量小、内容简单，却很好地满足了人类社交行为中最基本的信息交换需求。此外，还有“贴标签”“位置签到”等大量的格式化信息分享机制，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成为一件简单的事情；并且点“赞”、转发等大量的互动式信息反馈机制使分享者获得了简单的回应，也让分享成为社交网络成员乐此不疲的事情。通过大量的分享，传播出去的不仅是某段心情、某张图片、某个消息，更是整个社交网络运转的基础。


  对于社交网络而言，分享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发生即记录，记录即分享，随时记录发生的事件和思路，同时传播给更多的人知道；二是通过一次分享，让内容更加精准达意，提高思维能力，减少阅读压力，提升组织绩效；三是强化了人们之间的链接，分享全方位展示了人们的动态、行为和思想，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


  集聚知识：汇成社交化的知识之海。在社交网络条件下，发现知识不再是专家的特权，而是大量群体行为的自选结果。这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自动发现知识，由于社交网络的群体行为涌现机制，有价值的知识将会被自动发现、保存、“置顶”，而无须使用昂贵而缓慢的专家评审机制；二是低成本沉淀知识，基于日常的片段分享和自组织机制，使组织的知识能够更容易沉淀下来，由于长尾原理，对大部分人无用的知识也能沉淀并能方便地被检索到。


  这些从社交网络集聚而来的知识，又通过博客等形式呈现于社交网络之中，从而被社交网络的用户免费获取和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知识的扩散和利用效率，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同时，社交网络中沉淀的海量信息还造就了大数据金矿，消费者、供应商和企业，乃至社会各个主体的大量社交信息中隐含的许多重要规律和模式，通过大数据技术应用而被挖掘出来，又成为企业家、消费者、管理者等不同主体做出相关决策的重要依据。


  链接人脉：兑现社交化的虚拟价值。任何社交网络的应用，最终目的是人脉关系的链接。社交化时代，实现信息分享与知识集聚的过程本身即完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链接，既增强了线上社交圈的黏性，也帮助社交网络成员巩固了线下的关系。应用“强关系–弱关系”理论，社交网络可以使强关系更强，使弱关系向强关系的方向转化，让我们的人脉网络更加广泛，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社交网络平台使得一个个“小世界”成为现实，人们可以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自由交流，进而建立某种无法在日常生活空间发生的社交关系。比如微信，不仅能够通过朋友圈巩固“强关系”，而且“发现”“摇一摇”等服务功能也能塑造“弱关系”，从而充分体现出在社交化时代“链接”的价值。


  社交化企业的三张网——内部、伙伴、外部


  处在社交化时代的企业，需要重新审视和定义内部员工之间、企业与合作者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构建“三张网”：内部社交网络、伙伴社交网络和外部社交网络。


  内部社交网络。企业以内部社交工具或云端社交系统为平台，将全部员工纳入平台当中，实现任意员工间的无缝交流和沟通，形成覆盖整个企业的内部交流网络。内部社交网络的出现，打破了传统企业中的部门隔离、科层制的层级结构等限制，使员工之间可以无障碍地沟通和分享知识，将传统的上下级关系和离散的同事关系转变为紧密的协同、分享关系。


  伙伴社交网络。企业基于现有专家及合作伙伴资源，通过社交化平台或网络手段，将所有的合作伙伴链接起来，实现企业间的快速无缝交流和业务信息的资源共享。伙伴社交网络，将企业与合作伙伴间基于传统供应链关系的固定链式关系，转变为基于网络的动态合作关系，使企业突破了自身边界限制，实现了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变。


  外部社交网络。企业利用现有公共社交网络，开辟对外沟通交流窗口，形成连接消费者的开放社交网络。全球社交网络的出现，消除了消费者与企业间的隔膜，使消费者可以参与到企业的产品研发、营销推广的众多活动当中，也使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实现了从传统的买卖关系向合作共赢关系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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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0 社交化企业的三张网

  


  新趋势


  颠覆信息化范式：动态、网络结构


  社交化对于信息化范式的颠覆是全方位的，在系统的体系结构、系统互联模式、数据采集方式方面都带来了彻底的再造，由此形成了一种符合社交化特征的结构动态变化、人与系统之间紧密互动、去中心化的网络式结构。


  社交化正在改变传统的信息系统的体系结构，使传统中心节点式结构，转变成为动态的网络结构。一是基础设施的分布式和云服务化，带来了以“去IOE”为特征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结构，从Scale-up转变为Scale-Out，基础设施能力不再依赖于少数关键大型主机，而是由大量的普通性能的PC机构成了随需提升能力的分布式基础设施环境；二是终端智能化使终端节点具备自主处理能力，系统的计算能力和智能性不再集中于系统的中心，而是分散在多数的终端节点，促使整个系统体系结构去中心化；三是服务云化，使各种终端都可以接入服务，不再受到位置和终端类型的限制，服务的提供和接入彻底去中心化。


  碎片化趋势使信息系统具备更高的柔性。第一，“碎片化”把传统的大型系统分割成为专业的“轻系统”，不再追求巨无霸的大系统，而是在某个专业领域中做到极致；第二，通过大数据技术的应用，系统处理“碎片化信息”的能力极大提升，能够处理多种来源的异构信息，并具备在海量数据中发现规律的能力；第三，基于开放接口，许多“轻系统”可以按功能需求组织起来，成为功能强大的“大系统”，社交化彻底改变了原有的刚性大型系统的设计思路和体系结构，系统正在变得可以随时组织和动态结合。


  社交化带来的开放式体系正在使原先很难实现的系统互联互通变得越来越可行。这种开放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API的开放，OpenAPI已经成为各种社交化平台和应用遵循的基本规则，Google、Facebook、Yammer（雅米）、新浪微博等众多的社交化应用都提供了OpenAPI，允许其他软件使用其服务或嵌入，OpenAPI带来了大量网络系统互联互通的情形，互联效果甚至超越了十年前Webservice盛行时宣称的互联作用；二是数据的开放，许多行业，甚至政府正在以原始数据公开的方式，向社会开放海量的数据，使得长期以来难以实现的资源共享和互联互通成为了可能；三是基础架构的开放，基础设施架构开放，甚至是开源硬件，正在成为继开源软件之后的新的开放趋势。ARM（全球领先的半导体知识产权提供商）为基于开放处理器知识产权（IP）使用许可，将设计、生产环节、服务器品牌都交予生态系统伙伴，成为移动计算领域的霸主。IBM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与谷歌、英伟达等企业于2013年宣布成立OpenPower联盟，基于类似的开放协议，组成以IBM Power处理器为核心的开放式体系，共同应对来自于英特尔x86体系的竞争。


  社交网络使人和机器更紧密地联结起来，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每个人成为系统数据采集、传播、创新的源泉，可以说，通过“众包”的方式，将人的能动性融入系统。这种互动来自于众包采集，依托海量的用户采集系统所需要的数据，数据的实时性更强、成本更低、效果也更好；同时，在系统中融入充分的社交元素，鼓励用户在平台中充分互动，积累用户行为，制造“涌现”效果。


  颠覆教育：互动、碎片式教育


  进入新经济时代，互联网社交化让工业经济时代以班级授课制为核心的规模化教育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社交化将逐步颠覆传统教育。


  社交化教育的特点。首先，社交化教育最大的改变是能够让人在开放环境下快速成长，教育从封闭的、课堂的、教授的走向了开放的、个性化的、协作的。其次，当下教育资源变得极其丰富、多元，只要借助计算机、智能移动设备以及网络，所有人都能享受全球各领域优质的、低价的教育资源。最后，人们的学习方式与习惯发生重大改变，移动学习、碎片化学习将成为未来学习的趋势，“Anyone（任何人）、Anytime（任何时间）、Anywhere（任何地点）、Any Course（任何课程）、Any Chapter”（任何章节）将得以实现。


  同时，社交化也引发了现有教育体制的深刻变革，极大地推动了学校的教学模式、教学方式、教学环境等的创新发展。教学组织从以班级授课制为核心的规模化的学校教育，走向分散式、数字化、网络化、个性化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的模式；师生角色与关系由原来的以师为尊、教师单向灌输变为师生平等、互助，共同学习成长；教学内容由原来的教材纸质、内容系统、更新滞后及进行简单知识经验教授，转向数字化资源、随时更新、传授前沿信息技术及注重能力素质培养；教学方法由传统的单一灌输式、一刀切式，变为互动式、翻转式、项目案例式；学习环境则由原来的课堂、学校、定点、定时，转变为全社会、全网络、随时、随地，构建起以云端环境为依托的全新模式，实现了家校互联、资源互通、师生互动、生生互助。


  社交化教育发展也呈现出一些新趋势。（1）翻转课堂：指教师创建视频，学生在家或课外观看视频，回到课堂师生面对面交流和完成作业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它颠覆了传统教学对课堂授课和课后消化吸收的过程和时间分配。鼓励学生按照自己的进度自学，课堂则用于提问、答疑和互动讨论。（2）在线教育：2013年是在线教育元年，国内众多在线教育公司诞生、BAT三巨头、新东方纷纷涉足参与，它能提供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产品和服务，突破时空界限、打破全球教育边界，让全球最优质的教育思想、内容得以免费传播、分享。（3）MOOC（慕课）：Massively Open Online Courses（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基于网络的课程，让成千上万世界各地的人们参与其中。2013年全球MOOC平台注册人数超过1亿，参与学校200多所，课程1200多门。目前不仅实现了通过考取证书为自己“贴金”，还可以通过MOOC学习代替传统课程学习获得学分。（4）学习分析：应用于教育领域的“大数据”分析。教育机构对大数据收集后的科学分析进行探索，不仅能为学生提供高质量、个性化的学习体验，同时应用数据分析为教育系统的各级决策提供参考。


  颠覆商业模式：让粉丝尖叫的跨界融合


  社交网络的产生改变了企业与消费者的供需关系、产品理念及行业界限等一系列工业化生产的传统法则，催化出一系列新的商业模式，逐步推动着企业组织的重塑和商品市场的变革。


  社交化趋势下的新兴商业模式具有三大显著特征。一是粉丝经济，消费者与企业间的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消费者从被动的信息接收者变为主动的信息获取者和活动参与的“粉丝”，企业以消费者为核心，聚集起自身的粉丝团体，并借此开展企业的研发、生产营销等活动。二是极致体验，产品从单一的功能载体向服务载体转变，与文化、价值观相融合，将长板做到极致，打造行业标杆产品，为消费者提供极致的产品和服务体验，让消费者为产品尖叫。三是跨界融合，不同行业纷纷吸纳互联网元素，以互联网新概念、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模式为基础，融入自身行业内容，实现跨界融合。


  社交化已孕育出平台模式、数据模式及免费模式等对行业具有颠覆性效应的新型商业模式。平台模式，以粉丝理念为核心，企业通过搭建平台，聚集消费者粉丝和合作伙伴粉丝，共同创造价值，实现消费者、企业自身及合作伙伴的协同式发展。数据模式，以丰富产品价值为核心，通过积累大量的用户数据和行业数据，实现精准营销、数据运营和服务、行业数据枢纽。免费模式，以极致体验为核心，最大化产品性价比，甚至免费为消费者提供，转而通过内容的创造与运营实现长期盈利。


  新型商业模式改变了竞争方式，对市场格局产生了巨大冲击。第一，社交化颠覆了传统大型企业在信息传播、营销和渠道上的优势地位，为创新创业企业的爆发式、破坏式增长提供了土壤；第二，社交化成为连接不同行业的纽带，行业间的隔膜正逐渐消退，企业不仅面临本行业的竞争，更随时面临着来自相关行业，甚至完全无关行业的冲击；第三，基于平台化运作的新模式，产生了超越一般企业概念的巨无霸式对手——生态圈，使企业间的竞争更加残酷。


  颠覆企业管理：组织无边界、管理扁平化


  在社交化时代，企业的管理思路正在发生颠覆性的变化，由传统的管理模式向组织无边界化、管理扁平化转变。


  组织无边界化包含企业内外边界逐渐模糊化和内部部门间分工界限模糊化。一是企业内外边界逐渐模糊化。由于社交网络使企业与合作伙伴、客户的关系更紧密，企业作为平台整合内外各项资源，与客户、合作伙伴共同协作创造价值，角色划分逐渐模糊。二是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分工的界限模糊化。社交化背景下的企业运作要求内部各部门通力协作以面对和服务于客户，对各职能部门间的配合协调要求提升，一切以满足客户的要求创造价值为导向，职能部门间的界限弱化。


  管理扁平化主要体现在管理和决策两个层级上。在管理层级，由于社交网络中的信息流转加快，一方面员工自我管理意识加强，另一方面主管可以更多地了解下属的工作情况、问题情绪等信息，扩大了可管理指导的范围，从而导致管理幅度从传统的七至十人增加到几十甚至几百人，同样规模的组织所需要的管理层级相应减少，组织结构扁平化。在决策层级，由于社交化背景下的管理以客户为导向，要求企业比竞争对手更快响应外部环境及客户需求变化，在决策过程中不能有过多的层级进行协调，社交网络使上下级之间的非正式沟通更为便捷，因而更多的决策权限被下放到与客户接触的一线，整个企业的决策层级减少，决策速度加快。


  
    扁平化管理案例：小米公司


    小米公司组织架构具有高度扁平化的特点，总体架构按业务划分团队，由不同高管分管。核心系统、软件、硬件、设计与供应链、营销服务、电商、多看均由不同创始人坐镇，大家互不干涉。组织架构一共分为三级：7个核心创始人、部门负责人、员工。除7个创始人有职位，其他人都没有职位，都是工程师。高度扁平化的管理基于小米员工的驱动力和自我管理，权限下放，以信任替代监督。除了每周一的例会之外很少开会，减少了层级间互相汇报浪费的时间。

  


  在这两个特征之下，企业内部和内外沟通协调方式正在发生转变。首先，企业内部的沟通协调方式发生转变。传统企业的内部沟通主要通过公文或邮件自下而上逐级汇报请示，再自上而下逐级下达指示，以正式沟通为主，信息传递渠道较为单一。社交网络下企业内部沟通方式更加多样，主要利用微博、微信等工具，通过行为发起和反馈进行沟通、协调，打破了行政部门间的壁垒，沟通更简单有效。以非正式的沟通为主要形式，信息传递渠道多样化。


  同时，企业对外沟通协调方式也在发生转变。传统企业的对外沟通普遍通过专门部门对接相应外部机构，如采购对供应商，市场对客户等，分工明确，彼此相对独立。整个流程中企业作为一个枢纽占据着主动地位。社交网络下客户逐渐成为占据主动地位的角色，客户可以迅速获得供应商、企业的信息，迫使企业转变对外沟通方式，不再是一个部门对接一类对象，而是由多个部门的人员共同参与对接所有外部对象。


  企业要用“倒三角”的新型组织架构来适应社交化组织和管理的变化。组织结构上形成业务团队在上，资源平台在中间，而职能服务平台在最下的倒三角模式。对外，首先是直接面对客户的业务团队，其次将服务于业务团队的内部各资源与外部资源一起打造成多个开放的资源平台，最后将综合性职能作为职能服务平台，为业务发展制定战略、调配资源，同时为业务团队及资源平台提供综合服务。内部管理简单化，对团队采用自主式的管理，将各团队视为独立发展的利润中心，直接对接外部市场，使其具备独立成长壮大的生命力。


  颠覆研发模式：众包、开放式创新


  社交化使企业充分利用外部资源成为可能，众包、开放式的创新模式正逐步成为企业研发的新途径。


  众包成为最具有时代特征的创新模式。众包是指一个公司或机构把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而且通常是大型的）大众网络的做法。社交化时代使得众包可以更便捷地组织更多的资源，创造更大的价值。社交化一方面提供了平台和渠道，将普通大众、消费者、专家和合作伙伴纳入创新体系中；另一方面为小团队，甚至个人提供了工作平台，创造了巨大的网络劳动力市场，形成了传统组织的编外人力资源。众包式研发使组织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发现高素质的人才，并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加以利用，弥补了现有封闭式研发模式的不足，帮助企业建立起更加高效和完善的研发体系。


  众包有着与封闭式研发截然不同的模式特征。从理念上，众包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对待外部资源；从创新空间上，众包整合的创新资源面向全球；从核心能力上，众包不再以自身的产品和服务设计的垂直一体化为核心，而将资源整合能力作为核心能力，搜索、识别并整合外部研发资源；从企业内部研发部门的定位上，目标是实现内部结合，整合内外创新资源使公司的资产绩效最大化；从创新成功的测度上，以更加开放和完善的方式评价并处理创新成果，用研发的投资回报率、是否是突破性的创新产品（商业模式）等指标取代单纯从销售贡献角度出发的评价标准，以知识产权运营（买卖）等手段更加灵活地处理研发成果，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


  社交化使得众包成为实实在在可实现、可预测、可评估的方法。众包首先以研发内容为引导，从采集创意、获取技术解决方案、搜集产品改进方案及新品研发等多角度出发，明确适合众包的研发内容；以众包资源及激励方式为支撑，通过选择众包资源，建立相对应的激励方式，组织众包活动；同时，从培养开放式创新观念、培育良好口碑、搭建开放式创新平台、聚集企业粉丝、建立孵化等相关管理机制等多维度入手，构建起发挥众包作用的基础。


  颠覆产业组织：瞪羚成为原创产业引领者


  社交化时代，以大企业、跨国公司为主力军的传统产业组织格局正在被颠覆，创业企业成为孕育新兴产业的核心动力，瞪羚企业则成为产业成长，尤其是原创产业发展的引领者。


  在工业经济条件下，大企业、跨国公司在产业组织中发挥引领作用。一方面，大企业和跨国公司通过全球调配资源，促进资本、技术、人才在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依靠在基础性研发和大规模制造方面无可比拟的优势地位，快速传播品牌影响力，迅速有效地进入新兴市场，引领新兴市场的相关产业发展。


  社交化时代，创业企业成为孕育新兴产业的核心动力，瞪羚企业成为原创产业发展的引领者。大企业和跨国公司自身的一些弊端致使它们难以把握社交化时代的新浪潮。只有创业企业才能代表最新的、最原创的想法和技术，只有在大量的创业企业试错的过程中，才有可能诞生出新一代改变世界的创新型企业，孕育出新兴产业。同时，只有瞪羚企业才能代表成功的、新的商业模式、技术路线、发展战略等，塑造新兴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前景，成为原创产业的引领者。


  瞪羚企业之所以能够实现大企业所欠缺的快速成长，主要依靠三大核心机制：使命感、抓机会和拉长板。使命感即瞪羚企业拥有并坚持改变世界的梦想，为瞪羚企业快速成长提供了精神动力；抓机会即瞪羚企业能够敏锐地感知并牢牢抓住时代发展的机遇，并将之转化成瞪羚企业快速成长的外部动力；拉长板即瞪羚企业始终是在最大限度地拉伸自己的长板而非弥补短板，这是瞪羚企业快速成长的内生动力。


  
    [8] 长城战略咨询《社交化——新时代与新趋势》报告作者：莫祯贞、杨洋、黄波、刘欢、刘程、蔡杰；编审：王德禄、岳渤；审校：林京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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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课的市场机遇与商业逻辑


  汤敏


  国务院参事、智石经济研究院院长


  很多人都认为，慕课这样的大规模在线教育动静很大，但实质性的商业模式很不清晰。那么，慕课究竟能不能赚钱？如何赚钱？其实，慕课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仅仅职业教育的慕课就有着无限的想象空间。不妨从经济学的角度为大家解析慕课的市场规模，以及目前可行的几种商业模式。据笔者实践、观察和分析，未来的慕课将创造无限商机和利润，慕课最终将会在免费的世界里实现巨额利润。


  慕课真正的市场在哪里


  在校外。虽然慕课在中小学、在职教、在大学中都有巨大机遇与市场，但实际上对于慕课来说，更大规模的市场、更深层的市场、更多元化的市场，应该是在校园之外，在社会上。


  从2014年起，IBM开始大力推广其“独立工作者”（Independent Worker）的概念。这些IBM的雇员不用每天到办公室上班了，而是凭借互联网，尝试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办公。这些雇员与企业的关系由原来服务一个单位演变为游走于多个企业之间，在“兼职”的状态下把多个公司的工作做好，同时赚取高的报酬，这很可能是未来人们的工作方式。


  当然，这对工作人员的知识与技能的要求会更高，这也就催生了人们谈论已久的话题——终身学习。两千多年前的庄子感慨“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终身学习是21世纪的生存概念”。


  多少年来，人们都在谈论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确实，随着知识更新换代越来越快，人人都要不断地学习，终生学习。终身教育有其泛在性、非正式性、社会性、情境性、适应性的诸多特点。而传统的教育方式受制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有着少、慢、差、费的特点。


  面对如此庞大的需求、如此多样化的继续教育需求来说，现有的教育机构与教师是应付不过来的。这么多年来，由学校办的继续教育只是部分地满足了很少的一部分学历教育需求与高端的MBA（工商管理硕士）和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更多的继续教育需求，它们根本就顾不过来。


  农民工的再培训体系


  当前最需要学习，最需要帮助的是2.6亿进城农民工的再培训需求。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接受过初中教育，一部分人可能连初中都没完成。改革开放初期的企业对知识与技能的要求并不高，他们的教育背景能够满足当时的要求。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的转型升级，农民工的现有知识与技能不能满足企业的需要了，亟须不断地培训提高。可是，我国现有的教育体系都是为一次性教育设计的，即为在校学生设计的。对农民工来说，最多也就是给予进城前的一次性培训。对于农民工的再培训，根本没有体系化的解决方案。虽然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但是传统教育体系不但没有能力来承担，而且农民工所需要的再培训内容，也是传统学校中没有的。


  现在我们把农民工再培训的责任都推给企业，可是转型中的企业本身，很难负担培训的所有成本，况且单个的企业培训能力也有限。农民工的技能与知识水平不高，将会大大制约我国企业的更新换代，制约我国未来发展的潜力。


  同时，由于农民工不能提高技能，转换更好的工作，他们的收入水平也很难提上去。结果导致了农民工在高成本的城市中难以长期生活，这对我国城镇化进程是一个很大的阻碍。


  最近，樊纲等学者发现了一个现象，称之为“农民工的早退现象”。他们观察到我国农民工中老年人，51~64岁的只占6.3%。而且，农民工平均出外打工时间较短，只有7年。农民工平均年龄较低，为33.3岁。他们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城市不为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造成了他们难以在城市定居而产生了过早地退出了劳动力市场的现象。而农民工早退的现象也导致了城市劳动力短缺，企业劳动力不足，过早地造成了工资上涨，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加大了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


  教育培训也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在造成农民工早退的众多原因中，农民工不能不断地提高劳动技能，很快地就被市场所淘汰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因此，不解决农民工的再培训问题，就会制约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会减缓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而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农民工的收入上不去，也会使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社会的公平公正难以实现。


  家政服务员也慕课


  如何才能解决农民工的再培训问题呢？我们自己也做了一个试验，摸索出一些经验。从2002年起，我与茅于轼教授等一批学者和企业家在北京通州办了一个家政培训学校。这是个扶贫项目，办学的目的是让更多的贫困地区妇女能够进城打工。当时的农民工没有经过培训就进城打工了。我们率先提出了农民工应该“先培训，再进城”的理念。我们与各地的扶贫办合作，由它们给我们输送贫困地区愿意到城市来工作的青年与中年妇女，在我们的家政培训学校培训三个星期到一个月后到北京的家庭当家政服务员。在培训期间，他们要学会如何做菜，如何做保洁，如何带孩子，照顾老人等。甚至连如何使用微波炉，如何在超市买菜等都要学习。然后由我们的三个家政服务点介绍到有需求的北京客户中做家政服务员。这个学校2002年成立后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6000多毕业生。他们每年收入都达到2万到3万元以上，做到了一人进城全家脱贫。


  近几年我们发现，家政服务员再培训的需求也很大。当了一段时间的家政服务员后，他们想提高技能，也想赚更多的钱。于是，富平家政学校开始办中级培训班。在城里干了一两年的家政服务员工作后，可以到学校来再培训一段时间。有育婴员、月嫂、老人看护等专业。经过了这样的一轮培训，他们的技能又升了一级，工资往往能长上一倍。现在，中级培训班的需求已经越来越大，几乎占据了富平学校培训的半壁江山。


  目前，我们正在考虑用慕课的方式，让家政专业培训更扩大化、规范化、专业化。我们设想把家政服务员的中级培训班的课程制成慕课的形式，按知识点，10分钟一节课，课后马上测验考试，全部答对后才能上下一个10分钟的课，期末还要有严格的结业考试等这些慕课的标准模式。学员不必到学校来，可以在客户家用计算机上网学，可以到网吧中学，还可以用智能手机上网学习。上过课考过试后，再到实训中心进行一个星期到10天的实训，亲自动手实践一段时间后加入专业家政服务员队伍。


  因为网上提供的慕课，不受教师、教室等硬件的限制，可以开出分工很细的课程。比如说育婴师培训，可以有专门的0到1岁几门育婴课，也有1到2岁的，2到3岁的课程。对居家养老服务员的培训，可以有对一般的老人照顾的课程，也有专门的课程:如何照顾中风老人的课程，照顾卧床不起老人的课程，还有照顾轻度、中度、重度老年痴呆症病人的不同课程。我们可以请非常专业的专家来讲课，请到有这样的工作经验的服务员来现身说法。学员根据客户的需求，可以不断地学习深造。经过严格考试后，还可以颁发证书。


  为使这样的项目能可持续发展，可以对学员收部分学费。这些学费可以由学员来出，也可以由有需求的客户家庭来出。我有很多的朋友，每天都会为照顾老年父母着急。特别是当他们的父母有了慢性病的时候，经过一定专业培训的家政服务员，就可以大大缓解他们的后顾之忧，经过培训的家政服务员也可以提高收入。


  把这些课做成慕课挂到网上后，就可以不局限于对北京的家政服务员提供培训了，完全可以面向全国有需求的家政服务员。我们可以跟各地的家政服务公司合作，实习的部分，可以由它们来提供。专业家政服务的工作岗位介绍，也可以由它们负责。这些家政公司，也可以由此得到一笔收入。我们富平家政学校正在筹划这样一个能覆盖全国的网上家政培训项目，希望明年就开始大规模地招生。


  如果从事家政服务员的农民工可以接受这样的培训，同样的思路为什么不能运用到其他领域上呢？如果我国有几百个几千个这样专门给农民工提供在各行各业、各种层次的再培训学校，或者机构，用慕课以及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瞄准市场需求，这2.6亿人的培训教育是一个多么大的市场！如果我们有了一个对农民工的慕课培训体系，我们还用担心因农民工的技能水平不高拖企业升级换代的后腿儿吗？同时，这又是一个多么大的产业，能容纳大学生在其中就业，能容纳很多创业创新的企业发展。


  城市蓝白领们的慕课


  如果农民工都有对这样的再培训的巨大需求，城市中的蓝领、白领工作者的培训需求不会更大吗？在他们各自的领域又有很多技能需要不断更新，新的知识需要不断提高。有很多部门经理、中高级管理人员想升级、想跳槽、想创业，但苦于没有受过这样的系统训练，而这些都可以用慕课的方式，制成各式各样的课程，再配合线下的实训与实习，效果会更好。重要的是，这些学习都可以用业余时间，而不用去学校，去培训班，省掉了很多在路上的时间与挤车的烦恼。


  在这方面我们也有自己的试验与想法。我们介绍了友成基金会与北大经济学院合作的大学生创业启蒙课，按照这种思路，既然我们能做一个创业课，就可以做第二个，第三个，第十个创业课。我们正在筹备一个网店创业课，准备请一大批开网店的小老板来讲如何开一个百货网店、电器网店、服装网店、蔬菜网店。别小看这么一个培训的影响，在义乌有一个经济管理学院，把如何开网店当成学生的必修课，结果义乌的七万多个网点中，有一半是由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开的。我们还想跟腾讯公司合作，开一个如何在微信上创业的课。这些课放到网上后，不仅是大学生可以学习，其他有需求的人也可以看。城市白领中想创业的人，农民工中想创业的人，也可以上。他们已经有了很长的工作经历，有了一定的资金上的储备，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相对大学生来说，这些人创业成功的概率更大。


  我们还曾经设想过与军队合作，给退伍转业军人提供创业培训。2014年初我们到以色列访问时，了解到以色列的退伍军人成了以色列创业创新的主力军。由于他们经过了很好的军事训练，经过了生与死的考验，有了克服困难的坚强意志。给他们以创业培训后，再给一些资金资源上的支持，他们创业的成功率会很高。我们曾经设想在我国军队中用慕课的方式开几门创业课，部队的战士可以在复员的前一年，每星期安排一两个晚上在网上学习创业课。我们还可以每天都请一些企业家和创业导师在网上远程地对他们进行个别辅导。各地还可以请当地的企业家面对面地对他们给予帮助。如果一部分复员军人愿意回到家乡创业，培训的内容也可以包括如何在农村、农业中创业，如何把农产品销售到城市中来，如何用互联网的方式让农村中的生产者与城市中的消费者直接对接。当每年几十万的复员退伍军人有相当一部分经过了创业的培训，有了创业的技能，他们很可能成为我国创业领域的新生力军。


  现在，我国创新创业缺乏的不是人，不是意愿，也不是资金，缺的是好的创意，好的模式，好的执行力。我们可以到全世界去寻找，看看别的国家，别的企业正在创些什么业，如何创业，每年硅谷都有很多新点子，新试验在进行，我们为什么不能派出一些团队去，或者干脆就在硅谷成立若干个创业创新教育公司，成批量不间断地把各种好的创新创业的模式与案例引进来，通过慕课的方式向大学生、城市蓝白领、退伍军人等开放，从而让对创新创业有兴趣的人，能够得到不断的培训。


  假如我国有这么一套创业培训系统，有这么一个大产业，我们还愁就业吗？我们还用愁创业企业不够吗？


  如果创业课可以用慕课这种方式上，为什么其他行业，其他技能的，不能用慕课的方式来培训呢？为什么慕课，为什么教育就只能在校园呢？


  在没有互联网，没有慕课的时候，有多少仁人志士考虑过这些问题，都在质疑现存的这套传统教育体系，都在尝试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推行终身教育。但是，从总体上来说，都不很成功。主要的原因就是，传统的面对面教育模式规模太小，成本太高。学历教育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有政府公共财政的大量投入。而对校园外的培训，国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所以，如此大量的培训需求一直没有得到满足。


  慕课能免费吗


  免费模式既是互联网精神的体现，也是众多企业的杀手锏。如果慕课全部免费，那么它如何赚钱呢？它能不能赚钱？


  2014年3月的一天，我受邀参加录制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王牌节目《对话》。因为长期在经济领域工作，我参加过多次《对话》节目，但是与以往不同，这次对话节目不是谈经济，而是谈教育，谈“慕课”教育。社会上如火如荼地讨论着慕课，终于也惊动了央视，于是把我们这些成天在媒体上嚷嚷慕课革命的学者以及一批正闷着头赚慕课钱，至少是闷着头在琢磨着赚慕课钱的企业家们找来一起纵谈。


  然而，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在台上的这几个从事慕课的公司，沪江网、100教育，与学大教育在《对话》上都号称它们的基本服务免费。中国最大的英语教育网站——沪江网，目前在线学习的人数上亿人。按沪江网CEO阿诺说，他们线上学习的节目95%以上都是免费的。更有意思的是欢聚时代（YY）推出的独立教育品牌“100教育”，它的项目负责人刘豫军号称“100教育”要提供永久免费托福、雅思强化班课程。不但免费，对于完成课程的学员，“100教育”还将倒贴100元奖金。无怪乎，在《对话》节目上，大家总在拿新东方的俞敏洪当靶子来调侃，因为这些教育的新秀们，很可能会对像新东方这样的传统教育机构带来很大的冲击。


  到目前为止，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范围内慕课基本上是免费的。慕课们号称其理念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时候，都能‘免费’地学到任何知识。”对于广大学子来说，特别是对那些债台高筑，靠助学贷款上学的贫困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大福音。近二三十年来，全世界的大学学费都在涨，我国也从上大学免费到收取部分学费。


  能听到全国甚至全世界最好的课，还是免费的，世界上真有这么好的事情吗？慕课的老师都是一流的教授，慕课的拍摄费用，按哈佛与麻省理工学院成立的开放在线课堂平台edX公司的估算，一门课就要25万美元。再加上网络维护、上课学生答疑、学分管理等，花费绝对不菲。


  换一个角度提问题。在互联网世界中使用者都要交费吗？你给百度、新浪、谷歌、微信付过费吗？互联网世界就是一个免费世界。免费营销是最成功的互联网商业模式之一。“免费”模式，既是互联网精神的体现，也是众多企业的杀手锏。你不免费，你的竞争对手免费了，你就会被新生代的竞争者所淘汰。2008年，360推出免费杀毒服务，周鸿祎宣称：杀毒和邮件、搜索一样，都是互联网基本服务，都应该对用户免费。随后360免费杀毒软件迅速地占领了市场，很快就把金山、瑞金等竞争对手赶出了市场。


  2014年1月一天，微信向全美微信种子客户送了一则消息：“连接您的谷歌账户至微信，只要添加5个联系人即可获得价格25美元餐券，可在全美近千家的餐馆免费白吃。优惠有效期一星期。”现在很多老外都知道微信的英文名字——WeChat。微信已经登陆美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印度、印尼、马来西亚、阿根廷、巴西、意大利、墨西哥、菲律宾、新加坡、西班牙、南非、泰国和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在很多国家，微信已经在当地APP下载中排名第一。为了拓展海外市场，足球明星梅西还出任了微信的形象代言人，由梅西主演的电视广告也会在15个国家播出。


  俞敏洪在微博中说，“未来的线下教育唯一用处就是提供高端、精细化的教育服务。买教育服务就像买其他产品，假设淘宝上能买到更好的，还能免费送到家，干吗还去商店？去商店只买除了商品以外的高附加值产品。”


  互联网时代，就是一个免费的时代，是一个第三方付费的时代，因此慕课免费也并不奇怪。有一本叫《免费》的畅销书就点出了互联网免费的秘密。


  创建了Coursera公司的斯坦福大学教授吴恩达说：“对我而言，学生是最重要的，‘免费’是我们的承诺。即使只收5美元，也会让许多人上不起课。我们要的是，每个人都能来上课。”


  从理论上看，在互联网时代，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慢慢地要成为历史。在信息高度平等、透明的时代，企业很难再依靠操作市场价格来盈利。所以，通过免费迅速扩大用户规模，做出好产品来，就能扩大市场份额，这才是互联网企业赚钱的好方法。


  真有免费午餐吗


  慕课公司们都是慈善家，都在做公益吗？当然，不排除很多慕课公司的创始人都有教育情结，问题是他们真的在做公益吗？


  根据一份统计资料显示，2013年每天新增的在线教育企业为2.6家，这个数字在2014年有增无减。新东方俞敏洪曾抱怨说：“移动互联网和互联网的教育公司现在大概有接近2000家，研究平台和内容结合的公司和创业公司来找我投资或者讨论的，每个月至少30家。”


  这么多的在线教育公司，它们都靠喝西北风活吗？


  近年来，市面上流行了一本畅销书，专门研究互联网经济如何收钱，但是这本书的名字倒叫《免费》。写这本书的作者，还出了几本其他的畅销书，如《长尾理论》等。


  要谈免费，首先要说明什么叫免费。


  套用《免费》使用的概念，在教育领域可以有四种免费模式：


  交叉补贴型，用免费吸引客户掏腰包买其他的商品。这在平常商品社会中也很常见，如免费体验卡类，通过送体验卡吸引人群进入，然后抓取其中一部分让他们付费购买其他产品。超市低价促销也是一样，免费给你一包芝麻，目的是想你买一个西瓜。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吸引你顺便买点别的东西。同样，在远程教育中，网校体验卡、免费现场体验课等，通过收费的其他产品来补贴免费部分。


  第三方付费，通过免费服务或产品聚集了大规模的客户之后，由广告商来付费。这种模式我们都很熟悉，如广播电视等，我们并不用付费，为此付费是广告商。互联网上更是屡见不鲜，如谷歌、百度等服务都是免费，靠广告收费。我一直在琢磨，新浪微博如何赚钱，一直为曹国伟着急。你想想，他不但要买很多服务器、带宽，雇很多维护的工程师，光就是删帖就得雇多少网管。他能把微博的钱一直烧下去吗？最近我放心了，因为我只要一开微博，旁边马上跳出广告来。而且跟别的垃圾广告不同，微博上的广告都是你想要的东西，个性化的服务使得你不得不动心。对在线教育而言，特别是那些教育平台，恐怕也是打的这个主意，走的也是这条路。


  免费加收费模式。先通过免费版本吸引用户，再通过增值服务吸引用户付费。在教育领域，用这种收费的方式比比皆是。在慕课上课是免费的，但要参加考试，要拿证书，就要交一笔钱。用免费的课程来吸引用户，而付费的功能是留给更加优质的用户。


  非货币市场有时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目的并不是从金钱上得到回报，而是其他的目的，如赢得声誉、表达观点、分享快乐或者是纯粹的自我兴趣。这些人会从非货币市场中得到回报，得到信誉上、心理上、感情上的回报，很多人也乐此不疲。在教育领域的一个例子是做微课的发烧友，他们每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把自己的讲课录下来放到网上去，免费地给别人下载。现在全国有成千上万的微课发烧友，天天在辛勤地为别人免费工作着。


  确实，如果你用传统经济学中的免费概念来解读互联网经济，会感到很困惑，为什么谷歌可以供人们免费使用，为何有如此多的志愿者为维基百科、开源软件免费贡献时间和智慧。有人把人们按照年龄划分成两个阵营；30岁以上的为第一阵营，他们是在20世纪的免费观念中长大的。他们认为，天下没有白捡的便宜。免费都是商家的鬼把戏，你听到免费的时候，就可以准备掏腰包了。而30岁以下的年轻人组成的第二阵营则持不同的观点。这一代人使用谷歌搜索引擎，在网络游戏中长大。他们天天泡在网上，认为数字化的一切理所当然都应该是免费的。


  正如《免费》的作者安德森所说的：免费从来都不像字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免费这个词被人们误解得太深了。互联网业务分基础业务平台与增值业务两部分。这里说的免费，指的是基础业务平台那一部分的免费资源共享，如谷歌、百度中的搜索引擎，腾讯的QQ等，这部分是免费的，而其增值部分，都是收费的。


  有人做过研究，在过去十多年里，全球互联网几乎没有出现过一上来就收费并获得成功的案例。反过来，用免费的产品和服务去吸引用户，然后再用增值服务和其他产品收费，已成为互联网公司的普遍成长规律。


  当然，慕课即使是收费，费用也并不会很高，至少跟大学的学费来比是微不足道的。现在在美国上一个大学平均成本要20万美元，而慕课课程即使收费也是一门课数百美元而已。


  毕竟慕课才有两年多的历史，还属于投资者烧钱的阶段。各个慕课公司现在的精力都放在做内容、抢地盘、吸引学生上。只要有流量，流量每年都快速增长，就有人给你砸钱。


  除了上述的免费模式之外，现在很多人也在琢磨慕课的收费模式。目前正在设计中的几种收费模式有：一是类似猎头公司的收费方式。例如，吴恩达教授曾设想，未来Coursera可以增加“智能猎头”的角色。在学生允许的情况下，向雇主推荐学生，并向雇主收费。慕课公司有办成猎头公司的优势。他们有学生的数据，如学习了什么，成绩如何等。渴望找到第一流人才的公司就可以到慕课公司来购买这些信息，拿到一流学生的名单、联系方式等。一旦真的招到了这个学生，就按猎头公司的方式交费。慕课公司还可以主动出击，分门别类地送货上门，把猎头公司的一部分生意抢过来。还有的慕课公司本身就是电商开的，如淘宝的淘宝同学，腾讯的腾讯教育等。它们长期做电商，早已经把市场研究透了。还有相当多的慕课公司是平台公司，它们不做内容，让各个学校与老师把课放到平台上，就像在淘宝网上开网店一样，然后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淘宝同学”完全引用了淘宝网的电商思维，自己不生产内容，只做平台，让各教育机构在上面开“课程网店”。淘宝同学还建立了信用评价体系，让学生用户来控制教育质量。据淘宝同学负责人裴滨透露，教育机构在“淘宝同学”挂上的所有课程，都与淘宝宝贝交易体系打通，学生跟评价商品一样，上完课后对老师即时评价。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就跟网店与顾客的关系一样，没有好的服务就别想开店赚钱。学生真正成为了教育的中心。


  慕课还可以用O2O模式，即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模式。按这种模式，学生上完网课后，可以由老师一对一地，或一对多地进行个别辅导，开一个小灶。网上免费，小灶收费，这也天经地义。据说，“淘宝同学”仅在2013年销售额就达到了3.2亿元人民币，2014年则要冲刺10亿元人民币。现有150多家教育机构，包括优米网、沪江网、环球网校大网站等，都已经被“淘宝同学”请到平台了。不仅包括传统的教育内容，还包括职业教育，甚至烘焙、美妆等兴趣生活类知识课程，也被他们“淘”进去了。


  慕课的市场到底有多大


  这个市场有多大？最近，网易教育联合有道发起制作的《2013中国在线教育新趋势调查报告》揭示：七成白领都有在线教育需求。在每年学习花费超过500元的在职人群中，40％的花费投入在线教育当中。调查中56%的用户有意愿为手机在线教育APP付费，大多数人可接受的产品价格在10元以内。


  最近，中国互联网的三巨头，阿里、百度、腾讯，都耐不住寂寞，纷纷趟进慕课这池浑水中。按华清科研中心的估计，2012年中国网络教育规模已经突破了700亿元人民币。最近，由网易教育联合有道发起制作的《2013中国在线教育新趋势调查报告》揭示，在线教育年增长率超过线下教育14倍，预计2015年在线教育产业规模将达到1600亿元，占整体市场的40％。面对这块硕大奶酪，谁不眼馋？


  网易的调查报告还揭示了中国在线教育正呈现出六大趋势：第一，互联网成为人们获取知识的最常见渠道，占到受访者的86.1%，首次超过书本的82.9%。调查中有39％的人有过线上学习的经历，还有32％的人有意愿参加在线学习。第二，英语依旧是在线学习的最主要内容。第三，内容是在线教育瓶颈，在内容的质量和吸引力上，并未给用户留下深刻印象。第四，移动端学习增长明显，虽然PC是互联网在线学习的最主要工具，但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移动端学习方式已经开始成为人们接受的学习方式，特别在学生群体和在职用户群体中，手机端学习的使用率都超过80％。第五，在职教育获在职人士追捧，七成白领都有在线教育需求。在每年学习花费超过500元的在职人群中，40％的花费投入在线教育当中。调查中56%的用户有意愿为手机在线教育APP付费，大多数人可接受的产品价格在10元以内。第六，父母为孩子在线教育的支付意愿和费用随着孩子年龄增长而逐渐增加。在子女进入初中以后，父母的意愿明显增长，当子女进入高中之后，对在线教育的需求达到顶峰。


  新浪教育和全球知名市场调研公司尼尔森联合推出的《中国在线教育调查报告》显示：在被访者中，过去半年参加过线上教育培训的比例为39%，中国在线教育的市场，包括中小学课外辅导、英语培训、职业教育培训、考研培训、出国留学培训、公务员考试培训等，有可能已经覆盖了2亿人之多。


  这么大的市场，投资者都趋之若鹜。据统计，仅仅在2013年前8个月，国内就有23家在线教育企业获得几十万到几千万不等的融资，比如猿题库获700万美元融资，沪江网获2000万美元融资等。


  如何开拓慕课市场


  现在，借着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慕课的发明大大地改进了培训的效果和减少了成本。我们不能再犹豫，再彷徨了。我国的产业，我们的企业在竞争中就要落后，我们的年轻人、中年人，就会失去很多发展良机。


  我还想谈一谈机制的问题。对农民工的培训，对退伍转业军人的培训，对社会人士的继续教育、终身教育，千万不要被垄断起来，交给自己的学校，自己的机构来做。政府可以定规划，定规则，由民间、商业性的或公益性的组织去做。


  举一个例子，多少年来有多少外语学院外语大学外语系都在做英语培训，都赚了一笔小钱，小富即安。而就是在英语培训领域的一个小小的部分，出国英语培训，就出了新东方这么一个大公司，赚得盆满钵满，后来又出现了华尔街英语等一批又一批的民间英语培训机构。


  近两年来从沪江网的崛起也可以看到民间的智慧与力量。几年前我到上海去调研时，沪江网还是几个小青年在小隔间里埋头苦干。2013年去参观，已经做成了上千人的大公司，服务上亿人，仅来签约的外国英语教师就有好几百人。试想如果这个网是由某一高校的英语系来办，几年过后的今天可能还是与原来差不多的模样。


  社会是有分工的，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能把学历教育办好，已经是满负荷了。不要把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的重轭再加到它们已经是很沉重的负担上去了。特别是不能让它们自己做不好，还不让别人去做，把这个重要领域给垄断起来。这个领域一定要充分地放开。


  网校就是一个垄断失败的例子。这么多年来，我国的网络学院只让那么几十个公立大学去开办，结果是网校都是开得半死不活。学校不重视，投入不够，而学校还想把网校当成摇钱树。


  这个关系到几亿人的大市场，关系到众多人的职业生涯，关系到中国工业转型，关系到民族生存的大产业，应该让有能力、有创新的企业去竞争，让它们打得头破血流，优胜劣汰，由教育消费者们来选择课程，选择平台。笔者认为，显然是后一种方式更有效，更可持续。


  说了半天，慕课到底为什么免费？好像清楚了，又好像还是不清楚。不管怎样，对于我们这些消费者来说，不用为那些慕课的投资者担心能不能赚到钱，我们只管免费去用就是了。


  慕课经济学：边际成本为零的慕课


  免费慕课对专门研究定价的经济学是一个什么挑战？未来的世界是不是一个免费的世界？作为经济学家，在谈到费用问题，总得拽点理论才行。如何用经济学来说明慕课免费或不免费的道理呢？


  学过经济学的都知道，经济学有两个重要概念，一个叫边际成本，一个叫边际收益。边际成本是指生产最后一个产品时的成本增量。边际收益就是指卖出最后一个产品时的收益。当企业卖出最后一个产品时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企业获得的利润是最大的。这是因为销售最后一个产品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企业再多生产就能赚更多的钱。反之，当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时，企业就赔了，就会减少生产。


  你在小摊上砍过价吗？摊主说，卖100元，你说20元；摊主说80元，你说40元；经过几次讨价还价后，你心里大概知道这玩意儿到底值多少钱了。然后你扭头就到第二摊，以比这底价再低一点的开价。货比三家，当你到第三摊砍价时，就已经很接近摊主的那个边际成本了。你开的价要比这个还低，就没有摊主理你了。


  经济学家假设，市场上每个买家都跟你一样精明，每个摊主都跟上述的一样傻，三个摊主一竞争，他们只能卖出一个成本价或略高过成本价的价钱。于是他们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上价格应该等于边际成本。


  这套精美的理论正好用于互联网上。计算机、软件和通信技术的进步遵从“摩尔定律”，处理器芯片的计算速度每18个月就会翻一番，也就是说，同样性能产品的价格会降低一半。在摩尔定律的作用下，网络服务商可以用越来越低的成本去提供越来越多的商品和服务。同时，存储、宽带、移动互联技术成本的降低，使得服务提供商可以同时面向海量的用户。人类历史上，从未有任何一种产品，像互联网那样，可以以如此低的成本扩张用户。在互联网里，新加进一个客户成本往往为零。


  更要命的是，你不免费，你的竞争对手迟早也会免费。谁先免费谁就能占领广大的市场，那么与其等着对手置你于死地，还不如先下手为强，把市场先占着再说。360把金山毒霸赶出市场，腾讯、微信抢夺中国移动、电信、联通市场，用的都是这一招。


  对于慕课来说，如果“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是市场规律，慕课的课已经录下来了，多加一个学生并不增加成本，边际成本为零。这也就是说，慕课的免费就不只是校长们、网校老板们的慷慨、慈善，而就应该是免费的。它是经济规律。作为我们这些慕课以及其他互联网上免费的使用者来说，不应该感谢edX、学堂在线、100教育，感谢的应该是经济学家，是他们发现了市场这个上帝定出的规律。


  可是，有的人问，为什么微软就不按边际成本收费呢？它那一个光盘，一个纸盒，一份说明书的边际成本不应该值这么多钱呀。经济学家们也有招，他们说，你砍价的那个小摊贩市场叫完全竞争市场，而微软的Window市场叫垄断市场。全世界只有一个微软，Linux又不很争气，大家都在用Window，你不用还不行。加上比尔·盖茨又比小摊贩们聪明，因此，它的定价方式就不用按边际成本，而是按一般人能承受的最高价格。这也就是为什么各国都对微软恨得咬牙切齿，不断地发起反垄断诉讼了。


  为什么很多互联网公司不收费？还有一种经济理论可以证明，收费还不如不收费。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尼克·萨博提出了一个叫“心智交易成本”（mental transaction costs）的问题。他发现，在很多场合，对消费者仅仅是收取一分钱，也会让大多数消费者掏腰包的动作马上停下来，尽管谁都不会出不起这一分钱。


  那么为什么一分钱的价格也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呢？他说，一旦要收费，我们的脑子里面马上就会立起一面小旗：“掏钱值得吗？”而如果商品的价格是零，我们脑子里的那面小旗就不会立起来了，做决定时也会觉得轻松多了。因此，免费能帮助消费者加速做出购买决定，让更多的人愿意尝试一下某种新商品。萨博仔细研究了很多收费很低的网上产品，例如在浏览某个网页的时要交一分钱的费用，或是下载网上某个连环画支付千分之一欧元的费用。他断言，这些做法注定都会失败，不如干脆不收费。


  我的同学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王建国教授，近年来专门研究一个在互联网上常见的问题：为什么有的企业不但不收顾客的钱，还倒贴给顾客，自己还能赚钱呢？


  为此，他创造了一个名字有点怪的理论，叫1P理论。


  根据百度百科的解释：“1P理论是利用网状经济形成的外部效果，在企业价值链环节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顾客之间引入第三方利益攸关者分摊成本，把企业之间竞争博弈的赢利模式转化为合作共赢的赢利模式的理论。1P理论的本质，就是通过引入第三方，可以使产品价格低于平均成本还能赢利，从而创造自动营销，同时他把烦琐的营销理论归结为价格的竞争，这两点的提出是对传统营销理论在网络经济时代的深化，营销的创新就是要符合时代的需要，市场的需要。”


  没看懂吧？我记得不知是谁说过，“经济学就是把老百姓一眼就能看懂的问题忽悠到他看不懂为止的专业。”让我用非经济学家语言来解释一下他的理论。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熟悉的微信。马化腾的团队把微信的软件做好了挂在网上，一天，你的朋友邀请你加入微信。从此你不但可以跟朋友发微信，还可以免费打电话等。腾讯没有因为你的加入多花一分钱成本，你也没有给腾讯交一分钱。如果你住在美国，还能拉5个朋友进微信，腾讯还会给你一个25美元的餐券。你还可以到唐人街免费白吃一顿。腾讯不傻，它会找投资者，找广告商等第三方来买单，结果是皆大欢喜。腾讯拿到了钱，第三方也通过广告等赚到了钱。这就是王教授说的：“免费还能赢利，神奇在于第三方买单！”


  更有意思的是，王教授还把他这一理论进一步推广。他创造了一个新词，叫边际非稀缺产品，它是指一个产品一旦用一个起始固定成本生产出来后，就可以无穷复制而不需任何追加成本，例如软件就是典型的边际非稀缺产品。它的产量完全由需求决定，需求即生产！


  边际非稀缺产品的普遍存在形成了边际非稀缺经济。而当一个国家的边际非稀缺经济的成分比重大于稀缺成分的时候，经济过热时会导致通货紧缩，也就是总体物价下降。而我们平常看到的是当一国经济过热时，物价会上涨。他说：“这一结论是惊天动地的，它对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并且被美国等国家的经济多年持续增长而没有导致通货膨胀的事实所验证。它对微观经济理论同样提出了严峻挑战，因为整个微观经济学的结论同宏观经济学一样，是以资源稀缺为假设前提的。现代经济学认为，没有稀缺就没有经济学。我们看到，没有边际非稀缺照样没有经济学！”


  令人向往的免费世界


  免费的世界是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美好的世界，上网免费、上学免费、打电话免费，以后凡是跟互联网沾边的都有可能进入免费的世界。


  《免费》一书的作者克里斯·安德森说过：“我们正在进入免费时代。免费不再是商业噱头，而将成为经营的常态。这个变化有多大？你可以设想一个类似的例子：1954年，核能刚刚出现的时候，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说，未来电力将可以免费使用，因为人类将拥有无限的核能发电。当然，他的设想落空了，核能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不能无限使用。但是，要是他是对的，会怎样？如果电力真的可以免费使用呢？一切都会改变。所有大楼都将改用电力制冷，我们将使用电力汽车，自来水将全部是蒸馏水，内陆的旱地和沙漠都会得到浇灌，化石燃料将不再使用，全球变暖将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可惜免费的电力并没有实现。讽刺的是，电费不但没能免费，反而是越来越贵。


  但是免费世界也有免费世界的问题。听说过大经济学家杨小凯吗？他一生致力于经济学研究，特别是劳动分工的研究。眼看有可能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了，可惜英年早逝。在临终前，他反思了自己发现的经济学理论。他说：“分工会造成的竞争压力。原来自给自足的时候，活动效率低一点，你就减少消费。但是现在分工，我专门生产这本书，他也专门生产这本书，我就只要比他高明一点，他的市场就完全掉到我这边来了。生产力的一点差别，会使得收益有很大的差别，这样就把人变成竞争动物。非常紧张，而且仇恨自己的竞争对手，因为竞争对手只要高一点，就会毁了你。”


  免费世界不也是这样的吗？赢者通吃，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网络世界的残酷竞争，迅速淘汰，免费的出现，让这个世界变化越来越快，竞争越来越残酷。


  移动互联让教育回归本质

  对话新东方“三驾马车”


  朱克力


  智石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


  俞敏洪


  新东方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徐小平


  新东方联合创始人、真格基金创始人


  王强


  新东方联合创始人、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


  慕课，音译自“MOOC”，是英文Mass Open Online Courses（大规模公开在线课程）的简称。作为一种崭新的教育和学习方式，慕课正在打破学校之间的隔墙，让更多的人分享优质的教育资源。从一定意义上说，有了“慕课”，只需一根网线，每个学生都可踏上通往名校之路，接受名师教育的梦想。


  这场新的学习与教育模式的革命，被称为“慕课革命”。


  为了给读者解答几个和慕课革命有关的热点问题，就有了这场与新东方“三驾马车”的对话。其中，对徐小平和王强的访谈，是在国贸大厦的真格基金办公室同时进行的；而与俞敏洪的交流，则是之后通过微信视频完成。为便于阅读，特将两次谈话主要内容集中一处予以选登。


  慕课革命的利与弊


  朱克力：随着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传统教模正在经受在线教育，如慕课的巨大冲击。应如何看待慕课革命的利弊？


  俞敏洪：人类历史上经历过两次知识大普及的革命，第一次是印刷术的发明，第二次是电视的革命。印刷术的发明让知识不再被少数一两个人垄断，而是逐渐普及更多的人；电视革命则让知识的载体从单纯的文字变为文字与画面相结合。如今移动互联网时代引发的慕课革命与个人电脑引发的教育变革一脉相承，也将对人类知识的普及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徐小平：当亚马逊在1992年卖出第一本书时，没有人会想到若干年后，读书人所钟爱的书店会面临灭顶之灾，并接连倒闭。近些年，走在纽约的大街上，我时常极为伤感，因为当年五层楼的巴诺书店早已成了历史陈迹，而我居所附近的各类书店也相继关门，变成了廉价服装店。每当回忆起在纽约泡书店的日子，极大的幸福感便油然而生。然而，当亚马逊开始零售图书时，没有哪一家书店或出版商觉得它是巨大的威胁。


  其实，互联网所改变的不只是零售业，其对教育产业的冲击也已经开始，只不过很多人还没感觉到它汹涌而来的颠覆性能量。作为一位教育从业者和行业的观察人，我认为大规模公开的在线教育，即慕课对教育产业带来的颠覆性影响才刚刚开始，而这种颠覆性无异于人类社会从马车时代向汽车时代的转变。


  王强：我所理解的传统教育可分为“教”与“育”两个层次，也可以说是教育的两个本质。教育说到底是通过教的手段达到育人的目的。近来读扬雄的《法言》，从中学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叫“铸人”，即所谓金匠铸金，君子铸人。“铸人”也是古人理解教育的一个维度。在我看来，传统教育的这两个层次跑在一个轨道上，并驾齐驱。其优势很明显，其劣势是必须受时间、地点等非教育类因素的限制。这些因素也是掣肘教育迅速发展的瓶颈。


  慕课所带来的教育革命体现在，它将传统的“教”和“育”作为两个模块拆分了，先释放了“教”，让其变得极其有效和便捷，不受时间、地点、种族等任何限制，甚至是免费了。换句话说，慕课解放了教育的一半。毫无疑问，从“教”的角度看，慕课是千百年来对教育做的最有效的颠覆。然而，慕课如何通过课程设置等环节完成“育”的那部分功能，恐怕是我们未来要探讨的方向。在我看来，任何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东西，都不可能通过线上一劳永逸地解决掉。


  朱克力：慕课革命下，谁是最大的受益者，谁又是最大的受害者？


  俞敏洪：谁也不能忽视慕课革命带来的改变，但大可不必过于惊慌。慕课革命不是洪水猛兽，因此不存在革命的受害者一说。我甚至认为，慕课革命下，所有的人都是受益者。慕课革命是移动互联网革命的一部分，这次革命不仅让教育以慕课的方式得以呈现，而且产生了更多的教育呈现形式。这次革命带给整个世界的好处远大于坏处。


  如何颠覆教育模式


  朱克力：慕课集合了全世界最优的学习资源，让任何有学习需求的人都能够低成本地获取知识，这种教育模式的革命，是不是意味着全世界绝大多数大学将关门？


  俞敏洪：这种说法我不太赞同。如果说慕课对传统学校等教育机构有冲击的话，受冲击较大的是占据教育制高点，带有资源垄断性质的教育公司、大学、中小学等。慕课会让它们失去垄断地位，并不会引起传统中小学、大学大面积关门。


  之所以下这种判断，是因为人与人之间面对面交流依然是教育的重要环节。学生之间及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讨论、老师对学生的引导等，依然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慕课形式下，最有可能的是，当地老师不再主导上课，而是让学生上全世界最优质的课程资源，但学生要在当地老师的指导下进行讨论和互动。在这里，现场老师不是不重要，而是变得更重要了。


  王强：虽然我同意慕课对传统大学来说是个巨大的威胁，但说慕课将一次性革掉所有大学的命恐怕还为时尚早。这个革命必然是先从那些低质的、同质的、低水平的大学开始。如果一所大学的课程、师资、讲法无法超过慕课，并且比慕课昂贵时，那其存在的必要性就没有了。所谓慕课，在我看来倒不如理解为“慕名来上你的课”，之所以上你的课，就是因为你是最好的。如果一些具有区分性的大学，所提供的课程在慕课上很难获取，那么这样的大学会存在下去。例如，有些明星教授的课程就是不让放到网上，那怎么办？全世界的人只能朝圣般地前往其所在的大学聆听教诲。其实大学与书店面临的形势很像，在亚马逊面前，马上崩溃的是毫无特色的图书连锁超市，而存在下来的是有特色的书店，如这家店专门经营17世纪的图书，另一家店专门经营18世纪的图书。即便是规模庞大的亚马逊，你想找到类似专业的东西恐怕也很难。书店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差异化，才能生存，大学也是同样道理。


  朱克力：大道世界学校是一批美国的大亨们为培养未来的人才创造的一所全新的学校，它是一间私立学校，提供从接收3岁孩子的幼儿园一直到高中毕业的全日制教育。之所以号称为未来学校，是因为这所学校从课程设置到教育方式都是为培养未来世界的人才设计的。这所学校将在全球20个世界级的城市中各开一所分校。其中很多课程都标准化，用慕课方式全球分享。这种基于慕课的大学是不是未来大学的雏形？是不是意味着未来人才培养机制、选拔机制都将发生革命性变化？


  俞敏洪：慕课是否会对学校带来革命性的影响，狭义地说，确实会对部分学校带来革命性的影响。如果教育部规定，学生在慕课上完成一定学分的课并且考核合格的话就可以拿到毕业证，那么中国很多二、三本院校可能会出现招生困难。很多学校甚至有可能会逐步倒闭或被关掉。这也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相关部门的配合来实施，因此也是个长久的过程，不可能瞬间出现革命性的改变。


  而且，虽然教育资源可以分享，但学校本身应该是个性化的。哈佛有哈佛的个性，北大有北大的个性。个性不同的学校，培养出的人才不同，所培养的人才思维方式也不一样。如果慕课只让全世界所谓的最好的十几个教授来讲授课程的话，那么这也是一种悲哀。这甚至会变成，除了那十几个教授，在这个领域别人的思想无法得到传播。教育是一种事业，任何机构都有存在的可贵之处。


  王强：慕课对传统大学的冲击，无非是它以一种标准替换了本来应该按标准化存在的东西，然而标准化之外，人性刚性需求的“育”的部分，慕课还没有完全囊括进来。我预测，如果慕课的模式最终不能涵盖这些的话，那么那些慕课标准之外，探索满足“育”的刚性需求的大学最终也会存活下来。旧金山的MINERVA大学（致力于向全球最具智慧、最积极进取的学生提供全新的大学体验）既借用了慕课模式，又在考虑颠覆传统“育”的内容，这无疑是一个极为有意义的探索。大家都知道慕课是未来的趋势，但它如何完成“育”的那部分功能，我现在还讲不清楚。


  不过，我唯一能看清楚的是，互联网正在将知识回归生活，将“育”的部分逐渐推向生活的本源。从两千多年来的教育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教育、科学、知识的诞生是鲜活生活的一次集约化。孔子、柏拉图当年教学生时就在田野里，或直接在雅典的集市上，他们更多面对的是鲜活的生活，所探索的是生活的方式，生活与求知在古代是合二为一的。因此，在当时教什么与学生成为什么人是直接等同的。希腊哲学、孔子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就是生活方式本身。君子不是理念本身，而是每日做人的尺码。回顾两千年来的教育史，我们发现，教育越来越把知识变得抽象化，鲜活的体验血肉模糊了。如果朝这个方向继续发展，教育会变得更加枯燥和乏味。因为传统教育模式下，考试成了教育的唯一体验方式。某学生得了优，这个优不是他做人的优秀，而是他答题的优秀。这种体验方式让大脑与天人合一的古老教育理念不复存在。互联网时代就是要让知识回归到生活，让人回归到知识的本源去体验教育，体验知识与生活的合一性。


  徐小平：这种颠覆性我在5年前就已经有所察觉。当年新东方要搞一个民办教育论坛，为准备论坛我安排一位来自美国的女同事为我准备一个发言提纲。在调研过程中，我这位同事发现，美国佛罗里达州五六年前就要求州内的学校每周有半天时间在家里学习在线课程。这项政策是小布什的弟弟杰布·布什担任佛州州长期间颁布实施的。这个信号让我很敏感，如果学生上在线教育的课，从每周半天发展为每周一天，甚至是两天、三天，那么教育的未来会出现什么变化呢？尽管当时在线教育还存在种种问题，但体验还算不错。长此以往，谁最先受到冲击呢？毫无疑问，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新东方这样的以教课程为重心的教育培训机构。


  慕课会不会革新东方的命


  朱克力：为什么说新东方会首当其冲？


  徐小平：道理很简单：如果我能低成本甚至免费地通过慕课学到新东方排名最靠前的老师的托福课，那我为什么还要花重金去听一位普通老师的托福课呢？例如，前几年新东方的两位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老师，把新东方老师的托福、GRE课程搬到网上去卖，现在每月的销售额已经过千万了，而他们也拿到了一笔很大的投资。因此我认为，新东方在慕课面前有两条路：要么像IBM一样有自我革命的勇气；要么像诺基亚一样，最终被苹果所取代。简而言之，新东方要么凤凰涅槃重生，要么成为慕课第一个征服的疆域，就像亚历山大港首先被罗马征服一样。这是行业大趋势，我们只能顺势而为，难以逆流而上。


  与教育培训机构一样，各类大学也都感受到了慕课的威胁，甚至哈佛、耶鲁等名牌高校也都在调整战略，布局在线教育。如美国旧金山的MINERVA大学办学目的就是要与哈佛、耶鲁等名校竞争。这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学生在旧金山读一年，然后在全球7个城市各待一个学期，4年内全部在线上课。我们的一位实习生就去了MINERVA，前几天我与其交流了下，据说那边还不错。沿着这种趋势下去，未来的学位都有可能会被取消。当然，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而罗马也不是一天就能拆掉的。慕课对大学的罗马城的拆卸也在循序渐进地进行，一砖一瓦地拆除。


  朱克力：慕课革命对新东方的冲击究竟有多大？


  俞敏洪：其实慕课对新东方的冲击不是很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现在3~18岁的孩子们，还不太接受纯粹在网上学习，家长也不太接受。由于自觉性不够，孩子在视频上学习时精力不能集中，缺乏老师与学生面对面交流的感觉。我问过中学生，他们觉得通过网上在家里学习非常孤单，集中不了注意力。


  18岁以上人群，我叫作高度自觉人群，包括考四六级、考研、出国考试的这些学生，大部分会转到线上去，当然部分还会在线下，但未来一定会以线上为主。理由是，这些学生的时间本身就非常紧张而且他们的学习自觉性很高，在线上学习课程应该没有问题。


  朱克力：慕课革命下，一旦学生在家就能学到一流国际学校课程和语言课程，目前的语言培训模式存在价值在哪儿？


  俞敏洪：坦率地说，现在很多非刚需性的语言培训已经被线上培训取代了，而且这比慕课还早。新东方很早就实现了通过网络点对点教学生，也很早就通过个人电脑、手机等传送讲义、录音、视频等。当然，语言培训的面授方面还是会受到冲击的，新的参与模式在逐渐取代在教室固定上课的传统模式。但是，教学点和教师的价值依然存在。


  朱克力：新东方应对大规模在线教育的策略是什么？


  俞敏洪：我们就是要把这些最优质的课程资源放到线上去，而且线上基本是免费的。不过，我们线下会组织这些学生的学习俱乐部，这是我们面对自觉性人群要做的事情。这样一来，新东方庞大的教师队伍就变成了学生的咨询导师，他们可以把课放到网上，同时进行线上直播。其实，一个老师不可能满足所有学生的需求的，很多学生都希望得到老师大课以后的一对一辅导，这些老师从教几百学生转为对学生个别辅导。教大课的老师依然还会存在，教大课属于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化。


  教育首先是教育资源的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新东方在过去20多年积累了大量的教育资源、教学资源、两三千万的学生数据、大量的师资队伍。这些在慕课时代，也就是互联网教育时代不可少的资源。因为技术能搭一个架子，但架子上放什么东西，是需要你来做的。不管架子多么漂亮，上面没有东西也是不行的。新东方的后发优势在于其20多年的积累，对教育的深刻理解，并且把对教育的这种深刻理解用到移动互联上去。


  大胆拥抱慕课革命


  朱克力：国内以慕课模式进行的教学尝试如翻转课堂、双师教学等，已经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就中国的情况来说，能否大规模地推广慕课模式？


  俞敏洪：国务院参事汤敏先生写了一本《慕课革命：互联网如何变革教育？》，书中主要讲中国人民最需要的课程如何在慕课系统中实现。它与美国的慕课模式不太一样，现在美国的慕课模式对应的是精英教育，全是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的教授在上面授课。这些课的目标用户是全世界想要听这些课的人们，以及美国想要听这些课的人。美国人做这个的前提是，教育已经基本均衡发展了，在每一个板块的教育体系都已经相对完整的基础上，让各个板块分享更加精英化。


  当然，北大、清华优秀教授的课也可以通过慕课向全中国的大学甚至中学去扩散。不过，就像汤敏在书中所说的，中国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大众化教育问题，如中国最紧急需要解决的是中小学教育的不均衡问题，还有就是中国职业人士的培训，尤其是基本的职业技术的培训等。中国的职业技术学校有很多，水平千差万别，有的职业学校教出来的学生职业水平很高，有的学校教出来的学生还是小混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中国的慕课，先从这样的基础教育入手，来弥补中国教育的不公平问题，以及从职业教育入手，弥补青年孩子们从学校走出来，找不到工作这种问题。我是比较同意汤敏所说的，在这两个方面下功夫这样的说法。


  如何从这两个方面下功夫，汤敏老师点到为止，没有急于去深化。毕竟这是一个非常新也非常大的社会命题，很多问题还有大量讨论的空间，如政府该如何应对这两个问题，民间力量该如何调动，当地学校该用什么样的组织架构等。我觉得可以用一两个地区来实验，国家提供实验的支持，摸索出经验后，向全国推广。现实中汤敏老师已经做了双师教学的实验，目前真正大规模的慕课实验还没有出现过。这些问题需要长时间的讨论。


  徐小平：汤老师的《慕课革命：互联网如何变革教育？》写作历时两年，是他观察、研究与实践的最后总结。从书中我看到了一位教育经济学家对教育大趋势的高瞻远瞩，也看到了一位传统士大夫为生民立命的赤胆豪情。希望广大教育部门的决策者、教育从业者及普通学生能够正确认识这一场革命，并积极拥抱慕课带来的大变革。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才能在世界变革大潮中领先一步，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不枉费汤老师的一番辛苦。


  就教育的两个层面“教”与“育”来说，目前，慕课在“教”的层面已经做得很好了，只是在“育”的层面需要进一步探讨。2004年我访问欧洲，第一次踏上巴黎的土地时，被周围各类文艺复兴时期的裸体雕塑震惊了，这使我突然理解了什么是人文。走在舒伯特、莫扎特、贝多芬等人墓旁，我的灵魂也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如果我不是50岁而青春年少就看到、感受到这些那该多好。然而，现在的孩子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互联网，非常直观地看到并感受到所有这一切。也就是说，从“育”的角度，慕课还能做更多。


  如果通过视频的方式，非常鲜活地“演”出中国文明史或中国文学史，那将会非常受欢迎。一所学校、几个人是没有这个实力做到这点的，但一个国家可以做到。把孔子的《论语》和柏拉图的《对话录》全都从国家层面制定出形象与内容的标准，演出来给学生看，学生再读《论语》和《对话录》时就会更好理解了。这恐怕需要教育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从国家层面推动。换句话说，慕课或许会倒逼教育部门做出调整，大胆拥抱慕课革命而不是观望和逃避。


  王强：慕课所颠覆的是教育的精英理念，将教育真正推向平民化。到了慕课时代，这种知识层面的教育公平得到了终极解决，唯一的门槛可能是有没有智能手机或有没有网络的问题。换句话说，唯一阻挡教育公平的不过是1000元左右的门槛罢了。从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能有一本书到一个女工可以用每个月工资中1/10的钱买一本书，再到现在可以免费获取世界上最优质的教育资源，教育公平已经得到了终极解决。至于受完教育后，到社会上有无公平的机会，那就是另一个维度的问题了。


  慕课让全世界最优质的教学资源可以让任何人免费获取了，至于是否获取，很大层面上要看教育管理者的决策。慕课已经来了，优质的教育资源就在那儿，你要不要，就看管理者如何取舍了。正如汤敏在《慕课革命：互联网如何变革教育？》中所说，任何人都输不起这场革命。从某种程度上说，汤敏为中国慕课发展勾画出了一幅草图，也指明了大致的方向。接下来，需要各行各业的人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提高对这场革命的拥抱力，不然就只能在莎士比亚式的生存与毁灭之间抉择了。


  慕课将教育真正推向公平


  朱克力：追求教育公平，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理念之一。从孔夫子的有教无类，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公平教育权利，几千年来多少仁人志士都在追求着教育公平。但教育公平一直未能实现，请问慕课能实现教育公平吗？一旦慕课模式全面渗透到教育各个环节，似乎意味着只要有互联网，人们都能获得同样的受教育机会，教育是否就可以实现公平了？


  俞敏洪：尽管国人对慕课尚存疑问，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慕课有利于教育公平。任何国家都会关注教育公平的问题。多年来，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教育信息化，在很多偏远地区铺网线等，做了很多实际工作。做这些工作背后的逻辑，就是想把优质的教育资源传输到偏远落后地区。政府为做这件事花了很多钱，做了很多努力，但效果并不明显。在慕课时代，随着4G网络全面覆盖的移动互联网普及，很多偏远地区将以非常好的形式分享一流的教育资源。这将大大加强教育的公平性。


  王强：抛却“育”的层面先不谈，单就“教”的层面来说，慕课能将教育公平实现到极致。从人类文明的历史来看，追求教育公平一直是每一代知识分子努力的方向。自活字印刷术问世以来，整个人类文明1/3的时间是由印刷文明承载的。印刷革命带来的是人们往教育公平方向的探索。这个逻辑仿佛是，印刷术让只有贵族能够获得的唯一一册羊皮书变成了一千个人可以买到的书；20世纪50年代的平装书革命，让一万个人可以用工资的一部分拥有以前只有一千个人可以拥有的书籍——再往前，在中世纪是一个贵族，甚至是只有皇帝一人才能拥有的书籍。所以对教育公平的革命性探索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一直没有间断过，后来的大学及其奖学金制度不过是这种探索的继续罢了。


  徐小平：更为可贵的是，慕课带来的不仅是最优质教育资源的分享，同时也是教育资源的分化、优化，及回归教育最本质的东西。从根本上满足人们对精神、思想、文化、情感的需求，只有慕课能做到。千百年来，世界上有无数位像汤敏老师一样的知识人士，为教育公平摇旗呐喊，而慕课时代，教育能从最大层面实现公平。


  互联网＋教育的价值闭环


  朱克力


  智石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


  黄悦


  北京外国语大学金融学硕士


  拆墙、破垄、平权——这三者似乎是互联网与生俱来的伟力，由此构成了“互联网＋教育”的价值闭环 [9] 。


  首先是拆墙。


  拆的什么“墙”？技术之墙还是心智之墙？都有，但尤以后者为重点。于教育领域而言，传统教育是所谓的历史传承，同时也是技术约束下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封闭特征。这道“墙”既是物理上的，也是精神上的。但互联网尽管没有一声炮响，却于无声处带来了开放，破除了地域界限，也拓宽了心灵的河流。


  互联网教育风生水起，慕课革命时代来临，教师职业会不会消失？我认为不会，但随着教育模式和教育体制的渐进颠覆，教师结构、数量、功能和价值随之改变。“教师”二字中，“教”和“师”两大价值加速分离：一方面，“授业”的教者数量必然减少，因为有线上名校名师课堂而无须太多主讲（可称之为“硬教育”）；另一方面，“传道解惑”的师者将强化线下的德育引导和爱心陪护功能（可称之为“软教育”）。


  其次是破垄。


  破的什么“垄”？市场之垄还是行政之垄？都有，但尤以后者为重点。现行教育体制的弊端人所共知，学校出现的工厂化现象人所共愤。互联网为让阳光透过打开一丝缝隙，顽强构筑起生态系统式的O2O平台，市场的力量凸显，企业家精神有了用武之地。虽说考验团队能力、技术能力、资源能力、市场能力和资本实力，但也让人看到教育价值的升华，教育人性化的回归。


  不过，互联网教育的本质依然是教育，而非互联网。若非对教育有深刻理解，无以精准把握机构、个体教师、学生、家长多方需求。在教育的汪洋大海里，掀起风浪的是熟稔教育精神的“互联网家”。


  最后是平权。


  平的什么“权”？受教育权还是受优质教育权？都有，但尤以后者为重点。如果只是教育机会和教育过程的公平，达到相对容易；但要实现教育质量的公平就不是件易事了。以慕课为代表的在线教育，正在打破学校之间的区隔，让更多的人分享到优质教育资源，从而可能成为实现教育公平的有效通道。此外，我认同林毅夫先生的判断，其对终身学习理念、构建学习型社会，以及疏解就业结构性矛盾，都是值得期待的。


  互联网的普及，信息化的加速，4G时代的来临，视频教学变得越来越便捷，传统教育逐渐在祛魅，教育平权化也不再遥不可及。


  超越工具，重塑匠心


  有人把2015年称为“创业元年”，这一年，“互联网＋”创业之风席卷华夏大地，这一年，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思考着如何用互联网这一“工具”对原有产业进行捶打与锻造，让它披上新信息时代的外衣，搭上发展的列车。然而，如果将互联网看作在原有产业之外的存在，看作与传统行业1+1=2的简单融合，可能只能站上月台，离高速前进还差一个迈步。在众多的互联网＋传统产业的构造中，互联网＋教育是其中的一环。互联网与教育碰撞会产生什么样的火花，会为教育带来怎样的变革，会赋予互联网怎样新的意义？


  工具，是指工作时所需用的器具或为完成某一事物的手段，仅仅是工匠感官的延展，工具本身并不重要。把互联网比喻为工具，可能有对互联网的理解片面之嫌。互联网，不仅仅是工具，工具似乎是没有生命的、冰冷的个体，而互联网其本身和它要创造的事物一样是“有生命”的，是工匠、工具与作品的交融式连接。


  随着时代更迭，工匠与其工具的特征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在希腊古罗马时代，工匠致力于呼唤灵性的回归，工匠的作品具有图腾的作用，探求与神灵的关联和无限接近。文艺复兴时期，工匠的作用不再为了祭祀，而是从神性回归人性，对世界本源的诠释，赋予作品生命和重生，是理性的展现，致力于发现和制造，不断逼近本质。而到了工业时代，工匠精神几近泯灭，人变成了工具的附属。而随着工匠特征的演变，工具也发生着变化，变得不那么重要，变成仅仅是感官的延展，不再参与到工匠与作品的沉浸式交融。


  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将对工匠精神重新诠释，同时也将对工具重新塑造。如果说，工匠经历了文艺复兴时代的解放自己，到工业时代再次奴役自己，那“互联网＋”时代应该走向再次解放自己。与此同时，工具变成了一种工匠与作品间的连接与协作，互联网超越传统的工具属性，“匠心”独具，将带来更进一步的开放性、可能性和多样性。


  互联网＋教育现状


  在讨论应如何用互联网的开放性、可能性和多样性与教育相融之前，需要先看一看互联网＋教育的现状。


  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MOOC，也有很多人已经体验过。MOOC是互联网加教育的典型模式，目前主要是高等教育的课程在网络上的延伸。MOOC的提出在2000年之后，始于互联网对人们生活、工作、学习的颠覆。十多年来，慕课经历了较大的发展，国外和国内都已经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平台。


  从融资角度来说，近两年国内外一些MOOC平台有比较突出的成绩。国外的创业MOOC平台有很多获得了巨额融资，其中提供编程教育服务的Udacity于2015年11月完成1.05亿美元的D轮融资，估值达到10亿美元 [10] 。2015年10月，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投资有限公司（简称EDBI）宣布参与Coursera的C轮融资，Coursera旨在同世界顶尖大学合作提供在线免费的网络公开课程，虽然EDBI没有透露具体的投资金额，但消息称这笔资金的注入使得Coursera该轮总融资达到6110万美元 [11] 。截至目前，Coursera和Udacity总共得到的投资金额为3亿美元 [12] 。而国内MOOC领域的公司学堂在线也在本月完成了1760万美元的A+轮融资，目前国内已经有学堂在线（依托清华）、华文慕课（依托北大）、好大学在线（依托上海交大）、中国大学生MOOC（依托的是爱课程网，是联合30多所985高校共建的）等平台 [13] 。


  三年前，硅谷对于在线教育领域还持拒绝态度。而2014年一整年，美国在线教育领域的投融资总额达18.7亿美元，比2013年增长了55%。这个数字体现的是硅谷投资界理智状态下的高度肯定而已，远远没有国内对在线教育的投资那么狂热 [14] 。


  虽然近两年的融资数额高涨，但是目前MOOC的发展还谈不上乐观。“MOOC还很年轻，对其有过高的期待是不现实的，”前耶鲁大学校长、Coursera的现任CEO Richard Levin在硅谷的一次在线教育论坛上这样说过，“只能在正视现实的前提下努力去改进和发展，不断去多做一些事情，希望大家多一点耐心。”


  反观目前国内的在线教育，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悉数参战，但是其进展不甚乐观。被百度收购后，传课网更名为百度传课网，但是其模式还是由各松散的内容提供方上传视频，而后用户听课。阿里巴巴2013年就推出“课程集市”，其课程五花八门，包罗万象，而课程的质量信息多通过其他观众的好评、差评来获取。腾讯也是采取视频上传的方式，由于腾讯的用户群十分复杂，所以导入在线教育平台的流量也多种多样，因此腾讯在线教育平台提供的课程也是包罗万象，与淘宝课堂、百度传课都差异化极小 [15] 。


  而在线教育O2O的尝试目前也还仅限于僵硬的整合，互联网出身的公司线下表现不足，传统教育机构与互联网模式打通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总的来说，MOOC正处在被资本看好的发展阶段，然而其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正制约着它的发展。如何更好地实现互联网与教育的融合是所有在线教育领域的创业者、投资者都在思考的问题。


  互联网为教育带来什么


  如果在线教育止步于互联网与教育的1+1=2的融合，那就好比是上课的老师换了一个教室，上的还是那些课，教室只是一个可被替换的存在，而目前是被替换成了互联网。到目前为止，把老师的授课放在网上为不少教育机构带来了低成本和便利，但是在线教育能带来的想象远不止这些，这依赖于从教室到互联网带来了什么样的跨越。


  就互联网本身而言，存在着很多可以与教育产生协同作用的特性。


  第一，互联网是开放性的连接，近二十年的IT浪潮，特别是PC、互联网、移动设备的发展带来了逐渐变平的世界，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人都能买得起、用得起的设备和网络连接拉近了人与人、人与知识的距离。我们常常强调教育要公平，人人都能受得起教育，而同时，良好的教育应该是老师与学生共同参与其中，不仅仅限于老师传授知识，而这些可以通过互联网的开放性连接良好地实现。


  第二，互联网给个体提供发挥个性的空间，互联网带来的扁平化世界不但拉近了距离，也同时给弘扬个性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在如今的互联网世界里，弘扬个性随处可见，无论是微信公众号的自媒体、微博的草根红人、知乎的平民专家，个性释放得淋漓尽致。而教育与个性也分不开，教育应尊重个性、因材施教，教育应弘扬个性，所谓高手在民间，每个人都可以在某一方面因专长而成为别人的老师。教育与个性的融合可以通过互联网实现。


  第三，互联网提供协作的可能性，互联网带来的连接让地理位置带来的鸿沟不再，也让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搜寻成本缩小。在互联网上，可以通过社交平台找到跟自己有相同兴趣爱好的人，也可以用众筹为自己的创意寻找投资者，这些都是互联网带来的人与人的合作。教育也离不开协作，俗话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同学与同学之间的合作交流带来知识的传递和产生，互联网将为这种协作带来更广阔的空间。


  第四，互联网产生创新、创造的可能性。与传统的工具显著不同的是，互联网本身也带来创造，而传统定义工具的创造只能依赖于工匠本身。互联网自身带来众多产物，其中能与教育产生融合的非游戏莫属，将游戏抓人眼球、吸引人的特点放入在线教育中，创造出在线教育独有的模式，是对教育的新定义。


  著名互联网授课平台可汗学院创始人可汗说，在这场信息革命中，世界变化之快让创新思维和分析思维不再是可有可无的技能，它们已不再是只有社会精英才具备的优势，而是我们每个人不可或缺的生存技能。在互联网带来的思想颠覆之下，准确地把握互联网带来的效用，将带给教育更大的机遇。


  互联网＋教育未来构想


  从目前来看，互联网＋教育还有极大的发展空间，未来的MOOC将与现有的模式有诸多不同。以下梳理了目前在线教育的发展方向和未来可能的发展模式，也许多年以后，也许几个月，它们就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引进学分制度与学历认证


  观察现有的在线教育，很多还停留在把课程录下来放在网上的阶段。这一简单粗暴的方式，除了为想学习的人提供途径以外，并无任何互联网的灵魂所在。在这一点上，edX走在了前面，edX的战略是加倍制造更高质量的教学内容，通过个性化教学和学习成果检验为学生提供认证课程学分，修够一定的学分之后可以提供学历认证。学历认证可以帮助edX完成闭环，并且为学习者打开大学的大门 [16] 。加入学分制度与学历认证，网络不再是僵硬的躯壳，而是与课程融合变成了“学校”，变成了主体。


  提供职业通道


  据Edsurge（美国一家教育科技信息网站）报道，一直在为用户提供“义务教育”的MOOC平台Coursera和Udacity正在通过提供职业通道的方式寻求突破，比如通过与类似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Google（谷歌）这样的公司合作，为学生提供实用技能培训，并且为成绩优秀的学生提供工作岗位。这样学生不但能通过MOOC平台学到知识也能找到好工作 [17] 。


  尊重个性、释放个性


  开放式的课堂为教育带来了每个人个性的发挥，在课堂中尊重学生的个性并赋予他们展示的空间，是对互联网精神最好的诠释。例如，Coursera上有很多心理学和哲学课程，在一门课上，有一个作业名为“关于慈悲心的一天”，有一个成都女孩的作业被视为全球学生中最好的一份，于是被邀请到肯尼亚和珍·古道尔探讨这个问题 [18] 。与此同时，由于每个人都有自己所擅长的一面，可能在平台上一个学生身份的人，在一些方面却可以做老师，学生论坛、MOOC自录制工具的引入等也可以为这样的天赋搭建平台。如此，平台离自成生态又近了一步。


  创造“互联网式”教育方法


  在线教育不同于线下教育，网络学习者大多是利用碎片化时间来观看网络课程，如果依然按照普通40分钟一节课甚至更长，观看者不能连续学习的同时，也容易在学习过程中丧失注意力。现在很多MOOC平台为互联网教育量身定做了十几分钟的短视频，更适合使用在线教育的群体观看。如笔者喜欢的课程——学堂在线平台“财务分析与决策课程”，每节课时间在8分钟到15分钟不等，一小节课讲一个知识点，内容短小精悍，适合在零散时间观看，而该课目前开课三年时间累积听课人数已达20万，是线下教育无法比拟的。


  除此之外，很多课程引入了游戏模式，包括随堂考试、满10分过关，甚至引入课程作业排名，让学生看到自己所得的分数在全国学生中的排名，增加了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而模拟竞赛等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适当放松，通过小型比赛提升学习知识的运用。


  针对互联网教育的独特性，开创出特有的教育方式，是将互联网与教育的有机融合，从而实现1+1>2。


  引入学生互评


  在线教育目前存在很多尚需解决的矛盾，如师生比过小之间的矛盾。线下教育有着在线教育尚无法取代的优势，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老师与学生的交流，尤其是线下教育的师生比配置，在线教育不太可能做到。在线教育所有学生的作业都由老师批阅、由老师指点是不现实的，因此，引入学生互评，每个人由随机分配的另几名同学评判作业，同时还可以答疑、相互探讨，减轻老师的负担，同时解决了学生之间不能交流的难题。


  引入大数据


  大数据是一个互联网不能被替代的产物，是互联网无限创造力的体现。引入大数据，可以随时监测学生的学习状况并提出合理的建议，可以根据学生特点及喜好推送个性化课程，可以定期帮助学生巩固学习成果、梳理学习体系，可以根据学习的课程特点提供附加能力如演讲力、领导力等的训练等。


  更多周边生态的出现


  围绕着MOOC生态的产品会越来越多，例如MOOC录制工具、MOOC的云端存储、接入MOOC平台的评测工具，以及针对MOOC学习社区产品（例如Edusoho，MOOC学院） [19] 。


  展望2025


  比尔·盖茨说，人们总是高估近两年的发展，低估未来十年可能的发展。如果高估互联网＋教育近两年的发展可能是因为高估了目前的创业热潮，如果低估互联网＋教育未来十年也就是到2025年的发展势头，则是因为忽视了互联网超越工具的特性。


  近日，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其中建设一批优质在线开放课程、认定一批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在线开放课程公共服务平台、进行在线开放课程学分认定和学分管理制度创新等都是对互联网＋教育行业的扶持与期待 [20] 。


  除高等教育之外，MOOC也在加速进入职业教育、进入垂直行业细分时代 [21] 。如Coursera推出Capstone项目（类似于中国的毕业设计），将职场项目与知识学习相结合，为学习者提供职场技能的培养和职场实习机会。LinkedIn以1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美国在线职业教育公司Lynda，为已有用户提供继续教育的增值服务。


  未来，基于人性回归、工匠精神之重塑，独具“匠心”的互联网教育发展大有可期。


  
    [9] 朱克力：《腾云》044期卷首语，2015年4月。

  


  
    [10] 亦大成：《MOOC领域独角兽诞生，Udacity昨天宣布完成1.05亿美元D轮融资》，http://36kr.com/p/5039612.html。216

  


  
    [11] 二水水：《新加坡政府注资Coursera，C轮过后这家在线教育巨头总融资额达1.46亿美元》，http://36kr.com/p/5039051.html。

  


  
    [12] 亦大成：《如果不指望通过付费课程来赚钱，MOOC玩家edX想到的是与大学合作计算学分》，http://36kr.com/p/5040084.html。

  


  
    [13] 陈荔闽：《政策春风吹进高校MOOC，中文慕课或将迎来爆发之年》，http://36kr.com/p/5323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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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亦大成：《如果不指望通过付费课程来赚钱，MOOC玩家edX想到的是与大学合作计算学分》，http://36kr.com/p/5040084.html。

  


  
    [17] 亦大成：《如果不指望通过付费课程来赚钱，MOOC玩家edX想到的是与大学合作计算学分》，http://36kr.com/p/50400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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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进分享经济时代政府与市场关系


  张恒龙


  上海大学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所谓分享经济，又称共享经济，或者合作式消费，是指在互联网条件下，人们分享商品、服务、数据和智慧的一种社会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人们可以通过分享自己闲置的资产来获取额外收入。消费者可以从其他消费者那里租用设备、服务而只需付出比传统租赁公司更低的费用。陌生人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商品和服务的交换，满足自己的个性化需求。分享经济这种商业模式已经应用于许多新的行业——从汽车分享、房屋分享到其他领域。在德国，人们对拼车、房屋互换和二手交易的热情越来越高，12%的人通过互联网进行“合作式消费”，而这一比例在14~29岁的年轻人中高达25%。根据英国商务部的数据，大约1/4的英国成年人有过上网分享的经历。如在假期住宿、拼车和租车等领域，分享经济已经占据市场的半壁江山。全球分享经济市场的市值在2013年已达260亿美元，预计到2025年全球分享经济产值可以达到3733亿美元。


  分享经济因互联网而生，给全社会带来了经济、环境和创业等方面显著的益处，包括增加就业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等。越来越多的人正通过分享经济平台实现商品与服务的互换，并且风险资本也进入了这一领域，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正在形成。


  分享经济理念正确但实践坎坷


  在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谈及我国要什么样的发展时，鲜明地指出：“只要是有就业、增收入、没有水分，又有效益、节能环保的发展，又在合理区间内，都是可以接受的。”显然，分享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社会经济模式与我国政府倡导的发展目标是不谋而合的。那么现实中，分享经济运行顺畅吗？政府是否适应并欢迎这种新型经济模式呢？


  以打车软件为例，2014年1月17日，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提到，其安装在手机上的打车软件，一度在很多地方被政府部门“禁用”。尽管腾讯公司旗下的滴滴公司提供的打车、专车和拼车服务旨在方便大众出行，但打车软件还是遭到了禁用，滴滴专车更是被指属于“黑车”，部分地方的交通执法队在查扣使用滴滴专车的私家车。


  相比滴滴打车的遭遇，国外的汽车分享网站也遭遇了类似的麻烦。私家车搭乘服务商SideCar的一名司机因驾驶无牌照车辆被罚款，此后该公司被暂停了在纽约市的业务。经营个人之间租车业务的RelayRides停止了在纽约州的运营，因为监管当局判定这家公司所提供的保险“非法且数额不足”。


  全球最为著名的汽车分享服务商Uber，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涉嫌违法违规运营，也遭到叫停或抵制。2014年11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对Lyft和Uber的业务下发中止令。这两家公司面临着每天1000美元的罚单，从业的23名司机面临着民事和刑事指控。2015年9月1日，Uber还被旧金山地区法院提起了集体诉讼。尽管Uber已经不是第一次遭到诉讼，但之前都是以个人案件处理。而此次旧金山地区法院裁定，三名Uber车主获准以集体诉讼形式起诉这家本土打车软件企业，以确定他们究竟是Uber的雇员，还是独立承包商。对于此次Uber遭到集体诉讼，舆论普遍认为最终判决可能重塑分享经济模式。


  其实，Uber等汽车分享软件自2009年推出以来便饱受争议。持赞同态度的人士认为这些服务的产生可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满足人们出行的差异化需求以及低碳环保等，正如马化腾在2015年3月全国“两会”上所说：“Uber用移动互联网改善出行是很正面的，增加了车辆的利用率，大家不用买这么多车了，把一些闲置的车辆利用起来，哪怕是私人的车，这样对提高效率、减少排放、对环保是有帮助的。”政府监管部门对待汽车分享模式的态度也并非一概而论，例如，2014年1月，北京市交通委出台了首部《小客车合乘出行的指导意见》，鼓励市民拼车合乘出行。拼车不仅能节约能源、减轻尾气污染，还有助于提升交通运力、缓解交通压力、方便人们出行。


  政府监管部门则担心分享模式所导致的监管盲区会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类似的担心和监管困境也在挑战各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例如，目前国内各大专车平台上仍有不少挂靠租赁公司的私家车。一些闲置的私家车连人带车挂靠到这些租赁公司，打着“专车”的旗号在市场上运营，这也就是所谓的“黑专车”。监管部门指出“黑专车”在四个方面对社会有危害：一是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影响了出租汽车客运市场稳定；二是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甚至刑事治安案件，对乘客乘车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三是偷逃税费，给国家税收带来损失，损害公共利益；四是发生纠纷或者意外事故后，乘客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所以，同样在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明确表示，“永远不允许私家车当专车用。”


  分享经济亟待管制型政府“转身”


  难道“专车”如何合法化满足人们出行需求真的就无解了吗？初露端倪的分享经济真的会迈不过政府监管这道槛儿吗？


  英国政府对待分享经济的做法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英国商务部于2014年9月启动了分享经济专题调查项目。英国政府认为分享经济正在影响现存的市场，并且改变了商业的面貌。它让草根企业家通过网络直接交易打开了市场的“大门”，这些新的市场正在不断降低成本、推进创新。所以，分享经济有巨大的经济潜力，英国要确保站在这一领域的前沿。这项课题旨在研究分享经济对传统商业构成哪些风险，人们在互联网上建立信任存在哪些障碍，目前管理分享经济的政策和法规是否适应分享经济发展趋势，这些问题都关系到分享经济的长远发展。


  英国的做法启示我们，面对分享经济时代的来临，不能因为和现行监管法规相冲突，就采取禁止的态度。政府应该主动顺应并改进与市场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涵盖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个方面。现阶段政府职能面临着多重挑战，一方面既要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持经济发展职能；另一方面，也面临着日益迫切的社会建设任务，需要不断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当前，我国政府模式同典型的管制型政府相比，更偏重于经济管制职能，其社会管理职能尚不发达，而公共服务职能则更加欠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政府模式将处于管制型与服务型兼具，并逐步向服务型过渡的阶段。然而，以往政府在处理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时，仍然秉承“全能政府”的理念，习惯于全面干预，强调行政管理，“该管的要管，不该管、不能管的也要管”，结果往往是本末倒置，造成政府职能的“越位”与“缺位”并存。当前，需要重新界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实现从“政府本位”“权力本位”到“公民本位”“权利本位”的转变，也就是要将政府界定为增进全社会福祉的一个“服务者”角色，改变传统政治中“官重民轻”“官显民微”的格局。因而，服务型政府必然是有限政府、法治政府，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能的政府。


  按照以上思路，我们再来审视分享经济。分享经济能成为一个趋势存在多重原因，包括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诸如环保低碳的观念、重视体验的观念、物尽其用的观念，等等。此外，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人们进行分享的成本。然而，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有需求，是一种典型的由科技革命引发的按需经济。“专车”“拼车”之所以盛行，很大原因在于城市中普遍存在出租车“车难打、气难受、价不低”的现象。“管制”是政府为纠正市场失灵时采取的手段，其主要作用是提高市场条件下资源配置和再分配的效率，从根本上讲，“管制”的基本理念就是政府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恰恰由于行业管制和行政垄断，出租车数量在很多城市已经多年没有太大变化，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导致群众打车难。现在，因为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专车”和“拼车”应运而生并受到了市场的欢迎。可是，目前汽车分享市场的发展依然遭受着政府管制的阻碍。


  在实践中，很多管制政策大都是为了管制机构的方便、满足管制机构部门利益的需要，一些甚至是出于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谋取稳定的垄断利益的需要而设置。以出租车行业为例，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综合交通规划院院长张国华认为，实行数量管制，本来为了保障消费者利益，实质上造成了出租车市场的垄断经营。某些政府部门依据现有法规，对“专车”“拼车”进行打击处罚，实质上是动用公共资源保护一部分群体而打击另一部分群体，偏离了政府作为社会普遍的公共利益代理人的角色，这种只保护一小部分人利益的行政行为，也得不到公众的认可和支持，甚至还会削弱政府机构的公信力。


  出租车市场的种种问题就是因为存在不合理的管制，同样，这些管制政策正限制分享经济这种新型社会经济模式的长远发展。面对方兴未艾的分享经济，政府应该顺应市场需求，调整管制政策，优化政府职能。


  分享经济带给中国的契机


  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需要积极打造“双引擎”。“创客”、“互联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等新词与热词纷纷进入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互联网＋”催生的分享经济对传统产业的提升作用日益明显，将成为新常态下的发展新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经过20多年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难以形成的。”显然，近几年来的蓬勃发展已经证明分享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社会经济模式非常有助于解决“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一系列问题。


  因此，面对分享经济时代的来临，需要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分享经济不仅需要创业者的激情、商业天才和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更需要政府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响应人们的现实需求，不断调整政策，优化管制职能。政府应以弥补市场失灵为主要原则，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为主要宗旨，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


  分享经济的内涵及政策选择


  赵筱菊


  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信息化研究所经济师


  分享经济是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大连达沃斯论坛上提出来的，最早期的提法是共享经济。分享经济，是一个时代概念，我们处在的每一个经济周期，都是与时代的背景分不开的。从2014年、2015年以后，中国开始进入一个新型经济时代，于是有了“互联网＋”、创业、分享经济等。


  分享经济的基本理论


  内涵


  1.概念：“分享经济”也称之为点对点经济、协作经济、协同消费，是一个建立在人与物质资料分享基础上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是在互联网上兴起的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简单地说，消费者可以通过合作的方式和他人共同享用产品和服务，而无须持有产品与服务的所有权，使用但不拥有，分享替代私有。它是借助于以公共信息平台为载体的社交网络，在资源拥有者和资源需求者之间实现使用权分享，从而将闲置资源充分利用的商业运行模式。支撑分享经济发展的理念在于，“人们需要的是产品的使用价值，而非产品本身”。分享经济颠覆了企业所有与个人消费的产业模式，使每个人都可以同时成为消费者和生产者，而后者提供了产生收入的潜力。


  2.类别：协同消费归类为三种系统：产品服务系统、再分配市场、协同式生活方式。


  （1）产品服务系统。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接受一种全新的“使用”观念：他们完全只为产品的使用价值付费，而不考虑去完全占有产品的归属权。这是产品服务系统的基础，颠覆了个体在传统工业下的私人产权思维。在这种系统中，人们可以分享某个企业提供的产品（汽车租赁、太阳能设备租赁、自助洗衣店），或者P2P式的分享、租用别人的私人物品。产品服务系统最为明显的、对环境有益的优势是将私有的、不经常使用的物品放置于分享服务的网络，从而将使用价值最大化。


  （2）再分配市场。再分配市场是在社交网络中，那些二手的、废弃的物品可以从不需要的人手中，重新分配到另一些需要的人手中。再分配市场鼓励人们重新利用、出售旧物品，而不是把它们扔掉，这在减少社会资源浪费上起到了深远的正面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认可这是一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它改变了生产商、零售商以及消费者之间的传统关系，改变了过去“要买更多，要买更新”的消费理念。


  （3）协同式生活方式。协同消费不仅涉及物质产品，如汽车、自行车，以及可以分享、互换、物物交易的二手产品，它还将有着相同兴趣的群体聚集在一起，令他们相互分享或交换各自的时间、空间、技能、资金等一系列虚拟资产，我们把这种不同领域的分享统称为协同式生活方式。这些交易产生于某个地区，分享的内容包括工作室、物品（如向邻居借用物品）、任务、时间、跑腿活（如人人快递）、花园、技能、停车位。协同式生活方式同时也出现在全球各地，因为在互联网上，人们可以实现大规模的、超越地域限制的P2P式合作，比如P2P借贷、旅游资源分享（如Airbnb）。


  背景


  “分享”这一概念并不新，人类社会一直在分享和合作的基础上演进。但“分享经济”能成为一个趋势，主要有三个背景：信息技术的有力支撑、居民消费价值观念的变化和特定阶段经济形势的推动。


  1.信息技术的有力支撑。电子计算机、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及新媒体的蓬勃发展，以及移动终端的普及，让分享型经济这一概念更加成熟。如租车平台，出行人只要通过手机软件发送请求，车主就会在收到提醒后进行交易。信息技术有力地支撑了社会经济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商业交易模式。


  2.居民消费价值观念的改变。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被利用和消耗，家里屯着许多从来不用、很少用或者用了几次就想扔掉的闲置品。“不断消费、不断抛弃”的消费习惯造成泛太平洋垃圾带的出现，我们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劣，人们开始关注垃圾问题、关注环保问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占有”不再是人们最看重的一个价值指标，其重要性已让位于环境质量、社会关系等幸福指数，因而推动了“协作消费”趋势，“分享经济”的基础是人们把商品和服务的使用权看得比拥有权更重。


  3.金融危机的推动。2008——2010年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协作式消费”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一是节约成本。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下，人们借助所谓“分享经济”模式少花钱多办事。城市生活需要昂贵的成本，美国经济因房贷危机陷入困境后，很多公司开始共用同一座办公楼。分享经济通过资源利用效率，在能源短缺的瓶颈下，确保经济增长更具可持续性。二是开启财源。分享经济带来的收入分配方式变革，物品所有者可以利用闲置的资产挣钱，例如出租自己的房屋和车。


  原理


  协同消费的四大原理。协同消费背后的四大核心原理：群聚效应、闲置产能、社会公共资源、陌生人之间的信任。


  1.群聚效应。首先，它关系到人们的选择。对于协同消费，如果它要与传统消费模式竞争，就必须提供足够多的、可以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各种选择。如服装、Uber等。需求方找不到他们想要的，就会失望地离开。足够多的选择可以完全满足所有参与者的需求，并为用户提供便利，这样的模式就可以成功，如果做不到，这样的模式可能就运作不起来。


  2.闲置产能。我们生活里很多闲置产能，不仅指垃圾堆里的东西，还有我们家里使用频率很低的东西。它不仅存在于实物产品中，比如自行车、汽车、电钻等，同时存在于无形产品中，如时间、技能、空间，甚至电力。协同消费的核心就是解决这些社会闲置产能，重新分配商品的使用价值。网络、GPS、手持设备等高科技的发展使得这些问题得以解决。这些设备提供了便利的连通性，使得完全、充分的发挥社会闲置产能的价值成为可能。


  3.社会公共资源。公共资源指的是社会个体共有资源，如空气、水、大自然，甚至文化和公共知识。在自利的驱使下，过度、不公平的滥用出现交通堵塞、过度捕捞、空气污染、水资源危机等，个人利益与公共资源之间的矛盾成为经济学家和自由市场理论中长期讨论的核心问题。诺贝尔获奖者埃利诺·奥斯特罗姆指出人们可以通过自我组织来保护公共资源。莱茜格创办了版权分享机构（知识分享），这个机构提供开放的版权来鼓励人们在创意产品领域分享、合作。他被称为“互联网法之王”，大大推动了人们的分享行为。人们意识到如果对网络社会做出贡献，那么就会收到同等社会价值的回报，我们懂得“想要收获、就需付出”的网络社会法则。协同消费正是基于这个原理的应用，它以人类本能的合作需求和人们之间的分享行为为基础，出于人们追求共同利益的契机，解决了公共资源上的问题，将“合作”和“消费”融合在一起。


  4.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关于分享经济的驱动力，科恩给出了三个理由。第一，消费者感觉有更大的主动权和透明度。分享经济能使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充分发挥自我掌控能力。第二，当今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信任危机。来自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尤其是年轻消费者对目前的商业和其他大规模组织的信任度越来越低。当他们发现卖家与自己产生共鸣时，感觉更可信，这类消费更具吸引力。第三，消费者和供应者都在交换过程中更受益。消费者通过合理的价格满足了自己的需求，供应者从闲置物品中获得了额外的收益。


  意义


  随着分享经济的兴起，个别的、细微的消费行为变化经过集聚整合最终将会带来巨大的商业变革和社会变革。


  1.带动经济增长。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2014年8月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2025年英国五大主要领域的分享经济的经济规模将达到90亿英镑，而全球分享经济的经济规模将由2015年的150亿美元增长到2050年的3350亿美元，这是任何人都不可忽视的市场。


  2.扩大了交易主体的可选择空间和福利提升空间。基于网络平台的分享经济模式使供求双方都能够通过互联网发布自己能够供给的分享物品或需求物品，增加了特定供给者或需求者可选择的交易对象，并具备了掌握交易对象更多信息的可能，这就避免了欺诈性不公平交易和交易成本，从根本上提高了交易质量，有利于促进双方福利的增加。


  3.改变人们的产权观念，培育了合作意识。与他人分享是传统价值观念和美德。借助网络平台，出租或借用东西给自己不认识的人，从根本上扩大了人们分享的人际圈，教会人们如何分享，互相丰富生活，使得分享成为社会交往中不可逃避的重要因素。


  4.改变了传统产业的运行环境，形成了一种新的供给模式和交易关系。分享经济实现了消费模式从“扔掉型”转变为“再利用型”，以低成本、低消耗的绿色生产为特色，通过社会存量资产调整实现了产品和服务的平均分配和商品价值的最大程度利用。从整个社会供给来看，分享经济减少了社会供给总量，推动了绿色革命。这场消费领域的思想变革能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有可能开启下一轮产业革命，将成为过度消费的终结者。


  5.催生大量微工作机会。分享经济有一种叫法称为“临时工经济”，是指由提供各种付费差事和办公室零碎工作的在线市场所催生的大量微工作。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正悄悄把数百万人变成兼职创业者，打破了消费和所有权的旧有观念。随着分享经济日益普及，生产和消费会紧密结合，工作将日渐成为生活方式的一种。


  6.有助于解决政府城市管理难题。交通拥堵、生态资源紧张、劳资矛盾、收入分配不公、邻里冷漠是制约多数城市发展的普遍难题。在分享经济理念下，有助于解决城市一些最棘手问题的潜力，分享汽车改变了城市旨在改善交通的政策，分享汽车还能减少尾气排放，分享私人住宅还能平衡城市住房供需关系，分享经济甚至还可以通过稳定社会网络来解决城市犯罪问题。


  面临的困难


  政府原有的治理模式


  “分享经济”粉碎了原有的生产关系，动摇了传统行业的地位，一些来自传统行业的竞争对手，会以违法为由裹胁政府将创新扼杀在摇篮之中，分享经济模式是否应该合法化一直是个不断被讨论的话题，这不仅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挑战，更是一个全球性话题。分享经济是全民参与的商业模式，政府的监管对象变得无限庞大和虚拟，监管内容快速增长，需要调整监管方式和模式，涉及信用、税收、保险、执照与认证，以及政府如何操作等各个方面问题，政府需要时间去思考和调整原有的治理模式。


  数字时代的信任障碍


  协同式生活方式对人们的诚信有很高的要求，因为这种交易不是基于实物产品，而是基于交易本身，它带来了巨量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联系。由于平台方只提供资源的对接，而非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因此供应方和需求方之间的信任就成了促成交易达成的关键。这就需要平台方作为“中间人”能很好地起到制定游戏规则的作用，通过协议、数据及系统有效地进行身份验证，并根据交易记录对信用等级进行评定。而中国还没建立起相对完善的信用体系，人与人之间信任是非常脆弱的。法院、交通行业、金融行业已经建立的信用数据主要掌握在各自部门，对企业，特别是“互联网＋”时代下的分享经济企业没有开放，平台对参与人的信用无处审查（如拼车平台对乘客和车主的信息无处审查，只能凭借上传的身份证、驾驶证和银行卡信息判断，但信息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分享经济的供应方和需求方无从了解对方的信用情况，制约了平台参与人的增长，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分享经济发展。


  现有的法律规范模糊


  互联网对于经济生活的渗透和影响与日俱增，依托互联网而生的分享经济正显示出强大的发展势头和潜力。但是，分享经济也面临一些问题，主要是这类新型经济活动在应用于现有法律和规范时存在模糊边界，相关的保险、政策等没有涉及分享经济内容。如公安的身份证、金融的银行卡、交通的车辆及车主信息、法院的犯罪记录信息属于个人隐私，能否开放给平台公司还没相关法规依据。Uber、拼车模式中，如车主出现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是否会赔偿，车主是否会被交管部门认作黑车而被罚等诸多问题在相关法规政策也没涉及，政策法律法规的缺失都会影响分享经济的发展速度。


  政府构建分享经济体系的政策选择


  面临的问题虽然很多，但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拥抱分享经济。英国商务部2014年宣布启动独立调查小组，研究如何能把英国打造成为全球“分享经济”的中心，并被委托完成一份分享经济的独立调查报告，分析英国在成为“分享经济”全球中心的道路上面临哪些障碍，并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我国也应适应新的经济模式发展，调整或制定相关法规，鼓励市场创新，引导和帮助相关行业良性发展。


  大力宣传分享消费理念


  分享经济的发展需要民众道德素养的提升和消费理念的转变，需要较长的时间去培育分享的文化。宣传方式很多，更重要的是政府从自我做起，探讨如何促进各地方、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彼此的资源。加强部门信息资源的分享和开放，提高信息资源的使用价值，推动高校图书馆资源分享，推动二手交易市场和租赁市场发展。鼓励“步行校车”（指成年人陪伴儿童步行上下学）、时间银行（是指志愿者将参与公益服务的时间存进时间银行，当自己遭遇困难时就可以从中支取“被服务时间”）等新兴分享行为。


  加大对分享经济创新力度的扶持


  政府应该支持投资设立分享经济创新实验室为孵化器和研发中心。创新实验室给分享服务提供资金支持，促进分享服务互相借鉴学习，研究怎样让分享经济为更多人服务。


  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网上交易的信用体系建设至关重要，一是整合分散在各个部门的信用信息，利用已有的认证系统为分享经济服务进行认证。二是向分享经济平台开放电子化的犯罪记录等相关信用信息，并降低开放的门槛和费用，让分享经济参与企业能低成本获取相关信用信息，推动分享经济发展。三是培育专业的信用服务公司，构建用户信用评级系统，通过跟踪用户点评分享网站及供需双方交易效果评价的数据记录，作为第三方对分享平台及其客户提供信用评级服务。四是将分享经济交易中的诚信者和欺诈者纳入信用体系建设目录中，并对信用极差的个人或企业进行媒体披露。五是推动行业加强自律。


  让分享经济平台进入政府采购体系


  随着分享经济的成熟，政府届时应该更新政府采购架构，让分享经济平台也进入政府采购体系。比如，除了传统的宾馆、火车、出租车之外，让拼车和短租房等分享经济服务业进入这一体系。而拥有财政资源的公共部门也需要研究能否向公众分享它们的汽车、住房，以节约财政资金。公共部门还需要研究它们所需的资源是否可以用分享经济的资源进行代替。


  完善保险等法规政策


  一是制定适用分享经济的法规条款，出台一些法律加强对网络平台和专业从事分享经济的中介公司的监管。二是可在民法、商法、合同法、保险法等与市场分享有关的法律条款中增加对分享经济有针对性的法规内容，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切入现行市场法律体系，对分享对象的资质进行审查、对网络点对点支付带来的征税问题和交易标的物的质量评价、分享经济中的交易行为进行规范，保护交易双方和政府的合法权益。此外，政府还应对具体的分享经济行业提出监管建议。例如，针对住宿分享，监管要与提供住宿的规模相适应，相关部门应该对所有住宿提供者设置明确的健康标准和安全标准，包括防火安全等。针对交通分享，需要明确拼车等分享行为不能以载客为主要目的，“分享”和租车行业应划分明确界限。


  建立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


  税务部门需要制定分享经济的纳税指导意见，并提供网上税务计算器，以帮助分享经济使用者计算他们应该缴纳的税额。对民办分享设施建设进行财政补贴。城市规划建设部门优先受理人民团体或社区推动的分享设施建设申请，对于社区或企业共建的文化性、娱乐性的全民分享性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财政补贴。


  互联网＋时代，如何规制分享经济？


  蔡雄山


  腾讯研究院法律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徐俊


  腾讯研究院法律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近年来，以滴滴出行、Uber、Airbnb、回家吃饭等为代表的新兴商业模式，改变了传统产业格局，提升与闲置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推动开创了互联网经济的新业态，被人们概括为“分享经济”，也称“共享经济”。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大仲马在《三个火枪手》的这句话可谓点出了分享经济的真谛。从概念上来讲，“分享经济”是指将私人闲置的物品使用权、知识技能、时间和劳力有偿地与他人进行共享，进而获得一定报酬的经济模式，其核心是以闲置资源换取经济收益。


  分享经济的特点


  综合而言，分享经济的特点可以总结为三个英文单词：platform（平台）、people（人）和profi t（营利）。


  第一是平台化。传统的商业模式是链条式，在劳动者和消费者都严重依赖于高度组织化的商业组织，在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分享经济平台的出现，极大地颠覆了传统的链条式商业模式，如滴滴出行，它将司机与乘客都纳入一个平台之内，让供给与需求有效地进行对接和配置，省去了以前诸多中间环节，降低出行的交易成本。


  同时，平台化意味着轻资产，少雇员，是对传统商业模式的颠覆性创新，“劳动者——商业组织——顾客”的传统商业模式将逐渐被“劳动者——平台——顾客”的共享模式所取代。


  第二是重新发现人的价值。在传统商业模式中，劳动者必须与某个商业组织建立人身依附性较强的雇用关系，以商业组织的名义向顾客提供单一且标准化的产品和服务，劳动者个人的能力与才华都被商业组织所掩盖。


  在分享经济的模式下，人的价值重新得到重视。劳动者与平台之间只保持松散的联系：自行安排劳动时间、可以同时接入多个平台、不再受到严格的制度束缚。更重要的是，劳动者是以个人的品牌、信誉提供个性化、非标准的服务，商业机构的“名牌效应”不再具有效力，消费者更看重的是建立在用户点评基础上的劳动者个人信誉。


  第三是以营利为目的。部分社会公众和监管机构对于分享经济存在误解，认为分享经济都应当是非营利的，我们可以把此类分享经济称为“公益性的分享经济”，如拼车和顺风车。


  但更常见的分享经济应当以营利为目的。分享经济的本质在经济上是闲置资源的充分利用，从法学角度看，是使用权的临时有偿让渡。只有每一个分享经济的参与者都得到合理的回报，才能促进分享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2015年9月10日，李克强总理在大连夏季达沃斯开幕式特别致辞中指出，目前全球分享经济呈快速发展态势，通过分享、协作方式搞创业创新，门槛更低，成本更小，速度更快。可以说，在拉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分享经济显现出了独特的优势。


  首先是整合闲置资源，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以“互联网＋餐饮”的典型代表“回家吃饭”为例，它致力于打造“家庭厨房共享平台”，凡是有空闲时间、热爱烹饪且乐于分享的人，都可以免费在平台上开个家庭厨房；而没时间做饭又喜欢私厨的人，则可以通过平台预订附近的美食。


  这种家厨共享模式，将众多“家庭厨师”聚集在互联网平台上，家厨并不需要增加多少新的社会资源，在为家庭做饭的同时，只需要根据订户需求多做几份即可，所谓“加双筷子、回家吃饭”，比较典型地描述了这种模式的特点。


  其次是提供个性化产品和服务。以估值已经达到200亿美元，被戏称为“世界第五大酒店集团”的Airbnb为例，Airbnb提供的住宿虽然廉价，但从来不追求标准化。用户可以在Airbnb上享受到诸多个性化、本地化和充满人情味的产品和服务。此外，Airbnb提供的不仅仅是住宿，还是一整套本地旅游化的解决方案，让房客能够享受到真正的本地化独特娱乐和游玩体验。


  再则是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从传统社会到城市陌生人社会之后，人们时常感叹，自己生活在一个陌生人包围的孤岛之上，周围充斥着人性冷漠和麻木不仁，早已不见乡土中国中的邻里相闻、互帮互助。但是，分享经济正在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重建人与人之间久违的信任。


  有了滴滴出行，我们可以放心地坐进之前被称之为“黑车”的私家车；有了Airbnb，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家中热情欢迎从未谋面的远行客人；有了“回家吃饭”，我们又找回了邻里互相守望的那份温情，封闭的家庭厨房变为“邻里食堂”——“安心饭菜，邻里共享”。可以说，我们进入了一个因分享经济而打造的亲密时代。


  规制分享经济的原则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家战略鼓舞下，分享经济迎着“互联网＋”的风口快速飞升，除了我们熟知的“滴滴出行”“回家吃饭”，还有中国版Airbnb的“小猪短租”、主营居家养老的“陪爸妈”、开发城市周边游的“懒人周末”等，可以说每一个传统产业，都可能被分享经济重构。


  不过，法律和政策的更新往往落后于商业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为了适应“互联网＋”时代的产业升级，我国也在积极完善相关政策法律。针对分享经济的规制问题，以下几条原则值得思考。


  第一，了解技术与商业模式，规制应当建立在技术与商业模式革新的基础上。


  我们知道，任何一项行之有效的监管政策一定是建立在充分的实证调研基础之上，这就对政策制定者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监管政策应当符合行业的发展现状。


  在互联网时代，技术日新月异，商业模式层出不穷，很多新生事物都处于监管的真空状态，如果忽略技术与商业模式的创新，仍然沿用过往的监管思路，甚至直接套用已有的监管政策，监管效果不仅会大打折扣，更有可能直接扼杀新兴的经济业态。


  以电信行业为例，比如短信和微信，前者是基础电信业务，后者属于增值电信业务，如果套用对短信的政策以管理微信，无异于缘木求鱼，监管效果南辕北辙也就不足为奇了。我国目前对此区别的监管态度，恰恰促进了电信产业的大发展。


  再以交通行业为例，比如出租车和网约车，二者实现的机理和借助的技术手段都不一样。一个是巡游揽客，另外一个是网上预约；一个是借助车载里程器计价，一个是通过智能手机和GPS信号计价。


  优秀的立法者或司法者应该及时更新知识，掌握行业动态，紧跟技术创新的步伐。举例言之，2015年，伦敦的出租车司机行业协会提起一项司法诉讼，主张打车软件所依赖的智能手机等同于出租车计价器（taximeter），进而违反伦敦的禁止性法律。


  10月16日，英国高等法院（High court）在比较计价器与智能手机的计费机制后，最后判决智能手机不属于出租车计价器，因而网约车在伦敦可以合法运营。以餐饮行业为例，都是提供餐饮服务，“回家吃饭”的模式与传统餐饮业有很大不同，它是私家厨房在满足自家需求的同时，分享给周边订户，传统餐饮业的监管思路不可简单套用。


  第二，差异化监管。


  差异化监管，不是说分享经济不需要监管，而是在监管过程中，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被监管对象本身的特点，尤其是面对新生“商业物种”的商业模式、经营方式等与传统不同，不能削足适履，强迫新事物符合旧的监管框架，而应在监管中鼓励创新，宽容试错。


  在这里，又不得不提伦敦交通主管部门的经验。在伦敦，出租车司机获得营业执照必须参加“知识考试”（Knowledge of London），该项考试被称为世界上最难的考试，应考司机需要记住伦敦市区2.5万多条街道以及市区内2万多个标志性地点或名胜古迹，平均需要4年时间学习，而且每5人中只有1人能顺利通过考试。


  不过，网约车司机申请执照却不需要参加此项考试。因此出租车司机多次抗议，认为此举极不公平，监管政策应该一视同仁。伦敦交通局并不认同出租车司机的主张，认为网约车使用智能手机上地图类APP进行导航，识别能力不亚于通过“知识考试”的司机，所谓的“不公平”是技术更新自然导致的结果，因此网约车司机无须参加此类考试。


  第三，适度性监管，保持权力谦逊。


  适度性监管，实质是监管机构要保持权力谦逊，对于市场的创新，更多应该交由市场规律来处理。在分享经济时代，商业组织的作用被弱化，分散经营的个体化商家将是主要的市场参与者，如在美国，自由职业者的数量在2015年已经突破5000万，而从技术上，行政力量很难真正做到对数量庞大的个体化商家进行监管，其监管责任更多需要转移给市场，需要平台企业承担更多的责任。


  例如，管制出租车行业的主要目的是保障服务质量和顾客权益，而网约车的出现，提供了更优质、更廉价的管制解决方案。相比之下，延续至今百年的行业准入、专营制度显得笨重低效。


  2015年10月1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提出我国从2018年起全国统一正式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在此制度下，国务院以清单方式明确列出在中国境内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业务等，清单之外的行业、领域、业务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


  可以说，负面清单制度绝好地体现了适度监管的原则，权力保持谦抑，赋予市场主体更多主动权，以激发市场活力，构建更加开放、透明、公平的市场准入管理机制。


  第四，不要陷入泛安全化误区。


  在分享经济的监管方面，泛安全化现象很严重。其实，每个行业都有安全问题，电信行业涉及国家信息安全，交通行业涉及道路交通安全，餐饮行业涉及食品安全，诸如此类。


  有人总是喜欢用安全问题来否定分享经济的每一次商业创新，但又说不出太多所以然来。就好比在中国，打火机是不被允许带上飞机的，理由是维护飞行安全，但是我们具体深究，打火机到底在哪些层面、有多大可能性危害飞行安全，我们是否做过详细而有说服力的论证？其实，美欧很多航空公司就没有禁止携带打火机上飞机的规定。


  不可否认，分享经济不可能实现百分百的安全，但在讨论分享经济的安全性时，需要明确两个方面的内容，否则很容易陷入泛安全化的误区，进入无意义的争论：第一，此类商业创新是否比传统行业带来更多安全问题；第二，新产生的安全问题是否可以通过配套制度加以解决。


  餐饮行业里的“回家吃饭”的食品安全保障，“回家吃饭”平台通过采用“信用机制+惩罚机制+保险”的综合手段打消顾客的疑虑。网约车也可以通过司机背景审查、车辆审查、保险等综合措施来解决相关的问题。


  第五，规制应以促进发展和创新为目的。


  安全问题与发展问题，类似油门与刹车关系。如果不踏油门加速，单纯踏刹车，连汽车存在的意义都没有了。在技术创新与规制之间，历史上曾有两次经典例子。


  互联网商用初期，网上盗版横行，网民可以随意分享盗版文件等。如何促进互联网产业发展，同时保护版权呢？1998年美国颁布《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该法通过国内立法的方式，对网上作品著作权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


  该法确立了限制网络服务提供商责任的“避风港”原则。该原则指在发生著作权侵权案件时，当ISP（网络服务提供商）只提供空间服务，如果ISP被告知侵权，则有删除的义务，否则就被视为侵权，即“通知–删除”制度。该法一方面加强了网络版权保护，同时又对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责任予以限制，促进了产业发展。目前为各国立法所效仿，也包括我国。


  再举一例，1984年的“索尼”一案中，被告索尼美国公司制造并销售了大量家用录像机，而原告环球影视城就一些电视节目拥有版权。由于购买家用录像机的一些消费者，用录像机录制了原告的电视节目，原告于1976年在地方法院起诉索尼侵犯其版权。原告主张被告制造和利用了家用录像机，构成了帮助侵权。


  美国最高法院认为，索尼提供的录像机可以复制所有的电视节目，包括无版权的，有版权而权利人不反对复制的，以及有版权但权利人不愿让复制的。而索尼的录像机主要用于非侵权用途，落入了合理适用的范围，最高法院最终以微弱多数支持了索尼，从而迎来了录像机技术的迅速发展。


  试想如果当年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稍稍一动摇，似乎这一先进技术的前途就不像今天那么明朗，甚至有被扼杀的危险。可见，规制与发展之间可以找到很好的经典平衡，而不是单纯的扼杀。


  从“监管”转向“治理”


  在我国，长期以来政府监管的理念深入人心。虽然治理与监管表面相似，其理念却大不相同。监管强调的更多的是政府单方面的管理，而互联网治理更多强调多元化的参与，不仅包括政府管理，也包括行业自律、企业参与、消费者意识提高等诸多因素。


  不仅如此，与一味强调政府监管相比，治理的理念更加强调市场的力量，通过市场的充分竞争，可以实现监管的目的。如用户权益保护方面，分享经济行业竞争激烈，企业需要不断提高用户体验，保障消费者权益，抓住用户，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生存并争取有利地位。


  因此，对分享经济的管理思路应该由“监管”向“管理”转变，充分发挥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在“互联网＋”时代让互联网企业有更大的作为，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实现互联网的中国梦。


  分享经济的法律规制


  胡凌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本文简要从生产关系角度讨论分享经济的实质，并展示这种商业逻辑如何影响具体的法律问题。在“互联网＋”的大产业背景下，互联网的根基并不会削弱，法律和政策正逐步和商业逻辑汇合，有利于这一产业的发展。互联网向更多传统领域延伸并产生的利益冲突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分享经济”的“非法”兴起


  “分享经济”这一术语近年来颇为流行，用于指涉信息技术平台带来的服务与信息分享现象，特别是分享的对象从虚拟空间中的信息内容（比特）转向物理空间中的物品（原子）。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的《零边际成本社会》（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出版后，进一步引发了关于分享经济的讨论。该书意在说明，信息技术的普及使我们的社会逐渐步入一个价值生产边际成本为零的经济时代，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借此享受到成本低廉的普遍服务，生产资料的利用得到进一步优化。作者甚至断言，这是对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巨大冲击。


  “分享经济”并非一夜之间出现，贯穿其实践的商业逻辑自从互联网商业化以来就诞生了（其雏形还可追溯到早期对大型主机的有效率的利用实践——时间分享），只不过从一开始的文化工业和大众媒体向更为广泛的领域扩展。“分享”曾经被用在盗版网站或软件的实践中，并作为一种免费模式击败了靠收费盈利的传统媒体和文化产业，把很多文化产品从商品变成了在线服务。随着互联网向更多的线下传统服务业扩展，互联网企业就越来越多地变成一个信息平台，将产品或服务同消费者精确匹配，例如金融、租车、租房、医疗、教育。被调配的生产资料包含了信息流、现金流和物理世界中的资产。有意思的是，互联网从比特到金融到原子的扩张顺序恰好和线下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相反。


  “分享经济”这一概念的表面含义容易让人以为这一经济实践仅存在于使用信息技术的平等主体之间，他们拥有充分对称的信息，相互（甚至是温情脉脉地）以低成本分享各自的物品（无论是竞争性物品还是非竞争性物品），提高使用效率。这一误解被媒体鼓吹放大，使这一概念集中在少数有代表性的新兴互联网服务上，如Uber（交通）、Airbnb（住宿）、Coursera（教育）、Kickstarter和LendingClub（金融借贷），等等。在中国，类似的信息服务也蓬勃兴起，它们共同强调：用户本身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众人协同、对等工作与合作可以产生更多的价值（这一协作倾向得到进化生物学者的大力支持，被认为是人类的“第二天性”，可上溯至数百万年前）。但熟悉互联网发展历程的读者会发现，这不过是十数年前互联网服务共同具备的特点；和“大数据”一样，“分享经济”概念的提出并没有太多新意。这一意识形态从诞生之日起就要求分享一切，不仅在人与人、物与物之间分享信息（通过以终端信息设备沟通的互联网、物联网），也分享物理物品的使用权；人们在网上应当与他人分享，就如同网上没有隐私一样自然。


  实际上，这一概念的更多内涵有意无意被忽视，至少体现在三重意义上：（1）按照上述通常的理解，第三方服务提供者和其他用户之间分享信息或实体物品；（2）平台提供商和第三方服务提供者分享一整套基础设施，并吸引大量用户免费使用；（3）用户和平台提供商（以及第三方服务提供者）分享其基本使用数据，从而便利了精确匹配和创新。分享经济若想正常运转，需要用户、平台提供商、第三方服务提供者这三方之间权利关系的确定，而非简单的两方关系。其中（2）和（3）更是具有产权意义上的重大价值，我将在后面进一步讨论。有意思的是，平台提供商们在尽力淡化它们自身的存在感，一方面作为一个商业实体极力吸引用户使用，另一方面却在强调各种它们在法律意义上并不直接提供的具体服务分享。


  在中国语境下，类以于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增量改革，互联网经济也多少成为一种增量变革。这一变革静悄悄地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末，在多少躲过了千禧年那场摧毁高科技行业的股市萧条后，随着中国电信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互联网在工业经济之外作为一种增值电信业务逐渐兴盛，并逐渐发现了“免费基础服务+收费增值服务/广告”的商业模式。这一模式需要大量免费资源吸引用户，换取他们的注意力和使用数据，从而最终将他们变为忠实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免费的信息内容不得不首先从像新闻、图书、音乐、电影这样成熟的传统文化产品和媒体中依靠大规模侵权获得。2006年《信息网络传播权管理条例》生逢其时，通过“避风港”规则在整体上极大保护了新经济模式和利益，使之免于惩罚性侵权损害赔偿。这一侵权的直接后果是，互联网成为无法被摧毁的平台，在传统经济以外逐渐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和推广渠道，形成对传统文化工业的竞争优势，最终给后者带来巨大冲击（如果不是毁灭性的话）。


  我曾经把这一过程称为互联网的“非法”兴起，它意味着新经济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保护其特有的商业模式和生产方式，最终迫使传统经济和产业向互联网转型。在法律改变之前，既有的实践不得不通过违法和侵权进行，直到新法律确立其合法性。互联网“非法”兴起和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毁灭”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不断跨界，以破坏性的姿态进入一个又一个传统行业，在新行业规则形成之前重新界定势力范围。“分享经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新一轮围绕物理资产分享的实践不过是互联网的自然逻辑延伸。它的实质并非在产权意义上人人共享某一经济体的红利，而是一种生产方式上的变革，即把隶属于传统组织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信息、人、财、物）抽离出来，在一个更大范围内按照信息精确匹配和调配，从而产生指数级的增量价值，提高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分享经济超越了传统生产组织，靠重新配置既有资源获利。而既有资源（有版权的作品、资金、医生、出租车、教师）受到诸多传统法律的保护和约束，互联网兴起必然意味着对这些法律和组织规范的反动（例如，版权法；金融法；出租车行业管制规范；医疗、教育法规等），也就和它们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竞争关系和利益冲突。这些冲突需要新的法律来定纷止争，重新划定利益边界。当然，当信息平台巩固地位后，传统行业不得不改变态度，同前者合作。但在新经济彻底胜利之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同时，由于新经济表现为低廉技术成本提供的普遍服务（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共品），甚至要从头搭建平台，本身就变成某种关键基础设施，那么其中的法律问题也涉及针对这类私人企业提供的准公共服务的规制。在集中讨论法律之前，有必要简要回顾下分享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和冲突。我们将会发现，各类分享经济的兴起很难整齐划一地塞进统一的发展框架，而是在意图解决各自市场问题的基础上，不约而同地找到了新经济的商业模式。


  分享经济简史


  媒体与文化工业


  互联网最初从这一领域兴起，伴随着对现今通行商业模式的发现，以10年左右的时间从Web 1.0快速升级为Web 2.0（这一术语已经被涵盖面更广的“大数据”取代）。首先，普通用户也能够成为信息生产者，向不特定多数人分享其经历和作品，依靠群体力量解决问题，帮助吸引更多用户，形成网络效应，这有时也被叫作“众包”。其次，流行的互联网服务架构经历了从单向传播的门户网站到交互式传播服务的转变。从原始的BBS（网络论坛）、聊天室到博客、SNS（社交网络服务）、微博和微信的更迭可以发现，“分享”成为各类网络服务的默认设置，信息流通速度不断加快，网络上的总信息资产以低成本不断累积增加。最后，鉴于存在着互联网针对大众媒体和文化工业的大量著作权侵权，“分享”从一开始就和“信息想要自由”一起成为面对侵权指责的抗辩理由，版权、隐私等传统价值在分享面前似乎都应当土崩瓦解，更不要提传统组织本身了。通过上一节提到的“非法”兴起，分享经济在中国互联网的第一个10年中奠定独立发展的基础。


  作为一种商业形态，“平台”的兴起和互联网横跨双边市场有直接关系。互联网企业通过部分免费市场吸引用户，同时在收费市场回收成本、获取利润，形成提供各类服务的生态系统。大量第三方服务提供者加入平台，分享使用信息基础设施，和用户直接进行交易。操作系统、浏览器、客户端软件等都可以成为平台型企业。不同的服务平台对第三方服务的控制力不同，由此形成不同的模式和平台责任。未来趋势是平台通过信息分析和匹配增强对服务提供商和用户的支配力，更加有组织有效率地生产，掌握平台的核心价值，逐渐从开放走向封闭。


  金融业


  互联网对金融业的冲击最早从非金融实践开始。早期互联网将碎片化信息和服务提供给消费者，却因为缺少灵活简便的配套支付手段而放弃收费。国有商业银行的电子银行建设刚刚起步，还无法顾及诸多互联网企业。大型互联网公司不得不开发出可以用法定货币购买的虚拟货币，在自己的多种在线服务之间流通。对便捷支付（和便捷物流）需求最为强烈的是以阿里巴巴拥有的淘宝网为代表的电子商务平台，阿里开发的支付宝奠定了当下中国在线支付的基础。从历史环境来看，第三方支付的价值不仅仅是支付便捷（取决于电信基础设施状况），更重要的是解决了陌生人在线交易的信任问题（先付款，还是先发货）。它和信用评价、实名制等制度结合在一起，为线上经济活动提供了基本保障。


  和虚拟币不同，支付宝同时也起到跨服务的支付基础设施作用，直到支付宝诞生6年后，国家才出台有关第三方支付的监管规定，明确了牌照监管制度。随着支付宝的扩张，它在一定程度上和传统银行卡发卡组织（银联）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冲突原因在于，支付宝有可能绕过传统银行和发卡组织，在支付方式和收单清算领域确立新的标准。伴随着海量沉淀资金被引入货币市场基金余额宝中，这一趋势愈加明显。由此银联出台了一系列旨在规范与非金融支付机构的合作、收单业务等的规范。银行业还希望参与设计互联网金融的具体监管措施，例如按照商业银行的准入制度设计其准入门槛；以货币基金为主的网上理财业务上缴存款及风险准备金，将风险准备金与所投资协议存款的未支付利息挂钩等，将新经济拉回至既有法律框架。


  实际上，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从支付手段到货币本身都可能被互联网颠覆。和“分享经济”直接相关的新金融形态——众筹，也模仿其西方榜样而诞生，成为吸纳2008年金融危机后热钱的新场所，也带来了非法集资等问题。由于涉及金融监管模式和分工、兼顾创新与风险等复杂问题，国家尚未出台针对P2P网贷和股权众筹的明确监管措施。


  交通业


  打车软件作为分享经济的典型代表向传统出租车行业提出挑战。其利益冲突在于，前者首先成为后者掌控的出租车资源的新控制台，帮助用户和出租车实现更为精确的匹配，多少提高了出租车的利用率（尽管在数量管制下，大部分的城市出租车总量仍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打车软件平台通过精巧的合同设计，解决了它与汽车租赁公司、劳务输出公司、司机四方之间的关系。在一些城市，像滴滴和快的这样的打车软件公司同出租车公司建立了良好关系，帮助提升其应召、调度水平，受到司机欢迎。但后来专车的出现则突破了国家关于约租车的监管规定，同时引发了一些城市针对专车的示威活动。专车的实质是吸引体制外零散资源，尽管有利于缓解公共交通压力，但消解了政府可能的监管努力，也会对出租车行业造成冲击，造成出租车牌照价格的下降。目前国家对专车的态度并不明确，考虑到出租车承担着部分公共交通职能，一些地方政府也在计划建立官方的约租车平台。


  教育与医疗


  教育与医疗是未来互联网扩展的新兴领域，并不断向移动互联网领域扩展。其基本逻辑仍然是，在线教育与医疗不断从传统教育和医疗行业获取免费资源和劳动力，免费提供给用户，打造新型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和广告获利。相当多的纠纷也发生在课程内容的著作权侵权领域。鉴于高等教育还没有成为一个完全竞争的行业，相关教育机构的地位仍然是事业单位，毕业和学位证书的发放仍然掌握在它们手中，社会认可程度高，它们对在线教育的冲击并不敏感，双方目前仍然能够相安无事。类似地，在线医疗对当下医疗体制和公立医院的冲击也尚不明显，不少移动医疗的实践首先围绕线下实体医疗展开。这就和前面提到的三种实践有所不同，分享经济面临的是与拥有庞大资源的线下实体相互竞争，不太可能另起炉灶，或吸引体制外资源建立新平台。未来究竟是以合作还是冲突为主线，有待观察。


  法律规制新问题


  总体而言，国家对分享经济的法律约束较少，这不仅和允许新生事物探索的监管态度有关，监管者对监管对象的认识需要经历一个时段，也和互联网行业带来的巨大生产力有关。尽管目前有不少关于信息内容的禁止性规定，但都没有从根本上约束分享经济的经济基础。只要对比一下欧盟的监管措施，就可以看出中国在著作权、隐私、不正当竞争、反垄断、广告等领域赋予了分享经济极为宽松的环境，使其在使用数据产生价值的过程中较少受到威慑或阻碍。


  下面讨论分享经济的法律问题，除了各行业的特殊性之外，可以简要总结出几个共同要点。


  监管商业模式


  目前“免费基础服务+收费增值服务/广告”的商业模式没有受到立法和司法机关的否定，甚至很少有人质疑分享经济针对传统经济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人们默默拥抱新经济，迅速转向互联网。但在像金融和交通等传统行业强大的领域，以安全风险和管理便利为理由要求国家参照旧有行业规则为分享经济制定新规就成为必然。未来的法律不太可能直接挑战现有的互联网商业模式，但在不同领域则可能有特殊规定，例如对如何利用体制内与体制外资源而区分不同的规则。


  信息平台的责任


  从P2P分享软件开始，互联网就明确了自身作为信息平台的中间人地位。互联网平台可以从双方的交易中获益，提供数据匹配，同时又不想对发生的非法行为承担过多责任。例如，代驾汽车软件平台对代驾司机的过错是否承担共同侵权责任？网商平台对网店的质量瑕疵是否有担保义务？搜索引擎是否对搜索到的侵权内容承担责任？等等。首先，目前的侵权规则以“明知”为标准，这一标准无法解决大规模侵权的责任问题，因为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就是以非明知地使用海量信息为前提的。我们只能要求信息中介采取辅助性手段提高内容和服务的可信度，从而提升对第三方开发者的控制力。其次，分享经济平台这样的松散组织不同于传统企业组织，其边界是模糊的，与第三方开发者和用户分别签订服务合同而非劳务合同，这意味着尽管平台能够在事实上从双方的交易中获利，它仍然不会支付报酬或购买社会保险与医疗保险。随着分享经济的扩张，劳动关系的确认将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影响新旧经济体竞争的重要因素。


  产权新形态


  上文提及的三种分享关系共同指向一条产权规则：使用权从所有权中分离。这种思路在物权法上并不新颖，但却帮助解决了三对分享关系中的利益分配和效率问题。首先，信息技术实现信息匹配对称，从而满足更多的信息和实物分享，让更多用户以低成本享有他人信息和实物的使用权。其次，按照姜奇平的说法，平台企业将生产工具——平台——的使用权让渡给众多第三方开发者和广告商，允许它们以低成本接触到平台企业的海量用户，并根据平台提供给它们的数据为用户量身订制服务。最后，正如我在其他地方讨论过的，“分享”不仅意味着用户成为免费的劳动力，他们同时还通过点击“同意”而贡献了作为生产资料的个人信息（比带有人身属性的“隐私”更中立），用于交换更好的服务，与平台企业和第三方开发者分享。尽管互联网行业已经普遍接受个人信息的财产属性，但国家在法律层面仍然固守着人格权保护规则。如何更好地协调两者的关系将对未来分享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不难看出，这种分享远非共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本主义内部分享使用权的增量实践。


  公共服务监管


  当分享经济平台成为准公共服务平台时，对整体上提升公共品的提供有着积极影响，但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公共利益。这种影响体现在：（1）互联网企业与政府部门合作，帮助后者建设电子政务平台，或直接与后者签订独家合作协议，对后者掌握的海量公共数据进行分析。信息时代政府公开基础数据，放开由市场进行挖掘分析，有助于提升公共资源的利用率，但不应排他地授权给一家或几家企业，独占分析优势地位，而应当向不特定公众公开，促进行业竞争。（2）即使通过政府采购或公私合营方式推进基础设施服务，也应当基于公共利益考虑，对相关私人企业加强监管或提高准入要求，防止企业置私人利益于公共利益之上。（3）信息安全级别需要提升。根据最新的网络安全法草案，一旦被认定为关键基础设施，私人互联网平台必须在中国境内存储在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公民个人信息等重要数据；如果因业务需要，确需在境外存储或者向境外的组织或者个人提供的，应当进行安全评估。


  链接

  如何监管分享经济——以专车为例 [22]


  分享经济（也有称为共享经济）是近年来炒得火热的术语，实际上可以一直追溯到互联网经济本身。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大众媒体往往在强调由于信息技术降低了信息成本，给普通人带来了更多可供分享使用的物品，无论是物理的还是虚拟的。然而，没能得到媒体青睐的是隐匿在背后的信息平台的重要地位，以及平台和分享的物品、用户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对理解监管分享经济至关重要。


  从eBay和淘宝开始，互联网就体现出自由经济的便利，和早期通过P2P软件分享数字作品一样（无论是否经过授权），其标榜的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信息对称的点对点经济网络，这也可以看成是把散落在街角的“非正式经济”搬上了互联网并将这一经济体在时空范围内都放大了为了实现信息对称势必需要一，。，个强大的技术平台作为保障，像Facebook或者微信标榜的那样成为一，个连接一切的“连接器”。


  作为平台的连接器和农贸集市不同，在集市里面你可以随机遇到各类摊贩，在信息不那么对称的情况下拣选物品；然而对前者而言，它需要依靠一个强大的算法，依靠你自己过去的使用数据和类似的用户使用数据推算出你可能需要的商品或服务，并推荐给你。换句话说，平台已经深深地介入看上去是偶然的交易当中，并能从中潜在地获利。平台积累的服务历史越长，用户能够使用的服务就越能够精确地加以预测，反过来帮助塑造了用户的偏好（一种人为建构出来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平台是一种信息中介，不仅使交易更为便利，也推动了互联网的中心化趋势。这是大数据时代“代码就是法律”的又一个例证。


  平台之所以能够免费地提供给用户使用，甚至花钱补贴给用户（免费也是一种补贴），得益于互联网产业长期探索出来的商业模式（如精确推送的广告、LBS、双边市场交叉补贴，等等）。从资产管理的角度看，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都是平台上需要管理和匹配的有价值资产，只不过获得这些资产的成本不同而已。对传统企业而言，生产性活动需要购置大批物理资产，和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形成可见的边界。但互联网开始打破这些边界，允许企业将一些生产活动外包，减少自身员工，直到完全依赖一个机器算法操控平台上并不在法律上属于自己所有的资产，主导人们可能采取的活动，获取这些活动可能产生的隐性价值。例如，大量交易可能无时无刻不在为平台产生网络效应，用户的使用数据也进一步转化为大数据进而得到精确分析。


  因此，人们应当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流动于平台之上的生产资料与平台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的不同，决定了新经济平台对传统企业/行业的竞争性优势。显而易见，平台汇集了大量脱离传统组织存在的个体，甚至调动起跨时空的闲置资源，相对于传统行业而言是一种增量。更可气的是，在有的互联网企业自己都还没有探索出“烧钱之后靠什么盈利”的时候，传统行业已经被这种“创造性破坏”搅得鸡犬不宁。传统行业只好祭出“法治”的大旗，主张新经济的兴起“非法”，例如打击盗版不力、低价倾销、有垄断嫌疑、因为没有营业收入而不纳税、不承担劳动保障责任、破坏市场秩序等，不一而足。面对这些控诉，新经济针锋相对，要求国家法律顺应潮流，适时调整以适应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经济形态的发展需要，赋予网络平台和行业协会更大的治理自主权。网络法某种程度上正是调和新旧经济体和利益集团冲突的规则。冲突的焦点就在于，传统经济体要求新经济守法，重新纳入既有的监管体系中，将超越时空的松散资源重新整合，划清企业和市场的边界，明确劳动关系，承担社会保障责任。一句话，提升互联网企业的运营成本，将变成和自己一样的实体化企业，而这恰恰是互联网的轻资产化路线意图颠覆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立法者能否准确把握互联网的特性，确认平台与生产资料的特殊关系，以及如何在新旧产业之间保持平衡。


  专车在中国是分享经济监管争议的重要例证，适逢国务院交通运输部和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刚刚出台解决专车问题的管理方案草案，它们代表了不同监管思路的差异。这些差异总的说来集中在三个问题上面：（1）在监管对象上以谁为主：专车及驾驶员，还是平台？（2）如何看待专车及驾驶员和平台之间的关系？（3）监管手段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体现新经济的特性，以及出租车行业本身的定位？


  首先，从监管针对的对象来看，传统的思维方式是针对游离于体制/组织以外的车辆和驾驶员，他们不具备商业运营性质和资质，如果不能及时吸纳进像出租车公司这样的组织中，就只有以黑车的名义进行打击。交通运输部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下称《暂行办法》）就对出租车和驾驶员进行了专章规定，主要涉及车辆性质（从而限制了使用年限）和从业资格，也就将很多私家车排除在了网络专车服务之外。不难看出，这种做法相当于在体制外创设出一个类似的新出租车公司，表面上虽然是增量，但没能体现出网络约租车的特性。


  互联网多年发展的一个监管经验是，由平台的自我监管辅助行政机关的监管，并承担相应责任，以使监管变得更有效率，例如平台对假货、盗版、非法行为的约束，无论是通过社会规范（信任系统、口碑），还是技术手段（数据库比对、过滤）。这主要因为监管机关无法直接面对数量庞大的用户和交易者，尽管可能有实名制之类的认证措施，但逐一追究成本很高。《暂行办法》同样将平台作为监管对象，要求其承担承运人责任。


  上海的试点则相对宽松，在监管者层面没有针对出租车和驾驶员的直接监管，把重点放在监管平台行为上，赋予平台较大的自主权，决定运行于其上的车辆和驾驶员资质，希望未来能够根据市场状况形成行业规范，对未来行业发展保持了一种开放的态度。


  其次，管理对象的侧重点不同，决定了平台和专车、司机之间关系的不同。核心问题是，平台究竟应当为平台上发生的事故和侵权风险承担何种责任？目前而言，其中的关系至少可以分为三类：（1）按照互联网行业的自身理解，专车平台和P2P金融网络一样，都应当只起到信息中介的作用。私家车和驾驶员都通过四方协议（一种居间合同）接入专车平台，在法律关系上并非劳动合同关系，管理起来较为松散。（2）《暂行办法》要求平台与驾驶员签订劳动合同，承担劳动法上的义务，这就意味着司机是平台的员工，有权享有劳动保障，这就决定了专车的数量不能太多，否则对平台而言是一场灾难。这种模式则可以确保平台的雇主责任，有利于发生纠纷时顺利解决。（3）尽管没有规定强制签订劳动合同，上海模式则把网络专车视为挂靠模式的新尝试。挂靠模式是一种解决体制外车辆和出租车组织关系的一种方案，一旦发生纠纷，如果被挂靠单位从挂靠车辆运营中取得利益，应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上述三类关系直接影响了平台对传统行业的竞争力，出租车公司自然希望拉平约束条件，并通过地方政府加以表达。在世界范围内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类似的案例，都反映了新旧利益围绕法律展开的冲突。


  最后，就监管手段而言，中央和地方的监管机关达成了默契，都同意为专车平台设置市场准入门槛，发放牌照，进行市场的总量控制。和上一点相联系，《暂行办法》分别针对平台和生产资料发牌，形成双层许可制度，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这一许可是否属于行政许可法规定的创设新的行政许可尚有争议，仅从监管方式来看，交通部的思路更加贴近于针对传统出租车行业的管理，对市场秩序和交通秩序稳定的追求超过了对创新带来新利益加以保护的动力。不难发现，这一思路和广电总局监管IPTV（网络电视）的路径一致，都是对平台和接入平台的资源进行分别发牌，从而创设出两个受管制的市场。这些措施是和整体上国家对像电子商务类服务的监管原则和举措不相匹配的。上海的试点方案则允许平台针对车辆和驾驶员施加认证，并对私家车的数量没有上限的硬性要求，而是在运行中动态地调整允许出行的数量上限。


  值得注意的是，《暂行办法》和另一份推动出租汽车行业发展的改革方案同时发布，就意味着在交通运输部看来，网络专车行业发展需要和传统出租车行业并行发展，而不能是就专车谈专车。由于上海市要完成建立全球科创中心的目标，以及在互联网产业发展上努力追赶其他大城市，推出专车新政代表了一种姿态；同时由于上海是网络专车发展较为成熟的城市，作为试点对城市出租车运营冲击有限，并得到了市政府的协调，有限开放专车试点问题不大。这说明上海市对交通运输部规定的突破很可能是特例，而在全国大部分城市的网络约车平台发展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很难一下子放开专车市场。因此改革方案的突破口在于首先取消出租车经营权授权费，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传统出租车公司和网络应召平台的融合。这仍然不影响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做一些专车试点。


  另外，出租车在我国的定位一直是公共交通的补充，只要这一定位没有改变，出租车行业发展就需要根据公共利益的需求进行动态调整，而不是完全由市场进行运作。无论是《暂行办法》还是上海模式，都首先在概念上将专车置于出租车项下，并进行了“巡游出租车”和“预约出租车”的区分，从而将专车纳入出租车行业整体规划之下。由于地方出租车公司本身由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主管，专车平台牌照势必要按照现有格局由地方政府审批，在平台层面限制专车资源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上海模式也在强调“解决大城市交通，公共交通的优先是唯一的出路。约租车、租赁车作为公共交通和巡游出租车的补充，作为提供给市民多元化选择的宗旨不会变”。这都说明了理解专车平台监管除了需要从互联网的角度看，也需要从行业融合的背景理解。


  
    [22]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胡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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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经济席卷全球背后的“秘密”：六大区域的启迪意义


  张孝荣


  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当下，分享经济热潮正席卷全球，已经有几十亿消费者从中受益。最著名的两家龙头企业，Airbnb业务已经覆盖了190余个国家和地区，Uber也进入68个国家和地区，它们从不掩饰自己扩张的野心。


  这其实是井喷之后的辐射。分享经济不是新生事物，在2000年已经开始出现，甚至还可以追溯到更早，但一直不温不火，实质性的增长源自2009年（即2008年金融危机后），直到最近两年则出现了井喷现象——从2014年至2015年，短短两年内，流入分享经济的风险资金规模增长了5倍多。根据Crowd Companies的统计，2014年和2015年两年的投资额分别为85亿美元和142.06亿美元（合计227亿美元），而自2000年到2013年全球流向分享经济的投资额累计才43亿美元。


  不仅如此，从行业覆盖来看，分享经济也正加速渗透到人们衣食住行的诸多领域，深刻改变着人们的工作和消费方式。目前，分享经济涵盖教育、健康、食品、物流仓储、服务、交通、基础设施、空间、城市建设以及金融等各个领域，参与分享的主体也不再仅仅是个人，出现了企业级分享的趋势。


  如果我们视野再远一些，就会发现分享经济这场霸王级风暴，正以美国为中心席卷全球，它带来的丰沛水汽快速地扫过北美、欧洲、亚洲、澳洲以及非洲，在许多国家已经呈现出重塑经济的势头。


  美国：分享经济风暴眼


  美国是分享经济热潮发展的源头，也是分享经济发展最充分的国家，其经济体量、风险资本密集度和独角兽公司的数量都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


  从经济体量来看，美国分享经济市场规模估测约为5100亿美元，约占美国GDP的3%，在全球独占鳌头。从流入分享经济的风险资金来看，风险资本对于分享经济领域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据Crowd Companies统计，2010年美国只有不到20家机构投资于分享经济，而截至2015年4月底，已增至198个。从分享经济创业企业来看，截至2015年末，全球18家分享经济独角兽企业中，有12家是美国公司，其中的佼佼者当属估值超过100亿美元的Uber、Airbnb和Wework。


  习惯透支、寅吃卯粮的美国人在历经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萧条、瞬间破产、失去工作后，也开始变得勤俭节约、小心翼翼。


  在恢复经济的过程中，分享经济让美国人尝到了甜头。注册一个APP，不光可以帮自己节省金钱，还可以增加收入，继续保持高效的生活方式，何乐而不为呢？现在很多美国人认为，分享经济已经重塑了传统的娱乐和媒体、汽车与交通、旅行住宿和零售。


  分享经济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认同与支持。2014年12月，普华永道与BAV咨询公司对1000名美国分享经济消费者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发现44%的受访者对分享经济比较熟悉，其中18%的受访者曾作为消费者参与分享经济，而7%则作为供应商。曾参与过分享经济的成年人中，57%的美国人同意观点“我对分享经济公司很感兴趣，并会关注它们”，72%表示同意观点“将在未来两年里参与分享经济消费”。其中，最热衷分享经济的人群有：18~24岁的年轻人、家庭收入在5万美元到7.5万美元之间的人、有未成年孩子的父母。


  分享经济也改写了政府的“情感”。美国政府整体上乐于支持分享经济，但各州的具体做法各有不同。由于各州发展情况不一，各州法律条例制度也相差较大，各州政府对分享经济的“情感”很多元化。2015年，美国全国城市联盟（NLC）对30个美国大型城市对于分享经济的情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其中的9个城市持完全积极的情感、21个城市存在混合的情感，并且在这30个城市中，有一半城市已经开始着手制定相应的政策和管制计划。


  英国：哈利·波特发现魔法世界


  英国政府对分享经济发展的态度好像哈利·波特发现了奇妙的魔法世界，对之充满了向往，因而在欧盟各国中表现得最为积极。


  英国人正在用分享经济重塑自己的国家。2014年初，英国政府宣布决心把英国打造成分享经济的全球中心以及欧洲分享经济之都，并从政策等层面予以鼓励支持。


  同年，在政府的支持下，Sharing Economy UK（SEUK，英国分享经济行业协会）成立，这是一家与政府紧密合作的独立机构，采用会员制，对新加入的公司实行人员培训、保障消费者交易安全及处理投诉建议，是一个规范及监管分享经济的行业平台。


  不仅如此，英国政府还出台了许多鼓励政策，比如积极地督促保险商为分享经济设计更多的保障服务，积极推动如何去除短期租赁的法律障碍，鼓励人们开放更多房屋短租……甚至于出台规定：当租金每年不超过4250英镑时，政府会给予免税待遇。在资金支持方面也毫无吝啬，例如2012年，政府投入2亿英镑促进P2P平台发展。这些利好，无疑对创业者和消费者起到了极大的鼓舞，分享经济迅速普及开来。


  据媒体报道，目前英国分享经济的发展程度超过法国、西班牙和德国的总和，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


  英国人的青睐是政府重视分享经济发展的一大原因。2014年内斯塔慈善基金会委托特恩斯市场研究公司，对2000名英国成年人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在过去的一年中，64%的英国人参与了分享经济活动，其中有25%利用网络和移动应用程序来参与。调查还发现35~44岁的人、已婚的人、有很多孩子的人、农村人、寻找全职或兼职工作的人、管理人员、专业人员、行政人员，以及照顾儿童的人比起其他人群更容易参加分享经济活动。2014年3月，Airbnb宣布超过100万名顾客来自英国和法国（顾客总数约为200万名）。尼尔森的一项有关共享社区的全球调查显示，在60个国家有超过30000受访者表示愿意参与分享经济活动，其中1/3愿意参加的受访者为英国人。


  跟美国类似，经济不景气也是促使英国人积极参与分享经济的一大驱动因素。受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英国虚拟及实体经济均受到严重冲击，金融业和住房市场发展受阻。英国银行家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11月份英国各大银行批准的住房抵押贷款约为1.78万笔，环比下跌14％，同比下跌60％；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截至2013年11月底，英国失业人数已经连续10个月上升，失业总人数攀升到186万，失业率达6％。在这样的背景下，分享经济作为节省支出提高就业的手段越来越受到欢迎。


  英国分享经济的发展较早。据JUSTPARK调研公司的报告，仅伦敦的分享经济初创企业就有72家，在全球范围仅次于纽约（89家）和旧金山（131家）。有许多媒体报道，英国分享经济最强的企业主要集中在P2P借贷和融资领域，Funding Circle是全球第一家允许融资资金超过1亿英镑的股权融资网络平台；2005年成立的Zopa则是同行业中最古老的P2P借贷平台。其实，除了金融领域外，英国的分享经济在交通、二手物品交易、教育和知识领域发展得不错，如线上家居平台FRN、兴趣交换和出售平台SORTED。


  欧洲其他国家：从南热到北


  分享经济的滚滚热力正辐射欧洲各国。


  国际信息和数据机构奈尔逊在网上调查了3万多人之后发现，欧洲南部国家的人最乐意参与共享经济，其次为北欧和东欧，但是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的人参与热情相对最低。


  根据ING（荷兰国际集团）的估算，目前已有55万户、占荷兰家庭总数8%的人参与其中，这个数字今年将达到150万~250万户；荷兰分享经济的总体体量还不大，年交易额4000万~6000万欧元，只占荷兰全国经济总量的0.01%；据德勤2015年3月对瑞士居民分享经济情况的调查表明，有18%的瑞士消费者已经参与分享经济活动，还有55%的人表示在未来的一年中将参与分享经济活动。


  分享经济重塑各国，在欧洲展现出有趣的差别。在芬兰，分享经济改写的是金融领域。这里居民生活安逸，愿意在网上安排各种活动，特别是金融活动。而且芬兰政府的各类行政系统很早使用电子身份认证，从而简化了在线借贷的步骤，为金融类分享经济平台打好基础。在荷兰，分享经济重塑饮食行业。这与当地居民饮食习惯和文化息息相关，荷兰的外卖种类不如纽约丰富，且价格又不如德国便宜，所以可改进上升的空间很大，吸引了分享餐饮企业的大量出现。而在瑞士，据2015年德勤的调查，瑞士人最为接受的分享经济活动则是分享交通和住宿，占分享经济比重约60%。


  欧盟成员国家对于分享经济有共同的愿景：提高资源效率、创造就业机会、建立社区参与、推进社会创新。欧洲议会工业、研发和能源委员会与内部市场和消费者保护委员会联合发布对数字市场新战略的立场文件，支持分享经济发展，赢得了欧洲议会所有党派的支持。立场文件表示，欢迎互助经济模式带来的竞争增加和更多消费者选择，就业市场更具包容性，敦促欧委会和成员国支持分享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消除人为障碍和相关法律法规障碍。欧洲议会希望欧委会审视现有法规是否可以解决人们对分享经济的担忧，呼吁欧委会保持支持在线平台创新的政策。在欧盟2020年战略计划中也可看出欧盟非常重视分享经济的发展，明确表示未来的商品和服务应加强智能、可持续和包容的特点，并且强调要重点创造就业机会、提升生产力与加强经济、社会和领土的凝聚力。


  加拿大：准备换掉旧鞋走新路


  在加拿大，分享经济正处于起步阶段。在加拿大和安大略省官方统计中，目前虽然还没有分享经济的规模数据，但政府已经认定这是一条新路，比如安大略省相信，分享经济公司是本省未来经济活动显著的潜力市场，将能不断激发新的消费，提高生产力，催化创业，并产生新的税收。


  加拿大政府监管方面尚未有创新，依然穿着旧鞋子，不过，虽然目前还在沿用现行监管法规，但政府已觉察到换新鞋子的必要性，开始为进行新法律框架的拟定和修改作初步调研。


  加拿大人对参与分享经济充满期待。据2015年8月安大略省商会和普华永道调研公司合作对安大略省居民做的民意调查显示，40%的年轻人（18~34岁）被卷入分享经济。在出租房屋上，45%的加拿大人表示愿意将自己的财产租借给别人，并且其中42%的人希望以此获取租金，在安大略省使用AIRBNB平台出租房子的房主平均每月拥有450美元的额外收入，平均每年有52个夜晚加拿大人会在Airbnb出租房中度过。至于共享交通方面，在多伦多地区，共有12000个AUTOSHARE（网上租车平台）成员和超过400000名Uber司机，并且1/5的居民曾使用Uber服务。在P2P金融方面，大约共有540万美元的资金通过网络借贷平台Borrowell发布。


  除了Uber等国外企业在加拿大分享经济市场的覆盖，本土企业在私厨、借贷、职业平台等领域较为典型，如线上职业信息平台Jobblis、线上个人借贷平台Borrowell、线上物品分享平台“厨具馆”和“工具馆”等。


  基于对分享经济的全面审查，安大略省政府正拟制定一个新的框架体系和监管方法来应对持续、快速创新的分享经济。近日，作为加拿大率先制定相关规定的省政府，魁北克政府也宣布将引入最新的旅游法，包括对在线家庭共享服务（以Airbnb为代表）等业务的调节。


  澳大利亚：人气越来越高


  2015年，澳大利亚国家字典中心将“分享经济”选定为国家年度热词。


  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ACCC）调查发现，最近几年分享经济在澳大利亚已经开始快速成长，尤其是在交通和住宿行业，外国企业Uber和Airbnb在澳大利亚已变得家喻户晓，其他领域包括P2P贷款、任务共享、服务、家庭用品等也统统发生了新的变化，规模不断扩张。


  分享经济正在改变澳大利亚人买卖商品和服务交换的方式，也在改变人们对于私人物品和公共资产之间界线的思考方式。


  Vision critical（一家市场咨询公司）与协同实验室合作发布的对澳大利亚人分享经济情况的调查报告显示，61%的澳大利亚人注意到分享经济的服务，43%涉及或理解分享经济行为，比如分享交通、众筹、分享住宿等，53%的受访者曾在去年参加过分享经济的活动。在分享交通领域，参与拼车活动的有34%，参与汽车共享的有10%，参与摩托车共享的有10%。在分享P2P零售货物领域，有11%的受访者曾参与。在分享住房领域，7%参与房屋交换活动，22%参与房屋分享活动。在分享金融方面，9%参与众筹活动，8%参与P2P金融。35%的受访者以供应商的身份参与，76%以顾客的身份参与，18%既作为供应商又作为顾客参加。另外，15%以交换者的身份参加，这主要指参与交换物品和服务，但不涉及金钱利益的情况。


  面对人气越来越高的分享经济，澳大利亚政府表现出支持和乐观态度。


  澳大利亚政府已有明确的分享经济劳动原则，澳大利亚工党致力于保护澳大利亚工人、消费者在分享经济活动中的劳动权益，因此规定各级政府都必须遵循分享经济劳动原则进行监管和扶持。政府在分享经济的城市发展中还起到参与者和发起者的作用。


  2015年，悉尼政府采用政府主导、企业运营的模式，为600多辆共享汽车设立了400多个专属停车位；还为消费者给予停车优惠，更将“汽车使用共享”计划作为城市发展规划“悉尼2030”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些措施既给消费者带来了停车便利，又降低了停车费用，吸引了一大批消费者。据悉尼市政府统计，目前全市已经有6.4%的家庭参与汽车共享计划，超额完成了预期目标，为此政府又为2016年设置了将比例提高至10%的目标。除了悉尼市，不来梅市也是通过此模式成功利用汽车共享替代了1000辆私家车。


  韩国：放松管制，放手发展


  韩国分享经济相比于英美起步较晚，在国外企业进入韩国市场后才带动起整个社会关于分享经济模式的思考和探索，但作为后起之秀发展却不显逊色。


  根据韩国产业商务资源部测算的数据，2015年韩国分享经济规模为4700亿~7300亿韩元，合4.25亿~6.58亿美元，占全球分享经济规模的2.8%~4.4%，到2025年，预计韩国整体分享经济市场规模将达到84900亿~131500亿韩元，约合76.5亿~118.5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分享经济的发展非常多样化。在韩国，分享经济产生了多样化的模式，范围涵盖教育、图书、物品、照片、影像和音乐、民宿、旅行、艺术、衣物、机动车、经验、才能和知识，以及空间和时间的分享，约有145家企业从事相关业务。


  当然，在上述领域中，最火的当属车辆共享、住宿共享、二手物品交易三项。


  其中，汽车分享领域的企业发展最为迅速，目前占领韩国分享租车市场第一的SoCar成立于2011年，全国范围内拥有100多万名会员，并吸引了大集团SK（韩国第三大跨国企业）的股权融资。


  在住宿分享领域，仍以Airbnb为代表的外国企业占据优势，本土企业寻找特色应对竞争。例如2012年成立的Kozaza面向外国游客提供韩屋民宿，已经确保全国范围内9000余处韩屋中的6000余处民宿供应，以提供韩屋民宿平台为特色服务。


  此外，二手物品领域交易活跃，线上市场发展空间巨大。据相关统计估算，韩国目前整个二手交易市场规模约18万亿韩元，其中线上交易规模约10万亿韩元，约合8亿美元。


  值得关注的是，韩国市场好像有点“排外”，美国分享经济鼻祖在韩水土不服，不得不受到法规约束，这给本土初创企业的异军突起创造了条件。


  韩国目前在法律上明确规定，无政府认定的出租车和短期房屋共享为非法行为，Airbnb房主有因此罚款的情形存在，Uber也接连受到来自当地出租车行业组合和司机团体的抵制控告。


  但同时韩国政府也意识到并认可分享经济的巨大潜力，在打击非法业务的同时，鼓励合法的相关业务，对分享经济企业实施政府认证程序，对于在发展共享事业、提升人民福利上有突出能力和潜力的企业更是给予资金支持和宣传帮助。


  Uber的遭遇很耐人寻味。先前Uber推出的网约豪车服务Uber black在韩国受到了法律监管而停滞。2015年9月韩国政府修改了法规，网约豪车服务合法了。11月，韩国kakaotaxi（一款打车应用程序）推出了一个kakaotaxi black，专做网约豪车服务，抢了许多份额。不知怎的，Uber直到2016年1月19日，才宣布Uber black重新启动。此时此刻，韩国的网约豪车服务已经出现了两分天下的局面，而kakaotaxi在车辆数和司机数量上更胜一筹。


  各种原因，个中滋味，大概只有当事人才明白。不过，韩国政府真切认识到现有的某些法律法规阻碍了分享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表态将于2016年着手法规方面的调整，调整的核心是放松管制。


  首尔市政府更是早在2012年就提出建设共享城市计划，目前在公共设施共享、城市公共空间共享、分享经济平台建设、共享企业资金援助等各个方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进展。


  结束语


  随着分享经济风潮席卷全球，中国的分享经济也获得了高速成长。


  近几年来，滴滴出行、途家网和猪八戒网先后跻身全球独角兽公司，而人人快递等一大批新兴创业公司也快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结合对各国分享经济的研究，腾讯研究院也在国内进行了调研，我们发现，分享经济对国内经济的重塑，大大超出了我们原先的预期，虽然当下分享经济呈现出全行业开花的趋势，快速渗透到许多细分服务领域，演化出众多的创新模式，但是，从整体上，分享经济创新创业仍处于成长初期，高潮远远没有到来，这意味着未来还有更大的想象空间。腾讯研究院《分享经济在中国全景风潮解读》报告详细地研究了产业发展基本情况，同时还深度揭示了一个“秘密”：纵观各国，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现象，分享经济由产业创新带动，自草根创业崛起，受政府多方支持，得以高速发展。美国、英国、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政府的态度，可以说各有特色，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决策者的几种不同的视角。这对转型中的中国，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欧盟如何推动分享经济发展


  蔡雄山


  腾讯研究院法律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徐俊


  腾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分享经济能够创造额外的工作机会和经济增长，通过提供社会互动和更便宜的服务和商品选择，分享经济使消费者大获其利。


    ——Elżbieta Bień kowska （欧盟内部市场、工业、创业和中小企业委员）

  


  分享经济在欧盟的发展概况


  根据ING 2015年的调查报告，1/3的欧洲消费者已经参与过分享经济，并且这一数字还将增加。与此同时，1/3的欧洲国家已经开展分享经济，其中土耳其、西班牙和英国三国的消费者参与程度最高。


  国家层面，以英国、荷兰和瑞士为例，根据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在2014年8月发布的数据，英国“分享经济”五个细分市场的市场规模是5亿英镑左右，到2025年，这些行业的规模可达到90亿英镑；2015年3月，德勤发布一份瑞士分享经济报告，调查发现有18%的瑞士消费者已参与分享经济活动，在瑞士最广为接受的分享经济活动是交通和住宿，约占比重的60%；此外，根据ING 2015年的数据，已有55万户、占荷兰家庭总数8%的家庭参与过各类分享经济活动，且这一数字一年之内会进一步达到150万~ 250万户，而荷兰消费者最喜爱的分享经济形式是餐饮。


  虽然欧盟各国逐步认识到分享经济有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创造就业机会、加强社区参与、推进社会创新，但分享经济的壮大，对现有的经济格局产生一定影响，欧盟各国对待分享经济也态度不一。以Uber为例，Uber可以在英国合法经营，但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和保加利亚纷纷对Uber加以限制或禁止。欧盟成员国对待分享经济割裂的态度，不仅严重阻碍了欧盟分享经济的发展，同时也阻碍了欧盟构建单一市场（The Single Market）战略的实施。为此，欧盟内部市场委员大声疾呼：对待分享经济，统一的欧盟处理路径（A Common European APProach）迫在眉睫。


  立法过程


  早在2013年9月，欧盟经济和社会委员会（EESC）召开公开听证会，以讨论分享经济这一新兴的商业模式对于欧盟的重要性，并发布了一份名为《协作消费，21世纪可持续性商业模式》（Collaborative or participatory consumption, a sustainability model for the 21st century）的意见。听证会之后，在EESC的倡议下，成立了分享经济的行业组织——欧洲分享经济联盟（European Sharing Economy Coalition），该联盟的设立目的在于整合力量，统一发声，推动欧盟层面和成员国层面分享经济政策的开展。


  在2015年，欧盟对分享经济立法进程大大加快。2015年9月，欧盟委员会启动一项将分享经济包括在内的公众咨询，希望在保护创新、公平竞争和保护消费者三者之间达成平衡。2015年12月，欧盟层面关于分享经济的争议终于尘埃落定，欧洲议会发布对数字市场战略的立场文件，其中大力支持分享经济发展。虽然文件出台过程中，各国议员激烈争论，但分享经济最后赢得了欧洲议会所有党派的支持。这份立场文件表示，分享经济促进商业竞争和消费者福利，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文件敦促欧盟委员会和各成员国重新审视现有法规政策对分享经济的阻碍作用，逐步消除法律政策层面的障碍，进一步促进分享经济的发展。


  2016年1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报告对欧洲议会的文件作出回应，报告宣布欧盟委员会在2016年3月出台《分享经济指南》，在考虑成员国不同利益的前提下，指南将着力于如何更统一地在欧盟范围内促进分享经济的开展。


  主要促进措施


  在发布《分享经济指南》的同时，欧盟委员会宣称它计划出台一份“欧盟分享经济议事日程”，为分享经济的发展设定路线图。《指南》将着眼于评估现有欧盟法律与分享经济发展之间的监管差距，指导如何实施现有的欧盟法律，以更好地适应分享经济的发展。根据欧洲学者的总结和建议，欧盟现有和将实施的分享经济促进政策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普及分享经济概念，提升消费者参与分享经济的意识。分享经济意识的提升主要依靠教育，通过逐步在初级、中级、高等、成人以及职业教育中，植入分享经济的概念和原理，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分享经济的益处，从而接受和主动参与分享经济。


  第二，破除行业准入壁垒，确立安全和质量标准。通过全面贯彻《欧盟服务业指令》（EU Services Directive），打破各国设置的行业准入壁垒和简化行政手续。同时借助监管平台中介的条例指引，鼓励分享经济保险的发展，为分享经济确立最低限度的安全和质量标准，从而让消费者放心参与P2P分享活动。


  第三，鼓励各成员国试点分享经济城市，通过已有互动平台加强城市之间经验交流。2015年，英国已经在利兹市和曼彻斯特市开展分享经济城市的试点，2016年2月2日，荷兰阿姆斯特丹也加入分享城市（Sharing City）的行列，创业公司、社区中心、公立图书馆等多方主体参与，开展从知识、资产到技能的分享活动。此外，鼓励通过借助欧盟市长之约（EU Covenant of Mayors）或欧洲智慧城市创新合作伙伴（European Innovation Partnership on Smart Cities）等城市之间的平台机制，鼓励地方城市开展分享经济的经验总结和交流。


  第四，服务支持和资金扶持。通过设置一站式的服务平台，将行业准入、融资和纳税等服务加以统合，节省分享经济企业的成本。同时，希望借助欧盟2014—2020多年度财政框架（EU Multiannual Financial Framework Program 2014—2020）等政府财政和其他基金项目，为分享经济平台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政策评价


  大力发展分享经济，在欧盟已经上升到非常重要的高度，在欧盟的2020年战略计划中，明确表示未来的商品和服务应加强智能、可持续和包容的特点，并且重点要增加就业机会、提高资源利用效力和激活社会经济的活力和凝聚力。总结欧盟的战略计划的促进政策，具有以下特点，值得深入思考和借鉴：


  首先，清除制度障碍，努力营造有利分享经济发展的法律制度。现有法律法规如何与快速变化发展的分享经济相适应是一个让各国政府纠结头痛的问题。从欧盟的现有做法来看，欧盟在专门的分享经济促进政策之外，亦十分关注如何消弭现有法律法规与分享经济发展之间的监管差距。分享经济在欧盟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战略计划，而是置于欧盟单一市场战略计划之下实施，具体而言，欧盟通过单一市场战略计划之下已有的两个抓手，实现对分享经济的监督管理与推动促进：第一个抓手是平台企业。2015年9月，欧盟委员会对于分享经济的公众咨询其实是欧盟如何处理在线平台企业这一更大语境下的一部分，此次公众咨询的主题是“平台企业的社会和经济角色”（EU commission seeks the view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role of platforms），而分享经济是该咨询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通过将参与分享经济的企业划入平台企业的范畴之内，有助于从根本上理清一些困扰分享经济发展的法律争议，如专车公司与司机是否属于雇用关系等。第二个抓手是服务。分享经济虽然是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但从经济形态上划分，仍属于服务业的范畴。在欧盟，大力发展分享经济亦服务于欧盟构建统一内部服务市场这一目标之下，因此，《欧盟服务业指令》将全面适用于分享经济，这大大有助于消除现有法律对分享经济设置的准入门槛和壁垒，比如《欧盟服务业指令》要求欧盟各成员国确保其服务市场的自由准入和非歧视待遇，最重要的是取消了跨区域经营企业须在营业地设立独立分支机构的要求，取消了对企业在其他成员国进行服务性经营需向当地政府报批的要求。


  其次，行业协会先行。早在2013年，欧盟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召开有关分享经济的听证会之后，欧洲第一个多方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分享经济协会——欧洲分享经济联盟——随之成立，并在之后推动分享经济在欧洲的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欧洲分享经济联盟承担的任务主要有：媒体公关、市场调研、组织公共辩论和成员国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多边会议，主动参与欧盟委员会的咨询活动和提供行业政策建议，并促使分享经济服务于欧盟战略诸多目标的实现，如单一数字市场战略（Digital Single Market Strategy）、可持续性消费和生产行动计划（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Action Plan）等。更难能可贵的是，欧盟议会和欧盟委员会对于行业协会的建议亦十分重视，在多次的公开咨询中皆可听到分享经济参与者的声音。


  最后，欧盟划定底线，鼓励各国开展实验。欧盟此次3月份即将出台的分享经济政策没有采用条例（Regulation）、指令（Directive）的形式，而是采用指南（Guide）的方式，可谓是欧盟深思熟虑之后的明智之选。一方面，分享经济正蓬勃发展，远未到成熟定型的时候，这意味着分享经济仍处于不断快速变化发展之中；另外一方面，分享经济的崛起对传统经济形态已经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如果采用条例和指令的方式，虽然法律效力层级更高，但过于刚性，缺乏调整和回旋的空间，既难以满足于分享经济不断变动的需求，容易造成“一刀切”，也容易引发传统经济业态的反弹。采用指南形式的好处在于，在划定底线的同时，给予各国自由发展分享经济发展的弹性。比如在2015年9月，欧盟启动关于分享经济的公共咨询之时，欧盟委员会就明确表示，在该公共咨询结果公布前，排除出台法规来规范如Airbnb和Uber等分享经济企业的可能性。因此，欧盟推动分享经济发展的政策思路是：欧洲议会全票通过支持分享经济的议案，相当于欧盟已经为分享经济划下了支持的底线，而欧委会3月即将出台《分享经济指南》，则是鼓励各成员国先试先行，之后在总结各国优秀做法和实践的基础上，再择机推出新的政策。


  英国如何推动分享经济发展

  ——基于英国“分享经济全球中心”战略的深度分析


  蔡雄山


  腾讯研究院法律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徐俊


  腾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分享经济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我希望确保英国处于分享经济的前沿与中心，并且成为能够与旧金山相媲美的高科技初创企业的发源地。


    ——马修·汉考克（英国商务部负责商业、企业和能源国务大臣）

  


  分享经济在英国的发展概况


  根据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在2014年8月发布的数据，英国“分享经济”5个细分市场的市场规模是5亿英镑左右，到2025年，这些行业的规模可达到90亿英镑。从业务范围来看，目前英国的分享经济已涉及P2P金融借贷、在线雇用、个人对个人空房出租、拼车、流媒体共享等诸多领域，并且人们还在不断挖掘新的分享经济创意，从住房、交通和技能共享等成熟领域逐步延伸到食品、时装和电子消费品领域。


  根据英国商务部的数据，大约25%的英国成年人有过上网分享彼此财产、技能等闲置资源的经历，而如果分享经济能变得更加便捷，这一数字将上升到70%。除此之外，分享经济给英国带来的商业机会并不由大公司们独享，年轻人和妇女将从中受益最大。更进一步，分享经济有可能将英国转变为一个到处都是“微型企业家”（microentrepreneurs）的创业国家——分享资产和技能以获取收益，租用商品和服务以节省支出。


  正是看到分享经济不可阻挡的发展势头和巨大潜力，英国政府2014年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成为分享经济的全球中心（Global Center for the Sharing Economy）。为此，英国政府从政策层面给予极大支持，鼓励发展分享经济。


  扶持政策出台过程


  2014年9月，英国商务部启动了一个独立调查项目，任命英国住房分享公司“爱屋置换”的创始人和CEO Debbie Wosskow成立一个调查小组，对英国的分享经济进行评估，评估的内容包括分享经济给英国带来的益处以及对传统商业构成的风险、分享经济领域的政策法规以及消费者利益保护等内容，进而找出英国在成为“分享经济全球中心”的道路上面临哪些障碍，最终目的是把英国打造成“分享经济全球中心”制定一份路线图。


  2014年11月，Debbie Wosskow领导的调查小组向政府递交了一份名为《开启分享经济》（Unlocking the Sharing Economy）的独立研究报告，里面提出了超过30条关于英国如何成为分享经济全球中心的建议。


  2015年3月，英国政府下属的商业、创业和技能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kills）对Debbie Wosskow的研究报告做出回应，其发布了一份政府对策（Government Response），涵盖一揽子分享经济扶持政策，正式迈出了成为“分享经济全球中心”的第一步。


  扶持政策主要内容


  在政府对策中，英国政府将扶持政策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性的扶持政策，另外一类是针对分享经济细分市场的具体建议。一般性的扶持政策包括如下六项内容：


  第一，试点“分享城市”。英国政府认识到分享经济能够以创新方法帮助城市解决社会和经济挑战，并推动当地发展。为此，英国政府决定2015——2016年在利兹市和大曼彻斯特区设立两个实验区，重点支持在交通、住宿和社会保障领域的共享尝试，如利兹市成立一个网络共享平台，分享资产和服务，包括闲置的空间和设备，以及居民的各项专长和技能。


  第二，建立数据收集和统计制度。分享经济是一个新兴且快速发展的新业态，对其进行精确统计评估有很大的难度，英国政府因此让创新实验室（Innovation Lab）和国家数据办公室（Offi 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通力合作，统计和评估英国分享经济的发展规模和经济影响。此外，国家数据办公室还可以与外国数据机构合作，并提出分享经济细分市场发展的可行性报告。


  第三，开放政府身份核实系统和犯罪记录系统。信用体系是分享经济网上交易进行的基石，英国政府正在与银行、移动网络运营商等协商，逐步对包括分享经济平台在内的私人经济部门开放政府的身份核实系统（GOV.UK Verify）。此外，向分享经济平台开放犯罪记录查询服务（Disclosure and Barring Service），英国政府承诺实现网络查询，并降低查询的手续和费用。


  第四，将分享经济纳入政府采购，探索政府资产参与共享。英国政府逐步更新其政府采购框架，让分享经济也成为政府采购的选项之一，如从2015年秋季开始，英国政府官员履行公务时，可以选择分享经济中的住宿和出行服务。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增加政府办公资源的共享程度，如从2015年春季开始，英国税务及海关总署正在开展一个实验项目，通过一个数字平台实现其闲置的文具、办公用品、家具和IT设备的共享。


  第五，消除数字鸿沟与鼓励保险。分享经济离不开网络的支持，但英国在2015年仍有20%的人口缺乏基本的网络使用技能，尤其是老年人。英国政府承诺到2016年，使这一数字减少25%，使得更多英国人能够享受到分享经济带来的益处。此外，英国政府支持保险公司开发适应分享经济的保险服务，欢迎英国保险商协会发布世界第一份分享经济保险指引。


  第六，简化税制。英国税务及海关总署在英国政府官网上发布分享经济纳税指引，并开发税务计算APP，以帮助分享经济参与者简单快捷地计算出应缴纳的税额。此外，税务及海关总署计划充分利用网络媒体（如YouTube、Twitter）以加大分享经济纳税宣传。


  至于分部门的具体政策，从住宿共享、技能和时间共享、出行共享等方面一一提出政策，如住房共享领域，政策明确提出要区别对待居民零散出租闲置房屋与商业酒店，并且政府鼓励房东将闲置房间出租，并给予税收优惠，比如租金每年不超过4250英镑，就可以对分享出租的房间给予免税待遇。在出行共享领域，伦敦交通局在2015年已经宣布，专车在伦敦属于合法运营。


  政策评价


  如果从参与人数、市场规模以及标杆企业等指标来看，英国目前都很难与美国洛杉矶相提并论，后者诞生了Airbnb、Uber等分享经济鼻祖，并且这些企业目前都是业内举足轻重的企业。但是英国政府十分重视分享经济领域，通过从政策环境上予以大力支持，力图实现“超车”，将英国打造为“分享经济全球中心”。综合英国政府推出的政策，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目标明确，政策系统。在法国、德国、西班牙等西欧其他国家还在为是否应该放开短期租赁、出租车行业而争吵不休时，英国已经大步走在它们的前面。一方面，“分享经济全球中心”是一个明确具体且可量化考察的政府目标，从参与人数、市场规模、标杆企业以及创业公司的数量等指标可以评估政府目标的实现程度。另一方面，英国政府出台的政策系统有层次，以努力全面立体地解决分享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障碍。这其中既有针对整体分享经济行业的顶层设计，从试点城市、数据采集、信用体系、保险、政府采购到税收，也有针对各个细分市场亟须解决问题的具体政策，如鼓励个人对个人的房屋短租，允许专车合法经营，甚至为了让英国一直处于分享经济的前沿，英国政府从2015年开始编列预算，并动用基金，对分享经济中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和新领域给予资金支持。


  其次，行业组织推动政策的实施。英国分享经济的发展，不仅得益于政府层面的政策扶持，行业协会在其中也发挥巨大的保驾护航作用。2015年3月，在英国政府推出分享经济扶持政策的同时，由英国商务部组织，全英国最有影响力的20家分享经济企业成立了一个分享经济行业组织——Sharing Economy UK （SEUK），该组织的目标有三：第一是倡导分享经济。通过传统和新兴媒体，统一发声，大力宣传分享经济的益处，并与政府紧密合作，游说立法机构，推动分享经济成为主流商业模式，助力英国成为分享经济的全球中心。第二是制定标准。会员企业通过一份行为准则（Code of Conduct），从维护分享经济信誉、员工培训和保障安全等方面着手，以期为所有英国分享经济企业树立清晰的、需要遵从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原则。第三是寻找对策。协会通过支持研究项目、总结企业成功实践等方式，努力解决分享经济企业共同遇到的问题和挑战。


  最后，政府大力推动分享经济的发展。英国政府真正关心的是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在传统行业和分享经济相冲突之时，英国政府并不一味保护传统行业，反而认为分享经济是技术进步、资源稀缺和商业模式创新等因素融合驱动下形成的未来经济发展大趋势，传统企业应该抓住机会实现自身革新。因此，面对产业发展机遇，英国政府大力鼓励分享经济的发展，政策带有明显的导向性，最为明显之处在于政策的设计者本身就是分享经济的利益相关方。英国分享经济的扶持政策以一份独立的研究报告为蓝本和路线图，这报告主要是由分享经济参与者完成，《开启分享经济》（Unlocking the Sharing Economy）研究报告的作者Debbie Wosskow，其身份是英国住房分享公司“爱屋置换”（Love Home Swap）的创始人和CEO，同时他也是英国分享经济行业协会的第一任轮值主席。英国商务部负责商业、企业和能源国务大臣马修·汉考克在研究报告的前言中更是直言不讳地阐述英国官方立场，当其他国家和城市正在取消消费者选择，限制人民更好利用自己资产自由的时候，英国正在拥抱这个全新的、颠覆性的商业模式，它能够带来更多的商业竞争和消费者福利。英国目标是成为分享经济的全球中心，并引领世界分享经济的发展。


  链接

  英国商务部最新分享经济调查报告 [23]


  
    英国分享经济增长惊人。在创新技术的带动下，全国上下有数百万民众在用新的方式分享他们的资产、才能以及空闲时间。这一领域对英国经济的贡献远远超出了“经济”这一范畴：分享经济建立了新的社群关系网络，并且通过更有效运用资源的方式对环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015年7月，我和财政大臣一起发起了一项政府计划，该计划旨在应对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经济挑战：提高英国经济的生产力。除此之外，在2015年的3月政府预算报告中，政府决心鼓励分享经济在公共部门中得到更广泛的运用，同时也要清除那些不必要的准入障碍。这份报告与生产力计划一起建立起了一个新兴产业行动组织，着眼于分享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和机遇。我很满意的是，这个组织正在致力于发现一些解决方案来推动分享经济持续发展。


    在生产力计划中，我们提出，分享经济的成功，明确地体现了创新科技如何驱动产业转型，如何开创新兴市场以及加剧市场竞争，所有这一切都可以最大限度地释放英国经济的增长潜能。我们应该创建一个框架，来治理和精确测度分享经济所能带来的可能性，这事至关重要。本报告也为此做出了值得欣赏的贡献。


    今天，我很荣幸地看到了由英国分享经济组织（SEUK）和Diane Coyle合著的本报告的问世，在提高生产力和分享经济发展史上，我相信这篇报告将成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分享经济由各式各样的交易平台构成，在这些交易平台上人们将充分利用闲置资源和自身技能进行交易并以此获利。英国的分享经济正处于快速成长阶段，但仅通过官方数据无法追踪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分享经济带来的双赢效率收益并不被计算在GDP中。同时，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仅仅包括消费者的商业性购买，所以分享经济中的私人交易数据被排除在CPI之外，这其中，能让消费者受益的更低的价格，也并没有被记录在案。


  现有的数据统计方法，统统需要进行现代化改革，要基于新型的工作模式和收入方式进行更新。即便我们得到了最新的数据，按照现有的衡量经济指标方法来统计，也依然会有巨大的缺口。


  对决策者来说，更多精确的数据是必不可少的，这可以帮助他们为分享经济的成果提供支持，包括增长和效率。同时，统计资料也对监管部门的政策制定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我们无法仅通过官方数据来计算分享经济的规模。最近有报道预测，到2025年，分享经济将带来每年90亿英镑的收益，但这数字很可能被低估了。在英国，个人每年通过分享经济的获益可能已经达到了数十亿英镑。该报告显示，有3%的英国劳动人口在分享经济的交易平台上提供服务。


  本报告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


  描述了分享经济平台带来的经济效率的增长，并且说明了为什么这些增长没有被计入GDP数据；


  在分享经济的新分类下讨论了为制定合适的政策所需要的数据；


  呼吁将收集分享经济的数据作为首要任务。


  通过在新的交易平台上创造效率收益，分享经济将带来双赢的结果。但是现在关于分享经济的大部分争论都认为其并不能有效识别这些结果。同时，关于分享经济能够带来影响的实证数据全部来源于美国，而美国是一个和英国有着迥然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和商业制度环境的国家，这也使得舆论有一边倒的趋势。


  深入理解分享经济的迫切需要，不仅源于其提供的新的交易平台能够让英国的数百万民众从他们的资产或技能中得到更多的收益，也来自于消费者能够得到的更多选择和更低的价格。分享经济行为甚至可能减少GDP这一事实凸显了现有的定义和数据存在的缺陷。


  Charles Bean先生在《经济统计研究》的中期报告中提到，数字化经济行为，包括具体的分享经济行为，并没有被纳入现有的数据如就业率和GDP中。对于这一问题，英国国家统计局立刻回应道：“的确有必要考虑和改进对新型经济行为的衡量方式。”Bean先生在文中还提到，首要的任务应该是收集有关于分享经济的官方数据。英国的分享经济正在快速增长，因此必须更精确地对其进行衡量；这篇报告陈述了需要的数据。


  什么是分享经济


  分享经济由将人们聚集起来的交易平台所构成，这些平台实现了需求和供给的对接。早期分享经济参与者的动机来源于更少消费和更多合作所带来的潜在收益（包括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分享经济强调协同消费，人际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驱动力。


  分享经济领域中涌现了很多成功的企业，并且这些企业都还在快速成长。怀疑论者只着眼于一小部分备受瞩目并且资金充足的美国公司，质疑其生产能力和经济增长的潜力，将这些潜在的市场进入者看作在位者的竞争对手，并且认为这些企业的就业将会对现有劳动力市场的工作条件和潜在收入产生影响。


  然而消费者（他们在购买时可能会将道德因素和便利性以及价格因素作为同样重要的因素考虑）选择了分享经济平台，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在分享经济平台中获利。资产或服务的提供者可能以其他方式获利。例如，在英国的分享经济平台上一，些消费者选择分享服务房子或汽车一、，些消费者分享他们剩下的食物（Olio），一些消费者分享他们的宠物猫（Cat In A Flat），甚至是他们的卫生间（AirPnP）。参与其中的人们可以通过分享他们未充分利用的资产或者技能来得到每年上百甚至数千英镑的额外收入，和2008年以来几乎没有增长的实际平均收入相比，这些额外收入显得尤为庞大。


  瑞奇·柏慈曼（Rachel Botsman）和鲁斯·罗杰斯（Roo Rogers）在他们的书中将早期的分享经济形容为“我的就是你的”。他们提倡“四项”分类法，这种分类体现了他们将驱动因素分为社会效益因素和环境效益因素的思想：


  协同消费系统：例如时间银行、本地交换计划、“沙发漫游”、“顺风车”、P2P货币交易、合租、分享办公室等；


  商品服务系统：闲置资产如汽车、洗碗机、机床或空置房间等的多用户使用系统；


  再分配市场：例如二手商品交易市场（包括免费交易网站如Freecycle和有偿交易网站如eBay和Gumtree）和允许人们交易闲置物品的论坛等；


  协作式生活方式：技能和服务交换，同样也分为免费和有偿交易（如分享三餐、分享花园和任务分担）。


  很多关于分享经济的讨论也包括了其他的匹配市场，特别是特定的项目或工作的供需匹配市场，涵盖了大扫除，搬家甚至专业咨询等一系列活动。也有一些讨论着眼于绕过传统金融中介的P2P活动的增长（如P2P融资和众筹）。


  一个可能的情况是未来的监管条例将对劳动服务（代驾或大扫除等服务）和资本服务（租赁或者提供汽车和房屋的使用权）有所区分；这两种服务经常同时出现，但有时它们是独立的。


  表5中列出了分享经济的分类，每一种分类下列举出了对应的代表性企业名称。


  这些分享经济的交易平台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即以低成本和高速度来匹配劳动或资本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在本文中我们着重分析具有正式交易市场的分享经济行为。


  
  表5 分享经济的分类及代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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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的分享经济


  Nesta有报告称，迄今为止已经有1/4的英国人参与到分享经济活动中来。普华永道的一篇分析报告估计，2014年英国分享经济的五个组成部分的营业额达到了5亿英镑，并预测到2025年将达到90亿英镑。在政府资助并由Wosskow和Debbie撰写的独立报告的建议下，2015年3月，英国分享经济组织（SEUK）正式启动。英国的分享经济部门在最近的三年中快速成长起来，其发展速度从SEUK的成员数目增长中可见一斑。


  从SEUK的成员发展史可看出一，分享经济并不是个新理念（资历最老的成员公司成立于1992年），也不是单纯的一种商业模式。但是，这些经济活动的共同点是它们都通过快速匹配供给与需求使人们能够充分利用闲置资源（包括人力资源、技能、实物资产或金融资产）。


  即使我们能明显地看出分享经济的快速增长势头，我们仍然对分享经济给就业和收入带来的整体影响知之甚少，这其中还包括给消费者带来的价值，对现有公司的影响以及它们对整体生产力和英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多新兴公司提供网上交易平台——尽管这其中的一些平台规模十分有限，但我们仍然能预期这些平台上的交易行为将呈爆发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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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1 SEUK成员公司成立时间

  


  就分享经济领域中的公司而言，英国拥有仅次于美国的公司数量。仅从现有数据中我们无法计算出分享经济的准确规模，但是有报告称，2014年英国的家庭收入中未被计入官方数据的总量与之前相比增加了数百万英镑。


  关于SEUK成员公司的一个调查显示，无论是作为消费者还是服务或资本的提供者，已经有数百万名英国人成为了分享经济交易平台上的忠诚用户。由于各交易平台存在重叠，且SEUK并不包括所有现有的交易平台，我们不能够得出准确的数字，但是极有可能已经有数百万人通过这些交易平台提供服务，占到了英国劳动力人口的3%，而在传统定义中这并不属于就业人口。这些平台上的消费者则比服务提供者多出几百万。


  为什么GDP中没有显示这些收益


  分享经济的实质是快速和高效率地通过网上交易平台匹配供需，使得一些传统意义上无法实现的交易得以实现。这些交易平台即时提供交易双方的信息，节省了平台用户的搜索时间和成本，带来了对双方都有利的净效率增长。


  一个简单的双赢例子是喀拉拉邦沿海岸线港口上手机信号发射塔的建设。如果渔民们在靠岸前可以通过手机与港口取得联系，他们的收入将会提高——消费者面临的价格也会降低。交易双方都因此获利：渔民们可以根据需求提供鱼的数量，供过于求的浪费现象将不复存在。


  分享经济活动能够减少不必要的浪费，这些浪费包括特定的检索时间，如花时间去寻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宾馆，或者拥有特定技能的工人，也包括对没有充分利用的汽车、私人车道、闲置房间或工具的浪费。用户可以通过提供每周几个小时的特定技能服务，或者出借他们不常用的资产来获利，如果没有这些交易平台，他们将不能得到这些额外的收入。


  现代科技显著减少了这些交易所需的时间和精力，也让这些要么以前不存在（因为无法获得服务类型、价格和时间的信息），要么只能通过中介（如银行和旅行社）发生的交易能够实现。亚当·斯密曾经提出过类似的通过专业化生产提高经济效率的观点；分享经济的交易平台满足了消费者的特定需求（如每周只租一天车；聘请专业人士在家中共进晚餐并讲解饮食文化）。


  分享经济带来的是交易范围的扩大，因为它使得以前不可能的交易变为可能。例如，eBay的第一笔交易是向专门搜集损坏的激光笔的消费者出售一只坏了的激光笔。如果没有这个交易平台，这笔交易很可能不会发生。酒店预订平台提供更多的住宿选择，并且比单纯的宾馆提供更多的服务体验。租车平台以更少的时间和更低的价格提供更大范围的用户选择。


  当存在以下五种情况时，分享经济的交易平台能通过扩大交易范围来提高效率：


  当存在多种需求或供给的类型因此供需匹配存在范围经济时。


  当交易对方的检索成本很高时。


  当平台上存在很多潜在的交易方时。


  交易平台能吸引足够多的用户以创造一个可实现的市场时。


  提前筛选机制、反馈机制或其他机制能够为交易创造可信的环境时。


  由于GDP只测度去除通胀因素后的最终产品或劳务的市场价值，这些分享经济带来的效益都未被反映在GDP中。


  根据定义，分享经济产生的效率增长被我们排除在GDP之外。


  关于英国经济表现的讨论都应该把科技创新带来的分享经济增长考虑进去，因为这和增加经济中的可用资本同样重要，但是分享经济效益并没有作为统计数据放进生产力中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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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2 GDP统计中缺少分享经济总量

  


  通过以更优惠的价格提供更广泛的服务，一些分享经济活动可以直接替代部分现存的交易行为。短期内这种替代行为会降低在职者的收入，继而降低衡量的GDP；然而在长期，分享经济带来的新的竞争关系只会带来更多的好处。


  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分享经济带来的效率增长还没有被真正衡量进GDP中。交易平台上用户的快速增长以及他们从分享经济行为中获取的利益能够充分说明分享经济确实带来了经济效率。


  交易平台上的消费者


  分享经济中的消费者面临更低的价格和更多的选择。通过交易平台消费者可以得到他人资产的使用权；美国的分享经济中已经有例子证明低收入者是这些交易平台的最大受益者。在美国，汽车拥有者平均年消费在9000美元，然而通过分享汽车计划一次搭乘只需花费几十美元。投资私人资产（无论是汽车还是度假别墅）的动机将会减少。


  大多数的消费者通过分享经济平台的获益将不会在经济数据中体现出来：GDP根本不包括它们。如果有的话，较低的价格（如果没有完全去除通货膨胀因素）或者更少的资产购买将趋向于降低经济增长率。在实际收入基本没有增长的事实下，通过数字化交易平台而提高的生活水平（无论是从更低的价格和更多的消费渠道方面而言）变得格外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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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3 传统度假模式与“交换住所”计划的对比

  


  交易平台上的供给者


  传统职业如酒店集团工作人员或出租车调度员担心会失去生意。分享经济与现有业务的竞争也一直在关于分享经济的讨论中占主导地位，但新的供需匹配平台也扩大了市场范围，增加了消费需求。关于这是否足以使在职者受益，还是会分流现有市场的部分消费者，只能靠实证来检验，答案将取决于地区差异和业务的类型。到目前为止，很少有证据表明，企业对业务萎缩的担忧真正发生了。


  经济平台上的独立供应商通过参与交易得到了额外的灵活收入。在这里，通常用来形容用人单位的“灵活性”一词被用在了他们身上。事实上交易平台第一次真正地让劳务市场的个人能够灵活安排就业时间。通过控制和安排在交易平台上的供给，人们可赚取补足收入，选择适合自己的时间，学习一些创业技能，或重拾工作（他们可能由于父母或子女的原因而曾经脱离劳动力市场）。如果平台模式不适合他们，他们将不会参与。分享经济交易平台对于就业机会稀缺的人群（比如妇女和家庭护工）具有重要的意义。


  重新定义“经济”


  Charles Bean先生在他的《经济统计研究》中期报告中指出，分享经济导致生产范围的模糊化。所谓生产范围指的是判断一种经济行为是否纳入GDP的分界线。有报酬的工作、休闲和家庭劳务之间曾经明显的分界线现在已经不那么明确了。


  要旅行的人们通过旅行社来代理事务（这被包括在GDP内）。然而现在他们可以在网上通过门户网站预定（去中介化——代理费的减少降低GDP；更低的网上交易费用，更多的宽带服务购买和酒店费用同样显示在GDP中）。或者，他们可以通过分享经济平台选择住宿（消费者花一些时间搜索和安排住宿；交易平台的会员费计入GDP；如果不是交换房间而是购买住宿，这笔费用也将计入GDP）。这些不同的选择权带来的结果是，同样的旅行安排会带来不同的GDP。但是明显的，由于面临更低的价格和更多的选择，消费者的境况更好了。旅行社也许面临更严峻的竞争，但新的在线业务和平台、新的住宿供应商都因此受益。


  生产范围的模糊化意味着要重新考虑在经济领域中GDP的定义，并且寻找一种衡量方式，使其不受人们分享资产方式或者工作形式的影响。


  GDP衡量哪些经济活动 [24]


  原则上来说，虽然国内生产总值的定义忽略了分享经济带来的效率增长，尽管它仍然体现了分享经济某些方面的数据，但是这些数据十分有限，总体来说分享经济没有被体现在GDP中。


  工作和收入


  官方数据应该将通过分享经济平台得到的收入统计进去。平台上的供应商收入呈增长态势（如果无法获利他们将不参与交易），但是收入总量将取决于他们是否用平台上的交易行为取代了他们的有偿工作。然而，现有的统计调查都未能记录所有工作种类和收入的增长。


  上述现象很可能表明了为何我们得出的国民生产总值与用其他方式衡量出来的总收入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这两个数据应该是相同的，但允许存在统计误差（因为数据源不同，也因为收入数据的收集更为缓慢）。每年年底国家统计局都会权衡不同的衡量方法以得出一个唯一的GDP数据。过去，统计差异的数量级稳定在10亿英镑，最近这个数据变成了20英镑~ 30英镑，2014年则达到了90亿英镑之多。


  国民收入被低估的原因有很多，并且通常在经济衰退时期其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差距将扩大，但经济高涨阶段国民收入也将快速上升。分享经济的增长完全有可能解释国民经济统计中的误差，因为它并不被反映在官方经济数据中。人们通过分享经济平台获得的收入可能因为太小而被经济数据调查而忽略，或者他们由于拥有本职工作而并不知道需要将分享经济活动的收入报告上去，这些都有可能造成国民经济统计误差。可以预见，接下来由国家统计局主导的国民经济平衡表的编制将变得十分有趣。


  工作的模式是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的。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自己是个体户或自由职业者，尽管这些定义涵盖了广泛的工种，其中一些与分享经济并不相关。英国的劳动力市场中，灵活就业和个体户成为了长期趋势：据官方数据显示，15%的劳动力被认定为个体户，具体数字达到了450万。一份2015年12月发布的关于领英用户的分析报告表明，在英国，个体户数量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而声称自己在少于10人的公司工作的用户则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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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4 2000——2015年英国私人经济部门增长

  


  政府发布的企业规模数据显示，个体户数量自2000年以来已经累计上涨了超过70％，占就业人数的17%（最开始只占了13%），而大企业的数量并没有改变。然而个体户的产出占英国总产出的比例较2000年相比变小了：他们的产出份额占总营业额的比例上升了24%，所以个体户的经营活动特征可能在这15年间发生了变化。自2009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成为个体户，与此同时选择放弃个体户身份的人却保持不变。


  个体户的平均收入数据由税务局发布（数据将剔除收入超过10万英镑的少数个体户），大部分个体户只有唯一收入来源，且收入较低。在2013年度财年，47%的个体户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他们的平均年收入为10871英镑；另外13%是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员，平均收入为21509英镑；剩下40%是拥有多种收入来源的个体户，他们通过主要收入来源获取的收入为27006英镑，通过其他渠道获取的收入平均为10621英镑。


  Airbnb在2013年的研究表明，其网站上的房主中有80%仅出租自己住的房子以增加收入。63%的房主称在Airbnb上获取的收入能够用来偿还自己原本付不起的账单，44%的房主表示如果没有这笔收入他们将被无法继续承担住房的成本。研究还发现，42%的房主是个体户、自由职业者或兼职工作人员。


  然而，关于自由职业者或个体户参与的经济活动，以及他们在这些经济活动中获得的收入，我们并没有明确的统计数据。我们仅能从官方数据中得到有限的信息：例如，出租房屋或私人车道的行为并不被看作“工作”；而且由于其规模和新颖性这种类型的收入可能根本不会显示在数据中。官方调查表明，自由职业者只占了劳动力的2%，并且没有增长。这似乎与SEUK成员的调查相悖：调查表明，约3%的劳动力（根据重叠的程度）作为平台上的供给商而存在。决议基金会试图从SEUK的调查结果中推导参与分享经济的劳动人数的增长趋势，然而只得出结论：尚不清楚SEUK的调查是否真正体现了新的经济模式而不是传统的个体经营形式。


  当涉及分享经济行为时，现有调查方式存在三个主要问题：


  1.官方的工作分类并没有包括分享经济平台上的工作：标准行业分类规则（SIC）几乎不认证涉及数字经济的工作。所以49320（出租车运营/其他陆上客运的行业代码）将不区分分享汽车服务与租车公司的服务。类似的还有55100（酒店及类似住宿行业代码）、78200（临时就业机构行业代码），等等。SIC并没有提及“租用”“分享”“俱乐部”或任何与分享有关的其他关键词，所以任何想要注册成为分享经济企业的公司就必须选择服务业的大类别，否则只能选“其他”。英国国家统计局曾经准备研究一种统计方法使得这些数据能够被包含进去，然而已经推迟这项研究，原因是“这项工作需要比预期更多的投入”。


  2.分享经济平台上的工作最初并不被用户当作全职工作：类似业务结构数据库（BSD）的调查仅包括缴纳增值税的企业，也即年营业额超过79000英镑的企业和/或那些至少在工资税系统（PAYE）中至少注册了一名雇员的企业。如此一来，BSD并没有体现出分享经济活动中的就业人数，也无法体现不断变化的工作模式。由于认为数字化市场没有缴纳原则上应缴的税收，税务及海关总署（HMRC）发起了一项旨在确定数字化市场收入的运动，这场运动针对注册为企业卖家的14000余法人；然而从他们经营活动的规模来看，可能有更多的人注册为个人卖家。脱离劳动力大军的人们可以通过分享经济参与经济生活，以及人们可以拥有两份甚至更多的工作，这些事实模糊了现有统计类别的边界。


  3.数字化经济整体上来讲被低估了：国家经济社会研究院将调查数据与现有的政府SIC数据相结合，得出英国数字化企业数量为27万~ 47.1万家，而政府估计这一数字仅有12万。然而，尽管这表明官方的统计数据明显低估了数字化经济的规模，我们并不知道的分享经济中数字业务的比重。


  价格


  除了能够提供给消费者多样的选择和更好地匹配他们的需求，分享经济给消费者带来的一个关键性的好处，就是降低了他们所面临的成本。分享汽车或加入一个俱乐部，或者互换住所进行休假都是很好的例子。消费者面临的价格也可能比市场购买更低，例如从网上商城购买礼物，或者与他人拼车出行。


  这些经济行为都是可测量的，然而通胀指标并没有包含这些价格减免。类似于CPI等的价格指数只包括消费者的商业性购买，所以分享经济中的私人交易被排除在CPI之外，这其中消费者能受益的更低的价格也并没有被记录在案。


  增长


  国内生产总值的定义不包括分享经济带来的效率增长这一事实已在前文中指明。此外，分享资产带来的投资减少会降低衡量的经济增速，而与此同时，资产可用性的显著增长则未被记录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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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5 出租车与公共交通价格增长

  


  分享经济的诸多其他特征也未在增长数据中显示出来。如果由于分享经济数据的缺失导致通胀被高估，实际GDP将会被低估。如图35所示，出租车和公共交通价格的增长（粗线）一直高于总体通胀率（细线）。虽然迄今为止其规模有限，但是汽车分享计划还是能够降低道路行驶成本。如果我们考虑到人们出行的成本比官方数据实际要低，那么通胀数据将是被夸大的，与此同时实际经济增长被低估了。


  被低估的数字化活动尤其是分享经济活动往往意味着实际增长被低估。从实体经济到数字化渠道的切换将降低我们计算得到的经济增长率。衡量经济指标时忽略分享经济活动可能在当前并不会对经济数据产生大的影响，但分享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思考如何使经济统计有效地反映这些新型经济活动时，我们面临两类问题，其一就是统计机构使用的统计收集和抽样方法以及它们使用的分类方式是否与不断变化的商业模式、消费者行为和习惯保持一致。


  另一个更大的问题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沿用的统计定义和惯例——特别是实际GDP增长率的构成和定义——是否仍然是经济政策及其效果的有效指标？


  答案是否定的。国家统计局近日表示，它将把收集新兴经济活动的数据作为战略重点之一，而分享经济的数据收集必然是该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3] Sajid Javid，英国商业、创新和技能部长，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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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经济的启示与颠覆


  邵春燕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


  我们正处在新旧经济发展模式的交汇点上，恰如哈姆雷特之问：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A Question（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旧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是：解决了一个老问题的同时，又创造出一个新问题；实现了“经济增长”，却未必带来“社会进步”。人类社会经历了盲目、迫切地占有生产资料、消费资料的阶段，随之而来的是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工业革命及现代化进程，使得人类物质消耗需求逐步得到满足，却未必带来精神需求得到满足。就如同有车的渴望带来的大规模的制造，道路不断地扩张，新的停车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当然也就造成了各个城市的交通拥堵和废气污染等种种治理问题，进而太多的专家、科学家进一步致力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人类天生有两种欲望，“拥有欲”和“享有欲”。显然，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们“拥有”物品的渴望远远超过了“享有”它的渴望。欧盟相关统计显示，欧盟国家每个家庭中至少有3万美元的物品是闲置的。个人如此，企业亦如此。有多少企业拥有全国乃至全世界最高精尖的科学或技术实验室，但又有多少真正地被足量使用了呢？通过将这些闲置资源更有效调配，充分地使用来满足社会需求并创造增量收益，这就是分享经济的意义所在。


  新经济模式的特点是：能够通过更精巧的设计，创造出新价值，不但能带来经济增长，还能带来社会进步。分享经济也被称为共享经济，一度被国际上推为与“智能制造”并列的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之一。分享经济意味着将自身闲置的资源分享给别人，在提高资源的利用率的同时，获得相应回报，以共同拥有而不占有为特点。它不仅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同时在保护环境、创造就业等方面意义深远。


  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在全球范围的迅猛发展，分享经济的模式在服务业乃至制造业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而随着Airbnb、Uber、小猪短租、滴滴顺风车等新兴商业模式的兴起，毋庸置疑，人们已经逐渐步入人人分享的时代。对于传统企业来讲，或启示或颠覆，都将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和挑战。本文将探讨分享经济下的创新商业模式，进而提出传统企业所面临的挑战和应对措施。


  时空视角下的“分享经济”带来新兴价值创造模式


  实际上，分享经济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从旧社会的人力车夫到现今的出租汽车行业，从独有到分享，其实就是“分享模式”的雏形。分享经济概念最早由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和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教授琼·斯潘思在1978年共同提出，其主要特点是通过一个由第三方创建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市场平台，实现个体之间直接交换商品与服务。


  分享经济模式关乎制度、文化和人性等各方面，一方面它能够提高社会资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能够提高劳动者本身的价值创造效率。分享经济通过有偿地、点对点地分享人、财、物等社会闲置资源，共同享受经济红利。分享经济正经历着从平台分享、用户分享到产品或服务分享的形式变迁，已悄然渗透到众多行业。将闲置的消费资料资产化而赚取收益是分享经济的本质所在，而消费协同的理念大有颠覆传统消费模式的趋势。物权、服务、能力、知识、时间、空间、经验都可以通往分享之路，分享经济似乎没有边界。


  空间视角下的“闲置物品”带来的价值再创造


  P2P分享创造盈利新热点。随着供应的过剩以及各类营销手段的鼓励，人们进入“过度拥有”而不是“过度消费”的时代。家里有几辆车，大部分时间都会闲置，这意味着“过度拥有”。在欧美国家，很多人将闲置房间、车子座位、办公工位，甚至家里的割草机和电钻拿出来分享，就是将闲置的消费资料资产化从而释放和创造了新价值。


  基于这种分享需求的商业模式也就应运而生，有些模式近年来受到风险资本的疯狂追捧。比如，在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时装、宴会礼服，日常工作装束，都可以通过不同的平台实现短租穿着的方式；比如，儿童玩具是可以分年龄段出租交换；比如Airbnb、小猪短租等，就是把家里的房间甚至沙发租给短期旅客获取收入；比如Uber及滴滴等，就是将自己的闲置车辆或空闲车座位出租给乘客获取收入……毋庸置疑，这一系列的分享经济商业模式的理念是“但为所用，不为所有”，本质上是以“使用权”代替“拥有权”，简单讲就是通过P2P匹配与对接，实现“以租代买”的“简约”生存状态。


  据《福布斯》相关报道，2013年通过共享经济进行闲置资源再创造的收入超过35亿美元，增速达到25%以上。共享经济模式正从工资增长停滞以及失业率逐渐增加的环境下的一种创收手段，逐渐演变成为一股颠覆性的经济力量。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某一天我们身边的大部分闲置物品都会找到与之相匹配的通路，得到有效的分享。闲置物品价值的释放与再创造，甚至改变人与人之间相互连接的成本和方式，分享本身也带来了物质价值之外的社交享受，形成超越经济价值的社会价值，促进社会进步。


  是否抢了传统产业的“奶酪”？年轻消费群体更愿意从邻居或朋友那里购买来满足其长尾化的消费需求，而不是从企业那里购买标准化、无个性的产品和服务，同时也是在经济压力下迫切寻求省钱赚钱的新途径。这股“分享经济”的浪潮伴随资本的热捧正席卷着整个消费领域，以方兴未艾之势野蛮生长。看上去很美的“协同消费”理念下的分享经济，对消费者来讲是一剂良药，而对于生产服务企业来讲却是“抢奶酪”之痛。


  在很大程度上，“分享经济”形成的新兴商业模式对酒店、汽车以及出租车服务业等传统行业大有颠覆之势。新兴模式是将闲置资源的再利用，价格相对便宜，采用轻资产低成本运营模式，加上点对点连接，又有其社交属性上的乐趣，这是传统企业无法与之抗衡的。而这些特征就足以在很多产业掀起革命性的变化，先是服务业，后是制造业。例如在汽车行业，根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一辆“充分共享”的汽车大约可替代4~10辆私家车，减少55%的交通拥堵。据有关数据显示，“共享汽车”模式让德国一座城市每年至少减少1600吨二氧化碳的排放。这意味着一半的人不再需要拥有汽车，传统出租车行业将有可能消失，道路精简通畅，停车场减半（私家车被充分地租赁以至全时段在路上，也许只在夜间才需要长时停车），出行成本更低更便捷，人与人之间由分享产生的交流增加，经济发展更低碳，社会发展更和谐，这就是分享经济给汽车产业链条的颠覆性变革。那是不是制造业就因此垮掉了呢？却也未必。制造业可以适应分享的需求，让产品更耐用和便利。因分享经济的存在，使得产品的购买更像是购买一项资产，对商品价格的敏感度就不如购买消费品时高，而更高频次地使用也使得商品折旧年限会明显减少。商机无处不在，法则依然是适者生存而已。在大数据背景下的碎片信息的整合和利用，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和福利方面更是意义深远。


  时间视角下释放“碎片化时间”构建新生活


  不管承认与否，由于种种原因，使得我们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并没有创造出应有的价值，生命因此也不能自由自在，而分享经济带给人们更大的职业自由度。比如，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来承接遛狗、取回干洗衣物、为邻家小夫妻带孩子或售卖自制美食等杂活取得一些收入。在这种模式下，每个人自由充分地支配自己的资源（如时间、物品、知识、体力等）使其达到价值最大化。从“河狸家”的手艺人服务平台，“在行”的社会大学有偿回答各种生活中的问题，到“猪八戒”网的自由职业项目机会交易平台以及目前蜂拥而至的各种O2O上门服务等，都是利用人们的碎片化的劳动时间创造价值。


  分享经济正悄然渗透到各行各业，创业者们也在挖掘各个领域的分享机会。或许不远的一天，人们不再需要一份固定的工作，而是将生命中有限的时间，一部分高效率地创造价值，另一部分消费这些价值去体验生命的其他美好。近期美国一项工作方面调查报告显示，只有47.6%的人在做着全职工作，这表示有一半多的人在科技和互联网衍生的分享经济模式下从事着自由职业或兼职工作，在这个角度看，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分享经济降低了社会整体失业率，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互联网同时带来的社群生态，使得有着共同的爱好与兴趣的人们在线上和线下集中在一起进行交流，创造了新的生活形态。在理想的生命状态中，人们在自己最擅长最感兴趣的领域最高效率地最大化自己的收入，然后跟有共同兴趣爱好的社群朋友进行最开心的社交生活，所有碎片化的时间被高效地整合构建一种全新的生活模式。从这种意义上讲，恰好实现了马克思当年对共产主义社会人们生活的描述：“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


  经营管理视角下的“分享经济”发展模式新形态


  分享经济的关键词，不是“由专业转向业余”从而节约成本，而是“对闲置资源的再利用”创造新价值，是一种点对点分享基础上的经济生态。从这个意义上，一方面需要企业本身对分享经济的“协同消费”理念积极认知，快速反应，使其产品设计制造和运营过程与消费者共同成长；另一方面其他组织资源也可以进行分享以达到效率效益最大化，比如企业的人才、物资、财富、营销渠道、运营方式等方面进行协同消耗，通过信息技术将冗余生产资料分享再利用，从而为组织节约资源或创造新价值。


  管理模式新生态之解构与众包


  “偷懒”有理乎？根据近期美国某大学关于工作中的“网络偷懒”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员工大约花费60%~80%的时间来浏览与工作无关的网站从事社交、娱乐或者金融活动等。“偷懒”实质是人力资源的浪费，同时也给企业带来办公设备、带宽资源、网络安全等方面的损失。


  笔者并非站在超然立场进行口诛笔伐，而只是认为在既定产出情况下人力资源的浪费说明有冗余。企业与其一周发5天工资让员工“磨延工”，不如两天最高的效率做，三天放假，工资相同。员工自己安排放假时间做第二份工作、休闲、娱乐等，这样企业节约办公维持资源且有更高的员工满意度，皆大欢喜。当然，这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状态，重点在于如何通过某种机制让员工的工作时间发挥最大价值。


  解构促小微孵化。海尔集团于2010年开始的“市场生态小微”模式，即对原组织形式的解构重组以及对劳动密集型工种的众包，即是分享经济下企业新组织形态。


  海尔集团的“市场生态小微”模式，是将集团内营销、企划、供应链甚至设计、研发、制造等方面，从“雇用军”模式逐渐转变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小微”模式。小微企业对各自的运营目标负责，员工纳入小微企业编制进行管理，充分调动潜能，通过协同将所能创造的价值最大化。当然，海尔集团并没有因此直接剥离减负，而是建立平台，为小微企业提供人才、业务、资金等多方面的帮助，促使小微可以迅速成长。小微员工初期收入为工资加分红，员工的绩效考核标准和方法也有相应的调整，后期员工亦可投资入股，同时风投参与，一起培育小微的成长及上市。


  本质上海尔在解构分享自身的资源，这些资源包括办公场所、盈利模式、平台、服务、人才、资金等，在做小微企业孵化的新业务模式。海尔集团不再“占有资源”而是将拥有的资源分享，同时可以按生产需要，享有这些小微提供的服务，而小微也可以伸出所有触角拓展其业务，这恰恰是分享经济的核心所在。Wework、Innospace（一家专注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超短期、细胞型项目的创业服务平台）等都在做创业孵化器的工作，不同的是，海尔集团可以提供单纯的孵化器无法轻易获得的资金、知识、管理、渠道等各方面的资源整合分享，堪称分享经济在企业应用层的一绝。


  众包成就高收入。海尔“车小微”的物流模式被业界传播最为广泛，是一种共享共创共赢的众包运营模式。运营模式调整后，海尔原来的服务网转型成为一个信息支撑平台，为“车小微”们提供接大单、开发票、垫付“车小微”们支付不起的不良品退还资金占用等服务。“车小微”在整合了海尔原来的6000多家服务商的送装服务之后，还吸引了数万社会车辆的加盟。小微通过互联网自主抢单完成服务，接受用户服务评价及信息系统考核。9万多辆“车小微”配送车辆，既可以承接海尔的配送单子，也可以承接阿里巴巴等其他任何品牌商的配送单子。海尔也无须再承担固定人力成本，而劳动时间的高效率使用成就了小微车主的高收入。


  调动能动性促发展。市场生态小微模式，是分享经济在企业人力管理上的体现，是将原来纯粹增量投入形成的“可偷懒”模式改为更能发挥能动性的“小微”自主模式，减少了人力冗余成本，使企业的效率和创新能力得到改善，从而增强了竞争优势。对于员工来讲，既有高收入，又能发挥能动性，多劳多得，去除了“混一族”的生存土壤以及他们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企业也不用担心过度招聘所带来的人力冗余。“有活干、有钱挣”是经济运行底气所在。企业应有志于造就有利于成长的土壤及资源保障，让愿意努力的人得到更多。从长远看，将人培养成具有更健康能动的状态也是社会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如平安集团、华润万家等“传统企业”分别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合伙人制”尝试，积极效果是十分明显的。“合伙人制”抑或“众包体制”，是原来企业高管才享有的股权体系“飞入寻常百姓家”。


  企业过于激进的变革会带来动荡，因此稳节奏软着陆尤为重要。新生事物成长不可避免地会面临机制性和结构性的问题，比如众包模式中会有质量难以保障、人员资质不统一、知识产权侵权、员工收入的不确定性等一系列问题，但随着模式的逐渐成熟，问题会逐步得到改善。我们可以认为这些问题是“成长的烦恼”，开始人们会因为触及“舒适区域”而焦虑，时间长了就会当成“新生态”而被广泛接受。企业要做的，只是需要把握变革的节奏而已。


  分享模式之运营体系


  分享经济时代已经来临，只是我们还很陌生。分享经济的实践，使得人们在很多情况下，不再是物品的“占有者”或是“所有者”，而是成为通过分享、交换、租赁等方式下的“使用者”。其实质，是利用互联网“去中介化”的特性，将原来的消费资料再转变成生产资料进行再创造。共享经济实质上颠覆了经济关系中基于“产权”的原有商业逻辑，改善并逐步解决传统企业的供应与资源需求不匹配的现实问题，因而也诞生了诸多新型经济形态。如Airbnb的私房短租模式对于传统酒店，Uber私家专车模式对于租车行业带来的“PK”效应等。分享经济模式，使得传统行业面临全新商业模式强势挑战。世界各地的一些传统企业，不断用法律法规和监管措施等，质疑和打击私房短租及私车拼车等模式，奋力“封杀”这股新生力量。而分享经济倡导的是节约型绿色经济，其发展趋势不可逆转。


  协同消费模式的扩张，不仅靠人们环保意识和经济意识的觉醒，更重要的是企业要有适应时代需求的策略来应对分享经济的崛起。分享经济相关研究显示，现阶段企业可通过如下几种运营策略方式来应对和缓解共享经济所带来的冲击。


  一是出售产品的使用权而非只是所有权。如BMW对DriveNow（一个汽车共享计划）投资而开展的汽车租赁业务。通过APP应用程序中的城市内智能定位解锁技术，汽车租赁价格可以按分钟计算，客户可在任意地点租赁和归还车辆而无须归还到提取处，打造了使用权出售模式的完美的O2O闭环。苹果公司的iPhone（苹果手机）也于近期推出了租赁模式以提升用户的新产品体验进程。


  二是尝试全新的协同消费商业模式并建立延伸增值服务体系。如乐视体育发布的超级自行车，就拥抱了分享经济模式，采用了“赛事运营+内容平台+智能化+增值服务”的生态体系，用以租代买的分享模式增加了骑行的绿色环保理念。


  三是顾客转卖本品牌二手商品支持。如宜家家居（IKEA）于2010年在瑞典推出允许客户转售已使用过的宜家商品的网络平台，会员甚至可以在“宜家俱乐部”免费张贴售卖二手商品的信息。


  四是闲置资源再开发利用。比如LiquidSpace（流动空间集团）就将闲置办公空间以及暂时需要办公空间的企业联系起来并提供相关增值服务，根据企业的需求进行匹配获取收益，也成就了无数个创客小微企业。又比如，Fedex（国际快递）利用公司内部强大的电子产品维修资源库，在传统快递的同时还可以提供电子产品维修或将产品带到维修店进行维修的服务。


  供应链分享之财与物


  分享模式之开源。开源也就是通过闲置资源的分享再利用创造收入新源头。分享经济并非P2P市场的专利，施行B2B分享经济模式的企业数量也在逐渐增加，本质是简化企业物资种类和数量实现资源分享，用更低的成本和更有效的方式，快速应对市场变化。企业初期只需持有核心技术部分物资的产权，其他皆可通过“以租代买”与产业供应链内其他企业合作来完成整体业务环节。发展到高级阶段，企业将会专注在自己的强项领域，将弱项外包或者将物资分享，形成供应链生态圈。


  供应链生态圈中企业，有的拥有实验室、有的拥有设备、有的提供渠道、有得资金雄厚，而每个企业像是将自己的物资挂在一个虚拟的生产线上，每个企业只支付自己所需的那一部分消耗带来的成本，通过人、财、物等全方位的协作，企业在生态圈中完成整体业务。虚拟生产线上的各个节点企业，专注于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因而质量更好、效率更高，因此企业整体业务成品也会更专业。


  就像你拥有一个开关，可以随着业务需要来打开和关闭这个虚拟生产线，而只在自己使用时才承担费用，其他时间还可以带来静态收入，这就是物资分享带来的经济与高效。在荷兰有一家名为Floow2的公司，是专为企业提供供应链各个环节的闲置资源分享匹配服务的网站。通过与之合作，企业可以分享企业的厂房、机械设备、生产线、办公用品等一切可分享的资产。这种“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节约环保的分享模式，对于固定资产投入庞大的农业、林业、建筑业等行业，贡献十分显著。


  分享模式之节流。节流就是通过分享经济下的新模式或新产品为企业节约资源。比如，迅雷运用其技术优势研制出一款类似微型服务器小盒子的“赚钱宝”，用户购买后插在自家路由器上，用户大约70%闲置带宽资源就能变为迅雷服务器网络的一部分，用户因此每年获取超过了自家宽带租借费用的收益，实现免费享受宽带服务还有盈余；而迅雷收集大量的物美价廉的带宽资源用于自身业务或供应给第三方企业，更是挣了个盆满钵满，形成了分享经济的完美闭环。当然，这里笔者并不是建议每个企业都去研制一个“赚钱宝”，只是以此来提示企业，其实企业的很多资源，尤其类似网络带宽等相关高支出的资源，是可以分享出去或者租借进来达到节约成本的目的的。实际上，仔细分析企业的资源和能力使用状况就会发现，能做的也许很多，衍生出的模式可能是无限的。


  分享经济的未来在B2B


  美国《连线》（Wired）杂志的创始人、本世纪最具影响力的预言家凯文·凯利（Kevin Kelly）曾说“分享、互动、移动和认知”将是未来商业发展的四大主流趋势，而分享经济不仅仅将改变消费模式、工作模式和游戏生活，改变的也许将是整个世界。


  分享经济是一种务实的理性的环保的商业模式，它将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价值观将因此发生变化，“拥有”的重要性将让位于“环保、社会关系”等幸福指数，人与人的关系也借此得到重建，人们会逐渐拥有新的自主自由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当然也会带来自由与不确定性博弈。


  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为共享经济下的交换与交易，形成最大可能。分享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类社会发展与资源稀缺性的矛盾，信息技术的突破以及互联网架构下信用体系的建立，都使P2P分享成为可能并提供了保障，更大范围、涉及更多行业的分享经济时代将要到来。各行业诸多预测显示，分享经济的未来在B2B。未来制造业的研发、设计、生产、采购、物流等供应链环节和生产要素投入都将会进入分享经济模式，众多品牌通过统一大平台，形成产业生态圈，物资使用效率最高、生产运营成本最小，最终增量利益也必将与用户分享。


  传统企业对于分享经济的侵袭，不应意图抵制其带来的颠覆性和革命性的力量，而应拥抱着“享有但不占有”的总趋势，发现新的生存空间，与时俱进构建可持续发展力。对于传统企业而言，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完全可以借鉴分享经济的理念和模式，结合“互联网＋”的国家战略，结合企业自身特点，形成理念更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走出一条崭新的发展路径。因为，对于分享经济而言，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it’s coming（不管你是否欢迎，它都来了）。


  信任保障：寻找分享经济精神内核


  孙怡


  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分享经济也称为“协同消费”，即公众通过社会化网络平台连接起来，以分享闲置资源的方式完成消费。这是一种互联网背景下的新经济形态，供需双方借助于中间平台进行资源的分享，一方面无缝地满足需方，另一方面提高供方闲置资源的利用率，带来福利和效率的提升。据普华永道调研显示，全球“分享经济”市场约为150亿美元，到2025年这一市场规模将增加至3350亿美元规模。


  从分享经济的发展历程上看，其最早出现于1978年《美国行为科学家》杂志上，学者对汽车分享进行研究。在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分享经济被接受和广泛传播。随着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分享经济天然的互联网基因被激发，在国内外得到空前迅猛的发展，2011年被美国《时代周刊》列为未来影响世界的十大理念之一。2013年世界规模最大的IT博览会德国汉诺威消费电子、信息及通信博览会（CeBIT）将“分享经济”作为中心议题。2015年9月李克强总理在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表示“分享经济呈快速发展态势，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路子”。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首次出现“分享经济”一词，提出要“发展分享经济”。这意味着国家已经从战略高度上认可分享经济，价值巨大，同时影响深远。


  分享经济并非虚拟经济，其与垂直领域相结合催生了新的业态和企业，国外典型的代表企业uber和Airbnb已在资本市场证明了未来巨大的想象空间。在国内，分享经济也在多个领域衍生出uber/Airbnb+X的代表企业，呈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表6 分享经济涵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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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任是分享经济的核心


  从分享经济的运作模式来看，分享经济与传统的经济形式相比，供需方都是陌生的自由个体，借助于分享经济平台进行分享，包括实物资产，例如车、房、二手物品、金钱等及无形资产，例如闲置时间、技能、知识等。核心为使用而不占有，是对于闲置资源使用权的交易。


  陌生的个体之间进行分享，除平台建立信任保障外，无任何供需方所属的企业或交易担保/抵押实物等背书，分享经济实质上是一种信任经济。信任是陌生个体分享行为产生的前提，信任保障体系决定着信任的程度，进而影响分享的活跃度和平台的发展。


  分享经济的信任保障现状


  国内分享经济平台企业，自身已初步建立支撑供需方信任关系的保障体系，通过贯穿服务全过程的多样化保障方式，提升供需双方信任度和分享平台活跃度。因为分享经济依托互联网，相对于传统经济模式，有多种低成本的方法建立信任环境，例如在线认证和培训、信息展示和沟通、全程监控、在线支付、双向平价和社交分享等，不同的分享经济企业也有自己特色的保障方式。


  分享经济的信任保障问题


  有了以上的信任保障体系，个体之间能够信任地开展分享了么？


  在现有的信任保障体系下，供需方在线下分享服务过程中，仍会面临基本安全问题，以及不良体验引发的评价投诉等问题，这对分享经济的信任关系造成较大风险。基于管理学的激励–保健理论，可以将这些信任问题分成两个层面。


  （1）基本安全问题：平台对于供需双方的基本安全保障属于信任关系的保健因素，如果出现问题，用户会产生不信任；


  （2）不良体验问题：在此基础上，对于用户个性化、差异化的需求保障属于信任关系的激励因素，如果满足，会带来用户良好体验，提升用户信任度，形成满意度和忠诚度。


  同时，从腾讯企鹅智库对于分享经济相关领域的用户调研数据也可以看出，有39.9%的用户对拼车服务的安全有所顾虑，是影响拼车服务体验的首要因素。对于短租服务，屋内设施、安全性以及是否干净卫生是除价格因素外，最受用户关注的三项因素，它们的比例均为50%左右。42.9%的用户将担心与陌生人一起吃饭会气氛奇怪，这种来自人与人之间交往上的不信任感成为对于私厨服务的最担心因素。还有26.2%的用户对陌生人的家便存在不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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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6 分享经济的信任保障

  


  以上这些信任问题的存在，凸显了现有分享经济信任保障体系的薄弱。


  究其原因，可以从平台策略、行业管控和分享经济管理模式三方面，分析阻碍供需方信任关系建立的症结。


  1.平台发展策略分析：现有分享经济平台重发展，更多关注服务后信任保障；并缺乏有效的数据基础，难以真实全面评估信任风险。


  （1）重发展，轻信任


  资本市场驱动：平台多处于融资阶段，受资本市场驱动，需要快速扩张规模。例如私厨平台大多处于A轮融资阶段，其本身源于小众化的私家饭局，但受资本市场驱动，需要拓展私厨外卖/上门等高频+刚需的应用场景，因此对于供方闲置劳动力需求大，拉低供方的经营门槛。


  同质化竞争驱动：市场同质化的竞争，让平台想要实现突围就要更快速地突出规模，才能够基于现有业务扩张成完整生态，形成竞争壁垒。例如Uber，基于打车的庞大市场容量，又延伸到拼车、快递、送餐等多个场景，向智能化的城市物流和运输系统转变。


  供需匹配驱动：分享经济是典型的双边市场，需要在供需平衡的基础上实现有效匹配。但往往需求市场已很成熟，而供方市场存在不足。例如家政行业，家政服务协会调查数据显示，北京至少有200万户需要家政服务，家政服务人员缺口达到150万人。上海家政服务人员数量超过50万人，而有家政服务需求的上海家庭为180万户，缺口达到130万人。而另一方面，据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5月底，家政服务平台e家洁在6个城市签约阿姨全职加上兼职人数约为1万人，阿姨帮在12个城市签约全职阿姨人数约为4000人，58到家在27个城市签约全职阿姨约为3000人，供方缺口巨大。


  因此受以上因素影响，分享经济平台急切通过补贴、推广等方式扩张供需方规模，对于认证、筛选、培训等服务前信任保障不到位，更多是对于服务后的评价、考核、投诉、保险等进行信任保障和问题补救。


  例如出行领域，专车、拼车等补贴大战如火如荼地进行，大多数拼车软件的车主认证并不严谨，普遍将驾驶证、行驶证、车辆和个人信息等资料拍照后上传至平台，基本可以审核通过。而乘客也只需手机号注册，不需进行身份证等任何验证。鲜有平台开展对于车主的培训，服务前信任保障普遍薄弱。而服务结束后，大多数平台会提供社交分享的评价体系和专线投诉方式，并在内部通过每次服务之后的点评来形成类似末位淘汰的筛选机制，及联合财险公司提供出行的赔付保险。


  而美国拼车软件Lyft关注服务前风险管控，一方面会对司机进行认证和审核，例如驾驶背景调查、个人犯罪记录、人际间互动情况。同时会要求乘客将Facebook资料导入账号，另外还有绑定信用卡注册等多种方式，在服务前就已规避大量的信任风险。


  （2）数据基础薄弱，“难为无米之炊”


  分享经济平台由于缺乏有效的数据基础，现有简单基于身份证等认证和用户评价反馈等信息，难以真实反映供需双方的信用。


  首先，国内官方的征信体系相比国外比较薄弱，可供平台审核认证的信息除了身份证和银行卡外，鲜有其他。


  
  表7 中美征信体系收集内容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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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对于基于互联网的用户评价反馈，虽然有一定参考效果，但同一个人在不同平台上评级可能不一样，缺乏一致性和权威性。同时，存在刷单，沉默用户等情况，削弱评价反馈的有效性。据针对分享网站Coughsurfi ng（沙发客）分析报告显示，90% 的用户评价都是正面的，但其实只有55% 的旅行者会留下评价。根据密西根大学的研究，其他那些“沉默”用户的真实感受则多是中性或负面的。


  2.行业管控分析：国内分享经济大多处于新兴行业，各类平台企业井喷出现，基于自我管控建立信任保障机制，水平良莠不齐，高速扩张的同时引发行业管控悖论。


  （1）外部监管冲突


  分享经济在传统垂直领域的渗透，催生了一批新的业态，传统行业的监管政策不再适用，新的监管又相对空白，导致分享经济游走于现有监管的灰色地带，引发一系列争议和冲突。


  
  表8 分享经济的监管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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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自我监管不健全


  单纯平台自我管控的管理模式，信任保障机制不健全，水平良莠不齐。


  例如部分拼车平台，存在盗用注册、恶意刷单的运营漏洞，客服电话沦为形式，协议签订不明确等管理问题。例如短租平台，现有认证无法鉴别个人和中介房源，对室内设施仅以照片展示，无法提供设施安全（例如消防设施、物品质量等）方面的管控等。例如私厨平台，对于供方健康证等管控和展示不足，私厨制作场地、代购食材的渠道和收费等缺乏管控这些信任风险，难以保证平台用户的安全和良好体验，阻碍分享经济的健康发展。


  3.从分享经济管理模式分析：分享经济本质为C2C模式，平台企业采取对分散供方个体的管理模式，相对于B2C平台企业的品牌效应和企业约束，容易造成信任风险。


  分享早就存在，以前更多的是在“强关系”圈子，例如朋友、亲人、同事之间分享。移动互联网时代，分享经济打破了“强关系”的圈子局限，让“弱关系”的陌生人参与进来，提升供需双方的匹配度，降低成本和价格。而这种弱关系的陌生人之间分享，相对于B2C的平台企业背书，用户会基于企业的品牌、实力和政府约束等保障自然产生信任，天生具有信任风险：


  （1）供方兼职，具有临时性，不稳定，受补贴和利益驱动，约束力差特点。


  以拼车行业为例，私家车主与平台并不存在直接的雇用关系，不需与平台签订协议。车主在手机上可以安装多款拼车软件，具有多重选择。在平台企业需要获取规模满足资本市场时，对车主很难有强有力约束。同时，兼职人员与正式员工相比，对企业忠诚度不高，也容易产生跳单等现象，这在家政业比较常见。


  （2）供方兼职，来源广，素质层次不齐，仅靠简单的培训难以保证专业性。


  尤其对于到家服务（家政/私厨/物流等），以私厨行业为例，多数平台供方主力是家庭主妇、看孩子的老人和部分不太忙的厨师。仅靠简单上岗培训，难以满足用户高质量的服务需求，造成信任风险。


  （3）平台定位为中间商，负责建立信任保障体系，本身不承担责任。


  分享经济平台更多的是靠认证、监控、评价和考核等方式进行信任保障。对于供需双方的安全、财产等问题，一旦出现纠纷，更多的是提供保险补救，本身不会为此而承担责任，也会从某种层面降低信任度。


  这些信任问题的存在，为分享经济的长远发展带来争议和质疑，但是我们可以从历史发展中看到，新兴业态的兴起和发展，势必与传统业态和即有制度产生冲突和摩擦，进而融合升级，这是分享经济发展道路上的必经之路，而其自身也会在该过程中逐步内生性调整完善，最终实现健康平稳的持续发展。


  分享经济的信任保障展望


  1.在新的形势下，分享经济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分享之风扑面而来。


  移动通信市场成熟，降低分享的交易成本：随着4G网络的普及，数字原住民的成长，新型网络技术的流行，人们分享的交易成本逐渐降低。


  千禧一代观念改变：据普华永道调研显示，千禧一代是最热衷于分享的群体，占总人群的40%。其消费和生活观念的改变，将有助于推动分享的发展。


  社交网络的普及有助于分享的传播：社交网络一方面能够加强现有分享经济中弱关系的信任度，提供供需方的关系纽带，促进分享经济的发展。例如在Airbnb平台上的供需方，如果Facebook上具有详尽个人信息，并且有共同兴趣关系连接，租房成功比率要提升多倍。另一方面，C2C的分享平台相对于B2C平台，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有人的因素在其中，例如私厨的饭局、短租的民宿等，在分享服务的同时，也收获了有相同爱好/背景等共同因素的朋友，基于形成的社群关系而提升信任度。


  创业热潮推动分享经济的行业拓展：李克强总理2015年在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指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通过分享、协作方式搞创业创新，门槛更低、成本更小、速度更快，这有利于拓展我国分享经济的新领域，是发展分享经济的重要推手。


  O2O的发展，实现分享线上和线下的连接：PC时代，更多的是纯线上信息的分享，例如BT、百度知道、知乎等。随着O2O的发展，线下产品/服务的分享将会成为主流，供需方通过线上达成服务，线下交付服务的方式实现虚拟和现实的链接。


  互联网＋新兴技术，促进分享经济智能化发展：随着“互联网＋”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将会与分享经济业态相结合，推进分享的信息匹配效率和信任保障建设等更加智能化发展。


  2.未来逐步完善的信任保障体系将会成为推动分享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动力。


  首先，从国家层面，探索包容性治理模式，既能够促进分享经济垂直领域的市场规范化发展，同时又为新兴领域预留发展空间，保证国家鼓励的创新型业态健康长远发展。有国家政策背书，将会极大提升分享经济供需双方的信任度。


  其次，从行业层面，行业自律和公众监督不断加强，共同制定并实施行业规范和自律公约。在各分享经济平台停止烧钱补贴，业务同质化的情况下，平台是否会对供需双方产生足够的信任，带来的安全性和个性化的服务体验等将是平台差异化和突出重围的重要杀手锏。


  再次，从企业层面，关注分享服务全过程的信任保障，具有专职部门负责提升信任保障水平，以信任保障为抓手，推动企业内部管理、客户体验和业务发展。例如Airbnb建立信任与安全部门，追踪每一笔订单从预定、支付、沟通到评论的全过程，剔除风险隐患。


  最后，从技术基础层面，应用大数据等创新技术，实现供需高效匹配，打造智能化、可靠可追溯的闭环信任保障体系，包括对于分享服务过程的便捷性提升，例如智能化识别及引入全面社会场景下的真实信用记录，实现基于有效数据的理性信任关系。


  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打造卓越的分享经济信任保障体系，助力供需双方在分享时代形成充分的信任关系，为普罗大众提供高效安全满意的分享体验。分享经济将在未来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为人们生活和生产等社会各方面带来巨大价值和深刻变革。


  给分享经济创业者的忠告


  “分享经济”的经验与教训 [25]


  全美的企业都试图抓住“分享经济”潮流。从分享技能到分享住房、分享汽车，分享经济正在改变许多行业。科技已经降低了门槛，让每个人都可以提供模糊了“个人”与“专业”界限的服务。


  仅消费者P2P出租市场的规模就达到260亿美元。随着Airbnb最近获得了100亿美元的估值，Lyft、Poshmark、Fitmob（美国一家提供健身房服务的公司）和Uber（该公司在上一轮融资中的估值也高达170亿美元）等一批创业公司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消费者也受益于更低的价格、更高的服务品质及前所未有的便捷性，私人投资者也开始关注分享经济领域。


  但这种模式并不适用于每一个行业。根据多年来在分享经济行业投资和管理企业的经验，我认为一家基于分享经济模式创建的公司若想取得成功，那么就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没有痛苦


  分享经济模式尤其适合于那些让消费者当前十分痛苦的行业。俗话说得好：“如果还没坏，就不要去修。”在许多行业，消费者都满足于现状，在这种情况下，颠覆性产品很难获得用户普遍认可。Cherry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该公司最初是一个按需定制的洗车服务。


  如果消费者并不感到痛苦或烦恼，即便存在诸多不便之处，他们也很难去改变自己的习惯，适应新的环境。分享经济模式只有在触及消费者日常痛点的情况下才能起到最佳的效果，同时还必须与普通消费者每周多次使用的东西息息相关。


  对于拼车和健身而言，消费者的苦恼尤为明显。Uber和Lyft出现以前，在大多数城市搭乘私家车是不可能的事情，正是由于这种巨大的不便，司机才被迫接受信用卡支付，同时整个出租车行业也存在令人不爽的种种体验。


  再看一看健身行业的情况，每年人们在健身房方面的花费达到750亿美元，但在健身房的会员中，有60%的人甚至根本不去健身房锻炼，而全美日益严重的肥胖症和运动缺乏问题就是这种解决方法并未奏效的证据。Lyft和Fitmob恰恰解决了这些痛苦之处，打造了一种快乐的体验，只要一按按钮就能获得服务，而且服务价格低廉，让消费者享受到传统服务所不具备的益处。


  定制为王


  虽然对于分享经济市场而言，拥有一款设计精美的应用至关重要，但线下服务体验更难以把握，同时带来的冲击也最大。相比按了屏幕按钮就能享受某种服务，消费者所记住的更多是服务体验。


  在分享经济中，质量和安全风险依旧很高，因为服务提供方并不是某个品牌或是专业人士。出于这一原因，面向消费者量身打造一种愉悦、安全和持续的线下体验就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在口口相传的作用至关重要的早期阶段。


  在服务确定了自己的文化和品牌，并拥有大量评价之前，每一个提供方都必须经过精挑细选，接受消费者的密切监督。分享经济市场也面临着一种诱惑，那就是敞开大门允许任何提供方向消费者提供相关服务，让市场掌握话语权。但是，这种做法会带来不同的消费体验，可能导致负面的口口相传变成“病毒”——一种恶性循环。


  有了Lyft，用户就可以完全专注于线下体验的质量。Lyft在对司机资格进行评审时，也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否会雇这个人在顶级酒店的前台工作？所以，这使得分享经济的运行机制更多是基于人际圈及社区，而不是技术。


  不能忽略政府作用


  分享经济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监管法规，这些法规既没有令这些新服务的发展速度马上慢下来，也没有直接开绿灯。美国的现行监管结构专门针对于专业的、大型的企业，并没有仔细研究消费者如何在业余时间成为服务提供方，或是考虑动用公共资源提供这些服务。分享经济面临的更大挑战是，相关监管制度极少适用于全国，而往往是针对于某座城市或是某个州，对于创业公司而言，若想搞清楚这一点既费时又费力。


  创业公司试图忽略这些监管措施，但很少取得成功。一开始，创业公司可能会无视监管法规（如果你能在申请改变监管法规之前表明你获得了消费者的支持，那么就能在这场博弈中占据更多主动），但最终不得不与政府和监管部门携手，创造对各方（企业、消费者和监管部门）而言双赢的局面。


  法律法规也必须做出调整以跟上新技术发展的脚步，如加州政府为拼车行业所作出的改变，这也是美国第一个为这些创业公司创建新的监管结构的州。企业也有责任主动与城市监管部门进行合作，以减少遭关闭和业务暂停的次数。我们看到，在Airbnb与纽约州政府当前的纷争中，全美就有许多拼车服务遇到了这种问题。


  在Fitmob，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利用公园让居民进行锻炼。美国公园管理处并没有预料到户外健身如此受欢迎，已经对公园的合理使用带来了种种问题。在听到一些用户的抱怨后，我们主动与旧金山园林局取得了联系，最终达成了一个令我们双方可以合作的协议。通过早早创建一种合作关系，我们可以预见到一些问题并提出有利于双方的解决方案。


  分享经济模式投入并不低


  一个常见的误区是，分享经济并不需要太多的资金，仅仅需要创业公司具备一定的软件开发和设计能力，这与事实相差甚远。Airbnb、Lyft和Uber的融资额目前都达到数亿美元级别。仅仅为了推出Fitmob，并证明它是一款适销对路的产品，我们就通过股权和风投融资900万美元。为什么呢？


  首先，为用户量身定制产品并提供最好的“供应品”，在进入分享经济行业初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分享经济平台往往需要多次补贴最好的服务提供方，让它们放弃眼下的诱惑，解决“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在消费者需求不可预测的时候，Lyft、Uber和Fitmob都不得不给予服务提供方一定的补贴，以便将它们继续留在自己的阵营。


  其次，这些都是本地企业，需要针对性极强的“种子营销”（seed marketing）才能让“飞轮”运转起来。一旦你抓住了某个市场的机遇，然后再去开拓新的市场，这就像是从零开始创建一家新公司。


  最后，同其他创业公司一样，在分享经济领域同样存在着对精英人才的争夺，但这个领域的创业公司除了对技术的要求外，还需要这些人具备更广泛的才能——他们需要那些了解本地市场情况的营销、物流和市场专家，同时还能与监管部门轻松打交道。开发一款应用可能投入并不大，但提供持续的高品质服务并扩大至多个市场，没有雄厚的资金实力是不可能实现的。


  虽然多家公司正处于成为分享经济领域成功的全球性企业的快车道，但众多创业者仍然在尽力搞清一些问题，如他们应该涉足哪种业务，哪种业务不适合这种模式。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分享经济的未来一片光明。


  共享经济必须共担风险 [26]


  2014年是Uber年。“每个人都开始忧虑被Uber同化。”广告公司阳狮集团（Publicis）首席执行官莫里斯·雷维（Maurice Lévy）近日告诉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在线平台协调数十万自由职业者开出租车、出租房屋（Airbnb）、洗衣服（Washio）或者提供其他服务——共享经济已经到来。


  企业感到了这一威胁，政府和监管者在努力调整，消费者则不确定是否要信任这种新型业务。然而，面临最大不确定性的是劳动者。由于自雇者、初创企业和一人型“微企业”在劳动力大军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劳动者在享受更大自由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大的风险。


  这些劳动者没有选择成为长期合同工，每天朝九晚五地工作，并享受诸如培训、养老金和医保等福利，而是自我雇用。全职工作者干兼职，兼职工作者开出租车赚取一些额外收入，经理们离职成为顾问，人们轮换使用不同的技能。


  很多人享受这种挑战，但很少有人得到了保障。同时，我们依然无法摆脱20世纪提供工作福利和保障的安排——福利和保障是先进的工业化社会的标志之一——这种安排已经不再适用于21世纪的劳动者。我们迫切需要找到新方法，改变这些好处与直接雇用挂钩，无法推及希望以不同方式工作的人的现况。


  一些职责应由政府和类似19世纪合作社那样的新型互助机构来承担。


  Uber这样的平台也应为它们的“准员工”承担更大的责任。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责任和成本，这些平台一直与它们的准员工保持距离。如果这些平台不承担责任，这个高度碎片化，又得不到保障的劳动者队伍无法养活自己。


  “健康的经济已经从让人们为谋生而工作转向创造更高生活质量、稳定的收入和社会保障网络正是这种经济的特点，”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New York University’s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的阿伦·顺达拉拉詹（Arun Sundararajan）教授说，“我担心这种特点会消失。”


  对此要负责的不仅是共享经济。技术、监管和经济的一系列最新改变已经创造了新的就业模式。这些改变数十年来一直在进行，但互联网加速了这一进程。


  总部位于纽约的互助团体自由职业者联盟（Freelancers Union）估算，美国约有5300万人至少从事一些自由职业性质的工作，这个数字占美国劳动人口的1/3。其中包括2100万承包商，比如司机和建筑工人，还有1430万人在全职工作之外做一些兼职工作。后一类人群中，有1/3的人考虑过成为完全的自我雇用者。


  英国的趋势与此类似。从2008年到2014年第二季度，新增的110万就业人群中有73.2万人是自由职业者。位于伦敦的智库RSA行动和研究中心（RSA Action and Research Centre）的一项研究发现，有60万个微企业（员工数量至多9人）是在这段期间创建的，过去10年创建的微企业95%是仅有一人的企业。


  工会通常将这种现象描述为资本对劳动力的胜利，但实际上，这种趋势对劳动者有好处。许多人想要逃离单调乏味的办公室工作，取得独立的地位，许多报告表明自我雇用者往往比受直接雇用的人更快乐。英国自由职业者中，近期数量增长最快的并不是薪资较低的合同工，而是高级的经理和总监。


  但自由职业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两个挑战。


  第一，一些自由职业其实是直接雇用的缩水版。企业把劳动者叫作“独立承包商”，是为了避免支付就业税和间接福利，同时又把他们当作真正的员工——这些人必须穿着制服、服从规则，等等。许多自由职业者薪资较低，比如送货司机和库房堆垛工。


  这个概念在法律上比较模糊，因为许多国家都实行打击虚假自我雇用的法律。8月，针对联邦快递将加利福尼亚州的送货司机界定为承包商、而事实上把它们当作直接雇员的案件，美国上诉法院（US Court of APPeals）做出了不利于联邦快递的判决。一位法官引用了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妙语：把狗尾巴说成一条腿，不会把这只狗变成5条腿的狗。


  包括Uber在内的许多共享经济企业将它们的服务提供者界定为承包商，并坚持这些人遵守某种规则，例如，Uber就坚持司机必须驾驶自己的车。一些美国Uber司机提出了法律挑战，但共享经济问世时间太短，还不足以让法则得到检验。


  第二，即使是自我雇用的劳动者，向他们派发工作或者订单的企业或者平台也可以选择不只为他们提供最低福利。雇主通常会提供医保、养老金计划和培训，来建立一支有效益、可信赖的员工队伍。这样做花费更高，但如果能提高企业提供的服务标准，这些措施有助于企业打败服务质量较低的竞争者。


  如果企业不愿扮演这样的角色，社会应该设计出其他办法，为自我雇用者提供长期支持和保障，就像自由职业者联盟和其他人正试图做的那样。我们需要长期改变来支持自由职业者，让他们能够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工作，而不是强迫他们接受直接雇用，只因为那是唯一一种令人感到安全的方式。


  共享经济遭遇窘境：出了问题向谁追责 [27]


  在共享经济大行其道的今天，不论是Airbnb还是Uber都受到了投资人的青睐，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投资，然而现实中却有一个法律中的灰色地带，一直困扰着这些依靠分享经济繁荣发展的公司——应用提供商仅仅是提供工具，还是要为其所连接的行为背书？使用专车软件的司机应不应该被看作是应用提供商的员工？用户使用软件中发生了法律行为要向谁追责？这些问题在短期内很难得出明确答案，或许只有当更多的诉讼出现，才能有所参考。


  Vaxman的担忧


  当Adi Vaxman成立Tripda（搭车软件，可以让司机在长途行驶时找到可以分担行车成本的搭车乘客）时，她确实是试着想要去做一些正确的事情。但是她想要知道自己的公司是否会在用户使用Tripda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时承担责任，以及公司是否应该给自己或者是给使用该软件的司机买一份保险，以确保不会因此遭受损失。


  “我们花了大量的钱去聘请律师试着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方式。”Vaxman稍显无奈，她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企业家，创业之前在PayPal公司担任高管，Tripda在她的领导下已经筹集到了1100万美元的融资，“不管我们追问了多少遍，律师们的回答总是‘这个问题处于一个灰色地带’。”


  这不是一个孤例，像Uber和Lyft这样的打车软件以及Airbnb这样的旅行房屋租赁网站同样需要面对这个问题，甚至于像福布斯这种越来越多地依靠一群自由撰稿人的出版物也可能会在遭人起诉时遭遇这个困境。随着所谓的“共享经济”的蔓延以及数字技术的进一步扩散，你能够想象得到的所有领域中的有意愿的买家和卖家很容易就可以匹配上。曾经的侵权法会保护职场人士，他们如果因为工作而遭遇不幸，公司必须赔偿他们的损失，然而在分享经济大行其道的今天，这种做法看上去有些过时了。


  Tripda现在所面临的法律挑战不仅仅是针对参与共享经济的公司，还包括了使用这些应用的用户。当用户使用Tripda去搭车或者是为自己寻找到同行者时，其实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在大学宿舍楼下的公告报上贴张海报找人搭车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将过程从线下搬到了线上。


  法律所没有覆盖的灰色地带


  虽然Tripda已经从风投那里融资了数百万美元，但是实际上它并没有对司机或者乘客收取费用，所以用户在行车时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它也无法为其担保。从理论上说，司机自己所购买的保险已经能够涵盖一场事故中所涉及的各个方面。


  不过美国的法律可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在这个国家里原告的律师总是会将那些财力雄厚的大公司作为攻击对象，如果律师能够利用公司的保险政策来为受害人赔偿而不是司机个人的保险，那么无疑他们能够从中拿到更多的律师费。法官也同样会表示出向大公司追责的意愿。同时保险公司已经先行一步，它们通常会将那些被商用的个人汽车和房产排除在保险受理的范围之内。


  像Uber和Airbnb这样的服务模式已经超出了传统的法律约束范畴，个人很容易通过他们自己的房屋、车辆以及技能来获利。但是就目前来看，他们所购买的保险是否能够为这些新生服务模式所带来的风险负责还很难确定。


  “这是共享经济中真实存在的大问题，你无法确定自己的保险是否能覆盖到这个灰色地带。”


  Uber、Airbnb以及其他受益于共享经济概念的创业公司的估值都在一路飙升，并且以此获取了数百万美元的融资。虽然这些公司对于用户使用自己的产品做些什么不承担责任，但是其中一些公司已经开始为用户提供补充保险——Airbnb就为房主提供了房东保障金，在此之前该公司已经被层出不穷的事件给弄得筋疲力尽。即使是提供了相应的保险措施，Airbnb仍然免不了被用户起诉，因此它们开始在被起诉之前就默不作声地处理掉一些房屋损害的事件。


  “虽然它们现在能够如此处理一两起事件，但是当有数以百万计的用户使用这个平台时，它们不可能去世界各地堵漏。”


  就拿Uber来说吧，在旧金山一个使用Uber的司机撞死了一名年仅6岁的小女孩，而Uber也因此遭到了起诉。Uber公司坚持认为这起事件不在它们的责任范围之内，尤其是该名肇事司机在发生车祸时并没有使用Uber接单。然而，这次事故中旧金山的受害人家属与在纽约的发生类似事故的受害人家属联合起来对Uber进行上诉，其中理由包括肇事司机因为使用了该软件导致分心才引发了事故。而律师们也迫不及待地加入了这场争论之中，对于到底应该追究谁的责任发表自己的看法。在这起事件中Uber公司是律师们梦寐以求的起诉对象，因为他们可以从企业责任险的赔偿中捞到不少好处。


  而法院所要考虑的问题是通过软件匹配而提供行车服务的司机是否能够算作真正的雇员。最近，加州联邦法院的两名法官就决定让陪审团们来判断车祸事故中的司机是否应该算作Uber以及Lyft的员工。在以往，人们所熟知的雇主责任原则明确表示了雇主对于其雇员的在工作中产生的侵权行为负责。


  事情真的就如此简单吗？搭车应用是一种能够让非职业化司机找到乘客并以此收费的工具，但是这难道就能够说明该司机是应用提供商的雇员了吗？答案无人知晓，不过去年加州的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就判定了使用自己的车辆送联邦快递的司机在发生车祸时仍将其看作联邦快递的员工，而不是单独的个人，因为他们的车上印有联邦快递的标志，他们穿着联邦快递的制服，并且他们的工作时间是被具有效力的合同所规定的。


  当针对联邦快递的这一判决被使用在Uber和Lyft身上其效应会被放大，而代表司机的原告律师也声称如果法院判定应用提供商不用为此负责任，将会摧毁搭车这一新兴的商业模式，因为更多的司机将会选择成为出租车公司的正式员工而不是进行个人运营。司机可以选择类似搭车的方式来营利，但是他们需要保留自己不被起诉的权利。如果司机们的代表律师Shannon Liss-Riordan打赢了官司，Uber和Lyft将被迫对其运作规则做出调整，而这些公司对于使用其软件的司机也将承担更大的责任。


  特许经营一直是法律所纠结的问题，想要解决该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于特许经营中产生的伤害事件以及类似事件，普遍适用的规则是将公司整体作为追责的对象。这个事实催生了不少公司提出了承担相应责任的特殊条件。比如说，如果一个特许经营商在如何清洁地板的说明中做出了细节的提示，那么它有可能在顾客滑倒时为此承担责任。


  不过当然Uber会坚持声称自己只是提供了一个帮助司机与乘客相互匹配的APP而已。类似的拼车服务与Craigslist以及任何网站上的在线广告性质类似，不过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区别。Craigslist不能保证其网站上发帖的用户一定能够收到效果，也不会为用户提供类似通过信用卡付款的收费服务。而如今也已经有一些公司开始权衡利弊，将提供分类服务的参与者视为自己的雇员，并且为他们购买保险。


  媒体也不能幸免


  传媒行业也是共享经济中潜在的问题地带。在传媒行业里，自由撰稿人通常需要对其文章负责，但是在实际中出版商总是会为此支付法律费用。《福布斯》杂志和《赫芬顿邮报》等媒体会雇用独立作者为其撰稿，为此饱受烦恼。根据《通信规范法》第230节中的规定，在线媒体提供“交互式计算机服务”也将会被视作是出版商。


  不过对于那些依靠阅读量来获取收入的独立作者，法律并未将其明确排除在外，在1998年，AOL（美国在线）曾经在这个问题上赢得了重要的法律解释。不过对于运营社交媒体内容的公司来说这无疑是件好事，这就意味着内容提供者如果因为文章主题过于疯狂而被起诉的话，它们将不得不自己应对接下来的法律流程。


  在传媒行业中最为根本性的改变是现在人人都成了发布者，虽然他们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人们需要对于自己在网上公开发表的言论与文章负责。如果你在网上肆意传播邻居的八卦，那你所发表文章的网站将不会被起诉，倒霉的是你自己。


  保险公司也许可以承担你第一次被起诉时的费用，但是在那之后它们就会降低赔偿比例。这也就意味着一位自由撰稿人如果再一次被起诉，就会面临破产的风险。


  在第一次被起诉时还有保险公司为你垫背，但是在那之后你还敢冒着被起诉的风险继续写你的博客吗？


  有些业内人士提出可以设立一个法律诊断机构，自由撰稿人在发表文章之前将他们的概括内容提交给第一修正案的专家们进行审核，以确保他们不会冒着被法律追究的风险。很多大型出版机构已经为自己麾下的作者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这不仅可以防止被恶意起诉，还可以回避掉那些通过起诉试图让记者闭嘴的明枪暗箭。


  在Vaxman看来，Tripda在融资方面的工作都没有考虑法律问题那么困难，更不用说将平台建立起来这些基本的工作了。Tripda现在已经在13个国家中拥有超过10万名活跃用户。


  不过，现在Vaxman仍然不知道法院是否会认定你在搭朋友的顺风车时，分摊费用一事和两个陌生人通过Tripda做同样的事有着本质区别。


  “我很想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这样我就知道该如何做才能降低风险。我们并不想将用户置身于风险之中。”


  然而鉴于美国法律系统的运作方式，想要得到这一问题的答案，还需要通过更多的诉讼与更多的司法判决才能找到。


  分享经济新难题：消费者不满意，运营成本太高 [28]


  全球各地的企业纷纷加入分享经济的大潮。分享经济改变了许多行业，其中包括租房和租车。技术的进步降低了提供分享服务的门槛，使得任何人都能提供分享服务。


  仅消费者P2P出租市场的规模就达到了26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603亿元）。私募投资公司注意到，租房服务Airbnb在最近一轮融资中的估值达到了1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17亿元）。在消费者获得优质低价服务，以及前所未有的方便性的同时，Lyft、Poshmark、Fitmob和Uber等创业公司也获得了高速发展。


  但是，分享经济模式并非适合所有行业。根据笔者多年投资、运营企业的经验，采用分享经济模式的公司要想获得成功，必须具备下述条件：


  消费者的不满


  消费者愈是不满，分享经济模式就愈可能成功。在许多市场上，消费者对现状很满足，让用户采用分享模式服务的难度会很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洗车服务Cherry。


  只有能解决消费者的日常需求，吸引普通消费者每周使用数次的服务，采用分享经济模式的效果才最好。消费者对打车和健身服务的不满很明显。在Uber和Lyft问世前，在大多数城市打车很困难，几乎不可能让司机接受信用卡付费，用户乘车的体验也不好。


  仅健身房每年收取的费用就高达75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624亿元），但60%购买了健身卡的用户都不去健身，肥胖的人日趋增多表明这种模式是不成功的。通过创建一种有趣的、点击一个按键即可享用、廉价的体验，向消费者提供了传统服务所不具备的实惠，Lyft和Fitmob解决了用户的不满。


  管理为王


  尽管采用分享经济模式的企业拥有一个设计漂亮的应用很重要，但线下服务体验更难控制，也是影响最大的。消费者对服务体验的记忆要远比点击的按钮深刻得多。


  由于服务提供者往往不是厂商或专业人员，分享经济模式中服务的质量和安全风险相对而言比较高。因此，线下体验对于让消费者满意、感到安全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创业初期，口碑极其重要。


  在服务的文化和品牌确立以及有大量点评前，企业需要对每名服务提供者精挑细选，并进行严格的监督。企业只提供一个平台，使任何服务提供者都能向消费者提供服务，把所有事务都交由市场决定听起来很有诱惑力，但这会导致用户体验不稳定，甚至是“坏事传千里”，陷入恶性循环。


  Lyft就非常重视线下服务的体验。在对司机进行评估时，Lyft会考虑这样的问题：我会雇用此人在顶级宾馆前台工作吗？分享经济模式成功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社区，而非技术。


  不能忽视政府


  分享经济模式的最大挑战之一是监管，因为法律法规可能不利于这类服务的发展，或绝对禁止这类服务。目前，法律法规主要面向专业人士和企业，不关注消费者在业余时间成为服务提供者或利用公共资源提供服务的问题。更具挑战性的是，每个地方的监管法律都不一样，创业公司要了解这些法律法规往往费时费力。


  企业很少能绕开监管法律。企业一开始时可能没有注意到相关法律法规（如果在申请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前能证明自己得到了消费者支持，胜算更大），但最终会与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合作，实现企业、消费者和监管机构三方共赢。通过与监管机构合作，企业能预见到可能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做到多方共赢。


  运营分享经济模式企业成本不低


  对分享经济模式的一种常见误解是，企业只需要很少的资金，以及设计优良的应用。这绝对是误解，Airbnb、Lyft和Uber都已经各自融资数亿美元。


  首先，在发展的早期阶段，管理和拥有最好的服务提供者至关重要。企业需要对最好的服务提供者提供补贴，使它们愿意放弃当前的利益，解决“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最初，Lyft、Uber和Fitmob都曾向服务提供者提供某种形式的“保底工资”，使它们在消费者需求还不可预测的情况下愿意与企业合作。


  其次，这类服务具有很强的本地化特性，要求非常有针对性的营销活动，使业务得以开始运行。在一个城市站稳脚跟后，到一个新城市开展业务，与新成立一家公司差不多。


  最后，与其他创业公司一样，采用分享经济模式的企业也需要招聘最优秀的人才，但它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方面的人才，还需要本地化营销、物流、市场、监管等方面的人才。开发一款应用的成本可能确实不高，但要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并将业务扩展到多个地方的成本却不低。


  尽管数家采用分享经济模式的公司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成功，但许多企业家仍然在考虑哪些业务能，哪些业务不能采用这种经济模式。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分享经济模式的未来是令人激动的。


  共享经济：看上去很美 [29]


  信息科技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使得我们可以把一件事情，分好几个部分来做。


  不论是计划旅程、看电视/电影、听音乐、接收资讯，这些体验都开始变得支离破碎，并且有多重选择，也正因如此，我们得以在最大程度上掌控自己的生活。


  因此，从某种层面上讲，美国会变成一个自由职业者和兼职人员泛滥的国度，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由互联网和科技催生的一个文化上的转变。


  eLance（全球最大的外包服务站点之一）这类论坛能够帮助自由职业者找符合自己专业的工作；也有一些博客、iOS应用、Facebook之类的平台，给那些富有创造力的个人提供一种全新的谋生方式。而这些人办公的地方，通常是在家里。再有像TaskRabbit和UnbranSitter这两家网站，也希望能够借助这种合作的方式，帮助提供相关服务的人拿到更多的钱。Etsy和Zaarly的创立，也使得这个世界在通向“迷你经济圈”的路途上，更进了一步。Airbnb或Uber则允许你通过转租自己的房屋或汽车来赚钱。


  这股分享经济的浪潮，已经异常强烈，Naval Ravikant大胆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你一天要做的事，就是起床后，在网站上挑一个任务。这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已经成为了现实。有研究表明，目前有40%的劳动力，都是自由职业者，或者是短工。而最近的一项美国工作调查报告显示，只有47.6%的人在做着全职工作。


  他们并不全是低收入、找不到全职的人（尽管他们的确占了一大部分），一些前途光明的大学毕业生也开始加入了这股共享经济的浪潮。


  而对于共享经济，我们还有很多值得注意的。这些自由职业者，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任务、工作时间和工资。过去那种耗在办公室，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一边暗骂，一边修着传真机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最好的是，这股浪潮让你可以选择你感兴趣和擅长的事，而不是你不得不去做的事。


  自然，已经有一些大公司开始四处物色这样的自由职业者了，这种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公司再也不用考虑奖金、保险、退休金以及工会之类的麻烦事儿。也因此，有一大批第三方公司，在过去的十年里，得以迅速崛起，它们主要的工作是帮助大公司物色优秀的自由职业者，并管理他们。WorkForce Logic就是一家很多大型科技公司都会用的网站，而它最近刚被ZeroChaos（美国知名的人力资源企业）公司收购。目前ZeroChaos每年都有20亿美元的收入。


  打个比方，现在的职场，恰如俄罗斯方块——一个黄色长方形挂在了求职网站上，而有一家公司恰好在短期内缺一个长方形，于是，这家公司便将这长方形放在了相应的插槽里。


  而这种合作模式，对于个人和公司都是非常有利的。再举一个例子，如果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张桌子，它跟我的房间非常配。我可以截一张图，在Zaarly（基于位置的个人需求平台）上，找到一个就在附近的木匠，让他来帮我做一个，或者干脆做个更好的。要在以前，我要怎么找这样一个木匠？而这个木匠，又怎么找到我这种雇主呢？这是我所知的最好的双赢模式了。


  只是，对于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老板这一乌托邦式的愿景，有三个问题：


  首先，它的前提假设是所有人是都拥有同等智力、拼劲、上进心，并且都有很好地跟人打交道并管理好自己职业的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过去劳动力市场并不是缺少岗位，而是缺少拥有相应技能的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俄罗斯方块的一部分，而每个方块都能找到对应的插槽，美国每年就不会有10%的失业率了。不是缺少岗位，而是缺少匹配的人。


  其次，这只是考虑到了那些愿意去工作的人。一个经济体的建立，依赖于很多人的工作，而并不是所有工作都是吸引人且有趣的。比如说：修路。没有人会在Zaarly上说，修路是我的兴趣所在。


  同样，也有一些商学院宣称，美国应该只创造那些需要高文化程度的岗位，制造业、航运和物流这种低端的事儿，交给其他国家做就行了。这种说法，同样也是基于一种假设：美国人要比别国人聪明。依据法律，美国人不用去做体力劳动。


  只是，一个只有“完人”的国度，其难以忍受的程度堪比其荒谬程度。


  的确，像APPle（苹果公司）和GE（通用电气）日前都已与政府达成共识，打算复兴美国的制造业，解决美国严重的就业问题。只是，这些在流水线上的工人，是不会每天一起床就查看TaskRabbit，寻找——“招聘：能够组装iMac（一款苹果电脑）的人”——任务的。


  最后，还有一个使得美国没能成为一个全合约型社会的原因：创业公司。


  这个听起来可能违背常理，因为正是创业型的公司，塑造了共享经济的基本元素、工作平台和文化。而这对大公司的好处就是，它能保证公司自身能够灵活地调整自己的规模，省去了裁员和招聘的痛苦。这貌似是个不错的开局。


  但很多成功的创业公司，都不是依赖于自由职业者的。相反，只要可能，它们会拼尽全力去全职聘请最优秀的人。而往往越是成长快、创新程度高、反应迅速的公司，越是会大面积地聘请全职人才，并且给他们配备好的办公环境。你随便去拜访一家快速成长的公司，它们都会很骄傲地说：“我们刚搬过来，不过，很快就又没有地方了。”而对于创业公司来说，“规模”一词并不局限于用市值和用户数来衡量，还有一个重要指标是你有多少人在一起工作。


  另外，成功的创业公司也很少会被这股外包风潮所迷惑，而且它们也大都不是虚拟办公室的粉丝——只有极个别像Automattic（一家博客平台运营商）这种例外。


  成功的创业公司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们会排除万难地去寻找最优秀的人，然后让他们在一起工作。它们还会用舒适的办公环境和可观的薪资福利来留住这帮人。它们的总部通常设立在纽约或者旧金山，这种地价高昂的地方，因为它们相信，人们会以此来判断公司的业绩表现。


  而求贤若渴似乎是创业公司的天性：它们并不只是招人，它们希望招到能对公司有所贡献的人、那些希望能大有所为的人。


  想想“人才收购”这事儿，创业公司并不是要买下那些产品做失败了的公司，而是旨在聘用那些全职员工。这跟一家大企业想要获取一次性的劳动力，区别还是挺大的。如果你考虑到了这一点，跟其他的一些公司相比，这其实算是一种非常老派的、创建公司的模式。并且，目前这种方式并没有被证明就一定是错的。当然，有一些公司的确依靠共享经济，发展得很顺利。只是，很多成功的公司走的都是全职雇用的老路，并且除非它们在产品、市场或战略上犯错，否则它们很少缩减开支。


  无论是位于旧金山还是纽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赫赫有名的Google总部Googleplexes一直是Google优秀人才的象征，也正是这群人让Google变得与众不同。而抢夺优秀的人才，也一直是Google和Facebook HR（人力资源）部门之间长久的战争。市值10亿美元的互联网Airbnb和Dropbox，只要它们也有了如Google一样的办公环境，也会成为这场人才掠夺战中的一员。


  对于创业公司来说，竭尽所能地去争取优秀的人才，有两个原因：


  其一，很多互联网公司都有相同的点子。这时候，执行力便成了成败的关键。如果应聘者不是世界级水平的，你也没有必要去聘请他；而如果他是，那么，你为什么要跟别人分享呢？


  其二是使命感与奉献精神。就算是那些资金储备充足的创业公司，它们最终拼的是酷，而不是钱。它们希望找到那些活在自己使命感中的人。在一个快速成长的互联网公司，CEO有数以万计的不能自己亲自打理的细节。因此，这些公司会希望自己的团队能拥有足够强的使命感和欲望——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情感上——让它的员工能够自发地去做任何可能帮助公司成功的事情。这也是企业忠诚体系的核心：全职雇用/创始人团结。在这样的体系里，一个雇员会为了写出完美的代码而通宵达旦。这种忠诚度，在共享经济里，与一个只与你有一纸短期合约的人，是不可能存在的。


  当我们说不招自由撰稿人的时候，应聘者们都很惊讶。而不招的原因是，我们很难了解一个自由撰稿人的业余生活是什么样子。公司目前只有非常非常少的人在做兼职，并且这些人，只要有机会，我都会竭力去说服他们转为全职。


  我们的产品并不关乎于速度和量。而是关乎报道事实、把故事讲好、有洞察力和深度。我们对员工的投入也是巨大的，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是，我的人在别的地方发声。Farhad Manioo是我们刊头唯一的自由撰稿人——而每当看到他在Slate（美国知名的网络杂志）上发文的时候，我都会发疯，因为他完全可以在Pando daily（互联网新闻媒体评论网）上发。


  这似乎是一种反《赫芬顿邮报》（大部分是自由撰稿人）的举动，但即使是《赫芬顿邮报》，也希望它庞大的自由撰稿人军团，能够拿着固定薪水，全职工作。并且，我还了解到，赫芬顿在做AOL主编时期，上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掉自由撰稿人，让自己的团队都在同一个地方工作。


  优秀的创业者们也都明白，不能凡事都亲力亲为。因此，他们在人才抢夺战中，会毫不犹豫地出手，并帮助这些人变得更强。企业家们在人才这件事情上，都非常有嫉妒心、领土意识、占有欲和进取心。让我好奇的是，既然优秀的创业者对人才如此看重，为什么这些作为第三方的猎头公司，恰恰是招聘人才的人。更讽刺的是，比起互联网行业，它们在其他领域赚得更多。


  这个抓住人才，并且留出它们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很多新公司被教导关于招人的陈词滥调是：招得慢点，开得快点。而这两者，在实践中都是很难实现的。


  有趣的是，将人才视作一种流动资金，可以在公司之间自由地穿行，真是从硅谷开始的。早在1990年，科技公司就开始推翻陈旧的、存在于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忠诚制度。现在在硅谷，没有人希望自己在一家公司待上5年以上，这与他们通常在一家公司一待就是30年的父母有着明显的差别。其他行业也的确花了点时间来跟上这种不再强调忠诚度的趋势。


  只是，目前这股潮流似乎有点过了。优秀的创业公司自己也开始抵制这种人才的自由流动，而整个经济形势也尽可能地帮助它们扫清障碍。可以说，创业公司在倾其所有地吸引人才。


  而现在，你在一家新公司得到的承诺要比你在大企业得到的还要好。并且，就算你的公司垮了，也还是会有另外20家在等着你。


  能跟优秀的人签合同一直是IBM的梦想，只是这对于Airbnb来说，如同一场噩梦。


  共享经济的罪与爱 [30]


  在乌镇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人家都谈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虚拟智能，只有马云说：“我高兴的是571亿，几亿笔交易背后意味着信任。把钱寄给不认识的人买东西，把商品交给陌生人翻山越岭送出去。”不愧是英语老师出身，马云总是在适当的时候，把一切归功于“爱”。


  尴尬的共享经济


  我们是否可以相信爱的力量，这听起来是一个特别不着边际的问题，但是在现实商业世界中，还就变成一个个具体问题。私家车共享在中国遇到的麻烦，就很典型。


  2015年10月底，沈阳市交通局则以“非法运营”为由，叫停了滴滴打车的专车服务。而在北京，按照《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北京市汽车租赁经营备案管理办法》规定，用于租赁的车辆应当由汽车租赁经营者所有，且经过车辆备案。也就是说，私家车即便是挂靠到了租赁公司名下，只要没有经过备案，仍是属于“黑车”范畴。对此，滴滴专车方面也曾多次公开回应，滴滴专车的车辆来自于汽车租赁公司，并非媒体所报道的“私家车”。为了验证这一点，我每次上车都问，师傅您是自家车还是租赁公司的？得到的答案从来都是：听说也有私人车挂靠的，但是我是租赁公司的。


  本来是一个“善举”，让大家能够互相分享自己的旅程，让路上少点机动车，少点污染排放，结果还就是行不通。这让我想起在美国加州高速公路上开车，朋友说：“我特别爱搭别人车上班，因为两个人就可以走快速道了。”可见，美国法律允许搭车行为，鼓励人们相互帮助。他们难道不怕非法经营？他们难道不怕责任事故难以界定？


  共享经济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了，人们通过互联网把闲置资源分享出去，从而实现实时交易，并以此形成人与人的连接。


  这种模式有多受欢迎，我们看看Airbnb的一组数据就略知一二：目前，全球已有100万人通过Airbnb将自己的房子分享出去，这些房东遍布190个国家近3.4万个城市。有超过2000万人成为住客。2014年的夏天，通过Airbnb订房的人数，单晚最高超过了40万人。Airbnb不是通过互联网连接了传统意义上的旅游资源，而是通过互联网，把不是旅游资源的“个人房产”变成了旅游资源。有空闲房子的人在不影响自己正常生活的情况下可以获得一定收益，需要旅行的人则可以在省钱的同时体验与当地人的交往。这显然是受到大家欢迎的。


  当共享经济的交易对象不再是冰冷的大公司，而是鲜活的个体时，每次交易都成为一次社交行为，满载着爱与信任。就像美国拼车服务商Lyft的广告语说的：“你的朋友有辆车。”只是这件事情，在没有人与人之间基础信任的地方就尴尬了。我们脑子里浮现的永远是“黑车”“无照经营”“缺乏监管”，进而有些人就直接把“黑车”和“犯罪”联系起来了，以至于我每次用易到用车或者滴滴专车的时候，家里的老人就一直在窗口探着头问，你坐这车安全吗？


  美国人是怎么过来的


  确实，共享经济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2011年6月，Airbnb发生它创立以来首次恶性事故——“洗劫门”事件。一名叫作EJ的房东发现她旧金山的公寓被Airbnb上招来的房客洗劫一空。他在给Airbnb的信上写道：“他们在我的柜子上凿了个洞，劫走了里面的护照、现金、信用卡和我奶奶的珠宝首饰，不仅如此，他们又搜走了我的照相机、iPod（苹果音乐播放器）、老式电脑和装有我所有相片、日志等备份的外接硬盘。他们掠走了我的一切。”这大概是所有人对共享经济的顾虑了，没有公司作为中介，没有品牌的背书，人和人之间如何能够保障安全？


  但是就是在这次“洗劫门”之后，Airbnb启动了更加全面的安全应对措施，包括增加一倍数量的客服人员，创建负责安全与信任的部门，创建房主安全教育中心，设计增强工具来核实用户资料，促进租住订购前房主与租客间的沟通和为房主提供保险服务等。同时，每次预订的信息——预约、支付、房东与客人之间的沟通，以及评价——都在Airbnb的平台上，公司能够完整追踪每一单交易。


  对于每一次成长起来的新兴商业模式，法律和监管都落后于业务发展，这是必然的。如何建立起安全保障体系，是现在所有的共享经济、P2P业务都要考虑的问题。但其实，关于个人交易的信用和安全保障，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这条路，电子商务eBay走过，淘宝也走过。就像现实社会的案件会不断推动法律的修正完善一样。我们在网络世界里，面对遥远的、无法当面接触的交易对象时，能够保障我们的是支付、评价、客服、沟通等一系列机制的完善。


  电子商务发展了这么多年，虽然还有人买到假货，但是已经没有人怀疑电子商务本身的存在意义和合理性了。eBay的创始人皮埃尔·奥米迪亚说过一段话：“我们不必刻意制定价值观，我们的社区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我们需要与它协调一致，否则就不会有什么作用。”于是，eBay员工的名牌上写的价值观第一条就是，我们相信人性本善（大多数人本质上是善良的）。


  贴标签效应与爱的保障


  在“二战”期间，美国由于兵力不足，而战争又的确需要一批军人。于是，美国政府决定组织关在监狱里的犯人上前线战斗。为此，美国政府特派了几个心理学专家对犯人进行了战前的训练和动员，并随他们一起到前线作战。训练期间，心理学专家们对他们不过多地进行说教，而特别强调让犯人们每周给自己最亲的人写一封信。信的内容由心理学家统一拟定，叙述的是犯人在狱中的表现是如何好，如何接受教育，改过自新等。专家们要求犯人们认真抄写后寄给自己最亲爱的人。三个月后，犯人们开赴前线，专家们要犯人给亲人的信中写自己是如何服从指挥，如何勇敢等。


  结果，这批犯人在战场上的表现比起正规军来毫不逊色，他们在战斗中正如他们信中所说的那样服从指挥，勇敢拼搏。后来，心理学家就把这一现象称为“贴标签效应”，心理学上也叫“暗示效应”。


  我们在教育引导方面，已经越来越意识到贴标签效应的作用。家长老师们都想着法地表扬和肯定孩子，强化“好”的行为，弱化“坏”的行为。那么，在对待新兴商业模式的时候，也不妨多点正面的、积极的、有爱的想象。


  更何况，不断发展的技术、逐渐完善的交易制度、一点点建立起来的评价体系，以及作为背书的社交网络账号，方方面面都在保障交易安全。有了互联网，我们终于可以把城市化进程中丢失的人与人之间的爱找回来了，这种爱的保障，不是彼此认识，是技术，是制度。真心不用惧怕这种爱的虚无，就像法制社会里，没有人惧怕恶的泛滥一样。有制约，就有自由。


  现在都流行用诗结尾，对吧？聂鲁达说：“我在这里爱你，黑暗的松林里，风解放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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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本报告诞生于2016年并非偶然，因为分享经济正面临从起步到起飞的重要转折点。在信息革命加速重构世界经济版图的关键时期，分享经济正成为考验各国智慧和战略决策能力的试金石。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发展分享经济首次出现在国家出台的正式文件中。相关鼓励和支持分享经济发展的政策能否顺利出台以及如何落地，将对分享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从全球看，渐行渐热的分享经济一路走来并不顺畅，期待之高与担忧之甚难分伯仲，动力之强与阻力之大让人目不暇接。尽管路途坎坷，但大势已然形成。毕竟在出行、住宿等领域已经培育出身价上百亿美元的全球型企业，更多领域的“独角兽”“十角兽”企业还在茁壮成长。


  对于中国而言，发展分享经济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也有强大而迫切的现实需求。分享经济适应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新要求，是走出发展困境、消除诸多痛点的突破口，也是实现创新驱动、推进供给侧改革的试验场，对建设网络强国、构建信息时代国家竞争新优势将产生深远影响。从实践看，目前几乎所有领域都出现了分享经济模式的创新企业，有些属于全球领先创新，有些从一开始就铺向全球。


  人们已经认识到，分享经济不仅是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和经济形态，还是加速要素流动、实现供需高效匹配的新型资源配置方式，更是一种新的消费理念和发展观。往远处看，人们期待分享经济将有助于实现信息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还将有助于化解长期困扰人类发展的资源、环境、公平、信任等诸多难题。但未知永远大于已知，分享经济的内涵与外延都还在变化中，理想与现实的距离还无法测定。从各国实践看，分享经济发展正面临诸多“成长的烦恼”。


  认识决定行动，选择决定结果，留给我们观望和思考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期待中国分享经济大发展，需要对现状与趋势的正确把握，需要理论与实践的持续创新，更需要积极宽松的政策环境。


  本报告对分享经济基本理论和发展态势进行了概要描述，是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与中国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的初步研究成果，期待引发更多的研究与探索。


  一、认识分享经济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伴随信息技术及其创新应用进入迸发期，分享经济快速成长，2014年以来呈现出井喷式发展态势。发展很快，争议也很大，认识和把握分享经济还得从厘清一些基本概念开始。


  （一）定义内涵


  本报告中，分享经济是指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分享海量的分散化闲置资源，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经济活动总和。


  这一定义至少包含以下三个基本内涵：


  1.分享经济是信息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新型经济形态。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宽带、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支付、基于位置的服务（LBS）等现代信息技术及其创新应用的快速发展，使分享经济成为可能。


  2.分享经济是连接供需的最优化资源配置方式。面对资源短缺与闲置浪费共存的难题，分享经济借助互联网能够迅速整合各类分散的闲置资源，准确发现多样化需求，实现供需双方快速匹配，并大幅降低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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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7 分享经济的定义与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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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8 分享经济的关键要素

  


  3.分享经济是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新理念。工业社会强调生产和收益最大化，崇尚资源与财富占有；信息社会强调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崇尚最佳体验与物尽其用。分享经济集中体现了新的消费观和发展观。


  从分享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来看，闲置资源是前提，用户体验是核心，信任是基础，安全是保障，大众参与是条件，信息技术是支撑，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是目标。


  （二）基本特征


  作为互联网时代全新的经济形态，与传统经济模式相比，分享经济具有以下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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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9 分享经济的六大特征

  


  ——技术特征：基于互联网平台。正是因为有了互联网尤其是智能终端的迅速普及，使得海量的供给方与需求方得以迅速建立联系。互联网平台并不直接提供产品或服务，而是将参与者连接起来，提供即时、便捷、高效的技术支持、信息服务和信用保障。离开互联网，现代意义上的分享经济将不复存在。


  ——主体特征：大众参与。足够多的供方和足够多的需方共同参与是分享经济得以发展的前提条件。互联网平台的开放性使得普通个体只要拥有一定的资源和一技之长，就可以很方便地参与到分享经济中来。同时，分享经济属于典型的双边市场，即供需双方通过平台进行交易，一方参与者越多，另一方得到的收益越大，两个群体相互吸引，相互促进，网络效应得到进一步放大。在分享经济中，参与者往往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个体潜能与价值得到最大发挥。


  ——客体特征：资源要素的快速流动与高效配置。现实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但闲置与浪费也普遍存在，如空闲的车座、房间、设备、时间等。分享经济就是要将这些海量的、分散的各类资源通过网络整合起来，让其发挥最大效用，满足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实现“稀缺中的富足”。


  ——行为特征：权属关系的新变化。一般而言，分享经济主要通过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采用以租代买、以租代售等方式让渡产品或服务的部分使用权，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从实践发展看，分享经济将渗透更多的领域，股权众筹等业态的出现已经涉及所有权的分享。


  ——效果特征：用户体验最佳。在信息技术的作用下，分享经济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能够以快速、便捷、低成本、多样化的方式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用户评价能够得到及时、公开、透明的反馈，会对其他消费者的选择产生直接影响，这将推动平台与供给方努力改进服务，注重提升用户体验。


  ——文化特征：不求拥有，但求所用”。分享经济较好地满足了人性中固有的社会化交往、分享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也顺应了当前人类环保意识的觉醒。


  （三）主要类型


  目前，对分享经济的类型划分尚未形成一个统一标准，角度不同，划分的类型不同。比如，雷切尔·波茨曼（Rachel Botsman）将分享经济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产品服务，Airbnb和Uber均属此类。第二类是基于二手物品转让的产品再流通市场，如Swaptree。第三类是基于资产、技能、时间的协同生活方式，如Kickstarter、TaskRabbit。朱丽叶·斯格尔（Juliet B.Schor）将分享经济划分为非营利性平台和营利性平台，如Food Swaps和Time banks就是非营利性平台，而滴滴出行、Zipcar及Uber都是典型的营利性平台。


  按分享对象划分，分享经济主要包括以下类别：一是产品分享，如汽车、设备、玩具、服装等，代表性平台企业有滴滴出行、Uber、RenttheRunway、易科学等。


  二是空间分享，如住房、办公室、停车位、土地等，代表性平台企业有Airbnb、小猪短租、Wework、Landshare等。


  三是知识技能分享，如智慧、知识、能力、经验等，代表性平台企业有猪八戒网、知乎网、Coursera、名医主刀等。


  四是劳务分享，主要集中在生活服务行业，代表性平台企业有河狸家、阿姨来了、京东到家等。


  五是资金分享，如P2P借贷、产品众筹、股权众筹等，代表性平台企业有LendingClub、Kickstarter、京东众筹、陆金所等。


  六是生产能力分享，主要表现为一种协作生产方式，包括能源、工厂、农机设备、信息基础设施等，代表性平台企业有APPlestore、Maschinenring、沈阳机床厂I5智能化数控系统、阿里巴巴“淘工厂”、Wi-Fi万能钥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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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0 分享经济的类型

  


  从满足用户需求的角度，分享经济也可以划分为以下种类：出行（滴滴出行/Uber）、住宿（Airbnb/小猪短租）、吃饭（回家吃饭/妈妈的味道）、穿衣（Rent the Runway/那衣服）、贷款（LendingClub/人人贷）、学习（Coursera/MOOC中国）、就医（春雨医生/名医主刀）、旅行（蚂蜂窝/百度旅游）、生产（APPlestore/淘工厂）等。


  （四）驱动力量


  分享经济的概念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协同消费，但在当时并未流行起来。最近几年，分享经济迅速风靡全球，并渗透到多个领域。分享经济的兴起与发展是技术、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背后的驱动力表现为以下6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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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 分享经济的驱动力

  


  1. 用户需求的提升


  随着工业化任务基本完成，物质产品极大丰富，消费者需求层次不断提升，生存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越来越注重个性化的消费体验和自我价值实现。传统方式无法满足用户日益增加的多样化需求，出现了诸多痛点，如供需对接不畅、成本高、效率低、效果差、诚信缺失等。分享经济能够有效地化解这些痛点，带来更好的体验，受到用户青睐，并带动了产业的发展。


  2. 提高收入的意愿


  分享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能够将多样化资源或碎片化时间利用起来，通过提供服务获得一定收益，有了更多创造价值、增加收入的机会。这也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分享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马科斯（ Christopher Marquis）所言，最初在Lyft或Airbnb上登记出租自己汽车和房屋的人，主要是由于对深陷经济危机的绝望，人们不得不寻找其他赚钱的途径以补贴家用。


  3. 信息技术的推动


  互联网与生俱来的开放协作特质，适应并推动了一个乐于创造和分享时代的到来。移动互联网发展以及智能终端的普及实现了参与者的泛在互联，移动支付和基于位置的服务让分享变得简单快捷。网络与大数据分析技术实现了资源供需双方的精准高效匹配，极大地降低了个体之间碎片化交易的成本。社交网络及信用评价机制日渐成熟培育了新的信任关系。信息技术创新成为分享经济发展的最强推动力。


  4. 消费理念的转变


  在被物质化、被隔离的工业时代，社会化交往及自我价值实现等精神需求被长期压抑。分享经济借助信息技术赋予人们以社交化的方式进行交流、分享和创造价值的能力。环保意识、节约意识的增强让人们逐步放弃对过度消费的追求，更加重视节约资源、创造社会价值。在网络中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有着与其父辈大不相同的消费理念，乐于分享的性格特质使他们成为分享经济的重要推动力量。


  5. 灵活就业的追求


  工业时代使人像机器一样工作，信息时代使机器像人一样工作。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无法适应高度紧张、机械化的工作方式，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自由职业者的队伍。有报告称，2015年美国的自由职业者已经超过总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在中国，众多分享经济平台的出现也培育了规模巨大的自由就业群体。相比于正规就业而言，分享经济可以让从业者比较自由地进入或退出社会生产过程，减轻了个人对社会的依赖。人们对灵活就业的追求大大加速了分享经济的发展。


  6. 资本市场的热捧


  近年来，分享经济创业企业成为全球资本市场的投资热点。根据Crowd Companies的统计，2010——2013年全球流向分享经济的投资额累计43亿美元，2014年和2015年两年的投资额分别为85亿美元和142.06亿美元（合计227亿美元），两年内流入分享经济的风险资金规模增长了5倍多。在中国，近几年分享领域获得风险投资的企业数量和融资金额也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仅在2015年滴滴出行已经公布的融资总额就已经超过229.45亿元人民币，美团网、蚂蚁金服分别获得融资总额138.6亿和121亿元人民币 [31]。


  （五）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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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2 分享经济的作用

  


  分享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产生了诸多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7个方面：


  1. 新动能：助力大众创新


  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通过分享、协作的方式搞创业创新，门槛更低、成本更小、速度更快，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一方面，分享经济的发展使得生产要素的社会化使用更为便利，企业和个人可以按需租用设备、厂房及闲置生产能力，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的最优组合，让创新变得更容易。另一方面，分享经济的发展降低了创新创业风险。对于很多创业者来说，借助分享经济平台进行低风险的“微创新”是实现更大创新的第一步。


  2. 新业态：打造新增长点


  从理论上看，分享经济通过刺激消费、提升生产效率、提高个人创新与创业能力，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都有积极作用。美国行动论坛的研究认为，2014年Uber、Lyft和Sidecar带来了5.19亿美元的经济增长。Airbnb在旧金山的一项调查显示，房屋分享带来了14%的新客户；在日本的一项调查表明，独特的旅游体验让游客会有再次旅游和重复旅游的欲望，28%的游客表示如果没有房屋分享将会缩短在当地的停留时间。从中国的实践看，分享经济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各领域分享经济的发展均有大幅提升，仅出行领域2015年成交额保守估计也超过500亿元人民币。正如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所强调的：“目前全球分享经济呈快速发展态势，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路子。”


  3. 新模式：扩大有效供给


  在传统模式下，企业无法准确把握消费者需求，产能过剩、库存高压普遍存在，而在分享经济模式下凡是“下单”的都是有需求的，需求变得清晰可见。同时，分享经济可以快速调动各类社会资源，提高供给的弹性和灵活度，能够较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消费需求。基于网络的互动评价系统可以及时反映供需双方的意见和要求，有利于提高供给的有效性。


  4. 新组织：激发创新活力


  分享经济使得人们可以在边际成本趋于零的条件下通过协作进行生产、消费和分享自己的商品和服务，这就会带来经济生活组织方式的新变化。在分享经济模式下，越来越多的个体可以通过平台直接对接用户，不必再依附于传统专业机构，这种新的组织方式被称为“大规模业余化”。在《人人时代》的作者克莱·舍基眼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临时的、短期的、当下的组合，而不是一种长期契约。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企业、机构也会参与到分享经济中来，通过众包、众创等方式组织整合社会资源，参与到创新活动中来，大大提升创新效率，并大幅降低成本。比如企业可以通过分享经济模式让全球最合适的人参与产品的设计营销等活动中，政府部门也可以通过众包方式提供公共服务。


  5. 新理念：实现低碳生存


  分享经济对于环境保护的作用越来越被人们所认知。《共享经济》作者蔡斯认为，美国有五分之一的家庭生活用品从以前的购买转向租用，平均每年减少近1300万吨的使用量，从而降低了2%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法国学者德马依（Demailly）和诺威尔（Novel）认为，在分享经济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服装、汽车、家具、电话、电视、玩具、体育用品以及园艺工具等都是可分享的物品，可以减少20%的碳排放。汽车分享对环保的积极影响方面有更加详实的数据支撑，如美国分享经济协会数据显示，每分享1辆汽车，可以减少13辆汽车的购买行为。滴滴出行发布的《中国智能出行2015大数据报告》报告显示，仅快车拼车和顺风车两个产品一年下来能节省5.1亿升汽油燃烧，减少1355万吨碳排放，相当于多种11.3亿棵树的生态补偿量。Uber提供的资料显示，其在杭州的拼车出行减少的碳排放相当于每三天增加一个西湖面积大小的森林。


  6. 新生活：促进灵活就业


  分享经济打破了传统的“全时雇用”关系，在使就业方式更加灵活的同时，也增加了就业渠道与岗位。纽约大学教授Sundararajan研究称，2013年Uber在芝加哥创造了1049个新增就业岗位。在中国，整个家政行业的分享经济都是以灵活就业群体为主，全国家政行业大约有65万家企业，从业人员超过2500万。分享经济给富有创造力的个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谋生方式，人们不必依托组织即可供应自己的劳动力和知识技能，使得拥有弹性工作时间的个人和缺乏弹性劳动力的企业、机构均能利益最大化。


  7. 新治理：走向多元协同


  分享经济为社会治理体系创新提供了机会窗口。一方面，分享经济的发展对创新治理体系提出了新要求；另一方面，分享经济也为构建新的治理体系提供了经验和支撑。如出行、住宿、网络金融、在线教育等领域的分享实践面临诸多制度空白或制约，原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同时，分享平台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步建立起基于大数据的治理机制，在保证平台正常运行的同时，也为社会治理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推动社会治理向多元化、开放性协同治理转型创造了良好条件。


  （六）认识误区


  由于分享经济发展历程不长，理论研究严重不足，实践也处于探索中，人们对分享经济的认识还存在一些明显的误区。


  误区一：分享经济是免费经济。分享经济的本质是通过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创造新的价值，并获得一定收益，这既是对资源供给方的回报，也是保证分享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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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3 分享经济的认识误区

  


  误区二：分享经济是对传统行业的颠覆。分享经济是一种新的生态，也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和模式，任何一个行业都可以通过分享来创造更大的价值。


  误区三：分享经济不安全。从理论上看，分享经济的开放透明和全程可追溯性为实现安全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从实践上看，分享平台安全保障机制也在不断完善中，发展初期出现的一些安全问题，更多的是暴露或放大了原本就存在的问题。从未来发展看，分享经济将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


  误区四：分享经济会造成新的社会不公平。有人认为分享经济会加大数字鸿沟，并带来一些不公平竞争，但这是技术创新扩散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也是制度创新滞后的阶段性问题。从长期看，分享经济在扩大供给与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将越来越明显，同时也为众多弱势群体参与社会创新系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和机遇，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与进步。


  二、全球态势


  目前分享经济浪潮正席卷全球，平台企业持续增加，分享领域不断拓展，市场规模高速增长，涌现出一批“独角兽”企业，行业竞争愈发激烈，竞争格局快速变化。在政策的支持下，未来全球分享经济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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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4 全球分享经济发展态势

  


  （一）分享经济成为热点


  金融危机后，全球分享经济快速发展，从欧美不断向亚太、非洲等地区的上百个国家扩张。如截至2015年底，Airbnb已经在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覆盖34000多个城市，拥有200多万个房源，超过6000万房客从中受益，市场估值255亿美元。领先企业的成功吸引了大量创业者加入分享经济领域，平台企业不断增加，投资分享经济领域的机构数量也迅速增加。据Crowd Companies统计，在美国2010年只有不到20家机构投资于分享经济，而截至2015年4月底已增加到198个。同时，风险投资金额呈爆发式增长。分享经济的崛起对现有的法律、政策以及传统行业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其成为政府及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二）分享领域不断拓展


  全球分享经济正进入快速扩张期，从最初的汽车、房屋分享迅速渗透到金融、餐饮、空间、物流、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和细分市场，并加速向农业、能源、生产、城市建设等更多领域扩张。未来一切可分享的东西都将被分享，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将因之发生深刻变化。正如分享经济的倡导者瑞恩·格丽（Ryan Gourley）所言：“分享经济从一个城市开始，逐步扩展到一个地区，进而渗透到整个国家，最后形成一个分享的世界。”


  （三）初创企业快速成长


  分享经济的崛起催生了大量市场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企业。根据调研公司CB Insights的数据，截至2016年2月4日，全球价值在10亿美元以上的私营公司有151家，其中有分享汽车的滴滴出行、Uber、Lyft、Olacabs、BlablaCar以及Grab Taxi，分享房屋的Airbnb、途家网，分享网络存储空间的Dropbox，分享开源软件的Github，分享邻里信息的Nextdoor，分享办公空间的WeWork，分享医生咨询和预约的挂号网，提供金融P2P服务的Funding Circle、Social Finance，以及生活类服务的Delivery Hero、HelloFresh、饿了么、Instacart等。更重要的是，这些公司创业时间多数不到5年就达到上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市场估值。随着分享领域的拓展以及商业模式的不断创新，更多的巨无霸企业将接踵而来。


  （四）竞争格局尚不稳定


  全球分享经济尚处在起步阶段，成长迅速，竞争激烈，尚未形成稳定的格局。目前看，只有在个别领域，少数起步较早的企业获得了一定的先发优势，初步形成相当用户规模和较高市场占有率，开始建立起成形的盈利模式。一般而言，分享型企业的收入来源渠道主要有中介收费、搜索排名、流量广告、金融收益等。但对于更多的领域和初创企业而言，还处在探索过程中，尚未形成可持续发展能力。从地区发展的角度看，美国是分享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但欧洲、亚洲各国的平台企业也在迅速崛起，全球竞争格局仍处在快速变化中。


  （五）政策导向趋于明朗


  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对分享经济意义作用的认识逐步深化，许多国家的政府部门对待分享经济的态度从观望、犹疑转向明确支持。美国在2012年4月就出台了《促进创业企业融资法》（Jumpstart Our Business Startups Act，简称“JOBS法案”），成为第一个股权众筹合法化的国家。2014年美国有17个城市议会和4个州通过了合法化专车的城市条例，到2015年8月合法化专车的城市与州合计就扩大到54个，而2014年之前这一数字还是零。2014年9月，英国宣布将打造分享经济的全球中心以及欧洲分享经济之都。欧洲议会工业、研发和能源委员会与内部市场和消费者保护委员会联合发布对数字市场新战略的立场文件，强调支持分享经济发展。加拿大安大略省、魁北克政府已经开始进行新法律框架的拟定和修改，并作初步调研工作，支持分享经济发展。澳大利亚政府对分享经济持乐观态度，如2015年悉尼政府采用政府主导、企业运营的模式推进汽车分享，并将“汽车使用分享”计划作为城市发展规划“悉尼2030”的一个重要内容；新南威尔士州宣布将通过法律途径使Airbnb等分享经济行业合法化。韩国政府对分享经济企业实施政府认证程序，并对有突出贡献的企业给予资金支持和宣传帮助，还计划于2016年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调整以适应分享经济的发展。


  三、中国概览


  近年来，中国分享经济快速成长，创新创业蓬勃兴起，本土企业创新凸显，各领域发展动力强劲，潜力巨大。同时，在分享经济发展过程中也面临行业自我完善、信用体系建设，市场监管机制等方面的问题。整体上，中国分享经济仍处于发展初期，未来具有更大发展空间。


  （一）特殊意义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经步入新常态，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转型发展需求迫切。分享经济给中国带来了难得的重大机遇，对于贯彻落实新的发展理念、培育新经济增长点、以创新驱动推进供给侧改革、建设网络强国、构建信息时代国家新优势等都将产生深远影响。发展分享经济对中国的转型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特殊意义。


  1. 发展分享经济是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


  ——分享经济本身就是新技术革命的产物，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新的发展理念，集中体现了创新的内在要求。


  ——分享经济通过消除信息障碍、降低进入门槛、重构信任关系、促进人际交流，促进了资源要素流动和供需高效匹配，有助于实现经济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


  ——分享经济的核心就是使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是绿色发展的最佳体现。


  ——分享经济的最大优势就是利用互联网，而互联网的特性就是开放共享，所以许多分享型企业从一开始走的就是全球化路子。


  ——分享经济具有典型的“人人共建、人人共享”特征，为落后地区、低收入人群创造了更多的参与经济活动、共享发展成果的机会。


  2.发展分享经济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


  ——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从供给的角度讲，分享经济能够调动全社会最优质的资源参与整个生产过程，加速促进生产制造的网络化、智能化。从需求的角度看，分享经济能够让用户参与到生产过程，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在一定意义上说，分享经济就是制造业从工业3.0向工业4.0升级的重要体现。


  ——促进农业现代化。当前定制化农业、体验化农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农业O2O等农业发展新模式中都带有分享经济的基因，很大程度上就是分享经济在农业领域的实现与应用。分享经济进入农业领域将有助于盘活农村闲置资源，提高土地、水利设施、农机设备等利用效率，帮助农村劳动力创业就业，建立和完善农产品质量保障体系。


  ——优化和提升服务业。目前分享经济发展最快的领域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其影响与作用已逐步被大家所认知。


  3. 分享经济是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双创”、“四众”的最佳试验场。


  现阶段，分享经济最能体现信息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以及制度创新的要求。分享经济的发展孕育了一大批极具发展潜力的平台型企业，成为激发创新创业的驱动力量。“众创、众包、众扶、众筹”在很大程度上本身就是分享经济的重要体现。


  4. 分享经济是构建信息时代国家竞争新优势的重要先导力量。


  在信息革命引发的世界经济版图重构过程中，分享经济的发展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践表明，中国发展分享经济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和有利条件，起步很快，势头良好，在多数领域开始形成与先行国家同台竞争、同步领跑的局面，未来在更多的领域存在领先发展的巨大潜力。


  （二）有利条件


  近两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互联网产业发展，坚持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互联网，用市场的思维培育互联网经济，在“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发展分享经济。从现实情况看，中国发展分享经济存在四大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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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5 中国发展分享经济的有利条件

  


  一是转型发展的强大需求。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试图通过创造更多的财富满足人们需求的做法已经达到了资源利用的极限。尤其是对于中国而言，要用传统的方法实现未被满足的大量刚性需求已不可能。分享经济在承认产权私有的前提下，又能够让整个社会资源被分享，这是解决人均资源供给不足的有效途径。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加快发展分享经济将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化解转型期阵痛，实现发展动力转换。


  二是网民大国红利。截至2015年12月，全国网民人数已达6.88亿人，互联网普及率50.3%。上网终端逐渐多样化，全国手机用户数超过13亿户，手机移动端上网比例高达90%。庞大的网民和手机用户群体，使得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在众多分享领域都可以轻易在全球排名中拔得头筹。如2015年滴滴出行全平台（出租车、专车、快车、顺风车、代驾、巴士、试驾、企业版）订单总量达到14.3亿，这一数字相当于美国2015年所有出租车订单量的近两倍 [32]，也超越了已成立6年的Uber实现的累计10亿的订单数。美团网累计的用户有6亿左右，其中移动端的活跃用户数达到了1.5亿，年购买用户数接近2亿，目前日订单量突破1000万单。


  三是节俭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崇尚节俭，编撰于战国初年的《左传》所引用之古语就认为：“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论语》中也记载了孔子的言论“奢则不孙，俭则固”。对于分享经济的发展而言，节俭这种根深蒂固的消费理念是很重要的文化背景。


  四是成功的实践。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京东跻身全球互联网企业市值排行榜前10位，有足够的经验供互联网创业公司借鉴。滴滴出行、猪八戒网等企业的崛起也吸引了大量创业者涌入分享经济领域。领先企业的成长路径和成功经验为分享经济领域初创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三）发展历程


  从发展实践看，中国的分享经济实践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萌芽阶段（2008年之前）：上世纪90年开始，美国陆续出现Craigslist、Napster、Zipcar等分享经济平台，在互联网大潮的影响下，一批海归回国创业，国内互联网产业开始发展，开始出现一些基于互动式问答的知识分享网站，并逐步出现一些众包平台，如K68、威客中国、猪八戒网等。这一时期分享经济的发展仍处于萌芽阶段，似星星之火，尚未形成燎原之势。


  二是起步阶段（2009——2012年）：伴随着国外分享经济浪潮的发展，国内众多领域的分享型企业开始大量涌现，如滴滴出行、红岭创投、人人贷、天使汇、蚂蚁短租、途家网、小猪短租、饿了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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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6 中国分享经济发展阶段

  


  三是快速成长阶段（2013年以来）：随着技术和商业模式的不断成熟、用户的广泛参与以及大量的资金进入，部分领域的代表性企业体量和影响力迅速扩大。分享经济影响越来越广泛，许多领域出现了本土化创新企业，已经有企业开始了全球化进程。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分享经济领域的企业数量和市场规模都呈加速成长态势。


  未来，分享经济领域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产业发展将在竞争、淘汰、整合的过程中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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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7 国内外分享型企业发展进程

  


  （四）发展态势


  2015年中国分享经济市场规模约为19560亿元（其中交易额18100亿元，融资额1460亿元），主要集中在金融、生活服务、交通出行、生产能力、知识技能、房屋短租等六大领域。


  分享经济领域参与提供服务者约5000万人左右（其中平台型企业员工数约500万人），约占劳动人口总数的5.5%。


  保守估计，参与分享经济活动总人数已经超过5亿人。


  预计未来5年分享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在40%左右，到2020年分享经济规模占GDP比重将达到10%以上。


  未来10年中国分享经济领域有望出现5~10家巨无霸平台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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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8 中国分享经济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

  


  从发展现状和演进态势看，中国分享经济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1. 产业初具规模，未来潜力巨大


  近年来，国内分享经济发展迅速，平台企业快速成长。根据速途研究院数据，2012年在线短租市场起步时市场规模仅有1.4亿元，2014年达到38亿元，2015年超过100亿元，环比增长163%。在医疗分享领域，名医主刀自2015年10月上线后的几个多月内就开展了数千台手术，业务量月均增速40%以上。在网贷领域，行业发展还处在高速增长期，领先企业仍然保持100%以上的增长。搜易贷成立于2014年9月，在2015年实现营收65亿元。京东产品众筹于2014年7月上线，截至2015年12月，京东产品众筹总筹资额已突破13亿元，其中百万级项目超200个，千万级项目已有20个。分享经济的发展速度远远超传统行业，发展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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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9 中国分享经济发展特点

  


  分享经济各领域代表性企业的参与人数快速增加。截至2015年底，接入滴滴出行平台的司机数已超过1400万人，注册用户数达2.5亿人。成立于2015年5月的京东众包，半年多时间内就发展注册快递员超过50万人，其中参与过快递业务的就有20万人。到2015年底，猪八戒网注册用户数达1300万人。2015年约有7200万人次参与过众筹活动，使用过O2O类本地生活服务的用户数量超过3亿人。


  2. 分享领域迅速拓展，平台数量持续上升


  分享领域迅速拓展，从在线创意设计、营销策划到餐饮住宿、物流快递、资金借贷、交通出行、生活服务、医疗保健、知识技能、科研实验，从消费到生产，分享经济已经渗透到几乎所有的领域。


  
  表9 国内主要分享经济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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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数量持续上升，一些领域在短短数年间就涌现出数百家分享型企业，并迅速形成一批初具规模、各具特色、有一定竞争力的代表性企业。如在交通出行领域有滴滴出行、易到用车、PP租车等；在房屋住宿领域出现了蚂蚁短租、小猪短租等；在共享金融领域出现了红岭创投、陆金所、人人贷等；在众包领域有猪八家、做到网、京东到家、人人快递、e快送等。此外，在众创、生产能力、科研设备分享等领域也出现一批代表性平台，如人人设计网、淘工厂、易科学等。


  3. 交通出行发展较快，示范引领作用凸显


  作为“互联网＋交通”下的新业态，交通出行领域分享经济的发展起步于2010年，易到用车、嘀嘀打车、快的打车等诸多交通出行分享平台相继成立，经过5年多时间的发展，平台企业经历了早期的创业热潮、寡头竞争、战略整合等发展阶段。随着Uber进入中国，市场竞争再次陷入胶着状态，未来的竞争格局尚不明朗。近期围绕网约车新规的讨论又将交通出行分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交通出行只是人们日常生活、生产的一个领域，未来分享经济涉足的领域更广、渗透程度更深，对传统产业带来的影响更大。由于平台企业成长的相似性，作为分享经济的领头羊，使得交通领域的发展历程、成长路径、竞争战略以及行业政策制定对整个中国分享经济行业都将起到一定的示范引领和风向标作用。


  4. 本土企业创新崛起，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网络化的特质加上中国独特的优势，大大加快了中国分享经济企业从模仿到创新、从跟随到引领、从本土到全球的进程。


  从商业模式或涉及的领域看，中国早期绝大多数分享经济平台都是从模仿国外的平台开始。但成功的分享经济平台并不简单照搬照抄，而是在模仿的基础上进行了本土化创新。此外，市场竞争压力不断加大也在倒逼企业走本土化创新的道路，一些创新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以Wi-Fi万能钥匙为例，用户通过平台提供分享自己的Wi-Fi网络，让周边的用户免费接入。对于信息基础设施尚未完善的地区来说，Wi-Fi分享满足了大量用户的上网需求。而且，Wi-Fi万能钥匙能够基于联网热点对用户场景进行判断，并进行精准化推送，实现线上线下闭环服务。此外，在家政服务行业，阿姨来了首创性引入了猎头顾问和房地产行业中的经纪人模式。


  在一些细分领域，中国本土企业也引入分享经济的模式，比如“在行”利用分享经济的理念改善知识服务的效率，打造了一个社会化的个人智库：对于用户来说，平台的价值在于利用社会化众包完成对普通人的指点迷津；专业人士利用闲余时间分享自己的经验，获得实际收益和助人之乐。


  一些企业开始凭借成功的商业模式创新，积极拓展国际市场。比如，2015年5月，Wi-Fi万能钥匙正式开辟海外市场。截至2016年2月，其已经在巴西、俄罗斯、墨西哥、印尼、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埃及、台湾、香港等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Google Play工具榜上排名第一，用户遍及223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少数能覆盖全球用户的中国移动互联网应用之一。滴滴出行已着手与Lyft、Grabtaxi和Ola开展国际合作，产品将连通覆盖50%全球人口，为中国、美国、东南亚、印度用户提供无缝跨境出行服务。


  （五）问题与挑战


  所有新生事物都会遭遇“成长的烦恼”，分享经济也不例外。对于中国而言，分享经济的发展还会遇到一些特殊的矛盾和问题。


  1. 分享实践发展加快，监管体系亟待重构


  当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社会管理制度是建立在工业经济和工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强调集权、层级管理、区域与条块分割等管理方式，注重事前审批和准入。基于网络的分享经济具有典型的网络化、跨区域、跨行业等特征，快速发展的实践使得许多制度变得越来越不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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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0 中国分享经济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当前许多新业态游走在监管的灰色地带，如股权众筹在我国还处于法律与监管的模糊地带。有些创新实践则面临不合理的制度要求，如从事互联网教育的企业被要求配置线下教学用地，否则不予审批；一些地区要求从事网络出行服务的专车需要具有运营资格等。如按现有法律和制度要求，多数分享经济模式都有“违法”嫌疑，面临随时都可能被叫停的灭顶之灾。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分享经济的发展对现有的政策、制度、法律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在倒逼监管部门研究、制定适应分享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创新和完善监管方式与手段。


  2. 创新引发利益调整，统筹协调难度加大


  分享经济发展大大降低了诸多行业的进入门槛，分享型企业拥有显著的成本优势、创造无限供给的能力、趋近于零的边际成本，使传统企业面临巨大竞争压力。在具有排他性的垄断市场中，分享型企业的进入及其快速扩张的发展态势冲击着原有的商业逻辑和经济秩序，直接引发了社会财富和利益的重新分配，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来自既得利益者的质疑和阻挠。


  分享经济可能引发深层次的社会分工与组织变革，涉及的领域之广、人员之多前所未有，协调难度明显加大。


  3. 产业发展尚不成熟，许多问题有待解决


  分享经济模式下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方通常是大量不确定的个人或组织，尤其是当前诸多领域的分享经济都处于探索阶段和发展初期，其服务和产品的安全性、标准化、质量保障体系、用户数据保护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和隐患。多数企业并未找到有效的商业模式，同质化竞争普遍，多数领域仍处于乱战状态。


  多数领域的分享经济模式尚未取得合法性，无法纳入正常监管体系，导致不公平竞争、税收、劳资关系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容易被不良商人钻空子。


  4. 观念认识不到位，原有法规不适应


  迄今为止，人们对于分享经济的理解还只是实证分析和现象观察，系统科学的理论研究还比较缺乏。比如，分享经济发展的社会财富效应、对社会就业总量和结构的影响、相关宏观制度设计等，既没有系统的理论指导，也缺乏有效的数据支撑。


  现有的很多法规是在多年以前制定的，是工业时代的产物，有很多细则已无法适应信息时代的实践发展。既不能鼓励创新，甚至阻碍了创新，也无法继续发挥有效的监管作用。这些法规既不能解决行业准入门槛、从业人员社保、税收监管、信息安全以及信用体系建设等共性问题，也无法解决行业差异化带来的具体问题，如在房屋分享领域会遇到卫生、消防缺乏统一标准问题，在Wi-Fi分享领域会遇到网络注册实名制问题，在送餐行业会遇到服务标准化和员工培训问题，在家政服务行业会遇到特殊的劳务关系及劳动保护问题等。


  四、趋势展望


  分享经济是信息技术革命与人类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而产生的必然结果。分享经济加速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并将成为人类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的重要推动力。未来几年，分享经济发展将呈现以下趋势：


  （一）内涵持续深化，外延不断扩大


  随着分享经济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广泛渗透，商业模式的不断创新并走向成熟，其内涵和外延都将发生显著变化，其影响也将从提升经济效率拓展到推动社会转型。


  
    [image: ]

    图51 分享经济的趋势展望

  


  随着产业规模持续快速扩大，分享经济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将显著上升。人类可以通过分享来共同面对和努力解决贫困、经济衰退乃至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目前分享经济主要活跃在交通、住房、教育、医疗、家政、金融等与人们生活相关的服务业领域，未来将迅速渗透到基础设施、能源、农业、制造业等更多生产性领域。


  创新实践会引发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需要持续跟进研究。分享经济可能会引发经济学范式与理论体系的重构。人们已经发现现有的国民经济统计、核算体系和方法已不能准确反映分享经济对增长与就业的影响。在政策调整、信息安全保障、监管体系建设、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制定等方面都有许多问题。对中国而言，跟进研究和借鉴欧美等先行国家的有益经验也非常重要。


  （二）竞争日趋激烈，少数企业胜出


  由于市场潜力大、进入门槛低，目前尚未形成稳定的竞争格局，未来几年分享经济领域的竞争将更加激烈。网络经济具有赢家通吃的特点，部分发展较快的领域将有少数企业独占鳌头。未来几年在中国出现若干家巨无霸平台型企业是完全有可能的。


  分享型企业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应该坚持以“用户为中心”，依靠价值创造来获取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发展过程中，企业应加强自我监督，主动履行社会责任，不能因为当前存在制度缺失或管理的灰色地带就放松对自身的要求，更不能以侥幸心理利用制度漏洞获取不正当收益。从国外经验看，加强自我监管不仅有助于企业获得公众信任和塑造品牌，对于政府完善相关制度进而推动行业健康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如美国的eBay公司，在国家缺乏在线交易市场监管法规的情况下，自己制定了一系列规则，很多都成为后来国家制定正式法规制度的重要参考和依据。


  （三）传统企业转型，积极拥抱分享


  传统企业面对分享经济发展浪潮，大致有三种表现：漠视观望、不知所措、积极参与。企业应该认识到分享经济会给自身带来一定的冲击与挑战，但更多的还是新的发展机遇。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采取不同策略适应并积极参与分享经济，获得新的竞争优势。


  一些企业正通过与创新企业合作创造新的价值。如在办公空间分享领域，万豪集团（Mariott）、微软等与LiquidSpace公司开展合作，将其视为一个新销售渠道或办公室预定手段。喜达屋（Starwood）酒店集团也与Desks Near Me公司开展了类似合作。在零售领域，美国最大的有机食品超市全食超市（Whole Foods）与共享物流配送公司Instacart在全美15个城市进行合作，提供一小时到达的配送服务，客户平均采购量迅速上升到之前的2.5倍，每周销售金额增加了150万美元。


  有条件的企业正在积极实施转型发展战略。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正在积极推进基于互联网的个性化、网络化、柔性化制造模式和服务化转型。宝马、奔驰、奥迪等汽车巨头引入分享经济模式，在以租代售、停车共享等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海尔集团提出了“人人创客”的转型战略，努力推动海尔从制造产品向制造创客转型，以满足当前需求个性化、生产分散化的市场新动向和消费者新需求。徐工集团成立了为道路工程机械用户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的综合服务平台——徐工“路之家”工程机械信息服务平台，推动“互联网＋”工程机械融合发展。也许用不了多久，所有的企业都将成为分享经济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四）监管体系重构，社会协同治理


  分享经济的全面发展既对政府治理创新产生了显著的“倒逼”效应，也为构建多方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提供了经验积累、技术与数据支撑。协同治理既是分享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其必然结果，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用户在其中分别发挥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


  就政府而言，既要为分享经济发展创造宽松环境，又要妥善处理创新引发的利益平衡矛盾。尤其是在分享经济发展初期，多数企业和产业发展仍处在探索创新阶段，政府可以在建立和完善补位性、底线性和保障性的制度和规范等方面多做一些工作，如及时修改已经明显不适用的法律法规，研究制定以用户安全保障为底线的创新准入政策，尽快完善适应新业态发展的社会保障机制。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积极利用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实现精准治理。对企业而言，企业内生性治理将成为社会协同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分享经济平台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准入制度、交易规则、质量与安全保障、风险控制、信用评价机制等自律监管体系，既保障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成为政府实现有效监管的重要补充。企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大数据为政府监管提供重要依据，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责任也明显加大。


  就社会组织而言，产业联盟、行业协会在加强产业间联系与协作、推进信息共享和标准化建设等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美国的Indiegogo公司、RocketHub公司和Wefunder公司三家自发联合成立了众筹业务监管协会，英国的Zopa公司、Funding Circle公司和RateSetter公司发起成立了P2P网贷协会，对加强行业自律、促进与监管部门沟通等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国内分享经济各领域也出现了许多行业组织，在促进协调沟通、资源共享、行业自律等方面将发挥更大作用。


  （五）倡导开放包容，走向信息社会


  创新性的商业实践通常都是领先于制度与法律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强迫新生事物符合旧的制度框架，需要给创新留有试错的余地。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需要通过制度层面的积极调整予以回应和因势利导，而不是用固有的条条框框去扼杀创新。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支持和鼓励创新将成为政府监管与各项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有利于新事物成长的“试错空间”将越来越大，分享经济充分发展的红利将惠及每一位社会成员，推动人类走向更加开放、包容、和谐的信息社会。


  
    [31] 标准排名，http://www.biaozhun007.com/。

  


  
    [32] 资料来源：IBISWorld及StatisticB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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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默生和亨利，永远不要停止创造和微笑。世界如此美好。

  


  
    在人类经济中，最难能可贵的员工总是用心服务于公司。


    ——多夫·塞德曼，《哈佛商业评论》

  


  第一部分

  为什么我会谈分享思维？


  分享作为一种基本的人类行为，与人类的存在息息相关。无论是分享故事、思考、见解、哲学、科技还是秘密，我们都在建立一种联系，并作为一个团体而进步。


  如今，随着互联网、视频、社交媒体和手机等技术的发展，分享这一行为在全球范围内变得轻而易举且规模宏大。信息不再受地理范围所限制，距离足够近再也不是一个人传递信息给另一个人的必要条件。


  我们需要理解这些大的转变是如何影响并且持续影响着我们的国际社会，如果不去理解分享行为，也不去分析那些能使他人产生共鸣的事物，想法就会丢失，变化也会停滞。


  在这个全新的、紧密相连的科技化世界中，我们作为个体如何、为何又在何地分享什么东西，这种分享行为有着影响和改变这个世界的能力。人类在三万年间以同一方式在各地分享信息，终于在最近20年通过迅速发展的科技实现了信息的全球化。在面对这些变化时，人类需要重新思考我们作为全球化社区分享意见的方式。


  是的，这一切对我们的社区、国家和世界都十分重要。但事实是，在一个更小的、更私人的层面上，分享这一行为挽救了我的职业生涯。


  在担任硅谷一家市场营销公司主席的10年里，我迷失了方向。我不理解为什么我会这么想：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生意在蓬勃发展，无数奖项和全球媒体又都对我们青睐有加，所有的执行、财政和商业发展部门都像加满机油的机器，有条不紊地运转着。我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再贡献给公司的了，所有人都对能成为我们公司的一分子充满激情——所有人，除了我。


  我毫无目标，思索着是否要辞职。


  在绝望地寻找倾诉对象时，我与社交媒体不期而遇。我并不太在意群体或者一大批人的所作所为，说实话，我天生就是个内向的人，需要通过独处或者与我信赖的少数人相处来得到慰藉。但慢慢地，我意识到社交媒体为我将我的主张、想法以及我为任何事或任何人所做出的贡献分享出去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平台——而社交媒体上的人们会保持倾听：他们会参与到这一切之中，而我发现自己很想对这种交互现象一探究竟。此后三年，我尝试解构这些社交平台，并试图理解为什么有些想法能够如野火般蔓延，而有些却被扼杀在了摇篮里。我开始归纳出信息中蕴含的情感模式，以及发布时机的重要性——这些要素都让一个个想法成为现实，而我也和全世界一些最能给予人灵感的思想家得以沟通并成为朋友。


  这一经历深刻影响了我的生活。当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邀请我在他们的TED[1]大会上演讲时，我也将社交媒体对我的影响作为话题。具体内容将在后文详述。


  在沿着社会哲学和科技的曲折道路前行的过程中，我成了一名真正的领导者，并相信我已通过这种追随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分享我从他人身上学到的东西并改变我们对沟通方式的认知。


  所以，就让我们直接切入重点，讲述分享思维。


  
    [1] TED即Technology，Entertainment和Design的缩写，即技术、娱乐与设计。TED大会邀请这三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思考。——编者注

  


  1

  人类进化的新阶段


  自人类开始群居生活的史前时代，人们就开始分享资源和知识，这甚至早于语言的发源。在那个时代，我们通过分享来求得生存。如今，尽管生存不再是一个紧要问题，但我们仍在不断分享知识。然而，生存真的已不再是问题了么？


  哲学家一直以来都在思索人类的本性，以及我们这种互动行为产生的理由。我们出于很多原因而选择分享——有些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有些不是，但我坚信我们对分享的需求是源自人类不仅要存活而且想要繁荣发展的本性。


  在这个迅速变化的世界，我们也比从前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不再被地理、种族或者性别所分隔，但仍需要依靠彼此来生存。随着时间推移，人类的村落遍布全球，尽管我们都在争夺这个星球有限的资源，但想要沟通的渴求早已被刻进了基因。


  而这一切和我们今天的处境又有何关系？为什么分享很重要？


  因为我们处在一个时代的风口浪尖：人类进化的新浪潮。


  数字化时代：从想象到现实


  数字化时代是人类进化的新浪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来的科技爆发逐渐赋予了我们一种新的交流方式。


  尽管社交媒体本身已经在发挥巨大影响，但也只是随时间增大的一小块拼图。这很让人兴奋，但又有点令人紧张。我们正在随着浪潮上升，而这浪潮将会永远改变我们的生活。


  迅速发展的数字化和社交科技正在把我们与世界上的其他人连接起来，这是浪潮的第一部分。而我前面所述的浪尖，则是这些新科技和新的沟通方式彻底改变我们的现实世界之时。


  举例来说，3D[2]打印机在一二十年前还是科幻作品里的东西，现在却已经能在医疗界和航天科技领域大展身手，用于生产各类生物材料、植入物，以及制造业的零件和材料，这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甚至可以打印衣服和食物。想象一下，当我们对3D打印司空见惯（而这正在成为现实）时，世界可能受到的影响吧：我们将可以在下单购买衣服、美食或者车子之后，立刻将它们打印并送达——我们甚至可以在家里轻松地把它们打印出来。


  另一个例子是连接人和其他物品的传感器，比如Apple Watch（苹果手表）和Fitbit[3]之类的可穿戴设备，或者能自动导航行驶到任何地点的特斯拉自动驾驶汽车，这些都表明连接数字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科技正在迅猛发展。当下的人类，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拒绝作茧自缚


  我们一生当中将会见证许多奇迹的发生。在1991年，我读了一本令我永生难忘的书——费斯·帕帕考恩（Faith Popcorn）的《帕帕考恩报告》。她在书中阐述了她的预测：科技的影响将让我们在家中像织起蚕茧那样蜗居起来。该书认为我们不需要再同外界相互依存，所有东西都能送货上门，你也可以在家中工作，因为一切都能被远程操控。人们将会连接网络，参加远程会议，在大屏幕上观看大会主题演讲——而这一切都不需要我们离开卧室。你在吃饭、睡觉和工作中需要的所有东西，都会变得触手可及。果不其然，就在20多年之后，我们就掌握了足够的科技，能让我们安稳地闭门织茧而无须舍弃任何生存所需。


  亚马逊、谷歌速递以及Instacart[4]都是让这个概念成真的极佳例子。它们提供的当天或次日到货的服务满足了我们梦寐以求的需求：省时。说真的，我曾试着打败它们的系统，只买一个小东西，比如牙线盒，或者一下子买很多东西，然后选择让它们在几小时之内就送达。然而，每一次送货员们都微笑着准时到达。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数字化时代让每个人都更加繁忙、更易接近，也操作着更多的设备，所以省时是重中之重。然而，在过去10年里发生的改变使得我们的社交生活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因为和彼此在网上沟通而减少了和他人面对面交流的次数。费斯·帕帕考恩的预测已经不是科幻小说中才有的内容了——它成了这个巨大转折点的序幕，而更多的转变才刚刚开始。我们必须要理解，这些变化是怎样以人类行为和各种品牌影响人类生活的。


  人类完全“作茧自缚”的想法会让我们略有些惊惶，我们并不希望自己只会宅在家里而永不跨出家门。像《强迫性囤积症患者》这样的好莱坞真人秀节目，或者描写在广场恐惧症（对在室外感到害怕）中苦苦挣扎的人的电影，都让我们对上述生活状态心生抵触。尽管科技让我们更容易与世隔绝，但我们仍需要走出去进入社会，或者最起码，迈出家门槛。


  为什么？因为人类最大的需求仍是沟通——我不是在讲衣食住行之类的基本需求，而是一种融入群体的需求，一种对归属感的需求。我们需要为比自己更崇高的东西奉献并因此得到他人的肯定。没有这种需求，社会就不会存在，因为人与人之间必然需要互相沟通。我们渴望沟通，甚至为此争斗。谁会希望待在一个没有家庭聚餐，没有纪念日也没有和三五好友小聚的世界上呢？


  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分享？


  为了本书，我采访了超过100人来寻找促进我们分享的诱因。我发现，无论是为了帮助他人，逗别人开心，还是为了告诫别人保持警惕之心，在这一切背后，只有一个理由才是分享行为的核心：自我认知。


  先别急着对我说“等等，布赖恩，这听上去太自私了，一定有什么更深层次的理由”，让我来慢慢解释。


  自我评价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因为这是人类的身份标志。我们也在乎他人如何评价自己，因为我们相互之间会构建联系并形成一个整体。为此，我们需要和他人保持同一个步调。在市场经济中，这种行为就是建立品牌。因为科技让我们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分享，所以，作为人类，树立自己的个人品牌就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诚然，创造和分享信息十分重要，但创造和分享个人品牌才能改变人们对自己的认知，并以此相互联系。


  为了给这个话题增加一点科学性，我和我的团队花了大量时间思考了以下公式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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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式表明，一个人的名声和别人对他分享的信息内容或来源的评价是对等的。也就是说，我向他人分享的东西，只可能是符合自我认知的，或者符合我的公众形象的。如果我认为自己是个“八卦通”，那我也许就会分享最新的爆炸性新闻。如果我认为自己是个幽默的人，那么我会分享笑话或者其他我觉得好笑的东西。如果我希望其他人觉得我人脉广泛也乐善好施，那我也许就会直接分享信息给那些我觉得我能给予其帮助的人。


  其实这中间的很多过程都是在无意识中完成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是需要做到八面玲珑、有时却又身不由己的大忙人。


  然而，当你真正树立你的个人品牌——富有创造力、爱心、公正、幽默、理性，或者其他你真正热爱与关心的东西，你分享的内容就会让你找到与你志趣相同的人。


  但那些试图创立网络论坛、构建客户关系的品牌公司又如何呢？它们是怎样在数字化世界里生存的？


  品牌的独门秘籍


  从品牌角度而言，数字化时代的最大缺点就是统一的品牌认知与个性化的客户之间的矛盾。这些品牌往往在最开始选择使用科技手段与大规模客户迅速构建起联系，却忘了客户们想和他们互动的主要目的是达成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社交平台尤其如此。


  我们都知道“客户就是上帝”，更何况品牌的声誉掌握在消费者手中。这句话有一定道理，但是一旦到了社交平台上，天平就会倾斜，消费者们也会拥有更多权利，这些品牌又该如何在自己无法全然做主的情况下击败其他竞争对手呢？


  就像我的朋友杰伊·贝尔（Jay Baer）在谈论社交平台时所说的那样：“你不只是在和别的品牌竞争关注度，也在和他们的朋友、家人、音乐列表、足球比赛以及夜生活竞争。”


  网络上各种信息纷纷扰扰，每条推送内容都与众不同，更因为一个个用户而独具个性。而你的优势就是，当你理解人们分享的理由和与他人互动的方式时，就有可能与你的用户成为潜在的朋友，而不是被当作一个冷淡又漠然的存在，无法与用户互动。


  我们总是希望粉丝分享我们的言论，不然就会变得失落。但你的言论真的值得分享么？你分享的东西能否满足人们的需求和欲望？你和他人沟通的方式又是否打动人心？究竟是什么让社交媒体上的只言片语变得值得分享？


  分享商


  为了帮助品牌更好地分享，我们创造了“分享商”（The Shareability Quotient）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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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个人品牌一样，毫无疑问，你的公司一定是围绕着一系列对你的客户非常重要的核心价值来发展品牌的。而客户也会认为你的品牌值得信赖，抑或是拥有引人深思、能给人提供帮助的、有趣的或者有价值的内涵。分享商，即指分享的可能性大于等于对信息内容的评价或对信息来源的信任。


  换言之，如果你希望人们能够分享你的东西，你需要让他们相信你或者对你创造的东西给予认同感，如此而已。


  要让客户信赖你的品牌，你需要：


  · 努力使每一种交互体验更人性化（拥抱那些不完美的小瑕疵吧）


  · 了解客户感兴趣的东西（同理心）


  · 了解你的品牌代表着什么（简化）


  · 努力创造可供分享的内容（交流）


  换句话来说，人性化就代表着可分享性。


  品牌必须贯彻分享这条发展原则，不单单是社交层面，它们需要理解分享的重要性——不仅是传递给外界的信息，更是整个公司上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公司如何对分享给客户和潜在客户的内容精挑细选，这一分享又是如何使你公司与同行、员工，甚至是竞争对手互相影响的？对这一切的了解关乎公司的成败。


  为了在这一即将到来的革命性变化中存活下来，我们要融入社交和数字化的浪潮，一起去改变全人类的社交体验。是时候定义我们的分享原则了。


  
    [2] 3D即三维立体。——编者注

  


  
    [3] Fitbit是美国旧金山一家新公司，以生产记录器产品名扬世界。——编者注

  


  
    [4] Instacart是美国一家给居民运送日常食品杂货的平台，它提供的服务是这样的：买家在软件上下单，买家附近的采购者接单，帮助买家去商店购买商品并送至买家处，采购者获得报酬。——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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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风口：分享经济


  我们在上一章中讨论的巨大变革——那股潮流，也将创造一种新的商业模式，这种商业模式被称为“人类经济”（the human economy），而它也将带来革命性的改变。过去的50~70年间，科技发展卓越，丰碑无数，其中就包括交通的进步以及互联网的诞生。我相信，即将诞生的新型商业将一如既往地改变人类经济，这也将是历史上第一次将人性揉进数字和物理世界，代表性产物则是物联网。


  物联网是正在发展的科技化变革，在其中，电子设备被连接到互联网以创造更多价值。根据高德纳公司的分析，到2020年，物联网上将会有260亿台设备。IBM和思科等科技巨头已经在这个领域开展了多年的研究和工作。事实上，思科甚至已经发展到了可称之为“万联网”的阶段。我曾和思科的首席市场官布莱尔·克丽斯蒂（Blair Christie）就此事进行过讨论，谈话内容被刊登在我们公司PureMatter的《本质》（Substance）杂志上。她在讨论事物价值时谈到了这个概念，并提及了它将会如何改变商业和人们生活的整体面貌：


  
    万联网基本上就是下一波浪潮。它把人、思想、数据和物资以从未有过的方式连接起来。举个例子，我们可能自认为现在已经相互连接，但事实上，世界上只有不到1%的物资真正连接到了互联网，也就是说，只有不到20亿人能连接到互联网，到2020年，这个数字将近50亿。现今有200亿~250亿份物资被接入互联网，到2020年，这个数目将上升到约500亿！这真的是个很大的数字！目前，我们已经在做很多机器与机器，物资与物资之间的交互，在未来，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类似于人对机、机对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这些交互会开发出更多从未被发现的价值。

  


  布莱尔·克丽斯蒂相信，只有超越物联网，拥抱万联网，才能让人们获得物资的真正价值，我非常赞同她的观点。当家里的一切和工作里的一切都紧密连接，我们的生活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现如今，分享社区使个人从他人（不仅是品牌公司）处获得物品和服务都变得轻松便捷，而这也伴生了新的破坏性商业模式。无论是分享还是购买二手或定制产品的网站（易贝，Craigslist，Pleygo，Etsy），还是自由职业交易平台（Elance，ODesk），还是评论类网站（Angie’s List），抑或是汽车共享公司（Car2Go，Uber或者Zipcar），人们都在向更加合作化的商业前进，这也迫使产业改变他们和顾客之间的关系模式。


  在2014年11月，我参加了由达索系统公司[5]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3D体验论坛。虚拟现实如魔法一般能给人们带来更多的体验，而我被此深深吸引。坦白说，一开始我以为我在参加一个和科技有关的会议，但我错了，而且错得离谱。


  大会中有好几个主题演讲都让人印象深刻，其中一个来自本田公司。该公司的代表解释了虚拟测试如何加深我们对每一个可能的车祸场景的理解。这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视角，让我们能使用正确的部件设计并制造安全的车辆。这个论坛还展示了一个虚拟重构的跳动着的心脏（真实到分辨不出真假）。在3D眼镜的帮助下，这个模型能够实现旋转、解剖心脏等能让医生在术前练习手术操作的种种新方法。消费者希望公司生产标新立异的产品，而这项技术正是这种需求的直接产物。“消费者的忠诚度及对忠诚的定义在一夜之间改变了，”达索系统公司的副主席肯·克莱顿（Ken Clayton）这样说道，“消费者的口味不知为何已经向另一个方向发展。现在我们要通过我们的产品来传递体验。顾客们期待我们给他们一种个性化的体验，而他们也值得享受这样的产品。”


  在一个展示环节中，在运算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的讨论真正让我大开眼界。想象一群人正在使用视频会议来虚拟地搭建一个3D产品模型，将他们每个人制作的部分拼凑在一起相互磨合。我亲眼见证了无数复杂数学运算实时地以一种真正合作化的方式进行，这让我大为惊叹。


  合作会成为未来体验的重头戏。“一项完整的软件体验必须有人力资源、销售、营销以及3D应用的通力合作才能获得成功，”达索系统公司执行副主席莫妮卡·门吉尼（Monica Menghini）表示，“每个接触点都包含一个可以左右结果或顾客体验的复杂流程。”达索系统公司清楚地告诉我，利用他们的虚拟技术，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合作化的社交过程来实现这一点。


  像Crowd Companies[6]的创立者杰里迈亚·欧阳（Jeremiah Owyang）之类的商业巨头都是合作化经济运动的领头人，而合作化经济运动正是现实世界和数字化世界相互融合的产物。事实上，由Crowd Companies和Vision Critical[7]合写的一篇名为“分享是消费新形势”（Sharing is the New Buying）的报告，调查了美国、加拿大及英国的9万多名消费者，以试图了解他们是如何参与到现在合作式的商业环境中的。调查结果以惊人的方式提醒了我们分享这一行为在当下的作用，更告诉我们在未来它将会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


  欧阳在他的“蜂巢图”中将他对合作式商业运动的预想体现了出来。“蜂巢图”用视觉图像清晰地展示了“家庭、课程以及创业公司的案例信息”。第一个版本包括了6个行业，7个月后（发布于2014年12月7日）的再版则包含了12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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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式商业中我最喜欢的例子，是具有划时代影响力的租车服务公司——Uber。Uber让每一个人都能简单地利用网络，实时预定Uber司机提供的租车服务。这是传统的出租车从未做到过的事情（他们正在拼命夺回主权，但这也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的争议，甚至是暴力事件）。大量的乘客让一切成为可能。因为你每一次下车后，都需要以一星至五星5个等级来评价你的司机，而他们也会评价你。好的司机会努力获得优异的评价，因此这种模式才会不断进步。


  我对此有着亲身经验——我经常使用Uber的服务往返于机场与酒店或家之间。在最近一次去洛杉矶的路途中，我的Uber司机在他的iPad（苹果平板电脑）上加载了Spotify[8]，我们得以在前往酒店的路上一路享受音乐，我给了他五星好评。还有一次在达拉斯，一位司机不小心将我带到了错误的航站楼，而且他已经关闭了应用，并扣了款。但他并未让我自己步行到正确的航站楼，而是免费将我载到了那里，所以我依然给了他五星！


  Uber不但廉价方便，它的服务本身也是让它受欢迎的另一原因。当一位司机来接你时，他已经知道你的姓名，而且和专职司机一样，和你热情地打招呼并帮你把行李放至后备厢，还有体贴周到的瓶装水——数字化程序早已告诉司机们为你提供私人化服务所需的一切信息。但在另一方面，Uber更廉价的UberX[9]服务，则有些瑕瑜互见。UberX让乘客们乘坐司机的私人车辆，所以你不太清楚接你的车究竟如何。有一次，一位UberX司机不仅开了一辆破烂的车来接我们，还把我们的行李丢在他满是垃圾的后备厢里。因此，他没有得到五星评价。


  你可能觉得本质上是自由职业人的Uber司机的素质是个问题，但这些司机们在很多场合都不辞辛劳地帮助我，并且亲切礼貌。在写下本书的同时，Uber正陷于水深火热的官司之中，一桩是司机被指控对乘客使用暴力，另一桩则是Uber的首席执行官被指责在商业上有歧视女性的行为。我衷心希望两者都是谣言，因为这两起案件都会使消费者对再次使用他们的服务做出慎重考量。但在我听到新的消息之前，我仍然会使用Uber（除非他们正在动态提价[10]），因为我对于Uber的评价始终如一——比出租车要靠谱得多。


  谷歌速递是另一个好例子。它是个在下单后几个小时内就能为你双手递上货物的网上服务。运货员驾驶一辆贴着谷歌速递标识的车，穿着一件谷歌速递的T恤衫，将来自周边的合作伙伴（例如塔吉特、沃尔格林、好市多、全食、欧迪办公、史泰博、REI[11]）的货物运送上门。它提供了一个双赢的局面：我既能购买我家附近的东西以支持我家周边社区的经济，又可以足不出户。记得费斯·帕帕考恩所说的“蚕茧生活”吗？这正是我所享受的生活。现在谷歌速递只在特定城市开放免费试用，但我希望它会扩展到更多地区。


  我家和谷歌速递产生的第一次接触，是在某个周六早晨烤面包机坏了之后发生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会在周日吃吐司，所以我们通过谷歌速递买了一个烤面包机（恰好来自塔吉特）和其他一些我们需要的东西——啊哈！在6个小时内，我们的谷歌速递员托尼，带着所有装箱并封好的货物叩响了我的家门。这次是一次方便又愉快的经历。


  包装箱上的广告词已经概括了一切：“让生活多一分便利”。堪称完美。第二次我们使用这个服务的时候，我们的狗杰茜对着打开我们家大门的快递员大叫了起来。我的女儿抱着杰茜安抚道：“不要担心，杰茜！只是谷歌在家门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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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谷歌在家门口？也许谷歌曾以一个在线搜索公司的定位为大家所知，但今天，谷歌成了一个“支付结果”的公司，已经准备好用虚拟或真实的形式来满足顾客所需。回顾一下谷歌的发家史和他们在科技、分享行为和文化观念的影响下迅速改变方针的过程，这一切堪称惊艳。


  另外一个可以将它的成功归功于合作式经济的公司就是Airbnb（空中食宿网）。Airbnb是一个正在改变酒店服务业的共享空间经纪公司。它给社交电子商务的引擎加上了众包[12]的能量，连接起了需要住宿的人和愿意在自己不使用时提供自己的住宅或者公寓的人。一般来说，Airbnb给旅客提供了比酒店更便宜的价格和更好的顾客体验。同时这个平台也给房主提供了通过出租房产（在特定的短暂时间里）来赚钱的机会和现成的顾客。


  这个新的分享模型把决定权放进了房主和正在旅行的顾客的手中，而它也正在改变很多人预订过夜住宿的方式。举个例子，闻名遐迩的电影、音乐和电子大会“西南偏南”每年3月在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市举行。它的爆发式出名也是由于Airbnb——在Airbnb出现之前，“西南偏南”参与者的人数受限于酒店房间的数量。现在，更多的参与者在活动的几星期前就到达奥斯汀市，给了奥斯汀市的房主（以及租房客）高价出租房间的机会。我自己就是很好的证明。我的妻子和我在“西南偏南”时就成了Airbnb的顾客：要不是我们发现了距离市中心只有步行距离的一个非常棒的工作室公寓，我们差点就被困在荒无人烟处的一家两星级酒店了。租房的体验很好，我们结识了公寓的主人，而我们所付的两星期房费也帮助她垫付了研究生院的学费。Airbnb万岁！


  有些人甚至把Airbnb做成了生意。一位名为萨拉·凯斯勒（Sarah Kessler）的作者曾在《快公司》（Fast Company）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做6位数Airbnb生意的秘密”的文章。她在其中描述了一位旧金山的期权交易员的生活：他下午很早就结束了交易，然后在剩下的时间里管理租给Airbnb客户的6幢公寓。在去掉其他花费后，每间公寓每个月能给他带来将近2 000美元的利润。Airbnb对他们提供的服务收取数量不多的一笔费用，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是赢利的。在本书写作之时，Airbnb已经把自己的身价提升到了100亿美元，比历史悠久的全球连锁酒店（比如温德姆、凯悦或者洲际酒店）还要高——而它们甚至不曾拥有任何一幢房产。


  Airbnb、Uber的下一步棋？


  因此，随着人类经济的成熟，Airbnb如何能进一步提升它所带来的体验呢？毕竟，如希尔顿或凯悦等历史悠久的酒店以其品牌效应已经获得了更多来自客户的信任。除非你尝试过Airbnb，否则你就没有可靠的用户体验——而信任是随着时间慢慢累积的。


  如何解决这个困局呢？是新的合作。假设希尔顿开启了一个房产认证活动，并和房主们一起创造了“希尔顿认证”的Airbnb租房项目。出租的房子在经过希尔顿全面审核之后就可以通过认证，并且可以使用希尔顿的床上用品和洗漱用品——甚至是女仆服务。如果你在一个Airbnb的房间里看到了希尔顿的标识，你一定会更信任它吧？当然如此！把大品牌的信誉和一个能带来完美体验的惊喜组合起来，你就能推陈出新：一个由人类经济推动的双赢局面。


  那么，Uber又该如何进步呢？想象一下你的社交生活和个人信息的一体化怎样能使现实世界的体验更加独特又可供分享吧。举个例子，如果Uber通过他们的应用程序将关于你的数据（起始地、目的地、车内体验、饮用水品牌的偏好等）收集起来，并和第三方信息（例如你的航空里程项目或者消费偏好）结合在一起的话又会如何呢？如果这些信息在他们送你到酒店入口时就传送到了酒店的登记系统里又会怎么样呢？当你步入酒店时，这些信息就会在酒店的屏幕上显示出来，而前台接待员能叫出你的名字，还能在几秒钟内在网上增加你的里程点并安排将你最喜爱的饮用水送到你的房间——而这些都不需要你在现实世界里做任何事。一切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而社区则处于这种即将到来的改变的核心。当人类经济发展之时，我们会看到更多的这类创新。


  这些都是全新的领域，而在我们学会如何将数字化科技融入现实世界的时候，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急速变革也正在前方等待着我们。当人类经济慢慢开展时，我们需要谨慎行事，并理解我们所走的每一步。人类经济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整个社会对这些新科技的适应过程是分阶段的，我们也是这样慢慢熟悉新事物的。你不可能改变一个人的背景或者成长的方式，也不能轻易地改变他们的思考方式——有些人可能早就准备好接受新事物，而有些人可能会很抵触。举例来说，2012年皮尤调查中心对高龄人士科技使用率的调查表明，第一次有超过一半的老年人（65岁及以上人士中的59%）表示他们是互联网使用者，而有47%的老年人说家里安装了高速宽带。很大一部分老年人也开始使用手机，但是这种高使用率大部分局限于相对年轻的、收入更高或受教育水平更高的老年人，而这其中只有18%的人拥有智能手机，大约25%的人使用如Facebook（脸谱网）之类的社交网络。


  与此相比，皮尤调查中心对千禧一代（18~33岁）的研究则发现，这些年轻人不仅是数字化时代的原住民，而且还是这些技术（特别是社交网络）的最活跃的使用者。他们中的绝大部分（81%）都在使用Facebook，他们的好友数量也比老年组的好友数量多。


  那我们何时才能到达人类经济的黄金期？这也许需要整整一代人的付出。而分界线就是当千禧一代成长到三四十岁并成为劳动力主力之时。人类经济的发展会因“生意照旧”的想法而停滞，直到消费者（一致地）迫使品牌开垦它们现有领域之外的土地。


  融合：可分享体验的关键词


  在人类经济中，分享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社交媒体。例如，我在刚刚使用Uber或Airbnb或谷歌速递后获得了良好体验，它们应该有办法让我在当下不用登录电脑或打开一个应用程序就能立刻分享我的经历。抓住人们感觉良好的一瞬间是非常关键的，这一点企业非常了解，对人们来说，经历的分享举足轻重，但他们还没有把社交分享行为加入即时体验之中——他们是时候察觉了。


  我是个非常喜爱社交的人，所以我将使用谷歌速递的经历拍成了照片，并发到Twitter（推特网）和Facebook上。但如果我能在感到非常愉悦时在相关应用、某辆车里或者家中直接分享这种经历呢？在任何平台都能无比方便地实时分享是随着人类经济一起到来的另一重要创举。社交平台上的体验变得和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密不可分，而各大品牌也需要学会与此结合。


  这就是我所看到的可分享体验的未来方向：你会看到上述内容渐渐融入我们的生活中，因为各品牌会和人们一起为使用者提供个性化订制的愉悦经历，它们也会提出全新的方案让我们在社交平台上实时分享这些体验。


  
    [5] 达索系统是来自法国的3D软件体验公司。——译者注

  


  
    [6] Crowd Companies是美国合作式经济的倡导者。——译者注

  


  
    [7] Vision Critical是加拿大客户关系公司，提供云端客户信息平台。——译者注

  


  
    [8] Spotify是全球最大的正版流媒体音乐服务平台。——译者注

  


  
    [9] UberX是Uber提供的最廉价的乘车模式。——译者注

  


  
    [10] 当某个地区使用Uber的人数大于当地的Uber专车量，Uber会根据供需比提高乘车资费。——译者注

  


  
    [11] REI是全美最大户外连锁店。——译者注

  


  
    [12] 众包是一种通过互联网将工作分发给用户群解决的商业模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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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的商业生态——场景


  什么是场景？


  在新的人类经济下，理解场景对商业的成功至关重要。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前，公司更多地依靠焦点小组[13]来获得有关产品互动环节的场景信息。这些信息帮助它们设计适应目标市场的产品。在20世纪90年代末，一个叫作“场景图”的系统被用来收集这类信息。然而，对设计师而言，召集焦点小组、收集信息、构建场景图对创新都是费时费力的弯路——传统的焦点小组已经不再适用了。


  在今天这联结得异常紧密的世界里，焦点小组在网上遍地开花，而各品牌正在激烈的竞争中快速获取有效信息——不只是从一个焦点小组，更是从全球数百万人身上收集信息。要想快速创新，就必须与时间竞赛，并尽可能多地了解你的目标顾客。新科技让我们有办法了解到已经在网上开展的对话，而在社交平台上与个体的深入对话则能将设计过程众包出去。


  许多焦点小组已经在网上各处出现。Facebook、Twitter、领英和博客都是典型的例子，而更多例子每天都在不断产生，每一个都有不同的语言和行为模式。本书英文原书的封面用的甚至也是通过众包选出的最受欢迎的图案。我在Facebook上贴出了三张备选图片，而哪张最优的问题得到了200多个意见回复。作为一个个人“品牌”，我更关心潜在读者的想法，而不是一群被关在玻璃墙后的、随机挑选出的人的评价。


  理解场景代表着理解所有可能影响体验的因素，这其中也包括人们如何（以及和谁）讨论这个体验。他们对话的场所在哪里？交谈的规则又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会使用某个特定的平台或者技术？由于如今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开展对话，你需要去理解的信息比以往更多，不仅是消费者对你的产品或者服务的体验场景，更是他们分享这种体验的各种方式以及助力这种分享行为的方法。


  在分享时，要时刻注意到场景。在我之前的一本书《人与人》（Human to Human：#H2H）里，我列出了在使用社交平台做任何尝试之前试图做到的4点，我认为有必要重复一遍。


  社交场景的四大法则


  法则一 考虑周全（或者，就像我们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及执行创意总监考特尼·史密斯经常说的那样，“考虑万分周全”）：要做到这点，不论你发送的是一篇博文还是一条tweet（推文），你都需要预见到你分享的内容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结果又是否符合你的目标。你分享的一切都必须和你的品牌（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公司的）相符才能实现你的目标，也就是说，这些分享都需要一个目的，否则你就是在自掘坟墓。几乎每个星期我都会听到有人因为在公司账户或私人账户推送一些不恰当的东西而被炒鱿鱼，而这些原本都能在考虑（万分）周全之后避免发生。


  法则二 目标明确：换句话说，当你为一件事情制定策略时，需要同时知道开端和结果。这就是一个复杂与精妙之间的差别。因为开端和结果都已经就绪，所以精妙的系统可以完成任务，而设计的技巧就是要寻找这两点间的最佳路径。复杂的系统只拥有开端和结果中的一个。你不会希望带领你的用户毫无头绪地乱闯——他们不太可能对你保持耐心。你分享的信息必须始终传达你清晰的方向感，同时也不要脱离核心目标。如果你走上了岔道，就重新定义你的终点。


  法则三 放慢脚步：有多少次你发了一条tweet，推送了一条消息，写了一篇博文又更新了一些信息，却只是为了把消息发送出去好让你的任务列表里少一项？我们生活在一个快节奏的世界里，但如果你动作过快，就会忘记要花时间来打造一种潜在的、创意十足的体验。考特尼常常说当她不在电脑面前时，时间就会放慢，就好像时空扭曲了一样。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但她每次总能给出最非凡的创意，还知道如何掌控时间，避免草草了事。只要你花一点时间回头审视你的产品，你就会开始理解用户——这样你就能传递出让人产生共鸣的信息。


  法则四 不要闭门造车：不要以为每个人都知道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是时候摆脱这个旧习惯了。要从旁观者的角度审视你分享的东西。在推送一些东西之前，问一下你的员工、朋友或同事，看看他们是否能理解。你需要客观的建议。你的确要成为你自己——真诚地表达你的想法和见解，但你需要用一种人们能够理解的方式表现出来。有时候这代表着要把你的场景和你的信息一起传达出去。


  场景的迁移


  在科技继续进步的今天，尤其是在数字化的空间里，我们会发现自己从数字化世界迁移到了现实世界；而在迁移的同时，我们也把交流、合作和分享从一种场景迁移到了另一种场景。


  让我们走近这种迁移中的实体环节，感受一下麻省理工学院的最新科技，即一种能让你的动作穿透屏幕，影响屏幕另一边的显示器。假设你正在和你的朋友使用Skype[14]对话，而摄像头捕捉到了你手部的动作。通过这个动作，你可以将电脑前面的物体移动到另一边。尽管这种技术现在还没有直接的应用程序，但这种捕捉精细传感体验的潜力是无穷的。从医疗操作到自家厨房里的厨艺课乃至面对面的教学都有它的用武之地。


  迁移也可以运用在我们用以收集信息的场景时刻上。也许你会不敢相信苹果公司的Siri[15]只是一个容量有限的数据库，但事实确实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你对它的询问并不总是能得到你需要的信息。然而，在苹果的最新专利应用中，Siri超越了自己，它开始从数字和社交平台上的人类互动来获得日积月累的数据，并专门通过众包获得你想要的信息。


  经验一旦被分享并互相联系起来，将促进更多类似的创新，而这些创新会帮助我们在沟通和分享的场景之下思考问题。我们还停留在这一切的起点，而接下来的5~10年，生活的变化将超出我们的想象。然而，有一件最基本的事永远不会改变：人类作为个体，有和别人交流的基本需求。最近，我第一次见到了费斯本人，亲耳听到了她对我们2050年的生活的预测。听了她的想法我感到非常兴奋（毕竟，她的第一本书《帕帕考恩报告》极大地影响了我的职业生涯），但让我感到激动的并不只是她所说的话。


  照费斯的说法，未来会变得，好吧……严峻。她的预言非常具有反乌托邦色彩，举例而言，一个由机器人组成的“第四阶级”会取代工人，而人类会居住在彼此隔绝的狭小空间里，只通过科技产品交流。在她的设想中，我们所需的任何东西，包括食物，都会被送到我们的私人空间里。我们没有离开家和彼此沟通的必要，没有什么需求是无法被满足的。作为一个支持人与人现实接触的信徒，这让我很难理解。我们难道没有选择么？作为人类，我们会选择让我们的世界盲目地演变成一个物质和效率高于情感的社会吗？我希望不会。科技也许会推出新的沟通和交谈方式，但我们需要时刻记住只有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才是商业的助推器。很快，科技会让我们能在人和品牌市场之间传递个性化的体验，科技也可以提供实时的人与人沟通的机会，而这也是它的发展趋势。


  个性化设计带来的超级体验


  许多公司长久以来已经开始采用个性化的营销手段，从在直邮广告里称呼顾客的名字，到给特定受众发送量身定制的数字化广告内容，都使个性化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但是，随着科技的推动，受众们也对他们选择接受的信息更加挑剔。所以，如何用一种普适的方法来达到个性化的目的成了最重要的问题——这就意味着，要收集并利用能使消费者的品牌体验个性化的数据。


  罗布·加托是数据情报公司Neustar[16]的首席销售副总裁。他把个性化定义为“让一个人在沟通时获得一种早已为他们预测好的定制版体验”。这样的个性化体验存在于网站、搜索引擎、新闻以及社交平台之类的数字化渠道上，也存在于电话服务中心之类的线下环境中。在所有的渠道中，只要有了准确的用户数据，这些公司就能根据对用户行为习惯的了解，为客户定制个性化体验。


  罗布拿主题公园当作例子，来说明个性化是如何通过电话服务中心增强人们的体验的。


  
    假设我是某主题公园电话中心的一名员工，一位丈夫（或者一位妻子）在网上预定好了春假到我的主题公园游玩，并打电话来咨询。当我接起电话时，我就连接起了丈夫、妻子和他们已经预订好的家庭行程。我进入客户关系管理数据库，调出数据，这样我就可以如此回答：“你好，加托先生。很高兴您能来电！我发现您将在三个星期后来到主题公园，我可以帮您做些什么？”在对话的过程中，我也许可以有机会说：“资料显示，和米奇、米妮共进主题晚餐的名额已经没有剩余，但我建议您预订一份与其他主题人物共进早餐或晚餐的体验。”

  


  罗布对个性化的将来感到特别兴奋，因为现在有更多的方式让品牌独家提取他们的信息，并通过不同渠道向个人客户做广告推介。


  
    将这些渠道都结合在一起效果非常棒，这样可以呈现给客户一个完整的视角，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些渠道上调整你传递的信息。无论是网页还是电话服务中心，或者是平面广告以及搜索时出现的推广以及社交平台，了解这些渠道如何在顾客的生活中互相影响之后，我就会知道该如何安排传递信息的顺序：信息必须要经过统筹，并且在正确的渠道出现。一个公司的优势在于避免浪费——不要在不同的渠道用不同的信息做广告，而是要统筹协调，甚至因此放弃在某些渠道做广告。


    我同样认为，机会还源于了解相对于我的女儿或者儿子或者妻子，我（作为一个潜在的顾客）会对数字化世界有着怎样不同的反应。比如，你也许无法在我的手机或者iPad上呈现你的广告，但你可能会在我的手提电脑上呈现。你可能永远无法通过我妻子的手提电脑向她推送广告，但她的iPad却有可能对此并不设限。所以将你想要传达的信息个性化可以带来许多不错的机会，准确地了解人们更希望从哪个渠道获取这个消息，哪个渠道又可能达到最高的反馈率。

  


  我与罗布还谈到了这种方式的个人化会怎样影响一个品牌的分享商。当数据被正确地使用，且用户的体验因此增强，他们对品牌的信任就会提升，而这个原理能作用到分享商上。“你需要从你现有的顾客身上获取信息。因此，当你在寻找新顾客时，你就会根据这些信息，对要传递给新客户的体验有更清晰的概念”，罗布说道，“在任何互动性的环节，顾客分享的信息越多，我们就会在别的连接点——银行柜台、支付柜台或是800客服电话，使他们的体验更加个人化。其中一个需要考虑的有趣问题是如何统一这些渠道，从而使你们和客户的接触在每个渠道都保持一致。”


  罗布无疑是正确的。我们对作为个体的顾客了解得更多，就能更好地传递客户希望从我们的品牌中得到的个性化关注。科技给了我们可以搜集更多数据和跨渠道沟通的工具，但是否使用那些能提供价值、建立信任和进行交易的人性化工具，则是我们自己需要做出的选择。


  
    [13] 焦点小组是由一个经过训练的主持人以一种无结构的自然形式与一个小组的被调查者交谈，主持人负责组织讨论，以此来获取对一些问题的深入了解。——编者注

  


  
    [14] Skype是一款即时通信软件，具备视频聊天、多人语音会议、传送文件等功能。——编者注

  


  
    [15] Siri是苹果公司在其电子产品上应用的一项语音控制功能。——编者注

  


  
    [16] Neustar，中立星公司，美国一家重要的信息科技公司，服务范围广泛，从处理诉讼数据到安全咨询，具有一定影响力。——编者注

  


  4

  商业新趋势——人性化


  人与人


  当我的第一本书《人与人：#H2H》出版时，我收到了上千条评论和转发，这说明人们对于更加人性化的商业行为期待已久，无论是在市场营销、人力资源、客户服务还是销售方面。过去的一整年里，“H2H”这个概念不断得到各企业的响应，并逐渐成为一个核心的商业宗旨。实际上，在2015年1月，一家名叫“作者”（The Writer）的语言咨询公司对他们的读者进行了一次科学调查，结果发现，读者们把H2H排在商业热词榜的首位，H2H很有可能会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成为主流！


  
    [image: ]

  


  每个企业和个人都应该“以人为本”，以H2H为行动宗旨。毕竟，想要谋求发展就必须与“人”合作。不论是开发产品、策划商务方案，或者进行一般意义上的沟通，H2H都是这一切的基础，这一理念同样也是公司内部与外界商机之间的沟通桥梁。


  Neustar数字化部门的副主席托德·维尔姆斯（Todd Wilms），在他的博客文章《人性化执行的惊人发展》（The Surprising Rise of The Human Excutive）中提到我们的公司领导人正在被迫变得更人性化。


  
    在过去10年中，我们发现执行官们更多地展露出了他们人性化的一面。这不是因为这些领导突然加入了某个互助小组，或者接受了心理咨询，抑或是像HBO[17]的喜剧《硅谷》（Silicon Valley）试图让人们相信的解释一样——来了一次嗑了药般的幻想探索，他们变得更加人性化只是为了顺应市场和消费者的要求。

  


  我同意托德的观点，但在人性化的道路上很多人依然需要克服重重困难。我和“社交大爆炸会议”（Boom Social）的金·加斯特（Kim Garst）讨论了这个问题，她也同意：对于很多公司而言，在线上交际中保持人性化的态度可谓一项挑战。


  
    在我看来，这确实是人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对所有与我们有过合作的公司来说，把人性化的一面融入他们的品牌营销中都是一项无比艰巨的任务。他们必须对此得心应手，让人性化成为一种生活的常态，这就需要不断学习人性化的理念。


    举例来说，人们向我提出的最大问题就是：“我在社交平台上该说些什么？”而我的回答总是：“这样想，如果你站在一个人面前你会说些什么？”而他们始终认定“在我面前的是个键盘”，并且总会字斟句酌，确保发表的言论万分完美才会点击发送。人们对此总有着一长串的顾虑：我该说些什么？怎么确保我说的都是对的？别人会喜欢我说的话吗？

  


  金之后又谈到，当一个人不再以冷冰冰的标签或者公司形象示人，而是显露出更加“真实”的一面时，人们才会愿意与他们进行沟通。无论公司规模是大是小，这一理论都同样适用——只要与用户坦诚相待，就能建立起良好的沟通模式。只消让用户揭开帘幕，窥探一眼背后真实的你，他们瞬间就会万分热情地成为你公司的追随者。我自己公司的例子就可以作为佐证，当我揭掉PureMatter公司形象的面具，在社交网络中做回真正的自己，与别人构建的联系和得到的机遇激增。


  无论是对于公司内部还是外部，人性化是公司成功与否的一个大分水岭，不信的话就去看看《财富》杂志的“最适宜工作的公司”排行榜。猜猜看这份榜单的评选标准是什么？“以人为本”是投票最多的答案，其次是拥有合作化的环境。当一个公司能够珍视每个员工所做出的努力，并建立开放式的沟通模式来营造一个相互合作的工作环境，大事可成。一直以来，《财富》杂志的案例研究都反复佐证了人性化的工作环境和辉煌的商业成就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只要挖掘一下股价的飙升、收入、利润率的增长，以及其他各项重要经济指标背后的故事，就能发现这一联系。


  谷歌和赛仕之类耳熟能详的公司长期雄居《财富》杂志榜单的榜首，现在让我们把视线转移到Zappos[18]上，看看它是如何运用分享的力量的。加拿大生物人才公司[19]发布的一篇文章中说道：“为了在Zappos开始新工作，蔡斯·亚当斯（Chase Adonms）和他的妻子带着一卡车的行李去了拉斯维加斯。还没来得及打开行李，他的新同事——Zappos的团队成员们就过来帮忙了。短短几个小时之内，他就非常自在适应，把新的工作环境当作自己家了，并对Zappos产生了很深的感情。用亚当斯的话来说，这简直是新工作给他的‘最疯狂而美好的欢迎会’。”


  “友善”似乎已是一种略显老旧的美德，但当我们把这一美德运用在商业领域，就能达到双赢的局面——员工、客户、供应商以及合作伙伴都能从中受益。当你和每个人的互动都更加人性化时，就能更容易建立深厚的人际关系，也会因此有更多取得成功的机会。对我们想要收编麾下的人才和渴求与之合作的公司来说，创造价值、分享故事和信息、成为资源库、帮助人们解决问题都能够体现人性化的行为，都能让一个公司品牌更具有吸引力。


  在人类经济中成为领头羊


  一般看来，人类经济似乎更有可能在个人层面上获得成功。毕竟，表现“友善”，并且通过合作和沟通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尊重，都似乎暗示着“等价交换”的道理。那么，公司上层该如何在不打破公司结构，不越线也不过度分享的前提下，将人性化的方式融入它们的领导体系呢？


  根据定义，H2H就是指在沟通中体现出人性原本的单纯性、同理心和不完美。在多重层面上，这与“情商”的概念大同小异。而后者是一个新兴的、对成功起到重要影响的神秘因素，它让一个人变得可敬可爱、更容易被信任，也更加易于亲近——这些品质都是一个优秀商业人士的闪光点。丹尼尔·戈尔曼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情商由5部分组成，最顶尖的领导者能够凭借优秀的情商最优化自身及其追随者的表现。这5个部分分别是：


  · 自我意识： 能够认识和理解自己的心情、情绪和需求，以及它们对其他人的影响。


  · 自我控制： 能够控制和转移具有破坏性影响的冲动和不良情绪，习惯于三思而后行，不莽撞。


  · 自我激励： 将名利置之度外，对工作抱有热忱，能够持之以恒地努力完成既定目标。


  · 同理心： 能够理解他人情感，做到察言观色，为人处世能够照顾到他人的情绪。


  · 社交技巧： 能够得心应手地处理人际关系和结交新朋友，善于挖掘共同话题并与他人建立友好关系。


  正如下表所显示的一样，其中每一个部分，都有“标志”，代表着情商的不同层面。


  
    表2–1 情商的五大组成部分
[image: ]

  


  我认为随着机器人科技的发展，社会在不断地进步，与此同时，情商也会变得越发重要。因为无论科技演变得如何精妙，它都无法模拟出人类大脑，更无法体现出上述品质。那么，这些品质是先天决定的呢，还是能够进行后天培养？


  戈尔曼的文章里还写道：


  
    多年来，人们都在争辩领导者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出来的。同样的，人们也在争论情商的先天性。举个例子，人们是天生就拥有不同的同理心，还是不同的人生经验造成了这种能力上的差别？答案是一半一半。科学研究充分表明确实存在控制情商的基因，而心理学和发展学的研究也表明了后天学习在情商培养方面的重要性。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这两者对情商到底各有多少影响力，但各种研究结果和实际经验已然告诉我们，情商是可以通过学习来提高的。

  


  另外，随着年龄的增长，情商也会变高。（对不住了，千禧世代的年轻人们，我们X世代[20]的人就是比你们更讨巧！）


  在《哈佛商业评论》另一篇关于人类经济的文章中，作者多弗·塞德曼（Dov Seidman）如此说道：


  
    在人类经济中，最有价值的员工就是那些懂得用心做事的员工。在越来越智能的机器面前，那些曾让他们在知识经济时代出类拔萃的专业能力和分析技巧将不再是优势。但有些品质是不可能被写进程序里的，例如创造力、热情、个性以及合作精神——换句话来说，就是人性，而这些员工恰恰具备这些优点，因此我们仍然需要他们。善加利用员工的这些能力的公司就能够力压竞争者。最终能够获得成功的公司，往往是那些注重人性化、充分利用人类独特性的公司。

  


  在我博客中的一篇客座博文中，市场营销领导者、《精准营销：在关系中将利润最大化》（Precision Marketing：Maximizing Revenue through Relevance）的作者桑德拉·佐拉（Sandra Zorrati）这样解释道：


  
    如今，顾客希望从提供服务的公司这里得到更多深层次的东西，希望看到公司像个体一样展露出独特的情绪和性格。因此，近来每一个品牌都似乎试图变得更“人性化”，但只有一小部分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公司都号称“顾客至上”，在公司的网页上把“我们”等字眼替换成“你们”，站在客户的角度上思考，还发一些温暖人心的照片和视频——但这些并不够。想要我们的品牌完成真正的转型，就必须先从公司内部抓起，培养人性化的营销领导人和团队。

  


  桑德拉也针对如何让领导人变得更人性化提出了三点建议：


  1.利用情感因素来领导团队： 我们都是感性的动物，情绪会支配我们的行动。更重要的是，如果某物没有触动我们的心弦，我们就会选择忽视、忽略，若无其事地继续自己的生活。


  2.保持谦逊： 根据Catalyst[21]公司的研究，作为一种重要的领导力因素，谦逊能够创造出良好的工作环境，让每一位员工都有参与感。作为领导，如果你能够主动承认错误、接受批评并从中学习（而不是假装知晓一切），进而激励你的员工去学习和发展，员工们会更想要参与到工作中去，积极创新，也会更愿意完成职责以外的任务。


  3.扶持他人： 以你的员工为中心。在要求他们去理解你之前，先试着去理解他们。把聚光灯打在别人身上并不会减少你的成就，反而会让自己更加耀眼。


  所以，在市场营销中，如何变得更加人性化？有远见的公司会把人性化应用到内容市场和社交平台的分享中去，而且在此过程中，公司在每个接触点上都加入了人与人的互动。现在，让我们来讨论另一方面——我们分享的内容、该分享多少东西。在我们期待市场有所回馈之前，多大限度的付出才是合适的呢？


  把分享作为商业之道


  市场营销者早就知道在向顾客要价之前，他们必须提供给市场一定的价值，问题就在于每个人对要价前该付出多少说法不一。比如说，我坚信互惠互利是不能被强迫的，强行构建联系、拉拢客户的瞬间，就是这段关系走向终结的开端。大部分时候，品牌都应该抱有“给予、又给予、再给予、更多地给予（并不断给予）”的心态。


  盖瑞·凡纳切克（Gary Vaynerchuk）在他的著作《感恩经济》（The Thank You Economy）以及《刺拳、刺拳、刺拳、右勾拳》（Jab，Jab，Jab，Right Hook）里谈到，公司的目标必须从招招制敌以求立竿见影的效果，过渡到迎合顾客的需求，这一转变万分重要。建立和巩固与顾客之间的关系需要耐心，这之间有很大的工作量，而且相当耗费时间。“我们都希望即刻就收到别人的感谢，”盖瑞在《刺拳、刺拳、刺拳、右勾拳》中写道：“如果耐心在其中毫无作用，我们当然不会选择忍耐。”他提到，就像拳击一样，市场营销的成功取决于整体策略。胜利往往都被归功于最后一击使出的右勾拳，但在这之前，拳击台内的闪躲和一系列安排好的刺拳才是成功真正的奠基石。有没有一个特殊的公式能计算出在打出右勾拳之前要打几次刺拳呢？并没有。建立关系也是如此，没有一个特定的付出比例能够保证你有所收获。当人们接受了你足够的付出，做好相应的准备，他们就会有所回应。


  我最反感的事情就是有人在某一天突然无缘无故向我发送tweet，希望我能评论一下他们的网站、支持他们的运动、给他们捐钱——你懂我的意思。我诚然是个喜欢给予的人，但是很抱歉，你是谁？这种感觉就像一个人刚和你握手相识就向你求婚一样。同理，在商业领域，你首先需要建立信任，之后你的客户才会主动希望助你一臂之力，你不能以一个品牌的身份冷冰冰地要求他们参与进来。我的朋友，《你中有我》（Youtility）的作者杰伊·贝尔说，如果你一直给予别人帮助，那么当那些受益者再有所需求时，你就会成为他们的第一选择。谢天谢地！


  对公司文化的转变而言，更重要的是要怀着时刻给予的心态，而不是试图制定一个捕猎策略。泰德·鲁宾（Ted Rubin）在他的书《以关系作为回报》（Return on Relationship）中阐明，市场营销更应该关注建立与顾客之间的关系，而公司则应该在制定营销方案的时候，既考虑到投资回报率，又把关系回报率囊括其中。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总是能收到回报的方案，但如果改变了你的整个观念，去尝试帮助和给予他人，那么在你需要执行策略、呼吁顾客行动的时候，你就会更有可能得到响应。


  有些时候，数字并不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作为市场营销商以及商务人士，我们习惯于用可测量的标准来衡量业绩指标。但随着情商在市场上发挥的效用越来越大，我们也应该寻找别的方法来衡量一次成功的互动、员工保持率、顾客满意度，甚至是我们独特的公司文化对其他公司的影响。我敢打赌，亚马逊想要收购Zappos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Zappos本身闻名遐迩的公司文化和顾客满意度。有时候公司内部的氛围、团队能量，或者任何其他神秘因素都和企业的成功息息相关。


  因此，对我而言，这个付出比例公式就是：只要我乐意，就持续付出。也许我不会立即得到回报，也许什么都不会得到，但无论如何，持续付出会让我感觉很棒。这成为我的首要目标，我也以此鼓励我的员工在公司内部以及与客户的关系中同样保持给予的心态。


  持续付出会让人感到不适么？是的，一开始的确会如此，尤其是你从小的家教都告诉你“不要对别人掏心掏肺”时。但想要在人类经济中创造一份共同分享的经历，旧的观念已经行不通了。越早摒弃旧观念，并把分享作为商业之道，你就会越早看到收获。未来的商业模式就是在人际关系之上建立顾客关系，并和顾客保持互动。


  人们相信你分享的东西么？


  当提到信任时，人们的普遍观念都是第三方权威认证或是大众的评论等分享方式往往比广告更加有分量，而搜索引擎算法的变化也正是顺应了这一心态的结果。现在，当有人搜索你的公司时，搜索引擎除了会自动列出你发布的内容之外，更会将人们的评论和任何谈及公司的言论排在前面。因此，对企业而言，他们必须让品牌成为公司与外界沟通的媒介，并努力将其打造成一个利于向外界推销自己产品和服务的平台。


  迈克尔·布里托（Michael Brito）在其著作《你的品牌：下一个媒体公司》（Your Brand：The Next Media Company）中很好地描述了这一点。书中，迈克尔罗列出品牌和个人创建自媒体平台的办法，认为企业都需要将社交平台上的分享纳入考虑，并改善分享内容的策略。举例来说，戴尔就打造出了自己的媒体平台，从传统媒体的市场中成功分得一杯羹。雅虎则把明星记者凯蒂·库里克（Katie Couric）和戴维·波格（David Pogue）挖了过来，用明星的影响力给自己的新媒体平台披上一层值得信任的外衣。领英则建立了自己的内容分享网络，并向人们发出邀请。数字化空间的重心已经从广而告之的传播方式转变为寻求怎样才能创造出有趣的分享内容。


  然而，当你和别人的言论如出一辙的时候，就算有自己的媒介也无济于事。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你需要成为第一发表人。幸运的是，互联网让你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作为一名基督教布道者和作家，罗伯特·斯考伯（Robert Scoble）在这方面堪称典范。他力争成为讨论和介绍科技话题的第一人，并因此成了备受尊敬的思考界的领军者。换句话说，他身上完美地体现了“给予，又给予，再给予，更多地给予，最终收获”的理念。


  我近期在纳帕参加了罗伯特的50周岁生日派对。聚会长达三天，邀请了200位业界朋友。他们在那里品酒，建立人脉，当然更重要的是，向罗伯特在这些年取得的杰出成就致敬。可见，罗伯特因为他分享的内容而和他的受众建立起了信任。他深刻地了解到，那些壮志凌云且眼界很广的硅谷科技关注者们聚集在此，就是为了探一探他的知识库，因此他也确实通过自己的平台帮助了他想要帮助的人。他是一位杰出之士，值得我永远地尊敬他。在周六晚间的一场重要活动上，他把聚光灯聚焦到了几位第一次演出的没落艺术家以及制酒商萨拉·弗朗西斯身上。萨拉的故事大起大落：在没有任何正式训练的情况下，她迎难而上，在纳帕创建了首屈一指的红酒品牌，但在一次当地地震中损失惨重。正是借助罗伯特的平台和她自身的感人经历，几星期之内，萨拉就获得了能让她重整旗鼓的全部资金。


  
    [image: ]

  


  汉堡店的特殊菜单


  最近我痴迷于In-N-Out的汉堡。In-N-Out是一个地区性的快餐汉堡集团，菜单上总共只有5样选项：汉堡、芝士汉堡、薯条、洋葱圈以及奶昔。然而在特别注重饮食健康的加州，In-N-Out是如何与其他数目众多的快餐汉堡连锁店展开竞争的呢？要知道，汉堡几乎都是一样的构成，究竟是什么让它变得如此有竞争力？他们是不是真的做出了更好的汉堡？


  很多In-N-Out的忠实顾客都知道，他们家的汉堡里有一种类似千岛酱却又与之有所不同的特殊酱料。但真正让他们傲视群雄的“特殊酱料”则要到他们自开张30年来从未改变的商业模式中去寻找。根据他们的营销模式，In-N-Out汉堡有着以下经营目标：


  1.提供最新鲜、质量最佳的食品和服务，并以此赢利。保障一尘不染的工作环境。时刻谨记顾客是公司最重要的资产。


  2.营造一个以团队为导向的工作环境，目标明确，相互合作。给所有盟友提供优质的训练来帮助他们发展。


  3.协助我们分店周围的社区建设更优质、更安全、更好的居住地。


  这就是他们的特殊酱料——简单明确的商业目标。这使得他们一心一意地建立起了一个坚实可靠的品牌，源源不断地吸引回头客。当然了，他们美味的汉堡也功不可没。


  而让顾客感到新鲜有趣的原因，则在于他们的秘密菜单。这个隐藏菜单早就存在了，最近我了解到，它已经被很多人获知并作为一项“公开的秘密”放进了正式菜单中。但即便如此，你还是不会在印好的菜单上看到这些选项。你只能上网搜索，从其他In-N-Out粉丝那里获知完整菜单，再决定自己要吃点什么。这就是分享的喜悦——In-N-Out作为一个品牌，十分了解顾客的心理，用一些特殊的小花样拴住人心，而这些顾客也会因此和其他人进行分享，进而使得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堪称完美！


  幽默的力量


  人性化表明有时候我们需要自嘲。在笑声中我们可以找到大家最大的共通点——我们都因同一件事而纵声欢笑。哪怕我们正坐在一起严肃地思考烦心事，幽默也能让我们暂时忘却那些一筹莫展或者困难重重的事，得以小憩片刻。偶尔开开生活的玩笑，或是打趣自己做过的蠢事能让我们瞬间感到轻松愉快，毕竟笑本身就拥有治愈的力量。


  围绕“幸福快乐”打造品牌体验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从《广告狂人》[22]（Mad Man）时代开始，前人的脚印就踏遍了这条路。然而直到今天，将“幸福快乐”等字眼融入分享理念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它会让我们创造出一些魔法时刻，在顾客的脑海中深深烙下我们的有趣之处，让他们成为回头客。作为品牌，没人会希望自己在大众心中的印象永远是刻板而拘谨的，我们都想走亲民路线，成为人性化的品牌，偶尔放下身段自嘲一下。


  “和创造力一样，幽默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的心理学教授米奇·厄立凡（Mitch Earleywine）博士在《自媒体通讯》（iMedia Connection）的一篇采访里，提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市场营销人员可以通过提升幽默感来改善他们的情绪、记忆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创造力也是如此。进一步来说，幽默是一种能增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核心技巧，因此，对于需要大费口舌说服和鼓动消费者的营销人员来说，幽默是他们的必备素养。”


  幽默也可以帮助我们在网上更加人性化，因为它提供了另一种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和他人沟通的方式。自古，人们就已经懂得用各种沟通方式分享各种笑料了。在特定的场景下，有目的性地说一两句俏皮话，这种幽默感就能加固联系，缓和紧张氛围，甚至帮助你谈妥一项合作。和任何你所分享的其他内容一样，场景和时机对于幽默都很重要。所以多加联系吧，寻找到最适合你和你的公司的场景与时间，但切记，不要完全甩掉幽默感，这可是走人性化路线中至关重要的一点。


  在大部分情况下，我都靠着幽默感在Facebook上拓展人脉。我喜欢逗我在Facebook上的朋友们，让他们开心一点，因此，当我需要做一些较为正式的研究调查时，就会有一众好友积极响应我。最近，我看到了马自达新发布的营销口号，然后，我发了这么一条状态（因为它真的让我笑了出来）。


  
    [image: ]

  


  很显然，我在Facebook上的很多好友都和我有一样的笑点。作为一个个人品牌，把握好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笑点（关注点）一致会促使他人在其他平台分享我的内容。要知道，很多人在不同的平台上相互之间都有交集，这些平台都是共通的。


  我的妻子兼生意伙伴考特尼·史密斯也常通过她的社交渠道逗趣，但她选择的方式和我不太一样，她会用有趣的回复来评论别人发布的东西，而不是自己去推送一些内容。一般来说，她会发表暗含讽刺的言论、家庭和朋友的照片，分享她觉得有趣的或和她社交圈里的人相关的文章。她和我一样喜欢让别人感到快乐，但正如你所发现的，让别人快乐也有很多不同的表现方式。关键就在于持之以恒，态度真诚，并且要时不时地在网络中风趣一把。不要半途而废，因为人们会很快遗忘你之前所做的所有努力。


  量+质×恒=成功


  说到底，我们想要回应群众的期望、和他们保持联系的动力就是我们能持续不断地推送内容。客户会期望从营销人员那里得到更多回馈，所以无论是幽默的、治愈的、引人深思的还是实用的信息，我们都需要不停地把它们推送出去。


  像雀巢这样的品牌在这种地毯式覆盖的内容发布上投入甚多，每天仅是Facebook一种社交渠道上的帖子，花费就超过12.7万美元。然而，正如本节标题所示的那样，如果缺失公式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无论是数量、质量还是恒心，不管你花了多少钱，都不会成功。


  在众多平庸之辈中独树一帜是极大的挑战，这不仅和你推送的数量有关，也和推送内容的质量有关，还需要你持之以恒地同时做到这两点。你不能指望单单一条消息就帮你火遍全球，必须时刻记得迎合受众的胃口，在不同渠道持续分享好故事才行。


  在直邮广告时代，营销人员为了让他们的内容脱颖而出、获得更多的关注而挤破了头。那些最成功的案例也无外乎是遵循这样的模式：持续推送很多封包含高质量内容的邮件。而在今天的跨媒体世界，这个公式也同样适用于我们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动，不同的是，消费者的消费对象就是我们分享的内容。而我们的职责也从产出内容转变为提高发布内容的参与度、帮助用户创造分享体验。要把人性化的沟通方式结合到这个等式中，就需要同时在推送频率、互动的质量和沟通持续性上下功夫，而衡量成功的标准之一就是有关品牌体验的分享力度。


  
    [17] HBO是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有线电视网络媒体公司，其母公司为时代华纳集团。——编者注

  


  
    [18] Zappos是美国B2C（商对客）鞋类交易网站，号称卖鞋的亚马逊。——译者注

  


  
    [19] 加拿大生物人才公司，英文名称BioTalent Canada，是加拿大一家生物经济人力资源公司。——译者注

  


  
    [20] 这里的X世代指1966~1980年出生的人。——译者注

  


  
    [21] Catalyst是美国首批技术培育公司之一。——译者注

  


  
    [22] 《广告狂人》是一部关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广告业的电视剧。——译者注

  


  第二部分

  分享的学问


  想要做好分享这门学问，就要从各方面进行考察，无论是分享行为、分享动机、分享背后的哲学，还是分享的安排、分享中的创意等。关于分享也有很多研究方向需要我们去解构和理解——包括怎样制定分享策略、怎样深入分析内容的影响力并进行进一步的培养、怎样和平台专家进行交流进而剖析一个平台的运作机制。


  当然，我们还需要把上述一切放在一起进行研究。


  免责声明


  第二部分总的来说就是很多关于分享的小细节，是我所学到的有关社会分享学的一切知识，所以大家可以各取所需，大可略读那些你已掌握的小常识。也随时欢迎大家在Twitter上向我提问，因为我同样也在学习的过程中。[image: face]


  对于一个公司来说，构建联系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其中有很多美妙的空想，但唯有当你有一个真实可靠的策略时，这些空想才会兑现它们的价值。因此，科学性的数据衡量与分析可以左右全局。只要你是一个生意人（其实大部分人多多少少都是），你不可能在脱离数据测量与分析的情况下制定出一个分享策略。很多首席执行官喜欢在团队中雇用一名数据科学家来替他们做研究，最后汇报给上层，但我喜欢自己来完成这一步。我喜欢去探索、去分析，每周我都会接到1~2个测试新软件的任务，而我也认真测试、掌握和优化了他们交给我的每一个社交分析软件。毕竟，如果不做些科学分析，你不会知道周围都发生了什么，更不会明白自己的关注重点应该放在哪里。


  举例来说，由于大家都不会将反馈直接发给我，如果我不曾使用社交倾听软件，我就不会知道自己的第一本书《人与人》的真正读者范围。如果我单单是为了寻找事情发生的本因（只发生在1/3的情况下）而去倾听，我也许会直接假定那本书还算不错，然而使用了社交倾听软件之后，我马上就能够发现在《人与人》发行的48小时内，它总共引发了8 000万条感想。如果我不去分析和理解那些数据，我不可能得到这个结论。这一结论促使我写了这本书，因为我知道人们希望更多地了解这一方面的问题。


  分享的不同方面在一起相互融合，就如同阴阳图一般。科技为社交倾听提供了很多机会，并搜集数据供我们创造出绝佳的内容来把握那些机会。我们也可以利用科技来传播信息，或者评估我们所分享的内容带来的影响。


  在本书的简介中，我提到过我曾经在工作上遇到了一次身份危机，那个时刻可谓生死攸关——我被派出去担任代表，几乎和公司脱离开来，就跟辞职了一样。这件事我在2014年的TED演讲上也讲到过（感谢IBM给我的机会）。当时，我问我的观众：


  
    你能够想到会有人建立一家自己一开始就计划好要离开的公司么？于是我开始思考：“如何才能建立联系？如何将自己重新融入公司？我到底是谁？我所代表的品牌是什么？”

  


  我们之中的很多人会向自己或者公司询问同样的问题，对不对？而重新给自己（或者公司）定位这一过程却不是瞬时而就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发现不求回应地分享别人的故事能够对自身的品牌有所帮助，同时也能够扩大我的受众面。我越多地尝试和别人构建联系、进行分享，我自己的信息就越容易得到共鸣，这就是我在旧金山的Bloomberg West[23]上演讲之后得到的真谛。这次演讲比TED演讲更早，我通过这个平台分享了以下信息。


  
    [image: ][24]

  


  当我站在讲台上发言时，背后的屏幕就显示出这句话，而人们则纷纷掏出相机对着我身后的荧幕拍照！这正是因为我所传递的信息对他们来说有非凡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这句话甚至引起了场外观众的共鸣。我们利用软件追踪了此条关键词和话题#H2H在48小时内的传播，然后非常震惊地发现居然有8 000万条感想被发表在网上。在接下来的两星期内，它被翻译成了15种语言，并且在超过1 000篇博文中被引用。


  这次的经历让我非常兴奋，于是我决定利用做TED演讲的机会做一个小小的实验，我告诉观众：


  
    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都能亲身体验一次分享的力量。所以，现在即刻拿出你们的手机或者写字板，我现在身后有块屏幕，我希望你们拍下照片并且说一个你们认为能够改变世界的原创观点。


    不用想太多……可以是非常简单的想法，就像对陌生人露出一个微笑一样，也可以是一次招手。可以是任何一种亲切的手势，或者意义非常宏大，比如世界和平。不管是什么想法，不管是什么促使你去分享，我希望你们现在就去做。

  


  同时，我在讲台上也做了和观众们同样的事：拍照，上传，分享到话题#SharingInspires（分享的鼓舞）上，并配上原创文字：“分享的力量重塑了我的未来。”


  
    [image: ]

    “我能分享哪些可能改变世界的东西？”

  


  午休之后，我们又进行了同样的互动，然后公布了结果。在当天结束后，仅仅4个小时内，这个话题就收到了2 100万条评论，而话题#SharingInspires则在Twitter上排行第一。除了美国本土，这个连锁反应从会议上一直扩散到英国、印度、南非、日本和澳大利亚。


  其中很多评论非常严肃深刻，也不乏有趣且激励人心的，而有一些tweet则向我发起挑衅：


  “如果我们在餐桌礼仪中加上一条‘晚餐期间不准使用电子设备’会怎样？”


  “如果我们能够按一下微波炉上‘比萨’的按钮，然后一打开就能看到一块比萨该多好。”


  “我们应该认真分析儿童绑架和非法交易的数据。”


  这两次试验的结果印证了我对于分享力量的观点，并进一步激励我去深入理解：分享的机制是什么？企业和个人如何通过不断分享的过程树立他们自己的品牌？这其中的关键在哪里？


  
    [23] Bloomberg West是由Bloomberg（彭博）举办的电视脱口秀，主导商业分析。——译者注

  


  
    [24] B2B：Business to Business的缩写，是商家与商家之间通过互联网进行产品、服务及信息的交换。B2C：Business to Customer的缩写，是商家直接面向消费者销售产品和服务的零售商业模式。——编者注

  


  5

  分享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无论我们以何种方式分享，我们的交流都需要借助肢体语言和文字语言。从人类学会交流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一直没有改变过用语言传递感官经历的习惯（看、听、尝、摸）。在数世纪的变化中，唯一改变的是我们使用的语言其本身所代表的意思。在这些改变之中，有一些历史性的或者语境性的改变甚至让人类互动的方式也随之改变了。


  时至今日，这类演变依旧在发生：出现了类似LOL、OMGTY、BRB[25]这些网络流行语，也有像自拍、#（主题标签）和维基百科这些词语。其中像“自拍”是新出现的词语，而另一些则是原先就存在的，但在社会背景下发生了含义上的变化。无论如何，它们都让我们的交流变得更加新鲜有趣。这是一种全新的语言——用照片和只言片语来完成一个简短的描述。随着Twitter和短信越来越普及，我们的交流开始追求效率，完整而客套的句子逐渐被看作古板老土的旧时代产物。随着我们不断地使用网络社交提高效率，我们的沟通方式也会出现越来越显著的改变。


  各大品牌企业需要不断地研习社交语言——分享的必经之路，来维持自身的竞争力。社交语言正像过去那些改变我们沟通模式的任何产物一样，正在不断地影响着现代人的交流习惯。不同的是，社交语言所带来的改变更迅速、更富冲击性，影响范围也更为广泛。


  迎合消费者的口味


  回想一下你上个月在社交网络上分享的内容、分享的形式以及分享的原因。因为每个人分享的角度都有所不同，我们分享事物时总会容易以自我为中心。然而，由于别人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观察我们在网上如何分享、分享什么以及与谁分享来评判我们的，他人看待我们的方式也经常和我们表现自己的方式不尽相同。


  就像是《福布斯》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揭开肢体语言的五大秘密》（Busting 5 Body Language Myths）中说到的，高达93%的交流是通过非文字性的肢体语言进行的！这个比例让人震惊。想要了解面对面交流时肢体语言的秘密，就需要亲身示范以及练习。但当身体的一切动作、声音、语调和表情都消失了的时候呢？我们又是如何把肢体语言转化为社交语言的呢？


  现在正在社交网络上发生的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就是“社交肢体语言”的发展。当你与某人面对面的时候，那些细枝末节——略带些嘲讽的语调、一个手势、眨眨眼，都可以给你除了文字语言之外的更多信息。然而，除去这些非文字信息以后，想要看透一个人在仅有140个字符的tweet中真正表达了怎样的情感就非常难了。如果没有你的肢体语言，读者们对你发表的文字的理解就会受到他们自己本身的心理状态和周围环境的巨大影响。


  现在想想那些大品牌，其首要任务就是想办法迎合消费者们的口味，使得企业和顾客之间的沟通更加亲密友善。这是每一个市场经理都想取得的西经，然而“道阻且长”。如果这些品牌公司可以真正理解消费者们的社交肢体语言——如果他们精挑细选那些最能引起消费者共鸣的字句，并且将它们在正确的时间与地点传递出去，这样他们就可以与顾客建立前所未有的私人关系。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行动呢？


  原因之一是缺少足够的语境。至今我们仍没有办法收集到足够的有关消费者心态和社交肢体语言的信息，从而确认顾客的喜好或者深入了解他们。没错，零零散散的数据总是有的，但是整合它们却困难重重。理论上来说，社交网络存在的时间已经足够长到让公司和社交平台只需轻轻点击鼠标浏览你的分享记录，就知道你的信息分享习惯——分享的内容、频率以及方式。


  我并不是在唬人，它们的确能做到这些。但是如果公司把本应放在十亿人的精力都放在你一个人身上，就无法将利益最大化。话又说回来，如果市场营销者们真正理解他们的顾客，他们就可以在他们的品牌与消费者之间建立一种史无前例的独特关系。然而不幸的是，想要简单分析一下那些整合过的庞大数据太具有挑战性，还没有人真正实现过。迄今为止，即使电脑利用分析工具掌握了许多关于我们的知识，但它仍无法完全了解真正的人类。


  IBM的市场营销部门开发出了自己的社交分析软件——System U。System U通过Twitter账号获取信息，并通过图表的方式分析个人性格特征，再进行分类。在“西南偏南”的展销会上，我用它对自己的社交性格、社交习惯、价值观和个人需求进行了分析，得到了很多有意思的结果。


  分析结果显示，我在周三早上11点时分享的次数最多，并且我被评价为一个乐于助人、开放热心，并且很有幽默感的人——这确实很准，因为我知道别人会怎样通过我的社交肢体语言来评判我。作为一个市场营销者，我开始意识到，这些数据分析结果将会改变商家对于我这个消费者的营销策略。如果商家知道我经常在星期三上午11点更新Twitter，他们是否会知道这段时间内我更有可能会关注到他们的信息？如果他们用类似“我们知道你勇于尝试”或者“期待你的参与”等广告语，我会不会更加倾向于购买他们的产品，只因为这些语言都正好迎合我的性格？我相信我会的。


  我们通过观察和模仿我们父母、老师以及同伴们来学习沟通、礼仪和分享之道。从孩提时代开始，我们就开始潜移默化地学习一些细微的社交肢体语言，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或不该说什么话，随着成长慢慢领悟到更深更复杂的肢体语言。在学习这方面，有些人天赋异禀，有些人需要后天努力，还有一些人完全没有天赋。无论如何，掌握读懂对方肢体语言、语调、表情的精髓，都对面对面的沟通能否成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想要让观众对你的社交语言有一个好印象的话，你需要一些类似照片、视频或者其他有趣的东西来作为内容。你的网络社交语言不能全方位展现现实中的你，所以你需要类似图片、视频或者其他有趣的内容，就像是包含大量图片的社交网站比纯文字占主导的网站更容易获得很多的赞一样。


  还有另一种方法就是传递有“干货”的信息。你可以尝试发布实用或者幽默的内容，给出意想不到的诙谐回答，或者是付出更多的努力让你的产品更有价值。你的受众会根据这些信息的价值各自选取侧重点来进行阅读，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分享一些和观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在探索能让读者感到惊讶的方法的同时，也要保证分享的内容对他们来说有意义。


  免费分享可乐的故事


  我讨厌每一份我在高中和大学时做过的工作——它们不是让我做错误的事情，就是让我做对公司本身没有任何帮助的事。其中一份工作就是要我在30秒之内做完一个三明治，如果人们盯着这些三明治超过30秒，他们很可能会想：“天啊，我一点也不想碰这个三明治。”我觉得很莫名其妙，于是问上司能不能让我们用一分钟做三明治，让顾客们有时间享受它们，但被否决了。


  上大学的时候，我给达美乐比萨店送外卖，我很喜欢那家店，所以在校期间，我在那儿的打工时间最长。我坐在我1984年的蓝色雪佛兰里，戴着达美乐的帽子，自豪地挥舞着达美乐的旗子。但这份工作有一个致命缺点——基本没有小费。有一天当我在西夫韦食品商店购物的时候，可口可乐和健怡可乐搞促销，25美分两升，我灵光一闪，马上给雪佛兰的后备厢装满了可乐。


  一般情况而言，订购比萨的都是穷得叮当响的大学生，所以想要从他们那里拿到小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那次西夫韦之旅改变了我的命运——每当有人订购中号或大号比萨的时候，我都会递给他们一瓶免费的可乐，他们总会看着我并且说：“呃……我没定这个吧？”这时候我就会回答：“没事啊，我觉得你吃比萨时肯定会口渴，算我请你的。”于是我用可乐换来一个大大的微笑，那些人甚至很认真地从口袋里掏出来1美元、5美元甚至10美元的小费！他们愿意付我小费是因为我给了他们刚好想要的。从那以后，我发现当我竭尽全力向他人传递对他们来说有效的价值时，我就可以从中获利。事实上，我的工作和薪水确实变得更好了——一个晚上高达400~500美元的小费！对于一个我这样的20岁大学生来说，简直可以算得上富足。


  但好景不长，一个半月后，我接到了经理的一通电话，内容大致如下。


  
    经理：“布赖恩……我们遇到了一个麻烦，许多客户投诉其他外卖员没有送他们可乐。”


    我：“呃……也许他们应该找我要。”


    经理：“希望你以后别再免费给别人可乐，这不是我们的优惠活动，你也没这个权利。”


    我：“你应该试试让别人都这样做，每个人都能拿到更多小费。”


    经理：“不行。”


    我：“那算了，我想我应该去找一个能真正理解这种行为的价值的地方。”

  


  所以，我把帽子和旗子还了回去。因为分享价值而被批评？那可不是我与人做生意的方式。最近我刚好见到了达美乐市场营销部门的总经理，我跟他讲了这个故事。他哈哈大笑，说其实在我离职之后，约莫20世纪90年代末那段时期，他们时常会举办这样的优惠活动。我觉得他们应该感谢我想出了这个好主意！


  这些经历为我如今把分享价值的重要性通过数字媒体传播出去奠定了基础，这也成了我个人品牌的一部分。这才是社交媒体存在的真正价值——通过社交肢体语言来反映你自己的价值观，并帮助你向观众传达有用信息，从而建立起个人品牌。下面这张图说明了他人如何从以下四个关键的身体部位获取你的社交肢体语言。


  
    [image: ]

    这四个部分（依次分别为：想法、态度、倾听及声音和语气）是你在网络上个人品牌的体现，所以尽可能地表现出你的真诚与独特。

  


  倾听：社交肢体语言的王牌


  所有人都需要勤加练习的一样技能就是倾听，在这件事上没有一个人做得足够。然而，这其中隐藏着巨大的机遇，因为大多数公司都直接忽视了倾听的重要性——《社交媒体探索者》[26]的数据显示，85%的公司并不关心消费者的反馈。“忠诚360”[27]调查发现，有超过75%的公司根本连竞争对手的资料都懒得采集。少数聪明的企业懂得搜集这些数据，分析它们，并且最重要的是与顾客保持互动。所以，这些聪明的企业相较于那些将开放平台仅仅用于堆积信息的竞争者而言，必然有着更大的优势。


  想要从混乱无章的网络上得到恰当可行的信息需要一套完备系统的方法，否则就只是徒劳地到处查找数据。所以首先要知道你的公司需要什么，是更多的销售额、更小的顾客流失率、更好的合作体验还是更高的员工效率？一旦知道了自己想要什么，你就锁定了正确的受众范围、恰当的倾听工具和方法。学会倾听是很重要，但是首先要设立一个目标。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Naked Wines酒行[28]。对于和我一样钟爱品酒的人来说，Naked Wines酒行减少了许多新入行的和零售的酿酒师们的间接费用，让他们可以以更低的成本造酒并出售，并且从天使投资人和其他会员处筹资。最近我和考特尼一起参加了酒行的一个当地活动，定了一些酒。根据法律，当快递送来的时候必须由一位年满21岁的人签收，但是快递每次都在上午9点至下午18点的时段来，这个时段内我和妻子正好都不在家。即使我们在门口用便笺纸贴上了“请在晚上18点之后来送货”的信息，送货员还是错过了我们三次。


  我们很无奈，打电话给这个第三方送货公司，结果不是占线就是把我们的电话转到错误的地方去，唯一一次成功拨通之后，那个冷漠的接线员告诉我们可以驾车两个小时去他们的总部取。最后，考特尼给那个快递公司的营销主管发了一条tweet说：“@ Naked Wines酒行，真不敢相信你们连听都不听！我有一份全职工作，我要求的仅仅是快递能够晚30分钟送到而已！”结果这位女士不仅仅回复了考特尼，还通过她的名字找到了我们的订单，亲自打电话过来询问我们能不能接受明天晚上6点半的快递。事情搞定了。正是因为他们的营销主管懂得倾听，才挽回了一位客户。


  假如你已经知道需要去听什么了，那么接下来呢？每两天就有15亿条tweet，需要从哪里开始呢？相比于搜索各种各样的主题，你应该先从寻找理想的听众开始，然后再选择用来倾听的社交工具。


  用来倾听的社交工具


  几年前唯一的倾听工具就只有谷歌快讯，现在，相关软件的开发速度快到无与伦比。各式各样的软件都可以用于分析对话——我们推荐社会报告网站、互随、双向思维公司、Sprinklr，或者SpiderQube，这些软件和网站我们都在用。[29]它们可以调查出来谁说了什么、在地球上的哪个角落说的、当时的语境、蕴含的情感，甚至他们的鞋码——只要你能说出来的，它们都能帮你找到，并且从中找到你需要的反馈。


  比如说，与我们合作的一所世界顶级厨艺学校想要通过互联网挖掘生源。正确的方式并非简单地把“食物”作为关键字放入倾听工具中——这样会得到太多无意义的结果，而是使用由几个关键词组成的句子“我想当主厨”来使结果更有针对性。我们发现，“我想当主厨”每51秒就会在Twitter被提到，平均每天能收到1 639个搜索结果。


  数据显示，搜索到的结果在3月时突然增加到10 000多个。为什么会突然增长这么多呢？原因是，那天举行了一个“从农场到餐桌”的新闻发布会，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公共关系能够极大地推动Twitter话题引起的社会兴趣和参与度。这种信息是无价的，因为它告诉我们的客户以后应当在哪里投入他们的市场经费才能获得更大的效益，以及双方互相合作建立互利双赢局面的可能性。


  不过，软件只是软件，它本身不会带来任何价值，除非你有一个懂得如何分析数据的团队。你至少需要获得一个月的数据，不然也无法互相比较。你是不是在关注正确的关键词？你是不是在优化正确的事情？这件正确的事情是不是正在产生你想要的结果？你是不是根据商业运营对这些结果进行分类并做好标记？


  倾听可以从里到外触及你的团队的方方面面，所以，正确地设置工具，让它和你的目标一致是非常重要的——同时，选择合适的人组建团队也很重要。


  组建合格的倾听团队


  根据Exact Target[30]的报告《2014年度市场情况调查》，在2013年，60%的被调查市场营销者使用了倾听工具，但是只有31％认为社交倾听有效。为什么这些倾听得不到更好的结果呢？我觉得原因主要在于没有足够的资源和合适的执行人。每一个社会型企业都应该分配多个人来制定社交倾听的策略，并建立一个团队。其实，PureMatter在服务每一位客户的过程中都会建立一个由几人组成的小分支：一名倾听分析师、一名社会活动专家和一名社交媒体经理在一起密切合作。为了确保所有环节都能照顾到，你既需要有远见的人，也需要落实细节的人，因为做这件事需要的不是单单一项技能。


  美国航空是一家在建立社交倾听系统方面做得很成功的公司。每个星期都有许多社交媒体活动围绕着这家航空公司（仅仅在Twitter上就被提到42 000次），所以如何及时处理信息呢？他们的解决办法是启用一个来自双向思维公司的控制台。这个控制台经过深入分析，告诉公司重点是什么，并且通过标签云[31]和热点图[32]的数据显示方式让工作人员有更直观的概念。他们可以监控世界上各个地方的最新动态、找出提到他们的tweet的源头是哪里——他们甚至可以直接充当消费者服务团队。把数据变得直观、感受消费者的情绪，以及给出及时的答复都是非常重要的。这项控制台的服务也让美国航空能够了解到消费者服务的效率究竟有多高，并且及时做出改进，而这一切在几年前还是无法做到的。


  有一个有关建立团队的绝妙例子：SME[33]。其建立者迈克尔·施特尔茨纳（Michael Stelznor）告诉我们他是如何一步步建立起一个紧密合作的团队的。


  
    建立团队的第一步就是要有一个清晰的合作目标。对于SME来说，就是成为世界上最大、最为人信赖的社交媒体市场信息的提供者。我们的文章、报道、广播、网络研讨会、峰会和个人活动都将为人所熟知。我们将处处尽我们所能，做到最好。


    这个目标被灌输到每一个为我们工作的人心中，并且有相应的针对性训练让员工达到诺德斯特龙[34]的服务标准。我们的每一位队员，不管是服务人员还是线上的人员，都会被要求在顾客向你寻求帮助之前主动询问顾客是否需要帮助。


    如果在现实生活中的会议里，有人看起来很无助，他们会走上前去主动给予帮助，指引他们到想去的地方。他们负责管理有问题、需要帮助的顾客。


    这也包含了雇用员工回答顾客们在Facebook留言墙上提出的有关问题。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会请认识的人来回答。这就是诺德斯特龙服务标准，想要彻底贯彻这一标准的方法就是让每一个人都理解并认同它。


    我们仍然是一个小公司，不是个大品牌。虽然在社交媒体的信息管理方面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我们并不是一个巨型的企业，所以受到训练的团队还是十分有限的。我们尽力让每一个问题都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得到解决。


    聆听是SME团队一直都在努力提高的。当我们准备举办一场线上活动的时候，我们会特意在申请页面放置一个聊天窗口，询问：“请问有什么我能回答的问题吗？”我们提前设置好一些常见问题的答案，让员工去解惑答疑。


    我们还会追踪一些与活动有关的特定话题，并且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上作答——同样备好了常见问题的回答。我们找出所有顾客可能会提问的地方，并训练员工如何作答。


    对于这种性质的服务来说，时间是最重要的。最后要强调，以上这些可能都是影响结果的因素，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快速回答问题。


    我们又是如何防止员工之间互相妨碍的呢？一些小小的科技会派上用场。我们的技术团队使用了一款名为SnapEngage的与Skype连通的插件。它能自动找出所有空闲的受训员工，并且自动把问题交给其中一名。如果由于一些原因这名员工需要把问题交给另一个人，这个软件也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因为所有的服务都有记录，我们设置了另一个团队专门负责检查问题都是怎么被回答的、花了多长时间。不管是在Facebook、Twitter还是领英，只要不是消费者指定某一人回答的话，我们都是能看见的。我们还有一些员工负责分区管理，分散在全球各地，保证任何时区的人提出的问题都能得到回答。

  


  因为对于今天的世界来说，学会听取顾客的意见十分重要，许多行业巨头都拥有自己的专属团队和倾听系统。比如说，云计算公司Rackspace就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社交网站监控系统，帮助它找到关于它及其对手的对话标签，然后分配给相应的有关部门进行处理、追踪回答问题的进度。


  不管你使用的是什么样的工具，只要是你在处理正确的事情，就可以监控数据的起起落落。学会聆听不仅仅是一个提高投资回报率的市场营销策略，当每个企业都认真聆听，并针对得到的数据采取相应的行动的时候，它们在营销、忠诚度、回头率、品牌建立上都能取得很大的成效。


  主动倾听的重要性


  无论在何种平台上，对话交流都能给你提供信息。而这些分析信息不仅仅需要听，还需要主动去听，这一点就很少有人能做到了。主动倾听要求真正把注意力放到数字化的对话上面来，并时刻分析对话发生的语境——这就是社交倾听的第二步。假设在某一段指定的时间里有25 000个对话正在发生，你需要选出一个，回应它，并且做出改变。所有在追踪这些问题的人都应该不断问自己：我能提供怎样的帮助呢？如果我们把寻找问题和回答问题都上升到个人层面，就能达到一种全新的境界，进而改变全局。


  社交网络茫茫如大海——每分钟有超过350 000条新tweet和500 000条Facebook消息，使用倾听工具可以帮你在这个庞大的信息大海中寻找针尖般大小的有用信息。主动倾听意味着让你的团队使用正确的工具，在有限的时间里以恰当的方式接近目标顾客，这是一种很重要的发展机会。


  重视这方面机会的品牌通常都能从顾客的忠诚和支持方面获利。一个租车公司给我的用户体验就是一个例子。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我把iPad落在了一辆从赫兹公司[35]租来的车上，我在网上发表了对遗失iPad的痛惜之词。接下来，一位赫兹公司的代表就主动联系了我——他看到了我的tweet！几个工作日之后，他们告诉我iPad已经找到了，并且给我寄了过来。他们的行为赢来了一位终身客户，这等忠诚是用优惠活动买不来的。


  这儿还有另一个故事：有一次我乘坐维珍航空公司的班机去参加IBM的会议，并且在Twitter上表达了自己能够在飞机上享有一杯热咖啡、Wi-Fi和电源插座的激动之情。由于维珍在认真倾听消费者的想法，两分钟之后，他们的经理通过Twitter感谢我选择乘坐他们的航班，还祝愿我在奥兰多一切顺利。问题是我从来没有在Twitter上发过我将要去奥兰多的信息！这个经理将他们的航班安排以及我提到的会议结合在一起，推理出我将要去奥兰多，并且将回答变得更加人性化。这就是主动倾听的意义——稍稍花些精力，在回答里加入一些个人的信息。这一条tweet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已经被转发了200多次，并且在我落地之前还被两个陌生人写进了他们的博客里。由于他们的认真和贴心，我猜维珍航空公司仅仅通过这条tweet就能给200万人留下深刻印象。对于Twitter来说，其千人成本[36]是3.50美元，那么这一条免费的tweet就有着和一条成本7 000美元的tweet一样的作用。值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而且主动倾听并不仅仅是可以使财力雄厚的大型公司受益，它也可以使个人甚至是各种首席职员受益。瓦拉·阿夫沙尔（Vala Afshar）是IT（信息科技）网络供应商Extreme Networks（极进网络）的首席营销官，他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他刚刚被任命、对于社交媒体还一窍不通时。


  
    我们的首席信息官帮我注册了一个Twitter账号并且告诉我应该使用它。之前对Twitter没有任何了解的我同意试用一个月，但是仅仅10天我就被迷住了。一开始我只是用它来筛选可能对其他员工有用的信息，但是后来我发现了它的无量价值。我经常在Twitter上询问其他的首席营销官和首席信息官愿不愿意与我一同撰写一篇有关某些特殊领域的博文，他们总是会很乐意地给予帮助。通过这种方法，我写了一些文章。我发现在Twitter上主动去倾听的人也会经常帮助别人。

  


  瓦拉和其他员工在Twitter上互动的故事再一次证明了分享信息的价值，特别是当你愿意主动倾听并且寻找机会的时候。


  社交媒体专家希尔·伊斯雷尔（Shel Israel）[37]说，使用社交媒体的真正意义其实并不是把自己的产品卖给别人，而是帮助别人达成他们想要完成的事。然而，希尔告诉我大多数的市场营销者都不懂得这个道理。


  
    每当我和市场营销者们谈话的时候，他们总是会把重心转移到“如果有一个顾客在附近的话，我总是能把产品推销出去”，这很明显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如果他们总是通过推销产品来打断“目的（why）、对象（what）、时间（when）、地点（where）、人员（who）”的自然规律的话，他们最终将流失很多顾客。如果你沉下心去倾听（和思考）的话，你会发现有个顾客正在建造一座小木屋，但他还没有购买到必要的螺丝钉。现在你走过去跟他说：“你好，布赖恩，很高兴见到你。你的小木屋建得怎么样了啊？你需要一些螺丝钉吗？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问我。”成为一个帮助者和成功的销售密不可分，然而那些烦人的销售员从不知道闭上嘴、用心听。

  


  每一天，我们都能遇到许多与顾客建立良好关系、与同事合作、修复可能会浪费钱财的漏洞的机会，我们所需要做的仅仅是要去积极地倾听。不要应付了事，因为个人对于群体的影响力超乎你的想象，如果你不知道，最终蒙受损失的常常是你。


  声音和语气


  就像我在《人与人》的第一章里说过的一样，与顾客交流的时候我们要说“人话”，而不是生硬的商业语言。整个信息平台都在使用一种新的语言，并且在不同的平台上也有着细微的差异，但是网络语言是如何改变我们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的内容的呢？它又是怎么影响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的？这种新型的语言究竟在往何处发展？


  追根溯源，就要从人类在集体中使用语言开始说起了。人类会自然而然地主动寻找志同道合的人组建小团体，分享经验。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现实生活和网络上使用的语言之间有许多有趣的地方。第一点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使用语言会有地理上的限制，但是在网络上，你可以与任何地点的任何人建立联系。我们的社交因为互联网而变得更加丰富而深入，它使我们的文化背景、基本常识甚至语言都更加丰富。


  感谢互联网的出现，每天都有新的词语加入到日常对话中。比如说，现在哪怕是不用Facebook的人，都知道“加好友”是什么意思。也有一些只在特殊平台出现的词语，比如微信中的“@（提到了）你”和微博中的“发起新话题”，或者一些像是“然并卵”[38]和“喜大普奔”[39]这些缩写。当你观察到某一群人开始使用这种特殊语言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在传递“我是这个集体的人，所以我使用这种语言”的信息。


  当社交语言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会改变我们分享的内容和分享的方式吗？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神经学和符号学的助理教授莱拉·博洛迪斯奇（Lera Boroditsky）研究了语言是如何影响人们的思考方式的。她有一篇文章[40]详述了这一点，在最后总结时，她告诉我们语言是如何改变人们接受（和最终分享）信息的方式的。


  
    研究已经证明，语言在人们举办活动、预判损失、数数、理解文章内容、感受和体验感情、考虑别人的情绪、选择冒险，甚至在选择事业以及伴侣上都会有影响。总结来说，语言潜移默化地对我们的日常行为——从身体的体验到最抽象的想象和人生中的重大选择都产生着影响。语言是我们人生的一大中心，它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世界观，甚至是生活方式。

  


  让分享变得美妙


  如果每天都在Facebook上发布同样的内容，你的粉丝很快就会厌烦，甚至对你失去信任，就像是对待在鸡尾酒会上反复念叨同一个故事的人一样。稍稍放松一下，谈谈别的事情会让你和你的公司更加受人欢迎。偶尔分享一些能够与别人产生共鸣的有趣或奇异的故事，会让你看上去更加人性和友善。


  我曾经讲过我发在Facebook上的一个故事：在拉斯维加斯的时候，有一次，我在从酒店去往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的路上看到了《星球大战》的一些人物，达斯维德、楚巴卡和一个帝国突击队士兵。达斯维德看到了我，问我想不想和他们照一张照片。当然！于是我就和他们一起照了相。几乎是在照相刚刚结束之后，帝国突击队士兵向楚巴卡说了什么显然让他不高兴的话，然后楚巴卡一拳把他打倒在了地上！结果很快两个人就拳脚相向滚在一起。我惊呆了，傻傻盯着他们不知道做什么。这时候达斯维德凑了过来，用他极具特色的声音对我说：“嘘嘶嘶嘶……（呼吸声）我也和这俩家伙这样干过。”还有谁会这么做呢？这个时刻真是美好得让人舍不得分享出来。


  
    [image: ]

  


  我在网络上的举止总是幽默风趣、懂得尊重、保持应有的教养，转发同事和朋友们的消息来表达我的支持，这些特质相互融合会让事情变得美妙起来。


  集中精力来提高这些方面的技能，就能找到你独特的社交肢体语言，这也能让你的粉丝们感受到你是一个真实的、有意义的存在。你在练习你特殊的社交语言上投入的精力越多，你的公司就会获益越多。


  
    [25] LOL（Laughing out loud），大声地笑；OMG（oh my god），我的天哪；TY（thank you）谢谢；BRB（be right back），马上回来。——编者注

  


  
    [26] 《社交媒体探索者》（Social Media Explorer），一本讨论社交媒体的网上刊物。——译者注

  


  
    [27] 忠诚360（Loyalty 360），一个搜集商业数据并对其进行分析的网站。——译者注

  


  
    [28] Naked Wines，一家通过众筹方式酿造并售卖葡萄酒的英国网站。——译者注

  


  
    [29] 社会报告网站（Social Report）、互随（Hootsuite）、双向思维公司（Mutual Mind）、Sprinklr、SpiderQube均是社交媒体平台。——译者注

  


  
    [30] Exact Target，一个基于云端的营销工具公司。——译者注

  


  
    [31] 标签云（Tag cloud），一种将关键词视觉化描述的方法。——译者注

  


  
    [32] 热点图（heatmap），一种将重要内容标出来的方法。——译者注

  


  
    [33] SME（Social Media Examiner），社交传媒检测者。——译者注

  


  
    [34] 诺德斯特龙（Nordstrom），一家美国高档连锁百货店，以其服务态度好而受人喜爱。——译者注

  


  
    [35] 赫兹公司（Hertz rental car），全球最大的汽车租赁公司，也是市场占有率最为广泛的租车品牌。——译者注

  


  
    [36] 千人成本（Cost Per Million），一种媒体或媒体排期表送达1 000个人或“家庭”的成本计算单位，可用于计算任何媒体，任何人口统计群体及任何成本。——译者注

  


  
    [37] 希尔·伊斯雷尔，和罗伯特·斯考伯共同撰写了《无保留沟通》（Naked Conversation）和《语境时代》（The Age of Context）。——译者注

  


  
    [38] “然并卵”，2015年网络新词，是“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的缩略词，指一些解决方案看上去很复杂、很高端，却没有实质性的效果。——编者注

  


  
    [39] “喜大普奔”，是“喜闻乐见、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的缩略形式，表示一件让大家欢乐的事情，大家要分享出去，相互告知，共同庆祝。——编者注

  


  
    [40] 这篇文章题为《语言如何塑造我们的思维》（How Does Our Language Shape The Way We 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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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握分享的最佳时机


  我们每个人都应学习如何把握分享的最佳时机，以及如何选择分享的最佳内容。这其实是分享过程中的重中之重。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知道何时应该说话（或是闭嘴）的聪明人和不会看人眼色的木头人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不知你曾经多少次在谈话时想到“上帝啊，我要是早点知道这些就好了”，或者在别人侃侃而谈时尴尬地暗自揣摩“天啊，他们在想什么？这种时候不应该说这些吧”……由此可见，把握时机就是把握一切。


  无论是在虚拟网络上还是现实生活中，沟通大师们都能够准确把握听众最愿意倾听的时刻，谈论最佳的内容。一旦找准这样的时机，选择哪种渠道和别人进行沟通其实并没有差别。


  找到最适合你的分享时机


  那么，何时才是与听众分享相关内容的最佳时机呢？你可以在社交网络多发布几条状态来测试在什么时间、发布什么样的内容能够得到最大的回应和共鸣。在这里，聆听的学问将会再一次发挥作用，甚至会左右你的测试结果。例如，我一度习惯在早上6点到晚上10点之间更新Twitter，自以为能够得到很不错的互动。但是当我分析了关注者们的动向之后，发现自己竟然错过了凌晨1点到4点这段黄金时间——这正是我的欧洲好友们在Twitter上活跃的时间。我做出了相应的改变，开始在凌晨发布tweet。两星期以后再次进行了测试，统计结果让我大跌眼镜！大量欧洲好友“从天而降”，几乎占据了一半以上的关注量，而且他们在凌晨1点到4点间的参与度比我所预料的高出了一倍。


  同样的，我发现关注者们在星期六的积极性其实并不高，因为大多数人都忙于其他事情以至于无法关注我分享的内容。因此，我再次做出了调整——除了星期六以外，在Twitter上迎合所有时区的活跃时间来发布内容。此举得到了更好的结果。考虑到关注者们会不断变化，私底下你需要做很多相关试验来调整更新时间。这事儿并不容易，但想必你应该可以看出来把握合适的时机在分享策略中的重要性。


  一旦发现发布的某些内容得到了共鸣，你就会知道人们此时正在倾听，这时你就要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来进一步提高人们的参与度。切记，人们的热情会随时间消减，公众注意力很快就会被别的事物所吸引。因此，以合适的推送频率抓住人们的眼球就成为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要点，我们也同样需要通过耐心测试的方法找到自己的最佳频率。


  了解何时应该保持沉默


  什么时候应该谈论自己的私人琐事，又在什么时候该去谈论其他事情——想要把握好这其中的时机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事。即使你每天都有关于自己公司的好消息要分享，也不意味着你可以随时随地大肆炫耀。好消息（以及坏消息）的分享和公布都需要事先进行合理安排。在第一时间进行宣扬鼓吹可能会产生负面的效果，或是大大降低分享内容的影响力。当我开始创作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马上与人分享我拟定的书名或是主要内容——时间证明这是个明智的选择，因为不久之后我便获得了进行TED演讲的机会，而主办方要求演讲主题必须从未被公开分享过。机遇总是不期而至的，因此我认为在公布重大消息之前静下心来缓一缓也许会有更好的收获。此外，当一家公司或者个人不停地向外界报喜时，那些好消息不仅无法达到应有的分享效果，反而听上去更像是瞎嚷嚷。


  TMI[41]指数：何时会分享过多？


  了解该何时选择沉默之后，人们还应该知道分享过程中应该避免哪些内容。我们用TMI来衡量这些不该被分享的信息的数量——也就是TMI指数。我们都曾看过别人的Facebook主页，他们在这些页面上分享生活中的一点一滴，从第一次去洗手间到晚饭打算吃什么，几乎涵盖了人生中的每个瞬间。这显然有点信息过剩，对吗？无论你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公司品牌，分享的内容和频率都应该适度。把“产生共鸣”作为箴言和约束来衡量页面上发布的信息量是否超标，进而控制TMI指数的增长。切勿过剩分享，不然会把关注者们都给吓跑。用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的一句俏皮却又颇含深意的话作为总结：“除非你对于某些事情知道得比我多得多，否则我对你说的话没什么兴趣，我已经掌握了太多的信息。”


  如何把握参与度？


  我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如何衡量自己在社交场合中的参与度？”管理一个大型的社交组织，或是一直扮演一位倾听者通常很花费时间，然而科技已经催生了各种应用及软件来自动化这些过程。区别由此产生：各项管理流程诚然可以被各种应用程序及软件自动化，然而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对话却不能交给机器——只有两个人实实在在的互动和接触才可能产生一段有意义的对话，这是最基本的原则。自动与非自动之间的完美结合是一门艺术，这其中的黄金比例也在随着时间不断变化。


  当你能恰到好处地在宣传活动、产品发布会、社交分享平台等场合运用自动化技术时，你就找到了事半功倍的关键。为了更好地进行分享，我们将启用自动化技术、内容分享、一对一人际互动的三等分法则，这也正是PureMatter以及我个人所奉行的方法。


  警示之语： 虽然一些优秀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将信息处理的过程自动化，但过度使用自动化软件会给我们带来额外的困扰。我们越是大量使用自动化系统，就越难以使内容分享的过程人性化。更不幸的是，由于自动化科技大行其道，人们已经懂得了不能盲目相信市场营销——举个例子，当你每天早晨清理邮件的时候，是否会思考，这封邮件到底是诚心诚意写给我的呢，还是仅仅改名换姓稍做调整的群发？是否会质疑自己只是广告商漫天撒网的对象？你会不会不再关注Twitter推送的信息，因为它们看上去就像是系统自动转发的？事实上，你的关注者们跟你一样讨厌被这些自动推送连番轰炸。


  现在，在这一场关于自动化系统的探讨中，让我们再来考虑一下由于人为疏忽造成的错误。目前还没有出现可以预防人们犯错或是避免失态的自动化系统。对于企业来讲，我们习惯给自己留有余地，在研发产品和公开发布之间空出时间以便调整。然而，网络平台上的快速分享却让我们之中的很多人应接不暇，因此只能暗自祈祷那些可能出现的人为失误都被系统自动过滤掉，尤其是在即时更新的社交平台上，这种担忧更甚。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平衡自动和非自动？我们希望可以在社交网络中变得更人性化、更亲民，但许多公司对于商业社交平台始终抱有难以消除的心魔，那就是非自动潜在的人为失误可能引发的尴尬场面。有些企业在网上失态的结果可不仅仅是尴尬这么简单，他们的生意有可能彻底泡汤了。不过总体来说，各个企业都在尽力展现自己人性化的一面，而不再是仅仅做些应急处理来挽回公司形象，发展趋势还是很乐观的。


  在商业圈内，人们过于在意企业的完美形象，但实际上大可不必如此，公众对于企业偶尔的失态似乎格外宽容。当然不可避免的，总有一些愤世嫉俗的人会揪着不完美之处指指点点，但大多数人都很理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然而，有些时候我们用以传播及分享的自动化工具反而会适得其反，放大我们的错误。这使得我们有时必须关掉所有自动化程序，静下心来以人类的思想和情感来分析和解决问题。需要你处理的信息会时不时在网上铺天盖地地袭来，倘若事态严重，你应当立刻关闭Twitter、邮箱，以及其他网络平台上的自动化流程，更要完全杜绝将所有账号绑定在一起的做法——因为你很难确保自己在其中一个平台上发布的新想法是否已经在另一个平台上引起了负面的舆论效果。因此，最保险的行为就是第一时间摒弃自动化系统，马上察看已发出的信息，仔细审阅是否有不妥之处，必要时做些危机处理。


  和事先制定公关危机处理措施一样，公司也需要事先制定好预防措施，使社交失态带来的潜在损失最小化。请谨记下面的建议：


  准备一个社交平台危机管理方案。 一招不慎，场面就会突然之间一片混乱、完全失控。这时应该怎么办？危机管理可能是一个企业在当今网络世界中面临的一大梦魇，想要处理得当就必须把握好时机，打出感情牌，充分展现自己人性化的一面。


  由此可见，提前备好社交平台危机管理方案是非常重要的。想要得到一个最佳方案，需要将各个部门聚在一起，集思广益，设想每件产品、每项服务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从最乐观的小问题到最糟糕的大危机），然后制订方案解决这些问题，包括哪些部门应该代表公司接受质问、如何回应媒体的问话、什么时候做出回应等等。许多企业都以惨痛的教训领略了坏消息在社交平台上病毒般的传播速度。唯一能扭转乾坤的方法就是事先想好回应的内容、摸清回应的最佳时机。相较于事发之后才去手忙脚乱地准备导致回应一拖再拖，或是不经思考地脱口而出，结果使得场面更加难以收拾，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危机处理方案可以在事情失控或者情况恶化前，迅速给公众一个完美的答复。


  美国航空公司就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很好的案例：他们的一名员工在解决客户纠纷的过程中不小心在Twitter上推送了一张色情图片，那条tweet的原文被网友疯狂转发，并使企业品牌蒙受了大量的讥笑和讽刺，很多人幸灾乐祸，认为那名员工“要被炒鱿鱼了”——这是大品牌在社交网络上出丑后通常会采取的应对之举。美国航空事后迅速删掉了那条tweet并且向公众道歉，但是，他们并没有为员工的错误找替罪羊、诡辩或者试图将问题洗白，而是以前所未有的人性化方式回应了这一危机。“那名与此有关的员工不会受到责备或者相应的责罚，”发言人马特·米勒（Matt Miller）说，“那只是一个无心之过。”美国航空公司及时且善解人意的回答令人耳目一新，并且向公众展示了他们人性化的危机处理态度。我希望更多的品牌能够从中学习。


  危机管理的博主乔纳森及艾瑞克·伯恩斯坦（Eric Bernstein）向我们讲述了另一个完美案例。这个案例中的主角是Airbnb，他们在之前的事件中吸取教训，知道了及时挺身而出的重要性。因此，在2014年3月，他们迅速做出反应，进而挽回了一位客户的心：阿里·特曼（Ari Teman）位于曼哈顿的公寓被预订了房间来办婚礼，结果却变成了一个狂欢派对场所，并被在社交网络上大肆宣扬。我无法想象特曼会是什么感受。谢天谢地，Airbnb的回应迅速且有力——据报道，在24小时之内公司就找来了锁匠把特曼公寓的门锁换掉，让他先在酒店里住了一星期，并向他补偿了23 817美元。之后，他们立刻言辞有力地在那些早已炸开了锅的社交平台上发布了说明，充分体现了企业的人性化及责任心。许多人逐字逐句转发了公司的文案，或是删除了原先传得沸沸扬扬的丑闻。这个案例完美地阐释了及时进行危机处理的重要性。


  我们能否完美规避在社交平台上的所有错误呢？答案是否定的，但我们可以更人性化地对待错误——我们都会失败，重点是接受这些失败，并从中得到应有的教训。许多人都认为企业应该开除犯错的员工，毕竟大部分企业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做的——这着实令人痛心。的确，紧急情况需要及时处理，提前备好一个危机应对方案固然重要，然而人性化的应对方式才是翻盘的关键。不喜欢你的人无论你怎样回应都会一直嚼舌根，但如果我们大胆地带着同理心去理解和宽容那些错误，我们将会赢得更多人心，给自己带来正面的舆论评价。


  在制订一个危机处理方案的时候，把这些情感因素也纳入考虑吧。为每一个潜在的负面评价想好应对方案，以免在危机处理时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最重要的是事先准备好危机声明。回应的内容与时机都非常关键，如果其中任何一项出现闪失，你的整个方案无论多么周全都会功亏一篑。


  创建一个社交平台管理政策： 确定好每件事情的负责人，并告诉他们应该在何时进行处理。这一点对于每个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都非常关键。单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在危机之中力挽狂澜、接管整个企业的分享平台的。你大可把整个平台划分成小部分，分为新兴网络平台和传统媒体平台，为不同环节分配不同的负责人，确认每个人都十分清楚自己的职责。


  仔细检查社交平台自动化系统的关闭方式： 在研究那些帮助我们在社交平台上进行分享的高科技软件时，记得考虑它们是否能够被关闭。想想自己如何才能快速地关闭这个系统。去向供应商咨询一下关闭的操作流程，并且在正式使用之前进行一次尝试，看看这些操作是否真的能够在平台上运行。事实上，在使用这一系列科技产品之前，弄清它们的使用方法是当务之急。


  我自己就曾在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期间干过一件窘事。当时我正在候机，距离登机时间还有两小时，我在排队等待的时候转发了15~20条Triberr（Triberr是我的朋友迪诺·多根开发的博客周边），我把它们当作我分享策略的一部分。Triberr将在这一天剩下的时间中定时自动推送。不幸的是，在我乘坐航班的这段时间内，爆炸案发生了，而我身处高空浑然不觉，没有任何方式可以中断Triberr在这段时间内的自动推送。结果事件的性质就演变成了我在爆炸案发生期间表现得漠不关心，反而疯狂发送tweet。这一行为激怒了许多人（他们不仅仅是针对我，也对所有在悲剧发生时仍然谈笑风生的人愤慨至极），在之后的24小时内，其中一些人义愤难平，由此迅速引发了一波社会舆论指责。


  在有些情况下，我们无法及时关闭系统的自动化，或是无心发布了负面内容——这些社交平台的失态行为都是正常人可能犯下的错误，因此值得每个品牌在制订分享计划时谨慎对待。


  未雨绸缪： 不要等到在应对危机时才第一次尝试关闭自动化技术（或者第一次执行危机预案中的任何一步）。时常进行预演，让每一位负责人都清楚如何处理。


  那么，社交平台是否应该开发自动过滤社交失态行为的技术？目前Twitter并没有这一过滤信息的环节，或是进行进一步确定，但是“你确定发布这条状态吗？”这种技术应该有。人无完人，我们都会犯错。未来将会启用更多措施来保证信息安全，但这并不等同于我们可以设计出万无一失的、能确保零失误的网络平台。这显然不现实，我们也不应该对此抱有期待。我们该认真思考的是如何正确地应对失误，以及如何大方地承认错误并及时做出处理。放轻松，不用紧绷着一根弦！


  多加练习如何安排时间： 许多工具都可以通过分析数据来帮我们挑选出最佳的分享时机，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自动安排好最佳的分享时间是没问题的，但是想要事先安排好在何时参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不可取的，这两者有非常大的差别。


  像互随和Buffer[42]这样的时间安排软件非常有用，随着你的关注者增加，它们能分析关注者的动态，自动安排你应该在何时发布状态，进而发挥出最大的效力。两者时下都非常流行。你可以非常轻松地在最佳的时间更新社交网络，无须亲自做任何处理，这些软件就会自动帮你找出关注者们参与度最高、分享最积极的时间。


  互随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能够用来追踪和分析他人的看法。如果把它和CRM（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结合在一起使用，你的团队就能够得到全方位的销售数据。类似于Nimble[43]这样的CRM系统则可以帮助你管理社交联系人列表——用它来给联系人设置标签，之后就可以在所有社交平台上进行统一检索。随着你的社交圈扩大，这将会变得格外便捷。要知道，没有良好的技术支持以及团队协作，同时追踪上千条对话的内容或是试图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上建立人际关系网络，足以让人心力交瘁。


  对于我个人所在的公司来说，PureMatter使用互随的数据库筛选出具有较高价值的观点和状态，并进一步划分：筛选之后，相关联系人的联系方式会从互随发送到Nimble，然后被贴上标签，以便于整合成热点话题、论述观点，或者被作为潜在客户进行归类。之后的事情就要由人工团队接手了。


  虽然你无法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自动化，让机器代替你去处理一切事务，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工具的结合使用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挖掘到更多的商机（仅仅顺着一条tweet或者其他社交信号，我们也许就能摸到潜在的销售机会），并进一步帮我们锁定目标客户。互随使得我们把社交平台中的琐碎对话转变成了有用的人际关系，Nimble则负责追踪相关人脉并且锁定所有商机，因此，我们能以更少的时间达成更多的交易。两个平台相辅相成，使我们能立刻了解到周围人的动向并做出回应，在增加了销售额的同时减少了时间和金钱的投入。


  安排你做出回应的时间： 和倾听相比，及时对周围人的动态做出回应同样重要。耐心的倾听和良好的回应能让你从市场中脱颖而出。然而，每天需要处理和回应的社交信息实在太多，无数品牌为此忙得焦头烂额，以至于无法及时处理某些问题。大部分时候，这些公司仅仅是小心谨慎地推送着内容，不带任何感情色彩、麻木地敲击着键盘，在成百上千积极热情的忠实粉丝的翘首期盼中保持沉默。你可能会暗自揣度：我怎么可能有精力应付所有人？如果一段对话一直进行下去，甚至惹上了我们难以处理的麻烦该怎么办？如何才能让自己免于麻烦，确保每次都在合适的时间说该说的话？


  若是完美地掌握了倾听的学问，你就能做好每一次回应——这两者之间是息息相关的。因此，一旦你对聆听的各个环节都能了如指掌，就不需要担心中间会出什么差池。把握好回应的时机并不难，无外乎告诉你的团队怎样合理地去回应，并且对于何时回应做到心中有数。在所有回应都应当及时这一统一标准之下，回应的方式又细分为三种不同的基本类别。但归根结底，它们都和你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一个有礼貌、有思想的正常人会做出的反应没什么两样。


  
    他人转发你的推送或者与你探讨你的分享内容：在现实生活中，若是有人与你进行互动，你定会有所回应，不是吗？同样的，当人们对你在网上分享的一些内容做出回应之后，你也应当去给他们的评论点赞、对他们点名表示感谢、回答他们的问题等。你和你的团队应该对他人的回应给予高度重视。记得态度真诚、言辞得当，在虚拟网络中也要表现出我们人性化的一面。只要是在工作时间（或是其他应景的场合下），抽些时间去回应那些关注你的人就并不是什么难事。


    客户服务：我们又一次碰到了这个问题，当你接通了客户打来的电话时，你会如何来回应？我打赌你会抱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并私下认为那些恼人的客服控诉几乎在挑战你的底线。但如果你信奉“客户至上”，希望在社交平台上树立起随叫随到的客服形象，并且想借助热忱的服务态度改善客服质量，那简直是太好了！要知道，当传统的解决方法无法满足客户的要求时，他们通常会寄希望于社交平台（参考考特尼和Naked Wines的案例）。在传统客服面前屡屡碰壁的客户们有可能已经非常气恼沮丧，因此，耐心聆听和迅速回应就显得尤为重要，态度是越亲切越好。无论是点名感谢还是负面评价，人们往往需要鼓起很大的勇气去发布一条tweet，公开一段自己和品牌之间的故事，这时他们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当事人的沉默。比如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时常想和某些品牌进行沟通与互动，但这些大牌却装聋作哑，于是，客户失望、伤心，负面情绪铺天盖地地蔓延开来。记住，每个人都想被聆听、被认可，没有人希望你的回应只是在事情愈演愈烈之后的弥补。及时、恳切地进行回应，你会发现自己的人脉变得越来越广，粉丝们会发现你真的在乎每个人的想法，从而更加忠实于你。你也因此能够更进一步地与他们互动，让他们更加忠诚热情。


    随着越来越多的客户开始将求助于Twitter作为一条解决问题之道，我们就务必要将“倾听——回应”这一过程发展成一种全新的、井然有序的客服渠道。其中，培养那些会和客户直接进行互动的员工是十分重要的——这是一个品牌与顾客之间最关键、最有价值的互动。不过，无论是谁去充当先锋兵，与客户直面对话，都要提前准备好应急方案以及管理措施。


    为临场应对做准备：面对突发状况，随机应变的能力比及时做出反应更加重要。超群的应变能力能使一家公司在整个营销业中傲视群雄。那么如何才能让你的团队提前做好准备呢？首先，你需要了解临场应对和“赶鸭子上架”之间的区别。


    公司往往会在提升自家品牌的分享关注度上大动心思，或是借助科技产品进行营销，或是利用某个热点话题，打出让人印象深刻的标语，进而达到宣传品牌的最终目标。想要成为弄潮儿，就需要精细入微的倾听能力，并为此投入相当多的精力，但是效果会立竿见影。


    谈到即时营销，我不得不提一提奥利奥饼干在2013年“超级碗”比赛中的官方tweet：“即使在黑暗中，你仍然可以泡一泡”。[44]就在最近，我在奥斯汀市的“西南偏南”艺术节上遇到了亿滋国际（Mondelēz International，奥利奥的控股公司）全球媒体平台及客户参与部门的副主席博宁·博夫（Bonin Bough），我们坐在一起谈论他们的那次经典营销。虽然他们在那时获得了全世界社交平台的关注，他却把它看成了一次失败。他说：“我们仅仅是把赢来的关注原封不动地搁置在一旁，完全没有善加利用。现在想想，当时真应该开展一个活动来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如果我们做一个小网站，或是想出任何别的什么好点子来维持这一良好势头，那么几个月后，收益将大到无法想象。然而，我们就这样毫不自知地放弃了良机，这种机会也许再也不会有第二次了。”


    多数公司都需要在当下就计划好几个月之后将会发生的事情。那些看似不可预知的伟大时刻实际上都来源于一个精心设定好的计划，公司往往需要认真倾听，以便找到群众最容易产生共鸣的话题，激起他们的回应（或是你来我往的互动）。这里面诚然需要一支机敏的团队，但事先有所准备可以让你有足够的时间去周全而认真地思考。


    事先和团队一起设计出一个应变方案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策略在产品发布、发生重大事件，甚至在危机处理中都非常适用。这样一来，临场应对时所有人都能跟上节奏，甚至有余力想些创新的小点子，使得你们的回应不仅真诚，更能作为分享策略的一部分收到更好的反响。


    临场发挥在市场营销上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给客户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纽约Citi自行车公司[45]就有一个非常棒的案例：它的一位客户保罗·杨（Paull Young，上善若水[46]数字媒体部门主席），在Twitter上发布了一条信息，说自己从Citi自行车上摔了下来并且蹭坏了自己的裤子Citi社交团队与J. Crew[47]一起，迅速发布了“马上来帮你！”的tweet，给了保罗一张礼品卡，让他能够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用来换购一条新的牛仔裤。保罗对此颇感意外。而那张礼品卡，在保罗走出会议室大门的瞬间就被送到了他手上。

  


  并不是谁都可以像Citi或者J. Crew一样随心所欲地利用品牌资源引起一阵话题热潮。然而，即便是最小型的公司也可以通过倾听之道和把握时机的妙招，创造让客户难忘的瞬间——就像“柯达瞬间”[48]一样（还记得这个经典的标语吗？），与他人进行分享，因为它们势必会引起情感上的共鸣。创造“柯达瞬间”并不仅仅意味着引人注目，然后投其所好地编写一些感人的句子发表出来，而是一直以一个倾听者的姿态寻求与人联结、建立关系并且传递价值的机会。


  分享一个让我动容并铭记的柯达瞬间：IBM在Twitter上给我发了一张特殊的情人节活动卡。卡片随着感谢信寄给了每一位影响者（你的个人或公司关注者），而且每一张都是私人订制，这对我非常有意义。


  IBM的社会商业部门主管米凯拉·斯特里布林（Michela Stribling）说，还有许多人和我一样为此感到暖心。她说，情人节的活动以一种简单而甜蜜的数字化方式分享了他们对于关注者们的爱。“人们为我们做了很多事，从转发tweet内容，到在博客上发表评论，再到参加会议，因此我们希望向人们展示公司对于他们所做的一切的感激之情，”米凯拉说，“这是一个不带有任何商业目的的善意行为，不过出人意料的是我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回应。”


  每一个企业都有能力（并且应该）为顾客、合作伙伴、影响者们创造一个难以忘怀的温暖瞬间。无论是精心策划，还是顺势而为，只要一直保持人性化的态度，不断做出努力，就会有好的结果。


  一套优秀的社交策略必须集制订计划、寻找合适渠道和亲身参与于一体。是的，“时间”这一要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中包括节约时间、及时回应和把握时机。然而，最需要时刻铭记的一点就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建立人际关系网络，所以，自动化技术的应用也只是为此服务，切不可让其喧宾夺主。无论是个人还是品牌，只有建立了更多人际关系才能发展和进步。那么，哪种类型的人际关系才会带来最大的增长效益呢？毋庸置疑，就是与影响者之间建立的友谊。分享行为有利于你寻找影响者们，也可以帮你与他们培养一段良缘。多加练习你就会发现，你的商业版图正在逐步扩大。


  
    [41] TMI，Too Much Information的缩写，指信息过剩。——译者注

  


  
    [42] Buffer，一个社交平台状态发布时间管理应用，支持Twitter、Facebook和领英。——译者注

  


  
    [43] Nimble，一家数据缓存公司。——译者注

  


  
    [44] 这条tweet的英文原文是“You can still dunk in the dark”，“dunk”一词一语双关，既指扣篮，又指泡饼干。——译者注

  


  
    [45] 纽约Citi自行车公司，英文名Citi Bike of New York，一家由花旗银行赞助的公共自行车公司。——译者注

  


  
    [46] “上善若水”即Charity：Water，一家慈善组织。——译者注

  


  
    [47] J. Crew，一个美国服装品牌。——译者注

  


  
    [48] “柯达瞬间”，英文名Kodak Moment，“难忘的一瞬”。——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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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定义“影响者”


  在当今的世界里，什么才能称为“影响”？牛津字典把它定义为“能够改变某些人的观念及行为的能力”。所以，谁才是今天的“影响者”？人们曾经认为，有影响力的人都是带有名人效应的变革者：体育明星、演员、政客——那些具有庞大观众群体及媒体平台的人。然而现在的这些人在我们生活中所产生的影响力与10年前大相径庭，过去的名人具有所谓的“用钱买来的虚假可信度”。我们会怀疑体育明星是否穿过他们代言的运动鞋、重金请来的名人是否用过他们代言的护肤品来提高生活质量。现在，我们不再看电视商业广告，而是在社交平台上询问朋友们的意见。


  事实上，社交网络已经改变了影响力的源头，并且公平化了整个平台——现在，人人都能成为影响者。只要你可以在社交平台分享一些信息，你就能拥有影响他人的力量。每天我们在分享内容的时候都在影响他人，无论是通过面对面交流还是网络交流。我们的朋友及家人（甚至在Yelp[49]上分享评论的陌生人）对我们的消费决策产生的影响力，比任何一位电视名人或者大师都大。而影响力的背后，是信任。那么，你更加信任谁？


  这里有一个绝佳的案例：当我需要一个新的车库门的时候，我会打电话给网上的一家公司询问价格。他们会派出一位客服代表上门勘察，他告诉我费用是1 000美元，但是并没有告诉我这1 000美元究竟都会花费在什么地方。他说具体花销要等到他给经理打完电话之后才能确定。什么？即便我态度强硬，他仍然不肯告诉我“1 000美元”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很显然，我们之间毫无信任。对了，他居然向我收了40美元，仅仅因为他向我提供了一个毫无依据的报价！


  我又仔细地挖掘信息，并找到了一些当地的公司，其中一家在Yelp上有450多条好评（而且一条差评都没有）。虽然我并没有时常关注Yelp上的评价，但这么多条评价还是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在谷歌上搜索了那家公司，并且发现我的一些朋友都给过它好评。我还看了一眼社区网页，网页显示我的邻居曾与这家公司有过交易往来，并且给了这家公司很高的评分。我对这家公司的印象越来越好了。


  最终，我们达成了交易，我收到了很棒的用户体验。技术人员在24小时之内就到了，给我看了手册和须知，向我提供了各种选择及报价，并承诺会以第一家代表给出的报价的一半就把门装好。我瞬间理解了为什么这家公司有超过450条好评！


  试想一下，10年以前我们的信息分享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如果你想找到一个商家和你做交易，就必须依靠家人或者朋友的引荐。而如今，网络上的评论及推荐页面广泛兴起，并受到认同，向我们展示了社会群体（以及其中的个人）对于我们私人及商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力。


  然而，社会认同并不是衡量一个人影响力的唯一办法。比如说，我正在考虑买一辆自行车，我并不会去咨询店里的售货员（售货员只想着怎么把东西卖给我）。我去找了我的朋友戴夫，他不用社交媒体，也没有累积Klout[50]或者Kred[51]分数（这些都是社交网络上的衡量标准），并且对我买自行车一事没有什么兴趣。在跟他聊过之后，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他几乎知道关于自行车的一切信息，因此我非常信任他作为我在这一领域的影响者。影响力就是建立信任和可信度。戴夫和我拥有共同的兴趣以及深厚的友谊，所以这种高级别信任度会对我的购买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么你的客户们呢？他们最重视谁的观点？


  寻找并培养影响者


  我找到了创新营销专家、作家及Sprinklr的宣讲者叶卡捷琳娜·瓦尔特（Ekaterina Walter）谈论关于如何寻找影响者的话题。她提到了在你所在的领域内找到影响者的4种方法：


  发现影响者


  
    找到影响者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亲自进入这个行业。大多数时候，如果你足够了解你的行业，你就会知道行业内的信息风向标都是在哪里产生的。让我们来看看英特尔（Intel）的软件团队是怎样做的。大约五六年前，在开发者们经常露面的某个职业论坛上，他们试图让自己参与到一些有关软件开发方面的对话中去，慢慢找出了那些经常侃侃而谈的人，弄清谁更有影响力、谁更能引发话题。所谓职业论坛，无非就是大家齐聚一堂，各抒己见，让观点相互碰撞从而产生有意义的对话的地方。


    英特尔的员工了解了这个行业，依据论坛中的对话找出了行业中的相关人员，并最终与他们建立起联系。这的确需要花费时间，然而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些人际关系的培养会让你受益无穷。


    第二种找到影响者的方式，就是直截了当地大吼一声：“得了，谁提到我们品牌的次数更多？咱们把他们请来喝喝茶，或者找份名单专门记录咱们品牌的影响者，把他们的名字直接填进去。”


    第三种方式就是开发你现在的客户，不仅仅是忠实的客户。经常回访的忠实顾客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就是你最大的支持者，或是真正的影响者。如果你不去仔细进行判断，收获往往不大。深入客户关系管理，关注购买力数据、忠诚度指数，如果你是顾客日常消耗品（CPG）的零售商，关注调查用户忠诚度做展开的活动的数据，等等。找出那些之前可能被你忽视的潜在影响者，或者他们的支持者——那些十分大牌但同时痴迷于某个品牌或产品的支持者。


    现在，我们来简单地提一下第四种方式，就是员工支持者——尽管收获果实并不丰厚。但许多员工人际关系非常广泛，甚至在行业内享有公司无法企及和忽视的极高知名度。

  


  永远以人为本


  每件事都始于人们的参与，从购进产品并且得到高层主管的支持开始。行为上的改变总是从顶层开始，如果想让员工及合作伙伴有良好的内部合作及思想交流，还需要体制上的改变。我们见过太多首先从科技方面（或者平台）抓起的企业，它们完全忽视了那些建立人际交往政策、将科技糅合进来并且提供客户服务的人们。一个典型错误就是雇用外来员工去视察企业内部或者管理客服，而并不是先委任一位每天参与其中的员工。员工们就像后院中被人忽视的钻石，而他们对你的企业及其目标有着深刻的理解。举个例子，你知道给亚马逊（Amazon）带来接近20%收入的Amazon Prime[52]优惠，是亚马逊员工们自己的创意吗？


  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员工向外界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不仅仅是转发新状态或者给公司产品做促销）。我们都知道故事非常利于分享，让员工在自己的页面上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这对于你的品牌、产品或者企业文化的故事是一种非常有力的宣传。这些都是无须捏造的、真实可信的内容（并且就在你的手边！）。


  一旦你的员工们脑子里装满了有关合作及分享的新目标，下一步就是建立工作流程等使这些目标成型。社交媒体的政策、与科技相结合、重新处理客户服务以及危机管理——所有这些过程都需要每个人的参与，需要集思广益。比如说，谁来负责监管和聆听每个环节？你的工作流程内容大概是什么样子？你的衡量标准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要找出并选对用来监管网络平台对话的工具，进行内部合作、管理与客户的关系，都应该在培养员工和制定流程目标之后再做考虑。如果让员工和目标来顺应变化，就如同让一只运动队骑自行车横穿整个国家。运营方案应该去贴合员工及最终目标，而不是本末倒置。


  在创作我的书《人与人》之初，我们决定着手于一个不一样的影响力研究项目。


  为了优化各种排名及列表数据，我们与Leadtail[53]合作，通过研究社会市场影响的幕后之人来寻找新的参与方式。


  我觉得这个项目很有意义，因为它不仅停留于表面，更能深入分析排名及各大榜单。我们想要更深一步地研究那些大部分榜单最初会频繁使用的数据，毕竟作为智人，就是要尽力将一些事情化繁为简。


  Leadtail的首席执行官卡特·霍斯特利（Carter Hostelley）解释了前提条件：


  
    毫无疑问，科技让分析、分类以及锁定目标客户变得更加容易。然而，市场营销者们依旧在煞费苦心地开发吸引眼球的产品内容，为如何有效提高社交媒体的参与度而思前想后。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忘了一切的基础和开源是人，并不是数据碎片、邮箱地址或者用户名……而是真真实实的人。

  


  我们团队选择的前30名影响者，都是那些每天在品牌策略及执行方面工作的人。我们项目中的执行官都是社交平台的明星用户或是数字化老手，都为企业在社交数字平台上的交流分享策略及其执行过程鞠躬尽瘁。无论这些影响者是致力于营销科技、活动赞助、广告空间，还是航班机票，他们都被众多大品牌和向市场营销决策者们兜售的零售商们竞相追捧。


  我们分析了他们个人Twitter账户的处理方式（与品牌账户相对应），因为像许多人一样，这些影响者们利用Twitter与朋友、同事、品牌公司及媒体进行互动，来为他们自己和自己的品牌谋求利益。不单单是采集和调查数据，我们想总结这些人的行为数据——这些执行官们实际上每天都在“做”什么：他们提到了谁，分享了什么内容，以及如何参与互动。


  
    [image: ]

    左：PureMatter的数字专家找出了30位每天影响数字和社交平台的执行官。


    中上：Leadtail分析了在2014年1月1日~30日之间，这些影响者们在Twitter上发布的22 642条公共平台状态。


    中下：这些tweet中包含9 413个链接。


    左上：3 554个话题标签。


    右中：8 070个点名/回复。


    右下：以及2 589条转发。

  


  在我们分析了30位影响者们的Twitter使用行为之后，这三类带着自己独有特点的参与方式脱颖而出。


  · 健谈者： 经常提及他人。致力于互动和参与


  · 扩散者： 时常分享链接或者转发内容。重点关注时事话题


  · 品牌维护者： 绝大多数会分享多媒体内容。紧随各大品牌


  健谈者


  健谈者们关注对话交流与互动。他们就是那些会在对话中提出新思想、在线上和线下通过建立真实的人际关系来跨越虚拟/现实的鸿沟的人。我们将健谈者定义为在Twitter上“提到”他人的比率超过0.95的人，这个比率意味着几乎他们发布的每条tweet都会提到别人。健谈者们通常也会分享链接，但是频率比扩散者们要低一些。


  如果你在网上有许多对话，那么你就是一个健谈者。你提出问题、发表评论并且寻找你与社交平台上结识的好友之间的共同兴趣。当你分享内容时，你会加入自己的见解或者向别人询问他们的见解。


  如何找到其他健谈者们并且和他们进行互动？依据定义，这些人都是希望参与互动的人，所以只要态度真诚，带着问题或评论去尝试接触就好。健谈者们都是天生的积极分子，并且通常会与对方在交往中建立深厚的人际关系，如果能创建面对面的交流，则更容易构建联系。


  扩散者


  扩散者是我们可以信任的信息管理者。他们从头到尾全方位地掌握着自己的生意，并且投入时间来建立信任、可信度，笼络受惠于他们专业知识的群众。扩散者们会保证那些最棒的想法能够在社交平台上得到分享和倾听。


  如果你是一个比健谈者和品牌拥护者分享链接或转发Twitter内容概率更高的人，那么你就是一个扩散者。


  或是如果你主要关注一到两个核心话题，并且分享有关这些话题的内容和观点来树立个人品牌，那么你就是一个扩散者。当你的聆听技能炉火纯青，能够在千篇一律的信息海洋中挑出独特的观点，你就是一个高效的扩散者。这就是你与受众建立信任的方式，你也会因此成为那些也希望拥有大量粉丝的人的追随对象。


  你极具洞察力，不太可能会仅仅因为别人的要求（或金钱）就去分享他人的内容。只有当有人提及了能够在你的专长范围内提升你的信用的、为你带来更多群众的内容，你才会愿意去分享。


  品牌拥护者


  品牌拥护者是他们品牌的支持者，也是权威性的重要保证。毕竟，如果建立品牌的人不能反映企业的核心价值及企业所承诺带来的生活质量，运用世界上再好的营销都于事无补。


  如果你说话的语气和内容跟品牌价值及传达的信息高度吻合，那么你就是一个品牌拥护者。


  品牌拥护者们最有可能在Twitter上使用许多其他平台的媒体，分享的内容形式相对来说也更为丰富，包括秀位置签到、晒照片、传视频等。


  在很大程度上，品牌拥护者都是多媒体专家——你需要向他人展示而不是阐释，以一种与你的品牌高度契合的身份展示你要传达的价值观。


  他们是谁？


  在完整的Leadtail报告中，你可以看出以上影响者们是如何被分类的，我只是在本书中略提一下我们得到的名称列表。跟随他们，与他们交流，并观察他们如何工作，效仿他们并最终赶超他们。相信我，他们会欣赏你的坦诚！


  让每位员工成为影响者


  当谈及员工的支持时，公司的领导者们通常会问一些有关如何口口相传或在社交平台上进行分享的问题，例如：“如何才能让我的员工们转发我的信息？”但这种问法是错误的。正确方式是：“我怎样才能帮助员工们分享他们自己的信息？”绝大多数员工都愿意帮你的忙，但是只有当他们感受到公司对他们的关注时，他们才会接受鼓动。你的员工会是你最好的宣传者——他们在乎你的品牌形象，并且愿意分享他们自身的相关经历。然而他们需要确保自己的信息安全，所以重点就在于建立一个分享准则，让他们能安心、轻松地在网络中进行分享。


  在此操作环节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如果你想让你的队员们成为影响者及思想领导者，并且能够向现有客户、潜在客户及商业伙伴们传达对方感兴趣的信息，那么你需要给他们提供时间和资源。要让他们在为本职工作操劳之外再花费大量时间来创造并分享内容，甚至期望他们成为思想领导者，这未免太不公平，而且也不现实。要考虑到他们肩上的其他责任。思想领导的能力不是想有就有的，也不是其他事情能随意主导的。妄图做到“星期四早上从10点到10点07分我要做一个思想领导者，但之后我就得马上去开会”的人是无法成为一个有效的领导者的。然而在大多数企业中，这才是许多员工们的现实，他们并不知道何时才能有时间完成这些事情。


  寻找影响者的另一个要点是让合适的员工成为影响者——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能力，找一个不合适的人，结果将是是徒劳无功的。无论你花费多大的精力告诉他们如何分享你的内容，或者连哄带骗地劝说他们、激励他们，不可能发生的就永远也不会发生。


  我博客上有一篇名为“找到更渴的马”（Find Thirstier Horses）的友情博文，CBIZ[54]的营销总监马克·韦克斯曼（Mark Waxman）在文章中说，有时寻求合适员工的方法并不难，得到他们的支持也可以全然不费工夫：


  
    有时你可以成功地把一匹马领到水源边，但是你无法命令它喝水。所幸，解决办法很简单：找一匹更渴的马。没错，他们到处都是。他们可能并不是你最初所想到的那些人，通常也不是你的主管，甚至不属于整个领导班子。他们也许不是最先出现在你脑海中的人。然而，每天被埋没在办公室隔间中的正是那些对社交平台颇为了解的年轻员工，他们表现活跃，期待自己能有机会得到独一无二的职业晋升！找到饥渴的马，循循善诱，你很可能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那些之前被你领到水源边却不喝水的马——你猜怎样？他们也开始想使劲喝水了。

  


  在思想领导的过程中，一个组织内员工个体的声音通常会比整体组织的声音更可靠且有力。找出公司里热情洋溢的社交网络达人，并且让这些员工成为影响者（记得同时赋予他们成为真正的思想领导者所需的时间及工具），这样做可以帮助你在内部建立起强大且热情的后援。


  一个可供选择的有效工具就是Dynamic Signal[55]，它已经帮助通用磨坊、SAP[56]、Allstate[57]等客户培养了影响者，当然，其可靠性还有待考量。其中一个科技客户最先发现了它们的支持平台VoiceStorm[58]是多么有效——仅仅通过分享三条信息（事件公告、信息图表及促销信息）来检测客户印象，这家公司就发现相比官方渠道的分享，员工支持者的分享会带来高达151%的社会影响力。


  如何与影响者建立联系


  除了培养员工支持者外，倘若找到了行业内的影响者，如何才能与他们建立联系？影响者营销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办法。如果你要办一个现场活动，例如一场会议或者与影响者们擅长的话题相关的交易节目，那就邀请他们作为活动的VIP嘉宾来试图建立友好关系。在PureMatter，我们与思科和IBM合作发展他们的影响者项目，且颇见成效。例如，我们为思科线上活动邀请到了22位科技行业的影响者（对科技有着强烈兴趣并且社交范围非常广泛的客户和伙伴）来拓展公司的支持者网络。一些简要信息及内容在会议前、会议中和会议后被分享给了这些支持者。这一分享举动不仅帮助思科与他们的支持者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同时也鼓励了支持者们创造自己的分享内容（例如博客等）来扩散他们的信息。为了给思科建立起一个网络社区，我们创建了一个私人Facebook小组来分享一些活动的预览。我们并没有强硬地要求他们发表博文或者tweet，只是为他们提供了能够轻松分享自己经历的工具和条件，结果不负我望。事实上，在第一份Keynote[59]发表的几个小时内，Twitter上就有900万条对这次事件相关印象的发表。活动结束三四天后，有2 400万条相关印象的tweet。


  乔尔·科姆（Joel Comm）也是经常分享自己相关经历的一位影响者。据他所说，那些数字在事件逐渐展开之后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在线思科社交平台团队在Twitter上追踪了超过2.86亿条事件相关印象。这些印象来自使用话题标签‘#’发表内容的人，”乔尔在博客中这样写道，“平均年龄为20岁的影响者团体贡献了超过3 000万条话题tweet！本质上说，在超过27 000名现场群众中，20岁人群占了那些话题印象的10%以上。这只是Twitter上的数据，还没有考虑Facebook、Google＋、Instagram[60]及其他社交平台。”


  更振奋人心的是，在会议期间和会议之后，有许多与会人员发表了关于这次事件的博文和文章。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重视，因此，他们非常激动地讲述他们在现场的感受，这帮助思科线上活动在会议之后扩大了范围及影响。小型企业营销咨询师、American Express OPEN[61]的作家布雷恩·莫兰（Brian Moran）也是思科线上活动的一位影响者。“对我而言，这次影响者营销所构建起的人际网络会带来中长期的收益，我坚信这一点。能与我所崇拜的一众人士共同相处，能够有机会深入了解思科的内部运营，让我感受到自己与他们之间的联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


  思科另外一个鼓励影响者参与的方式是#思科支持者电台，它将影响者们与他们在思科中的专业领域相结合，并以电台访谈的形式进行录制。对话的内容从对思科产品的讨论及改进方案，到更广泛的IT行业的整体趋势及热门话题。思科支持者们在他们的社交圈中转发这些广播内容，为思科产品带来了更为广泛的认知，以及每月超过50万的tweet点名。


  除了运用现场活动之外，TapInfl uence[62]这类系统软件可以帮你识别并管理影响者。你可以用它来发表内容、进行有效性评估，并与高管们分享与影响者营销有关的具体结果。这样的高科技产品会持续帮助品牌（及影响者们）落脚于分享，最终达到互惠互利。《影响力营销》（Infl uence Marketing）的作者萨姆·菲奥雷拉（Sam Fiorella）表示，使用科技来深入分析社交对话使得我们能够把关注点放在分享时的语境（或者导致的结果）而不是分享内容的数量及范围上，从而让影响力营销更加契合我们的目标。


  现在，我们已经认识了组成我们影响者群体的人，并且讨论了如何利用这些人际网络的力量，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下人们用于分享的一些平台。毫无疑问，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就可能有新的平台诞生，但是我所关注的是那些经过演变和发展，成熟精良的平台，通过与这些更完善的平台的专家进行沟通，我试图分析每个平台的独特力量，以及人们愿意使用它们的原因。


  
    [49] Yelp，美国的大众点评网站。——译者注

  


  
    [50] Klout，网络及手机应用，用于对其用户进行社交影响力排名。——译者注

  


  
    [51] Kred，与Klout用途相同，一款社交影响力衡量工具。——译者注

  


  
    [52] Amazon Prime，亚马逊会员。——译者注

  


  
    [53] Leadtail是一家B2B社交营销机构。——编者注

  


  
    [54] CBIZ是美国一家金融咨询公司。——译者注

  


  
    [55] Dynamic Signal：美国一家营销公司。——译者注

  


  
    [56] SAP：一家高科技公司。——译者注

  


  
    [57] Allstate：一家个人保险公司。——译者注

  


  
    [58] Voice Storm：Dynamic Signal旗下分享平台。——译者注

  


  
    [59] Keynote，一款幻灯片软件，由苹果出品，适用于OS X运行系统。

  


  
    [60] Instagram，一款照片分享软件。——编者注

  


  
    [61] American Express，美国金融服务公司，OPEN是他们最新推出的业务。——译者注

  


  
    [62] TapInfl uence，影响者营销公司。——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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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平台


  与他人之间的交流有种无法言喻的魔力，例如与朋友分享往事，开怀大笑，与志同道合的人畅聊那些能让我们的灵魂更加充实的话题，这也正是我们中的很多人会被社交网络深深吸引的原因。从本质上来讲，社交就是终极网络鸡尾酒派对——像镜子一样映照出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境遇，却不受一般人际交往中的空间和物理限制。我们可以决定是否积极参与到一段正在进行的对话中去，或是端杯饮料边喝边旁观（而且不用担心会一不小心将饮料溅在别人的鞋子上）。


  社交平台允许我们和方圆20英里[63]以内的人们聊天，或者与分布于世界各个时区的同龄人联络。从某种角度来讲，网络社交甚至比真实的鸡尾酒会还要好：相较于面对面交流，我们可以同时与更多的人沟通，而且由于彼此在现实中有过共同的经历，网络社交可以加强我们已经在面对面沟通中建立起来的关系。


  然而，虚拟世界的匿名感也会给网络交流增加障碍。要知道，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如果我们在对话时看不见对方，我们就无法捕捉到那些极为重要的视觉或肢体语言的线索，而这些线索在现实接触中都真实有效。那么我们如何确保一段实实在在的人际关系呢？


  我的朋友特德·鲁宾说，要消除社交网络的匿名感，就需要我们用数字化的方式“看着”他们的眼睛——这意味着使用网络工具和常识礼仪来和聊天的对象建立一种感性的认知关系。每一个平台都有自己的交往准则，但总的来说有几条是共通的——这种共通点就是在交往中保持友善。


  这里是我的前5条网络社交鸡尾酒会准则：


  
    1.不要介绍完自己就走开。 在任何社交场景下（无论面对面或是在网上），都有大约两种人：一种人参与社交的目的是和尽可能多的人握手（名片猎人），另一种人只想与少数几个新友人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对话采集者）——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那些有意义的对话才是建立情感纽带和促进私人关系的根源。


    2.让冰融化。 将杯中的饮料一饮而尽，你手中只剩一个空杯子、一只冰凉的手，你的反应只不过是忍不住一个激灵。换句话来说，一场速食对话不会让你走得很远，所以不如去享受认识新朋友的过程。坐下来好好地品你的饮料，让里面的冰块有时间去慢慢融化。或许你会找到一个和你有着共同点的新人，以至于你忘记继续去和别人结识。在社交领域，吧台永远是开放的，你不必焦虑。


    3.了解谁会参加那个派对。 提前了解你可能会见到的人能让你更好地做准备。在社交领域最好的发明之一是话题符号“＃”。关注话题符号能让你依据相关度迅速在派对开始之前就了解谁发起了这个话题、谁会在讨论现场、共鸣点又是什么。越早参与其中，你就越容易在网上快速和别人建立联系。如果有一天你们有机会见面，那将会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对于我来说，在参加会议或者活动之前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方式曾为我建立了人生中一些最广泛的人脉）。


    4.做一个派对列表。 在用列表记下我们分享的信息之前，我不会从一段精彩的对话中走开。这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如果你不使用客户关系管理的话），因为如果不把它们记下来以便之后回顾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追踪其中每一场对话的。这是一种很好的联系人管理方式。


    5.做第一个打电话的人。 就像约会一样，在网络社交中结交好友也存在这么一种“给我打电话”之类的含蓄邀请。你问我的建议？别等着他们给你打电话，去拜访他们，让他们知道你还在。我保证这并不会让他们觉得你极度饥渴。网络社交本就是用来分享信息，并且让他人知道你喜欢他们所分享的信息的。也许一些精彩的内容会让你想持续关注或提出质疑。于我而言，我很乐意看到起床之后有人利用这个时间向我提出问题，并附上自己的想法，或者简单地转发我在Twitter上分享的内容。这让我心情愉悦，而我也试着与别人用同样的方式互动。

  


  与人在鸡尾酒会上的见面只是第一步——接踵而来的交谈才能真正擦出火花！无论你是想要扩展自身人脉，还是想启发整个团队来使个人品牌在网络上更人性化，都应该在加入派对之前对社交网络礼节进行回顾。


  我曾经在《人与人》中讲到一个，名为“艾伦的90天”的运动，是一次为期90天的社交媒体实验，由我和我的朋友沃尔多一起组织领导。这次运动很好地阐释了通过分享所建立的联系的力量，它旨在赢得一次与艾伦·德詹尼丝（Ellen DeGeneres）共进午餐的机会，并为慈善组织“赈饥美国”[64]筹款。从结果来看，这是个败笔：我们没能获得和她共进午餐的机会。事实上，她从未肯定过我们的努力（这不免让人失望）。然而作为实验，它却是个巨大的成功，因为它为那些有着共同目标的人搭建了联系——它在众多的网络社交渠道累计得到了将近7 000万的关注量，粉丝组团制作了将近100个视频，几十个模因[65]，并给“赈饥美国”筹集了超过1 500美元的捐款——所有这些都是由小于一顿二人晚餐预算的资金累计而成的。


  通过这件事，我们能得出网络社交的成规：是的，网络社交可以建立关系，我们也可以在没有名人（比如艾伦）直接参与的前提下筹款。


  说到有意义的对话，让我们来看一看分享是怎样通过一些顶尖的网络社交平台，在建立商业联系方面发挥最大效用的。


  领英


  作为最老牌的职业社交媒体，领英很可能是更受商业领袖欢迎的网络平台。然而，从最开始的线上简历平台到现如今，领英已然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现在，个人和品牌都在领英上更加活跃地进行着内容分享。


  领英一直以来致力于通过联网建立一对一的关系，但它类似于朋友圈的内容发布平台却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个体的思维领导力，而这种能力恰好能够拓展人脉圈。


  我曾和“社交最大化”[66]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作家尼尔·谢弗（Neal Schaeffer）聊过有关开发领英的商业价值的话题，他也认同领英已经成为建立思想领导力的先驱：


  
    在领英上分享一条高质量的内容，其实是通过公共平台来美化自己的主页。那种含义深刻的内容甚至更有可能比单单一条状态更新能得到更多的关注。但是要注意：切勿用公司账号进行分享，一定要用个人账号来进行操作。


    领英是一个在商业决策者和行业领头人之间产生思想领导力的终极场合，而它的内容分享平台更是能够帮助人们提升领导力。

  


  我们还讨论了怎样才能使你进一步参与到你所分享的内容中去，基本分为以下三步（这些方法能在任何平台运用，不仅仅是领英）：


  
    1.先把你的主页整理得当： 这包括个人品牌建立、关键词、图片——所有能够全面展示你个人风貌的内容。把这些基础设施最优化，这样，当别人在通过领英搜索找到你时，他们就能够看到足够多的信息来决定是否要与你建立关系或是关注你。这是第一步。


    2.开始互动： 建立并且优化了你的个人主页后，就去和他人互动吧。读一读他们说了些什么，然后参与到他们的更新中去。这对于建立思想的共同点是非常重要的。在发表言论以前，多尝试在别人的状态更新下或者组群里互动。


    3.定期分享相关的信息： 如果你已经和一些人有了一段时间的互动，当你开始发布与他们有关的信息时，你更有可能得到回馈，因为他们正在悄悄关注着你。

  


  我很喜欢尼尔在领英分享时所使用的小技巧——使用他的个人Twitter账号作为发布内容的测试平台：


  
    Twitter是你会想要发布实时消息的地方，更是大新闻的发源地。我每个星期都会浏览自己发布的tweet，看看那些得到最高点击量、最多被提及和收到最多回复的内容。我会挑出其中最受欢迎的信息，然后把它们分享在我的其他网络平台。Twitter的受众和领英有一些不同，但因为我在Twitter上也非常职业化，并且发布的内容都很相近，因此我想，找出那些更受欢迎的内容应该是有迹可循的。当然，并不是每一条在领英发布的内容都是从Twitter上摘来的，但这确实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

  


  我问尼尔如何看待领英广告的有效性，他指出，虽然在领英上发布广告比在Facebook和Twitter发布成本更高，但也确实有它独特的价值。


  
    我的有些客户仅仅通过领英广告就建立了市场营销渠道。尤其是当你在平台上分享“白皮书”[67]以及开设网络研讨会，或者其他能够把人们带入营销渠道的办法。如果你在卖价值6位数的企业软件包，花2美元打条小广告根本不算什么。然而，锁定目标客户是关键：设置好标准线，以此来确保每一次点击都是真实有效的。这就是社交网络广告的优点——如果你以正确的方式去做，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不仅不贵，而且你的目标越精准，最终的效果越好。

  


  那么，除了广告以外，如何在领英得到最大的效益呢？尼尔和我都认为这取决于怎么使用它。如思科这样的大品牌通过建立公司主页来获得强烈的存在感，并进一步让员工关注和分享主页链接，最终产生极高的投资回报率。思科的主页帮助它们建立和保持思想领导力，招贤纳士，提高注意力占有率（mindshare）[68]。


  对于小公司来讲，在领英组群里的广告投放和分享往往比公司主页更能创造价值。因为仅有一小部分受众群会看到你在那儿分享的东西（就像Facebook的个人主页一样），这让小公司很难通过公司主页达到很大的推广规模。


  对于个人来说，尽管领英的受众都是商务人士，但与他们一起分享、产生共鸣或者触动他们的内心仍然是大有好处的。相比于一篇冰冷的博文，真实的交流会更人性化，带来更高的参与度。总的来说，分享那些为你的领英大家庭成员带来价值的东西——对于个人而言，这是在任何平台都适用的方式。


  Facebook


  在当今网络社交的世界，Facebook这个拥有超过10亿用户和跨越整个地球的网络平台绝对是不容小觑的强大存在。Facebook告诉你，你的目标客户什么时候在线、什么样的发布内容会产生最多的互动，以及更多其他有效数据。至少这些工具能够帮助你的团队设计和策划发布内容，不过你从中也可以看出为什么人们会选择某一个特定的平台。然而，由于一直在更新的新闻播报栏和复杂的新闻排序算法，Facebook毫无疑问也是最让人感到懊恼的平台之一。


  Facebook始终致力于增强用户的参与度。根据你的个人主页、你所有的互动和地理位置，平台背后的算法会自动为你提供最相关的内容。举例来说，如果我和你互动，你就非常有可能出现在我的时间线上。反之，这种可能性就小一些。想要互相在对方的时间线上占得一席，就要通过创造列表、买进广告，或者简单直接的参与。其实Facebook上大部分人都在“潜水”，因为作为消遣，很多人都不愿意承担被动参与互动的压力。那么这个算法怎么样能够帮助或者预测谁是真粉丝、引领者或者潜在的互动发起人呢？


  为了测量这个平台给我们的品牌和个人的分享方式带来了多大的影响，我与玛丽·史密斯（Mari Smith）进行了探讨。玛丽以对于在社交网站建立经济联系的洞察力而知名，尤其是对于Facebook，玛丽的观点直接而客观，即便她早在2007年Facebook刚建立不久就因为纯粹的人性化原因爱上了这个平台。


  
    第一次上Facebook之前我就有一个领英账号，当时还有一个聚友网[69]的账号，但我从没真正用过——每次一登录，我都很头疼，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那时候那上面全是动态图片、奇奇怪怪的东西，以及年轻人——全是些毫无价值的东西。


    尽管我本身就是一个社交狂人，热衷于和人打交道，在社区里非常活跃，但我保证Facebook绝对有它的神奇之处。我点开facebook.com，在注册账号之前，我就已经情不自禁地盯着它惊叹道：“哇，这个网站好像很神奇。”当即就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它。


    我喜欢中间的空白和那块特别的蓝色阴影，喜欢它整齐统一的主页。我不用去刻意寻找一个人的简介栏在哪里——它们都是一致的。


    从商务的角度来讲，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可以迅速地与我欣赏的人互动并且深化我们的关系，我读过他们的书，参加过他们开设的讲座，读过他们撰写的报道。所以我总是说，Facebook是我的初恋。

  


  Facebook在早期经历了很多的转变，其中一件令玛丽印象深刻，那就是它对于人类沟通的影响。


  
    由于人类对于沟通和组建小团体的渴求，Facebook迅速地普及和传播开来。作为一个H2H网站，它满足了人类对于归属感的普遍诉求，它知道我们很重要，也可以带来改变。自从Facebook出现之后，不断地有更多的校友团聚，更多的家庭团圆，更多被遗弃的孩子找到他们的亲生父母，更多高中初恋重逢——此类事例不胜枚举。这就是Facebook深得我心的地方。与之相比，它的商务功能反而是次要的，尽管我也经常把它用于商务。

  


  商家常抱怨Facebook改变了算法来屏蔽他们想要传递的信息，并且逼迫他们只能打广告。对此，商家应不应该开发出不同的策略来使用Facebook呢？


  
    这绝对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我想大多数人都在用错误的视角来看待它。Facebook的“赞”和“关注度”（PTAT[70]）都不是最重要的，而且，这种“关注度”并不能带来多少经济效益。人们努力地希望达到这些指标，并且抱怨传播度不够广、没法让更多的人谈论他们。

  


  但是等等……你打算套牢那些谈论你的人吗？你想把他们转变成真正的付费客户吗？你想抓住关键词上搜索头条吗？你想让人们都进驻你的博客吗？你想让你的邮箱订阅人增多吗？你想让更多人走进你们的店铺吗？让我们关注这些特定方面，并且真正给和你有关联的人群提供服务吧。


  我想我们还处在一个过渡期，那些预算有限的中小型企业都认为Facebook亏欠他们，因为之前那么长时间Facebook的使用都是免费的。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直到Facebook突然抽出了底牌。当Facebook紧缩它的算法，变成“付费玩”的模式时，商家们立刻清醒过来：“什么？你想让我们给从前免费得到的东西付钱？”


  很明显，自从Facebook在几年前变成了一个上市公司之后，他们就有责任给股东赚钱，首当其冲的办法就是打广告。


  在某种程度上，这同样是谷歌使用的模式。如果一个商人认为可以不做任何投资——既不聘请搜索引擎优化方面的专家，也不花很长时间等待筛选，就能够占据谷歌搜索最靠前的位置，就是在自欺欺人。Facebook也是一个道理，你不能不做任何时间或金钱上的投资，就指望Facebook的新闻主线能够持续吸引50%~80%的粉丝关注度。


  那么在社交媒体发生这么多转变的情况下，人们应该怎样在这个分享和协同经济中成功呢？他们应该怎样创造一条能够在Facebook或者其他任何平台上广泛分享的内容呢？


  玛丽和我一致认为成功取决于你怎样围绕着你的个人或者商业品牌来编故事。玛丽说获得最高分享度的三个因素是让人笑、让人哭以及让人情不自禁发出感叹。这三个因素，再添加一些和受众息息相关的元素，会对未来的发布内容有最大的影响。


  在创新过程中就开始努力亲近用户的企业同样会胜出，例如“维他命水”[71]公开征集他们的下一种口味，耐克公开征集关于鞋子的创意，福特汽车公司释出一款车让大众测试并且分享相关的故事。


  当品牌从他们的企业结构中走出来，会意识到他们的用户已经不再是想和一个商标、一栋房子或是一种产品形状产生联系，他们希望能够归属和聚集在同样喜欢该品牌并且能和有关该品牌的趣事产生共鸣的人群中，明白这一切的时候，就是这个品牌成功之时。


  Twitter


  在所有的社交网站中，Twitter是节奏最快并且最易变的，你可以爱它也可以恨它。这个备受争论的微型博客网站大规模地改变了人们的分享习惯，并且像我们在第五章所讨论的那样，它已经成为改变社交语言的先锋。那么它的发展脉络究竟如何呢？我曾经和有关Twitter的新书《Twitter的力量3.0：怎样用一条tweet主宰市场》（Twitter Power 3.0： How to Dominate Your Market One Tweet at a Time）的联合作者乔尔·科姆以及大卫·泰勒（Dave Taylor）谈论过这个问题。这本书的内容探讨了Twitter在现在和未来所扮演的角色。


  
    布赖恩：你认为Twitter会何去何从？


    乔尔：我们都看到了Twitter因为流行文化而被广泛使用。它已经成了人们每天必定会浏览的平台。尤其是自从他们发明了话题符号＃之后。即便Facebook拥有更高人气，但你更有可能在各类社交媒体上看到＃号，包括电视、电影、报纸、杂志和广告。Twitter的短用户名和话题符号让很多渠道都能更加容易地辨别它。


    提到互动，一种渠道对于每一个人、商家或者品牌都是不一样的，Twitter也不例外。输入什么，就会输出什么。不论你是在哪一个社交平台上，都要明白你真正参与的是哪个平台的互动。如果你享受它，并且你的粉丝和你在某个特定平台上互动，那么你就多关注那个平台。然而，很多大品牌无视Twitter的作用，这些大品牌的确没有理由错过它，因为对于这些品牌来说，24小时都会有几十万Twitter粉丝同时在线。


    布赖恩：有哪些品牌很好地使用了它，哪些没有呢？


    大卫：星巴克在Twitter上面做的营销很好。他们现在有一个很小的团队——我想这个团队应该由三个人组成，他们现在正在管理星巴克的社交媒体账号。如果认真来算的话，星巴克被提及的次数非常之多，大概每秒300多遍的样子，即便这样，这个团队还是会在这些评论之中选择很多条来回复，这使星巴克成为一家回复率很高的企业。我记得我就和星巴克在Twitter上互动了非常多次。相比之下，在其他社交网站上提及他们，我得到互动机会的概率就很小。


    从中得到的启发就是，作为顾客我们可以切身感受到我们在Twitter上是受大牌团体关注的——不论是体育队、企业或者名人。


    我的朋友们会发布类似“天啊，@SnoopDogg[72]刚刚转发了我的微博！”的内容。而转发者到底是SnoopDogg本人还是他的团队却显得并没有那么重要。如果你回到还没有Twitter的时代，你是不可能从企业那儿得到这种程度的互动的。如果你想知道网络出现前的例子，去看看《广告狂人》，它是一个非常单向的沟通渠道。然而Twitter打破了这一传统，告诉我们可以去期待被关注和回复。


    布赖恩：你能给我一些有关Twitter怎样改变了分享方式的例子么？


    大卫：我们现在只是有了更多的能使它变得更简单的工具。我们嵌入视频和照片，因为我们知道视觉性的内容要比文字更容易被吸收。尽管我们在Twitter上只能够发140个单词，视觉性内容却让我们在信息流中格外显眼。你已经在很多的社交平台都看到了这一点。我们之所以能够在Pinterest[73]和Instagram取得成功是因为视觉效果是非常有能量的。Twitter的视觉化行动就如同一个制动齿轮一样，对于整体推广非常强有力。这些东西分享起来非常简单。


    Twitter上的转发是一个比在Facebook上更快、更简单的过程。在Facebook上，这种分享需要两步，而在Twitter上，这个过程只需要一步。


    Twitter还把对于一件事肯定或者否定的态度变成了一种重述。转发不仅意味着“我也是”或者“赞”，在Twitter上分享更像是在说：“我喜欢你讲的，以至于我要对我的群体再说一次。”这催生了一种很神奇的互联网文化：“我并不打算把你的名字去掉来假装这是我的原创。”


    布赖恩：你能给我一些有关Twitter上的分享行为是怎样发生变化的例子么？


    大卫：不用举某个具体的企业，我认为任何不用Twitter作为沟通工具的企业都不是在正确地使用它。这儿有很多品牌，不论是试图卖书的个体户还是花费很多时间发布“来买我的产品！”的大企业。他们并不是在互动，Twitter对他们来说仍然与那个他们拿着大喇叭对公众广播时踩着的那个木台子一样没有区别。那种方式当然不会起作用。他们喊得越大声，就会有越多的人换台并且不会去听他们说什么。


    那些不去把账号人性化的公司也在犯一个错误：人都喜欢和真实的人打交道。这就是为什么品牌不应该使用公司的商标来替代社交管理员的头像。康卡斯特公司[74]的弗兰克·伊来森是第一个搞明白这件事的人。当他们创建@ComcastCares这个Twitter账号时，他使用了员工的照片而不是康卡斯特的商标，这让人们更容易与公司产生共鸣。


    乔尔：一个本可以利用社交网络账号来提升品牌的公司例子就是苹果。公平地说，苹果是商业历史中最有价值的企业。然而他们在Twitter或者其他网络社交渠道的存在感却小得异乎寻常（不论是从公司的角度还是个体员工的角度）。


    也许他们会认为“我们不需要做这个——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用我们的方式与人互动”，然而一旦这种态度在他们的企业文化中根深蒂固，总有一天会适得其反。


    布赖恩：品牌或者个人怎样才能成功地发挥Twitter的杠杆作用呢？


    乔尔：如果人们懂得社交，他们就会花时间来“社交化”。所谓社交就是与人互动并且发展关系。甚至10年前我们都无法实现这个延展，那时的我们也无法拥有像今天这么多同外界接触的机会。我们现今的生活更加丰富，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论是一个简短的招呼还是一段很长的对话，每一天我们都是彼此生活中的一部分。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们充分利用对话来传递价值，并且分享别人在做什么、说什么、推送什么。这就是价值所在。


    布赖恩：那么关于那些回避社交的B2B产业怎么办呢，比如制造业？


    大卫：我强烈感觉将B2B和B2C模式区别对待是错误的，很多时候，这都是一种消极的产业态度。所有的客户都是人，B2B的产业模式瞄准的也都是商业产品的客户。他们所尝试解决的不是“怎么样能够找到会购买我的智能系统的买家”，而是“什么公司将会购买它”，但做出决定的个体是人。总会有些机缘让他们在网上与他人互动。我们只需静观其变，等一些制造公司开始跳出循规蹈矩的思考模式并且愿意尝试以不同的方式来销售他们的产品和服务。然后这个产业内的所有其他公司都会说：“哦，原来你是这样找到潜在客户的。我也可以试试。”


    乔尔：总要有些人来带路。就像布莱恩所说的那样，这些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每个制造业公司都是由销售产品给别人的人组成的。而且，这些产业正在寻找他们的客户。如果你只是在那儿寻找客户而不是去和个体互动，你会忽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脉这一事实。与你正在聊天的那个人也许并不是你的潜在客户，但很有可能他人脉中的某个人是。


    布赖恩：有时候真正的对话似乎在Twitter上消失了，成了推销性更明显的语言。你觉得这会有所改变么？


    大卫：钟摆总是前后摇晃的。你有一个新的平台，并且非常容易为受众所接受——最初的用户会非常兴奋，然后马上市场营销人员就会开始占领这个平台。他们开始建造工具来自动关注人们，给人们发送消息并且开始扰乱网站的正常功用。过不了多久，商家就开始真正用它来互动，大家纷纷效仿，这时，这个钟摆就会摆向另外一边。人们总是会像挨家挨户敲门递送小广告一样来尝试它，但当他们看到这一招行不通时，就会开发另一种使用方式。这个循环不会结束，也永远不会到达某一个极端，总会是两个方向的平衡。


    布赖恩：那么话题符号呢？人们在这方面哪里做得对，哪里做得不好呢？


    大卫：话题符号＃的进化是Twitter最伟大的成功故事之一。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对我而言最奇妙的是最开始的时候，Twitter并没有想到会有今天的效果。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的标志之一就是，当它自己在超出程序员的预期变得有自己的“生命力”的时候。话题符号的影响力根深蒂固。半数以上的“超级碗”广告都含有话题符号，它非但不会消亡，我们反而将会在未来看到越来越复杂的对于这种信息的挖掘。


    乔尔：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关于话题符号的分析案例走偏了，以致那些公司置自己于不利位置上。你必须得小心并且不要把你放在一个容易被“Twitter恶霸”[75]可以用话题符号攻击的地方。有些公司很清楚，这些用话题符号可能导致适得其反。


    布赖恩：Twitter是否变得太过消极？


    大卫：Twitter是我们文化中的积极和消极面之间碰撞的结果，你在你的信息栏看到的消息和你关注的人息息相关。聪明的人分门别类并且用工具来保持他们信息栏的清净。你有选择关注谁的权利，这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


    布赖恩：有没有一个最适合个人和品牌的反向关注策略？


    乔尔：没有，因为每个人的目标都是不一样的。然而我只想说，如果你关注的人过多，你的信息流会变得不可控制。

  


  Pinterest


  OhSoPinteresting.com的创始人辛西娅·桑切斯（Cynthia Sanchez），从2011年起就开始使用Pinterest。在2012年开始商业生涯之前，她曾是一名全职的放射肿瘤科护士。在讨论使用社交媒体时，她提到她早期的职业。她在网站上写道：


  
    作为一名护士，我曾经非常重视每一个患者，帮助他们康复。事实证明，如果护士和患者建立关系，那么医护过程会进行得更加顺畅，并且患者会有更好的康复体验。


    我在我的商业模式里面延续了这个方法，并且鼓励我的客户在他们的社交媒体市场营销中使用同样的策略。


    我非常喜欢教授并且帮助人们找到解决方法。这也许来自我多年注册护士的工作经历，或者作为两对双胞胎孩子母亲的经历，可能这二者兼有。

  


  她自认为是一个对Pinterest上瘾的人，她给美国以及国外数不胜数的观众都讲过这个话题。那么，她对于Pinterest作为一个分享平台有什么看法呢？


  当人们开始使用Pinterest时，他们会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但通常第一个会是：“最好的发布时间是什么时候？”在她的播客“怎样开始Pinterest之旅OSP-083”中，辛西娅说道，要找到你在一个平台发布东西的最好时间是要花时间的。“记住，Pinterest是一个全球性的服务”，她说，如果你发现在美国的时候，你发布的晚间话题参与度最高，那么记住在白天的时候，“就已经是欧洲的晚间了”。


  像对待任何平台一样，使用一段时间过后，收集信息，就能够得出你宣传生意的最佳时间。“这儿有很多工具，像Tailwind，这是一款分析和定时发布的工具，能告诉你最佳的发布时间是什么——当你得到最多的转发并且当你的账户变得最活跃时（哪一天和哪个时间段），它会把这信息关联到你所在的时区。”


  要最大化你在Pinterest上的知名度，辛西娅鼓励人们在Pinterest社区之外创造新的内容进行分享，使用例如Feed.ly[76]，Swayy.co[77]，或者Google Alerts[78]的工具来寻找分享的内容。就像Facebook的Edgerank[79]算法一样，Pinterest也介绍了插件Smartfeed来过滤你的粉丝关注的内容。“它是一场关于平衡的游戏，”她说，“因为Pinterest想要在关注当下流行的同时找出最新潮的内容。当它还是个新的平台时，它的用户并不多，所以你会一遍一遍见到同样的内容，因为这些内容在Pinterest上面太火了。但现在他们想要给你持续带来新的、有趣的东西。当人们搜索主题或者浏览种类时，有一个Pinterest上不曾见过的新鲜的内容会使得你立刻红起来，你的各类标签和公告栏也是如此。”


  这个平台的新用户常犯的“初级错误”有哪些呢？其中之一就是不给照片重命名，导致它们被搜到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搜索是帮助人们在Pinterest上找到你所发布的内容的关键。辛西娅在她的播客里提到当新用户寻找可转发在他们主页上的图片时，他们会经常“……保持他们来源网站的文件名。很多时候就是一堆乱码——一大堆完全没逻辑的字母和数字。有很多工具你们可以使用，例如来自Pinterest官方的针对Chrome[80]使用的小书签（这些书签会用到一些摘录和元数据），你可以试试”。她说，当你测试一个工具时，你要问自己的问题是：“这（那些由工具软件得到的结果）在Pinterst中有意义吗？这会传达你的信息吗？这是可搜索的吗？”


  说到搜索，商家应该以他们网站的关键词（不是那些产品细节，而是更加类别化的术语）为灵感来命名他们的公告栏。“那些你用来分类博客以便于搜索引擎来进行分门别类的标签是可以用来做公告栏标题的。”辛西娅说道。


  移动设备促使我们确保我们的网站是带有回复功能的，她同样认为，用户应确保他们图片上的文字在智能手机上是可阅读的。也就是说，不要害怕空白。“如果人们可以读完所有内容，将会更有可能分享你的内容。”她说。


  那么，Pinterest上的男性用户呢？它难道不是一个只有女性用户的平台吗？其实，性别分布一直在改变。尽管目前Pinterest的用户以女性为主，根据2014年11月的Marketingland[81]文章，在2014年，这个平台上活跃的男性用户数量增长了一倍，组成了1/3的新用户。另外，在美国的男人使用Pinterest的比阅读《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和《GQ》杂志的加起来都要多。小心啦，女士们！


  每一个商家都需要在Pinterest上注册公众账号吗？并不是。如果你的受众群不在那儿，或者如果这个平台上的互动行为不符合你的整体商业目标，那就不需要注册Pinterest账号。然而，只是现在不适合并不代表以后也不适合。如果我们必须知道关于社交平台的一条属性，这条属性就是它们一直在变。


  Instagram


  对于单纯、纯粹的分享而言，没有比Instagram更直接的了——这个手机图片分享平台快速增长，在2014年就比Twitter多三亿活跃用户。根据Instagram专家苏·B·齐默尔曼的观点，这个平台之所以很快收获人气是由于以下原因：


  
    1.它很简洁，没有其他平台那么复杂。便捷和易用的特点吸引人们在该网站停留更久的时间。


    2.它的视觉内容非常简单易理解，尤其是那些美观的内容。


    3. Instagram是为移动设备而设计的，其页面能使用户获得非常有趣的体验并且让人上瘾。

  


  Instagram的即时反馈功能是超高人气的另一个原因。一旦你发布了图片，其他的用户似乎都像是在等待你发布新内容似的，在发布几秒钟之内，你就能开始看到“赞”和评论了。这反馈比其他任何渠道都要快。


  然而，我发现关于Instagram更有意义的事情是，它改变了我们浏览照片的方式。事实上，Instagram的首席执行官杰罗姆·布多（Jerome Boudot）在一个由Iconosquare[82]总结的2015年Instagram研究报告的前言中如是说：


  从2010年起，Instagram就已经持续把摄影发展到了极致，以至于它把一个我们曾经用来存档记忆的东西变成了实时分享经历和情感的方式。


  我非常同意。当视觉捕捉和编辑工具继续发展并且变得更容易接触到时，这个趋势只会增强。Instagram视觉平台是一个拥有无限量可能性的全球化的分享平台。怪不得Facebook投资了10亿美元来并购它。


  来自Iconosquare研究报告的更多具有启发意义的点子：


  ·截至 2014年 3月，大约有 300亿的照片和视频被发布


  ·每天有 7 000万条内容被发布


  · Instagram用户都很活跃：他们每日贡献 26亿个“赞”


  ·这是千禧一代用户的网络时代，其中 15~35岁的用户占总用户数的 73%


  ·各大品牌在 Instagram上颇受欢迎（ 70%用户在这儿寻找过品牌。 37%关注 1~5个品牌账号）


  ·最受欢迎的行业：


  ·时尚（ 80%）


  ·装饰（ 67%）


  ·文化（ 65%）


  ·音响和电影（ 63%）


  ·食物和饮品（ 56%）


  ·高科技（ 53%）


  然而，这并不代表品牌获得了内容推广的全权委任。大多数用户选择关注品牌并且分享他们的内容是因为他们喜欢，而不是因为这些品牌发布了更多的内容。根据调查报告显示：“一个账号发布越多，互动反而越趋向减少。”所以，更多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好。同样，尽管更悠久的品牌通常能得到更好的互动，但相对较新的品牌也可以有非常棒的参与度。


  就像在其他的分享平台那样，你和你Instagram上的粉丝互动得越多，你得到的回报就越多。创造并发布有趣的或者激励人心的视觉内容能够帮你进入这个圈子。关注其他的发布者并且积极地点赞、分享和评论是个人和品牌在这个平台获得成功的好方法。使用直截了当的私信功能来扩展对话同样能够为你打开一扇门。你并不知道哪些联络人会最终和你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或者你的视觉内容会怎样激发别人采取进一步行动。


  YouTube[83]


  YouTube显示，每个月有100小时时长的视频被上传到这个网站上。它比其他的有线网络能吸引到更多的18~34岁的年轻人，并且还在以每天百万订阅量的速度增长。提到内容分享，视频有着空前的潜力——思科的在线视频用户估计将会在2016年达到15亿，是今天数量的两倍。


  我曾与视频营销专家、社交品牌顾问卢·博尔托内（Lou Bortone）讨论过视频以及我们对视频的使用是怎样进化发展的，还讨论了个人和品牌怎样能够利用视频（以及作为一个社交平台的YouTube）来促进分享。卢拥有电视制作的工作背景，曾在福克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E！娱乐电视等国际媒体品牌工作。他也是一场狂热的社交网络用户和青少年的家长，所以他见证了一场戏剧性的转变——人们不仅用视频内容来营销，而且与之互动。


  
    我会观察青少年们都在做什么，因为在这方面，他们似乎总能走在潮流的前沿。很有趣的是，他们不再在意获取视频的媒介了。他们不在乎他们的娱乐资料是来源于电视屏幕、iPad、电脑桌面或者iPhone，这些都可以无缝衔接。这似乎也是那些进行分享的人所理解并且擅长的。视频分享不一定是面向某个特定屏幕的。它是一种可以很容易传播的东西，不论是在一个iPhone、平板电脑还是在一个50英寸的屏幕上。

  


  作为青少年的家长，我发现他的观察非常有趣，尤其是当我们回溯伴随着社交媒体使用和移动科技增长的视频内容的进化过程时。人们分享视频与人们分享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事情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但视频拥有在更多的时间创造更多视觉刺激的力量。因此，对我而言，视频成为每一个营销阵营里的关键元素是不足为奇的——而且少量的投资就能创造奇迹。


  卢分享了一个他的小企业客户在经济不景气时，通过对视频的经济使用来左右最终结果的故事。


  
    当时经济不景气，一切都很低迷。我的客户在哥斯达黎加有一个高端租赁产权，但一直无人问津，所以她开始做视频。当我们从这方面入手帮助她时，她没有任何经验，并且还会问出“好吧，苹果电脑上的开关在哪儿？”这样的问题，但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她开始做关于哥斯达黎加生活的视频（在GoPro[84]相机风靡一时之前）。她只是在向人们展示去往和享受哥斯达黎加的经历，当然，也有关于她租赁产权的内容。


    我恰巧在几星期前看了她往期的几个视频，其中一个有70 000的浏览量。这把她推到了视频中前2%或者3％的位置上——绝大多数视频的浏览量都不超过100，并且她以很低的预算就实现了这一切，而她甚至并没有专业相机、一个专业的团队，或者一个工作室。

  


  很有趣不是吗，尤其是当我们知道卢的客户是一个身处经济低迷期的独资创业者，并且她的技术并不到位。我曾问卢有关她成功的主要动力，卢说有三个关键之处——任何商家都应该做到这三点。


  
    我想，有三件事使她的视频获得了高人气。第一是可信度，她并没有说类似“来哥斯达黎加吧，因为它很棒”人类的话，她只是叙述了哥斯达黎加好的、不好的、平庸的方面，并且她作为一个外籍人员，曾在此生活长达25年，因此，她的经历最能打动人——有一个来自南加州的美国人放弃了一切，南移到哥斯达黎加。


    第二，她精准地锁定了她的市场——那些富裕的游客，也就是那些想要豪华旅行的人。她得到了这些人以及其他人的关注，因此，她的视频得到了成千上万的点击量。


    我认为第三个原因是她的视频短且吸引人。她回答了人们在那儿旅行时会问到的各种问题：安全吗？有安保措施吗？好玩吗？她对其中几个典型的、常被问到的问题很熟悉，统一回答做成了短视频。从一个搜索引擎的角度来说，这是非常有利的。当有人在谷歌输入“到哥斯达黎加旅游是否安全？”很有可能会搜到她的视频，因为这正是视频的标题，她这么做非常聪明。

  


  那么对于病毒式传播呢？这似乎是非常多的商家在视频方面努力的目标。有没有秘密武器？广告真的有用么？


  卢一直争论说很难迫使视频变火，那更多是一种幸运的意外。但他说一定还能做一些事情使得一个视频更火。其中有一件事很简单——视频越短，越容易分享，这也是很多人能在Instagram获得成功的原因。他再一次提到他处在青少年时期的孩子们，是他们把Vine[85]介绍给了他。


  
    提到Vine视频，你可能会想，“我能在6秒钟之内做什么呢？”而事实上，可以做的有很多。Vine视频得到很多转发量也是因为它们很短并且很容易理解。


    另一个因素是它强有力的内容。它或许很搞笑，也可能很让人惊讶，或者也许很具有启发性，总之，它总是不同寻常的。想想那些很大、很有创意的网红视频，像“查理咬了我的手指”，那个很无聊。它的内容只是两个小宝宝在车后座玩儿，小宝宝咬了大宝宝的手指。突然间，那个视频就火了。我不知道这段时间它获得了多少点击量，反正不少。

  


  各品牌能从中学到什么呢？在这里我需要再一次重申，哪些视频会走红是很难预测的，但是通过别人来找规律、找特点是件好事。《广告时代》[86]在观看品牌视频和评比哪些得到极高的点击量方面做得很好。Mashable[87]现在基于发布内容得到的实时（或接近实时）网络浏览量，会给出“火热预警”。而病毒式传播的有趣之处部分就来源于预测热点。


  然而，能否成名并不是重点。受众是易变的，红不红很难预测，更难以通过抄袭得来。制作有帮助的或者有意思的内容，优化你的视频以便搜索，确认它们容易被分享——这些都是可以通过YouTube完成并且被测量的。


  作为一个分享平台和全球第二大搜索引擎，YouTube已经给自己树立了标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视频分享市场有一席之地。移动技术是视频创造和分享背后的最大驱动力（90％的视频都是在移动设备上被浏览和分享的），并且像Instagram和Vine这样的移动平台都使得分享异常简单——只用轻轻一滑一点，而且人们总是与手机寸步不离。根据EMarketer[88]的调查，2013年，7 210万美国智能手机用户每个月至少在他们的移动设备上观看一次视频，并且视频在数字设备上的浏览量在2015年已超过2亿。这将会给零售业带来很大的影响，因为手机用户浏览视频的可能性是台式电脑用户的三倍，市场营销人员业深谙此道。事实上，根据Invodo[89]的视频统计数据：The Marketer[90]2014年度总结显示，93%的市场营销人员使用视频来进行市场营销，而那些把视频附在电子邮件中的营销方案更是获得了增长的点击量，增长的阅读邮件时长，增长的分享量、对话率和最终的金钱回报这几项最靠前的收益。有什么理由不喜欢呢？


  平台的未来


  就像人们和各品牌使用这些社交平台都一定会时时创新和发展以跟随潮流一样，平台也是如此。鉴于销售的本质，和很多社交平台用户们对于在这些渠道里促销行为的反感，今天的公司怎样才能发展出好的策略来把努力化为利润呢？


  这里是一些我所能预见的即将在不远的未来发展的方案：


  
    ·应用程序接口[91]的减缩——这将会成为一个社交网络和开放资源软件系统的热点话题。我一直都是公开资源的支持者，因为它曾帮助很多的营销人员找到了我们都渴望的控制板，在一个集中的地点捕捉无数我们用来在各个官方渠道追踪数据的软件。软件品牌已经放松了他们开放应用程序界面的缰绳，并且这个趋势还在继续。但我认为在2015~2016年，一些社交网络和软件将会减缩。为什么呢？从Facebook来看，他们想要把你的分析直接传输给你，而不是通过第三方软件。这需要Facebook拥有完整的域名来驱动一个单一资源的控制板，并且拥有完全掌握结果和营销的能力。关闭应用程序接口可以给像Facebook之类的品牌带来强有力的优势，或者增加它们的利润。每一件事都有周期性。


    视频变得富有体验性——这对你来说应该不是新闻，但即将在视频市场发生的大幅增长将会以我们所从未见过的方式展开。实际上，Facebook想要超过YouTube，而我也认为这是可能的。相比其他任何在线媒介，视频给我们关于个人、公司和事物的信息是最多的。但是请开始思考视频的体验性——这也是3D眼镜和视频给我们带来的玩转视频与体验故事、购物和互动的新方式的能力所在。


    社交商务的爆炸——例如Wistia[92]网站这样的新视频的创作和承载程序，提供了生成选择性电子邮箱收集页面和通往销售页面的二次链接。他们同样给品牌对作为销售渠道的视频环境更多的控制。卢支持这个进化，正如同他阐释的那样：“YouTube上不会有‘购买’键。只有你的网站上有‘购买’键。因此如果你能够使人潮涌回你的网站，这对双方都将是最好的——你既能控制大局，又能将干扰减到最少。”

  


  
    [63] 1英里≈1.61千米。——编者注

  


  
    [64] 赈饥美国（Feeding America），美国一家非营利组织，在全国范围内拥有食物银行网络并且通过“食物储藏间”、“施粥处”、“庇护所”等社区代理机构帮助了4 600万美国人。——译者注

  


  
    [65] 目前比较公认的“模因”定义是“一个想法、行为或风格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文化传播过程”。——译者注

  


  
    [66] 社交最大化（Maximize Your Social），一家提供社交媒体演讲者和社交媒体咨询服务的公司。——译者注

  


  
    [67] 白皮书（white paper），英美政府关于某一问题的官方报告。——译者注

  


  
    [68] 注意力占有率，与市场占有率是相对的，指一个特定的内容在众多同时出现的内容中占有用户注意力的百分比。——译者注

  


  
    [69] 聚友网（MySpace.com），成立于2003年9月，目前全球第二大社交网站。它为全球用户提供了一个集交友、个人信息分享、即时通信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互动平台。——译者注

  


  
    [70] PTAT（People Talking About This的缩写），是Facebook设置的一个7天内的测量关注度的指标。——译者注

  


  
    [71] 维他命水（Vitamin Water），一家饮品公司。——译者注

  


  
    [72] SnoopDogg，中文译名“史努比狗狗”，美国说唱歌手。——译者注

  


  
    [73] Pinterest是源自美国的图片社交平台。——译者注

  


  
    [74] 康卡斯特公司是美国一家有线电视、宽带网络及IP电话服务供应商。——译者注

  


  
    [75] Twitter恶霸（Twitter Troll），指那些用不和谐的语言掀动极端情绪和网络攻击的人。——译者注

  


  
    [76] Feed.ly是品牌销售的域名。——译者注

  


  
    [77] Swayy.co给用户提供内容，方便用户在一个单一平台上与目标客户进行互动。——译者注

  


  
    [78] Google Alerts提供管理网站上有趣的信息的服务。——译者注

  


  
    [79] Edgerank是Facebook的新闻公告栏算法。——译者注

  


  
    [80] Chrome是谷歌推出的一款浏览器。——编者注

  


  
    [81] Marketingland是一家新闻网站，涵盖市场、科技、社交、移动设备、搜索引擎等多方面内容。——译者注

  


  
    [82] Iconosquare是Instagram的网页版，前身名为Statigram。——编者注

  


  
    [83] YouTube是一个网络视频平台。——译者注

  


  
    [84] GoPro，美国动态照相机的制造商，用于拍摄极限动态的小视频。——译者注

  


  
    [85] Vine Video是美国短视频分享软件，用户可在上面发布时长6秒的循环视频。——译者注

  


  
    [86] 《广告时代》全名Advertising Age，是集新闻、分析和市场及媒体数据于一身的美国杂志。——译者注

  


  
    [87] Mashable是总部位于纽约的互联网新闻博客。——译者注

  


  
    [88] Emarketer是一个独立的提供数字市场、媒体和商业相关趋势和市场调研的公司。——译者注

  


  
    [89] Invodo是一家美国视觉商务公司，用视频给公司客户提供商业解决方案。——译者注

  


  
    [90] The Marketer是由Redactive出版社出版的每年只印10册的市场营销杂志。——译者注

  


  
    [91] 应用程序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ing Interface，简称API，是一些预先设定的函数，目的是提供应用程序与开发人员基于某软件或硬件得以访问一组例程的能力，而又无须访问源代码或理解内部工作机制的细节。——编者注

  


  
    [92] Wistia是一家美国网络视频承载和分析公司。——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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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分享经历


  “你的经历丰富吗？你曾经历沧桑吗？”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在1967年的唱片The Jimi Hendrix Experience经典的主题歌“Are You Experienced”的副歌部分中这样问他的听众们。在当今世界，更多的市场营销者将会问他们的客户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共同经历的力量。


  什么是分享经历？


  分享经历（shared experience）就跟听上去的意思一样：与其他人看、听或做着同样的事情。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分享经历却对人们的社交行为有着深远的影响，因为它们升华了每个人的经历。


  耶鲁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与一个人吃巧克力、另一个人做其他事情相比，两个人一起分食一块巧克力会被描述得更好吃更享受。无论是吃东西、看电视节目还是给运动队加油，与人分享的经历都会使过程更加愉快。


  分享经历并不是新话题，正如故事和神话传说在人们中已流传千百年。只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分享的媒介改变了——过去，我们有收音机、电影、电视，今天我们有了最简洁的分享经历的平台：互联网。


  当你仅从个人角度谈论共同经历时，这个概念看上去可能很简单，例如与朋友一起喝啤酒，或在迪斯尼乐园的旅行中抓拍照片并即刻用手机分享。然而，市场营销者们需要更深入地思考以下问题：人们对他们的品牌有何体验，以及什么能够促使他们去分享这些体验。


  数字分析师、人类学家、《商业的未来：改变商业创造经历的方式》（What’s the Future of Business：Changing the Way Business Create Experionce）的作者布瑞恩·索利斯（Brain Solis）给出了一个生动有力的描述。在一次与All Analytics[93]数据管理部的视频采访中，他讲到，为了适应新的数字经济，市场营销者们需要放下他们手头的事，退一步考虑，并以一个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他们的品牌。“当你局限于昨天时，你很难确定未来应该走向哪里，”他说，“我的最佳建议就是退一步考虑，想一想你要做什么，你想去哪儿，以及去到那里需要些什么。以更人性化的角度考虑一些问题，例如价值、同理心、经历以及情感，并且考虑如何将这些因素糅合进你想做的事情中，而非今天要做什么来弥补与昨天的差距。”


  布瑞恩阐释了市场营销者需要从品牌的分享经历价值来进行思考：


  
    你的品牌需要先做出承诺来以此获得持续存在的价值（你的品牌有什么意义，代表了什么，你如何在网站上描述它，你将如何把它卖掉），人们才会有一些能够分享的相关经历。我们可以应用像数据分析这样的工具来衡量情感因素，也衡量人们的感受及他们愿意与人分享的内容。如果你仔细观察，我确信在你的品牌承诺和人们的分享内容之间必然存在差异。对我而言，作为市场营销者，对这一切未来所能做的就是缩小这种差异——也就是重新获得灵感。你可以重新考虑品牌的存在以及对其他人的意义，借此来改变人们拥有过的和分享的经历。

  


  布瑞恩一语中的，因为当今跟思维速度相比肩的科技的发展让分享经历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这意味着，市场营销者们需要淘汰“跟以往一样做生意”的思维模式，并开始以人性化的角度审视他们的品牌。


  当今的分享经历拥有强大力量的原因是，他们可以跨越网络来到现实世界，反之亦然。这是怎么发生的呢？让我们从美国的一个主流活动中举一个极棒的例子——超级碗。


  “左鲨”事件


  由于超级碗是吸引美国全国范围内美式足球粉丝的大事件，许多人在半场休息的时候也继续等待并用心地观看中场节目。


  在2015年，流行歌手凯蒂·佩里（Katy Perry）成了中场节目的焦点。在其中某个时刻，她的身侧有两只跳舞的鲨鱼样人偶。当屏幕左侧的鲨鱼看上去似乎跳错了舞步时，整个世界都关注到了——于是“左鲨”就这样诞生了。


  “左鲨”事件引发了洪水般热烈的讨论。一开始，它只是作为一个超级碗中场节目观看者们分享的经历，随后迅速跳进了公众的视线并出现在社交网络上、博客上以及如《纽约客》、《滚石》和《华盛顿邮报》这样知名的刊物上。“左鲨”甚至出现在ESPN（娱乐体育节目电视网）重大体育赛事网络平台的广告中。事实上，最近的新闻中称凯蒂·佩里的律师向一个兜售3D左鲨玩偶形象的人发出了停止兜售的警告信。


  “左鲨”事件是一个关于分享经历如何因为文化现象而产生巨大影响的经典案例。


  市场营销者们所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充分利用分享经历的强大力量来帮助他们的品牌成长。下面有几个关键策略。


  创造优秀的分享经历


  无论你的生意处于哪个行业或领域，下面这些都是可行的创造优秀分享经历的提示：


  
    以人们普遍拥有的经历作为话题。考虑不同年龄段及生活背景下的人们都能够产生共鸣的话题，因为这会提升每一个人的体验。研究显示，极端出色的经历并不能有效地帮助人们与其他人构建联系。在不同的渠道上推广你的经历，试着在不同的社交网络、纸质及其他媒介上使用相同的视频或图片。这样做会帮助扩大分享经历的力量并超越单一的分享平台，就像我们的朋友“左鲨”一样。把自己放在客户的角度并思考他们会需要什么。维珍航空大西洋分部与达美航空以及英国航空相比，是一个相对较小的航空公司，然而维珍仍然是英国的第二大航空公司，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公司之一。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凭借对客户体验的重视，包括飞行中的酒吧、按摩及针灸服务，并且各配备一名受过训练的员工，让服务过程轻松有趣。维珍航空了解人们在商业航班中的需求并能迅速送上服务。

  


  有许多方式能够让你参与到创造共同经历的过程中去。你可以创造它们、分享它们，或者参与经历的再分享。


  我们每时每刻都在现实世界中创造经历，并将它们通过电话、上传图片、手机Skype或Facetime[94]分享给其他人。但是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合作创造经历时，分享会更加有效。各品牌可以通过与员工们一起创造内容来充分利用这份优势。许多公司并不允许员工们分享他们发表的内容。与自己创造内容让员工分享相反的是，让他们也参与到创造内容的过程中才是更好的方法。当一个员工帮助创造了一些东西，他们会对自己的成果感到自豪并且更有可能在内容发布之后分享它。现在问题就变成了“我们想创造什么”而不是“我们应该如何创造”。共同创造会产生更具思想性及更大投入的分享经历，这些经历来自你最有力的支持者——你的员工。


  各品牌可以一起创造内容的另外一种方法是利用来自你团体的力量。许多家在线媒体公司想到了这一点并立刻投入行动，其中包括Marketing Profs、Social Media Today和Social Media Examiner[95]。他们每个月都有几百万的博客浏览量，借此为品牌及博客作者增加了知名度。一起创办在线论坛并参与谷歌环聊（Gougle Hangouts）是个人与品牌将内容转为经历的另一选择。


  举行现场活动是共同创造实际经历的最佳办法之一，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人们可以在活动期间有正面或负面的经历，因此对于品牌来讲，重要的不仅仅是尽最大努力减少参与者的负面经历，同时还要帮助参与者建立更多正面经历，让人们轻松地创造他们的“迷你柯达时刻”并将它们分享在网上。你可以很简单地在活动周围布置一些“Instagram Stations”（Instagram图片站）——一些参与者可以拍取照片创建经历并将它们即时分享给电脑。窍门就是战略性地为人们创造这些机会并让他们知道，“你应该分享这些”以及“你应该这样分享”。同样，从品牌的角度来说，你需要出色地倾听并且回应参与者创造及分享的经历，他们需要知道有人听见了他们的声音。


  分享心理学


  在利用团体力量的过程中，了解人们在网上分享的动机也是很有帮助的。2011年，《纽约时报》客户意见小组进行了一项名为“分享心理学：人们为何在网上分享？”的调查。它是一项分为三个阶段的调查，其中包括：


  
    1.在三个主要城市地区进行个人采访：旧金山，芝加哥，纽约


    2.一个为期一星期的分享论坛


    3.一份囊括了2 500名中度到重度网上分享者的在线调查

  


  通过这项调查人们获得了许多有趣的数据，其中包括参与者分成了6个基本在线分享类型或者“角色”这一事实。这些角色不仅仅是由情感动机来定义的，同时也包含了生活中的分享角色、自我表现的欲望以及成为第一个分享者这一事件所包含的价值。


  概括而言，下面就是这些研究者们对分享者们的标签分类，其中包含他们的特点以及他们偏爱的分享方式：


  ·利他主义者：乐于助人，值得依赖，有思想并与人保持联系。通过邮件分享。


  ·职业主义者：有价值，有头脑，建立他们的人际关系网。通过领英分享。


  ·标新立异者：前卫，富有创造力，建立起个人身份，年轻且时髦。不太可能用邮件。


  ·自娱自乐者：反应积极，渴望他人认可，具有分享动力。比较可能通过 Twitter和 Facebook分享。


  ·八面玲珑者：创新，放松，深谋远虑的计划者。比较可能通过邮件或 Facebook分享。


  ·精挑细选者：机智，精明，有思想，信息渠道广。比较可能通过邮件分享。


  这份研究的独到之处就是考虑到了这些角色是如何建立的。它包含一些大多数人都不会考虑的因素——一个人的自我定义（他们的个人品牌）对他们的分享内容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在创立我们刚才所谈论的分享经历中，我们也应该考虑分享者们（不仅仅是我们的品牌）之间的关系。


  仔细思考这些分类，你如何将你那些有影响力的受众分门别类？他们更多的是利他主义者还是自娱自乐者？了解他们的个性及分享方法，对于创建每个部分都能传递下去的经历会很有帮助。


  话题标签


  如果不来谈谈话题标签，那么这个有关分享经历的章节就不完整。我们之前在谈论乔尔·科姆有关Twitter的对话时提到过，Twitter最早在2007年开始使用话题符号，但在那之后话题符号就开启了自己的新篇章。“#”一开始被Twitter用来汇总同一话题的词条，但是现在它被广泛应用于许多其他社交平台和网站，并且进入了电视、公告牌以及纸质媒体。


  最初，话题标签似乎仅仅是一个将相似对话分类来使得它们便于追踪的方式，然而现在话题标签的应用已经扩展到了能够让观众们在会议、电视节目、政治事件中即时互动的地步。它已经成为人们分享一些对他们有意义的事情的方式，同时也完美地融入了《纽约时报》中人们看待分享者的角色模型。


  话题标签让使用者们在他们的分享内容上获得了一个独特的角度，无论是像#socialmedia一样追踪一个单词还是传递一种情感。它们同样可以建立网络社区，并且也是监测信息在不同网络平台中的可见度的工具。它也是我用于追踪本书第二部分开头提到的《人与人》的影响力的方式。


  虽然不同平台对于应用话题标签有着不一样的规则，然而想要找到所有平台都适用的行为准则也是不可能的。比如说，话题标签在Twitter上的使用方式跟在Instagram或Facebook上的使用方式就非常不同。然而单纯地从分享的角度来讲，话题标签为我们聚集真正的好点子提供了独特的方式。


  凭借如此先进的能够追踪关键词及话题标签的数据视觉化科技，各品牌可以更好地了解它们发布的内容在现实中的时间点或者时间段中究竟有何效应：人们对它有反应吗？是谁在分享它？它是怎么被分享的？


  使用话题标签仅仅是我们创造并且追踪分享经历的一种方法。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有了这些即时想出的能够自己创造、共同创造及分享各种经历的新颖方法，我们毫无疑问正处于历史上最令人激动的时代。


  新的分享模式让我们能够学习到关于我们自己、观众及社区的新事物。我们正在逐渐摸清什么方式有效而什么方式无效，什么会掀起波澜而什么又会销声匿迹。然而各企业应该从中学到的一点就是他们如何才能将分享囊括在真实且人性化的方式中。那么，如何才能利用分享更好地为我们的客户服务？


  
    [93] All Analytics是一家在线商业信息管理公司。——译者注

  


  
    [94] Facetime是苹果公司iOS和Mac OS X内置的一款视频通话软件。——编者注

  


  
    [95] Markeiting Profs：营销专家，美国营销公司。Social Media Today：今日营销，美国营销公司。Social Media Examiner：社交检验者，美国营销公司。——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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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帮助替代推销


  坦诚地说，看到“社交性推销”（social selling）这个词，你的脑海中是否会浮现一个固执的推销员，拿着促销单冲到每个人面前。但如果我们将“推销”这个词划掉，而以“帮助”代之，我想大家都会放松很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所有人都是营销人员，只不过有些人是想尽办法推销自己、让自己融入社会，而其他人则是为公司效力。但总而言之，最成功的推销员都有着一副“热心肠”。事实上，他们乐此不疲地帮助着他人：认真聆听，提出合适的问题，换位思考，切实了解客户的需求，并帮助他们做出决策。其实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各式渠道，便于我们去帮助他人，而若是我们自身也已形成自己的沟通模式，想要将乐于助人的特质融入自己的分享行为就更为简单。


  例如，当我几年前刚刚开始使用领英时，我尝试将自己的博文分享到一些特殊的群组中，期望有人能慧眼识珠。而幸运的是，电子商务公司Pitney Bowes的前任营销总监恰巧就在其中一个群组里，他给我的几篇文章点了赞并且订阅了我的博客。几星期后，他在领英上向我发送了站内信，告诉我他与我有共同好友，且他现在人就在纽约。此外，他认为我博文中的某些内容与他公司的需求正好相吻合。他对我们公司所提供的服务很感兴趣，希望我能向他简单地介绍一下业务。你瞧，在这里，我并没有推销，也没有投怀送抱，一切关系的产生都源于几次分享。一星期之后，他公司的产品营销部主管（位于圣何塞）联系了我们。我们坐下来进行会谈，并商讨出了一个日后能带来更多利润的项目。之后，我们从合资伙伴关系发展成了很好的私交。最初我们只是互相分享一些文章，有一些朋友圈上的交集，但现在，Pitney Bowes已经变成了我们的主要客户之一。我们时不时会进行一次面对面的交流来增进友谊。这种从分享到收利的模式至今仍会给我们带来不少商机。我并不会把这种行为称为推销，因为我没有对任何人强买强卖——事实上，我在帮助他们，这也是把最初的人际关系变为商业利润的最佳方式。


  这件事启发了我，从此我便开始在社会中助人为乐，仔细研究怎样帮助他人才能让对方与你搭建联系、产生共鸣。我后来是如何做好这一切的呢？第一步，弄清分享什么内容能助于人们实现自己的目标。第二步，思考如何向他人提供这些内容来促成他们的事业。之后要做的就是不断审视自己的内容分享方式，不断地完善和改进这一社交性帮助（social helping）的过程。


  领英在实施社交性帮助方面是个非常棒的社交平台，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渠道。成功的窍门可以归结为摒弃强买强卖，转而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去分享内容、如何和他人建立友谊、如何赢得别人的信任上。


  当代营销学专家、社交推销专家吉尔·罗利（Jill Rowley）这样说道，构建社会关系的作用就是与他人进行沟通和交往，而不是强买强卖。罗利还强调了树立个人品牌及保持个性的重要性——“树立个人品牌是提高销售额的第一步”，销售人员“在网络上需要对买家保持亲切友好的态度，而不是只顾及顶头上司的脸色”，“没有人喜欢成天为销售额操心的‘份额狂’，更别提信任他们了”。每当买家或是他们身边的圈子有所需要时，你总能及时出现，并以高涵养、高价值的内容分享来换取生意和商机，如此定能成功。然而，许多公司现在才刚刚有所领悟——我们已经不再处于以卖家为中心的时代，而是买家至上。


  “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帮助他人的重要性，”吉尔说道，“首先，数据已经表明，那些推行社会性营销的客服代表通常有更广的人际网络、更大的商业圈，并且更容易完成自己的销售份额。其次，你实际上也没有其他选择。买卖模式已经出现了转变，而我们也不可能再试图将其扭转回去。买家甚至可以自给自足，运用搜索引擎及社交网络来进行调查，最终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传统销售模式的灭亡——我们的思想还没跟上变化。以顾客为中心的新型营销模式正在兴起。”


  商业发展销售顾问、《销售人员的社交平台应用》（Social Media for Salespeople）一书作者爱丽丝·梅耶霍夫（Alice Myerhoff）也表示，销售人员应与潜在客户在社交网络上频繁互动，以此获得客户的信任，顺带提高他们品牌的知名度。在我的系列广播《作者的角度》（From the Author’s Point of View）中，爱丽丝作为第九期的嘉宾透露：“营销行业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在交易之前，人们至少要与一个品牌的相关营销人员打过七八次交道，才能心甘情愿地自掏腰包。那么，反过来站在销售的角度考虑一下，自己要与客户打过多少次交道，才能完全赢取他们的信任，让他们相信你的为人，愿意和你做交易呢？”


  我对爱丽丝的话深有体会——在开创自己企业的过程中，我一直在一刻不停地与人分享着内容。为了在群众的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持之以恒地在社交平台上进行分享非常重要——一次交易越难以达成，高质量的分享就越显得关键。同样的道理，你的品牌应在不同服务平台上都做好帮助客户的准备。


  依据由领英发起的一项名为Forrester/ResearchNow的调查报告，在购买过程中，顾客越犹豫不决，他们需要处理的信息就越多。销售活动、博客、零售网站、会议……大量的信息和数据让人眼花缭乱，难以比较抉择，因此，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们转战社交平台来向同伴及专家们寻求帮助。在如领英之类的在相关领域比较专业的社交网络，或是其他私人平台和微博等，都能够帮助买家迅速地找到相关信息，其自身广阔的网络平台更是为用户提供了与零售商取得联系的渠道。


  因此，每一个销售团队都应该去建立起这样的分享营销模式，在分享的过程中帮助潜在客户、与他们构建联系。


  当吉尔·罗利训练销售团队时，她提到成功的社会推销必备的“五大基石”：


  
    1.树立个人品牌： 重新给自己构建一份档案，描绘自己在社交市场中应该扮演的角色，让自己看起来像是思维领导者而不是暴躁的“份额狂”


    2.恪守 ABC[96]原则： 不要总是纠缠在客户周围，而是应保持友好的互助关系


    3.分享内容，换取利润： 分享对其他人有价值的内容，帮助你的买家解决问题。不要仅仅向外界宣传你自己的优秀之处，避免自恋自赏


    4.在社会中倾听影响者们的声音 ：没有系统性的支持工具，或是工具未经改良，想要在社会的大潮中抓住影响者们的思想并非易事


    5.衡量什么是重要的： 试图完美地分析出社交对生意利润造成的影响。你在衡量影响程度的时候会考虑到哪些因素？如何把这些因素与你的分享行为和利润直接挂钩？

  


  吉尔表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三条：分享内容，换取利润。传统的销售方式应当慢慢转型为一种传播内容的方式，但这种新型的销售模式对于销售人员来说却是最难掌握的。


  对我而言，帮助我传播内容的三个社交平台分别是Twitter、领英和Facebook。通过建立起来的分享模式与人一步步搭建联系感觉就像是在剥洋葱。我可以在Twitter上加入对话，然后交些新朋友，之后把这些联系人转移到更高端、更专业的平台——领英上，以便进一步和他们分享内容。之后随着对彼此的了解逐步加深，我们成了对方的Facebook好友，最终建立起一段密切的友谊。


  建立个人品牌的战线往往很漫长，需要精心布阵，因此有可能看上去非常浪费时间，尤其是你还需要在不同平台之间来回切换以各取所长。同时照顾到所有的社交对话就像养猫一样吃力不讨好，不过幸亏有Nimble这样的社交客户关系管理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在不同平台上管理联系人，让我们避免与潜在商机失之交臂。


  除了组建一支友善热情的销售团队之外，生意人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成为“社交性帮助者”，其中一条途径就是参与一些传递爱心的活动。下面是我曾经遇见过的例子：


  
    ·每天随机选取一位当天过生日的客户，为其派送免费晚饭。（圣何塞的古巴·哈瓦那餐厅就是这么做的。最开始办会员的时候，他们会让你登记生日，之后你的名字就会出现在它们的生日派送名单上。）


    · @HiddenCash——房地产开发商、百万富翁杰森·布吉（Jason Buzi）在美国的几个城市里藏匿装有现金的信封，并在Twitter上发表藏宝线索，呼吁大家全城寻宝，他也因此出名。圣何塞也有幸举行了这一大规模的寻宝游戏，掀起了一阵狂热——每个人都小心地窥视着周围的人，怀疑那个藏匿钱财并放出线索的人就在他们的身边。杰森动用社交平台的力量用钱“预支”了自己的商业名气，而将群众的“淘金热”归因于人们对于解谜以及通过社交平台相聚一堂的痴迷。

  


  杰·贝尔曾谈论到自己的书《你中有我：为什么精明的营销是帮助而不是推销》，在那次谈话中，他很好地总结了社交性帮助：


  
    如果你能运用社交媒体来分享有用的信息而不是直接将商品硬塞给顾客，你的品牌定会享有盛名（当然了，若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分享价值也会有助于个人品牌的树立）。实际上，在Twitter、Facebook及博客中仍有很多文章打着“我们非常厉害，点击这里查看详情”的标题，但这种手段显然已经过气了。记住，如果你威压他人进行买卖，你只能在今天收获一份销售额。如果你帮助了别人，你获得的是一段终身受益的人际关系。

  


  将“帮助”二字谨记于心，合理利用社交工具来管理联系人，把握好互动机会，确立正确的营销目标，唯有如此，才能正确发挥分享在人际交往中的力量。现在，让我们来细分一下分享的方式，并深入探讨什么才是真正有质量、有意义的分享。


  
    [96] A：可行的（achievable）；B：可信的（believable）；C：可控的（controllable）。——译者注

  


  11

  什么值得分享？


  口碑营销是强大的，它是人类最早的分享信息的形式，但这背后的科学道理或心理因素是什么呢？我曾经和沃顿商学院市场营销教授、《纽约时报》畅销书《疯传：让你的产品、思想、行为像病毒一样入侵》（Contagious：Why Things Catch On）的作者乔纳·伯杰（Jonah Berger）进行过一次谈话。乔纳在过去的10年间一直致力于研究WOM（口碑营销）[97]的背后的科学性，并帮助商家应用这一概念来发展他们的品牌。最终在10年之后，因为乔纳的著作，我们得以不再在社交媒体路上盲目前行，而是真真正正地了解到在线分享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又怎样能够把它灵活地应用在生意上。


  在和乔纳的对话中，我获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根据乔纳在书中引用的研究，仅有7%的口口相传是通过网络渠道发生的。惊讶吗？现如今人们联系紧密，我以为会有大约50%（其他人曾猜想这个比率在30%~70%之间）的网络占比。这就表示，线下世界对我们在社交渠道的分享有着超乎想象的强大影响力。


  那么为什么一个品牌会得到比别的品牌更多的WOM呢？你应该怎样利用这些分析使分享内容更具传播性呢？据乔纳所言，一切的成功都不是偶然或运气——成功的背后暗藏着一系列促使人们谈论并且分享的关键科学性原则。乔纳将其归类为6个主要驱动力，这6种驱动力的英文首字母缩写为STEPPS[98]：Social Currency（社交货币），Triggers（诱因），Emotion（情绪），Public（公共性），Practical Value（实用价值），以及Stories（故事）。六者的排名不分先后，其比例组合也不存在一个黄金比例，因地制宜，因人而异。你不用过于循规蹈矩，试图让自己的营销宣传一一对应到6种因素中去，你需要做的是将这些驱动力铭记于心中，这样一来，在构想分享内容的时候就会提高分享的有效性在我们的谈话中，乔纳解释了他是怎样使用一些STEPPS原则来编写和发布他的新书的。比如，他选择了一种亮橙色的封面设计（公共性原则）——这个颜色是公认的有吸引力的颜色，会引起别人的兴趣和讨论。他的书在感冒和流感频发的季节发布，随书附赠橙色的餐巾纸则是运用了“诱因”这个概念——暗含信号：“你难道不希望你的主意富有传染力吗？”那些餐巾纸是非常独特的绝妙点子，帮助人们把书和具有传染力的观点联系在了一起。这种联系对于促进WOM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人们能时时想起一件事，他们必定会将其挂在嘴边，到处宣传。就像花生酱和果酱，你无法在说起一个时不想到另外一个。


  什么样的独到之处才能让人们将你时时挂记于心呢？如果你的公司是“果酱”，那么能够提升你的公众影响力、跟你相辅相成的“花生酱”又是什么呢？


  我问乔纳，一件事要具有怎样的特征才能一直镌刻在人们的脑海中并且让他们想要去和别人分享，“不同寻常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他回答道，并强调这种独特性可谓是社交网络中的通行证（符合STEPPS 6项原则中的社交货币）。作为例子，他告诉我有一次为一个派对装饰房子的时候，他为洗手间换上了黑色厕纸。“每个人都会记得那个黑色厕纸，他们一定没见过其他的黑色厕纸——这就使得人们想要去分享这件事，因为这听起来很酷，也会显得讲故事的人见多识广。”


  作为本书的一个小实验，我分析了我的Facebook和Twitter信息栏来考量为什么有些发布内容会比另外一些得到更多的分享。让我们对比乔纳的STEPPS原则，来看看这些表现最好的发布内容都具有怎样的特质吧。


  Facebook内容：以下是我的个人主页上从评论和收集的赞来看得到最佳互动的发布内容。在下图中，我认为是实用（或感知的）价值驱动者人们进行源源不断的评论，你觉得呢？


  
    [image: ]

  


  
    [image: ]

  


  
    每个人都记得他们最喜爱的老师。一个真诚的微笑会带动一些积极的情感（Emotion）共鸣，同时，这张照片中也蕴藏着一个美好的故事（Story）。

  


  
    [image: ]

  


  
    尽管这条发布内容得到的赞并不算多，但这个故事（Story）是驱动这些评论的原因（这真的很搞笑！）。如果有张配图的话你觉得会不会得到更多的互动？

  


  Twitter：得到最多转发和点赞的Twitter内容（运用关键字快速检索得到的结果）。


  从Twitter上来看，“no more B2B or B2C”（B2B和B2C的时代已经过去）这种句式中的独特性（社交货币）相当高。虽然它在第二次（4月28日）发布时要比第一次（4月25日）得到的关注量更高，它在6月的第三次发布中也收到了不错的反响（以上三次发布都是为了配合活动，各附有一张照片）。


  充分理解什么样的内容更接近我的受众（公众因素——Public），并促使我推送了这条“What I hate most on ＃Twitter......”（我最讨厌#Twitter的一个地方......）。为了应对字数限制的问题，Twitter上的强大用户无所不用其极。


  运用“诱因”（Trigger）的概念的一个好例子，就是我将“提到的人越多，阅读书的人越多，我与读者之间的联系就更加紧密”这一层逻辑，和H2H（而“B2B和B2C的时代已经过去”）联系在一起，用以证明H2H的时代已然降临。


  除了乔纳·伯杰的STEPPS六原则，很多情绪因素也会影响我们分享的缘由和内容。尽管对于人类复杂的情绪来说，我们并没有一份详细分明的情绪列表，但情感专家保罗·埃克曼（Paul Ekman）还是粗略将情感分为六个部分：恐惧、愤怒、悲伤、厌恶、愉悦和惊讶，这一划分也被大众广为接受。无论是何种成长环境、文化素养或人生经历，这六种情绪体现在所有人身上。实际上神经科学已经验证，所有种族的人群都以同一种面部表情表达出这些情感。


  这六种情绪直接影响了人们分享的方式、内容、原因、时间和地点。以下是分别被“艾克曼六种情感”所左右的社交网络分享方式：


  恐惧： 恐惧这种情绪会帮助我们逃离危险的环境，或是太过于害怕以至于深陷其中。我知道很多人都不用社交媒体，他们将社交媒体看作一种恶性入侵，深怕自己的生活也沾染上那些社交狂人的不良习性。但我认为，随着千禧一代的长大，全新社交规则会变得越来越完善，这一情形最终会得到转变。


  愤怒： 当一个人的自身权益受到威胁时，这个人的心理状态就可以被诠释为愤怒。有些人置身事外，作为局外人争论着。另外一些人则蹚进了浑水，成为“仇恨者”或者“恶霸”。愤怒经常是单方面的，除非双方都被勾起了火，一旦演变成这种情况，双方的争论只不过是互相用观点压制对方，却无休无止，争不出个胜负来，通常都以一方懒得搭理另一方而结束。


  悲伤： 悲伤是一种和身处劣势、失去、绝望、无助、哀痛有关的情绪，或者是一种会体现出以上情感的情绪。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悲伤由此而生。这些经历经常被分享，并且会吸引到很多关注者。但是，悲伤过于消极负面，不具有积极向上的发展意义，因此个体和品牌很少需要用到它。在分享我们的无助和痛苦时，我们可以得到慰籍，倾诉的过程是非常治愈的。但如果一个人或公司给自己打上“悲伤”的标签，其内容并不会受到多少关注。


  厌恶： 厌恶是一种对于有攻击性的或者不愉快的事物做出的情绪化回应。在社交平台上，产生厌恶的原因多种多样，基本都始于过度分享或者不为读者考虑。有些人根本不在乎他们分享了什么，或者会伤到谁。和生活中会遇到的很多情况一样，我们可以选择双方坦诚地交流，或者干脆置之不理。


  愉悦： 若是我们亲自做了或者见证了提升我们幸福指数、激励我们和有别人更进一步交流的事，我们就会感到愉悦。Facebook将个人主页设置为时间线，方便你和别人分享自己所有的愉悦经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去分享欢乐的时刻，或是看到别人正在体验快乐，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惊讶： 惊讶意味着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和身边的人）不得不有所应对。如果利用得当，惊讶这一情感元素可以成为营销者的利器。对此，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一切：苹果。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需要我们了解，当人们在宣传某个品牌时，感情越真实、真挚，“镜面效应”就越有可能发生。像镜子一样效仿他人的肢体语言可以帮你更好地理解他人的情感，进而和对方建立联系。这一方法效果极佳，我们深受其影响却浑然不知。最常见的镜面效应就是打哈欠和微笑：当你看见别人打哈欠，甚至只是读到“打哈欠”这三个字，你就很有可能在30秒之内打个哈欠。


  这一相似的概念已经在网上得到了证明。2012年1月，影音俱乐部[99]报道说，Facebook为成千上万的用户调整了其新闻栏算法，来评估新闻栏的内容对阅读者情感状态的影响。


  结果报告刊登在《美国科学院院刊报》（PNAS）上，其中提到，在完全没有像肢体语言或者话语等暗示的情况下，人们能通过镜面效应感受到他们朋友的发布内容中体现出来的正面或者负面的情绪。


  听上去有点怪异，对么？但结果值得深究。简单来讲，Facebook的程序员们将60万用户的新闻信息栏稍作调整，使得一些人能够看到更多体现积极情绪的推送内容，而另一些人则看到更多的消极内容。结果如何呢？人们果真受到了影响——那些看到更多“积极”内容的人回应得更积极，反之那些看到更多“消极”内容的人回应得也更消极。


  研究者们把这种效应称为“情绪感染”——我们Facebook好友的推送内容会直接影响我们自己的心情（你可以在《福布斯》的官网上读到更多有关Facebook改变算法的文章）。话虽如此，有意思的是，这个研究本身是想要在逻辑上证明情绪会影响人们的社交网络行为，但这篇文章本身激发的情绪反应比它所研究的那些回应更加热烈，也许文章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理解情绪在分享中的作用，对于制定你的分享策略非常有帮助，但这只是整体策略的一部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怎样才能利用情绪来进行营销呢？我们怎样让自己分享的内容脱颖而出，让公众看到我们的推送然后进行转发呢？


  内容营销，社交分享，以及“1/3法则”


  仅在几年之前，“内容营销”还只是一个徒有其名的新术语，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的商务热点词汇。在过去，一个公司通过定期发布白皮书就可以得到足够多的注意力了。现在，我们知道想要脱颖而出要付出的努力远不只这些。我们需要与我们自己的媒体公司融为一体，并且投入到社交分享的大流中去。但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什么才是最佳的分享组合？


  如果你是一名股市投资人，你不会想着只投资一只股票或债券——一个销售人员也不会只依赖一个顾客生存，否则他们会没有饭吃。


  在网上分享也是一个道理。如果要你的分享内容多样化，尊崇“1/3法则”（这和艺术家或者摄影师的构图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妙），就能得到更好的结果。将鸡蛋分开放在三个篮子里：1/3的新闻，1/3的想法，以及1/3自己策划的内容。这种方式会让你离成功更近一步。你的内容会一直保持多变，在各个领域之间保持均衡。这将会为你的品牌打开更广阔的市场，并给你提供更多帮助别人的机会。


  个人和公司品牌的树立都是如此。如果我只是在Facebook上对自己孩子自吹自擂，就会很讨人厌。人们从我这儿看不到任何新意，我收到赞的可能性就会降低。随着互动逐渐减少，Edgerank[100]就会重新进行新闻排序，我的推送会越来越少地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直到完全跌出他们的新闻圈。在Twitter上，如果一个人变得无聊、令人生厌、具有攻击性或者虚伪时，他们就会被取消关注。搜索引擎也是依据同一算法排序：不去发布多种的内容类型（音频、视频、图像和文字内容）持续吸引公众，让他们帮你转发内容，你的品牌就会慢慢淡出搜索结果。


  你分享内容的人气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内容的相关性——如果你传递的信息和受众的兴趣所在恰好在分享的那一时刻相互符合，那么你的推送将会大获成功。这一相关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之前也谈到了情感因素和他人发布的文字的力量，以及这些因素对于我们的分享内容所产生的影响。


  学会针对不同的感官需求来进行市场营销，能够使你的分享内容更贴近观众的喜好。有些人对视觉信息更为敏感，有些人则对语音等比较偏好，有些更喜欢回应图像内容，有些喜欢阅读文字。平衡好你所分享内容的形式（重新做一个规划）以覆盖更多的感官需求，以此来提高吸引到更多人的可能性。即使你无法提前预测结果，但通过测试你可以很快获知什么样的内容能够获得共鸣，并依据这些特质对自己之后分享的内容稍作调整。


  在与我的朋友，Marketo[101]前任数字媒体营销布道师和《反叛者的电子邮件营销指南》（The Rebel’s Guide to Email Marketing）的联合作者DJ·瓦尔多（DJ Waldow）的一次对话中，他和我谈到他在时事通讯推送中采用的多种分享方式和相应的测试办法，着重提到了私人化推送内容这一挑战。视频是一个可以调动多样感官的宣传方式，瓦尔多在他的时事通讯中插入视频，并获得了成功：


  
    我一直尝试着在我的每周时事通讯中加入一个简短视频，视频时长通常为2~3分钟。我要么在其中提供一些小贴士，要么讲一些关于电子邮箱的东西。我发现当我最初尝试的时候，通讯录上点开邮件的人中，有大约30%会看完整个视频。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视频是新录制的，而且我用了一种很人性的方式——全程看着摄像头，感觉就像是和那些在我通讯录上的人说话，就好像我认识他们一样，“我想要分享一个一个对你们很重要的小贴士……这里是一些关于电子邮件值得思考的话题……”很多人甚至直接回复了我的邮件，我利用小视频换来了一段来回往复的电邮对话。这就是我和我的受众产生共鸣的独特方式。

  


  瓦尔多也提到了私人化、人性化电子邮件所面临的挑战。“打开通讯录，将整个联系人列表拖进收件人的名单，编辑一封电子邮件，点击发送，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他说。最困难的部分就是要在他所谓的“邮件分类”中存活下来。“邮件分类”，顾名思义，我们每天早晨起床都在做这件事，查看所有的未读邮件，进行分类，标出重要的邮件，而那些垃圾邮件则被一并处理掉。“如果你能把与对方的交流变得更人性化（至少要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真诚），如同一封满含诚意书写的信一样，就更好。”他强调。


  有一个公司的信息在瓦尔多的“邮件分类”中得以脱颖而出，这家公司就是Upworthy[102]，一个幽默感十足的媒体平台。常以风趣的语句开头，例如“你打开这封邮件是因为你拖延症晚期完全不想干手头的事吧？好的，随你怎么说反正我们也无从得知。花5分钟欣赏吧。太心急，事情反而做不完。”要是看到这样的开头，谁会不想读完全文呢？


  说起邮件，我们的收件箱通常都会塞满各式各样的邮件，以至于无法及时找到那些重要的邮件往来，但在我们看来，商务交流的大趋势正在经历改变。那些聪明的公司正走在创新的前沿，比如IBM的Verse[103]就是个全新的、协作型的软件，它结合了邮件与认知计算技术，能够帮助人们优化收件箱里的内容，把所有邮件按重要程度排序，方便人们迅速查找。它能够分析你的回信和对邮件的处理方式，理解你的内心想法，帮你找出那些重要的邮件。像Verse这样的创新科技正在改变人们对邮件的看法，并且会对我们的工作和分享产生重大的影响（更多的内容请看第十四章）。


  无论你用什么渠道进行内容营销，多样化的分享方式都是很重要的，而检测的方式也同样不容忽视。你用什么样的基准线？有时我们把结果看成一个数字，一条标准线，或是一个金额。想要测试电子邮件的影响力，参考打开的比率或是被转发的比率都是不错的选择。在社交媒体中，它可以转换成品牌印象、链接、分数和推荐指数。根据你的KPI（关键绩效指标）的不同，可以有1 000种不同的方式来测量你的影响力。在社交媒体上付诸的努力可以以多种方式回报给你，单单几个数字无法说明一切。


  像媒体公司那样思考


  在实施一个分享策略之前，准备一个替补方案是很重要的。目前的营销学表明，为了让自家的宣传被观众注意到，顾客需要至少与品牌所分享的内容互动过3~5次。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


  在第四章里我曾提到迈克尔·布里托的书《你的品牌：下一个媒体公司》。他在书中提到，观众的世界和他们接收内容的方式已经产生了变化，我们也需要改变我们思考的方式来创造出顺应这种改变的内容。在PureMatter的一次网络会议中，迈克尔列出诱发变革的市场营销五大特色：


  
    1.我们生活在一个内容／媒体过剩的世界。 在社交网络之外，平均每人每天浏览3 000~6 000条营销信息。想要在这一片喧哗中脱颖而出非常困难。


    2.顾客注意力赤字。 我们只有有限的吸收力，而太多的东西却在瓜分我们为数不多的时间和精力。设备太多、一心多用。时间过于宝贵，因此所有内容都应当经过过滤，以便契合短暂的注意力。


    3.顾客的人生旅程变幻多端。 如果不知道到你的顾客在哪里或者什么时间他们会到哪儿，你怎样才能创造和传递出有意义的经验和内容？你怎么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在搜索？


    4.群众视野狭窄。 公告牌、广告和对话仅仅会在特定的时间和观众产生共鸣，在那之后，他们就只能沦为背景。这种注意力赤字和内容过剩的现象使得我们小心地支配着自己的注意力，只允许与我们此时此刻相关的内容跳进我们的视野中。


    5.每个人都有影响力。 “社交分数指标”[104]并没有那么重要，我们每天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相互影响着对方。

  


  以上5条对于任何媒体人来说都是非常大的挑战，然而应对的方式只有两条：积极地聆听（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了）和根据群众的意向创造出更多内容。然而，想要腾出合适的时间创造足够多的内容对于营销者来说非常困难。根据来自内容营销研究所2013年B2B内容营销基准、预算和趋势研究报告，78%的营销者表示时间是他们最大的障碍。同样的调查报告显示，44%的营销者没有详细缜密的内容营销策略。所以，我们该如何改变这一糟糕的局面呢？


  迈克尔建议我们应该像媒体公司一样思考和行动。这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媒体公司所做的就是创造内容，然后带着这些内容去接触自己的客户。想想看时代华纳，康卡斯特或者康泰纳仕集团这些企业，它们的唯一目标就是创造有质量、贴合受众所需的内容并且把它们传递给他们的客户。所以作为非媒体公司，我们需要考虑到分享对象、分享过程和分享平台三方因素，自上而下地给自己的公司架构起一个社交商务运营模式。


  内容营销何时需要外包


  内容营销就像是一只需要经常喂食的饕餮。除非你有一整支团队来帮助你，否则，制作一条特别有价值的内容所需的庞大工作量、时间和精力会将你拖垮。


  有时，雇用一个代理机构或者一群写手来帮忙是个好主意。但是你怎样知道自己真的坚持不下去了，需要帮助呢？考特尼在List.ly[105]的凯莉·亨格福德（Kelly Hungerford）所主持的Twitter话题聊天室＃BizHeros中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问：一个代理机构怎样帮你开展一项活动，而你又怎样知道自己需要雇用代理机构呢？


    答：这就好像在问，“你怎么知道自己不用去做衣服了，而是到商店里去买？”


    有些人对于缝他们自己的衣服非常在行。他们也许是专业的设计师，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他们甚至已经在自己的前厅建立了走秀台！对于这些人，显而易见，他们不需要讨厌的服装店。


    但有些人的缝纫水平非常糟糕：他们会被针戳死，害怕自己会被剪刀扎到。他们尝试着去做自己的衣服，但最终无奈地意识到他们只能去店里心甘情愿地掏腰包。


    他们愿意在衣服上花费金钱，因为他们无法忍受自己狼狈不堪地站在客厅里一筹莫展。他们能从购物中获得相应的价值，于是便急不可耐地冲到店里去。


    当他们裸着身体血淋淋地站在客厅里时，商家就会知道自己应该去雇用一个代理机构了。


    认真地讲，当一个公司意识到闭门造车行不通的时候，如果他们也拥有预算、资源和精力来打理与代理公司的关系的话，就是将业务外包的时候了。

  


  内容是火柴，社交网络是火


  让我们的内容能够得以打败传播的最后一击在于“人”——我们必须让分享内容能够分享给更多人并在他们的脑海中留下印象。在和我的谈话中，杰尔·贝尔这样说道：“内容是火柴，社交网络是火。”


  那么现在让我们假想出一群观众。首先，这群人是由谁组成的呢？根据社会身份认知理论，我们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里的从属或非从属关系构成了自我认知的复杂系统。基于个人价值和个人道德观，他们会把自己归为一个群体，或将自己排除在一个集体之外。简单来说，就是面对一个群体，人们要么觉得自己是属于他们的一分子，要么觉得自己和这个群体不相容。


  现在我们让来看一看我们最开始假想出的群体，其中的人们觉得他们从属于这个群体，是这个人群中的一员，大家都拥在一起，就像一个坐满粉丝的体育馆。试想一下，当你在体育馆中享受比赛时，在什么情况下观众会自发形成“人浪”？从定义来看，人浪就好比是通过媒介传播开来的一场骚动。只要有个人起头，大家就会不自主地参与其中，似乎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迫使这些群众造“人浪”。环境、时间和气氛都是这股力量的其中一部分。


  在社交领域也是如此——社交媒体和观众一样也是媒介，如同人浪通过观众慢慢扩散，一些想法和观点用几乎同样的方式在相互联结的互联网中四散传播。但在社交领域，那股促使人们参与其中的神秘力量完全在于传播的信息本身——其自身拥有的力量决定了它在网络上传播的速度和影响力。


  什么样的力量才能让一条信息一遍又一遍地影响着人群呢？难道是因为大众营销在社交渠道中的潜在力量？如果将可以用于传播的社交渠道比作坐满粉丝的体育场（假设约750人），一个好的点子就是引爆人浪的催化剂，试想一下它的影响力以及会引起的壮观场面吧！


  社交和数字科技使得我们能够利用群体的力量来一起创造内容、进行群体分享，甚至众筹，这些在之前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群体力量中的一个常见因素就是人人皆有的情感——即一个群体的黏合力。


  在《人与人》中我引用了一个例子，充分体现了分享情绪的传染性，这个例子是来自旧金山湾区“许愿基金会”（Make-a-Wish Foundation）的“蝙蝠孩”故事。迈尔斯·斯科特（Miles Scott），一个身患白血病并且热爱蝙蝠侠的孩子，期待着一天能够成为“蝙蝠孩”。许愿基金会在旧金山论坛和旧金山巨人队[106]的帮助下，计划把旧金山变成迈尔斯的“高谭市”[107]。一位博主在自己的博客里记述了小男孩的身体状况和基金会的计划，在愿望实现的两星期前将文章发布在了红迪网[108]上。人们开始互相转发，一传十，十传百！最终，这一文章就在红迪网上得到了70 000多个赞。一开始，只是基金会单方面地想让一个5岁小孩当一天英雄，最后，这个活动演变成了全国大会演。有人自愿贡献出他的兰博基尼作为蝙蝠车，其他人则各自认领了电影中的角色。这个活动影响过大、参与人数过多，以至于到最后基金会必须回绝一部分志愿者。


  活动当天，不仅仅是旧金山市被举着标语、穿着戏服、一路给小迈尔斯鼓励的善意人群堵得水泄不通，整个世界都在网络平台上观看实时转播，追踪事情的进展。知名演员本·阿弗莱克（Ben Affl eck）、哈林篮球队都发布了tweet——甚至连奥巴马总统也送上了一个视频，鼓励迈尔斯抓住那个坏蛋！当天，总统的tweet被转发了8 000次以上。


  
    [image: ]


    左上：“蝙蝠孩，最棒的蝙蝠侠。”


    左下：令他永生难忘的一天。谢谢你们。


    右：来自白宫的视频，奥巴马总统给蝙蝠孩的祝福。

  


  疯狂转发的秘诀


  现在，你已经创建了很棒的内容，同时你有一个周全的分享计划和一整个团队来实现它。但你怎样知道你创造的内容确实值得被广泛转发呢？相比起“火”，我更喜欢“转发”这个词，因为它把处理信息的权力交到了那些分享者的手里，而不是单纯归功于创造者的智慧。正如同我在第八章讨论的那样，有时人们会认为值得转发的那些内容非常幼稚，或者令人震惊，又或者这一被捕捉到的瞬间引起了人们的共鸣。而现在我想说的是，当一条推送的内容触动了一些人的人性，他们就会自觉转发，接着转发的人也是由于同样被触碰到了内心深处，以此类推。


  “人性”这个词对于分享行为来说似乎空泛了一些。去年，我在《人与人》中提到了我和DJ·瓦尔多、他的妻子克里斯蒂娜以及考特尼发起的名为＃90DaystoEllen（“艾伦的90天”）的运动，之后很多人都想知道为什么这次活动值得被广泛转发，为何能够大获成功（如果你想阅读整个故事的话，现在仍然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看到来龙去脉：www.90DaystoEllen.com）。于是，我们开始关注这个运动，并挖掘其他类似活动（诸如“蝙蝠孩”和上个暑假＃冰桶挑战[109]）背后蕴含的秘密，看看我们是否能找到一些规律。不负所望，我们发现一些相当奇妙的事——我们从各大活动中提取出4个共通要素，如果你把这些因素应用到自己开办的活动中去，就非常有可能看到它在网络上被疯狂转发。我们仍然在自己公司发起的运动中使用这个方法，并且从未失手。


  你可以在YouTube上搜索到“让事情值得被广泛转发的4个秘诀”这个视频，以下是视频的摘要：


  秘诀1：将“人性”落实到生活中的小细节中去


  让一个男孩儿愿望成真。


  使你的顾客愉悦。


  证明一个观点。


  秘诀2：有一个缜密的计划


  使用日历。


  找到一个在背后支持你工作的团队。


  明确你的最终目标。


  秘诀3：邀请人们来你的派对


  让人们敢于寻求帮助。


  帮助人们去分享这次派对。


  奖励并感谢他们。


  秘诀4：不断完善，不逾矩


  肯定人们的建议。


  掌控时间即是掌控一切。


  乐在其中。


  我们分析了近期席卷全世界的“冰桶挑战”，提供了一些怎样应用这些秘诀的经验教训。如果你没听过这个活动，你一定是出生或者生活在一个偏远的沙漠小岛上。但在这里我还是对该活动做一个简短的介绍：作为挑战的一部分，人们要把一桶冰水泼在自己头上并录制下来，上传到网上，以此激励别人捐款给肌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期望相关机构能够用这些资金寻找治疗的方法。很多人把这项挑战的成功归于波士顿——波士顿大学棒球队前队员皮特·弗雷兹（Pete Frates）被确诊为肌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于是他的队友们便拍摄了把冰水浇在自己头上的视频，以期提高大家对这种疾病的意识。


  这里是我们使用4个秘诀的时候发现的要点：


  秘诀1：你有一个简单的概念么？


  是的。把冰水浇在你的头上，捐款。就这么简单。


  秘诀2：有计划么？


  对于这个案例来说，计划就是完成挑战的强大感召力：挑战者有24小时来完成他们的冰桶挑战。


  秘诀3：它邀请人们参与其中、分享派对了吗？


  是的——事实上，这项运动中在营造人们的“归属感”方面简直登峰造极——每个视频都会提名三个人接受挑战。视频会被分享在社交网络上，届时所有朋友们都会看到。如果你看到了任何一个视频，我敢肯定你已经做好了准备，等着你认识的某个人来挑战你（只是时间问题）。


  秘诀4：它是否顺应规则做出了改善和提高？


  是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活动如同一只喘着粗气、不断壮大的猛兽一般影响着公众。人们在其中也收获了很多乐趣。除了肌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之外，更多的慈善捐款相继成立。到最后，个人挑战已经无法满足公众了，大家开始以团队的身份相互挑战——所有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的球队都在相互挑战其他的团队！


  好吧，好吧，所以如果你是看硬指标说话的人，你肯定会问：“我知道冰桶挑战确实值得广泛转发，那么最终的统计结果会是什么呢？”


  事实是不会说谎的。截至2014年：


  
    ·冰桶挑战募集了超过一亿美元善款


    ·在两个月内有来自几乎每一个国家多达300万的募捐者


    ·在6月1日至9月1日之间，关于冰桶挑战的1 700多万条视频在Facebook上被分享


    ·这些视频在Facebook上被点击了100亿次，观看人数达4.4亿


    ·这个活动让我们发现，所有名人和我们都是一样的——都是人，都具有人性。这是这个活动最让我欣赏的地方。我很难再说出名人放下身段，展现出自己人性化的一面的另一个场合。说来新鲜，当冰水混合物泼在名人头上时，他们居然也和普通人一样尖叫颤抖！这就是这个活动的魅力，它让我觉得与别人紧紧联系在了一起，甚至和名声赫赫的大牌们息息相通。

  


  尽管冰桶挑战无疑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但要是表现不得当，往往会受到当头一棒——整个公众就会站在你的对立面。很多品牌都想要利用这次活动的高人气来驱动用户增长，韩国品牌三星就是其中之一。它在一个电视广告里也接受了挑战，往头上泼冰水，暗示了新研发的手机具有良好的防水性。群众一眼识破了三星的诡计，在Twitter上嘲笑它东施效颦。


  当然了，有些人觉得这是个好点子，有些人则觉得愚蠢至极。但无论怎样，这件事很快就淡出了公众的视野，被人们遗忘。


  用众包创造的内容


  在数字时代，任何事情都可以被众包——设计、写书、维基百科、工作项目等。事实上，我经常会在前一天通过各种社交平台向公众问些和文章主题有关的问题，之后才下笔写我的博客，这也是一种众包。这种即时的回复能帮助我塑造文章内容，同时也能测试文章的反响。多个主题肯定比只有一个主题强，况且通过这些努力撰写出来的内容一定比我瞎拼硬凑要来的优秀。


  
    [image: ]

  


  创造内容是外包中最简单的一种。鼓励他人在博客中留言、多多进行民意调查，以及创造影响者营销策略都是将想法和内容创造众包的方式。


  今天的移动技术也能够支持我们一起创造视频，例如Airbnb的Hollywood & Vine运动。这一活动从全世界上传到Vine上的6秒视频中精选一部分制成了一部短片。Airbnb请他们的Twitter观众每天利用Vine回答一个问题，结果在短短6天内，这种一问一答的对话就进行了750次！这些都在之后被剪辑在一起，加入了契合的背景音乐，华丽蜕变为一个震撼人心的有关旅行、冒险和找寻归宿的电影故事。要知道，人们想要参与到一件事中并为其贡献绵薄之力的欲望是极其强烈的，而这个视频正是利用了人们的这一心理才能够成功。最后，这个视频在YouTube上得到了超过342 000次的点击量，成了Mashable上分享量最多的视频之一。


  众筹的力量


  广泛转发和众包诚然是利用群众力量进行内容传播的有力方法，但成功率最高的是“众筹”。只需在谷歌搜索中输入“众筹”这个术语，你就能得到超过800万条结果！当然了，想要让人们为了商机和其他种种原因进行众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Indegogo、GiveForward和Kickstarter[110]等创业企业能够在搜索结果中名列前茅的原因就是他们都以日常生活为切入点！这又是一种得益于移动和社交技术的颠覆性商业模式，让人惊讶于它的飞速成长。就在2013年，众筹产业报告（是的，众筹已经成为一个产业了！）仅仅显示通过众筹产生的收益为50亿美元左右。然而最新的来自infoDev[111]给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则表明，每年全球众筹产业（现在包括股权投资公司）的市场潜力能够在2025年之前达到3 000亿美元！


  我敢肯定你可以从我们这么多章节的讨论（以及你自己的经验中汲取的教训）中看到分享对于我们所经历的每件事的影响力。我研究分享的科学和艺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还远没有看到尽头。在本书的相关研究中，我有幸与几十名专家和品牌代表谈论这个话题，我将在下一章中重点讲述几个绝佳的例子。


  
    [97] WOM，word of mouth的首字母缩写，口碑营销。——译者注

  


  
    [98] STEPPS与单词steps（步骤、台阶）谐音，在这里也可以是双关，指驱动人们分享的步骤。——译者注

  


  
    [99] 影音俱乐部原名：The A.V. Club，是美国一家娱乐消遣性报纸和网站，由洋葱报刊出版发行，主要提供电影、音乐、电视剧、书、游戏、DVD的评论信息，以及访谈节目和其他例行服务。——译者注

  


  
    [100] Edgerank，Facebook对用来排序新鲜事的算法的称呼。——译者注

  


  
    [101] Marketo是美国一家为公司设计自动化营销程序的公司。——译者注

  


  
    [102] Upworthy是一家美国新媒体公司，旨在使有意义的视频得到几近疯狂的传播。——译者注

  


  
    [103] IBM公司推出的一款帮助人们追踪邮箱重要信息的软件（文中有介绍）。——译者注

  


  
    [104] 社交分数指标，英文全称Social Score Metrics，是一种社交影响力的测量参考。——译者注

  


  
    [105] List.ly是一家美国互动型社交内容服务网站。——译者注

  


  
    [106] 旧金山巨人队，英文全名San Francisco Giants，美国著名棒球队。——编者注

  


  
    [107] 高谭市，英文全名Gotham City，电影《蝙蝠侠》中的虚拟城市，在高谭市，蝙蝠侠使用他的超凡能力和智慧给恶徒布下天罗地网。——译者注

  


  
    [108] 红迪网，英文全名Reddit，美国知名新论论坛社交网站。——译者注

  


  
    [109] 冰桶挑战，英文全称ALS Ice Bucket Challenge，是一项社交网络上发起的筹款活动，意在引起人们对肌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英文简称ALS）的关注。——译者注

  


  
    [110] Indegogo，GiveForward，和Kickstarter三者都是众筹网站，三家公司本身都是创业公司。——译者注

  


  
    [111] InfoDev，全称Information for Development program，是一个特殊的程序，专注于怎样使得世界银行和很多其他国际发展机构利用信息和交流技术来帮助解决贫穷和创造机会，并且增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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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分享提升品牌的价值


  一个公司自身分享的内容，以及别人分享的有关于你的公司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你的品牌形象。所以怎样才能树立起一个更好的品牌形象呢？对此，我询问了一些公司，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什么是他们眼中最重要的品质、何为最有效的分享方法，以及他们得到经验教训。希望你读完后能有所收获！


  Ben & Jerry’s[112]的故事


  以下是杰伊·柯利的采访片段，节选自PureMatter的网络访谈节目《真诚之情》。


  
    对于我们来说，市场营销实际上就是表现出自己人性化的一面，并且与那些有着相同观点和相似经历的人建立联系，这也是我们建立Ben & Jerry’s品牌的初衷。我们提供最优等的服务，把顾客当作我们的朋友，让他们不管是参加活动还是走进我们的实体店，甚至是在网络社区里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真诚，让顾客真正喜欢上我们的品牌。


    我们希望公司的这种精神能够融入到现实生活中去，以此来贴近顾客的生活。


    我们的使命是希望所有人能够一荣俱荣——当公司大获成功时，每一个相关的人也会同时从中有所收获。所以与其说是要压榨产业链，费尽心思从中抽取最大的利益，我们会努力利用所有商机来让那些与公司业务相关的集体、产业都能受益。比如说我们原料的主产地：佛蒙特州的奶制品农场。我们还会从集市上的原料商那里买像糖、可可、香草和咖啡豆之类的材料，来回报那些制造商。我们还会去思考怎样回馈那些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社区。最后一点，就是我们会在全球30多个国家销售我们的产品。每当面对一个新集体，比如入驻新城市时，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先去深入了解这些集体，思考自己能够为他们带来些什么，而不是大捞一笔扭头走人。同样，在面对Instagram这类新平台时，我们也应当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该以怎样的姿态融入这个集体、怎样利用自己的独特之处给集体带去利益？


    Ben & Jerry’s不仅是一家冰激凌店，更是一家由企业精神价值领导的生活馆。我们不只会卖最好的冰激凌，更代表了所有人的价值观，是一个层次丰富的公司。


    Instagram平台上的联系：我们在2011年创建了Instagram账号，惊喜地发现我们可以在平台上真正与群众进行互动，向大家分享我们的故事。我们在Instagram上分享照片，不久后发现人们也很乐意把他们的照片分享给我们。于是我们开始思考用什么来回馈这些关注我们、乐于分享的伙伴。因此，我们发起了一个名为“＃拍下幸福”的活动，让大家选出一些很棒的摄影照片（这对于Instagram这样的图片社交平台是非常有意义的），同时也让人们有机会通过自己的照片为他人所知。我们让大家分享自己的幸福瞬间，不一定要与冰激凌有关，任何曾经让他们感受到温暖的片刻都可以。我们在8个国家的当地社区里贴出了获奖者们的照片和用户名，感谢他们的参与。我们会在一个社区里面设置布告板，在报刊上刊登信息，甚至会为社区里的人们定制特殊的小杯垫作为纪念。


    Twitter上的联系：2013年的时候，我们发现许多单身人士在Twitter上说自己只能和Ben & Jerry’s一起过情人节，所以我们发起了一次活动，给所有在情人节提到了Ben & Jerry’s的Twitter用户发送了我们私人定制的情人节卡片。第二年，我们在4个城市里免费送出了60个冰激凌蛋糕来抚慰这些“孤家寡人”。这些活动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顾客的想法，在他们想起我们的时候陪伴左右。


    我们从一个故事、一条信息引申出去，在网络平台上创造出相关的内容，给顾客带去实实在在的美好体验。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我们又是抱着怎样的态度去大展拳脚的呢？我们会去寻找那些新型的媒体平台，问问自己：“这个平台符合我们的需求么？”同样的，我们的宗旨仍是“回馈”二字。对于一个品牌来说，迈入平台的第一步是最难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想办法把品牌背后的故事和这个网络社区联系起来。永远记住，要不断进步，跟上潮流，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向他人讲述我们的故事、与他人建立友谊。

  


  把分享做到极致


  我们问马克，最顶尖的专业服务公司能否在当今社会把分享做到极致，以下是他的回答：


  
    总的来说要做到两点：


    1.首先，要分清哪些内容可以公之于众，哪些不行，比如上市公司就不可以随便在公众社交网络上分享自己的业绩。要清楚地告知每个人什么是可以与公众分享的——比如他们的专长，而哪些要三缄其口。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还要顾忌到HIPPA法案[113]，所以你必须事先明确什么是允许分享的内容，之后才能给员工下达准确指令。


    2.帮助员工了解哪些是已经被公众所知的内容，这能帮他们省不少心。


    此外，提前准备点课件来给你的员工上一堂社交媒体的基础知识课。你可以采用网络课程或者视频的方式，无论如何，时间一定要控制在15~30分钟内，否则别人是不会愿意挤出大段时间来看的，而且也不需要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在CBIZ，我们发现，相较于第三方制作的视频来说，那些公司内部为员工定制的视频能得到更好的回应和反响。


    在每一次大型活动之前，我们都会开办相应的课程，邀请社交媒体专家来一对一地帮助和训练员工。为了能让更多的人参加，我们会设立一些游戏，让大家相互竞争去赢得iPhone、iPad或者是其他电子产品作为奖品。通过每次专业课程，他们得以充实起自己的对外形象，找到那些用以分享的优秀内容，这些课程都在成功的路上助了他们一臂之力。


    告知公司上下你会给那些有出色社交表现的员工（那些发了最多的tweet、得到最多的分享的人）一些奖励，你可以选择在公司的内部网络上注明这一点，也可以通过自己的社交平台和群发电子邮件来激励员工，甚至可以在公司的大型会议上给那些表现好的员工颁发一些实质性的证书，比如奖牌。

  


  让感动常在


  还有什么比在机场送别你爱的人更加让你感慨万千的呢？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充分意识到这种情感对于品牌宣传的巨大影响力，该公司让朋友和家人在送别时写下一句话，并在人们登机前把这句话贴在他们座位上的靠头巾上。这个活动被称为“封面问候”（Cover Greetings），虽然可能在机场时会让工作人员手忙脚乱一阵，但是它安慰人心的力量值得人们为此奔前跑后。KLM制作的有关“封面问候”的YouTube视频可以在互联网上检索到。


  人们把他们想对这个活动说的话发在了一个旅行论坛“每日邮件”（Daily Mail）上：


  
    瑞安·欧维特（Ryan Owiti）说：“这简直是太特别了！我好喜欢这个活动！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热爱KLM！非常期待下次再搭乘它们的航班。”


    雅各布·鲁普雷希特（Jakob Ruprecht）说：“当你觉得所有事情都不顺利的时候，KLM会让一切都变得好起来。虽然说这个活动只是一时的营销手段，来给品牌打打广告，我还是觉得这个主意非常棒。”


    阿图罗·伊格拉（Arturo Eggler）说：“一切都取决于如何取悦消费者，KLM好样的！”

  


  除了“封面问候”之外，KLM还开办过其他让顾客感到暖心的活动，比如让新婚夫妇通过新婚快速通道（有装饰着锡罐和“新婚快乐”的牌子）来登机，这些活动都是它们“＃乐于助人”主题活动中的一部分。


  还有一个他们之前在阿姆斯特丹机场举办的活动：“KLM失物招领”，让一只名叫夏洛克的狗狗帮助失主找回他们丢失的物件。


  这些活动是不是有点炒作的嫌疑呢？也许是的，但是这些活动视频中体现的人们的情感却不掺杂任何虚伪，而且对公司的名声有着积极的影响。人们也可以通过KLM的Twitter主页来了解他们更多更好玩的活动。


  
    [image: ]

  


  猎奇妈妈的社交法宝


  迈克尔·施特尔茨纳向我们娓娓讲述了霍莉·霍默（Holly Homer）和瑞秋·米勒（Rachel Miller）的故事：两人合作创建了一个博客，主要观众是那些喜欢了解孩子们的艺术、手工、食物、游戏和学习机会的家长。她们还合著有《101个最有趣的儿童游戏！》（101 Kids Activities That Are the Destest）。


  为了吸引更多的关注者，她们开创了一个Facebook主页，结果在短短的9个月之内，页面上分享的内容迅速传播开来，斩获了645 000个赞。最终，她们还是希望将人们的关注引到博客和新书上去，如图所示，这方面的社交媒体宣传也确实获取了巨大的成功：


  
    [image: ]

  


  在建立品牌的过程中，这两位女士习得了很棒的社交技巧，甚至没花一分钱去打广告来增加知名度。迈克尔·施特尔茨纳邀请到了霍莉，以下是他们谈话内容的节选：


  
    其实我们的Facebook主页创建了好些年头了，但是一直没什么人点进来看。


    后来我的合作伙伴瑞秋有了一个疯狂的念头：“我们的新书《101个最有趣的儿童游戏》要在春季上市，所以让我们在圣诞节之前吸引到50 000个粉丝吧！如果能办成，那肯定很棒！”她开始花费更多的时间推送内容、编辑网页，我们还模仿了其他诸如“快乐主妇”（Happy Wives Club）等很成功的Facebook主页，但是都没什么效果。然后，我万分无奈地意识到我们在Facebook上的宣传非常被动，只能静候别人的赏识，自己完全无能为力。


    之后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一个有名的Facebook公众号开始在不告知我们的情况下窃取我们主页的内容，甚至没有贴出我们的网页链接，却大获成功。他从我们的博客上盗取一张图片，截掉我们的水印，然后配上一点文字，就能得到7 000~9 000多个赞。这让我明白其实我们的内容完全可以火起来，只是之前Facebook一直没有让我意识到这一点。


    照片被偷的事让我们重新分析自己的博客，我们通过其他媒体软件比如Pinterest来获知哪些内容能够在Facebook上得到最多的赞，以此为标准来推送Facebook状态。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只是分享自己的原创内容，随着主页越来越火，我们也会去寻找有意思的非原创内容，并尝试把它们融合进我们的主题，然后分享出去。现在，原创性内容只占我们总推送量的1/3，筛选过的内容则占2/3。有个方法可以非常方便地帮你增加关注量，就是选出一个PTAT爆棚的素材，联系到自己的主题上进行推送。制造话题、推送链接也是同理，那些PTAT高的话题链接是首选。


    成功的关键在于了解Facebook是如何让公众看到你的推送的。我回过头来仔细研究，找到几则关注指数相近的内容，并深入分析原因。其中有一条我撰写的内容只被转发了不到10次，然而细究起来却有200 000人看到了这条推送，为什么会这样呢？实际上，大多数人都是点进了某个链接——像是留言、点赞、分享以及点击链接都会被算作看到某条推送。


    瑞秋和我很喜欢研究这些，所以我们有时会在推送完之后对话题进行追踪观察。当一篇文章得到许多关注后，我们会模仿着写出另一篇来。我们非常喜欢Google＋提供的字体加粗和斜体的功能，Facebook上没有这种功能，所以文字排版看起来不是很美观。我利用Google＋把标题全部换成大写字母进行排版，然后空上一行附上链接，之后再空一行写上点简短的介绍。这种排版方式非常实用，所以我们现在的一切推送都尊崇这一模版——这就是分析之后得到的成果。


    开始的时候，只要想着如何做出漂亮的页面就行了，不要太在意未来会发生什么，瞻前顾后反而不好。把你最有趣、最精彩、最好的故事经验分享上去，等到两个星期之后再回过头来分析哪些反响热烈，哪些反响平平。给自己设定一条基准线，每条内容发布之后预估一下点击量，然后不断学习，多去模仿那些反响不错的内容。

  


  打造你自己的品牌


  在第十章中，吉尔·罗利已经告诉我们，树立良好的个人品牌、在社交平台上展现友善亲和的态度是市场营销的基石。不管是创立公司品牌还是表现自己，你的独特之处就是你的“招牌”，是把你和芸芸众生区分开的关键。


  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一样，要树立品牌，首先要了解你的观众，明白你能给他们带去哪些价值。如何才能从竞争者之间脱颖而出？如何与观众产生共鸣？


  我们来看看几个例子吧——詹姆斯·弗兰戈（James Franco）是一位在“80后”圈中很红的名人。荧幕背后，他给自己树立了一个自恋狂的形象，这让他的观众们（尤其是Instagram上的粉丝）觉得非常有意思。大多数名人都不希望告诉公众太多有关自己私生活的消息，但詹姆斯不同，他是Instagram的忠实用户，常常拿自己的私事开涮，诠释了“人生如戏”。这让他能够将公众的注意力融入自己的生活中去，得以和其他社交名人区分开来。


  乔治·竹井（George Takei）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他社交网络上分享的内容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乔治古怪的幽默感和谈论同性恋权益时的坦诚直率。他很注意不让自己的形象受限于《星际迷航》中的角色，分享了许许多多不同主题的有趣内容，其中不乏以“啊啊啊我的天！”开头的猛料，以及他经典的荤段子。乔治拥有棱角分明的个性特质，并且无时无刻不体现在他分享的内容中。


  如果你想要效仿那些派头十足的创业者的社交主页，就去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的领英主页看看吧。他是领英上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月均发1~2篇文章，主题以独立思考为主，内容几乎囊括了独立思考的方方面面，从他的第一份工作（11岁时帮助繁殖虎皮鹦鹉）开始，到如何提高工作效率、政府当今的状况、找到满意工作的建议、创建公司的方法，他甚至还告诉人们他所欣赏的品质有哪些。但如果你去留意一下标题，就会发现大意都脱离不开“享受生活”四字（或是“商业运营”）。他的文字之间满是正能量，毫无保留地向别人讲述自己成功的故事，鼓励人们做回自己，“去摸摸老虎屁股”，勇于挑战。他在创立维珍集团时的经历正是他本人最好的写照：总是寻求新鲜刺激的冒险家、无时无刻不在化梦想为现实的实干家——他就是维珍集团的“奇迹先生”。


  实际上，不仅仅是社交达人和成功人士，每个人都需要树立自己的个人品牌。既然你已经读到了这里，你应该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对自己周围的群体有着重大影响，我们分享给别人的内容和分享的方式都可能会波及更多人，以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影响着整个世界。这就是为什么企业应该鼓励并培养每一个员工去建立他们的个人品牌，一旦成功，企业就能通过这些个人品牌对外宣传，总收益将不可估量。但我们还远没有达到目标，想要矫正人们的思维方式，让各大企业最终接受这种分享的概念，我们需要做太多的努力。然而随着信息技术不断改变人们相互沟通联系的方式，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种转变。


  未来到底有什么在等着我们呢？我曾向许多社交专家和商业专家咨询这个问题，透过他们手中的水晶球，也许我们能窥见未来的影子，我把这些预言写在了下一章里。


  
    [112] Ben & Jerry’s是美国一家冰激凌品牌，以口感香醇和口味新奇闻名。——译者注

  


  
    [113] HIPPA法案（英文：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1996，Public Law 104-19），健康保险携带和责任法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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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的未来


  来自奥特米特集团的沙利纳·李（Charline Li）对有关在未来树立品牌的建议：


  我们对于未来的构想，就是个人品牌与公司品牌共进退。我们要意识到，当我们谈论一个品牌的时候，不仅仅是在谈论这个品牌本身，更是在谈论那些为这一品牌的创立付出过努力的人们和他们想要传达的理念，所以，公司也应当注重员工个人品牌的发展。


  个人品牌是一种很奇妙的事物，坦白来说，一个有舆论引导力的人如果非常在意自己的个人品牌，担心公司品牌的光辉会淹没自己的光芒，那么他必然会对我所说的话嗤之以鼻。然而公司作为一个集体，需要在两个品牌上同时投资，因为两者会互惠互利，需要相互磨合和平衡才能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IBM社交软件部门总经理杰夫 ·希克（ Jeff Schick）对电子邮件的未来发展的看法：


  电子邮件是人们用于合作沟通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杰夫·希克等开发创新工业的领导者们正在试图改善人们对电子邮件的使用体验。虽然电子邮件自研发以来并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改变，但是IBM仍然希望做一些改进：把邮箱变得更加动态化，让排版更加简洁有序，把事情按照重要程度进行排列等等。当听说IBM正在着手解决这些电子邮件的重大系统问题时，我异常兴奋。


  杰夫表示，大多数人应该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我每天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邮箱查看未读邮件，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我再次打开收件箱，会发现还有20~30封邮件没有查看过。这些邮件无非是关于谁需要我帮忙做些什么或者我需要别人为我做些什么，但如果我忘记对其进行分类或是回复的话，它们就会堆积在收件箱中难以处理。”


  如果你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你很可能会觉得邮箱就像是Twitter，信息量过于繁杂，让人很难找到想找的东西。杰夫介绍了一些正在研发阶段的电子邮箱新功能，比如按照重要程度分类（可以迅速找到对你来说最重要的邮件）、更高级的搜索功能（除了邮件正文之外，还能查找附件、联系人、链接和日历邀请）、文件的云共享和云同步、减少处理邮件时的必要步骤、一次性呈现更多有用信息。总的来说，电子邮件正在向社交、邮件和手机科技三位一体的目标发展。一切都只是时间的问题!


  那么，杰夫从电子邮件的前景中看到了哪些激动人心的可能呢？


  他告诉我：“认知算法的进步可以方便人们通过电子邮件进行合作，比如说，在希望达成合作的前提下，我分析了对方的合作能力和大量产品数据，因此，如果我收到了与数据相关的问题或邮件，我可以马上得到一个准确率高达98%的答案报告，而且用时不过短短几秒或者不超过一分钟，无须等待10分钟甚至一两个小时。这一功能也可以用于分析其他数据，它可以升级信息传递的能力，将正确的信息在正确的时间里传递到正确的人手中——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杰伊·贝尔对内容分享的未来的预测：


  在未来，你将会在信息处理过程中综合运用多项技术，你将会坐拥一整个软件平台来帮助你个人或者公司品牌创造内容、测试内容、优化内容，然后分享内容，而这一切都可以通过同一个软件平台来实现。


  这和Google Ad Words[114]今天所提供的服务没什么两样，很多公司正在以此为发展目标。我相信这样的一个“万能”的平台一定可以为我们减少很多烦扰。


  现实就是，社交正在慢慢从艺术走向科学——类似于“作为社区管理人员，我对人的直觉非常敏锐”和“我是一个好作家，人们喜欢我”这样的观点正在被改进为“嘿，我可以对大量数据进行分析并且找出最有效的方法。此外，我们应该在2∶11的时候把这些内容推送出去，而不是2∶22”。


  在分享的过程中，我们对于细节的把控空前精细，电子邮件、搜索引擎优化、网页广告，都是如此。这是商业营销手段的自然进化，它从最开始的一种艺术形态发端，在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的趋势下变得更为科学和严谨。


  凯尔·安德森（Kare Anderson）对于未来领导者的分享之道的看法：


  对于领导者来说，最难的就是排除次要目标对他们的干扰，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才是对他们本人及公司最重要的目标。他们越是能够明确目标，留给公众的印象也会越有趣、亲民和深刻。我相信至少有90%（甚至更多）的公司都会受到内部纷争的拖累，而公司内部之所以会发出不一致的信息是因为管理层并没有在目标上达成共识。


  如果你想高效率地领导公司，首先要清楚地认识自己的品牌，并且把这个品牌背后的概念清晰地告知每一个员工。当你希望将己方的优势与对方进行对比，从而凸显出自己的长处时，切记在展现自己的独到之处的同时也要与对方的行业进行类比，方便他们理解，也更容易吸引对方。若是能够一枝独秀，那么你就能够左右市场的游戏规则——合作还是竞争都取决于那些能够看清眼下状况的人，其他人都只是根据他们的描述和指示行事。


  马里·史密斯（Mari Smith）对未来品牌分享的预测：


  总有一天各品牌会意识到公司的运营结构并不是全部——顾客们不仅仅是因为你们的标志好看、总部大楼漂亮，或是产品美观而被吸引，说到底，他们是想要融入你们的品牌建设，想要找到归属感。


  他们更愿意与其他热爱这个品牌的人组建一个粉丝俱乐部。所以，各品牌要花精力来打造一个品牌故事、提供良好的用户体验，唯有如此，顾客才会乐于在他们的圈子里宣传你的品牌。


  马特·科恩（Matt Cohen）对内容市场营销和广告宣传的未来的预测：


  通过内容来打动消费者进行营销将会变得更为普遍。如今，各大数据市场的营销专家都将重点放在内容营销上，然而大部分人只是在笨拙地模仿前人的案例。和其他任何数字化市场营销的发展史一样，在未来你将会看到更多公司采用这种营销手段，其推广内容也会更加复杂和系统化。


  你也会发现那些原生广告[115]越来越接近其他广告形式，它与普通广告和内容广告之间的界限会越来越模糊。消费者面临的选择也会爆炸性地增长。在四五年前，原生广告占据着数量上的优势，然后随着商业品牌的合并和分化，一部分公司出局了。剩下来的一些品牌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目标群体上，其余的则想办法扩大原有的消费者群体。在未来，你会看到几个新的大牌慢慢壮大雄起，而那些耳熟能详的老字号也仍然会在商业舞台上担任重要的角色。


  “社交网络侦查者”[116]的创始人迈克尔·施特尔茨纳对于未来社交平台发展的预测：


  我们发现所有社交平台都渐渐从本质上开始向广播媒体转变，变得越来越像电视、收音机和电子邮件。我还注意到，无论是在Twitter、Facebook、领英还是Google＋上，人们越来越在意社交平台所推送的信息的价值，而不是纠结于社交活动能交到多少朋友。


  当今的广告形式也更贴近于广播，由此可见，上述转变已经悄然发生了。所以遗憾的是，我们的社交平台所承担的“社交”功能已经越来越微乎其微。更多的品牌只是投钱给社交平台让它们帮忙推送广告给消费者，而不是与潜在顾客进行互动。毕竟现实就是这样，“有钱能使鬼推磨”。在未来，我们看到的所有推送都会是用钱买来的。


  这意味着，有钱的品牌可以用钱买到想要的市场，然而这样做带来的负面效果是人们会因为这些冰冷广告的泛滥从社交网络上逃走。纵观历史，人们最初开始使用社交网络是为了更好地和家人联络。如果品牌在社交平台上无法通过与群众互动获利，而这些平台又正好乐于拿钱办事，那么公司必然会去选择砸钱推送来试图换取人们的关注，而非采取人性化的互动。毕竟，去世界各地雇用员工来解答消费者们的疑问是一笔更大的开销。


  我们最终将会看到各大社交网络平台变成一座座“鬼城”，只有那些保有传统社交功能的媒体平台才能存活下来，因为它们不会给机械推送的公司带来商机，而是有利于那些真正与群众互动的品牌。


  然而迄今为止，真正投入互动的公司并没有得到任何奖励，Facebook只会奖赏那些获得更多关注的内容，而不会宣传那些会与读者产生更多互动的内容。这样下去，我们就只会收到越来越多的垃圾消息，诸如BuzzFeed[117]一样的标题党大肆横行，一些付费广告铺天盖地。如果有越来越多毫无营养的消息涌入Twitter、领英、Facebook、Google＋和其他的社交媒体，人们就会转而使用另外一些更加纯粹、注重互动和社交的媒体平台。我担心这将成为一个无休止的恶性循环。


  来自Heyo[118]的内森·拉特卡（Nathan Latka）有关增加网络影响力的论述：


  我唯一能够确信的一点就是没有什么东西会是完全相同的，因此一定会有更多的新鲜内容出现，更何况我们现在拥有太多帮助人们创建新内容的平台。所以关键就在于，要想办法从社会的大合唱中脱颖而出，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


  能够让自己与众不同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相互理解、保持同理心，这正是任何工具和科技都无法替代的特质，也是你得以不断进步发展的缘由。如果你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上理解对方，弄清他人的需求，并通过自己分享的内容帮助他人，那么你就会很出挑。想办法和你的顾客或粉丝搞好关系，去理解他们，真诚待人，这才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花旗银行首席执行官弗兰克·伊莱亚森（Frank Eliason）对于个人价值的发展未来的描述：


  我们能看到现在大多数企业都将销售重心转移到了社交媒体上，却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价值增长。这是因为公司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社交的最终目的，实际上，社交平台一直都以创造出一些值得分享的时刻为目标。我认为各品牌可能会慢慢从社交媒体上撤出，真正在意他们的推送内容的人越来越少，也没人会关心群发内容。


  因此，公司正在经历一场转变，各大企业（特别是银行）会着手创造一些对于顾客来说有价值的内容，并且对其进行私人定制，一一推送到个人账号上。通过社交平台，公司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你和你所关注的一切。因此，一直以来，公司都在追踪每个人的动态，以便于你下一次登录银行账号的时候，我们就能在第一时间把专门为你定制的消息传递给你，为你的生活带去有价值的信息，以此来换取你的信任和关注，希望在当你需要贷款的时候，我们能成为你的头号选择。


  《影响者营销》的作者萨姆·菲奥雷拉对未来该如何衡量影响力的看法：


  对我而言，现在我们不应再把重心放在拓展网络社区上，而是需要花些精力去认清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因此，我们需要对这些群体有更好的定位、划分和一对一的了解，从而确定自己应该分享什么样的内容，选择怎样的推送方式，而不是一味地盲目群发。


  当生活被数字化之后，我们未免有点难以招架，便迅速借助像Klout一样的评测软件来衡量一个人的社交影响力，并且逐渐地将那些观点最鲜明、关注者最多的人等同于真正的“影响者”。


  现在的信息技术让我们能够更快更好地分析数据、追踪对话，我们也因此能够节省些注意力，更多地关注信息的内容和价值。而正是因为人们开始意识到分享内容的重要性，有能力去辨别分享内容的优劣和分享行为的影响力，而不仅仅着眼于推送的数量和范围，影响者的市场将会更加贴近人们的需求。


  作家谢尔·伊斯雷尔对于“恐惧线”[119]变化的推测：


  科技大肆地接管我们的生活，这种迅猛的侵占有时会让人感到不太舒服。到了某个临界值，若是科技持续地介入日常生活，人们就会对其带来的种种便利感到害怕和焦躁，这个临界值我们称之为“恐惧线”。比如说，当马还是人们的主要的交通工具时，汽车的突然出现让很多人难以适应，这就是他们的恐惧线。为了消除人们的陌生感和恐惧感，汽车制造商大量使用“马力”这个词拉近新型科技和传统马车之间的距离，让人们能够慢慢适应。当我们今天听到“马力”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并不会联想到马，反而是会想到与马毫不相干的一大块铁皮。


  互联网、社交媒体、手机——所有这一切都曾给人们带来过恐惧，一开始人们并不愿意接受它们能够带来的便利。试想一下，当你走进一家你从未去过的商店或者酒馆时，前台的服务员上来跟你打招呼：“你好，布赖恩，哦对，就是你，名字里有个‘Y’的。让我想想，你想要一杯‘曼哈顿’，而且还要在上面加一把粉色的小雨伞，对不对？”


  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过这家酒店，你可能会大吃一惊。但是10年、20年之后，如果你踏入一家新的餐馆时没有受到如此招待，才会觉得惊讶，商家甚至已经准备好了在你光顾的时候给那条你一直想要的蓝色牛仔裤或者半自动化装备打折。所有事情都在不断地进步，人们也必须去适应新的潮流，因此，研究“恐惧线”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


  作家罗伯特·斯科博有关未来的科技和分享的想法：


  各种各样新鲜的科技相继涌现，借助这些科技的力量，我们能够获知你和哪5个人去了酒吧，或者帮助你在参加会议的时候自动检索相关话题，诸如此类。未来也会研发出穿戴式电脑设备，外观像是手表或是眼镜之类的，这些设备自带摄像头，能够让人们随时随地拍照和录制视频用以分享。


  人们热衷于公开分享信息，但是信息的安全问题是一大心患，这就让另一种新型商机应运而生——Snapchat[120]中的信息阅后即焚，避免了发送公共信息之后可能产生的不良恶果（最糟糕的是让别人掌握自己的隐私，尽管对方是非常亲密的人）。


  未来，我们的一切动向将会被各式科技监测追踪，这种构想让人们有些惶恐：“我的天哪，太可怕了！”大部分人最终还是会向科技带来的种种便利妥协，最佳案例就是信用卡的普及——信用卡公司掌握着世界上最多的个人信息。是的，这的确有许多风险，但总体来说，实用性超过了它的弊端。因此我认为，人们总会逐渐适应种种用以分享的科技。


  IBM合作解决方案部门的副总裁利兹 ·厄尔黑姆（ Liz Urheim）有关未来的工作的看法：


  在未来，工作将会脱离首席层和管理层，围绕个人专家展开，以此省去层层递进的汇报任务。工作将会成为个人私事：你是谁、你做了什么、你怎样工作、你想要做什么、你如何与同事共事……这些都取决于你自己，都将在一个独立的、便捷高效的环境下进行。


  现在，一切听从上级发号施令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人们要通过合作来更好地利用每个人的知识，打点好公司上下的一切事务。


  那么，企业要怎样适应这种新型的工作环境呢？要知道，公司不仅要适应这种变化，还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转型才能在竞争中生存下来。毕竟，在商业场上，做生意的速度和频率决定一切。很多新公司从成立伊始就开始大量引入先进技术，将这些社交功能强大且十分便携的科技融入自家的产品之中，来提高信息传播的速度，同时减少开支。而那些已经成立许久的企业需要迅速转型，但在谋求速度的同时也要注意质量，创新科技的使用一定要兼顾保险和安全。此外，企业要切记：转型要彻底，要落实到整个商业运转上，而不单单是科技。


  从员工到销售员再到供应商，营销过程中的每一环都要紧密联接，这种环环相扣的运营模式使得公司内部与外部的沟通变得畅通无阻。为了使其社交性的一面更能提供有效信息并且更加高效，我们还应将消费者和价值链（价值链包括合作者、分配者、供给者）囊括进这个闭环。我们希望公司能够打开自家的大门，融入社会、与群众相互动，以此才能有所创新和突破，并做出相应的改善——简而言之，就是放宽眼界。这一转变将会激发无数新的发明，带来效率的飞跃，也能够在我们的环形营销中加上最重要的一环：从“我”到“我们”，从一家公司到整个社会。未来的工作，就是要重建公司内外的沟通模式，以便更好地进行营销。


  布赖恩对于未来分享的预测：


  未来是属于孩子们的，那些“80后”、“90后”的工作方式与我们有很大不同。他们将会给未来的商业场带去巨大的变革。


  随着人类的发展和改变，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逐渐相互融合，网络社区的建设变得越发重要。在智能运算逐步替代人类进行信息传递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更应该问问自己：


  未来的我们该去干些什么呢？我们是否会带来另一次思想、艺术、哲学这些人类一直引以为傲的事物的文艺复兴吗？我们真的相信人类是最伟大最聪明的思考家吗？信息技术让我们变得越来越懒，之后的社会将进一步分化人类，把我们分为思考者和非思考者吗？


  分享即是未来，但我们并没有习惯这样的未来。我们诚然想和团队一起合作，却始终不能放弃个人目标。未来将会是人们打开心扉相互交流的时代，因此，人们愿意分享的信息越多，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进步就越快。


  现在，我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信息，这意味着我们也能够更快、更轻松地解决社会问题。当所有人都可以无所顾忌地浏览信息并且随时分享自己的信息，我们才真正变成了一个整体。我们将会有能力做到任何事，从缝补裤子上的一个小洞到让地球上每一个人喝上纯净水。届时，所有的科学技术都已非常成熟，而我们也愿意和地球村的居民分享自己的信息，我们将会非常清楚一件事该由谁去做。现在这一构想正被一针一针地缝进我们的社会中，而在我们迈进的终点，将会是分享型社会的幕布在徐徐拉开。


  我们需要去理解和学习分享的力量，以此来壮大人的事业。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我们更应该注重我们分享的内容、方式和地点。本书详述了许多例子来体现分享的力量：在你的家庭、集体、社区，甚至整个地球，分享无处不在。然而，我们每个人都应在日常生活中多加练习如何分享，要知道，你决定分享的内容以及它们会带来的连锁反应将会左右你的个人形象，对于一个公司来说也是如此。故事、经历和想法都应该被分享，所以，想要培养一种浓厚的分享文化，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义务把最好的内容以最好的方式分享出去。就像我在《人与人》里写到的一样，商业本身只是毫无情感的冰冷交易，但人类是有血性有情感的，因此，只有人类才能发挥商业应有的影响力。


  正是得益于科技的发展，人人都可以成为播音员、记者、作家、发明家和哲学家，能够自由自在地分享信息。未来不仅是我把自己的想法分享给你这么简单，而是所有人把自己内心深处的科学和哲学思想都联系在一起，共同分享，一传十，十传百，最终改变这个世界。


  
    [114] 搜索引擎Google的关键词竞价广告称为“Ad Words”，也称为“赞助商链接”，中文俗称“谷歌右侧广告”。——译者注

  


  
    [115] 原生广告（Native Advertising）这种广告会成为网站、软件推送内容的一部分。——译者注

  


  
    [116] 社交网络侦查者（Social Media Examiner）是一款分析和记录人们使用社交网络情况的软件。——译者注

  


  
    [117] BuzzFeed是一个美国的新闻聚合网站，从数百个新闻博客那里获取订阅源。——译者注

  


  
    [118] Heyo是一个帮助人们创建Facebook内容的组织。——译者注

  


  
    [119] 恐惧线（Freaky Line）被用来定义人们对新鲜科技的可接受程度。——译者注

  


  
    [120] Snapchat，美国很具人气的新型社交联络软件，主要以发送图片和视频信息来作为沟通方式。——译者注

  


  致谢


  这本书是由太多的热爱与心血汇成的，在此我想感谢所有支持我一路走来的人：


  致我的妻子考特尼：感谢你总是无偿地支持我、给予我启迪，不厌其烦地与我一起校读、修改和研究，陪伴我度过无眠的夜晚和漫长的周末——你是我最好的伴侣！


  致我的孩子爱默生和亨利：感谢你们给我腾出写作的空间，并且告诉我不能整天光考虑自己的事情。你们两个是我生命中喜悦的源泉，和你们在一起无论做什么我都能收获许多欢乐与灵感。


  致我的父母理查德和莱斯莉·克雷默：感谢你们教导我们兄弟俩要富有创造力，包括如何感受到幸福——这件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我从出生的那一刻就开始学习如何与人分享，并且很欣慰能够和我的兄弟兼最好的朋友塞思·克雷默一起学会分享这一美德。


  致我的朋友们：感谢你们对我的帮助与支持，无论是挖苦还是诚心鼓励——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我还要感谢那些在幕后一直默默付出的人：我的编辑兼朋友埃普瑞尔·帕赫，你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意见并且帮我斟字酌句，让我能够更好表达我的声音。还有玛雅·史密斯，你的徽标设计和网站制作都非常棒。以及大卫·汉考克和摩根·詹姆斯所带领的印刷团队，我要感谢你们平易近人的品质。


  致整个PureMatter团队，我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们，这本书的完成缺少不了你们中任何一位的贡献和支持，你们用各种方式支持我：头脑风暴、集思广益、发挥创意……最最重要的是，你们总是与我同在。


  在过去的5年中，我也通过社交媒体交到了许多朋友。实际上，我从来没有想象过社交媒体能够如此开阔我的眼界！这些朋友们来自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他们让我逐渐成长，我也因此结识了许多至交。通过视频聚会、tweet聊天、会谈、研讨会、发tweet以及互相点赞，我很感激能和你们有永久不变的友谊。


  致对这本书至关重要的专业学者和企业家们：我对你们致以最崇高的谢意，感谢你们腾出宝贵的时间与我分享你们的故事和远见，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帮助。


  以及最后，致我们家的小狗“小胖杰西”：感谢你在我写作和修改的时候一直陪着我，包括现在我在电脑上打出这些字的时候，你仍然在我身边。


  获取更多有关信息


  现在您可以免费加入我们的分享思维网络社区，不光有小惊喜相送，您的内容更有可能成为参与者中的焦点！


  作者和我们的分享思维团队非常荣幸地为您准备了一系列小礼物免费奉送。作为本书的购买者，您可以从以下合作商处免费获取使用报告、录音、视频和会员资格：


  IBM，Neustar公司，万事达信用卡，思科系统有限公司，互随网，Freshdesk在线平台[121]，Speakeasy公司[122]，Infl uitive公司[123]，Mutual Mind公司，LittleBird公司[124]，VentureBeat公司[125]，魔声公司和考克斯通信公司。


  您可以通过以下网址获取您的会员资格，并且加入我们的网络社区：www.ShareologyBook.com


  
    [121] Freshdesk，提供在线顾客服务软件。——译者注

  


  
    [122] Speakeasy，宽带网络服务提供商。——译者注

  


  
    [123] Infl uitive，一家社会化B2B宣传营销公司。——译者注

  


  
    [124] LittleBird公司，儿童服装营销商。——译者注

  


  
    [125] VentureBeat，科技互联网产业新闻博客，一个以互联网产业新闻、分析评论为主的科技博客网站。——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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